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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基督教思想史》是神学家冈察雷斯多年研究的成果和代表作，也

是基督教思想研究的一部权威著作。作者在书中系统阐述了基督教的起

源和发展，以及宗教改革直至20世纪的神学思想，着重分析了基督教各

种教义和各种流派的实质和历史背景，以及其形成过程。其观点公允，

分析客观，文字通俗，历来为教内外研究人员所称道。这本书为一些对

神学没有太多了解的学生与读者提供了关于基督教思想史的基础知识和

有关历史背景，有助于对基督教思想史的学术研究。

《基督教思想史》中文版于2002年8月由金陵协和神学院出版。当

时翻译和出版这部书，主要是供国内和国外使用汉语的神学院校作教

材，并作为教内外学术界研究基督教神学史、哲学史、文化史的参考用

书。《基督教思想史》当年由金陵协和神学院出版发行，未在各地新华

书店或其他发行机构销售。当时适逢我院建校五十周年校庆，将该书的

出版作为校庆献礼，赠送给参加校庆活动的嘉宾、校友和在校同学。全

国十几所神学院校用它作为教材。中文译本得到了各基督教研究机构、

基督教界的好评，也得到了港澳基督教界与学术界以及海外华人的好

评。第一次印刷6000册，已销售一空。近来有许多单位和读者来信要求

再版。现由陈泽民、赵红军同工、许列民先生在第一版的基础上进行审

阅，略加修订，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公开发行。

近十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宗教问题的关注和讨论，比以前一个时

期更加热烈和认真了。我在本书第一版“序言”中讲到当时有人根据马克

思和列宁对宗教的某些论述所主张的“鸦片论”，现在似乎平息下来了；

有更多的学者比较冷静、严肃、客观地从文化的角度看待宗教问题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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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在人文学科研究中宗教问题不再被视为禁区。一些大学和学术研

究机构成立了宗教研究所或基督教研究中心。书店里出现了许多高质量

的有关基督教研究的译著和原创性专著。没有硝烟，没有蒺藜，是在宽

阔的知识原野上，在祥和的氛围中平心静气地展开心灵和思想的探索。

本书的再版和发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为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提供翔

实、丰富的信息和资料，也意味着金陵协和神学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将

能进一步和学术界接轨并轨，绽开更灿烂的花朵，结出更丰硕的成果。

我乐于为它作序。

丁光训

200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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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汉语读者

金陵协和神学院陈泽民教授将这本书的中译本翻译经过和出版计划

告诉我。我感到十分荣幸和欣慰。因为这意味着这本书正在完成它原先

写作的初衷和目的。当初我写这部书，就怀有这样的一个信念，这就

是：就在当今，和今后的几个世代中，基督教神学最具有创造力的新发

展，将从我们称为“年轻的教会”中呈现出来。现在所写的这部思想史，

也许多少能有助于诱发和培育基督教神学的新的洞察力和颖悟，既保存

和发扬基督教丰富的思想遗产，又能忠于上帝把我们安排在其间的各种

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的事。回顾基督教神学的历史，那些最具有开

创意义的重大发展，都不是产生在传统的中心旧址，而是在教会的一些

边缘地区迸发出来的。就在《新约》里面，继《使徒行传》开头几章之

后，最重要的神学思想发展，不是发生在耶路撒冷，而是在保罗向“外
邦”传教的地区，因为正是在那里基督教的信仰和当时哲学思潮相接触

和遭遇。后来，在使用拉丁语的世界中，罗马并不是基督教神学活动的

主要中心——这个角色却由北非来扮演。再后，当南欧受到日耳曼蛮

族“入侵”时，正是在那些刚接触到福音不久，或根本从来就没有听过福

音的人们的地区，成为神学思想活动最有创新活力的舞台。在16世纪，

维登堡大学本来是欧洲一所并不出名的新开办的学府，只是在马丁·路
德贴出他的《九十五条论纲》之后才名噪一时。

其实这并不奇怪。基督教就其具有宣教性的本质而言，理所当然地

是要把她所认为的真理向人们传讲，而不是停留在那些福音和文化已经

融合无间的地区。恰恰相反，只有当福音在传讲过程中，遇到各种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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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为要作新的有效的见证，要把基督教最基本的问题，作活泼的见证

和有说服力的陈述（而不是像在一些古老的“成熟”的教会中心，对教义

上细微末节的繁琐辩论），这样才具有一种迫切性、生命力和创造力。

要这样做并非轻而易举，毫无痛苦。看看保罗在宣教路途上所经历

的争论，如大半部《新约圣经》所见证的。在这些争论中，有些人死抱

住传统，固执不化，毫无新意，也不顾当前的新环境、新问题，不能应

对新的情况。有的却从相反的方向，完全忘却了基督教传统中有价值的

东西。在这两个极端中间，有可能产生出最能适时的新神学。这使我想

起13世纪西欧教会不得不面对重新传进欧洲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当时，

有的人坚持传统神学的所谓“正统”；有的却成为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而

实际上却是放弃了信仰。当时是托马斯·阿奎那和他的学生们，能够在

这两个极端中间作出应对，为基督教会和后世找到新的出路。

在这些争论中，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各种教义和各种神学流派的实质

和历史背景，以及其形成的过程：既不能忽视它们，也不能盲目地崇拜

它们。这样我们才能够找到或创造出一种既忠实于我们的信仰，又能够

迎接和应对当前和未来的各种挑战。我相信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普世

教会必能从中国教会的经验和神学中学到许多教益。

如果这部书能在这样的过程中作出一点哪怕是很微小的贡献，我就

感到心满意足了。

愿上帝祝福中国的国家、人民和教会！

胡斯都·L.冈察雷斯

亚特兰大

2002年7月



英译本第二版序言

自从《基督教思想史》英文版第一卷于1970年出版，和第三卷1975
年问世以来，已经过了十几个年头，并经历了十次印刷。我很高兴看到

这部著作在许多大学和神学院受到广泛采用。许多同事通过个人通信和

发表的书评对第一版提出一些建议和改进的意见，给我极大的支持和鼓

舞。在准备本书的第二版出版时，我尽力吸收他们的有益的批评和建

议。

我写这部书的目的和希望，是为那些对神学教育没有太多经验或根

底的学生和读者们提供关于基督教思想史的入门基础知识和有关的历史

背景，以便于他们在这一方面继续学习深造，并对这一学科在过去的岁

月中所展现的丰富多彩的景象有所了解。因此我避免把一些纯属我个人

观点和总论性的概述写进去。如果我那样做的话，可能我的同事和同行

们会更有兴趣，但对我心目中的读者来说，恐怕用处不大。

新的版本中有不少改动的地方。大部分属于注明资料出处的参考书

目方面，把近十几年来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新成果补充进去。也对正文

里的具体内容上需要更改或补充的地方作了一些改动。有些部分不得不

作了较大的改动或根本重写，特别是关于19世纪新教神学的那一章。根

据几位书评者的建议，我又添写了一章当代神学。

从这部书第一版问世后，我注意到有两个因素对基督教思想史影响

深远，但又很少受到人们足够的注意。第一，基督教神学在发展的过程

中崇拜仪式和礼文，以及崇拜者集体的背景的关系。例如，对中世纪神

学的理解，需要将当时的神学论文和讨论与修道院里的崇拜仪式和灵修

日课的礼文联系起来。虽然在这部三卷本的思想史中我时常注意到这一



点，但我承认在这一方面我还做得很不够，还应当进一步进行更深入和

细致的研究，把这两个方面联结在一起，使其贯穿在整个基督教的历史

中。

第二个问题是我比较关心的，即神学思想的内容和当时的社会经济

处境的关系。在这三卷书中我比较注意到这个方面，并受到好些学者和

神学家在这方面的影响，丰富了这本书第二版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为了

保持本书原来的写作目的和计划，我没有在第二版中按照这个观点和领

悟彻底改写这方面的内容。我希望另外再写一本书来讨论和叙述这个问

题。现在我已经着手准备写两本书——一本是从社会经济观点来分析基

督教思想史，另一本是从几种不同的流派和类型的神学来说明基督教神

学和与之有关的问题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历史也是自传——或者可以说是作者自己的传记和

序言。不管如何，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不论作为个人，或是作为信仰团

体的一名成员，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于我们对我们所处其中的历史的理

解。当这部历史的第二版付梓的时候，我如此祷祝：但愿其读者能从其

中得到新的理解，并得到帮助，理解基督教社团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就

是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中保持信仰和顺服。

胡斯都·L.冈察雷斯

美国佐治亚州第卡特

1986年9月19日



译者的话

冈察雷斯所著的三卷本《基督教思想史》原用西班牙语写成，被作

者在拉丁美洲多所大学及神学院教授基督教思想史时作为课本。后冈察

雷斯受聘于美国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将该书译为英语，在美国出版，

被美国和其他英语国家的多所大学及神学院广为采用，作为教授基督教

思想史的教科书或进行该学科研究的主要参考书，出版后不断再版，极

为畅销。1987年英语版第二版（修订版问世），至1992年，卷一已经重

印了17次，卷二16次，卷三13次。三卷的内容涵盖了基督教两千年来的

历史发展，从公元1世纪一直讲述到20世纪。全书条理清楚，观点中

允，内容充实，思路开阔，行文流畅，颇具可读性。

冈察雷斯于1937年8月生于古巴，曾就读于古巴的联合神学院，后

来在耶鲁大学先后获得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他也是耶鲁大学获得

历史神学博士学位者中年纪最小的一位。

冈萨雷斯曾经在波多黎各福音派神学院、美国埃默里大学等多所学

校任教，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同时，他也是西班牙语神学的积极倡导

者，是具有新教背景的西班牙语神学家。他协助创办了第一个与拉丁美

洲神学相关的学术刊物：Apuntes。此外，他还协助创建了多个西班牙

语神学研究机构。

冈萨雷斯除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以外，还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写作及

出版的专著不少于50部。除了基督教历史神学著作外，他还撰写了多部

关于《圣经》的研究著作。

冈萨雷斯并不打算对基督教的神学历史做出新的解释，而是想让读



者通过整段的基督教思想史来看到“上帝在基督教里正在使世人和他重

新和好”这一信息。“……很可能，我们未来的历史学家将回顾我们的时

代，并且将能够断言，在我们的神学场景几乎难以置信的复杂性中间

——这种复杂性使我们困惑不解——一种跨越教派、阶级、民族、种族

和性别的传统界线的团结正在发展，而且这种增长中的团结迹象，说明

同以往的每一代那样，上帝又一次在利用教会来宣告基督教信仰最初的

和中心的信息，即上帝在基督教里正在使世人和他重新和好。”（《基

督教思想史》第三卷，“最后总的看法”。）

这部三卷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来叙述基督教两千年的思想发展。

作者按时间顺序将基督教历史上出现的事件和人物有条不紊地组织起

来。作者具有开阔的神学视野，对基督教的三大分支（天主教、新教和

东正教）的介绍十分公允，并且按时间顺序分别加以叙述，以方便读者

了解不同时期基督教主要的神学发展状况。作为生长于天主教背景下的

新教神学家，作者具有普世合一主义的精神，对天主教也相当了解，但

他对天主教神学的叙述却不带有个人成见，这一点难能可贵。

作者在写作和修订这部著作的过程中非常重视新的研究成果，并成

功地吸纳了当代一些知名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例如，W.Frend关于多

纳徒派的研究。这些新的研究成果的运用使得读者对一些问题有了新的

认识，有的甚至修正了以前某些不公允的认识。

下面，简单地介绍一下这部书各卷的内容，以方便读者阅读。

第一卷，共19章，从基督教的起源到卡尔西顿会议（公元1世纪至

公元451年），这一部分是古代部分，介绍了早期教会的几个重要教父

的思想以及基督论与三位一体等教义的发展。本书最初被拉丁美洲多所

神学院当做教科书使用，作为基督教思想史的总括性介绍，让即便是初

次接触这一学科的学生也觉得它通俗易懂。作者以道成肉身的教义作为

出发点来展开，从早期教父到爱仁纽这段时间主要是对道成肉身这一教



义的发展的叙述，从德尔图良开始，叙述重点就转移到对三位一体教义

的讨论上。

然而，正如任何一部基督教思想史不可能面面俱到，这部书也不例

外，在后半部分的叙述里对教会、圣礼等阐释得不够详细。

第二卷，共14章，从奥古斯丁到宗教改革前夕（公元5世纪至公元

15世纪末），这一部分主要讲述了中世纪神学思想的发展，介绍了伟大

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以及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发展状况。

在这一卷中，尽管作者用了三章的篇幅来介绍东方教会的神学，而

在西方神学中的奥古斯丁的和亚里斯多德的传统神学上，作者则注入了

更多的笔墨。

冈萨雷斯为我们阐释了各派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的主要思想。为了

使读者更容易理解主要的人物和重要的神学争论，他详细地介绍了人物

的传记资料以及神学争论的历史背景。同时，冈萨雷斯对各种神学争论

所采取的立场相当客观。例如，在叙述奥古斯丁神学思想的过程中，作

者较为详细地叙述了奥古斯丁的生平事迹，使得读者可以很好地理解奥

古斯丁的神学思想，在阅读时又不至感到枯燥乏味。

从这一卷中，读者可以了解从伟大的思想家奥古斯丁时代到宗教改

革前这一段时期里主要的思想家和主要的神学争论。

由于篇幅的缘故，作者不可能穷尽这一时期的所有思想家的思想，

虽然总体看来，本书对各个神学派别的侧重比例基本上是令人满意的，

但是，在处理如此庞杂的内容时，难免有一些内容的侧重点设置有欠合

理，例如对威克里夫和胡斯的叙述过于简略。

第三卷，从宗教改革到20世纪（公元16世纪至公元20世纪）。以16
世纪的宗教改革为重点，主要介绍了路德、加尔文等主要宗教改革家的



思想。其后介绍了路德派正统化神学和加尔文之后的改革宗的神学的发

展以及个人宗教的虔诚主义。最后介绍了19世纪的新教神学、自伽利略

到康德和黑格尔以来的哲学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罗马天主教神学

以及君斯坦丁陷落后的东方神学和20世纪的神学。

作为一部介绍两千年来基督教思想发展的专著，本书是一部不可多

得的优秀读物。作者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基督教思想历史和入门的基础知

识与有关的历史背景，以便于对该学科进一步深入研习，并对这一领域

的发展前景及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多种神学思想有所了解。因此，这部书

既适合一般读者，作为了解基督教思想发展的普及读物，也可以作为一

些大学宗教系基督教专业的师生的扩展课外读物。此外，这部书在以时

间顺序叙述的同时，突出了一些重要的人物与思想流派，因而既适合于

按时序来阅读，也可以按人物或思想流派来分类查阅。



第一卷　从基督教的起源到卡尔西顿会议

英译本第一版序言

这本书的出版是必要的。当我在拉丁美洲教授神学院的学生时，我

痛苦地意识到需要一本对基督教思想的历史有一个全面介绍的书，这样

的书对初学者来说既易读易懂，同时又可以使他们初次接触到基督教思

想的丰富多彩与流派纷繁。我就是在这一指导思想的支配下开始写作这

本书的，因此我不是在原创意义上对基督教神学的历史进程提出新的解

释。

英文版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全新的一本书。我从拉丁美洲知道和使

用过此书的新教与天主教的同事那里收集了对此书的评论或建议，我把

那些有明显改进的资料置入本书中。同时我也把此书译成英文，进一步

的研究使我修正了一些观点，同时实际使用此书也使我感到尚有不够明

晰之处。

至于这一卷的内容——三卷中的第一卷——我必须指出，为了清楚

明了起见，我把在年代上本该属于这一卷的三个主题放在第二卷之中：

奥古斯丁的神学，补赎礼的早期开端及后来进一步的发展，以及第一阶

段之后的圣职形式和权威问题。对这三个主题读者将在这部《思想史》

的第二卷中看到进一步的讨论——西班牙文的版本与这第一卷的英文版

作了类似的处理。

根据阅读了此书西班牙文与英文原稿的学者们的一致建议，我决定

把原来关于《新约圣经》的一章内容去掉。我希望这一举动能得到正确

的理解，不是否认《新约圣经》的重要性，与此相反，是认为《新约圣



经》研究的范围是如此的广阔，如此的重要，以至于需要独立的、特别

的研究。

最后，我要说一些感激的话。如此众多的人对此书的贡献，使我几

乎不能说这本书是我自己的工作。这一普通的作品能够写出来，是因为

早期数以千计的无名修士与学者保留和抄写了原稿，创作和出版发行了

古代的作品版本，做了大量各种主题的专门研究，他们所铺设的道路是

我必须追寻的。其他一些人教导我所有历史研究的方法，以及古代与现

代的语言文字并其他做此项事工所必须的工具。更具体地来说，罗兰·
班顿博士（Dr.Roland H.Bainton）和大卫·怀特博士（Dr.David
C.White）鼓励我写作此书。班顿博士为此书写了前言，大卫·怀特博士

翻译了此书的一些部分。Mrs.Clara Sherman de Mercado翻译了两章内

容。Mrs.Ra-monita Cortés de Brugueras在出版阶段非常热情地打印与重

新打印我的手稿。我将此书奉献给读者，希望能借此书帮助他们理解我

自己认为作为我们传家宝式的信仰。如果能实现此目的，我将感到得到

更丰厚的回报。我肯定帮助我写作此书的历代众多信徒都有如此的心

愿。

胡斯都·L.冈察雷斯

波多黎各卡罗来纳

1969年7月



前言

有人问耶稣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时引用了《旧

约》的一节经文。他在引述时加上很有意义的一句话。他所引用的《旧

约》文句是犹太教的中心思想。“以色列阿，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

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这节经文记

载在《申命记》6章4～5节。但是耶稣加上，“你要尽意爱主你的上

帝。”（《马可福音》12章30节）他所加的这一句也就是这本书之所以

写作的理由（raison d’être）。基督教思想有着连续不断的历史，因为主

号召他的门徒不但要尽心、尽力，还要尽意（用思想mind）爱他们的上

帝。

然而，即使主没有提出这个教训，他的门徒也不太可能不尽意，因

为在当时所处的希腊罗马世界环境中，种种当务之急迫使他们要这样

做。当时才智敏捷之士向基督徒提出须经深思熟虑、须有清晰概念才能

回答的问题。基督徒拒绝把皇帝当做神加以崇拜。犹太人也是这样。他

们拒绝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和他们的信仰相一致的。这是基于基

督引用的诫命，“以色列阿，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又
说，“你们不可随从别神。”犹太人不允许对耶和华以外任何神的崇拜。

久而久之，他们就拒绝承认任何其他神的存在。首先他们不把任何人看

成神。基督徒拒绝崇拜皇帝是因为这种崇拜是和唯独崇拜基督的诫命不

相容的。异教徒会说，“你们为什么不肯把一个人当做神崇拜呢？难道

你们的基督不是一个人吗？”如果基督徒回答说，“不，他是一位

神。”异教徒会反驳说，“那么你们有两位神，你们为什么要责备我们崇

拜多神呢？”因此，拒绝崇拜皇帝就必须有基督论（Christology）。

基督徒处身于异教徒世界中，汲取了一些埃及人的思想。就像以色

列人从埃及逃出来时带走了一些埃及压迫者的神明，基督徒利用他们反



对者的一些思想和思想方法来准备他们的回答。总的来说，基督徒在思

想方面——这里指的是神学思想而不是哲学思想——是属于希腊哲学传

统的。即使是像德尔图良那样的基督徒在谴责异教徒时，他们的敏锐推

理方法也是继承了古典的传统。但是，犹太人在思想领域方面，却也有

自己的历史背景。在犹太教教堂中没有圣坛，只有一张供念律法的桌

子。这在古代世界中是很独特的。念完律法接着是讲解，因为律法要加

以解释。教堂中的桌子既是教师的讲台，又是先知的讲道坛。犹太教教

士身兼这两种身份，早期的教会很明显是效仿犹太教的教堂。

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区别。它们有足够的共同

之处以便加以融合。在基督教出现之前，已有过这方面的尝试。在流行

希腊语的亚历山大城，犹太人斐洛（Philo）是第一个把这两种文化结合

起来的人。他这种既丰富又表现内在冲突的结合，影响了以后许多世纪

的思想界。斐洛主要用柏拉图学说意义上的寓意释经法解释《旧约》，

把犹太文化和希腊文化调和起来。基督徒其实比斐洛进步。虽然他们受

到柏拉图学说的影响，基督徒笃信上帝在耶稣身上道成肉身的教义，坚

决拒绝接受柏拉图学派贬损肉体为灵魂之敌的看法。

上帝在耶稣这个人身上的道成肉身是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另一个近似

之处，也是和希腊的宗教观相异之处，因为犹太教和基督教都认为上帝

在历史事件中对世人显示自己。永恒进入时间。道成肉身就是这种至关

重要的事件。它发生在皇帝奥古斯都颁布法令，要全世界的人都要交税

的时候。在这个时间道成了肉身。因此基督教总是必须和历史相联系。

这也表明上帝在基督身上向世人显示自己。这是启示，是从上而来的启

示。然而，对希腊人来说，尽管人们可以看到显圣，虔诚的教徒体验到

狂喜，对上帝的认识，却是从自然界和人类可见的东西中推论而得来

的。斯多葛学说和亚里士多德学说的观点基本上就是这样。柏拉图学说

也大体是这样。人看到影子就推想出他所看不见的东西。在这种情况

下，启示，如果可以称之为启示，是来自下面。它不是赋予人的，而是



探索的对象。它不是摩西在西奈山宣布律法那样的一种宣告，而是在对

话中，人与人的思想交锋过程中体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各人原有的

觉察可能会全部被取代，不需要有早已确定的立场，并且也没有作出任

何只此一次的宣示。

基督教植根于历史，确认只此一次永远有效的启示。但这个启示还

需要加以阐明。这个启示毕竟不是像在西奈山上发出的几条诫命，也不

是拟好的一组命题。它是赋予在一个生命之中。即使是在第一世代，对

这个生命意义的评价也各不相同，尽管基督教早期文献记载表现出出乎

意料的一致性。基督教思想的历史是人们探索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道成

肉身的自我显示所蕴含的意义的记录。并且基督徒大体上愿意把希腊人

的宗教见识看成是基督降临的准备，对认识基督有参考的价值。结果，

基督教的整个历史中贯穿着过去和现在之间的矛盾，施授（the given）
和探索之间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赋予的启示和作为寻求目标的启示之

间的矛盾，以及坚守信心和要获得的真理之间的矛盾。许多世纪来，基

督教思想的发展并没有解决这些矛盾。但要寻求解决之道却不能不考虑

这些矛盾。

这第一卷涉及早期历史。当时提出来的问题今天还有待我们解决。

冈察雷斯博士很成功地抓住思想要点，并能剔除繁琐的细节和暂时性现

象而使重点突出。他的解说清新简洁。他掌握阅读古代和现代著作的语

言工具。他对最近的有关文献也有相当广泛的了解。我热情地把他的著

作推荐给不同语言的读者。

罗兰·H.班顿

耶鲁大学

教会历史泰特斯·施继德讲座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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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言

基督教思想史研究，由其所处理的资料的特殊性所决定，必然是一

项神学研究工作。历史学家的任务，不仅是复述过去发生过的事；思想

史家也不仅是复述前人的思想。历史学家的工作，首先必须对他所要处

理的材料进行选择。这种选择的指导原则，是根据自己的决定来定的，

而这种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是带着主观性的。任何一部基督教思想史的作

者，都不可能把米涅（Migne）所编纂的三百八十二本原始资料全部抄

录进去——其实就连这些也只是12世纪以前的资料。在这些汗牛充栋的

资料中，要采用哪些著作，为写这本书要研究哪些原始资料，都需要经

过一番挑选的功夫。因此，每一部基督教思想史都必然是作者神学观点

的反映。任何作者，如果认为他可以不受神学观点的影响，那不过是自

欺之谈。

以哈纳克和尼格伦为例：这两位历史学者彼此相隔数十年，其神学

观点也迥然不同。基督教思想历史学家，如何受不同神学前提的影响，

写出了各具特点的历史，这就是例证。

阿道夫·冯·哈纳克（Adolph von Harnack）可以算是一位举世闻名的

教义史家，1886—1890年陆续发表他的巨著《教条史教程》（Lehrbuch
der Dogmengeschichte）。他的神学观点导源于被他称为“最后的一位教

父”的里奇尔。里奇尔（Ritschl）的一贯主张是限制哲学卷入宗教的领

域。他指出每当把玄学和宗教问题混在一起时，就产生种种曲解。在他

看来，宗教最主要的特点是实践而不是思维。这并不是说应该把宗教看

成完全是一种纯粹的主观经验。恰恰相反，他认为只有靠宗教所树立的

道德价值，才能使一个人从那些作为人的自然生命特征的捆绑中解放出

来。构成基督教信仰的，既不是教义，也不是什么神秘的感情，而是那

些能够把一个人从他所在的苦难中拯救出来的道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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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样的神学前提出发，哈纳克不可避免地得出下述的结论。在他

看来，基督教教条史所论述的，大部分是对基督教原本要义的否定的过

程，这些要义只能从耶稣的道德教训中去寻找。对哈纳克来说，基督教

的起点，与其说是耶稣其人，毋宁说是耶稣的教训。既然最初几个世纪

全部教条的发展都是围绕着耶稣其人或他的“位格”，而不是他的教训，

那么福音的原来意思就必然受到越来越多的歪曲。因此，哈纳克写《教

条史》的目的，是要说明：教条——特别是现今已被废弃的基督论教条

——从来就不是福音的真正产物。

尼格伦则从完全不同的前提出发。作为“伦德学派”（Lundensian
Theology）的主要倡导者，他认为基督教思想史家的任务是“主旨研

究”（investigation of motifs）。其实这种研究的性质就是由它本身所特

具的哲学和神学前提所决定的。举一个例来说，尼格伦认为基督教最实

质性的主旨是“神圣的爱”（agape），而犹太教的主旨则是律法

（nomos），两者是互相对立的。由于强调这种对立，尼格伦就不能恰

当处理律法和福音的关系，这就不仅在神学上造成许多困难，而且也歪

曲了历史。尼格伦笔下的路德，对于律法的态度，已经不如这位改教者

原来对律法那样的重视了。

至于一般传统的罗马天主教史学家，则倾向于用基督教思想史来强

调说明基督教思想的连续性。正如第5世纪勒林斯的文森特所说的，只

有“那些一向都在各地为全体信徒”所信奉的（quod ubique quod semper,
quod ab omnibus），才能被认为是正统的信条。作者自己的神学观点和

价值观，对材料的选择、补缀和陈述，都起着决定作用，而这些在读者

看来，可能显得相当客观，因而使读者容易受蒙骗。

那么，本书的作者持有什么观点呢？这个问题提得有道理，也应该

坦率地回答。这样更有利于读者提出不同的意见。

作者认为，处理基督教教义的发展，必须从一个特定的神学概念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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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就是基督的真理概念——这里讲的不是真理本身，而是真理的概

念。这个真理的概念，就包含在“道成肉身”的教义之中。根据这项教

义，当基督教的真理和具体的、有限的、暂时的（事物和思想）结合起

来时，它不是消失了或被歪曲了。恰恰相反，正是当永恒和历史相结

合，上帝成为肉身，当一个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情况下能够说，“我就是

真理”时，真理——至少可以说那些传授给人类的真理——才彰示出

来。

为了说明这种真理的概念，可以举出另外两种和它互不相容的观

点，以资比较。这两种观点导致对耶稣基督其人所作出的不同的解释，

不承认“道成肉身”的教义。

第一种观点认为真理只能存在于永恒、持久和普遍之中，因此不可

能在历史的、短暂的、个别的（事物或思想）表现出来。这种看法对古

代希腊人曾发生过强大的吸引力，并通过希腊思想影响了整个西方文

化。但是这种见解，尽管很具魅力，却导致否定“道成肉身”而得出所

谓“幻影论”（Docetism）的学说（见第四章）。它虽然把耶稣基督作为

一种永恒的、持久的，甚至是普遍的存在，但是却跟福音书所告诉我们

的那位历史上的具体的人物完全不同。

第二种观点认为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因此人间根本就没有什么绝

对真理。这种真理观二三百年以来颇为流行。由于科学和历史研究的发

展，我们认识到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相对的。这种观点虽然很有吸引

力，但和基督教最根本的教义却不相容。（基督教坚称在耶稣基督这一

历史事件中，人类直接触及了全部生命和历史的根本意义；这种遭遇在

公元1世纪和在今天都是同样真切和实在的。）强调真理的相对性的观

点，可以和古代伊便尼派（Ebionism）的基督论（见第五章）联系起

来。该派虽认为耶稣是一个真正的历史上特定的人物，但和《福音书》

所彰示的，作为全部生命和历史之主的基督却完全不同。这并不是说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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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伊便尼派（Ebionites）在哲学上是相对主义者，而是说现代这种真

理观在某些方面和伊便尼派的基督论（Ebionite Christology）时常不谋

而合。

面对着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基督教肯定真理既存在并隐藏于具体

的、历史的、特定的（事物）之中，同时，在一切的历史时刻，都永不

失其真实性。对于我们这些没有“按着肉体”见过耶稣，也没有体验过当

初门徒亲觐耶稣的那种迫切感的人来说，仍然能从耶稣基督历史上的人

性看到上帝的永恒之道。我们只能从他历史上的“道成肉身”来认识这个

道，但我们知道这就是永恒之道，它过去，现在，直到将来都是我

们“世世代代的避难所”。每逢我们称奉这位道成肉身之主的时刻，它便

临到我们身上。

这种对真理与历史的关系的见解，是我们解释和评价基督教教义的

出发点。对于教义的真理，我们不能说：这便是永恒的、不变的真理，

丝毫不带着任何历史相对主义的阴影和臆测。只有当通过各项教义能使

教会感到必须面对面地绝对服从“上帝的话”（就是真理）的时刻，而且

只有在这程度上才体现出某项教义就是真理。只有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该项教义才实实在在地可作为判断教会的生活和信仰的标准。如果不是

这样，那么教义只不过是见证教会的过去的文件。至于这样的情况能否

出现，不在于我们，也不在于教义的内涵特性，而是在于来自上面（上

帝）的决定。

是不是所有的教义都是同等确实可信的呢？当然不是。而且，如果

所谓确实可信意味着和“上帝的话”完全等同的意思，那么没有任何一项

教义可以说是确实可信的。教义是教会借着人的语言企图见证上帝的话

的表现。在这种意义上说，教义是教会的宣告的一部分。正如讲道一

样，只有当上帝把教义作为宣示他的话的工具时，才能成为“上帝的

话”。但没有任何人为的努力能强使上帝用教义向人说话。



但是，既然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把他自己赐给人，并使他自己成为人

的行动的对象，而且在《圣经》和圣礼中，以间接的方式，也让这同样

的事发生，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对某一教义作出判断——当然这只是我们

的判断，不是上帝的判断。只有从《圣经》中——《圣经》是“使徒和

先知的根基”——才能找到判断教义的标准。

从另一方面讲，教义并不是自发形成的，也不是和世事毫无关系地

直接从天而降。教义构成基督教思想的一部分，它是思想的产物，又成

为后来的基督教思想的出发点。教义是在一种对抗某些主张或学说以捍

卫那一时期的中心信仰免遭侵袭的灵性生活中，根据既定的崇拜仪式和

习俗，经过长期的神学思考锻铸而成的；有时甚至还是一些政治阴谋的

产物。况且，一项教义在什么时候又如何变成一个教条，基督徒们从来

没有一致的看法。因此，我决定把这部书写成“基督教思想史”，而不

是“教条史”。因为教条史一般着重对各项教义的规范性的陈述，而思想

史则着重于说明教义的内容的由来及其如何形成被教会普遍接受的教义

的过程。

至于本书内容的组织、排列和陈述方法方面，我着眼于把它写成一

部神学研究的课本。基督教思想史家通常遵循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

按历史年代来编排，另一种是按不同的主题叙述。既然作为基督教思想

史入门，第二种方法显得不可取，对于不太熟谙这门学科的读者，这种

方法可能容易造成混乱。因为每个主题下的材料常来自不同的历史时

期。按年代编排当然可以避免这种混乱。但其缺点是不够强调每一主题

下各种神学思想的连续性。因此我将以编年史为纲，同时又力求表现某

些重要的神学主题发展的连贯性。



第二章　基督教的摇篮

根据保存在《路加福音》中的一个传说，基督教是在一个马槽中诞

生的。人们时常喜欢用素静的色调来描绘这一情境。实际上那个马槽并

不是一个远离险恶世界的安谧地方。恰恰相反，它是一个身处乱世的产

物。耶稣的父母约瑟和马利亚，由于家乡的经济情况，并遵照远从罗马

传来恺撒奥古斯都“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路加福音》2章1节）的

命令，来到大卫之城。这次户口普查的目的是为了征收税款。可以说，

耶稣所栖身的马槽实际上正处于一个到处都是动乱和哀怨的世界。

简单说来，基督教从开始就是这样的一个信息：她宣告上帝为了爱

世人而降生尘世。基督教并不是一种讲论上帝本性的永恒而玄妙的教

义，而是上帝自己化身为耶稣基督，亲临人间。基督教是“道成肉身”，
因此是很具体的，而且存在于历史之中。

离开了世界，基督教就成为不可思议的东西。因此，我们应该首先

简略地叙述基督教在其产生和发展之初时所处的世界。

犹太人的世界

基督教产生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中。耶稣一生，直到他逝世，是一

个生活在犹太人中的犹太人。他的思想和教训是在犹太人的世界观中形

成的，他的门徒也是作为犹太人来接受这些思想。后来当保罗周游各

地，向“外邦人”传讲福音时，也时常先从“会堂”中的犹太人入手。因

此，我们开始写基督教思想史，也应该先研究基督教产生时的犹太人的

处境和思想。

巴勒斯坦令人羡慕的地理位置，给那些把它称为“应许之

地”（Prom-ised Land）的犹太人带来了不少的灾难。这个地方是古代从



埃及通向亚述和从阿拉伯半岛通向小亚细亚的通商要道的交叉点，一向

都是在近东崛起的野心勃勃的大国必争之地。若干世纪间，埃及和亚述

为争夺这一狭长地带进行了残酷的斗争。当巴比伦兴起并取代亚述之

后，它从亚述手里接过巴勒斯坦，最后摧毁了耶路撒冷，并把一部分居

民流放各地。后来波斯征服巴比伦，赛勒斯（Cyrus）允许被掳的犹太

人回归故土，并将巴勒斯坦并入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大帝在伊苏

（Issus）战役中击败波斯军队，吞并波斯帝国，巴勒斯坦又归马其顿王

朝（Macedonian）统治。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病逝以后，又经过二十

多年的混战，最后他的继承人巩固了他们的势力，可是后来亚历山大的

将领所建立的两个主要王朝，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Ptolemies and
Seleucids），为争夺巴勒斯坦及其周围地区，进行了一百多年的斗争。

塞琉古终于占了上风，取得巴勒斯坦。当安条克·艾比腓尼（Antiochus
Epiphanes）说叙利亚的神祇巴尔沙明（Baal-Shamin）就是亚威

（Yahweh汉语《圣经》译为耶和华，即犹太人的神的名称——译者）

并强令犹太人崇拜巴尔沙明时，犹太人在玛迦比[Mac-cabees，或称哈斯

摩尼（Hasmoneans）]家族的领导下发动了叛乱，结果取得了宗教上的

自由；稍后，又趁叙利亚发生内讧的机会，获得政治上的独立。这种独

立，在一个新的大国崛起时就马上消失。随着罗马的兴起，庞培

（Pompey）于公元前63年占领耶路撒冷，践踏犹太人的圣殿，甚至闯

入“至圣所”。从此巴勒斯坦又沦于罗马统治之下。正是在这时期，我们

的主耶稣来到世间。

在罗马的统治下，犹太人最为乖舛难驭。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所信奉

的宗教具有强烈的排他性。除他们的“万军之主”以外，犹太人不承认有

任何“别的神”。罗马对被其征服的各族，采取尊重民族习惯的政策，也

尊重犹太人的宗教。因此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中，有一些派系，特别是

法利赛派，在政治上采取不抵抗主义，对罗马表示妥协。有几次罗马统

治者干预了犹太人的宗教事务，结果引起骚乱和暴动，迫使罗马政府又

恢复原来的宗教政策。在罗马的统治者中，虽然没有一个人能赢得犹太



人的民心，但那些对犹太人较为谅解并尊重他们的宗教习俗的执政者，

却也没有遭到坚决的反抗。因此，有些较为狡猾的总督便留心不在一般

老百姓使用的小钱币上铸印罗马皇帝的头像，也不在圣城内炫示罗马帝

国的很显眼而且强烈意味着偶像崇拜的国徽。

他们没有坚决反抗是因为犹太人是一个信守“律法书”的民族。他们

的“律法书”或“妥拉”（Torah）是犹太宗教和犹太民族的中心。“律法

书”上说，“以色列阿，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申命

记》6章4节）。现在保留下来的“律法书”是犹太教的领袖为了将犹太民

族的许多传说、遗传、习俗统一起来，精心编纂和组织形成的。

经过多年的流传，通过历次的爱国主义斗争，“律法”成为犹太民族

的象征和精神支柱。随着先知运动的衰微，尤其是公元70年耶路撒冷圣

殿遭到毁坏以后，它成为犹太人宗教生活的中心。本来祭司们编纂“律
法”，是作为管理人们日常生活和指导圣殿崇拜的法典，可是现在却出

现了一个有别于祭司的新宗教职业阶级，并且人们在精神生活中所关心

的主要是“律法”，而不再是圣殿。尽管“律法”着重的并不是具体的史

实，而是历史的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部阐述教义的书。它主要

的效用还是关于仪礼和实践方面。“律法”的编纂者并不是要说明神的属

性，他们更注意的是应该用什么仪式来崇拜神。显然不能拿这样的“律
法”在日常生活或崇拜中套用，以解决可能出现的每个具体问题。因此

需要有人对“律法”进行研究和解释。根据这种需要，文士或律法师便作

为一种新的宗教职业应运而生。

文士的职责是保存和解释“律法”。他们按不同的主张和倾向可以分

成许多派别。他们为了要说明如何将“律法”应用于各种具体情况，曾编

写和积累了大量的案例和注释资料，甚至达到异常繁琐芜杂的地步。关

于这一方面吉纳贝尔（Guignebert）有一段话值得引述：

环绕着犹太人的“律法书”发展起来的决疑术……成了一座几乎无法



穿越的茂密丛莽，只有略谙其中三昧者才能探寻其间崎岖的蹊径。如下

述这些问题，只有通晓其中奥秘的内中人才能回答：吃了母鸡在安息日

生下的鸡蛋，是否犯戒？在安息日是否可以把梯子架到鸽棚上去看看究

竟是什么在里面引起骚动？将水从一个洁净的盛器注入不洁净的盆子，

是否使水源受到玷污？如此等等。尤其烦琐的是许多关于安息日的规

定，真是满途荆棘，每个小心翼翼的犹太人都要高度警惕并善于辨识，

以免堕入陷阱。

其所以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是因为人们对圣殿崇拜的仪式逐渐不感

兴趣，犹太宗教也逐步趋向于重视人的日常生活。法利赛派经过长期的

斗争，逐渐凌驾于撒都该派之上；注重个人行为的宗教，也逐步取代了

祭祀和仪式的宗教。时常有人认为这意味着本来很活泼生动的宗教生活

的僵化，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一时期文士和律法师曾进行了大量的《圣

经》注释工作。这些注释性的资料或文献，称为《圣经探诠》

（midrashim），其中具有法律色彩的教法部分，称为《律法探诠》

（midrash halakah），其他部分，包括历史纪事和道德修养的训诲，称

为《纪事探诠》（midrash hagga-da）。

后世对法利赛人曾有许多误解。这里应该为他们说几句公道话。事

实上，《新约》之所以攻击法利赛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犹太人更

坏，而是因为他们是一些最好的犹太人，是在上帝面前人类的潜在品格

的最高表现。由于《新约》对法利赛人的攻击使他们常被认为是一伙卑

鄙的伪善者。这不仅是对法利赛主义的不公，而且也是对《新约》的误

解。

其实恰恰和人们时常想象的相反，法利赛人强调个人宗教生活的重

要性。因此比较保守的犹太人指责法利赛人是“革新派”，因为他们降低

了律法的要求。当圣殿崇拜逐渐丧失其生命力的时候，法利赛人力图把

律法作为人们日常宗教生活的指南和法规。这种信奉律法的主张给他们



招惹了许多非议，同时也成为他们反对撒都该派的根本原因。但是必须

指出，法利赛人并不是“律法主义者”，并不要求人们盲目或违心地服从

《律法探诠》中的道德戒律或仪礼规条。他们所留下的著作，大量是属

于灵性修养和道德教训方面的论述——即上面说过的《纪事探诠》。

撒都该人是1世纪犹太人中的保守派。他们只承认成文的“律
法”（即《摩西五经》）为他们的宗教权威，不承认从犹太人的传说中

发展出来的口传的不成文的律法。因此他们不相信复活、来世以及后期

犹太教中关于天使和魔鬼的种种传说，也反对预定论。在这些方面他们

和法利赛派是针锋相对的。法利赛派对上述各种教义都笃信不疑。为

此，在犹太人的《塔尔木德》（Talmud）中，撒都该派被贬称为“伊壁

鸠鲁派”（Epi-cureans）。他们坚持以圣殿和圣殿崇拜为宗教的核心，

不重视“会堂”和“会堂”中的宣教活动。因此，圣殿被毁后，撒都该派失

去其依托，日渐衰微，便不足为奇。而法利赛派因为把着重点放在“律
法”上，而不在圣殿上，自然不怎么受到这一历史事件的影响。

法利赛人力图使宗教和日常生活融合起来，这是和撒都该人不同

的。虽然他们也以律法为宗教的中心，但撒都该人只承认成文的“律
法”。而法利赛人除了信奉《摩西五经》以外，还十分重视口传的律

法。这些口传的律法，是经过许多世纪的传说和补注逐渐积累形成的。

通过这些口传的律法，可以将成文法应用于日常生活各种具体情况，并

给犹太教带来一些创新。保守的撒都该人坚决反对任何口传的律法，而

法利赛人则和文士们联合起来，力图捍卫和保存这些口传的遗产。

因此，法利赛人并不是一批伪善者。他们力图使宗教在日常生活中

更具有实践的意义。也正因为这样，他们有时不免自认为比其他的犹太

人更为高尚一点。

1世纪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教徒，除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以外，还

有许多不很为人所知的派别或团体。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艾赛尼派



（Essenes）。许多学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巴勒斯坦库姆兰

（Qum-ran）地方发现的“死海古卷”，和艾赛尼派有密切关系。因此，

我们对他们的情况，也了解得比其他派别更多些。

艾赛尼派的成员大约有数千人。他们具有鲜明的末世论倾向，强调

清规戒律。他们自认是“新约之民”。在他们看来，“新约”和“旧约”在本

质上虽无大区别，但“新约”是“旧约”的顶点和完成。当“主的日子”来到

时，“新约”的真谛才能完全为人所理解。他们认为先知的预言将在他们

那个时代应验在他们身上。因此他们怀抱着一种末世迅速来临的殷切期

待，相信不久将出现一个新耶路撒冷，并认为这就是以色列的复兴的实

现。有三位重要的人物将在复兴以色列的事业中起关键作用，即“公义

的导师”、“以色列的弥赛亚”和“亚伦的弥赛亚”。“公义的导师”已经来

了，并完成了他的任务，这种任务现在由他们这些选民艾赛尼派继承下

来。不久“以色列的弥赛亚”即将来临，他要向邪恶宣战，消灭邪恶。最

终“亚伦的弥赛亚”将在新耶路撒冷掌权，统治一切。

在艾赛尼派关于末世来临的想象中，选民所起的作用是一个重要的

因素。因此他们强调必须严格遵守仪礼上有关洁净的戒律。为了不和不

洁的人群、物类和风俗习惯接触，以免受到污染，他们避开城市和政治

经济活动的中心，退隐到一些僻静的处所。“死海古卷”的发现地库姆兰

就是他们的聚居地之一。他们集结成一些像库姆兰一样的小社群，散布

在巴勒斯坦各处。虽然他们并不都在这类社群中，由于他们热衷于严守

清规戒律的生活，殷切地期待着末世的来临，他们对这种环境，趋之若

鹜。因为只有退居在这种环境中，他们才能避开肮脏的尘世。在他们中

间虽没有明令禁止婚姻，但嫁娶一般被认为并不是好事。在日常生活

中，他们强调严守戒律。犯戒者要受到由一百多人组成的公众法庭审

讯，最严重的被处极刑。崇拜仪式有斋戒沐浴、早祷晨课和集体礼拜

等。他们不参加耶路撒冷圣殿的崇拜，因为他们认为主持圣殿崇拜的祭

司都是一些堕落的人。



“死海古卷”的发现，当初曾轰动一时，引起许多猜测，其中有些未

免言过其实。但有一部分手稿的确为我们进一步了解1世纪的犹太教提

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现在我们可以更有把握地了解和描述当时犹太

人宗教生活的主要倾向。有些材料还可作为研究《旧约圣经》希伯来文

文本的历史的佐证。此外，“死海古卷”的研究还有助于构建《新约圣

经》中某些段落的背景。例如《马太福音》18章15节以下的一段，似乎

是起源于与艾赛尼派的宗教生活相类似的风俗。

艾赛尼派是笃信启示论（apocalypticism）的众多犹太教信徒的一部

分。启示论是一种古老的宗教观和宇宙观，它可能起源于古波斯的拜火

教（Zoroastrianism，即袄教，或称琐罗亚斯德教）。在犹太人被流放期

间和以后，渗入到犹太教教义中，此后又通过犹太教而传给基督教和伊

斯兰教。启示论主张一种富有宗教色彩的宇宙二元论，认为善和恶两种

势力要进行一场最后斗争，在现世已见其开端。现在世界是由恶的势力

统治着，但在不久的将来，经过一场恶战之后，伴随着翻天覆地的灾

变，上帝终将战胜邪恶，带来一个新的时代，并亲临在人数早已预定的

选民中掌权。那时，那些备受迫害的信徒知道他们苦难的日子即将结

束，得到慰藉而振作起来。犹太教的启示文学，最重要的有《但以理

书》（Daniel）、《以诺前书》（I Enoch），和《巴录启示录》

（Apocalypse of Baruch）等。这些启示文学对早期基督教徒很有影响。

《新约·启示录》就带有强烈的启示论色彩。笃信启示论的犹太人所常

用的“人子”这个称呼，在《新约》中很早就用来作为耶稣的特称。

以上所述，可以作为耶稣时期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各种派别及其主

张的缩影。尽管他们派别很多，主张也不尽相同，但应该看到犹太教基

本上是一个统一的宗教。他们都以律法、圣殿为中心，怀抱着末世论的

期望。虽然法利赛和撒都该派关于圣殿在群众宗教生活中的地位或律法

的范围等问题，各有不同的主张，但这不能掩盖一个基本事实：犹太人

都把圣殿和律法作为犹太教的中心。在这一点上，各派间并没有直接的



矛盾。不过由于法利赛人认为，虽然圣殿崇拜只能在耶路撒冷举行，但

人们对律法的遵守，随处可以做到。在法利赛人这种主张的影响下，对

律法的遵守在犹太人的宗教生活中逐渐凌驾于甚至代替了圣殿崇拜。因

此，当公元70年圣殿被毁之后，犹太人的宗教重心仍然没有动摇。

另一方面，尽管1世纪巴勒斯坦的犹太教分裂为许多派别，但这并

不意味着它已经衰退。恰恰相反，各种不同派别和不同解释的存在正好

说明当时的犹太教是充满着活力的。还应该指出，所有这些派别都严格

信奉犹太教的两个最根本的信念，即伦理一神论和对弥赛亚的末世论期

望。以色列人很早就相信一位公义仁慈的上帝。由于上帝本身是公义

的，因此他要求他的子民也必须公正圣洁，不仅在仪礼上，而且在社会

关系上都应如此。尽管有许多派别，这种伦理一神论始终是犹太教的核

心。还有一点，这个民族在历史上曾遭受多次无情打击，使他们不得不

仰仗上帝的仁慈和正义，希望也因此成为犹太人宗教的中心支柱。虽然

提法不同，他们都期待上帝把他们从政治上和道德上的灾难中拯救出

来。这种得救的希望在不同的时期可以具有不尽相同的含义。有时是盼

望弥赛亚的出现，有时又把希望寄托在一位被称为“人子”的神人身上。

弥赛亚的期待时常和复兴大卫的国度连在一起。弥赛亚将复兴以色列

国，并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执政为王，但启示文学中常见的“人子”的形

象，却代表着另一位比弥赛亚更具广泛意义的人物。他不是要在这个世

界上建立大卫的统治，而是要开创一个新时代，一个新天地。“人子”不
像弥赛亚，而是来自上界的神人（celestial being）。他将使死人复活，

并施行最后的审判。经过多年的流传，这两种倾向逐渐汇合在一起。到

了1世纪，许多人认为弥赛亚的统治就是当时那个时代的末期，接着将

由“人子”来建立新的时代。总之，犹太人始终是一个抱有希望的民族。

因此，把他们的宗教说成一种纯粹的律法主义，是完全错误的。

犹太教还有另一个方面，后来成为基督教三一论教义的支柱之一。

这便是关于智慧的观念。在拉比的犹太教中，“智慧”似乎还没有发展到



位格化的程度。但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后来基督徒认为基督——或有些

人认为圣灵——就是《旧约》中所说的“智慧”。

当时犹太教并不只流传在巴勒斯坦。犹太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埃

及、叙利亚、小亚细亚以及罗马各地，都形成许多聚居的社群。这些犹

太人，和他们从“外邦人”（指血统上不属于犹太民族和本来不信犹太教

的人——译者）中吸收加入犹太教的教徒，合称为散居的犹太教徒

（Diaspo-ra）。在1世纪的犹太教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对基督

教的形成和早期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散居的犹太人并没有被居留地原有的民族所同化。他们自己形成一

些与众隔离的群落，在当地民政当局管理下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像

在埃及这些地方的散居犹太人聚居地，他们常集中住在城市的某一地

区。这不是出于被迫，而是他们宁愿如此，以便选举自己的地方政权，

设立会堂，学习“律法”。罗马帝国也给予他们某种法律上的认可，并制

定一些尊重他们风俗习惯的法律，例如禁止在安息日强迫犹太人工作

等。这样，这些犹太人的社群实际上成了一种“城中之城”，拥有自己的

法律和行政机构。这并没有什么奇怪，而是当时在罗马帝国常见的。同

时，这些犹太人虽然散居在帝国境内各地，但他们以“律法”和圣殿为纽

带，仍然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有些人虽终生从未踏上巴勒斯坦故

土，但所有年满二十岁的成人，每年都为圣殿献上一笔捐款。此外，他

们还把留居巴勒斯坦的犹太领导人奉为整个散居各处的犹太人的领袖，

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甚至到公元70年圣殿被毁，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被

驱散，这些领袖的权力日渐削弱以后，仍然如此。

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散居的犹太人间，几乎从一开始就出现某

些差异。其中最重要的是语言上的差异。不管是在巴勒斯坦或是散居各

地，希伯来文的使用逐渐被废弃，因此他们感到对《圣经》原文的理解

也越来越困难。可以想象，散居各地的犹太人比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



的希伯来文忘记得更快些。起先，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通过口译，后来又

用文字，逐渐把《旧约》译成亚拉米文（Aramaic）。稍后，在散居各

地的犹太人后裔中，由于希伯来文逐渐失传，当地的语言取而代之，其

中主要是希腊语，因为这是当时官方和商业上日常使用的语言。在亚历

山大城，犹太教在语言方面的希腊化可以说达到了顶点。这里是希腊文

化的重要中心之一。住在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想使他们的宗教能被他们

周围那些有教养的人所理解和接受。根据这种需要，便出现了称为“七
十士本”的《旧约》希腊文译本（Septuagint）。

根据一个古代的传说——约于公元前2世纪末这个传说第一次出现

在《亚里士提亚斯书信》（Letter of Aristeas）中——这部希腊文译本产

生于埃及。当时托勒密二世腓拉德尔夫斯（PtolemyⅡPhiladelphus，公

元前285—前247）从巴勒斯坦请来七十二位长老，代表以色列人的十二

支派，每个支派六人，从事翻译犹太人的“律法”。后来，为提高这部译

本的权威，这个传统变得越来越复杂离奇。据说这些长老们都是分开单

独进行翻译的，最后把他们的译文集中比较，竟发现所有各种译本都完

全相同，一字不差。因此它被称为《七十士本》（Septuagint），即

《七十二长老译本》（Interpretatio secundum septuaginta seniores）的简

称，习惯用罗马数字LXX作为代号。

撇开传说，从历史上说，这部称为LXX的希腊文《旧约》译本并不

是一次译成，而是经过许多人的，长达一百多年的努力逐步完成的。翻

译的目的和所采用的方法也各不相同。有的是逐字逐句直译，简直佶屈

聱牙，难解其意；有的却过分自由，甚至与原文相去甚远。最初译成的

是《五经》，很可能如传说所讲的，是托勒密二世在位时完成的，但其

译文也极不统一，分明出自多人之手。其他各卷译成的时间较晚，到最

后才编成《七十士本》，包括现在的《旧约圣经》全部和一部分《次

经》。



从好几个方面看来，LXX具有很重要的价值。从事《旧约》经文考

证的学者利用它来重新恢复希伯来文古本的原文。研究拉比释经法的人

又从中可以看到LXX的译者所采用的各种方法。对于我们来说，它可以

为研究新生的基督教的背景提供重要的资料。

LXX对希腊化犹太人思想体系的形成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要把古

代希伯来人的概念转译出来，必须使用一些希腊词汇，而这些词汇往往

含有一些意义，是希伯来思想原来所完全没有的。稍后的犹太释经家要

理解希腊文《圣经》，就必须研究希腊古典时期的著作和后期希腊作品

所用的词汇含义。此外，受过教育的异邦人能够通过LXX阅读《圣

经》，并就《圣经》的意义和价值与犹太人展开讨论。犹太人为了要战

胜他们的论敌，就必须熟悉当时的哲学著作，并用这些哲学思想来论证

《圣经》的优越性。他们甚至声称有些著名希腊哲学家的最精湛的思想

是从《圣经》中剽窃来的。

在基督教早期历史中，LXX起了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最早的基督

教作家，包括《新约》各卷几乎所有的作者在内，所用的《圣经》就是

LXX。由于早期基督徒几乎把LXX看成是基督教自己专用的经典，2世
纪有一个名叫阿居拉的犹太人认为有必要再另译一部供犹太教徒使用的

希腊《旧约》译本。此外，LXX是《新约》希腊文的模本，是研究《新

约》希腊文的主要工具之一。“《新约》的白话希腊文（NT Koine）不

只是1世纪时一个东方民族的希腊语；其中的宗教词汇，终究不是来自

希腊世界，而是通过LXX希腊文这个媒介而得之于《旧约》的希伯来人

的世界。”

从LXX中还可以看到大流散时期的犹太人——尤其是住在亚历山大

城的犹太人——的思想特征。当时他们热衷接受后期希腊文化。他们认

为有必要证明：犹太人的文化并不是如同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粗野不文

明，犹太的文化和真正的希腊思想是有着密切联系的。用公元前1世纪



一位犹太作家亚历山大·波利希特尔（Alexander Polyhistor）和他所引述

的作家为例：迪米特里乌斯（Demetrius，公元前3世纪）运用亚历山大

学派隐喻法讲述犹太诸王的历史；尤波里莫斯（Eupolemus，公元前2世
纪）

认为摩西创造了字母表，腓尼基人是从犹太人那里学来的，后来又

把它传给希腊人；阿塔番奴斯（Artaphanus，公元前3世纪）甚至坚称亚

伯拉罕把占星术传授给了埃及的法老，摩西创立埃及的艾比斯（Apis）
和爱西斯教（Isis，古埃及拜牛教——译者）。公元前2世纪中叶有一位

阿里斯托波罗斯（Aristobolus），曾写过一本《摩西律法诠释》

（Exegesis of the Law of Mo-ses），把希腊哲学中的精华全部都说成是

得自犹太人的《圣经》。上面提过的《亚里士提亚斯书信》企图赋予

LXX以神圣的权威。从这些例证就可以窥见分散各地的犹太人在后期希

腊文化影响下的思想倾向和精神面貌。

在这些力图把犹太人的传统与后期希腊文化调和起来的人物中，最

突出的是与耶稣同时代的亚历山大城的斐洛（Philo of Alexandria）。他

把犹太人的《圣经》阐释得和柏拉图“学园”派的哲学没有矛盾。在他看

来，《圣经》的教训和柏拉图主义实际上是相同的，不过《圣经》使用

的是寓言。聪明的诠释者的任务就是把《圣经》的寓言所包含的永恒真

谛揭示出来。斐洛指出，柏拉图和他的学园派学者，其年代远在摩西之

后。可以认为正因为他们学贯古今，也必然接触过犹太人的《圣经》，

他们学说中的精华也正是从《圣经》得来的。斐洛所处的学术环境对他

的有利之处，是他可以利用当时盛行的寓意法来解释《圣经》中最艰涩

难懂的部分。上面提过和LXX来源有关的《亚里士提亚斯书信》就使用

过这种方法来解释《圣经》。下面我们还要提到，这种寓意释经法是基

督教亚历山大学派的特征之一。斐洛采用这种方法，既可以肯定《圣

经》的启示是绝对无讹的，同时，在遇到一些难以和柏拉图主义调协的

段落时，又可以摆脱困境，自圆其说。可以引述下面斐洛如何阐释上帝



对亚当的诅咒的话，作为例证。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创世记》3章18节）。不仅如

此，从一个愚昧人的心灵，除了那些驱使他并使他受创伤的情欲之外，

还能长出什么来呢？《圣经》用形象的笔法，采用荆棘这个名称……将

各种情欲称为“蒺藜”或“三钩刺”，因为每种情欲都有三个方面，即情欲

本身、引起情欲的因由和情欲的后果。例如：喜悦、可悦之事物、快

感；欲望、所望之物、期愿；悲伤、可悲之事、伤感；惧怕、可怕之

事、恐惧。

用这种方法来解释《圣经》，有时的确颇实用，但这毕竟不是《圣

经》原义的解释，而只是为了使《圣经》在希腊化思想中更容易被理解

和接受而已。应该指出，斐洛并不否定“律法”的历史真实性和字面上的

意义——如果连这些都否定了，那就等于对犹太教的背叛。他所强调的

是，除了字面的意义以外，“律法”还具有更深的寓意。

斐洛的上帝观是柏拉图美的理念和《旧约》中先祖和众先知的上帝

观的混合物。在他看来，上帝是绝对超然的，在上帝和世界之间不存在

任何直接的联系。而且上帝作为造化者，又是高于善与美的理念的。上

帝是原发的存在，因此不存在于时空之中，而时空却存在于上帝里面。

斐洛认为，既然上帝是绝对超然的，而且为了更加迎合柏拉图的学

说，他还认为上帝是恬澹无情的，那么为要说明上帝和世界的关系，就

需要有一些中介。最主要的中介是“逻格斯”或“道”。上帝在创造世界以

前先创造了“逻格斯”。这个“逻格斯”既是上帝的形象，又是他造化的工

具。万物的理念——按照柏拉图理念论的意义——都具备于“逻格

斯”中，它实际上代替了柏拉图所说的“造物神”（demiurge）。此外，在

斐洛的“逻格斯”学说中还掺杂着一些斯多葛主义的因素。他认为“逻格

斯”就是万物赖以构成的“理性”。为要阐明“逻格斯”就是“造物神”，又是

万物内在的“理性”这种双层作用，斐洛把“逻格斯”或“道”区别为“内在之



道”和“表述之道”两种形式。这两者的区别相当于存在于思想中的语言

和说出来的语言之间的区别。“内在之道”就是理念的世界，而“表述之

道”或“外在之道”则相当于构成物质世界的形式的“理性”。

应当指出，这种逻格斯的性质，和“第四福音”（即《新约·约翰福

音》——译者）中的“道”不同。斐洛所说的“逻格斯”既有别于上帝，又

次于上帝。它是基于肯定上帝是绝对超然的理论。根据斐洛的理论，神

和世界没有任何直接关系。这些思想，是“第四福音”所完全没有的。

（《约翰福音》开宗明义说，“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

斐洛典型地按照柏拉图主义的思想，主张人的最终目的是“得见上

帝”。人不可能理解上帝，因为“理解”意味着以某种方式而拥有。但是

有限的人永远不能拥有那无限者。不过人却有可能通过某种直接的直

觉“看见上帝”。在这种“看见上帝”的经验中，人超脱他自己而进入神秘

的“入定”境界。

这种“入定”的神秘经验，是一系列绵长而逐步上升的过程的顶点和

目标。通过这种过程，人的灵魂得到净化。对每一个人来说，躯体是灵

魂的稳定体，理性和感觉是互相对立的。所谓净化就是摆脱情欲，把灵

魂从躯体的樊笼中解放出来。在这方面斐洛秉承斯多葛派所创立的以恬

澹寡欲为人生目的的学说，但斯多葛派把这种情欲的消失当做一种道德

修养，而斐洛则认为这是引到“入定”境界的途径。

虽然这些都是作为《圣经》的注释提出来的，但实际上其中许多并

不符合《圣经》的原意。寓意法的缺点就在于此，它很容易导致曲解

《圣经》的原意。下面我们将看到，2、3世纪盛行于亚历山大的基督教

神学，最大的弊端，也正在于此。

最后，在结束对1世纪犹太教的介绍以前，应该提到当时在犹太教

中已出现的一些原始诺斯底倾向。这可以从《圣经探诠》中看出来。这



些诺斯底倾向，是从启示文学中的二元论演化出来的。这些启示论的信

徒看到他们所殷切期待的结局终于没有来到，便转向一种超历史的拯救

法以寻求慰藉。他们围绕着“上帝的宝座”进行一系列的冥思臆测，创造

了一种所谓“宝座神秘主义”（throne-mysticism）。但是要确定犹太教中

的这种诺斯底主义的真正源头，要确定究竟有哪些成分是从启示主义中

土生土长的，还是要通过启示文学而追溯到波斯的二元论，以及要确定

有哪些是受到外来的或基督教的影响，现在还很难作出结论。早期的犹

太化诺斯底主义最著名的代表是2世纪的厄尔克赛（Elxai或作Elkesai或
Elchasai）。在他身上可以看到明显的基督教的影响。无论如何，既然

当时已存在着这种思辨神秘主义的派别，可以断定，1世纪的犹太教并

不是从古远的年代残留下来的僵化的遗物，而是一种富有生机的运动，

而且还产生一些饶有兴趣的结果。

希腊罗马的世界

为了便于授课，我在前面先把犹太教从基督教所产生的希腊罗马世

界的其他地区分开来叙述。实际上在公元1世纪，整个地中海盆地在政

治上文化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亚历山大大帝的征讨将希腊思想广

传遐迩；其后罗马帝国又渐趋巩固，形成了一种促进帝国境内各民族统

一的普遍性的文化，同时各地区还保留自己的重要特点。

在这时期，希腊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亚历山大的武功（公元前

334～前323）既推动了这些变化，但从另一方面看，又应归功于这些变

化。亚历山大以前，从荷马到亚里士多德的整个历史时期，希腊思想经

历了一场深刻的变化。如果没有这种发展，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的征讨

事业是不可想象的。古代的希腊思想是一种典型的贵族意识形态和种族

主义思想。一切非希腊民族都被下了“蛮族”的定义，因而是卑劣的。随

着各部族和集团间日益频繁的交通和商业的发展，这种排他性逐渐减弱

了。柏拉图既肯定一切的人都是自由的，但又认为在希腊人和蛮族之间



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亚历山大怀抱着将全人类都统一于一个单一的帝

国和文化之中的愿望，把希腊思想的这种排他性大大缩小了。从他以

后，希腊人只是在文化教养上而不是从种族上自认为优于其他蛮族。希

腊哲学所关心的，不再是像柏拉图时代那样，讨论公民应如何参加怎样

的生活。这种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正是

后期希腊思想区别于古典希腊思想的标志之一。

但是亚历山大所征服的，并不是一些文化空白区。他所席卷的地方

包括一些具有悠久文化的国家，像埃及、叙利亚、波斯和亚述。这些国

家早在亚历山大以前就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被征服之后，当地原来的

文化便被淹没，可是几个世纪以后，经过一番改造，又重新兴起，甚至

超越其原来的疆域广为传播。

这种古代近东文化的复兴正好发生于基督教兴起的公元1世纪。因

此，我们研究作为早期基督教背景的后期希腊文化时，既要看到后期希

腊哲学的影响，同时也不应忽视某些正在向西方传播的东方宗教。除了

这些文化和宗教的因素以外，还应考虑到罗马帝国这个政治和行政上的

因素。

希腊哲学在亚历山大东征以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曾经当过亚历

山大太傅的亚里士多德，已不那么受重视了，但也没有被完全忘记。逍

遥学派被提阿法拉司多斯（Theophrastus）和斯特拉图（Strato）继承下

来。可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在重要性上已屈居于植物学、音乐和其

他学科之后。

柏拉图的“学园”还继续存留着，直到公元529年才被查斯丁尼（Jus-
tinian）封闭。因此，柏拉图思想在后期希腊一直产生着重大影响。实

际上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他的“学园”以外。例如亚历山大城的博物馆，虽

然是根据逍遥学派法勒罗斯的迪米特利乌斯（Demetrius of Phaleros）的

建议而创立的，但不久柏拉图思想就在该馆占主导地位，而且该馆成为



该派的主要堡垒。

因此可以说，后期希腊文化虽然没有完全摆脱亚里士多德的影响，

可是溯源于苏格拉底的柏拉图学说对这一时期的哲学有更大的影响。但

在某些方面，柏拉图主义也并不比亚里士多德主义更能顺应时代的潮

流，特别是在对待政治形势方面。这一方面，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

想都是按照古代希腊城邦的模式塑造的。它们的目的，与其说是追求个

人利益，毋宁说是寻求公共福利。虽然，所谓公共福利，说到底，尤其

是对柏拉图来说，最终的目的还是个人的幸福。但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

德看来，一个个人，作为城邦的公民，在世界和社会上的地位，是或多

或少有了保证的；他的宗教和道德义务也是由长期的传统所规定的。因

此，人们尽可以自由地思索探讨，把伦理学作一种哲学来处理。可是到

了亚历山大时期，出现了一种世界性的社会，个人被淹没在广大的世界

中，各种神祇互相竞争，行为的准则受到新风尚的挑战。在这种情况

下，需要有一种不仅是把人作为个人看待，而且能为人们提供日常生活

准则的哲学。这样的一种哲学不能局限于古代城邦制度的格局，也不容

许在希腊人与蛮族之间划分严格的界限。在某一时期内，斯多葛派和伊

壁鸠鲁派的学说似乎还能满足这种需要。后来，随着对古代神祇信仰的

崩溃，出现了要求用哲学来代替宗教的形势，正如在人类历史上时常见

到的那样。因此，像新柏拉图主义那样的一些具有宗教色彩的哲学体系

也就应运而生了。

在这里我们不可能详述整个古典希腊时期和后期希腊文化中的哲

学。但必须指出各派哲学对基督教思想有过影响的一些重要因素。

在古代哲学家中，对早期基督教思想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柏拉图。

特别是他的两个世界论、不朽论、灵魂先在论、回忆认识论和关于善的

理念等学说，对我们更为重要。

有些基督教学者用柏拉图两个世界的学说来解释基督教神学中关



于“世界”和关于“天和地”的教义。用柏拉图哲学可以论证我们周围的物

质世界并不是最终的实体；在这以外还另有一些更有价值属于另一体系

的实体。不难理解，这种学说对当时受迫害的教会是很有魅力的。有些

基督徒由于接受这种学说，对现实的物质世界采取否定上帝创造的教

义。尤其是因为在柏拉图的哲学中，带着从伦理上来区别这两个世界的

倾向，认为可见的世界是邪恶的处所，只有理念的世界才是人类生活和

道德所追求的目标，这就更加强了基督教某些派别中轻视尘世的倾向。

柏拉图的灵魂不朽论很早就受到基督徒的重视。他们企图从希腊哲

学中寻找基督教关于来生的教义的依据。既然柏拉图都肯定灵魂是不朽

的，那么异教徒又何必嘲弄基督教关于来生的信念呢？其实用这种论证

来为基督教辩护的人，并没有认识到柏拉图思想体系中，来生并不是上

帝的一种恩赐，而是人里面固有的神性自然发展的结果。柏拉图主张灵

魂永生和躯体永死，因为他认为只有灵魂才能永远存在。他不仅承认灵

魂不朽，而且还可能承认灵魂的先在和轮回。这些主张都是基督教所没

有的。可是在基督教思想家中，由于热衷引用柏拉图哲学来阐述他们的

新的信仰，而把这些主张的一部分或全部都纳入他们教义体系中，也不

乏其人。

柏拉图的认识论立足于对感性知识的怀疑。他认为只靠感觉不可能

达到真知。并不是感觉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它所提供的知识仅限于物

质世界，而不是理念。真实的知识只能是理念的认识，因此感觉就不足

以作为达到真知的途径。柏拉图用回忆论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就不得

不肯定灵魂的先在。基督教的主流从来没有承认灵魂先在，因此当然也

不接受这种回忆论的认识论；可是对感知的怀疑和不信任却在基督徒中

很受欢迎。后来通过奥古斯丁的认识论，这种怀疑论在基督教思想中长

期处于统治地位。

最后，柏拉图的“善的理念”对基督教上帝观的形成也有明显的影



响。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提到世界是由一位神工巧匠或“造物

神”创造的。这位“造物神”模仿“善的理念”的美，把形式赋予本来不具

形式的质料。柏拉图是否把这种说法作为一种神话，我们可以不管，但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这种说法对早期的基督教产生极大的影响。可以

把《蒂迈欧篇》和《创世记》加以比较。这两部书有一个共同的主题。

柏拉图把“善的理念”和“造物神”或创造宇宙的巧匠加以区别，将上帝和

创造者判为二者，这是《圣经》中所没有的。但这种思想却在一些神学

家心中引起了深刻的反响。他们既主张上帝是淡漠不动情的，同时又坚

持上帝对世界的能动作用。由于柏拉图的这种主张，和他的《对话》中

所表露的一神论思想，后来有些基督教神学家常喜欢把柏拉图用以描

绘“善的理念”的词语用来称述他们的上帝，例如说上帝是淡漠无情的、

无限的、不可思议的、不可描述的，等等。

斯多葛主义对基督教思想发展的影响，仅次于柏拉图主义。其中重

要的是关于逻格斯的理论、崇尚道德的主张和有关自然法的学说，这些

都给基督教思想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根据斯多葛派的主张，宇宙是受逻格斯或“宇宙理性”所支配的。这

个逻格斯不单是一种外在压力，而且是存在于万物本身结构中的理性。

人的理性是宇宙理性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才具备知晓和理解的能力。一

切理性和能力都来源于并存在于这种称为“道种”（Seminal logos）的理

性。逻格斯的概念起初并不包含什么玄妙的理论。后来和柏拉图思想相

结合，才成为一种宗教哲学，像斐洛的学说那样。基督教“逻格

斯”（或“道”）的教义，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中发展起来的。

在斯多葛派中，逻格斯的学说本来只是他们的道德哲学的一个组成

部分。其之所以对某些基督教思想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是因为它注

重逻格斯学说。既然有一个宇宙理性，那么在一切万物间也必然有一种

自然的秩序，而且最重要的，在人类生活中也一定存在着一种自然秩



序。斯多葛派把这种秩序称为“自然法”，并认为所有的人心里都铭记

着“自然法”。只要遵守这个法，便成为有德之人。起初，斯多葛主义似

乎只是一种少数的精英集团的信念，因为他们把“智者”和“愚者”严格划

分开来，其间的区别是固有的、永不改变的。后来这种区别逐渐松弛而

变得灵活了。当它和基督教接触时，斯多葛主义已成为当时帝国境内流

传最广，最得人心的哲学体系之一。当基督教徒由于强调简朴生活而遭

受嘲弄时，他们把斯多葛主义视为一种联盟者，尽管基督教那时还遭受

当代最著名的斯多葛派代表人物马库斯·奥里利厄斯（Marcus Aurelius）
皇帝的迫害。许多基督徒认为斯多葛主义关于自然法的理论也可以作为

基督教伦理学的基础。这样，便在当时的最高道德准则和基督教教义之

间架设起一道桥梁。不过，这么一来，人们不禁要问，那么，基督教的

信息，究竟还有什么独特和崭新之处？

关于新柏拉图主义，我们将留到后面再讲，因为它是在公元2世纪

才流行起来的。至于后期希腊哲学的其他派别，对基督教影响并不很

大。伊壁鸠鲁派早在基督教出现以前就已失去其号召力；而且这两者相

去太远，不易互相影响。怀疑主义学派虽然还未泯灭，但只是流行于少

数人中，而且缺乏积极的思想，因此对其他流派也影响较小。亚里士多

德哲学的逻辑学和关于“非被动的原始推动者”（“prime unmoved
mover”）的学说，还是很有影响的，不过这些已被当时的柏拉图主义

——又称中期柏拉图主义——所吸收。因此，可以说，亚里士多德对早

期教会的影响，是通过像斐洛这样的一些具有柏拉图主义色彩的思想体

系而起作用的。

应该看到，公元1世纪的文化特征之一，是哲学上的折衷主义，即

对各派思想的某些内容兼收并蓄。各派哲学都互相影响，以至有时很难

在它们中间划清界限，就连柏拉图派和斯多葛派这两个壁垒比较分明的

学派，在基督教诞生后的头几个世纪，也很难指出谁是单纯依附于某一

派而没有吸收另一派的某些主张。奥古斯都时期在亚历山大城出现



的“折衷学派”中，这种倾向表现得最为突出。其实远在这时期之前，各

派哲学中就已经存在着这样的趋势。例如斯多葛派中有西顿的波伊丢斯

（Boethus of Sidon，公元前2世纪）、柏拉图派中有拉利塞的斐洛

（Philo of Larissa）和阿实基隆的安提阿哥斯（Antiochus of Ascalon，公

元前1世纪）、亚里士多德派（Aristotelianism）中有盖伦（Galen，公元

2世纪）。这种思想上的东拼西凑的倾向还表现在当时的宗教上的调和

主义中，这种调和主义把各种不同的宗教以及可以从宗教角度理解的各

派哲学思想混合起来。这些我们将在稍后再做讨论。

在这一时期，只有极少数有条件的人研究纯哲学。在整个罗马帝国

境内，一般受教育的人大多不过是涉猎一点语法和修辞学。他们所接触

的各派哲学，也不过是从修辞学的练习中偶尔引用的一些有关哲学段

落，或从一些礼赞汇编中读到的各家哲学著作的摘录。有些早期基督教

作家虽然也被誉为“哲学家”，其实他们对古典哲学的知识也不过是从这

些礼赞摘录中得来的。可以认为，缺乏对各派哲学的深刻研究，也助长

了这一时期的折衷主义倾向。

要了解早期基督教发展的背景，不仅要懂得后期希腊哲学的各种流

派，还应该知道当时人们信奉些什么宗教。最初基督徒接触到的并不是

荷马史诗中的奥林匹克宗教。早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以前，在希腊除了

奥林匹克诸神以外，还有其他各种形式的“神秘宗教”，其中最典型的是

伊留申（Eleusine）神秘教。这些教派的流行并不是希腊特有的现象，

而是随着民族宗教的衰落，逐渐代之而兴起的一种宗教热情的普遍表

现。

民族宗教的特点，在于它具有一种集体性，以及民间崇拜的神祇与

某一民族通常具有一种密切关系。因此，当一个民族和其他各族相混

杂，经过同化而丧失其民族特点时，或在社会中个人相对于集体的独立

性达到了某种程度时，民族宗教就难以继续保持下去。埃及丧失其民族



独立之后，古代埃及宗教就不能保持它原有的面貌。同样，随着个人主

义的日益发展，古希腊的宗教也不能不发生变化。因此，与民族宗教很

不相同的神秘宗教在后期希腊便泛滥起来。

很显然，古代的生殖仪式是许多神秘宗教的起源，这些生殖活动，

常处于仪式的中心。甚至像所谓“粗犷的狄奥尼索斯酒神节”（“rustic
Diony-siacs”），尽管它的起源难以追溯，还是保留着某些象征性的动

作，使人想起最初狄奥尼索斯曾被作为一位生殖之神来供奉。年复一年

万物死而复苏的奇迹，四季的运转，埃及尼罗河的泛滥，都对神秘宗教

的发生起过重大的作用。神在冬天死了或引退了，但一到春天，又带着

使万物蕃息的珍贵礼品回到人间。于是产生了有关大自然死而复苏的神

话，这些神话常和神的死生联系起来。在这基础上又产生个人可以和神

同死同生的说法。

神秘宗教除了带有浓烈的神话色彩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它与

民族宗教不同，很强调个人的因素。加入神秘宗教不能凭家庭出身或血

统关系，而必须由信者本人履行一种特殊的仪式入教。这种入教仪式对

一切教外人都严守秘密，因此外人无法知晓其中的详情细节。我们只知

道通过这种仪式，初入门的教徒自认为可以获得神性，具有神力，与神

融合而永生不死。正是由于神秘宗教强调个人经验和严格保密，因此易

于超越民族界限而自由扩散。例如埃及的伊西斯（Isis）和奥西里斯神

（Osi-ris）曾传到西班牙；起源于弗吕家（Phrygian）的亚底斯和区伯

列教（Attis and Cybele）流行远达罗马。入教者时常在不致泄密的限度

内向人们讲述他们在教中所经历的感受。这样，更促使这些宗教逐步扩

展，互相掺和。

最后，应该指出，在这些神秘宗教中常流行一种集体进餐仪式，通

过饮食使参与者摄取神质，共具神性。在色雷斯曾流传着一个教派，其

信徒集体参加狩猎，然后举行狂饮宴——这可能是希腊狄奥尼索斯酒神



节的滥觞——他们如醉如狂地撕裂和吞噬还颤动着的野兽的尸体。他们

相信通过这种仪式可以摄取动物的生命活力。又如在古代的一些狂欢节

（bacchanales）中，人们认为吸饮酒浆可以招致酒神巴克科斯

（Bacchus）附身而长生不死。

我们不知道这些宗教的详细特点和秘密仪式。在我们看来，这些宗

教可能显得很奇异，但对于后期希腊的信众却具有很大的魅力。特别是

像米特拉教这样的一些教派，当时甚至成为基督教传教运动的劲敌。其

所以能博取群众的欢迎，一般说来，可以用这种宗教的秘传特点来解

释。在一个充满着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意识的时代，人们对强调集体的

民族宗教感到不满，而神秘宗教则对所有不分种族的个人具有强烈的感

染力，投合当时的潮流，因此能得以广泛流传。这些神秘宗教的主要特

点使教外的人无法了解它们的真面目。虽然我们难以体会这些信徒在教

中的真实感受。但我们至少可以理解，当时有不少人从这些宗教中找到

了心灵的归宿。

至于神秘宗教和基督教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学者间所见各异。20
世纪初有些人认为所有各种神秘宗教都属于一个以一种共同的“神秘神

学”为基础的统一体。基督教也是其中的一个流派，或是一种受神秘宗

教影响很深的独特的宗教。根据当时一般学者的意见，基督教从神秘宗

教吸收了关于神的受难、死亡、复活等概念，基督教的洗礼、圣餐以至

圣职制度等，还有许多其他细节，都起源于神秘宗教。但近数十年来经

过对神秘宗教的进一步研究，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共

同的“神秘神学”——至少在1世纪是没有的。恰恰相反，几乎各种神秘

宗教都互不相同，以至连“神秘神学”究竟指的是什么，也很难说清。而

且神秘宗教是在公元2、3世纪以后才达到极盛时期，而且只是到那时大

部分与基督教共同或相似的特点才出现。因此，与其说基督教曾受到神

秘宗教的影响，还不如倒过来说，是基督教影响了神秘宗教。而且我们

现在知道，在这时期，许多异教也曾力图模仿基督教这一具有活力的新



生宗教的特点。当然，这并不是完全否认基督教也曾受到神秘宗教在某

些方面的影响。例如基督教所重视的圣诞节，12月25日，这个日子原来

就是米特拉教的重要节日。基督教把它定为基督的诞辰，是3世纪末或4
世纪初的事。基督教在这么迟的时候才采取这一新的决定，是因为这时

她本身的许多主要特征已经定型了，而神秘宗教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达到

鼎盛时期，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如果说神秘宗教曾对基督教起过什么影

响的话，这种影响也只是很肤浅的。

后期希腊宗教还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这就是皇帝崇拜与调和

主义。

皇帝崇拜并不起源于罗马，而是东方宗教侵入罗马的另一例证。古

代埃及人崇拜法老，波斯人匍匐在他们的君王座前；希腊人崇奉他们的

英雄人物——这些都可以认为是罗马的皇帝崇拜的根源。当时整个地中

海沿岸都融会在一种或多或少可以说是统一的文化中，各地风俗习惯通

过交流而互相影响。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东方，也接受各地臣民对其统治

的崇敬，很自然被尊为神明。尤里乌·凯撒（Julius Caesar）和后来的马

可·安东尼（Mark Antony），以及屋大维（Octavius）等，在埃及都被

敬为神。不过罗马统治者对这种过分的做法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屋大

维虽然在近东地区接受人们的崇拜，但在罗马和对罗马人，却只是以元

首奥古斯都自居。在罗马，一个大人物只有死后才能称神——正如苇帕

芗（Vespasian）在临终前所说的：“啊！我觉得我即将成为神明！”而
且，即使这是当时的习俗，也还是免不了受到批评。许多罗马贵族对此

常持诘难态度，因为他们反对东方的风俗和宗教的入侵。同时，群众对

这种皇帝崇拜也表示冷淡，因为这种仪礼不能满足他们精神生活的需

要。由于这种种原因，皇帝崇拜在西方经历了许多年才逐渐确立。有些

皇帝对这方面的重视远胜过臣民。总之，在希腊罗马世界中，这种崇拜

始终没有成为群众宗教生活中的重要因素。它之所以成为罗马政府与新

兴的基督教之间的矛盾焦点之一，那只不过是因为前者把它当做政治上



是否效忠罗马的一个标志。

后期希腊文化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宗教上的调和主义或混合主义

（religious syncretism）。当时的地中海周围各地，在文化、商业以及政

治上连成一片，必然导致各地区诸神的交流等同。有些人认为伊西斯

（Isis）、阿佛洛狄忒（Aphrodite）和得墨忒耳（Demeter）是同神异

名，也有人把宙斯（Zeus）和塞剌庇斯（Serapis）融合起来。神秘宗教

本来就接近多神教，因此，任何其他宗教的神祇，只要有些被认为有可

取之处，都可加以采纳或承认。调和主义是后期希腊宗教的一个重要特

点。各教派都以能够兼收并蓄，甚至包罗万象为争夺教徒的手段。这种

宗教上的调和主义和哲学上的折衷主义是并行不背、相辅相成的，有时

竟完全混同一体，难以区别。这种现象对于研究基督教思想史极为重

要。只有看到这种背景，才能理解初期基督教在面临变成一种混合宗教

的危险时，必须作出自己的抉择，保持其特色，既是何等重要，又是何

等困难。

最后，谈到基督教的摇篮，就不能无视罗马帝国这一重要的因素。

尽管罗马帝国对基督教长期进行迫害，但它在政治上的统一，交通的便

利，却为基督教的扩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帝国的优良行政组织和制度

对教会的组织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著名的罗马法典是教会法的楷模；甚

至后来基督教拉丁神学的许多词汇，也来源于罗马法典。最后，罗马对

新兴的基督教最重要的贡献，还在于其对实践、道德和人性的重视。西

方神学偏重实践和伦理的特点，以及像奥古斯丁《忏悔录》

（Confessions）那样对人性具有睿见的许多神学著作，都是起源于或奠

基于罗马文化的这一特点。

正如上面讲过的，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基督教的发生并不是一桩存在

于真空中的孤立事件。它是“道成肉身”——是当时它所处的世界的产

物。如果撇开这个世界，便无法理解它——正如离开了耶稣所寄托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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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也就无法理解基督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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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使徒后期教父神学

除了《新约》正典所包括的各卷之外，现存基督教古籍中年代最早

的，是“使徒后期教父”（Apostolic Fathers）著作。所以有这个称呼，是

因为当时人认为这些人认识使徒，其中有些看来很有可能，但有些是猜

想而已。“使徒后期教父”这个名称是17世纪才开始使用的，当时只包括

五种著作，后来又加上三种。现在公认的“使徒后期教父”及其著作，一

般指：罗马的克莱门特（Clement of Rome）、《十二使徒遗训》（The
Didache）、安提阿的伊格内修斯（Ignatius of Antioch）、士每拿的波利

卡普（Polycarp of Smyrna）、希拉波立的帕皮亚（Papias of
Hierapolis）、《巴拿巴书信》（E-pistle of Barnabas）、《赫马牧人

书》（Shepherd of Hermas）和《致丢格拿都书》（Epistle to
Diognetus）共八种。

除《致丢格拿都书》外，其余七种都是写给某些教会的信徒的，因

此对我们了解当时的新生教会的生活和思想，都很有用。人们从这些著

作中可以窥见早期教会由于内部分裂、遭受迫害和与犹太教或异教发生

冲突所遭遇的种种问题。

这些作品的文体和格调很不一致。其中有书信、教规手册、圣经注

释和神学论著，还有异象和预言的记录，以及基督教护教文等。这种体

裁的多样化，对我们了解初期教会的各个侧面更有所帮助，因而也提高

了这些著作的重要性。

罗马的克莱门特

在“使徒后期教父”著作中，第一部能够较准确地断定其年代的是罗

马的克莱门特的《致哥林多人前书》（First Epistle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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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inthians），又称《克莱门特前书》。关于作者的生平，人们所知甚

少，能够肯定的，是他在1世纪末曾做过罗马主教，约于公元96年他给

在哥林多的教会写了一封书信。这是他留下来的唯一可靠的著作。虽然

没有什么理由足以怀疑这封信是克莱门特写的，但实际上这是在罗马的

教会写给在哥林多的教会的一封信，是教会对教会的公开信，而不是以

罗马主教的名义写给另一个教会的公函。

写信的原因一开头就交代得很清楚。它使我们想起《新约》保罗书

信中所常提到的哥林多教会。那里的基督徒又发生了分歧。有些人采取

一种叛逆的态度，使罗马的基督徒感到忧虑，因为“‘卑鄙的’起来反

对‘正直的’，‘声名狼藉的’反对‘有美名的’，‘冒昧的’反对‘有智慧

的’，‘年轻的’反对‘年长的’”。

这封信谈到的主要是些实际问题，例如导致分裂的恶行，和加强团

结的美德等。至于其他神学上的问题，只是点滴地、肤浅地一带而过。

克莱门特从两个方面对这些叛逆者进行驳斥：一方面，他认为他们

所作的不符合《旧约》的教训；另一方面，不符合斯多葛主义的宇宙自

然和谐论。

他用简单的办法利用《旧约》进行辩驳时，他引述《旧约》历史中

一些著名人物，说明他们如何顺从、和蔼、谦虚。这一部分（包括第9
章至第19章）的开头，读起来和《希伯来书》第11章有点相似：

正如以诺，因他的顺服而称为义；被接去而永不见死。挪亚因他的

善行而称为信，使世界得以更新；因为主藉着他拯救那些平安进入方舟

的活物。

被称为朋友的亚伯拉罕，因顺从上帝的话而称为信。他听命离开他

的本土、亲属和父家，结果失去一小块土地，一个弱小的家族，和一个



不大的家业，却承受了上帝的应许。

发挥他的道德教训。他认为从一切被造之物中可以看出一种和谐关

系，因为它来自上帝的本性，是上帝亲自把和谐设置在万物之中。上帝

是宇宙的制作者（另一方面，克莱门特还采纳斯多葛主义关于和谐

）的学说来 ），但上帝的作为并不仅限于原始的创造，

因为他同时也是统治万物的主 。克莱门特把上帝称为“造物在基

督论方面，克莱门特肯定救主的先在。他把《诗篇》作为基督通过圣灵

所说的话来引述。耶稣按着肉体来说是雅各的后裔。此外，根据“亚历

山大抄本”有一处尚可存疑的原文，他还把基督所经历的苦难称为“上帝

的苦难”（sufferings of God）。

在这封书信中我们第一次看到以“使徒统绪”（apostolic succession）
作为教会圣职权威的根据的提法。使徒们在耶稣的启发之下，预料到教

会将来需要有由明确制度产生的权威性领导。因此，他们指定某些圣徒

作为他们的后继者。后来这些人指派某些神圣者做自己的继承人。到时

候继承人又同样指派他们的继承人。这些领袖不是由教会的群众推选

的，因此群众也不能废黜或罢免他们。克莱门特把这些负责领导教会事

务的人称为“主教和执事”（bishops and deacons），有时主教又称“长
老”（presbyters）。显然，这时在主教和长老之间还没有明确划分固定

的界限。

克莱门特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因此很早就有人把一些著作说成

是他的论著，以便借着他的威信加以传播。其中最早的有《克莱门特致

哥林多人后书》。这封书信实际上是一篇讲道录，大约作于公元150
年。关于作书地点，学者间没有一致的看法。多数认为可能是哥林多或

罗马。书的主旨是劝勉信徒当趁今生及时认罪悔改，因为到了来世就再

也没有悔过的可能了。

下面将讲到同一时期的另一部流传在罗马的著作《赫马牧人书》。



该书也是以号召信徒悔过为主题。这可以证明，2世纪中叶罗马基督徒

把忏悔作为其宗教生活的中心内容之一。

关于忏悔（或称“告解”penance）的教义，《克莱门特后书》所述的

和《赫马牧人书》大致相同，这里不详加讨论。此外，《后书》还讲到

有关教会和基督论等教义，都是针对当时有人将肉体和灵性截然分开，

两者互不相干的主张而展开的。《克莱门特后书》的作者这样说：

而且，你们中间切不可有人说，他的肉体不会受到审判，也不再复

活。应该想一想：你们是在什么状态中得救的，是在什么状态中眼睛得

以复明。难道不是体现在肉体吗？所以必须保护肉身，如同上帝的殿一

样。因为你们是在肉身中蒙召的，就该在肉身中应召而来。既然拯救我

们的主基督当初是从灵成为肉身的，并在肉身中呼召我们，同样，我们

也将在肉身中承受我们的赏赐。

《后书》作者就是在强调肉体也具有属灵的意义的基础上来发挥他

的教会观的。其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肯定教会的先在。

因此，弟兄们，只要我们遵行我们父上帝的旨意，我们就属于原初

的教会，即属灵的教会。她是先于日月被造的……不仅如此，书上和众

使徒都讲明，教会不属于现世，而是从起初就有的。因为教会是属灵

的……并在基督的肉身中表现出来，好让我们知道，如果有什么人在肉

身中保护教会，使她不致败坏，他将在圣灵中重又得到教会。因为肉身

是灵的摹本。凡是损坏摹本的，就不能再得到那原来的。因此，弟兄

们，这就是说，你们应保护那属肉体的，才能享有那属灵的。如果我们

认为肉身就是教会，灵就是基督，那么凡损害教会的人，也就损害基督

了。这样的人将不能在灵中承受基督。我们的肉身能够享有这么丰富的

生命，并得到永生，因为它和圣灵是密切相联的。

从上面引述的几段原文，可以看出作者的基督论似乎有些混乱。不



过至少可以认为，作者对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无疑都是肯定的。至于基

督和圣灵的关系，就讲得不大清楚了。也可以说，在这部著作中虽然已

有很明确的道成肉身的教义，但其三一论则还是比较模糊的。

《十二使徒遗训》

《十二使徒遗训》（The Didache）无疑是在近代发现的最重要的文

学名著之一。这部著作被湮没在古代旧书丛中已历一千多年，1875年才

在伊斯坦布尔（即君士坦丁堡）重被发现。除希腊文文本以外，还有一

些拉丁文、阿拉伯文、科普特文、格鲁吉亚文和叙利亚文的译本残篇。

1885年全部资料出版问世后，许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它的起

源、作者和成书年代，曾引起许多争议。尤其是对成书年代，始终没有

定论。有些人认为应定为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以前，也有主张稍晚

的。总之，这部书有可能是作于1世纪末或2世纪初，但其中包括了一些

更早的原始材料。作书地点是距当时基督教传播中心稍远的叙利亚或巴

勒斯坦的某一偏僻的地方。这可以说明和使徒有很大距离。也正是因为

这一点，使研究者在确定其成书年代和地点时觉得异常困难。

《遗训》共有十六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1:1～6:2）通常

称为“两条道路文稿”。下面将讲到在所谓《巴拿巴书信》中也有和这相

似的一个“文稿”。可能它本来是一个早于并独立于《遗训》和《巴拿巴

书信》的材料，后来被这两部书的编者加以修改和采用。这个文稿讲到

两条道路，即生命之道和死亡之道。凡爱上帝、爱邻舍、避恶就善、遵

行基督徒守则的，都是按生命之道行事。但死亡之道却受诅咒，凡依这

道行事的人，都是不诚实、邪恶、虚伪和贪婪的。

第二部分（6:3-10:7）包括一系列有关圣礼的教导。第七章论述洗

礼问题，规定通常应将全身浸入活水（江、河流水）中。但在极端缺水

的情况下，也可用水淋浇受礼者的头部，奉父、子、圣灵的名连浇三



次。这是最早提到施行洗礼时可不必用浸入式的文本。

关于洗礼问题。你们既已领受了上面的教训，就要依下述方法施

洗。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在流水中施洗。但如没有流水，也可用别

的水，如不能用冷水，也可用温水，如水量不够，也可在头上奉父、

子、圣灵之名连浇三次。行礼以前，施洗者和受洗者都应和其他做得到

的人一同禁食。尤其是受洗者更应事先禁食一二天。

第八章从禁食和祷告这两件事将基督徒和“伪善者”（指犹太人）加

以区别：伪善者每周第二天和第五天禁食，而基督徒则在另外两天禁

食。至于祷告，基督徒每天都背诵“主祷文”三次，伪善者并不这样做。

第九、十、十四章的内容，自《遗训》发现以来一直在学者中引起

争论。第九、十章提到一种称为“圣餐”（Eucharist，希腊文原义为感

恩，基督教常用以指“圣餐礼”——译者）的聚餐式，其中虽只提到面包

和酒，但参加聚餐的人都可以吃饱喝足。可是第十四章又讲到一种

在“主日”举行的聚餐式，而且认为是一种“献祭”，在这种聚餐以前应举

行忏悔式。问题在于：这几章所讲到的，究竟是指同一种仪式，还是两

种不同的仪式，即前两章所讲的是指“爱筵”（agape），而第十四章所

讲的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圣餐礼”。还有人主张另一种可能，即在某种场

合中，可以在举行“爱筵”的同时，又守“圣餐礼”。

《遗训》的第三部分（第十一至十五章）实际上是一种教规手册。

第十一至十三章讨论假先知问题。真伪先知该怎样识别呢？《遗训》认

为可以凭行为来辨别真伪。如果自称先知的人向信徒要钱用，要信徒设

筵请他们，言行不一致，那便是假先知，是“基督贩子”。可是真先知却

应得到支持，全体信徒应当供奉他们。

第十四章又谈到“圣餐”问题。这里把它称为“献祭”，但似乎不是把

基督当做祭品，而是将这种聚餐式作为基督徒的献祭在上帝面前供奉。



第十五章讲到主教和执事都应由信徒公选，但对他们和先知的关系，却

未加说明。最后，第十六章讲述世界末日和应如何为它做好准备等问

题。

从基督教思想史的观点看来，《遗训》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从它可

以看出，基督教神学很早就出现了道德主义的倾向。在某一时期内，似

乎这仅仅表现于墨守教规，例如在如何区别基督徒与“伪善者”的问题

上，只要看他们在哪一天禁食，或是否每日背诵“主祷文”三次。

另一方面，从研究基督教仪典史的角度来看，《遗训》也具有重要

的意义，因为其中包括关于洗礼和圣餐礼的一些规定和说明。在洗礼方

面，既认为在一般情况下正规的做法是采用浸入式，但又不排斥浇淋

式。上面说过，这是提到可以使用这种方式施行洗礼的最早的记载。至

于圣餐礼，《遗训》似乎证明在最初一个时期，在“爱筵”和“圣餐礼”之
间还没有明确的区别。此外，第九章所提到的感恩祷告，似乎是袭用犹

太教“祝圣节”（Kedosh）的仪式。这说明基督教有许多仪礼可以一直追

溯到古代犹太教的习俗和仪式。

关于教会组织制度的演变和发展，从《遗训》可以看出，从最初凭

神授才能和威望树立领导权威的制度，逐渐转到教会等级制的确立，其

间有一个过渡时期或发展的过程。从《遗训》可以看出，先知起初在教

会中享有极高的威信。但是如何识别真伪先知和如何鉴定各种“神授恩

赐”的真伪问题逐渐变得尖锐起来。后来在先知以下又现了主教和执事

等职位。最后先知逐渐消失，代之而兴起的是一种等级分明的教会组织

制度。

安提阿的伊格内修斯

从安提阿的伊格内修斯所写的七封书信可以看到2世纪初期教会的

一般情况。这几封信像一道亮光，穿透那笼罩着早期教会的阴影，把散



处在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教会照亮，让我们窥见那里的教会在一段为期

约达两周的时间内的实际情况。

早在2世纪初，安提阿主教伊格内修斯被判在罗马帝国首都处死，

将被扔给野兽吞噬。在由罗马士兵押送首都途中他写了这七封信，四封

是在士每拿写的，三封作于特罗亚。这些书信一直被保留下来。从这些

书信可以看出，他虽然身陷囹圄，可是仍萦怀着教会大事。首先他怀念

安提阿教会，他曾在那里做过几年主教，可是那里现在群羊无牧，面临

着外来的迫害和威胁，他就是受害者之一，内部又再现异端邪说，使基

督教的真道有受歪曲的危险。其次，他想到罗马，在那里他将经受最后

的考验：究竟他是赢得殉道者的荣誉，还是将屈服在困乏和磔刑的面

前？他又想到他路过的小亚细亚教会，那里需要安慰、鼓励和指导。他

好久没有得到安提阿教会的消息，不知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担心到

罗马后的种种可能的遭遇。那里的主内弟兄也许要把他从他在想象中已

多次经历过的殉道的厄难中抢救出来；也许他自己在最后一刻会动摇退

缩，不能坚持下去。他又为小亚细亚的教会担心，那里似乎出现了他在

安提阿教会所遇到的问题的征候。所有这些都可以从他所写的这七封书

信中看出来。

在士每拿，伊格内修斯写信给在马格内西亚、特拉勒斯、以弗所和

罗马的教会。前面三个教会曾派遣代表接待他、安慰他，因此伊格内修

斯写信向他们表示感谢，劝勉他们，坚定他们的信仰。马格内西亚的代

表中有主教达马斯（Damas），还有两位长老和一位执事。特拉勒斯路

途稍远，只派来主教波里比乌（Polybius）一人。以弗所教会却派来一

个以主教阿尼西母——恐怕不是《新约》中的阿尼西母——为首的庞大

代表团，其中的一个成员是执事布尔胡斯（Burrhus），或为伊格内修

斯的代笔人。至于罗马教会，情况有点不同，似乎那时伊格内修斯已得

到消息，知道罗马教会有些人要设法营救他。但是他反对这个计划，因

为他已暗下决心，期待着为道捐躯。因此他在给罗马信徒的信中，要求



他们不要在上帝为他选定的道路上阻挡他，让他能够效法上帝接受苦

难。

从特罗亚他写了三封信，一封给士每拿的教会，一封给那里的主教

波利卡普（Polycarp），还有一封信给非拉铁非教会。这三封信的语调

比前四封乐观，因为他已接到从安提阿教会带来的消息，知道那里的信

徒的善意并表示感谢，鼓励他们坚守信仰。在给士每拿主教波利卡普的

信中，除了就如何履行主教职务等问题提出一些教诲外，还请他派人到

叙利亚向安提阿教会表示祝贺，因为他们战胜了困难。最后，他祝贺非

拉铁非教会，因为他们的主教品德高尚，同时又提醒他们要谨防“假师

傅”（指在教会中以教师的身份传播谬误的教义——译者）。

伊格内修斯的这七封信，既然是在这么短促的时间内，又是在充满

着艰难险阻的情况下写的，当然不可能详细而有系统地表述他的神学思

想。这些信主要是针对当时他最关切的问题而写的。如果在不同的环境

中，他可能还会谈到别的一些问题。总之，在这些信中，作者最关心的

是教会中出现各种邪说，和由此而引起的分裂。因此，他的主要目的是

驳斥这些邪说，并强调以主教的权威为核心来加强教会的团结。

伊格内修斯要驳斥的，似乎有两种不同的谬论。一方面有人完全否

认耶稣基督肉身的真实性，以至拒绝参加圣餐礼。这些人认为耶稣是一

位天神，和人世间的现实生活没有任何联系和接触。这一派吸收各种哲

学和宗教传说，以这位天神为中心推想出一套理论。另一方面，还有些

人倾向于按着犹太教的看法，把基督作为犹太教的一位教师。这种犹太

教不是像法利赛派所代表的那种宗教，而是像死海古卷所反映的艾赛尼

派所信奉的犹太教。这种人被称为“犹太化派”，不过安提阿教会中的犹

太化派，也把耶稣称为基督，而且不行割礼。总之，伊格内修斯认为这

些犹太化派的主张，和其他“假师傅”所传布的都同样是谬论邪说，都背

离基督教信仰的要旨，因为他们都不承认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成为肉身。



这样，伊格内修斯坚决反对幻影派（Docetists），同时又反对犹太化派

（Judaizers）。

伊格内修斯认为正是在基督论这一教义上，教会的信仰受到严重的

威胁。因此，他断然反对幻影论。他强调耶稣基督确实是大卫的后裔；

确实诞生为人；确实又吃又喝；确实在施洗约翰手下受过洗礼；确实被

钉在十字架上；又确实从死里复活。“因为他为我们承担这一切苦难，

是要使我们蒙救；正如他确实复活，他也确实受苦，而不是像有些不信

的人所说的，只是装作受苦的样子——这些人就是装作（基督徒的）样

子。他们现在是这样想的，将来也必如此；当他们卸下肉身的时候，就

只留下邪灵。”

此外，他还认为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仍然具有肉身，向人们显

现，甚至比以前更加清晰。

伊格内修斯并没有因为强调基督具有真实的人性而忽视他的神性。

恰恰相反，他明确地称奉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上帝”，是神成为人。

有一位医生：

既有肉身，又是灵，

既被生，又非被生，

既是人，又是神，

既经历死亡，又是真生命，

曾（和我们一样）感受忧伤痛苦。

后来超脱一切忧伤痛苦，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认为耶稣基督是“完全超越时间的，是永恒的；不可见的，但为

我们成为可见的；是不能触摸的，超脱一切忧伤痛苦的，但为我们感受

忧伤痛苦”。

至于在耶稣基督身上人性和神性如何能够统一起来，或在基督的神

性和上帝的神性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伊格内修斯从未提出这一类的问

题。他最关心的并不是由基督教信仰所引起的理论问题，而是强调上帝

确实存在于历史上这位拿撒勒人耶稣的身上。

对基督的事工应如何理解，在这问题上，伊格内修斯比较接近于约

翰，和保罗似稍有不同。在他看来，基督教教义的核心是上帝的启示。

离开了上帝通过基督的启示，是无法认识上帝的。上帝是静寂的，耶稣

是来自静寂的话语。静寂与话语的统一，就在于话语表达了静寂的实

质。因此，基督的事工首先就是启示。耶稣来到世间，与其说是为拯救

世人脱离罪的捆绑，毋宁说是使我们认识上帝。在这一点上，伊格内修

斯和保罗所主张的重点稍有不同。保罗认为罪是人类的大敌，使人类成

为罪囚，因此得救首先就意味着从罪中解放出来。值得指出的是，在伊

格内修斯的全部书信中，“罪”字只出现过一次。

但是不应过分强调伊格内修斯和保罗在这一方面的差异。因为伊格

内修斯所讲的启示，并不仅仅是一种对上帝的理智知识，而且是上帝的

一种主动的作为，通过这种作为使人和上帝联合，因而把人从他的大敌

中解放出来。在伊格内修斯看来，人的大敌就是死和分裂。人类的问题

不单是一种凭理智的光照所能克服的愚昧，反之，伊格内修斯很重视魔

鬼的作用。基督的事工，至少其中所包含的一部分，就是战胜魔鬼，并

使信徒能分享战胜魔鬼的胜利果实。

既然上帝为了使永恒的生命成为新的而借着人形显现出来，一切魔



法就被解除，邪恶的捆绑全都消逝；愚昧被废除，旧的国度被摧毁。上

帝所筹划的就开始了。所以，万物都被搅乱了，因为他正准备彻底消灭

死亡。

伊格内修斯认为死亡和分裂是邪恶势力控制人类的工具；由于基督

战胜那恶者，上帝就使我们在基督里得以克服死亡和分裂。因此，伊格

内修斯反复强调，基督事工的效果之一，是为我们带来永生和团结，而

这是通过教会和圣礼来完成的。

伊格内修斯认为教会是统一的，只有一个教会。他是最初使用“公
教会”（catholic church）这个词的教父。他认为这种统一是由于耶稣基

督亲自临在于教会之中，而不是由于基督徒彼此的和谐或友爱所造成

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所谓统一只是一种纯粹属灵的事。恰恰相反，它还

借着一种代表父上帝、基督和使徒的等级组织制度体现出来。“正如这

样，所有的人都应当尊敬执事，如同尊敬基督一样；应当尊敬主教，因

为他是父上帝的代表；应当尊敬众长老，如同尊敬上帝的公会和众使徒

一样。因为如果离开了这些人任何组织都不能称为教会。”

伊格内修斯很重视主教在地方教会中的地位。他的书信可以作为当

时已存在单一主教制的最早的证据。如果没有主教，教会就不该采取任

何行动。不顺从主教，就是不顺从上帝。不经主教同意，举行洗礼和圣

餐礼都是非法的。伊格内修斯甚至主张连男女嫁娶也应当在主教的同意

下才能举行。

从属于父上帝、基督和使徒的教会，通过主教、长老和执事而统一

起来，信徒就可以借着圣礼和基督合成一体。

教会不仅是一个人世间的组织。例如以弗所教会，就是上帝在万世

之初早已命定的，要配受祝福的。但伊格内修斯毫不掩饰基督徒的弱

点。他深知信徒会发生分裂，也可能有各种卑劣的行为。但尽管如此，



基督仍然确实临在于教会之中，甚至是临在于世人的卑劣之中。在教会

的团结中，尤其是通过圣餐礼，信徒就和基督合成一体。

对于圣礼，伊格内修斯并没有提出什么系统的理论或说明。但毫无

疑问，他对圣餐礼十分重视。他把它称为“耶稣基督的肉”，是“永生的

灵药，是一种解毒剂，能使人不致死亡而在基督耶稣里得享永生”。但

这不一定意味着他真的认为圣餐礼中的饼已确实成为基督的肉。因为他

在别处曾把福音和信心也说成基督的肉，他只不过是强调基督和福音或

他和圣餐是合而为一的。可是，从另一方面看，他也并不把圣餐礼仅作

为基督教团结的一种表记而已。他认为在基督徒生活中，圣餐礼是必要

的，不可缺少的，只有相信异端的人才不领受圣餐。信徒在圣餐中与基

督合而为一，并和基督一同受难。在圣餐礼中“撒旦的权力遭到摧毁，

他的破坏力被你们的信心和和谐所消灭”。

那么伊格内修斯到底把圣餐礼看成是象征性的还是真实性的？这样

提出问题是违反历史观点的。很可能他是受到神秘宗教的影响，认为圣

餐表示基督的受难，信徒在接受圣餐时，通过这种圣礼所代表的受难，

与基督合而为一。

这样的理解是和伊格内修斯的洗礼观相符的。他认为基督徒接受基

督曾受过的洗礼，分享了基督洗罪的能力。基督正是为此而受洗，通过

他的受洗，使水净化，我们也借着这水洗涤我们的罪。

伊格内修斯神学思想的根源是什么？他受到些什么影响？这个问题

在学者间颇有争论。因为这个问题和有关原始基督教的一系列问题有密

切联系。似乎可以肯定，伊格内修斯曾读过《马太福音》和保罗的《致

哥林多人前书》。至于他是否接触过其他两本“同观福音”（指《马可福

音》和《路加福音》——译者）和保罗的其他书信，却很难断定。

很明显，伊格内修斯的思想和“第四福音”较为接近，而与使徒保罗



则有一定的距离。至于他和《新约》中约翰著作的作者究竟存在着什么

关系，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哲罗姆断言：伊格内修斯、波利卡普和帕皮

亚都曾在以弗所作过约翰的门徒。但这一说法不一定可靠，因为其他早

期作家都从未提到这事。而且从伊格内修斯写给波利卡普的书信中可以

看出，他只在最近曾见过他一次，以前似乎并不认识他。不过，无论如

何，伊格内修斯和约翰在神学思想上有密切的联系。至于两者之间的联

系是属于什么性质的，学者的见解莫衷一是。有可能伊格内修斯曾读

过“第四福音”和“约翰书信”；也有另一种可能，是这二人属于同一个神

学派系，而不是谁影响了谁。

最后，还应该谈一谈伊格内修斯与诺斯底派和神秘宗教之间的关系

问题。基本上可以说，伊格内修斯没有受到诺斯底派的什么影响，只是

有时偶尔使用诺斯底派所惯用的词汇，如上帝的“静寂”。至于他和神秘

宗教有什么关系，就比较难以断定。因为许多有关神秘宗教的文献，其

年代都较伊格内修斯为晚。要从他们的共同点中确定哪些是伊格内修斯

得之于神秘宗教的，或哪些是基督教传给神秘宗教的，实际上颇为困

难。无论如何，伊格内修斯强调信徒通过圣餐礼就确确实实与基督合成

一体，同享胜利，从这一点看来，这位安提阿主教和神秘宗教之间，确

实存在着一些共同之处。

总之，我们可以这样说，伊格内修斯作为一个神学家，虽然没有对

基督教教义在理论上作出什么重要的建树，也没有创立较为完整的思想

体系，但他深刻体会到某些基本教义的重要性，并以深邃的眼光预见到

这些教义的后果和影响。此外，他对教会组织制度和教牧工作表现了极

大的热忱，在他面临殉道的时刻，他能够笃守信仰，忠贞不渝。他的书

信可以列为古代基督教遗留下来的最丰富、最宝贵的文献之一。

士每拿的波利卡普



在使徒后期教父著作中，有一封是《圣波利卡普致腓立比人书》

（E-pistle of Saint Polycarp to the Philippians）。这是一部写有关伊格内

修斯殉道的书。有些学者认为这封书信原来是两封，后来被拼合成一封

而流传下来。按这种分析，现存的第十三、十四章是“前书”的一部分，

其中提到波利卡普根据腓立比教会的请示，答应把他所保存的伊格内修

斯的几封书信寄给他们，同时向他们打听有关伊格内修斯及其同伴的消

息。如果这一看法能成立的话，那么现存书信中的其余十二章，就是波

利卡普后从这些来源可以收集一些波利卡普的传记资料，波利卡普似乎

是约翰——且不管是哪个约翰——的门徒，和他一起的还有帕皮亚

（Papias），伊格内修斯（见supra, n.32）。2世纪早期，当伊格内修斯

殉道途中途经士每拿，波利卡普正是士每拿的主教。155年，他去罗

马，会见了Anicetus主教。当他返回士每拿后不久，可能在156年2月，

波利卡普在此城遇难殉道。之前，他在这里牧养基督信徒已有数年。

来写的，而且也是寄给腓立比教会的。

不管它是一封还是两封，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从这一文献可以看

出，波利卡普的神学观点和伊格内修斯与“第四福音”的观点很相近，虽

然其内容偏重于实际问题。波利卡普在思想上不如“第四福音”和伊格内

修斯那么深刻，可是同样很强调基督具有真实的人性，并把基督放在救

赎论的中心地位。

虽然这封书信在神学思想上并没有什么创见，也不那么深刻，但它

可以证明伊格内修斯的书信的真实性，因此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在这里还应该提到《波利卡普殉道记》（Martyrdom of
Polycarp）。在这一类的文献中，这是现存最古的资料。这个文件是在

书中所述事件发生后不久由士每拿教会写给斐洛美伦（Philomelium）教

会和“全体教会”的一封信。它的内容真切动人，措词诚挚，是一篇非常

引人入胜的记事文。不过从基督教思想史的观点看来，其所以有特别意



义，是在于它最先讲到教会保存殉道者的遗体或遗物（relics of
martyrs）的风俗。而且它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基督徒和异教徒间的矛

盾的性质。这一点将在下一章讨论。

希拉波利的帕皮亚

帕皮亚也曾做过约翰的门徒，后来成为希拉波利主教。他专门从事

收集他听到的耶稣的语录和教训，编纂了一部《耶稣语录诠注》

（Expo-sition of the Sayings of the Lord），共五卷。现存的只是其中的

一些片段，而且这些对基督教思想史也没有重大的价值。

古代基督教作家提到帕皮亚，时常是为了评论他的千禧年论

（Chili-asm）思想，他认为基督返回人间以后，会在世上称王一千年。

优西比乌引述他的这种思想，一般是为了反对他的千禧年论，可是艾雷

尼厄斯却是为了要支持这一教义而引述他。帕皮亚关于千禧年的想象有

时超越诗歌和幻想的界限。例如：

到那日子

每个葡萄园将长出

一万棵葡萄树，

每棵树将长出一万枝条，

每一条长出一万杈枝，

每一杈枝长出一万串果实，

每一串果实结出一万粒葡萄，

每粒葡萄可榨出二十五斛酒。



当一位圣徒握住一串葡萄时，

另一串葡萄将大声叫喊：

“请摘下我吧，我长得更美好。

为我的缘故赞美主！”

近代学者重视《帕皮亚残篇》的研究，主要是因为其中提到《马太

福音》和《马可福音》的作者。此外，它还提到在《新约》中有两位约

翰，即使徒约翰和长老约翰。这些对《新约圣经》的历史考证有重要的

意义。

《巴拿巴书信》

这部著作的成书年代约为公元135年，写作地点可能是亚历山大

城。它曾被某些早期教父收入《新约》正典。有些古代基督教作家认为

它是《新约》所说的保罗的同伴巴拿巴所作，但可以断言，这是不可能

的。

《巴拿巴书信》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其内容很不相同。第一部分

（第1～17章）主要讲教义问题，第二部分（第18～21章）侧重讲教会

的实际问题。

教义部分大多是用寓意法来解释《旧约》的经文。如何正确理解

《旧约》，对希腊化犹太人来说曾经是很重要的问题。上面已经讲过，

斐洛如何利用寓意法解释《旧约》，以便把他的新柏拉图主义和古代的

典籍结合起来。同样，基督徒现在也必须处理《旧约》和《新约》在某

些经文上的“矛盾”。不仅如此，由于基督教教会的出现，基督徒和犹太

人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争执，其中大多牵涉到《旧约》的解释。因此，

基督徒不得不寻找一种可以把《旧约》和《新约》贯通起来的方法。方



法之一便是寓意释经法，借以将《旧约》中某些在基督徒，甚至在某些

犹太教徒看来是难以接受的粗陋而原始的东西加以扬弃，而同时又保留

其中的教训。这种寓意释经法在亚历山大城曾极为盛行。起初是在犹太

人中（如斐洛），后来又流传于基督徒间，像这位托名的巴拿巴（又

称“伪巴拿巴”）、克莱门特和奥利金等，后二人很重视伪《巴拿巴书

信》，甚至把它列入《新约》正典。这也是其原因之一。现代一些学者

认为该书作于亚历山大城，可能也是考虑到了这个因素。

可以举出下面的例子来说明《巴拿巴书信》作者如何运用这种寓意

释经法。《旧约》禁吃猪肉（《申命记》14章8节），按“伪巴拿巴”的
解释，这一诫令的原意，是不要做像猪一样的人。因为这些人如同猪一

样，饿了就跟着主人，吃饱就翻脸不理睬主人。又如关于割礼，他也用

寓意法解释，认为割礼原来是指着人的耳朵和心灵说的，教人们应当聆

听上帝的话语，相信上帝的应许。可是有一位邪恶的天使却教导犹太人

按字面来理解这一诫命。这就是“伪巴拿巴”常用的解释《旧约》的方

法。

但这并不意味着《巴拿巴书信》根本否认《旧约》的历史真实性。

《旧约》中有大部分记述，在历史上是确实的。“伪巴拿巴”对这一点并

不怀疑。不过他认为这些记载都被用来预示耶稣。例如把以撒作为燔祭

（《创世记》22章1-8节），把公山羊送到旷野（《利未记》16章10
节），摩西举起双臂，像十字架的形状（《出埃及记》17章11～12
节），在旷野把蛇举起（《民数记》21章8节；《约翰福音》3章14
节），这些都是一些形象的说法，是耶稣基督及其救赎工作的“预
表”（types）。这些记载在历史上虽然都实有其事，但其更深的意义则

在于其预指基督。

《书信》的第二部分重复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十二使徒遗训》

中“两条道路”的内容。可以认为“伪巴拿巴”和《遗训》都引用原来就存



在的“两条道路”的文稿。

虽然“伪巴拿巴”（Pseudo-Barnabas）在教义方面着重的是《旧约》

与基督教的关系问题，但也谈到一些别的神学问题。例如他肯定基督是

先在的，而且参与上帝创造的事工。他说，“神子为这原故而成为肉

身，使他能以成全那些迫死他的众先知的人的罪孽”——意思是说，为

了可以定犹太人的罪。基督临世是为要把自己向世人显现，因为世人在

基督先在的荣耀中不能面见基督，正如世人不能正视太阳一样。此外，

基督的死，也是为了“使众列祖的应许得到应验”，为了“消灭死亡”，为

了“把复活彰示出来”，也是为了表明“在他复活以后将施行审判”。这场

审判很快就将来到。“伪巴拿巴”相信，既然上帝在六天中创造天地，而

在上帝看来，千年如一日，因此，到了创世以后六千年完满时，上帝就

将成全一切。

《赫马牧人书》

在使徒后期教父著作中，《赫马牧人书》的篇幅最大，内容也最广

泛，约作于1世纪末至2世纪中。作者曾在罗马教会任“先知”的职务。书

的内容包括他在这期间几个不同阶段的著作。他最关心的，是有些信徒

缺乏宗教热情和奉献精神，尤其是关于信徒受洗入教后又再犯罪，该怎

么处理的问题。当时有些信徒由于怕受迫害而变节叛教，可是后来又表

示真诚悔改。赫马本人也曾由于对一位他所敬仰的贵妇动过欲念而深感

内疚。像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希望吗？难道他们就永劫不复吗？如果他们

又蒙恩赦，有什么可以保证不再堕落呢？这些问题是赫马所写的五

篇“异象”、十二篇“训诫”和十篇“寓言”的中心题旨。

五篇“异象”主要是为规劝信徒悔过自新，勉励他们在迫害面前要坚

持信仰而作的。第一篇讲到他自己在异象中看到他从前的女主人罗大

（Rhoda）入浴而动了欲念，因而抱疚自责。第三篇“塔的异象”是全书



的中心，和后面的第九篇寓言互相呼应。它讲到赫马在异象中看见教会

化身成为一位老年贵妇，把一个正在构筑中的塔指给他看。有六个青年

人用石头造塔。石头是许多人从海底和地上各处运来的。从海底运来的

石头全都可以用来造塔，但从地上各处运来的石头中，只有一部分可

用，其余的却被扔在一边。贵妇向赫马解释，她自己就是教会，就是这

塔；石是构成教会的信徒。好石头是那些操持圣洁的人；从海底带来的

石头是为主受难的殉道者。扔在旁边的石头是犯罪又悔改的人们。它们

被扔在塔的周围，因为以后还要用于塔的建造。还有一些石头抛掷时摔

成碎块，因为他们是伪善者，不肯弃恶从善，不属于教会，也永远不能

得救。

十二篇“训诫”综述基督徒的守则。赫马认为凡遵行这些的就得永

生。在第四篇中，赫马明确指出，受洗以后如再犯罪，可以有一次悔过

的机会，但如再次犯罪，就不能得蒙赦免。他说：“在那次庄严神圣的

呼召之后，如果有什么人受魔鬼的试探而犯罪，还可以悔改一次。但如

果一再犯了又悔，对这样的人就没有益处，因为他将难以得活。”对赫

马的这种“洗后悔罪论”曾有过几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认为这表明赫马

主张应严守教规，但同时又对脆弱的人性作了一点迁就；有人认为这是

一位革新者号召教会恢复它原来的贞洁；也有人认为它说明赫马正期待

着末世很快就要来临，因此他相信以后再没有悔改的机会。不管我们采

纳哪种解释，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赫马牧人书》，只要罪人使用这第

二次悔改的机会，以前所犯的任何罪行，不论大小轻重，都可以获赦。

十篇寓言把“异象”和“训诫”中的教训归纳起来，并着重处理一些实

际和道德上的问题。在第九篇寓言中，塔的异象再次出现，不过我们现

在被告知，建塔的工作暂时停顿，好让罪人悔改。

根据赫马的看法，基督教主要是一些必须遵守的道德教训。在赫马

的宗教观中，看不到伊格内修斯那种深刻的神秘意识，也没有像《伪巴



拿巴》那样的神学探索。由于这种从实际上对犯罪和赦罪问题的关心，

赫马第一次在基督教思想史上提出，人的善行有可能超出上帝诫命所要

求的限度，并因此而获得更大的荣耀。虽然他并没有提到可以将善功储

积起来，也没有说到可以转让，不过可以认为后来罗马教会那种精细而

复杂的补赎制度，其根源也许可追溯到赫马的这一主张。

赫马称救主为“神子”，并认为他就是圣灵。先在的圣灵寓于救主

（神子）身上，神子凡事顺从上帝的旨意，因而成为圣灵的伴侣。

上帝使那先在的圣灵，就是那创造万物的，按着他所愿的住在肉身

中。因此，圣灵所寄寓的肉身，就好好服事圣灵，行事为人敬虔纯正，

不使圣灵蒙受玷污。正因他品行端庄，无可指责，凡事都和圣灵协作，

又刚强勇敢，所以被拣选成为圣灵的同伴。因为他在地上承受圣灵的时

候，不受玷污，所以肉身的行为就蒙上帝喜悦。因此上帝将子和众荣耀

的天使一同接纳为谋士，使肉身在服事圣灵之后，也有一个居所，而不

至像失去了他因服役所得的赏赐的样子。

要把《牧人书》中论述教会的教训整理成一项完整的、系统化的学

说是很困难的。但毫无疑义，《牧人书》作者十分重视教会问题。正是

那位教会化身的贵妇向他讲解每个异象的意义。教会是先在的，世界是

为她而造的。但这个先在的教会和面临着各种困难的罗马地方教会之

间，究竟存在着什么关系，作者并没有说明。关于教会组织的等级制

度，他也没有明确的主张。有一处他提到“使徒、主教、教师和执事”，
可是在另一处他又说“那些主管教会的长老”。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已经

到了2世纪中叶，而书中却没有一字提到在罗马存在着由一位主教统治

的教会组织制度（单一主教制）。

这一时期的其他基督教文献

上面所讲的几种著作，常称为使徒后期教父著作。除此以外，属于



这一时期的，还有几种文献，值得在这里略加介绍。其中有些自称是古

代犹太教的典籍，但内容多属于预示基督的事工，因此被列入《旧约伪

经》或“外传”（pseudepigrapha）。有些与基督教有关的“伪经”是在原有

的犹太古籍的基础上经基督徒增改而成的。要把这些文献作为研究早期

基督教思想史的资料，必须先确定其中基督徒增改部分的性质。此外，

还有一些托名的使徒著作，一般被列入“新约外传”（apocryphal books of
the New Testament）。

在《旧约伪经》中，和基督教有关的，最重要的有《以赛亚升天

记》（Ascension of Isaiah）、《十二族长约书》（Testament of Twelve
Patriarchs）和《以诺后书》（Second Book of Enoch）三种。

《以赛亚升天记》是由几个文稿合编而成的。其成书年代约为1世
纪末至2世纪初，而作书地点可能是安提阿。其中最重要的一段讲到先

知以赛亚被接升天，逐级上升到第七层天。在那里他看见上帝，“就是

将称为耶稣的主基督”和“灵的使者”。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有一种明确

的三一论思想，虽然采用犹太人关于天使传说的词汇。这位“主”从第七

层天逐层下降，按照上帝的嘱咐，经过每一层时都化身为那一层的天

使，因此没有被认出来。上帝对他说：

为要让这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天使知道你和我同在，我就是七层天及

其众天使的主。不要让他们知道你和我同在，直到我将诸天及其众天使

和众光都召到第六层天来，好让你毁灭这世界的君王、使者和众神，以

及他们所统治的世界。

作者用一种带着明显的幻影论的笔调描写耶稣的诞生、被钉十字

架、复活、并披着人形到天上。他所经过的每一层天都充满着忧伤，因

为从前主曾在那里经过，可是没有人认得他，也没有人敬拜他。最后他

回到第七层天，坐在那“大荣耀”的右边，“圣灵的天使”坐在左边。



《十二族长约书》大约成书于1世纪末，是由一个可能住在安提阿

的基督徒编纂和增改而成的。编者显然和艾赛尼派有密切的关系。经增

改后的这部书算是出于基督徒之手。但是作者可能曾收集当时流传在艾

赛尼人中的某些“族长约书”，增写一些带有基督教色彩的衍文。《以诺

后书》和《十二族长约书》相类似，成书年代和地点也可能相同。

在这些被篡改过的犹太著作中，最重要的是《西比林神喻录》

（Sibyl-line Oracles），其第五卷中由基督徒所加的衍文，属于使徒后

期，而第六卷和第七卷则可能是在2世纪中叶作于埃及的另一部基督教

文稿。

此外，还存在着大量的“新约外传”著作（指在《新约》正典以外，

但据传与《新约》有密切关系的著名著作——译者），这里不能全加论

述。但其中较有可能属于这一时期的，有《彼得福音》（Gosple of
Peter）、《彼得启示录》（Revelation of Peter）、《希伯来福音》

（Gospel according to the He-brews）和《十二使徒书信》（Epistle of the
Twelve Apostles）。前二种是1世纪末或2世纪初作于叙利亚。《希伯来

福音》可能作于2世纪初，写作地点不详。《十二使徒书信》也属于2世
纪初期，可能是在小亚细亚写的。

虽然这些文稿成书的确切年代很难断定，而且语言隐晦，有时很不

容易理解文义，但对研究这一时期的教会情况，了解使徒后期某些教父

的神学思想，仍有一定参考价值。事实上这些著作并不属于某一特定的

神学派别。不过根据它们的成书年代和写作地点，可以看到某一时期某

个地区的教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神学特点是什么，因此可以和属于同时同

地的教父著作互相参照，作为佐证。

综述

从上面对使徒后期教父的略述，可以看出基督教在那时已开始出现



某些不同的思想倾向或派别。下面我们还将研究这些派别如何进一步发

展。此外，在这些分歧的背后，我们还注意到在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一些

重要的共同特点。

这些不同的倾向，基本上可以按地区来识别。首先是小亚细亚和叙

利亚一带。这两处教会的神学思想后来又进一步分化。不过在使徒后

期，相对罗马和亚历山大来说，这种分化还不十分明显，可以把它们作

为一个统一的学派来处理。

小亚细亚学派的特点，可从《新约》中约翰的著作以及伊格内修

斯、波利卡普、帕皮亚和其他几部托名著作看出来。根据这些著作，基

督教主要不是一种道德教训，而是追求与救主合而为一，借以得到永

生。因此，最重要的不只是要遵守某种伦理规范，而是与救主耶稣基督

合而为一。因此伊格内修斯很重视圣餐礼，强调教会的团结和统一，因

为他认为基督徒必须彼此团结一致才能达到与基督的合一。

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基督徒所受的外来影响，主要是各种神秘宗

教、诺斯底主义和犹太教中的艾赛尼派。神秘宗教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把

圣餐礼作为与基督合而为一的表记或象征。诺斯底主义的影响主要是在

它的启示论。此外，从《以赛亚升天记》中也可以看到一些资料，说明

它对基督教的宇宙论和基督论也有一定的影响。伊格内修斯强调道成肉

身的历史真实性。这从反面证明当时基督教已感受到诺斯底派幻影论的

威胁。至于与犹太教的关系，主要是通过艾赛尼派而不是法利赛派的影

响。当时在小亚细亚的基督教会中有某些特点，过去有些学者认为是受

到神秘宗教的影响。现在看来，这些影响实际上恐怕是直接来自艾赛尼

派的犹太人。

当时流行在罗马一带的基督教，属于另一种类型。从克莱门特的

《致哥林多人前书》和《赫马牧人书》可以看出，这种基督教偏重于实

践和伦理，甚至有发展为道德主义和教法主义的倾向。克莱门特和赫马



最关心的不是什么思辨神学，也不是神秘的联合，而是实践中的顺从。

就赫马来说，不管其原来的意向是什么，他对洗礼后悔罪的问题相当重

视。后来在西方教会发展起来的一整套繁琐的悔罪制度，也许就是从这

里开始的。赫马最先提到一种为保证得救所必须的善功以外的努力。从

这意义看来，这种得救与其说是一种由于与基督联合而得到的上帝的恩

赐，毋宁说是由于遵守上帝的诫命而从上帝领到的奖赏。这位上帝在基

督里将他的仁慈展现出来。而耶稣是一位新律法的师傅，不是一个新纪

元的开创者。

这种神学思想的发展，一方面是受到斯多葛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

则是罗马人崇尚实际精神的反映。克莱门特把和谐作为基督徒生活的基

本要素加以强调，是受到斯多葛主义的影响。至于罗马人的崇实精神则

随处都可见于克莱门特和赫马的全部著作中。

以亚历山大城为中心的基督教属于第三种类型。伪《巴拿巴书信》

可以作为这一派最早的代表作。它的特点是带有浓厚的中期柏拉图主义

和新柏拉图主义的色彩，并运用寓意法来解释《旧约》。它的根源可追

溯到亚历山大城的犹太哲学家斐洛，以及以斐洛哲学为背景的《希伯来

书信》。这一个教系派别把罗马教会对伦理的重视同思辨哲学结合起

来。与上面两个派别相比，它对《旧约》所载的历史事实不太感兴趣。

因此，《旧约》的历史真实性通过寓意的解释被冲淡了，犹太人的《圣

经》被看成一种道德说教或关于基督的预言。也许正因为这种忽视历史

的原故，这一派很少讲到耶稣在世的肉身生活。

对这一派影响最深的，是以斐洛为代表的带有犹太色彩的后期希腊

文化。但是《西比林神喻录》第六卷和第七卷，虽然也可能作于亚历山

大城，并且和《巴拿巴书信》也有某些近似之处，却又具有一种很难归

结为得之于斐洛的影响的启示文学的性质。

在这些著作中反映出来的教会组织和管理制度，是多种多样的。有



些教父曾提到一种专一主教制，并强调由三种级别不同的领导人组成的

阶层制。而在另一些教父中似乎看不出有这种主教制度。他们甚至在主

教和长老之间还没有明确地加以任何区别。

上面所说这些派别和差异，并不意味着当时的教会在教义上没有其

共同之处。实际上在好些重要的方面，这个新生的基督教已表现出一种

明显的统一性。

例如在基督论上，所有的使徒后期教父都肯定基督的先在，以及其

神性和人性。至于基督与父和圣灵的关系，除赫马还没有明确的说明

外，其他所有教父都使用了某种三一论的表述，尽管其中有一些还是相

当原始的。

至于洗礼，所有的使徒后期教父都认为它具有一种洁净的能力。可

是使徒保罗特别强调洗礼是死与复活的象征，这一点却似乎被忽视了。

这些教父都把圣餐礼作为基督教崇拜仪式的中心，但对于在圣餐礼中基

督如何临在问题，以及关于设立圣餐礼的词句本身具有什么效能，却都

未详细论述。

从这些作者对洗礼的解释，以及他们在神学上的一般主张，可以说

他们和《新约》时期的基督教之间，尤其是和保罗之间，存在着某种距

离。尽管他们时常提到保罗和别的门徒，但在他们眼里，这个新生的宗

教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新的律法。保罗所强调的借上帝的恩典而称义的

教义，也逐步变成凭恩行义的教训。

使徒后期教父对后来基督教思想发展的影响，也很不一致。有些教

父几乎完全不为后世基督教所知晓，但有的像赫马和“伪巴拿巴”，却曾

一度被收入《新约》正典。对后世影响最深的，要算是克莱门特和伊格

内修斯了。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神学相对来讲比别的教父更能超出犹太

化基督徒的楷模，并摆脱他们所纠缠不休的一些争论，因此也就更有助



于为后来的基督教神学开辟新的途径。



第四章　希腊护教者

到了2世纪中叶，基督徒由于受到种种莫须有的指控而遭迫害，一

些基督教作家为此承担起护教的重任。虽然他们的著作多数在名义上是

写给皇帝的，实际上却希望在受过教育的人中间得到广泛流传。这点非

常重要。因为各地基督徒社群的命运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那里

的公众舆论。罗马皇帝图拉真（Trajan）给小普利尼（Pliny the
Younger）的一封信讲述了罗马帝国几乎在整个2世纪期间对基督教的政

策。当局不要对基督徒区别对待，但如果有什么人控告他们，那就必须

对他们施行惩罚。因此尽管伊格内修斯作为一个基督徒已经被定罪，而

小亚细亚的基督徒还可以访问他，并且也没有因此而冒生命的危险。

《波利卡普殉道记》中写道，控告这位士每拿主教，定他的罪，最后将

他判刑的是群众。里昂和维也纳的教会在一封书信中谈到，他们教会的

一些成员，由于信仰关系，于公元177年被处死的时候，在审讯中起决

定作用的也是群众。

护教者们认为要保卫基督教，就必须在抨击异教的同时，对投向基

督徒的种种诬蔑指控予以驳斥。他们没有把这些指控加以区分，不过可

以说有两种，有些是纯属街头巷议，另一些则是针对基督教信仰和实践

进行的较有思想内容的攻击。

当时流行的指控，一般源于有关基督徒的各种信念和风俗习惯的谣

传。由于这些谣传，有人说基督徒犯有乱伦之罪，说他们吃小孩，崇拜

祭司的生殖器官，说他们的神是一头钉在十字架上的驴，如此等等。这

些谣传大多出于对基督徒生活习惯的严重误解。例如，基督徒举行爱筵

（a-gape or love feast），却被谣传说成是一种宴乐纵欲活动，相传在狂

饮大吃之后，熄灭灯光，与会者随即纵欲滥交。又如，基督徒举行圣餐

礼，他们相信这时基督就在他们中间。这一信念连同若干关于耶稣降生



的故事，成了另一种谣传的依据。这种谣传说基督徒用面粉撒在一个小

孩身上，然后把他放在初入门的教徒面前，对他说这是一块面包，命令

他把这块面包切开。当小孩流出血来的时候，基督徒就噬吃这小孩。新

入门的教徒参与这件罪行，虽然不是出于自愿，但却已通过上述办法被

牵连进去，他也只好被迫保持沉默。

我们主要从米努修·费利克斯的《屋大维》（Octavius of Minucius
Fe-lix）和奥利金的《驳塞尔索》（Contra Celsum）这些著作中知道那

些较有思想内容的指控是什么。它们大多指责基督教师傅们的愚昧无

知，大肆渲染他们不过是一些地地道道的不学无术之徒，是社会最底层

的人物。基督徒只敢接近那些无知的妇孺和奴隶，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这

门“科学”是经不起有力驳斥的。由于这些基督徒还对一位微不足道的神

明顶礼膜拜，所以严格地说他们还不能算为无神论者，然而他们却不断

纠缠于一些无关紧要的世俗事务。他们的福音书里矛盾百出，如果说其

中的某些教义还有什么可取之处，也是从柏拉图和别的哲学家那里剽窃

得来，然后又加以贬损的。如关于复活的荒唐说法就是其中一例，纯粹

是对柏拉图的不朽论和灵魂轮回论的全面歪曲。此外，基督徒还是一些

颠覆分子，他们反对国家，拒绝承认凯撒的神，还推卸他们应尽的公民

义务，也不肯服兵役。

2世纪的希腊护教者所要对付的正是这样一些指控。对于那些流行

的谣传，护教者们认为显然是出于离奇的想象，只需对它们予以否认，

问题即可解决。但是要想击败这些较有思想内容的攻击，那就不是一件

轻而易举的事，而是必须认真加以驳斥的。我们现在要进行研究的这些

著作，正是护教者们出于这样的需要而创作的，也是他们第一次试图回

答几个对于进一步发展基督教神学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对于基督徒都

是颠覆分子的指控，早期的护教者只是加以否认。他们指出基督徒为皇

帝祷告。然而这却是一项最严重也是最终使他们身受迫害的指控。这是

一项最难驳斥的指控。因为虽然基督徒并没有阴谋反对帝国当局，他们



却确实不愿意在任何违背他们良心的事情上顺从当局。我们所知道关于

基督徒受迫害的情况，都是优西比乌（Eusebius）在他的叙述中加以渲

染的。他力图说明教会和帝国不存在矛盾，因此一般人认为基督徒并没

有颠覆帝国的活动，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迫害基本上是个大错误。但事

实真相也许不是那么简单。

亚里斯底德

优西比乌提到的夸达徒（Quadratus）护教篇似乎已经失传。留存下

来的最早的护教者著作要算亚里斯底德写给哈德良（Hadrian）皇帝的

护教著作，写作时间是在公元138年之前。

亚里斯底德首先就上帝的本性和世界问题作了简明的叙述。他说上

帝是世界的原动者，他为人的原故创造了万物。这意味着凡敬畏上帝的

人也应当尊重同仁。上帝没有名字，亚里斯底德把他说成是无始、无

终、无成分的，等等。

序言之后，亚里斯底德进而把人类分为四个范畴：蛮人、希腊人、

犹太人和基督徒。作者依次讲述了这四种人，指出蛮人和希腊人、犹太

人一样，都是信仰一种反理性的宗教。蛮人所造的各种神明需要受到人

的保护才能免于劫难。既是这样，又怎能指望这些神有什么力量去保护

人呢？希腊人造的神与人相似，甚至比人更坏，因为他们犯奸淫，作恶

多端。然后作者谈到犹太人。犹太人承认上帝是独一无二的，在这点上

他们比蛮人和希腊人略显高明。不过犹太人所崇拜的实际上是天使以及

他们自己的律法而不是上帝，所以他们也一样沦为偶像崇拜者。

与这三种人相反，唯有基督徒找到了真理。他们代表一个新的国

度，是一个具有神性的组合体。这个新型的族类具有优越于其他人的风

俗习惯，它的成员之间以爱作纽带紧密相连。



由于亚里斯底德是从这样的角度来陈述基督教，他很少谈到这个新

国度所信的是什么。除已经论及的关于上帝的属性和基督徒怎样形成一

个新国度这些问题之外，还值得注意的是这位护教者有着明显的末世观

念。他认为世界将受到“可怕的审判，通过耶稣来施行，任何人都不能

幸免”。目前，世界之所以还存在，是靠基督徒的祈祷。最后，亚里斯

底德有一段文字表明儿童是无罪的。

殉道者查斯丁

殉道者查斯丁无疑是2世纪希腊最重要的护教者。这不仅由于他的

著述众多而广博，还因为他的护教思想具有的深度和独创性。查斯丁出

生于当时的夫拉维新城，亦即《圣经》中的示剑。他是一位道道地地的

哲学家，只是在经历了一番理智的探讨之后他才找到了基督教。关于这

段经历他在《与特利富的对话》（Dialogue with Trypho）中作了叙述。

查斯丁皈依基督教后也并未放弃他哲学家的称号。他声明他在基督教里

找到了真正的哲学。这也是他两部护教著作——应该说是一部著作的两

个组成部分的主题。

同护教学这类作品一样，查斯丁的护教著作也不是系统论述基督教

信仰的论文。他的《护教文前篇》（First Apology）从一个简短的序言

开始，接着就谈到理应如何扬弃传统糟粕，保存真谛。这点正是他这部

著作的对象所必须做到的，他们是以智者和哲学家著称，基督徒不应仅

仅因为有基督徒这个称号就加以定罪，定罪之前应当首先考虑一下这个

名称的内涵意义是什么。这样要求是公平合理的。因此，有必要阐

明“基督徒”这个称号真正指什么；基督徒同帝国之间、同良好风尚之

间、同异教徒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是《护教文前篇》总的论点，这个

论点又以别的形式重复了几遍。此外，这部论著还为基督教的礼仪史和

早期基督教异端史提供了若干有关数据资料。查斯丁的《护教文后篇》

（Second Apology）集中论述了基督教与异教哲学的关系问题。



《与特利富的对话》的写作年代略晚于《护教篇》。这是查斯丁同

一个名叫特利富（Trypho）的犹太人谈话的记录。谈话内容涉及如何正

确解释《旧约圣经》的问题。《对话》的开头部分是查斯丁对自己找到

基督教走过的道路所作的记述。其余部分是对犹太教那种《旧约圣经》

释经法进行反驳，并为耶稣的神性和“新以色列”进行辩护。

在进行保卫基督教的工作过程中，查斯丁面临着两个基本问题：一

是基督教信仰同古典文化的关系问题；二是基督教信仰同《旧约》的关

系问题。

查斯丁从他关于“逻格斯”或“道”的教义出发着手解决第一个问题，

这当然不是他的创新，因为关于“道”的教义在希腊语言和后期希腊哲学

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亚历山大城的斐洛早已向人

们介绍过希腊哲学关于“道”的概念。“第四福音”也按照这个概念来理解

救主耶稣具有神性而且是先在的这一教义。其实，查斯丁关于“道”的学

说同斐洛十分接近，看来这是他的主要材料来源。

查斯丁采用希腊哲学家中间流传甚广的一个理念，肯定人的一切认

识都是“道”的产物。他认为，这“道”不仅是宇宙的理性规律，而且也就

是“第四福音”序言中所说的先在的基督。查斯丁将这两种义合并起来，

从而得出结论说：

人的每一个认识都是基督的恩赐，而且那些原先被认为是无神论者

的人，只要按照理性规律来生活，他们就是基督徒。有如希腊人中的苏

格拉底和赫拉克利特，还有别的像他们一样的人。又如“蛮人”中的亚伯

拉罕、亚拿尼亚、阿撒利亚、玛西雅和以利亚以及许多其他的人，我们

在这里就不必一一赘述了。

这些早期的“基督徒”只是“部分地”认识“道”。他们所认识的只

是“道”已经向他们启示出来的那些真理，但是他们未能亲眼看见“道”本



身。后来“道”成为肉身，于是基督徒就能够“完全地”认识“道”。基督徒

看到了全貌，先人们只看到了局部。换句话说，查斯丁把那“作为种的

道”（seminal logos）同“道种”（seeds of logos）区别开来。他借来斯多

葛派的词汇而派它们以另外的用场。对于斯多葛派来说，“道种”是关于

道德和宗教的普遍认识，早已为人所共知。而“作为种的道”则是理性，

个人理性参与其中而对“道种”起作用，使“道种”获得发展。对于查斯丁

来说，“道种”恰恰相反，既不是普遍性的，也不是自然存在的，而

是“作为种的道”直接、单独行动的结果。而且，这些“道种”也不是人所

能使之变得完善的基本认识。这是一些亮光，只有“道”能够把这些亮光

引到臻善的地步。查斯丁所以采用了“道的局部”这样一个非哲学性的名

词，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只有“全部”才能使“局部”达到完全的地步。柏拉

图得到的那部分“道”，永远不可能由柏拉图的思想来使之变得完全，因

为只有“道”亲自行动才能使这种认识达到完善的境界。哲学只包含有一

部分的真理，而要把这一部分真理从包围着它的大量谬误中区别开来，

单凭哲学本身是难以办到的。只有“道”才是真理，才是衡量一切真理的

标准，只有“道”才配做鉴别真伪的依据。哲学家只是部分地认识

的“道”，现在已为基督徒所完全认识。由于基督徒认识了成为肉身的真

理，他们就能够说出哲学家的这个那个主张是真确的，或这个那个主张

是谬误的。

概括起来说，查斯丁作为一个真正的中期柏拉图主义者和基督徒，

从斯多葛学说中提取素材，然后把这些素材纳入他那基本上是柏拉图色

彩的哲学里面。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一直坚信人只有通过成为肉身

的“道”才有可能认识真理的全部。这正是查斯丁的思想独具奇异特点的

所在，他一边带有明显的柏拉图思想色彩，一边又深深地打上“基督中

心论”（Christocentric）的烙印。

查斯丁在他《与特利富的对话》一文中讨论了《旧约》与基督教信

仰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旧约》通过两种形式对《新约》进行预示。一



种是用叙述事迹的方法指向《新约》的另一些事迹。另一种是用先知预

言的方法来说出将在《新约》里应验的事情。前一种叫“预表”（types）
或“象征”（figures）法，后一种叫“语录”（sayings）法。

关于查斯丁所指的《旧约》中见证基督教信息的“语录”，我们在这

里就不必多费唇舌了，因除少数外，这些“语录”就是流传在各种“约
书”（Testimonia）中的先知预言经文录。

“预表”远比“语录”重要，因为从这些“预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早期

教父神学具有重大影响的一种释经法的发展。根据这种预表释经法，

《旧约》中有些事件是预示着未来的另外一些事件的。于是查斯丁认为

用逾越节羔羊的血来膏以色列人，这羔羊就是基督的“预表”，人可以因

信基督借着他的血得蒙拯救。同样，作为燔祭而献上的羔羊预表基督的

受难，因羔羊在火上焚烧的时候是十字架的形状。又如上帝通过耶路撒

冷被毁灭这一事件已经亲自印证了《旧约》的诫命只是暂时的，犹太人

现在已经不可能实现这些诫命了。

不能把预表释经法（typological interpretation）同寓意法

（allegory）混淆起来。在寓意法中，《旧约》的历史真实性应受到重

视这一点，往往被一种新的神秘释义（mystical meaning）所掩盖而消

失。“伪巴拿巴”（Pseu-do-Barnabas）甚至说《旧约》字面释经法是出于

那恶者的。查斯丁的预表论则认为，虽然经文喻意超越历史事实本身，

但正是由于有历史事实，喻意才有所依托和寄寓。

查斯丁是按照中期柏拉图主义的概念来理解哲学家和先知们所领略

的“道”的。在他看来，上帝是完全超然的，除称做“父”之外没有别的名

字。上帝为了要和世界交通联系而生了“道”。“道”的作用是充当父和

（父的）被造物之间的中介。《旧约》大量记述了上帝给人的彰示。其

实这些不是上帝的彰示，而是作为“父”的中介和启示者的“道”所作的彰

示。因为即使是一个“头脑最不灵的人也不至于贸然认为兼做造物主和



圣父的上帝竟然在抛弃了一切神圣的天物以后，会在一块小小的地球上

让人得以看见”。由此出现某种倾向，试图把“父”和“道”区别开来，把

前者说成是超然的、不变的；后者是内在的、可变的。还有一种倾向是

把“父”和“道”说成他们仿佛是两个神，其中一个是绝对的，另一个是从

属的。查斯丁甚至把“道”称做“另一位上帝”。不过，不能把这个理解为

对基督教一神论的否定。因为按照查斯丁的看法，上帝和“道”是一个统

一体，正如太阳和阳光是统一体一样。“正如他们所说的，地球上的阳

光同天空中的太阳是不可分的，也是分不开的”。查斯丁分别从犹太教

的天使学和中期柏拉图主义取来成分，然后将这两种成分加以合并，力

图用这种方法来阐明圣父与圣子的关系。第一种成分使他强调上帝的统

一性，并把“道”看做是这位独一上帝的一种“属性”或“神能”。第二种成

分则使他强调上帝的超越性，把“道”看做一位次位的神明，在世界同那

位只存在于绝对超然之中的至高上帝之间作桥梁。这两种神学思想成分

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并非查斯丁一人所独具。这一情况也普遍存在于最

初几个世纪的神学思想之内。下面我们将看到，只有经过长期艰苦的争

执之后才有可能澄清这方面的基督教教义。

从历史学看来，查斯丁神学思想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他对基督教信仰

与异教哲学和《旧约》的关系问题所作的论述，还在于他保存了早期基

督教的崇拜仪式，特别是洗礼和圣餐的仪礼。关于圣餐问题，查斯丁肯

定在圣餐中分吃的食物是耶稣的血和肉；不过他同时又认为这食物能供

人营养身体，就这个意义来说，它仍然是食物。

我们接受的不是普通的面包和酒，而是作为我们救主的耶稣基督的

血和肉，为拯救我们，上帝的道成为肉身，使我们得知借着他的话祝祷

过的食物就是那成为肉身的耶稣的血和肉，经过质变成为我们血肉之躯

的营养。

虽然查斯丁的护教文是用后期希腊哲学把基督教信仰阐述出来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无视存在于基督教和哲学之间的距离。他特别强调关

于道成肉身和死人复活的教义，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于基督教的

主要特色的认识。以后我们将看到别的信奉基督教的所谓护教者是怎样

企图把基督教从历史的、特定的、物质的论证纠缠中解脱出来。查斯丁

并不是要否认道成肉身的教义，即便把它搁置一边也不愿意。相反，他

把这条教义摆到他的护教文的中心位置上。另一方面，关于死后生命的

教义也是异教徒讽刺的题目。在这些讥讽面前，有些基督徒就到柏拉图

主义的不朽论那里去找根据。这样做虽然能赋予基督教以某种理性的外

表，但它却混淆了希腊哲学的灵魂不朽论同基督教关于死人复活的教

义。这种混淆很容易引发一系列的学说和价值论，其性质与其说是基督

教的，不如说是柏拉图主义的。在复活这个问题上，查斯丁在柏拉图主

义和基督教教义之间的那种近似性面前，仍旧没有被迷惑住。他坚信从

本性上说灵魂是不朽的，但基督徒所寄予希望的不是一般的不朽，而是

死了以后还要复活。

查斯丁的末世论，不仅包括关于死人复活的教义，而且包括关于基

督将以王者之荣再来世间，在新耶路撒冷建立千年王国的教义。

总之，从保存下来的查斯丁的著作中反映出来的神学，可以说是为

希腊哲学和犹太教作出基督教式解释的一个尝试。固然二者在上帝

的“计划”里都各有其地位，但查斯丁并不因此就否认基督教的独特性而

去投当时社会之所好。相反，他认为只有立足于基督教这个唯一的优越

地位，才能对后期希腊哲学和犹太教作出正确中肯的判断。这样一来就

牵涉到一个历史观的问题。这个历史观在查斯丁的作品中已初见端倪，

日后，别的神学家将在他的基础上继续加工，其中突出的一位是艾雷尼

厄斯。假如后代的人能保存现已丢失的查斯丁某些著作，现在只能从他

现存著作中约略看出的他原有思想的全貌，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他提安



他提安（Tatian）属于古代基督教人物之一。他仿佛被一堵黑暗之

墙所包围，后人无法穿透而看到其真相。他提安出生于东方。他出生的

地点，如果不是在亚述，至少也是在叙利亚。他在罗马皈依基督教这件

事，似乎是通过查斯丁的努力，因当时查斯丁正在罗马讲学。查斯丁殉

道以后，他提安约于公元165年建立了自己的讲学中心。若干年后他离

开罗马来到叙利亚。据传他在那里创立了一所异端学校。古代基督教学

者一致同意，认为禁戒派（Encratites）是他提安创立的。但是关于他的

异端学，却很少为人所知。后来，大约180年，他提安就完全从历史上

消失了。

他提安在他的著作《向希腊人讲话》（Address to the Greeks）中试

图告诉人们，他所称的“蛮人的宗教”要比希腊人的文化和宗教优越得

多。他首先提醒希腊人注意，他们现在引以自豪的种种文明创新就是发

源于这“蛮人宗教”的。此外，从人们谈论的许多轶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希腊哲学家本身也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人。他提安最后说，希腊宗教没有

权利认为自己比“蛮人的宗教”高明，因为希腊人所拜的各种神祇只不过

是一些供雕塑家作模特儿的放荡女人。关于这些神祇的种种传说也都说

明他们本身也不是怎么值得仿效的。如果说所有这些都不足为由，那

么，让希腊人记住，摩西比荷马早，从希腊古典时期的宗教里可能找到

的任何好处，也不过是从《旧约》里抄袭来的。

他提安就是在向希腊文明发动攻击的背景下对他称为基督教的“蛮
人宗教”加以发挥的。自然，不能希望他提安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对自己

的神学有什么系统的阐述。不过有一点是明显的，那就是他的神学是以

上帝和上帝的“话”或“道”为中心的。这“道”来源于上帝，就像许多灯光

从一个光源体点亮而无损于光源体本身一样。“道”创造世界，不是用先

在的质料进行创造，因为除上帝以外，没有任何东西是没有来源的。

上帝是始。但我们曾受教得知，“始”就是“道”的能力。宇宙的主自



身是万物的必要基础（ ），在没有各种创造物之前，他是独自

存在的。由于他是全能的，他自身是可见之物和不可见之物的必要基

础，万物与他同在。“道”在上帝里面，借着“道能”（Logos-power[
]）与上帝一同存在。“道”按照上帝的旨意出现，他的

出现不是徒然的，因为成为圣父的头生事工。我们认识他（“道”）是世

界的起源。他的存在是通过参与上帝的本质，而不是通过脱离上帝的本

质，因为割裂了的是从原来的本质分离开来，而通过参与而存在的，选

定自己的作用，并不使他所由产生的圣父受损。正如许多火把可以由一

个火炬点燃，但这头一个火炬的亮光并不因为点燃了别的许多火把而有

所削弱。同样，“道”由圣父的“道能”出来，但并没有将那所由生他者

的“道能”削去。例如我说话，你听见了，但并不因为这话传到了你，作

为说话者的我就变成不能再说话（）了。而正是由于我的声音讲出话

来，使你头脑里原先混乱的质料变得有了条理。“道”最初被生，“道”为
自己创造了必要的质料，然后又生出世界。同样，我因模仿“道”得到再

生，获得真理，正尽力使那与我同种的混乱质料变得有条理。由于质料

与上帝不同，它不是没有起源的，也不是因无源而与上帝具相同能力

的。它是被生的，但不是被人所生，而是被万物的制造者所生。 在

被造之物的范围内，人和天使一样享有自由，只是由于我们误用了自己

的自由，从而产生了邪恶。

我们的自由意志把我们毁了。我们原是自由的，现在却成了奴隶，

我们通过犯罪而被卖了。上帝没有制造过邪恶，是我们自己显出恶来；

不过我们既显出恶来，我们也能把它抛弃。

人的灵魂不是不朽的，它与肉体同死，又与肉体一同复活去忍受永

远的死。但是认识真理的人，他们的灵魂在肉体毁坏之后仍然继续活下

去。

雅典那哥拉



“哲学家”雅典那哥拉（Athenagoras）是和他提安同时代的人，不过

他的精神气质和文体风格完全不属于查斯丁的门徒那一类型。人们对雅

典那哥拉知之甚少，只是通过他的著作可以从他身上看到一种文雅而又

热情的风度。他的文体虽不算古典的，却是所有2世纪基督教作者中最

精练、最明朗和严谨的。他给后人留下了两部著作：《为基督徒呼吁》

（A Plea for the Christians）和《论死人复活》（On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为基督徒呼吁》一书的开头是一篇简短的献词和导言。后来的学

者们根据导言的内容确定写作年代约为公元177年。接着，雅典那哥拉

针对攻击基督徒的三种主要指控进行反驳。这三种指控是：无神论、人

肉宴（Thyestean banquets）和乱伦行为。他引述一系列诗人和哲学家关

于上帝的论述来反驳对基督徒是无神论者这个指控，他说这些诗人和哲

学家关于上帝的话和基督徒现在所说的差不多，他们并没有因此就成为

无神论者。

下面的语录清楚地概括了雅典那哥拉论上帝和“道”的关系的教义：

上帝之子就是圣父在理念上和实践上的“道”。因万物是按照他的样

式而造，也是由他所造，圣父和圣子是一位。由于圣子在父里，父在子

里，圣子与圣父在灵性上、理解上和理性上（ ）同属一体，

共具权能，所以圣子就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你们自认才智超人，要询问

圣子是什么意思，我可以简单地说，圣子就是父的头一个创造体。他不

是被造而存在的，[因起初就有上帝，他是永恒的 ，他里面本来

有“道”，由于他的永恒性而与“道” 同在，]而是出来成为一切物质东

西的理念和能够发动的能力。我们认为通过先知进行工作的圣灵是发自

上帝，从上帝那里发射出来，又像一道阳光返回那里。当那些谈及上帝

圣父，上帝圣子和圣灵的人，当那些表明他们的力量在于互相团结，他

们的荣誉在于遵守秩序这样一些人被指控为无神论者的时候，谁能不为



之感到惊讶。

从这段文字里可以看到，雅典那哥拉关于“道”的学说和查斯丁相

同，只不过雅典那哥拉比查斯丁更强调“道”和父的统一性。

至于有关基督徒不道德的种种指控，雅典那哥拉是断然加以驳斥

的。基督徒的道德观念比别人高超，这是显而易见的，谁能相信他们会

犯人人都认为可憎的行为呢？基督徒绝不可能吃小孩，因为他们不但禁

止杀人，就连堕胎也是禁止的。他们也不可能做乱伦的事，因为他们谴

责对保持纯洁哪怕是一闪的错念，他们赞美童贞超过赞美生活的其他方

面。

在《论死人复活》这篇论文中，雅典那哥拉力图说明肉体的复活是

可能的。他论证说，这是与上帝的本质相符的，也是人类本性所要求

的。他认为死人复活同灵魂不灭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相反，他确信前

者是后者的前提，因为当一个人的灵魂和他的肉体联合的时候，他才能

够这样。

关于哲学同神学的关系，雅典那哥拉所持的态度和查斯丁相似。查

斯丁认为异教哲学中的真理具有一定的积极价值。雅典那哥拉在他的

《呼吁》中也谈到，柏拉图对基督教上帝观的基本要点是有认识的。不

过雅典那哥拉确认哲学家同基督徒之间的最大区别是：哲学家是遵循自

己灵魂的推动，而基督徒则是听从上帝亲自给人的启示。哲学家们相互

矛盾的原因也在这里，只是雅典那哥拉没有像后来一些护教者那样对这

点加以强调。

安提阿的提阿非罗

安提阿主教提阿非罗（Theophilus）著有《献给欧托力加斯的三本

书》（Three Books to Autolycus）。写作年代约为公元180年或略晚于公



元180年。这几本书的目的是劝说他的朋友欧托力加斯信奉基督教为真

理。不过他的作品的深度不及查斯丁，文风也不如雅典那哥拉。他对古

典文化的认识似乎有点肤浅，他的基督教护教学也不够深刻。

《献给欧托力加斯的三本书》中的第一本论及他的上帝观；第二本

谈到《旧约》释经法和诗人们的讹误之处；第三本阐述基督教道德的优

越性。这里只谈谈提阿非罗关于上帝的本性和认识这个问题的看法，至

于每本的内容就不在这里综述了。

按照提阿非罗的看法，只有灵魂能够认识上帝。欧托力加斯曾经要

求提阿非罗把他的上帝指给他看。提阿非罗的回答是他必须先看看人

——意思是，他的朋友先要洁净，因为这是得见上帝的先决条件。人的

灵魂像一面镜子，镜子一定要明净才能反映出人的形象。

只有灵魂洁净的人才能看见的这位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神。实际上，

提阿非罗是第一位使用“三位一体”这个词语的基督教作家。提阿非罗和

查斯丁、他提安、雅典那哥拉一样把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称作道。斐洛曾

把道区别为“内在的道”（immanent Word）和“表述的道”（expressed
Word），提阿非罗把斐洛的这种区别介绍到基督教关于“道”的教义里

去。“内在的道”是一向存在于上帝心里的道。“表述的道”是生于万物之

先，在这个意义上说，道是“一切创造物中的初生者”。把这种区别介绍

到基督教神学领域这件事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它很快就被一些最有影响

的神学家所接受，并在后世的种种争论中起着重要作用。

赫米亚斯

赫米亚斯（Hermias）所写的《对异教哲学家的嘲讽》（Mockery of
the Pagan Philosophers）一书通常被列入2世纪希腊护教者的著作之内。

不过，关于书的写作年代十分可疑。有些评论家认为属于2世纪，另外

一些人却说不早于6世纪。赫米亚斯虽然有时被称作哲学家，但他的这



部作品并不要求多少哲学知识，它仅具当时一般手册的水平。它完全缺

乏文学风格，也没有对神学表示兴趣。作者很少提到他本人的基督教神

学观点，他主要讲述早期哲学家们互相矛盾的地方，以期表明他们中间

没有一位是值得尊敬的。如果说在赫米亚斯这篇短短的作品里还有什么

积极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它证明了赫米亚斯作为一名早期基督教徒所

具有的幽默感。

《致丢格拿都书》

当我们要研究另一位年代也不能确定的护教者的时候，情况就大不

相同了。这就是《致丢格拿都书》（The Epistle of Diognetus）的不知名

的作者，他的文体与同时代的其他基督教作者相比是很出色的。

如果这封书信的末两章也出自这位作者之手的话，那么这位不知名

的基督教徒在全书短短的十二章里的确为这个新的宗教作了最优美而又

杰出的辩护。作者没有像他提安或赫米亚斯那样走极端，《致丢格拿都

书》在指出异教信仰愚蠢的同时，也谈到犹太风俗的毫无意义。作者以

积极简洁的笔调对基督教信仰的本质加以阐述，这种本质不是出于人而

是出于那创造宇宙的上帝，正如基督教信众通过他们各自的生活所表明

的那样。

基督徒区别于其他人的地方不在他们的国家，他们的语言，也不在

他们所遵守的习俗。因为他们并没有自己的城镇，没有特殊的方言，也

没有奇特的生活方式。他们所遵循的品行规范不是什么有研究的人故意

臆想出来的。他们也不像有些人那样宣布自己仅仅信守一些出于人的教

义。基督徒按照各自的境况居住在希腊城镇和不文明的城镇里，在衣

着、饭食和其他一般生活习惯上也都随俗。但他们却表现出一种奇妙

的、公认为惊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居住在自己的国土上，但只是作为客

旅。他们作为公民与别人共享着一切，却不像外国人一样忍受着一切。



每一块外国土地对于他们都如同自己的乡土，而他们出生的每个地方又

都是他们的客乡。别人全都结婚，他们也结婚生儿育女，但他们并不毁

灭自己的后代。他们跟别人同桌吃饭，但并不跟别人同床睡觉。他们生

活在肉体里，但并不随从情欲。他们度过世上岁月，但他们是天上的子

民。他们服从规定的法律，却又在生活上超越法律的要求。他们爱所有

人，却又被一切人所迫害。他们默默无闻却被定罪；他们被处于死，又

恢复了生命。他们贫穷却使众人富足；他们一无所有却又样样丰富；他

们受耻辱，却又在耻辱中得到荣耀。他们被诽谤，却理直气壮；他们被

辱骂，却为辱骂他们的人祝福；他们被侮辱，却能以德报怨；他们行

善，却被当做恶人受刑罚。当受刑的时候，他们喜乐，就像这能加快生

命进程一样。犹太人攻击他们是外国人，希腊人也迫害他们；但是恨他

们的人却找不到恨的理由。

撒狄的墨利托

有几篇早期基督教作家提到过的护教文已经丢失，因此无从知道这

些作品的神学内容是什么。不过撒狄的墨利托（Melito of Sardis）的情

况有点不同，他的护教篇虽然已经失传，但他的一篇布道文却保存了下

来。这篇布道文综述了以色列民族的历史，特别强调《出埃及记》和逾

越节仪礼（pascal institution）的建立。作者采用预表释经法来说明全部

以色列史，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

（是）他拯救我们脱离奴役获得自由，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脱离压

迫进入永恒的国度，使我们荣任新祭司职务，永做上帝选民。由于他

的“逾越”我们得蒙救赎，他为众人多受苦难。在亚伯里他曾被杀，在以

撒里他曾被绑，在雅各里他曾流落异乡，在约瑟里他曾被卖，在摩西里

他曾被弃，在羔羊里他曾作牺牲，在大卫里他曾被追捕，在众先知里他

曾受屈辱。



这篇布道文同我们学过的护教篇有所不同，它里面没有哲学概念，

但它的神学观点同别的护教篇是一致的。基督是先在而又具神性的。由

于作者过分强调这点，以至圣父与圣子之间的区别几乎被抹杀了。墨利

托同查斯丁一样非常相信圣灵，不过他还没有建立起学说来论述圣父、

圣子同圣灵的关系问题。最后，墨利托十分肯定基督既是神又是人。在

他的布道文里他告诉我们说救主“从本性上就是神和人”。

综述

从使徒后期教父过渡到2世纪希腊护教者的过程中，我们接触到的

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气氛。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基督教与所在地文化之间的

早期冲突，以及基督教思想家为解释二者之间的关系所作的种种努力。

其中有些人相信异教哲学中存在着真理的火花，并且愿意承认这真理的

火花是真实的。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基督教与希腊古典文化之间除争斗

到底外别无其他关系。另一方面，基督教徒尽力使他们对基督教信仰的

陈述易于为异教徒所理解。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不得不使自己的思想

系统化。因此可以说，护教者是基督教的第一批系统神学家。这些作家

对基督教思想史的贡献恰恰在于他们为基督教神学系统化所承担的这个

任务；同时也在于他们所创立的关于道的学说；这就为基督教信仰与不

过，这件工作也带来一些风险，因为在阐明教会信仰的同时，也会引起

早期基督教徒从未预料到的新问题。于是，道的学说连同它的全部哲学

含义的发展，在若干年以后，就成为严重的神学争论的导因。从护教者

身上已经能够看到查斯丁和墨利托的分歧：查斯丁确认“道”（the
Word）是“另一位上帝”（another God），而墨利托则倾向于认为子就是

父。界于他们二人之间的是提阿非罗。他把道区别为“内在之道”和“表
述之道”，前者永远存在于父的心里，后者是创造的动力，后来在耶稣

基督里成为肉身。

总之，护教者把基督教看做一种学说，不论是道德学说或是哲学学



说。基督首先是一种新的道德学的教师，或者是真哲学的教师。但是在

墨利托的布道文里，基督是作为死和恶势力的征服者出现的，而基督教

是作为参与了这一胜利来加以陈述的。这就是说，护教者在向异教徒讲

述基督的时候，他们只讲基督是教师、是启蒙者。但实际上，对于基督

的救赎事工，他们可能具有比保存下来的他们的著作里所能看到的更为

广泛更加深刻的理解。

无论如何，护教者们对基督教的希腊化过程作出了贡献。他们在哲

学面前的态度各不相同，如以查斯丁、雅典那哥拉和提阿非罗为一方与

以赫米亚斯和他提安为另一方的两种态度就是对立的。即便是查斯丁和

雅典那哥拉这样一些尽量利用哲学概念的护教者也始终把道成肉身、死

人复活等不合希腊人口味的学说放在中心位置上。但尽管如此，我们还

要说，来自后期希腊哲学的那种强调上帝的神圣不变性的上帝观，将长

期成为基督教神学的包袱，给后世在三位一体论和基督观等方面的种种

争论增加困难。

目前，威胁着教会内在生活的是另外一些问题。如果我们仅从希伯

来精神与希腊思想有矛盾这一概念来解释这些问题，那是错误的。这些

问题就是早期的异端。我们现在就来研究这些问题。



第五章　早期异端：挑战与回应

基督教会从产生之始就不得不与有关基督教信仰的各种解释进行斗

争。这些解释在许多人看来，似乎危及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内容。基督教

的皈依者来自多种不同的宗教和文化背景。可以想象，这势必影响这些

人对基督教作出的解释。与此同时，其他宗教运动也在从基督教中汲取

重要成分，并将之纳入它们的信仰体系之中。难道它们就可以这样称为

基督教吗？真正的基督教与含有基督教成分，而事实上却是不同的宗教

之间的界限究竟何在？很明显，我们不能先验地划出这个界限，因为那

些最终被认定为异端派者并非活动于基督教社团之外，而是些自称基督

徒并试图以其同代人可以理解的说法解释福音的人。再者，那些最终被

宣布为正统派者也未能在所有问题上取得一致看法。所以，人们当时确

实难以在这些人之间作出区分。这就产生出形形色色自诩为基督教正道

的教义，而其中多数却似乎与某些传统基督教信仰的基本信条有矛盾之

处，或者至少是摒弃这些信条。

我们可以从《新约》中看到这种教义分化现象的存在。《新约》的

作者们始终在设法结束这种局面。《加拉太书》、《歌罗西书》、所谓

的约翰著作及《彼得前书》等，都反映出早期基督教徒对这些教义的反

对。我们已经看到，安提阿的伊格内修斯如何驳斥那些否认耶稣基督道

成肉身的人。几年后，查斯丁再次攻击那些他所说的伪基督教师傅。其

后，几乎所有的护教者都写下了反对异端派的著作，尽管这些著作没有

能够保存下来。2世纪期间，特别是2世纪下半叶，异端派教义的传播如

此广泛，以至于在教会中激起强烈而广泛的反响。这必然要在基督教思

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讨论那些后来被教会认为伟大的正统卫

道士们的神学思想之前，我们必须先简要地介绍他们所反对的那些教

义。



犹太化基督教

原始教会所面临的第一个教义问题，就是它与犹太教的关系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逐步解决可见之于《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然而，有人

却始终拒绝最终为绝大多数基督徒所接受了的保罗的解决方案。

我们很难对各个不同的犹太化运动所持教义的确切本质作出判断，

也难以在它们之间作出区别。这种困难部分地是由于研究材料的稀少，

也由于古代基督教作者早已对此感到困难，因为他们对这形形色色的团

体及其教义似乎也感到迷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或许就在于这些基

督徒当初尚未组成像教会那样规定明确的团体，而只是构成一个不断结

合着的运动。

然而，为了明了起见，我们似乎可以在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关系的

基本问题上划分出几个层次。

首先要解决的是基督徒是否应当遵守《旧约》律法的问题。在这个

层次上，有些温和的犹化者，他们自己遵守律法，却不想强迫别人照

做。也有一些较为极端者，他们不仅自己遵守律法，而且认为所有真正

的基督徒都应当这样做。

在另一个层次上，有些犹太基督徒不仅肯定必须遵守《旧约》律

法，而且称保罗为真正信仰的背叛者。他们认为，基督起初并非神子，

只是由于他在遵守律法中表现出的美德而使他被上帝收为嗣子。这就是

伊便尼派（Ebionites）的观点。该派似乎持续存在达数世纪之久。

我们对伊便尼主义认识的来源除了有古代反对异端派的作者们提供

的见证外，还有伊便尼派的西玛库（Symmachus）的《旧约》译本，以

及“伪克莱门特文献”（the Pseudo-Clementine Literature）。学者们相

信，在构成这种文献的各种材料中，可以找到他们所谓的“彼得宣



道”（the Preach-ings of Peter）的内容，它的神学观点与其他基督教作者

所介绍的伊便尼信仰是一致的。因此，人们相信“彼得宣道”本质上即为

伊便尼派的观点；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关于该派教义的直接依据。

根据这些材料，我们可以发现伊便尼派的神学观点，至少可以发现

其主要特点。看起来，伊便尼主义的起源与艾赛尼派犹太教是有联系

的，因为它似乎从那种派别的犹太教中吸取了某些原则：反对杀牲献

祭，主张从上帝而来的善恶两道并存，和其他一些次要细节。

伊便尼派认为世上既有善道，也有恶道。后者为这个世代之主，而

前者要在即将来临的世代中做君王。在此期间，善道还通过它的先知从

几次道成肉身中来到世上给人们以启示。亚当、亚伯、以撒和耶稣都是

善道道成肉身的先知。但从亚当之时起，善道每次道成肉身时，都有为

恶道目的效劳的对手随伴而来。该隐、以实玛利和施洗约翰都是恶道，

或谓阴律（fiminine principle）之表现。

在这种思想体系中，耶稣首先是阳律（masculine principle）或善道

（principle of good）的先知。此外，耶稣仅是位蒙上帝拣选以宣示其旨

意的人。耶稣并非由童贞女所生，他只是在洗礼时从天上的天使得到他

能够完成使命的权能。这项使命不在于拯救人类——这是个超出任何个

人能力以外的工作——而在于呼召人们遵守阳律赐给的律法。事实上，

律法是伊便尼派精神的核心。他们虽然不杀牲献祭，却强调行割礼和守

安息日。《旧约》律法中有关杀牲献祭的内容并非由上帝所定，而是

在“阴律”的影响下被加进经典里的。这就是伊皮凡尼乌（Epiphanius）
所说，伊便尼派虽然严守律法，却又不完全接受《摩西五经》

（Pentateuch）之原因所在。

在耶稣与律法的关系问题上，伊便尼派坚持认为，耶稣来到这个世

界不是为了取消律法，而是为了成全律法。耶稣对律法的成全绝不意味

律法业已完结，不再具有约束力；相反，耶稣为大家树立了学习的楷



模。而保罗却宣扬耶稣已为所有人成全了律法的观点。因为他本人也

是“阴律”的奴仆之一。

可见，这种派别的犹太化基督教是艾赛尼派犹太教的一个变种，它

们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耶稣在神学中的作用问题。

伊便尼主义从未形成一种流传广泛的教义。它似乎随着教会中异邦

成分的日益增加和犹太人成分的逐渐减少而最终消失。但这不是说它没

有对最初几个世纪中的教会构成挑战。恰恰相反，这里关系到耶稣基督

的独特性问题。这种教义可能把耶稣说成只不过可以和古代犹太教中的

人物并列。照这样讲，耶稣就再也不成其为唯一的独特者和中心者。他

再也不是上帝的独生子，而仅仅是一系列先知中的一位。他再也不是救

主，而只是上帝在这个世代中的作为的一个因素而已。

最后，在第三个层次上有着围绕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关系而产生的

争论，它不仅要求重新解释基督教，而且也要求重新解释犹太教。曾有

一种可能与伊便尼派有密切联系，同时又受到诺斯底主义影响的犹太化

基督教便是这种情况。

这种派别的犹太化基督教的主要代表人物可能是厄尔克赛（Elxai，
又作Elkesai, Elchasai）。此人生活在2世纪上半叶，但我们对他的生平

却知之甚寡。他的教义虽然受诺斯底主义影响很大，但仍明显地表现为

伊便尼派观点。他自称受到一位九十六米高的天使给他的启示，并以此

作为其教义的基础。这位天使就是神子。在他之后还有一位同样高大的

女性天使，这就是圣灵。

我们只能从一些语录的片断，以及其他攻击这种说法的基督教作者

所提供的参考材料中了解厄尔克赛的启示内容。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得

出这样的结论：厄尔克赛主义只是一种受到某些诺斯底主义影响（占星

术、数字命理学和二元论倾向）的伊便尼主义（坚持必须守律法和受割



礼，耶稣只是个先知等）。它的主要根据地似乎是在东方，尤其是幼发

拉底河以东，厄尔克赛可能就出生在那里。无论如何，这个派别尽管不

大，却很重要，因为它可能对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也起过一些影

响。

诺斯底主义

在诺斯底主义这个总名称之下包括了几个盛行于2世纪的宗教教

义。它们的主要特点表现为综合主义。诺斯底派可以任意采纳被他们认

为是有价值的教义，而不顾及其来源与背景。当他们了解到早期基督

教，并体验到它的感染力时，他们就力图采纳基督教中那些对他们来说

是极有价值的内容，使之成为他们自己体系的一部分。这一体系向反对

这种做法的基督徒们提出挑战，他们必须证明诺斯底主义对基督教的曲

解，并且说明为什么不应当把耶稣基督只当做诺斯底体系中的一个分子

而已。

学者们围绕诺斯底主义的起源问题有许多不同看法。也许因为诺斯

底主义本身就具有的综合主义性质，这场争论可能永远不会有结果。诺

斯底派采纳了波斯的二元论和东方的神秘主义，巴比伦的占星术，希腊

的哲学和实际上流行于2世纪期间的各种教义。因此，哈纳克关于诺斯

底主义是“一种十分希腊化的基督教”的说法，是不够准确的。确实，诺

斯底主义中有强烈的希腊思想的影响，但同样确实的是，这仅仅是诺斯

底派的教师们所汲取的许多来源之一而已。

诺斯底主义中含有非常重要的臆测因素，它基本上是由各种数学思

维（numerological speculations）体系构成。这使人们感到不能理解，诺

斯底主义怎么会成为教会的有力对手的。诺斯底主义成为正统基督教之

外的另一个具有吸引力的选择，这个事实首先是由于它的末世论影响。

为了理解诺斯底主义的吸引力，人们就必须首先把它理解为一种得救的



方式。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带来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其对立面

是当时人们所持有的个人主义（individulism），这些人深感古代的民族

宗教已不能满足其主观要求。由于这个缘故，基督教产生之初数世纪的

特征，就表现为寻求个人得救，和接踵而来的各种自称可以提供这种得

救的宗教——除了基督教而外，还有神秘宗教和诺斯底主义。

因此，诺斯底主义首先是一种关于得救的教义。然而，这种得救的

本质究竟是什么？诺斯底主义认为，精神因与物质事物结合而受到奴

役，故得救在于使精神得到解放。人的身体和与肉体的灵魂同属物质世

界，因为只有灵魂才能给身体以生命、愿望和感情。精神实际上不属于

这个世界，它是神圣实体之一部分。诺斯底派常用神话学方法说明精神

堕入这个世界而成为物质的囚犯。所以，必须把精神从囚禁中解放出

来；这要通过知识或灵智（gnosis）才能实现——这就是诺斯底主义

（Gnosticism）名称的由来。

这种知识不在于单纯的知晓，而是由永恒者的启示得到的一种神秘

的觉悟。知识是对人类处境的理解，对我们的过去和未来的理解。这

样，我们可以从物质世界的束缚下得到解放。但从另一方面看，由于我

们与物质结合而受到奴役，我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认识永恒的真理，

因此，必须由超在的精神世界派出一位使者，把解放的启示带给我们。

这个使者表现出一切诺斯底体系的特性。在基督教诺斯底主义中，正是

由耶稣来完成这个使命。

然而，拯救的教义必须扎根于对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的理解，这正是

各种诺斯底体系中复杂的思辨结构所起的作用。如果说，人的精神受到

物质的囚禁，那么，必然有一个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诺斯底派企图从

其思辨中说明这个原因。这种思辨有两个主要特征：派生性的二元论和

数字命理学（numerology）。许多学者把二元论强调为诺斯底主义的主

要特征之一，殊不知这种二元论不是根本的或始初的二元论，而是一种



始初的一元之产物。诺斯底思辨以单一的永恒之道为其出发点，其他的

道或者“伊安”（aeon）都是在一个由此开始向下运动的过程中产生出来

的，直至（通常是通过一个较低级的伊安的失误）产生出物质世界。这

样便形成物质与精神，或天上之物与地下之物间的派生性的二元。数学

——希腊化思辨中较为普遍的特点——在各个层次的伊安生成过程中起

着重要作用，因为伊安的产生通常要遵循某种数学模式。诺斯底派的宇

宙论即以这种派生性的二元论和数字命理思辨的结合为出发点，并以居

于绝对者和物质世界之间的伊安的复杂系列为其特征。这些事物常常被

视为精神在向永恒回归的途中必须穿越的领域。

最后，诺斯底派伦理学的基础是它们的人论和宇宙论。倘若人里面

有任何善性存在，那只能在他的精神中寻找，而人的身体本性却是恶。

由此可以引出两个截然相反的结论：严厉约束身体而过禁欲生活，抑或

身体之一切所作所为都无所谓，因为身体不能损坏精神的纯洁性，故可

放纵身体任意而行。由于这个缘故，有些诺斯底教派在生活上持极端禁

欲主义态度，而另一些诺斯底教派则持放荡纵欲的态度。

多数基督徒感到，诺斯底观点与基督教主张的结合会在三个基本问

题上对他们的信仰造成威胁，即上帝创造世界和管理世界的教义，救赎

论和基督论。

诺斯底主义反对传统的基督教创世论，因为它从物质世界中所见到

的，不是永恒的上帝的事工，而是一个低级的、邪恶的或冒昧的实体所

犯的错误而造成的结果。诺斯底派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事物非但毫无价

值，甚至是邪恶的。在这方面，他们反对认为万物皆由上帝所造，上帝

仍活动在这个世界的历史之中这个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主流思想。

随着诺斯底主义与传统的基督教之间第一个分歧而来的是围绕救赎

论而产生的分歧。诺斯底主义认为，得救就在于解放被囚禁在人体之中

的神圣而不朽的精神。人体在救赎计划中发挥的作用纯属否定性的。与



这种观点相反，绝大多数基督徒肯定得救也包括人的身体，上帝救人计

划的最终实现不能没有人的肉体复活。

最后，诺斯底派的二元论之运用于基督论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如

果说物质，首先是构成我们身体的物质，不是神意愿的产物，而是由反

对这个意愿的某种别的道的产物，那么，物质和人的身体就不能做至高

的启示的媒介。因此，使人认识上帝的基督就不可能以肉身来到这个世

界。他的身体不可能是真正的肉体，只是肉体的形象而已。他的受难和

死都不可能是真实的，因为难以想象一位至高的上帝会让自己屈从于邪

恶和物质的破坏力量。这样，诺斯底派在基督论上就走向了所谓的幻影

论（Docetism，源自希腊文，意为似乎或假设），我们在讨论安提阿的

伊格内修斯的对手时已经接触过这种观点了。与此相反，绝大多数基督

徒肯定上帝救人的启示只能在拿撒勒人耶稣里面——在他的肉体、生

活、受难、死和复活里面——才能找到。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基督徒不

把诺斯底主义看成他们基督教信仰的另一种版本，而认为它是企图剥夺

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信息。

虽然诺斯底主义有颇多派别，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明确，我们仍可

以通过对其中体系的描述来说明诺斯底主义的一般特征。

我们对于诺斯底主义的认识来自他们的著作和古代基督教作者抨击

他们的著作。然而在几十年前，诺斯底派的著作存留于世的数量似乎极

其有限。学者们只好以反对诺斯底主义者著作中的说法为根据。很自

然，这些反对诺斯底派著作的可信性程度始终构成一个悬而未决的问

题。近年来大量的诺斯底派著作陆续为人们所发现，我们对于诺斯底主

义的认识也因之而得到极大的充实和澄清。

有一个以查斯丁为其第一倡导人的非常古老的传统认为，行巫术的

西门（Simon Magus）是诺斯底主义的创立者。然而历史事实似乎说

明，不是由那位西门创立了这种类型的宗教，而在《使徒行传》第8章



中，我们就已获得关于基督教与诺斯底主义最早一次冲突的记录。在西

门居住的撒玛利亚城里有来自古代世界各地的居民，这就形成了最适合

诸如诺斯底主义那样的综合性教义滋生蔓延的环境。根据查斯丁和其他

一些古代基督教作者的说法，行巫术的西门有许多追随者。他宣称他本

人就是上帝，或者说他拥有上帝的权能，他的同伴海伦娜（Hellena）则

是圣灵。《使徒行传》证实他曾作为一个基督徒受过洗。虽然没有别的

事实说明他还剽窃过其他的基督教教义，但上述事例本身已足以说明诺

斯底主义的综合主义精神。

行巫术的西门的门徒麦兰德（Menander）是个身份不明的人物，与

其称他是基督徒，倒不如说他是个犹太教的诺斯底主义者更为恰当。据

古代反对异端派的学者们说，麦兰德如其师傅在他之前所行一样，也精

于行巫术。他自称为救主，天上诸神差遣他为传授巫术仪式的使者。有

了巫术，人就能战胜创造这个世界，并且使人遭受奴役的神灵。

塞林多（Cerinthus）可能是诺斯底派中第一个企图重新解释基督教

福音者。他在1世纪末居住在以弗所。人们可从他的体系中见到诺斯底

主义的特点：耶稣是人，是马利亚和约瑟的儿子，而基督是在耶稣受洗

时降临在他身上的神。因此，塞林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幻影论者，尽管

他在基督的神性和人性间作出截然的区别，以解决基督里神人二性合一

的问题。作为一个使者，基督在完成了他来到人世的任务后就离开了耶

稣，受难、死去和复活的只是耶稣，而基督本身是不可伤害的。根据传

统的说法，塞林多在以弗所的主要对手是圣约翰，不论是指哪一位圣约

翰。要知道，《新约》中的《约翰一书》似乎就是针对塞林多写的。

撒多尼勒（Satornilus，或Saturninus）是麦兰德的门徒。他认为世

界系由七位天使创造出来的，其中有一位就是犹太人的上帝。这些天使

企图按至高的上帝形象进行创造，结果失败了，造出来的却是人类。于

是至高的上帝为怜悯所动，将他永恒的实质赐一部分给被天使们创造出



来的人，以后他又派耶稣把摆脱物质奴役的方法交代给人。这些方法中

最重要的似乎是节制性欲和遵循特别的饮食规定。

加波克拉特教派（Carpocratians）似乎产生于亚历山大里亚。据

说，他们的导师加波克拉特（Carpocrates）于公元130年前后就住在那

座城市中。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中支配亚历山大里亚思想界的哲学学派

是新柏拉图主义。我们已经看到这里的犹太教和基督教怎样受到这个哲

学学派的强烈影响。加波克拉特教派同样也受到这个学派的影响，他们

的诺斯底主义综合体系中不仅包含了某些基督教的因素，也包含其他一

些本质上属于新柏拉图主义的因素。他们认为，世界是由一些低于圣父

的精灵创造的。人们的灵魂先于他们的肉体存在，拯救只有通过对于那

种先在的回忆来实现。未获得这种记忆能力者不能逃脱一系列的肉体轮

回。耶稣是个人，是马利亚和约瑟的儿子；但他却是个完人，他明白无

误地记住了他出生以前的存在状况，并将已被人们遗忘的永恒实在宣示

给人。

亚历山大里亚也是公元120—140年间名噪一时的巴西里德（Basil-
ides）活动的场所。他自称是使徒马提亚的弟子。他认为天上一切实在

的根源是圣父，自圣父那里流溢出（emanate）由若干等级的神灵组成

的365层天。创造这个世界的天使们，其中有一个为《旧约》的神，就

住在最后一层天上。《旧约》的神拣选出一个民族，企图建立它对全世

界的统治；别的天使们却阻止他那样做，由于所有的天使对于圣父的本

质均无知无识，他们与圣父之间隔着364层天，所以，他们的创造是极

不完善的。但就在这不完善的创造中，仍然有一部分神的灵性囚禁在人

的肉体里。为了解放那神圣的因素，圣父派出他的独生子。这个圣子并

没有成为人，而只是看上去像人。他的使命是唤醒人们沉睡的灵性，以

获得对于天上实在的回忆。他没有必要为了完成这个使命而受苦。因

此，耶稣并没有被人钉死，只是古利奈人西门受难并死去。



最后，我们必须用几个段落谈论瓦伦斯提诺（Valentinus），他年

青时也在亚历山大里亚住过一段时间。我们不知道他的神学观点形成于

何处，或如何形成的。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将近2世纪中叶时他曾在罗

马，公元155年前后在那里被赶出基督教会。瓦伦斯提诺在基督教思想

史上地位重要，不仅是由于他的教义，也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他的事

例，将正统基督教反异端派学者的见证与异端分子本人，或至少与该异

端派的著作加以比较。也正是他，使得诺斯底主义从叙利亚和东方传到

罗马，从那以后，西方基督教会便开始对诺斯底主义构成的威胁产生较

为深刻的认识。

根据反异端派学者们的著作，我们可以给瓦伦斯提诺的教义举出以

下的一个纲要：万物的永恒之道为混沌（Bythos）。他是不可理解，亦

不可度量的。在他里面只是寂静（Sigē）。混沌在寂静中生成其他两样

东西：心灵（Nous）和真理（Alētheia）。这样，混沌、寂静、心灵和

真理构成了最初的世界“四元”（terad）。而心灵（阳性）与真理（阴

性）的结合则产生出道（Logos）和生命（Zoē）。接着，从道和生命中

又生出人（Anthrōpos）和教会（Ekklēsia），以至形成世界的“八
元”（ogdoad）。然而，这还不是神的流溢过程的终结。由于最后两个

对子或伊安力图以自身的繁衍来荣耀混沌，结果又产生出22样东西，10
样出自道和生命，12样出自人和教会。

至此，由30个伊安排列成15个对子而形成的神圣的丰满

（Pleroma），或称充实（Plenitude）便告完成。最后一个伊安是智慧

（Sophia），物质世界正是从她那里产生出来的。这发生于智慧企图超

出自己能力的限度，去认识那只有心灵才能认识的混沌之时。这使智慧

的情绪强烈激化，以致她在没有她的配偶参与情况下，生出了一种新的

存在。这种新的存在由其出身状况决定了它是个“流产的胎儿”，因此，

它在神的丰满中制造了混乱。最后，混沌决定造出两个新的伊安，基督

和圣灵，以便在丰满中重建秩序。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但名为阿卡穆



特（Achamoth），智慧激情的产物却总是存在着的。十字架或谓限制，

把阿卡穆特驱出丰满之外，并不许她再次回到丰满里来。伊安们出于帮

助智慧的流产儿的意愿，造成一个新的伊安耶稣。在耶稣里面可以见到

伊安们的充实。耶稣使阿卡穆特摆脱了欲念，欲念便成为物质；接着，

耶稣又引领阿卡穆特去忏悔，魂魄便从忏悔中产生；最后，耶稣赐给阿

卡穆特天上的神智（gnosis），这种光亮便造成灵性。这三种因素——
物质、魂魄和灵性——仍然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只是这个世界的创造

者对于第三个因素毫无知识。世界的创造者是智慧为了使物质和魂魄获

得形式而造成的得缪哥（Demiurge）。然后，智慧自己把灵性的种子植

入被得缪哥创造出来的人里面，待到种子成熟之时，基督便出现在耶稣

这个人——不可将他与那位同名的伊安混为一谈——里面来救人。基督

在耶稣受洗时降临在他的身上，并在他受难中离开了他。基督的使命是

带来神智，通过它，真正属于丰满的人的灵性得以返回到丰满中去。

以上是反异端派学者们告诉我们的瓦诺提诺体系梗概。而在最近发

现的一份名为《真理的福音》（Gospel of Truth）的文献中，我们也能

见到那位诺斯底主义者（至少也是他的弟子们）的主张。艾雷尼厄斯说

过，瓦伦斯提诺教派有一部《真理的福音》。看来我们完全有把握认

为，这份新发现的文献就是艾雷尼厄斯所说的那部著作。但是，这部

《真理的福音》与艾雷尼厄斯以及其他反异端派学者讲的瓦伦斯提诺神

学有几点不相一致。对于这种矛盾现象有几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理论

认为反异端派学者的话不可信；第二种理论认为，《真理的福音》写成

于瓦伦斯提诺与教会公开分裂以前，因而早于他的体系完全成熟之时；

第三种理论的可能性最大，即基本上《真理的福音》和反异端派学者们

的见证都是可信的，而它们之间的差异可以用它们的目的不一来解释。

这种理论认为，反异端论学者们显然是出于驳倒诺斯底派的目的，所以

突出了该派思想中最不合理的内容，而《真理的福音》则对得救的问题

更感兴趣，这是诺斯底主义的主要兴趣所在，也是它之所以具有吸引力

的原因所在。此外，《真理的福音》中还有一些宇宙论观点，离开了反



异端论学者们的见证，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些观点。

这似乎证实了我在前面说过的话：理解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中诺斯

底主义的强烈吸引力不能以它的宇宙论观点为基础，而要以它的得救教

义和应许为基础。因此，基督教会的反异端派学者在用揭示诺斯底主义

中最令人反感的内容的方法为教会服务的同时，却因掩盖了诺斯底主义

作为一种使人得救的宗教所具有的那种巨大的精神吸引力，而有失于历

史记载的准确性。

另一方面，诺斯底主义也相当成功地适应了当时的综合主义精神的

需要。每个诺斯底派的教师都视其方便而汲取别人的思想因素，他们的

教派和学派之间如此地交错混杂，以至于现代的历史学家不得不承认，

他们无法在各种诺斯底潮流间划出明确的界限。在学术上为历史学家制

造难题的诺斯底主义，同样给2至3世纪的基督徒们提出了紧迫的问题，

使他们感到他们的信仰不仅从猛烈的外来攻击中受到威胁，而且，甚至

更为严重地，受到那些企图改变据信为基督教中极有价值的内容，并使

之变成更易于当时人们所接受的教义的威胁。

马吉安

在早期基督教会面临的围绕其信息而产生的各种各样的解释中，最

危险不过的是马吉安（Marcion）提出的观点。马吉安是锡诺普

（Sinope）人，住在彭都斯（Pontus），其父为那里的主教。马吉安在

离开彭都斯后前住小亚细亚，后来又到了罗马。可能在公元144年，马

吉安在罗马被驱逐出教会。于是，他就创立了马吉安派教会，此举使他

成为正统基督教最危险的敌人。各个诺斯底派的师爷只不过创立出一些

学派而已。马吉安却创立了一个与现存教会敌对的教会。马吉安派教会

人数发展如此之快，以至于这场斗争的最终结局将是如何，竟然一度令

人难以预料。虽然马吉安主义在3世纪后开始衰落，很快在帝国西部消



失，但在这以前它却确实构成一个挑战。

传统观点一直把马吉安说成诺斯底主义者。而教义史学大师哈纳克

却反对这种意见。他认为马吉安是自成一派的思想家，因为他在一些观

点上比诺斯底主义者更为准确地把握了基督教的基本主张。对于这个问

题的最终裁定取决于如何理解“诺斯底派”。无疑，马吉安神学中有某些

因素使之非常接近诺斯底主义，但他的神学中还有别的一些观点可以让

历史学家单独地讨论他的思想，我就打算这么做。

马吉安神学中的二元论与诺斯底主义的二元论一样，都是在派生意

义上的二元论。这个物质世界的统治者是律法和公义。与此相反，基督

教福音，即上帝的福音的中心是恩典，上帝的爱就在于他甚至能赦免罪

大恶极的罪人。因此，福音就是上帝的话，这位上帝最好被称为“他
者”（the“other”）或“世外之神”（foreign god），他根本不同于统治这个

世界的神。

统治着这个世界的神就是犹太人崇拜的神。正是这位神造出万物，

且“看都是好的”。也正是他要求人们杀牲献祭，引领其子民打仗，并命

令将所有的居民斩尽杀绝。人们恰如其分地称这位神为“忌邪的神，恨

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出埃及记》20章5
节）。

远远高于这位复仇的神之上，有一位“不为人所知晓的

神”（unknown god），他就是爱。他与这个世界没有关系，而是位“世
外之神”。造物的神是公义、残暴和好战的神，而这位至高的神却是

爱、和平和无限善良的神。可能马吉安一开始曾断言造物神为邪恶的

神，但后来也许是受到诺斯底主义者塞尔多（Cerdo）的影响之故又改

称为公义的神。因此，这两位之间的对立变成不在于善与恶，而在于爱

与公义。



马吉安的二元论使他与诺斯底主义非常接近。恶的问题似乎是马吉

安和主要的诺斯底派导师们所关注的首要问题。如同大多数诺斯底主义

者一样，马吉安对物质，以及肉体，尤其是性欲，持否定的观点。如同

大多数诺斯底主义者一样，马吉安愿意承认《旧约》中有一些真理，但

只是较低级的神或道的启示。再者，关于位于造物神之上的“不为人所

知晓的神”的观念亦非马吉安之首创，而似乎是从塞尔多、塞林多和巴

西里德等人的教义那里搬过来的。

马吉安的这些与诺斯底主义有关联的观点，就使他的神学思想，也

认为世界是不在至高上帝的管辖范围之内的。正因为这一点，德尔图良

以其敏锐察觉对手教义弱点的特长，讽刺马吉安的至高上帝说，这位上

帝叫人认识他自己花上了这么久的时间，而同时，连一棵极小的植物也

还没有能够创造出来。

不过，马吉安的神学也还有一些不同于诺斯底主义的方面。第一，

马吉安并不说他掌握有一种获得救恩的秘密知识。在他看来，他的学

说，是根据审慎阅读保罗所传授的基督教道理而得出的。这些道理记载

于保罗书信和《路加福音》，但应加以修订，以除去其中被插进去的犹

太化的文段。保罗是一种全新道理的先驱，这种道理是先前从未被认识

的上帝的启示。《旧约圣经》不是这位在耶稣基督里启示自己的上帝的

话语。因而，在保罗书信中的那些引自《旧约圣经》的文段是后来加进

去的。保罗的同伴路加所写的《路加福音》，也是同样的情况。这样，

马吉安就制订了第一部《新约圣经》的正典。他的教义就以这些经卷的

研究为基础，因为他并不自命为先知，也不说自己有什么神秘渊源的知

识，只不过是一位基督教《圣经》的真实解释者。

第二，马吉安对于诺斯底主义极为重视的臆想或思维

（speculative）不感兴趣。数字命理学（numerology）和星象学

（astrology），在他的思想里也没有重要地位。他对于人类状况的认



识，使他不会像诺斯底主义那样，搞那么一套没完没了的伊安

（aeons）系列。

最后，他对于机构组织的兴趣，比诺斯底主义更大。所有诺斯底主

义学者都建立学校。马吉安就建立教会。他这样建立教会，可能是基于

这样一种认识，他认为他的学说并不是他个人所得到的启示，而是对基

督教道理的正确解释，这些道理已经被一般教会掺了假。因而有必要建

立一个新教会，恢复基督教道理的本来面目。马吉安建立这样一个教

会，对总的教会来说，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但是，马吉安的学说之所以绝对不容于大多数教会领袖的原因，和

诺斯底主义不被容纳一样，是幻影主义的思想。马吉安和诺斯底主义一

样，认为基督不是真实的人。耶稣传记中的出生记述，是马吉安最不能

接受的。如果救世主像一个孩子一样的出生，那么他就必然要在“造物

主”的管辖之下，这样一来，就否定了福音的彻底崭新性。因此，马吉

安主张，基督是在提庇留在位第十五年，以一个成年人的形象出现于人

世的。不过，就现有的资料来看，还不足以断言，马吉安究竟是把基督

的身体看作幻影，还是把它看成是用天上的物质造成的。

总而言之，可以说马吉安的学说是一种夸大了的保罗主义（Paulin-
ism）。他自己编订的《新约圣经》，只包括保罗书信和《路加福

音》，这说明，他认为基督教只能根据这位外邦使徒所传授的道理来理

解。律法与福音对立，上帝恩典说，以及他的彻底基督中心主义，都说

明马吉安比他同时代的人更加深刻理解了保罗的教训。前面早已谈过，

在使徒时期教父时代就有一种倾向，要把基督教变成一种新道德学说，

以致忽视保罗所强调的，上帝所赐白白的恩典。对此应予提醒，马吉安

就是想这样做的。但是，极端地强调了保罗的教训与当时教会信仰之间

的区别，以致他的某些观点就与保罗的教训相抵触，如两个上帝说，否

定《旧约》的看法，以及他的幻影说。在律法主义威胁着整个教会的形



势下，他号召人们对上帝的白白的恩典有一个新的觉悟，这是必要的，

中肯的。但是，他否认上帝在以色列历史中的作为，对救恩的双重解

释，使他遭受到教会如此严厉的攻击，以致他那些有积极意义的学说，

也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孟他努主义

孟他努（Montanus）原来是一个异教的祭司，于公元155年前后受

洗信奉了基督教。在他受洗后一些时候，他自称被圣灵充满，并在这基

础上开始说预言。不久，有两个也说预言的妇女，百基拉（Priscilla）
和马克西米拉（Maximilla），与他合作。这并不是独特的现象，在很多

地区仍然允许有这种受圣灵之感而说预言的制度。与众不同的是，孟他

努和他的同伴们的预言，宣称他们从圣灵接受了新的启示，因而开始了

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新的启示与《新约圣经》中的启示不矛盾，但更加

重视严格的道德标准，和某些更详细的末世论叙述。

孟他努的道德法规是非常严格的，它实际是反对其他教会轻易饶恕

犯罪的人，教会越来越适应世俗社会标准的做法。关于殉道问题，他反

对那种传统的观点，即不必寻求殉道，只要不违背信仰在可能条件下可

以逃避殉道的观点。至于结婚，并不完全是坏事，但不能看做一件很好

的事，鳏寡都不允许再婚。

这一法规是以末世就在眼前的希望为基础的，依照孟他努和他的两

个女先知的看法，启示时期就在他们身上结束，接着世界末日就到来。

新耶路撒冷就要建立在弗吕家的培浦泽镇上——而很多孟他努派的人都

集聚到那里，希望亲眼看到末日发生的种种重大事情。

孟他努和他的门徒，都是很好的组织者，他们并不感到在圣灵的新

启示与良好的教会组织之间有什么矛盾。因此，他们很快就采纳了教阶

机构，而且这样建立的教会，迅速发展到了整个小亚细亚，以后又发展



到了罗马和北非。在北非他们可能得到了德尔图良的支持，而德尔图良

无疑是当时最著名的拉丁语基督教会神学家。所以，我们不能认为孟他

努主义反对过于严密的教会组织，而欣赏一种纯粹属灵的组织。再者，

孟他努主义开始的时候，并不想提倡恢复说预言的做法。而实际是，孟

他努和他的两个女先知，宣称他们接受了特殊的、最后的启示，因而不

能指望先知的灵还要扩展到其他信徒身上，叫他们说预言。只是到了后

来，一般的孟他努信徒，企图仿效他们的创始人，才宣称他们有说预言

的恩赐。

其他基督徒反对孟他努主义的理由有二，在现实方面，孟他努主义

削弱了现有教会机构，而这种教会机构对很多人来说，对于反对各种异

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德尔图良反对婚姻必定反映了孟他努主义发展的

后一阶段。

必不可少的。在神学方面，孟他努主义者宣称他们接受了新启示，

这就危害了基督所赐的启示的至上权威。

神格唯一论

很多人转向诺斯底主义，是为了找到他们认为是纯真的基督教道

理，但另外一些人，却希望借此弄清楚圣父，圣子和圣灵之间的关系问

题。最早提到的所谓的神格唯一论，这个词原来的用意是保卫上帝

的“唯一”（“Monarchy”）或整一，从而反对诺斯底主义和马吉安所提出

的伊安多数性和二神论。最早的一些神格唯一论者——他们因为反对逻

格斯学说而被称为“反逻格斯派”（“alogoi”）——否认“第四福音”，认为

它是塞林多（Cerinthus）所写的，而它的逻格斯学说，看来是用作诺斯

底主义关于神格多位的各种观点的根据的。在反逻格斯者看来，基督的

神性，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圣父的神性有所区别，因为这种区别必然破坏

了上帝神格的一体。



在最初的，不知名的反逻格斯者之后，产生了两种彼此不相关的学

说，这两种学说都是要捍卫神格一体的。这两种学说通常被称为动力和

形相一格论（Dynamic and Modalistic Monarchianism）。

尽管“动力一格论”这个词不恰当，可是它传统的含义，指的是那种

力图保证神格唯一，而主张基督的神格是没有位格的能力的学说，并且

说这种能力是来自上帝的，而不是上帝自己。它被称为“动力的”，是因

为这个希腊词“dynamis”的意思是“能力”或“力”，而且拿它来说明基督里

面的那个不具位格的能力。最早持有这种学说的名人是提阿多徒斯

（Theodotus），他反对把上帝的称号加给耶稣，因而“动力一格论”往往

被称为“提阿多徒斯派”（Theodotians）。这个派别或学派——公元195
年之后在罗马受到教会谴责——又为亚尔特门（Artemon）所继续，他

试图用《圣经》，和他所说的被他同时代人所背弃的一种更早的传统，

作为这个学说的基础。但是，它最主要的理论家是撒摩沙他的保罗

（Paul of Samosata），其学说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虽然“动力一格

论”在13和14世纪有一些信徒，但没有造成实际的威胁。它的基督论与

伊便尼派十分近似，把基督看做是比普通人略好一点就是了，这样就削

弱了它在基督徒中的感染力。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学说，同样是强调神格的整一，却对于基督的

神格不加任何限制。这一学说通常被称为“形相神格唯一论”（Modalist
Mo-narchianism）——但应该指出，不要因为都用了神格唯一这个词，

就认为这一学说与“动力一格论”有什么直接关连，其实二者是完全相反

的。

“形相神格唯一论”不否认基督的完整神格，只是把基督与圣父认

同。由于这样的认同，就意味着圣父也在基督里受了钉死之难，这种学

说有时被称为“圣父受难说”（Patripassianism）。它最早的导师是士每拿

的诺埃都（Noetus of Smyrna）和帕克西亚（Praxeas）。帕克西亚是一



个没有名声的人，有人说他就是教皇加里斯都（Pope Callistus）。很早

的时候，就有基督徒学者企图驳倒“形相神格唯一论”，但并没有能够打

倒它。早在3世纪，就有了它最大的导师撒伯流（Sabellius），从而就有

了撒伯流主义（Sabellianism）之称。我们不能确切地得知撒伯流自己的

思想，但他可能否认在神格中有任何区别，他把上帝称为“圣子—圣

父”（hyiopatōr），并断言圣子和圣灵只不过是上帝为了救恩和启示而

显现的一种形象，正如光线显现出了太阳一样。

势所必然，这许多不同的学说，和各种探讨基督教信仰的努力，就

成了2、3世纪神学大发展的挑战和起点，也是当时出色的神学家们的主

要动力之一。不过，在我们对这些神学家进行研究之前，应该概述一

下，整个教会对于威胁教会信仰的各种学说，所采取的一些批驳和斗争

的措施。

迎战

虽然2世纪的教会组织，还没有那么健全得能够作出迅速和最终的

决定，可是全教会对于异端的反应，是出人意外地行动一致。的确有好

几个不同的学派——以下的三章，我们就要研究三个不同神学流派的代

表人物——但是，尽管有这些区别，整个地中海世界的正统基督教，都

诉诸同样的一些手段以战胜异端。实际上，这些不同的手段，就是基本

论据的实用和特殊的变换使用，借此反对各种异端，这一基本论据就是

使徒权威。这个权威就是反异端手段所根据的决定性论据。这些反异端

手段有《新约圣经》，信规（the rule of faith），信经（the creeds），

以及对使徒统绪（apostolic succession）的重视。《新约圣经》不过被认

为只是使徒们的著作集，或者，至少是使徒们的同伴和门徒所写的使徒

们的教训。信规是对使徒信仰的摘要和总括。信经是信徒在受洗时要接

受的那些信仰条目——很重要的一点是终于形成了一种传说，据此，在

这些信经之中，有一个最普遍的信经是使徒们编订的。使徒统绪的重要



性，实际在于教会具有这样的统绪就能够确定什么是，什么不是使徒的

教训。最后，以下三章要讨论的神学家，以及他们的大部分著作都是批

判异端的，他们的任务是说明和肯定使徒的信仰，而他们的各种论证和

措施，都是为这个使命服务的。

教会到了2世纪，由于异端的挑战，和人世趋势的正常发展，就走

向一种确定的，更加一致的组织形式，因而就产生了普通所说的“古公

教会”（“Old Catholic Church”）。这个古公教会的开始，突出再现于

——不应夸大它与使徒时期和续使徒时期教会的区别——上述各种反异

端手段中，其直接结果就是普遍地趋向于统一。因此我们有必要花一点

时间，来研究一下这些手段的早期阶段的发展，以及它们与保持信仰纯

洁斗争的关系。

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第一种反异端手段，是强调使徒统绪。毫无疑

问，使徒，以后是他们的门徒，在早期的基督徒中享有很高的权威。1
世纪后期，罗马的克莱门特已经诉诸使徒统绪的权威，不过不是为反对

异端，而是为了反对分裂。不多几年之后，安提阿的伊格内修斯，就是

为了反对异端，说主教和长老都是基督和使徒的代表，以强调他们的权

威。在这里，克莱门特诉诸使徒统绪，并没有提到独头主教制

（monarchical e-piscopacy），而伊格内修斯诉诸主教权威，却没有提到

统绪问题。到了异端冲击时，就使基督徒把使徒统绪和独头主教制这两

种观念结合到一起，从而强调主教是连接现在的教会与使徒时期教会之

间不断的锁链。根据这个论点——这个论点很快就被接受为公认的教义

——使徒就是真正信仰的受托人，他们把这些信仰传给他们的高足门

徒，并且在他们所建立的教会组织中，把他们立为接班人。使徒的这些

门徒，又同样地对待他们自己的门徒，如此代代相传。所以，即使到了

2世纪，也能指出一些教会，他们的主教是使徒的直接继承人。不过这

样的教会只有很少几个，因为使徒没有设立很多教会，只有这很少的教

会是信仰的受托人。但是，其他教会也是使徒的教会，因为他们的信仰



和使徒设立的教会的信仰是一致的。

我们所概述的，可见于早期的反异端作家，如艾雷尼厄斯和德尔图

良的著作。但是必须指出，当时对使徒统绪的认识，还没有把它看做是

主教职权有效的一种必须条件。相反，有些主教有使徒统绪，其他主教

就没有；可是他们的教会都是使徒教会，因为他们的信仰，与那些是使

徒统绪的教会所保持下来的使徒信仰是一致的。以后，经过数世纪的发

展，这个使徒统绪的学说，已经发展到了一种最初的倡导者永远都无法

承认它的地步——每个圣职的授任，都必须声称是使徒统绪的直接接班

人，才算有效。

《新约圣经》正典是教会用以反对异端的另一种手段。这个手段的

特点是，异端派自己已经在用它，因为第一部《新约》正典是马吉安提

供的。然而，教会可以采用马吉安关于订立一本《圣经》正典的看法，

也就是一本用启示写成的基督教书本编成的经典。但是这样的书已经存

在的概念，并不是来自马吉安。相反，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把《旧约圣

经》作为自己的《圣经》，并且在相当早的时期，就把一些基督教著作

和《旧约圣经》一起作为《圣经》用。很自然，包括耶稣亲口教训的福

音书，很快就与《旧约圣经》并列。关于这一点，殉道者查斯丁是见证

人，他说在基督教礼拜中，人们选读先知们的著述，或“使徒们的回忆

录”（memoirs of the a-postles）——他这样称呼福音书。因而教会从马

吉安所接受的，并不是马吉安所提出的有《圣经》正典的概念，而是一

种激发，从而着手判定哪些基督教著作应该作为《圣经》的一部分。再

者，需要有一个判定的过程以决定正典的内容，也不全是来自马吉安，

其他异端也一直写一些书，自称是上帝的启示。这就有必要来判断哪些

书应算为《圣经》，哪些书不应算为圣经。经过了好几个世纪，《新约

圣经》才最后定形；不过，它的基本纲目，在2世纪后半期就已经确定

下来了。此后，一般公认的《新约圣经》结构，包括“福音书”和“使徒

著作”，这也许是仿照了马吉安的做法。虽然直到2世纪中期之后，《新



约圣经》是否要包括“第四本福音书”这个问题仍有争议，从艾雷尼厄斯

的热烈辩护就可以看出这种情况，但是在此之后，大家都公认福音书包

括四个方面的见证。这样把几种福音书都包括进去，很可能是为了表

明，教会的信仰，不是像马吉安和别的异端所说的那样，以某一个使徒

的见证作为基础。

关于“使徒”，即《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从它们“发表”（公开流

传）之日起，就享有很高的威信。马吉安的《圣经》不包括《使徒行

传》，可是包括保罗书信。保存到现在的此后所有的《圣经》目录，都

包括了《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教牧书信（Pastoral Epistles），可能

是为了驳斥异端，2世纪早期就编了进去，很快就把它算到了保罗书信

之内。《希伯来书》，最初是在亚历山大城列入《圣经》的，其教义和

总的观点，在这个城比其他地方更受欢迎。至于雅各、彼得、约翰，和

犹大给教会的书信，被接受为《圣经》的情况，既不一致也不统一。最

早普遍接受的似乎是《约翰一书》。其他书信，有的目录里有，另外的

目录里就没有。关于《启示录》的情况也一样，因为教会里有人认为它

是伪经，过了一段时间，才得以普遍接受，因为教会里有人对启示的看

法，抱着怀疑态度——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之后有这样情况，是因

为有人认为《启示录》的言语对罗马帝国太过严厉。

还有其他一些著作，虽然最后没有列入《新约圣经》，可是在某些

地区和某一时期，也被认为是上帝的启示。例如克莱门特的《致哥林多

人前书》，《克莱门特二书》，《巴拿巴书信》，《使徒遗训》，《赫

马牧人书》，《保罗行传》，以及同时期的其他一些著作。

总之，我们感兴趣的还不是《圣经》正典史的本身，而是这一历史

怎样反映了基督教对异端的应战。《圣经》正典用了几个世纪才完成了

它固定的形式，在公元367年之前，没有一本确实一致的，实际是正典

《圣经》的目录。但是，正典《圣经》这个观点本身，在2世纪已经出



现并坚定地建立了起来，为的是需要找到一些准则，来辨别哪些是“使
徒的教义”（apostolic doctrine），哪些是许多异端自称是以某个使徒权

威为基础的说法。

使徒统绪的确立和《新约》正典的确定，看起来是对传统的封闭，

事实上却是一种开放的做法。许多异端派声称，他们得到某位使徒的秘

密传说而取得权威，或者得到以某位使徒名字命名的一种福音而取得权

威。然而整个教会坚持承认所有使徒的公开传言。这些传说是他们所有

接班人都知道的，并有各种见证——福音书——为根据。这些福音书虽

然不完全相同，对事关重大的根本问题却有共同的见解。另一方面，树

立权威的过程，却又剥夺了某些人的选举权，尤其是妇女。然而，强调

使徒统绪，和《新约》正典的形成，还不是判明一种教义是不是使徒

的。使徒统绪能够保证一定程度的继承性，而且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准

则，但它不包括正确教义的解释。另一方面，《新约圣经》是解释教义

的，但它涉及的范围如此之广，又不那么系统，以致只靠它是不能迅速

而明确地指出不正统的教义。因而需要有一个教会的系统的信仰大纲

——这个大纲的性质是这样的，它可以用来清楚地判明，哪些是教会信

仰，哪些是修改了或取代了教会信仰的各种学说。正是这种需要，就产

生了信仰准则或“信规”的观点，而同时，信经的重要性也加强了，它是

正统信仰的一种标准。

《新约圣经》正在成形的同时，罗马教会就在制订一个信式，这个

信式，以后就成了我们现在《使徒信经》的核心，它通常被称为《古代

罗马信经》（Ancient Roman Symbol）——其缩写是“R”。这个信经开

始时不是一种肯定语气的信式，而是对学道友在受洗时提问的一系列问

题。问题有三个，这是以最古的洗礼三重信式为根据的，而且，最初只

限于向那些准备受洗的人提问是否相信圣父，圣子，和圣灵。

罗马教会很快就感到这种问题的使用越来越有必要，为的是保证新



受洗的信徒的正统信仰。由于有关基督论的争议最多，所以就在第二个

问题中加了几条，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洗礼信式”，这个信式与希坡律图

在他的《使徒传统》（Apostolic Tradition，写于3世纪）中所引用的非

常相似：

你相信全能的父上帝吗？

你相信，由圣灵怀孕从马利亚所生，

在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手下被钉十字架，死了，

并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又升到天上，

坐在圣父的右边，

将来要回来审判活人与死人的耶稣基督吗？

你相信圣灵、教会，和肉体复活吗？

这个“洗礼信式”被用来巩固信仰，并作为训练学道友的问答书的基

础。这样就建立了使用“传授和背诵信式”（traditio et redditio symboli）
的制度，主教把这个信式或信经教给学道友，学道友就跟着背诵，作为

坚信的表示。

虽然我们在德尔图良的著作中已经看到，似乎有一个类似希坡律图

所引用的信式，但是，我们通过安居拉的马塞勒斯（Marcellus of
Ancyra）和阿奎雷亚的鲁非努（Rufinus of Aquileia）可以得知，到了4
世纪，古代罗马信式才开始作为一种肯定语气的信式来使用。基于马塞

勒斯和鲁非努的见证，下列4世纪通用的古代罗马信式文本，必是重编

的：



“我信全能的（pantokratora）父上帝；我信他的独生子。我们的

主，基督耶稣，他为圣灵和童贞女马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被钉

十字架，并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再来

审判活人和死人；我信圣灵，圣教会，赦罪和肉体复活。

可以清楚看出，从希坡律图到鲁非努和马塞勒斯这段时间的古代罗

马信式内容，实际上没有任何变化——主要是加上了一句赦罪的话——
而在文体上则从问答式改成了肯定式。在内容上没有多大变化这个事

实，说明早在3世纪左右，古代罗马信式的核心已经成了一种既定的信

式了。再者，根据希坡律图所具有的保守性格来说，他所引用的文本应

是古老得多，而古代罗马信式的基本特性，在170或180年前后就已确

定，这样说法并不过分。

关于古代罗马信式的结构，实际是古代洗礼三重问答的一个发展。

这个发展，特别在基督论问题上尤为显著，因为在2世纪，主教会议争

论最多的，莫过于基督论问题。

古代罗马信式的反异端的目的——特别是反马吉安——可以就它一

再否定诺斯底主义的和马吉安的观点，看得一清二楚。不能根据它所用

的词句，在它所反对的这些异端存在之前就早已在使用这个事实，来否

认它的目的是反对异端的。实际情况可能是这样，教会觉得要捍卫传统

的使徒教训，就用传统的词句来驳斥异端的篡改。

第一句中，“圣父”和“全能”这两个词连起来使用是有意义的。在这

里所用的一个希腊字——古代罗马信式的原文无疑是希腊文写的——不

但说明上帝大能的性质，说明上帝有能力做他任何想做的事，而且

是“统治”一切的能力。意思就是说，治理我们所居住着的有形世界的上

帝，也就是天父上帝，因而不能把世界分成两个，一个是上帝统治的属

灵世界，另一个是背离上帝旨意而存在的有形世界——以反对当时在罗

马的马吉安和瓦伦斯提诺所主张的看法。



第二句，无疑也有明显的反异端目的。首先，“他的”这个所有格代

词，十分明确地把耶稣基督的父，与统辖世界的上帝完全等同了起来

——这样的等同，马吉安是否认的。其次，用“童贞女”来修饰马利亚，

是为了排除伊便尼派的观点的，也是用来说明耶稣是由一个女人所生，

而且是一个特殊的女人——这样的学说是多数幻影派所不能接受的。提

到本丢彼拉多，是为了确定基督被钉十字架和埋葬的日期，并借此强调

它的历史性。最后，关于审判的一句话，是为了否定马吉安所主张的，

《旧约》时期公义的上帝，有别于《新约》时期慈爱而宽恕的上帝。

论述圣灵的第三句，比“古罗马信式”更古老。可是肉体复活的提

出，大概是有反异端目的的。诺斯底主义和马吉安都否认复活的教义，

而宁愿说人的灵魂不死。

从2世纪后期开始，更多是在3世纪，基督教作家们一再提到“信
规”。第一个用这个词的是艾雷尼厄斯。但不久之后，这个词也见于地

中海另一边的亚历山大城的克莱门特（Clement of Alexandria）的著作

中，可见“信规”的观点已经流行了相当一些时间了。近代的一些学者，

把这个“信规”看做是一些信经的雏形——或者各种信经的雏形。这种雏

形信经的看法未必确切，因为这种“信规”，在这个作家和另外一个作家

之间，就有所不同，甚至在同一个作家的不同著作中也有所不同，这就

很难叫人相信在这许多的不同内容的背后，会有一个既定的信规。这一

情况，可以以德尔图良的实例说明，在他的著作中就有三篇不同的文章

论述“信规”。其中的一篇的确很类似“古罗马信式”；但另外的两篇，就

连原来的组织次序都不一样。这个事实说明，克莱门特虽然在古罗马信

式中——或其他同类的信经中——看到了一个完备的信规纲要，可是这

个准则还不完全与那种信经一样。因此，或许可以说，信规还不是一种

必须照字背诵的定形的文本。而实际上是一种基督教基本道理的总纲，

也许特别强调那些异端所否认的道理。



这样把“信规”看做是对救恩基本历史事迹的一种多样化的概括，就

可以来解释，为什么在帝国的不同地区内，其信仰准则基本上是相同

的，而同时又带有各学派，甚至各个神学家的影响和倾向。例如，艾雷

尼厄斯的做法是概述“信规”；德尔图良，就着重新律的教义（new
law）；而奥利金则着重《圣经》各种含义之间的区别。

如此看来，异端的挑战所引起的一系列反应，给教会将来的发展，

带来了巨大的成果。信经，《新约圣经》，和使徒统绪，就是各种反应

产物中的三项。也很可能，即使没有异端的挑战，这些成果终究也会产

生的。不过，在2世纪中，基督徒们根据另外一些基督徒所否认的福音

真理，去探索他们自己的信仰，这种努力，无疑就促进了这些新现象的

发展。

另一方面，异端挑战所引起的另一个反应，也产生了重大效果：即

神学工作。有人试图提出比传统的教义更为合理的观点，这样，很多基

督徒的思想和笔头，就受到了这一挑战的激发，因而，他们所写出的著

作，其作用就比直接驳斥异端要深远得多了。

反异端作家在2世纪末和3世纪初盛极一时，他们就成了各神学流派

的倡导人。在高卢有艾雷尼厄斯，他是小亚细亚人，是我们已经讨论过

的，小亚细亚早期作家们的那一派神学的代表。在迦太基有德尔图良，

虽然导源于艾雷尼厄斯，却也是一个我们在西方教会中已经看到过的，

重视实用和道德的神学的倡导者。最后还有克莱门特和奥利金，他们的

活动中心在亚历山大里亚，他们的神学则反映了那里的知识和文化氛

围。



第六章　艾雷尼厄斯

2世纪中，很多基督徒对于他们认为威胁他们信仰的各种神学进行

了批判。像我们已经谈过的，查斯丁写了《反一切异端》（Against All
Here-sies）与《反马吉安》（Against Marcion），安提阿的提阿非罗写

了《反马吉安》（Against Marcion）与《反黑摩其尼》（Against
Hermogenes），所有这些著作，以及史学家优西比乌所提到的其他著

作，都已丢失。因此，幸存的最早的反异端著作，其作者是里昂的艾雷

尼厄斯。

关于艾雷尼厄斯的生平，知之甚少。大约公元135年，他生于小亚

细亚——可能就是士每拿。在那里，他认识士每拿的波利卡普。不过，

这位老年主教波利卡普殉道时，他一定还是个年轻人。以后，公元170
年左右，他到了高卢，并定居里昂。这里有一个基督徒团体，其成员中

也有一些是从小亚细亚迁居来的。公元177年，他已是这个团体的长

老，受委托带了一封信去会见罗马教皇。当他完成任务回来时，得悉里

昂主教波提诺（Pothinus）已经殉道，并且自己必将接任这个主教的职

位。艾雷尼厄斯做了主教，领导此城的教会，向住在这一地区的凯尔特

人传教，保护信徒不受异端的侵扰，并且努力保持教会的和平与团结。

为了达到这后一个目的，即保持教会的和平与团结，他曾在罗马主教维

克多（Victor）因举行复活节的日期不同，要与小亚细亚教会断绝关系

的时候，就介入“逾越节的争论”（Paschal controversy）。然而，艾雷尼

厄斯在基督教思想史方面的重要作用，还是在于他的反异端斗争和巩固

基督教信仰的努力。为此他写了他那两篇保留下来的著作。关于他的

死，据说是为道殉难的，但详情不得知，可能死于公元202年，当时在

里昂有大批基督徒被杀。

艾雷尼厄斯的两篇保留下来的作品是《痛斥与批驳所谓的神秘智



慧》（Denunciation and Refutation of the So-called Gnosis）和《使徒教训

释义》（Demonstration of Apostolic Preaching），其他好几篇著作都已

失落。

《痛斥与批驳所谓的神秘智慧》一般都叫做《辟异端书》

（Adversus haereses），共有五卷，其希腊文版本已差不多完全丢失，

但有一本完整的拉丁文译本，和最后两卷的亚美尼亚文译本。

《辟异端书》的第一卷，只是介绍诺斯底主义的学说，而“特别是

多利买斯（Ptolemaeus）的门徒的学说”——多利买斯是瓦伦斯提诺

（Valenti-nus）的学生。艾雷尼厄斯在这里的前提是，诺斯底主义是荒

谬的，它的魅力是以这样一些虚构的奥秘为基础的，以至于只要把诺斯

底主义的教训予以揭露，这本身就是对它的胜利。艾雷尼厄斯的这种揭

露，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到瓦伦斯提诺和他的门徒身上，对其他诺斯底主

义倡导者则不多加注意。但他也罗列了诺斯底主义的主要学者，并想找

出他们之间彼此的关系。他所以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瓦伦斯提诺的学说

上，那是因为他的一个朋友着了多利买斯的诺斯底主义的迷，这才使他

开始感到必须提笔以伐之；不过，他总也认为，批判了一种诺斯底主义

的学说，也就是批判了整个诺斯底主义，正如他说的，“为了知道海水

是咸的，无需把海洋都喝下。”

艾雷尼厄斯在第二卷里是根据常识来驳斥诺斯底主义的。他以严格

的逻辑来攻击“普罗路马和伊安说”（doctrine of Pleroma and aeons），但

也并不想用一种理论体系来取代之，而且不无幽默感。也像第一卷那

样，大部分篇幅都用于批判瓦伦斯提诺，只是到了最后，他的批判才涉

及到其他诺斯底主义的思想体系。

最后，末了的三卷是根据《圣经》来批判诺斯底主义的。最初艾雷

尼厄斯想把这一段包括在第二卷里，但他接下来觉得有必要分作三段来

讨论这个题目。总的说来，他在这三卷中对《旧约圣经》的应用，是沿



用了查斯丁的“预言”（prophecies）和“预表”（types）说。艾雷尼厄斯

所攻击的那些学说，不是否认《旧约圣经》，就是用比喻法歪曲了它。

这些学说扬言救赎绝对不是创造的一个继续，因而《旧约圣经》中的上

帝，和那位至高的上帝，肯定是对立相反的。艾雷尼厄斯反对这些主

张，力图证明《旧约圣经》的记载与《新约圣经》的记载之间的连续性

——这样的努力就使他采用了近代学者们所说的预表解经法

（typological exegesis）。

关于艾雷尼厄斯写《辟异端书》的原创性问题，曾有过争论。有人

曾试图把艾雷尼厄斯可能援引过的资料分离出来，以便看到他自己的贡

献。由于在艾雷尼厄斯自己的著作之外，几乎完全没有另外的参考资

料，那种试图就不那么有说服力了。然而，无论如何，艾雷尼厄斯并不

自命为有创造性的神学家，而只把自己看做一个教义的解说者，和反对

异端的教义捍卫者。有某些实例，艾雷尼厄斯显然是引用了另外的文段

作为他的论据。尽管如此，他仍然不失其神学的完整性，他并不是作为

一个系统原理来引用这些文段，而只是在他的著作中一再提到某些观点

和主题。

《使徒教训释义》一般简称《释义》（Epideixis），是一本问答式

的著作，但有些护教的格调。其目的不在于训练学道友，而是为了加强

已经相信的人的信心。因为它不突出反诺斯底主义的辩论，因此比《辟

异端书》更为系统化。即便如此，它仍然不是一个大胆创新的神学。艾

雷尼厄斯只是一个解释他得自教会的教义的解释家，并不指望人家认为

他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或是理论性很强的神学家。

《释义》开始罗列了艾雷尼厄斯要加以阐述的信仰内容，先是系统

地罗列（3～7章），然后是历史地罗列（8～42章a节），其他部分（42
章b节～97章）是根据《圣经》来证明前面所阐述的信仰，最后是结论

（98～100章），重申著作的目的。艾雷尼厄斯希望这一目的也成为读



者的目的，那就是躲避非信徒，反对异端，并保卫正确信仰，从而成全

救恩。

当我们阐述艾雷尼厄斯神学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们所面对的不

是一个系统的神学家，他不是从几条理论原则引出所有的结论的。因

此，我们不要去找出这一神学主导的原则，最好是依照他《释义》的次

序来处理：即从造物主开始，然后就探讨救恩的历史，一直到救恩的最

后完成。

艾雷尼厄斯所认为的上帝是太初就有的上帝，并且从无中创造了万

物。艾雷尼厄斯对创造极感兴趣，因为它对世界和人类具有极密切的关

系。瓦伦斯提诺的诺斯底主义，以及当时流行的其他一些学说，想替上

帝开脱由于创造了一个物质的和不完美的世界所负的责任。为此，诺斯

底就造出了伊安学说，扬言在至高的神与创造世界的恶者之间，有一系

列的伊安。马吉安也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把上帝、耶稣基督的父，与世界

的创造之主区分开来。艾雷尼厄斯反对这种主张，断然论定，而且一再

重申，赐给我们救恩的上帝，就是我们的造物主上帝。

万物都是上帝造的，任何东西如果违反上帝的旨意都不能存在。即

使是魔鬼也是上帝造的，他现在的权力只不过是暂时的，有限的。就算

是此时此地，仍然是上帝统管世界，而不是魔鬼统管世界。魔鬼能够背

逆而且捣乱上帝创造的秩序，但仍然是上帝在统治着一切。

上帝用两只“手”创造和管理世界：即圣子和圣灵。艾雷尼厄斯关于

三位一体的论述，非常简单，以致历史学家不能就此得出这一教义的论

断。艾雷尼厄斯故意回避了三一论的那些细节，而只是肯定了他从教父

们那里听来的，上帝即圣父、圣子、圣灵，并没有讨论三者之间的关

系。在这里他运用了“道”的学说，以及他自己的比喻上帝的两只手。然

而，他用“上帝的道”来论述圣子，并不是像查斯丁那样把它用来说明上

帝与世界之间的一个中介，而是强调上帝与他的道之间的统一。这也就



是比喻为上帝的两只手的意义。诺斯底派和其他人想用道等中介把上帝

和创造区分开来。艾雷尼厄斯却相反，他要强调上帝亲手从事创造的工

作并引导历史。

这个三位一体的上帝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人。但是人本身并不是上

帝的形象，这一形象是圣子，人是出于他而被他创造的。“他按照上帝

的形象创造了人；而这‘形象’是上帝之子，人是照着他的形象创造

的。”因此，上帝的形象不是在我们身上可以找到的，而是我们成长的

方向。上帝创造人像是用后来的道成肉身作楷模，我们要按照这个形象

使我们的正义品质不断成长。就是为了能有这种成长，亚当和夏娃才被

放在伊甸园。这个成长的观点，对于我们了解艾雷尼厄斯是很重要的。

照他看来，亚当和夏娃被造之始，就上帝对他们的要求来说，他们还不

是完人，只不过在被创造之后，才有可能发展和成长到具有圣子的上帝

形象。艾雷尼厄斯一点也不认为亚当和夏娃在乐园时所具有的原始人状

态，赋有远远高于我们的能力。他认为亚当和夏娃只是上帝造人目的之

开端。亚当和夏娃“像儿童”，他们的目标就是向着与上帝关系更近的方

向成长。再者，这种成长也不是靠亚当和夏娃自己的能力可以达到的，

而实际是上帝继续创造的一部分。

作为上帝的具有成长目标的被造物，亚当和夏娃是自由的。这种自

由不能从空想的角度来理解，它只是实现上帝目的的可能性。亚当的自

由与上帝的无所不能毫无矛盾，而实际上前者是后者的结果和体现。

然而，创造之后，撒旦和人就堕落了。天使和人一样也是上帝造

的，不过没有一个成长的目标，一下子就把他们造成了完全成熟的。这

一点就惹来了撒旦的忌妒，从而对亚当和夏娃进行诱骗。这并不是要人

去反对这个创造的目标，而是要人加速实现上帝安排他将来要达到的目

标，这样就打乱了上帝决定的次序。撒旦对人说：“你们要与上帝一

样。”这是他肯定了上帝造人所指定的目标。但是，亚当和夏娃一旦屈



从了这个诱骗，他们就破坏了上帝的计划，结果就成了罪与死的奴隶。

关于上帝的大能与魔鬼的能力之间的关系，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个

题目必须给以坚持，这对理解艾雷尼厄斯的神学具有重大意义。上帝与

魔鬼之间的对立不是虚构的。魔鬼是实实在在地反对上帝的计划，甚至

千方百计地去推翻这些计划。尤有甚者，他确实能够取得无庸讳言的胜

利。尽管是有限的，暂时的。当然，上帝最后是要胜利的。即使是现

在，尽管魔鬼不遗余力地阻挠上帝的计划，还是上帝在统治着世界。上

帝在制止魔鬼的斗争中，主宰着魔鬼所能使用的一切手段。最后，上帝

的计划完成时，万物都降服于上帝，魔鬼就被除灭。而当前斗争正在继

续，上帝应许了将来的胜利并不减弱当前斗争的真实性。

论到人，由堕落结果成了魔鬼的奴仆。在上帝与撒旦对垒的情况

下，人必须投向一方，在乐园里亚当却倒向了撒旦。因此，人成了魔鬼

的奴隶，这就是说，第一，他的成长中断了，第二，他被撒旦的罪与死

这两个势力控制着。

这里应予指出，把堕落看成是人的成长中断，这样的见解，与后世

西方神学公认的见解十分不同。艾雷尼厄斯认为，堕落主要不是指人丧

失其原来所具有的某些完美，而主要是指人中断了应有的成长。

虽然罪与死是魔鬼用来使人屈服作他奴隶的两个手段，但是上帝能

够利用这些极为罪恶的手段，来达到他自己的神圣目的。死起了限制人

犯更大罪的作用，而罪奴的处境，又正好叫人得以认识上帝的良善，并

因他的恩典赞美他。

尽管人堕落了，上帝并没有因此抛弃他，却继续爱他。上帝一如既

往地贯彻他一开始所设想的神圣计划。这个计划或方案（ ）是

一个整体，但它以互相连续的四个契约表现出来，而这四个契约以基督

为终结。这四个契约依年代次序一个接着一个。第一个是亚当契约，直



到洪水灭世；第二个是挪亚契约，直到出埃及；第三个是摩西契约，直

到基督降生。第四个是基督契约，将持续到历史的告终。关于这四个契

约，艾雷尼厄斯只阐述了他对后两个契约的主张，即关于律法和基督的

学说。

律法是上帝作为他救赎计划的一部分而赐给人的，为的是约束人的

罪恶。遵守律法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诚然，律法给人造成的被动为奴

地位，与罪恶所造成的被动为奴地位不同且相反，但是，它较之人为了

完成其被创造的目的所需要的自由，就差之千里了。因此，律法本身就

预示着一个超过它自己的新约将要建立。律法不仅是一个法规，而且是

个应许，因而它本身就意味着它的有效期是要终止的。然而，律法是上

帝作为一个引人完成它旨意的手段而赐给人的，并且，他的旨意永不改

变，所以律法是不能完全废除的。律法的核心——道德律，特别是“十
诫”——我们仍应该遵守，但这样的遵守不同于律法当年有效时那样的

遵守了。另一方面，那些古代的礼仪律的许多仪节，因基督的降生而已

废除，因为这些节仪的目的就是为宣告救主而设立的。可见艾雷尼厄斯

是强调《旧约》与《新约》之间的统一，认为《新约》是《旧约》的继

续与实现，所以他反对那些主张《新约》与《旧约》完全对立的学说。

艾雷尼厄斯神学的中心是基督。从创造到救赎，其间的相继性是以

基督为基础的——大多数异端都否认这种相继性。创造人的上帝，就是

那位在基督里赐人救恩的上帝。在基督里，人被造所依照的形象，和期

望达到的形象，已经来到人间。这就是艾雷尼厄斯称作“复归元

首”（recapi-tulation）的基督之功。“复归元首”是艾雷尼厄斯的基本学说

之一，为了认识艾雷尼厄斯的神学有必要认识它。“复归元首”这个词，

对古代作家们来说，各有不同的含义，艾雷尼厄斯自己用这个词也不止

一个意思。但是艾雷尼厄斯认为用这个词的主要和特殊意义是，它用以

说明作为新人类之首的基督的工作，是最好的方法。照字面解释，“复
归元首”的意思是处于新首脑之下。这正是基督所作的。他成为新人类



的首脑，就像犯罪的亚当是旧人类的首脑一样。

虽然上帝救赎人类计划从一开始就已经执行，但是，这个计划的最

大和最终的表现，在于基督的以道成肉身为开端的，对万事的复归元

首。在这之前，虽然应该肯定圣子也是在上帝的行为中有份的，但严格

说来，那还不是复归元首。复归元首是对过去所发生的事给以总结和造

极，而只有联系以前发生的事才能理解它。

就某种意义来说，基督的复归元首是一个新的起点，但它与以前发

生的事密切相关。虽然道成肉身是世界历史中的一个新开端，但它与创

造并不抵触，而实际是创造的继续和完成。基督是新亚当，而在他身

上，重复了老亚当的历史，只不过其方向是相反的。在亚当里，人被造

得像圣子，而在基督里，圣子是叫人类成了他自己。作为一个人，基督

就是亚当如果没有因受试探而失去本来应该的那样。基督是一个新的起

点，亚当所开始的那个起点已经把他自己葬送给了撒旦，而在基督这个

新起点上，重新得以自由地向着圣子这个形象成长。根据这个理由，艾

雷尼厄斯很强调亚当与基督之间的比照。亚当是从处女地创造出来的，

基督是从童贞女马利亚来到世界的，人由于一个不顺服的女人堕落了，

而另一个女人的顺服成了人复原的根据；亚当在乐园里受试探，而耶稣

在旷野里受试探；死是因为一棵树进入世界的，而十字架之树使我们得

到生命。

基督的复归元首说的另一个基本方面是基督对撒旦的胜利。艾雷尼

厄斯认为，整个救赎历史就是上帝与魔鬼之间的斗争，而以上帝的最后

得胜告终。亚当代表了全人类使自己成为魔鬼的奴隶，因而基督的复归

元首包括了对撒旦的降服，以及由此带给我们的解救。撒旦通过亚当使

人类背离了上帝造他所根据的形象。而在耶稣身上，就是这个形象与人

类结合了起来，因而撒旦的企图就此破灭。所以，基督的最初胜利不是

他的复活而是道成肉身。上帝一旦与人结合，撒旦就遭到了第一次大



败，这就决定了他最后的毁灭。

艾雷尼厄斯并没有讨论神性和人性在基督身上的合一，好像两者是

相反的性。相反，创造人类是为了人类享有神人合一，而这种合一就在

基督身上达到了最高目标。再者，在基督里的神和人，不能理解为两

个“实质”和“性”。实际是这样的，在基督里，神性与人性联合是因为他

是上帝对人讲的“道”，并且也是人对于这“道”的响应。艾雷尼厄斯这样

用动态概念而不用性质概念，也不把神性与人性相对立，是为了避免那

种后来发生的激烈的基督论争论。

上帝的道成肉身于基督，只是他战胜罪恶的开始。基督的一生就是

他的工作，即“复归元首”，从现在开始，一直继续到完成。上帝之子与

人结合之后，就必须像人那样生活，像人那样死。他在旷野受试探，是

他对撒旦另一个的决定性胜利，撒旦无法叫这个新亚当堕落。基督全部

的生活与工作，度过了一个人的生命的整个历程。基督拯救了早先沦为

撒旦权势之奴的那种人类生涯。他的死与复活，是利用了死这个最可怕

的罪恶武器，来战胜撒旦的王国。我们所期待的最后成功——那时万物

都将降服于基督——必然是他对魔鬼的最后胜利。然而，从复活到最后

成全之间，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没有斗争的时期，千百年来一直在进

行斗争，而实际上我们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期，基督不断取得胜利，

并领导我们迈向最后胜利的一天。

教会在这个“复归元首”的工作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正如亚当是人类

之首而使所有的人都犯了罪，整个教会因有基督为首而胜过了撒旦。虽

然基督已经征服撒旦，以致恢复了人成长为圆满形象的可能性，但这种

可能性只能在基督为首的身体里才能实现。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

在教会里，基督借着洗礼和圣餐推进他的“复归元首”工作，而人通过洗

礼和圣餐礼就与基督联合。

艾雷尼厄斯对于洗礼虽然没有像对圣餐礼那么重视，但他无疑是把



洗礼看做是因圣父，圣子，圣灵的名而有基督徒生命的起点。洗礼就

是“永生的印记”，并且也是“重生归于上帝，不再是可死之人的子孙，

而是永生与万世之上帝的子孙”。凭借洗礼，人就成了作为基督身体的

新人类的一分子，并且分享这个作为新人之首的主基督的复活。

由于艾雷尼厄斯并不把《辟异端书》视作一本系统阐明基督教教义

的书，所以他对圣餐的讨论只是为了批判异端，尤其是反驳他们对肉体

和物质的轻视。因而我们看到的不是他的详细而系统的圣餐论。不过，

我们可以根据《辟异端书》中的文段，得出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论断。

照艾雷尼厄斯的看法，基督身体的各肢体借着圣餐就从他得到滋养，既

已与他们的主联合，就能分享他的生命和血。信徒在喝酒，吃饼的时

候，就从基督的身体和血中得到滋养，这是如此真实，我们可以信靠他

的最后复活，因为我们所领受的身体和血是永生不朽的。再者，基督还

借着圣餐告诉我们，受造物是不应被轻视的，因为他自己拿了受造物饼

与酒作为信徒的营养品。

另一方面，教会要真正成为基督的身体，它才能完成这个使人与基

督联合的工作，因此，教会必须保持并传授正确教义，并且必须坚守这

个身体的统一。所以艾雷尼厄斯愤怒地攻击他所认为的异端说，他们不

仅威胁着被称作“教会”的这个组织，而且还威胁着基督工作的成果，因

为他们传授谬误的教义，并分裂信徒的团结。因此，信徒应坚守他们已

经领受的教义。根据这一点，艾雷尼厄斯提出了使徒统绪学说

（doctrine of apos-tolic succession），这在基督教开始的几个世纪中，是

一个很有效的手段，而在后来就成了争论很多的一个题目。区别真理与

谬误的标准是使徒所传授的教义。如果像诺斯底主义所说的，使徒们有

一些神秘的知识，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只把他们的知识传授给他们所创立

的教会的领袖，即长老，却不传给别人。当初，使徒们按立这些长老是

因为认为他们可靠。照样，这些长老又把纯真教义传授给那些继承他们

的人。所以，诺斯底主义者说他们有一种从某个使徒得到的神秘知识，



纯属谎言。

艾雷尼厄斯作为一个神学家，其重要性，远远大于上述简短论述所

能显示的。艾雷尼厄斯的神学，是以《圣经》和教会的教义为基础，而

不以他人的见解为基础的，所以他的神学一再成为神学更新的渊源。根

据他的导源于上帝计划和基督复归元首工作学说，而有了广阔宇宙观

点，所以说他是第一个探讨神学历史观的学者。因为他所处的历史阶

段，是在使徒们的直接继承人与3～4世纪教会之间，这就使他被置于基

督教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然而，最重要的是他坚持主张基督教的独一

性和普世性，这就使他成了不朽的伟大神学家之一。



第七章　德尔图良

说来颇为有趣，拉丁基督教著作不是出于罗马，而是北非。虽然最

古老的基督教著作之一，克莱门特的《致哥林多人前书》是出自罗马，

但它是用希腊文写的。有好几个世纪，拉丁基督教思想的中心是北非而

不是罗马。西方教会的神学词汇的基本体式是在这里形成的。初期几个

世纪的著名拉丁基督教作家，都曾在这里盛极一时——诸如德尔图良、

西普里安、奥古斯丁以及其他名人。

有人曾把德尔图良看做为《民法大全》（Corpus Iuris Civilis）中提

到的那个同名的律师，但这种观点难以断定。但是，德尔图良的确在罗

马住了不少年，而在四十岁左右时，相信了基督教之后又回到迦太基，

这是他公元150年出生的地方。在这里他写了大量的著作，来维护他新

接受的信仰，借以抵挡迫害这一信仰的人，并驳斥那些看来是歪曲了这

信仰的人。然而，在3世纪初——可能是公元207年——他由于接受孟他

努主义就脱离了非洲教会。他为什么采取这一步骤，还不十分清楚。不

过，孟他努主义似乎体现了他那种反对日益增长的教阶权力和处理悔罪

不严的精神。孟他努主义在这一方面，感动了坚持道德严谨的德尔图

良。

他相信基督教之后，为了向异教人传讲他的新信仰，写了好几篇著

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写于公元197年的《护教文》——《斥异教徒基

督教的辩护文》（Apologeticus adversus gentes pro christianis）。在这篇

文章中，德尔图良用以为基督教辩护的方法，很容易叫人想到他原来是

个律师。举例来说，论到图拉真（Trajan）写给普利尼的那封著名的

信，信中命令普利尼对那些被控带到他面前的基督徒予以定罪，而不要

捉拿那些被控告的人，德尔图良写道：



“啊，好一个拙劣的判决——一个迫于形势的自相矛盾。既把他们

看做无罪而禁止追捕，又把他们视为罪人下令惩罚。这是既宽宏又残

酷；既是饶恕又是惩罚。啊，法官啊，为什么对你自己玩这个规避把

戏？如果你要判罪，那么何以又不追查；如果你不要追查，那么何以又

不宽恕呢？”

德尔图良在这篇护教文之外，还写了其他一些著作，反映了一些当

时迫害基督徒的情况，以及基督徒对待迫害的态度。其中值得一提的

是，《致异教徒》（To the Gentles），《灵魂的证据》（Testimony of
the Soul）以及《致殉道者》（To the Martyrs），这是极为动人的反映

早期基督徒英雄精神的文章。以上这些文章都是德尔图良加入孟他努派

以前写的。

另一方面，他还写了很多反对各种异端的辩论文章，反映着德尔图

良对于神学争论的志趣。他的《反异端法规》（Prescription Against
Heretics）这篇文章，等我们研究德尔图良神学时还要讨论。同样还有

他的《斥帕克西亚》（Against Praxeas），他的《斥马吉安》（Against
Marcion）五卷，是历史学家们了解马吉安的主要资料。此外，德尔图

良也写了些一般性的文章，来反对黑摩其尼（Hermogenes）、瓦伦斯提

安（Valentinians）、诺斯底主义和幻影说。所有这些著作，对基督教思

想史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仅是研究德尔图良神学的原始资料，而

且也是研究有关2世纪末、3世纪初的神学争论的原始资料。

最后，再提一下，德尔图良还写了不少有关道德和实用性的著作。

其中有些是他成为孟他努主义者以前写的，如《论补赎》（On
Penance），《论忍耐》（On Patience）以及《致其夫人》（To His
Wife）。其他一些是用孟他努主义观点著述的，如《论一夫一妻制》

（On Monogamy），《论禁食》（On Fasting），《论谦卑》（On
Modesty）以及《贞洁劝勉》（Exhortation to Chasti-ty）。这些文章都反



映着德尔图良道德严谨的精神。可想而知，这种精神在他孟他努主义观

点的著述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无论怎样，这许多文献，对于了解德尔

图良时期的基督徒道德生活和崇拜制度，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历史

家们如果想要写基督教崇拜仪式发展史和基督教习俗史，德尔图良的著

作无疑是难以估价的重要资料。然而我们在这里有兴趣的还是他的神

学，特别是他那些承袭于早期思想家的某些神学观点，以及他也预先提

出的那些将来的神学观点。

德尔图良继承基督徒传统。他可能受过的一些法律训练以及他的哲

学学识，很可能都是他的神学思想的根源。但是，他的神学大部分无疑

是来自基督教传统，如希腊护教士的，艾雷尼厄斯的，以及赫马的思想

都为德尔图良所吸收。谈到德尔图良的法律学识，他完全没有丢掉它：

他的辩论与其说是使人信服，不如说是压倒对方；当他被对手逼得似乎

走投无路时，他就采用辩术解围；对他来说，福音就是新法律；他为基

督教辩护的论证，实际就是法律的论证；他驳斥异端的论据也是一样；

而且有学者认为他的三位一体论学说，就是用法律词句来说明的。最后

一点，尽管德尔图良明白地，反复地表示反对哲学在信仰问题上的渗

入，但实际上——也许他不自觉——他自己经常受到斯多葛主义的影

响，甚至他对塞尼卡（Seneca）的评价是很高的，而这一点，与他一贯

反对异教哲学观点的态度几乎是自相矛盾的。

德尔图良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是一个注重实践和实际的思想家。

他没有一部新作品仅仅是出于写作和思辨的乐趣，而是都有其特定的和

实际的目的。在他的这些著作中，最能代表他的思想的是《反异端法

规》，以后我们就简称为《法规》。

根据罗马的法律制度，法规所指，不是有关法庭审讯的案件内容，

而是有关案件审讯的程序本身。这就是说，法规往往被用于因对方不合

程序法而提出停止继续审讯的要求。所以，德尔图良写这篇《反异端法



规》，并不是讨论异端学说本身，而是试图剥夺他们和正统信仰辩论的

权利。

《法规》的前七章是一般地谈论异端，指出不必为出现异端感到惊

讶，因为《新约圣经》已经预言它将到来，而信徒看到这是《圣经》的

应验时，它反而起了加强信徒信心的作用。无论怎样，异端不是来自信

仰而是出自哲学。它们就是古代哲学家们的谬误代换了信仰的准则，因

为哲学家以及异端也提到了关于罪恶和人类起源的问题。由于哲学与天

启的混杂，就导致了异端的不信，因为，“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什么相

干？学园与教会，异端与基督徒有什么相同？”

这一段以及下面引自他的《论基督肉体》（On the Flesh of Christ）
一文中的一段引文，成了德尔图良被指控为反理性的主要原因：

“上帝的儿子被钉十字架；我不以此……为耻。而上帝的儿子死

了；正因为这是荒谬的，却无论如何是应该相信的。并且他被埋葬了，

又复活了；正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这事实却是确凿的。”

但是，实际上德尔图良并不是一个盲目的非理性主义者。他的的确

确相信，有那样一些令人惊奇以致无法理解的事情，例如钉死于十字架

或洗礼的能力，就是这样。但这并不是说信仰总要以理性无能为力作为

基础。而他实际是这样想的：过度的思考和推理，就会走得离题太远；

而上帝的现实的天启，对基督徒才是重要的。这一点，可见于下面的一

段话，是他用来驳斥帕克西亚的谬论：圣父由于无所不能就变成了圣

子，而说的：

“然而，我们不能因为他能做一切，而设想他实际已做了他所没有

做的事。我们应该探讨上帝是不是真做了这事。上帝如果愿意的话，早

就给人插上了翅膀可以像大鸢一样飞翔，然而我们不能因为他能做到，

就得结论说他已经做了。上帝完全可能一下子就消灭了帕克西亚和一切



异端；然而就不能因为他能这样做，就得出结论说已经这样做了。因为

有大鸢和异端是必然的；圣父被钉十字架那也是必然的。”

《法规》讨论谬误的七章之后，接着另外的七章是讨论真理的性

质。基督教真理，是一种一旦发觉之后就无须多问的真理。这种真理是

靠耶稣基督完整地、一次性地赐给教会的，而信徒的责任只要接受就行

了，用不着多余的惊疑，因这样只能导向偏差。

《法规》论据的核心在第十五章。德尔图良在这里指出，以《圣

经》为基础与异端进行的任何讨论都是不合宜的，因为异端对《圣经》

经文无权享用。从这个论点开始，就展开了本书的真正论证，主张《圣

经》是属于教会的，只有教会才能运用它。《圣经》以及真正的教义

——信仰法则的总纲——是使徒传授给他们继承人的，而这些继承人又

传给他们自己的合法继承人，而教会就能证明她自己享有这一遗产的权

利。在哥林多、腓立比、帖撒罗尼迦、以弗所、士每拿和罗马的教会，

都是使徒建立的，而且能够证明现在的主教与使徒之间有着连续的统

绪。所有这些教会都传授同样的教义，即使那些不是使徒设立的教会，

由于他们的教义与使徒教会相同，也就是使徒教会了。正统教会能够证

明这种统绪和这种统一的教义，以此为基础，教会有权把《圣经》作为

他们不可分割的遗产。异端就做不到这一点，他们是些妄自尊大者，传

授的是新教义。因此，他们无权拿《圣经》作依据。德尔图良在这里使

用了《长期使用法规》（praescrip-tio longi temporis），根据这种法规对

某财产的使用期限予以延长，从而给予使用者以合法权利。这样根据这

类的法规，唯独一直在运用《圣经》的教会，现在才有使用并解释它的

权利。

德尔图良的论证，最后以压倒的优势取胜。如果异端无权使用《圣

经》，那么对他们来说，想通过与正统信仰派的讨论，以便引导正统派

背离真正的信仰，这将是不可能的。“法规”是绝对的：异端被排除于任



何讨论之外，唯有正统的和使徒的教会才有权决定什么是基督教教义，

什么不是基督教教义。

德尔图良为使徒教会的权威及其独有的解释《圣经》的特权辩护，

为此而写了这篇文章。然而，此后不久，他就脱离了这些教会，做了一

个孟他努主义者。但这并不是背离了正统信仰。不过德尔图良现在觉

得，他有必要采用的反异端论证正是“法规”所不包括的。一旦否认了使

徒教会的最高权威，“法规”就失去了它的一切权力，那就必须采取另外

的手段来反对异端。这就是德尔图良写了许多极为重要的著作的原因之

一，其中，《斥帕克西亚》就是一例。

关于帕克西亚，我们一无所知，也许他来自小亚细亚，在那里，他

研究了神格唯一论和孟他努主义，他却接受了前者，否定了后者。他来

到罗马，就颇受欢迎，接着就在这城里插手反对孟他努主义的辩论，并

广为传播神格唯一论。就是因为这缘故，德尔图良说帕克西亚“在罗马

为魔鬼主义立了双重功劳：既驱逐了真理，迎来了异端，又赶走了保惠

师圣灵，把圣父钉了十字架”。

德尔图良的《斥帕克西亚》一文的重要意义，在于其中的专用字句

和名词，成了几世纪之后公认的神学术语的先导。关于三位一体和基督

论的术语就是这样的。

德尔图良为了反驳帕克西亚，使用了当时的法律术语来论述他的三

位一体论论点。他认为，帕克西亚断定，父与子如有区别，那就破坏了

上帝的神格唯一性，但他却不懂得神格唯一论，并不是说神格必须为一

位所有。帕克西亚及其信徒们所用的“唯一”（“monarchy”）这个词的意

思是，寡头政权的政府，这并不排斥国王可以有儿子，而随意由他儿子

管理政府——德尔图良称其为神圣的“结构”（“economy”）。再者，如

果父亲愿意，儿子可以分管王国，并不有损它的统一。所以，这完全不

是像那些“我就不说他们是笨瓜和无知吧，也是太简单的人”所说的那



样，神格唯一论就必须否认父与子有区别。

但这还不足以驳倒帕克西亚，还有必要进一步说明，圣父、圣子、

圣灵是一位上帝，但彼此又有区别。在这问题上，德尔图良再次诉诸他

的法律常识而新创了两个后世教会一直延用的术语：即：“实
质”（“substance”）和“位格”（“person”）。在这里的“实质”一词，不应

以哲学含义来理解它，而是一种法律意义。就这里的上下文来看，“实
质”指的是一个人所享有的财产，以及使用它的权利。对君主国来说，

皇帝的实质就是他的帝国，而这就使得一个皇帝可以与他儿子分享他的

实质——事实上在罗马帝国这是司空见惯的。另一点，“位格”一词，在

这里指的是“法人”（“Le-gal person”），而不是一般的意思。即持有某

一实质的人：可以几个人共有一个实质，也可以一个人有几个实质——
这既是德尔图良的三位一体论的，也是他的基督论的核心。

在这样理解实质和位格的基础上，德尔图良断定圣父、圣子、圣灵

是一体的，而无须否认他们之间的区别；三位共有一个单一不可分的实

质，却丝毫无损于他们是不同的三位。

“然而，所谓三位，不是指其身份，而是指其等级；不是有关其实

质，而是有关其形态；不在其权能，而在其表现；就其同一实质，同一

身份，并同一权能，那就是一位上帝；但就其等级、形式和表现，那就

被称为圣父、圣子、圣灵。”

但是，当我们想去探讨德尔图良用来说明上帝一体的词[身份（sta-
tus）、实质（substantia）、权能（potestas）]，以及说明其区别的词[等
级（gra-dus），形态（forma），表现（species）]的实在含义时，就会

感到这个似乎清楚的公式却有些含义模糊。“实质”（substantia）就有不

同的意思，它可以指人的本身或它的存在或人的食物，直到可以用来说

明如前所说的那种法律的含义。“身份”（status）一词也是多义的，它可

以指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但在法律惯例上就等于他的人格或权利。还



有“权能”（potestas）一词，一般指的是做什么事情的外部能力，但也可

以指一件事物的内在性质。所以，德尔图良对于上帝一体的说明，仍然

是模棱两可的。他关于三位区别的论述，也是一样的情况。那么就可以

这样来解释这段话：三位一体，可以说一体是基本的，而区别是次位

的。或者说，这三位而一体，是基于他们三位都是一个上帝。

如果进一步研究德尔图良，就会清楚地看出，他为了强调三位一体

论的三位之间的区别，甚至倾向于放弃三位的真正一体。在《斥帕克西

亚》第9章中有这样的话，“圣父是全部实质，而圣子是这一整体所派生

的和一部分”，并且，圣父与圣子之间的区别，在于一个是不可见的，

另一个是可见的。在《辟黑摩其尼》（Against Hermogenes）一文中，

我们进一步看到，他主张圣子曾有一个不存在的期间。这样区别圣父与

圣子的说法，在后世被视为非正统信仰。根据德尔图良的这些和另外一

些文句，他被指控为圣子次位主义（subordinationism）。而他的思想的

确是有这样的倾向。但我们不应忘记，他写《斥帕克西亚》的目的本

身，就很自然地使他比起父与子的一体来，更加强调父与子的区别。再

者，在德尔图良时代，还没有经过长期而激烈的争论，就不可能出现准

确的论断，要求他持有这样的准确论断，那是不公道的。因此，他这种

地道的圣子次位论，并不损害他对三位一体论的天才论述，而成了数世

纪以来西方教会基本信条的先声。

德尔图良主张的上帝的“安排”——oeconomia，是他三位一体论的

另一个重要方面，oeconomia这个词是希腊文的拉丁文“音译”，而非“意
译”。他认为上帝是独一的，“但根据我们称之为结构的安排”：独一的

上帝也有一位圣子。这种上帝的安排对于我们正确理解神性一格是必要

的，因为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上帝是独一的。在这基础上，德尔图良的

学说，以“有机一神论”（organic monotheism）为其特征。也就是说，它

是一种以有机关系来理解的一神论。也许，经过合理的探讨之后，可以

认为，德尔图良这方面的三一论点，较之用实质、位格这类词来说明，



其意义更为重要。

德尔图良关于基督论的最可取的解说，也见于他的《斥帕克西亚》

一文中，主要是一种反幻影说基督论。在他所有的著作中，可以清楚地

看到，他旨在肯定基督身体的实在性。基督身体的真实存在，不仅是一

种教义，而且是基督教救赎论的基本论点。另一方面，为了反对“形相

神格唯一论”，他不能不意识到，必须肯定基督人性的实在，也要注意

这种人性是怎样与救主之神性相关联的。这一点就是他在《斥帕克西

亚》第27章所讨论的主题。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他运用了他感到在讨论

父子灵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十分得心应手的同样论据，那就是“实
质”和“位格”这样的词。

看来帕克西亚和他一派的人认为，圣父与圣子之间是可以加以区别

的，但这种区别只能表现在耶稣基督身上：圣父是灵而称为基督；圣子

是肉身而称为耶稣。德尔图良强调耶稣基督是整一的，借以反驳他们的

看法，否认耶稣与基督之间有区别的可能性——他认为这种谬误的根源

来自瓦伦斯提诺派。

但是，这样还不足以驳倒帕克西亚的观点。还应该对正确的教义加

以申述，“这就是我们必须探讨的论点：道是怎样成为肉身的——是变

了形象，看上去似乎是肉身呢，还是真正使他自己有了肉身。”德尔图

良的答案是第二种意见，因为这样才能保持上帝的不变性。如果说道在

基督里，为了与肉身相结合就改变了，那么在上帝和人之间就有了一种

中介——一种既不是真上帝也不是真人的存在，也就是德尔图良所说

的“中介”[（第三项）tertium quid]，所以，就像上帝是三位而只有一个

实质那样，耶稣基督则有两个实质——神性与人性——而二者都属一个

位格。这种合一是这样的，即两性的实质特征——这两个词德尔图良都

使用——完全保持原样，而且表现于基督的作为上。因此，在这些作为

上，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大能——德尔图良就说是灵的大能——以及人



的特性——德尔图良就说是肉身的特性。

“神人二性的特征完全保存，一方面，神性在耶稣里所做的一切都

是与神性相称的，如神迹，大能，和奇事等；另一方面，人性则表现于

那些属于肉身的感情。

这位耶稣基督是马利亚生的，她是童贞女孕育耶稣基督的，他确实

是从她的子宫中生出来的。

德尔图良神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他的灵魂遗传说（transmission
of soul），和原罪（original sin）说，我们可以看出，其中既有他的斯

多葛主义的观点，也有他对于西方神学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德尔图良

的斯多葛主义观点，使他认为灵魂像上帝那样是有形的存在。接着他就

主张人的灵魂是导源于父母的灵魂，正如人的身体是来自父母的身体一

样。这一被称为“灵魂传殖说”的主张，正是德尔图良的理论基础，用以

说明罪也和灵魂一样，是从父母传给子女的。这个论点，实在不是了解

罪源的唯一途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德尔图良的影响通过奥古斯丁

的推进，就成了西方教会普遍的解释“原罪”的方法。到了中世纪，灵魂

传殖说，由于它的唯物的内容而被大多数神学家所抛弃，但原罪说依然

作为遗产保留了下来。

德尔图良关于洗礼的一些论述，对于基督教崇拜节仪的发展史具有

很重要的意义，因为他写的《论洗礼》（On Baptism）详细地记述了当

时北非如何施行这一圣礼的情况。他自己对于洗礼的效应的看法，带有

现实主义精神，他以感叹的口气，在这篇《论洗礼》的文章的一开头就

说：“好福气啊，我们有这水的圣礼，在这圣礼中，我们原先的愚盲之

罪得以洗净，以致我们被释放而能进入永生！”

关于圣餐，他所谈到的，既不明确也不详细，而且他对圣餐的解

说，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象征的，也不得而知。不过，提出这样的问题



可能是不符合他时代的提法。

德尔图良的著作，对基督教思想史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在德尔图良

开始写作时，虽然已经有了一些拉丁文基督教著作，但这些著作还没有

表达更为精细的神学观点的术语。至少就我们所知，还是德尔图良创造

了神学词汇。他在这一创造神学词汇的过程中，并不是只把希腊学者的

词翻译过来，也不是仅仅用一些拉丁文《圣经》的词句或法律用语，而

是把他自己的独特风格融汇到了他的词汇中去，并且借着这些词汇又融

会到了整个拉丁神学。他的法学观实际是他周围的基督教的和异教环境

的产物，这样的法学观进一步加强了拉丁基督教带有法学倾向的特点。

他的一些说法——“基督徒的血是种子”，“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什么相

干？”“灵魂天生就是基督教的”等等——都成了西方文化共同遗产的一

部分。他关于使徒统绪，灵魂起源以及原罪的学说，在基督教思想的发

展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的三位一体论信式（trinitarian formula），

在很大程度上是后世的三一论发展的先声，他的基督论也一样。尽管他

的许多神学著作带有孟他努信仰的烙印，这完全无损于他的这些功绩。



第八章　亚历山大学派：克莱门特与奥利金

前两章我们研究的两个神学家，其思想在某些方面是不同的，但也

确有好些是有关联的。现在我们开始讨论另一个神学思潮，它与前两派

神学思想同时流行，但极为不同。这就是亚历山大派神学。

2世纪末到3世纪初，亚历山大是帝国的主要城市之一。只有罗马和

安提阿能在政治和经济上与它抗衡。而在文化事业的发展上，甚至比首

都更为优越。在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32年或331年建立此城之后仅仅

二十五年，托勒密·索特（Ptolemy Soter）就以图书馆和博物馆把这个城

市打扮得驰名各地。其图书馆的主管人都是世界最有名的学者，藏书达

七十万卷，成了名震当代的知识宝库。博物馆就其名称就可以知道它是

献给缪斯神（Muses）的，它相当于现在的高等学府，最出色的著作

家、科学家和哲学家，济济一堂，在其中工作。亚历山大城因为有了这

些机构，就成了一个著名的富有学术性的文化中心。

另一方面，亚历山大城的地理位置，使得该城发展的学术思想具有

特殊的风格。最为重要的是，亚历山大的文化，正是世界所渴望的那种

文化。埃及是古希腊人所崇敬的，他们在埃及这块神秘的土地上，看到

了孕育着的潜在智慧。此外，东方各种各样的学说都集中到了亚历山

大，形成了一个折衷的总体。前边的一章中曾谈到过，在基督教时代之

前很久，就有很多犹太人住在该城，他们对他们的《圣经》的翻译，和

对他们宗教的解说，都很显然地带有当地的特色。到亚历山大来的人，

不仅有带着《圣经》的犹太人，还有带着天文学的巴比伦人，带着二元

论的波斯人，以及许多其他带有各种不同而往往是混杂的神秘主义宗教

的人士。

所有这些思潮，汇集并繁荣于亚历山大这样一个没有死板传统而相



当新颖的城市，这就使它成为一个适应当时人们要求的那种思想的中

心。我们已经指出，后期希腊哲学时期的特点是它的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m）和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而这与曾经以城市

为中心的古希腊思想和宗教正相抵触。在这时代，个人主义很能引人倾

听那种使人能够支配自己的生活并能得救的道理，不管他们如何理解得

救。另一方面，世界主义对于当时的调和倾向提供了推动力，并准备蕴

酿某些社会人士来接受折衷主义的学说。亚历山大正是由于许多不同思

想流派的汇集，成了产生这种折衷主义学说最好的园地。因此，亚历山

大到了2世纪末叶，就成了一个百家争鸣极其沸腾的地方，而所有这些

学派都是折衷主义性质的：如巴西理德所持的诺斯底主义，安摩纽·撒
卡斯（Ammonius Saccas）和普罗提诺（Plotinus）的新柏拉图主义，源

于斐洛传统的希腊化犹太主义（Hellenistic Judaism），以及最令人感兴

趣的克莱门特（Clement）和奥利金（Origen）的神秘的柏拉图主义的基

督教（Platonist Christianity）。

我们已经研究过后期希腊化犹太主义，巴西理德的诺斯底主义以及

其他学说，我们现在简述一下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这样，对于亚

历山大基督教学派的学术背景，就可以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普罗提诺像

当时的哲学家们一样，是一个折衷主义者，吸收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以及斯多葛派的思想。他的理论体系的开端，是一个不可言喻的，任何

本质和一切名号都不能适用于他的“太一”（the One）。一切存在都来自

这个绝对的超然者，但不是创造出来的，而只能用流出这样的隐喻加以

说明。

“十分清楚，一旦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上帝，创造就不能用一种意

志行动来表达，那只是上帝本质上的一种变化。创造的发生是这样的，

上帝在创造中仍然完全不动，既不决定什么也不同意什么，它是一

种“流溢”（emanation）状况，就像光线在光体的周围发射一样，热在热

物周围辐射一样，或是像一种东西的香气散出一样。



这样的流溢，是从完美者出发的，流得越远就越不完美和多样化。

最“逻格斯”（Logos）的形象。其次是“世界灵魂”，而人的灵魂是它的

一部分。接下去，整套的等级万物就出现了，其最低一级，就是千变万

化的物质世界。

初是那个智慧 ，它兼有柏拉图的“得缪哥”（Demiurge）和斐洛

的在这样的体系中，人被说成是囚困于肉体中的灵魂，因此，我们的奋

斗目标是挣脱肉体的束缚，上升到一种与那一位奇妙“太一”的合一，所

谓的魂游向外在的地步。

在这一章里，我们要研究，受到新柏拉图主义影响很多的克莱门特

和奥利金的思想。这让我们看到，他们反对异端的方法与艾雷尼厄斯和

德尔图良完全不同。这也使他们的神学论述，较之护教或反对异端，其

范围要宽阔得多。所以，本章——开头看来涉及的范围太广了——是我

们历史的两个基本时期的转折点。一方面，克莱门特和奥利金都还活在

教会受迫害时期，和诺斯底主义盛行时期——这就使他们的著作与我们

刚刚讨论过的思想家们有关联。另一方面，他们的神学又不限于护教和

辟异端，而是更深地向思辨的高度发展——这就使他们的努力成了一种

新型的神学研究的开端，既有价值，也有危险。

叙述亚历山大学派的发展历史是很困难的。就传统的说法是，曾经

有一个具体的机构，学者称它为“亚历山大教理学校”（Catechetical
School of Alexandria）。这个机构不仅是为了训练那些准备受洗的人，

也是为了进行高水平的哲学和神学教育的。更可靠的说法是，潘代诺

（Pantae-nus）——其生平我们知道的很少——曾在亚历山大办了一所

私人学校，就像哲学家们经常办的那样，或者像查斯丁在罗马设立的那

样。潘代诺死后，克莱门特继任该校校长。后来，克莱门特因瑟皮提母

·瑟维如斯（Septimius Severus）皇帝的迫害，不得不离开亚历山大，他

的学校可能就关闭了。以后，十八岁的奥利金承担了训练准备受洗教徒



的职责。再后，可能他的声望渐高，而且能够满足许多愿意接受更高文

化教育的人的要求，他就创办了一个新的，像潘代诺和克莱门特所办的

那样较高水平的学校，至于问答班的责任，就交给了赫拉克勒

（Heraclas）办理。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亚历山大学派”这个词，就

不是指一个具体的问答学校或高级研究中心说的。它实际指的是神学学

派或思潮，但不应忽视的是，潘代诺、克莱门特和奥利金所办的问答学

校和高等学校，对这一学派的发展起了极大作用。

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

因为潘代诺的著作——如果他确实写过一些作品的话——完全失

传，所以克莱门特就成了我们这一章要研究的第一个神学家。

关于克莱门特的生平，我们知道得很少。他父母可能是异教徒，因

为他少年时期就有异教信仰。他可能生于雅典，在这里受教育，并且一

直生活到他归顺基督教。而后，他出走寻求真理，到了意大利、叙利亚

和巴勒斯坦，直到他在亚历山大遇到了潘代诺，并发现可以从他那里得

到自己心灵所渴慕的引路之光。他就跟他学习，以后又同他一起工作，

大概于公元200年继承了他的职位。但不久，瑟皮提母·瑟维如斯的迫害

使他离开了亚历山大，此后，他的生平事迹就更不易考查了。只知道他

到过迦帕多西亚（Cappadocia）和安提阿，并死于公元211至216年之

间。

克莱门特的著作，除了其后作者们所援引的片段之外，留给后代的

共有五篇：《对异教徒的劝告》（Exhortation to the Heathen），《训诲

者》（The Instructor），《杂记》（The Stromata），《谁是可以得救的

财主？》（Who Is the Rich Man That Shall Be Saved？），以及《提阿多

徒斯著述节录》（Excerpts from Theodotus），这份节录看来是克莱门特

为了某种将来的规划而作的一系列笔记，对于研究他的神学并没有很多



帮助，因为很不容易，有时甚至不可能，分清哪些是引自提阿多徒斯

的，哪些是他自己的，当然也还有其他原因。

《谁是可以得救的财主？》不太受基督教思想史学家重视，主要因

为这些史学家对基督教关于经济问题的教诲，一般不感兴趣。但是这篇

讲道却很重要，因为它见证越来越多的富有者加入基督教后，教会不得

不做的一些调整。这篇著作也援引了一些人对过度聚敛财富的尖锐批

评。克莱门特却辩称，如果我们记得财物是上帝创造的，不可以囤积，

而是要与人分享，就可能既富有又能得救。

《对异教徒的劝告》——通常就称作《劝告》——是克莱门特计划

要写的关于“道”的功能问题的三卷一套中的第一卷。“道”的功能有三，

即劝告，引领和教导。因此，第一卷称为《劝告》（Protreptikos），那

就是劝告者；第二卷是《训诲者》（Paidagogos）；第三卷是《师傅》

（Didaskalos）。“道”作为一个劝告者，邀请人来走救恩之路，摈弃异

教，这就是《对异教徒的劝告》这个主题，它用了十二章的篇幅来评击

异教的谬误，劝告读者接受基督教信仰。不过，克莱门特在这样一篇护

教性的著作中，还是对后期希腊文化表示欣赏，并断言真理在古代哲学

家和诗人那里应该同样能够寻见。

《训诲者》是这三卷的第二卷，其目的是指引基督徒，使他们的行

为符合更高的标准，尤其是使他们能克服私欲。

最后，《杂记》（Stromata）没有完成作者原来打算要写的关

于“道”的师傅功能的目的，以致他的三卷计划没有成全，其中原因不得

而知。通常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说克莱门特断定自己无力写一篇像他原

来所打算的系统的文章；另一种说法是，《杂记》是克莱门特为了第三

卷的写作所作的一系列笔记，只是在死前没有来得及完成他的计划。无

论怎样，这一著作，很明显不是任何一种系统的研究，而只是一份琐碎

的杂记，或者就像一片花毯，许多思想之线都呈现在表面上，读者看了



之后，会觉得为什么没有下文。克莱门特就是用这样的形式，几乎是完

全没有次序和系统地来解说他学说的最主要的一些方面。

克莱门特对基督教真理与希腊哲学真理的关系问题所持的观点，是

我们总括克莱门特神学的最好的出发点。在这个问题上，克莱门特守旧

地站在查斯丁和雅典那哥拉传统的一边，反对他提安和德尔图良的主

张。

克莱门特并不怀疑希腊哲学中有真理，并且提出了两个不同的，又

有些矛盾的解说，这两种解说以前的基督教作家也曾提过。有时他主张

哲学家们的正确观点是从希伯来人那里得到的。但他也主张，他们凭着

上帝直接的作为而认识真理，就像犹太人接受律法那样。

“譬如好多人画一艘船，不能说它成于好多原因，而是一个原因包

括好多人，因每一个人就他自己来说，并不是这艘船画成的原因，而是

跟别人一道画的。哲学也是一样。作为对真理的探索，哲学对真理的领

悟有所贡献，但它不是领悟真理的原因，而只是和其他一些事物在一道

的一个原因，是一个合作者，或者说是一个联合的原因。也就像一个人

的幸福是好几个因素构成的，就如太阳、火、洗澡以及衣服，都是取暖

的途径。所以，真理是一个，而对它的研讨却是多方面都有贡献的。但

只有圣子才是发现它的。”

因此，“创立两约（律法之约与哲学之约）的同一位上帝，就是把

希腊哲学赐给希腊人的恩赐者，就此，全能者就在希腊人中得到了荣

耀。”

这是克莱门特关于哲学真理与《圣经》真理的关系问题，以其所持

的立场所作的解释的第二点。至于其他解释，也可能认为是个传统的观

点，对于辩论颇有用处，也有些道理，不过对于希腊哲学的伟大性，持

见却不大公道。其论点是，因为真理只有一个，不管真理在何处找到，



就是这个真理，而且必须承认其渊源也只有一个，就是上帝。

在这一点上，克莱门特比查斯丁更前进了一步。查斯丁在一定程度

上肯定异教哲学的真理。他试图说明哲学家的高级理论是与《圣经》一

致的；他甚至肯定哲学家的真理也是来自上帝的。克莱门特就认为，上

帝把哲学赋予希腊人，与赐律法给犹太人，具有同样的目的，那就是起

着一个使女的作用，把人们引向基督。再者，哲学就是上帝与希腊人订

立的约，而且——就像犹太人有他们的先知那样——根据这个约，上帝

赐给了荷马，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这样的人以灵感。真理只有一个而

且都源于上帝。因此，基督徒能够而且应该从哲学中看到启示给他们的

同一个真理的体现。如果有人担心这会引人误入迷途，那么，他对于真

理能够战胜敌人的威力，就是缺乏信心。

然而，这并不是说认识真理就用不着信心。诚然，哲学的研究总要

立足于逻辑的论述。不过，即使是哲学家也不否认，赖以进行论述的第

一级原律是无法证明的。这些第一级的原律只能用意志性的态度来接受

它，那就是用信心接受它。另一方面，要是说信心是知识的出发点，那

也不全面；应该说信心也需要知识。信心并不仅仅是一个猜想，或武

断，从而肯定那些原律的正确性。这种肯定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因
此，知识具有信心的特性，而信心，在一种神圣的彼此与交互的对应

上，就具有了知识的特性。”

“知识是少不了信心的”这一事实，是克莱门特回答那些试图创立一

种自立哲学的人所用的答辩的精髓。而同样是一个事实，“信心应是可

理解的”，是克莱门特批驳异端的精髓。那些异端就像人不能分辨真币

与假币一样，因为他们没有具备判明是非所应有的知识。如果信心不是

一种武断，而是借助于知识，那么，异端就没有真正的信心，因为他们

的“信心”是基于他们自己的爱好，而不是以《圣经》为基础。

克莱门特从来不怀疑《圣经》是来自启示。他在这一点上的信念，



表现在他从来不提出一种有关启示的学说。上帝在《圣经》中说话，至

于上帝的话如何传给实际写《圣经》的人，那不是最重要的事。

真正重要的是上帝怎样在《圣经》中说话，因为，如果你相信《圣

经》中字句的意思就是上帝的话，那么你的解释，就与那些认为《圣

经》是上帝用隐喻或寓言说话的人的解释，大不相同。

克莱门特作为忠于释经传统的一员，就像斐洛的亚历山大犹太主义

和巴拿巴书信一样，认为隐喻解经是释经学的重要方法之一。

“《圣经》用隐喻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首先，叫我们追求探索，

并不断注意寻求其中的救恩教训。其次，它不那么容易叫所有的人都能

看懂，免得他们因误解了圣灵所宣告的救恩而受害。总之，预言中上帝

的奥秘是用隐喻掩盖的——是留着给那些蒙选之人的，根据他们的信

心，有选择地使他们能理解，《圣经》的文体就是比喻式的。”

然而，我们不应该夸大克莱门特对隐喻解经法的偏爱，因为他并不

像许多隐喻解经家那样否认《圣经》的历史意义。举例来说，那一本

《巴拿巴书信》的作者认为，犹太人按照字义解释律法是一个坏天使教

他们这么做的，而克莱门特却一再地说，《圣经》确确实实具有实在的

历史意义。因此，克劳德·蒙德萨特（Claude Mondésert）论到克莱门特

时说：“《圣经》对于他……是关于发生于历史中的启示的记载，是用

具体的事实，和真实人的活动来叙述上帝对待世人的故事，以及上帝三

番四次地插手世界历史的故事。”

克莱门特为了同时保持《圣经》的历史意义，和隐喻释经的自由与

深度，就提出了《圣经》多种含义的学说。这一学说的基础是典型的柏

拉图式的整体宇宙观念。根据这一学说，这个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永恒

真理的象征。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真实的，但它最大的价值在于它是显示

至高实在世界的象征。同样，《圣经》经文的历史和字面意义是真实



的，但它最高的价值在于把它作为象征或隐喻，来解释出宇宙更深远的

真理。每一段经文，至少有两重意义，即字义和灵义。这就是克莱门特

解释《圣经》的基本法则，但他有时也给灵义分出几种不同的等级。

字义（literal sense）就是从经文直接看到的意思，用不着去探索什

么隐藏的意思。这并不是说字面意义就总是来自于对经文作一种拘泥于

字面的、简单的解释。这后一种解释称之为“第一意义”也许更加准确，

以便与用寓意法发现的“更深意义”相对照。有时这样的第一意义与经文

字面意义是一致的。《旧约》记载历史的经文就是这样。但也有时候第

一意义并不是严格的字面的、简单的意义，如果照这样解释就会完全错

误。在经文中的很多比喻（parables）、隐喻（metaphors）和寓意

（allegories）就是如此。它们的第一意义并不是直接拘泥于字面的解

释，而是他们所象征的意义。

经文的初级意义的确不是最高的，基督徒如果要获得信仰的更深领

悟，是不能以此为满足的；但不是说这种“第一意义”是无关紧要的，可

以把它抛到一边而背弃《圣经》真理。与此相反，“第一意义”正是这段

经文其他意义的起点。特别是历史的和先知的《圣经》经文，如果否认

了这些经文的第一意义、字面意义，那简直就是否认了上帝的作为和应

许。只有一个理由可以用来否定某段经文的字面意义，那就是，它所说

的对上帝不配称。例如那些用拟人法词句来叙述上帝的经文，就必须明

确地就其拟人法所寓意的更深真理来加以解释。

每一段经文，都有它一个或更多的“更深意义”，比它初级的、直接

的意义更高深。这些都必须用隐喻解释法来发掘。上帝的伟大是不可计

量的。如果以为某一段经文只有一方面的教训，那是愚昧的。上帝深厚

的慈悲和怜悯，用同一段经文来叙述，既能叫最无知的人懂得，也能使

极聪明的人理解，这是用不同的水平向他们说话，而足以适应信徒各种

不同水平的理解力。因此，一个基督徒如果想攀登基督教这种哲理的更



高楼层，就必须持之以恒地探索第一意义或字面意义后面的、更深的意

义，也就是寓意的或灵意的解释。这样的意义，甚至可以通过好几种不

同的、有意义的解释把它说出来。这种经文多义说是克莱门特的隐喻解

经法的基点，因而也就是他神学著作的特点。然而我们应该记住，他不

是滥用隐喻和不顾历史真理的人。克莱门特的隐喻释经，往往是有一定

限度的，也就是遵循释经原则的，然而遗憾的是，人们可以指出一些不

符合这种法则的例子。

上面我们已经讨论了这些释经原则的第一点：即隐喻释经一定不能

背弃经文的原意，除非它的意思与公认的上帝的品德和尊严相抵触。因

此，经文所涉及的历史事实不能抹杀。克莱门特虽然经常更多地注意较

高的经义，以致把它的历史意义抛弃在背后，但也有很多例子是把这两

种不同的释义糅合在一起，使他的解经不是隐喻式的而是预表式的。举

例来说，以撒的被献，既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件，也是预指耶稣基督被

献的一个象征或预表；而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在《创世记》的一些隐喻

经文中是看不到的，而是存在于一些历史事件的记载或详叙中。

“他（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正像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作

为救主被献，只是他没有像主那样被宰杀。以撒只是像主背木头十字架

那样，背了献祭的柴。他象征性的笑，预示着救主将对我们这些借着他

的宝血从堕落中得赎的人，赐以满足的快乐。以撒除了受难之外，一切

都做了，这样把受难的重要工作留给上帝之道来完成，是正确的。还

有，他不被宰杀，也是基督神性的一种比拟，因为耶稣在埋葬之后又复

活，并没受什么伤害，以撒免于被献正是这样。

克莱门特的第二个解经原则是以经解经。意思是说，经文主要是凭

着它合宜的经文和直接的上下文来理解。但克莱门特以更宽阔的含义来

理解这一释经原则，而且把隐喻释经法也包括了进去。他是这样运用这

种释经原则的，先找一些有同样观点、同样事物、同样名称，甚至同样



数目的经文，来考虑该段经文的隐喻含义，然后再把这个意思搬到他正

在研究的这段经文上来。这样依靠《圣经》别处的不同经文，就会在某

段经文中找到它本来没有的意思。很自然，由于克莱门特那个时代的

《圣经》考证和历史研究的条件有限，它就使得这种释经方法走到了过

分的地步。

但我们不要忘记，在这个释经原则中是想把寓意的解释，限制在

《圣经》思想体系的范围内。举例来说，克莱门特运用这种原则的典型

是他为了解说《约翰福音》第六章中，耶稣告诉门徒必须吃他的肉喝他

的血这件事，就引用《创世记》4章10节，那里上帝对该隐说：“你兄弟

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据此断言，《圣经》中提到“血”，就

是“道”的一个标志，因此，主耶稣所提到的血，无疑就是指“道”他自

己。

克莱门特的神学特色之一，在于他区别对待人们理解《圣经》的水

平来自于他对《圣经》几个层次的含义的区分，他本人对哲学研究的爱

好，以及他具有的柏拉图主义倾向。这一特色清楚地表现于，他把一般

单纯的基督徒与“真智者”（the true gnostic）加以区别。克莱门特认为，

在一切基督徒所共有的单纯信仰之上，一个人如果坚持寻求真理的修

行，也还可以达到一种深悟永恒真理和超级“灵智”（gnosis）的境界，

这种境界只是留给少数得天独厚的人。克莱门特是用这种“真智者”来抵

制那些异端的“假智者”，这种真智者既有道德意义，也有理智性

质。“与那些单纯相信而没有修行，倾心于外表礼拜的初信者不同，有

的基督徒能看见上帝的奥秘，用心灵和悟性迎接上帝，以至与上帝相

通。”这不仅是一个寻得更深真理知识的问题，而且是过一种更超越的

生活的问题。克莱门特经常论述一些人们达到这种“灵智”的途径，包括

本人的灵感、隐喻释经、柏拉图式的辩证法以及他一再求助的秘密传

统，但他没有说明其中的内在的关系。灵智的特性，内容以及传递的方

法也难于断言。总之，突出的一点是，克莱门特的思想明显地带有贵族



式和少数人秘传式的性质，因而我们读他的著作时，应该知道他的著

作，不反映亚历山大教会的神学，而只反映这城里的一小部分有特殊恩

赐的基督徒的神学。

讨论了克莱门特的神学基本原则和特性之后，我们现在来讨论他的

神学内容。在上帝论方面，他沿用了新柏拉图的学说，主张应该以否定

词为主来说明上帝：上帝没有属性，他超出了实质的范畴，无法直接对

他进行论述，因而不能给他下定义。不过，除了这种明显的柏拉图主义

性质的主张之外，他还有从基督教信仰而产生的论点：即三位一体。还

有次于圣父的自始至终的永恒之“道”。如上所述，“道”是一切知识的渊

源，特别是有关上帝的知识的渊源。“道”也是万物的本原，因为“没有

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虽然克莱门特只根据“第四福音”来肯定“道”与
圣父同是永恒的，但在这一点上是带有某种柏拉图主义的，也就是作为

在难以言喻的上帝之统一性（unity of God）与千头万绪的宇宙之间的中

介。这位一切知识和各个事物之原的“上帝之道”，已经化身为耶稣基

督。这样的道成肉身，成了他原先在犹太人和异邦人中所做的一切工作

的顶峰。这样，他启示了希腊的哲学和犹太的律法，结果二者就像使女

一样，把人引向道成肉身的基督面前。这就得出了一个完整的历史观，

就如蒙德撒特所说的一种历史：

“历史向前开展，直到一个最高的事件。而只有达到这一点，才能

开始它的新进程，但它本身免不了受到这个已经来到的，核心的重大事

件的影响。在这一转折点之后，历史不再是线性地和平面地发展了，而

是永不背离那个出现的轴心，进行着巨大的螺旋式上升的发展。”

然而，克莱门特对于道成肉身论虽然有很大贡献，但必须指出，他

对道成肉身的理解，就德尔图良和艾雷尼厄斯的观点来看，还有很多不

足之处。他认为“道”实在是有人性的，而基督无疑有人的身体和灵魂。

但是，由于神性与人性的这种合一，以致人性的一些基本特征就丧失



了。下面的一段引文，实际是克莱门特攻击幻影说的，可是他所引出的

观点，却十分近似幻影说，而且其观点所根据的一些理由也就是使人接

受这种幻影说的理由。

“论到救主的身体，如果以为这是需要不可少的滋养才能维持的身

体，那是可笑的，因为他吃饭，并不是为了他那个用神能维持的身体，

而只是为了不叫那些和他在一起的人对他有不同的看法。照这样，后来

确有一些人设想他的外貌是个虚幻的形象。但是，对于任何的感情波

动，无论是快乐和痛苦，他全然不动情，无所触及。”

克莱门特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圣灵论。也许因为他已经把“道”看做

信徒的光照者和启示者来看待，就使他难以把同样的职责再加给圣灵。

然而，这并不是说克莱门特不把圣灵与三位一体的另外两位区别开来

——但他也没有用“位格”这个词，在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中，克莱门特不

知道这个词。在他看来，圣灵总是引人归向上帝的关联本原。无论怎

样，克莱门特对于上帝的三位一体性是给予肯定的，因为在他的著作中

经常看到三位一体信式。

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是造物主。世界是上帝作为的一个成果。它不

是上帝的流溢物，也不仅仅是对先在物质加以安排。创造是在时间之外

发生的——克莱门特相信这种学说是有哲学和《圣经》的根据的。再

者，创造不能与宇宙的维持混为一谈。克莱门特相信，上帝于太初创造

万物，以后就不再创造了，而万物在起初就建立的自然规律下，从而得

以维持和繁生。

创造不仅包括人，和我们在其中生活的世界，也包括天使和其他天

上的生灵。为了反映上帝用七天创造了宇宙，万物的基本结构都是七数

的：第一级的天使是七个，行星是七个，昴星团（Pleiades）的星是七

个，等等。这样，克莱门特就代表了相当一些基督教神学的特点，那就

是受着柏拉图哲学的影响：探索宇宙结构的等级和数目，尤其是天上主



人们的品级和数目。

关于人的学说，克莱门特的某些观点与艾雷尼厄斯近似。这两个学

识不同的人能有这种情况，颇令人惊讶。克莱门特像艾雷尼厄斯一样，

认为人被造之初，就像婴儿那样天真无罪，需要渐渐成长到完美无缺的

地步，以完成上帝造人的目的。人的堕落是由于他在上帝允许之先运用

了性功能，结果就陷入了罪与死之中。然而，克莱门特与艾雷尼厄斯完

全不同的一点是，他不认为亚当是人类之首，而只是我们每个人经历的

一个象征。一个婴儿出生时并不受到“亚当的诅咒”。但我们终究都犯了

罪，都变得像亚当一样，我们这就降服于魔鬼，就成了罪和死的奴隶。

这并不是说人的自由就毁尽了。相反，当上帝借着“道”给人救恩信仰

时，人就必须抉择是否接受，这就是运用他的自由。这种信心就是新生

命的开端，克莱门特有时把这个开端说成是，人因犯罪而中断的成长过

程得到了恢复，有时就说它是成圣（divinization）的一个过程。根据他

自己的秘传兴趣，克莱门特认为信心必须伴以敬畏和盼望，从而引向

爱，而最后达到“真的灵智”。究竟这一全部发展过程是在今生实现呢，

还是一直延续到死后，这个问题，在克莱门特的著作中找不到清楚的答

案。

然而，我们得注意，不要把克莱门特的救赎论说成是过分依靠个人

之功，因为教会在救赎的过程中是重要的一部分。教会是信徒之母。只

有在教会里，信徒才能得到光照和成圣，以至有一个“真的灵智”的生

命。人借着洗礼进入教会，而借着圣餐得到滋养。洗礼是洗去罪的，就

在举行此礼时，光照就开始了，这是信徒的生命之根。但克莱门特并不

认为信徒通过洗礼就得了完全的生命，而只是一个更长的，向着完美进

程的起点。另一方面，圣餐对于信徒的滋养和分享上帝的永生，是有实

效的，但这并不是说，饼实在就是基督的身体，酒就是基督的宝血。

克莱门特神学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以“道”的学说为主导。他以此



说为桥梁，使异教哲学与《圣经》得以贯通。它成了整个历史的统一原

则，特别是“新旧”二约的统一原则。“道”的光照和同在，是“真灵智”生
命的基础。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这个“道”的学说，

反映了后期希腊哲学与基督教传统之间解决不了的对抗：那就是在这一

学说中，既有柏拉图的一些观点，又有取自《圣经》的观点，二者针锋

相对的矛盾不得解决。正是这个矛盾，使克莱门特在基督教思想方面显

得非常重要。“关于柏拉图主义与《圣经》教训，即希腊哲人与东方学

者之间，以及人为探索与上帝启示之间的，非凡的对抗，克莱门特是第

一个看到它的人。”他打算在二者之间做调和工作而总是不成功，这也

并不希奇。其实，他是这条新的，没有人走过的路的先行者。

此外，我们必须记住，《劝告》和《训诲者》的特殊目的，已经实

现了这样一个程度，留给我们的只是一本称为《杂记》的，琐碎奇怪的

材料集，而失去富有意义的《师傅》，使人倍加惋惜。

最后，克莱门特在基督教思想史方面也颇为重要的一点是，他能够

把他的一些基本观点，特别是他这种神学的基本精神，传给他的学生奥

利金，而奥利金又把它加以系统化，并建造成了一个堂皇的神学大厦。

奥利金

奥利金的父母都是基督徒，这一点与克莱门特不同。202年，奥利

金的父亲在瑟维如斯逼迫基督教会期间殉道牺牲。当时，奥利金激励父

亲宁死也不要叛教。奥利金的宗教热忱如此强烈，致使其母不得已将他

的衣服收藏起来，以防他外出而被抓走。

年轻的奥利金在父亲死后不久便开始以教授文学和哲学为谋生手

段。不久，亚历山大的基督教社团不能不考虑这样的问题，即它在逼迫

期间失去了许多领导人物，以至于没有人来给要求接受洗礼前训练的人

们教导基督教基本教义。当时，有些皈依了基督教的异教徒——一位名



为普鲁塔克（Plutarch）者及其兄弟，后来成为亚历山大主教的赫拉克

勒——去找奥利金，并在基督教信仰方面向他求教。这样，为了满足将

教会教训人们的使命继续开展下去的需要，迪米特利乌斯主教把这个任

务交给克莱门特的弟子，当时年仅18岁的奥利金。奥利金本人的气质决

定他以极大的热忱接受了这项义务。他不仅致力于深入的研究，而且还

献身于他始终视为哲人生活重要内容的那种质朴的生活实践。

考虑到他不需要别人的帮助，这也是像他这样的人会有的想法，他

在成名并独立生活后，就将其所有的古代文学书籍尽数出售给商人，无

论其价值如何，唯以每日拿到四个奥伯尔（oboli古希腊银币名——译

者）为足。多年来，他抵御了各种年轻人的欲望对他的诱惑，一直过着

哲人的生活。他在整个白天中要忍受许多教规戒律的束缚；而在夜晚，

他还要以大部分时间潜心研究《圣经》，他尽量用哲学家的生活方式约

束自己，有时要遵守禁食的规定，还要限制睡眠时间。为了虔诚之故，

他从不上床睡觉，而只是在地上一躺了事。

奥利金从字面意义上接受福音书经文，“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

的”（《马太福音》19章12节——译者）。奥利金气质中的禁欲主义倾

向也在这个事实中得到了极其冷酷的表现。他割去了自己的生殖器。这

个举动影响深远，后来成为他与教会权威之间产生嫌隙的根源。尤其是

主教迪米特利乌斯认为，奥利金自阉之举使他自己排除了接受圣职的可

能性。

与此同时，奥利金的声望却在日益增长。他的门徒很快增多到了他

无法应付的地步。这时，他便将教育主教候选人的任务托付给他的学生

赫拉克勒，自己则集中精力指导那些要求学习更高深学问的学生。这

样，奥利金便创立了一所新的、从事较高级学术研究的学园。这所学园

与古代哲学家们，以及查斯丁、潘代诺等人设立的那些学园相类似。正

是在这所学园中担任的教学工作，使得奥利金名噪一时，甚至异教徒也



乐意听这位哲学大师讲课，包括阿拉伯的总督和当朝皇太后在内。

讲授神学并不一定要有神职身份，所以，奥利金在许多年中一直是

个平信徒。而他最终受任神职一事却为他造出许多麻烦。其时，巴勒斯

坦的一些主教请他在当地教会中为他们讲解《圣经》。奥利金认为，接

受这次解释经典信息的机会是他义不容辞的职责。他欣然应邀前往。亚

历山大主教迪米特利乌斯获悉此事后，便命令奥利金即刻返回亚历山

大，因为平信徒不能在主教面前讲道。奥利金服从了主教的决定，此事

遂告吹。但数年后，奥利金在赴安提阿的途中重到巴勒斯坦，当地主教

们便再次邀请奥利金讲道。这次他们为他授任了神职。虽然此举的真正

目的似乎并非反对迪米特利乌斯，但它却是个很不明智的做法。迪米特

利乌斯一闻知巴勒斯坦主教们已为奥利金授任神职，就认为这是个冒犯

自己权威的企图。此外，迪米特利乌斯还认为，奥利金的自阉行为使他

永远不得接受神职。迪米特利乌斯的态度可能也包含某些妒忌的因素。

接踵而来的是场长期的争论。其间，迪米特利乌斯在亚历山大召集的两

次会议革除了奥利金的教籍，并褫夺其神职。与此同时，奥利金则居留

在巴勒斯坦的该撒利亚城中。迪米特利乌斯死后，当年奥利金的门徒赫

拉克勒继任亚历山大主教。他继续维持前任主教的决定。奥利金只得放

弃返回故城的打算，终其余生在该撒利亚度过。但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与

他在亚历山大组织的学园相同的神学学校，并以将近二十年的光阴从事

撰写神学著作和教授神学的工作。在此期间，他的声望还使他不得不时

时中断教学与研究，应邀访问帝国的一些地区。

过去人们对奥利金在这些旅行中的活动知之甚寡。直至最近（1941
年）在埃及发现的一些纸草文献在记载其他事件的同时，提及奥利金曾

在阿拉伯与疑为“形相论”（Modalist）者的主教赫拉克利德

（Heraclides）举行过公开辩论。那份文献的记载十分鲜明生动，无疑

它根据的是比较直接的材料。现代的史学家从中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

奥利金的能力之大使他不仅能够驳倒异端论者，而且可以让他们心悦诚



服。

最后，在长期从事教学并撰写出许多部著作以后，奥利金在他的一

生中获得一个机会来实践他在父亲身上所期待和称赞的，并在其《殉道

论》（Exhortation to Martyrdom）中主张的那种生活理想。皇帝德西厄

斯（Deci-us）在位期间基督徒受到一次大逼迫，这次逼迫与在图拉真给

皮里纽的指示下达后发生的那种局部、零星的逼迫大不相同，那份指示

规定惩罚受到控告的基督徒，但不要在无人指责情况下搜寻基督徒，而

是在受指控之后加以惩罚。这次则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逼迫。每个

公民必须向罗马众神献祭，必须拿到一份证明他献过祭的文件。拿不到

这样的文件者可判处死刑。似乎下令发动逼迫的谕旨之意不在于消灭基

督徒，而在于迫使他们放弃信仰。因此，那个时代殉道者的遭遇是长期

监禁和拷打而不是处死。据优西比乌说，奥利金遭到若干天数的拷打，

他的表现令人钦佩。

史料中没有关于奥利金如何设法出狱的记载，但是有记载说他死于

推罗城，可能是由于受刑之故，而当时他已将近70岁了。

奥利金的著作内容之广泛令人难以相信，其数量之多以至于我们甚

至无法在这里用足够的篇幅来列举其全部目录。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

极大多数著作已经佚失，但现存的一些作品残篇本身就足以给人留下深

刻印象。伊皮凡尼乌（Epiphanius）说奥利金有六千部著作，但现存的

目录只有其中的八百部。就是这八百部著作中多数也已遗失。它们之中

只有极少部分的希腊原文本保存了下来，余皆为各种可能与原文有所出

入的译本。因此，重新整理出奥利金的思想相当困难；而且假如不是现

存的奥利金著作足以让史学家能够对其内容加以比较，剔除本来不属于

奥利金本人的思想，而是来自各种译本中那些不确切的内容的话，或许

这将成为一项完全不可能的工作。

要想了解奥利金的著作情况，人们就应当以他对《圣经》的研究为



起点。奥利金常称自己为释经者，在这方面他确实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在能够反映奥利金这方面的著作中，人们应当记住他的《六种圣经对

照》（Hexapla），《经文注解》（Scholia），《讲道集》

（Homolies），《圣经注疏》（Commentaries）。

在基督教历史上，《六种圣经对照》首次试图为学者们确定《圣

经》原始版本的内容提供必要的知识。这部著作大部分章节现已散失。

它用了六个竖栏把《旧约》的希伯来文本和希腊文直译本，以及当时流

行的四种希腊文本：亚居拉译本、西玛库译本、《七十士本》和提阿多

徒斯译本并列在一起。只要奥利金能够收集到任何其他的《圣经》文

本，他就将之列为另外一栏，结果，《六种圣经对照》的某些章节

（《诗篇》等）竟有九个竖栏之多。然而，奥利金并不满足于单纯的汇

编工作，他以更多的精力仔细地比较了希伯来文本和《七十士本》，并

用一系列符号注明其变化、省略和添加之处。

《经文注解》是给某些经文章节作简短的解释。这些章节特别难懂

或是特别有趣。这本著作除几个片段外，全已遗失。

自然，奥利金的《讲道集》写成于他与迪米特利乌斯决裂之后。其

大部分篇章虽已荡然无存，但现存的章节仍能体现奥利金的基本观点。

《讲道集》是一部道德说教性的著作，在《圣经》注释中常见的那种思

辨，显然不是他在这里要想说明的主题。

最后，奥利金在《圣经》注释中得到了充分的机会来施展释经方法

和能力。存世的各篇注释虽不完整，但《马太福音注释》、《约翰福音

注释》、《罗马人书注释》和《雅歌注释》的大部分章节却保留了下

来。这些著作是我们能够认识奥利金释经法的主要依据，同样也是我们

了解他的其他神学观点的重要线索。

除了上述释经著作外，漫长的岁月还侥幸为我们留下了奥利金的一



篇护教文和一篇系统的论文以及其他一些次要著作，这些著作的实际意

义使之在基督教思想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

奥利金的护教文名为《驳塞尔索》（Contra Celsum）。塞尔索

（Celsus）是个异教哲学家，若干年前他写了一部标题为《真道》

（The True Word）的反基督教著作。这部著作不仅针对基督教徒的实

践活动，而且主要针对这种新信仰的教义和《圣经》提出了尖刻的、论

证详尽的攻击。这次攻击似乎未产生重大后果，因为奥利金本人在其友

人兼保护人安布罗斯（Ambrose）请他撰写批驳文章以前，并不知道塞

尔索这部著作。起初奥利金认为最好不要理睬塞尔索的攻击，但后来他

还是决定接受安布罗斯的请求，写下了《驳塞尔索》。奥利金逐一驳斥

了塞尔索的观点，故他的这部著作本身就缺乏内在的统一性。尽管如

此，它仍不失为了解公元最初几个世纪基督教与异教斗争情况的一份重

要史料。

最后是，奥利金系统性的大作，即所谓的《论原理》（De
Principiis）。这将成为我们探讨奥利金思想的纲目。现在我们完全有理

由认为，这部四卷本的著作系奥利金早年（约220年）所作。其多数章

节仅在鲁非努（Rufinus）的拉丁文译本中保留至今。鲁非努认为自己有

责任修正奥利金的那些过于鲁莽的观点，结果却给史学家制造了困难。

因此，人们在阅读这部著作时必须时刻警惕鲁非努的改动，并且必须从

奥利金的其他著作中寻找线索，帮助发现奥利金原本所要表达的意义。

探讨奥利金神学思想最好以他的释经方式为出发点，因为释经始终

是他的主要神学兴趣所在。他的大多数著作都是经典诠释，甚至在其系

统性的论著《论原理》中，释经仍然是个中心内容。此外，一个以编辑

《六种圣经对照》为终生事业的人，必然会对经文产生极大的兴趣和崇

敬。

尽管奥利金在诠释经文过程中远非一个死抠文字的释经家，但他却



坚信《圣经》的每个词语都具有字意灵感。《圣经》中每个单词，甚至

每个字母，都包含着神秘。这就是奥利金如此重视恢复《圣经》原来文

本的原因所在。

然而，《圣经》的真正意义不能全部从字意的解释而来。相反，看

起来极其荒谬的经文也是出于上帝的灵感这个事实却证明了“以灵性方

式”解释《圣经》的必要性。由此产生了这样一种教义，即《圣经》的

经文具有（或可能具有）三种互不相同，但又互为补充的意义：字面的

（literal）

或物体的（physical）意义，道德的（moral）或心理的

（psychical）意义，理智的（intellectual）或灵性的（spiritual）意义。

这就是著名的主张《圣经》具有多重意义的教义。显然，奥利金的这个

观点系从克莱门特甚至从更早的非基督教的释经家，如斐洛那里发展而

来。然而，人们不能过于注重从字面上接受这个教义，因为奥利金并未

将之作为释经的原则而时时加以贯彻。与此相反，人们难得见到他在哪

篇经文的诠释中清楚地划分过其中的不同意思。奥利金坚持经文的多重

意义说，他特别强调必须在字意背后寻找隐藏的灵性意义。但他却很少

在经文的字面、道德和灵性意义三分论基础上，以系统的方式发展自己

的释经学。而且，他在许多场合下仅从一段经文中就找出了若干的灵性

意思，由此产生了一整套的寓意解释。

以上所说并非说明奥利金一贯否认或忽视《圣经》的字意。相反，

正是坚持以字意和律法的方法解释《福音书》的经文，导致了他的自阉

之举。他经常在用寓意释经法解释《新约》的神迹或《旧约》的历史材

料的意义之前，先强调一番这些事件的历史实在性。

另一方面，他确信某些情况下人们必须放弃从字面上对经文意义的

理解。每段经文都有其灵性意义，但不一定都能从字面上得到解释。例

如，在为某些《利未记》法典做注解时，奥利金说，如果他不得不像犹



太人那样解释它们并称之为上帝所赐的话，他将为此而感到羞愧。只从

字面上做解释，人们就不能否认，某些人类制定的法典，如罗马人、雅

典人和斯巴达人的法典，比《利未记》法典更为高级。但是如果人们从

灵性上来解释它们，“正如教会所教导的那样”，这就会非常清楚，《利

未记》的法典确实来自于神。一切都用字面意义加以解释是犹太教徒和

马吉安派所犯的错误。

奥利金似乎从斐洛那里接受了“道德”释经的观点。这种解释主要见

于他的讲道文集，尽管要想将它与灵性释经法区别开来常常有些不大可

能。通常，他总是为经文作出寓意解释，虽然其目的并不在于达到伟大

的思辨高度，而在于为信仰者的道德与虔信生活提供引领。奥利金宣

称，道德释经法的典范可见于使徒保罗对古代律令“牛在场上踹谷的时

候，不可笼住它的嘴”（《哥林多前书》9章9节——译者）的解释方式

之中。保罗把这条律令与教会的实践生活联系起来，声明这段经文证实

了使徒有权得到教会的支持，以此来说明这段经文的道德意义。

然而，正是在《圣经》的灵性意义方面，奥利金获得一个施展其衷

心喜爱的思辨才智的机会。这也是亚历山大的基督教、犹太教，甚至异

教神学的典型特征。另一方面，灵性释经法也使他得以发现柏拉图派哲

学与经典的信息之间所谓的联系点，而无须放弃他思想中的这两个极

端，虽然他从未有意把古典传统与他所接受的经典教义对立起来加以捍

卫。

当然我们应当指出，这种灵性释经法不一定总是严格意义的寓意释

经法。相反，奥利金十分醉心于教会的生活和信仰，这使他倾向于由保

罗、查斯丁等人创立的、历史悠久的预表论（typology）传统。这样，

预表论便形成奥利金的灵性释经法的根本思想，人们在他的著作中可以

发现像将以撒的献祭作为基督受难的“预表”（type）或“形
象”（figure），或者割礼为洗礼的预表那样的传统观点。此外，正如但



尼诺（Daniélou）所指出的那样，奥利金的预表论已超越了当时教会的

认识水平，因为他将《新约》，甚至现实的教会也包括进预表形象的领

域之中。所以，奥利金提出这样一种理论，它“把《旧约》解释为《新

约》的形象，把《新约》解释为教会的形象，把教会解释为末世的形

象，也就是说，一些相同的目的在救恩史的各个阶段上的类比

（analogy）。”

另一方面，这种预表论传统并不妨碍奥利金经常放弃经典的历史意

义，转向使用寓意释经法为《圣经》以外的教义寻找经典根据。在这方

面他做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有些史学家感到可以把他的思想解释

成一种仅仅与基督教沾了一点边的哲学体系。这种观点显然有些过分，

但它可以提醒人们注意到随心所欲的寓意释经法所造成的危险，正如我

们在奥利金那里所见到的那样。

要想列举奥利金在寓意释经过程中所遵循的原则是相当困难的，甚

至是不可能的。我们至多只能说，首先，每段经文都有必须用寓意法才

能发现的深奥秘密；其次，不能用不该讲的话论述上帝；第三，必须参

照其他经文来解释各段经文；最后，任何与信仰规定相违背的观点都不

能成立。

奥利金过度强调了每段经文必须参照其他经文作出解释的原则。克

莱门特早已试图通过考察某个词汇或数目在其他经文中的意思来确定它

在这段经文中的隐意。但奥利金却将这种研究方法发展成习惯性的做

法。他甚至要在十分清楚而简单的词汇中找出其隐意。汉逊（Hanson）
编绘了一张表格，列举出一些奥利金自称在《圣经》语言中发现具有神

秘意义的词汇：

在《圣经》中，“马”通常意为“声音”；“今天”意为“这个世

代”；“酵”意为“教训”；“银子”和“号角”意为“道”；“云”……意为“圣洁

者”；“脚”意为“我们人生道路的目的”；“水井”意为“《圣经》的教



诲”；“麻布”意为“贞洁”；“大腿”意为“开始”；“未掺和的酒”意为“不
幸”；“瓶子”意为“身体”；“秘密”和“财富”意为“理性”。

尽管在一些场合中，经文对某一特殊词汇的正规用法可以给奥利金

为之作出的特殊解释提供线索，然而在极大多数情况下，事实却让读者

感到，这种理解个别词汇的方法依赖于解释者本人随心所欲的决定。正

是在此基础上，汉逊为奥利金作出了带有夸张性质，然而又是公允的评

价，他认为，奥利金“把《圣经》变成某种神圣的字谜，但又将指示谜

底的种种线索深藏在自己心中”。

另一方面，这个评价之所以有些夸张，是因为奥利金的神学中还有

另外一个制约并指导着他的释经法的因素：教会信仰规则。正如前面所

说，“信规”不是个固定不变的准则，而主要是教会传统的教导和主张，

它的内容随时随地可能产生某些细微的变化。例如，奥利金认为信仰规

则应该包括《圣经》具有多重意义的教义，而在艾雷尼厄斯和德尔图良

的信规中却见不到这种观点。但无论怎样，信规总要肯定某些基本的教

义，对此奥利金也不能随意否认。因此，信规使得他的神学（至少是部

分的）始终保持在教会传统教义范围之内。

信规之第一款就谈到上帝。奥利金认为，上帝的本质不能为人的理

智所领悟。上帝是无形的，不仅肉眼看不到，也不是人的理智所能觉察

得到，因为没有哪个人的思想能把握上帝的本质。无论我们对上帝的认

识多么完善，我们都必须记住，上帝远远高于我们的理智所能感受到的

一切。上帝纯洁、理智的本质超乎一切关于事物的性质定义之上。《圣

经》用以描述上帝的拟人化语言只能从寓意角度理解，其目的是向我们

说明上帝与创世，以及与人发生联系而借助的方法方面的一些情况。另

一方面，如果人能够用接近字面意义的语言论述上帝的话，那也只能说

上帝是唯一。与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的复多性截然相反的是绝对的单一

性（这是当时柏拉图主义的典型观点），这就是上帝之存在的主要属



性。

然而，这位不可言喻的“唯一”又是教会信规所说的三位一体的上

帝。奥利金不仅知晓并经常使用“三位一体”术语，而且对三一论教义的

发展有所贡献，在将近一个世纪以后震撼了教会的三一论争论中，他的

神学成为人们的主要依据之一。

根据当时确立的信仰规则，奥利金肯定上帝就是父、子和圣灵。但

是，这种信仰规则在解释三者关系的问题上则允许有某些发挥的自由。

正是在这点上，奥利金施展了他的首创性和思辨性的特长。

奥利金在论及父与子的关系时表现出两种趋势或意向，他能够使二

者处于平衡状态，而他的追随者们后来却在这两点上分裂成完全敌对的

两个派别。

第一种意向强调子的神性和永恒性，使子与圣父处于相等地位。因

为，“谁……能想象或相信，圣父能够脱离这位‘智慧’（指子——译者）

而存在，哪怕是片刻工夫呢？”设想曾经有段时间里子没有存在可能会

导致人设想父在一段时间内也不作为父而存在，而这将犯下极大的错

误。相反：

子确实由父而生，他的一切由父而来，然无开端，这不仅是指那种

可以用时间度量的开端，甚至唯有心智本身所具有的思想能力，或者说

纯粹的知性能力，也不能想象出这个开端。

进而言之，这位神子不仅与父同样永生，甚至可以说，他“从本质

上”，而非“通过分享”，具有神性。

这种强调父子统一性的倾向，表现在奥利金拒绝用单纯流溢（mere
emanation）说来解释子的产生问题的做法中。这种教义（为此奥利金可

以在克莱门特那里找到某种支持）会使子的个性变为对神的本质的限



制。因为这种理论主张神在本质上具有形体，所以奥利金驳斥了它。与

此相反：

残篇里出现过四次，在该撒利亚的潘菲诺（Pamphilus of Caesara）
的Apology里出现过一次。但是那些残篇也许是出于后来的人试图加强

奥利金的威望，而使他与尼西亚会议一致的结果。另一方面，潘菲诺死

于公元310年，因此他活不到阿利乌之争。他说，根据奥利金的观点“上
帝之子生于同一上帝的实质（substance），也就 ，像父一样的相

同实质；既不是受造物，也不是被收养的真儿子，而是在本质上由父自

己所生的”。（Apol.Pro.Origine 5；PG，17:581.）

我们必须小心，不可陷入荒谬，他们为自己炮制出流溢，以此来划

分神的本质，他们尽量把圣父划向遥远的天际，因为对无形的存在者哪

怕有一点怀疑，都不仅是对神不虔诚，而且标志着极大的愚蠢，要从物

理上划分任何无形的本质，是一种最不理智的做法。因此，作为始于知

性的意志所发出的一个行动，既不会从它之中割裂出一个部分，也不会

与它隔开或分开，只能这样来想象父生子的方式。

但是，奥利金的神学中还有强调父与子的区别的另一种倾向。奥利

金确实拒绝在父子之间的差别下对子加以限制的定义，似乎子的本质只

是父的本质的一个部分；与此同时，他也讲到了区别父与子的界限。这

条界限就是上帝超乎一切人所能知晓的本质和定义以外。子是上帝的形

象、上帝的名、上帝的脸。父是绝对的单一性；而在子里面则有着复多

性，故他能与这个世界和人发生联系。这里，我们不能不赞同但尼诺的

评论。但尼诺认为，奥利金在论及这些内容时遇到的主要困难（也是所

有前尼西亚三一论神学的最大困难）就在于这种为区别父子界限而设立

的原则，造成一位绝对超在的神，与另一位能够同被造物发生联系，并

同人对话的有限超在的位格神之间的对立。结果，子的神性受到损害。

这种思想是一种典型的，受中期柏拉图主义或新柏拉图主义影响而产生



的神学体系。在它之中，道成为不可言喻的单一性的与复多性的世界之

间的一种中介性存在。

在奥利金所有的三一论神学中都能见到这种使子比父稍许低级或神

性稍逊的倾向。如果我们想到，当时最大的异端派为形相派的神格唯一

论，它最终把父、子和圣灵看成同一位上帝在不同时间中的三种表现，

那么，上述现象就不难理解了。很明显，形相论教义似乎为主教赫拉克

利德所坚持，奥利金曾与他发生过一次争论。如前所说，近来已发现了

有关这次争论的记载。在这次对话中，奥利金为了明确父子间的界限而

走上肯定父与子为“两位上帝”的极端，尽管他承认父与子在“权柄”方面

仍然为一。

大多数奥利金的弟子未能将奥利金神学中这一未曾解决的矛盾思想

保持下去，他们很快分裂为两派，一派强调子的真正神性及其与父的平

等地位，另一派则企图使子成为一位从属性的存在者，以此区分子与父

的界限。

奥利金坚持圣灵从父而来，圣灵并非受造之物，因为他不具有时间

上的开端，并且同父和子一样永恒。我们已经指出奥利金在论及子时面

临的矛盾，在论述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时，他又遇到同样的矛盾，虽然无

疑，他相信圣灵必然具有神性。

最后，奥利金相信三位一体的三位在与受造物的联系中有着不同的

作用和活动领域。一切受造物皆由父而来；在理性受造物中有子在工

作；

而在神圣化的理性受造物中必定能见到圣灵的干预。

奥利金的创世教义反映出他的神学受柏拉图主义影响的程度。他以

一种静止的神格观为基础证明子永远为子，父必须永远为父。正是这种



观点使得奥利金肯定创世也是永恒的，因为全能的创世主必须如此。

另一方面，这种永恒创世论还受到奥利金的唯心主义思想的制约，

因而奥利金所谓的“永恒创造”不是指有形世界的永恒创造。上帝起先创

造的世界不是这由有形之物构成的世界，而是由纯粹的理智因子构成的

世界。理智因子是上帝创世活动的最初领受者，正如他们最终将成为上

帝救赎行动的对象那样。理智因子的创造方式决定着他们应不断思考的

形象，亦即道，为其目的。然而，他们又享有自由，这使他们有可能放

弃思考上帝的形象，而把目光转向复多。受造之物就其本质而言无所谓

善恶，然而一旦利用或使用其自由之后，他们就有了善恶。

在运用自由的过程中，一部分为上帝所创的理智因子的视线脱离了

上帝的形象，结果形成“魂”。然而他们并未因此而全部相同程度地陷入

迷途。这就是理性之物之所以形形色色且按序形成等级结构之故。这种

等级结构层次复杂，因为它包括了《圣经》讲到的一切天上的事物。但

它基本上由三个层次构成：身体飘渺稀薄的天神，以血肉之躯堕入这个

世界的我们人类，以及魔鬼，其身体之粗糙更甚于我们。

对理性存在者起源问题的思索把奥利金引向一种双重创世论。他的

这种观点是来自斐洛。他认为《创世记》中关于创世的两种不同记叙系

两种不同的上帝创世过程的写照。前一个记叙了纯粹理智因子的创造过

程。关于这些理智因子，《圣经》讲上帝把他们造成“男和女”。就是

说，不是每一个有特定的性别，而是每一个都没有性别的差异。另一个

创世记叙述的是有形世界的创造过程，创造它的目的是给堕落的灵性提

供考验场所。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先造出男人的身体，接着又造出女人的

身体，因而确定了两性的区别。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正经历一个考验阶段。因此，我们可以运用自

由，返回符合上帝意愿的目标的过程中，我们或许（因为奥利金只敢设

想这样的可能性）必须经历一系列轮回转世，这将使我们得以在阶梯式



的存在结构中由一个层次进入另一个层次。

上帝有意恢复的那种始初统一性包括所有的理性存在者。魔鬼（甚

至包括作为恶的原则，引起其他理智因子堕落的恶魔）也在上帝考虑之

列，并将最终回到其原来境界，成为完全献身于以道为思考对象的理智

因子。当然，这意味着地狱和审判不是永恒的。奥利金将之视为某些存

在者必须经历的净化过程，就像为克服疾病的发热一样。

然而，我们必须继续开展与恶魔及其魔鬼的斗争，虽然恶魔最终会

得救，但他现在仍是撒旦，他已下定决心尽他的可能把理性存在者（特

别是人类的灵魂）摧毁在自己脚下。进而言之，因为我们都犯了罪（否

则我们就不会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得服从恶魔。他用恶的势力统治着

我们。

再者，我们受束缚，我们的堕落使我们不能运用自由把我们从目前

状况中解救出来，回到理智因子的原来境界。为了克服这些困难，道才

成了肉身。道成肉身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克服恶魔的势力；另一方面，

是给人以得救所需要的光亮。基督就是恶魔的征服者和人们的光亮。

上帝的道在成为肉身的过程中同一个未曾堕落的理智因子相结合，

并通过它同一个与其他人的肉身一样，但来源全然不同的肉身结合起

来。在说明道不仅同一个肉身，而且同一个受造的理智因子（尽管它未

曾堕落，但本质上与人的魂相同）相结合时，奥利金领悟到基督之中不

仅要有人类的肉体，而且要有人类的理智。以后我们将看到，一些稍晚

的亚历山大学派神学家抛弃了这种观点。

基督里面的神性和人性是统一的，因此我们可以将符合后者的活动

和条件归因于前者，反之亦然。这就是“属性交流”（communicatio
idioma-tum）教义，它后来成为亚历山大学派的基督论的主要观点之

一。奥利金坚持不能只从神性或只从人性角度理解基督。“如果它（人



类理智因子）想到一位上帝，它就见到有死；如果它想到一个人，它就

看到神在推翻了死亡的王国后从坟墓那里归来。”神性和人性共存于一

位存在者之内，虽然这是如何完成的却是最大的信仰神秘。

但这一切与他有关的奇异大能之事，都超越了人的尊崇范围，凡人

的脆弱理解或感觉能力，是不足以理解或感觉到，一切有形及无形之物

皆从中创造出来的尊严的神的大能，父的道，上帝的智慧，能局限于犹

大出现的一个人里面；而且，上帝的智慧能够进入一个妇人腹中，成为

婴儿出生，并像其他婴儿那样哭喊。

如前所说，神子成为肉身的目的在于使人脱离恶魔的势力，将得救

之道路指示给人。基督以其一生，而尤其以其化成肉身和受死，取得击

败恶魔的胜利。基督通过取得肉身而打入恶魔的领地，开始其通往胜利

的事工。撒旦本人在基督之死中受到救世主表面上的软弱之欺，让救世

主进入魔鬼王国的最阴暗处，基督在那里从死亡中打败了撒旦，重归胜

利。从此，一切愿意跟随救主的死者都可以跟随他，因而逃离死亡及其

主宰撒旦的魔爪。

基督事工的另一基本内容就是将得救的道路指示给人。道成肉身是

因为人不能凭借自己的努力，达到思考神的实在性的地步。而这一点则

是人得以返回其原初境界，成为与上帝交流的理性因子的必要条件。因

此，基督除了是个胜利的救世主而外，还是个典范和给人以光亮者。在

他里面，人见到上帝，并且见到他将怎样生活以得到拯救。

奥利金的末世论与他的创世教义起着相互补充的作用。前面已经指

出，他的创世教义受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而他的末世论同样也受这种

思想的影响。这是种纯粹灵性论的末世论，所有理智因子在末世中都将

回到其与上帝和谐、交流的原初境界。但即便这种复原或诸灵最后复原

（ ），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最后一次，因为在这个世界以后

还会有许多其他的世界无止无境地接踵而来。由于理智因子是自由的，



甚至在这个世界完结后亦将是自由的，因此可以想象，在这个世代中发

生的事件还会再次发生，并再次出现物质世界和复原的过程。至此，奥

利金就完全让自己受到思辨嗜好的支配，讨论了那些即将来临的世界的

本质，尽管他明确宣称，在这方面人们没有必要像听取他对信规的解释

那样接受他的观点。正如斯多葛派相信的那样，那些世界将不会是我们

现在所知晓的世界的简单重复。相反，它们将是不同的世界。我们不可

能知道，它们将比现在的世界好一些抑或坏一些。无论如何，至少有一

件事是奥利金能够绝对断言的，那就是基督已在这个世界上一劳永逸地

受过苦难，在未来世界中他就没有必要再次受苦了。

无论以上关于奥利金神学的探讨可能造成的印象如何，奥利金绝非

将自己置于教会生活和信仰之上，以得到自己思想自由的个人主义者。

与此相反，每当他提出一种极其独特的个人见解时，他总要明确说明这

是他个人之见，是信规所完全没有提到的。此外，奥利金承认教会和圣

事在救恩计划中的作用。离开教会谁也不能得救——虽然奥利金更注意

于把这个教会解释成信仰的社团，而非教阶集团的统一性。圣事使那些

接受了圣事的人成圣，而且基督在圣餐礼中完全实在地临在，虽然另一

方面，具有某些理智天赋的信仰者必须超越这种一般性的解释之上，看

到圣事的象征意义。

无疑奥利金是早期亚历山大学派的最伟大的神学家。他的极其大胆

的思想给他引来了一大批对他抱有感激心情的门徒，同样也招惹了更多

的人与他为敌。结果，先后在不同时间召开的各个会议都谴责了他所坚

持的或据说是他所坚持的观点。奥利金的景仰者中有行异能的格列高利

（Gregory the Wonderworker），传福音者彭多（the evangelizer
Pontus），第一De princ.2.3.7.

位教会史学家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Eusebius of Caesarea）和继赫

拉克勒之后任亚历山大主教的大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the Great）。他



的思想还影响了东方教会的一些大神学家，如亚他那修

（Athanasius）、大巴西勒（Basil the Great）、纳西盎撒的格列高利

（Gregory of Nazianzus）、尼撒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Nyssa）等，以

及某些西方的神学家，普瓦泰的希拉利（Hilary of Poitiers）和米兰的安

布罗斯（Ambrose of Milan）。但这些教会知名人士并未完全接受奥利

金的神学，而且当他的大胆见解最初受到奥林普的美多迪乌

（Methodius of Olympus）等神学家攻击，以及后来诸如553年查士丁尼

在君士坦丁堡召集的那次会议的谴责时，他们也未表现出为之辩护的意

向。

奥利金与克莱门特在神学上的根本区别或许就在于他的神学以神为

中心，而克莱门特将道的教义置于其神学的中心。对克莱门特来说，道

是异教哲学与基督教的启示之间的联系点。这种观点构成克莱门特神学

中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在奥利金那里似乎一切都围绕着三位一体的

上帝，尤其是父旋转。结果，克莱门特特别强调道是给人以光亮者的教

义，因而产生了一种极其危险的教义，一种只能为少数领受道的光亮者

所接受的“灵智主义”或贵族式的基督教教义。这是克莱门特的观点造成

的直接后果，它易于将基督教缩小成一种必须通过道的启迪才能让人接

受的高级真理。奥利金不是以道的教义，而是以神为其出发点，这位神

的主要特征更多的是由柏拉图主义，而非《圣经》所决定。这种观点带

来一系列为许多基督徒感到难以接受的教义，如世界的永恒性，灵魂的

先在和轮回转世，未来世界的存在和恶魔的最终得救等。

奥利金至少在两点上超过了克莱门特：他的神学体系的广泛性和连

贯性，及其教义的大胆创新。第一点使他成为东方神学的主要源泉之

一；第二点也正是东方神学感到有必要不断地谴责他的缘故。

当我们回顾这一章以及前面两章，我们就会了解，在使徒教父时代

已能看出其早期发展的三派神学到此时已有进一步发展。按照我们的判



断，以艾雷尼厄斯为代表的一派是最早的一派。这派神学的许多内容也

可以从德尔图良和克莱门特的论著中找到。上帝创造万物，完成他的旨

意的过程，这个历史主题是这派神学的中心。相对来说，德尔图良的论

著强调神的律法，以及我们应当如何遵守这些律法。最后，亚历山大，

尤其是奥利金的论著，所强调的是按柏拉图学派传统所表达的真理。德

尔图良的神学在西方成为规范，而东方神学将从艾雷尼厄斯派和其他亚

历山大神学家那里吸取某些因素。在西方基督教历史的各个不同时期，

一直有人觉得德尔图良神学的限制性太多，因而把亚历山大派神学加以

种种修改而采纳。总的来说，艾雷尼厄斯派神学，几乎仅仅在某些崇拜

仪式中保存下来。近来，一些情况使得这派神学得以被重新发现，至少

是它的某些特点和见识重新被发现。然而，要更全面地比较这三派神

学，并指出它们与当代神学的关系，就必须留待将来。



第九章　3世纪的西方神学

3世纪的亚历山大神学与西方神学有着明显的不同。一般说来，它

们之间的不同之处与我们早在后使徒教父那里即已见到的那些不同基本

一样：西方基督教的实践性与亚历山大教会的思辨性的对立；西方教会

中斯多葛派的影响与希腊世界的柏拉图主义色彩的对立；亚历山大教会

强调寓意释经法与罗马教会中律法主义倾向的对立，等等。这些对立

（只要将《巴拿巴书信》与《克莱门特书信》，或将亚历山大的克莱门

特与德尔图良加以比较，就不难见到它们的存在）在3世纪依然令人瞩

目，这也是我们之所以在西方教会中找不到一个能够与奥利金的神学伦

比的思辨性神学体系的原因之一。

这并不说，西方神学就没有意思或不重要。相反，3世纪西方教会

讨论的许多问题和采取的措施，对日后西方神学的发展至关紧要。其中

多数与实践的而非思辨性的问题关系密切。即便如此，这些实践问题仍

然是从神学角度加以处理。例如，西方教会在这段时间里以极大的精力

讨论了罪的宽宥和教会的本质等问题，而这两者无论在实践中，抑或在

神学上都很重要。

在此期间，西方教会的神学与文学的活动中心是罗马和北非，至

此，罗马教会涌现出其最初的两位大神学家：希坡律图（Hippolytus）
和诺瓦替安（Novatian）——二者同为裂教分子，并都被罗马教会视为

反教皇分子。另一方面，在北非，由德尔图良开创的传统继续发展。这

个地区造就了一大批像米努修·费利克斯（Minucius Felix）、阿诺比乌

（Arnobius）、西普里安（Cyprian）以及可称为古代教会最杰出的拉丁

文体家的拉克坦西（Lac-tantius，尽管他生活在4世纪，但其基本思想仍

属3世纪的范围）等著作家。在这许多著作家中，我们将只讨论那些在

基督教思想史上地位极其重要的人物：希坡律图、诺瓦替安和西普里



安。

罗马的希坡律图

我们对于希坡律图的生平知之甚少，这是非常遗憾的事，因为有关

这方面的知识对于确知希坡律图曾卷入进去的那场争论，以及他的神学

本质都很有裨益。总之，希坡律图在3世纪初很受罗马基督徒的敬爱。

甚至212年奥利金拜访罗马时还听过他的讲道。不久，以希坡律图为一

方和以哲菲林努（Zephyrinus）与加里斯都（Callistus）为另一方之间产

生了龃龉。看起来，这次磨擦是由一些个人事务，以及在三位一体和罪

的宽宥等教义上的观点分歧而引起的。无论如何，当217年加里斯都继

承哲菲林努的职务时，希坡律图拒绝承认他为主教，因而在罗马教会内

导致出一场分裂，其间出现了两位对立的主教：加里斯都和希坡律图。

希坡律图坚持反对加里斯都及其继任者，直至255年皇帝玛克西孟

（Maximinus）逼迫教会期间，他和他的对头彭提安（Pontianus）同时

被流放到撒丁岛。他们俩都在那里去世。传统认为，他们在生前已经好

和。之后不久，罗马教会本身也重归和好，他们的尸骨又被迁葬至罗

马。从那时起，他们一直被尊为圣徒和殉道士。

希坡律图的多数著作现已散失。但残剩的那部分材料已足以让我们

勾画出其神学的基本轮廓。希坡律图的神学受艾雷尼厄斯的影响极大。

希坡律图从那位里昂主教那里不仅吸取了大量关于异端教义的精彩论

述，而且也吸取了异端派由哲学衍生而来的观点。希坡律图与艾雷尼厄

斯一样，一般都以预表论方法解释《旧约》。复归元首

（recapitulation）教义在希坡律图思想中地位之重要，至少与它在艾雷

尼厄斯思想中的地位不相上下。最后，根据希坡律图的末世论所具有的

千禧年主义特征，我们完全可以将希坡律图归入起源于小亚西亚的后使

徒教父和艾雷尼厄斯的传统思想路线之中。



这里，希坡律图的神学中有两点对于我们来说具有特别意义：道德

严峻主义（moral rigorism）及三位一体教义。

希坡律图的道德严峻主义相当重要，它引起了希坡律图与加里斯都

的争论。在任何重新编写的教会忏悔制度发展的著作中，这场争论所涉

及的问题都是需要重点论述的对象之一。教会在其形成之初就有这样一

种普遍看法，正如我们在《赫马牧人书》中所见到的那样，认为信徒在

洗礼时进行忏悔之后，还可以自行忏悔以赦免受洗后所犯之罪。这种活

动通常表现为公开忏悔所犯之罪，然后经历一段时间的补赎与绝罚，最

后通过正式仪式而恢复教籍。但这种活动并不适用于基督徒眼中的那些

日常小罪。除了祈祷和忏悔外，不存在其他的忏悔制度来赦免此类罪

过。另一方面，2世纪末至3世纪初还有一种普遍观点，认为教会既不

能，也不应该赦免犯有杀人、通奸或背教之罪者。这不仅是希坡律图的

观点，也是德尔图良和奥利金的观点。

自然，为了保持教会的道德力量而否认某些罪过可得赦免，就是否

认了爱和宽容的精神，而这正是福音的特点所在。因此，这种观点必然

很快地在希望不惜以一切代价保持教会道德纯洁的人们，与坚持不惜冒

着道德松懈的危险也要遵循福音之爱的人们之间引起一场冲突。这就是

加里斯都与希坡律图争论的基本问题之一。

可能加里斯都的确敢于宽宥犯有通奸罪的人，并允许恢复他们的教

籍。我们无法了解加里斯都本人的动机如何，因为希坡律图关于加里斯

都个性的记载令人难以置信。不管怎样，加里斯都曾援用麦子与稗子的

比喻，和挪亚方舟中有洁净不洁净的动物的例子为自己论证。但是从另

一个神学角度考虑问题，甚至夹有个人因素而怀疑加里斯都和希坡律

图，则认为这是个不能容忍的企图松懈教会生活的行为。

希坡律图虽然坚持道德严峻主义，但他却不反对在教会中慢慢发展

形成的忏悔制度。相反，他自称他并非反对这种传统制度，而是反对加



里斯都的随意创新。忏悔制度本身在希坡律图心目中是基督教的一个基

本组成部分——在这个制度中就包括了主教赦免罪过的权能。因此，这

个争论与教会是否有赦罪之权无关，而仅仅关系到行使这项权力的范围

及方法。

三位一体教义是加里斯都与希坡律图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我们已看

到，德尔图良是在同某一位住在罗马的帕克西亚（Praxeas）的形相神格

唯一论（Modalistic Monarchianism）的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的三位一体教

义的。而希坡律图的三位一体教义则形成于他同以士每拿的诺埃都和撒

伯流的斗争之中。诺埃都是个形相论者。据希坡律图记载，诺埃都“声
称基督为圣父本身，圣父自己降生为人，受难并死去”。而撒伯流为形

相论所作的辩护使这种观点被冠以“撒伯流主义”之称。

加里斯都对这个教义所持观点并不很清楚。如果希坡律图关于这位

罗马主教教义的记载不是虚构的话，那么加里斯都的观点则非常接近于

神格唯一论。据希坡律图云，加里斯都断言：

逻格斯本身即是圣子，也是圣父；他虽然有不同称呼，但实际上只

是不可分割的一个灵。他还坚持圣父与圣子并非两个位格，而只是同一

个位格，天上与地下万物都为圣灵所充满。他肯定在童贞女中取得肉身

的圣灵与圣父毫无二致，是同一个上帝。他还说，这就是救主所宣告

的：“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约翰福音》14章10节
——译者）人们所见到的人视为圣子，而在圣子里面的圣灵就是圣父。

倘若加里斯都的教义确实如此，那么，希坡律图将这种教义与诺埃

都及撒伯流的教义相提并论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尽管加里斯都小心翼

翼地绝口不言父在子里面受难，但却讲了父与子一同受难。他企图以这

种说法避免陷入圣父受难论，但他仍然把上帝的统一性突出到上帝的三

个位格无可区别的地步，他之所谓子只是指基督的人性而言。



正是在反对诺埃都（Noetus）与撒伯流明确的形相论，以及加里斯

都不甚明确的教义的斗争中，希坡律图发展了自己的三一论神学。在此

过程中，他运用了他从德尔图良的《驳帕克西亚》（Against Praxeas）
中找到的已被采用的方法。在反对形相论的斗争中，希坡律图一如其前

人那样过分强调了上帝三个位格的区别，致使他难以表达三位的神圣统

一。因此，他与早先的德尔图良一样，似乎把道看成了一位次等的神，

结果为加里斯都攻击他为二神论提供了可乘之机。

希坡律图的次位论思想通过所谓道之产生有赖于父的旨意，甚至有

赖于父创世之目的的这种说法得到极为清晰的表现。希坡律图将护教者

们对于道的理解及其次位论倾向接收过来，再三指出隐藏于内的和表现

在外的两个道之间的区别。但是，这毕竟是个有限的次位论。因为希坡

律图本人坚决反对查斯丁，以及奥利金所谓的“两个上帝”论。他的教义

绝非否认道的神性，相反他明确肯定这一点，尽管他否认与上帝不同的

道是永存的观点。

要想理解所有的这一切，就必须像理解德尔图良那样，着眼于神

的“功用”（economy）。根据这种观点，“我们别无他法，只能通过相信

父、子和圣灵来想到一个上帝。”这里也明显地表现出德尔图良的影

响。德尔图良也是从一个通过自身“功能”而成为三者的有机的统一来理

解上帝三个位格关系的。

希坡律图的基督论也紧跟德尔图良开创的路线。对于他和非洲的神

学家们来说，耶稣基督里面神性与人性的结合是“两种本性”的结合，其

中每种本性都保持了原有的属性。

他（耶稣基督）通过在肉身中使本当属神之物成圣，表明他具有自

己根据确实、突出而且自然的存在创造的事物所具有的两种本质。我是

指神性和人性而言，（并表现出自己）在同一个活动之中，也就是说，

在同一自然属性之中同时具有两种实在性，并可被理解为既是无限的上



帝又是有限的人，同时具有两种完善的本质；由此可知，它们的区别总

是根据各自本质而决定的。

希坡律图在罗马所处的地理位置恰好在里昂的艾雷尼厄斯与迦太基

的德尔图良之间。他仍用希腊文写作，其神学的基本框架与艾雷尼厄斯

的神学框架保持同一。但他常从德尔图良那里理解艾雷尼厄斯的著作。

当他遇到某些特别重要的问题时，如恢复犯罪者的教籍，上帝论和基督

论教义等问题，他的观点在这位非洲博士与那位里昂主教之间，更接近

前者。因此他像是一条长链条的一个环节，起着保存德尔图良思想影响

的作用，而自己的名声却越来越被埋没。

诺瓦替安

人们对诺瓦替安（Novatian）的生平知之甚少。这个事实，可以使

我们回想到在3世纪西方教会中恢复背教者教籍问题所具有的重要性。

我们已经指出，这个问题是加里斯都与希坡律图争论的因素之一。现在

就诺瓦替安的情况来说，仍是这个问题导致他与业已确立的公教会分

裂，因而在罗马教会中造成新的分裂。同希坡律图的情况类似，我们无

法判断，这个争论中的个人因素和神学因素比较而言何者更为重要。无

论怎样，事实却是只要出现了裂教，人们总要讨论恢复叛教者的教籍问

题，尽管诺瓦替安的态度在分裂之前可能有所不同。

这次争论的问题与犯有淫乱罪无关——在那场争论中加里斯都及其

追随者已胜利了——而主要关系到那些在受迫害期间叛教的人。这次还

是主教科尼流（Cornelius）与罗马教会的当权者们倾向于宽宥犯罪者，

诺瓦替安反对这种意见，他的态度与30年前的希坡律图相同。就像前一

次的情况一样，与其说是场关于忏悔、补赎与赦罪的本质问题的争辩，

不如说是个关于忏悔、补赎与赦罪范围问题的讨论。事实上这次分裂本

身对诺瓦替安神学的影响很小，这种影响却多半可从他对教会圣洁性的



强调中反映出来。

从教义观点看，诺瓦替安因著有《论三位一体》（On the Trinity）
而具有重要地位。他在这篇文章中试图证明神子的神性，及其与父的区

别。耶稣基督既是人，又是神；作为人，他被称为人子，作为神，他则

被称为神子。基督的神性对于救赎论是必不可少的：既然永生是“神性

所结出的果子”（the fruit of divinity），而基督的目的就是将永生赐给

人，因此，基督必然是神。“因此，他是赐给永远救恩的神，人既然不

能依靠自己永久地保有这种救恩，因而也就不能提供这种救恩给别

人。”这位救主上帝是子，他从起初就与上帝共同，他是上帝凭借自己

的意志，通过父子之间“属性交流”的方式在时间开始之前所生的。神子

与人子在基督里面合为一体。这种包含“两种本性”的统一，就是神子在

取得肉身时变成人子，人子则通过接受道而成为神子。

然而，诺瓦替安这篇论文的主要目的倒不在于论证子即为神，及这

种神性就在基督里面，而是要以证明子与父的不同来反对撒伯流主义。

这一点使得他如此强调子的从属地位，以至于有人将他视为阿利乌主义

的前驱。诺瓦替安的这种次位论倾向开始于他对父与子的区分：父是不

变的、没有感情（或受苦）的，而子则能够与人、世界及世上各样事件

建立联系。因此，《创世记》所谓上帝到地上看见巴别塔，搅乱人的语

言，并非指不存在于任何地点的父，而是指子而言。亚伯拉罕所见到的

上帝不是无形的父，而是子。所谓上帝以神人形象出现在雅各面前，这

也不是父，而是子通过神人在讲话。

子由父而生成。尽管这个过程本质上不同于上帝创造万物的过程，

但其中仍有“某种意义”（仅仅是逻辑上的意义吗？）即父先于子存在。

子的开端在于父——诺瓦替安以此避免二神论，如果他肯定了子有其独

立于父的开端，那他就会陷入二神论。倘若有两个“非生成”者存在，就

会有两个神。但是，诺瓦替安似乎没有肯定子的永恒生成过程，也未肯



定他作为上帝里面的第二个位格而永存。相反，子或者道永恒地存在于

父里面，直至父的意志活动使子与父并存。看起来，我们又一次碰到隐

藏于内的与表现在外的道的区别。

诺瓦替安在驳斥撒伯流时，就像早先德尔图良驳斥帕克西亚一样，

特别强调区分父与子，致使后者处于“低于父”或“次于父”的地位。这当

然不是说他否认子的神性。至于圣灵，诺瓦替安的观点总是：圣灵就是

上帝。但诺瓦替安论述圣灵之为独立位格的唯一方式，就是使之不仅低

于父，而且低于子。如果说圣灵从基督那里接受了他要向人们宣告事

物，那就是说：“基督大于圣灵，因为圣灵只有次于基督才能接受基督

的话。”

简言之，诺瓦替安在基督教思想史中的意义，在于他代表了3世纪

西方教义和教会两方面的发展状况。一方面，他卷入了随着忏悔制度的

发展而必然产生的争辩之中，这是西方教会在3世纪大部分时间中集中

讨论的问题。另一方面，他表明了德尔图良对西方三一论神学的影响。

由诺瓦替安造成的分裂局面在他去世后仍未愈合，他这一派后来传

到东方，在那里与一些具有孟他努主义倾向的团体合为一体。

迦太基的西普里安

北非教会在德尔图良与奥古斯丁之间出现的最杰出者当属迦太基的

西普里安（Cyprian of Carthage）。他于3世纪初出生于富有的异教徒家

庭，直到近40岁时才皈依基督教。他在受洗之后便放弃了他已有相当造

诣的修辞学，过着简朴的生活。他将财产尽数出售以周济穷人，自己则

身体力行贞洁的生活原则。公元248或249年，他在群众的拥戴下当选为

迦太基主教。起初他想以逃跑来回避这项义务，但后来他将选举结果当

做上帝的旨意而接受了它，从而开始其一生中的新阶段。



他作为主教只做了九年，然而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他却做了大量的

教牧工作。他的著作多数论述实践问题，因为它们都是他在行使主教职

权解决具体问题时写成的。他的神学明显地受到他称为“师傅”的德尔图

良的影响。西普里安同德尔图良一样，甚至更主要地是出于他的教牧义

务，十分注意道德、实践和教规等问题。而且，他的某些著作仅仅是德

尔图良著作的修订本和注释本，如《论处女的服饰》（On the Dress of
Vir-gins）、《论主祷文》（On the Lord’s Prayer）、《论偶像之空虚》

（On the Vanity of Idols）、《论忍耐的优越性》（On the Advantage of
Patience），等等。

250年初德西厄斯（Decius）的逼迫，结束了基督教会长达半世纪

的相对和平时期。在此期间，西普里安逃出迦太基躲了起来。由于此次

逼迫的政策不仅强迫所有人都要持有已向罗马诸神献祭的证书，而且以

打击教会领袖为主要目标，故西普里安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隐匿地下，

以免给教会增加更多的困难。他在逃亡中仍通过大量的通信继续指导教

会的生活。他的这个决定大受批评，批评的人包括罗马教牧人员。这些

人在逼迫期间失去了自己的主教，便写信要西普里安为他的态度作出解

释。

他回答说，他如果出现在迦太基只能为教会带来更多的苦难，而他

绝未放弃履行其教牧职责。

这场风暴终于平息了，251年初西普里安又回到其信众之中。这

时，他遇到了恢复背教者的教籍问题。这个问题甚至在逼迫尚未结束之

前即已产生。这次逼迫不仅是教会有史以来所遇到的最全面、最严重的

一次，而且是在一段相对和平时期之后出人意料地爆发起来的。当规定

所有帝国居民必须向罗马诸神献祭，并且必须获得已经献祭证书的皇帝

谕旨颁发之时，许多人在惊慌失措之中被带进异教神殿。有些人是后来

在友人与亲属施加压力的情况下屈服的，另一些人则以假证书逃避殉



道。不久，甚至早在那次逼迫结束以前，这批人中的大多数就表示出重

归教会的愿望。西普里安认为，他们应当得到这种机会，但应符合正式

教规并经过适当的程序，而且决定权应当归主教掌握。有一批忏悔者反

对此项政策，这些人在逼迫期间所表现出的勇气给他们以巨大的道德影

响。他们要求允许曾经失足、现又要求忏悔者立即恢复教会生活。一些

始终反对西普里安当选主教的老年人也站在忏悔者一边。这样，恢复失

足者教籍的问题便导致了分裂——正如在罗马由诺瓦替安带领下出现的

情况一样。

面临这种局面，西普里安召集了一次约有60位主教出席的会议。为

了让会议以及教会的其他人了解自己的观点，西普里安写出两篇论文：

《论教会的统一》（On the Unity of Church）和《论背教者》（On the
Lapsed）。这两篇文章是理解西普里安教会观的基本文献，我们在下文

中还要提到它们。我们完全可以将西普里安对于背教者的见解归结如

下：拒绝补赎者不能得到宽宥，即使是生命垂危者也不行。购买献祭证

书者可立即恢复教会生活。失足者应以其余生作为补赎，他们可在临终

前或在另一场逼迫中证明其忏悔的真实本质后恢复教会生活。最后，失

足的教牧人员应当褫夺职务。另一方面，在关于这次分裂的处理上，西

普里安建议革除其追随者的教籍。会议在这两个问题上都采纳了这位迦

太基主教的建议，因而结束了这场争辩——尽管此次分裂又持续了一段

时间，而且后来因与罗马的诺瓦替安派结盟而一度助长其势。

另外两个问题也为西普里安发挥其神学观点提供了机会：公元250
年流行的一次瘟疫和关于洗礼问题的争论。

正当瘟疫在北非流行之时，有个名叫德米特利亚鲁（Demetrianus）
的异教徒指责基督徒应当对这种传染病负责。他宣称，这是诸神降下来

的惩罚。西普里安在一篇简短而尖锐的文章《致德米特里亚鲁》中对这

种攻击加以反驳，同时他也给信徒们写了《论死亡》（On Mortality）



和《论善功与施舍》（On Works and Alms），力图帮助他们正确对待

死亡，并开展当务之急的慈善事业。

关于洗礼的争论涉及由异端派主持的洗礼是否有效，以及要不要为

皈依的异端派重行洗礼的问题。处理此类事务的习俗在帝国的各地区有

所不同：北非和小亚细亚习惯于为已在异端派手下受过洗的人重行洗

礼，而罗马则承认以前的受洗有效，皈依的异端派不必再次受洗。有人

注意到这种不同，并就此向西普里安请教。这位迦太基主教宣称，他赞

成北非为皈依的异端派重施洗礼的做法。以后他又在相继的两次非洲主

教会议上获得支持。罗马主教斯蒂芬（Stephen）得悉非洲主教们的决

定以后决心干预此事。他写了一封书函，敦促非洲主教们照罗马习俗

做，承认异端派施洗的有效性。以后的争论旷日持久，斯蒂芬甚至以断

绝与非洲教会的联系来威胁西普里安。但这位罗马主教未及将此付诸行

动便已去世，一年后他的迦太基对头也以身殉道。这场争论就这样收场

了，但罗马教会仍在某方面继续发挥其影响，4世纪初非洲教会也采纳

了承认异端派施洗有效的习俗，但我们已无法弄清这个变革是于何时开

始的。

我之所以花费很多时间总结西普里安与分裂派及与罗马的争论，这

只是因为它们构成西普里安发展其教会教义的背景，而这种教义正是他

对基督教思想史的主要贡献所在。虽然艾雷尼厄斯和德尔图良曾经强调

教会和使徒统绪的重要性以反对异端派，克莱门特和奥利金甚至认为教

会在救恩计划中处于至关紧要的地位，但他们都未致力于发展有关教会

的完整教义。西普里安本人也未系统地论述这个教义，但他的争论观点

及因此写成的文章却使得教会教义初具轮廓，这对于该种教义今后的发

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普里安将教会视为必不可少的救恩方舟。正如挪亚时代谁也不能

身处方舟之外而得救那样，现在也只有在教会内能够得救。“教会之外



无救法”，而且“不以教会作其母亲的人就不能以上帝作其父亲”。这就

是西普里安之所以对由异端派或分裂分子施行洗礼持强硬态度的原因所

在。如果这些人不属于教会，并且没有以任何形式参加教会，他们社团

之中就不会有救法、圣灵的指引、真正的圣餐礼和真正的洗礼。宣布人

们的洗礼有效，就应当承认他们的组织为有效的教会。因此，我们必然

要肯定，异端派和分裂派之一切行为，包括他们的施洗在内，都不是基

督的，而是反基督的事工。但是，我们如何看待分裂分子中有好人的问

题呢？

没有这样的好人，因为没有人认为好人会离开教会。风不能吹走麦

子，飓风也不能拔起扎根于坚土中的树。轻的麦秆微风就能吹走，瘦小

的树苗旋风刚起就被刮倒。

对这样一个唯一提供救法的教会应当如何下定义并辨别其真伪呢？

西普里安认为，这是个信奉真理与统一的教会。西普里安虽然认为真理

是教会的本质特征之一，但他在同分裂派斗争的过程中却特别强调了统

一。进而甚者，他认为真理离不开统一，因为一切真理的基础是爱，而

没有统一就谈不上爱。

教会的统一就在主教团里面。主教是使徒的接班人，他们从使徒那

里继承的权柄与基督赐给使徒们的权柄一样。主教在教会里面，教会也

在主教里面，没有主教便没有教会。主教团只有一个，但它不是要全体

主教服从于一个“主教们的主教”那种性质的教阶组织，而是由于每一位

主教体现出主教团体的整体性。“主教团是一个，它的每一部分都由代

表整体的每一个成员组成。

因此，各位主教应当代表单一的教职机构独立地管理他的教区——
西普里安在这里对各种实践活动和习俗表现了高度的宽容和灵活性。尽

管主教团的统一性就在于主教们应当在重要问题上互相请教，但是哪位

主教都无权支配其他主教。这种联邦式的（federated）主教团观念，对



于理解西普里安对待罗马教座的态度极为重要。

一方面，西普里安高举彼得在使徒中的首席地位，以及罗马教会在

普世教会中的重要地位。彼得在去该撒利亚的路上认耶稣为基督，以及

主再三叮嘱彼得“喂养我的羊”，这些都表明彼得是使徒统一的起源。其

他使徒有着与彼得一样的尊荣和权柄，但彼得却是第一个接受这种权柄

者，很明显这是为了让他成为统一的原则。由于这个缘故及其现实的重

要地位，罗马教会及其主教在基督教会中享有某种优先权。罗马教会

是“构成教牧界统一根源的首要教会”。

另一方面，西普里安不认为罗马主教对他的教区内部拥有裁决权。

正如彼得尽管优先于其他使徒，但其权柄并不比其他使徒更高一样，罗

马的优先权也不表明它有高于其他教会的权柄。当教皇斯蒂芬企图干预

非洲教会的决定时，西普里安的回答非常明确：

因为彼得后来在保罗为割礼与自己争辩时既没有蛮横要求什么，也

没有骄傲地专擅什么，而他却是第一个蒙主拣选者，主在他身上建立了

教会，所以说，彼得有首席地位，新皈依的教徒及接下来者应当服从

他。

因此，西普里安主张联邦式的主教制（federated episcopacy），其

中各位主教都有一定的自治权，虽然他还必须听取其他主教友好的意

见，并且必须服从教会会议的决定。西普里安本人治理非洲教会的方法

正体现了这种主教自治的主张。每当他必须作出可能影响到其同工的决

定之时，他总是请他们来举行会议。就在一次这样的会议通过的法规之

中，我们可以看到下面一段明确反对一位罗马主教企图将罗马习俗强加

给非洲的论述。

我们中间无人可将自己封为主教们的主教，我们也没有用专横的威

胁逼迫同工必须服从自己；因为每一位主教在其自由和职权范围以内，



都有自己正当的审判权力，他不能审判别的主教，别的主教也不能审判

他。让我们一起等待主耶稣基督的审判吧，他是唯一有权拣选我们治理

他的教会，并对我们在教会里的行为加以审判者。

总之，教会的统一性就在主教团里面，主教团就像一份共同财产一

样为所有主教所分享。统一性并非某种加在真理之上的事物，它只是基

督教真理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因此，没有统一性就没有真理。离开了

这种统一性就失去了救法。离开了它就无所谓洗礼、圣餐礼和真正的殉

道。但这种统一不在于服从一个“主教们的主教”，而是共同的信心、爱

以及所有主教之间的交流。

这样，我们就结束了我们对3世纪西方神学仓促的一瞥。我们没有

把当时的神学家统统研究到，也没有把研究对象们的全部思想统统探讨

一遍。但这里所提供的材料已足以说明，西方教会倾向于解决实践的问

题。西方教会所讨论的最抽象的问题就是三位一体教义——而这里所说

的基本上重复了我们在德尔图良那里已经见到的内容。此外还有其他一

些诸如恢复失足者的教会生活、异端派施洗的效用等问题。而讨论这些

很大程度上具有实践意义的问题，则为圣奥古斯丁时代之前西方教会普

遍接受的教会教义的兴起提供了条件。



第十章　奥利金之后的东方神学

奥利金留给东方神学（Eastern Theology）的痕迹始终没有磨灭。在

往后的一些世纪中，这位希腊神学家中最伟大者，在相差甚远的程度

上，表现出自己的影响。尽管他的神学再三遭到谴责，但仍阻止不了人

们阅读他的著作，更阻止不了他的某些神学观点广为流传。

3世纪东方神学的特点之一就是奥利金在神学领域中占统治地位。

当时最杰出的神学家都是他的门人。有些人虽不是奥利金直接的门人，

但他们之所以出名，也只是因为他们反对了这位大师之故。当时主要的

神学流派实际上都只是奥利金主义的支派而已。而每当一种完全独立的

神学思想兴起之时，立即就有奥利金主义者对之加以攻击，并最终总能

成功地使之广受谴责，撒摩沙他的保罗（Paul of Samosata）的情况便是

一例。

奥利金去世以后，曾隶属并曾推动其向前的那种神学传统，不仅在

亚历山大，而且在该撒利亚及有奥利金门人居住的其他东方地区继续发

展着。在亚历山大，潘代诺、克莱门特和奥利金的传统为赫拉克勒

（Hera-clas）、大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the Great）、提奥格诺斯特

（Theognostus）和庇里乌（Pierius）等人所继承。虽然这些亚历山大神

学家的著作现仅有残篇存世，但他们却为发展一个将在4世纪初再度崭

露头角的传统作出了贡献。在该撒利亚，曾在亚历山大受教于庇里乌，

后担任该撒利亚主教的潘菲诺（Pamphilus）保留并扩建了奥利金的图

书馆。这就是另一位奥利金主义者，潘菲诺的弟子，该撒利亚的优西比

乌（Eusebius of Caesarea）得以写成其著名而极有价值的《教会史》的

一个主要原因。在帝国其他地区还有号称“行奇迹者”的新该撒利亚的格

列高利（Gregory of Neocaesar-ea）和安提阿的路济安（Lucian of
Antioch）等一批杰出的奥利金主义者。他们的工作卓有成效。在本章



结束以前，我们将有机会谈到这一点。

然而，在论及3世纪奥利金主义内部出现的各种趋势之前，我们必

须先对当时唯一完全独立于奥利金主义的重要神学撒摩沙他的保罗做一

番探讨，接着再讨论以奥林普的美多迪乌（Methodius of Olympus）为

代表的反对奥利金主义的观点。

撒摩沙他的保罗

撒摩沙他的保罗约于公元260年前后当选为安提阿主教。他还拥有

ducenarius的衔头，成为该叙利亚地区的最高公职官员。不久在安提阿

的基督徒对他的行为进行抗议。他被指控滥用职权，并讲究排场。还说

他每去一个地方总有一些女人伴随。有些人指责他允许这些女人在教堂

中歌唱。无论如何，最厉害的指控，如果是事实的话，是说他不允许人

们歌唱赞美基督。

除此而外，他还被指控为异端派。看起来保罗把神格唯一论

（Monar-chianist）的倾向与另一种嗣子论（adoptionist）思潮结合在一

起，从而提出一种所谓“动力神格唯一论”（Dynamic Monarchianism）

——这是个不那么准确的术语。

保罗神学的主要旨趣在于论证基督教一神论。犹太人在安提阿是相

当有力的少数派，甚至巴尔米拉（Palmyra）总的宗教潮流也明显地在

向神格一位论演变。基督教本身在同异教的争论中也坚持只存在一位上

帝的观点。这一切都使得保罗强调上帝的统一性，甚至以牺牲父、子和

圣灵的区别为其代价。

当然，保罗没有采用形相论的说法，称父、子和圣灵是上帝显现自

己的三种形相。相反，他企图以断言只有父为上帝的方式在父与子之间

划出明显的界限，以坚持神格一位论。然而，我们却无法根据现存的残



篇看出保罗关于圣灵的想法如何。

子不是上帝，也不是上帝的道或智慧。进一步讲，子只在道成肉身

之后，在马利亚由圣灵感孕怀了基督之后才存在。当然，保罗在道与子

之间作出这种区别还不足以被谴责为异端派。其他神学家常用这种方法

区分先于道成肉身的道与道成肉身的子。保罗之所以遭到攻击，是因为

他不承认道不仅仅是未曾说出的隐藏于上帝理性之内的某种实存的某一

位。

保罗的基督论不是严格意义的“嗣子论”，因为圣灵感孕和童贞女受

胎——这些是他所肯定的——说明耶稣自诞生之始就是上帝的儿子。但

这种教义中确实有嗣子论倾向，如耶稣基督之为子并非必不可少——这

不是永恒的子或道成了肉身——而是由上帝的“旨意”或“预定”而造就

的。

在耶稣里面住着智慧或上帝之道。然而，既然这种道只不过是上帝

的理性（reason）或目的（purpose），既然这种道也曾住在摩西和众先

知里面，那么，上帝之临在耶稣里面只在量上不同于它之临在其他人，

或它之可能临在其他人。耶稣也就不能成为神，而只能是“来自下面

者”。耶稣与道的合一仅仅是道德的合一，道以这种方式住在耶稣里

面，“如同住在圣殿中一样”。

由于这种道或智慧绝不是次于父而存在者，它只是父的能力或

，因此，这种教义通常称为“动力神格唯一论”（Dynamic
Monarchi-

anism），以区别于形相神格唯一论。在后者那里，道与父等同，

故存在于耶稣基督里的神性就是父本身，故此种教义又称“圣父受难

论”（Patripas-sianism）。与此相反，撒摩沙他的保罗则在上帝之道或智

慧住在耶稣里面的意义上肯定上帝在基督里面。对于形相论者，耶稣基



督就是上帝；而对于保罗，他只是个“纯粹的人”（pure man）。

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将撒摩沙他的保罗的教义与我们在德尔图良、

希坡律图甚至奥利金那里见到的次位论倾向（subordinationist
tendency）作出区别。极端的次位论将子——在明确地加以讨论时，还

应当包括圣灵——说成次于上帝的存在，但又与上帝不同，并具有相对

独立性，以此捍卫上帝的统一性。保罗则否认任何更高的存在（无论其

与父如何不同）在耶稣里成为肉身，以捍卫上帝的统一性。这可能就是

他使用“同质责的。

的 一词的背景，而这正是被他的反对者们认为应当加以谴

这样，保罗的神学至少要在上帝论和基督论两点上，不得不与奥利金主

义者的神学，甚至与其他东方神学家的神学发生冲突。他否认了道作为

次于父的位格而存在，特别是他否认了耶稣基督里面道与人性真正的结

合，这只能引起教会领袖们甚至许多安提阿平信徒的愤慨。

不久，邻近地区的主教们便开始收到许多来信，控告这位安提阿主

教的行为不端及信仰不正统。那座城市的基督徒们对其主教的态度和主

张极为担心，结果出现了分裂。面临这种局面，大数的主教赫伦努

（Helle-nus）于公元264年在安提阿召集了一次会议。一批著名的奥利

金主义者出席了这次会议。不出所料，这些人与撒摩沙他的主教冲突起

来。保罗的辩词使这次会议不能确定其谬误的性质；但他还是允诺修改

自己的观点，并采用已成为当时教会传统教义的观点。有了这样一个诺

言，主教们就在讨论了其他问题后登上归程。

但问题并没有就此罢了，不久就有消息说保罗仍在传授他已允诺放

弃的那种教义，因此有必要再召集一次会议。此次会议进行了长时间的

辩论。在奥利金主义者马尔希翁（Malchion）历数这位安提阿主教神学

之弊端之后，会议决定撤销他的主教职务。但到此时，保罗仍仗着齐诺

比亚（Zenobia）的支持拒不接受这个处分，并把持主教席位和世俗官



职不放。直到272年皇帝奥里利安（Aurelian）在击败齐诺比亚并与意大

利诸主教商量之后，才强制执行了会议决定。

第二次安提阿会议在基督教思想史上有一定重要意义，因为它谴责

了道与父“同质的”教义。看来，撒摩沙他的保罗使用这个术语的目的，

是要反对道本身具有其实体的存在。当公元325年的尼西亚会议再度使

用同一个术语（尽管意义完全两样）时，许多人怀疑这次大会是否又回

到了撒摩沙他的保罗的古老教义。

奥林普的美多迪乌

虽然对撒摩沙他的保罗的谴责和处分有着不可否认的政治意义，但

它却标志了东方神学中最后一个独立于奥利金的影响，且具有重要意义

的神学体系的终结。从此以后（3～4世纪期间），尽管不断有人攻击奥

利金及其追随者，但这些人本身仍表现出那位亚历山大大师的影响，奥

林普的美多迪乌（Methodius of Olympus）便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例子。

我们对美多迪乌的生平了解很少。我们称他为“奥林普的”唯一理由

是有一种比较可靠的传统说法，说他曾在那座城市做过主教。据说，他

于公元311年殉道而死。当然这种传说也值得怀疑。无可置疑的是，他

强烈地主张禁欲主义，他十分重视守独身，这一点可从他的对话集《座

谈会》（Symposium）之中看出来。他的著作的希腊文本被完整保存至

今的唯有这本《座谈会》。

尽管美多迪乌曾一度敬仰并追随过奥利金，但他的多数著作却表

明，他是那位亚历山大大师的反对者。可能这种反对本身即是我们对他

生平知之甚少的理由，因为历史学家优西比乌本人就是热情敬仰奥利金

的人，他认为不值得将美多迪乌收入其《教会史》中。无论怎样，即便

在反对奥利金时，美多迪乌也表现出他无法完全摆脱他所受到的影响。

因此，他同奥利金一样运用了柏拉图的哲学（他力图模仿柏拉图的对话



方法写作），一样以柏拉图主义的语言论述上帝，一样用次位论的方法

谈论三位一体（尽管他不否认子的永在）。

美多迪乌反对奥利金的有四点：世界的永恒性，灵魂的先在，灵性

论的末世论（spiritualistic eschatology），以及寓意释经法（allegorical
exege-sis）。他在攻击所有这些教义时的立足点，就是我们在墨利托、

帕皮亚和艾雷尼厄斯那里遇到的那种神学传统的典型观点。美多迪乌如

其前人所行一般，赞成用预表论解释《旧约》，主张千禧年论的末世

论，主张用“复归元首”（recapitulation）或用将亚当与基督的事工对应

起来的方法解释救恩历史。但在这种方法中仍可清楚地见到奥利金的影

响。美多迪乌在攻击那位亚历山大大师滥用寓意释经法的同时，本人却

陶醉于用毫无二致的寓意法解释另一些经文。从他运用理性来反对奥利

金的理性主义的做法中，我们也可以见到奥利金的影响。

为了说明美多迪乌驳斥奥利金教义的方法，有必要将他反对世界永

存教义的论点做个小结。我们可以在阜丢斯（Photius）保存下来的一份

残篇中见到这个论点。如上所述，奥利金肯定上帝是永恒的创造者，创

世本身也必定是永恒的。美多迪乌指出，依赖性只能构成不完善性，因

此，完善的事物必定是完全独立的。因而，上帝作为创世主的本性不能

依赖于创世，因为这将会否认神的独立性，也就否认神的完善性。结论

是，“我们断断不能接受那些凭上帝治理并创造的事物而称上帝为全能

者和创世主的人的弥天大罪。”而且，既然这就是奥利金教义的基础，

因此他也不能接受奥利金的世界永恒说。

但在论到那个将在4世纪占据舞台中心的问题，亦即三位一体教义

问题时，美多迪乌的主张，却和奥利金的观点一样不那么明确。他也像

奥利金那样认为，父、子和圣灵之间没有实在的区别。美多迪乌虽未否

认三个位格的永存，但他仍以次位论的方式表述了三位之间的区

别。“因此，在父这个无始之始，道成为万物之始，万物皆从他而成。”



奥利金派神学

我们对奥利金主义在其创始人刚去世不久那段时间的发展情况知道

得很少。虽然奥利金主义者，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对3世纪和4世纪初的

某些重要的奥利金主义者做了大量记载，但它们多属传记性质的资料，

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神学动态助益甚微。另一方面，有些后人的著作中

却有一些提到关于3世纪神学家的资料以至语录。这些材料对于基督教

思想史极有价值，因为人们依据它们便能够重新看到从奥利金到阿利乌

危机这段时间中神学发展的状况。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显然由于这些参

考资料写于阿利乌的问题业已提出之后，即写于三一教义已成为神学讨

论的中心问题之时，因此我们不能将这些4世纪作者们的见证，看成是

对其前人的公正叙述，这不仅是因为现存的参考资料和文献记录可能被

人篡改歪曲，而且是因为4世纪的争辩对引用3世纪材料的取舍也有影

响，因而使后来的史学家对自奥利金到4世纪最初十年的神学活动无法

窥其全貌。因此，在研究3世纪的奥利金派神学时，人们常感到自己被

迫将注意力集中在三一论问题，特别是父与子的关系问题上面。然而我

们必须牢记，在我们手头的微不足道的材料背后必定有着大量的神学活

动，不仅关系到三一论问题，而且关系到释经学、人论、圣礼论，等

等。

为了说明奥利金之后的神学发展过程，我们将简略地探讨三位当时

最杰出的奥利金主义者的思想：新该撒利亚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Neo-caesarea），亚历山大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Alexandria）和

安提阿的路济安（Lucian of Antioch）。

格列高利出身于本都境内新该撒利亚城一豪门望族。他的真名为狄

奥多尔（Theodore），在皈依基督教并接受洗礼后改名格列高利

（Gregory）。他是在巴勒斯坦的该撒利亚受教于奥利金之后皈依的。

他在该城向那位神学大师学习了基督教信仰的神秘之后便回到自己的家



乡，并最终担任了新该撒利亚的主教。据说他曾行过许多神迹，以至于

以“行奇迹的格列高利”而著称。据说他当主教之时全城只有十七个基督

徒，而由于他努力传播福音之故，在他去世之时全城只有十七个异教

徒。他以新该撒利亚主教的身份，出席了为反对撒摩沙他的保罗而在安

提阿举行的第一次会议。

现存篇幅最长的格列高利著作是他的《写给奥利金的颂歌》

（Pane-gyric to Origen），这部著作对于研究奥利金的教学方法极有价

值。但这里更使我们感兴趣的，则是在尼撒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Nyssa）撰写的格列高利传记中保存的一份信纲。

只有一位上帝，他是生命的道之父，这道是他发出的智慧、能力和

永恒的形象；他是尽善之子的尽善之父，唯一独生子的父。只有一位

主，他是唯一的唯一，上帝的上帝，神的形象和真相，大能的道，洞悉

万物本来的智慧，完成全部创世的能力，真正父亲的真正儿子，无形的

无形，不灭的不灭，不死的不死，永恒的永恒。只有一位圣灵，他由上

帝而来，从子得到显现，让人们知晓：他是子的形象，尽善者的尽善形

象，他是生命，众生的原因，他是圣洁的源泉，他是神圣，是成圣的提

供者和引导者，在他里面体现了在一切之上又在一切之中的圣父，和贯

穿一切的子。只有一个尽善的三位一体，就在尊荣、永恒和威严之中，

既不可分也不可离。因此三位之中既无受造者亦无主从之分，更没有先

后之别，如同它在原先没有，后来才被造出那样。因此子不缺乏父，圣

灵也不缺乏子，没有区别也没有变化，同一个三位一体永恒地存在。

这份信经强调了子的永恒神性，却未提及子与父的区别，只说到它

必然不是一个无形者和另一个有形者，一个不灭者与另一个可灭者的区

别，或任何此类使一个的神性低于另一个的说法。我们无法知道这份信

经的写作动机，但它无疑是反映了奥利金神学的两个内容之一。那位亚

历山大的教师肯定子的永恒及其次于父，格列高利接受了这个教义的前



一个内容，而将后一个内容丢在一边。一些奥利金的追随者的这种倾向

被称为“右翼奥利金主义”，此称呼相当不准确，但却相当有用。

另一方面，某些奥利金主义者强调了这位大师的次位论思想。这些

人被称为“左翼奥利金主义者”（left-wing Origenism），此称呼也不准

确。他们多数是些对抹煞三个位格区别的撒伯流主义感到担心的人。这

些神学家们认为，次位论是明确区别父与子，因而也是摧毁各种形相主

义的方便手段。我们将以亚历山大的狄奥尼修斯与安提阿的路济安为

例，讨论这些人的思想。

亚历山大的狄奥尼修斯（又称“大狄尼西”）为奥利金最杰出的门人

之一。他接替赫拉克勒担任亚历山大主教和该城教理学校的校督。在德

西厄斯和瓦勒里安（Valerian）迫害期间，他曾被迫流亡，但两次流亡

之后仍恢复了主教职务，并担任此职直至公元264年去世。他的著作必

定很多，但都已散失，只有少数保留了下来，且有幸为后世作者乐于引

用。在这些残篇中，最有意义的是那些讲到他与罗马的狄奥尼修斯通信

的材料，因为它们说明了一个面临撒伯流主义威胁的奥利金主义者，是

如何走向“左翼奥利金主义”，并把父与子的区别强调到引起其信众反感

的地步的。

根据某些后世作者记载，亚历山大的狄奥尼修斯出于对极端的撒伯

流主义的恐惧，在其讲道中使用了一些企图强调父子区别的语句和例

子，其中有一些似乎把子说成了被造物。因此，狄奥尼修斯肯定，子在

一段时间里是不存在的，子与父不同质。他还引用主的话：“我是真葡

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证明父与子的不同，说他们的关系与栽培者

和葡萄树之间，或一条船与造船人之间存在的关系一样。

亚历山大的一些基督徒对其主教的教义产生疑惑，遂决定写信给也

叫狄奥尼修斯的罗马主教，寻求他的意见。罗马的狄奥尼修斯召集了一

次会议谴责了似为亚历山大的狄奥尼修斯所持的观点。这位罗马主教还



写信要亚历山大的狄奥尼修斯澄清自己的立场。

这位亚历大主教在四卷本的《驳斥与辩白》（Refutaion and
Apology）中做了答复。这部著作现已散失，但少数残篇却保存了下

来。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残篇概述这个答复的内容。他首先申明，对他的

指控是断章取义，因为他还用过其他一些可以说明他并未将子仅仅视为

受造物的经文和例子。如，其中有个例子讲到由光源点燃的光，被点燃

的光与光源不同，但又具共同的本质。至于“同
质”[consubstantial（homoousios）]一词，他倒是愿意按照他的罗马同工

所解释的意义接受的，但他又指出这是《圣经》中所没有的词。无论怎

样也不能把它理解为对存在三个不同位格的否定，因为上帝的三重本性

必须得到肯定。简而言之，狄奥尼修斯的结论是：“我们将一扩展为不

可分割的三，同样将三不折不扣地集中为一。”

两位主教之间的通信不仅证明了撒伯流主义的威胁可能会导致“左
翼奥利金主义”，而且证明了由于东西方使用不同语言而造成的困难。

西方教会自德尔图良时代起，普遍使用“本质”（substance）说明父、子

和圣灵的共同神性，用“位格”（person）说明三位中的一位。在试图跨

越语言障碍时，人们自然会将persona（位格）译成不仅有“位格”，而且

有“面目”或“面具”之意的prósopon。因此，东方基督徒可能会在西方神

学中察觉到不能接受的形相论倾向。另一方面，东方教会所用术语的不

确定性更甚于西方，其中的ousia（本质）与hypostasis（实体）同样具

有模棱两可的意思。ousia可作某事物之特有性质解，亦可作若干不同事

物之共同性质解。Hypostasis亦同样如此。因此，像亚历山大的狄奥尼

修斯这样的东方神学家在讲到三个hypostases时，他肯定没有将此术语

译成拉丁文以后的那种意思，即在三位一体的三位之间作出区别的意

思。这种混乱现象因ousia和hypostasis都可以译成拉丁文的substantia而
进一步加剧了。因此，像罗马狄奥尼修斯这样的（西方）神学家听说东

方的同道谈论三个hypostases时，必然会将之解释为三神论的术语，或



至少认为它是一种不可容忍的次位论说法。从亚历山大主教与罗马主教

的通信中表现出来的这些困难，是东西方教会之间交流的一个障碍。直

到4世纪末，经过长期激烈的争辩后，这些基本术语的含混意义才得到

澄清。

最后有必要讲讲一个影响巨大的奥利金主义者：安提阿的路济安。

我们不可能叙述其生平经历，因为关于他的材料矛盾百出。在安提阿曾

有一位名为路济安的人，他是撒摩沙他的保罗的追随者，并因此之故连

续被三任主教摒弃于教会之外。还有一位路济安在安提阿领导了一个学

派，其门徒后来成为阿利乌主义的主要领袖——这批人自称“路济安派

伙伴”（Collucianists）。这两者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学者们有些争

论。这关系到如何解释阿利乌主义（Arianism）的问题（我们将在下一

章讨论阿利乌主义）。传统的解说认为，阿利乌（Arius）及其教义出

于路济安传授给他的撒摩沙他的保罗之教义。这种解说受到认为阿利乌

主义乃出于奥利金而非出于保罗的人的挑战。这事实上是一种极端

的“左翼奥利金主义”。然而新近对阿利乌及其教义的研究所提出的另一

种解说甚具说服力。两个路济安之争因而已基本平息。

阿利乌派的导师安提阿的路济安在该城创立了一个学派。这个学派

不久便与亚历山大学派对立起来。虽然从各种意义讲，路济安都应当属

于奥利金主义者，但他却反对亚历山大人的寓意释经法。他在安提阿开

创了用历史和语法的方法研究《圣经》的先河。这种方法使得人们难以

根据个人好恶随意解释经文。它虽使神学的工作更加困难，却也有一大

好处，甚至4世纪面临当时种种异端的亚历山大教师们也被迫放弃寓意

释经法，采纳其他更具严密性和科学性的方法来解释经典。这种历史和

语法的释经法后来成为安提阿学派的特点。看来，它在路济安编纂的希

腊文本《圣经》中已经形成，主要问题只在于如何明确表述。

然而，路济安在基督教思想史上的重要性不完全在于他对释经法的



贡献，更重要的是他的缺乏可靠材料记载的神学思想：他的三一论教

义。阿利乌争辩是在他去世几年后爆发的，而阿利乌派的领袖全是他往

日的门徒，并且自称“路济安伙伴派”。阿利乌、尼可米底亚的优西比乌

（Eusebius of Nicomedia）、尼西亚的提奥格尼（Theognis of Nicea）、

卡尔西顿的马利（Maris of Chalcedon）、安提阿的利昂提乌（Leontius
of Anti-och）及诡辩家埃斯德利乌（Asterius the Sophist）都是路济安的

门徒。



第十一章　阿利乌争辩与尼西亚会议

4世纪为基督教教会史上新纪元的开始，因而也是基督教思想史新

纪元的开始。君士坦丁使多受逼迫的教会变成被宽容的教会，后来——
特别是君士坦丁堡建成后——又使之成为受国家支持的教会。这些新情

况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之一，就表现在4世纪是重要的教会教父们活动的

时代，因为以前用于培养殉道精神和驳斥异端的精力，现已用于其他活

动之中。这就是4世纪不仅产生了最重要的一批教会教父：其中有亚他

那修（Athanasius）、迦帕多西亚三杰（Cappadocians）、哲罗姆

（Jerome）、安布罗斯（Ambrose）和奥古斯丁（Augustine）等，而且

产生了第一个基督教史学家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Eusebius of
Caesarea）的原因之一。其他一些基督徒因现已不可能再在国家统治者

手下殉道，便投身修道运动以代替殉道。因此，数以千计的隐修士在4
世纪里拥向埃及的荒漠。

在此之前仅限于墓葬及其他小规模表现手段的基督教艺术，现已成

为胜利的艺术，并不断将其主题集中于表现天地之主基督身上。过去一

直较为简朴的圣礼，现在则由于在基督与皇帝之间确定了相应的关系而

开始采用帝国宫廷使用的方法。建筑术此时则表现在建造能够适应圣礼

发展的要求。

这些新情况也有其消极的后果。首先，大批群众的迅速皈依不可避

免地影响到信仰的深度及教会的道德生活。其次，皇帝的保护，使有权

势的人容易通过加入教会以便在信徒当中巩固并发挥他们的势力。最

后，皇帝提供的保护，固然使基督徒们得以将其神学发展到前所不能的

程度，但这也意味着皇帝可能对一种或另一种神学观点表示谴责或拥

护，因而使神学争辩带有前所未有的政治因素。这正是阿利乌争辩中出

现的情形。



阿利乌是亚历山大教会的一位有名望的教长（presbyter）。他在耶

稣神性问题上，和他的主教亚历山大发生龃龉。亚历山大是一位“右翼

奥利金主义者”，他认为在耶稣里道成肉身的道，要不惜任何代价加以

保存。阿利乌的看法却被认为不大一样。

一方面，阿利乌被视为曾在谴责撒摩沙他的保罗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的那些奥利金主义者的后继者。根据这种解释，阿利乌主义的出发点是

绝对的一神论，因而子不可能由父流溢而出，也不可能由一部分父的质

形成，或另一种与父相似的存在，因为这三种可能性之任何一种都将否

认上帝的非物质性或他的统一性，子不可能没有起初，否则他就成了父

的兄弟，而非其子。因此，子有起初，因为父从无中创造而来。在这个

创造活动之前，子是不存在的，因而断言上帝永远为父是错误的。然

而，这种观点没有否认上帝里面始终有道或内在的理性之意，只不过这

个道或上帝的理性与后来被造成的子不同罢了。因此，人们只有在将作

为上帝的理性而永存的道，与“万物中首生的”道加以区别的基础上，才

能正确地谈论子是上帝的智慧或上帝的道。虽然万物皆由子所造，但子

本身却为上帝所造，因而子仍是受造者，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神。

另一种解释却认为，阿利乌和他的追随者是要保卫他们眼看受亚历

山大及其支持者威胁的救恩论。根据这种解释，阿利乌和他的路济安派

伙伴们（fellow Lucianists）所关注的是，耶稣应是真正的人，他的神性

应从旨意上而不是质上加以说明，也就是说，信徒可以加以模仿和重

演。在这个意义上，阿利乌所最关注的是，救主应是可以加以模仿的。

对阿利乌来说，子之成为子是由于继嗣。这一点是重要的，所以我们可

以追随他而同样被继嗣。因此，“阿利乌典范的核心是一个完美的受造

者，他的本性永远具受造性，他的地位永远从属而依靠父的旨意。”这
个典范较难用以解释后期的阿利乌主义，然而看来早期的阿利乌主义的

中心思想，和早先撒摩沙他的保罗力图保卫救主的人性的论点是一致

的。这也说明为什么阿利乌主义从一开始就被解释成是撒摩沙他的保罗



的教义和思想的继续。而且，如果我们把早期的阿利乌主义解释成是对

基督事工的一种特定的了解，而非对其神性的思考，我们就可以了解阿

利乌主义对亚历山大群众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通常只能用阿利乌本人

所享的盛望加以解释。

无论如何，当被问及在耶稣里面道的化身是具有神性，或是为神所

领养，阿利乌及其追随者的回答是后者。正是在这个时候，亚历山大及

其支持者认为阿利乌主义是不能接受的，他们所强调的看来不是阿利乌

关于救恩和子所作的救赎事工的见解，而是他所说关于子不完全也不永

远具有神性的话。我们从阿利乌主义的一位坚决反对者的论著中抄录的

一段话，可以概括说明关于阿利乌主义争论的中心要点：

上帝在其本身之中，是任何人都不可言喻的。上帝没有任何第二者

与自己平等或相似，或共享尊荣，我们称他为非生成的，是因为他在本

性上为生成的。我们赞颂他为无起初者，是因为他有起初。我们尊崇他

为永存者，是因为他存在于时间之中。那位无起初者使子成为一切受造

物的起初，并选他作为自己的嗣子必提高他的地位。

他不具有任何上帝特有的性质，因为他不等同于上帝，不，没有人

能在本质上等同于上帝。上帝是智慧的，他是智慧之师。我们完全可以

证明上帝是一切存在者所看不见的，无论是经过子创造出来的存在，或

是子本身，都见不到上帝。我要说明子是怎样看见那不可见的上帝的，

子依靠上帝洞悉万物的能力，在其自身范围之中不断地见到了父，这是

合法的行为。因此，三位是存在的，但不在同等的尊荣之中。互不混淆

是三位的本性。其中有一位比其他两位更为尊荣。父在质上与子不同，

因为他没有起初。记住，第一位是始终存在的，而另两位在其未生之前

是不存在的。……简言之，上帝是他的子所不可言喻的。因为只有上帝

自己知道自己，而这是不可用言语表达的。因此子也不知道有所谓领会

可言，因为子本身不能考察那自有的上帝。因为子不知道他自己的本质



如何。因为，作为子，他实际上是凭父的旨意而存在。有什么理由能够

认为由父而生的子可以通过领会去认识他自己的父呢？很明显，有起初

者想理解那无起初者，或把握这种观念，是绝无可能的。

虽然这段语录听起来像是抽象的思考，阿利乌的主张并没有得到亚

历山大人民的支持。阿利乌的支持者在街上吟诵，“子曾一时没有。”同
时亚历山大主教运用手中一切手段，攻击阿利乌的教义。经过一系列不

必在此赘述的事件以后，亚历山大主教召集了一次有近百名埃及主教参

加的会议。会议谴责了阿利乌并夺其教职。然而，阿利乌没有认输。他

写信给他的“路济安派伙伴们”，取得他们的支持，特别是得到影响最大

的尼可米底亚的优西比乌给予的支持。优西比乌不顾亚历山大主教的抗

议，在自己的主教区里接纳阿利乌，并为之提供庇护。这样，这场争论

便成为可能波及整个教会的一次分裂。

关于这些事件的消息传到君士坦丁耳中。这位皇帝本来希望基督教

能成为“帝国的中坚”，而且他早就感到有必要亲自干预北非教会的多纳

徒分裂派（Donatist schism）的问题。此次新的分裂威胁其中涉及到他

不能理解的神学问题，这使他感到沮丧。因此，他决定派他的宗教顾

问，科尔多瓦的何西乌主教（Bishop Hosius of Cordova）携带一封皇帝

书信前往该地要求交战的两派和平解决争端。当何西乌告诉他，此次纠

纷原因复杂，不可能仅仅通过和解途径就能解决，君士坦丁便决定召开

一次主教会议，它将不仅处理阿利乌的问题，而且还要解决其他几个需

要得到一致意见的问题。

会议于公元325年在比廷尼亚（Bythinia）的尼西亚（Nicea）召

开。三百多名主教出席了会议。在这些主教看来，这次在皇帝的保护

下，全体主教参加的大会，简直是个真正的神迹，因为很多人对往日受

到的逼迫仍记忆犹新。

出席会议的主教中，只有少部分人对将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持有坚定



的看法。一方面，一小群以尼可米底亚的优西比乌为首的“路济安派伙

伴们”（因阿利乌不是主教，故不是会议成员），起初似乎认为可以轻

易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另一方面，以亚历山大里亚的亚历山大为首的另

一小部分人，其中当然包括一些倾向于神格唯一论的主教，一心要谴责

阿利乌主义。而大多数主教似乎对所面临的问题的重要性缺乏理解，他

们对撒伯流主义尚心有余悸，故不愿用激烈的词句谴责次位论。此外，

皇帝对帝国统一的关心甚于其对上帝的统一的关心，因而倾向于找到一

个能为最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信纲。

我们不清楚他们讨论的确切经过。显然，尼可米底亚的优西比乌就

他的教义和包括阿利乌在内的路济安派伙伴们的教义发表了一项声明。

看来他为子的次位论辩解。很明显，许多在场的人都被激怒了，从那时

起阿利乌就输定了。后来有些人试图用《圣经》里的术语起草一份文

件，明确宣称子是非受造者。然而阿利乌派对各段经文都有与这些人的

看法对立的其他解释。这时皇帝开始干预了，他建议信经中可以收

用“同质”（homoousios）一词，以说明子的神性。皇帝可能是在听取了

科尔多瓦的何西乌的建议后，作出这个决定的。会议接到皇帝的指令

后，便要求几位公认的反阿利乌主义者起草一份信仰宣言，结果形成下

列由会议通过的信经：

我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有形无形的万物之主。

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子，为父所独生，即由父的质而生，

从神出来的神，从光出来的光，从真神出来的真神，受生的，不是被造

的，与父同体（质）的，天上和地上的万物都是借着他受造的。主为要

拯救我们世人，降临取着肉身并成为人，为我们被害，第三日复活升

天，将来必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至于那一般人，说他（基督）曾一时没有，在他降生之先还没有

他，他自无中而生，或以他具有别种的体质，或以上帝的儿子是被造

的，或以他为可改变的，大公教会，宣布他们为可诅咒的。

关于这份信经由来的传统说法是，它系根据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早

先在会上宣读的一个信条修订而成的。然而，这种说法与事实出入太

大，实际更为可能的是，它是以过去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一份信

经为基础，插进一些典型的反阿利乌主义的字句而形成的。

无论如何，尼西亚会议通过的这份信经的主要意义就在以下这两

句“即由父的质而生和从真神出来的真神，受生的，不是被造的，与父

同质的”。我们还应当注意到，“为拯救我们”这句话是这份信经的中心

内容。这一句话的前一段强调子的永恒性，下面一段谈到他道成肉身、

受难和复活。因此，尼西亚信经清楚地表明，由于附在信经之后的诅咒

文，这份信经不可能用阿利乌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从这些话中可见，信

经的宗旨是不给阿利乌主义以存身之地，此后这种观点必然被视为异端

邪说。

但是，出席尼西亚会议的主教们对这份刚由他们通过并将成为普世

教会的信经文献会如何解释呢？这是难以了解的。但我们完全可以想

象，赞成这个信条的人们将根据各自的神学传统，用不同方法对它加以

解释。

首先，对于极少数代表西方教会参加会议的主教（但他们通过科尔

多瓦的何西乌表现出的影响却很大）来说，“同质”一词一定是西方自德

尔图良时代起一直使用的传统教义“本体统一”的近似译名。显然，这就

是西方教会解释尼西亚信条的传统方法。这种解释无论怎样正统，都与

当时所争论的问题的历史实在性不相一致，因为当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是子的神性，而非父子的统一性问题。



其次，有些东方主教用类似的方法解释“同质”一词，认为它不仅肯

定了子的神性，而且肯定了父子的绝对统一——一种没有根本区别的统

一性。其中，我们要讲到安提阿的优斯塔提乌（Eustathius of Antioch）
和安居拉的马塞勒斯（Marcellus of Ancyra），两者在尼西亚谴责阿利

乌主义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优斯塔提乌及马塞勒斯同属奥利金派

思辨神学的反对者。优斯塔提乌更接近于撒摩沙他的保罗的传统，尽管

他小心翼翼地避免过分简化自己的神学，以免被指责为保罗异端派，或

否认救主的根本神性。但他确实跟随保罗的路线，形成一种与撒伯流及

其追随者不同的神格唯一论，一种起源古老，并且可能受到犹太教对基

督教教义的批判影响的神格唯一论。虽然人们对优斯塔提乌的三一论教

义知道不多，但很明显，他认为“同质”说明了这样一种统一性，即三位

一体的三位不能分别存在。

马塞勒斯的教义较为著名。这位安居拉主教认为，上帝是一个，上

帝不是以先后相继的三个启示阶段，而是以其活动的三种方式，让人知

道他是父、子和圣灵。但是，马塞勒斯不愿意超出三一论的范围去谈论

启示的目的，也不愿意论述三个位格中各位的位格或个体的特性问题。

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这种只坚持上帝的统一性而不强调神的三位一

体的观点，终使优斯塔提乌和马塞勒斯被人们怀疑为撒伯流主义者。

第三，少数亚历山大的追随者们抱着要求谴责阿利乌主义的坚定目

标参加了此次会议，他们倾向于将“同质”信条解释为对子的永恒性和神

性的肯定，这两性问题正是阿利乌与“右翼奥利金主义者”斗争的焦点。

他们认为，这个信条虽没有他们期待的那样明确，但它总归明确地否认

了任何称子为受造者的企图。

第四，绝大多数主教对撒伯流主义的惧怕，胜过其对阿利乌主义的

惧怕。构成会议主体的这批人之所以接受《尼西亚信经》并在其上签

名，首先是因为尼可米底亚的优西比乌的发言对他们造成的震撼，其次



是由于皇帝的赫赫威势，第三是因为存在着一种可能性，不将“同质”解
释为对上帝绝对的本体统一性的肯定，而仅仅将之解释为对子的神性的

肯定。

最后，阿利乌派以不同方法解释这个信经，并对之采取不同的态

度。多数人在放逐的威胁下，在信经及其后的诅咒文上签了名，同时又

试图找到一种不必违背皇帝的意愿，也不需违背自己良心的方法解释这

份文件。另一些人接受了信经，却拒绝在诅咒上签名，同时还有两人绝

对拒绝签署信经。根据皇帝的法令，凡未在全部文件上签名者均遭到放

逐，阿利乌的书籍也被烧掉了。

对于皇帝本人而言，我们无法猜测他建议采用“同质”一词的用意如

何。看来，他认为这个词可以结束对父和子的实质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因而可以结束这场他并不理解，但又威胁着帝国统一的艰苦论战。

总之，我们可以断言，尼西亚信条中有很多模糊之处。信经的主要

目的是要肯定子的神性，但它也可被解释为对神的统一性的肯定。由于

这一点，再加上《尼西亚信经》对父、子和圣灵的区别只字未提，不久

就有人怀疑信经是对撒伯流主义的让步。这为我们解释了一个问题，即

尽管尼西亚会议谴责了阿利乌主义，但这个谴责却未能将阿利乌主义赶

出教会，这场争论又持续了五十多年，直到教会最后明确谴责阿利乌主

义方告结束。



第十二章　尼西亚会议后的阿利乌争辩

尼西亚会议虽然谴责了阿利乌主义，但却未能结束争辩。这场争辩

在尼西亚会议之后又持续了五十多年。这一方面是由于某些主教对尼西

亚信条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帝国政策有时变化之故，这一点

在君士坦丁皈依以后即成为每次神学争辩中的重要因素。主教们对尼西

亚决议的不满是可以料想的。当尼西亚会议正在举行之时，其主要问题

是由尼可米底亚的优西比乌提出来的阿利乌主义，出席会议的主教们感

到应当接受一份谴责阿利乌主义而不提及撒伯流主义的信条。但等他们

回到各自教会后才发现，那里的阿利乌主义尚未构成威胁，而他们却不

断面临撒伯流主义的挑战。于是，主教们开始怀疑会议的决议是否明智

了。

此外，许多代表不同利益的人在尼西亚为反对阿利乌主义而站在一

起，其中有亚历山大的右翼奥利金主义，安提阿和小亚细亚的一些反奥

利金主义的团体，和注重实践、反对思辨的西方教会。这种联盟的形成

从其对于阿利乌主义态度看是可以理解的，但它在阿利乌派领袖采取各

个击破政策时，就无法保持其统一战线。

另一方面，君士坦丁企图以下令放逐阿利乌及其追随者来表明他对

尼西亚会议的支持，结果树立了一个不好的先例：此后每当神学争论未

能取得一致意见，甚至根本不须进行争论，人们总可以运用政治力量使

自己的对手遭到放逐处分。由于君士坦丁的政策具有摇摆性，他时而支

持尼西亚派，时而又采取反对它的行动。特别是由于帝国当局的政策在

君士坦丁死后缺乏连贯性，4世纪中（尤其是在东方）出现了许多极其

复杂多变的观点和各种同盟。尽管尼西亚会议的捍卫者及反对者都曾经

使用政治权力和谄媚奉承的方法，但阿利乌派（特别是尼可米底亚的优

西比乌）人士无疑最长于此道。



君士坦丁的教会政策主要在于使教会成为“帝国的中坚”。由于这一

点，同时也由于他无法理解敏感的神学争辩所具有的重要性，他很快便

对那些以强硬的态度坚持其神学观点者大为恼火，并反对他们且加以制

裁。这就是他在尼西亚会议之后放逐阿利乌和所有拒绝签署《尼西亚信

经》者的缘由。尼可米底亚的优西比乌也因同样的原因在数月之后遭到

放逐。君士坦丁希望通过剪除此类极端观点，加强他认为已由尼西亚会

议确立的和平局面。

尼西亚会议的捍卫者在一段时间内（大约五年）保持战胜者的优势

地位。三个主要主教教座：罗马、亚历山大、安提阿，都掌握在坚决支

持《尼西亚信经》和决定的主教手中，同时，科尔多瓦的何西乌一直是

皇帝的顾问之一。但这种局面未能长久维持下去。阿利乌很快便采取了

一种表面上似乎是和解的观点，并使得皇帝相信，反阿利乌派是由顽固

抗命者组成的。他们还说服了一些较为保守的主教，使他们相信尼西亚

信条是对撒伯流主义作出的无理让步。

尼可米底亚的优西比乌被放逐的时间并不长，因为他很快就意识到

自己宣传阿利乌主义最极端的结论，是个战略上的失误。他在同君士坦

丁和好以后，又回到这位皇帝避暑之地尼可米底亚担任主教，并着手争

取宫廷以至君士坦丁本人的好感。阿利乌也写信给皇帝，声称愿意接受

与其他教会人士达成的妥协。君士坦丁有鉴于此，便同意阿利乌从放逐

地返回原来的居所，一段时间后，皇帝命令君士坦丁堡的亚历山大恢复

阿利乌的教籍。亚历山大认为这种做法是渎神的行为，当他正在犹豫如

何处理之时，阿利乌却已去世，遂解决了这个难题。

尼西亚会议结束后一段时间中，阿利乌派并未攻击这次大会的决

定，因为君士坦丁仍然以之为荣。阿利乌派主要是组织力量，攻击支持

尼西亚信条的主要人物。

亚历山大的亚历山大主教死于328年，他的主要助手、曾出席尼西



亚会议的亚他那修继任主教。亚他那修继承了亚历山大主教的神学路

线，不久便以尼西亚信仰的重要捍卫者著称于世。因此，阿利乌派在东

方的主要对手是安提阿的幼斯塔提乌、安居拉的马赛勒斯和亚历山大的

亚他那修。正是针对这样一些人，尼可米底亚的优西比乌发动了一系列

的人身攻击。尽管这些攻击常常以道德或教规的指控为掩饰，但优西比

乌的主要目标乃是尼西亚会议的决定。

最初遭遇厄运的是安提阿的幼斯塔提乌。公元330年（即尼西亚会

议结束后的第五年），尼可米底亚的优西比乌以通奸、专制、异端派罪

名使幼斯塔提乌遭到谴责。在安提阿召开的一次审判幼斯塔提乌的会

上，一位怀抱婴儿的妇人称他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尽管没有进一步的证

据支持这位妇人的证词，会议（因为它早已决计谴责这位主教）仍然接

受了她的陈述，而未作任何进一步的询问。控告担任安提阿这样重要的

教座的主教有专制行为很容易取得佐证，因为他必须经常要阻止各种不

同的意见。最后，主要的指控（异端罪名）系以幼斯塔提乌对上帝的统

一性的强调为依据，这一点使他被疑为撒伯流主义者。会议因为他肯定

父子同质，而未以明确的方式说清父子的区别，判他为撒伯流主义者。

这样的指控更容易得到证实，因为他不仅参与了同阿利乌派的神学争

辩，而且也同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这样的温和右派奥利金主义者有过争

辩。幼斯塔提乌在这些争辩中攻击了对方的次位论。结果，他轻易地遭

到谴责和放逐。他向皇帝发出的呼吁也没有任何作用，因为尼可米底亚

的优西比乌等人还控告他曾以不敬的语言议论皇帝的母亲。幼斯塔提乌

因而被放逐到色雷斯，他在那里写了几篇反对阿利乌的著作后不久就去

世了。但他的历史并未就此结束，他在安提阿的追随者们拒绝承认这种

谴责，更不接受继任主教的任命。因而造成一次延续多年的分裂，加剧

了东方教会的动荡局势。而所谓幼斯塔提乌的“私生子”的母亲在临终前

终于承认，她的证词是受这位主教的敌人收买而作的。

比幼斯塔提乌更令人畏惧的是亚他那修，现任亚历山大主教。这个



主教教座的重要地位，它作为一个神学活动中心而拥有的传统威望，以

及它与西方教会的紧密联系，都足以使其主教成为一个可怕的敌人。而

现在担任该教区主教职务者又使之增加了一个个人因素，即他在任何时

候都堪称最伟大的教会人士之一。亚他那修是个孜孜不倦的反阿利乌主

义者，他知道应当怎样攻击敌人。此外，他明确地把握了基督教的主要

真理，而且具有区别主次问题的过人能力，关于这一点将在下一章中详

加论述。由于这些原因，他多年来一直是尼西亚信仰的重要捍卫者，并

成为尼可米底亚的优西比乌和阿利乌党人的主要攻击目标。

早在公元331年，亚他那修就不得不在皇帝面前，针对他的敌人炮

制的罪名为自己作出辩护。当时，他尚能使君士坦丁相信这些指控皆属

莫须有。但是，一贯遵循保持教会内部和平政策的皇帝不想对像亚他那

修这样坚强的人物持怀柔态度。因此，数年后在推罗由尼可米底亚的优

西比乌领导召开的一次会议以同样的罪名谴责亚他那修，并褫夺其主教

职务之时，皇帝根本无意反对会议的决定。相反，他试图寻觅放逐亚他

那修的借口，而无须将他原先已宣布为子虚乌有的罪名再次肯定为事

实。一项新的指控提供了这个借口，即亚他那修曾图谋阻止将粮食从亚

历山大运到罗马。结果，亚他那修离开了主教教廷，开始其一系列放逐

生涯的首次旅程。但他坚信，他必须捍卫尼西亚信仰，遂利用放逐之机

拜访西方教会，并建立了日后被证明极其有用的联系。

对于另一位采取坚决、积极反阿利乌主义立场的东方主教，安居拉

的马塞勒斯，欲加谴责则毫不困难，因为他明确地倾向于神格唯一论。

公元336年，即阿利乌去世的那一年，马塞勒斯在君士坦丁堡的一次会

议上因“主张撒摩沙他的保罗的教义”而受到谴责和削职处分。皇帝也宣

布放逐他。马塞勒斯同样到了西方，后在那里接触了罗马的尤里乌

（Julius of Rome）和二次遭到放逐的亚历山大主教亚他那修。然而，亚

他那修本人并未因得到一个如此接近神格唯一论的人的支持而感到宽

慰。他在一部著作中未加点名地批评了这位安居拉的前主教。



总之，从330年起，到七年后君士坦丁去世的这段时间中，尼西

亚“大会”的捍卫者们屡次败北。皇帝的主要兴趣是政治，而非神学。而

且，这一点又与尼可米底亚的优西比乌的政治才能相配合，使阿利乌主

义占据上风。再加上某些主要的《尼西亚信经》捍卫者无法证明其观点

与撒伯流主义的区别，因而使局势格外复杂。同时，阿利乌派则避免公

开攻击君士坦丁召集的尼西亚会议。当时标志着尼西亚派最终失败的是

君士坦丁在临终前，接受尼可米底亚的优西比乌为他施行的洗礼，尽管

这主要是象征意义的，而非真正的最终失败。

君士坦丁死后由他的三个儿子继位。他们是君士坦丁二世

（Constan-tineⅡ），康士坦斯（Constans），康士坦提乌

（Constantius）。东方帝国由康士坦提乌统治，他的两个兄弟分治西方

帝国，康士坦斯得到意大利和伊里利亚地区，君士坦丁二世则分得高卢

和北非。

起初，这种新的政治局势似乎对尼西亚派有利，因为君士坦丁二世

得知其父去世的音信后发布的第一批敕令中，有一份命令给亚他那修恢

复亚历山大主教职务。其他被放逐者亦获准返回，其中也有安居拉的马

赛勒斯。

但不久，人们就看出，继承了东方帝国统治权的康士坦提乌决心做

阿利乌主义的保护人，以及阿利乌主义的领袖，现任君士坦丁堡主教，

尼可米底亚的优西比乌的保护人。康士坦提乌采取这项政策的动机何在

现已无法知晓。但看起来，且不论这项决定中可能有某种神学信念在起

作用，他只是想使自己首都的主教地位高于其他主教，特别是高于安提

阿和亚历山大的主教。由于从幼斯塔提乌被削职起，安提阿教会已为优

西比乌党人所控制，因而现在只需要使亚历山大教会也让他们控制。此

外，康士坦提乌不能指望与两个统治西方帝国的兄弟长期相安。在这种

情况下，他需要有一个统一于一种教义之下，并在一定程度上听命于他



的东方教会。这样，在优西比乌与康士坦提乌之间便形成一种同盟关

系，阿利乌派在东方再次占了上风。

在西方，阿利乌主义从未找到扎根的机会，因为那里没有像东方那

样对撒伯流主义的畏惧，“一体三位”的信条已成为习惯用语。至少，这

个信条的前半部分与尼西亚信条是一致的。但两位西方皇帝之间的关系

并非完全融洽，后终导致一场战争，一直持续到公元340年君士坦丁二

世去世方告结束。西方统治者之间的战争削弱了西方对东方的影响，因

此，康士坦提乌得以放手执行其支持阿利乌派和限制尼西亚派的政策。

公元339年，亚他那修再次遭放逐离开亚历山大，这次他去了罗马。

君士坦丁二世去世后，西方帝国在康士坦斯统治下得到统一，康士

坦提乌被迫顺从其兄弟的意见，放宽了自己的政策。尼西亚的捍卫者们

因此获得短期的缓和，亚他那修也获准于346年回到亚历山大。然而，

康士坦提乌并未放弃支持阿利乌派的政策，而只是在康士坦斯和西方的

影响下使之略为温和一些罢了。

在这段政治局势动荡不定的时间里，阿利乌派不仅通过攻击尼西亚

信条的捍卫者们来削弱尼西亚会议的影响，而且写出一系列有希望取代

《尼西亚信经》的其他信经。因此，在345年一次安提阿会议（所谓“奉
献会议”，Council of the Dedication）上提出了四个不同的信经。

看来，阿利乌派的势力正在与日俱增。350年康士坦斯死后，康士

坦提乌成为整个罗马帝国的绝对君主。这时，有三位不仅以保守的反撒

伯流派观点，而且以坚定的阿利乌派观点反对尼西亚会议的主教，乌尔

撒西乌（Ursacius），瓦伦斯（Valens），和格尔密尼乌

（Germinius），担任了皇帝的贴身顾问。五年后，这些阿利乌派顾问

将一份明确宣称子低于父的信条推荐给皇帝。这份信经为后人称做“渎
神信条”（the Blasphemy of Sirmi-um）。以下为这份信条的部分内容：



既然有些人，或许多人，对质的问题，即希腊文所 ，感到困

惑不解，无法比较准确地理解何以谓之“同质”（ ），何以谓

之“类质”（ ），那就完全不该使用这些概念。更不应该对它

们加以任何探讨，因为《圣经》中未有提及它们，它们已超越了人的理

解能力，任何人都不能宣告子的降生，经上写道，“谁来宣告他的降

生？”显然只有父知道他怎样生子，子知道父怎样生他。无疑，父更伟

大。没有人能怀疑，父在尊荣、职份、光彩、尊严以及在为父的名分上

大于子，子自己就证明“那差我来的比我更大”。没有人会忽略这条公教

教义：父子为两位，父更伟大，子与万物一同从属于父，父使万物从属

于子，父无起初，且无形、不死、不灭，子则为父所生，是上帝的上

帝，光的光，除父而外，无人知晓子的出生。

当然，禁止一切关于“质”（ousia）或“体”（substantia）的讨论，就

等于谴责了尼西亚会议。这表明，阿利乌派开始认为自己的力量已强大

到足以发动正面进攻了。皇帝支持这份信条，他甚至不仅试图在“同
质”信经从未普遍流行的东方教会中，而且试图在已将“其质统一”说作

为传统教义的西方教会中，强制执行这个信条。他所使用的方法极其粗

暴，以至于年事已高的科尔多瓦的何西乌，及教皇利伯里乌

（Liberius）也屈从了皇帝的命令，在这份“渎神信条”上签署了名字。

当时，阿利乌派认为他们已大获全胜，然而，这正是他们犯下的致

命错误。虽然《尼西亚信经》从未得到普及，但阿利乌主义亦同样如

此。早先的尼可米底亚的优西比乌，以及后来的乌尔撒西乌、瓦伦斯之

所以能轻而易举地反对尼西亚会议，其主要原因应归于多数东方主教对

撒伯流主义的畏惧，而不是他们具有真正的阿利乌派思想，亚他那修所

谓的“阿利乌派”中多数不是真正的阿利乌主义者，他们一旦知道把基督

说成受造者会对教会传统教义构成真正的威胁后，就会起来反对阿利乌

主义。因此，随着阿利乌主义在康斯坦斯死后在政治上日益得势，反尼

西亚派人士中的各种观点也日趋明朗。到4世纪中期，在“同质”信条的



反对者中至少可以区分出三种潮流，分别可称为“不像

派”（anomoean）、“相似派”（ho-moean）和“类质

派”（homoiousian）。

们肯定子“在任何方面都不像父”。子与父不是同质

（homoousios），也不是类质（homoiou-sios），而属于不同的质。子

并非由于他的质而被称为上帝的，而是因为他享有上帝的权能或参与了

上帝的活动。在严格意义上讲，唯有父堪称上帝，因为上帝在本质上应

为非生成的（agennetos），且无起初（agenetos），而子则在父里面有

其起初。子是“非生成者所生”，“非受造者所造”，“非受制者所制”。持

这种极端理性主义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艾提乌（Aetius）和幼诺密乌

（Eunomius）。

不像派（得名于希腊 ，意为不像）是极端的阿利乌派，他他

们认为，父子之间的关系为相似关系。但他们从未对这种关系的含义加

以明确规定。如同两个相似但又不同的事物那样，这种观点在不同情况

下可以作出不同的理解。然而，该派的领袖，如乌尔撒西乌和瓦伦斯这

样的人物，是坚定的阿利乌派人士。只要形势允许，他们总是毫不犹豫

地相似派（得名于希腊 ，意为相似）又以“政治阿利乌派”著称。

支持不像派，他们竭力想回避“同质”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将迫使

他们对父子间相似性的特征加以规定。或许这就是前面所讲到的乌尔撒

西乌和瓦伦斯劝说康斯坦丁下令禁止讨论父子同质或类质的问题，以及

该派有意回避这种讨论的原因所在。

类质派（得名于希腊 ，意为本体相像），有时被误作“半阿

利乌主义”。他们继承了前人对《尼西亚信经》的疑虑，不是由于信经

对阿利乌主义的谴责，而是担心它为撒伯流主义敞开大门。该派在“渎
神信条”问世后出现了一批较为温和的神学家。这批人感到有必要在反

对撒伯流主义的同时，也要反对阿利乌主义。“渎神信条”断言子在本体



上与父不同，父子关系不能用“同质”，甚至也不能用“类质”来说明。这

是“类质”一词首次出现在现存的文献之中，但文献对之加以攻击的事实

却说明，某些神学家早已开始采用该词，以避免与撒伯流主义和阿利乌

主义混为一谈。不管怎么讲，“渎神信条”问世以后，就出现了一个在安

居拉的巴西勒（Basil of Ancyra）领导下的通常称做类质派的团体。类

质派中除巴西勒外，我们还应当提及耶路撒冷的西里尔（Cyril of
Jerusalem）和安提阿的梅勒提乌（Meletius of Antioch）。他们既反对阿

利乌派，也反对尼西亚派。但后来他们逐渐清楚了，至少从本意上，他

们与捍卫同质说的人们在观点上是一致的。

作为定义明确的类质派团体形成于公元358年。那时，由巴西勒在

安居拉主持的一次会议提出了第一份类质派的信条。从这份信条中可看

出占多数派地位的保守分子对“渎神信条”的反对态度。它肯定了父子本

体类似的范畴。这种类似就在于，在论及创世主与受造物的区别时，既

要承认子明显地在父之后，但又不同于受造物。然而，这并非主张子与

父的完全同一，因为他们的“质”（ousiai）并非一个，而是两个。类质

派得到了康士坦提乌的首肯而获得一次大胜，康士坦提乌可能是想寻找

一条中间道路，以便在一定程度上统一处在分裂状况下的帝国。

这场争论中缺乏明白无误的术语，因此，构成了企图明确父子关系

的4世纪教会所面临的困难之一。西方教会已经形成一套较为固定的术

语。它以“本体”说明父子共同的神性，而以“位格”说明父、子、圣灵的

个性。另一方面东方教会中则没有这样明确、固定的术语。在东方神学

家看来，ousia（本体）和hypostasis（实体）只是同义词，《尼西亚信

经》之后附加的诅咒文就是这样使用这些术语的，而且，拉丁文

persona（位格）也无法译成贴切的希腊文术语，因为希腊文中的

prosopon（位格、面目、面具）也可用撒伯流主义的观点加以解释。因

此，当尼西亚派大谈独一ousia（本体）时，多数东方主教认为这只是撒

伯流主义的老调重弹。而当较为保守的主教们（这次系类质派人士）言



及ousiai（本体）的二重性时，尼西亚派则认为它只是种新型的阿利乌

主义。

康士坦提乌死后，叛教者尤里安（Julian the Apostate）继任皇帝。

尤里安本人是个异教徒，且对神学争论不感兴趣。这便去掉了神学争论

中的政治影响，各神学派别为了获胜就不得不主要依靠神学手段。而当

时的情形却正如前一段落中所叙述的那样。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亚他那修采取了一个决定性的步骤，从而导致

尼西亚信仰获得最终胜利：公元362年在亚历山大召开的一次会议宣

布，用词方面的差异并不重要，只要其含义同一即可。因此，“三个

hypostases（实体）”及与之对立的“一个hypostasis”都可以得到承认，只

要前者不被解释为三神论的依据，后者不被视为一种撒伯流主义即行。

有了这样一个决定，尼西亚派便为与持保守观点的多数派结成同盟敞开

了大门。现在剩下的只是个明确各种术语含义的过程，用以达到一个可

以得到普遍承认的信条，及必然接踵而来的对阿利乌主义的明确谴责。

公元362年的亚历山大会议的重要性不止于它的和解精神，而且表

现在它关于圣灵的观点上。阿利乌主义在反对道之绝对神性的同时，对

圣灵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然而，出席尼西亚会议的主教们把他们的注

意力全部集中到这场争论中的关键之点：道的神性问题之上，而对圣灵

的问题未加重视，仅保留了“并且在圣灵里面”一句短语。故尼西亚会议

并没有讨论完整的三一论问题。而在尼西亚会议到362年亚历山大会议

之间的年代中，有些主教在试图弄清所要讨论的问题的过程中，以较多

精力论述了圣灵及其神性的问题。进一步讲，围绕子的神性问题开展的

长期争辩，促使大多数神学家感到有必要以某种方式肯定子的神性；而

论到圣灵时，情况则有所不同，因为过去从未就这个问题进行充分的讨

论。因此，某些神学家，如塞巴斯特的幼斯塔提乌（Eustathius of
Sebaste）和尼可米底亚的马拉松（Marathon of Nicomedia）等人，愿意



肯定子与父同质，却不愿承认圣灵与父子同质。与这种观点相反，362
年的会议虽在用词问题上持灵活态度，却从所谓“马其顿

派”（Macedonians）和“反圣灵派”（Pneumatomachians）神学思想中看

出一个绝对不能接受的谬误。结果，会议谴责了阿利乌主义和与之相似

的将圣灵视为受造者的观点。这次会议以此为三一论教义的最终确立铺

平了道路，因为它既为严格的尼西亚派与保守的类质派结盟做了准备工

作，也扩大了讨论范围，以至于将圣灵的问题也包括进来。

从那时起，阿利乌派就开始走向溃败的道路。尽管尤里安不久以后

再次放逐亚他那修，瓦伦斯也放逐过亚他那修，但这两次短期的放逐已

阻挡不住尼西亚派的迅速胜利。363年在安提阿召开的一次会议宣布支

持《尼西亚信经》，将homoousios（同质）一词解释为子在本质上像

父，并称其唯一目的就是要谴责阿利乌异端派，因为它使子成为受造

者。参加这次会议的主教们在致皇帝约维安（Jovian）的一封信中指

出：

我们为了不至于和真理教义的掺假者为伍，谨在此向虔敬的陛下您

奏明，我们拥护并坚决主张此前在尼西亚举行的神圣会议上所通过的信

仰。特别是由于被某些人认为是标新立异和不恰当的同质

（homoousios）一词已经得到教父们明智的解释，用以说明子由父之本

质所生，且在本质上与父相像。断然不可从这种不可言喻的生成过程中

领会任何情欲的成分。教父们亦未从一般的希腊文意义上采用了本质

（ousia），即“本体”一词。采用它的目的，是要推翻阿利乌胆敢以不虔

诚的语气断言基督之为何者的观点，即基督是用“不存在的”事物造成

的。

这样，我们在安提阿也见到了同质派与类质派之间和解的精神，这

种精神在一年以前即已出现在亚历山大了。从公元362年到公元382年之

间一系列的会议和主教决议都同样体现了这种精神。



尤为甚者，尤里安短期的统治（361-363）是帝国关于这次争辩所

取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尤里安之前支持过阿利乌主义的几位皇帝（一定

意义上也包括君士坦丁大帝，他的儿子，相当明显地支持阿利乌派的康

斯坦提乌）都是很强大的皇帝；而支持尼西亚派的几位皇帝却只统治着

西部帝国，远离争辩的中心，并显然不如其对立面有力。而在尤里安短

暂的异教反动时期过后即位的几位皇帝或是亲尼西亚派的，或至少是不

支持阿利乌主义的。唯一例外者是瓦伦斯提安二世（ValentinianⅡ）。

他经其母后尤斯蒂娜（Justina）劝说，在阿利乌派已经失败的情况下仍

给它以支持。但处于另一极端地位的有狄奥多西（Theodosius）。他无

疑是4世纪下半叶最有权势的皇帝。他支持尼西亚派，并召集了标志着

阿利乌主义最终受到谴责的君士坦丁堡会议。

在神学领域中，同质派与类质派的同盟，即严格的尼西亚与保守的

多数派的同盟，愈加紧密而强大。公元362年的会议只是为形成和加强

此种同盟而采取的一系列步骤的起点。其中最重要的是亚他那修与类质

派领袖巴西勒的相互通信。因此，亚他那修在其晚年已见到最终解决这

场争辩的开端。

然而，只有另一代人才能提出一个可以使多数主教和神学家取得协

议的信条。在这个新一代的新尼西亚派中，以“迦帕多西亚三

杰”（Three Great Cappadocians）为其主要代表人物：该撒利亚的巴西勒

（Basil of Cae-sarea）、尼撒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Nyssa）和纳西盎

撒的格利高利（Greg-ory of Nazianzus）。这三位神学家地位之重要，致

使我们不得不以一个单独章节专门论述（第十四章）。但在这里，我们

可以概述一下他们对尼西亚派最终获胜所作的贡献。

公元362年的亚历山大会议已经指出了论及父子和圣灵关系的术语

中存在的混乱现象。但它只能对这样的术语问题提供积极的解决办法。

会议清楚地看出hypostasis（实体）一词词义模糊，说“一个



hypostasis”和说“三个hypostases”都不错，因为同一个术语在两个短语中

具有不同的意义。但会议只是肯定从某种意义讲上帝里面只有一个

hypostasis，而从另一种意义讲，上帝里面有三个hypostases，除此而

外，别无良方。

迦帕多西亚三杰以对上帝里面的统一和差异作出更为明确的定义，

及寻求一种能够表述在这个问题上的两个极端的术语，作为自己肩负的

责任。他们的解决方法以ousia和hypostasis两个术语间的区别为其基

础。在哲学著作中，甚至在尼西亚会议决议之中，这两个术语都被当做

同义词，而且二者通常都被译成拉丁文的substantia。但它们的意义都不

明确，因为它们既表述某一事物之个性，也表述同一类事物所共有的本

质。迦帕多西亚三杰在这两个术语中作出区别，保留用hypostasis说明某

一事物个性和用ousia说明某一事物所共有的本质的做法，继而肯定上帝

里面有三个hypostases，而只有一个本质，换言之，在一个神性之中有

三个个性。

这个信条在西方人看来相当糊涂。西方人习惯于用德尔图良的方法

解释这个问题，即：一个本体（substance）、三个位格（persons）。西

方神学家认为，承认神有三个hypostases似乎意味着神有三个本体，因

此就有三个神。但迦帕多西亚三杰所作的努力，包括其信条中所谓的

ousia统一，终为西方教会所接受。

哈纳克和其他一些基督教教义史学家们指责迦帕多西亚三杰歪曲了

尼西亚教义。他们认为，这三位神学家没有肯定主张上帝统一性的尼西

亚教义，而肯定了神有一共同本性，三个实体的说法。这种批评至少有

两点必须予以纠正。首先它设定，出席尼西亚会议的主教们最关心的问

题就是要肯定上帝的统一性。但对这次会议作出这样的解释是错误的。

虽然一些出席尼西亚会议的主教确实将同质说视为对神的统一性的肯

定，但大多却以它作为对子的神性的肯定，足以驳斥阿利乌及其“路济



安伙伴派”（fellow Lucianists）的教义。其次，批评迦帕多西亚三杰三

一论的人们的错误在于他们忘了这一点，以柏拉图主义为其思想前提的

迦帕多西亚三杰完全承认，许多个体所共有的共同本质比各个个体的特

殊个性更为真实。因此，将“三个hypostases、一个ousia”信条解释成一

种三神论和对尼西亚信仰的背叛是错误的。

皇帝狄奥多西（Emperor Theodosius）于381年在君士坦丁堡召集一

次大会（此次会议后称“第二次大公会议”）之时，便是迦帕多西亚三杰

的信条获胜之日。尽管此次会议没有西方主教出席，但东方各地却有大

量代表到会，过后不久，西方教会也接受了会议在教义方面的决定。聚

集在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们未形成新的信经，而只是重新肯定了《尼西亚

信经》。他们还谴责了阿利乌主义，不仅谴责了最初的阿利乌主义，而

且谴责了它的新分枝：不像派（anomoean）、相似派（homoean）、反

圣灵派（pneumatomachian）和阿波利拿流主义（Apollinarianism）。

由于君士坦丁堡所采取的行动，阿利乌主义不再构成神学讨论中的

重要因素。然而，这还不是此种教义的终结，因为它早已广泛地传入蛮

族之中，在后来的数个世纪中，当蛮族人入侵西部帝国时，他们也带来

了阿利乌派信仰。北非的汪达尔人（Vandals），西班牙的维西哥特人

（Visi-goths），以及意大利的伦巴德人（Lombards），先后建立了阿

利乌派的王国。在入侵西部帝国的各民族中，唯一未皈向阿利乌主义，

而皈向了正统基督教的是法兰克人（Franks）。结果，从前一直未真正

受到阿利乌主义挑战的西方教会，现在不得不面临艰苦的奋斗。然而，

在这场交锋中，神学并未发挥主要作用。多数情况下，总是强者将自己

的信仰硬加给弱者，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征服了其征服者。先是信奉阿

利乌教义的蛮族人迫害其占领地上的正统基督教徒。但不久，他们便力

求吸收被征服者的文化成果，同时也吸收了被征服者的尼西亚信仰，结

果，一个又一个阿利乌派王国变成信奉正统派教义的王国。在这个过程

中发挥了作用的另一个因素则是法兰克人势力的增强，因为信奉阿利乌



主义的邻国被迫追随这个迅速强大的帝国所奉行的信仰。

阿利乌派失败的原因既在于其对手在才智上占据了上风，也在于西

方教会在旷日持久的争辩中始终支持尼西亚派；更在于阿利乌派内部不

断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产生分化，而其对手却趋于统一并形成越来越广

泛的同盟。但是，我们从阿利乌主义本质之内也可看到必然失败的一个

主要原因。阿利乌主义可被视为将一种崇拜引入基督教的一种尝试，这

种崇拜的对象不是具有绝对性质的上帝本身，而只是在相对意义上神的

存在。但是，基督教徒的普遍意识强烈地反对这种对救世主的神性作出

的有限理解。每当阿利乌派以极端形式表达其教义时，出现的情况都清

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尼西亚信仰虽在理性上不如阿利乌派那样严格，而

且它还用了半个多世纪时间来澄清其确切含义，但它能够以更明确干脆

的方式确证基督教之基本教义，“上帝在基督里面使世界与他自己和

好”。



第十三章　亚他那修的神学

当代最杰出的一位教父学者在讲到亚他那修（Athanasius）时

说：“4世纪的信条史与亚他那修的生平经历完全同一。”事实上，亚他

那修的生平与事工与4世纪神学讨论的发展关系十分密切，以至于不讲

到亚他那修，就无法论述这段时间中的神学发展。他已经成为尼西亚信

仰的代表，他的多次放逐与返回成为指示各个时期中教义及政治风向的

风向标。这就是前一章在论述尼西亚会议之后阿利乌争辩的同时，也概

述了亚他那修生平传记的缘故。我们不必再赘述这段历史。我们有足够

的理由可以说明，亚他那修无疑为担任古代亚历山大教座的最杰出的主

教，同样也是他那个时代中最伟大的神学家。本章的目的并非重复前面

已经记叙了的关于这位著名教会人士的生平材料，而只想说明这位神学

大师最关心的、并使他卷入与阿利乌派艰苦斗争的问题所在，且概述其

神学思想中的一些主要内容。

亚他那修是个牧师，而不是个系统的或思辨的思想家。这并不意味

着他的思想没有规则，或缺乏系统性，而是说明他的事工和神学是针对

各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的，而不是以构造某种思想体系为基础。因此，

若想找出他的任何一部著作以展示其神学全貌，注定是徒劳的。他的著

作涉及教会牧养、神学争论、经典诠释等问题，其中甚至还有一部自传

性的著作；但他的任何著作都不是在追求精神享受或满足某种好奇心的

驱使下写成的。他最早的一部著作现常作为两篇论文发行：《反异教

论》（A-gainst the Heathen）及《论道成肉身》（On the Incarnation）。

这两篇文章可能写成于阿利乌争辩开始之前；其中（尤其在第二篇文章

之中）已能见到后来成为他与阿利乌派争论之起点的几条神学原则。在

他论述神学问题的其他一些著作中，还应当提及《反阿利乌派的言论》

（Discourses a-gainst the Arians）、《驳阿利乌派的道成肉身观》（On
the Incarnation against the Arians）、《驳阿利乌派的护教文》（Apology



against the Arians）、《阿利乌派历史》（History of the Arians），和

《致撒拉庇翁的四封书信》（Four Epistles to Serapion）。另一方面，他

撰写的《圣安东尼传》（Life of Saint Anthony）虽与教义问题基本无

关，但对修道主义运动的发展和普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为这部著作

使得安东尼的苦修事迹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亚他那修神学对宗教问题的关注，甚于其对本质上纯属思辨问题的

关注。很明显，这种旨趣上的差异使亚他那修离开了奥利金学派，而在

他之前，担任亚历山大主教的人们多属这个学派。然而，亚他那修的三

位一体教义，可能他自己尚未意识到这一点，却受到当时在亚历山大教

会团体中盛行的那种左翼奥利金主义的影响。

亚他那修神学的内容经常与奥利金的神学十分接近，但他所采用的

方法则与那位古代亚历山大的神学家截然不同，因为他的旨趣主要表现

在实践和宗教方面，而非思辨或学术方面。这并非说他只讨论实际问

题，而将教义问题置之不理，而是说他总是力图从各个教义问题中寻求

其宗教意义。

这种宗教意义只能从各个教义中所包含的那些构成基督教核心信仰

的基本原则中去寻觅。一种教义之为真理或谬误，只能以其表现基督教

宗教原则的程度及方式作为判断的依据。亚他那修认为，这种原则基本

上有两条：一神论和基督教的救恩教义。

甚至早在阿利乌争辩兴起之前，亚他那修就考虑到了上帝的本性及

人如何认识上帝的问题。这一点可见于他的早期论著：《反异教论》和

《论道成肉身》。

在《反异教论》中，亚他那修以类似于古代护教者的方式驳斥了异

教的多神论，随后就讨论了人认识上帝的方式。这种方式基本上分为两

个方面：心灵和自然。



人可以通过心灵认识上帝，因为“上帝虽在一切之上，但通向上帝

的道路却并不遥远，甚至不在我们之外，而就在我们之中，我们自己就

能找到这条道路”。每个人都站在这条心灵的道路上，但一些人却拒绝

沿着它前进。我们可以从研究心灵中推论上帝本性的一些内容。心灵无

形而不死，这一点使心灵高于一切有形会死的事物。因此，异教徒崇拜

的偶像因是有形、会灭之物，而绝对非神，甚至比造成它们的人还要低

级。真正的上帝像心灵一般，是无形、永恒的。心灵凭借其本质，可以

得见上帝，但罪恶却使之失却了这种能力。心灵是根据神的形象造成，

它被设计成一面镜子，上帝之道所构成的形象可在它里面放射光芒。然

而，罪恶却使这面镜子晦暗不清，因而不预先给它清洗一番就无法在它

里面见到上帝之道。这种观点来自柏拉图主义，自奥利金起即成为亚历

山大神学传统的部分内容。

另一方面，人还可以从上帝创世中认识上帝。创世“像是书写的文

字，以其秩序与和谐，大声宣称其主和创造者”。上帝为了让人认识自

己而创造了世界，由于上帝在本质上是无形的、不可理解的，因此，他

在我们周围设立宇宙，让我们可通过其事工来认识上帝。人可以从对这

个宇宙的观察之中，推论出上帝的存在。

宇宙的秩序井然不仅说明了上帝的存在，而且说明上帝只有一个。

如果上帝不止一个，那么，宇宙中到处可见的统一的目的性便成为不可

思议之物。“多个君王统治等于没有君王统治。”在宇宙的秩序之中，对

立的事物处于平衡状态，且分布得如此美妙，说明它们必定来自唯一的

渊源。这个渊源便是基督教的上帝。与此相反，异教的神祇表现出其软

弱无能，因为他们要由几个神一道来创造和统治一个世界。

最后，自然中蕴藏的秩序和理性说明，上帝凭借其理性，智慧或道

创造并统治了这个世界。不应将这个道理解成斯多葛派所谓的逻格斯，

那是种非位格的原则，其本身不过是自然秩序而已。统治着这个世界的



上帝之道，是充满生命力的上帝逻格斯。也就是说，道即上帝自身。这

个逻格斯或道，不是种单纯的声音，就像人所说的话那样，而是父的永

不更改的形象。他是独一和唯一受生的上帝。这个道参与了创造万物，

因为万物皆从无中造成，如果不是道始终保持着它们的存在，它们就会

复归于无。因此，道是宇宙秩序的最大支撑者和渊源。他管理并统治了

构成世界的相互对立的原则：冷和热，空气和水，等等。因此，它们和

谐共处，而不消灭对方。

但我所谓的道，不是指一切受造物中包含并固有的，通常为某些人

称做孕育万物的原则。这种原则没有灵魂和理性，或思想的能力，而只

能通过外在的技艺，根据施展这种技艺者的熟练程度进行工作；也不是

指属于理性存在者，由音节构成并以空气为其表达的工具。我所谓的

道，是指至善的上帝，宇宙的上帝发出的活生生的、大能的道；自身即

为上帝的道；这个与一切受造之物及一切创造皆不相同的道，是至善的

父之唯一自有永有的道；他凭借自己的恩典治理并照亮了这个宇宙。因

为他是至善之父的至善之道，所以，他造成了万物的秩序，使一切对立

的事物结合成一个和谐的秩序。他是上帝的权能和上帝的智慧，他凭借

着自己的意愿使天空旋转，让大地悬空并保持平衡。由于他的光亮，太

阳才照耀着大地，月亮定期放光。由于他的理性，水被置于云中，雨露

滋润大地，海水不乱泛滥，地上长出青草，并被各种植物所覆盖。

这段话表明，亚他那修可能早在卷入阿利乌争辩之前，就形成了一

种不仅不同于阿利乌派，而且不同于许多前辈神学家所持的道的教义。

在亚他那修之前，许多神学家倾向于以绝对的上帝与一次位神祇的对照

为基础，在父和道之间划分界限，如克莱门特曾认为，父永远不变并不

可认识，而人的肉眼却可从子所反射出来的光认识他。正如亚他那修在

同阿利乌派争辩的过程中指出的那样，这种观点终将使道成为从属性的

神，因而与基督教的一神论绝对不能相容。另一方面，我们将在后面讲

到，亚他那修深信，救主必是上帝。因此，除去在最严格的意义上承认



道即是上帝外，丝毫没有变通余地。这种观点将在阿利乌争辩过程中逐

步明确，但在现存亚他那修最早写成的著作中已可见其端倪。

《反异教论》说明亚他那修如何以基督教一神论为主要柱梁之一，

构造出他的神学大厦，而那部著作的第二部分，通常称为《论道成肉

身》，却说明了亚他那修神学赖以确立的另一根柱梁：救恩教义。

亚他那修认为，人所需要的拯救是个伴随着创世活动的持续过程，

因为这实际上是对堕落的人进行的再创造过程。无比仁慈的上帝在造人

之时，并不希望这种从无中造成的受造物复归于无。为了避免那种结

局，上帝根据自己的形象，亦即根据他的道，创造了人。因此，人通过

与道的沟通，也能够分享存在与理性。故人在本性中虽然有死，但他在

受造之时即已得到不死的恩赐，人只要充分地思考自己由之而来的上帝

的形象，便可获得永生。

但人却犯了罪，并放弃了上帝的形象，此后便成为死亡魔爪下的囚

犯。因此，罪不只是人过去犯错，而现在必须纠正的一种过失；也不是

现在非还不可的债务；甚至不是说人忘了通向上帝的道路，现在必须回

忆出这条路来。罪主要是在创造过程中加入了一种使人走向毁灭的分解

因素，因而只能通过新的创造事工来驱除罪恶。

由这一点引出亚他那修救恩教义的核心内容：只有上帝能够救人。

如果我们所需要的救恩实际上是个新的创世，那就只能由创世主为

我们造就这一切。此外，由于我们所失去的永生本来有赖于按照上帝的

形象生存，即一种与上帝之存在类似的存在方式，因此，我们现在所需

要的救恩就是一种神化（ ）。这同样要求救主即是上帝，因为

只有他能将与他的存在类似的存在赐给我们。

以上观点系列引自可能写成于阿利乌争辩爆发之前的亚他那修的著



作，而他后来的著作则表明，他如何在上述观点引领下形成自己反对阿

利乌派的论点。

现在，让我们看看亚他那修所提出的一些论点讲了些什么。

阿利乌派认为道在本体上与父不同，主张从绝对意义上讲，道非上

帝，因而摧毁了基督教一神论，把我们引向异教的多神论。如果子不以

某种方式分享父的神性，以至于我们可以称父子为一个上帝，如果我们

在同一时间中崇拜子，正如教会一贯所行那样，基督徒们就没有点滴理

由去谴责多神论，因为他们事实上也在实践着多神论。

此外，将道视为世界与完全超在的上帝之间的中介者的教义也未解

决这里所提出的问题，因为如此说法必然在上帝与道之间，以及道与创

世之间再设立其他的中介者，这只能使所要解决的难题无限增加。那种

以上帝的绝对超在为其出发点，而置上帝的内在不顾的教义，实际上是

使上帝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成为不可解决的难题。把道引入这种模式的做

法不能克服内中的困难，而只是拖延之计。

同样，如果子是变化的，是上帝旨意造成的一种行动之果，子本身

不具有神性，我们就无法通过子去认识那不变的父。如果说，子将父的

启示给了我们，那不是因为他低于父，而是由于他像父之故。

尤为甚者，阿利乌派关于道的教义摧毁了救恩的可能性，因为一个

不是上帝的存在者根本不可能恢复创世。如果上帝是创世主，他就必定

是救世主。

最后，由于神使人神化是救世主事工之一部分，而且只有上帝能够

做到这一点，因此救世主必然是上帝。

总之，亚他那修憎恶阿利乌派的原因有两点：首先，阿利乌派接近

多神论，其次，该派认为救恩来自一个受造者。结果很明显，亚他那修



之反对阿利乌派，并非由于该派攻击或否认他的神学中的某些观点，而

是由于该派教义与他的信仰赖以建立的（甚至在争辩之前即已如此）两

大支柱水火不相容。

现在，我们要撇开阿利乌争辩，去讨论亚他那修神学中另一个重要

方向。

亚他那修的三一论教义再次给人以恰当与完美的感受，这使得他成

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他承认上帝的超在，但这不能被解释成

上帝不能与他的受造者发生直接联系。上帝虽远离世界并存在于世界之

上，但他却在创世事工本身之中建立了保持世界的存在而与之不断地发

生关系。这种上帝与世界联系的观念十分重要，因为这样就没有必要在

上帝与世界之间设立一个中介性的道。那些肯定上帝绝对超在的人使道

成为绝对的上帝与变化无常的世界之间的中介者，一个从属性的神。亚

他那修则通过借以理解上帝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方式肯定，道或子是真

正、永恒的上帝，并断言这不影响道与受造物的关系。

这个上帝是三重性的，他以父、子和圣灵的形式出现。亚他那修以

积极的方式为三一论教义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之坚持子的神性构成这

条教义是在发展中最终战胜其大敌之一阿利乌主义的一个主要因素。但

是，反对阿利乌主义的斗争本身却使亚他那修将注意力集中于父与子的

关系问题之上，以至忽略了讨论圣灵的问题。后来，反圣灵派逐渐兴

起，该派承认子的神性，却否认圣灵为神。亚他那修就此进一步发展了

他的三一论教义，肯定圣灵也具有同父一样的本质。

亚他那修三一论神学的主要弱点在于缺乏一套固定的术语，以表明

三位一体之中的多个与一个的关系。亚他那修领会确定这种术语的紧迫

感，这一点可见于362年的亚历山大会议。他本人从未提出这类术语，

而将这个任务留给迦帕多西亚三杰去完成。他在这个问题上，如同在他

的其他神学著作中一样，表现出他是个具有敏锐的宗教感受，但对正规



的思想系统化却没有兴趣或天赋的人。没有亚他那修，迦帕多西亚三杰

的事工就不可能进行。而没有迦帕多西亚三杰，亚他那修的事工也不可

能取得最终结果。

在论及道与耶稣的人性关系时，亚他那修的基督论与阿利乌之所见

基本相似，实际上这两位神学家都可作为4世纪亚历山大神学家中流行

的那种基督论的代表人物。亚他那修和阿利乌在道的神性问题上是对立

的，但他们却以相似的方式解释道与人性的结合。亚他那修承认道与肉

身结合，但他的著作在有关这部分内容的上下文中，却没有明确肯

定“肉身”一词是指身体和魂。看来，亚他那修以耶稣里面没有人的魂，

而道取代了魂的位置作为一种定论。这种教义后来被称为“阿波利拿流

主义”（Apollinarianism），我们将在另一章中讨论这种观点。381年的

君士坦丁堡会议也谴责了这种教义，虽然亚他那修似乎对此尚未有所察

觉，这样解释耶稣基督的位格与他自己的救赎论原则是互相矛盾的，因

为（如同迦帕多西亚三杰后来指出的那样）道接受人性的目的是使人性

脱离罪，而且由于魂魄也被卷入罪中，所以道必须也接受它，从而使之

得到解救。

与此相同，亚他那修强调基督里面神人二性结合的方式，亦为亚历

山大神学的典型观点。在这种结合之中，神性成为耶稣基督一切活动的

主题。这种结合是明白无误的，它与《旧约》所谓上帝的话临到某个人

的那种情况完全不同。在基督里面，肉身成为道的工具，肉身与道的结

合就在于，凡用来说明其中任何一方面的正确观点都可以用来说明其另

一个方面。这是典型的亚历山大派教义，通常称为“属性交

流”（communica-tio idiomatum）。例如，亚他那修断言，崇拜耶稣其人

的做法是完全得当的，尽管崇拜的对象只能是上帝。

我们不崇拜受造者。千万不能有这种思想。因为这种谬误系异教徒

和阿利乌派的观点。但是我们崇拜创世的主，道成肉身者，上帝的道。



因为这个肉身本身虽然仍是受造世界之一个部分，但它却已成为上帝的

身体。我们不在这样的结合之中区分身体和道，而为身体的缘故崇拜身

体。我们在崇拜道时，也不将道与肉身分开。我们知道，如前所

述，“成为肉身的道”在进入肉身之后，我们还是承认他为上帝。

因此，亚他那修肯定马利亚为神的母 ）。这也是种典型的亚

历山大派教义，并在5世纪时成为激烈争辩的中心议题。亚他那修相

信，作为耶稣基督里面神人两性不可分割的统一，以及由此造成的“属
性交流”的明显后果就在于，马利亚必然得到如此称呼。否认马利亚为

神的母亲，就等于否认神由马利亚所生，因而否认了道成肉身。

总之，亚他那修是个典型的亚历山大派神学家，尽管他摆脱了过度

思辨的特点。而这一点恰好是亚历山大神学传统的最大弱点。亚他那修

放弃了亚历山大派的思辨方法，代之以某些基督教的基本原则，以它们

作为判断其他教义的标准。这些原则就是基督教一神论和救恩教义，它

们构成亚他那修反对阿利乌主义的基础。

然而，亚他那修的旨趣及其理智天赋虽使他得以比别人更为明确地

证明了阿利乌主义为何不能被教会所接受，但这也使他未能提出一个信

条，用以联合一切厌恶阿利乌主义的人。这一点将是迦帕多西亚三杰所

面临的任务，现在我们要论述他们的思想了。



第十四章　迦帕多西亚三杰

这是三位主教和神学家的统称，他们在4世纪下半叶时在神学领域

中居于首要地位。他们是被称为“大”巴西勒（Basil），在迦帕多西亚

（Cappadocia）任该撒利亚（Caesarea）的主教；他的弟弟，最终在小

城尼撒（Nyssa）担任主教的格列高利（Gregory）；及兄弟俩共同的朋

友纳西盎撒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Nazianzus），他曾短期担任君士坦

丁堡的牧首。这三位朋友为尼西亚信仰的取胜而紧密合作，故他们的三

一论教义实际上应为三人共同的观点。这不是说他们在其他一切问题上

意见总是一致的，因此，我们才有必要将三人分开单独研究，同时又将

他们收入一章论述，以示其统一性。

虽然通常只说迦帕多西亚三杰，却还有我们所知甚少的第四位。她

对三杰中的两杰的影响值得一提。她就是巴西勒和尼撒的格列高利的姐

妹玛克利娜（Macrina）。就是她引领巴西勒不再醉心于自己的智慧和

声望，而从事他后来的生涯。而且，尼撒的格列高利将她称为“导师”，
并且看来他认为他的读者们理所当然知道她是谁。不幸的是，我们对她

所知甚少，无法论述她的教义学说。但是我们应当在此提到她，好让我

们记得，在教会的“教父”之中，还有教母。

巴西勒（Basil，300？～379）在三人中为年长者，也是成就最突出

者。他出身于比较富裕的家庭，自幼便在一个以基督教信仰为中心的家

庭中经历了热情的宗教生活。他的姐姐玛克利娜过着苦修生活，这一点

给年幼的巴西勒心灵留下了印痕。他的两位兄弟，格列高利和彼得，最

终都当了主教，前者为尼撒主教，后者为塞巴斯特主教。巴西勒本人受

过良好的教育，先在附近的该撒利亚，后赴君士坦丁堡及雅典求学。

就是在该撒利亚学习期间，巴西勒遇到未来的纳西盎撒主教，并将



成为他终生朋友和合作者的青年人格列高利。后来，他们在雅典再次相

会，并在那里发展了他们的亲切友谊。

纳西盎撒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Nazianzus，329？～389？）在个

性方面与其友人巴西勒极为不同。巴西勒胆量过人且十分稳重，有时甚

至相当顽固。而格列高利却与之相反，非常敏感，有时甚至相当软弱。

因此，格列高利一生都在静修中度过，偶尔也积极参加教会的活动。巴

西勒与他的朋友一样热衷于静修生活（甚至超过他的朋友），但一旦他

承担了主教的任务之后，他再不像格列高利那样，放弃这些义务。格列

高利的才能也与巴西勒不同：巴西勒是个管理家和政治家，而格列高利

则是个雄辩的讲演大师。

迦帕多西亚三杰中的第三位，尼撒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Nyssa，
335？～394？）系巴西勒之弟。他也曾学过修辞学，并担任过主教，但

他的主要才能却不在于为一个布道家或组织家，他在三杰中主要是个杰

出的神秘主义者。我们将会看到，他的神学天赋，特别是他的系统性论

著远远超过他的那两位同工兼朋友。

该撒利亚的巴西勒

巴西勒从未单从兴趣出发去从事专门的神学研究工作。因此，他从

未在哪部著作中试图以系统的方式阐述整个基督教教义。相反，他的全

部著作都明确地以驳斥当时的种种谬误为目的，特别是批判阿利乌派和

反圣灵派的观点。正是在这种目的的支使下，他写下两部极为重要的著

作：《驳幼诺密乌》（Against Eunomius）和《论圣灵》（On the Holy
Spirit）。前者系对阿利乌派分子幼诺米乌所持“不像派”（Anomoeans）
观点的批驳，后者则捍卫了“荣耀颂”，“荣耀归于父与子，也归于圣

灵”。

幼诺密乌的观点以上帝的绝对性与子的相对性的对比为基础。幼诺



密乌认为，神的本性是非受生的（ ），神不能生出一个分享其

非生成性者。而子是受生 ，故非严格意义上的上帝。

因为上帝并未将自己的本质传授给子。

巴西勒的回答是：上帝的本质不能仅仅归结为非受生性。非受生性

就像不可见或不朽一样，是个否定性的命题。而本质 却不

能是否定，而应该是肯定上帝当为如何，人若从否定的属性中寻求认识

上帝就会完全发疯了。然而，很明显这就是幼诺密乌在肯定上帝的本质

即为非受生性时所采用的方法。

另一方面，巴西勒认为，幼诺密乌的论点系根据具有肉身的人的情

况而错误地推测神的本性，因而断定受生只适用于物质存在的属性，与

神毫无联系，因此，作为受生的子不是上帝。巴西勒反驳道，有生和有

死的存在者的产生系通过感性活动而来，但在上帝那里，情况却完全两

样。每当论及神的本性时，人们必须想到与上帝般配的生成方式，

即“没有痛苦、没有分娩、没有分离、没有时间”的生成。

幼诺密乌从区分非受生的父与受生的子出发提出另一种观点，旨在

论证阿利乌所谓曾有一段时间里没有子的说法。这个观点本身十分简

单：子不能先于父生他以前存在，因为已经存在的事物则不需要被他者

所生。

巴西勒反对这种观点，指出幼诺密乌将永恒与非受生性混为一谈。

他认为，后者系指自成自因者，而永恒却说明存在着不受时间的限制。

因此，肯定子是受生的和永恒的或说他永恒地受生，没有任何矛盾之

处。倘若有人要求获得更为明确的逻辑论证，巴西勒便以人的理性不能

理解关于永恒出生的教义作为回答。但这一点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

不要问我：这种出生是什么，它是哪种出生，它是怎样发生的？这



种出生的方式是不可言喻、不可理解的，而我们却仍然要在父和子的基

础上构造我们的信仰。因为，如果我们凭自己的理智判断一切，并断言

凡不能为我们所理解的皆为不可能之事，那么信仰就没有了，希望的报

赏也没有了。

巴西勒在所有这一切观点中都未超出亚他那修及早些时候尼西亚派

人士的见解。或许还有所遗漏，因为他抛弃了构成亚他那修神学基础的

救赎论宗旨，而以纯粹逻辑论证及某种程度的信仰主义作为捍卫尼西亚

信仰的基础。

但另一方面，巴西勒的逻辑学旨趣虽不如其兄弟尼撒的格列高利那

样强烈，但它却引导着他首次肯定并捍卫了终将明确结束三位一体教义

争辩的信条：一个本质（ousia）三个实体（hypostases）。巴西勒认

为，这两个术语意义不同，因此不能不加区分地用以论述神格。从以下

一段话中可看清他用这个区别所要表达的意思：

本 和实体 之间的区别即为普遍与特殊的区别，举例来

说，正如动物与人的区别一样。因此，在论到神格时，我们承认他具有

一个本质或本体，而不允许用其他的存在定义来论述神。但我们也承认

他具有特殊的实体，以使我们关于父、子和圣灵的观念不致混淆而明白

无误。我们如果对这些独立的特性，即为父、为子和使人成圣，没有确

切的感知，而只是根据一般的存在观念构成我们的上帝观，那么，我们

就无法有力地说明我们的信仰。因此，我们必须在普遍之中加进特殊，

以接受我们的信仰。神格是普遍性，为父则是特殊性。故我们必须结合

二者，并且说：“我信上帝圣父。”在相信子时亦当循此过程，我们必须

将特殊性与普遍性结合在一起，并且说：“我信上帝圣子。”在论到圣灵

时，我们也必须用与前两句相同的语言说：“我们信上帝圣灵。”这样便

形成如此结局，即我们以相信一个神格而成功地保持了上帝的统一性，

并以相信各个位格的特殊性质而在三位中作出区分。另一方面，那些识



别本质或实体者不得不只承认三个位格，而且在他们讲到三个实体之

时，却犹豫不决，他们已注定要犯撒伯流那样的错误。

该撒利亚的巴西勒对三一论教义发展作出的这一贡献，后来为纳西

盎撒的格列高利和尼撒的格列高利所接受，而且使之获得最终胜利。

巴西勒还从另一方面对三一论教义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比以往的

神学家更多地关注圣灵的问题。我们已经指出，尼西亚会议只用一个短

语论到圣灵。亚他那修本人在反圣灵派将此问题提到桌面上之前，也很

少顾及到它。到巴西勒时，反圣灵派已形成强大的势力，当时有人似乎

愿意放弃阿利乌派关于子的观点，但又坚持阿利乌派关于圣灵的主张。

因此，不在一定程度上确定圣灵的本质，就无法驳倒阿利乌派。这就是

巴西勒在三册《驳幼诺密乌》中的最后一册，及其论文《论圣灵》中力

求证明圣灵与父和子本体同一的原因所在。解决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可用

这点事实作为证明：除了迦帕多西亚三杰外，当时其他一些教会的重要

领袖们也感到有必要撰文论述圣灵的问题。这些人中间值得一提的有伊

科纽姆的安菲罗奇乌（Amphilochius of Iconium，巴西勒的论文正是写

给他的），瞎子第迪目（Didymus the Blind）和米兰的安布罗斯

（Ambrose of Milan）。

了解到当时的局势后，人们不禁会感到惊奇，即巴西勒在供发表编

写的论文中回避了对圣灵神性的强调，而他对这一点极其明确的肯定却

出现在他的书信之中。解释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巴西勒希望说服，而

非击溃其论敌，他企图引导他们自己承认圣灵的神性，而不希望惹怒他

们。然而，这不能说明他在圣灵的神性问题上态度暧昧，也不能说明他

在持反对意见者面前隐瞒了自己的见解。相反，巴西勒在他的第三本书

《驳幼诺密乌》及《论圣灵》中肯定，并力求证明圣灵的神性。但他的

肯定和论证始终很克制，似乎他唯恐激怒那些用心良善，但尚未接受圣

灵为神的人们。这种教会牧养的旨趣，同样表现在巴西勒为在崇拜中引



导其会众相信圣灵的神性，而改动该撒利亚的圣礼中《荣耀颂》所采用

的方式之中。古代的《荣耀颂》是“荣耀通过子在圣灵里面归于父”。巴

西勒的《荣耀颂》则是“荣耀归于父与子，也归于圣灵”。当他为此更改

而遭到批评之时，他便写出《论圣灵》，说明他所修订的《荣耀颂》是

可以接受的，并证明了圣灵的神性，但未称之为“上帝”。这种言不尽意

的做法应当这样来理解，因为他当时面临着某些阿利乌派分子，这些人

正期待这位该撒利亚主教说出一句经不起推敲的话，以控告他为异端，

并企图夺取其地位重要的主教教座。

这就是巴西勒为什么在其专题论文中没有明确地肯定圣灵的神性，

而代之以驳斥主张圣灵为受造者的教义之故。尽管如此，细心的读者看

过这篇论文后，必然得出他相信圣灵为神的结论。这个结论可以从他在

范畴上明确肯定圣灵的神性的书信中得到充分的证明。不管怎样，巴西

勒否认圣灵为受造物，并肯定其为崇拜对象，这已经排斥了反圣灵派的

观点。

再者，圣灵是一位，我们单独地称呼他，使他通过唯一的子与唯一

的父联系在一起，并通过他本身构成值得人们崇拜和祝福的三位一体。

他未列身于创世的复多之中，而为人单独地提到，这个事实足以证明他

与父和子的密切关系；他不是许多中的一个，而是唯一的。因而他离受

造的自然相去甚远，正如理性要求单一远离复合及复多的物体一样，他

与父和子明智的统一，正如一个单元与另一个单元有亲缘关系一样。

这样，巴西勒便以坚持圣灵的位格（这实际上是一切当时主要的神

学家反对反圣灵派的共同观点），为促使大家把注意力从阿利乌问题转

向完整的三一论问题作出了贡献。在那以前，人们关注的问题主要是父

与子的关系问题。而现在，人们已开始注意到圣灵在三位一体中的地位

问题。这决非标新立异。尼西亚会议本身即已肯定了对圣灵的信仰，亚

他那修弄清了反圣灵派教义后也毫不犹豫地对之加以谴责。巴西勒的论



文是个里程碑，它明确地将圣灵的问题引入阿利乌争辩之中。

最后，我们还必须讲到巴西勒作为圣礼学者及修道主义的组织者的

重要地位。作为他在圣礼制订方面活动的一个证据，“巴西勒的圣

礼”（Liturgy of Saint Basil）现仍为希腊正教会在大斋节期间所采用，其

基本内容似乎出自巴西勒本人手笔。另一方面，有些论述修道生活组织

法规的著作也被归在巴西勒的名下。其中部分著作确为巴西勒所作，有

些则可能经过他人的删改，另一些则根本不是他的作品。

纳西盎撒的格列高利

巴西勒是迦帕多西亚三杰中的组织者和外交家，而纳西盎撒的格列

高利则是讲演家和诗人。他为人平和，具有高度的美学素养，始终倾心

于寺院的静修生活，并实际上多次设法过那样的生活。但在教会面临激

烈斗争之时，他的义务感又引导他牺牲个人的宁静生活，接受了主教的

义务。正因如此，他从未表现出他的朋友巴西勒那样的魄力，但他却知

道如何施展其文学才能来为正统派事业服务。这就是他最好的神学作品

不在其系统性的论文之中，而见于其讲章、诗歌及书信里面的原因。格

列高利的讲章表现出高度的修辞学水平，它们不仅在文字上美妙至极，

而且讨论了最最困难的神学和伦理学的问题。他的诗歌虽算不上希腊文

字中罕见的珍宝，但确实表现出精练的艺术意味，其中多数具有神学特

点。最后，他的书信堪称典范，以至于格列高利本人在一个称羡其书信

的文体及内容的亲戚的再三劝说下，决定公开发表这些书信。他在一些

书信中讨论了神学问题，特别是与基督论有关的问题。他在这些问题上

观点明确，目光深远，后来的以弗所和卡尔西顿会议均采纳了他的见

解。

这里最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他对尼西亚信仰的最终获胜所作的贡

献。我们将以阐述他的三一论教义作为起点。同巴西勒的情况一样，格



列高利在神学上最大的敌人是阿利乌派（特别是幼诺密乌及其不像

派），和反圣灵派。他们是他在讲章、书信、诗歌中，特别是在通常称

为“神学讲演”的五篇讲道文中所攻击的对象。“神学讲演”（Theological
Orations）的第一篇论述了神学研究和讨论的基本原则。格列高利在此

处攻击了阿利乌不分时间场合执意与人辩论的做法。神学讨论只能涉及

我们的思想能够把握的问题，并必须以思想所能理解的限度为界。进而

言之，这些问题不应当由所有的人都来讨论，这不仅是因为有人缺乏理

解所讨论问题的必要知识，更因为难得有人具有正确理解这些语言的必

备修养。仅有理智尚不足成为真正的神学家。因此，必须“在神学上琢

磨自我，使之美如雕像一般”。不能形成此种必备的修养者就不必勉强

自己去讨论上帝本性的问题，而应将其旨趣限制在诸如世界、物质、灵

魂等较低级的问题上。

“神学讲演”的第三和第四论到子的问题。这里，格列高利直接驳斥

了我们在讨论巴西勒时即已介绍了的幼诺密乌的论点。幼诺密乌的许多

论点都是由“二难推理”构成，目的是要说明尼西亚教义在逻辑上不能成

立。格列高利逐一驳斥了各种“二难推理”中包含的谬误。例如，不像派

提出这样一个“二难推理”：如果说父生子，那么他或是自愿地，或是不

自愿地成就了这件事。父如果不是自愿地生了子，而是有某种其他势力

迫使他这样做，这就必然证明有一种高于父的力量存在。如果相反，父

自愿地生了子，那么，子只是父的意愿之子，而非父之子。格列高利指

出，他的敌人企图捆住他的手脚，而他们使用的绳索却十分细弱。胆敢

如此妄论神的生成的不像派应当用同样的问题问问他们自己是怎样出生

的。他们的父亲是自愿抑或不自愿地生了他们？显然肯定不是不自愿

的，因为谁也未强迫他们生子。如果不像派分子主张其父自愿生出来

的，那么，他们便是意愿之子，而非其父之子！这样，格列高利便证明

了幼诺密乌所设想的那个“二难推理”，只不过是“几个音节”，即毫无意

义的词汇。不管怎样，上帝如何生子倘若能为我们这些对自己如何出生

尚不能理解的人所理解，那就“毫无伟大可言”了。因此，“讨论在起初



受生者先于或晚于其出生而存在的问题是愚蠢的行为。”

然而，格列高利论点的核心却在于他坚信，“父”、“子”及“圣灵”等
是相关的术语。他的论敌提出下面的“二难推理”：“父”这个术语必须只

能指一种本质或一个行动；如果它指的是本质，子就不能“与父同

质”（ho-moousios）；如果相反，它指的是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就只能

是上帝创世的行动，故子是受造者。格列高利对这个论点的驳斥

是，“父”既不是指一种本质，也不指一个行动，而是说明了一种关系：

父子之间的本质交流的关系。这一点引导着格列高利以较多的精力讨论

了神的三个位格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他对三位一体教义的发展作出的

最大贡献。

格列高利在“神学讲演”的第五篇中讨论了圣灵的问题。他在此处明

确肯定，圣灵即为上帝，应将一切神所具有的属性都归给圣灵。

如果曾经有段时间里父未存在，那就是说子在这段时间里也不存

在。如果曾经有段时间里子不存在，那就是说这段时间里也没有圣灵。

如果其中有一位从起初就存在了，那么三位在起初都已同时存在。

然而，格列高利的教义超出巴西勒的教义之处并非对圣灵神性的肯

定（这一点巴西勒完全赞同，只不过他或许未像他的朋友那样公开说明

罢了），而是三位一体中三位的关系。那种企图以各自的属性区分父、

子和圣灵的做法，将绝对超在的父与可以与世界发生关系的子或道截然

分开，这就必然导致次位论观点，并最终走向阿利乌主义。亚他那修深

深知晓这一点，因此坚决而明确地再三否定任何以父比子距创世更为遥

远的方式理解父的超在性的企图。强调父子同等超在只能摧毁阿利乌主

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它却无法说明尼西亚教义与撒伯流主义的不同。这

一点是迦帕多西亚三杰的一项重要任务。格列高利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使他得以在三位一体内三个神格的内在关系基础之上，解决了这个问

题。



格列高利认为，三位一体中三个位格间唯一可以确定的区别就在于

如何论述各个位格的来源。这些区别与实体或本性毫不相关，而只涉及

各个位格的渊源。

当我讲到上帝时，你们的心中必定被一道闪光和三条闪光所照亮。

在个性或特性，如有人愿意的话亦可称之为位格（ ）里面的三

位，我们不愿在名称问题上争论不休，只要这些音节表达了同一个意思

就行；但从实体角度看却为一个，即神格。因为他们被毫无区别所区

别，如果我能这样讲的话；并且他们在区别中加上合一。因为神格系三

位里面的一个，三位是一个，神格即在这一个里面，或更准确地讲，这

一个即在神格里面。我们将去掉过分与不足的说法，既不使合一成为混

淆，也不把区别视为分开。我们对撒伯流的混淆和对阿利乌的区分采取

同样远离态度，这两种观点是截然相反的罪恶之见，但又具有共同的邪

恶。有什么必要以异端的观点将上帝混为一谈，或分成不同的等级呢？

对于我们来说，只有一位上帝圣父，一切事物都属于他；只有一位

主耶稣基督，一切事物都靠他；只有一位圣灵，一切事物在他的里面；

而这一切词汇，属于他，靠他，在他里面，丝毫没有本质区别之意……
而是说明了唯一且不可混淆的本质的各个位格所具有的特征……圣父是

父，并且是无起源的，因为他不属于任何他者；圣子是子，但不是无起

源的，因为他属于父。但如果你们以现世的意义理解起源，那么子也是

无起源的，因为他是时间的创造者，且不受时间管辖。圣灵是真正的

灵，他确实来自于父，但与子的生成方式不同，因为这不是靠生成，而

是“出来的”……父绝不因为他生了什么而不再是非生成者，子也不会因

为他属于非生成者而不再是生成的（那怎么可能呢？），圣灵亦不会因

他是“出来的”，或因他是上帝而变成父或子。

格列高利在这段文字中为起源确立的三种特征，很快为东方和西方

的教会所接受，作为表述三位一体中存在的区别的方式：父的特征在于



他是非生成的；子的特征在他是生成的；圣灵的特征在于他是出来的。

格列高利正是以这些术语，为迦帕多西亚三杰的典型信条：一个

ousia（本质）、三个hypostases（实体），增加了新的内涵。

格列高利不仅以其三一论的主张，并且以其基督论论证，为教义的

发展作出了贡献。他在专门反对阿波利拿流（我们在前面的章节已讲到

此人，而他的教义则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教义过程中提出的信条，

后被作为解决基督论争端的方法而为人们所采纳。然而，本章的主要论

题是三一论教义，而且我们还未讲到基督论争辩所涉及的问题，故关于

格列高利基督论的讨论将推迟到以后，在第十六章中再来谈论这个问

题。

尼撒的格列高利

作为教会管理者，尼撒的格列高利并不具有多大的才能。致使其兄

该撒利亚的主教巴西勒感到伤心失望。作为讲演家和作家，格列高利从

未到达纳西盎撒的那位与他同名者的高度。但作为一个神学家和神秘经

验的鼓吹者，他却远远超过了多数与他同时的东方教会人士。然而，我

们不该忘记，迦帕多西亚三杰的事工有紧密合作和相互影响的关系，格

列高利能够有此成就，与他的两位朋友给予的合作是分不开的。

尼撒的格列高利比其他两位迦帕多西亚神学家更善于利用异教的哲

学。他经常阅读奥利金的著作，并赞成那位亚历山大大师关于哲学对神

学研究有益的见解。但他比奥利金更清楚地意识到哲学会给神学造成的

危害。

格列高利像奥利金那样经常以寓意法解释《圣经》。这一点在他的

神秘主义著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他将各种人物及历史事件都说成升天

的神秘旅途中各个不同的阶段。当然即使在这类著作中，格列高利也从

未忘却《圣经》启示中的历史性。



但奥利金对格列高利造成的影响远不止释经原则一个方面。格列高

利的气质和旨趣都与奥利金类似，因此他以那位亚历山大人的著作作为

自己神学原则的不尽源泉。他同奥利金一样，以理智自由的教义作为基

础来构造自己的神学体系，并把自由强调到了危及恩典教义的地步。

罪恶源于受造的理智者的自由，而不是来自一个独立的否定性原

则。罪恶又作为一种缺乏，一种否定性而存在，它并非存在的本质。因

此，罪恶不是永恒的，当上帝将要“充满一切”之日到来之时，罪恶便不

再存在，犯罪者亦将得救。

另一方面，格列高利也不盲从奥利金。相反，他接受了奥利金的原

则，并将之运用到他的时代背景之中，而这时神学发展已到了必须修正

奥利金的某些观点的地步。

从灵魂先在教义中，可以看到奥利金与格列高利之间这种双重关系

的一个范例。奥利金肯定灵魂虽为受造物，但从起初即已存在，故不曾

有过没有灵魂的时间。奥利金在说出这种观点时，表现出他尚未想到基

督教创世教义与新柏拉图主义流溢教义之间的差别问题。后来，特别是

关于阿利乌争辩的期间，神学家们开始较多地考虑了“受造物”一词的含

义，并得出结论，受造物不可能是永恒的。因此，格列高利宣称，灵魂

只在上帝的思想中先在。

另一方面，格列高利在某些观点上比奥利金更具有唯心主义色彩。

例如，他断言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只有理智的受造物和上帝算得上实

体，物体只是重量、颜色、形状、广度等性质和观念的复合。

另一方面，有形世界的创造必然被列入与神毫无共同之处的那类特

性之中；但它却给理性造成了这个极其困难的问题；即，理性无法知晓

如何从无形之物中产生出有形之物，如何从不可摸不可及之中产生了坚

硬的固体，如何从无限之中产生了有限的事物，如何从没有大小比例的



事物中产生了可用某种尺度丈量的事物，并且由此形成了量的概念，以

及在各个单一物体中出现的种种类似现象。关于这一切我们只能这样

讲：这些我们认为具有物体属性的事物中，没有一个是物体，它不是形

状，不是颜色，不是重量，不是广度，不是数量，也不是其他修饰性概

念；但它们又都是范畴；正是这些范畴的相互结合，才构成物体。那么

可见，使一特殊物体成其完整的各种规定性不能凭感觉，而只能靠思想

来把握，而神是个思想着的存在者，那么，这样的思想性存在者造就出

那些可以思议之物，其相互结合便为我们构成那种物体的本质，这又有

何难处呢？

因此，尼撒的格列高利同奥利金一样，是个难以评价的神学家，因

为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他的思想与新柏拉图主义范畴过分地接近，而不能

公正地看到他真正的神学观点所在，以及对澄清三一论教义作出的贡

献。

尽管我们难以确定，格列高利的三一论教义中哪些是他自己的创

见，哪些是源自其兄弟兼师长巴西勒（这个困难还因现已绝对无法判断

在他俩中谁是某些十分重要的著作的作者而更加复杂），但至少我们仍

然可以阐述格列高利的三一论教义，并说明他的新柏拉图主义信念及旨

趣如何帮助他解决了其同代人所面临的难题，且比他们获得更多的成

就。

为了阐述格列高利的三一论教义，我们可以以他的两篇论文《论神

圣的三位一体》（On the Holy Trinity）和《论不是三个上帝》（On Not
Three Gods）作为线索，当然，我们还不时地要引用他的《驳幼诺密

乌》（Against Eunomius），他在这篇文章中企图继续其亡兄巴西勒的

未竟之业。

格列高利在《论不是三个上帝》中回答了亚伯拉比乌（Ablabius）
提出的问题：我们在讲到彼得、雅各和约翰时，认为他们是具有相同本



性的三个人，为什么我们不能用相同的语言去论述三位一体中的三个位

格，称他们为三个神呢？格列高利答道：我们在讲彼得、雅各和约翰

是“三个人”时，我们的说法很不准确，这是自己受到讲话习惯的支配而

造成的。实际上，人的本质只有一个，在彼得里面的人与在约翰里面的

人是同一个人。当然，这种解释直接来自格列高利所接受的柏拉图主义

传统，而无论其对于尚不惯于用此种方式思考问题的人们来说是多么新

奇。

由这一点出发，格列高利继续说明，虽然人们在谈论彼得、雅各和

约翰的人性时所采用的不准确论述方法是可以接受的，若将此种谬误延

用到讨论上帝本性时，便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否认彼得和雅各本质统一

还只是个哲学谬误，而否认上帝的统一性却是对神的不敬。格列高利在

另一篇论文中进一步宣称：这就是否认耶稣基督为神的人们不敬的明显

表现。如果他们尊崇（adore）耶稣基督，那他们自己的逻辑前提便证

明了他们对神的不敬，因为他们崇拜（worship）的对象不是真正的

神。如果他们不崇拜耶稣基督，那他们就是拒绝崇拜基督的犹太人。

进而言之，人们可能谈论复数的人，而不会主张数个神还有另一个

原因：不同的人在行动上具有多样性，而且有着个人特点，而三位神格

之所行对这三者来说却是共同的。

因此，既然人们在从事同一工作时各人所行不同，因而应当称之为

复多，因为各人都依其行为之特征而与周围的他人截然不同。而论及上

帝的本性时，我们却从未听说父曾在没有子参与的情况下单独地做某件

事，或子曾脱离圣灵行事；相反，根据我们对之产生的不同观念而命名

的、由上帝通向创世的一切行动，都通过了子，并在圣灵里面得到完

全。由于这个缘故，由各次行动派生的名称并不因为完成这个行动者的

数量便可分割开来，因为涉及某事的行动并非孤立独特的，无论是上帝

对我们赐恩的行动，抑或他管理和构造宇宙的行动，都来自三位，而行



动本身则不是三个。

有人可能以“神性”不是行动而是种本质的观点来非难格列高利。格

列高利驳斥了这种非难，声称“神性”只是个名称，上帝的本质不能受任

何名称的约束，故“神性”也不能描绘出他的面貌。

由上面引述的章节中可明确见到，三位神格之间的区别不能建立在

他们外在联系的基础之上。格列高利又说，这种区别也不能以次位论，

即在三位的权能或尊荣之间划分差别的观点为依据。因此，唯一能够确

定的区别必然要建立在三位一体的内在联系之上。

然而，如果有人挑剔我们的观点，说不承认本质有别便会导致将三

个位格混为一谈，对此我们将这样回答：我们承认三位在本质特征方面

的一致，但在考虑到原因，及由原因而造成的结果时，我们并不否认其

中的区别，我们只在这一点上理解一个位格与其他位格的区别；根据我

们的信仰，我们承认一个位格是原因，而另一个则来自原因；同样，我

们在来自原因的位格中承认另一种差别。因为其中一个位格直接来自第

一原因，而另一个则由直接来自第一原因的位格而来；因此，构成唯一

独生者的属性无疑就在子里面，子的插入捍卫了作为唯一独生者的属

性，然并未因其本质与父相同而割裂了他与圣灵的关系。

格列高利的基督论不如与他同名的纳西盎撒人那么深奥。但他在反

对阿波利拿流的过程中同样捍卫了基督人性完全的教义。另一方面，尽

管神人两性的区别并未因道成肉身而消失，然而这两性的结合却是一

种“属性交流”（conmunicatio idionatum），即一种本质的属性传给了另

一种本质。这就是格列高利不仅承认马利亚为“耶稣其人之母”，并且断

言她为“神的母亲”之原因所在。而这在当时已成为习惯称呼。然而，格

列高利肯定马利亚生过耶稣后仍为童贞女，“因为那种分娩无需破坏童

贞”的观点中，却有一定程度的观念论和幻影论倾向。



最后，尽管这不是本章所要论述的重点，我们还是应当简单地提到

格列高利的神秘主义神学。他的神秘主义属典型的新柏拉图主义观点，

主张灵魂在一系列前后相继的净化和上升的层次中，在持续永恒的进步

中得到发展。格列高利神学中这方面的思想对一位无名作者的影响甚

大，其著作后以亚略巴古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Areopagite）的名

义发表。格列高利的思想通过这位作者传入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这个问

题将在这部书的第二卷中得到讨论。

结论

迦帕多西亚三杰除了在教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中的巨大成就（巴西勒

之于圣礼和教会管理，纳西盎撒的格列高利之于修辞学和诗歌，尼撒的

格列高利之于神秘主义）外，其主要事工便在于澄清、规定并捍卫了三

一论教义。他们在战胜阿利乌主义及反圣灵派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巴西勒为其他两人的事工奠定了基础，并且通过圣礼方面的创新彰

示了三一论教义。纳西盎撒的格列高利以其第一流的语言才能捍卫尼西

亚信仰，并像阿利乌派过去所行的那样，编写赞美诗以普及尼西亚教

义。尼撒的格列高利则在巴西勒和纳西盎撒的格列高利的基础之上构造

自己的学说，使他们的教义在表述明确和逻辑连贯性方面大大前进了一

步。

人们可能会问，这些迦帕多西亚人是否真正忠于尼西亚信仰，或完

全相反，他们自称为捍卫和阐述尼西亚教义而提出的三一论教义，实际

上是否放弃了参加尼西亚大会的主教们的初衷。

有些基督教思想史学者主张并维护后一种思潮，他们认为“古代尼

西亚派”与“新尼西亚派”之间有明显区别。其中一位史学家便是哈纳

克，他认为迦帕多西亚三杰的信条表面上采用尼西亚信经的方式，实质

却体现了古代“父子类质派”（homoiousios）的教义，即认为父子的本质



不一，但类似。因此，哈纳克断然宣称：“不是‘父子同质论’最终取得胜

利，相反，是采纳了与‘父子同质’一致术语的父子类质派教义取得了最

后的胜利。”

无疑，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证实“古代”和“新”尼西亚派之间的差

别。出席尼西亚会议的人们中有许多人并不理解他们所要讨论的问题，

而在谴责阿利乌及其追随者的人们中有些实际上是神格唯一论者，他们

自己的教义后来也遭到谴责。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用“古代尼西亚派”称
呼接下来聚集在亚他那修身边的那个团体，那么无疑，他们同迦帕多西

亚三杰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我们不能将这些差异夸大成实际上并不存在

的对立。

亚他那修与迦帕多西亚三杰之间的不同，有些当归于其历史背景不

同之故，另一些则应归于其神学方法的差异。亚他那修和迦帕多西亚三

杰面临的敌手虽然都是阿利乌派，但却是些不同的阿利乌派。亚他那修

同阿利乌主义斗争时，它的最终结果尚未表现出来，故有必要通过证明

其对于基督教信仰造成的否定性后果，驳斥谴责这种教义。另一方面，

迦帕多西亚三杰反对的是业已成熟的阿利乌主义，其后果已为人们所尽

知。因此，他们的主要任务不在于发现阿利乌主义的后果，而是要驳斥

这些后果并提出另一种教义。这样，“古代”与“新”尼西亚派之间的差距

在很大程度上，应当以“古代阿利乌派”与“新阿利乌派”之间的差距为基

础加以解释。

再者，迦帕多西亚三杰在神学方法论方面与亚他那修也有所不同。

那位亚历山大主教总是从救赎论的后果出发去讨论一切有关子的神性的

问题。迦帕多西亚三杰则倾向于运用逻辑和经典的论证，而没有持续、

有意地将三位一体教义与救赎论联在一起。他们将所要讨论的问题视为

基督教的根本教义，而不是从基督教救赎论出发。这场阿利乌争辩至此

已近结束，迦帕多西亚三杰的任务主要是使教会的信仰系统化，并尽可



能在逻辑上明确阐述这种信仰。或许这便成为我们之所以在尼撒的格列

高利那里再次感受到似乎已为亚他那修所抛弃的那种奥利金主义气氛的

原因之一。

但是，哈纳克在两代尼西亚派之间作出截然划分所要说明的思想并

不止于这一点。他认为，迦帕多西亚三杰的信条是对尼西亚信仰的背

叛。尼西亚会议肯定了父子在本体上的同一性。迦帕多西亚三杰[在肯

定上帝里面有一种本质（ousia）和三个实体（hypostases）]及上帝的统

一性与彼得、雅各和约翰的统一性相似的过程中，将上帝的统一性解释

为属性交流，因而在“父子同质”（homoousios）的外衣下，实际上重弹

了“父子类质”派（homoiousian）教义的旧调。

哈纳克对迦帕多西亚三杰的事工作出如此评价，似乎有两点不能为

人们所接受：它既未能正确解释尼西亚会议的决议，又错误地理解了迦

帕多西亚三杰的教义。说到尼西亚会议，我们已经指出，它的意图并非

宣布上帝的本质同一，而主要是肯定子的神性。至于迦帕多西亚三杰，

对于他们将上帝的统一性类比为三个人之间的统一性的教义，我们只要

记住，像尼撒的格列高利，考虑到他的哲学观点，会将彼得、雅各和约

翰共有的人性看得比三个个体更为实在，那么，他们的上述教义与尼西

亚信仰的距离也就不会像乍一看那么遥远。迦帕多西亚三杰的这个教义

置身于柏拉图主义的唯实论的框架之中，因此，在我们现代的唯名论的

背景中来解释它是不公允的。



第十五章　西方教会的三一论教义

阿利乌主义对西方教会的威胁，不及它对东方教会造成的威胁那样

大。这似乎应当归于三个原因：拉丁教会的三一论教义传统；它对其他

似乎较为紧迫而本质上更具实践性质的问题的关注；斯多葛主义的影

响。第一个原因十分显然，我们只需记住，西方教会从德尔图良时代起

即已形成其延传至今的三一论教义：“一个本体、三个位格。”这一点，

再加上西方拉丁教会重视实践的倾向，便足以阻止阿利乌争辩成为流传

广泛的问题，像东方教会中的情形那样。最后，斯多葛主义在西方教会

中是最为普遍的哲学，这个事实，可能对于西方教会避开某些为流行新

柏拉图主义的东方教会所面临的危险方面贡献颇大。我们在前面的章节

中业已看到，西方人士在三一论教义的讨论中主要关注的是驳斥形相论

（Modalism）的问题，因而常倾向于次位论。但这一点从未发展成阿利

乌主义那样的极端观点。这很可能，至少是部分的，是由于亚历山大神

学及其对神的超在性的强调对西方教会影响极微之故。人们如果将上帝

视为绝对超在的存在者，便会将道视为上帝与世界之间的中介，阿利乌

就是这样认为的。因此，斯多葛派的影响，及其对于神的内在性的强

调，促使西方教会免受阿利乌主义的侵扰。

但这并不说明阿利乌主义及三一论争辩没有渗透进西方教会。阿利

乌主义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点上仍有着明显的影响。康士坦提乌（Con-
stantius）在位期间，整个西方教会都承受了皇帝为支持阿利乌主义而施

加的压力，甚至教皇利伯里乌（Pope Liberius）及年事已高的科尔多瓦

的何西乌（Hosius of Cordova），都曾被迫在与尼西亚信仰相对立的文

献上签名。然而，即便在这个阶段中，阿利乌主义也只能在东西帝国的

边界地区造成较大的影响。数年后，尤斯蒂娜（Justina）企图强行推广

由其子瓦伦斯提安二世（ValentinianⅡ）统治的那部分国土中的基督教

时，群众的反抗（在米兰的安布罗斯精明领导下）清楚地表明，阿利乌



主义在西方教会中没有内在的活力。

尽管如此，西方教会却写成大量著作，力求思索由席卷东方教会的

争辩而产生的各种问题。这种著作起初尚不出东方教会同类著作的谱

线，其中有些几乎只是希腊文著作的修订译本。但西方教会慢慢形成了

自己讨论和表达三一论教义的形式，这个发展过程在圣奥古斯丁的《论

三位一体》（On the Trinity）中到达其顶点。

早在4世纪下半叶初期，普瓦泰的希拉利（Hilary of Poitiers）撰写

了十二册《论三位一体》，明确反映了他在流放东方期间所感受到的种

种影响。他对于三一论的讨论本身没有任何创见，它的重要性在于为拉

丁世界提供了一部总结阿利乌争辩涉及的问题，以及支持尼西亚信仰的

论著。

意大利北部捍卫尼西亚信仰的伟大斗士圣安布罗斯对三一论教义也

没有什么新的贡献。他基本上是以非常精干的教会人士和布道家的身份

捍卫了尼西亚信仰。而当皇帝格拉提安（Gratian）要求他编写一部论述

圣灵的著作时，他便以巴西勒论述同一问题的著作为基础，写出一部几

乎未加改动的意译本。

另一位反对阿利乌主义的西方人士是撒丁岛（Sardinia）加拉利斯

的卢齐佛尔（Lucifer of Calaris）。他用大众化的拉丁语写成的著作，公

开攻击皇帝康士坦提乌，甚至使用了冒犯皇帝的言词。有些反对教会当

局允许前阿利乌派成员返回决定的人们在卢齐佛尔死后以他作为象征，

遂被称做“卢齐佛尔派”（Luciferians）。该教派没有教义要旨，故存世

不久，尽管它造就出一些有能力的教法师和作家，其中最值得提到的是

艾尔维拉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Elvira），他著有一部《论反对阿利乌

派的正统派信仰》（On the Orthodox Faith Against the Arians）。

在5世纪初期，奥古斯丁使西方教会表现出它所能达到的深度及创



见性。奥古斯丁的十五册《论三位一体》确定了西方三一论神学将要遵

循的道路，因而成为东西方三一论神学向不同方向发展的起点。所以，

我们有必要在此对奥古斯丁的三一论神学加以讨论，尽管全面探讨他的

神学将是这部《思想史》第二卷的主要任务之一。

无庸置疑，奥古斯丁将三一论教义当做信仰的基本内容之一。因

此，他的《论三位一体》与前人所著不同，它未以证明子和圣灵的神

性，或他们与父的本质统一为主要内容。奥古斯丁基本上以迦帕多西亚

三杰的教义为基础构造自己的神学，尽管他对这三人的神学没有直接认

识，而只是通过希拉利了解到一些主要思想。

奥古斯丁同迦帕多西亚三杰一样，明确宣称三位一体中各个位格的

区别不在于其外在行动，而在于其内在联系。这种观点无意说明，将某

个特别的行动与某个神格联系起来的说法，如人们肯定的“道成为肉

身”的说法，不能成立或完全不正确。实际上这只是我们的词汇与思想

有限，无法说明或理解三位一体如何作为整体在每件上帝的事工中运

作，因此，我们把那些事工同某个神格联系起来。这就是中世纪神学家

称为“运用论”（appropriations）的观点，从下面圣奥古斯丁的一段话中

可以看出他们这种评价的公允之处。

而我却要大胆陈述，父、子和圣灵属于同一本体的创世主上帝，全

能的三位一体，不加分割地运作，但这一点不能被十分低级的受造者不

加分割地完全体现出来，尤其不能为具有形体的受造者所表现，正如

父、子和圣灵不能由我们的话而得名一样，我们的话当然是有形体的声

音，它除了在单词间有正常的时间间隔而外，还明显地为单词的音节所

占用的间断所分开。三者在他们寓身其中的本体里面就是一个，父、子

和圣灵完全同一，既无时间上的运动，又高于全部受造者之上，没有时

间和位置上的间隔，在任何时候都是同一个由永恒到永恒者，因其本身

即为永恒，这一点不无真理和博爱。但父子和圣灵在我的话中却被分了



开来，他们不能被同时称呼，也无法在有形的字母中占有其恰切的位

置。而且，既然当我称呼我的记忆、理智和意志时，每个称呼都只以复

多的方式与一个概念有关，但每个称呼却是由三者共同发出，因为三个

称呼中没有哪个不是靠我的记忆、理智和意志所共同（即靠心灵整体）

发出来的；因此三位一体共同地构成父的声音、子的肉身和圣灵的鸽

子，而这三件事物各自则以复多的方式与一个位格有关。由于这样的相

似性，便可在一定程度上辨别三位一体中的区别，其本身虽不可分割，

但却由有形的受造者的形象分别得到体现，三位一体的活动，在各个据

称与体现父、子和圣灵有关的事物中，也不能以复多的方式被割裂开

来。

尽管奥古斯丁在讨论三一论教义时追随了希腊教会的神学家，但像

迦帕多西亚三杰那样的神学家往往倾向于以位格或他们的差异为其出发

点，并由此论述到本质的统一。而另一方面，奥古斯丁则以上帝本质统

一为起点，进而论及位格间的区别。他从未全面理解迦帕多西亚三杰通

过“实体”（hypostasis）一词所要表达的思想，他把他们所谓的“实体”译
成了“本体”（substantia）。但是，他与希腊神学家们的分歧不单纯是在

用词方面。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在于奥古斯丁不允许位格之间的差异具

有迦帕多西亚三杰所认为的那种重要地位。他对神的统一性及独一性的

理解方式使他拒绝任何把上帝说成“三重”存在者的企图，如同马里乌·
维克多利鲁（Marius Victorinus）所行那样。维克多利鲁是已经皈依基

督教的著名学者，他的其他方面仍受奥古斯丁的敬重。

既然他（指上帝——译者）是个三位一体，那就不能将他想象为三

重存在者，否则，单独的父或单独的子就会次于共同的父和子。虽然，

实际上我们无法为单独的父或单独的子这样的说法找到依据，因为父与

子，及子与父总是不可分割地在一起；不是说二者同为父，或同为子；

而是因为他们始终处于相互联系之中，彼此不相分离。



进而言之，甚至“位格”（persona）一词也只是表述那不可表述者的

约定俗成的方式。而在当时，这个术语已从悠久的传统得到某种特权，

在西方的三一论中得到普遍采纳。“这样，我们除了承认这些术语是在

需要以充足的理由反对异端派的伎俩或谬误时而产生的必要表述手段

外，还会是什么呢？”无论怎样，更准确的说法应是“关系”，因为这正

是人们在谈到不同的“位格”时所要表达的意思。

但是在上帝里面，没有哪一点可以被说成由偶然而来的，因为上帝

里面的一切都是不变的；人们所说的一切，并未依据本体而言。因为据

说这是处在与某个并非偶然生成的事物的联系之中，如父在与子的联系

之中，及子在与父的联系之中；因为两者一个永远为父，另一个则永远

为子：然又非“永远”，这种关系始于子受生（natus）之时，故父因子从

未停止为子而永远为父，然而由于子始终在受生，而从未开始为子。但

是，如果他曾在哪个时刻开始为子，或在哪个时刻停止为子，那他就可

被称为由偶然事件而生的子。但是，如果父在其被称为父的过程中，系

因与他自己的联系，而非与子的联系之故被称为父；而子在其被称为子

的过程中，系因与他自己的联系，而非与父的联系之故被称为子；于是

从本体上看，一个当称为父，另一个当称为子。但是因为父若无子便不

能称为父，子若无父便不能称为子，这些说法便未从本体上考虑问题，

因为他们各自都不是因为同自己的联系而得名，这些术语表明了他们的

相互关系，并使他们彼此联系起来；然而这亦非由偶然事件造成，因为

被称为父和被称为子的存在者对于他们来说同为永恒且不变的。因此，

为父与为子固然不同，但其本体却无不同；因为他俩并非由其本体，而

是由其相互联系而得到其称呼，但这种联系却非偶然，因为它是不变

的。

这种神的关系论构成了一个起点，由此奥古斯丁对三一论思想作出

两大贡献：他的圣灵所从出的理论，及他的三位一体在受造者里面留下

痕迹的教义。



以往的神学家感到难以表述子的出生和圣灵的由来之间存在的不

同。阿利乌派便从这些困难中渔利。他们问到，既然子和圣灵都从父那

里得以在世，怎么会一个称子而另一个不称子呢。奥古斯丁起初承认，

自己对区别子的出生和圣灵的由来的正确途径无知。但他接下来又提出

一种理论（后在西方普遍流行），称圣灵为存在于父子之间的爱的纽

带。

因此无论怎样，圣灵对父和子来说总是共同的。但那种交流自身即

是一种同质及同样永恒；如果可以贴切地称之为友谊的话，那就这样称

呼吧；但更准确的称呼则应是爱。这也是一种本体，因为上帝是个本

体，而且“上帝是爱”，经上就是这样写的。

对圣灵由来作出如此理解，因它带来的后果而显得相当重要，因为

中世纪东西方神学家就“和子”（filioque）句进行的争吵，盖源出于此。

奥古斯丁对三一论思想的发展作出的另一个贡献，是他的三位一体

痕迹论（vestigia Trinitatis）的理论，即从受造物里面见到三位一体的痕

迹或标志。在一切受造物，特别是人的灵魂里面，人们都能见到创世主

及其三位一体的本性所留下的印痕。这并非简单主张可以用某些合乎自

然秩序的事物来解释或引证三一论教义（这种做法在以往的神学那里相

当普遍），而是说一切事物都因其为上帝所造这个事实而带有三位一体

的印痕。这个教义后来为中世纪的神学家们系统地阐发，并就三位一体

在其所造之物里面留下的影子、痕迹、形象或相像等做详细的划分。然

而奥古斯丁自己则将注意力集中在人身上，经文中称人是照三位一体的

形象、按三位一体的样式造出来的——这就是《创世记》1章26节之所

以用复数形式：“我们要造人”的原因所在。

虽然奥古斯丁曾使用多个不同的三项论（trilogies）来证明人类灵

魂里面的三位一体痕迹，但最常见的，并且对后来整个基督教思想史具

有较大影响的，则是他所列举的记忆、理解和意志。



于是，既然记忆、理解和意志三者并非三个生命，而是一个生命；

不是三个思想，而是一个本体。被称为生命、思想和本体的记忆是在关

系到它自身时得到这样的称呼，但它被称为记忆，则是相对于某物而得

名的。我应当用同样的方法论述理解和意志，因为它们都是相对于某物

而被称做理解和意志的；但它们各自相对于自身却又是生命、思想和本

质。由于这三者为一，表现为它们是一个生命，一个思想和一个本质；

无论它们关于自身还有其他哪些不同的称呼，它们还是要被联系在一

起，不是以复数的方式，而是用一个单数为其共同称呼。但是它们在相

互关联之中又是三个；如果它们之间没有平等，不仅指彼此之间，而且

指各自与三者组成的整体之间的平等，那它们当然不能相互包容，因为

这不仅是指彼此的包容，而且指各自包容着三者组成的整体。因为我记

得我有记忆、理解和意志；我理解我在理解、意愿和记忆；我愿意我所

意愿、记忆、和理解的；我把我全部的记忆、理解和意志记在一道。因

为我记不住的记忆，便不在我的记忆之中；在记忆中，没有什么能与记

忆相比拟的。因此我记住全部的记忆。

这样，奥古斯丁便运用灵魂心理职能间的内在联系（这位希坡的主

教无疑在心理学方面有着深刻的感受），尽可能地试图理解三位一体内

部的内在联系。

总之，我们可以说，奥古斯丁至少在三个基本要点上为西方三一论

神学的发展指出了道路：他对神的统一性高于其差异性的坚持；他的关

于圣灵所从出的教义；他主张的三位一体痕迹论，特别是对人类心理活

动领域产生影响的理论。

这三点中的第一点虽然避开了其他神学家观点中的三神论，但又与

撒伯流主义非常接近。而早期保守的东方主教们恰恰担心《尼西亚信

经》中的父子同质说（homoousios）会形成撒伯流主义的观点。

第二点在澄清西方教会的圣灵教义，并为之指明道路方面贡献巨



大，其最重要的后果便是以后围绕“和子”句产生的争辩。

最后，这第三点对中世纪西方神学至为重要，并最终为企图通过思

考上帝在受造物里面的印痕而表达上帝的神秘主义神学提供了基本结

构。

当奥古斯丁埋头解决三一论问题之时，东方教会却开始被一个新的

争辩题目：救主的位格（即基督位格论——译者），搅得无法安宁。到

目前为止，人们所讨论的问题主要是子的神性问题。现在的主要问题将

是耶稣基督里面的神性如何与人性发生联系。这就是我们现在必须讲到

的基督论争辩的主要论题。



第十六章　基督论争辩的开始

我们先前探讨的争辩涉及到子的神性，及子的神性与父和与圣灵联

系的方式等问题。一旦神学家们认为子的神性问题解决以后，他们便会

给自己提出另一个问题：耶稣基督里面的神性和人性是如何发生联系

的？

甚至从最初阶段的基督教思想开始，我们就看到对这个问题能够作

出不同的回答。一方面，人们可能会肯定基督的神性而否认他的人性。

这种解决问题的观点被称为幻影论。它曾受到极大多数基督徒的反对，

因为它使至关紧要的道成肉身教义变成毫无意义的空话。另一方面，人

们可能会肯定基督的人性，并将在他里面的上帝启示视为他的道德崇高

造成的结果。这种观点可能由伊便尼派所主张。它同样不能满足断然肯

定“上帝在基督里面”的极大多数基督徒在宗教情感方面的需要。

大多数基督徒采取了介于上述两种观点之间的立场，尽管有时倾向

这一边或那一边。在某些场合下（如在撒摩沙他的保罗那里），有人会

接近这个或那个极端，因而遭到多数人的斥责。但在基督论方面较为正

统的神学家们（伊格内修斯、艾雷尼厄斯、奥利金，甚至德尔图良），

他们对耶稣基督里面的神人两性合一问题实际上也未形成明确的定义。

4世纪时，特别是在阿利乌争辩的早期阶段中，神学家们过多地注

意了三一论问题，以至于顾不上仔细思考基督论本身的问题。如尽管阿

利乌的基督论与西方自德尔图良时代便承认其为正统的基督论，以及与

参加过尼西亚会议的某些主教（其中有安提阿的幼斯塔提乌）的基督论

相去甚远，而《尼西亚信经》却未曾有一词反对这样的基督论。亚他那

修本人虽是反对阿利乌主义的主要斗士，但他在基督论上却与阿利乌相

当接近。当他们忙于争论救主神性问题之时，谁会去思考救主的神人两



性关系呢？

但是，三一论争辩终将不可避免地引出基督论争辩。阿利乌派为了

将逻格斯说成可发生变化的存在者，提出一种基督论来支持这种观点。

因此，一旦后期尼西亚派神学家认真思考基督位格的问题，便认识到他

们不仅要驳斥阿利乌派关于道的教义，而且必须驳斥他们的基督论观

点。

不仅如此，各个基督教思想及教义的主要城市在漫长的岁月中，几

乎都在没有明确意识的状况下，逐步习惯于以自己的典型方式构造出其

基督论并解决有关的问题。这些主要城市包括西方教会、安提阿和亚历

山大的教会。

西方教会基督论信条的基本要点在德尔图良时代即已确立。德尔图

良早在尼西亚会议之前一个多世纪时便面临着基督双重本性及这两

种“实质”（德尔图良给它们的称呼）在一个位格里面合一的问题。他所

提出的解决方案虽然缺乏那种只有通过长期争辩才能获得的清晰明了，

但比4、5世纪间别的许多建议显然高出一筹，因为德尔图良深知在坚持

道的神性的同时，肯定包括理性灵魂在内的耶稣基督完整的人性所具有

的重要意义。

德尔图良主张“在基督里面两种实质在一个位格中合一”的公式并未

立即为西方神学家们所接受，他们多数追随他的“两种实质”的教义，但

未采纳他关于“一个位格”的统一性观点。然而，他们的基督论基本上还

是德尔图良的基督论，包括坚持两种实质的实在性及二者以“属性交

流”的方式合一。后来，迅速获得西方教会大师声望的奥古斯丁在基督

论的意义上重新采用“位格”（persona）一词，因而将西方教会再次引向

被人们遗忘了的德尔图良关于一个位格里面两个实质的教义。西方教会

由此形成一种介于主张基督里面神人两性混淆不分及主张两性截然有别

的中间观点。结果，当基督论争辩席卷了东方教会之时，西方教会虽对



之颇感兴趣，但却未深深卷入，因为这种争论在西方始终不是一个紧要

的问题。当各派取得一致而停止争辩时，还是德尔图良的那个公式充当

了联合各种不同理论的连结点。

东方的局势与西方的情况大不相同，那里的人们分成必然相互抵触

的两个不同的基督论派别：安提阿学派和亚历山大学派。但我们决不能

将这两个学派与它们借以得名的两座城市完全等同起来；准确地讲，这

主要是一场在以亚历山大为中心，但在安提阿城中亦有其代表人物，具

有后期希腊化思想特色的神学，与以安提阿为中心，具有强烈的叙利亚

因素，强调《福音书》记载的可靠性及耶稣真正人性的神学之间进行的

论战。亚历山大的神学家实际上同属一个集团，而安提阿城及周围地区

的神学家则分为两支：一支人追随亚历山大派，而另一支人则属典型的

安提阿派。因此，安提阿城经常成为两派的论战场所，但安提阿派教义

却从未侵入亚历山大城。

这种分化趋势在3世纪中叶的安提阿业已形成。事实上，撒摩沙他

的保罗与其对手的争辩只是一场大战中的一幕，这场大战终将在一个半

世纪后的东方教会中造成分裂。

尽管撒摩沙他的保罗对叙利亚派的贡献不大，因为他过度地夸大了

自己的观点，结果为马尔希翁和其他奥利金派成员谴责他提供了口实。

但这并未终止叙利亚派传统在安提阿的流传。这样，以安提阿的幼斯塔

提乌为首的叙利亚派在4世纪初再度控制了安提阿的主教席位，也就不

足为奇了。保罗的历史在幼斯塔提乌身上再度重演；而奥利金在叙利亚

的追随者们（这次是持阿利乌派观点的路济安派成员）在尼可米底亚的

优西比乌帮助下，尽管这次的理由并不充足，又一次谴责并放逐了一位

反对奥利金主义观点的叙利亚派主教。

我们暂且先对幼斯塔提乌的基督论作一番探讨。人们从这种基督论

中可以发现那些后来使安提阿学派与亚历山大学派彻底决裂的基本特



点。与撒摩沙他的保罗一样，幼斯塔提乌相信，人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能

够见到的神性并不具有位格——这个观点很快便为他在安提阿学派中的

后继者所放弃。他有意捍卫基督人性的实在性，并试图以明确区分基督

里面的神人两性来达到这个目的，这就否定了神人两性的真正合一。这

样，基督里面的神人两性合一便当归于人的意志与神通力合作之故，表

现为前者的意愿始终与后者如一。此外，耶稣是真正的人，像其他人一

样有人的肉身和灵魂，并曾实实在在地成长和发展。非位格的上帝

的“智慧”临到基督里面，就像临到神殿一样，基督的位格只能是人的位

格。

幼斯塔提乌的追随者们坚持这种强调基督两性的区别，及他有真正

的人性的观点。在这些人当中，值得简单提到的有大数的迪奥道罗

（Di-odore of Tarsus）和莫普苏埃斯蒂亚的狄奥多尔（Theodore of
Mopsuestia）。

大数的迪奥道罗是当时最重要的神学家之一，在他的门人中有莫普

苏埃斯蒂亚的狄奥多尔和约翰·克利索斯托（John Chrysostom，又译金

口约翰）这样大名鼎鼎的领导人物。他的论著被那些从其中发现有聂斯

脱利主义端倪的人们所毁，现已遗失，只有少数残篇幸存于某些著作之

中。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知道，他的著作多数是对《圣经》的评

注，迪奥道罗在这些著作中遵循由安提阿的路济安在该城确立的历史和

语法释经法——与亚历山大的寓意法相去甚远。自然，迪奥道罗对于经

典字意的强调使他（如同其他安提阿派神学家一样）更多地关注福音书

所表现的历史上的耶稣。然而，在迪奥道罗时代（他卒于394年），耶

稣基督神性具有位格性已是确定的说法，因此，迪奥道罗在这一点上与

撒摩沙他的保罗以及安提阿的幼斯塔提乌有所不同。这反过来又牵出耶

稣基督的神性与人性的关系问题。迪奥道罗企图通过确定和强调神人两

性的区别（属典型的安提阿派作风）来解决这个问题。道临到耶稣里

面“就像临到神殿一样”，或“正如它临到《旧约》先知里面一样”，尽管



这在耶稣那里是一种永久的合一。更为甚者，这不仅是居所（或神殿）

与临到者的区别，而且是神子与大卫之子的区别（显然正是这种“两
子”教义导致了他的著作身后被毁的事件）。

看来，迪奥道罗似乎是由反对亚历山大派的基督论而达到这种强调

基督神性与人性有别的观点。我们已经接触过由亚他那修所代表的亚历

山大派基督论，它将在本章后面记叙的阿波利拿流那里再次出现。亚历

山大派基督论坚持将基督里面的神人两性合一视为真正的“属性交流”，
即基督的人性所具有的属性亦可为道所具有。然而，亚历山大的神学家

们在力图运用这条原则时，却肢解了耶稣基督的人性，即耶稣没有理性

的人类灵魂。迪奥道罗从他那一方面看出了亚历山大派的谬误，但他似

乎没有意识到承认“属性交流”的必要性。这使得他提出一种肯定道与人

的合一，不仅仅是同人的肉身合一的基督论（这种观点最终将得到普遍

承认）；但他又提出一种极端的见解，在道和“被道据有的人”之间作出

截然划分，因而排除了二者之间“属性交流”的可能性。

莫普苏埃斯蒂亚的狄奥多尔的教义遵循了安提阿派的传统方法，故

与迪奥道罗的基督论十分相似，尽管他曾作出某些调整，以适应当时神

学发展的要求（狄奥多尔比迪奥道罗晚30年去世）。进而言之，正如塞

勒斯（Sellers）所说，“狄奥多尔的体系只不过全盘接受了幼斯塔提乌的

原则，并对之加以修改以适应当时的教义思想。”这不是说狄奥多尔的

思想没有价值或创见性；相反，它使安提阿学派的神学研究达到了登峰

造极的地步。

由于近来相继发现了一些以前不为人们所知的狄奥多尔的著作，结

果使这位莫普苏埃斯蒂亚的主教成为大家研究和争议的对象。但我们可

以肯定，遵循安提阿学派往日传统的狄奥多尔对于基督两性区别的强调

远远甚于基督位格的统一。然而，狄奥多尔并未将此观点发展到极端，

而断言（就像他之前的迪奥道罗表面上所行那样）基督里面有两个子或



两位主。明确地讲，这里的据有者和被据有者之间有不可磨灭的差别；

但二者之间也有着不可磨灭的，永久的合一。这种神性与人性的区别和

合一观，使得狄奥多尔得以谈论“两种本性”在“一个位格”里面的合一，

正如德尔图良以及后世一切正统基督徒所说的那样。但是，他把这

个“位格”理解为两性合一带来的结果，而非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个位格，

在他之内加上“被据有的人”的非位格本性。

狄奥多尔与其前人幼斯塔提乌和迪奥道罗一样，以子临到耶稣基督

里面来解释上帝住在他的里面。这种临到与上帝全在于世界之中不一

样。上帝“因其本性和权能”临在于世界之中，而上帝临到耶稣基督里面

是“因其施恩的意愿”。也就是在这种方式中，上帝临到圣徒及先知的里

面。而耶稣基督的情况特殊，故有必要加上一点，即上帝临到他的里

面“如同在一个儿子里面一样”。这位临到耶稣基督里面的上帝不是一种

非位格的力量，相反，他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他因拥有人性之故而

能够在神人两性之间建立绝对的和谐。不过，这种“联合”未从耶稣基督

的人性中减去任何人的特点，因此，从伯利恒的少年到迦利利的教师之

间经历了一段真正的发展过程——这是典型的安提阿派观点。

狄奥多尔认为，被道“所据有的人”（“the human assumed”by the
Word）继续是人类各种属性的主体，而这些属性不会传给道，唯有一

种情况例外，即它们只能在“通过联系”而且是间接的绝对前提下传给

道。真正的“属性交流”只能是种单向运动：道的属性传输给人，但反之

却绝无可能。

这样，狄奥多尔虽然肯定耶稣基督里面的“位格统一性”，但又始终

给人以一种印象，即他认为基督里面确实有着两个位格，而这两个配合

如此默契，致使人们将二者视为一个整体。很有意味的是，狄奥多尔论

述耶稣基督位格时所使用的术语是prosopon，这个术语显然具有外在形

象之含意，虽然并非绝对如此。就这一点而言，狄奥多尔的主张看起来



有损于道成肉身的教义，尽管其程度不比亚历山大为强调基督之统一而

牺牲其人性所造成的损害更大。

简言之，较之亚历山大学者们所主张的“逻格斯——肉身”（Logos-
flesh）基督论，我们完全可以用“逻格斯——人”（Logos-Human）基督

论作为安提阿学派所持教义之典型特征。换言之，亚历山大的学者们，

特别是4世纪的亚历山大学者们，十分乐于强调道与人的肉身之合一；

而安提阿的学者们则深感以道与某位完人之合一为出发点的必要性。另

一方面，安提阿人愿意在耶稣基督的位格统一性问题上作出一点让步，

而亚历山大人则坚决主张，并且十分强调这种统一性，以致放弃了救主

的人性那一面。

因此，亚历山大学派的基督论与安提阿学派的基督论相去甚远。带

有新柏拉图主义倾向的亚历山大神学家（从克莱门特开始）相信，他们

应当坚持道的不变性。即使这样会使耶稣之人性完全受到损害，也在所

不惜。我们从克莱门特所谓基督没有人类情感的说法中已经看到某种幻

影论的倾向。奥利金虽然感到有必要谴责幻影论，但他仍然宣称，耶稣

之身体构造与其他人完全不同。

这种观点在3、4世纪期间继续发展。这期间，由确证子以位格形式

临在耶稣基督里面，以及同时还要明确子与人性合一的必要性，引出

了“逻格斯——肉身”的基督论。根据这种观点，道所接纳的不是人性，

而是人的肉身。尽管这种观点的第一个代表人物是老底嘉的阿波利拿流

（Apollinaris of Laodicea），但我们仍然应该提到几位可以为阿波利拿

流引之为证的前驱者。

例如，从我们手头关于马尔希翁（Malchion）以及其他一些曾在

268年谴责撒摩沙他的保罗的奥利金派成员极其有限的材料来看，似乎

可以说明他们的基督论当属“逻格斯——肉身”派观点。他们认为，“上
帝之道在他里面，如同我们里面的内在的人一样。”耶稣是个与别的人



相同方式组成的存在者；正像人里面有肉身和灵魂那样，救主里面也有

人的肉身和上帝的道。

4世纪初，优西比乌和该撒利亚的潘菲诺埋头撰写其《为奥利金辩

护》（Apologia pro Origine）之时，就有人因奥利金曾宣称耶稣有人的

灵魂而批评那位伟大的亚历山大导师。面对这种批评，优西比乌和潘菲

诺毅然指出，《圣经》提到过耶稣的灵魂问题。但优西比乌在阐发自己

的基督论教义时却背离了奥利金的观点，他认为道就像灵魂驱使一般人

的身体那样驱使着救主的身体。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种基督论必将与安提阿学派的教义发生冲

突。我们所拥有的关于这两种教义之首次冲突的记载，便是撒摩沙他的

保罗与马尔希翁的那场争论。以后，正当阿利乌争辩拉开序幕之时，这

两个学派因安提阿的幼斯塔提乌受到尼可米底亚的优西比乌及其伙伴们

（他们的基督论亦属亚历山大派观点）的谴责而再度冲突。不久，两派

成员又一次进行了面对面的争论，不过这次是在哥林多。然而，这次争

论的结局如何却不得而知，我们手中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材料。

不管怎么讲，4世纪开始之时，以其典型形式表现出的亚历山大学

派的基督论统治着神学领域。阿利乌和亚他那修，在其他方面虽各持己

见，却都赞成逻格斯——肉身的基督论。

这种教义曾为阿利乌派成员引为道之可变性的论据。如果道能够与

人的肉身构成如此紧密的结合，它就可以接受由肉身传来的感觉印象，

那它怎么能是不变的呢？

显然，三一论问题必将引出基督论的问题，因为阿利乌的观点似乎

想要证明道比上帝低了一等，而清除这种观点又是个重要的任务。而

且，即使撇开阿利乌派观点不谈，任何明确肯定耶稣基督之神性的观点

都不得不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个神性通过什么途径与人性发生联系



的问题。然而，尼西亚信仰最初的捍卫者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

此，认识到这个问题之意义的功誉及不幸统统落到了老底嘉的阿波利拿

流身上：功誉是指由他的工作所证明的他的才思敏捷，神学见地精细入

微，这一点使他能够将基督论问题放进他所讨论的范围之中；不幸是指

他对基督论问题的回答没有他对这个问题的感受所得到的那么幸运。很

快，他便遭到过去同他一道捍卫尼西亚教义的同伴们的谴责，这些人现

在从他的观点中看到一种同阿利乌主义一样危险的东西。

阿波利拿流于4世纪初出生于叙利亚的老底嘉城。他曾接受过完备

的教育，这使他得以成为一个老练的讲演家和不无幽默感的真正的学

者。尼西亚会议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阿波利拿流曾与亚他那修和巴西勒

友善相处，后来他又被立为他所出生的那座城市的主教，并因反对阿利

乌派的主教乔治（George）而颇具声誉。

阿波利拿流在努力驳斥阿利乌主义的过程中了解到，后期阿利乌派

的几个基本观点之一便是基督论论证：假如道曾经与一个人的身体结

合，而这个人身从本质上讲是可变的，那么道本身也一定是可变的。面

对这种论证，他必须提出一种能够准确说明不变的道怎样能够同可变的

人性结合起来的基督论。阿波利拿流施展其杰出的思辨才能来完成这个

任务，但结果却是任何具有比较明确的神学见地的基督徒都要加以拒绝

的一种教义，世称“阿波利拿流主义”。

另一方面，阿波利拿流在临近安提阿的老底嘉城中不仅是尼西亚信

仰的重要捍卫者，而且也是反对古老的安提阿传统的亚历山大派神学观

点的重要捍卫者。因此，他在攻击阿利乌的同时又十分谨慎地注意避免

在基督论方面与安提阿人观点一致；避免采用他视之为悖谬的那种在耶

稣基督里面区分神人二性的方式。结果，阿波利拿流的基督论尽管在肯

定道之不变性（immutability）方面反对了阿利乌的基督论，但其基本结

构仍与后者一样，因而仍属逻格斯——肉身类型的基督论。



阿波利拿流在构造其基督论时表现出两个基本意图：耶稣基督之人

性完全（系反对安提阿学派的观点）和上帝之道的不可变性（系反对阿

利乌派的观点）。第一点在阿波利拿流的这段话中特别明显：

作为上帝的道与作为人的耶稣并非两个不同的位格，而只是同一个

位格，他就像先前从马利亚得到肉身而成为一个位格的圣子那样继续存

在，因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完全的、圣洁的和无罪的人，并且利用此独特

身份来使人类得到重生，使全世界得到拯救。

另一方面，阿波利拿流捍卫道之不可变性的意图可见于下列这段话

中：

上帝在化为人的肉身之后仍保其特有的纯洁的大能，仍拥有不受自

然及肉体情感辖制的心灵，并以神圣而无罪的方式控制着肉身及肉体的

情感，他不仅不受死的权能所辖，而且要消灭死亡。

阿波利拿流的基督论部分是由于反驳阿利乌主义的需要而形成的。

这种基督论来自人身三分法假说，即人是由体、魂和灵三个部分组成的

（据《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所载）。当时人们以柏拉图对理性生

物的不同成分提出的三分论观点来解释人性的三重结构。因此，人性由

身体、魂魄和灵性或理性三个部分组成。根据这种划分法，魂魄只是赋

予身体以生命的一个存活原则。因此，魂魄是非位格、无意识之物，而

一切理性功能均被归之于灵性的名下，灵性遂成为位格性之所在。

阿波利拿流相信，以这种三重人性论为基础，他就可以说明道与基

督里的人性相结合的方式，而丝毫无损于道之不可变性：在基督里，道

占据了灵性的位置，故基督里面的人的身体和魂魄与神的理性结合在一

起。阿波利拿流正是用这种方式捍卫了道的不可变性，而道在基督一生

之中绝非消极之物，相反，它始终是个积极的因素。同时，他还解决了

两种本性（神性和人性）如何在不形成一种新的本性前提下结合起来的



问题。基督是人，因为他的身体和魂魄（或生命原则）是人的；但基督

又是神，因为他的理性正是上帝的道。如果在基督里面是一个完全的人

以其位格及理性与神子结合，那将意味着基督里有两个位格，因而否认

了道成肉身的实在性，道成肉身正是指上帝在基督里面与人合一而言。

阿波利拿流唯一有一条路可走，即摒除基督的人性，并去掉其理性部

分，用道来取代之。

阿波利拿流认为，救主的统一性之于正确的基督论十分重要。为了

说明这种统一性，他多次讲到基督只有“一性”。或许他是想用这种说法

表明，正如人只有一个“本性”一样，基督也只能有一个本性，甚至在道

成肉身后亦是如此，基督不能被分割为“人”和“道”两个部分。他有个极

其典型的说法：“只有一个本性的、作为道的上帝化成肉身。”由于收载

这段话的著作过去被人们误认为出自亚他那修之手，因此，它被人们当

做正统说法而流传了下来。“一性”信条可能曾经给一批正统派神学家造

成了一定影响，甚至阿波利拿流遭到正式谴责以后，仍有人接受这种观

点。而这个信条最终又将形成亚历山大学派和安提阿学派之间就基督论

问题争论的一个新的争执点。

我们从阿波利拿流的主张中，便可对逻格斯——肉身类型的基督论

作出较为贴切的结论，而阿波利拿流只不过是以自己的才智为这种理论

提供了精细的逻辑证明罢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再加上他作为尼西亚

信仰捍卫者所赢得的声誉，使许多人不愿意攻击他。但是，当他的教义

开始广为传播，并成为某一分裂团体之理论来源时，有些当时著名的主

教，深信他的这些基督论有误，认为他们有义务站出来批判阿波利拿

流，尽管他已是年迈之人。

总而言之，阿波利拿流及其一伙在东方和西方都遭到强烈的反对。

我们可以说，这些反对意见都出自救赎论方面的考虑。在西方，阿波利

拿流在教皇达马苏斯（Damasus，366-384）在位期间屡遭谴责，其中总



不免涉及救赎论方面的因素。但真正感到全面否认阿波利拿流主张之必

要性者，唯有东方的迦帕多西亚三杰。如前所述，亚他那修是在捍卫救

恩教义动机的驱使下强烈反对阿利乌主义的。他虽然清楚地了解到否认

子的真实神性对救赎论所产生的恶果，但他却不了解，否认耶稣基督之

人类本性的基督论同样也要危害基督教的救赎论。迦帕多西亚三杰最早

意识到阿波利拿流之基督论中隐藏的危险，这种基督论实际上只能是否

认基督人性的实在性。而且，他们还表明，这样的基督论将会使他们所

想象的基督教救恩教义毁于一旦。

如同极大多数希腊教父一样，迦帕多西亚三杰认为，神化教义是基

督教救赎论中的根本内容之一。如亚他那修在附和艾雷尼厄斯之观点时

说过：“他成为人，因此我们才可以成为神。”神接纳人性之时，他的目

的不仅是要分享人生，而更为重要的是让人得以分享神的生命。

据迦帕多西亚三杰看来，所有这些基本观点都让阿波利拿流给丢弃

了，因此必须尽可能地着重谴责阿波利拿流。

如果有人相信，他（指耶稣基督——译者）是个没有人的思想的

人，那他就真正地失去了思想，并不配得到救恩。因为凡属他未接纳

的，他就无法拯救，但凡与他之神体合一者都能得救。如果亚当只堕落

了一半，那么基督接纳了他，其救恩也只施展了一半；然而，如果亚当

的本性完全堕落了，那这个堕落了的本性就必须与被生的基督的本性完

全地合一，并因此而全部得救。

这些就是迦帕多西亚三杰主张的基本要点。它们还曾出现在一些反

对阿波利拿流的著作之中。这些著作被误认为出于亚他那修之手。

虽然每种教义在基督论的辩论中都必须有其救恩的含意，这些说法

都未能给解决阿波利拿流所提出的问题提供指导。而阿波利拿流本人的

解决方法又不可取。那么，能不能找到一种既能满足阿波利拿流的要



求，同时又符合迦帕多西亚三杰所提出的救赎论条件的解决办法呢？

实际上，虽然当时极大多数希腊神学家没有形成明确的基督论信

纲，他们的基督论都接近于阿波利拿流的观点。因此，巴西勒最初批判

阿波利拿流的罪名是分裂教会，而不是异端观点。

纳西盎撒的格列高利致克莱多尼乌（Cledonius）的两封书函曾经对

阿波利拿流的基督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即便如此，他的基督论也不比

他的对手更为高明。由于“道——肉身”类型的基督论的最终后果已经通

过阿波利拿流的教义充分表现出来，故格列高利放弃了这种基督论，转

而使用“道——人”类型基督论的术语。这并不是说格列高利赞成安提阿

学派关于耶稣基督具有完全实在的人性的观点。相反，格列高利在否认

了阿波利拿流的基督论之后，便认为有必要肯定救主位格的中心是神

性，因此救主的人性为其神性所吸收了。神人两性有如太阳与众星：众

星虽能发光，但当太阳出山后星光便为日光吸收，所有的光成为一个

光。

尼撒的格列高利同样未能突破亚历山大学派的老框框，未能脱离以

耶稣基督之神性为起点，并只将最高级的人性归于耶稣基督，以此适应

出发点的那种传统说法。尼撒的格列高利与其纳西盎撒的同名人一样，

否认“道——肉身”类型的基督论，并且讲到道与完全的人性合一的问

题。但他又步其友人后尘，断言基督里面的神性与人性相互混和，致使

后者为前者所吸收。他所列举的最为人知晓的例子是溶于大海之中的一

滴醋：醋在滴入海中未曾失去其本性，同样，人性为神性所吸收后仍继

续存在，尽管实际所剩的只是后者而已。然而，应该注意的是这一文本

提及的是复活之后的基督。

迦帕多西亚三杰对阿波利拿流的谴责又受到多方面的批判，因为他

们的基督论与那位老底嘉主教所见相差甚微。然而，我们只要将自己置

于迦帕多西亚三杰所处的环境之中，就能够理解他们之所以认为自己在



基督论方面与阿波利拿流有天渊之别的缘故。他们和绝大多数希腊教父

一样，将人性的神化视为救恩之根本所在。道成为肉身，不仅为人性树

立了典范，或为人向上帝还了债，更主要的是粉碎了囚禁了我们的恶的

势力；同时，它又开辟了人性神化的道路。由于上帝接纳了人性，人性

便得以成为神性。因此，迦帕多西亚三杰认为，最重要的是上帝在基督

里面真正地接纳了人性，而非基督的人性是否与我们的人性一样，或具

有同等程度的自由。因此，迦帕多西亚三杰不能接受阿波利拿流的教

义。由于这个缘故，他们才会将基督里面的神人两性合一描述成人性消

融于神性之中，同时又无损于他们所意识到的道成肉身之中的救赎论意

义。

正是在迦帕多西亚三杰及其他神学家提出反对意见的基础上，381
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一次会议（通常称第二次大公会议）谴责了阿波

利拿流的基督论教义。



第十七章　聂斯脱利争辩与以弗所会议

否认阿波利拿流的观点绝非基督论问题的解决。迦帕多西亚三杰虽

然相信，他们应当谴责那位年迈的老底嘉主教，但他们自己却未提供其

他明确的答案。亚历山大学派的基督论因阿波利拿流之遭谴而受到一次

沉重的打击，但它仍然在东方神学中盛行不衰，并且必然要与安提阿派

的基督论继续抗争。更为甚者，谦卑受难之主的教会在整个5世纪里进

一步被卷入荣誉权力的纷争之中，其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发生在拜占庭

宫殿中的那一切。所有的基督教大主教座，包括罗马、亚历山大、安提

阿和君士坦丁堡在内，都在为获得压倒其对手的优势地位而相互争斗，

并且相继允许政治利益干预其神学立场。

为简述此种错综复杂的发展局势，我们不妨以公元428年年初，安

提阿学派的聂斯脱利登上君士坦丁堡主教宝座之时，作为5世纪基督论

争辩之始。即便聂斯脱利是个谨慎从事者，亚历山大学派与安提阿学派

在神学问题上由来已久的紧张关系，以及亚历山大不让帝国新都取代其

地位的决心，已足以制造难以应付的种种麻烦。可是，聂斯脱利并非小

心翼翼者，结果本可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的麻烦，终于演变为悲剧性的

形势。

导致这场争论爆发的导火索是聂斯脱利反对用“神的母亲”[“Bearer
of God”（ ）]来称呼马利亚。当时，这种称呼在绝大多数基督徒

中十分流行；亚历山大的神学家们自亚历山大任主教之时起就已惯于使

用这个称呼，并将其视为“属性交流”的必然结果。甚至莫普苏埃斯蒂亚

的狄奥多尔也愿意承认它，只要人们正确解释其含义便罢。但聂斯脱利

认为，用神的母亲一词称呼马利亚，会导致耶稣基督里面的神人二性混

淆不清。在他看来，人们可以称马利亚为基督之母，但不能称她为神的

母亲。



聂斯脱利的观点一经提出，很快就遭到别人的反对。亚历山大主教

西里尔是该主教座权威的热忱捍卫者，而且是亚历山大学派基督论之衷

心拥护者。他认为，聂斯脱利的观点否认了亚历山大学派关于救主位格

统一性的原则，并且将反对聂斯脱利作为重新确立亚历山大主教座对君

士坦丁堡主教座的权威之契机。因此，我们绝不能将西里尔仅仅看成教

会中的政客，也不应将他视为纯属受神学动机驱使的神学家。

西里尔闻悉聂斯脱利反对使用“神的母亲”一词后，便立即召集所有

能够助他一臂之力者，以通过对那位君士坦丁堡牧首的谴责。作为亚历

山大牧首，西里尔拥有争取宫廷支持所需要的有力武器：金钱。亚历山

大教廷在前后数百年间聚敛了巨额财富，这笔财富现在可以用来反对聂

斯脱利了。西里尔正是依靠它们，才赢得了一些对金钱，而不是对神学

更感兴趣的达官要人们的支持。西里尔第二方面的援助来自罗马教座。

自从君士坦丁堡会议宣布亚历山大的地位与罗马类似以后，亚历山大便

得以与帝国古都结盟，反对新兴主教教座的争权举动。罗马教座支持亚

历山大反对君士坦丁堡的倾向性，在聂斯脱利为一批受到西方教会谴责

的贝拉基派成员提供避难所以后就日益明朗化了。由于这些缘故，以及

说话中带有咄咄逼人的霸主腔调，聂斯脱利于公元430年8月在罗马召开

的一次会议上受到谴责。此次会议的主持人是教皇塞里斯丁（Celes-
tine）。最后，西里尔还得到埃及隐修士们的支持。这些隐修士们相

信，亚历山大的观点即是正统派观点，而且，这批人自亚他那修时代起

就始终坚定不移地捍卫着他们认定为信仰真谛的那些教义。

另一方面，聂斯脱利有安提阿的牧首约翰给他的支持。聂斯脱利本

人的力量虽不及其亚历山大对手那样强大，但约翰却是个不可忽视的有

力人物，这一点在这场争辩过程中已得到充分证明。

430年的罗马会议指定西里尔为其在东方的代表，负责要求聂斯脱

利改变观点。西里尔倒确实是给聂斯脱利写了信，要求他收回自己的观



点；但西里尔在信中使用的语言却令人十分难堪，即使聂斯脱利生性温

驯也难以接受信中的要求。西里尔在两度致信君士坦丁堡牧首后，又给

他写了第三封信，信后附有十二条聂斯脱利必须接受的诅咒文。这些诅

咒条文不仅谴责了聂斯脱利的观点，而且极力鼓吹亚历山大学派的神学

见解，似乎唯有该派神学才是正统观点。这样，西里尔便有意将聂斯脱

利的失败说成是亚历山大学派神学战胜其安提阿对手的胜利。作为答

复，聂斯脱利在复信中写下了十二条反对西里尔的诅咒文。

这样的相互谴责在东方教会内部造成极大的困扰，致使瓦伦斯提安

三世（ValentinianⅢ）和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Ⅱ）两位皇帝决

定，于公元431年6月7日在以弗所召开一次大公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

到了预定的大会开始之日，聂斯脱利的支持者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

赶到以弗所。而西里尔则和大批坚信必须谴责并放逐聂斯脱利的主教、

隐修士们早已等候在那里了。以弗所当地主教孟农（Memnon）也是西

里尔的支持者，他承担了煽动人们反对聂斯脱利的任务。6月22日，安

提阿的约翰及其从人尚未到会，西里尔不顾78位主教和皇帝使节的抗

议，决定召开大会。就在那天举行的一次几小时简短会议上，聂斯脱利

遭到谴责和免职的处分，而他的陈述却根本未被听取。

安提阿的牧首约翰及其从人于四天后赶到以弗所。当他们得知会议

决定后，他们便单独举行会议，并宣称他们举行的是真正的大公会议。

这个会议谴责西里尔和孟农并罢免他们的职任。

在此同时，教皇代表也赶到了以弗所。他们加入了西里尔派的会

议，批准了对聂斯脱利的谴责，并且将谴责的范围扩大至所有参加以约

翰为首的对立会议的成员。为了回报罗马的支持，西里尔派会议还谴责

了令教皇忧心忡忡的贝拉基异端派。

狄奥多西二世担心，如此混乱的局势将导致不可弥补的教会大分



裂，因此下令将西里尔及聂斯脱利、约翰等逮捕入狱。西里尔很快表现

出他的政客才干，他设法使皇帝在卡尔西顿召见两派的代表，以消除两

派之间的龃龉。西里尔及其支持者们再次博得皇帝的宠爱，结果，聂斯

脱利遭罢免，被押往安提阿，同时又为君士坦丁堡指任了另一位新牧

首。而西里尔本人则迅速回到亚历山大，在那里，即使皇帝想对他采取

行动也无从下手。

然而，这样做并未结束此次争辩，因为有许多神学家认为，西里尔

反对聂斯脱利的十二条诅咒文本身就有异端之见。这样，开始只关系到

聂斯脱利的争辩，现在又涉及到西里尔自己了。罗马本身的基督论传统

与亚历山大学派的基督论很不一致，西里尔的文献只能使它感到为难。

甚至在埃及本土也有人批评西里尔，一些原来支持过西里尔的人们的行

动有许多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安提阿的约翰和别的叙利亚主教断绝

了与其他地区教会的相互往来，遂使分裂成为现实。

眼见得主教们自己已无法取得一致意见，皇帝便决计出面干预这场

争辩。他委派亚里士特劳（Aristolaus）为使节，往返斡旋于安提阿与亚

历山大之间。经过长期复杂的会谈，双方终于达成妥协。西里尔虽不需

收回他的诅咒文，但他却对之重作解释，致使大家认为他事实上放弃了

原来的观点。不仅如此，他还同意在一份以由安提阿的约翰主持的以弗

所会议上提出的信经宣言为基础的信条上签名画押。另一方面，安提阿

牧首同意认可谴责和罢黜聂斯脱利的裁决。由于安提阿学派中有人拒绝

接受这个裁决，约翰不得已也罢免了这些人的职位。聂斯脱利在安提阿

的一所修道院中度过了四个年头。然而，他待在那里却使约翰感到诸多

麻烦，并且对业已达成的不稳定的和平局势构成一种威胁。因此，他又

被遣送至更加遥远的地区，先是佩特拉城（Petra），后来又被送到利比

亚（Liby-an）沙漠中的一个绿洲。在那里他很快便为人们所遗忘，以致

数年后的君士坦丁堡人对他的情况已一无所知。然而，他却一直活到卡

尔西顿会议（Chalcedon，451年）之后，并认为这次会议使他本人的教



义得到辩白。他在晚年期间极力不使自己因流放远乡而默默无闻，并力

图向世人证明，他的教义与聚集在卡尔西顿的教父们之所见完全一致，

因而他是正确的。但这一切只不过是徒劳而已；聂斯脱利尽管还活着，

但他却是属于过去时代的人，无论是在帝国的宫廷之中，抑或是教会生

活的主要中心里面，都不会有人来听取他的恳求了。

聂斯脱利确实是异端派吗？换言之，他的教义是否确实否认了一些

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原则？或者说，他之遭谴是因为他缺乏圆滑、西里尔

的野心和政治才干？那些谴责他的人们是否正确地理解了他的教义？或

者他们谴责他只是由于对他的思想加以歪曲丑化？学者们在这些问题上

莫衷一是。而且，有些历史学家从晚些时候出现的问题的角度来解释聂

斯脱利争端，这个倾向使得上述问题更加复杂化了。因此，有许多新教

徒认为聂斯托利是新教思想的先驱，其根据仅在于他拒绝“神的母亲”一
说。

20世纪初又有人依据新发现的资料开始研究聂斯脱利，这在很大程

度上归功于卢佛斯（Loofs），比顿——贝克（Bethune-Baker）和比狄

安（Bed-jan）等人的工作。卢佛斯于1905年出版新版的聂斯脱利著作残

篇，其中收进了许多以前不为人所知晓的残篇。比顿——贝克依据比狄

安正在研究的一部抄本，于1908年发表研究论文，企图肯定聂斯脱利的

正统派地位。最后，比狄安于1910年发表了叙利亚文本的聂脱利著作：

《赫拉克利德书》（Book of Heraclides），这部著作曾一度遗失。从那

时起，学者们一直就聂斯脱利的神学思想展开争论，但始终未能对这种

教义的确切本质形成一致定论。

总而言之，这个争论的核心问题就在于，人们从聂斯脱利在《赫拉

克利德书》中所说，与保留在他的对手著作之中看起来确实是其著作残

篇中所说之间难以取得一致看法。试图为那位不幸的牧首作出辩护的人

们认为，他的真实思想应当见于《赫拉克利德书》，而那些残篇则已被



人歪曲或断章取义，其目的是为谴责聂斯脱利寻找合法依据。另一些人

则认为，残篇和《赫拉克利德书》之间的不一致，是由于写作年代及当

时形势的不同而造成的：残篇写于聂斯脱利自信力量强大，因而将坚决

反对一切他以为异端的见解作为己任的年代中，而《赫拉克利德书》则

系一个战败者力求证明命运对其不公正而写的辩白文。持这种观点的人

指出：从残篇到《赫拉克利德书》写作年代间隔了整整20年，这段时间

足以使聂斯脱利反省到自己往日态度之愚蠢，并使他的思想趋于温和。

此外，还有一些人认为，就是聂斯托利在其最后著作中所表现出的基督

论，也与整个基督教会的基督论不相一致。

看来，这三种解释各自都有一些正确的因素。一方面，西里尔及其

从人在以弗所谴责的确实不是聂斯脱利的神学观点，而是加以丑化歪曲

的观点。另一方面，聂斯脱利在争论趋于白热化时也的确过分夸张了自

己的观点，他的一些弟子们似乎也以这种做法为荣，他们可以通过这种

方法而从这位牧首的主张中引出十分极端的结论，聂斯脱利本人也未采

取任何行动来澄清对于他的神学见解的种种歪曲。而当他遭到谴责、罢

黜和流放时，他终于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所在，但已为时过晚，来不及修

补了。

要想弄懂聂斯脱利的基督论，必须首先确定他所使用的术语的含

义，因为解释他的神学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本性”（nature）、“实
体”（hy-postasis）、“位格”（prosopon）、“合一”（union）等语汇意义

的理解。

在《赫拉克利德书》中，“本性”（nature）一词常常与形容词“完全

的”（complete）一起连用。在聂斯脱利看来，本性有完全与不完全之

分。不完全的本性可以相互结合而构成新的本性，这也可以称做“本性

合成”（natural composition）。例如，身体和灵魂即为不完全的本性。

另一方面，人性则是完全的本性，因为它与别的完全本性合一（在基督



那里就是与神性合一），不会形成新的本性。一种本性之所以完全，取

决于由它的“个性”（distinctions）、“差异性”（differences）或“特
征”（characeristics），不过这个词不能从距离的意义上，而应当从个

性、特殊性的意义上理解，一种本性正是有了这种个性或特殊性，才具

有规定性和可知性。

聂斯脱利在表述完全的本性之意时，常常使用“实体”一词。这种实

体并非与本性自身不同的另外一物，并非附加给本性的他物，而就是本

性自身，只不过它是“完全的”。

聂斯脱利使用的“位格”（prosopon）一词[除了其通常所具有的“功
能”（functon）和“人类个体”（human individual）之意而外]具有它在三

一论教义中含有的意义。圣父、圣子和圣灵是三个位格。然而，聂斯脱

利对这个词汇的用法并不严谨，有时他肯定基督里面有两个位格，而在

另一些场合下，他又说基督里面只有一个位格。因此，我们有必要弄清

在讨论基督论问题时，聂斯脱利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位格一词的确切含

意。

在讲到耶稣基督里面有两个位格时，聂斯脱利是在“本性的位

格”（natural prosopon）意义上使用该词的。他认为，本性的位格是一种

本性的形式，是使该本性成为完全的种种属性和个性构成的总和，因此

可以将之称为实体（hypostasis）。任何完全的本性都要通过其位格表现

为可知的和与他者不同的本性。照此说法，在耶稣基督那里，假若他的

神性和人性没有融合形成第三种本性，而是作为完全的本性继续存在，

那么，这两种本性必定具有自身的位格。这样便形成了基督里面有两个

位格的说法。

但是，该词在聂斯脱利那里还有另一层意义，即人们必须肯定基督

里面只有一个位格。这个位格就是聂斯脱利称做“合一的位

格”（prosopon of union），“运行的位格”（prosopon of



dispensation），“共同的位格”（com-mon prosopon）或“自愿的位

格”（voluntary prosopon）。这个位格就是圣子的位格，它与三位一体

中的第二位是同一的。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将其神性与人性合一——但

又丝毫无损于两种本性的位格，这两种本性的位格分别相当于在基督里

面合为一体的两种“完全的本性”（complete natures），或两个实体。

然而，最重要的是，聂斯脱利是在能动的意义上使用“位格”这个名

词。在这个意义上是不能加以静止的或有关本性的描述。耶稣具有神性

的位格，指的是他以上帝的旨意为旨意，按上帝的做法去做，并且是上

帝的真实启示。因此，对聂斯脱利而言，并不存在两个“本性”的问题，

并不是像两个不同的东西在耶稣里面结合起来。道成肉身是能动的存

在，是上帝的位格在有人性的耶稣身上的体现。

那么，人们应当怎样看待神性与人性在基督里面的合一呢？首先，

聂斯脱利相信有必要拒绝任何称此种合一为“本性的”或“实体的”合一的

说法。根据他对这些词意的理解，本性的或实体的合一系指两种本性结

合形成第三种本性而言。这是一种静止的、已完成的合一。倘若基督里

面的两性合一就是如此，那么，人们就不该谈论什么合一，而应当谈论

合一之后果才对。如果合一后的两种本性失去了它们的特性，那么，本

性位格亦将消失，因而人们关于后生成的本性的一切说法都只能言及此

一新的本性，而与其组成部分却绝不相关。更为甚者，只有两种不完全

的本性才能以此种方式相互结合，而聂斯脱利相信，救主里面两性的完

整性是一个绝对不能动摇的原则。因此，基督里面的合一不可能是两种

本性变成一种本性那样的合一。实体合一论（聂斯脱利视其为本性合一

的同义语），在聂斯脱利看来，只能是个诅咒。

在聂斯脱利心目中，本性合一是诸种本性的合一，这种过程始于诸

种本性，止于一种本性，在位格里面的合一……则是诸种本性的合一，

而非诸个位格的合一，这种过程始于位格，而非本性，止于位格，亦非



本性。

两种不同类型合一的根本区别在于，在“位格里面的”合一是能动性

的、不断更新的，就像一面镜中所映现的形象要更新要稳定，镜子才能

映现真实的“位格”，而聂斯脱利认为，他的反对者所提出的（本性或实

体的）合一是种混和的过程，其中各个本性原先具有的特性相互混杂，

以至消失殆尽。

这种合一是“自愿的”——在聂斯脱利的教义中，这是项受到极其苛

刻的批判的内容。这种说法并无主张合一纯为心理合一之意。根据聂斯

脱利的理解，自愿合一的基本含意不是指此种合一为某项决定之结果而

言，而是说明参加合一的诸本性未受外力干预而改变。本性的合一（即

两个不完全的本性为构成第三种本性而发生的合一）是不自愿的，因为

如此结合起来的诸本性失去了其原有性质。基督里面神性和人性的合一

是自愿的，其缘故不在于这个合一之中包含着上帝收人为其嗣子的活动

（这是聂斯脱利明确给予谴责的嗣子论教义），而在于神人两性的原有

性质和区别在合一过程中未受外力干预而发生变化。进而言之，基督里

面两性的合一是自愿的，这是就其产生于上帝的自由意志而言的，也是

就人性的意志与神的意志相互一致而言的。然而，这不能说明，聂斯脱

利相信此种合一直接可以解释成纯由神和人的意愿一致而形成的。

聂斯脱利在强调基督里面两种本性的完整，以及主张两种本性各具

有位格的过程中走到这样的地步，致使他难以赋予两性的合一以实在的

意义，尤其对那些持诸神静止“本性”观点的人，如他的反对者，更是如

此。在他看来，这种合一主要是种“连接”，因而两种本性都保留了各自

原有的、绝不可混淆的属性，而且积极参与在合一之中。因此，他绝无

可能接受“属性交流”教义，而该教义在当时不仅流行于亚历山大学派的

神学家之中，而且流行于西方的神学家之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流行于

观点较为温和的安提阿学派的神学家中间。这就是他反对用神的母亲作



为马利亚称号的基础。

马利亚不是神的母亲，因为上帝不可能有母亲。受造物和造物主之

间的区别从根本上排斥了上帝有母亲的可能性。马利亚只是一个充当了

神性的“工具”（instrument）或“圣殿”（temple）的人的母亲，而不是神

性本身的母亲。马利亚是“人的母亲”，或更准确地讲，是“基督的母

亲”，却不是神的母亲。如果不这样看，而是持相反的观点，就必然

会“造成本性的混淆”，并将形成一种既非人性亦非神性的第三种本性，

一种中介性的本性。

聂斯脱利观点中的有懈可击之处在于，他过分地强调了基督之神人

两性的区别，以及他无法用足够有力的语言来论述这两种本性的合一。

如果神人两性的关系就是人们在每一点上都可以而且必须区分二者，那

又怎么能够说上帝就在我们中间呢？因此，聂斯脱利争辩的并不只是简

单地关系到马利亚是否是神的母亲的问题，而且更主要的是关系到耶稣

基督的位格和事工问题——尽管对于聂斯脱利来说，他的其他神学观点

引导着他去攻击在当时的崇拜和虔敬生活中已经具有牢固基础的、赋予

马利亚的一项称呼，这是十分不幸的。

正是在反对聂斯脱利这种造成“分裂的”基督论过程中，西里尔发展

形成了自己的基督论。西里尔在这场争辩开始以前所持的基督论与阿波

利拿流之所见十分接近，因为他虽然赞成基督里面有人的魂魄，但此种

魂魄却不具有基督论意义。

构成其（指西里尔——译者）基督论的基本思想是，人系投胎转世

的灵性，因此，灵性不是要使自身与魂魄合一，而是要使自身同肉身合

一，方能形成人。据此观点来看，魂魄在道成肉身过程中便不具任何意

义。

进而言之，西里尔之倾向于阿波利拿流还表现于，他从一些他以为



是出自观点十分正统，但实际上却是阿波利拿流派人士所写的经文中找

出一个公式：“道成肉身的上帝的一种本性。”在阿波利拿流主义中，这

个公式所要反对的是基督的人性完全。据称，基督的人性因没有魂魄，

因而不能称做一种“本性”。这样，西里尔便因承认此信条为正统派传统

内容，而使自己立足于很不牢靠的基础之上。

然而，聂斯脱利争辩，以及后来与安提阿的约翰进行的谈判，都迫

使西里尔对自己的基督论教义详加论述并作出定义。

根据如此发展起来的西里尔基督论，神性和人性系以“位格合

一”（hypostatic union）的形式在基督里面相互结合——“位格合一”可能

是西里尔刚刚接触到的一个新术语，后来它又成为正统派的标志。西里

尔从阿波利拿流派关于“道成肉身的上帝的一种本性”角度来理解这样的

合一。但这不能说明，他完全拒绝主张“两种本性”的人们所使用的术

语。相反，他本人也时常讲到两种本性，不过他始终明确主张两性不可

相互脱离。同样，他也时常说基督的人性是一种“实体”。但另一方

面，“本性”、“实体”以及“位格”等都可以用来说明具有自身个体实在性

的事物。西里尔正是在这层意义上理解“道成肉身的上帝的一种本性”信
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基督的人性不具备自己的实体或本性，因为它

不是以自身的形式独立存在，而只存在于道的位格之中。

有些史学家认为，西里尔肯定了道不是同某个个人，而是同整个人

性合一。这种说法主张，西里尔是在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下采取以上观点

的。确实，他的著作似乎可以作为这种说法的佐证。但事实上，西里尔

并未否认救主的人性具有个性的观点。在讲到主的人性没有其位格时，

西里尔所希望的仅仅是指出它不能独立存在，它所赖以存在的根基在道

之中。

这种基督里面人两性“位格合一”的教义，构成了“属性交流”教义的

基础。由于道就是救主人性的“实体”或赖以生存的根基，因此，一切关



于这种人性的说法最终必须涉及到道。马利亚是神的母亲，这不仅是由

于基督的神性在她里面开始存在（这或许是种荒谬的说法），而且是由

于她是一个只能依靠与道合一而获得存在的人性的母亲，关于这个人

性，人们必须承认，它的一切属性都当归于道。这就必须承认，上帝不

仅由童贞女而生，而且还曾在迦利利行走，曾经受过难，并死去。

对于聂斯脱利，西里尔从未设法确切领会他的想法。相反，他歪曲

讽刺其对头的神学，然后对之大加挞伐。他认为，聂斯脱利没有就道临

在基督里面的方式，以及圣灵临在《旧约》中众先知身上的方式作出区

分。他称聂斯脱利肯定基督只是个受上帝支持的人。他宣扬，聂斯脱利

主张基督里面神人合一仅在耶稣诞生方告开始。简言之，他认为聂斯脱

利是个观点与提阿多徒斯和撒摩沙他的保罗类似的嗣子论者。

事实上，西里尔的主张与聂斯脱利的观点同样也是有懈可击的。如

果说聂斯脱利感到难以说明他如何去理解基督里面神人两性实在地合一

问题，那么，西里尔（至少在早期阶段中）把救主的统一性强调到如此

地步，以至于难以说清救主究竟在何种意义上确实、完全地为人的问

题，并且回避不了人性被同它合一的道所吸收的说法。不过，西里尔是

以基督论正统观点的主要捍卫者而流芳百世，而聂斯脱利却被列为基督

教会史上大异端分子。西里尔的好运气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于他在与安

提阿的约翰以及该派其他神学家谈判过程中被迫表现出来的温和态度。

这一点反过来又使他澄清自己的教义，以反对其往日的同盟者，这批人

也因为他在与安提阿学派言和过程中的温和态度转而反对他。尽管如

此，西里尔始终强调救主的统一性高于一切神人两性的区别。他坚信，

阿波利拿流派“道成肉身的上帝的一种本性”（one nature of God the Word
incarnate）短句是严格的正统派观点，并在与此信条保持一致的前提下

发展形成他的基督论。这就是基督论争辩的下一阶段中的基督一性派能

够引用已故的西里尔为证的原因所在。



第十八章　卡尔西顿会议

公元433年的重新合一信条在亚历山大学派和安提阿学派就基督论

问题展开的长时间斗争过程中，只是一种短期休战。西里尔虽然在谴责

聂斯脱利方面取得重大胜利，但其后的事实却证明了他必须以较为温和

的方式宣传他本人对基督论问题的观点。正是这种温和态度使他接受了

433年的合一信条。而且他在余生之中一直忠于此项信条。

但西里尔本人在同聂斯脱利斗争时却造成了一股难以控制的势力。

他的许多往日同盟者一如既往地深信，真正的信仰要求承认救主只具有

独一本性，任何接收安提阿学派两性教义之举就等于叛教，因此，他们

拒绝承认433年的和约已是最后定局。

另一方面，安提阿学派中也发生了类似情况。安提阿的约翰虽未曾

放弃其比较极端的盟友认定的真正信仰（因为433年的信条肯定了救主

的双重本性），但他却背叛了昔日的友人聂斯脱利。根据该派观点来

看，聂斯脱利所犯的罪过只不过是攻击了混淆神人两性的谬误而已。

这种局势决定了433年所取得的十分脆弱的平衡不能长期维持下

去。只要形势许可，战火还将再度燃起。这就是444年狄奥斯科鲁（Di-
oscorus）继西里尔之后任亚历山大牧首之职时所发生的情况。

狄奥斯科鲁在为他坚信的正统信仰而斗争所表现的热忱方面，和在

使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为其事业争取最终胜利方面，都远远超过他的前

任。他认为，433年的合一信条是异端派战胜了真正的信仰，也是该享

有东方教会首席地位的、古老的亚历山大主教座所蒙受的一个耻辱。

狄奥斯科鲁继承西里尔的职位之时，形势似乎对发动一场最终击败

安提阿学派的基督论，并使安提阿主教座蒙羞的斗争相当有利。在那座



古老的叙利亚城市（指安提阿——译者）里，主教的宝座已为多姆努

（Domnus）所据。多姆努于441年继任约翰的职位，他对隐修生活的兴

趣远在积极参与教会事务之上。因此，他将管理其主教区的事务托付给

赛勒斯的狄奥多莱（Theodoret of Cyrus）。狄奥多莱因博学多才而受到

许多人的敬重，但他也因与聂斯脱利过往甚密而遭到很多人怀疑。这

样，安提阿主教及其同人便处在易受攻击的位置上。此外，政治条件对

狄奥斯科鲁也很有利。狄奥多西二世因年老体弱而无力掌权，因而实际

上将国家事务交给掌礼大臣克里撒费乌（Chrysaphius）处理，这是位容

易接受亚历山大黄金引诱的人。最后，狄奥斯科鲁还受到遍布东方各地

（甚至包括安提阿城在内）的修道士们的支持，这批人正在寻求一次捍

卫纯正的信仰、反对异端派的机会。

狄奥多莱在安提阿的活动为狄奥斯科鲁发起进攻提供了机会。狄奥

多莱曾禁止某位名叫伯拉纠（Pelagius，注意不要与那位提出“伯拉纠主

义”的同名修道士混为一谈）的人讲授神学，因为此人的教义与当时多

数安提阿学派神学家的观点相抵触。随后，狄奥多莱又写出通常称为

《伊拉尼斯特书》（Eranistes）的三篇对话录，捍卫了两性论教义。这

部著作观点温和，态度恭谨；但无疑，它也含有作者对“混淆”基督两性

者所持的看法。

狄奥斯科鲁从狄奥多莱的活动中看出了安提阿学派的薄弱环节。他

让克里撒费乌说服皇帝颁布一项“反对聂斯脱利派”的通谕，但其矛头实

际上是指着安提阿学派的基督论而来。完全不出预料之外，这份通谕在

安提阿引起的惊惶失措如此强烈，致使自那时起狄奥斯科鲁便可轻而易

举地宣称狄奥多莱及其同伴们为不法分子。结果，皇帝命令狄奥多莱待

在赛勒斯，不准他继续扰乱其会众的宁静和从事其他活动。狄奥多莱在

赛勒斯力图通过著作继续其工作；但是，狄奥斯科鲁显然已成功地限制

了这位最重要的安提阿神学家有生之年的活动领域。



事情完全可以就此完结，但狄奥斯科鲁决计要让亚历山大彻底打败

安提阿，因此，他决心利用欧迪奇（Eutyches）一案来实现自己的目

的。欧迪奇是君士坦丁堡的修道士，他因为是克里撒费乌的教父而受到

当地许多人的赞扬和多数人的尊敬。在教义方面，他是聂斯脱利主义和

一切与之接近的教义的坚决反对者；但他却未以明确的语言述说自己的

基督论。

公元448年在君士坦丁堡举行的一次地方宗教会议上，欧迪奇被多

芮里亚的优西比乌（Eusebius of Dorilea）指控为异端。优西比乌素以反

对异端派的热忱出名，他热忱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一些支持他的神学

家也认为他的态度过于好战了。优西比乌攻击欧迪奇的依据是，这位修

道士拒绝承认433年的合一信条，而此信条已经由聚集在君士坦丁堡的

主教们确认为标准的正统观点。事实上，否认433年信条效用问题的并

非欧迪奇一人，他的许多东方同道都不愿意承认那份信条中含有的两性

论教义，但欧迪奇可能是依仗克里撒费乌和狄奥斯科鲁的撑腰，故而公

开反对433年的协议。

经过两派人士长期明争暗斗之后，欧迪奇终于出席了君士坦丁堡会

议，不过他是在士兵和宫廷官员们簇拥之下来参加会议的（或许是要让

到会的主教们知道，他们面临的是位重要人物）。看起来，他还不清楚

自己只是狄奥斯科鲁策略中的一个走卒而已。狄奥斯科鲁似乎已使皇帝

使节确信欧迪奇遭到谴责的消息。在这次谴责以后，狄奥斯科鲁便可以

成为欧迪奇事业的积极斗士，而欧迪奇恢复元气后还可以给其敌人以同

样的致命一击。正如狄奥斯科鲁所期待的那样，欧迪奇在君士坦丁堡会

议上受到了谴责。

我们难以弄清欧迪奇教义的确切内容。他拒绝承认“与我们同

质”（consubstantial to us）和“道成肉身后具有两种本性”（two natures
after the incarnation）等信条（二者均摘自433年的合一信条），尽管他



愿意承认救主“在合一之前属于两种本性”（of two natures before the
union）。据后人讲，他曾说基督的人身系从天上降临到人间来的。但

这似乎是言过其实了。欧迪奇的主张倒可能是这样的，即基督的身体由

于道成肉身之故而得到神化，因而再也不是“与我们同质”的身体了。无

论怎么讲，欧迪奇无疑是（如同教皇利奥所说）“粗心大意并且特别无

知的人”，他对西里尔作出的解释（他自称以西里尔观点为其神学基

础）也相当肤浅。他对聂斯脱利的解释也同样浅薄，因而他可以从一切

肯定基督里面有两性的说法中找到“聂斯脱利主义”（Nestorianism）。

他把西里尔和聂斯脱利的名字当做标签，硬贴在这两位神学家从未主张

过的教义之上，结果却使他自己的名字成为一种他从未持有的教义——
欧迪奇主义（Eutychianism）的标志，这或许是恰当的说法。

欧迪奇在君士坦丁堡会议上遭谴之后便向各大主教座的主教们提出

申诉，其中也包括罗马的主教利奥在内。另一方面，审判欧迪奇的主持

人、君士坦丁堡的牧首佛拉维安（Flavian）也致信罗马说明情况。这可

能正是狄奥斯科鲁所希望的，因为现在争端已由区域范围发展至普世范

围，这就有足够的理由来召开一次大公会议。而对于狄奥斯科鲁来说，

这样的会议是不难驾驭的。如果这个会议赦去了欧迪奇受到的处分，并

且谴责了曾经审判过他的那批人，那就将成为狄奥斯科鲁和亚历山大主

教座的一次巨大胜利。与此同时，为了证明召开大公会议的必要性，狄

奥斯科鲁有意拒绝在君士坦丁堡举行宗教会议的决定，并且为欧迪奇提

供联系。

最后，皇帝于公元449年在以弗所（Ephesus）召集一次大公会议。

大约130多位主教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从开始之时就已十分明朗，狄

奥斯科鲁（皇帝指定他主持这次会议）不愿意就自己的纲领作出半点让

步。出乎狄奥斯科鲁预料之外的是，罗马采取对立的态度，因为教皇利

奥写给君士坦丁堡的佛拉维安一封牧函[通常称为《大函》（Tome）]，
表示支持对欧迪奇的谴责。《大函》尽管在语调上颇委婉，但它却明确



声称，欧迪奇之遭谴完全正确，同时它也表明了利奥本人的基督论观

点。这位教皇认为，应该将欧迪奇视做属于“昭著的谬误师傅之行列，

因为他们从来不是真理的门徒”。欧迪奇的主要谬误，在于他否认救主

与人性同质，而道成肉身的尊荣并未消灭基督的人性。“正如上帝没有

因为表现出怜悯而发生变化那样，人（性）也不会被尊严所吞没。”相
反，两种本性间的区别即使在合一以后还将必然存在。

因此，在无损于合一在一个位格里面的各个本性和本体的特性的前

提下，尊严担当起谦卑，强大担当起弱小，永生担当起有死：为了给我

们的处境偿付赎金，神圣而不可冒犯的本性与具有可能性的本性合为一

体……这样便从真正的、完完全全的人性里诞生了真正的神，这位神既

在其自身里面保持完全，又在我们里面保持完全。……道发挥当属于道

的作用，肉身履行当属于肉身的职责。二者之中一个闪耀着神迹的光

辉，另一个屈从于伤害。如同道时时刻刻都在享有与其圣父同等的荣耀

一样，肉身也绝未超出我们的本性范围之外。

然而这段话不能说明利奥“分裂”了两种本性，就像聂斯脱利被指控

的做法那样，因为利奥明白地肯定基督里面只有一个位格，并认为应当

不断地肯定这种位格统一性。“因为我们必须再三重复，那同一者既是

真正的神子，又是真正的人子。”

利奥在这个阐述基督论教义的过程中没有提出什么标新立异之见，

也没有创立新学说的企求。相反，他所使用的信条就是德尔图良两个半

世纪以前所使用的那个信条，尽管德尔图良确实只是偶然提到“一个位

格”，而安布罗斯、哲罗姆以及利奥之前不久的奥古斯丁等确实也花费

了许多精力，想在西方教会里总结出一个其基本思想已为德尔图良论述

过的信条。

这样，古代基督教会的三大基督论流派：亚历山大学派、安提阿学

派和西方教会派，便因围绕欧迪奇而产生的争辩发生直接接触。三大派



别都赞成有必要肯定耶稣基督里面的神人两性合一，但它们在这个合一

是如何实现的问题上莫衷一是。

亚历山大学派有着自己悠久的传统，该派神学家们（此处当舍去奥

利金不言）一直试图通过宣扬逻格斯——肉身（Logos-flesh）类型的基

督论教义，来形成合一的信条。此种教义在阿波利拿流那里引出其必然

结论，故而自那时起就不再有哪位正统的神学家有意支持它了。但当时

还有一批出自阿波利拿流派人士之手，而又被归入某些正统派神学家

（特别是亚他那修）名下的著作流传于世，因此，亚历山大学派仍在寻

求与阿波利拿流观点类似的解决答案。5世纪期间最普遍的观点则是西

里尔的教义，这种教义主张实体（hypostasis）合一及基督里面没有人性

实体等说法。不过，西里尔的一些继承人从他的教义中看到了“分裂两

种本性”的危险倾向，因而回到古人关于救主单一本性的观点上去。由

于西里尔威望很高，并且他肯定了基督曾“属于两种本性”，这里的难题

当然要得到解决，因此，亚历山大学派便通过“道成肉身以前属于两种

本性，道成肉身后只有一种本性”的信条来完成这个任务。这就是说，

基督曾经是真正的人和神，但这里的区别只能在理智的水平上才能划分

（“在道成肉身之前”），因为“道成肉身以后”人性便为神性所吸收，致

使人们不可能再去讨论其人性如何的问题。

安提阿学派的神学家们以救主人性的实在性为其出发点，尽管他们

在撒摩沙他的保罗和幼斯塔提乌两起事件之后开始意识到肯定救主位格

之神性的必要性问题。更为甚者，聂斯脱利遭谴之后，安提阿学派人士

普遍体会到否认“属性交流”实际上就是否认道成肉身，因而也是否认耶

稣基督的救恩事工。因此，他们愿意承认基督里面神人两性的这种合一

就表示，真正的“属性交流”能够产生。但他们不愿接受“混淆”神性和人

性，致使后者丧失其原来特性的教义。

最后，西方神学家的立足点是经过安布罗斯、哲罗姆和奥古斯丁等



人总结归纳的古代德尔图良信条。由于西方人士日益感到，应当从替人

向上帝偿还欠债的角度理解基督的救恩事工（这种说法后来成为基督事

工的典型形式），因此，人们必须承认，救主必然是能够使此项事工得

以完成者。这就要求基督里面要有神性和人性的合一，但它又不要求对

此合一作出格外的理解。因此只要重申那古人的信条，不过同时还要说

明，其中绝无救主的人性为其神性所吸收之意。这就是利奥在其《大

函》中所要表达的思想。

上述三大基督论派别相逢于449年的以弗所大公会议上。此次会议

的结果，在第一次会议之前，就可以预料。狄奥斯科鲁有克里撒费乌为

他撑腰，并通过克里撒费乌而获得皇帝本人的支持。而且他还聚集了为

数众多的一批主教和狂热的修道士，这些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来为“纯
正的信仰”赢得胜利。安提阿学派观点最有能力的捍卫者、赛勒斯的狄

奥多莱，被皇帝禁止参加此次公会议。最后，根据会议开幕前两天颁布

的一项敕令，皇帝指派狄奥斯科鲁主持大会，并授权给他，允许他禁止

任何企图对由尼西亚会议（325年）和以弗所会议（431年）宣布的信仰

内容进行增删活动者的发言。

在这种条件下，449年的以弗所会议只能成为利奥接下来称它的那

样，是次“强盗会议”（a robbers’synod）。会议不顾佛拉维安和教皇代

表的抗议，始终没有宣读利奥的《大函》。佛拉维安可能在会上受到粗

暴对待，因而几天后便溘然长逝。第一个对欧迪奇进行指控的多芮里亚

的优西比乌，因为宣传“合一以后的两种本性”教义而遭到谴责和放逐。

欧迪奇被宣布为完全的正统派。一些先前谴责过他的主教现在又改变主

张，并且反过来诅咒那些谴责欧迪奇的人。其次，此次会议承担了谴责

和放逐安提阿学派基督论主要代表人物的任务，其中包括安提阿的多姆

努、赛勒斯的狄奥多莱和埃德萨的伊巴斯（Ibas of Edessa）。最后，会

议颁布教令，规定今后只有不相信聂斯脱利及其同伙的教义者方可被按

立为神职人员。这样，无论是在神学方面，或是在政治方面，亚历山大



最后战胜安提阿似乎已是定局。

然而，教皇利奥是不愿屈从一个被他称为强盗集会的会议所通过的

教令和决定的。不久他就收到佛拉维安、狄奥多莱和多芮里亚的优西比

乌的来信。此外，他又从作为教皇使团成员出席大会的执事希拉利乌

（Hilarius）那里，闻知有关会议种种做法的直接消息。利奥立即采取

行动，发动一场反对以弗所会议所作所为的斗争。他写信给主教们、修

道士们、政治家们，以及皇室成员。但他的一切努力都成为一场徒劳。

皇帝和其手下掌权者不愿意再次开展不久前已为此事召开过以弗所大公

会议的讨论。

“强盗会议”后一年不到，皇帝不慎落马摔死，遂使形势发生了根本

变化。皇帝的妹妹帕尔切莉娅（Pulcheria）和她的丈夫马尔西安（Mar-
cian）继任皇帝。帕尔切莉娅始终是教皇利奥寄希望最大的对象之一

——事实上，她之所以在其兄弟执政期间被逐出宫廷的原因之一就是她

反对狄奥斯科鲁和克里撒费乌。现在轮到她和丈夫着手取消不久前召开

的以弗所会议所采取的行动了。不久，被狄奥斯科鲁放逐的主教们纷纷

返回各自的职守；佛拉维安的遗骸被以隆重的礼节移葬进使徒大教堂；

过去曾经追随狄奥斯科鲁的新任君士坦丁堡主教，现在宣布拥护利奥的

《大函》；在各行省中，许多人相继仿效这位京都主教行事；最后，两

位皇帝决定于公元451年5月在尼西亚召集主教们举行一次新的会议。

由于某些实际原因，这次会议（通常称为第四次大公会议，但所谓

聂斯脱利派和基督一性论派却不承认它）最后在卡尔西顿举行。520名
主教（迄至当时为止，这是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在圣幼费米亚大

堂（Basilica of Saint Euphemia）举行集会，此外还有由18个人组成的皇

家使团出席了会议。

会议接受了教皇使团的要求，首先讨论狄奥斯科鲁和449年会议的

问题。会上宣读并讨论了以弗所会议的法令文献。文献宣读完毕时，几



个参加那次会议的主教当众忏悔，承认自己因受到威胁和由于惧怕而被

人利用了，还有些人则称自己当时被弄糊涂了。狄奥斯科鲁仍坚持己

见，肯定基督曾“属于两种本性”，但不是“具有两种本性”，这就是佛拉

维安、多姆努、伊巴斯和其他人被放逐的原因。结果是狄奥斯科鲁遭到

谴责、放逐和流放的处分。不久以后他便在流亡中死去。狄奥斯科鲁受

到基督一性论者的尊敬，并且被他们视为捍卫真正信仰的斗士；而正统

派却几乎忘却了他，他们认为，狄奥斯科鲁只不过是个运用其主教座的

权威和影响将自己的教义强加给他人的狂热分子。他在“强盗会议”上的

追随者们在忏悔了先前的错误之后得到宽宥。最后，在449年被狄奥斯

科鲁及其追随者放逐的主教们又回到各自的教座，唯有安提阿的多姆努

除外，他宁愿继续过隐修生活，而不愿再度承担主教的任务。

会议在起草认信文时遇到一些周折。第三次大公会议（以弗所会

议，431年）通过的第七条教法宣称，任何人都不得编订或提倡与尼西

亚精神不同的信仰条文。许多人将此视为不得编写新信经的禁令，因而

反对由卡尔西顿会议通过新的教义信条。持这种反对意见者最后在皇帝

的压力下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同时也是因为事实显然已证明，《尼西亚

信经》还不足以结束眼前的争辩，因为争辩的双方都表示愿意接受《尼

西亚信经》，并各自依之为据。

会议在西里尔和利奥的意见分歧中遇到另一个难题。西里尔始终强

调“上帝之道化成肉身的一个本性”，因而对在基督里面相应于其神性的

部分和相应于其人性的部分作出过于明确划分的人一直持怀疑态度。在

两种本性问题上，西里尔认为可以谈论“道成肉身”之前的两种本性，甚

至还说过基督属于两种本性，但绝口不言基督存在于两种本性之中。与

此相反，利奥的《大函》则肯定，合一以后的基督里面有着两种本性，

人们可以分辨基督的人性和神性，因此可将某些性质归于一种本性，而

将其他一些性质归于另一种本性，尽管“属性交流”是不能忽略的，否则

道成肉身就不具任何意义了。人们只要不把“属于两种本性”理解成双重



本性只存在某个观念的时间里，即“道成肉身之前”，而在耶稣基督实际

位格里面，即“道成肉身之后”，则只有一种本性，那么，上述两种信条

便完全可以互相一致。这正是欧迪奇在君士坦丁堡会议上坚持的观点，

结果他在那次会议上受到了谴责。449年的以弗所会议所宣布的也是这

种观点。由于这个缘故，西方教会的代表和一些安提阿学派人士虽然承

认西里尔的权威和正统地位，但又认为他的“属于两种本性”信条不够说

明问题，因而主张“在两种本性之中”的教义。

此处没有必要讨论会议所经历的长时间争论的细节。不过会议最终

还是写成一份信条，即流传给后人的《卡尔西顿信仰宣告》（Definition
of Faith）。

我们随诸圣教父之后，异口同声地承认，主耶稣基督是一位完全的

神。在神性中他是完全的，在人性中他也是完全的。是真神又是真人，

有人的灵魂和身体。以神性言，他与父同体（质）。以人性言，他与我

等同体（质）。在一切事上，除了罪恶，与我等相同。以神性言，在万

世之先，由父而生，后来为我等人类的拯救，以人性言，由童女马利亚

即神之母而生。

这一位基督，神之独生子，具有二性，这二性不紊乱，不交换，不

分开，不离别。二性之特点，不因相合而丢失，但各性之特点，反因一

位中之相合而保存于一位（prosopon）和一实体（hypostasis）中——不

是分开的，或离别成为二位，而是同一位子，是独生的。神圣之道，主

耶稣基督，如古代先知所言者，如主耶稣所教者，如信经的教父所传

者。

出席卡尔西顿会议的主教们在编写和通过这份信式，以及在认可利

奥的《大函》和西里尔的教牧书函的过程中，并不以为自己在破坏有关

不得提出违反尼西亚信仰的教义的以弗所禁令。相反，他们将《卡尔西

顿信仰宣告》视作尼西亚信仰的补充，尽管他们把尼西亚信仰同那次大



公会议之后出现的争辩联系在一起。教会的信经仍将是《尼西亚信

经》，不过现在要用《卡尔西顿信仰宣告》对之重做解释。宣告不仅谴

责了“混淆”救主两种本性的欧迪奇之流，同时也谴责了“分裂”救主本性

的聂脱斯利之流。西里尔和欧迪奇使用的“属于两种本性”一说没有受到

明确谴责，尽管会议拒绝了欧迪奇对此说法的理解方式。同样，“在两

种本性之中”虽然得到大会的承认，但聂斯脱利对此说法的观点却遭到

明确的反对。

皇帝马尔西安和帕尔切莉娅召开此次公会议的目的看来已经实现。

会议在谴责了各种极端的观点和先前的异端派之后，又达成了一份得到

极大多数主教赞同的信条。然而，会议所取得的一致性更多的是表面现

象，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实说明，会议结束后不久便出现了不愿接

受《信仰宣告》的少数派意见。因此一些持异议的派别兴起，他们身处

主流教会之外，至少流传到20世纪。而且，即便在承认卡尔西顿会议精

神的人们当中，也在《信仰宣告》的解释方式上存在着不同意见。这些

意见分歧时时引出激烈的争吵。罗马本身在破坏此次会议的权威性方面

也发挥了作用，它拒绝接受会议的第二十八条教规，该教规允许君士坦

丁堡主教座可以享受与罗马主教座“同等的特权”。结果，基督论争辩又

持续了几个世纪。不过，关于后来基督论争辩的情况应该留给这部《思

想史》的下一卷来论述。



第十九章　坚持使徒传统抑或背教？

看来，一切迹象都表明，主教们在离开圣幼费米亚（Saint
Euphemia）教堂大殿时，深信自己是忠于使徒的信仰的。然而，他们的

这种想法正确吗？难道人们不可以将从圣灵降临之日到卡尔西顿会议之

时的基督教思想发展史视为莫大的，尽管是不自觉的，为虚妄的哲学和

教义细节之故而放弃了最初的福音的背教过程吗？这个最初为犹太人的

信息是否已经希腊化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它已不再是犹太人的信息了？

情况或许就是如此。不过，这里我们必须要讨论某些因素。这些因素将

要证明，这其中涉及的问题比初看上去要复杂得多。

首先，如果说基督教就是道成肉身的信息，即通过成为我们众人之

一而来到这个世界的神的信息，那么，怎么能因为它通过自身的希腊化

而进入希腊世界的缘故去指责它呢？如果不是这样，它就会成为死板板

的，非道成肉身的基督教，那样或许可以保持其最初形式，但它也就会

因此而无法进入周围的世界了。

其次，如果我们能认识到基督教神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

危险，那就必然会得出第二个看法。希腊文化不仅是一种普遍的文化态

度，它还有着能够对基督教信守其最初信息造成威胁的内容。古典希腊

哲学是导致希腊文化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一种基本上以静止

的眼光理解存在的哲学。当基督教徒开始称上帝为“不受动的最初推动

者”（“Prime unmoved mover”）时，这将对他们关于上帝与历史的关

系，以及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历史的组成部分等等的理解产生何种

影响呢？

当基督徒们开始把上帝定义为对一切人的性质的否定时，他们又怎

么能够肯定被给以这种定义的上帝可以成为人呢？这样，基督教思想在



其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大量难题，都是由于试图将最初的犹太教——基

督教传统关于上帝的说法，与通过被希腊传统称为理性者而获得的关于

上帝的知识相互调和而造成的后果。当然，这里关于理性的观点并非对

理性的唯一可能的理解。

最后，人们必须问，4世纪初期开始的“君士坦丁

化”（Constantiniza-tion）影响基督教思想的发展到何等程度。时常受迫

害而又没有政治势力的早先几代教会，比起本册结束时所提到受帝国势

力支持而常屈从帝国的教会，存在着极大的不同。只要从公元449年召

开的“强盗会议”和两年后举行的卡尔西顿会议之间所发生的事件中，就

可以清楚地看出，形势的变化如何影响基督教思想的发展。而且，甚至

在权力对神学的明显影响之外（在本书接下去的两卷中有更多这方面的

例子），还有研究神学者的社会观点的变化对神学所产生的较为微妙的

影响。许多世纪以来，神学家以及一般的教会对社会、政治和经济所持

的态度如何影响对福音的解释，还没有加以研究。因此，我们只能在此

提醒读者对这些问题加以注意，并允诺将来会做这种研究。

同时，在对卡尔西顿会议之前的基督教思想发展做了一个概括性的

评价之后，可以肯定无疑地说，这种发展是基督教的希腊化。这种希腊

化不仅是对形式问题或术语而言，也是对基督教本质的理解。如果其他

较为理想的哲学解释基督教或可避免所产生的问题，但是很难想象在当

时知识界的气氛中，能真正有基督教思想得以长期遵循的其他哲学解

释。而且，虽然对基督教做了希腊化的理解，基督教教义的总发展本能

地排斥了希腊化的某些极端思潮，也排斥了可能否定基督教信仰中上帝

在基督之中与世人得到和解这个基督教基本信条的其他影响。



附录

进一步阅读书目

现在读者手中的这套书是作为基督教思想史的入门读物，因此不能

代替原始资料的阅读。下面所列举的资料应该和此卷书的相应章节一起

阅读。下面这个附录将为读者列出一些阅读资料。

有大量的基督教作品译成英文。首先，应该提到的是10卷本的《尼

西亚会议前教父文集》（The Ante-Nicene Fathers, ANF）与28卷本的

《尼西亚会议及其后教父文集》（The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NPNF）。这些资料集是上个世纪翻译成英文的，而英语译文有不便于

表达原作的地方。另一方面，感谢Wm.B.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Grand Rap-ids, Mich.）重印这些文集，使得读者可以很容易

地在图书馆中找到，并可以很便宜地买到这些书。它们相当全面且具有

代表性。当然，在它们出版以后才发现的作品尚未收入其中。由

Newman Press（Westminster, Md.）出版的系列著作Ancient Christian
Writers（ACW），收入了整部著作的优秀译文。由Westminster
Press（Philadelphia）出版的Library of Christian Classics（LCC）系列，

是一部精选集，有相当长的节选文章，有时甚至选择整部作品。

虽然，我给读者推荐了较长的节选性文章或整部作品供读者阅读理

解。我也要给读者提供包括一些较短文章的选集。这样的选集有：

Hugh T.Kerr, Readings in Christian Thought（Nashville：Abingdon，
1966）；Col-man J.Barry, Reading in Church History，3 vols.
（Westminster, Md.：New-man，1966）；Henry Bettenson, The Early
Christian Fathers（London：Oxford University，1956）；Henry



Bettenson, The Later Christian Father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1970）。有时，应该提及其他翻译和选集。

下面提出一些最基本的资料作为这一卷书的补充：

Ⅰ.使徒后期教父（第三章）

A.伊格内修斯（Ignatius），Epistle to the Ephesians

1.ANF，1:49～58（这一作品包括两个版本。在左边一栏较短的版

本是原稿。）

2.ACW，1:60～68

3.LCC，1:87～93

4.Barry，1:21～23（选集）

5.Bettenson, Early……，pp.54～57（选集）

B.十二使徒遗训（Didache）

1.ACW，6:3～25

2.LCC，1:161～170

3.Barry，1:25～28（选集）

4.Bettenson, Early……，pp.69～72（选集）

Ⅱ.护教士（第四章）：殉道士查斯丁（Justin Martyr），I
Apology，1～17，44～46



1.ANF，1:163～168，177～178

2.Kerr, pp.20～25（几乎是相同的选集）

3.Barry，1:31～36（相似的选集）

4.Bettenson, Early……，pp.80～87（相似的选集）

Ⅲ.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第五章）：The Gospel according to
Thomas

1.R.M.Grant and D.N.Freedman, The Secret Sayings of Jesus（Lon-
don：Fontana Books，1960），pp.112～182（既包括文本也包括连续不

断的评注）

2.J.Doresse, The Secret Books of the Egyptian Gnostics（New York：
Vi-king，1960），pp.455～470

Ⅳ.艾雷尼厄斯（Irenaeus，第六章）：Against Heresies，3.1～5，15
～22

1.ANF，1:414～418，439～455

2.Kerr, pp.28～36（另一选集）

3.Barry，1:44～46（非常短的节选）

Ⅴ.德尔图良（Tertullian，第七章）：

A. Prescription against Heretics

1.LCC，5:31～64



2.ANF，3:243～265

3.Kerr, pp.37～42（选集）

B. On the Fl～esh of Christ，1～5

1.ANF，3:521～526

2.E.Evans, trans.，Tertullian's Treatise on the Incarnation（Lon-don：
spck，1956），pp.5～81

Ⅵ.亚历山大学派（第八章）：

A.克莱门特（Clement），Exhortation to the Heathen，10～11

1.ANF，2:197～206

2.G.W.Butterworth, trans.，Clement of Alexandria, in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pp.197～251

B.奥利金（Origen），On First Principles，前言及1.1～6

1.ANF，5:239～262

2.G.W.Butterworth, trans.，Origen on First Principles（London：
SPCK，1956），pp.1～58

3.Barry，1:59～62（前言）

4.Kerr, pp.43～47（另一选集）

Ⅶ.西普里安（Cyprian，第九章）：On the Unity of the Church



1.LCC，5:124～142

2.ACW，25:43～68

3.ANF，5:421～429

4.M.Bévenot, trans.，Cyprian De Lapsis and De Ecclesiae Catholicae
Unitate（Oxford：Clarendon Press，1971），pp.57～99

5.Barry，1:62～67（选集）

Ⅷ.三一论神学争论（第十章到第十五章）

A.阿利乌（Arius）

1.Letter to Eusebius of Nicomedia

a. W.G.Rusch, ed.，The Trinitarian Controversy（Philadelphia：
Fortress，1980），pp.29～30

b. LCC，3:329～331

2.Letter to Alexander of Alexandria, in Rusch, pp.31～32

B.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Eusebius of Caesarea），Letter to His
Church

1.Rusch, pp.57～60

2.LCC，3:336～340

C.亚他那修（Athanasius），Orations against the Arians，1



1.Rusch, pp.63～129

2.NPNF，2nd series，4:306～343

D.尼撒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Nyssa），To Ablabius

1.Rusch, pp.149～161

2.LCC，3:256～267

3.NPNF，2nd series，5:331～336

E.奥古斯丁（Augustine），On the Trinity，9

1.Rusch, pp.163～179

2.NPNF，1st series，3:125～133

3.LCC，8:57～71

4.W.J.Oates, ed.，Basic Writings of Saint Augustine，2 vols.（New
York：Random House，1948），2:789～803

Ⅸ.基督论论争（第十六章到第十八章）

A.聂斯脱利（Nestorius），Letter to Celestine：LCC，3:346～348

B.亚历山大的西里尔（Cyril of Alexandria），ⅢLetter to聂斯脱利：

LCC，3:349～354

C.大利奥（Leo the Great），Dogmatic Epistle to Flavian（Tome）

1.LCC，3:360～370



2.Barry，1:97～102

3.NPNF，2nd series，12:38～43

4.Bettenson, Later……，pp.278～280（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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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译本第一版序言

写一篇序言始终是一件颇费周折的事，因为作者清楚地知道，他在

最后所写的东西，很可能是读者最先读到的东西。在这个特殊的情况

下，这种颇费周折由于这样的事实而加剧了，即这是一套三卷的“第二

卷的序言”，因而我很想把它当做一个机会，来总结我到目前为止所做

的事情，并指出我打算怎样撰写第三卷。

然而，除了对第二卷的范围和编排做两点说明之外，我还是放弃了

上述的想法。第一点说明是，正如我认为没有将奥古斯丁写进第一卷而

把他放在第二卷的开头是恰当的那样，在这一卷中，我决定把基督教思

想发展的历史只写到宗教改革前夕，而不包括宗教改革本身，也不对文

艺复兴和人文主义详加讨论。这些主题将是这部《思想史》最后一卷的

出发点。我必须做的第二点说明是，我在这里又一次试图把这部《思想

史》写得更加全面，包括基督教所有的主要派别，因此把经常被忽略的

东方教会的发展情况也写了进去。如果读者觉得把东方神学这样穿插进

去，会割断叙述的连贯性，那很简单，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按另一

种顺序去阅读论述东方和西方教会的各章。

最后，是关于致谢的话。这本书是在许多人的帮助下写成的，而我

应该致谢的人又无法在这里一一列举，因此，我提到的几位，可作为所

有那些我应该致谢的人的代表。耶鲁神学院和波多黎各福音神学院图书

馆的管理员雷蒙德·P.莫里斯博士和威尔玛·莫修尔德女士给了我极为热

情和慷慨的帮助，前者在我利用一个休假年在耶鲁大学准备本书稿时给

予帮助，后者曾为我提供数以百计的书刊以满足我研究的需要。神学教

育基金会为本书的写作提供慷慨的资助，为此我也表示感谢。有好几位



人士分担本书的打字，但承担最重的是雷蒙尼塔·C.布鲁格罗斯夫人，

她还打了全部的西班牙语手稿；还有F.伊丽莎白·亚当斯女士和琼·B.考
德威尔夫人。我对他们表示感谢，不仅为了他们所做的工作，而且也为

了他们对编写这部书的计划本身所表示的兴趣。

胡斯都·L.冈察雷斯

埃默里大学

1971年大斋期



第二卷　从奥古斯丁到宗教改革前夕

缩略语

ActHung

Acta antiqu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ACW

Ancient Christian Writers

AHDLMA

Archives d'Histoire doctrinale et litéraire du Moyen Age

AlAnd

Al-Andalus

AmBenRev

American Benedictine Review

AmEccRev

American Ecclesiastical Review

Ang



Angelicum

AnnTh

L'Année Théologique

AnnThAug

L'Année Théologique Augustinienne

AnSacTarr

Analecta Sacra Tarraconensis

Ant

Antonianum

ArchFrHist

Archivum Franciscanum Historicum

ArchPh

Archives de Philosophie

ARG

Archiv für Reformationsgeschichte

Aug

Augustinus



Auga

Augustiniana

Augm

Augustinianum

BAC

Biblioteca de Autores Cristianos

BibOr

Bibliotheca Orientalis

BijGesch

Bijdragen tot de Geschiedenis

BogSmotra

Bogoslovska Smotra Ephemerides Theologicae

BThAM

Bulletin de Théologie Ancienne et Médiévale

CD

La Ciudad de Dios

CECath



Cahiers des études Cathares

CH

Church History

CienFe

Ciencia y Fe

CienTom

Ciencia Tomista

CollFranNeer

Collectanea Franciscana Neerlandica

CommSanct

Communio Sanctorum

CSCO

Corpus Scriptorum Christianorum Orientalium

CSEL

Corpus Scriptorum Ecclesiaticorum Latinorum

CuadEstGall

Cuadernos de Estudios Gallegos



CuadSalFil

Cuadernos Salmantinos de Filosofía

Denzinger

Enchiridion Symbolorum Definitionum et Declarationum（ed.
Denzinger and Rahner），31st edition，1957

DHGE

Dictionnaire d'Histoire et de Géographie Ecclésiastiques

DissAbs

Dissertation Abstracts

DivThom

Divus Thomas：Commentarium de Philosophia et Theologia

DKvCh

Das Konzil von Chalkedon：Geschichte und Gegenwart（ed.
Grillmeier und Bacht）

DomSt

Dominican Studies

DOP

Dumbarton Oaks Papers



DS

Dictionnaire de Spiritualité

DTC

Dictionnaire de Théologie Catholique

EchOr

échos d'Orient

EncCatt

Enciclopedia Cattolica

EngHisRev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EphemMar

Ephemerides Mariologicae

EstEcl

Estudios Eclesiásticos

EstFran

Estudis Franciscans

EstudiosFran



Estudios Franciscanos

EtAug

études Augustiniennes

EtFran

études Franciscaines

FrancSt

Franciscan Studies

FranzSt

Franziskanische Studien

FrFran

La France Franciscaine

GCFilIt

Giornale Critico di Filosofia Italiana

GM

Giornale di Metafisica

Greg

Gregorianum



GuL

Geist und Leben

HistZschr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HorSem

Horae Semiticae

HTR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Hum

Humanitas

IntkZtschr

Internationale kirchliche Zeitschrift

JEH

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JHP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JKGSlav



Jahrbücher für Kultur und Geschichte der Slaven

JMedRenSt

Journal of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JRel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LCC

Library of Christian Classics

Mansi

Sacrorum Conciliorum Nova et Amplissima Collectio（ed. Mansi）

MedSt

Mediaeval Studies

MiscFranc

Miscellanea Francescana

ModSch

Modern Schoolman

Ms

Manuscripta



MSR

Mélanges de Science Religieuse

NedTheoLTschr

Nederlands Theologisch Tijdschrift

NSch

The New Scholasticism

OgE

Ons geestelijk Erf

OrChr

Orientalia Christiana

PatMed

Patristica et Mediaevalia

PG

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us……series Graeca（ed. Migne）

PL

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us……series Latina（ed. Migne）

PO



Patrologia Orientalis

RCHist

Rivista Critica di Storia della Filosofia

RelCult

Religiòn y Cultura

RET

Revista Espaňola de Teología

RevAscMyst

Revue d'Ascetique et de Mystique

RevBened

Revue Bénédictine

RevEsp

Revista de Espiritualidad

RevEstGall

Revista de Estudios Gallegos

RevEtAug

Revue des études Augustiniennes



RevStSl

Revue des études Slaves

RevPhil

Revue de Philosophie

RevPhLouv

Revue Philosophique de Louvain

RevPortFil

Revista Portuguesa de Filosofia

RevUMad

Revista de la Universidad de Madrid

RFilNSc

Revista di Filosofia Neoscolastica

RHPhRel

Revue d'Histoire et de Philosophie Religieuse

RnsPh

Revue néoscolastique de Philosophie

RQH



Revue des Questions Historiques

RRosm

Rivista Rosminiana

RScPhTh

Revue des Sciences Philosophiques et Théologiques

RScRel

Recherches de Science Religieuse

RStLet

Rivista di Storia e Letteratura Religiosa

RThAM

Recherches de Théologie Ancienne et Médiévale

RThLouv

Revue théologique de Louvain

Sal

Salmanticensis

Sap

Sapientia



Sapza

La Sapienza；Rivista di Filosofia e di Lettere

SC

Sources Chrétiennes

Sch

Scholastik：Vierteljahrschrift für Theologie und Philosophie

SJT

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

SM

Sacramentum Mundi

Spec

Speculum：A Journal of Medieval Studies

StCath

Studia Catholica

StFran

Studi Francescani

StMed



Studi Medievali

SVNC

Scriptorum Veterum Nova Collectio

Theoria

Theoria：Swedish Journal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ThGl

Theologie und Glaube

ThPhil

Theologie und Philosophie

ThR

Theologische Revue

TLztg

Theologische Literaturzeitung

TQ

Theologische Quartalschrift

Tut

Tijdschr voor Theologie



Viv

Vivarium

VyV

Verdad y Vida

Wuw

Wissenschaft und Weisheit

ZKT

Zeitschrift für katholische Theologie

ZschrKgesch

Zeitschrift für Kirchengeschichte

ZschrPhForsch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第一章　奥古斯丁的神学

上一卷写到公元451年，即卡尔西顿公会议的年代。但是，那一卷

的最后几章只论述在东方发生的基督论争论，而把三位一体争论以后西

方神学的发展放在一边。现在我们必须回到西方，回到4世纪末和5世纪

初，以便研究奥古斯丁的神学。

奥古斯丁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他是最后一

位古代基督教作家，又是中世纪神学的先驱者。古代神学的主要流派汇

合在他身上，从他身上发展起来的不仅是中世纪的经院主义，而且还有

16世纪的新教神学。

他的神学不是在抽象的苦思冥想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为了要建立

一个体系而发展起来的，而是在他一生所经历的各种争论的背景中形成

的，所以最好是通过介绍他的生平来进入他的神学。

青年时期

奥古斯丁于公元354年生在北非的一个小城镇塔格斯特

（Tagaste），他的母亲是基督教徒，父亲是异教徒。关于他的青年时期

和他的信教经过，我们的主要根据是他的《忏悔录》（Confessions）。

这是一部宗教性的自传，在这本书里他试图叙述，上帝怎样在他早年引

导他一步步前进，尽管他是那么叛逆和不信。因此，这本书是古代一部

难得的文学杰作，对于研究奥古斯丁一生的经历如何影响他的神学的形

成，也是十分重要的资料。

奥古斯丁住在塔格斯特，直到为了继续求学才搬到另一个城市。这

促使他先到附近的玛道拉（Madaura），以后——当他十七岁的时候

——到了迦太基（Carthage）。他在那里学习修辞学，同时过着放纵的



生活，和一个情妇姘居，那人一年后给他生了一个独生子阿丢达都斯

（Adeodatus）。奥古斯丁虽然生活放荡，但是继续研究修辞学，而且

似乎成了该城最有口才的演说家之一。

正是在这个时候，奥古斯丁为了改进文风，便着手研究西塞罗的

《百花园地》（Cicero's Hortensius）。他钻研这部著作，虽然只是为了

追求词藻的华丽，可他却从中听到一个强有力的召唤，要他寻求真理。

在日常的学习中，我偶然见到一本西塞罗的著作。他的语言，但不

是他的心，是众所共仰的，书名叫《百花园地》。这书的确使我的爱慕

之心起了变化，使我转向您，我的主，祷告并使我另有所望，另有所

求。对我说来一切奢望突然变得毫无价值，而且我怀着难以置信的满腔

热忱，渴望得到智慧的永生。我要从此振作起来，以期归向于您。

可是，这样的寻求真理，并没有引导年轻的奥古斯丁归向正统的基

督教信仰，却归向了摩尼教（Manichaeism）。

摩尼教

关于摩尼教的起源和教义，人们今天比在三十年前所了解的要正确

得多，因为近来发现了摩尼教的几种重要文献，纠正了以前对这一教派

的片面的和有些歪曲了的看法，这些看法是从基督教对它的争论和批驳

中得来的。

摩尼教的创始人摩尼（Mani），公元216年生于巴比伦

（Babylon）。他的父亲可能是一个具有诺斯底主义（Gnostic）和禁欲

主义倾向的小教派的成员。因而摩尼似乎是在这样一个社团里出生和成

长起来的。他十二岁时得到了天启，叫他脱离他在其中成长起来的这个

教派，不过十二年之后，一个新的天启使他变成一个新的“光明之

教”（religion of light）的先知和使徒。他在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甚至印



度传教之后，触犯了政府，被捕入狱，并且被戴上镣铐，以致不满一个

月就死了。有一个时期，他的信徒们分裂了，但公元282年前后，在一

个名叫西星尼乌斯（Sisinius）的人的领导下又团结起来。在那期间，摩

尼教开始向外扩展，东至印度和中国，西至巴勒斯坦和埃及。不久，它

的教徒已遍及地中海沿岸各地，并通过讽刺嘲弄正统基督教教义而赢得

追随者。

摩尼教教义因袭古代诺斯底教的模式（Gnostic pattern），试图通过

天启，使我们知道我们神圣的起源，并使我们摆脱物质的束缚，从而为

人类境遇的神秘之谜提供一个答案。根据这种教义，人的灵魂是神圣的

实体的一部分，并且为了实现其命运，回到神圣的实体那里去。与此同

时，人的灵魂遭受到难熬的痛苦，这种痛苦纯粹是人的灵魂在今生今世

和恶的本原结合在一起所造成的。另一方面，善的本原已经由几位先知

启示出来，其中最主要的先知是佛陀、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和耶

稣。摩尼本人就是这些先知的光辉门第的一脉相传，虽然他是他们中间

的最后一个。在他之前的先知只给人留下了不完全的和片面的天启，摩

尼这时却将最终极的真理彰显出来，佛陀、琐罗亚斯德和耶稣为之作见

证的正是这种真理。再者，摩尼就是圣灵保惠师的化身（incarnation of
Paraclete），他所启示的不仅是一个宗教真理，而且是一种完备的科

学，这种“科学”所包括的几乎完全是一系列有关世界起源及运转的神

话。在这些神话里，占据舞台中心的是两个对立的本原的永不休止的斗

争，这两个对立的本原叫做光明与黑暗（Light and Darkness）。但是，

尽管这种所谓的“科学”具有神话的性质，它还是能够赢得奥古斯丁这样

的人的想象与信服。

奥古斯丁始终不过是摩尼教的一个“旁听者”，似乎也从未打算加

入“完人”的行列。摩尼教根据善恶二元论（dualism），提倡这样一种摒

弃情欲的伦理观，以致如果不做到几乎饿死的地步，就不可能遵循这种

伦理观。为了克服这种困难，就在“旁听者”与“完人”之间作出区



别。“旁听者”不必做到绝对禁欲，可以继续过着人类的普通生活，但必

须参加摩尼教的礼拜仪式，接受其教义，为“光明教会”（Church of the
Light）的活动提供捐献。这种旁听者所希望的，不是死后直接进入天

堂，而是他们将轮回转世而成为一个完备的信徒。另一方面，完人必须

过一种绝对的自我克制生活，只能吃某些食物，因为人们相信，这些食

物含有光的粒子，可以在吃的过程中保存光的粒子，从而吸收光的粒

子。

奥古斯丁就这样做了九年摩尼教的旁听者。这种教义之所以能吸引

他，似乎是因为这种教义能够提供一种对宇宙的合理解释。摩尼教教徒

不接受《旧约圣经》的大部分内容，而且由于奥古斯丁从来都不能接受

他认为是犹太人《圣经》里的愚钝的东西，因此他在这里找到另一个理

由来追随这样一种开明宗教。最后，奥古斯丁一直难于解决的一个问

题，是如何将上帝的仁慈和良善与罪恶的存在协调起来，而现在这个问

题似乎可以用这样的断言来解决，即永恒的本原不是单有一个，而是有

两个，其中一个是恶，而另一个是善。

正如摩尼教的最有力之处是它自称它是严格理性的和科学的，它的

最大弱点是它无力实现这一诺言。奥古斯丁在开始信奉摩尼教的时候，

就有一些他的老师们不能解决的疑难。最初他相信，如果他带着这些疑

难去请教摩尼教的一个真正伟大的教师，这些疑难就可以解决。同时，

他把他的教导和他对摩尼教的研究同他所信服的占星术的推测结合在一

起，直到他发现了确凿的证据，证明占星术不可靠为止。最后，当他有

机会见到摩尼教最著名的大师之一——米勒维斯的福斯都斯（Faustus of
Milevis）——的时候，这一会见使他非常失望，以致对摩尼教失去了信

心。

差不多整整九年，我怀着动摇不定的心情，成了他们的追随者，我

一直殷切地盼望这位福斯都斯的到来。我偶然遇到的该教派的其他成



员，每逢不能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时，总是嘱咐我等待着他的到来，说将

来和他谈话，这些问题以及我可能有的更大的难题，都将很顺利地和充

分地得到解决。当他终于来到的时候，我发现他讲得很动听，但他所讲

的和别人讲的完全一样，只不过讲得更流利些，用词更美些。但是，为

我斟酒的人如果不能给我一杯我所渴求的更美的酒，他的优雅举止对我

又有什么好处呢？这些类似的话我的耳朵已经听腻了；不能因为这些话

表达得好些，对我就更有说服力；不能因为讲得口若悬河，就成了真

理；也不能因为面容和蔼，言词流畅，就一定是神智聪慧。

由于对摩尼教的失望以及对他的迦太基学生们的行为败坏的不满，

奥古斯丁决定迁往罗马。在罗马他继续和摩尼教徒保持接触，虽然他不

再相信他们的教义，而倾向于接受柏拉图学园派的怀疑主义。

我有点倾向于相信，那些被称为“学园派”（Academics）的哲学家

们比其余的人更为明智，因为他们主张，我们应当怀疑一切，并断言人

没有理解任何真理的能力。

可是，他作为一位修辞学教师，要进一步发展他的前途，罗马也不

是一个更合适的地方，因为他的学生们总是找些坏点子不交学费。因

此，他决定到米兰碰碰运气，那里有个修辞学教师的空缺。正是在米

兰，奥古斯丁成为一个新柏拉图主义者（Neoplatonist），后来，受了安

布罗斯（Am-brose）主教和他的老师辛普立修（Simplician）的影响又

成了基督徒。

新柏拉图主义

奥古斯丁读了他称作“柏拉图主义者”——大概是普罗提诺（Ploti-
nus）、波菲利（Porphyry）以及其他新柏拉图主义者——的著作，这使

他不仅摆脱了怀疑主义，而且使他克服了阻碍他从理智上接受基督教信

仰的两个主要障碍——上帝的无形无体和罪恶的存在。摩尼教以其对上



帝的有形体的理解以及善恶二元论，对这些问题作了简单的解答，可是

这类解答被证明是不足的。这时，新柏拉图主义向奥古斯丁提供了理解

上帝的无形无体的手段，也提供了不必借助善恶二元论而解释罪恶的存

在的方法。这就为他接受基督教信仰开辟了道路。在这些方面，新柏拉

图主义对于奥古斯丁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致他总是从新柏拉图

主义的角度来理解上帝的无形无体和罪恶问题，这一点可以从下文中看

出。

他的皈依

奥古斯丁找到了新柏拉图主义之后不久，便皈依了基督教，这种皈

依把理智成分和感情因素结合在一起。当奥古斯丁到达米兰时，米兰主

教是安布罗斯。他是一个天赋聪慧、责任感坚定的人。奥古斯丁去听他

讲道，并不是要听他讲道的内容，而是要研究他讲道的技巧。因此，他

到安布罗斯那里去，不是像一个寻求真理的心灵痛苦的人，倒像一个行

家到另一个同行那里去评头论足，或许是去学习一些技巧。然而，他很

快就觉得，他聆听的不只是安布罗斯的讲话技巧，而且是他讲话的内

容，特别是安布罗斯用寓意法解释（allergorical interpretation）《旧约圣

经》，解决了早先阻碍奥古斯丁信仰的许多疑难。

然而，这种新的对基督教信仰的意义的看法还不足以使奥古斯丁接

受它。他在家乡时所认识的基督教是禁欲主义的，他所钦佩的新柏拉图

主义哲学家们的道德观也是这样的。为了这些原因，他想，如果他接受

了基督教信仰，即意味着，他要过一种他尚未做好准备的自我克制的生

活。在理智上，他已下了决心，可是他的意志还拒绝依从理智。他的祈

祷是：“请赐给我贞洁和自制，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最后，奥古斯丁为两个事例所触动，而感到惭愧、失望，乃至皈依

基督教，因为在这两个事例中别人表现得比他勇敢。第一个事例是马利



乌·维克多里奴（Marius Victorinus）的事例。他是奥古斯丁非常钦佩的

几本新柏拉图主义著作的拉丁文译者，他经过长时间的怀疑之后，在最

近公开表白了他的基督教信仰。另一个事例是，有两个人读了《圣安东

尼传》（Life of Saint Anthony）之后，决心抛弃尘世，献身上帝的事

业。这两个事例如此打动了奥古斯丁的心，以致他对没能迈出最后一步

感到失望，而跑到了一个花园里，扑倒在一棵无花果树下，呼喊：

还要等多久，还要等多久？明天，又再明天？为什么不是现在？为

什么不在此时此刻就结束我的肮脏生涯？

我正这样说着，内心极度悔恨地痛哭着，这时候我忽然听见来自隔

壁房子一个不知是男孩还是女孩的声音，唠叨着，重复着：“拿起来

读；拿起来读……”我把书抓起来，打开，默默地读着我第一眼看到的

那一段——“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

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不愿意再读下去，也

不必再读下去；因为当这句话结束的时候，仿佛给人安全感的一道亮光

忽然照进我的心，一切疑云顿时消逝。

奥古斯丁的皈依的确切性质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学者们自19世纪末

以来就一直在辩论。问题在于：米兰花园里发生的皈依是真的促使奥古

斯丁去接受教会和他母亲信奉的那种基督教信仰呢，还是促使他去接受

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们提倡的那种生活和信仰？正像已经说过的那样，

主要就是在这一点上《忏悔录》的历史真实性受到了怀疑。这种怀疑是

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尽管《忏悔录》给人的印象是，奥古斯丁在米兰花

园里皈依了基督教信仰，可是他在这个体验之后不久写的作品，更带有

新柏拉图主义的气味，而不是基督教的气味。奥古斯丁皈依之后，和一

小群愿意在自我克制和沉思默想的生活方面追随他的人一起，引退到米

兰郊区加西萨古（Cassiciacum）。在那里，他和他的同伴们进行了一系

列的谈话，从而产生了“加西萨古对话”（Dialogue of Cassiciacum）——



《反对学园派》（Against the Academics），《论幸福生活》（On the
Happy Life），《论秩序》（On Order），《独语》（Soliloquies）以及

《论灵魂不朽》（On 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在这些著作中，奥

古斯丁的兴趣似乎更多地在于哲学的思考，而不是在于教会教义的研

究。再者，正是在这些写作中，可以最清楚地看到新柏拉图主义对于奥

古斯丁思想的影响。有人可能要问，有没有可能，花园里发生的皈依在

性质上确实是哲学方面的，而且奥古斯丁只是在后来才成为基督徒。这

就是一些学者的结论。

其他人则捍卫传统的解释，强调奥古斯丁的皈依是决定性的。这个

事件最好的解释或许是，奥古斯丁在青少年时期就了解基督教主要教

义，对其中的大部分教义从来不曾真的怀疑过，因此，他阅读新柏拉图

主义读物，听安布罗斯讲道以及和辛普立修讨论，所起的作用只是消除

了阻碍他彻底接受基督教信仰的疑虑。然而，在他进行探索的年代里，

他形成了一种新柏拉图主义的对真理的性质和对真正哲学家生活的理

解，这就促使他把基督徒生活理解成为耶稣所提倡的自我克制和新柏拉

图主义者所谓的“哲理生活”的一种结合。因此，在花园里所发生的事

情，不是奥古斯丁决定接受基督教的这个或那个教义，而是找到了一种

力量，使他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去过一种凝神思索的生活。这就是他母

亲一直为之祈祷的；这也是他成为基督徒所需要的一切。从认识上说

来，甚至在花园事件之前，他就是基督徒了，从那个时刻起，他将过一

种他认为是人们指望基督徒过的生活——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将逐

步地发展一种新柏拉图主义越来越少而基督教特色越来越多的神学。

在皈依基督教以及在加西萨古短暂隐居之后，奥古斯丁和他儿子以

及一个朋友，回到了米兰，在那里他们接受了安布罗斯的洗礼。而后，

他们和奥古斯丁的母亲一起启程去塔格斯特，但他的母亲在离开罗马之

后不久死于奥斯沙港口（Port of Ostia）。奥古斯丁及其一行在罗马度过

了几个月，最后取道回非洲。在塔格斯特，奥古斯丁变卖了他从父母那



里继承的财产，把由此得来的钱大部分给了穷人，并决心和他的儿子以

及一些朋友一起，过一种恬静的和隐居的生活，而把修道院的一些纪律

同学习、默想以及讨论结合在一起。

公元391年，奥古斯丁访问了希坡城（Hippo），希望说服一个朋友

参加他在塔格斯特的修道院式团体。在访问期间，希坡主教瓦利流

（Valeri-us）把他置于这样一个境地，以致他身不由己地被任命为牧

师。这样，奥古斯丁就开始直接卷入教会生活，虽然他没有放弃他早期

的修道生活倾向，并在希坡也组织了一个类似他在塔格斯特的那样的团

体。四年之后，在瓦利流的坚持下他被立为主教。这件事以及瓦利流随

后的去世，把主教管区的一切职责统统加到了他身上：讲道，主持圣

礼，审理派系间的分歧，施行和掌管赈济，管理教会基金和财产，教诲

和关心教徒，等等。然而，奥古斯丁之所以写出了许多对基督教神学的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是因为他卷入了一系列争论——主要是同摩

尼教徒（Manichees）、多纳徒派（Donatists）和贝拉基派（Pelagians）
的争论。

多纳徒派争论

奥古斯丁皈依后的生活，如邦纳（Bonner）所建议，可以分为三个

时期：

大致说来，奥古斯丁作为基督教作家的生涯，可分为三个阶段。第

一，他主要关注的是抨击和驳斥摩尼教徒。第二，他一心想的是多纳徒

派的分裂分子；而第三，他关注的是贝拉基派。

到目前为止所提到的大部分著作，不是论述静修生活，就是驳斥摩

尼教徒。直到公元405年他写论文《论善的性质》（On the Nature of the
Good）时为止，摩尼教问题成了他关注的主要事务。此后，他全神贯

注于多纳徒派争论——虽然他的第一部论述多纳徒主义的著作是从公元



394年开始的。

多纳徒主义（Donatism）起源于公元303～305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

（Diocletian）掀起的对基督徒的迫害事件。皇帝的敕令命令基督徒们把

所有的《圣经》抄本交给地方官，这样就使基督徒们处于艰难境地。自

古以来，大多数基督教教师都拒绝采取每一种可能促使当局变得更加严

厉的行动。因此，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劝告人们在遇到迫害时逃之夭

夭，尽管他们也坚持主张，如果最坏的事发生，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准备

好放弃生命，而不是放弃信仰。那么，主教们，读经师们和一般的教徒

们，在要求他们交出《圣经》时，他们应该怎么办呢？他们应当拒绝

吗，即使这样做他们会激起当权者的怒火？放弃《圣经》是叛教行为

吗？或者这只是审慎的行为，这种行为可以当做使整个教会免于受难的

一种手段而被证明为合理？关于这些问题，没有一致的看法，也不可能

有一致的看法，因为这些问题是在紧急的情况下突然出现的。有些教会

领导人不仅交出了《圣经》，也交出了花瓶和其他的教会物品；其他的

人拒绝交出任何东西，他们因此而被逮捕，受刑，甚至被杀害；另外一

些人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如逃走，躲藏，只交出他们手中的部分手稿，

或甚至交出一些不是基督教《圣经》而是异端书籍的抄本给地方官。

这次迫害之后，对于那些放弃了《圣经》的主教们——常被称为以

经换命者（traditores）——的权威，人们提出了疑问，对于被这样的主

教们封立的另外那些主教，人们更是提出了疑问。有人主张，主教们交

出了《圣经》，就完全丧失了他们的权威，因而他们应被废黜而由别人

取代。根据这种观点，被堕落的以经换命者封立的其他那些主教，其封

立也是无效的。与这样的立场相反，大多数北非的基督教领导人认为，

一个主教的主教行为是否有效，不是取决于他本人的圣洁，而是取决于

他自己的职责和他的受封为主教。因此，虽然那些在迫害中堕落的人应

该补赎，但他们的圣职工作——包括他们封立其他主教的行动——仍然

有效。实际上，这种争论带有很多社会的、种族的和政治的夹杂因素，



而且主教们是否是坚定的这一问题并不总是最首要的。否则就不能解释

一个不解的事实，那就是严格要求派——后来根据主教多纳徒的名字被

称为“多纳徒派”——的几个领导人实际上是以经换命者。总之，这种分

裂发展到了惊人的地步。君士坦丁以及其后的一连串皇帝都通过立法反

对多纳徒主义；但是，不论绥靖措施，或是高压手段，都没能使这个裂

痕愈合。多纳徒派的一个极端的团体——游行宣传派

（circumcelliones）——竟然干出了打、砸、抢的勾当。奥古斯丁和其

他几个主教试图采用各种措施来结束这种分裂。但是不管他们怎样努

力，多纳徒主义至少继续存在到6世纪，也许最晚的甚至要存在到伊斯

兰武力入侵北非的时候。

不过，我们在这里主要关心的，不是多纳徒主义的发展和最终的消

失，而是多纳徒主义的教义，奥古斯丁在驳斥其教义时怎样形成了他的

神学，以及通过他又怎样形成了中世纪神学。在这方面有三个重要的基

本争论点：教会性质，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圣礼。

多纳徒派的教会观强调教会的经验主义的圣洁。教会的每一个成员

必须在此时此地是圣洁的——其所谓的圣洁往往不在于做多少善行，而

在于过去遭受迫害时的表现。不圣洁的人为教会所不容。像西普里安

（Cyprian）教导的在教会之外的圣礼一概无效那样，凡是不再属于真

正教会的以经换命者所主持的圣职工作也一概无效。

奥古斯丁在反对这种主张中发展了他的应当在有形教会与无形教会

之间区分的观点，这种区分以后还要深入讨论。

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是由游行宣传派的暴力和以后的蛮

族入侵引起的。开始时，奥古斯丁认为，人们在灵性事物方面不应当使

用武力来试图说服其他的人。这就是说，即使对于多纳徒派，大公主教

们所能做的也只是驳斥其教义，从而试图说服他们回到更大的教会里

来。但是，事实上多纳徒派本身使用武力阻止其成员回到教会，而且使



用武力到了这样地步，以致奥古斯丁也终于同意国家进行干预，以抵销

多纳徒派所用的武力。这样，帝国对多纳徒派所采取的暴力步骤，开始

时就受到大多数非洲主教支持，终于也得到了奥古斯丁这个希坡主教的

支持。

这种情况以及蛮族入侵，促使奥古斯丁发展了有关正义战争的理

论，这是他从西塞罗以及安布罗斯和其他人那里引申出来的。根据奥古

斯丁的主张，如果战争是本着正义的目的——即建立和平——而进行

的，如果战争是由正当的当局领导的，如果甚至在杀戮之中也还存在着

善良的动机，那么，战争就是正义的。

至于圣礼，多纳徒派借助西普里安的权威而声称，圣礼只有在教会

内举行的才有效。但他们进一步断言，只有那些生活圣洁的人才能主持

有效的圣礼。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圣洁也是在于人们面对迫害时的态

度，而不是在于善行。总之，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圣礼是否有效。正是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奥古斯丁才提出了有效圣礼和正规圣礼之间的区

分。只有那些在教会内按教会规定施行的圣礼才是正规的。但是，正像

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圣礼的有效性并不完全取决于其正规性。

贝拉基主义

最后，有助于形成奥古斯丁的神学的最后的大争论是他反对贝拉基

主义而进行的争论。这一争论也许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使得奥古斯丁有

理由系统地阐述他的有关恩典和预定论的教义，而这两个教义对后世有

极大的影响。

贝拉基（Pelagius）——贝拉基主义因其而得名——是不列颠群岛

的本地人。虽然他经常被认为是个修士，但无从确知。他的出生年月也

不详，只知道他于公元405年在罗马首次与奥古斯丁的神学交锋，他强

烈反对这种神学，因为这种神学使一切都依赖上帝的恩典，而似乎没有



给人的努力和参与留下余地。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里曾说：“上
帝，您命令什么，就给予什么，您愿意要什么，就命令什么。”而贝拉

基却容不得这样的清静无为主义。在这段插曲之后，史料中就找不到贝

拉基的踪迹，直到四年之后，在罗马陷落前夕，才看到他和他的弟子兼

朋友和使徒，克勒斯丢（Coelestius）取道去非洲。然后，他又从非洲去

东方，而没有机会和奥古斯丁相遇。但是，被师傅留下来的克勒斯丢远

非柔顺之辈，他后来在贝拉基争论中成了奥古斯丁的主要对手。

在巴勒斯坦，贝拉基能够博得一些主教的支持。但是在暴躁的哲罗

姆（Jerome）身上找到了劲敌——我们在这部思想史里没有机会研究

他，但他毫无疑问是4世纪和5世纪的杰出人物之一——哲罗姆从他在伯

利恒的隐居处大声发难，将火与硫磺劈头盖脸地浇在贝拉基头上。奥尔

柔修（Orosius）又加入了哲罗姆——后文还要提到奥尔柔修——以致贝

拉基处于招架不了的境地。最后，经过一系列谴责贝拉基教义的非洲宗

教会议，和几个经贝拉基努力而没有判他罪的东方宗教会议之后，这件

事情到了罗马，在那里主教英诺森（Innocent）支持非洲主教们的立场

而谴责了贝拉基。他的后继者左息末（Zosimus）曾一度支持贝拉基和

克勒斯丢，但后来改变了想法而谴责了他们两人。此后，贝拉基主义在

西方和东方渐渐失去地盘，并且终于在公元431年受到以弗所会议的谴

责，这在这部《思想史》的第一卷里已经提到过。

贝拉基的种种教义，我们可以直接从他的几本保存下来的著作中得

知——有几本是用他自己名字发表的，其他是用一些正统作者的名字发

表的，还有就是他的对手们引用的他的著作的片断。他保存下来的主要

著作有：《保罗书信注释》（Exposition of the Pauline Epistles）以及他

给教皇英诺森企图得到他的支持的《信仰书》（Book of Faith）。

贝拉基神学似乎是反对摩尼教徒的道德命定论的。摩尼教徒声称，

善和恶是建立在永恒的本原的性质上，因而恶性不能行任何善，善性也



不能做任何恶。正是为了反对这些主张，奥古斯丁写了他的论文《论自

由意志》（On Free Will）。同样是为了反对这篇论文，贝拉基开展了

他的神学战役。这样，奥古斯丁与贝拉基之间的不同在于：奥古斯丁尽

管要捍卫自由，却不愿意放弃绝对需要恩典的论点；而贝拉基则认为，

奥古斯丁的有关恩典的教义是对人的自由和责任的威胁。

从实际观点出发，贝拉基感兴趣的是，不让那些把自己的罪归咎于

人性的弱点的人有任何借口。在反对这种人时，贝拉基断言，上帝造人

时就给了人自由，而且这种自由是这样的，以致凭借这种自由，人人能

够为善。不去犯罪的能力——posse non peccare——自从人性被创造以

来，就存在于人性之中，而且不论是亚当的犯罪或是魔鬼本身，都不能

毁坏这种能力。亚当的罪绝对不是全人类的罪，因为为了一个人的罪而

把所有的人判为有罪是荒谬的和不公正的。亚当的罪也没有破坏他后代

的那种能够不去犯罪的自由意志。确实，魔鬼的魔力是很强大的，但他

不是强大得不能加以抵制。肉体也是强大的，而且肉体和灵魂进行斗

争，但是上帝赐给了我们征服肉体的能力。根据《旧约圣经》，是有一

些善男善女过着完全圣洁的生活，这就是上述论点的证据。所以，我们

每个人自己犯罪都是出自我们自己的自由意志，因而，儿童在受洗之前

死去，是不会下地狱的，因为亚当的罪责不会落在他们肩上。

这就意味着，恩典不是得救所需要的吗？当然不是，因为贝拉基声

称，有一种“原始的恩典”（original grace）或“创造天地的恩典”（grace
of creation），这样的恩典赐给了所有的人。然而，这种“恩典”并不是上

帝的一种特殊行动，而且德·普林瓦尔（de Plinval）说得对：“这种恩典

在某种程度上同我们赖以得到生存和智力的恩典混淆起来了。”似非而

可能是的是，这种恩典是“自然的恩典”。

除了这种创造天地的恩典之外，贝拉基声称，有一种“启示的恩

典”（grace of revelation）或“教导的恩典”（grace of teaching），这种恩



典存在于上帝用来指出我们应当遵循的道路的那种启示里。这不是说，

启示给了我们特殊的能力去服从上帝，因为肯定这样的事情将意味着，

撇开了启示，我们就不可能行善。

最后，还有“宽恕的恩典”（grace of pardon）或“免罪的恩

典”（grace of the remmission of sin）。这种恩典是上帝赐给那些——出

于自己的自由意志——悔改，端正品行和改正以往恶行的人的。再者，

这种恩典不影响人的意志，而只限于对罪的宽恕。

至于洗礼，贝拉基声称，婴儿无罪，因而不需要洗礼。再者，洗礼

并不使人产生一种自由意志，来取代原先被罪奴役的意志。洗礼只是破

除了犯罪的习惯，并且号召信徒们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建立新的生

活。

最后，根据贝拉基的看法，保罗提到的预定论，不是上帝的最高谕

令，人们由于这种谕令而被拯救或被谴责，而是上帝预先知道人的未来

的抉择是什么。“预定（predestine）就等于预知（foreknow）。”

至于克勒斯丢，贝拉基最著名的弟子和奥古斯丁的主要对手，他的

教义只不过是把他的老师的那些教义加以阐明和夸大。奥古斯丁把他的

教义概括为如下九点：

1.亚当被创造成终有一死的凡人，因为不论他是否犯罪，他都要死

去。

2.亚当犯罪只害了他自己，而无损于全人类。

3.不但是福音，而且还有律法，都引领人走向上帝的国。

4.在基督的时代之前，有一些人一生不犯罪。



5.新近生下来的婴儿其景况和亚当堕落之前一样。

6.全人类并不是在亚当的死亡或堕落里才死去，也不是在基督的复

活里才复活。

7.如果我们有决心，我们能够过无罪的生活。

8.未受洗礼的婴儿可以得永生。

9.受了洗的富人，如果不放弃他们的财产，将没有任何功德，也不

能承受上帝的国。

为了反对贝拉基和克勒斯丢的这些教义，奥古斯丁写出了他的一些

最重要的作品，其中应该一提的有：《论精神实质和字面意义》（On
the Spirit and the Letter），《论本性与恩典》（On Nature and Grace），

《论原罪》（On Original Sin）。他还写了几部作品反对第二代贝拉基

主义者艾克拉农的尤里安（Julian of Eclanum），在这些作品中他进一

步发展了他的有关原罪、恩典和预定论的教义。

奥古斯丁在这些事物上的观点，很快就引起了反对，不仅受到了正

规贝拉基派的反对，也受到了其他那些不愿意像奥古斯丁走得那么远和

被给予了“半贝拉基派”这个不准确的称号的人的反对。由于在解说奥古

斯丁的有关恩典和预定论的观点之前，不可能理解半贝拉基派的争论，

因而把这一争论推迟到下一章再谈，这里这样说就够了。人们反对奥古

斯丁的观点，集中在法兰西南部，其领导人是约翰·卡西安（John
Cassian）。虽然这一争论大部分发生在奥古斯丁死后，但奥古斯丁确实

写了两篇论文回答所谓的半贝拉基派的非议：《论圣徒们的预定论》

（On the Predesti-nation of the Saints）和《论坚持不懈的天赋》（On the
Gift of Perseverance）。

除了与这些争论有关的论文之外，奥古斯丁的另外四部作品也值得



特别注意：《教义手册》（The Enchiridion）、《论圣三位一体的论

文》（Trea-tise on the Holy Trinity）、《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
以及《收回声明》（Retractations）。

《教义手册》是应一个朋友的要求而写的，这个朋友希望有一本基

督教信仰手册。它是一本对《信经》、《主祷文》和《十诫》的评注，

是最好的奥古斯丁神学简介。

《论圣三位一体的论文》奥古斯丁用了十六年时间才写成，这在这

部《思想史》第一卷里讨论三位一体教义的发展时已经论述过。

《上帝之城》的写作是由于罗马的沦陷，以及由于一些异教徒扬

言，这场灾难是罗马背弃古代诸神而追随基督教上帝所招致的。为了回

答这种论点，奥古斯丁提出了他的历史哲学。

最后，《收回声明》是奥古斯丁在接近晚年的时候写的。那时，他

重读他早期的每一部著作之后，指出了那些他改变了看法的地方和那些

不够清楚的地方。《收回声明》对于我们确定奥古斯丁诸著作的年代次

序和了解他对神学研究的态度，是一部最有价值的文献。

知识论

现在我们必须转向奥古斯丁的神学。奥古斯丁的神学是其灵性历程

的结果，也是他所参与的各种争论的结果。研究奥古斯丁的神学，看来

最好是从他的认识论开始。

关于知识这个问题，奥古斯丁深为关心的有两个方面：知识是否是

可能的，如果是可能的，又是怎样得到的。

知识的可能性问题，是怀疑主义学园派提出来的。他们的主张一度

对奥古斯丁很有吸引力。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奥古斯丁皈依基督教之



后几乎马上就写了《反对学园派》（Against the Academics）这篇论

文。他在驳斥学园派的论点时指出，虽然我们的感官所感觉到的只是一

种现象，但我们至少能够肯定，我们感觉到了。再者，数学的真理和纯

理性的真理，甚至适用于现象本身。末了，怀疑主义者的怀疑本身就是

对他们自己的反驳，因为任何人怀疑，至少知道自己是在怀疑。因此，

怀疑作为一个普遍的和绝对的原理是不能接受的，而知识肯定是可能

的。

然而，仅仅驳倒那些否定知识的可能性的人是不够的，因为有必要

说清楚知识是怎样得到的。这一问题对奥古斯丁来说有更大的困难，因

为他感兴趣的不是“scientia”，即关于可感觉的和可消失的事物的知识，

而是“智慧”（sapientia），即关于永恒的和不变的现实事物的知识。奥

古斯丁由于阅读柏拉图派的著述，而接受了有关一个可理解世界的教

义，在这个可理解的世界里可以找到永恒的现实事物——不过奥古斯丁

不像柏拉图那样认为这些实在存在于造物主之上，而是视其为神的头脑

里的永恒的概念。那么这些概念怎么能够传送到人的头脑里呢？标准的

柏拉图派的解决方法是，把认识解释成为灵魂所具有的对早先的生存的

记忆。然而，奥古斯丁不能接受这种解答，因为他不愿意接受灵魂早已

存在的理论。另外一个可能的解答是，把知识解释成为一种与生俱来的

天赋，上帝在创造灵魂的那个时刻，就把这种天赋赐给了灵魂。奥古斯

丁可能在一段时期里倾向于这种说法。不过他最终的和特有的教义是有

关光照（illumination）的教义。

因此，尊贵的哲学家柏拉图努力说服我们，人的灵魂甚至在它拥有

肉体之前就早已存在，因此，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些学到的东西不过

是回忆而已，而不是进入头脑的新知识……但是，我们更应该相信，聪

慧的头脑在本质上是这样形成的，它借助某种独一无二的无形之光，而

看到了这样一些东西，它们按照造物主的安排，被附加在那些在自然状

况下唯有依靠智力才能理解的事物之上；这就像肉眼凭借这身体之光而



看见其附近的东西，而这种肉眼是生来就能接受和适应光照的。

这就是说，虽然人的头脑无论是依靠它自己的能力或是通过感官的

依据都不能认识永恒真理，但头脑可以依靠上帝的直接光照来接受那种

知识。这并不意味着，头脑在神的本质里看到了永恒真理，也不是意味

着，上帝光照了那些真理，使得头脑可以看见那些真理。而是上帝

的“道”把对那些永恒地存在于上帝里的概念的认识放进了人的头脑里。

这种光照论（theory of illumination）是后期奥古斯丁神学的特点，

因而有必要指出这种理论所造成的种种疑难之一。这个疑难涉及到这种

理论本身的新柏拉图主义起源，也涉及到这样一种紧张情况，当人们坚

持有关上帝从无有之中创造天地万物的教义，而不是新柏拉图主义的有

关流溢的教义的时候，便产生了这种紧张情况。普罗提诺教导说，灵魂

在神的本质的流溢中有其起源，因而灵魂本身是神性的。这样，假定灵

魂能够或多或少地分享永恒的概念，就没有什么疑难了。但是，当人们

像奥古斯丁那样设想，灵魂是一个被造物，并且认识必须建立在永恒地

存在于上帝头脑里的概念上，那就产生一个问题，被创造的灵魂怎么能

够具有神的真理呢？

上帝

奥古斯丁对真理的理解使他直接推论出上帝的存在。虽然他有时借

助其他论据，但他常常以真理的存在为基础来探讨上帝存在的证据。根

据这一论据，我们人的头脑看到了一些我们不能改变也不能怀疑的不变

的真理，而这些真理的存在促使我们确信，必有一个完美的真理，这种

完美的真理不是我们的头脑或者宇宙的一切头脑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个

绝对的真理，更恰当地说，一切真理的基础，就是上帝。

显然，上帝存在的这种证明，只是在这种证明所依据的柏拉图主义

的预先假定里才是有效的。在这个论点中，有必要从理想事物移向现实



事物，这一步只能在哲学构思里迈出，这种哲学构思像柏拉图主义那

样，包含有理想世界的客观现实。但是，人们必须加一句，奥古斯丁的

目的，不是要“证明”严格意义上的上帝的存在，而是想指出，我们虽然

是有限的和依附的存在物，但是如果我们不肯定在我们自己之上存在着

一个无限的和不可缺少的实体，那我们就会陷入荒谬之中。这样，上帝

的存在就是一个不可逃避的和显而易见的现实事物。

这个上帝是永恒的，超越宇宙的，无限的和完美的。有如至高无上

的光，正是通过上帝，一切认识才能产生。有如至高无上的善，上帝是

人的意志应该力求达到的目标。然而，在一切有关上帝的讨论中，最吸

引奥古斯丁的还是上帝的三位一体性。由于逻辑的需要，这一点已在这

部《思想史》的第一卷里讨论过，这里就不再讨论了。

创造天地

这个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一切存在的创造者。上帝从无有之中创造了

宇宙，而不是从神的本体中或从永恒的物质中创造的。如果上帝是从神

的本体中创造宇宙，那么，其结果将是神性的，而且将不是真正的创造

物。另一方面，上帝不是从某些哲学家声称亘古以来就存在着的所谓无

定形的物质中创造出世界。那种物质本身也是上帝从无有之中创造出来

的。当《圣经》说“地是空虚混沌”的时候，《圣经》指的就是这种物

质。而上帝也不是先造了物质，然后造了形体，而是同时创造物质和形

体。

在创造世界的过程中，上帝事先就知道一切将要被创造的东西。这

不仅因为上帝预见到一切创造物，更因为一切事物已经永恒地存在于神

的头脑里。这就是奥古斯丁的“模型样板说”（exemplarism），其根源可

以在普罗提诺那里找到，但模型样板说又和普罗提诺这个哲学家的教义

大不相同——这种不同表明，奥古斯丁觉察到基督教与异教哲学之间的



距离。根据普罗提诺的说法，这些模型样板的概念就是世界作为上帝的

浑然一体的流出物的起源的起因。根据奥古斯丁这个基督教主教的说

法，这些概念是在“道”之中——道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而且这些概

念只有通过上帝方面的自由决定才终于成了万物的起源。

至于创造天地万物的次序，奥古斯丁自问，万物是一次造成呢

（《智训》18章1节），还是经过几个连续阶段造成的（《创世记》第

一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引用了有关“种子的（或因果的）缘

故”[seminal （causal）reasons]的概念，虽然大大地加了修改，但这个概

念是从斯多葛派和新柏拉图主义传统中得来的。这些种子的缘故是发展

规律，自从创造天地的第一天以来上帝就创造了发展规律，但这些规律

只是在后来才趋于成熟，那时每个种子的缘故将产生某一物种的第一个

成员——或几个成员，而后这个成员又根据其本身性能进行再生产。因

此，万物是上帝在那第一天创造的，但万物只是在后来才表现为各种各

样的物种，就像《创世记》所说的那样。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从字面意

思来理解创造天地的六天，因为开始时还没有太阳或其他天体，无以确

定白天和黑夜。关于这六天的确切含义，奥古斯丁曾提出了几个象征性

的解释，这里我们就不讨论了。

时间

正如奥古斯丁本人在他《忏悔录》里指出的那样，有关创造天地的

教义直接引起了有关时间的性质这个问题。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形而上学

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存在的争论，因为正是在时间之中“永恒”来到我

们这里。对他来说，那是永恒与时间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时间可能有个

起头的问题，是创造天地的可能性问题。

这里提出的问题，第一是时间本身的问题，第二是时间与创造天地

之间的关系问题。至于第一个问题，奥古斯丁断言，根据灵魂的各种官



能，时间是灵魂的“延伸”。过去作为既往已不复存在，但过去这时在那

个“过去的现在”里仍然被给予了我们，那就是记忆。将来尚未存在，但

将来在那个“将来的现在”里被给予了我们，那就是期望。只有现在直接

呈现在眼前。一切其他的时间，由于出现在我们的灵魂里所以才被我们

知道——过去作为记忆，将来作为期望。

至于时间与创造天地之间的关系，其争论点在于上帝是不是创造了

时间。奥古斯丁相信，只有上帝创造了时间才是有道理的，否则就得宣

称，不仅上帝是永恒的，而且时间也是永恒的。

因为上帝是一切时代的创始者和创造者，如果你上帝并未创造时

代，哪能有不可计数的时代流逝呢？或者，那些不是由你创造的时间是

什么时间呢？或者，如果时间未曾有过，那么时间又如何能流逝呢？因

此，既然你是一切时间的创造者，如果在你创造天地之前就有时间，为

什么又说你曾无所事事呢？就你创造的时间本身来说，在你创造时间之

前，时间是不可能流逝的。

恶

有关创造天地的教义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有关恶的问题。这个争论

点对奥古斯丁特别重要，因为摩尼教徒们提出的有关恶的教义，奥古斯

丁完全不能接受。他们坚持绝对的二元论，其中有两个相等的永恒的本

原——光明和黑暗——彼此斗争。奥古斯丁拒绝这种理论，因为它与基

督教的一神论相矛盾，也因为它不合理。事实上，摩尼教的二元论把恶

归因于善的本原——例如，善的本原受到恶的攻击——并把善归因于恶

的本原——例如，恶的本原存在着而且是强有力的。任何绝对的二元论

——那就是说，任何把两个永恒的对抗本原当做出发点的二元论，必然

要陷入荒谬之中。因此，必须断言，一切存在着的东西都来源于上帝。

一切生命，不论大小；一切能力，不论大小；一切安全，不论大



小；一切记忆，不论大小；一切德行，不论大小；一切理智，不论大

小；一切安宁，不论大小；一切富有，不论大小；一切感觉，不论大

小；一切光明，不论大小；一切和蔼，不论大小；一切标准，不论大

小；一切美好，不论大小；一切平安，不论大小。以及任何其他可能发

生的类似的事物，特别是那些贯穿于一切事物中的不管是灵性的还是有

形的东西，每一尺寸，每一形态，每一种类，不论大小，都是来自上

帝。

那么，关于恶能说些什么呢？恶不是一种本性，恶不是“某种东

西”，恶不是一个创造物。恶只是善的否定。一切存在着的东西都是好

的，因为每一个东西里都有某种“标准、美丽和条理”——modus, sprcies
et or-do。那些“较好”的东西之所以是较好的，只是因为它们在较大的程

度上具有这些属性。那些被我们称为“较差”的东西之所以是较差的，只

是因为它们不具有同等程度的完善。但是，它们都是真正好的，因为一

切东西都是上帝创造的，而且一切东西至少都有美好的存在。例如一只

猴子，相对来说，它不“美”，因为我们拿它的美和另一些具有更大程度

的美的东西相比较。但是就确切的和正确的意义来说，一只猴子即使只

具有它自己的物种的正常的美，也的确是美丽的。每一种自然物，仅仅

由于它是自然物的这个事实，就是美好的。

尽管如此，恶不是理智虚构出来的，而是一个不可否认和不可逃避

的现实事物。恶不是一种本性，而是本性的腐化。作为一个事物，作为

一个实体，恶是不存在的；但是作为善的匮乏，它确实是存在着的。在

这一点上，奥古斯丁追随了新柏拉图主义的榜样，对新柏拉图主义来

说，恶并不存在于唯一上帝之外的另一个实体里，而只是存在于脱离了

唯一上帝。

自由意志



恶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呢？恶是从某些被上帝赐给了理性的自由意

志里产生出来的。在这些创造物之中有天使，其中有些已经堕落而被称

为魔鬼。在这些创造物中也有人，人被给予了自由意志，并且用自由意

志作恶。

这里又一次使奥古斯丁觉得不能不驳斥摩尼教徒们，他们声称，在

人里面的善总是行善，而在人里面的恶总是作恶。奥古斯丁却宣称，没

有生来就是邪恶的存在物之类的东西，一切存在物都是上帝创造的，而

且是好的。恶是善的腐化，其根源应归咎于这样一个存在物，这个存在

物依其本身是善的，但这个存在物能够作恶。只有这样人们才能说，上

帝是万物的造物主，而不是恶的创始者。因而，奥古斯丁教导说，上帝

把自由意志给了亚当和众天使。这种自由意志是好的，因为它来自上

帝，并且是真正的理性动物的特性之一。但自由意志是一种“居
间”（intermediate）的善，因为它能够决定做善事，也能决定做恶事。

然而，这里还应该说清楚，自由意志使我们成了真正的人，而且它本身

绝对不是坏的，而是上帝给人的上好的天赋，这种天赋能够转向坏的方

面。

如果人是善的，而且如果他不是自己情愿就不能行为端正，那么他

就必须有自由意志，因为没有自由意志，他就不能行为端正。他也由于

有自由意志而犯罪，我们不能因此而以为，上帝给他自由意志是为这个

目的。上帝为什么把自由意志赐给人，其充分的理由是，没有它，人就

不能正当地生活。

那么，是什么东西使自由意志偏离了善呢？不论这看来是多么没有

道理，但只有一个可能的答案：那就是意志本身。意志的性质是这样

的，以致人们不得不说，意志本身，而不是任何外部的作用或因素，作

出它自己的抉择。

但在意愿之前，可能有什么意愿的起因吗？或者这个起因是一个意



志，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没有超越邪恶的意志的根子。或者这个起因不是

一个意志，在那种情况下起因里没有罪。那么，或者意志就其本身来说

是罪的第一起因，或者第一起因是没有罪的。总之，罪被正确地归咎于

仅仅是那个犯罪者，除非犯罪者自愿犯罪，否则把罪归咎于他就不正

确。

原罪与堕落的人的本性

然而，人们必须指出，以上关于意志所说的话，只有在亚当堕落之

前才是严格的真实的，因为亚当的堕落如此地影响了其全部的后裔，以

致不能再说意志有完全的自由。注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许多评论

奥古斯丁的人——甚至早在4世纪——就声称，奥古斯丁是自相矛盾

的，他在反驳摩尼教徒们时坚持自由意志，而在反对贝拉基时却否认自

由意志。

奥古斯丁接受并发展了这样一种理解，即原罪是亚当遗留给他后代

的遗物。对于《圣经》的“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这句话的如上解释，当

然不是基督教思想史里出现的唯一解释，但却是从德尔图良之后在拉丁

神学里越来越普遍的一个解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奥古斯丁支持了

这一解释。

在堕落之前，亚当享有几种天赋，其中有我们已经叙述过的自由意

志，它给了亚当不去犯罪的力量（posse non peccare）以及去犯罪的力

量（posse peccare）。亚当不曾具有坚持不懈的完备天赋，那就是不可

能犯罪（non posse peccare）的天赋，但他确实具有能够坚持行善的天

赋，即不去犯罪的力量。

但堕落之后事情就不同了。亚当的罪在于他的骄傲和不信，这促使

他错用了上帝种在伊甸园里的分别善恶的树。（参看《旧约圣经·创世

记》2章17节）作为这种犯罪的结果，亚当失掉了永远存活的可能，失



掉了他特有的知识，失掉了他不去犯罪的力量。堕落之后，他仍然是自

由的，但他失掉了使他能够不去犯罪的恩赐，而且只是在去犯罪方面是

自由的。

由于亚当的遗传，所有的人依本性都是处在和他们的第一个祖先一

样的景况里。奥古斯丁追随德尔图良以来的传统而断言，原罪作为一种

遗传传递给了亚当的一切后代。但这里就提出了一些新的疑难，因为奥

古斯丁这个希坡主教不愿意接受斯多葛派的唯物主义（Stoic material-
ism），这种唯物主义是德尔图良的教义所暗指的，而且这种唯物主义

促使德尔图良这个早期的迦太基神学家把灵魂的遗传（transmission of
the soul）——因而也是罪的遗传——说成是和父母的身体特征遗传给子

女的那种方式相似的。因此，奥古斯丁倾向于拒绝“灵魂传殖

说”（tradu-cianism）——灵魂是由父母传给子女的教义——而支持“创
造说”（crea-tionism）——上帝直接为每个个人创造灵魂的教义。另一

方面，创造说对理解原罪所造成的困难，又使奥古斯丁回到了灵魂传殖

说。在这个问题上，他一生总是摇摆不定的。

原罪这样包围了我们，以致我们成了“被诅咒的大众”，原罪的结果

是使我们受到了死亡、无知和情欲的支配。情欲不应当简单地和性欲等

同起来，虽然性欲就其具体形态来说，是情欲支配人性的最明显的实

例。情欲是这样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促使我们不去考虑至高的上帝，而

去考虑次要的和暂时的现实事物。性行为带有情欲的标记，因为堕落的

人不把注意力从造物主身上移到创造物身上，就不能完成性行为。严格

说来，情欲不是罪，虽然它可以被称为罪，因为它出自原罪，而且是每

个具体罪行的根源。

概括地说，堕落的人的本性只是在犯罪方面是自由的。“因此，我

们永远享有自由意志，但这个意志并不永远是善的。”这并不意味着，

自由失去了它的意义，仿佛我们只能够选择某个特定的有罪的可供选择



的事情。与此相反，我们有真正的自由在几种可供选择的事情中间进行

选择，虽然由于我们作为受到情欲支配的罪人的处境，和由于我们作为

这个“被诅咒的大众”的成员的处境，一切真正向我们敞开的可供选择的

事情都是罪。不去犯罪的抉择并不存在。说堕落的人的本性有去犯罪的

自由（posse peccare），而没有不去犯罪的自由（posse non peccare），

意思就是上述这些。

恩典与预定论

如果我们所能做的一切都是有罪的，那么我们如何采取步骤，使我

们从我们目前的状态转变到被救赎的状态，尤其是如果人们考虑到这样

一个步骤不能被说成是罪的这一事实的话。答案是逃避不了的：靠我们

自己，我们不可能采取这一步骤。这是奥古斯丁反驳贝拉基派的论战的

焦点，也是他的有关恩典和预定论的教义的焦点。

奥古斯丁在这件事情上的出发点是，如果没有恩典的助力，我们是

不可能真正行善的。亚当能行善，因为他有这样的助力；但他由于犯了

罪而失掉了这种助力，并且因此成为罪恶的奴隶。他的所有的后代都是

在罪的奴役下来到人世间的，并因此无能力行真正的善。我们的意志被

扭曲到如此地步，以致只有在去犯罪方面是自由的。因此，为了使我们

能够采取步骤脱离我们目前的状态，而达到得救的状态，就必须有恩典

在我们里面起作用。只有通过恩典，皈依才有可能。没有恩典，我们就

不能，也不愿意接近上帝。再者，也正是恩典，使基督徒能够在皈依之

后继续做善事。

因此，他独自运筹，以便我们能够立志；但是，当我们立志，而且

如此立志而见诸行动的时候，他同我们合作。然而，没有他使我们立志

或在我们的立志时给予合作，我们靠自己就不能做任何事情来实现虔敬

的善行。



恩典是不可抗拒的。意志拒绝给予它的恩典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恩

典在意志里起作用，引导它立志为善。这并不意味着，奥古斯丁忘记了

或许放弃了他对自由意志的捍卫，因为恩典并不与自由抵触。恩典并不

强迫我们作出一个违背自己意志的决定。实际是，上帝通过恩典提高意

志，加强它并激励它，以致意志本身，在没有任何强迫的情况下，情愿

向善。人救不了自己，也不是违背着自己的意志得救的。“不是只有上

帝的恩典，也不是只有上帝，而是上帝的恩典连同上帝一起。”恩典推

动意志，但只有通过一种“软暴力”，这种软暴力以这样一种方式起作

用，以致意志赞同这种软暴力。

另一方面，人接受了第一恩典——正像后面将要说明的那样，第一

恩典是随洗礼而来的——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人已经达到了最后的顶

峰。还必须继续守信至死，而这只有通过恩典的持守（Perseverance）
才能做到，这也是恩典的一个效果，而且不取决于人的功德。这样，得

救从头到尾都是恩典之功。

这就直接引起了预定论的问题。如果得救只有通过恩典才可能实

现，如果恩典不取决于接受恩典的人的任何功德，那就是上帝用至高无

上的自由和作为，来决定谁应该得到那不应得的恩赐。奥古斯丁关于预

定论的教义，不是从推测上帝的无所不知或无所不能的这种考虑出发

的，而是从灵魂得救和存在主义的考虑出发的，试图肯定人的得救是人

不应得的上帝之爱的结果。

根据奥古斯丁，预定一些人得救虽然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神秘事物，

但却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预定论是这样的：被拣选者的人数是固定

的，不管教会怎样发展，要进入天国的人数总是一样的。另一方面，上

帝并没有预定任何人去犯罪或被罚入地狱。被拣选者，是预定他们得救

的上帝用至高无上的作为，把他们从“被诅咒的大众”即人类中拉了出

来。那些被定罪的人继续待在这个“大众”之中，并不是上帝规定要这



样，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有罪。这样，奥古斯丁的教义不是试图把上帝的

无所不知和人的自由调和起来，而是试图证实上帝在人的得救中的绝对

至上。

奥古斯丁关于恩典和预定论的体系，曾引起了很长时期的争论——
最初的争论开始于奥古斯丁在世时，这将在下一章里讨论。这里不能讨

论其中的每一个争论，这些将在本《思想史》的合适地方加以讨论。然

而应该指出，16世纪的新教改革派认为，奥古斯丁这个希坡主教是他们

的教义的先驱者。在这一点上，他们一半正确，一半错误。无疑，奥古

斯丁在人的得救方面强调上帝作为的优先性这一做法，以及他的有关预

定论的大部分教义，和改革派的神学是一致的。奥古斯丁也强调信仰优

先于善行。然而，另一方面，奥古斯丁和改革派不同，因为他的确认

为，功德在得救中占有很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地位。虽然恩典不是根据

功德而被给予的，但恩典在我们里面起着这样的作用，而使我们能够完

成善行，善行的功德将引领我们走向最终的得救。

最后，人们必须指出，奥古斯丁把恩典理解为注入到我们里面的上

帝的能力或流体。对他来说，恩典不再是上帝方面的一种态度，而是上

帝在我们里面起作用的那种方式。这种对恩典的理解在中世纪神学的发

展中有两个重要的结果，第一，引起了有关恩典和圣灵之间的关系问

题，因为把恩典设想成上帝在我们里面的一种力量，那么，恩典就似乎

接受了某些在传统上被归于圣灵的功能。第二，同时也是为了试图解决

奥古斯丁的有关恩典和预定论的教义所引起的一些问题，人们发展了一

种有关恩典的体系，在其中各种各样的恩典被加以区分和归类，从而带

来了奥古斯丁神学里所没有的刻板性。

教会

上帝的恩典是通过圣礼，在教会的团契里，通过耶稣基督来到我们



每个人身上的。奥古斯丁在西方基督论的发展中的影响，在本《思想

史》的第一卷已经讨论过。因此，我们现在必须转到他的教会论，再转

到他的有关圣礼的教义。

我们已经指出，奥古斯丁的教会论（ecclesiology）是在反对多纳徒

派的分裂的时候形成的。略早一些，米勒维斯的俄皮达徒（Optatus of
Mile-vis）主教写了《论多纳徒派分裂的七本书》（Seven Books on the
Donatist Schism），在其中他不仅抨击了多纳徒派的历史和做法，而且

也用了他的第二本书的很大篇幅来详述真正大公教会的性质。为此目

的，俄皮达徒发展了两个主要论点来说明，真正的教会正是多纳徒派所

拒绝的教会：一个论点是关于教会扩散到全球各地，另一个论点是关于

罗马主教从“众使徒之首”圣彼得那里继承使徒统绪。

基本上，奥古斯丁追随了俄皮达徒，并在一定程度上追随了西普里

安。教会的大公性基本上在于：教会存在于全球各地。团结是爱的纽

带，把所有那些属于基督的这唯一团体（指教会）的人都维系在一起；

没有爱，没有团结；同样，没有团结，也就没有爱，因而也就没有教

会。教会的使徒权威是基于主教们的使徒统绪，在罗马有其缩影，在那

里有可能指向从彼得开始的不间断的历代传承，即“整个教会的表

式”（使徒统绪）。论到圣洁，奥古斯丁与西普里安一致，认为在今世

不可能把麦子和稗子分开。教会是圣洁的，不是因为它的一切成员都过

一种无罪的生活，而是因为它将在世代的末了臻于圣洁。同时，教会是

稗子生长于好庄稼之中的一个“混杂的团体”，因此即使是被拣选者也不

都是无罪的。

这就把我们带到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之间的区别上面。有些评论奥

古斯丁的人把这种区别强调到如此地步，以致他们忽视了奥古斯丁给予

有组织的、有教政的和有形的教会的重要性。奥古斯丁谈到教会时，他

通常指的是这个尘世的机构或混杂的团体。上帝把那些将被拯救的人召



集到这个团体中来。通过教会的圣礼，被拣选者在信仰方面得到哺育。

虽然如此，依然真实的是，这个尘世的教会和被拣选者的团体并不完全

吻合——与圆满无缺的天国的教会并不完全吻合。尘世的教会还有糠秕

在其中，并且还有若干被拣选者没有加入进来。因而产生了“无形教

会”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奥古斯丁的教会论，但是，要

正确地理解奥古斯丁的教会论，还不能夸大这一概念。

圣礼

奥古斯丁圣礼的理论是以变化不定为特点的，这种变化不定曾在早

期神学家们那里出现过，而且在经院派作出分类和区分之前也没有消

失。奥古斯丁虽然倾向于在比较准确的意思上用“圣礼”这个称号来专指

洗礼和圣餐，但他也毫不犹疑地把这同一个名词应用在种种礼仪和习惯

做法上。这里只讨论洗礼和圣餐，虽然其他几个教会的习惯做法本来也

可以包括在这些标题之下——其中有一些后来得到了“圣礼”的正式称

号，而有一些始终没有得到。

奥古斯丁之所以要讨论洗礼，是因为多纳徒主义和贝拉基主义的双

重原因。贝拉基派认为，婴儿无罪，不需要洗礼。然而，婴儿也可以接

受洗礼，作为一种“助力”来克服肉体的作用。多纳徒派宣称，只有在他

们的教会里洗礼才是有效的，而且把这种宣称建立在西普里安的权威

上。

在这一点上，奥古斯丁再度从俄皮达徒那里汲取材料，俄皮达徒在

他的《论多纳徒派分裂的七本书》里提出了关于教会参与之外的洗礼的

有效性问题，以及关于由不合格的人主持的圣礼的有效性的这个重大问

题。至于后面这个问题，俄皮达徒断言，圣礼在其本身里有有效性，尽

管主持人可能不合格。在洗礼中，有圣三位一体的参加，有受洗者的参

加以及施洗者的参加。前两者是必要的，但这种礼仪的有效性不能说是



取决于第三者，“因为是上帝在洗而不是人在洗”。但另一方面，圣礼的

有效性也确实取决于它在其中举行的那个团体，因为如果圣礼是在分裂

派中间举行的，圣礼起作用就不是为了得救，而是为了定罪。无论怎

样，重复洗礼就是否定了信仰的独一无二性，基督的独一无二性和上帝

的独一无二性。

奥古斯丁和俄皮达徒一致，认为圣礼的有效性不受主持人道德缺陷

的影响。这为了批驳多纳徒派的论点是必要的，多纳徒派声称，由于只

有他们在受迫害时坚定不移，所以只有他们才有真正的圣礼。但是，由

于奥古斯丁的和解精神，以及由于他的教牧的兴趣在于吸引而不在于推

翻多纳徒派，所以他愿意背离俄皮达徒，而把某种有效性给予分裂派中

间举行的圣礼。分裂派的确有其圣礼，但在公义和慈爱方面没有从圣礼

那里得到好处。这就是为什么异教徒和分裂派回到教会时不必重新受

洗，而只要接受按手礼就行了，这样他们就可以接受团结的结合力，而

这是他们原来所没有的，因为他们的洗礼的性质不正规。这样，奥古斯

丁就在洗礼的有效性和正规性之间作出了区别。

奥古斯丁的圣餐的教义曾被作了不同的解释。这些不同解释往往是

因为人们试图通过晚期的种种定义和争论的透镜来研究奥古斯丁，但也

有些解释是由于奥古斯丁谈到基督降临到圣餐里的时候用了不同的方

法。毫无疑问，这一点在奥古斯丁思想里有某种模棱两可。但是，这种

模棱两可不可能在现代的某种特定的对圣餐的理解的基础上用简单的调

和方法来解决。毋宁说，在奥古斯丁思想里有两种对立的倾向在斗争

着：圣餐唯实论（eucharistic realism），这种观点越来越普及，还有新

柏拉图的唯灵主义（Neoplatonic spiritualism），这种唯灵主义在早些时

候曾促使奥利金和别人用唯灵主义的说法来解释圣餐。另一种可能性是

说，奥古斯丁相信，领受圣餐的人确实领受了基督的身体和血，但并不

是说实际地吃了它们，而是说在吃饼和酒的过程中，就成了基督的身体

和血的分享者。



历史的意义

凭借圣礼来培养其信徒们的教会，不是在天上，而是像朝圣的香客

那样在种种历史事件中斗争与生活。公元410年罗马的陷落震撼了地中

海世界，这促使奥古斯丁就历史的意义进行思考并写作。这就是他的

《上帝之城》这部著作的目的，其副标题是“反对异教徒”。在这里奥古

斯丁区分了两种“城”或两种社会，各自有其不同的动机为动力。

相应地，两个城是由两种爱形成的：尘世的城是由爱自己形成的，

甚至到了藐视上帝的地步；天国的城是由爱上帝形成的，甚至到了鄙视

自己的地步。一句话，前者的城以己为荣，而后者的城则以上帝为荣。

因为一个城从人那里寻求荣耀；但另一个城的最大荣耀是上帝，上帝是

良心的见证。一个城因自己的荣耀而昂首挺胸；另一个城对它的上帝

说：“你是我的荣耀，是你使我昂首挺胸。”在一个城里，归属该城的王

子们和国民们是由嗜爱统治的人统治的；在另一个城里，王子们和庶民

们在爱中彼此服务，后者服从，而前者为大家操心。一个城对自己的力

量沾沾自喜，而以其统治者们本身为代表；另一个城对它的上帝

说：“我的主啊，我爱你，你是我的力量。”

很清楚，这两种爱，以及从这两种爱里产生出来的两个城市，是不

相容的。不过，从亚当的最初堕落到历史的最后完成的这个期间，天国

的城是这样存在于尘世上的，即“这两座城在这个世界上彼此混杂交织

在一起，直到最后的审判把它们分离开”。同时，背叛上帝的城以及顺

服并爱戴上帝的城，都继续着它们的历史进程，最后的结局则是前者被

判罪，而后者得救。

那么，关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人们能够说些什么呢？罗马

的陷落又怎么样呢，异教徒把罗马的陷落归咎于摈弃了古代诸神。根据

奥古斯丁的前提得出的回答是：罗马以及其他帝国，作为尘世的城的表

现方式，都是要归于灭亡的。如果它们曾经一度变得强大，那只是因为



上帝要它们这样。拿罗马来说，上帝使它位于诸城之上，这样就有了传

播福音所需要的和平，但一旦历史任务完成之后，罗马就因它自己的罪

和拜邪神而陷落。这曾经是而且将永远是一切人间帝国的命运，直到历

史的终结。因而，通过思考尘世的城的罪恶总是怎样受到上帝的惩罚，

就可以在历史里找到意义，但是，首先是可以在上帝之城的永恒的命运

里找到意义。

末世论

奥古斯丁的末世论多少有些因袭传统，虽然在他的末世论里有一些

解释方面的难题，这些难题大概是这个事实造成的，奥古斯丁这个希坡

主教并没有声称，在一些不可思议的事物上，他像后来一些基督教徒那

样有把握。他的末世论总是蒙着神秘的面纱，因而他很少声称，他的观

点超出了人们的一般见解。例如，奥古斯丁谈到一种火，那些死了而又

没有准备好置身于上帝的荣耀之中的人，就得在这种火里补偿他们的

罪。无疑，他在这里所指的就是通常说的“炼狱”（purgatory）。但是他

在谈到这种可能的情况时，总是模糊不清、吞吞吐吐，以致后来的解释

者们找到一些经文，这些经文好像对那种炼净之火有几种不同的看法。

关于被救赎的人可以看见上帝，关于死人的灵魂在那里等候最后复活的

地方，以及一般说来关于奥古斯丁的末世论的几个方面，都有这种类似

的情况。能够知道神秘事物的界限在什么地方，是一个伟大的神学家的

标志。

我们对于奥古斯丁神学的简介到此结束。他的神学在这样的程度上

满足了人类存在和人类思维的需要，以致若干世纪以来，甚至直到今

天，奥古斯丁一直是保罗之后基督教思想史中最有影响的思想家。



第二章　奥古斯丁之后的西方神学

奥古斯丁死时，汪达尔人（Vandal）的军队正在围攻希坡城。二十

年前，罗马陷落的消息曾经震撼全世界。这些只是西部地中海区域的政

治、社会、经济和宗教结构的根本变革的两个征兆。这个古老帝国已成

过去，而被蛮族国家取而代之——虽然其中的不少国家仍然认为自己是

罗马帝国的属国。

这个新的形势深深地影响着教会生活。这时就有必要让异教的入侵

者皈依基督教。在蛮族有阿利乌派不是异教徒，因而那个似乎已经解决

了的神学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中，有创见的思想

不大可能活跃起来。神学就成了一种编辑和评注，而不是思考和创新的

工作。因此，这是一些次要人物的时代。不过，这些次要人物正朝着后

来成了中世纪神学丰硕成果的东西迈出了第一步。

关于奥古斯丁神学的争论：恩典与预定论

正如所预期的那样，奥古斯丁的神学并不是立即被人们普遍接受，

而是首先成了长时期争论的题材，然后，他的神学权威才被普遍承认。

有关奥古斯丁神学，最重要的争论涉及两个问题：关于恩典和预定论的

问题，以及关于人的灵魂的性质问题。

在有关第一个问题的争论中，奥古斯丁教义的反对者，在传统上被

称为半贝拉基派（semi-Pelagians），虽然这个称号并不完全有道理。其

实，所谓的半贝拉基派倒真是“半奥古斯丁派”（semi-Augustinians）。

他们拒绝贝拉基的教义，而钦佩和尊敬奥古斯丁，只不过不愿意在奥古

斯丁神学的极端论点上追随这位希坡主教。

对于奥古斯丁的恩典和预定论的教义，由他的门徒和追随者们组成



的小圈子首先提出了疑问。他们中间有阿竹门图（Hadrumentum）的一

些修士和一个叫瓦塔里斯（Vitalis）的人。后者向奥古斯丁提出了一种

教义，说人所作的一切善都有赖于上帝的恩典，但是，走向得救的第一

步，即接受恩典的第一步——initium fidei——则完全靠我们自己，上帝

不加干预。奥古斯丁按照前一章里所阐述的同一方针对此作出答复：恩

典要真正成为恩典，就必须完全是人所不应得的。至于阿竹门图的修士

们，他们的反对意见和瓦塔里斯的类似，奥古斯丁在他的著作《论恩典

与自由意志》（On Grace and Free Will）和《论纠正与恩典》（On
Correction and Grace）里对他们作了回答，这些著作的内容是前一章里

解释过的那些内容，这里不再讨论。

在高卢南部，特别是在马赛，反对奥古斯丁关于恩典和预定论的观

点的情绪最为强烈。我们可以从奥古斯丁的两个捍卫者给他的两封信中

直接得知这种反对的情况，这两个人是阿克维唐的普罗斯帕（Prosper of
Aquitaine）和阿尔勒的希拉利（Hilary of Arles）。我们也有一些著作是

出自这个反对派的领袖们，例如，约翰·卡西安（John Cassian），勒林

斯的文森特（Vincent of Lérins），和利兹的福斯都斯（Faustus of
Riez）。

约翰·卡西安是个修道士，在周游帝国东部地区之后来到马赛定

居。据说，他在帝国东部地区时，曾作过约翰·克利索斯托（John
Chrysos-tom，即金口约翰）的门徒，并在埃及修道士中间待过一段时

间。他在马赛建立了两所修道院，并在这里写了他的三部主要著作：

《论修道制度》（On the Institution of Monasticism），《灵修对谈录》

（Spiritual Discourses），《论主的道成肉身，反对聂斯脱利》（On the
Incarnation of the Lord Against聂斯脱利）。在这些著作中，卡西安清楚

地谴责了贝拉基，但同时他回避了奥古斯丁的极端主张，可见于下列引

文：



“他（上帝）一看见我们心里善良意志的苗头，他就启发、鼓励并

推动善良意志奔向得救，促使他自己所栽种的东西或者他看到的我们自

己的努力所产生出的东西成长起来。”

这样的文章段落是巧妙地反奥古斯丁的，这就使奥古斯丁的教义不

能全部被人接受，不仅在这些文章写出的时候和在反奥古斯丁运动的时

候，情况是这样，而且甚至更晚些，当奥古斯丁的权威被普遍承认，但

他被人们从卡西安之类的作者的角度来解释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

勒林斯的文森特的攻击更加深刻。在他的著作《告诫》

（Commonitori-um）中，他并不直接攻击奥古斯丁，却用捍卫传统教义

来反对不点名的“标新立异”，这显然是指奥古斯丁和他的门徒们。虽然

他的著作在中世纪几乎是默默无闻的，但还没有任何其他作者能像他那

样清楚地阐述那些拥护教会教义的合法权威的论据。

根据文森特的说法，他的目的是：“叙述我们先辈所遗留给我们并

存放在我们这里的那些东西，并且用叙述者的忠实而不是用创作家的假

想来做这件事情。”《圣经》是真正教义的基本来源。但是，因为《圣

经》的意思很难看懂，而且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主曾赐下了口头传说，

作为判断哪些是应该相信的东西的手段。

再者，在这个大公教会中我们应该弄清楚的是，高举那些在所有的

地方被所有的人始终相信的东西（quod ubique, quod semper, quod ab
omnibus）。

文森特又借助异教历史中的具体事例来重述他的论点。虽然他没有

点奥古斯丁的名，但很清楚，如果奥古斯丁这个非洲主教的预定论的教

义不是在所有的地方被所有的人始终予以教导的，那就必须当做大公教

会的信仰所不容的标新立异而予以拒绝。



利兹的福斯都斯是反奥古斯丁论点的最热心的解说者。在他的论文

《论上帝的恩典与自由意志》（On Grace of God and Free Will）中，他

为那种教义辩护，即信仰的第一步——initium fidei——有赖于人的自

由。这种自由给了我们天然的能力去转向上帝，并且去寻求直到有了答

案为止。“在上帝方面是慷慨的赐予，而在人方面则是执著的追求。”那
些宣称人的自由意志只能犯罪而不能为善的人是错误的。基督为众人而

死，这就是充分的依据，可据以拒绝奥古斯丁所理解的预定论的教义，

并且可以断言，所谓的预定论只不过是上帝就其预知每个人将怎样运用

自由意志而作的判决，总结如下：

我们站在“没有神秘的基督教”面前！这就是福斯都斯的书给我们留

下的最后的印象。他公开地站在人的一边，主张归根结底一切事情都取

决于人。因此，对于所有那些似乎是上帝在人的灵魂深处产生内在作用

的东西，他都有恐惧的感觉。当然，恩典被承认了，但它不是在意志的

核心处起作用，而是停留在其外围。

为了反对这些不同的攻击，奥古斯丁和他的门徒们坚持主张，信仰

的第一步包括在上帝的恩典里，而这恩典是根据永恒的预定论赐给人

的。已经提到过，奥古斯丁撰写的论文《论圣徒们的预定论》（On the
Predesti-nation of the Saint）和《论坚持不懈的天赋》（On the Gift of
Perseverance），就是为了反对卡西安的异议。然而，反对半贝拉基主

义的奥古斯丁主义的主将是阿克维唐的普罗斯帕，他的主张可见于他的

《给鲁菲努的论恩典和自由意志的信》（Epistle to Refinus on Grace and
Free Will），他的《致忘恩负义者的赞歌》（Hymn on the Ungrateful）
——即那些“无恩典”的人——以及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出自他的手笔的

《论全人类的神召》（On the Vocation of All People）。

但是，普罗斯帕自己的辩护表现出了一种使奥古斯丁的一些最极端

的教义趋于缓和的倾向。



他最初是忠实的（直到432年前后），在半贝拉基派的攻击的冲击

之下，他放弃了那种关于上帝的有限的救赎的意志的看法和那种关于预

知罪恶之先就预定人下地狱的看法（432-435年）；然后，由于罗马的

影响……他把自由恩典的起因和无条件预定论的起因区分开，并且甚至

写了一部作品《论全人类的神召》来赞同全人类得救。

这样，从奥古斯丁死的那一天开始，他的一些教导的选集就编成

了，这选集后来由奥兰治会议批准（529年）。因此，人们可以说，教

会在其历史上的任何时刻……都没有采纳这个“恩典大师”的全部教义。

529年在奥兰治（Orange）召开的会议，一般被认为是半贝拉基派

争论的结束，虽然毫无疑问半贝拉基主义甚至在那时之后仍然有追随

者。再者，该会议本身虽然谴责了贝拉基主义以及半贝拉基派的一些主

张，但只是采纳了一种冲淡了的形式的奥古斯丁主义。主要取材于奥古

斯丁和普罗斯帕的著作而写成的奥兰治法规，是中世纪怎么样研究奥古

斯丁著作的一个良好范例——虽然人们应该指出，这些法规本身在中世

纪大部分时期内是不为人所知的。

人们在奥兰治宣称，亚当的堕落使全人类败坏了，而且人接受上帝

的恩典不是因为人要求得到恩典，而是反过来。根据这个宗教会议的说

法，信仰的第一步——initium fidei——不在于人的本性，而在于上帝的

恩典。自由意志靠它自己不能引领人去得到洗礼的恩，因为这种意志已

被罪腐化，只有靠洗礼的恩典才能恢复。亚当由于自己的罪恶而抛弃他

们的罪恶的状况。基督徒的坚韧不拔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意志的力量，而

是靠赐给我们的圣灵。恩典不以功德为基础，并且只有靠恩典我们才能

端正品行，因为我们自己所有的切都是罪恶和痛苦。

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有人被预定去作恶——这种教义被这次

会议判为非法。与此相反，所有那些受洗的人都可以在基督的帮助之下

得救。



说奥兰治会议是半贝拉基主义的胜利，那是不对的。相反，该会议

明确地拒绝了有关人的信仰第一步的教义之类的典型的半贝拉基派教

义。然而，该会议在其教义方面并不是真正的奥古斯丁派的，这也是事

实。该会议完全没有提及——虽然有点默许——那种不是基于上帝预知

人的未来的态度和行为而是基于上帝至高无上的决定的预定论，也没有

提及不可抗拒的恩典。这里强调的反倒是洗礼时赐给人的那种恩典。

《忏悔录》所讲的那种不知所措的和激动的体验被改变成了一个完整的

恩典体系——这个过程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却是不幸的。

关于奥古斯丁神学的争论：灵魂的性质

有一部分是由于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奥古斯丁断言，灵魂是没有

形体的。他这样主张就抛弃了德尔图良所建立的北非传统，从而引进了

被许多人认为是基督教神学里标新立异的东西。如所预料，这种教义在

那些不大愿意接受新柏拉图主义信条的小圈子里很快就遭到反对。由于

半贝拉基派在这些小圈子里活动，所以发现他们中间有些人不仅在涉及

恩典和预定论的事物上，而且在奥古斯丁对人的灵魂的理解上反对他，

就不足为奇了。

在奥古斯丁的有关灵魂无形体的教义的主要反对者中间有利兹的福

斯都斯，在半贝拉基派争论中我们已经见过他。福斯都斯借助古代基督

教作家们的权威，肯定灵魂是看不见的，但坚持灵魂是有形体的。只有

上帝是无形体的，而所有的灵魂以及众天使都有形体，尽管这些形体比

我们可见的形体微妙得多。提出相反的说法，那就是抹煞了造物主和被

造物之间的区别，抹煞了无所不在并充满一切事物的上帝与局限于一定

地点的灵魂之间的区别。

奥古斯丁的灵魂无形观点的主要辩护人是克劳提埃那斯·曼那特斯

（Claudianus Mamertus），他在他写的答复福斯都斯的论文《论灵魂的



状况》（On the Condition of the Soul）里，一再借助古代哲学家们的权

威来说明灵魂是无形体的。克劳提埃那斯的另一个论点是上帝在人里面

的形象：如果上帝是无形体的，那么，相信有形体的被造物具有上帝的

形象，就很荒唐。再者，一切物体都由四种元素构成，却没有一种能在

灵魂里找到。

稍晚些，马赛的根拿丢（Gennadius of Marseilles），一个我们不曾

读过的半贝拉基派，重新提起了福斯都斯所说的只有上帝是无形体的论

点。

除了上帝（那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灵）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看

做是无形体的，上帝被宣称为真正无形体的，因为他在一切地方并充满

和完善一切事物；而他之所以不能被一切被造物看见，恰恰因为他是无

形体的。

此后，由于新柏拉图主义通过奥古斯丁，马利乌·维克多里奴

（Mari-us Victorinus），尼撒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Nyssa）和其他人

的著作而影响越来越大，这一争论终于平息而最后消失了。到了加洛林

王朝时代，这一争论又一度复燃，但这最后一次断言灵魂有形体的企图

被伪狄奥尼修斯（Pseudo-Dionysius）的拉丁译本彻底挫败了，因为这

个译本大大加强了新柏拉图主义在这个论点和其他论点上的影响。

在本节末了提一下，人们可以看到，那些倾向于强调人在得救工作

中的能力与合作的人——即半贝拉基派——同时也最严格地反对在神学

领域内运用哲学。另一方面，强调人不能把自己从罪里解救出来。奥古

斯丁派，同时也最喜欢在神学探讨中运用哲学。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

在以后的世纪中——即16世纪和20世纪——有些人主张不但在得救方

面，而且在真正认识上帝方面，都应当肯定人的脆弱，因此，把哲学作

为认识上帝的手段的这一概念，连同人能救自己的这一概念，必须统统

加以拒绝。



奥尔柔修和普利西利安主义

4世纪末，当奥古斯丁和安布罗斯还在世时，在西班牙兴起了一个

通常被称为“普利西安主义”（Priscillianism）的运动，其创始人据说是

阿维拉（Avila）的主教普利西利安（Priscillian）。普利西利安是否教

导了那些被归于他的教义，仍然是个悬而未解的问题。不管怎样，他在

马克西姆（Maximus）皇帝手下因不道德和巫术而被判处死刑。除此之

外，几个古代作者——奥尔柔修、萨尔皮修·瑟维如斯（Orosius,
Sulpitius Severus）、哲罗姆、达马苏斯（Damasus）、安布罗斯等等

——宣称，他持有一种类似撒伯流主义（Sabellianism）的三位一体教

义、摩尼教的二元论（Manichaean dualism）和一些幻影派（Docetic）
观点。

普利西利安死后，他的追随者们遍及西班牙各地和南部高卢。甚至

最晚到了561年，在布拉加（Braga）召开的一个宗教会议还认为有必要

谴责他们，虽然到了那个时候一些相当荒谬的教义被堆在普利西利安的

头上。

保罗·奥尔柔修（Paul Orosius）作为普利西利安的对手而第一次出

了名，因为他在公元414年走访了奥古斯丁，并送给了他一本《关于普

利西利安派和奥利金派错误的告诫》（Commonitorium of Errors of the
Priscil-lianists and Origenists）。但是，他对基督教思想史的主要贡献，

不在于反对普利西利安主义，而在于他对历史的解释，其观点可见于他

的七本书《论历史，反对异教徒》（On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

这七本书是应奥古斯丁的要求而写来作为他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的补充的。在这一著作中，奥尔柔修纵览了人类全部历史，试图

说明异教时代并不比基督教时期好，而是甚至更坏。他对历史的总的想

法和奥古斯丁一样，但是，依照他的观点，基督在这样大的程度上是全

部历史的目的，以致即使是给基督带来个人苦难的蛮族入侵，也应当被



解释成为上帝提供的使入侵者皈依的手段：

如果把蛮族派到罗马境内的唯一目的，是在东方和西方各地，基督

的教会将增添匈奴人（Huns）、色比人（Suevi）、汪达尔人（Van-
dals）、布根底人（Burgundians）以及其他许多民族的信徒，那就应该

赞美和颂扬上帝的恩惠，因为这么多民族得到了真理的知识，而他们没

有这一契机是不可能这样的，尽管这一契机给我们造成破坏。

波伊丢斯与共相问题

曼留斯·托库塔斯·瑟维立努·波伊丢斯（Manlius Torcuatus Severi-nus
Boethius）于5世纪末和6世纪初生活在东哥特人（Ostrogothic）的意大

利。他不但在罗马而且在雅典获得渊博的学识，并把那种使拉丁世界熟

悉希腊哲学遗产——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遗产——的工作作为

己任。为此目的，他翻译了重要的古典著作，也写了这些著作评注。他

因为写了《哲学的安慰》（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这篇论文而

大大出名，这是他在监狱里写的，有人在国王西奥多里克（King
Theodoric）面前指控他有亲拜占庭的阴谋，因而国王把他投入监狱。他

也写了一些神学的和理论的文章，如《论三位一体的合一性》（On the
Unity of the Trini-ty），《论基督的位格与二性》（On the Person and
Two Natures of Christ）以及《基督教信仰浅释》（Brief Exposition of the
Christian Faith）。

波伊丢斯对基督教思想史的重要性，不在于他是一个有创见的思想

家——这一点他并不是。也不主要在于他是一个古代遗产的编辑者和组

织者——这一点他确实是。他的重要性实际是在以下三个方面，他在这

三个方面的影响在整个中世纪经常被人们感觉到。

第一，波伊丢斯讨论了和应用了“位格”，“实体”，“存在物”之类的

名词以及对三位一体教义具有重要意义的名词，从而影响了后世的神



学。其中，对后世神学最为重要的是他给“位格”定义：位格是具有理性

者的个别实体——pessona est ronatonabilis naturae individua substantia。
中世纪一些最杰出的神学家用了很长的篇幅来阐明这个定义的意思以及

这个定义对三一论和基督论的含义。

第二，波伊丢斯是中世纪最初几个世纪赖以知道古典哲学——特别

是有关逻辑方面古典哲学——的渠道。

第三，主要是通过波伊丢斯，中世纪才探讨了共相（universals）这

个问题。在波伊丢斯对波菲利（Porphyry）的《序言》（Isagoge）——
这是用来介绍亚里士多德的《知识概念》（Categories）——的评注

里，波伊丢斯指出，波菲利提出了问题而没有进行讨论。问题在于：物

种的种类是存在于它们本身之中呢，还是只存在于我们的头脑里。再

者，如果种类和物种确实存在于它们本身之中——那就是说如果它们是

真实的——那么人们就应该断定，它们是有形的或不是有形的，以及它

们是存在于个别物体中或脱离个别物体而存在。简单地说，这就是共相

的问题，这个问题整个中世纪一直在辩论。

所提出的问题在于：物种概念是不是起初的。如果物种概念是真实

的，那么物种概念怎样和包括在物种概念里面的个体联系起来呢。比方

说，“猫”的概念——这个概念包括了所有的猫——是不是真实的？如果

这个概念不是真实的——那就是说，如果这个概念只是一个名称——那

么，是什么东西使所有的猫成其为猫呢？另一方面，如果这个概念是真

实的，那么，个体的猫怎样和“猫”的物种概念联系起来呢？而个体的真

体又是什么呢？

这是中世纪的主要哲学问题之一。那些认为共相是真实的人被称

为“唯实论者”（realist）。另一方面，那些断言共相只是名称而只有个

体里才有实体的人被称为“唯名论者”（nominalists）。但是，在极端的

唯实论者和激进的唯名论者的中间地带，有各种各样的中间观点，这在



本思想史叙述过程中还将见到。

共相问题对神学有很大的重要性。例如，极端的唯实论很容易陷入

泛神论（pantheism），但唯实论也能简化原罪的传递问题。或者唯实论

也能支持这样一种对教会的理解，即教会是属天的实体，不依赖人来得

到其权威。另一方面，极端的唯名论在论述认识论方面和解释原罪遗传

方面存在着困难；而且唯名论倾向于把教会看成是信徒们的整体，教会

当局从信徒们的整体那里得到它的权威。人们在中世纪基督教思想的发

展中还将进一步看到这些不同的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几个例子。

波伊丢斯本人在共相方面的主张是典型的柏拉图主义的。他认为共

相和柏拉图的想法是相符的。然而，在波伊丢斯对《序言》——这是用

来介绍亚里士多德——的评注里，波伊丢斯详述了亚里士多德的解决办

法，因而不少中世纪的哲学家终于认为他在这个争论点上态度摇摆。他

这种表面上的摇摆促使共相问题的争论继续下去。

迦修多儒

元老院议员夫拉维·马格那斯·奥热流·迦修多儒（Flavius Magnus
Aurelius Cassiodorus）是波伊丢斯的同时代人，然而较他年轻一些。迦

修多儒在西奥多里克国王的宫廷里身居高位，他在那里充当阿利乌派哥

特人和被征服的天主教徒之间的中间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正统

信仰有所犹豫。以后，他只是因为向往一种研究学问和沉思默想的生

活，而辞退了他的职位，隐退到维发利亚（Vivarium），不久就在那里

成了一个兴旺的修道社团的领袖。最后，他又辞退这个职务，而作为一

个普通修士度过余生，他的圣洁和博学受到广泛的推崇。

迦修多儒是学问渊博的人，但不是有创见的思想家。他除了把他认

为是古典文化里最好的东西收集在几部世俗作品里之外，还写了一些宗

教论文，其中最杰出的是《论灵魂》（On the Soul）。他在这篇论文里



表现出他是奥古斯丁和克劳提埃那斯·曼那特斯的门徒——虽然注意到

这一点是有趣的，即这篇论文的心平气和的和促成和解的口气说明，争

论已经结束，而且奥古斯丁的主张已被普遍接受。迦修多儒写的对《诗

篇》的评注和对《新约圣经》几卷书的评注表明，他继承了寓意解经法

传统。在他的《三重历史》（Tripartite History）里，他满足于编辑和组

织一些摘自苏格拉底（Socrates）和狄奥多莱（Theodoret）历史著作的

资料。这些历史著作是他的一个朋友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的。但是，迦

修多儒在中世纪最有影响的著作，是两部头的《宗教学问和世俗学问的

体制》（Institutions of Divine and Secular Letters）。这一著作是古代宗

教知识和世俗知识的总结，是中世纪教育所依据的模型，也是中世纪赖

以继承古代遗产的主要渠道之一。

迦修多儒同波伊丢斯和大格列高利（Gregory the Great）一样，享

有拯救希腊罗马文化与文学于危亡的荣誉。

他被正确地宣布为6世纪的科学的英雄和重建者。他在维发利亚的

隐居地，在宗教生活与学术生活相结合方面，树立了第一个极为光辉的

典范……修道院的图书馆和学校，在蛮族风暴中成了学术的避难所，这

就是迦修多儒的首创精神所带来的结果，是这位维发利亚修道院长遗留

给整个修道团体的遗产。

大格列高利

在古代和中世纪之间充当桥梁的那些人之中，教皇格列高利无疑是

一个最出色的人物。他于公元590～604年担任罗马教皇，后代的人给他

加上了“大”的尊称，他在传统上被视为教会四博士之一。大格列高利的

重要性涉及到各种各样的领域：就礼拜仪式的历史来说，他是重要的，

因为他对格列高利颂调有影响，也对礼拜的其他各个方面有影响；就教

会法规的历史来说，他是很重要的，因为他的一些书信说明了6世纪末



和7世纪初教会法规的发展情况；就传教历史来说，他是重要的，因为

他启发奥古斯丁到英国去传教；就修道生活的历史来说，人们不能不注

意到他对中世纪苦修主义的影响；讲道的历史记录表明，他的有关《以

西结书》和福音书的讲稿，后世最喜欢阅读和仿效。

大格列高利对基督教思想史的重要性，不在于他的有创见——他没

有什么创见——而在于他对中世纪神学的影响，以及他所充当的过滤器

作用，中世纪神学就是通过这个过滤器来阅读奥古斯丁的著作的。他的

思想，至少在表达方式上，是奥古斯丁派的。然而，人们在阅读了奥古

斯丁的著作之后再阅读他的著作，就不能不感到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

差别。

大格列高利的几乎每一点都在奥古斯丁的教导里有其根源，但很少

有任何一点真正是奥古斯丁的。奥古斯丁里的非奥古斯丁的东西成了格

列高利这个半奥古斯丁派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奥古斯丁的基本精神消失

了，而迷信占了上风。一切都是更粗糙，更僵化，更中庸。主要动机不

是要从上帝那里找到安息以享有内心的平安，而是由于害怕不安定而投

靠教会组织以寻求安全。

这并不是说，大格列高利企图篡改或甚至削弱奥古斯丁的精神。相

反，他深信自己是奥古斯丁这个希坡主教的忠实解释者——中世纪人士

也这样看他。关键是大格列高利和奥古斯丁的时代不同了。新时代是黑

暗的——是如此黑暗，以致大格列高利这位罗马主教深信，他是生活在

世界末日。在瘟疫、野蛮和无知的包围下，大格列高利力图维持治安、

和平与文化；但他只是在付出随波逐流这一代价后才做到这一点的。因

此，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责怪他这个人，而应该根据他所处的历史背景

来了解他，并指出他的作品对后世神学的重要性。

在大格列高利有关上帝、三位一体和耶稣基督位格的教义里，大格

列高利完全是正统和因袭传统的。他认为最初的四次会议的权威和四福



音书的权威相等。他的关于灵魂的教义也是这样，他遵循奥古斯丁的主

张，说灵魂是无形体的，并且不同意灵魂创造说或传殖说。

在大格列高利的有关恩典和预定论的教义里，大格列高利摈弃了奥

古斯丁学说，而主张上帝预定“那些他称为被拣选者的人将得救，因为

他知道他们将坚持信仰和善行”。再者，不是像奥古斯丁这个希坡主教

说的那样，恩典不是不可抗拒的。

大格列高利的奥古斯丁主义是被大大地冲淡了的，而且受到了约翰

·卡西安之类的作者们的影响，这一点可清楚地见于大格列高利这个罗

马主教强调赎罪的修行和补赎的这一做法。我们不能在这里讨论修行的

具体做法的发展。这样说就够了：大格列高利把忏悔、认罪和补赎看做

是修行的基本组成部分。解罪礼只不过是进一步证实上帝已经给予的宽

恕，但这并不是说，信徒可以忽视他们的牧师所具有的行解罪礼的权

威。

对于罪的补赎，不仅要在今世实行。那些死了以后还有小罪负担的

人，将在炼狱里受“火”的炼净——这个教义是奥古斯丁提出并为格列高

利所肯定的。

弥撒作为一种献祭——这个教义可能也是从奥古斯丁的一些文章里

搜集来的，虽然在解释这些文章方面或许有些牵强附会——是格列高利

赏识的另一个教义。基督在其中重新被献的这种献祭，不仅对活着的人

有益，而且甚至对那些还在炼狱里的灵魂也有益。

最后，人们必须说，大格列高利是一个讲神迹和讲天使、魔鬼的大

师。他的《对话》（Dialogues）事实上是把那些被认为是各种各样的圣

徒所有的奇迹当做真事而编成的文集。大格列高利对于这类神迹奇事的

基本态度可见于他的另一著作：“神迹奇事只能用信仰去相信它们，而

不能用理智去研究它们；因为如果理智能够说明它们，那它们就不再是



神奇的了。”至于天使们和魔鬼们，格列高利声称，他知道得如此之

多，如此详细，以致一些后世的读者得出结论说，他亲身得到了灵感。

天使们分为九个等级，各有其特定职责。魔鬼们——堕落的天使们——
破坏和平并阻碍天使们和基督徒们的工作。

总而言之，格列高利是一个标志，说明在政治和理性没落的时代，

人们怎样使奥古斯丁神学在两个主要方面适应民众的信仰：其一是在恩

典和预定论的教义方面放宽了原来的极端主张，其二是给一些迷信的信

仰和做法留出了余地。

同时期的其他作者们

努西亚的本尼狄克（Benedict of Nursia）是波伊丢斯和迦修多儒的

同时代人。他对于基督教会的后期发展是很重要的，因为他的《规章》

（Rule）对西方修道生活的形成影响很大。由于中世纪很大一部分神学

是在修道院中发展和写成的，因而总是存在着本尼狄克的影响，尽管他

的影响更多地涉及到实际的和禁欲的修道院生活，而不是涉及到神学本

身。虽然我们在随后的篇幅里不讨论“修道神学”本身，但读者应当意识

到，大部分中世纪神学实际上是修道神学。因此，虽然本尼狄克不是基

督教会的最多产的作者之一，但他对中世纪基督教生活和思想的影响是

很显著的。

布拉加的马丁（Martin of Braga）也一样，他由于在斯威（Suevi）
比他在色比人中间的传道工作而出名，虽然他对于后期修道制度的影响

较之本尼狄克而言是次要的。

最后，赛维尔的依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是大格列高利的同时

代人，他由于他的《词源》（Etymologies）而很有影响。依西多尔的著

作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概括了他的时代的一切学识，从文法、修辞到

神学，也有地理、历史甚至各种珍禽怪兽。这本包罗万象的知识手册在



中世纪非常受欢迎，而且没有一个重要的作者不引用它。自然，由于其

时代背景，依西多尔并不比格列高利更有创见。

在《圣经》、教义、道德、纪律和礼拜仪式方面，圣依西多尔总结

了他的时代的学识。但他给我们的不是他自己的思想，而是其他的人的

思想。他满足于发出传统的回音，他细心地收集并重现那些传统的见

证。

“传统的回音”——这就是我们这一章所研究的一些作者的工作。和

各种回音一样，传统的回音缺乏原来的声音的音色；其音调是严肃的，

甚至是空阔的。但人们不应忘记，主要是通过他们的工作，中世纪才能

够听到古代遥远的声音。



第三章　第四次与第六次普世大公会议之间的东方神
学

本《思想史》第一卷是以基督论争论及卡尔西顿会议为结尾的。为

了叙述的连贯性，在东方正在进行基督论争论时，我们不得不把西方神

学的过程搁置一边。这就使我们在本卷的开头，回过头来讨论年代早于

卡尔西顿会议的奥古斯丁神学，并接着讨论了中世纪前几个世纪的源于

奥古斯丁的一些神学思想。现在我们必须回到上卷结尾所留下的东方神

学。

基督论争论的继续

卡尔西顿的《信仰宣告》（Definition of Faith）并没有结束东方的

基督论争论。确实，西方满足于对这样一个信式的正式批准，这个信式

同那个可以在德尔图良和奥古斯丁那里以及在利奥的《大函》

（Tome）那里找到的信式非常近似。同样确实的是，那些与以弗所

的“强盗会议”（Robbers'Synod）有密切关系的人——狄奥斯科鲁

（Dioscorus）和欧迪奇（Euty-ches）——都被放逐了。但是，有很多东

方基督徒感到，肯定基督有两性这一信式，同西里尔（Cyril）的另一信

式——这种信式是西里尔无意中从阿波利拿流派（Apollianarian）那里

得来的——明显抵触，西里尔的这另一信式是“上帝之道的成为肉身的

一性”。正是在这些基督徒当中首先掀起了对卡尔西顿会议的反对。

大多数对卡尔西顿的定义感到不安的人，实际上不是反对该会议所

主张的教义，而是反对“具有二性”（“in two natures”）的信式。他们的

主张就是朱治（Jugie）所说的“词语上的基督一性论”（verbal
monophysism），因为他们实际上是正统的信徒，反对那些被认为是欧

迪奇所有的教义，并且承认基督既与上帝同性又与我们同性。这些“词



语上的基督一性论者”观点的主要解说者是安提阿的瑟维如斯（Severus
of Antioch），因而他们常常被称为“瑟维如斯派”（Severians）。

从基督论的观点来看，瑟维如斯最重要的著作是《爱真理的人》

（The Lover of Truth），其目的是为了驳斥西里尔的语录集，人们编辑

和出版这个语录集是为了在西里尔这个已故教长的著作里找到依据来支

持基督二性论的教义。如所预期，瑟维如斯不费吹灰之力就指出，西里

尔的教义，和聂斯脱利的教义相反，是“上帝之道的成为肉身的一性”的
教义。

瑟维如斯明确肯定基督的真实的和完全的人性以及真实的和完全的

神性，但他坚持说这两个性合并成了一个性，“基督具有和我们一样的

血肉，并为童贞女神之母所生”。还有：

他永远具有和生他的上帝同样的性质，他甘心降临人间并变得具有

和他母亲同样的性质。因此，他本是神，变成了人；他使自己成了他本

来不是的人，同时依然是他本来就是的神，而没有任何变化。因为他在

他所成为的肉身之中没有丧失他的神性，而其身体没有丧失其有形的特

性。

这些词语上的基督一性论者反对卡尔西顿信式，是基于他们对“性”
）这个词的理解，他们把“性”和“位”（hypostasis）视为同义词。因

此，他们认为，卡尔西顿那样的信式里有矛盾，并且向聂斯脱利主义开

了方便之门，因为卡尔西顿信式在两性之间作出了区分，同时又声称两

性在于一个单一的位格里。再者，这些词语上的基督一性论者中的许多

人，只是一些想要保留西里尔提出的“一性”信式的保守派——尽管西里

尔自己也曾愿意使用“两性”这个信式，只要不按照聂斯脱利的方式来解

释这个信式就行。

总之，反对卡尔西顿信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威胁到帝国的统



一。因此，好几个皇帝对此进行了干预，并试图用调和的信式或改换卡

尔西顿的定义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种用政治力量来解决神学纠纷

的企图，其最终结果是使人们的怒气达到了新的高度，而且作为措辞问

题而开始的这件事情，终于成了不可挽救的分裂，同时还导致了荒诞无

稽的讨论。

第一个试图把卡尔西顿会议放在一边以便吸引那些反对二性论信式

的人的皇帝，是篡位者巴西里司克斯（Basiliscus）。他于公元476年颁

布了一项“谕令”（Encyclion），取消卡尔西顿会议的决定，并召开一新

的会议。但是，他在政治上的垮台和被他推翻的芝诺（Zeno）皇帝的重

新上台，使得上述计划终于告吹。

以后芝诺自己也试图解决这个削弱帝国的神学分歧。为此目的，他

并没有追随巴西里司克斯的榜样，即他没有公开否定卡尔西顿会议，而

是发布一个“团结敕令”（Edict of Union或Henoticon，公元482年）。这

个“团结敕令”是他在君士坦丁堡主教阿开喜阿斯（Acacius）的合作下准

备的。由于阿开喜阿斯坚决反对巴西里司克斯的“谕令”以及主持了一个

贬斥被认为是一性论者的漂布工彼得的宗教会议，而证明了他在历史上

的正统态度，因而芝诺希望他的努力能够很好地被卡尔西顿正统派接

受。

但芝诺的努力一点也不比巴西里司克斯更成功。他的“团结敕令”实
际是忠实地重现了词语上的基督一性论，但没有试图表明卡尔西顿定义

和该界定的反对者之间存在着的障碍是措辞方面的。相反，这个敕令甚

至天真地企图恢复卡尔西顿会议之前的形势。例如，这个皇帝宣称，任

何人不得接受不同于上帝启示的，经尼西亚会议（Nicea，325年）阐述

的，并经君士坦丁堡会议（Constantinople，381年）重申的信仰。此

外，他重申了西里尔反对聂斯脱利派的十二条著名的谴责。最后，他谴

责了任何敢于对“无论是卡尔西顿，或者是任何其他会议”有其他想法的



人。

很可能芝诺和阿开喜阿斯原本并不是要反对卡尔西顿的决定，而只

是试图通过超越其决定尚有争议的卡尔西顿会议，来团结见解不同的基

督徒，以达到与公元433年的“重新团结信式”类似的妥协。但是，他们

的行动的最终结果是，不仅在有关卡尔西顿会议方面，而且在有关“团
结敕令”方面，都加深了分裂。

另一方面，芝诺的敕令导致了罗马教廷和东方教会之间的分裂。虽

然“团结敕令”没有公开谴责卡尔西顿会议，但该敕令的确倾向于贬低卡

尔西顿会议和利奥《大函》（Tome）的权威。该敕令对二性论信式甚

至只字未提。许多一性论的神学家们迫不及待地表示支持这个敕令，就

说明了这个敕令为一性论开了方便之门。此外，教皇宣称，皇帝无权在

教义问题上判断是非。因此，整个西方在教皇领导下，一致反对“团结

敕令”。因为阿开喜阿斯坚决支持皇帝的敕令——也因为亚历山大主教

继位引起的磨擦——教皇费利克斯（Pope Felix）开除了阿开喜阿斯的

教籍，并宣布废黜他的主教职。由于教皇没有办法使废黜成为事实，结

果东西方之间就分裂了，西方历史学家们往往称之为“阿开喜阿斯分

裂”（Schism of Acacius，484-519年）。

这一分裂持续到它的主要当事人死后，甚至持续到他们的直接继承

人死后，直到公元519年为止，那时经过皇帝查斯丁（Justin）和教皇荷

尔米司达斯（Hormisdas）之间的一系列协商，东西方两教会终于恢复

交往。由于查斯丁有兴趣重新建立和西方教会的关系，所以新订的重新

团结的信式对罗马来说是一个胜利，因为君士坦丁堡满足了罗马的一切

要求：肯定卡尔西顿会议与利奥《大函》；谴责聂斯脱利、欧迪奇、狄

奥斯科鲁、阿开喜阿斯和他们的追随者；并对所有因不赞成“团结敕

令”而被贬斥的正统教会领导人一律予以平反。

另一方面，在一性论者们本身中间也感到了“团结敕令”的分裂的影



响。在埃及，那些坚持明确谴责卡尔西顿的群众的狂热，促使他们同那

些满足于“团结敕令”的教长们脱离关系，并且创立了一个新教派，这个

教派没有等级制度而被称为“无首派”（the acephaloi），这一教派继续存

在到17世纪。和他们对立的“团结敕令派”得到皇帝的宠爱，因此占据了

一些最重要的主教教座。

再者，“团结敕令”也使得词语上的一性论者或瑟维如斯派同真正的

一性论者最后分裂。已经谈到过，瑟维如斯虽然反对卡尔西顿信式，但

他的基督论基本上是正统的，因为他坚信基督有完全的和真正的人性。

从瑟维如斯的这种教义引申出来的是，基督的身体作为身体是可能腐朽

的。正是在这一点上，以瑟维如斯及其追随者为一方和以真正的一性论

者为另一方之间首次发生了争论。后者在哈利加纳苏的尤里安（Julian
of Hal-icarnassus）领导下宣称，基督的身体就其本性来说是不可能腐朽

的，而坚持相反观点就是“可朽之物的崇拜”（phthartolatry）。基督的确

在十字架上受过苦；但这不是因为他身体的天然可朽性，而是因为他自

己为了救赎而作出特殊的让步。瑟维如斯派反对他们而主张成为肉身这

件事，严格地说，需要基督的身体的天然的可朽性，否认这种可朽性就

是伪装的幻影说，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把尤里安及其追随者称为“幻影

派的不可朽论者”（Aphthartodocetists）。尤里安的一些追随者为了回

击，就借助纯粹的欧迪奇主义（Eutychianism）而提出，基督的身体不

是被造的——因而他们也被称为“非被造论者”（aktistits）。

后来，瑟维如斯派本身发生了分裂。他们中间有些人——“不可知

论者”（agnosticists）——把瑟维如斯应用在基督的身体上的同一些原理

应用在基督的灵魂上，因而得出结论说，耶稣作为一个人，有某些事物

是不知道的——特别是，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不知道审判之日。另一方

面，一些瑟维如斯派在尼奥布的斯蒂芬（Stephen of Niobe）的领导之下

——因而被称为“尼奥布派”（Niobites）——由于种种事件而转移到尤

里安及其追随者的立场上，并且终于加入他们。



以上就是“团结敕令”引起的斗争和讨论里的一性论的故事。然而，

为了不让人们对于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所谓的一性论教会的神学有一个

错误的认识，应该指出，一性论的所有的极端教派都在一个很短的时期

内消失了，而现在所谓的一性论教会的基督论，更近于词语上的一性论

而不是近于真正的一性论。

“阿开喜阿斯分裂”刚一解决，“团结敕令”刚一撤销，另一个基督论

争论又点燃起来。现在的争论点是，断言“三位一体中的一位受难”是否

正确，因此，基督教思想史中的这一插曲，通常被称为“神受难的争

论”（theopaschite controversy）。由于神受难说的主要提倡者是来自大

月氏（Scythia）的修士，因而也叫做“大月氏修士争论”（controversy of
the Scyth-ian monks）。实际上，这一争论只不过是安提阿式的“可分

的”（divisive）基督论同传统上和亚历山大联系起来的“统一

的”（unitive）基督论之间的重新交锋。大月氏修士们担心，在“团结敕

令”撤销之后，“可分的”基督论看来要抬头，就开始用“三位一体的一位

受难”的这一提法作为他们的正统做法的口号和尺度。他们这样做是在

强调“属性交流”（communicatio idiomatum），而这一点成了“统一的”基
督论的主要传统着重点之一。实际上，聂斯脱利争论和神受难争论是类

似的，因为二者的争论点是，人性的属性可不可能归于上帝之道。聂斯

脱利争论的焦点在于基督成为肉身，神受难争论的焦点在于基督受难。

但基督论问题基本上是一样的。

大月氏修士们有一个长久的传统来作为他们主张的依据，这个传统

始于安提阿的伊格内修斯（Ignatius of Antioch），他曾说过“我的神的

受难”，继而有漂布工彼得（Peter the Fuller），他在“三一

颂”（Trisagion）里加上一句“他为我们而被钉在十字架上”。

总之，在6世纪初查斯丁做皇帝时，随着“阿开喜阿斯分裂”的结束

而来的卡尔西顿的反作用，这一群修士掀起了一场运动，要把“三位一



体的一位受难”这一信式当做教会正式教义的一部分。他们得到了瓦塔

里斯（Vitalis）将军的支持，而瓦塔里斯曾帮助查斯丁登上皇位，因而

很有权势。但是，他们的观点在君士坦丁堡的一些小圈子里没有很好地

被接受，君士坦丁堡担心，他们坚持一个特殊的信式，将引起新的分

裂，并且将使人们有机会重新起来反对卡尔西顿。他们随后到了罗马，

想在那里得到教皇荷尔米司达斯的支持。但是，虽然受到了来自君士坦

丁堡的压力，但教皇拒绝支持这些大月氏修士。

这个问题持续到查斯丁去世和查士丁尼（Justinian）继位。查士丁

尼的伟大理想是重建帝国失去的统一。为此目的，他派遣他的将领们到

北非；为此目的，他在意大利采取了外交攻势；为此目的，他让人汇编

和整理罗马法律的法典；为此目的，教会的团结是绝对需要的。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查士丁尼迫切希望解决这个分裂他的帝国的基

督论争论。他认为达到这个目的最好办法是，对那些反对卡尔西顿决议

的人作一些让步，只是不要过分让步以致脱离了捍卫卡尔西顿信式的群

众。正像在他之前和之后的许多其他事例一样，查士丁尼的这些带有皇

帝权力和强制印记的努力，只是促成群情鼎沸并给争论火上浇油。加之

皇后提阿多拉（Theodora）公开支持瑟维如斯的一性论，促使她丈夫越

来越离开卡尔西顿正统信仰，其最终结果是政府当局与教会当局之间的

关系日益紧张。

最初，查士丁尼对一性论者是苛刻的。但他很快就觉得，这样的政

策不明智，并决定召开一个有卡尔西顿捍卫者与其反对者参加的会议，

以求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这个被称为“矛盾会议”（Contradictory
Confer-ence）的会议只是导致了神受难争论的复燃，并引起了“三章争

论”（con-troversy of the Three Chapters）。

神受难争论在“矛盾会议”上复燃，因为反对卡尔西顿会议的人，坚

持接受“三位一体的一位受难”这一信式。查士丁尼认为，那些反对这一



信式的人过分褊狭，因而用他的权威要求教皇——当时是约翰二世——
支持这一信式。这样，传统上与亚历山大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统一

的”基督论，就给了相反的安提阿的趋向一个狠狠的打击，而安提阿派

的趋向当时是少数，正在力求提出基督成为肉身的那个人是完全真实

的。

一个更大的打击随之到来。这就是“三章争论”以及这一争论在第五

次普世大公会议上达到高潮。“三章”是争论过程中产生的一个简称，指

的是莫普苏埃斯蒂亚的狄奥多尔（Theodore of Mopsuestia）、赛勒斯的

狄奥多莱（Theodoret of Cyrus）和埃德萨的依巴斯（Ibas of Edessa）的

著作——有时是指他们本人。上一卷里已经说过，他们是安提阿派基督

论的主要教师。在一定程度上，“三章”的争论是“矛盾会议”的产物，在

这次会议上事情很清楚，所谓的一性论者——他们的大多数人实际上只

是词语上的一性论者——反对的不是卡尔西顿宗教会议，而是作为该会

议的决议的背景的安提阿派神学家们的著作里的基督论。这样就使查士

丁尼想到，如果不谴责卡尔西顿会议本身以保留它的威望，而只谴责拼

凑成“三章”的安提阿派三大神学家的著作，就有可能达成妥协。查士丁

尼下了两道敕令谴责“三章”。在这件事情上，他得到了当时最杰出的神

学家拜占庭的利昂提乌（Leontius of Byzantium）的支持，关于利昂提

乌我们以后还要研究。再者，皇帝的权力很大，以致君士坦丁堡、亚历

山大和安提阿的教长们一个接着一个在皇帝敕令上签了字，尽管他们每

个人都是处在压力下，而且非常怀疑自己所采取的这一步骤。

西方的反应接踵而来。在西方，对“三章”的谴责似乎只是公开拒绝

卡尔西顿会议的前奏。但教皇维基利亚斯（Vigilius）因为是在皇后提

阿多拉和查士丁尼的将军贝利撒留（Belisarius）的支持下取得教皇职位

的，就无力抗拒查士丁尼的意旨。他把皇帝的命令下到了君士坦丁堡，

犹豫了一番之后，终于在公元548年在他的《指示》（Iudicatum）里谴

责了“三章”。这在西方主教们中间——特别是北非主教们中间引起了那



么大的反应，以致那几个早先在敕令上签了字的东方教长，现在也敢于

撤回他们的支持。教皇自己也撤销了他的《指示》，并向查士丁尼建

议，为了达到所寻求的团结，最好召开一个西方主教们的会议，并且在

那里谴责“三章”。但是西方的反对如此之甚，以致查士丁尼终于放弃了

把西方主教们召集在一个宗教会议里的打算，而代之以重申对“三章”的
谴责（公元551年）。在这个新敕令中，查士丁尼把他的主张建立在拜

占庭的利昂提乌的神学上，而谴责聂斯脱利派也谴责一性论者。查士丁

尼所指的“聂斯脱利派”不仅是那些说马利亚不是“神之母”（theotokos）
的人，而且是那些敢于主张“道”成了“人”的人，仿佛这个“人”所以离开

道而存在或预先存在。这样，除了聂斯脱利本人之外，查士丁尼把狄奥

多尔、狄奥多莱和伊巴斯——即著名的“三章”——都包括在这些聂斯脱

利派中间。至于那些受到551年敕令谴责的一性论者，他们只是真正的

和极端的一性论者，即那些把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混淆到如此地步以致人

性被遮掩了的人。简言之，对安提阿派基督论的各种形式都给予谴责，

而对亚历山大派基督论只否定其最极端的形式。

人们反对查士丁尼的新敕令是如此强烈，以致他终于决定召开一次

大会，希望这次会议把教会的认可添加到他的政治权威上。这次会议于

553年5月在君士坦丁堡举行，查士丁尼确保，所有出席的主教们都赞成

谴责“三章”，或至少是可能同意皇帝意愿的。

与此同时，维基利亚斯恢复了他的镇静，并拒绝接受政府当局在纯

属神学的事务上的决定。他研究了有关的争论点之后，于553年5月14日
发表了他的《会章》（Constitutum），当时会议正在君士坦丁堡举行

——这位教皇也在场，因为皇帝要他前来首都。《会章》是一个十分审

慎的文件，在其中维基利亚斯研究了“三章”里所涉及的各种争论点。就

莫普苏埃斯蒂亚的狄奥多尔来说，维基利亚斯愿意谴责某些似乎是从他

著作中得来的观点；但他不愿意谴责，也不许任何人谴责，一个在同教

会交往中死去的主教，因为用西里尔——一性论者把他看做是正统化的



伟大捍卫者——的话来说：“辱骂死者，罪莫大焉”。至于“三章”涉及的

第二个作者赛勒斯的狄奥多莱，他不应该被谴责，因为在卡尔西顿会议

上他诅咒过聂斯脱利，而且出席会议的主教宣称他是正统的。任何人谴

责狄奥多莱就是谴责宽恕了他的卡尔西顿会议。尽管如此，某些被认为

是这个已故的赛勒斯主教所有的观点应予谴责——而且维基利亚斯确实

宣布这些观点应受诅咒，虽然没有肯定这些观点确是出自狄奥多莱的手

笔。最后，包括在“三章”里的埃德萨的依巴斯的书信，在卡尔西顿会议

上曾由教父们宣读并接受，因而谁要谴责他的书信，就不得不谴责那次

宗教会议。所以维基利亚斯最后说，对于“三章”的正统性的讨论应该停

止，而且人人都应该像现在的《会章》所指出的那样服从罗马教廷的权

威，这一《会章》取消了以前可能说过的一切相反的话，包括教皇于公

元548年提出的那个《指示》本身。

正当维基利亚斯草拟并发表他的《会章》的时候，查士丁尼召开的

那个会议正在君士坦丁堡举行。这次会议一般称为第五次普世大公会

议。从开头就很清楚，该会将谴责“三章”并遵循查士丁尼政策的总方

针。关于“三章”，该大公会议的决定如下：莫普苏埃斯蒂亚的狄奥多尔

连同他的教导，应予谴责；狄奥多莱作为个人不被谴责，但他的教导被

否定；依巴斯的书信被宣布为异端，但不可与卡尔西顿会议相抵触。该

会议又根据查士丁尼的指示谴责了奥利金，他被认为是很多异端思想的

根源。

维基利亚斯有半年多的时间拒绝接受这个大公会议的决定。但最后

在皇帝的极大压力下发表了他的第二个《指示》（Iudicatum），其中他

在尽力自圆其说的同时，却无可奈何地屈从了皇帝的意旨。这引起了西

方强烈的反响，以致造成了数起分裂，经过了好几年才得以解决。

我们即将研究的该时期基督论争论的一个较次要的，也是最后一个

插曲，发生在7世纪。这就是“基督意志唯一论”（monothelite）的争论，



以及它的序幕“神恩独作说”（monergism）。在这个新的辩论中，像以

前一样，政治的考虑起着重要的作用。当时拜占庭帝国与波斯交战，在

这场冲突期间，住在叙利亚和埃及的拜占庭臣民的深切不满是有目共睹

的。因为恰恰是在这两个地区，瑟维如斯的一性论发展相当有力，所以

似乎有必要作出新的努力来争取一性论者的归顺。这似乎是君士坦丁堡

教长塞基阿斯（Sergius of Constantinople）的出发点，他是“神恩独作

说”的提倡者，后来又是“基督意志唯一论”的提倡者。

为了使卡尔西顿派同瑟维如斯派的一性论者和解，塞基阿斯提出

了“一能”（ ）信式，试图把这个信式与“二性”（two natures）
信式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他接受卡尔西顿会议的基督论，但是为了争

取瑟维如斯派，他提出了一个比卡尔西顿的仅仅是“位格”（hypostasis）
更得力的提法，来肯定基督的统一性。这个“一能”的意思是：正如基督

里有一个单一的位格，救世主的所有活动都归属于这个位格那样，也应

该有活动的一个单一的推动力，道的推动力，来为他的人性和神性服

务。因而得出了“一个单一的位格的能力”的这个比较准确的信式。塞基

阿斯提出的建议很受皇帝赫拉克利乌斯（Heraclius）的欢迎，他很希望

他国内的不同神学派别言归于好，而且他一定是很高兴听到亚历山大新

教长能利用“神恩独作说”的信式在他的城里使正统派与一性论者重新和

好。

然而，卡尔西顿会议的支持者们极力反对神恩独作说。这个反对派

的发言人是耶路撒冷的索夫隆努（Sophronius of Jerusalem），他攻

击“神恩独作说”如此激烈和尖锐，以致塞基阿斯决定撤销他的提议，并

于公元634年禁止使用“一能”信式以及与其相反的“二能”（two
energies）信式。

塞基阿斯又提出基督意志唯一论来代替神恩独作说，就是说在基督

里只有一个单一的意志。对这个信式的确切含义曾有过许多议论，由于



这个信式的不准确和表面上的多变，所以有一个学者说基督意志唯一论

是“变色龙似的异端”（the chameleon heresy）。无论如何，塞基阿斯能

够把教皇霍诺里厄斯（Honorius）拉到了支持他的新信式的一边，而且

皇帝赫拉克利乌斯于公元638年颁布了塞基阿斯的《文告》

（Ecthesis），他在其中再度禁止有关耶稣基督里的“能力”的单一性或

双重性的任何讨论，同时肯定救世主有一个“单一的意志”（a single
thelema），因而得出基督意志唯一论的这一名称。

这个新信式很快就遭到了反对。被称为“宣信者”的克利索普勒的马

克西姆（Maximus of Chrysopolis，本章对他还要研究）主张，活动

的“能力”或推动力以及意志，都附属于性——而不附属于位或位格。因

此，人们必须承认，在救世主里面，不是有“一个单一的位格的能

力”（a single hypostatic energy）或“一个单一的位格的意志”（a single
hypostatic will），而是有“两个性的能力和两个性的意志”。这种对基督

意志唯一论的反对，很快就有不少主教甚至教皇参加，最后康士坦斯二

世（Constans II）下令禁止对这件事情的一切讨论。

康士坦斯下令之后不久，政治形势大大改变，致使拜占庭的皇帝们

不再热衷于争取一性论者的支持。这个变化的直接原因是，阿拉伯人在

征服叙利亚和埃及的时候，从拜占庭帝国夺走了两个最普遍反对卡尔西

顿会议的地区。结果，皇帝们变得更倾向于肯定卡尔西顿正统化，这种

做法集中在他们还能统治的领土上。

这个争论最后在681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上得到了解决，这次会议

一般称为第六次普世大公会议。会上基督意志唯一论及其捍卫者被谴

责，塞基阿斯和霍诺里厄斯也同样被谴责——这个事实在几个世纪之后

在讨论教皇无误的时候又提了出来。在积极方面，该会议宣布赞成在救

世主里面有“两个性的意志”的教义，那就是，一个意志附属于卡尔西顿

会议所宣布的二性中的每一性。



这样就结束了教义发展和澄清的漫长过程，这一过程至少开始于三

个世纪之前。其结果是，否定一切极端的主张，明确断言耶稣基督是完

全的和真实的人，也是完全和真实的神，可是又声称这两个性紧密地结

合在一个单一的位格里。在这一过程中，《新约圣经》中的历史上的和

爱世人的耶稣被撇到了一边，而救世主成了人们推敲和争论的对象；他

现在被人们用一些《新约圣经》中所没有的字眼来叙述——如“位
格”（hypostasis）、“性”（nature）、“能力”（energy）等；他不再是信

徒们的救世主和历史的救世主，而是人们讨论的呆板对象。但人们不禁

要问，信徒们一旦开始用他们最优良的智能来探讨基督教信仰的最大奥

妙，教会有没有任何其他道路可走呢？我们所讨论的六次大公会议所走

的道路，确实是设法否定一切试图把信仰理性化的简单做法，并指出了

基督成为肉身是不可理解的奥秘。

哲学与神学

基督教在东方较之在西方更是希腊哲学的继承者。东方仍然使用着

和古代哲学家们基本上相同的语言，仅仅这个事实就足以解释，为什么

当西方除了通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解释者之外，同他们没有什么接

触的时候，东方仍然在研究他们。再者，直到阿拉伯人入侵为止，在我

们正在研究的这段时期即将告终时，东方相对说来没有什么侵扰和严重

的动乱。雅典的“学园”能够照旧开办，直到529年才被皇帝下令封闭。

亚历山大依然像它在克莱门特和奥利金的时代那样继续进行文化教育。

安提阿和迦萨（Gaza）同亚历山大争夺文化优势。与此同时，新兴的君

士坦丁堡也即将同它们并驾齐驱。

在这样活跃的文化动态中，哲学与神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一再被提

出，那是很自然的。在我们正在研究的这段时期内，这个问题是从三个

方面发生的：



第一，某些基督教教义的真实性问题被提出了，这些教义是否与哲

学思想一致的问题也被提出了。这里所讨论的这些问题，和以前一样，

是有关创造天地的教义和有关复活的教义。这方面的最杰出的思想家

是“加扎三贤”（three Gazans）——加扎的以尼雅（Aeneas）、密提利尼

的撒迦利亚（Zacharias of Mytilene）和迦萨的普罗科彼阿斯

（Procopius）——以及亚历山大派哲学家约翰·非罗普努（John
Philoponus）。

第二，新柏拉图神秘主义同基督教生活和教义之间的关系问题被提

出了。正是在这个背景里，我们将在下一节研究伪狄奥尼修斯思想。

最后，提出的问题是，怎样用一般的希腊哲学和希腊哲学的专门术

语来解决神学争论点，尤其是基督论领域里的争论点。在这个题目中，

我们将在另外两节里研究拜占庭的利昂提乌和宣信者马克西姆。

创造天地的问题和救赎的问题在密提利尼的撒迦利亚和他的弟兄迦

萨的普罗科彼阿斯的著作里提出来，也在他们的共同的朋友加扎的以尼

雅的著作和亚历山大的约翰·非罗普努的著作里提出来。他们认为，基

督教关于创造天地的教义与关于世界永恒的古典教导相抵触。以尼雅在

他的对话《提阿法斯多》（Theophrastus）里断言，整个感觉得到的世

界，甚至包括诸天体，都是被造的和有终局的。普罗科彼阿斯驳斥世界

永恒的教义，断言可变的东西不可能是永恒的。撒迦利亚写了一篇完整

的对话——《安摩纽斯》（Ammonius）——来驳斥世界永恒说。他争

论说，上帝虽是永恒的，这并不能说创造物就必然是永恒的，正如一个

医生没有病人仍然是医生一样。约翰·非罗普努在他的论文《论世界的

创造》（On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和《论世界的永恒》（On the
Eternity of the World）中也以类似的方式讨论了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以尼雅在他的《提阿法斯多》中讨论了身体复活与灵魂

不死之间的关系问题。这里，他断言，灵魂虽然是一个被造物，却是不



死的。灵魂的自由意志最清楚地表明了其不死的性质，而且灵魂能够使

人性转向神圣化（divinization）。身体在目前是终有一死的，但末日仍

将复活并永远与灵魂结合，那时就成了不死的。在这一点上，以尼雅与

约翰·非罗普努不同，非罗普努否认身体复活，并且由于这个观点而受

到几个神学家的攻击。

狄奥尼修斯

在我们正在研究的这一时期中，最有影响的东方神学家，无疑是那

位以“亚略巴古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the Areopagite）的笔名发表其

著作的学者。几个世纪以来，他的著作被认为是出自保罗的门徒的手

笔，而这使得他的著作具有了仅次于《新约圣经》的权威。由于这些著

作提出了基本上是新柏拉图主义的整套世界观，所以这些著作大大地助

长了新柏拉图主义对基督教神学的影响。

虽然不可能知道这个假狄奥尼修斯是谁，但是，他可能生活在叙利

亚或其附近地区，直到5世纪末。他的著作是：《论天宫等级组织》

（On the Celestial Hierarchy）、《论教会等级组织》（On the
Ecclesiastical Hierarchy）、《论诸圣名》（On the Divine Names）、

《神秘神学》（Mystical Theology）及十封《书信》（Epistles）。

伪狄奥尼修斯以典型的新柏拉图方式把世界设想成一个等级结构，

在其中一切事物都来自上帝和归于上帝，虽然各自按照其在等级结构中

的地位而在不同程度上来自上帝和归于上帝。上帝是绝对意义上

的“一”；上帝完全不是任何事物，而一切存在着的事物都从上帝那里得

到其存在。上帝作为上帝是不可知的，虽然万物都显示出上帝和归于上

帝。

从这个无法表达的“一”开始，一切有理性的东西——我们的作者似

乎只对理性世界感兴趣——都按等级排列。



在天上，天使分为三个等级，每一等级有三个级别，因而共九个级

组。第一级包括撒拉弗（seraphim），基路伯（cherubim）和有位的。

继他们之后的是主治的，有德的和有能的。最后，较低的一级是掌权

的，天使长和天使。正是通过这个等级结构，上帝倾注他的光，普照大

地并统治各族人民。每个国家有一个天使，上帝的天命通过这个天使对

这个国家起作用。这种等级组织看来很复杂，但它并不是屹立在上帝和

万物之间的障碍，而是低级存在物——包括人类——赖以得到上帝恩赐

的渠道。

在地上，在基督降临之前，有法律的等级制统治着。这种等级制度

是摩西建立的，它的职能——正像这一体系中的其他每一个等级制的职

能一样——是把人们引向上帝。但伪狄奥尼修斯对这一等级制未作详

述。总之，它被教会等级制取代了。

教会等级制是由两个基本等级组成的，而每一等级又分为三个级

别。首先是教职等级，由主教、祭司和执事组成三重等级。其次是信徒

等级，也分为三等——修士、虔诚信徒和那些不能和信徒一起参加圣餐

的人，即学道友、被鬼附的和悔罪者。我们的作者在这里暂时放弃了他

的纯理论的原则，以便比较恰当地描绘教会的实际情况。依照严格的等

级原则，任何一级必须通过顶头的上级才能与上帝相通。这在教会等级

中并不总是这样。例如，主教给信徒行坚信礼，就用不着通过祭司和执

事，而是直接施行。

宇宙的整个等级结构的目的，在于使一切理性得以神化（deifica-
tion），理性者可以通过各个较高的等级走向上帝。正是这一点上，伪

狄奥尼修斯介绍了有关三法的教义，它对后世的神秘主义有很大的影

响。这三种方法或三个神秘阶段是：炼净或净化阶段，在其中灵魂得以

除去污浊；光照阶段，在那里灵魂接受上帝的亮光；联合阶段，在其中

灵魂在一种出神的幻象中与上帝结合——因为上帝是绝对超越宇宙的，



所以这种幻象不是“可理解的”（comprehensive），而是“直觉

的”（intuitive）。灵魂在进行这三个方法的时候，得到了各等级组织的

协助。各等级组织是通过圣礼来这样做的，虽然在这里的含义颇广，不

仅包括洗礼、圣餐礼和圣职封立礼之类的事物，而且包括来自上帝的各

等级组织用来反映上帝的全部过程。

如果这就是伪狄奥尼修斯的全部思想，那就很难说他是一个基督

徒。但是，基督在各等级组织的全部活动和结构确实有角色可以扮演。

道，三位一体中的一位，成了肉身，因而在这个位格里神性和人性的

二“性”或“本质”就汇合在一起。然而，人们在这些著作中找不到这样的

主张，即这二性存在于成了肉身的道之中。相反，给人的印象是，人性

被这样吸收进神性，以致道成肉身之后，人们不再能够谈论救世主的人

性。按照亚历山大派的格式，“属性交流”（communicatio idiomatum）被

推演到了极端。神恩独作信式“一个神人之能”被采用。因此，伪狄奥尼

修斯被指责为基督一性论。如果这种指责是说伪狄奥尼修斯完全否认基

督里人性的存在，那么这种指责是不对的。但是，如果这种指责只是

说，他的基督论近似词语上的一性论者的基督论，或甚至近似于真正而

缓和的一性论，那么人们就不能不承认，这样的怀疑是有根据的。

基督是天上以及教会等级组织的元首。像上帝一样，基督是整个天

上等级组织的存在和光明的根源，也是它的认识的对象。通过成为肉

身，他是教会等级组织的元首，不仅是一切存在和光照的根源和一切祷

念的对象，而且是这一等级组织的直接建立者。因而，成为肉身的道在

伪狄奥尼修斯著述中一再出现。但是，人们要问，这个只通过等级秩序

与人相通的道，是否和曾经作为一个人生活在我们中间的耶稣很相似。

不管这个问题的答案如何，事实是，伪狄奥尼修斯有广泛的影响。

他的原著是用希腊文写的，6世纪译为叙利亚文，8世纪译为亚美尼亚

文，9世纪译为拉丁文。自此而后乃至整个中世纪，西方总是把他当做



保罗信息的忠实解释者而引用。

拜占庭的利昂提乌

拜占庭的利昂提乌（Leontius）修士是查士丁尼当政期间最杰出的

神学家，他曾代表卡尔西顿会议派参加了“矛盾会议”，而且也许是掀

起“神受难争论”的大月氏修士中的一位。如果我们把几本可疑的著作和

明显是伪造的其他著作除掉，保存下来的利昂提乌名下的著作有三部：

《斥聂斯脱利派与欧迪奇派》（Against the Nestorians and the
Eutychians）的三本书，《斥瑟维如斯三十章》（Thirty Chapter Against
Severus），以及《瑟维如斯论据之解答》（Solutions to the Arguments
of Severus）。

在他的第一本书《斥聂斯脱利派和欧迪奇派》的开头，利昂提乌着

手确定“位格”（hypostasis）和“本质”（essence）或“本性”（nature）之

间的区别关系。他声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各种异端的三一论和基督

论，就是从曲解这些名词的含义产生出来的。这样，聂斯脱利主义以二

性为其出发点，并且得出结论说，基督里有两个位格，而欧迪奇派则从

成为肉身的道的单一位格开始，并且否认他的双重本性。通过提出基督

里发生的结合的这两个名词的正确含义，就可以驳斥这两个异端，并使

正统信仰发扬光大。

“本质”或“本性”为一方与“位格”为另一方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本

质是使一件东西属于一个种类的，而位格是使一件东西具有其个性的。

因而，每一个位格有一个本质，每一个本质为了存在而需要有一个位

格；但是二者之间有一个区别，因而位格总是有一个本性或本质，而反

过来就不总是这样。

两种实物的结合有三种形式。第一，两种实物是并列结合，所以有

两个本性和两个位格。这就是聂斯脱利派所说的“精神上的结合”。第



二，两件东西如此结合，以致它们的本性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而出现了

第三个本性。这就是欧迪奇派的教义。最后，两件东西可以如此结合，

其各自的本性存在于同一的位格之中，火焰与燃烧物就是这样结合的；

火焰有它自己的本性，燃烧物有它另外的本性，但二者存在于一个位格

里，称之为火。身体与灵魂的结合也是这样；各有其自己的本性，但只

要它们结合在一起，它们就有一个单一的位格，称之为人，因而灵魂的

和身体的一切作为都归于这一个人。在这第三种结合中，两个性的每个

性可以单独存在；但是，只要结合持续下去，二者就存在于一个单一的

位格之中。基督里发生的结合就是这种类型的，其人性存在于其神性的

位格之中。要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可以把位格和存在于位格中的

（enhypostaton）加以区别，也就是说把实体本身和存在于实体中的东

西加以区别。这样，基督的位格就是永恒之道的位格，而在这个位格之

中存在着神性和人性。根据这个理由，我们可以说，在基督里有一

个“包含在位格中的结合”（enhypostatic union）。

在这样的结合中，两个性来到一起并不失掉它们各自的特性。根据

这一点，利昂提乌反对“基督肉体不朽论”（Aphthartodocetism），这种

不朽认为，基督的肉体由于与神性相结合，所以是不能受苦的和不能朽

坏的，除非在特殊情况下，他甘心屈从而使身体受苦或朽坏。利昂提乌

认为这种观点导致构成一个中间性，而这个中间性与凑在一起形成结合

的二性完全不同——即拉丁神学所说的“第三项”（tertium quid）。

另一方面，这也不否认属性交流（communicatio idiomatum）。只

是人们应该记住，在这种交流里，这一性的属性不是运用到另一性上

去，而是二性的属性都运用到它们的共同的位格上。这样，说神是马利

亚生的，因而马利亚是神之母，是正确的。在这整个基督论的发展过程

中，利昂提乌利用了三个主要来源：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柏拉图的人类

学——这种人类学早些时候被掺和到教会的口头传说里——以及迦帕多

西亚派关于“本质”（ou-sia）和“位格”（hypostasis）的阐述。他把其中



的各种成分撮合成一个综合体，这样就对卡尔西顿基督论在拜占庭帝国

取得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宣信者马克西姆

克利索普勒的马克西姆，一般被称为“宣信者”（the confessor）。他

先是神恩独作说（monergism）的，而后又是基督意志唯一论

（monothelism）的主要反对者。马克西姆和耶路撒冷的索夫隆努，以

及阿纳塔修·西奈塔（Anastasius Sinaita）一起，在7世纪的历次争论中捍

卫了卡尔西顿信仰。他也由于他的禁欲苦修主义著作而出名，这些著作

在东方修道院的小圈子里被广泛阅读。

从基督教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马克西姆由于他的基督论而显得特别

重要，他的基督论是建立在拜占庭的利昂提乌的基础上，而且是在反对

神恩独作说的基督意志唯一论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为了反对神恩独作

说，马克西姆宣称，活动的“能力”或推动力和本性有关，而不是和位格

有关。三位一体就是这样，三位一体里只有一种活动，因为只有一个本

质或本性。本性决定了活动的推动力，尽管位格作为个性的推动力，也

可能使那种活动具有形态和特点。因此，由于基督里有两个性，他就必

然有两个活动的推动力，而神恩独作说应予否定。

马克西姆驳斥基督意志唯一论的依据是，“本性意志”（natural
will）——就是出自本性的意志——和“理性意志”（will of the reason）
之间的区别。前者是本性谋求自己的好处的倾向。后者是在认识、思考

以及决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意志。前者存在于每个本性之中，因而人

们应该承认，基督有两个意志——人性意志和神性意志。然而，这并不

是说，基督可以在同一个时候作出互相矛盾的决定，因为本性意志总是

服从于理性意志。因此，两个本性意志不会在一个决定中相互抵触，而

只在它们的倾向方面有矛盾——例如客西马尼园里的情况（《马太福



音》26章36节）。基督虽然有人性意志，但他不可能犯罪，因为他的理

性意志总是根据他作为上帝之道的无所不知的理性作出每一决定。人性

欲望是人性意志的正常结果，人性欲望不会左右基督，而是受到高于它

的理性意志的支配。

总之，在卡尔西顿会议（公元451年）与君士坦丁堡第三次会议

（公元680-681年）之间的年代里，东方的有创新的神学活动要比西方

多得多。但是这些神学探讨都是一些专门问题，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事

物，因而，东方神学思想的创新似乎也是日薄西山。当我们重新插述西

方神学之后，再回到东方时，将证明情况正是如此，我们会发现：教父

神学的一些主要中心处在穆斯林统治之下，聂斯脱利派和一性论者力争

存在下去，正统教会服从皇权，而神学几乎只是重复和讨论古代的文本

和信式。

聂斯脱利派神学的发展

在我们正在研究的这段时期内，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接受以弗所

会议和卡尔西顿会议关于基督论的决定。我们已经看到，卡尔西顿会议

的权威在很长时期内受到怀疑，甚至在希腊教会范围内也受到怀疑。我

们有必要用几个段落来讨论那些拒绝接受以弗所会议权威并坚持“二位

格”的基督论信式的人。这些基督徒被迫到罗马帝国境外定居，而且终

于在波斯教会中占支配地位。这就是为什么波斯教会被称为“聂斯脱利

派”，虽然该教会本身并不接受这个称号。讨论了这些基督徒之后，再

用另外一节来讨论那个相反的极端，即那些拒绝接受“二性”信式以致与

那些接受这个信式并以这个信式为正统的尺度的基督徒决裂的人。

以弗所公会议对聂斯脱利的谴责，以及公元433年的重新结合信

式，使得安提阿派基督论的极端主张没有立足之地。卡尔西顿公会议被

看成是对安提阿温和派的平反。但是，后来人们对卡尔西顿公会议所作



的解释，终于在公元533年导致对“三章”的谴责，因而再度使亚历山大

派基督论占了上风。结果，那些依然捍卫安提阿基督论的人越来越远离

教会的其余部分，并且终于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教派，其他的基督徒把它

叫做“聂斯脱利派”，其主要势力在波斯及其周围。

甚至在聂斯脱利被谴责之前，安提阿派基督论就在波斯帝国西部地

区的基督徒边境城镇中流行。在一段时间内，埃德萨的依巴斯是这个新

兴的波斯神学学派的中心人物，他是聂斯脱利的朋友，是被谴责的“三
章”的一员。后来，当反对安提阿派基督论的势头达到了极点，皇帝芝

诺于公元489年关闭了埃德萨（Edessa）的学校时，学校的主要教员只

好越过边界定居于尼西比（Nisibis），在那里依巴斯（Ibas）早先的门

徒巴尔索马斯（Barsumas）主教创立了一个神学院。主要是通过这所神

学院的影响，安提阿派基督论，往往是极端形式的安提阿派基督论，传

播到了波斯帝国各地，甚至越过了其东部边界。

政治形势也助长了这个过程，因为政治形势导致了波斯基督徒与罗

马帝国境内基督徒之间的日益增长的隔阂。波斯与罗马两大强国之间由

来已久的竞争使波斯的统治者们怀疑那些在宗教事务上似乎和波斯传统

敌人一致的臣民的忠顺。因此，他们乐于看到他们的基督徒臣民和教会

其余部分之间日益增长的神学分歧。同时，很多波斯基督徒为了让人们

相信他们忠于政府，也就愿意强调他们同罗马基督徒的分歧。这种逐步

升级的紧张情势终于导致了公开决裂，那时波斯教长巴巴依召开了两次

会议（公元498年和499年）来拒绝卡尔西顿会议提出的基督论，并宣布

波斯基督教独立于教会其余部分。

这个聂斯脱利派教会的第一个杰出的神学家是拿尔西斯（Narses,
Narsai）。他在巴巴依（Babai）作教长时名噪一时。拿尔西斯于尼西比

在巴尔索马斯手下工作了几年之后，就成了那个学校的校长，并且担任

这个职务直到他于公元507年去世。他的保存下来的著作大都是讲道稿



和赞美诗。这些赞美诗为他赢得了“圣灵的竖琴”的称号，这个称号是一

个聂斯脱利派的年代史编者给他的。而雅各派的一性论者却叫他“麻风

病患者拿尔西斯”。

拿尔西斯的主要基督论信式是“二性（kyane），二位格

（knume），和一个形象或仪表（parsufa）”。这一信式的含义的关键在

于：对“位格”和“形象”这两个词如何理解。在本思想史的不同地方，我

们曾指出“位格”这个词含义不明确，而其叙利亚文的对应词也是同样不

明确。至于“parsu-fa”，它相当于希腊文“prosopon”，因而它指的是人，

也指这个人的形象。拿尔西斯的著作对这最后一点却很明确：形象——
这个词儿说明两个性和两个位格的结合——不相当于我们的“人”，而是

相当于那个人的仪表或形象。拿尔西斯非常注意不混淆基督的人性和道

的神性。马利亚生的是作为人的耶稣，毫无疑问他因道而成圣，但他与

道的结合不是达到这么一种程度，以致人们可以说，道本身是马利亚生

的，或者说她是“神之母”。拿尔西斯为了给这些教义找根据，一再引用

安提阿派大师们的话，诸如大数的迪奥道罗（Diodore of Tarsus），莫

普苏埃斯蒂亚的狄奥多尔，和聂斯脱利。

在阿拉伯人征服之前，另一位杰出的神学家是大巴巴依（Babai the
Great），他在7世纪初期名噪一时——虽然一直没有做教长——实际上

他领导他的教会直到他于公元628年去世。他遗存著作中最重要的有

《论合一之书》（Book on the Union）和一本简短的《神学小品》

（Theological Opuscle）。他研究神学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驳斥雅各派

（Jacobite）的一性论，一性论在操叙利亚语的居民中有很多追随者，

其次是为了反对亨那的分裂（Schism of Henana），亨那企图把波斯基

督论拉近卡尔西顿基督论。

巴巴依的基督论遵循了他经常引用的早期安提阿大师们的总的方

针。像他们一样，他断言，道寓居在人里面“像寓居在神殿里面一样”。



他的基督论的基本体式追随了拿尔西斯的体式，把结合的程度只放

到“形象”（parsufa）这个水平上，虽然就他来说，这个词不能理解成仅

仅是形象或仪表，而是要像聂斯脱利理解“形象结合”（prosopon of
union）那样来理解这个词的含义。和所有的聂斯脱利派一样，他拒绝

根据人里面发生的身体和灵魂的位格结合来理解基督里二性的结合。另

一方面，他明确否认像大数的迪奥道罗那样谈论“二性”的可能性，而且

虽然不用“属性交流”（communication of properties）这样的说法，但他

确实断言，在某些场合里道成肉身的二性之间有“名称的交

换”（exchange of names）。事情很清楚，在波斯教会绝对独立于希腊基

督教之后，特别是拜占庭帝国开始衰落之后，聂斯脱利派不再感到有必

要继续表示他们与希腊正教的不合，而就此渐渐接近卡尔西顿会议所表

达的一般观点，虽然他们始终没有放弃传统的安提阿派信式。

巴巴依逝世后不久，阿拉伯的入侵结束了波斯的独立，从而开始了

聂斯脱利派教会的历史的新纪元。

一性论的扩展

我们已经讨论过一性论所采取的各种形式，这里只需概述一下它在

阿拉伯人征服之前的年代里的扩展情况就行了，这样，本《思想史》以

后再回到东方的时候，读者们发现东方世界的不同部分有几个一性论教

会，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

这个通常被称为“一性论”的教义代表了极端的亚历山大派基督论对

卡尔西顿会议的否定。这个教义在亚历山大和埃及各地很流行。在狄奥

斯科鲁（Dioscorus）被谴责之后，很多人认为他是政治原因的殉难者，

这件事情加上几个皇帝的各种反对埃及不同政见者的行动，促使很多人

把一性论看成是反对皇帝和反对君士坦丁堡政府的象征。因而一性论在

使用科普特语的土著居民中较之在上层的使用希腊语的阶层中更普遍。



经过各种分裂和其他类似的紧张迹象之后，在阿拉伯人的征服结束了拜

占庭对埃及的统治的时候，最后的分裂终于到来。此后，大多数埃及基

督教拒绝卡尔西顿信条，并组成了科普特教会，而少数继续忠于卡尔西

顿权威的人被称为“皇帝派”（Melchite）。由于埃塞俄比亚基督教与埃

及关系密切，埃塞俄比亚教会也成了一性论教会。

如本《思想史》第一卷指出的那样，安提阿虽然是反对亚历山大基

督论的中心，但在叙利亚境内总有些人坚持合一基督论。因此，也有一

定程度的反卡尔西顿会议决定的活动。雅各·巴拉达优斯（Jacob
Baradaeus，公元578年去世）把一性论教义传播到叙利亚各地，进而传

播到波斯。因此，操叙利亚语的一性论教派被称为雅各派教会。

最后，亚美尼亚基督教也遵循一性论路线。这主要是因为卡尔西顿

会议开会时，大部分亚美尼亚是在波斯统治之下，因而亚美尼亚教会没

有代表参加这个会议。这种情况加上别的原因造成的摩擦，致使亚美尼

亚教会和卡尔西顿基督教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最后，在公元491年亚

美尼亚基督教领袖强烈谴责了利奥《大函》，因为它表达了传统的拉丁

基督论，而且也是卡尔西顿《宣告》的真正基础。

伊斯兰教的兴起

7世纪目睹了人类全部历史最突出的宗教和政治现象之一的开端

——伊斯兰教的诞生。一小群半游牧部落，为一种难以置信的宗教热情

所驱使，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使他们所征服的人民产生同样的感情，竟然

能够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以致摧毁和取代了波斯帝国，征服了拜占庭

的大多数亚洲领土——包括安提阿和耶路撒冷这样的城市——入侵非

洲，其兵力横扫非洲整个北海岸，又跨过伊比利亚半岛，消灭了西哥特

人的王国，最后翻越比利牛斯山脉，威胁到新兴的法兰克人的王国。

这种几乎是难以相信的挺进得到了很多被征服地区的各种政治、宗



教和社会派别的帮助。例如，叙利亚的一性论和聂斯脱利主义，埃及的

一性论，以及非洲的多纳徒主义的残余，都为伊斯兰教开道，很多人把

伊斯兰教徒看成是上帝为了惩罚拜占庭帝国而兴起的正义之师。

在伊斯兰教征服的地方，基督教受到了伊斯兰教的毁灭性的冲击。

在一些地区，教会终于完全消灭。在其他地区，教会力争存在下去，但

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小的保守的孤岛，其最大的努力只限于保留对已

逝往事的回忆。

另一方面，伊斯兰教本身产生了伟大的文化，部分是继承了它所征

服的民族的文化，但带有它自己的极其独特的特点。在欧洲基督教黑暗

时期，伊斯兰教文化无疑比西方基督教先进得多，精彩得多。在这种文

化中，出现了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他们中间有些人——著名的有阿威罗

伊（Averroës）——终于使人们感觉到他们对基督教神学的影响。但这

些事态发展属于本《思想史》另外一部分。



第四章　加洛林时期的复兴

加洛林（Carolingian）帝国的短暂光辉有如一个火花闪烁于中世纪

初期的黑暗时代。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和丕平（Pippin）的胜

利，后来由查理曼（Charlemagne）加以巩固和扩大，在西欧创造了一

个相对安静和稳定的中心，因而使人们有可能从事研究、思考和著书立

说。虽然查理曼并不是一个学者，他却关心他的王国的文化和精神生活

的发展，并力图吸引当时最有学问的人到他的王国里来。

这类学者的主要来源是英伦三岛，这里的修道院，在大格列高利及

其同时代人去世之后，成了古典文化的主要宝库。在这些修道院里，不

但用拉丁文而且也用希腊文研究古代基督教著作。他们的最重要的学者

——查理曼时代之前一个世纪——是以“可尊敬的”而驰名的比德

（Bede），他著有一些关于文法，《圣经》注释，讲道和诗的作品，以

及他的著名的《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s）。比德及其同事们所代表的传统，在古代文化和加洛林帝国的

神学与哲学的觉醒之间，起了桥梁作用。

查理曼吸引到他的王国里来的最杰出的学者是约克的阿尔昆（Al-
cuin of York），他对于王国的整个教育制度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并参

加了当时的神学辩论。其他重要学者有：奥尔良的提阿丢尔夫

（Theodulf of Orleans），阿奎利亚的保利努（Paulinus of Aquileia），

和里昂的阿哥伯尔德（Agobard of Lyon）。

加洛林时期的复兴是比较短暂的，作为其背景的加洛林帝国也是这

样。在查理曼统治下——8世纪末和9世纪初——查理·马特和丕平撒下

的种子，已开始发芽，到了秃头查理（Charles the Bald）统治的时候

——他死于公元877年——收到了最后的硕果。尔后，西方基督教又被



一个新的文化黑暗时期所笼罩，直到11和12世纪带来新的复兴为止。

在神学领域内，加洛林时期的复兴并没有产生出能与教父时代或后

来13世纪的思想家媲美的思想家。只有一个体系包罗甚广，值得一提

——那就是约翰·司各脱·埃里杰纳（John Scotus Erigena）的体系，而他

与其说是神学家，毋宁说是哲学家。然而，加洛林时期却有极多的神学

活动，不过，这些神学活动不是致力于重要神学体系的发展，而是致力

于基督教教义某些特定论点的各种争论——基督论，预定论，马利亚的

贞洁以及圣餐。另一方面，和东方建立了新的接触，因而产生了东西方

教会都卷入其中的两个问题——圣像问题和“和子”句（Filioque）问

题。

上面这一段为本章提供了一个大纲。我们首先讨论加洛林时期在西

方发生的各种争论。然后我们将转向“和子”句问题，而把使用圣像引起

的争论留到东方神学的框框里讨论，这个争论在那里可以理解得最清

楚。将用单独的一节来讨论约翰·司各脱·埃里杰纳。最后，我们将着手

处理两件事情是我们在第一卷里留下来的，而且在这里加以考虑似乎较

为明智——即补赎制度和教职等级制的发展。

基督论问题：嗣子论

依年代次序，加洛林时代发生的各种争论的第一个是基督论方面

的，而且以西班牙为中心，虽然最后来自法兰克人王国的几位神学家以

及罗马教廷也卷入其中。这次争论和许多其他教会辩论一样，政治事务

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西班牙的基督徒们正开始从穆斯林手里重新夺

回这个半岛。在这场重新夺回的战争中，法兰克王国起着重要的作用，

因为它是在比利牛斯山地区抗拒摩尔人的主要力量。但是，在西班牙也

有很多“马萨拉布兹”（Mozarabs）——生活在穆斯林统治下的基督徒

——他们不愿意和法兰克人的政治野心掺杂在一起。因而他们坚持他



的“马萨拉布兹”礼拜仪式（Mozarabic liturgy），也不怎么关心使他们的

神学与西欧其余地区占统治地位的神学协调一致。这样，很有必要注

意，后来被称为“嗣子论”的第一个提倡者，是托利多的埃利潘都

（Elipandus of Toledo）。他生活在穆斯林的统治之下，用“马萨拉布

兹”礼拜仪式中的某些词句来支持他的主张，而且似乎从未放弃他的主

张。然而，争论的中心人物不是埃利潘都，而是乌格尔的费利克斯

（Felix of Urgel）主教，他的主教教区恰恰在当时法兰克人和摩尔人争

夺的边界上。费利克斯总是在法兰克人的压力之下一再放弃他的主张。

当他重新回到原来的嗣子论立场上时，他逃到摩尔人中间去避难。最

后，当查理曼强迫他再次收回他的主张时，他就再也不能回到乌格尔，

因为在那里他会感受到“马萨拉布兹”气氛的存在和压力。这些事实说明

政治因素在什么程度上掺杂到这个争论中去。

嗣子论问题是托利多的主教埃利潘都（Elipandus）为了反对某个名

叫米吉丢（Migetius）的人的撒伯流派倾向而提出的。这一争论的历史

发展细节姑且不谈，人们可以说，埃利潘都在尽力驳斥撒伯流主义的时

候，虽然并不真的需要这样做，但仍然提出了这样一种基督论，在其

中，他在按基督的神性来看他和圣父的父子关系与按基督的人性来看他

和圣父的父子关系之间作出了区分。第一种父子关系是恰当的和自然

的，而第二种父子关系是“嗣子”和恩典的父子关系。

费利克斯，乌格尔的主教，接着就为埃利潘都的主张辩护。由于费

利克斯是一位更有才干的神学家，嗣子论很快就和他联系在一起，因此

被称为“费利克斯的异端”。

埃利潘都和费利克斯遭到了激烈的反对。领导这个反对派的在西班

牙有利班那的比都（Beatus of Liebana），而在比利牛斯山脉之外，加

入这种反对的有约克的阿尔昆，阿奎莱亚的保利努，以及教皇哈德良一

世（Hadrian I）和利奥三世（Leo III），也有几个宗教会议（公元794年



的法兰克福会议和公元798年的罗马会议），还有查理曼本人。结果，

费利克斯一再被迫放弃他的主张，但他至少有一次重新坚持自己原来的

立场，而终于被阻止不得回到他的主教管区。他于818年在里昂去世。

至于埃利潘都，大概由于查理曼对他鞭长莫及，他终其一生都保持着他

的主教教座和教义。

为什么有如此多的重要人物卷进了这一争论呢，其中所涉及的纯粹

的政治利益我们已经谈过，这里无需赘述。但是，神学家们中间也有一

种担心，他们认为，嗣子论是聂斯脱利主义的新翻版。

利班那的比都在写给埃利潘都的一封信里清楚地表明，使他极为不

安的是，他在这位托利多主教那里发现有分裂基督位格的倾向。比都评

论彼得认主与主的回答这一段《圣经》（《马太福音》16章16～17节
——译者）时声称，使人能够认定“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是

来自天上的父的指示，而不是来自属肉和血的指示，就会使人认为“就
人性而言你是被收养的，就神性而言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只有一位上

帝之子，而他是不能被分开的。

如果童贞女马利亚所生的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谁是呢？这个名字

是天使向这位童贞女宣布的，他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

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如果你（埃利潘都）所说的是对的，那么天

使必是这么说：耶稣就其人性而言将被称为至高者的养子，而就其神性

而言不是养子。

上帝之子自己也必是这样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养子赐给

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参考《约翰福音》3章16节……甚至将

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译者）。这种统一是这样的，以致不信的

人只能看到他们所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他里面的人，他们把他作为一个人

钉死的；他们钉死了上帝的儿子；他们钉死了上帝。我们的上帝为我们

被钉十字架。



可以看出，比都强调救世主的统一，以及他的二性的属性交流——
communicatio idiomatum。因而，嗣子论在救世主成为上帝之子的两种

方式之间作出的区别必须加以拒绝。简单地说，这里的情况和几世纪之

前亚历山大基督论与安提阿基督论冲突时的情况是类似的。埃利潘都和

费利克斯强调基督神、人二性之间的区别，旨在保持其人性之完整。比

都和其他反对嗣子论的人担心，这种教义将如此分裂救世主的位格，以

致失去道成肉身的真实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指责嗣子论者最后必导致

聂斯脱利主义。

这样指责实事求是吗？嗣子论的领导人一再否认这一点，而且坚持

谴责聂斯脱利主义。另一方面，他们的对手们始终认为，嗣子论导致聂

斯脱利主义。也许两方面的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嗣子论神学家们，就

其承认“属性交流”并肯定马利亚是神之母来说，就不是聂斯脱利派。然

而，他们主张基督成为上帝之子有两种方式，他们就接近于“二子”的教

义，而“二子”的教义是一些早期安提阿派神学家的典型言论，而且终于

导致聂斯脱利主义。

嗣子论的争论没有得出什么重要结果就告终了。埃利潘都的费利克

斯死后，很少有人愿意继续讨论这件事情。

关于预定论的争议

加洛林时期最为激烈的争论之一是关于预定论的教义。虽然当时的

大多数伟大的神学家都投入了这场争论——拉巴努斯·摩里乌斯（Raba-
nus Maurus），科尔贝的拉特兰努（Ratramnus of Corbie），塞尔维塔斯

·流巴斯（Servatus Lupus），特尔瓦的普顿丢（Prudentius of Troyes），

里昂的弗罗如（Florus of Lyon），约翰·司各脱·厄利哲那——但争论的

起源是奥尔巴斯（Orbais）的修士哥特沙勒克（Gottschalk或
Gottescalc）为一方和修道院长拉巴努斯·摩里乌斯和兰斯大主教兴克马



尔（Archbishop Hincmar of Reims）为另一方之间的长期而痛苦的对

抗。

哥特沙勒克还是孩提的时候就被他的父亲萨克森尼的伯诺伯爵

（Count Berno of Saxony）送进了弗尔达（Fulda）修道院。因为他本人

不同意这样做，以后他就要求准许他离开修道院。但是，弗尔达的修道

院长拉巴努斯·摩里乌斯不准，对这位不幸的修士作出的唯一让步，允

许他转到科尔贝的修道院，以后又转到奥尔巴斯的修道院。这些事件的

直接后果是拉巴努斯·摩里乌斯和哥特沙勒克之间的持久的敌意。

几年之后，当拉巴努斯听到他从前的这位修士关于预定论的教义

时，就写了一篇论文反对他，题目是《论预知和预定论，并论自由意

志》（On Foreknowledge and Predestination, and on Free Will），这之后

他采取了一系列反对哥特沙勒克的具体行动。结果，哥特沙勒克被关

押，并被关交利姆斯的兴克马尔，因为奥尔巴斯修道院在他管辖之下。

兴克马尔对他施以当众鞭笞之刑，直至哥特沙勒克同意把他的著作烧

掉。之后他被囚于修道院里，这位不幸的修士就利用狱中余生著书攻击

兴克马尔，结果惨遭虐待，以致最后失去了理智。

哥特沙勒克的预定论的教义是从大量阅读奥古斯丁、安布罗斯、格

列高利、普罗斯帕、弗勒根丢（Fulgentius）以及其他人的著作那里得

来的。人们必须替他说句好话，即他确实比他的对手们更清楚地理解奥

古斯丁的预定论的教义。但人们必须加上一句，他对预定论的理解和阐

述的态度，已是严格到了超出人情的地步。他不是像奥古斯丁这位希坡

主教那样，在预定论的教义里高唱感恩的歌，而是被迷了心窍，有时似

乎对被摈弃者的受谴责幸灾乐祸。上帝预定了天使和被拣选者得救，也

预定了魔鬼和被摈弃者受谴责。而在我们的境况中，自由意志已败坏到

不能再为善的地步。基督不是为所有的人而死，而是只为被拣选者而。

所有这些只是严格的奥古斯丁主义，这种奥古斯丁主义在哥特沙勒克高



兴地确信兴克马尔将列入被摈弃者行列的这类事例里失去了奥古斯丁的

音调。

另一方面，拉巴努斯·摩里乌斯的论文说明，他不理解或不愿意理

解奥古斯丁的教义，尽管他口头上说他的主张是建立在这位希坡主教的

权威上。拉巴努斯把预定论降低到神的预知的水平上，上帝根据预知而

知道谁将得救，谁将拒绝所提供的得救。按照拉巴努斯的说法，只有这

样，人们才能避免把人犯罪的原因归咎于上帝，也只有这样，人们才能

说，上帝的审判是公正的，因为上帝怎么能够公正地谴责他预先要发生

的事情呢？简言之，拉巴努斯不知不觉之中只是阐述了几个世纪以前奥

古斯丁的对手们所持的同样的论据和观点。

但是，兴克马尔却成了哥特沙勒克的最大敌手，他反对这位不幸的

修士反对得实在太过分了，以致他自己遭到其他一些持较温和观点的人

的攻击。事实上，兴克马尔的狂热达到如此地步，以致哥特沙勒克很快

就退居次要地位，而兴克马尔这个利姆斯的大主教却成了争论的中心人

物。

兴克马尔在这方面迈出的第一步是写一篇简短的论文阐述预定论。

这里，他不同于拉巴努斯的是，对预知和预定加以区别；但他坚持在得

救过程中有人的意志参与，并坚持上帝普度众生的意愿是全人类都被拯

救。这位利姆斯的大主教写了信，同这篇论文一起寄给几位杰出的神学

家，希望他们给予支持。

兴克马尔寄给各位神学家的信，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他指望得到

特尔瓦的普顿丢和塞尔维塔斯·流巴斯的帮助，但他们公开拒绝他的教

义，并且赞成双重预定论，主张上帝拯救世人的意愿只限于被拣选者，

基督的死并不是为所有的人，而是为很多人。科尔贝很有学识的修士拉

特兰努是一个经常研究奥古斯丁著作的人，他写了一篇论文《论预定

论》（On Predestination）致秃头查理，在其中他也拒绝兴克马尔的观



点。更加糟糕的是，那位通过指责哥特沙勒克而开始了这场争论的拉巴

努斯·摩里乌斯竟然退出了这场争论。

拉特兰努的论文有上下两卷，严格地追随了奥古斯丁的教义，而且

除奥古斯丁之外，还大量引用格列高利、普罗斯帕、弗勒根丢以及其他

人的著作来加强他的论据。按照拉特兰努的说法，整个人类只不过是一

群沉沦之众。由于罪的缘故，人类已陷入邪恶和败坏，即使我们作出最

大的努力也无法摆脱这种状况。上帝出于大慈大悲，从这一群沉沦之众

中拣选了一些人予以拯救，并赐予恩典，没有这种恩典，人是不可能有

任何善行的。至于其他的人，上帝已经预定他们将被罚入地狱。但这并

不意味着上帝预定人去犯罪，而是预定一些人要受到罪有应得的惩处，

人既有其罪必受其惩。

这种没有料到的事态发展，迫使兴克马尔另外求援，为此他就去找

约翰·司各脱·厄利哲那。厄利哲那比较精通的是逻辑学和哲学，而不是

教义的争论点。这一点可从他应兴克马尔的要求而写的论文《论预定

论》里看出来，他在文中虽然一再求助于《圣经》和一些古代基督教作

家，但十分清楚，归根结蒂一切事物都必须由理性来裁决。事实上，他

在第一章里就几乎肯定了这一点，在其中他试图表明，哲学的推理对于

神学是适用的，进而断言“真正的哲学就是真正的宗教，反之亦然，真

正的宗教就是真正的哲学”。他的这种探讨方法决定了他的很多论据的

性质，而这些论据只不过是逻辑学的练习。例如，他试图从上帝的绝对

单纯来证明双重预定是不可能的，其结果是一个颇为有趣但不大有说服

力的论点。虽然厄利哲那发表他的论文的真诚的目的似乎是要支持兴克

马尔反对哥特沙勒克和拉特兰努，但他的唯理主义促使他提出了一些他

的大多数同时代人不能接受的观点，以致他对这种辩论作出的贡献只不

过加深了裂痕。他有关地狱的论述就是这种情况，其实他完全没有必要

在他的论文的最后一章里介绍这个问题。兴克马尔意识到他求助于厄利

哲那是一个错误，并且不接受“十九章”的教义——“十九章”是他对厄利



哲那的著作的称呼。其实，厄利哲那本人可能觉察到，他最好不卷入这

场争论，就决定不再讨论预定论的问题。

可是，厄利哲那的论文引起了这么大的注意，以致争论转移到了他

的观点上，并转移到了兴克马尔的教义和行动上。特尔瓦的普顿丢写了

一篇长文《论预定论，斥约翰·司各脱》（On Predestinaton Against John
Sco-tus），明白地反对用哲学方法来解决神学问题。与此相反，任何神

学讨论的衡量标准，必须是《圣经》的权威，以及历次教会会议的文告

和古代教会的著作。普顿丢接着就借助奥古斯丁和其他人的权威，逐条

驳斥厄利哲那的论据。关于预定论，他指出，其焦点是奥古斯丁的“被
诅咒的大众”的教义，而且被拣选者的预定和被摈弃者的预定，都是从

那个教义里面来的。因此，他的主张和哥特沙勒克的主张是十分相似

的，但是，或许为了避免与利姆斯那位有权势的大主教发生摩擦，他始

终没有公开支持这位不幸的修士。

对厄利哲那的论文的另一个强烈反应是来自里昂的弗罗如，他写了

一本《里昂教会反对约翰·司各脱错误界定之书》（Book of the Church
of Lyon Against the Erroneous Definitions of John Scotus）。在这里他采

取了和普顿丢基本上相同的神学主张，肯定被诅咒大众和双重预定的教

义。但他更进一步，提出了有关兴克马尔对待哥特沙勒克的做法是否公

正的若干问题。如果哥特沙勒克的教义果真威胁到教会的和平与信徒的

灵魂，那么兴克马尔就应该把争论提交到全国教会会议上。

弗罗如的这一著作，是以极为古老的里昂教会的名义写的，这就迫

使兴克马尔不得不改变策略。他在神学辩论的战场上败下阵来之后，就

转而寻求秃头查理的支持。在一次会议之后——会上由于害怕兴克马尔

的见解被否定而没有把他的见解拿出来讨论——国王就把一群他可以信

赖的主教召集在一起，这些主教撰写了《开伊尔兹的四章》（Four
Chapters of Quierzy），用以明白地肯定兴克马尔的主张是唯一正确的主



张。

此后，这一争论就成了利姆斯和里昂两个强大的主教教座之间的对

峙。长长的一系列的会议和论文，有时支持争论的这一方，有时支持争

论的另一方，直到公元860年，秃头查理和洛泰尔二世（Lothair Ⅱ）在

图察（Thuzey）联合主持了一个宗教会议，公布了一个折中的和模棱两

可的主张。这个主张没有解决这场争论，但这个主张被大家普遍接受，

这说明双方对这种无结果的辩论已经感到厌倦。

至于哥特沙勒克，尽管他多次试图让罗马为他的事情进行干预——
特别是在兴克马尔与教皇尼古拉一世（NicolasⅠ）之间关系紧张时期

——却一筹莫展地被继续囚在修道院中直到死去。

关于马利亚童贞问题的争论

这一场简短的争论是这样开始的，那位我们在预定论争论中已经谈

到的科尔贝的拉特兰努听说，在日耳曼流传一种教义，说耶稣不是按自

然规律由马利亚生出的，而是按一种神秘的和奇迹的方式从童贞女的子

宫中冒出的。拉特兰努声称，这种教义是魔鬼的一种新阴谋，魔鬼总是

企图毒害信徒们的信仰。这样一种对耶稣诞生的理解——“不是生出

的，而是冒出的”——就必然导致基督幻影说。

为了反对这些不知是什么大师提出的教义，拉特兰努声称，耶稣是

按自然方式由马利亚生出的，而且这丝毫也不玷污这位救世主，也无损

于他母亲的贞洁。说救世主生自“母腹”（pervulvam）完全无妨，因为

《创世记》清楚地肯定，上帝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这就是为什么亚当

和夏娃都赤身露体而不觉得羞耻。由于我们是堕落的人，无疑我们里面

有了肉体的邪恶之律，以致我们感到羞耻。但是，就救世主的情况来

说，圣灵的净化作用不仅包括了他的被孕育，而且也包括了他的出生。

然而，人们应该注意，这并不是说，拉特兰努否认马利亚自始至终的贞



洁。与此相反，她“在生育之前，生育之中，生育之后”都是一个童贞

女。这是应该相信的，因为“这样设想是讲不通的：使一切污浊的东西

得以恢复原状的救世主的出生，竟然使没有被污浊的东西变成污浊

的”。因此，耶稣是出生于“自然之门”（“by the natural door”）但没有损

害其贞洁的完整性，如果这样的事情难以置信，那么，说耶稣是通过其

他什么方式出生的而无损于他的母亲，那就更加难以置信。

不出预料，拉特兰努的著作引起了那些从来没有这样明确地提出这

类问题的虔诚人物的反感和重视。有若干修女要求科尔贝的前任修道院

院长帕斯迦修·拉德贝尔都（Paschasius Radbertus）来澄清这件事情。作

为答复，他写了上下两卷的论文《论圣灵感孕》（On the Virgin
Birth），驳斥拉特兰努的主张。拉德贝尔都指出，讨论的问题不在于马

利亚的自始至终的贞洁（Perpetual virginity）——这一点拉特兰努是会

肯定的——而在于怎样在生耶稣的时候仍保留着童贞。他的驳斥直指拉

特兰努的要害论据：的确，一切被造之物都是好的，但《创世记》清楚

地断言，我们所知道的生儿育女是人类犯罪的结果。所以，人们试图把

马利亚生子情况与其他妇女生子的一般情况相提并论，就大错特错了。

实际上，耶稣“就像他在门徒关着门就来到他们中间那样，在母腹关闭

着就来到了人间”。这就是说，耶稣的出生确确实实是奇迹，别无他

解。

争论似乎就此告终。晚些时候，利姆斯的兴克马尔也曾顺便提起

过，耶稣由马利亚生出与其他儿童的出生是不同的。但是这个问题并没

有进一步讨论下去。

圣餐的争论

这一争论的发生，是由于秃头查理向拉特兰努提出了一个关于圣餐

的双重问题：第一，圣餐中的基督的身体和血的存在是这样的，以致只



能用信心之眼——in mysterio——才能看见呢，还是，与此相反，真实

——in veritate——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肉眼看见的实际上就是基督

的身体和血；第二，存在于圣餐中基督的身体是否就是那个“马利亚生

的，受了苦的，死了的，埋葬了的，又升到天上坐在天父的右边的”基
督的身体。国王的问题是由于他读了帕斯迦修·拉德贝尔都呈交给他的

一篇论文引起的，题目是《论主的身体和血》（On the Body and the
Blood of the Lord）。帕斯迦修在这篇文章里用现实主义的措词来解释基

督在圣餐里的存在。在祝圣之后，圣餐的饼和酒就成了基督的肉体和血

了，就是马利亚所生的同一个肉体，这个肉体受苦之后又起死回生。这

一身体和血在正常的情况下只能用信心之眼才能看见；但是，有时对于

那些极其爱主的人给予特殊照顾，他们能够看见血和肉的真面目。帕斯

迦修也把圣餐理解成为基督被献的重复，因而举行圣餐时，救世主就再

次受苦和受死。

毫无疑问，帕斯迦修·拉德贝尔都是在表达当时的许多虔诚人士的

感情。但他的论点对他的同时代人中间那些在奥古斯丁的唯灵主义传统

里成长起来的最好的神学家来说却是不合口味的。其中的一个神学家就

是拉特兰努。

拉特兰努的论文用了和帕斯迦修一样的标题《论主的身体和血》。

在这里拉特兰努回答了国王提出的两个问题，不过他是这样回答的，以

致他的论文在后世引起了许多讨论。对于第一个问题，他回答说，圣餐

中的基督的存在不是“真实的”，而只是“象征的”。但这并不是说，他否

认基督的身体在圣餐里的真正的存在。对他来说，“真实地”存在着的东

西与“象征地”存在着的东西之间的不同在于，前者可以通过肉体的感

官“从外部”察觉到，象征地存在着的东西只能用信心之眼才能看到。虽

然“真实”更加直接地与认识对象关联着，但真实地存在着的东西并不比

象征地存在着的东西更真实一些，因为“象征”是存在于“象征”背后的实

物的一种遮着面纱的表现。所以，基督的确是在圣餐之中，不过不是这



样在圣餐中，以致可以肉眼看见他。实际上这就是国王查理所要问的，

或许是因为他在帕斯迦修·拉德贝尔都的论文中看到了那些神奇叙述。

对于国王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拉特兰努回答说，存在于圣餐中的基

督的身体，因为后者这个身体现在是在天父的右边，是看得见的，而在

圣餐中的基督身体是看不见的。圣餐里的基督的身体的存在是属灵的，

而信徒分享圣餐中的基督的身体也是属灵的。这并不是说，拉特兰努把

圣餐理解成为仅仅是一种纪念仪式。与此相反，基督确实是在圣餐的饼

和酒之中，不过是以属灵的方式处在其中，肉体感官是不能理解的。

拉特兰努的论文没有动摇帕斯迦修·拉德贝尔都，他仍坚持他的主

张，同时还加以阐明，以免由此引申出过激的说法。在评论《马太福

音》（《马太福音》26章26～28节——译者）的时候，他谈到了耶稣设

立圣餐所说的话，他攻击那些断言在圣餐里是“肉体的机能而不是肉

体；血的机能而不是血；是象征而不是实体；是影子而不是身体”的
人。这些人应该受到基督本人的指正，因为他说：“这是我的身体”，并

驳斥那些声称圣餐中的身体不是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身体的人，因为他在

进一步描写他正在递给他的门徒们的东西时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

们舍的”——也就是说，是同一个身体，不是另一个。在这一点上，帕

斯迦修·拉德贝尔都始终是坚定的，这可见于这样一个事实，几年之

后，当一个有些相信拉特兰努的论文的修士请求帕斯迦修·拉德贝尔都

进一步阐明这件事情时，他干脆重复了原来的论据，并加上了一大串教

父的语录。

哥特沙勒克也从荷特维里尔（Hautvilliers）的修道院的囚牢里参与

了这一辩论。在一篇大量引用奥古斯丁的语录和思想的简短的论文中，

他反对把圣餐中的身体和历史上的基督的身体等同起来，尤其反对帕斯

迦修·拉德贝尔都把圣餐说成是基督在其中重新受苦的献祭。圣餐中所

有的是一种神秘的存在，这种存在是拉德贝尔都试图使用的准确措词所



不能表达的，不过这种存在的核心是在信徒里起作用的“道的大能”。

拉巴努斯·摩里乌斯——就是那个在兴克马尔面前指控哥特沙勒克

的人——也参与了这一争论，虽然这时站到了哥特沙勒克和拉特兰努的

一边，而反对帕斯迦修·拉德贝尔都。他的有关这个题目的著作已经失

传。约翰·司各脱·厄利哲那采取了同拉特兰努、哥特沙勒克，也许还有

拉巴努斯·摩里乌斯类似的立场。然而，厄利哲那没有积极投入辩论，

只是助阵而已。

尽管有这么广泛的反对意见，但对于基督在圣餐中存在的实在论解

释，终于成了大家共同的观点。9世纪末，哈伯斯达的海姆（Haymo of
Halberstadt）主教写了一篇简短论文，谈到了饼和酒化质成为基督的肉

和血。

如果在信徒们的头脑里，对于放在圣桌上的饼和酒的实质，经过祭

司的神秘职能和恩典的作用而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抱有任何怀疑，那

就是一种邪恶的愚妄，因为上帝是通过他的神圣的恩典和神秘的能力做

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相信并笃信地承认和坚持，正像已经说过的那

样，由于神的能力的作用，饼和酒的实质已经化质为另一种实质，即血

与肉。因为正像神的理智的无所不能按照其意志从无中造有并不是不可

能的那样，神的无所不能把被造物的性质改变成其所要的任何东西也不

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上帝的无所不能能从无中造有，那就没有什么不

可能从一些东西中造出另一些东西来。因此，那位看不见的祭司，用他

奇妙之能，把他的所见的被造物变成了他的血和肉的实质。不过，虽然

其实质的性质完全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和血，但在领受圣餐的奇迹中，这

个身体和血仍然保留着饼和酒的色味。

这段引文包括了后世有关变质说教义的全部基本要旨，虽然其表达

的用词和后来大家普遍接受的用词不完全相同。



关于灵魂的争论

在加洛林时代发生的许多争论中，有两个是关于灵魂的争论——一

个是它的无形体性（incorporeity），另一个是它的个体性

（individuality）。

灵魂的无形体性这个问题在加洛林复兴时期曾在几个场合里被提

出，但只是在9世纪中期在秃头查理执政时才发生了简短的，但却是公

开的争论。这个神学辩论的一方是科尔贝的拉特兰努，另一方是来自利

姆斯的一个匿名作者，很可能就是大主教兴克马尔。拉特兰努应一位政

府官员的要求，写了一篇关于这个题目的论文，他在其中声称，灵魂是

无形体的，因而不受肉体的约束。国王读了这篇论文之后，就向来自利

姆斯的智者（兴克马尔）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灵魂的问题，智者用一篇简

短的作品予以解答，在其中他驳斥了拉特兰努的主张。与之相反，灵魂

是拴在身体上的。但这不是说灵魂受身体的限制，因为灵魂通过它的知

识可以超越身体的范围。这场简单的辩论就到此为止，这场辩论没有什

么意义，只是表明奥古斯丁灵魂无形体的教义又一次被提出来辩论。

灵魂个体性这个问题就重要得多了，因为一个人的有知觉的生命在

死后能否存在，就是取决于灵魂的个体性。某个叫马迦流（Macarius）
的人——人们只知他是爱尔兰人——提出了一个全体灵魂的理论，而个

体灵魂分有全体灵魂的一部分。一个来自博韦（Beauvais）的修士受了

马迦流的启发，写了一篇论文为这个观点辩护。博韦的主教奥多

（Odo）要求拉特兰努驳斥这个修士。拉特兰努这位科尔贝的智者只是

写了一个简短的答辩，说这个“狂妄的青年”的见解不值得注意。这个匿

名的青年修士，由于拉特兰努的答辩，便坚持自己的立场并提出一些论

点，试图反驳对手的观点。拉特兰努接着又以一本“小书”给予答辩。最

后，拉特兰努针对这位年轻人的新的答辩和反驳，决定写一篇《给博韦

的奥多关于灵魂的论文》（Treatise on the Soul to Odo of Beauvais）。所



有这些著作都已遗失，只有最后一本，是在较晚的年代才发现和出版

的。通过这一论文我们才弄清楚了这场争论的过程，以及拉特兰努的对

手的见解和他自己的主张。这一争论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在奥古斯丁

的一段颇为费解的文章里，这位希坡的主教讨论了灵魂数目的问题，但

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马迦流和他的那位在博韦的匿名门徒，就根据这

段文章来证明灵魂既是一个又是多样的。他们在新柏拉图主义的唯实论

框架里来解释奥古斯丁，声称有一个共相的灵魂，而且我们的个体灵魂

只是通过参与这个共相的灵魂才存在着。这样，就形成了哲学唯实论被

应用到灵魂数目这个问题时会造成何种结果的争端，并且也可以理解成

为有关共相（univer-sals）的长期辩论中的又一篇章。

拉特兰努的反驳，虽然声称在形式上是依据奥古斯丁的那段文章，

但实际上是建立在他本人有关共相的主张上，也是建立在他想要保护人

的个体性的兴趣上。拉特兰努并没有按照特定的东西是真实的那同一个

意思把共相设想成真实的实体。共相是些概念，而且只是作为概念才是

真实的，因此，个体的现实存在不能简单地放在共相上。拉特兰努就是

从这种主张出发来解释奥古斯丁的。因此，当奥古斯丁谈到单数的灵魂

时，他不是指存在于个别灵魂之上和之外的一个全体灵魂，而是指灵魂

的概念——一个真实的概念，但不比个体灵魂更为真实，而且在超自然

方面也不是先于个体灵魂。

加洛林时期西方的其他争论

加洛林复兴时期，神学活动极其紧张，有关三位一体的一些争论点

被提出来辩论是在所难免的。就某种意义来说，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嗣
子论”就是这些争论点之一。我们即将讨论的“和子”（Filioque）的问题

也是如此。

另一个这类三位一体的争论是哥特沙勒克与兴克马尔之间关于三神



（trina deitas）信式的争论。这个信式是在一个古代的赞美诗中发现

的。兴克马尔认为它是阿利乌派的，就让人把它删掉：神是一位，如果

肯定相反的情况，就是在三位一体的各位之间夸大其区分，那就是阿利

乌主义的典型做法。哥特沙勒克和拉特兰努在答复这一点时，引用了一

系列教父著作，来证明这一被删掉的短句的正统性，并指控兴克马尔有

撒伯流主义：如果否认神是三位一体的，就是撒伯流主义的典型做法，

犯了在神的各位之间加以混淆的错误。兴克马尔发现自己卷进了一场超

出他的学识能力的争论，就做了两手准备：在写出《论神非三而一》

（On the Divinity Being One, and Not Triune）的大篇文章的同时，利用

他的政治权势来获取正在亚亨（Aachen）举行的一次教会会议（公元

853年）的支持。就我们所知，这场争论就此结束了，虽然一段时间之

后兴克马尔的若干追随者仍在反对三神信式。总之，兴克马尔未能让人

把这一短句从礼拜仪式中删掉。

虔诚的路易（Louis the Pious）当政时，关于《圣经》的文体

（Style of Scripture）问题，在图尔的夫雷德吉撒斯（Fredegisus of
Tours）和里昂的阿哥伯尔德之间发生了争论。阿哥伯尔德声称，使徒

们和其他《圣经》作者们使用了简朴的语言，有时甚至使用了不正确的

语法，以便使读者易懂。夫雷德吉撒斯对这样的见解感到厌恶，挺身出

来为使徒们辩护。阿哥伯尔德用一本简短的《反对夫雷德吉撒斯之书》

（Book Against Fredegisus）做了答复，他在书中坚持说，《圣经》的权

威并不在于夫雷德吉撒斯所维护的文法上的正确无误，并宣称使徒们以

及《旧约圣经》中的先祖们、士师们和帝王们，都是一些低微的人，他

们从来不会自称在文法上是正确无误的。再者，如果从人的观点来看，

《圣经》的文法并不总是正确的，其理由是，《圣经》的目的是要迁就

我们，而不是只顾用高水平的语言向我们宣讲，以致我们听不懂。

最后，在加洛林时期，有一个关于得救的人怎样能看见上帝的辩

论。在9世纪前半叶虔诚的路易当政时，关于这个问题，有人请教某个



名叫肯帝德斯（Candidus）的人，他回答说只有纯洁的灵魂才能看见上

帝，因为上帝对于肉体以及不纯洁的灵魂都是不可见的。过了些时候，

哥特沙勒克也就同一个问题广泛求教，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复活

的身体将这样成为属灵的，以致其眼睛将能看见上帝。塞尔维塔斯·流
巴斯劝告他，在那些上帝还不愿意在今世启示我们的神秘事物面前要更

加审慎，并提出，无论怎样，这种使人欢乐的显圣通过心灵之眼是可以

看到的。兴克马尔没有放过这一攻击哥特沙勒克的机会，因此有几次提

出这个争论点。约翰·司各脱·厄利哲那遵循他自己的哲学主张，把这一

讨论带到另一个水平上，而否定被造物可以看见上帝的实体的可能性，

不管是用肉体之眼还是用心灵之眼。至于复活的身体，司各脱声称，它

将是纯粹属灵的，因而我们享受这种使人欢乐的会见，将是在灵界里

——这一会见在任何情况下只能看见上帝的形象，而他那不可接近的荣

耀，是永远不能看见的。

如所预料，这一争论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不过，这有助于用例子

说明对那些不可思议的事物进行无聊的推测在加洛林复兴时期是风靡一

时的。

“和子”

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提到圣灵时，只是说“他来自圣父”，这并

不能理解成为否认圣灵也可能来自圣子，因为4世纪时这个问题没有引

起辩论，而那些在君士坦丁堡开会的主教们也没有必要说明圣灵的由

来。再者，东方和西方传统上都相信，圣子在圣灵的由来中是有作用

的，虽然西方的最通行的信式中都是说，圣灵来自“圣父和圣子”，而东

方是说圣灵“通过圣子来自圣父”。

在西方，有人在信经里插进了“和子”的信式——Filioque——借以

肯定圣灵的双重的由来，这样就是说“他来自圣父和圣子”。虽然这样插



进字句起因不详，但似乎先在西班牙流行，继而传到高卢和其他西方教

会。查理曼当政时期，法兰克人和拜占庭人之间关系紧张，“和子”问题

成了长期争论的根源——也成了争论的借口。在《加洛林文献》

（Caroline Books）（公元794年）中，人们声称，那个说圣灵“通过圣子

来自圣父”的极其古老的东方信式是不正统的。在亚亨的宫廷教堂里人

们习惯唱的信经中添加有“和子”这个字句。争论是这样爆发的：有一些

拉丁修士从耶路撒冷去访问皇家教堂，然后带着这种新版本的信经回到

了该圣城——或者是，为了要挑起辩论，一些拜占庭人声称，拉丁人带

回了修改了的第一版本的信经。不出预料，他们受到了东方基督徒们的

坚决抵制，东方基督徒们指责他们是异端和标新立异。公元809年在亚

亨召开的一次教会会议上，法兰克人的主教们宣布，希腊信式是异端，

而且必须承认圣灵“来自圣父和圣子”。在采取这一行动中，他们自称得

到了几个“拉丁教父”的支持。后来，若干加洛林神学家就这个问题写了

文章，维护西方的主张——他们是约克的阿尔昆，奥尔良的提阿丢尔，

科尔贝的拉特兰努，以及巴黎的以尼。在这个时候，教皇利奥三世拒绝

接受信经里的任何插入语，而避免了同东方不可避免的决裂。因而，他

避免了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直接交锋。然而他的行动不足以阻止整

个拉丁教会把“和子”这个字句包括在信经里。早在公元867年，在阜丢

斯（Pho-tius）分裂期间，“和子”问题成了使东方脱离西方的主要因素

之一。而后，这个问题就一直是基督徒团结的障碍。

这一争论涉及到两种不同的争论点。一方面，插进字句这种做法本

身的正统性受到了怀疑。另一方面，引起辩论的是，后期的宗教会议或

其他教会当局有没有权力更改或插句于被认为是在尼西亚和君士坦丁堡

制定的古代信经。很少有神学家能在这二者之间判明是非——只有教皇

利奥三世例外。因为这二者的混淆不清，大多数西方神学家力图表

明“也来自圣子”教义的正统性和必要性，而大多数东方神学家则力图表

明信经是不能插进字句的。这样，微不足道的分歧就被大肆渲染，而且

对方的主张总是被歪曲丑化。



然而，有某一个神学争论点是相持不下的。这就是对于三位一体中

的三位之间的关系问题，东方神学家们传统上的理解方法与西方神学家

们传统上的理解方法之间的分歧——东方是步迦帕多西亚派的后尘，而

西方则是步奥古斯丁的后尘。

东方神学的出发点是必须肯定三位一体的独一起源。上帝的存在只

能是一个来源，而这个来源必须是圣父。那人们就不能说圣灵也来自圣

子吗？当然不能按照圣灵来自圣父的那个意义来说，因为圣父是圣灵的

存在的最终来源，而圣子就不是。因而得出了“通过圣子来自圣父”的信

式。另一方面，西方神学家们把圣灵看做是使圣父与圣子结合起来的

爱。因为这是彼此之爱，人们就必须说圣灵“来自圣父和圣子”。这并不

是说，存在有两个最终来源，因为圣子并不是他自己的来源，而是圣父

所生。

总之，这一争论始终得不到解决，而且许多世纪以来，总是阻碍着

基督教教会的两个分支之间的重归于好。

这个争论的一个副产品是，西方的教皇和其他的人重新使用古老的

《罗马信经》，因为他们希望通过使用一个有别于尼西亚的信经来避免

冲突。部分是作为这一政策的结果，古老的《罗马信经》——现在被称

为《使徒信经》——终于成了西方的最流行的信经。

约翰·司各脱·厄利哲那

约翰·司各脱·厄利哲那（John Scotus Erigena）是加洛林复兴时期最

出色的人物。他是爱尔兰人，于9世纪前半叶来到了法兰克人的王国。

他进了秃头查理的宫廷，并享有很大的威望。我们曾谈到过，兴克马尔

要求他参与有关预定论的争论。他参加那次争论的过程，很能说明他在

那个时期中所处的地位：人人都因他的博学而尊敬他。然而，由于他热

爱和遵循希腊哲学，以致他的主张不完全合乎正统，所以人们对他半信



半疑。因此，尽管有很多人拿他作为自己的神学事业的学识和思想泉

源，却没有人成为他的追随者。在随后的三个世纪中，他的著作经常被

人引用，虽然那些引用的人往往提醒读者警惕他的神学思想。13世纪初

期，他的主要著作《论自然的区分》（On the Division of Nature），似

乎是支持本那的阿玛勒瑞克（Amalric of Bena）的异端的，因而受到谴

责。然而，由于他的伪狄奥尼修斯译本被普遍采用，他的影响继续留在

人间。

厄利哲那的大部分文字工作都是翻译早期东方神学家们的著作。由

于希腊文在西方被漠视和被摈弃，这种翻译工作就显得特别有价值。除

了伪狄奥尼修斯译本之外，厄利哲那还翻译了宣信者马克西姆、尼撒的

格列高利，也许还有伊皮凡尼乌（Epiphanius）等的著作。而且，他的

最重要的原著也都保存下来了。

厄利哲那继承了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奥利金，和伪狄奥尼修斯的

传统。他的哲学是有高度推测能力的哲学，在其中辩证法和立论明确的

艺术是最重要的，而且在其中一切事物都包括在上帝和宇宙的广阔视野

里。

按照厄利哲那的看法，自然界包括一切存在着的东西和一切不存在

着的东西。“不存在”可以有几种不同的理解。首先，一切超过头脑和感

官的能力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就这个意义来说，本质就是不存在的，

因为我们只能领会和理解偶然事物，而从来都不能领会和理解偶然事物

背后的本质。第二，每一种高于自然界中某一要素的东西，就同这个特

定要素的关系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不能知道那个处在这个特定

要素之上的东西。因而，有些东西从宇宙等级制的高级成员的观点来看

可能是存在的，而从低级成员的观点来看就是不存在的。第三，那些仅

仅以潜能形式存在的东西，是不存在的。第四，那些受时间和空间限制

因而可变可迁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最后，人作为罪人，由于我们脱离了



上帝，是不存在的。这些各种类型的不存在是不同的，某些东西就某种

特定意义来说可能是存在的，就另一种意义来说是不存在的。

另一方面，自然力可以分为四类：一是进行创造而自己不是被造的

自然力，二是自己是被造的而也进行创造的自然力，三是自己是被造的

又不进行创造的自然力，四是现在不进行创造也不是被造的自然力。第

一和第四分类相当于一个单一的真体——上帝。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只在

于我们的理解，因为第一分类是把上帝理解为万物的起源，而第四分类

是把上帝理解为万物的归宿。第二分类包括万物的原始起因。第三分类

包括所有那些短暂存在之物。厄利哲那的著作《论自然的区分》就是按

照这个大纲的，前三分类各用了一卷，而第四分类用了两卷。在我们讨

论他的思想时，也用这个大纲。

上帝，不是被造的而是进行创造的自然力，是超越我们的头脑的一

切局限性的。因而，我们只能以自相矛盾的方式谈论上帝，既肯定又否

定我们的每一种说法——这是约翰·司各脱取自伪狄奥尼修斯的一个教

义。肯定总是要象征性地加以理解，而否定总是要如实地加以理解。举

例来说，上帝是本质；但也不是本质，而是多于本质。这种截然相反可

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即上帝是超本质的——一种其本身中包含有否定的

肯定。

严格地讲，上帝是不可知的。《圣经》中有关上帝的慈爱、怜悯、

愤怒等等的所有论断，都不应照字义来理解，而只能当做比喻来理解，

如保罗的名言所说，“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新约圣经

·哥林多前书》3章2节——译者）。因为《圣经》是给一些思想简单的

人看的，所以才使用这种比喻的语言。实际上，上帝是不可知的，不仅

对被造之物是如此，甚至对他自己也是如此。知识就意味着定义，而定

义就意味着界限。由于上帝是没有界限的，上帝是不可知的。所以上帝

不知道自己。不过，这种神的无知，不同于我们的无知，而是一种大大



高于最高知识的超无知。

人们所能断言的神的基本属性是，上帝是三位一体的。在这里厄利

哲那只是追随了早期就明确的正统教义。对于也“来自圣子”，司各脱没

有公开反对把它列入信经，虽然确实是倾向于肯定，圣灵通过圣子来自

圣父。

这种不是被造的而又进行创造的自然力，是诸原始起因的来源，而

原始起因反过来又是被造的并且进行创造的自然力。这些原始起因是永

恒的——整个天地万物确实如此。天地万物是永恒的，因为要不然天地

万物对上帝来说就是偶然的，但上帝是没有偶然性的。换言之，上帝的

永恒和不变要求天地万物是永恒的。上帝先于天地万物，不是按时间的

先后次序——因为上帝不在时间之内——而是按存在的先后次序。上帝

是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源。

上帝的三位一体性在整个天地万物之中表现出来，因为每个被造物

都表明，上帝存在着，上帝是智慧的，上帝活着。圣父是万物存在的根

源，圣子是万物在其中被造出的智慧，而圣灵则是宇宙秩序的来源。

上帝是从无有中创造万物的——包括原始起因在内。这种“无有”并
不是绝对无有，全部虚无，而是上帝，他是不存在的，因而他可以被称

为“无有”。那么，“从无有中创造”（creatio ex nihilo）就变成了“从上帝

中创造”（creatio ex Deo）。原始起因是天地万物的首项，是第二大分

类的自然力，原始起因存在于道中，圣父自太古以来就把原始起因置于

道中。司各脱遵循了其他具有新柏拉图主义倾向的基督徒们早已开辟的

途径而声称，存在于道中的原始起因是一切短暂的被造物的原型。原始

起因是永恒的，而个别的被造物则将消失。正是由于原始起因的存在，

因而人们必须说，天地万物是永恒的。天地万物的永恒可见于原始起因

之中，因而也就可见于道之中，而圣灵就在道中掌握这些起因并把它们

分配到历史上的个别被造之物中去。



第三分类的自然力，即被创造而不进行创造的自然力，是从三位一

体对原始起因的这种作用中产生的。这一级的天地万物是一下子就出现

的，而不是分阶段出现的；《创世记》一步一步地记载创造天地，只是

为了叙述明确，不然就会模糊不清，正如我们用按部就班的话表达实际

上是瞬间的思想那样。

这第三级的自然力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天地万物”，就是那些存在

于时间和空间之内的东西。物质的东西实际上是非物质的质的结合体。

纯粹无形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就它是不可知的这个意思来说是不存在

的。简言之，有形物是由无形物的聚集成群而形成的。这就是四种要素

——火、气、水和土——的起源。一切物体都是由这四种要素的特性的

各种结合而形成的。除此之外，这第三级的自然力还包括有直接来自原

始起因的精灵。

所有这些不进行创造的被造物都显示着那个不是被造的而进行创造

的自然力，即上帝。因而，厄利哲那称这些被造物为“上帝的显

现”（“the-ophanies”）。在这些之中，当然，他最注意的是人。

严格地讲，人的本质不是存在于个别的人，而是存在于造物主头脑

中有关人的概念。创造天地最初的目的并不包括可朽物，而只下降到最

低级的属灵物，即人，而人被设计成只有一个灵性身体。由于亚当的堕

落，腐败就进入了宇宙。因为全人类的意志都在亚当里面，所以我们因

亚当的罪而受惩罚，并不算不公道。这种罪在于只顾自己而不顾造物

主，这种罪的发生和创造天地是同时的，所以，宇宙从它一开始的那一

刹那就已经是腐败的。我们所知道的人的身体是这个堕落的天地万物的

一部分。人类里面存在着男女两性，情况也是这样。

上帝在人里面的形象是多方面的，但上帝的形象首先是在灵魂里。

灵魂存在于整个身体，正如上帝在万物中一样；灵魂并不局限于某一特

定的肢体，正如上帝不局限于任何一个东西那样。灵魂知道自己存在



着，但不知道它自己的本质——正如我们已谈过的，关于上帝也可以这

样说。最后，灵魂反映着神的三位一体，因为尽管灵魂是单纯的，但灵

魂也是智能，理性，和内在意识——这种说法是厄利哲那从奥古斯丁和

伪狄奥尼修斯那里得来并加以修改的。但是，由于整个天地万物都反映

着造物主，所以上帝的形象也可以见于人的身体，因为人体存在着，活

着，而且有知觉，这三方面是三位一体的一个影子。

第四分类的自然力既不进行创造也不是被造的自然力。前面已经谈

到过，这第四分类和第一分类是相同的，虽然我们这时不是把上帝当做

万物的根源，而是当做万物正在移向的终点。整个天地万物在一个最后

复原的伟大过程中回归到造物主那里——即古希腊的有关复原（或万物

复归于元首基督——译者，apokatastasis）的教义。这一复归以基督的

复活为开端，在基督的复活中罪的后果已被消灭。举例来说，复活的基

督里没有男女的性别，至于他来到门徒们中间还是男人的模样，唯一的

原因是怕门徒们不认识他。

经过一系列的阶段，万物都将归向上帝。虽然这意味着腐败的身体

的消失，但甚至那些这时存在于这些腐败的身体中的东西也将归向上

帝；因为它们的存在是属灵的，所以它们将复原。每件东西都将被提高

一步，直到万物都回归上帝，而上帝就成为“一切的一切”。

到这里，厄利哲那的宏大轮回说（Vast cycle）即告终结。他之所以

被很多人敬仰的理由是很清楚的。他之所以也被人斜眼看待的理由同样

是清楚的，主要有三点。

厄利哲那的教义受到怀疑的第一点，涉及到上帝与创造物之间的关

系。尽管厄利哲那一再试图表白他与泛神论是如何不同，但他的哲学给

人留下的印象是，只有一个单一的真体，即上帝。这位上帝并没有创造

什么其他的真体，只是创造了他自己存在的各种各样的表现。换言之，

在厄利哲那的思想里，创造和流溢之间没有什么明确的区别。这就是为



什么几个世纪之后，本那的阿玛勒瑞克认为，他可以从《论自然力的划

分》一文中为自己的教义找到根据。

第二，基督其人在厄利哲那的种种推测中只有很次要的作用。他确

实是把原始起因置于道之中，但是很难看出道与历史上的耶稣之间有什

么关系。他的基督论信式也确实是完全符合正统的；但他讨论耶稣其人

的那种方式确实说明有幻影说的倾向——例如，他关于复活的主的性别

的叙述。

最后，厄利哲那把地狱的折磨理解为一种比喻，并声称这些折磨存

在于一个邪恶的良心的痛苦之中。在他那个时代，这样的主张是大多数

人所不能接受的。

由于这些原因，尽管厄利哲那的思想纵横驰骋，但他在中世纪的影

响并不是如所预期的那么大。加之，随着他的保护人秃头查理的驾崩而

来的黑暗时代，造成了那样一种气氛，以致不可能追随他那有如万马奔

腾的思绪。因而，那些说他是经院主义鼻祖的人只是夸大其词而已。他

的重要性，倒是在于他是一个独特的思想家，在于他那给人深刻印象的

宏伟思想体系；而他对后世的影响，主要在于他把早期的东方神学介绍

给了中世纪的西方。

个人补赎的事态发展

在本《思想史》的第一卷里，我们曾屡次看到，受洗之后犯的罪给

初建的教会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对这种罪应该怎样办呢？当然不能对这

种罪置之不理，但也不能用重洗的办法来洗净信徒的罪。因此，有些人

就把洗礼推迟到成年时期，也就是过了青年的孟浪之后。例如，君士坦

丁——和很多别人一样——是在临终的榻上受洗的。但是，这种做法歪

曲了洗礼的原意，洗礼是一种仪式，表示一个人加入和参与了基督的团

体。另一种办法就是拿殉道作为“第二次洗礼”。但这只有在受迫害时期



才能得到。最后，第三种办法是用悔罪和补赎来洗除受洗之后所犯的

罪。这就是教会苦行赎罪制度的起源。

虽然在教父时期，对于哪些罪可以得赦和如何得赦这个问题，曾有

几次辩论，但有两点是大家都一致的：补赎必须公开举行，而且不得重

复。到了4世纪，大家也都公认，一切罪都能通过补赎得赦。

补赎是公开的，并不是说要求当众认罪，而是说对犯罪者公开开除

教籍，并再次公开接纳入教会。认罪一事是秘密进行的，一般是在主教

面前认罪。在这期间，罪人就成了一个悔罪者，穿一种特别的外套，坐

在教堂的特定地段内。当他得以重新被接纳时——这经常是在一个长期

的补赎之后，但也因地而异——他知道，如果重新犯罪，就不得求助于

第二次补赎。很自然，这种严格要求只适用于重大的罪行。信徒的小罪

可以通过日常的补赎——禁食，祈祷，和济贫——来洗除。

然而，这种补赎制并不足以解决受洗后犯罪所造成的问题。这种办

法的确给犯罪者提供了第二次机会，借以减轻其处境的压力。但补赎不

得重复这一事实，不久之后就造成了和早期对待洗礼那样的类似做法

——为了保证自己得救，往往把补赎往后拖延，以致把补赎和人的临终

联系在一起。另一个事态发展是，隐居于修道院成了被承认的补赎行为

——在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时期，这反过来又引起了把犯罪者和

甚至触犯当局者强行关进修道院的做法。

与此同时，凯尔特教会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独特的和独立的补赎形

式。在这里，补赎只要是必需的就可以重复举行。因而，补赎不仅用于

大罪，也用于小罪。并且，那种主教主持的正式的，严肃的开除教籍的

仪式，被代之以祭司主持的私下的，依然是正式的，不过不那么严肃的

仪式。这样，补赎本来是很特殊的事情，而现在就成了很一般的事情

了，本来是留到临死时才举行的仪式，而今成了与日常生活相关的经常

举行的仪式。



6世纪末，欧洲大陆的教会当局仍然对凯尔特的做法皱紧眉头。但

在7和8世纪，凯尔特的游行布道者们把这套做法首先引入了高卢和西班

牙，而后是介绍给了整个拉丁教会。所以，现代的补赎方法到加洛林复

兴时期就已经具备了其主要的特点。

教皇权力的增长

在第一卷末尾，在论述那些导致卡尔西顿会议的复杂事件时，我们

看到，教皇是无力抵制皇帝意愿的。确实如此，在公元449年的所谓强

盗会议上，连利奥《大函》都不能宣读，因为它与皇帝的政策不协调。

当卡尔西顿会议终于召开时，只是因为新皇帝要宣读，所以才能宣读。

这种情况在西方很快就改变了。帝国的中心这时是在君士坦丁堡。

君士坦丁堡自称不但在政治方面，而且在宗教方面都是新罗马。针对这

种情况，罗马教会当局声称，罗马教会至上——这就事实而论（de
facto）是从该城的政治至上里产生出来的——就法统而论（de jure）是

根据主对彼得所说的话，而教皇是彼得的代理人。这种紧张局面是可以

理解的，因为君士坦丁堡的历任皇帝——他们本人往往都是虔诚的——
都把他们的使命设想为是上帝赋予他们的。他们是上帝封立来统治宇宙

的。因而，他们高于教会当局——他们在同君士坦丁堡教长们打交道中

一再证明了这一事实——因为教长们要求皇帝给予保护。反过来，教会

当局应当支持皇帝的权力和行动。但是西方的情况就完全两样。在那

里，像安布罗斯这样的领导人就坚持说，皇帝是教会的一员，而不能高

于教会。西奥多修斯（Theodosius）——他不止一次不得不屈从教会权

威——当政之后，西方明显地缺少能干而有力的统治者。在蛮族入侵造

成的动乱局面中，只有教会是相对稳定的机构。这样西方就成了抵制皇

帝权力的中心，而东方则持相反的方针。这种情况的一个结果就是东西

方之间的裂痕日益加剧。另一个结果就是教皇至上说的发展。



虽然我们在这里不能详细叙述这一学说的事态发展，但有三个情节

可以说明这种事态发展：格拉修斯（Gelasius）与皇帝权威的冲突，大

格列格利的主张与做法，以及查理曼的加冕。

格拉修斯作为教皇费利克斯三世的秘书，可能起草过一些信件，在

其中费利克斯拒绝接受君士坦丁堡教长——在皇室支持下——自称有普

世权威的做法。费利克斯本人当选为教皇时，因粗心大意而没有把这件

事通知他的君士坦丁堡同僚，因而受到了教长和皇帝的谴责。然而，公

开有冲突是在芝诺公布他的《团结敕令》的时候发生的。这里所争论的

不仅是卡尔西顿会议的基督论教义，而且还有皇帝干预和决定教义事务

的权力问题。后面这一点，对格拉修斯来说，似乎至少和教义问题一样

重要。按照格拉修斯的说法，皇帝确系上帝所任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

高于教会。他被封立来执行上帝的旨意，但他不能判断上帝的旨意是什

么。因此，他的使命不是教导教会，而是求教于教会。他所有的只是权

力，而“权威”则属于那些被上帝任命的人，那就是彼得及其继承人。基

督是大家的王者和祭司，他的王者的职能由皇帝来执行，但是，他的祭

司的权威交给了彼得及其继承人。但是，今生今世的目的在于使我们为

来生来世作好准备，所以彼得的代理人有更高的职能。

教皇大格列高利与君士坦丁堡发生冲突，是因为他拒绝承认该城教

长有权自称为“普世教长”。事实上，这样一个称号同罗马教廷声称有统

治教会的普世最高权力直接抵触。虽然这种教皇最高权力从来没有在东

方行使过，而且格列高利也确实精明得足以意识到，只要君士坦丁堡是

东方政治势力的中心，教皇最高权力就不能在东方行使，但他似乎也意

识到，如果要保持罗马统治西方教会的权威，就不得不对君士坦丁堡教

长的这种主张提出异议。因此，他抗议说，他的君士坦丁堡同僚无权称

自己为普世教长。

然而，格列高利对教皇权力增长的贡献，不是作为一个神学家，而



是作为一个实际的行政工作者。在“太平罗马”（pax romana）的古代秩

序已经崩溃，并且威胁着要使一切文化遗产和它一起同归于尽的时候，

格列格利就把教会移进了这个历史所造成的真空之中，并使教会成为古

代的价值观念的继承者和保存者，同时也成为社会秩序的保卫者。因此

在东方，在教会及其教职人员仍屈从于皇帝的时候，在西方，帝国已不

复存在，而教会却接管了帝国的若干职能。

这一过程在公元800年圣诞节那一天达到高潮，当时教皇利奥三世

把皇冠加在查理曼头上。然而，这个高潮对教皇权力来说也是一个不祥

之兆。利奥本人出席了法庭，因为他发现有必要洗清自己，免受人们在

这位有权势的法兰克人的国王面前的指控。虽然加洛林帝国是短命的，

但皇权思想意识的复活，终于导致皇帝们与教皇们之间的剧烈冲突。作

为结果，有关教皇权威的理论就进一步发展了。



第五章　黑暗时期

一个著名的罗马天主教历史学家，把10世纪称为“铅与铁的黑暗世

纪”。这些字眼不仅可以恰当地用于10世纪，同样也可以用于9世纪后几

十年，和11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秃头查理死后，加洛林王朝成员的权势

迅速衰落。加洛林古国各部分之间的自相残杀的战争——又加上诺曼底

人（Normans），撒拉逊人（Saracens），和匈牙利人（Hungarians）的

入侵——造成了一个持续的动乱局势。像过去一样，修道院力图保存一

些过去的文化和学术。但是大多数修道院都在城墙的外边，因而容易遭

到入侵者的洗劫，结果是许多珍贵的图书馆被摧毁。教会无力在这样的

混乱中维持秩序，因为她自己也经历着困难的岁月。教皇们都是这个或

那个当权者封立的，因而都是政治运动的傀儡。教皇被暗杀并不算奇

闻，甚至已故的教皇们也有被他们的后继者审判和定罪的危险。世纪下

半叶，竟有一个不到20岁的人戴上了皇冠和教皇冕，不仅把教皇职务变

成了政治野心的玩具，甚至也变成了他的青年人的奇思遐想的玩具。

萨克森尼家族（House of Saxony）登上皇位——奥托（Otto）于公

元962年——之后，给政治事务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安宁，但没有给教会

带来安宁。尽管历届皇帝作出了一些努力，还是经常有好几个人自称是

彼得的合法继承人。他们中间很多人只不过是皇帝或罗马某个派系的小

爬虫。在奥托三世统治下，当奥利拉克的格伯特（Gerbert of Aurillac）
作为西尔维斯特二世（Sylvester II，999～1000年）而占据教皇宝座时，

才有了短期的安定并试图进行改革。但这个短时期过去之后，争吵，混

乱，和腐败，重新包围了神圣罗马教廷。

夫兰哥尼亚家族（House of Franconia）的第一个康拉德二世

（ConradⅡ，1024～1039年）没有能够在罗马建立秩序。与此同时，在

教会内部，一个改革运动正在发展着，最初和克吕尼（Cluny）的修道



院改革运动结合在一起，后来和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宏伯特

（Humbert），图尔的布鲁诺（Bruno of Toul），以及佛罗伦萨的格拉

尔德（Gerard of Florence）这些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最后，在亨利三

世的支持下，这一派人占据了罗马教廷，把图尔的布鲁诺放在教皇宝座

上，号称利奥九世（Leo IX，1049～1054年）。此后，经过一些短暂的

中断，一个巨大的教会改革运动发展了起来，这个运动在希尔德布兰德

用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Ⅶ）的名字担任教皇职务时（1073～1085
年）达到了顶峰，从而为12世纪的伟大复兴布置了舞台。关于12世纪的

复兴，我们将于下一章研究。

尽管时代是黑暗的，但神学和文学的活动并没有完全绝迹。这样的

活动在几个修道院中心和一些教堂学校里继续下去，不过显然缺少独创

性。

在9世纪，在加洛林帝国瓦解之际，这些文化中心里面，最重要的

是奥舍尔（Auxerre）的圣泽（Saint Germain）修道院。正是在这里，奥

舍尔的海瑞克（Heiric）名噪一时。他写了好几篇关于奥古斯丁著作的

评注，在其中厄利哲那的影响隐约可见，因为他追随了这位爱尔兰学者

提出的划分自然的方案。不过，也许是因为他阅读了波伊丢斯的著作，

以致他拒绝厄利哲那的极端现实主义，并宣称事物的真实性在于它们的

特有的实质。

奥舍尔的热米纠（Remigius of Auxerre）是海瑞克的门徒，也是该

教派最出色的思想家。他的一生说明了教堂学校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因

为在公元893年应利姆斯的大主教的要求，他离开了修道院，当上了该

城两所学校的教员。后来，由于类似的邀请，热米纠迁往巴黎。在那里

他的门徒中就有奥多（Odo），奥多是克吕尼宗教改革运动的未来的领

导人。这样，热米纠的生涯表明，教堂学校怎样从修道院那里得到了大

多数最初的和最好的教员，而后又怎样对修道生活的革新作出了贡献。



像老师海瑞克一样，热米纠也写了奥古斯丁著作的评注。他为波伊丢斯

著作的评注（起初被认为是厄利哲那写的）为长长的一系列类似的评注

定下了标准。在一些论点上，例如在共相问题上，厄利哲那的影响在热

米纠身上比在海瑞克身上更为显著；但在其他论点上——特别是那些厄

利哲那依从希腊的论点，例如他的关于“和子”的主张——热米纠就背离

了厄利哲那。

关于更为传统的一些神学争论点，热米纠的看法可见于他对《创世

记》和对《诗篇》的评注。在这些评注中，他是用寓意解经法解释《圣

经》的，因而有关创造天地之类的叙述是以隐隐约约的方式提到基督，

福音传道者和教会的。论到人，热米纠认为，上帝的形象是在人的理性

里和不朽性里，与上帝的类似之处是在人原来的圣洁里和公正里。当亚

当犯罪和堕落的时候，他就失去了像上帝之处，但没有失掉上帝的形

象。热米纠追随厄利哲那而声称，我们每一个人是反映宇宙的一个微型

世界，因为人的灵魂遍及身体的每一个部分而不局限于任何一处，正如

上帝存在于全世界而不局限于任何一处一样。

10世纪的神学

10世纪最重要的神学著作有：托托那的格佐（Gezo of Tortona）写

的《论主的身体和血的论文》（Treatise of the Body and the Blood of the
Lord），律克瑟伊（或蒙提伦德）的阿德叟（Adso of Luxeuil）写的

《论伪基督的论文》（Treatise on the Antichrist），以及维尔塞的阿托

（Atto of Verceil）写的《圣保罗书信评注》（Commentaries on Saint
Paul）。

格佐是一个修道院院长，读了帕斯迦修·拉德贝尔都（Paschasius
Radbertus）关于圣餐的论文之后，受到启发而写了同样题目的论文。其

著作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的独创性，而在于它的缺乏独创性，因为它说



明了10世纪在什么程度上满足于重复古时的治学之道。另一个重要的特

点是他怎样收集并叙述那些据说是和圣餐有关的最不可置信的神迹奇

事。

阿德叟是当时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因而应邀在好几个教堂学校当教

员。他的《论伪基督的论文》——有时被认为是阿尔昆写的——是从欧

佛希（Oversea）写给路易四世（Louis IV）的遗孀的。阿德叟在这本书

里，用有关伪基督的教义和那种说伪基督的许多牧师是世俗人的说法，

来劝告皇后做人应公正、良善。不过，即使她屈从了伪基督的引诱，仍

可告慰的是，伪基督被打败之后，救世主要留出四十天来让那些屈从引

诱的人进行补赎。

阿托于公元924年成为维尔塞的主教，以后又成为法国洛泰尔二世

的宫廷大臣。他最重要的著作是《圣保罗书信评注》。它说明，尽管是

在一个普遍无知和混乱的时期中也还有学识渊博的人，他们虽然没有多

大的独创性，但也还能保存早先几个世纪的释经和学术的传统。人们也

应注意，阿托声称，基督在圣餐中的存在是属灵的，而不是实际的。

为了表明10世纪并不是全部黑暗和保守，在这里应当说一说文化活

动的其他一些迹象。修女赫露丝维塔（Hrosvitha）大胆地模仿忒楞斯

（Terence）的体裁编写了宗教剧本。克吕尼的一系列进行改革的修道

院院长作为希望的征兆也应当提一提。还有，雷文纳的所谓的异端维勒

格尔德（Willgard）也十分重要，他的事迹说明一个文化激流已在平静

的水面之下奔驰着。如果维勒格尔德的时代的编年史是准确无误的话，

那么，他是因为推崇古典作家们——特别是霍勒斯（Horace），弗吉尔

（Virgil），和朱未那尔（Juvenal）——而被判罪的，他推崇他们到这

样的地步，以致宣称他们是受上帝启示的，而且甚至是正确无误的，并

宣称他自己有能力和他们直接交流。在他被判罪处死之后，在撒丁和西

班牙仍可见到他的追随者。



11世纪：奥利拉克的格伯特和沙特尔的弗勒贝特

12世纪的新生活在11世纪中已略见端倪。11世纪初，奥利拉克的学

者格伯特当了罗马教皇，号称西尔维斯特二世。几年之后，他的门徒弗

勒贝特（Fulbert）当了沙特尔（Chartres）的主教，他在这里开创了一

个学术研究的传统，这个传统将在一个世纪之后开花结果。11世纪下半

叶，改革派终于在教会内掌了权——这一事件导致了政府当局与教会当

局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是在这一时期，坎特伯雷的兰弗朗克（Lanfranc
of Canter-bury）和图尔的贝伦加尔（Berengar of Tours）之间的圣餐争

论，说明神学研究再次成为活跃的和创新的努力目标。安瑟伦

（Anselm），自1093年至1109年任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就其著作与精神

来说，可以恰当地说他是属于12世纪的人物。

格伯特，从某种意义来讲，是奥舍尔的热米纠传统的继承者，因为

奥利拉克的修道院受到了克吕尼宗教改革的影响，而该宗教改革又受惠

于热米纠的教导。另一个显示新开放性的开端的重要事实是，格伯特前

往西班牙回来时把阿拉伯人的一些科学带给了基督教的欧洲。他的大多

数学术著作产生于972年至982年间，当时他在兰斯（Reims）任教，其

中很多东西都表明了他在西班牙学习时所受到的影响，因为他对数学问

题极感兴趣。他的论文《论理性事物以及理智之运用》（On the
Rational and the Use of Reason），表现了他的卓越的辩证才能，并且影

响了12世纪提出共相问题的那种方式。

格伯特最出色的门徒是沙特尔的弗勒贝特（Fulbert of Chartres），

他闻名于整个高卢。几个与他有接触的人，以后都成了他们时代历史事

件中的重要人物。但是，他最大的贡献并不在于他自己的神学著作，而

在于他把沙特尔变成了一个文化中心，这个中心在12世纪变得很有影

响。他最著名的门徒是图尔的贝伦加尔，可是贝伦加尔并不追随他的教

义，而是反对，因而开始了11世纪最重要的神学争论。



由于贝伦加尔教义中有争议的两个主题是：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关

系，和基督在圣餐中的存在的性质，因而我们有必要暂且停下来讨论一

下弗勒贝特的神学里的这两件事情。弗勒贝特宣称，信仰和理性都是上

帝赐给的，因而两者都是好的和有用的。不过它们各有各的恰当的认识

对象，正如各个身体感官各有各的恰当的感觉对象一样。上帝的高度奥

秘就不是理性认识的恰当对象，而是信仰的对象。即使人的思想妄图提

高到能看见上帝的奥秘，但思想的弱点是这样的，以致势必犯错。“上
帝的奥秘之深度，并没有显示给人的智能（humanae disputationi），而

是显示给信心之眼”。这些奥秘对得救来说是必需的，共有三个：三位

一体，洗礼，和“生命的两件圣物，即包含着主的身体和血的两件圣

物”。

圣餐，和三位一体及洗礼一样，不是理性的适当的认识对象，而只

是信心的对象。“圣餐的奥秘不是属地的，却是属天的；它不是给人推

敲的，而是叫人赞扬的；它不应该招人争辩，而应该引起敬畏；……它

不应该用肉体的想象力来判断，而应该用灵魂的直觉来领会。”在圣餐

中，基督的身体以这样一种方式真正存在于可见的饼和酒中，以致领受

饼和酒的人就是吃基督的身体。如果道已成为肉身，而且我们在圣餐中

真正领受这个身体，那么人们必须承认，基督是自然而然地

（naturaliter）在我们里面，因而我们就在上帝里面，因为圣父在基督里

面，而基督又确实在我们里面。关于这是怎样实现的，弗勒贝特并没有

使用变质说的明确的语言。他不是在基督身体的实质同饼酒的属性之间

作出区别，而是在“外在实质”即饼和酒同“内在实质”即主的身体和血之

间作出区别。这种内在实质，虽然是很真实的，虽然与吃喝外在实质直

接有关，但也确实决定于领受者的内心气质，它包括“信的胃口”，“望
的食道”，“爱的肠胃”。如果有什么人怀疑这样的教义，那就让他们记

住，上帝既能从无有中创造万物，他就能更容易地把这些被造物变得价

值更高而把基督身体的实质灌输（transfundere）到它们之中。



图尔的贝伦加尔与坎特伯雷的兰弗朗克：圣餐的争论

图尔的贝伦加尔是弗勒贝特最有名的门徒，却持有完全不同于他老

师的立场。贝伦加尔跟弗勒贝特学习和在图尔行医一些时间之后，当了

该城的一位教师，最后，他的声誉如此之大，以致图尔成了法国的主要

文化中心之一。

贝伦加尔不同于弗勒贝特以及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的地方，在于他

在信仰事物上给予理性以更高的权威。据他的看法，上帝在人们里面的

形象是在我们的理性里，一个人不去运用理性，那就是最愚昧和最讨厌

的。因此，他就成了一个热诚钦佩厄利哲那的人，他发现厄利哲那的著

作中经常谈到理性的权威。然而，他们二人用不同的方法去理解理性，

因为厄利哲那认为，理性是通过存在于头脑中的永恒看不见的概念来进

行活动的，而贝伦加尔却以感官作为他的出发点，并把理性应于感官所

接受的资料。因此，对传统的神学观点来说，他对理性的运用，较之厄

利哲那对理性的运用更加令人不安，而且促使兰弗朗克对他说：“你背

弃了神的权威，却寄身于辩证法的篱下。”这种对理性及其与感官体验

的关系的看法，产生的另一个结果是，虽然贝伦加尔似乎没有直接关心

共相问题，但在传统上被列入唯名论者——确实，他的圣餐教义以及他

的强调感官资料的价值，都与唯名论者的主张极为一致。

促使贝伦加尔卷入圣餐争论的原因是：第一，他对厄利哲那的景

仰；第二，他自己的理性主义倾向；最后，政治的和教会的阴谋诡计利

用他作为种种野心的马前卒，而他本人并没有觉察到。争论开始时是关

于拉特兰努的论文《论主的身体和血》的正统性的辩论，我们已经说

过，这篇论文那时候是厄利哲那写的。贝伦加尔相信，它是厄利哲那这

位可敬的爱尔兰学者写的，并拿它作为依据来教他的学生们“约翰·司各

脱”的圣餐教义。当这篇论文的正统性问题被提出时，贝伦加尔就挺身

出来捍卫其正统性。此后，这个争论点被广泛讨论，而其结果是贝伦加



尔一再被谴责，这种谴责往往与那种目的在于使教会权威高于政府权威

的阴谋相关联。有几次，贝伦加尔面对死亡或放弃主张两种选择，他就

挑选后者，但危险一过去他又重新回到他原来的教义上。他在图尔外面

的一个小岛上终其残年，但没有明确地放弃他的教义。

这次圣餐争论开始的日期无法明确确定。一方面，可以肯定，基督

怎样存在于圣餐中这个总是当时普遍关心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弗

勒贝特曾就此写过文章。另一方面，最早的文献把贝伦加尔的名字与圣

餐问题连在一起是在1048年前后。尔后，这样的文件就更多了，因此，

人们可以万无一失地说，圣餐争论发生于11世纪下半叶初期。

1048年的文献是沙特尔的主教休（Hugh）听到贝伦加尔关于圣餐

的见解时写给贝伦加尔的一封信。从这封信里可以清楚看到，贝伦加尔

的教导有两方面引起他的同时代人的极大关注：他否认饼和酒已变质。

他声称，基督只是“精神地”（“intellectually”）——即属灵地——存在于

圣餐之中。休拒绝这些观点并告诉贝伦加尔，饼已不再是饼——它已真

正变成基督的身体，尽管它仍保留着饼的味道。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圣

餐里的所谓主的身体就没有真实的动力，而圣餐就没有价值了。

除了这封信之外，还有争论初期产生的几个其他的文献。不过，这

些文献的内容并不比休或其他早期作者所提到的内容更多。

贝伦加尔在罗马于1059年受到谴责之后，发表了一篇简单的论文，

坚持他的原来的教义，于是这一争论更加扩大。由于这篇论文引起了兰

弗朗克的答复，《论主的身体和血，驳贝伦加尔》（On the Body and
the Blood of the Lord Against Berengar），也由于贝伦加尔答之以《论圣

餐》（On the Sacred Supper），这场争论就成了当时两个最大的神学家

之间的直接对抗。如果按照严格的年代次序，我们应该分别讨论这三篇

文章的每一篇，但是为了简明起见，我们先阐述贝伦加尔的主张，然后

再阐述兰弗朗克的主张。



贝伦加尔的对手们的圣餐教义里有两点，贝伦加尔认为是不能接受

和荒谬的：认为饼和酒不复存在的这一想法，以及说马利亚所生的基督

的身体确确实实在圣桌上的这一说法。

论到饼和酒在圣桌上的继续存在，贝伦加尔声称，即使是他的对手

们也在不知不觉中承认了。当他们说，饼和酒就是基督的血肉时，他们

实际上是在说，饼和酒仍然是某种东西——基督的身体和血。再者，甚

至在祝圣之后，饼和酒的色味依然俱在，这说明其实质也依然存在，因

为属性不能离开它存在其中的实质。

至于基督的身体确确实实存在于圣餐中，贝伦加尔断定这样的教义

必然导致荒谬的结果。马利亚所生的基督的身体，现在在天上，人们不

能说他的血肉有一部分在圣桌上，也不能说基督有众多的身体。耶稣基

督是一劳永逸地牺牲在十字架上，而举行圣餐是对这一牺牲的纪念。总

之，既不是饼升到了天上，也不是基督的身体降到了地上，因而饼仍然

是饼，酒仍然是酒。

然而，这并不是说贝伦加尔认为圣餐礼仅仅是对基督牺牲的一个纪

念——教会的一种心理操练，用来使它自己回想起髑髅地事件（《路加

福音》23章33节和《马太福音》27章33节——译者）。与此相反，贝伦

加尔强调圣餐是有效验的，并强调饼酒在继续存在的同时，它们却已成

为在天上的主的身体的“圣物”——即标志。因此，虽然不是严格的意义

上，但人们可以说，这圣物是主的身体和血。

兰弗朗克与贝伦加尔之间关系紧张，其根源在于对教会权威各持不

同的态度。兰弗朗克指责贝伦加尔重视辩证法有余，尊重教会权威不足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促使贝伦加尔在他的《论圣餐》一文中，罗列

了很多《圣经》和教父的引语。然而，兰弗朗克自己也不反对用辩证法

推理，因为在他自己的书里，他常常试图用逻辑学来反驳贝伦加尔。兰

弗朗克的方法是利用推理及其形式结构——辩证法——但总是局限在



《圣经》和教会传统所确定的正统化的框框里。虽然推理是好的，而且

人们应该用它，但是，那些凭着信心得到的东西理智是无能达到的，只

能够用谦虚和耐心来相信它。

因此，兰弗朗克的圣餐教义与贝伦加尔的圣餐教义截然相反。基督

的身体真正存在于圣餐里。这是通过祝圣后的饼与酒的真正变质而产生

的，这样饼和酒就不再是饼和酒了。《圣经》和古代人之所以还称之为

饼与酒，那只是象征的说法，因为这时摆在圣桌上的东西确实是一个象

征，虽然不是基督的身体和血的象征，而是早先在那里的饼和酒的象

征！

麦克唐纳（MacDonald）指出，兰弗朗克有两点是自相矛盾的。第

一点，他声称，在圣餐里物质的饼滋养人的身体，而基督的身体却滋养

人的灵魂。一个不复存在的饼，怎么还能滋养人的身体呢？第二点在于

双重断言，说圣餐中的基督的身体是在祝圣的一刹那才开始存在的，又

说这个身体就是马利亚所生的那个身体。这两个看法显然是矛盾的。造

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兰弗朗克企图把奥古斯丁和帕斯迦修·拉德贝尔

都二人的圣餐教义糅合在一起。

圣餐争论并没有随着贝伦加尔被谴责或甚至逝世而告终。除了几个

反对辩证法的作家——例如彼得·达米安（Peter Damian），布劳维勒的

武尔夫勒姆（Wolfelm of Brauweiler），以及劳唐巴赫的曼尼格尔德

（Manegold of Lautenbach）——从极端保守的立场上攻击贝伦加尔之

外，还有圣艾麦尔安的奥特罗（Otlo of Saint Emmeran），他再次坚持

奥古斯丁的观点，并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阿夫沙的吉特蒙（Guitmund
of Aversa）运用逻辑推理来驳斥贝伦加尔——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对推

理作出的让步比兰弗朗克作出的还要多。他的论文《论基督身体和血的

真相》（On the Truth of the Body and the Blood of Christ），以上帝的无

所不能为出发点，来驳斥贝伦加尔的论点。那个陈旧的论点，说上帝既



能无中造有，就能把已有的东西变质，在这里再次出现。吉特蒙在圣餐

神学中说，饼与酒在祝圣时发生变化是“物质上的”（substantial）而不

是“实质上的”（essential），这一点也应当受到称赞。他的现实主义是

这样的，以致他声称，经过祝圣的饼并没有在身体方面滋养吃饼的人。

如果一个不称职祭司祝圣大量的饼，然后说这些饼可以养生，而试图证

明相反的情况，那么，这将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有三种可能性使这种证

明无效。第一，由于祭司明显的不虔诚，饼和酒很可能没有真正被祝

圣；第二，可以想象，魔鬼们把基督的身体又恢复回去成了饼，借以欺

骗信徒；或者第三，天使们可能促成这种变化，以免圣餐被亵渎。

虽然变质说在公元1251年之前还没有确定，但是，关于圣餐的实际

的争论没有超出11世纪。12世纪论述圣餐的著作都公认，断言饼和酒变

质成为基督的身体和血的教义，是唯一正统的教义。

发生于11世纪的圣餐争论在两点上是重要的。首先，它直接导致了

变质说的最后的公式化，因为它大大澄清了所涉及的种种争论点。其

次，它有力地说明11世纪下半叶怎样为12世纪的复兴铺平道路。圣餐问

题是在神学中运用推理的这个较大的争论点的一个特殊形式。贝伦加尔

似乎把推理放在权威之上，彼得·达米安拒绝推理，兰弗朗克和吉特蒙

试图把推理拴在权威的战车上，但是没有人能忽视推理。在12世纪，运

用推理这个问题——很自然，还有推理的性质问题——成了神学辩论的

首要问题。

另一方面，圣餐争论在本章内占了如此之大的篇幅，这一事实不应

使读者认为，这是当时的神学论述的唯一主题。和教会东翼的日益紧张

的关系促使红衣主教宏伯特之类的作者撰写论文反对希腊人。教会授职

问题使几个神学家为之舞文弄墨。也是在这个世纪，在法兰西南部和西

欧其他地区，卡特里派（Cathari）开始出现。这个世纪后期，贝伦加尔

逝世前夕，一个名叫摩洛哥人撒姆耳（Samuel the Moroccan）的皈依的



犹太人，用阿拉伯文写了一本《论弥赛亚已来过之书》（Book on the
Past Coming of the Messiah）。他在这本书里，主要是以《旧约圣经》

经文为依据，试图证明耶稣是弥赛亚，犹太人没有接受他作为弥赛亚而

犯了罪。由于这种罪，犹太人才被遣散到了世界各地。该书最后一章饶

有趣味，因为作者引用《古兰经》的权威来为耶稣说好话。这是基督

徒-犹太人-穆斯林联系交往的一个惊人的范例，而在不到十年之后，教

皇乌尔班二世在“上帝愿意如此”的口号之下，把西欧的野心狂热地倾注

到了圣地巴勒斯坦！



第六章　12世纪的复兴

12世纪带来了基督教思想史的一个新纪元。当动乱和堕落席卷了整

个加洛林帝国时，曾一度中断了的神学觉醒，现在结出了硕果。教会不

再处在一个强大帝国的阴影之下，而正在进行改革，并声称教皇的权力

和权威高于皇帝的权力和权威。社会和经济的新条件，带来了商业的发

展和城市的增多，这样就把神学活动中心从修道院挪到了城市的教堂学

校（cathedral school），从而预示着13世纪那些伟大的大学的产生。

1099这个年头，是11世纪的最后一年，也标志着乌尔班二世的逝

世，耶路撒冷陷入第一次十字军之手，以及西班牙的熙德（Cid of
Spain）之死。由这样一些事件开始的12世纪，是早期的哥特式建筑的

世纪，浪漫的爱情的世纪，耶路撒冷的拉丁语王国的世纪，翻译者们的

世纪——托莱多（Toledo）的翻译者把阿拉伯人的智慧介绍给了拉丁语

世界——英王理查一世的世纪，以及克莱窝的圣伯纳德（Saint Bernard
of Clairvaux）的世纪。

先驱者：坎特伯雷的安瑟伦

然而，从基督教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纪不是始于公元1100
年，而是稍早一些，即贝克的安瑟伦（Anselm of Bec）——他以后成了

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拿起笔来开始他的伟大神学著作的日子。

安瑟伦生于比特蒙（Piedmont），但几年的朝圣历程加上兰弗朗克

的名气，终于促使他到了诺曼底（Normandy）的贝克修道院。在此，

他成了著名的教师，吸引着远方的一些门徒来求教。在贝克期间，他写

了大部分的著作：《独语》（Monologion）、《讲述》

（Proslogion）、《论文法家》（On the Grammarian），以及《关于道



成肉身之书信》（Epistle on the Incarnation of the Word）。公元1093年
他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但是，他在好几个问题上，特别是在世俗授职问

题上与国王有矛盾，并于1097年自动流放。在这三年流放期间，他写了

《上帝为何变成人》（Why God Became Man），以及《论童贞女怀孕

与原罪》（On Virginal Conception and Original Sin）和《论圣灵的由

来》（On th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Spirit）。然后，他回到坎特伯雷，

三年之后又不得不再次离去作另一次流放。最后，在1106年，在他同政

府当局的麻烦解决之后，他回到了他的主教教座，任职到他于1109年死

去。他最后几年的主要神学著作是，《论预知、预定和恩典与自由意志

的一致性》（On the Agreement of Foreknowledge, Predestination, and
Grace with Free Will）。

安瑟伦的神学方法在于，提出一个神学问题，然后，不是根据《圣

经》或古代作家的权威，而是通过运用推理加以解决。他通常提出的问

题的类型，不是纯理论问题，而是必须驳斥的一个异教徒或非信徒错误

的主张。然后，他从这样一个异教徒或非信徒会接受的预先假定出发，

来证明正统的教义。乍一看来，这种方法给人的印象是，安瑟伦简直是

一个极端的理性主义者。他的确是企图用理性来证明三位一体和道成肉

身之类的教义，而后世的大多数神学家都认为，这类教义是超出人类理

性范围的。但不应忘记，神学家安瑟伦永远是信徒安瑟伦，因而他早已

相信他试图证明的东西。因此，他著书立说的目的，不是要通过推理进

入信仰的境地，而只是要指出非信徒的错误，并且要丰富和加深安瑟伦

自己的信仰。这个双重目的清楚地表现于他的《上帝为何变成人》：

那些要求（他写下他们从他那里听到的东西）的人之所以要求这样

做，不是为了通过推理进入信仰的境地，而是为了对理解和默思他们所

相信的东西感到高兴，也是为了尽可能作好准备，随时答复所有那些可

能问我们为什么抱着希望的人。



所以，安瑟伦神学的目的，不是好奇地探讨对上帝的奥秘，而是使

信仰悟出它自己的道理。

主啊，我并不妄想得知你的无上崇高，因为我的知识一点也不配。

但我确实希望懂得你的一点真理，即我诚心相信和热爱的真理。因为我

不是设法理解，以便我相信；而是我相信，以便我理解。因为我也认

为，“除非我相信，不然我就不理解。”

根据这样的方法论，安瑟伦在他的《独语》中提出了上帝存在的问

题，并且不求助于《圣经》而试图证明这一存在——以及上帝的属性和

三位一体的教义。他的论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如果事物有不同程度的

良善，存在和价值，那么，这些——良善，存在和价值——就必然有可

见事物之上和之外的一个单独存在物。例如拿存在来说，人们可以说事

物存在着，因为它们参与存在，这就是说，它们不是靠自己生存，而是

靠其他一个生存。这其他的一个就是存在本身。由于存在本身不能比一

更多，人们必须进一步说，那就是至高的存在或至高的善。

安瑟伦本人对这个论点不满意，不是因为他认为这个论点不正确，

而是因为这个论点太复杂，并且需要进一步做些解释。在长时期寻找一

个比较简单的论点之后，他相信，他在《讲述》中所阐述的东西里找到

了这个论点，这个论点后来被称作“本体论论证”。在《讲述》中，安瑟

伦设法弄清楚，《旧约圣经·诗篇》第14篇为什么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

上帝——也就是说，为什么这样的否认是愚顽。他的结论就是下面的论

点，应予仔细阅读：

即使是愚顽人，他也不得不同意，某个没有可设想比它更大的东西

存在于头脑里，因为当他听见它的时候，他就理解这一点，而理解的东

西就是在头脑里。诚然，某个不可设想有比它更大的东西不能仅仅存在

于头脑里，因为即使它只是存在于头脑里，那么，还可以认为它也存在

于现实里，那就更加伟大了。所以，如果某个不可设想有比它更大的东



西仅仅存在于头脑里，这个不可设想有比它更大的东西同那个可设想有

比它更大的东西就是相同的了。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毫无疑

问，某个不可设想有比它更大的东西既存在于头脑里，也存在于现实

里。

后来在这同一篇论文里，安瑟伦坚持这个论点，进而指出这个没有

可设想比它更大的东西就是造物主上帝。

主啊，我的上帝，你的存在如此之真实，你甚至不能被认为是不存

在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如果有什么理性之物能够设想有什么东西

比你更好，那就是被造之物高过了其造物主，并评价其造物主——这纯

属荒谬。事实上，除你之外，其他一切存在着的东西，都可以被认为是

不存在的。

诚然，任何人知道上帝是什么，就不能设想上帝不存在，即使他可

能心里说，这没有任何（客观的）含义或有些特殊含义，因为上帝是某

个没有可设想比它更大的存在者。任何人真正理解这一点，就清楚地理

解，这同一个存在物是这样存在着，以致甚至在思想里，它也是不能不

存在的。因此，任何人理解上帝这样存在着，就不能设想他不存在。

不出预料，这个论点不是没有任何疑问就被人欣然接受的。与此相

反，它引起了热烈的哲学和神学辩论以及各种各样的解释。然而在这

里，我们只能讨论这个论点当时是怎样被接受以及安瑟伦是怎样答复人

们提出的反对意见的。《讲述》发表之后不久，马木蒂尔

（Marmoutiers）的某个修士高尼罗（Gaunilo）发表了一篇短文《愚顽

人的答辩》（Defense the Fool）。文章在很多方面大大赞扬安瑟伦，但

同时对他的关于上帝存在的论点提出了疑问。

高尼罗提出的反对意见有两个方面。第一，他不愿意承认，无神论

者头脑里有某个没有可设想比它更大的东西的概念。第二，他反对安瑟



伦从这种东西的概念转移到其存在上去的做法。关于第一点，高尼罗争

辩说，“某个没有可设想比它更大的东西”的概念并没有真正存在于那个

被认为有这个概念的人——即无神论者，这里称为愚顽人——的头脑

里。愚顽人所理解的是，凑在一起构成这个概念的那些话——而在这个

情况下，甚至这些话本身也是难于理解的。这个没有可设想高于它的东

西就其本身来说，不能由人的头脑这样来理解，以致它是可以分析的，

以便从其实质里得出结论。当愚顽人理解上帝的概念时，这并不是说知

道上帝是什么——那是荒唐的——因而人们不可能从愚顽人头脑里的这

种概念里得出任何结论。高尼罗提出的第二个反对意见是，一个东西的

存在不能从它的完美无缺来加以证明。例如，假定有人持有一个尽可能

完美的海岛的概念。这意味着这样一个海岛必然存在吗，因为如果它不

存在，它就不像那些实际上存在着的海岛那样美好？当然不是。只有那

些像说没有上帝的愚顽人一样愚昧的人才会提出这样的论点。

安瑟伦在他的《反高尼罗之答辩》（Defense Against Gaunilo）里答

复了这些反对意见。对于第一个反对意见，安瑟伦答复说，某个没有可

设想高于它的东西确实是可以设想的，高尼罗本人的信仰就说明了这一

点。这样，安瑟伦并没有真正面对高尼罗提出的反对意见。这个反对意

见不是上帝不能被设想，而是无神论者——愚顽人——把上帝设想成为

由各种各样的概念拼凑成的一个概念——即，愚顽人理解哪一些概念凑

成了至高无上者的观念，但不相信这些概念能够适当地结合成一个。

高尼罗提出的第二个反对意见，驳斥了安瑟伦所没有说的东西。安

瑟伦并没有声称，每一个东西被设想成其种类中的完善者就因此必然存

在——如高尼罗的完美岛屿——而是说一个被设想成绝对完善的东西，

也必须被设想成存在着的东西。高尼罗的海岛属于一个种类，而一个种

类中的诸个体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完美的东西不属于这样一个种

类。换言之，完美本身不能被认为是不存在的，因为这样完美就是不完

美的完美了。



很自然，安瑟伦的论点只是在某些不是被普遍接受的预先的框框里

才是有效的。例如，他的论点预先假定存在是一个完美者，那个完美者

是可以设想的，而且现实事物的结构符合思想的结构。但是尽管如此，

他的论点没有被后世的很多出色的神学家和哲学家接受和应用。

安瑟伦在《独语》中，而后又在《讲述》中证明其存在的上帝是绝

对单纯的。因此，上帝的属性不是非本质的属性，而是上帝的本质本

身。上帝在每一个地点和时间里，而不是在任何地点或时间里，因为一

切时间和地点都是在上帝里。

这位上帝也是三位一体的。安瑟伦认为，这一点可以用理性方法来

证明是真实的，和他用来证明上帝存在的方法一样。我们不能在这里论

述他在《独语》和《讲述》中引用的论点，但有必要讲一下他驳斥若瑟

林的教导而写的《论道成肉身之书信》，和他支持“和子”（Filioque）
而写的《论圣灵的由来》。

孔皮埃涅的若瑟林（Roscelin of Compiégne）是一个坚决主张在神

学研究中应用辩证法的人。虽然他的大多数著作都遗失了，但保存下来

的《致阿伯拉尔之函》（Epistle to Abelard）以及各种写来反对他的著

作，人们可以窥见其学说的梗概。不管12世纪及其各种评价若瑟林的人

说了些什么，但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者。他愿意使自己的思想

服从教会权威——至少是像安瑟伦那样愿意。若瑟林之所以与公认的教

会当局有抵触，并不是因为他应用辩证法的推理，而是因为他在唯名主

义的框框里应用辩证法的推理。他认为表达共相的话语只不过是“声音

之风”，那就是说，这些话语没有涉及到存在于个别事物之外的现实事

物。例如人类就其本身来说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个别的人。这个论点

运用到了三位一体教义的领域里，就形成了使他的同时代人震惊的信

式。按照若瑟林的看法，理解三位一体的唯一方法，是依据三个实质，

因为假定上帝里只有一个实质，那就会促使人们说，圣父就是圣子，圣



子就是圣父。因此，谈论三个实质的希腊信式较之传统的拉丁信式更为

恰当。

圣父的实质不是别的而是圣父，圣子的实质不是别的而是圣子，正

如罗马城就是罗马，而被造物水就是水那样。这样，如圣父生育圣子那

样，圣父的实质生育圣子的实质。因为有生育的实质和另一个被生育的

实质，它们是不同的，而生育者与被生育者总是区别为几个，而不是一

个东西。

关于若瑟林的神学，能够相当有把握地叙述的实际上只有这些，因

为其余的部分或者是遗失了，或者是被他的对手们歪曲得面目全非。但

是这已经足够说明他为什么被指控有三神主义了（tritheism）。在1092
年的斯瓦松会议（Council of Soissons）上，若瑟林被召出席答辩，他谴

责了三神主义——他这样做一点也不违心，因为他并不相信有三位上

帝。然而他坚持原来的教义，以致继续遭到攻击，其中就有安瑟伦的攻

击——这是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以后又有彼得·阿伯拉尔（Peter
Abelard）的攻击。

安瑟伦按照我们上面已经说过的方法试图驳斥若瑟林，他不以《圣

经》为依据，因他的对手“或者是不相信《圣经》，或者是曲解《圣

经》”，而是“通过推理，试图用推理来为自己辩护”。不过，其目的不

是要证明传统的三位一体教义的合理性，而是要指出若瑟林的信式必然

导致荒谬后果。安瑟伦似乎满足于指出这些荒谬之处。但是，几个世纪

之后，当人们阅读他的著作时，人们得到的总的印象是若瑟林和安瑟伦

各谈各的而没有交锋。前者的唯名论和后者的唯实论是这样的，以致一

个人认为是荒谬的，另一个人却认为是相当合理的，反之亦然。

安瑟伦在他的《论圣灵的由来》一文中，赞成拉丁教会的立场而反

对东方教会的立场。安瑟伦忠实地依照他的神学研究方法，力图用推理

来说明，圣灵来自圣父和圣子。可是，在这里他确实求助于《圣经》和



正统三位一体教义，因为这些是他的对手们所接受的权威。

除了证明上帝存在的所谓的本体论论证之外，人们主要研究的和讨

论的安瑟伦的神学贡献是他的论文《上帝为何变成人》。他在文中试图

说明道成肉身的必要性，虽然他也理所当然地用了原罪以及上帝的慈爱

和公义之类的神学教义，可他再次以理性为基础来进行论述。

安瑟伦反对那种认为道成肉身和基督受难的目的是使我们摆脱魔鬼

的奴役或者归还欠魔鬼的债的说法。道成肉身的目的确实是归还欠债，

但不是还给魔鬼而是还给上帝。“每个犯罪的人必须把撤离上帝的荣誉

归还给上帝，而这是每个犯罪的人欠上帝的苦行赎罪。”上帝决不能在

没有任何苦行赎罪的情况下赦免罪债，因为这将是向混乱投降。但另一

方面，我们没有能力为我们的罪提供补偿，因为我们所能提供的只是为

人公正，而这只是我们的本分而已。“当你给上帝你所欠他的什么东西

时，即使你不曾犯过罪，你也不能认为这是偿还你的债务。”因而，人

们必须得出安瑟伦的交谈伙伴的结论：“我没有剩下什么东西可用以为

罪补偿。”当人们考虑到下面一段话时，这一困难就变得更大了：

你自己揣摩一下，人冒犯了上帝，因为人被魔鬼战胜而使上帝失去

荣誉，但没有首先通过打败魔鬼而使上帝得到荣誉，人就同上帝重新和

好，这不是有违上帝的荣誉吗。这种胜利必须是这样的……经过死亡的

峡谷，他不犯任何罪而战胜魔鬼。但他是办不到的，因为作为原罪的结

果，他成胎于罪中，出生于罪中。

因此，必须向上帝补偿的人没有能力这样做。只有上帝能够提供足

以弥补上帝的受损的荣誉的补偿。另一方面，只有一个人才能正当地为

人的罪提供补偿。结果，“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够给予补偿，和

除了人之外没有谁应该给予补偿，就必须由人神合一者来给予。”

安瑟伦的这篇论文是划时代的。虽然中世纪后期的大多数神学家对



这篇论文不是亦步亦趋，但却从这篇论文的角度来解释基督的救赎工

作。在他们之后，大多数西方神学家也遵循同一途径，虽然这样理解基

督救赎世人的工作，并不是最古老的，也似乎不是《新约圣经》的矛头

所向。

安瑟伦无疑是当时的最伟大的神学家。虽然他的神学著述是一系列

专题文章，并不试图囊括全部基督教教义，但他成功地把推理应用在信

仰问题上，而没有因此损害正统教义，这就为13世纪的伟大的经院主义

者铺平了道路。其著作的内容对后世的神学的公式化作出了极大的贡

献，而其著作的精神，既敢于创新又尊重权威，则产生了甚至更大的影

响。安瑟伦为基督教思想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期。

彼得·阿伯拉尔

在彼得·阿伯拉尔（Peter Abelard）身上，神学的复兴，教会的悲剧

和浪漫的爱情以独一无二的戏剧方式汇集一处。他于公元1079年生于布

列塔尼（Brittany），早年聪颖异常。在从师于著名的唯名论者若瑟林

之后，又做了盛波的威廉（William of Champeaux）的门徒，威廉是当

时的唯实论的主要旗手。但是阿伯拉尔觉得两位老师都不能令人满意，

甚至扬言他在与威廉的辩论中获胜。他在战胜了他以前老师的基础上，

开办了自己的独立讲座，企图以此与威廉的讲座对抗。但是他所扬言的

获胜，实际是威廉的一些朋友加给他的有组织的迫害，以致他不得不从

一个城市跑到另一个城市，终于来到了拉翁（Laon），在这里他听了那

时的著名的安瑟伦的讲学——不要把这个安瑟伦和坎特伯雷的安瑟伦混

为一谈。阿伯拉尔觉得他很有口才但学问贫乏，因而决定组织自己的学

校，开始讲解《以西结书》。据阿伯拉尔说，安瑟伦对他这种失礼的行

为没有待之以宽宏大量，却对他这个自命不凡的对手加以迫害，结果倒

是抬高了后者的声望。



阿伯拉尔从拉翁迁到巴黎，在这里，他成了一个著名的哲学和神学

教师。正是在这里，他遇上了赫洛伊斯（Heloise），秘密地结了婚并生

了一个儿子。可是这个爱情故事是以悲剧告终的。这个年轻妇女的一些

亲属认为阿伯拉尔玷污了他们家族的荣誉，就冲进他的住房，对他进行

了阉割。赫洛伊斯从此做了修女，而阿伯拉尔则在圣德尼修道院披上袈

裟。然而，这还不是阿伯拉尔后来称之为灾难的种种事件的结束。他不

久就失宠于修道院当局，因为他宣称——他做得对——该修道院的创始

人不可能是保罗的门徒狄奥尼修斯。他的三位一体教义是在和若瑟林对

立的情况下搞出来的，但和他的对手的三位一体教义一样不被人们接

受，而在1211年的斯瓦松会议上，他被迫把自己的论文《论上帝的一体

与三位一体》（On the Divine Unity and Trinity）烧掉。由于身心俱伤，

他决定退居荒野。

但是，甚至在他引退期间，他的名望，他的门徒和他的敌人都跟踪

而来。不久，在他的周围发展起了一个社团，于是他建立了一所学校，

献给“保惠师”。赫洛伊斯也跟着他来了，在她原来的情人帮助之下，建

立了一所女修道院。这些新的成功很快就促成他的敌人们对他采取行

动。克莱窝的伯纳德（Bernard of Clairvaux），是一个出名的神秘主义

者和布道家，在整个欧洲有很大影响，他听到阿伯拉尔的教导，特别是

听到他把推理应用在信仰的事物上时，极为反感。结果，在1141年，阿

伯拉尔被叫到一个教会会议上，该会议不给他申辩机会，就断然谴责了

摘自他的著作中的几种主张。阿伯拉尔决定上诉教皇，但是，就在他准

备呈交给教皇英诺森二世状文时，就听说教皇——可能由于伯纳德的插

手——已重申了对他谴责。

最后，阿伯拉尔引退于克吕尼，受到了可尊敬的彼得（Peter the
Ven-erable）的善待和礼遇。在这期间，他撰写了《信仰的表白》

（Profession of Faith），表示出他的信仰完全符合正统。他死后，赫洛

伊斯提出要求并得到允许，把他的遗体安葬在“保惠师”学校，在她终其



余生的女修道院附近。

阿伯拉尔是一位多产的和有创见的著作家。在哲学领域内，他最重

要的著作是《辩证法》（Dialectics）。他的《认识你自己》（Know
Thyself）或《伦理学》（Ethics）提出了一种和大家极为不同的对原罪

的看法。他的《一个哲学家、一个犹太人和一个基督徒之间的对话》

（Dialogue Between a Philosopher, a Jew, and a Christian）是一篇有趣的

护教文。他的《六天创造天地的解说》（Exposition of the
Hexameneron）和他的《罗马人书评注》（Commentary on Romans）显

示出他是一个有才能和有学问的释经家。但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是《神学

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ology），《基督教神学》（Christian
Theology），以及《是与否》（Sic et non）。

阿伯拉尔关于共相（universals）的学说，是讨论他的思想的很好的

出发点。他在这方面的观点，是在反对他的两位老师盛波的威廉和若瑟

林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我们已经说过，威廉是唯实论的战士。照他的

看法，共相是先于具体事物而存在的，并全部存在于每一个具体事物

中。这种主张带来两个困难。第一，人们不得不肯定共相的无所不在。

第二，这会促使人指出单一共相中的对立面。例如“动物”，在“人”里面

就是有理性的，在“马”里面就是无理性的。威廉为了避免这些和其他一

些后果——这很可能是他的门徒阿伯拉尔指出的——就改变了他原来的

主张而宣称在同一种类中的不同个体里的本质，不是同样的本质，虽然

它们不是“非不同的”——就是说，它们是类似的。这就像彼得的人性是

一个，而约翰的人性是另一个，但它们是类似的。然而，这并没有解决

难题，因为人们这时必须说清楚，两个现实事物之间，如果没有共同的

东西，怎么能够类似呢——这就又回到原来的困难上，即怎样解释几个

个体之间如何能有共同的东西。

阿伯拉尔的答案，虽然往往被认为与若瑟林的答案一样，实际上是



不同的。阿伯拉尔说，共相是“名称的含义”。他的老师若瑟林曾说过它

是“声音的发出或声音之风”。阿伯拉尔反对说，后面这个主张使得不可

能解释，为什么以及如何可能断言，马是共相“动物”，而石头则不是。

如果共相仅仅是声音，那就无所谓正确的或错误的断言。共相确实是些

声音，可它们是有含义的声音。这些含义是哲学家们所关心的，而且这

个难题不能用光是说共相里没有含义的这一说法来解决。问题的解决方

法，在于意识到共相不是“诸事物”——就是说，除非加以抽象，它们不

能靠其本身而存在。共相在这样一种方式里是起初的，这种方式同形态

存在于实物里的方式类似——人们可以从实物里面抽象出形态，但离开

实物，决不能真正得出形态。同样，共相可以从诸个体里面抽象出来

——为了思考，人们必须这样做——但离开了诸具体的个别事物，决不

能得出共相。这就是阿伯拉尔关于共相问题的主张，这个主张被称

为“概念论”（Con-ceptualism），并且对后世颇有影响。

除了共相问题之外，阿伯拉尔在另外三个方面作出的贡献，值得特

别重视：《是与否》的神学方法，他关于基督救赎工作的教义，以及他

的伦理学。

《是与否》这个标题本身就表明了这一著作的性质。它是一连串的

一百五十八个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一些权威人士作出了肯定答案，其

他一些权威人士作出了否定答案。他在这一作品中，只限于并列引录这

些似乎是互相矛盾的权威意见，而没有试图提出他自己的解答。考虑到

当时的时代精神，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理解，这样一部似乎是对《圣经》

和古代作家的权威投下疑团的著作，是多么不受人欢迎。然而，阿伯拉

尔的目的似乎不是要否认教会权威，或指出《圣经》和一些“早期基督

教著作家”犯错误了。他坚定地相信他所引用的《圣经》经文的权威。

他的目的是要指出某些神学争论点里存在着的一些困难。阿伯拉尔似乎

认为，有可能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解释经文，以致可以表明这些经文的内

在的一致性。他在这部著作的序言中就清楚说明，他只是要提醒读者们



注意这样做的必要性。因此，这部著作虽然最初不被接受，但是后来对

于基督教神学发展确实有很大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和方法论有关，而

不是和内容有关。经院主义神学家们响应了阿伯拉尔的挑战，并沿用了

这样一种方法，即提出每个问题之后先列举一些权威意见，这些意见似

乎导向一个答案，而后列举另外一些导向相反方向的权威意见。于是，

神学家们的任务就是提出一个答案，并解决那些似乎反对这样一个答案

的权威意见所引起的困难。这种方法是经院主义时期的特点之一，它的

某些根源是来自阿伯拉尔。

后世的作者们把阿伯拉尔关于基督救赎工作的教义叫做“主观

的”（subjective）或“道德的”（moral），而与此相反，他们把安瑟伦的

教义叫做“客观的”（objective）或“法律的”（juridical）。虽然这些用词

相当不准确，因而对安瑟伦和阿伯拉尔都不公道，可是这些用词确实有

助于指出，这两位神学家的观点之间存在着不可否认的差别。阿伯拉尔

既拒绝那种认为基督是来还魔鬼债的传统观点，也拒绝安瑟伦那种说他

是来还上帝债的理论。与这些观点相反，阿伯拉尔发展了这样一个理

论，即基督救赎工作在于提供上帝之爱的口头的和事实的榜样和教导。

这种榜样起着这样的作用，以致它感动人去爱上帝，而上帝反过来在这

样的爱和复活之基督的代祷的基础上宽恕了我们。

阿伯拉尔的伦理学，不是围绕着行为本身，而是围绕着它的动机。

这并不是说行为没有善恶之分；而是说，恶行的罪责在于它的动机，善

行的功绩也是这样。如果一个人为了打鸟，无意中打死了他没有看见的

人，他对这一行为没有罪责。再者，一个人对他不曾做过的事，那就更

没有罪责。因而亚当传给他后代的，不是罪责而只是罪的处罚。这种处

罚包括人类意志的败坏从而导致人做恶，但这种败坏就其本身来说不是

罪。罪在于同意了内心的邪恶倾向。最后，阿伯拉尔主张，罪与罪的补

偿是罪人与上帝之间的事情，因而认罪的效能不是使罪人得赦，而只是

给他指出了如何赎罪的方向。



很自然，这些大胆的教义吸引了许多热心的门生，也招来了甚至更

多的无情的反对者。阿伯拉尔的主要对手是神秘主义者和布道家克莱窝

的伯纳德。伯纳德的神秘主义与伪狄奥尼修斯的不同，在性质上不是柏

拉图主义的和纯理论的，而是以基督的仁慈和马利亚的受苦为中心。正

是他，作为克莱窝的修道院院长，领导了伟大的西多会（Cistercian）改

革运动，这场运动涤荡了12世纪的修道生活。他是教皇们的朋友，是国

王们伤脑筋的人物，又是第二次十字军的鼓动者。伯纳德也是一个打击

异端的能手，这一点可见于他反对阿伯拉尔以及稍后反对拉波雷的吉勒

伯（Gilbert de la Porrée）的行动中。

伯纳德这个歌颂基督的苦难和马利亚贞洁的诗人，这个与撒旦及其

大军坚持斗争的战士，对阿伯拉尔这个大胆教师的态度，既不理解也不

容忍，阿伯拉尔似乎把辩证法的推理应用于信仰的奥秘。他否认基督成

为肉身是为了使我们摆脱我们自己的肉身的束缚，他说亚当的罪责并非

也是我们的罪责，他声称那些钉基督于十字架上的人，如果是出于无

知，他们就没有犯罪。他推翻了补赎的基础，在1121年已经因他的三位

一体教义而受到了谴责。结果，1141年的会议处理阿伯拉尔案件时，伯

纳德手上拿着一纸罪状目录，要求他的对手加以谴责。学者阿伯拉尔要

求对这个目录进行讨论，但修士伯纳德责令他，除了低头认罪之外别无

出路。阿伯拉尔在这样的抉择面前，决定听任自己由大会谴责并上告教

皇，只落得发现罗马教廷也被伯纳德的阴影笼罩着。

导致阿伯拉尔被谴责的种种罪状的一个摘要，可以表明他的教义的

哪些方面最使他的同时代人不安。我们把那些和三位一体教义有关的方

面排除在外，因为在这一点上较之在其他任何一点上，他最受他的审判

者的歪曲，所以，“阿伯拉尔的三位一体的谬误”或许可能是谬误，但肯

定不是他的谬误。下面是一部分受谴责的观点：

4.基督成为肉身不是为了使我们摆脱魔鬼的枷锁。



6.自由意志靠其本身就足以做一些善事。

9.我们从亚当那里接受的，不是他的罪责，而只是惩罚。

10.钉死基督的人没有犯罪，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凡是

出于无知而做的事情，都无罪责。

12.捆绑和释放之权（参见《马太福音》16章19节和18章18节——
译者）只赐给使徒们，而没有赐给他们的后继者。

总之，阿伯拉尔的神学的最有特色的主张都受到了谴责。

然而，这无损于这位伟大学者的影响。反而，有充分的证据说明，

他被谴责的前后，很多著作家都延续着阿伯拉尔的传说，但往往是——
别是1141年之后——比较温和一些。

“阿伯拉尔学派”日益受到圣维克多学派的影响，反之亦然。由此就

发展出了这样一种神学研究方法，即在使用《圣经》和教父的权威以及

在这基础上开展理性的探讨的同时，设法不超出正统化的范围。这就是

阿伯拉尔门生们的理性的与革新的精神和维克多神学的传统主义相结合

所产生的结果。最后，这种事态发展在一个人和一本书上——即彼得·
伦巴德（Peter Lombard）和他的《格言四书》（Four Books of
Sentences）——达到顶点。然而，为要了解他和他的重要性，有必要先

谈一下圣维克多学派。

圣维克多学派

这一学派的创始人是盛波的威廉。他任教于巴黎的圣母院，直到他

与阿伯拉尔辩论之后为止，那时他引退到巴黎郊区，在圣维克多教堂附

近。在那里他组织了一所修道学校，目的在于创立一种深深扎根于宗教

生活中的神学。1113年，威廉为了就任马恩河畔沙隆（Chalons-sur-



Marne）的主教而离开了圣维克多，后来，就是他给克莱窝的伯纳德加

封教职的。当他在几年后去世时，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尊敬和钦佩他

——主要的例外就是阿伯拉尔，他除了自己之外，难得尊敬和钦佩什么

人。

威廉像阿伯拉尔一样，曾师从孔皮埃涅的若瑟林和拉翁的安瑟伦。

他对前者的反应是明确的：他反对若瑟林的唯名论而采纳了极端唯实论

的主张。在他看来，存在于同一物种的每个个体里的是同一个本质，而

构成个性的，只是加在每个特定事物里的本质上的属性的总和。阿伯拉

尔指出了这种极端唯实论的后果，威廉在他的刺激下修正了自己的观点

而声称，虽然诸特定事物里的本质不是相同的，但也不是不同的——那

就是说，它们是类似的。已经谈过，这并没有解决问题，但这似乎是威

廉的明确的主张。

威廉在其神学里追随了他的老师拉翁的安瑟伦。虽然他的大部分著

作都遗失了，但就其尚存的片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温和的和正统的思

想家，没有多大的思辨才华，但也不忌讳运用逻辑推理，以便分析和理

解信仰的真理。

威廉虽是该学派的创始人，然而对其声誉作出最大贡献的是他的继

承人圣维克多的休。休主张，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是为

了引导人达到更高的人生，这就为圣维克多学派的特色奠定了基础。这

一点可以清楚见于他为《论基督教信仰的奥秘》（On the Sacraments of
the Christian Faith）所写的前言。文中断言，我们所有必需的知识无不

紧扣创造天地和恢复原状。

在这样的方案内——包括指向人生最终目标的整个历史观——休主

张，一切知识都是引向认识上帝的途径的一部分。所有的科学都是有用

处的和必需的，但其价值不在于它们本身，而在于它们有助于改进人的

灵魂，以便使灵魂能够享受永福。



休的主要神学著作《论基督教信仰的奥秘》表明了他的神学很重视

圣礼。圣礼是实质性的组成部分，它们“用形象代表，用仪式表明，和

用圣洁化包含某种看不见的和属灵的恩典”。至于圣礼的数目，休没有

说清楚，因为他把“圣礼”这个名称用于各种仪式，甚至用于信式；但另

一方面，他主要注意以下几种：洗礼，婚礼，和授圣职礼。因此，休的

著作是圣礼数目最后被限定为七个这一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这个

发展过程在彼得·伦巴德那里达到顶点。圣餐在休的阐述中占中心地

位，而他解释基督在圣餐里的存在，是用地道的现实主义措辞：

经过祝圣的话语，饼的真正实质和酒的真正实质变成了基督的身体

和血，以致饼和酒只剩下了个外貌，而一种实质变成了另一种实质。

但是，已经说过，所有这一切的目的在于引领默祷。在这里，休传

授了伪狄奥尼修斯的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主义，这种神秘主义步步晋

升，最后达到不可言喻的福乐境地。这就是为什么休被恰当地称为神秘

主义者。但这个称号意味着他往往被不公道地剥夺了神学家的称号。休

既是一位神秘主义者，也是一位神学家，而正是这一点，使他对基督教

思想史显得重要。在他的著作及其后继者的著作里，辩证学家和神秘主

义者之间的由来已久的对立终于结束，而这种对立在贝伦加尔与兰弗朗

克之间或阿伯拉尔与伯纳德之间的那类对抗里最为突出。神秘主义的虔

诚与推理的运用的这种结合，将成为13世纪伟大的经院主义者的灵感。

休的后继者圣维克多的理查德（Richard of Saint Victor）是一个苏

格兰人。他继续休的传统，把深思的神秘主义和理性的神学结合在一

起。在他看来，知识分为三个等级：思想（Cogitatio），思考

（Meditatio），沉思（Contemplatio）。第一个属于幻想，第二个属于

推理，而第三个属于理智。思想是在地上爬行，因而是无效之功。思考

是行走，是功与效的均等结合。沉思是飞跃，不用费劲就取得效果。三

者都是好的，而三者是这样相连接着的，即人的头脑可以指导“思想”走



到“思考”，并从“思考”继续前进到更高一级的“沉思”。在最后这个阶

段，人的心就达到了上帝那里，但并不能理解神的实质——这是不可能

的——而是在狂喜或“超然”里感到上帝的存在——即直觉形式的认识，

在其中灵魂能够接受大于它自己的能力的东西。

理查德为了剖析他用信心所懂得的那些奥秘而使用推理的方法，可

见于他的《论三位一体》（On the Trinity）。这本书是为了反对拉波雷

的吉勒伯而写的，在其中他试图根据爱的性质来说明三位一体教义是有

说服力的。爱要求彼此的交往，因而需要有三位。

圣维克多学派的后来的领导人戈提耶（Gautier）和哥德夫利（God-
frey），没有继续该学派的早期的传统，却强调虔诚和信仰的重要性，

并倾向于反对把推理应用于信仰的奥秘的任何尝试。

然而，有一些阿伯拉尔的门生把他们老师的神学同圣维克多学派的

虔诚的和传统的精神结合起来。正是通过他们，而不是通过休和理查德

的直接继承人，该学派才对13世纪产生影响。

彼得·伦巴德

彼得，因其故乡而被称为“伦巴德”，他于公元1130年前后来到巴

黎。在这里，他与圣维克多的学校关系密切，但不知道是在学校里任教

师还是求学。几年之后，他就占据了对母院的神学讲座——就是盛波的

威廉在引退到圣维克多之前所占据的那个讲座。他于1148年参加了在兰

斯召开来考虑拉波雷的吉勒伯言论的会议。他于1159年被封立为巴黎的

主教，而一年之后即逝世。他的《格言四书》（通常简称为《格

言》），是12世纪神学活动的顶峰，也是12世纪留给13世纪的主要遗

产。

这本《格言》并没有独特的创见。实际上，彼得·伦巴德是从一本



匿名的《格言总结》以及其他几本著作中摘取了大部分的形式和内容。

再者，甚至把阿伯拉尔学派的见识与圣维克多学派的见识结合在一起，

也不是彼得·伦巴德的首创，因为《格言总结》的作者已经这样做了。

彼得·伦巴德著作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教义上的创见，而在于他避免了

辩证论者和反辩证论者的极端立场，也在于他对每个神学争论点提供了

大量的参考资料。他的《格言》不止是一本建设性的神学著作，而且编

纂了权威们对各个神学专题的论述。但彼得·伦巴德不像阿伯拉尔在

《是与否》里做的那样，没有到此为止，而是进一步提出他自己的意

见。这些意见往往都是温和的，并且反映了当时公认的教义。然而在有

些方面，他离开了一般所持守的观点。在其他一些地方，他又避免为似

乎不够清楚的事下定论。起初，这种基本的正统与些微的大胆和含糊之

间的混合使彼得的某些同时代人产生了疑虑，但是，正是这些情况，后

来又使人们普遍称赞他的《格言》，视其为神学研究的导论。所有13世
纪到15世纪的伟大教师——以及一些不那么伟大的教师——都评注过彼

得·伦巴德的《格言》。从13世纪起，“格言教师”（Teacher of the
Sentences）的头衔是教授产生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阶段之一，因此我们

就有了波拿文图拉（Bonaventure）、托马斯（Thomas）、司各脱

（Scotus）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格言评注》（Commentaries on the
Sentences），它们都是在其作者神学活动的早期写成的。

因为在此不可能——单调的——详细说明彼得·伦巴德的整个神

学。但无论如何他的神学算是12世纪最基本的普通教义，我们应该对

《格言四书》（Four Books of Sentences）作一个简明的概括，指出他所

表述的一些论点在后世所引起的讨论。

卷一处理了上帝的一位与三位一体，再次详细说明了三位一体的教

义与神圣的属性。在这点上彼得·伦巴德的观点是足够传统的，几乎未

引起后来的争论，除了他肯定数目上的“一”与“三”应用于上帝仅仅是在

关系的意义上，他也肯定存在于人们中间的博爱就是圣灵。



卷二，以创造天地的教义开头，包括天使论，进而转到人论，以至

恩典与罪的教义。本卷引起的主要讨论是有关天使的功绩问题，在此就

不予讨论了。

卷三讲的是基督论，救赎，圣灵的德行和恩赐，以及诸诫命。正是

在这里，彼得·伦巴德否认，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人是“实有物”。这并不

是像某些人所认为的，是一种隐蔽的幻影说。这反倒是想说明那种认为

基督的人性是非实质的早期教义。这位格言大师的另一个受到后世一些

神学家审议的观点是，他谈到了基督的一些自相矛盾的事——他死了而

又没有死，他受苦了而又没有受苦，等等。

卷四论述了圣礼和末世论。他的圣礼神学有几个方面引起了后世神

学家们的疑问，但是，尽管如此，他对圣礼神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

响，因为圣礼的数目确定为七个，主要是受到他的影响。

彼得·伦巴德的权威并不是一下子就建立起来的。他遭受的最激烈

的抨击，是其所谓的基督论的虚无主义，就是他那个“基督作为一个

人，不是实有物”的论点。这个论点是彼得·伦巴德直接因袭阿伯拉尔

的，也可见于罗兰·巴丹奈里（Roland Bandinelli）的《格言》。罗兰·巴
丹奈里当时是罗马教皇，号称亚历山大三世。但到了1177年，亚历山大

本人改变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对阿伯拉尔和彼得·伦巴德的主张予以

谴责。如所预料，这就对彼得·伦巴德的《格言》的声望起了拆台的作

用。不过与此同时，《格言》获得了巨大胜利。在巴黎，彼得·伦巴德

的两个后继者，“贪食者”彼得（Peter the Devourer）——不是贪吃食

物，而是贪食知识——和普瓦泰的彼得（Peter of Poitiers），继续着这

位格言大师的传统；普瓦泰的彼得建立了制度，提供以评论伦巴德文本

为基础的课程。这种制度普及到整个法兰西，而最后传播到了德国、英

国和意大利。13世纪期间，拉波雷的吉勒伯的一些追随者——其中有菲

欧瑞的约雅斤（Joachim of Fiore）——试图在第四届拉特兰会议上（公



元1215年）谴责《格言》，这一企图不仅失败了，而且该会议反过来竟

谴责了吉勒伯和约雅斤的三位一体教义——而这样做，一部分是采用了

彼得·伦巴德的《格言》中的信式。

即使在托马斯的《神学大全》发表之后，彼得·伦巴德的《格言》

依然是神学研究的主要课本，而只是到了近代，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

其地位才为托马斯的著作所取代。

12世纪的其他神学家和学派

12世纪初期，极端唯实论出了一个战士图尔内[或空布锐（Camb-
rai）]的奥多（Odo of Tournai）。这位神学家认为，唯名论，不管多么

温和都是异端，而他是用唯实论来说明，应当怎样理解原罪。在他看

来，不论是遗传说或是创造说，都不足以说明人的灵魂的起源。人类是

一个单一的实在体，而每个个人只不过是存在于人类共相本质中的一组

偶然的东西。因为在亚当之中有着全部人类的本质，所以一切人都分有

堕落。确切地说，“在亚当里我们都犯了罪”。

唯实论也是沙特尔学派（school of Chartres）的主要特点之一。在

这里柏拉图的影响很大，而且各种教师都想用柏拉图主义体系里的理

性，来解释天启的信仰内容。这些教师都想用沙特尔的伯纳德

（Bernard of Ch-artres），拉波雷的吉勒伯，沙特尔的提埃利（Thierry
of Chartres），以及空撤斯的威廉（William of Conches）。他们的门生

伯纳德·西尔维斯特（Ber-nard Sylvester）和阿拉斯的克雷姆包德

（Clarembaud of Arras）也应算在这个学派里。沙特尔的伯纳德仅存的

著作片断表明，他很想把柏拉图的《提迈欧篇》（Timaeus）的宇宙起

源说与《旧约圣经》的《创世记》中的创世说协调起来。拉波雷的吉勒

伯是个有才能的辩证学家，深受他的一些同时代人尊敬，但也受到另外

一些人的猛烈攻击。他对于逻辑和形而上学特别专长。然而，他最著名



的作品还是《波伊丢斯论三位一体之书的评注》（Commentary on the
Book on the Trinity of Beothius），在这里，他把上帝的本质和属性加以

区别，声称属性不是永恒的。这样一个似乎是否认上帝绝对单纯的论

点，在1168年的兰斯会议上受到了谴责。于是，吉勒伯放弃了这一论

点，但他的一些门生始终不原谅那些攻击这个论点的人。沙特尔的提埃

利是伯纳德的弟兄，也想把《创世记》的创世故事和《提迈欧篇》连在

一起。空撤斯的威廉也走这同样的道路，而伯纳德·西尔维斯特则试图

通过诗句和比喻来做同样的事情。阿拉斯的克雷姆包德是沙特尔的提埃

利的门生，也是圣维克多的休的门生。他把沙特尔学派的唯实论和圣维

克多派的尊重正统性结合起来，从而想驳斥拉波雷的吉勒伯的三位一体

教义。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与沙特尔及其学派有密切的

关系。虽然他是英国人，却在法国读书，他的老师之中就有阿伯拉尔和

空撤斯的威廉。当他做了沙特尔的主教时，他重新建立了他做学生时候

把他同这个城市联系起来的那些旧关系。像沙特尔一些伟大的教师一

样，约翰酷爱古典文学，也酷爱别致而华丽的风格。但与他们大不相同

的是，对那些通过感官、理性或信仰而不能清楚知道的任何事物，都表

示很大的怀疑。在他认为最好是不发表意见的争论点中，就有共相性质

的问题，因为它超出了人的智力范围，所以无法解决。关于共相，我们

所知道的只是，它是从许多个别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但是不可能超越这

一认识结论，去得知共相本身的本体论的性质。

拉翁的安瑟伦是阿伯拉尔和盛波的威廉的老师，他留下了一本《格

言》集，虽然不如彼得·伦巴德的格言那么有影响，可是无论如何为期

更早一些。那些传统上被认为是他写的《圣经》注释，大概是伪造的。

很多论圣餐的文章产生于整个拉丁语的欧洲。其中很少是具有创见

的，不过这些论文的价值在于证明，变质说已被普遍接受，它虽然没有



定为信条，但大家都认为它是唯一的正统观点。

在11世纪下半叶和整个12世纪，在神学家心目中变得突出的另一个

问题是政权与教权之间的关系问题。当格列高利七世（GgregoryⅦ）与

亨利四世（Henry IV）因为主教授职问题而公开冲突时，上述问题成了

一个白热化的争论点。由于帝国和教廷之间的斗争持续于整个12世纪，

因而就有很多有关教皇权威和皇帝权威的著作写出来了。在5世纪，教

皇格拉修斯（Pope Gelasius）曾断言，二者的权力都是上帝赐的，而且

各有各的职能，因而二者谁也不能高于谁。然而从那时以后，事实不仅

表明权力之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教会权威逐渐集中于教皇，因此发展

出了一种理论，即一切主教都从属于教皇。这一理论是在9世纪中期写

成的伪依西多尔教令（Decretal of Pseudo-Isidore）中加以认可的。看来

这个教令包括两层目的，一是建立教会和国家相对的独立，二是强化教

皇的权力，以便限制大主教的权力。10世纪和11世纪上半叶，由于教皇

制度的混乱局势，与国家就没有什么大的冲突。但到了11世纪末，改革

派掌握了罗马教廷，教皇所持有的权威就不可避免地与民事统治者们

——特别是皇帝们——的权威发生冲突。这些冲突具体发生在授职权的

争论上，但实际上包括着其他政治和宗教的因素。委任主教的权力，对

皇帝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很多主教都是封建领主，他们对皇帝的

效忠是不可忽视的。在改革派的领袖们看来，世俗权力对主教的委任，

不论是根据经济的考虑，或是根据效忠的誓言，都是买卖圣职罪，应予

废止。

格列高利七世由于他的改革热情以及深信上帝与他同在，就为他自

己和教廷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权力。依他的看法，国家的设立只是为了

控制人犯罪。因为教会是永恒的，而且其目的是信徒们最终的得救，所

以教会的权威高于国家的权威。因此，教会的元首教皇，不但有权力和

权威来委任主教，甚至可以废黜皇后和皇帝。



从格列高利的时代开始，有很多神学家，其中有些人较为温和，都

为教皇高于皇帝的权威进行辩护——诸如红衣主教多伊斯得底特

（Cardinal Deusdedit），康士坦斯的伯纳德（Bernard of Constance），

奥格斯堡的霍诺里厄斯（Honorius of Ausburg）。其他的人，虽然也为

教会和国家相对的权力辩护，但否认教皇有权废黜皇帝——诸如奥斯纳

堡的盖伊（Guy of Os-naburg）和斐拉拉的盖伊（Guy of Ferrara）。最

后，另外一些人采取了这样的立场，说皇帝是国家的也是教会的元首

——卡提那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Catina）就持这样的观点。

在12世纪，圣伯纳德，圣维克多的休，和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发展了

一种理论，说“世俗的宝剑”属于帝王，而“属灵的宝剑”属于教会。是教

会把世俗的宝剑给予帝王的，是教会设立国家的，所以，归根到底教会

有最高的权威。这种理论形成的时候，正是一个改革派掌握着教廷，这

种教义就给了这一改革派很大的权力；不过，后来后果是可悲的。

正当这些事态在欧洲其他地区发生时，在刚刚被基督教徒征服的托

莱多（Toledo）这个城市中，人们正在进行紧张的翻译工作。这一工作

是在托莱多的主教锐门（Raymund）的赞助下，由多明戈·冈察雷斯

（Domin-go González）和西班牙的约翰开始的，他们把阿维森纳

（Avicenna），阿尔-加扎利（al-Ghazzali）和伊本·加比罗尔（Ibn
Gabirol）的著作译成了拉丁文。他们也有自己的创作著述，其中具有明

显的阿拉伯色彩。这样的活动吸引了其他一些翻译者来到西班牙，诸如

克利摩那的格拉尔德（Gerard of Cremona），英国人艾尔弗雷德

（Alfred），丹尼尔·德·莫利（Daniel de Morley），瑞廷斯的罗伯特

（Robert of Retines），迈克尔·司各脱（Michael Scotus），和其他一些

人。这些人把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欧几里德（Euclid），盖伦

（Galen），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阿维森纳（Avi-cenna），阿

尔-法拉比（al-Farabi），和阿威罗伊（Averroës）的大量著作介绍给了

拉丁语欧洲。这些著作的冲击使得整个中世纪神学大厦发生了动摇，从



而开始了基督教思想史的一个新时期。不过，这样一些重大事件的讨论

要留到本《思想史》的另外一章。

12世纪的异端与分裂

12世纪，和思想觉醒的每一个时期一样，出现了与大公教会的制度

和教义格格不入的大量的布道家、教师和运动。其中某些运动远远地背

离了传统的基督教信仰；另外一些运动只是为了寻求一种更深刻的宗教

生活，无须服从教会当局的管辖，而教会当局有时是不称职的，并且往

往是漠不关心的。除了韦尔多派（Waldensians）运动之外，所有这些运

动都遭到了同样的下场——受教会谴责，被当局迫害，并且最终消失。

对于大多数这样的运动，我们只是通过它们的反对者的证言才能有

一点了解，因此很难确定它们的教义的准确性质。那些数不清的小派别

尤其是这样，这些小派别的主要特点是，成员们必须绝对贫穷，而对其

领导人更极其钦佩和尊敬。有一些这样的领导人，例如坦奎勒姆（Tan-
quelm）和斯泰拉的厄德（Eudes of Stella），甚至声称他们是上帝的儿

子。其他的人，尤其是彼得·布律伊（Peter Bruys），似乎否认变质说，

婴儿洗礼，以及为死人的礼拜。彼得的追随者，被称为彼得布律伊派

（Petrobrus-sians），甚至在他们的老师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之后，还作为

一派别继续存在。1139年的第二次拉特兰会议（Lateran Council）谴责

了他们，但尽管如此，他们在好几十年里一直没有消失。在米兰有某个

叫休哥·斯波尔伦尼（Hugo Speroni）的人，通过学习《圣经》得出的结

论，与后世新教徒所持的结论很相似。好几个这样教义不明确的运动之

所以被谴责，大概是因为它们触犯了既定的制度，而不是因为它们的神

学观点。

这些运动之中最出名和最持久的是韦尔多派的运动。彼得·韦尔多

（Peter Waldo）是一个里昂商人，在听到圣爱莱撒斯（Saint Alexis）的



传说之后，决心献身于贫穷生活的布道。不久，他召集了一伙为同样理

想献身的追随者。当里昂的大主教吉查德（Guichard）禁止他们讲道

时，彼得及其追随者就上告罗马。那里的英国神学家瓦尔特·马普

（Walter Map），用一些韦尔多派所不明白的细微区别来嘲笑他们。以

后他们得到允许，可以保持他们的守贫誓言，但是没有得到地方教会当

局的授权就不能讲道。他们回到里昂之后，发现大主教仍然坚定地反对

他们，不许他们讲道，韦尔多及其追随者决定不理睬他的权威，继续贯

彻他们所认为的上帝给他们的使命。结果，他们遭到了1184年的味若那

会议（Council of Verona）的谴责。韦尔多派由于在全欧遭受谴责和迫

害，就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偏僻山谷里找到一个避难所，今天在那里仍然

可以找到该运动的追随者。13世纪期间，另一些类似的运动，突出的

是“贫穷的伦巴德派”运动，与韦尔多派在一起逃避迫害，并且带来了日

益增长的反罗马情绪。16世纪期间，他们与加尔文派（Calvinism）建立

了联系，并采取了那种形式的基督教。这样，他们就成了最古老的新教

教会。不过，韦尔多本人及其追随者们原来并不想创立一个新派别，他

们在基本教义方面与他们那个时代的教会也没有分歧。其所以分裂，倒

是因为教会当局不准他们讲道而引起的权威问题的争议。实际上，12世
纪的韦尔多派的原始动机，与13世纪的法兰西斯会的原始动机非常相

似，只不过后者仍保留在有组织的教会的圈子里。

然而，还有种类完全不同的其他一些教义也遭到教会的谴责。这些

教义不是来自普通教徒，而是产生于学者们和修士们中间，而且大都是

有关上帝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本那的阿玛勒瑞克（Amalric of
Bena），狄农的大卫（David of Dinant），和菲欧瑞的约雅斤（Joachim
of Fiore）的教义就是这样。

本那（或沙特尔）的阿玛勒瑞克于12世纪下半叶在巴黎求学并任

教。他的教义受到约翰·司各脱·厄利哲那的著作的启发，而且是以绝对

唯实论为基础的泛神主义一元论。如果个体存在物不是在它们本身里有



其真体（reality），而只是在比它们更高的物种里有其真体，而这些更

高的物种又是在其他更加广大的物种里有其自己的真体，那么，依此类

推，万物的真体就是在那个无所不包的至高的存在物里或至高的概念

里。阿玛勒瑞克的教义在另一点上受到同时代人的斜眼看待，而这另一

点也是来自厄利哲那。他宣称，人类堕落之前没有男女之分，而最后世

界恢复原状时，男女之分也将消失。他的门生之中，最有名的是狄农的

大卫，其著作已失落，不过，他似乎把他的老师的泛神论推演得更远一

些，而且声称，上帝是宇宙的第一物质。他的这些观点，很可能不仅是

依据厄利哲那和阿玛勒瑞克的教导，而且也是由于他阅读了亚里士多德

的著作。因此，1210年谴责阿玛勒瑞克和大卫的巴黎会议，也禁止人们

使用亚里士多德论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的书。

再者，阿玛勒瑞克的教义，超出了只是哲学上的泛神论。当应用到

圣餐教义上的时候，他们的泛神论促使他们断言，基督在饼和酒中的存

在，在祝圣的前后是一样的。因为上帝是一切，并在一切之中。饼，即

使不经过什么祝圣，也是神授的。另一方面，阿玛勒瑞克派似乎采用了

一种很难与他们的泛神论协调的历史划分法。照他们的一个敌人的说

法，他们认为“圣父化身于亚伯拉罕和《旧约圣经》中的其他先祖们身

上，圣子化身于基督和其他基督徒身上，而圣灵则化身于那些被称为属

灵的人身上”。阿玛勒瑞克派和狄农的大卫先在1210年于巴黎受到谴

责，以后又在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公元1215年）上受到谴责。1225年教

皇霍诺里厄斯三世（Pope Honorius）企图从根本上打击阿玛勒瑞克主

义，就对约翰·司各脱·厄利哲那的论文《论自然的划分》（On the
Division of Na-ture）予以谴责。

菲欧瑞的约雅斤提出一种历史解说，在很多方面与阿玛勒瑞克派所

提出的相类似。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得而知。约雅斤是喀拉布里亚人，

也是一个西多会（Citercian）修士，以后他又创办了菲欧瑞的圣约翰修

道院。在这里他把他的一生用来沉思默想和阅读《圣经》，特别是《新



约圣经》的《启示录》。他于1202年死后，普遍被认为是个圣徒。然

而，他的教义终于受到了13世纪的神学家们的普遍攻击。第四次拉特兰

会议谴责了他的论三位一体教义的论文，这篇论文反对彼得·伦巴德的

观点。大概在这篇遗失的论文中，约雅斤所辩护的观点与拉波雷的吉勒

伯的观点相似，虽然一些学者否认这一点。无论怎样，约雅斤的神学对

未来最有影响的那个方面，不是他的三位一体教义，而是他把三位一体

的三位和历史的三个阶段联系起来的那种做法。在他看来，历史的发展

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亚当开始到基督；第二阶段从基督开始到

1260年；最后阶段是从这个年头开始到历史的终结。第一阶段是圣父时

代，第二阶段是圣子时代，第三阶段是圣灵时代。1260年这个日期是通

过释经方法确定的，这个方法反映出约雅斤的神学研究风格。如果在亚

当和耶稣之间隔着四十二代人，那么可以预料，为了保持《新旧约圣

经》的一致性，在基督和第三阶段的开始之间也是隔着四十二代人。虽

然《旧约》中这些代人经历的年月不一样长，但《新约》的完整要求这

些代人经历的年月相等。要是一代人以三十年计算，四十二代人就是

1260年。至于第三阶段有多长，约雅斤没敢揣度。这三个阶段的互相接

续是这样的，前一阶段最后的日子里会出现下一阶段的征兆和先驱者。

例如，本尼狄克以及灵性生活的所有其他伟大的领袖，都是圣灵时代的

先驱者。当那个朝代到来时——几乎已在眼前——将是灵性生活，修道

克制，和仁慈博爱充满人间的时代。

因此，约雅斤的教义是一种热心的和理想主义的唯灵论。这种理

论，鉴于罪恶统治着世界，因而渴望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以求得到庇

护。他的一个解释者说得对：

对历史第三阶段的渴望，亦即对世界彻底改观的渴望，这是约雅斤

在一种深刻的灵性戏剧中形成的，而这个戏剧则源自他关于个人和集体

至善的崇高理想与相反的现实事态之间的鲜明对照之中。



菲欧瑞的约雅斤在世的时候没有受到谴责。只是到了13世纪，在第

四次拉特兰会议上，才把他的三位一体教义和拉波雷的吉勒伯的三位一

体教义——正确地或错误地——放在一起，并统统予以谴责。然而，即

使在那时，也似乎没有人过多地考虑他的历史划分法对教会生活乃至整

个社会生活的影响。等到“属灵的”法兰西斯会（Franciscans）——其中

有帕马（Parma）的教长约翰——捡起这个历史划分法，并且这样解释

这个划分法，从而在反对教会，甚至社会的其余部分时成了圣灵时代的

代表人物时，教会当局——尤其是波拿文图拉之类的法兰西斯派领导人

——就不得不面对约雅斤主义更大的影响了。

12世纪最值得注意的异端是卡特里派（Cathari）或阿尔比派（Albi-
genses）的异端。这种教义的起源不得而知，只知道它来自波格米勒主

义（Bogomilism），这种波格米勒主义是由十字军从东方带来的，或是

别的旅客带回到他们所住的西欧的。无论怎样，在拉丁语欧洲，阿尔比

派运动是12世纪的一个稀有现象，虽然其先驱者可能在11世纪就有。

1179年的第三次拉特兰会议发动了反对他们的十字军，1181年有一次短

暂的战役。但到了13世纪，在英诺森三世领导下，发动了反对阿尔比派

的巨大十字军运动。其中，宗教狂热交织着政治野心，就造成了严重的

残酷暴行。正是为了反对阿尔比派，宗教法庭才产生出了它最独特的形

式。在这同时，圣多米尼克（Saint Dominic）深信，争取这些持异端者

的最好的办法是说服教育，便决定创办“传道者团体”（Order of
Preachers）。因此，虽然阿尔比派在13世纪末之前就被铲除，但他们对

于教会和人类的历史是非常重要的。

卡特里派——至少是极端形式的卡特里派——提出，存在着两个永

恒的对立的本原：善与恶。创造天地不是归属于善的本原上帝，而是归

属于上帝的对手恶的本原。

灵魂是属于善的本原的，但是被囚于这个罪恶世界的物质之中。灵



魂要逃出物质的囚牢，只好经过一系列连续的再生，直到它住进一

个“完善”（perfect）信徒里面，即长长的属灵历程的最后阶段。这些完

善的信徒，必须过一种严格的禁欲生活，而对那些只是“旁听者”们则不

这样要求——请注意，这和摩尼教多么相似。一个人达到这种状态，要

经过“圣灵安慰洗礼”（consolamentum），这种洗礼是由完善信徒按手

在“旁听者”（hearer）头上施行的，从那时起，这信徒就过一种贞洁、

贫穷和禁食的生活。经常是禁食到自杀的程度，而这种极度的献身行为

被称为“忍耐”（endura）。在阿尔比派的大多数习俗里，有一种极深的

反对一切物质东西的态度，所以他们反对使用十字架、神像，和别的标

志——但他们的圣餐礼还是聚在一起掰饼。他们这种对待物质的态度，

也表现于他们的基督论，因为他们有些人认为，基督是属天的，只是为

了向我们指出得救的道路，才采取了人的身体。可能是因为他们相信灵

魂轮回说（transmigra-tion of souls），人可能再生为牲畜，所以他们吃

素。他们的组织机构似乎是地区性的，因而，在各个地区，围绕着每个

扩散出去的中心，有一个独立的教会及其自己的主教和执事。

到这里，我们就结束了对12世纪西方基督教的简单回顾。研究这一

世纪所得的主要印象是，这一世纪是文化活动极其频繁的时代。在为伟

大的哥德式教堂奠定基础的同时，也为中世纪经院主义高塔奠定基础。



第七章　从伊斯兰征服至第四次十字军的东方神学

我们在进入13世纪而继续讨论西方神学发展之前，有必要再停下来

转向东方，因为我们在第六次普世大会与伊斯兰征服的时候撂下了东

方。本章将讨论从那时到13世纪初的东方神学发展。13世纪初，第四次

十字军占领了君士坦丁堡，从而结束了该城和以该城为首都的帝国历史

的一个时期。

在我们此时正在研究的这个时期里，东方的主要教会仍然是希腊正

教教会（Greek Orthodox）或拜占庭教会，这些教会接受早先举行的历

届普世大公会议，而且尽管有一再的中断和日益紧张的关系，但一般说

来同罗马教廷和西方教会保持着交往。在这期间，保加利亚和俄国的教

会作为拜占庭教会的分支而诞生了，而且虽然它们终于独立了，但它们

并没有放弃历次大公会议的教义。最后，所谓的聂斯脱利派教会以及不

接受卡尔西顿会议因而被称为基督一性论者（monophysites）的诸团体

——科普特教会（Coptic）、亚美尼亚教会（Armenian）、雅各教会

（Jacobite）和埃塞俄比亚教会（Ethiopian）——继续存在下去，虽然大

都是处在穆斯林的统治之下。这就是本章的梗概：我们首先研究拜占庭

神学，然后略微叙述保加利亚和俄国的教会，最后转向聂斯脱利派和基

督一性论者。

截至圣像恢复时期的拜占庭神学

在这个标题下，我们不但要研究拜占庭帝国内的神学发展，而且也

要研究那些即使在穆斯林统治下生活但仍同君士坦丁堡教廷保持联系的

神学家们的著作。因此，本节包括帝国内的整个基督教正教，以及所有

那些属于同一教派而住在穆斯林地区的人，他们往往被称为“麦基派基

督徒”（Melchite Christians）——即皇帝派的基督徒。这个名称不是完



全不恰当的，因为拜占庭教会因其服从皇帝的权威乃至皇帝奇思遐想的

程度而著称。诚然，大多数杰出的教会领袖，如君士坦丁堡的泽曼

（German of Con-stantinople），大马士革的约翰（John of
Damascus），和斯特底姆修士狄奥多尔（Theodore the Studite），倒是

经常抵制皇帝的政策，而绝大多数的修士也是这样。但是，尽管有这样

一些抵制中心，但很少有君士坦丁堡的教长那样能够既反对皇帝，又保

住他的教长职位的。所以在拜占庭神学史中，帝国的统治历史起着重要

的作用。在这里与西方的对比是明显的，因为正当西方帝国在消失，只

落得后来在查理曼时期，在教会卵翼下重新复兴的时候，在东方，帝国

正在走向自古以来就是君主国特点的独裁统治，而教会则变成了帝国政

策的左右手。这种朝着不同方向发展的历史进程，成了罗马和君士坦丁

堡之间裂痕日益加深的原因之一。

7世纪末和8世纪初是拜占庭帝国和东方教会的艰难岁月。穆斯林的

征服，保加利亚人的入侵，以及一连串无能的皇帝，似乎预示着帝国末

日的来临，它的领域已缩小到了地中海盆地的东北角，加上西西里和南

意大利的小部分领地。但是到了公元717年，在利奥三世时，“伊苏里

亚”王朝（Isaurian Dynasty）当政，从此这个古老帝国得到了新生。利

奥三世及其后继者们，重新组织了他们的领土，以期国防和财政工作更

加有效；他们编纂和集成了一种比以前的法典更公正，并且往往也是更

宽大的法律体系；他们支持一些学术中心特别是君士坦丁堡大学；他们

兴建房屋与纪念碑馆；修道路；他们成功地进行了抵御阿拉伯人和保加

利亚人的战争。

然而，作为这个庞大的复兴规划的一部分，利奥三世开始了，而他

的后继者们又继续了一种宗教政策，这种政策不久之后就使整个帝国

——甚至拉丁语欧洲——卷进了激烈的争论。这个政策是他的反对宗教

图像，包括基督的圣像，以及马利亚的，圣徒们的，旧约人物们的和天

使们的圣像。促使他制订这一通常被称为“反对圣像崇



拜”（iconoclastic）政策的原因并不清楚。大概不止一个原因，而是一

整套原因。君士坦丁堡经常和犹太人，穆斯林，还有基督一性论者保持

接触，而所有这些人出于不同的原因都以不同的方式反对使用宗教图

像。也很可能，利奥三世和他的后继者们想要粉碎修士势力，没收他们

的一些财产。不过，从另一方面考虑，这样一个目的用皇帝的一套法令

更容易实现，而不必卷入只能使形势复杂化的神学争论。最后，不用

说，有些反对崇拜圣像的皇帝——利奥三世就是其中之一——是出于真

诚的宗教和神学的考虑。利奥相信，他的反对崇拜圣像的战役是帝国复

兴计划的一部分。他儿子和继位人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V）深

信，敬拜圣像和圣徒遗物就是拜偶像的罪行，而且圣徒们和圣母马利亚

在上帝面前代人祈祷的想法是骗人的。因此，当圣像捍护者们描绘伪善

的和投机的帝王们的整个王朝的情景时，人们必须疑信参半。

总之，公元725年，当利奥三世（Leo III）下令打碎一个据说是有

神能的基督圣像时，反圣像的争论就开始了。从此，反圣像运动的势头

越来越大。由于君士坦丁堡的教长泽曼反对这种政策，皇帝废黜了他，

并且用皇帝自己的人阿纳斯塔修斯（Anatasius）取代他。这反过来引起

了同罗马的麻烦，因为格列高利二世（Gregory II）不承认阿纳斯塔修

斯，而不久之后，他的继位人格列高利三世就革除了皇帝的教籍。在穆

斯林地区内，大马士革的约翰一般被认为是东方教会最后一个教父，挺

身出来捍卫圣像。君士坦丁五世遵循他父亲的政策，于公元754年召开

了一个宗教会议，肯定反圣像的主张，并宣布君士坦丁堡的泽曼和大马

士革的约翰应受诅咒。接着他掀起了一场迫害拥护圣像者的运动。君士

坦丁死后，他儿子利奥四世（Leo IV）年幼，就由他母亲爱利尼

（Irene）摄政。她是一个野心十足的妇女，在她身上，对圣像的表面虔

诚和凡事不讲原则的做法交织在一起。她使她的追随者塔拉修

（Tarasius）被立为君士坦丁堡的教长，接着她和这个新教长以及教皇

哈德良一世（Pope Hadrian I）合伙，于公元787年在尼西亚召开了一次

宗教会议。这次宗教会议通常称为第七次普世大公会议，下令恢复圣



像。然而，到了公元815年，利奥五世再次回到反圣像政策上，废黜教

长奈塞福拉斯（Patriarch Nicephorus），并且开始迫害护卫者。他的接

班人迈克尔二世（Michael II）虽然较为温和，但继续支持反圣像者，这

时斯特底姆修士狄奥多尔挺身出来捍卫圣像。最后，842年3月11日这个

恢复圣像的日子，终于成了整个东方教会的正统信仰的标志，今天仍然

作为“正统信仰的节日”来庆祝。

为了说明那些反对圣像的人以及那些护卫圣像的人的基本神学主

张，我们把公元754年的反对圣像会议的“规定”（Definition）当做第一

种人的实例来加以阐述，并且把君士坦丁堡的泽曼、大马士革的约翰和

斯特底姆修士狄奥多尔三人的著作里的一些摘录以及第七次普世大公会

议的决议当做第二种人的实例来加以阐述。

正如这类争论中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胜利的一方，即护卫圣像者

们，对于他们对方的著作进行如此严重的摧毁，以致很难弄清楚反圣像

者的真正神学思想。仅存的少数反圣像文件之一，是公元754年的会议

的“规定”——Horos——该文件之所以保存下来，是因为第七次普世大

公会议的法令中引用了它。从该文件中可以看出，反对圣像所根据的神

学理论，一方面是《圣经》对拜偶像的一般禁令，另一方面是基督成为

肉身的教义。关于第一方面，无须加以强调——这样说就够了，即“规
定”引用了十诫反对拜偶像的禁令以及《新约圣经》其他几段经文。关

于第二方面，出席754年会议的主教们用卡尔西顿会议的基督论来证

明，人们不应该制造基督像。他们认为，神性不能用画像圈起来。如果

人们用圣像表现救世主的人性，那就必须脱离开他的神性来表现他的人

性，而这就直接导致了聂斯脱利派因之而被谴责的二性分离说。如果另

一方面人们声称，人们在表现基督人性的时候，也表现了他的神性，那

么，这将意味着把他的神性用图像圈起来，而这就导致了基督一性论因

之而被谴责的二性的混同。



第一个伟大的圣像护卫者是君士坦丁堡的泽曼教长（公元715-
729）。早些时候，公元712年，泽曼曾一度屈从皇帝的压力，支持了恢

复基督一志说的做法。对这一行动的悔恨，很可能赋予他力量来反对利

奥三世的反圣像政策。总之，他护卫圣像的立场非常坚定，以致他失去

教长地位。他死于公元733年前后，享年近百岁，一伙人尊敬他，另一

伙人怀恨他。公元754年的反圣像会议谴责了他的观点，并宣布他是两

面派——大概是指他参与了712年的恢复基督一志说。在第七次普世大

公会议上，他的支持圣像的三封信，得到与会者的正式肯定。在这三封

信中，他驳斥了那种根据《旧约圣经·出埃及记》20章4节来证明圣像应

予禁止的论点。他这样做的时候，把只作为尊重和崇敬的表示

的“拜”——proskynesis——与严格意义的真正的“敬拜”——latreîa——加

以区别，而敬拜是只能用于上帝的，是《出埃及记》正确地保留给上帝

的。对于圣像只能给予一种次等的礼拜，这种礼拜也是相对的，因为其

目的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对上帝的至高敬拜。

虽然君士坦丁堡的泽曼，因其时值早期，并且地位高而显得重要，

但是为晚期圣像论奠定基础的真正的圣像使徒，还是大马士革的约翰。

通常被认为是东方教会最后一个“教父”的大马士革的约翰，原是哈里发

政府的高级官员，但他为了入修道院就辞掉了官职，后来成了耶路撒冷

的一个祭司。他为圣像辩护的论点常常是基督中心论。例如，他说，

《旧约圣经》中禁止偶像的诫命已经无效，因为基督降世已给我们力量

达到完人的境界，而且无论如何，就是在《旧约圣经》中，也有对上帝

之外的东西加以某种形式的膜拜的，如约书亚和但以理那样对上帝的天

使下拜。不过，更重要的是，上帝虽然就其本性是不可见的，可是在基

督成为肉身里就变得可见了，这就告诉我们，上帝可以通过可见的途径

向我们显示。这个论点是约翰圣像论的中心，总结在他的《正统信仰释

义》（Exposition of the Orthodox Faith）里：

但有些人指责我们崇拜和尊敬我们救世主的，圣母的，以及基督其



他圣徒的和仆人的圣像，他们应该记得，最初上帝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

造人的。我们彼此表示尊敬，除了因为我们是照着上帝形象造的之外，

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而除此之外，谁能模拟那位看不见的，无形

体的，不可刻画的，无形无象的上帝呢？因此，谁要是给上帝定个形

态，那就是极大的愚妄和亵渎。所以《旧约圣经》中，圣像的使用是不

多见的。但是，上帝慈悲为怀而真的变成了拯救我们的那个人之后，既

不是像亚伯拉罕看见的人的模样的那个他，也不是像先知们看见的那个

他，而是真的成了人，并且他生活在地上和住在人间之后，行奇迹，受

苦，被钉十字架，复活，又被接回天上。由于所有这些事情确实发生

了，而且人们都看见了，所以这些事情就写下来，使我们这些不是生活

在那时代的人能够记住和得到教训。这样，我们虽然没有看见，但我们

听见了和相信了，就仍然能够得到主的祝福。但是，鉴于不是每个人都

识字，或都有时间阅读，教父们就同意把这些事迹当做伟大的英雄主义

行为描绘在图像上，以便这些图像能够构成这些事迹的简明的纪念物。

再者，人们必须小心，以免用来反对拜偶像的论点倒变成了反对物

质本身的论点，而这将导致摩尼教的二元论。

圣像的目的是什么呢？它们教导和提醒信徒有关得救的一些伟大事

迹，并感动信徒去行善。实际上，它们的用处是这样大，以致约翰说它

们是恩典的手段，因为它们所象征的救恩大能，通过它们传递给了那些

默念和膜拜它们的人。

最后，约翰和泽曼所作的一样，也把礼拜和崇敬分作几个不同的等

级。绝对的崇敬和礼拜称为敬拜latria，只能用于上帝，如果人们把这种

敬拜用于被造之物，那就是犯了拜偶像的罪。但那种只是尊重，表示钦

佩、景仰和尊敬，是可以正确地用于一些宗教对象或甚至世俗人物的

——这反映了拜占庭风尚的一种论点。

斯特底姆修士狄奥多尔在9世纪初期成为捍卫圣像的战士，当时皇



帝亚美尼亚人利奥五世恢复了利奥三世的反圣像政策。狄奥多尔是一个

坚定的修士，主要是为教会独立于政府而努力，所以早已和君士坦丁六

世有矛盾，因为他为了和狄奥多尔的亲属结婚而遗弃了前妻。

狄奥多尔的圣像论是以君士坦丁堡的泽曼和大马士革的约翰的早期

著作以及第七次普世大公会议决议为基础的。他的主要贡献是，说清楚

了拜圣像与拜圣像所象征的原体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拜圣像和拜圣像

所象征的原体是一样的，但拜圣像本身仅仅是相关的，而不是直接针对

着它，可是拜它所象征的原体就是直接针对着原体，至于拜基督圣像，

那就是latria那一级的绝对敬拜。

总之，关于拜圣像的最后规定，是公元787年第七次普世大公会议

的规定。在这里人们看到，把礼拜分成等级的做法和把拜圣像建立在基

督论基础上的做法结合在一起了。所以该大公会议建议，基督的，圣母

马利亚的，天使的和圣徒们的像，可以在各地提供使用，号召信徒们对

它们表示“尊敬和景仰，但不是那种只能用于上帝的真正敬拜”。人们注

意把圣像论与基督论联系起来，这一点可见于该大公会议的谴责项目

表，该表先是对反崇拜圣像者的一般谴责，接着就谴责那些“不承认可

以按其人性给我主基督造像”的人，最后是比较具体地谴责那些反圣像

的人。

反圣像的争论在西方不像在东方那样激烈。一般说来，教皇们都支

持使用圣像，加洛林历代皇帝可以说也是这样，不过皇帝们比较注意避

免犯拜偶像的罪。由于传到查理曼手里的第七次普世大公会议的教令的

拉丁文译本把圣像的崇敬说成是“崇拜”（“adoratio”），因此，国王和整

个法兰克教会拒绝了该大公会议的决议。该会议之后不多几年发表的

《加洛林文献》（Caroline Books）肯定了圣像的使用，但谴责对它们

敬拜。公元794年在法兰克福（Frankfort）举行的教会会议，对754年的

反圣像会议和787年的尼西亚会议同样予以谴责，而肯定可以使用圣



像，但圣像不值得崇拜。在数十年的时间里，法兰克教会（Frankish
church）拒绝接受787年尼西亚会议教令，结果使得各个教皇陷入一种

必须施展许多外交手腕予以应付的困难处境。随着加洛林王朝的没落，

西方逐渐地和缓慢地接受了尼西亚会议决议。尽管如此，拉丁教会始终

没有像希腊教会那样扩大圣礼神学的范围，而把圣像问题包括进去。

从圣像恢复到1054年的分裂

圣像恢复之后，拜占庭教会仍然分为几个派别，但可以归类为三个

主要倾向。第一，有些根深蒂固的反圣像者不顾尼西亚会议的正式谴责

而坚持他们的立场。他们的主要神学家是文法学家约翰（John the
Gram-marian），他继续写文章反对圣像，而且有一个时期使反圣像的

运动得以进行下去。不过，他的努力失败了，所以他对拜占庭神学的后

期发展影响很小。第二，有虔诚的极端主义者，他们受到了长达几十年

的圣像斗争的激励，也受到了斯特底姆修士狄奥多尔之类的领导人的榜

样的激励。大多数修士和下层教徒属于这一派。他们坚持严格禁欲，坚

持拜圣像，坚持反对哲学。第三，温和派得到了部分修士和文化较高的

普通教徒的支持，他们不同意反圣像者的观点，但他们确实希望避免宗

教严谨主义，因为这将阻碍拜占庭文化和政治的发展。他们的领袖之一

就是阜丢斯，他终于成了一个新争论的中心人物。

这个新争论的开端，严格说来不是教义方面的而是政治方面的。由

于宫廷的革命，权力从女摄政王提阿多拉（Theodora）手里转到她弟兄

巴达斯（Bardas）手里。巴达斯与教长伊格内修斯（Patriarch Ignatius）
有矛盾，就撤了他的职，换上了阜丢斯（Photius）。因为伊格内修斯支

持严谨派，就有很多修士和群众不同意对他撤职。教职人员分成两派，

因为一部分人接受这个现成的事实，另一部分人依然把伊格内修斯看成

是真正的教长。由于两派都希望得到教皇尼古拉一世（Pope Nicholas
I）的支持，他就做了安排，使伊格内修斯案件得以重审，这一回有教



皇代表在场。但在这次审判时，很显然皇家法庭事先已决定给伊格内修

斯判罪。结果，教皇与拜占庭当局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另一方面，基

督教信仰传入了保加利亚，又成了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两个教会当局之间

矛盾的一个新的根源，因为两个教廷都想管辖这个新教会。再者，阜丢

斯本人是一个有才学的著作家，他坚定地反对在信条里引用“和子”的字

样。好几个西方神学家在教皇的鼓励下，写文章反对东方教会的三位一

体教义。阜丢斯执笔迎战，反对罗马教廷的主张，并召开了一个宗教会

议，宣布废黜尼古拉。在这个紧要关头，宫廷又一次革命，结果阜丢斯

被贬，伊格内修斯复职。教皇——当时是哈德良二世——经过一番策

划，在君士坦丁堡撮合了一个新宗教会议，举行于869～870年，一般称

为第八次普世大公会议。会上谴责了阜丢斯。但是，他后来终于回到了

拜占庭宫廷，并与伊格内修斯言归于好。伊格内修斯死后，阜丢斯在东

方没有遇到多大的阻力就继他之后做了教长，而在西方约翰八世接受了

妥协方案，即罗马承认阜丢斯为教长，君士坦丁堡同意罗马管辖保加利

亚。约翰后继者们的政策，总是摇摆于隐蔽地敌视阜丢斯和公开地反对

他之间，但皇帝的宠爱使君士坦丁堡的教长得以支撑好几年。等他失去

了这种宠爱时，他就退出了官场生活而把余生用于著书立说。在这期

间，他与罗马的关系有所改善，虽然这种关系并不是真诚的。总之，这

种持久的紧张丝毫也没有改善东西方之间的关系，而阜丢斯反对拉丁神

学和反对教皇至上的著作，后来就成了持同样观点的人的有用工具。

这里不详细讨论阜丢斯的神学。然而，他关于罗马教皇至上的观

点，很值得特别注意。他在各种著作里讨论了这件事情，其中最出色的

是他的论文《反对教皇至上》（Against the Primacy），它是写给“那些

说罗马是第一教廷的人”的。他争辩说，罗马教皇至上的说法是没有根

据的，因为彼得作罗马主教之前是安提阿主教。无论如何，如果罗马的

教皇至上的论点能成立的话，那么权威应该属于耶路撒冷，因为它的教

会不仅是彼得领导的，更是成为肉身的主自己领导的。再者，用于罗马

的论点也可以用来为拜占庭增光，因为据传说，早在彼得到罗马之前安



得烈就是拜占庭的主教。至于说这个论点是根据主的话，“我要把我的

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马太福音》16章18节——译者），也是没有

道理的，基督这里说的磐石，不是指彼得，而是指彼得对基督就是永生

上帝的那种认识。像罗马当局那样把上帝的恩典局限于一个特定的地

区，正是重蹈犹太人的覆辙。最后，教皇应记住耶稣的话：“你们中谁

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马太福音》20章26节——译者）

阜丢斯死后，迈克尔·瑟如拉留（Michael Cerularius）任君士坦丁堡

教长时，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公开冲突再次发生。当时希尔德布兰

德和红衣主教宏伯特领导的改革运动正在掌权。这一运动的两个主要重

点是，教职人员独身（celibacy）和恢复教皇制的威望。由于这两点都

没有得到东方的同情，冲突在所难免。东西两教会有分歧和在当时争论

不休的另一点，是拉丁教会在圣餐礼中用无酵饼。教皇利奥九世错误地

选了红衣主教宏伯特为前往君士坦丁堡的使节之一，而宏伯特是坚决捍

卫罗马教皇至上和教职人员独身的人。在君士坦丁堡，宏伯特卷入了一

系列的辩论，而最后降格到了人身攻击。尽管君士坦丁五世力图使两方

言归于好，但最后的结果是，在1054年7月16日，宏伯特把开除瑟如拉

留及其一切追随者教籍的判决书递交到圣索菲亚教堂（Saint Sophia）的

高坛上。

红衣主教宏伯特的判决书成了瑟如拉留手里的有用工具，因为宏伯

特这个罗马使节在这个文件上，对瑟如拉留这位教长进行了如此不可置

信的指责——说他是阿利乌派，反圣灵派（Pneumatomachian），多纳

徒派（Donatist），等等——以致整个东方教会都认为瑟如拉留是罗马

恶毒攻击的受害者。这就使得瑟如拉留能够召开一个宗教会议，在会上

东方基督教指责西方基督教在如下事务中背离了真纯的信仰：“和子”问
题，用无酵饼，主教们穿战袍，修面，并在星期三吃肉。

这次的分裂，加上在阜丢斯时期的前奏，导致了希腊的东方和拉丁



的西方之间距离越来越远。其间虽有些暂时的所谓和好，却也总是限于

政府和教会的上层当局，而群众和下层教职人员仍然保持着他们的不信

任和不屈从的态度。

这个分裂的副产品是“五教长”（Pentarchy）论，是安提阿教长彼得

三世为了撮合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两大教廷而提出来的。这位安提阿教长

认为，基督身体的头是救世主本人，而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

安提阿，和耶路撒冷五教长，有如身上的五官，所以应以他们中间多数

人的意见为准。这个理论并不完全是新的，因为早些时候，皇帝利奥六

世企图抵制君士坦丁堡教长反对他第四次结婚时就曾用过这个理论。红

衣主教宏伯特驳斥了安提阿的彼得。但这个五教长理论，不久之后就被

迈克尔·赛勒斯（Michael Psellus）运用，而且自13世纪以来被几个别的

拜占庭神学家运用。而根据这个理论的另一版本，五教长是以君士坦丁

堡教长为首——尼克达·修伊达斯（Nicetas Suidas）就持有这一观点。

10和11世纪的东方神学活动，不只限于同拉丁语西方的论战。与此

相反，人们对神秘主义神学兴趣盎然。也有一些哲学和古典学术的研究

活动。

10世纪末和11世纪初的神秘主义神学的主要解说者是新神学家西

门。他抛弃了学院生涯，退居于修道院，用其余生撰述神秘体验。他的

著作是用极大的热情写成的——这并没有简化对其神学的系统化工作。

他相信，堕落的人自由地行事做人。我们失去的荣耀所仅存的一点，就

是向往自由。所以，我们得救不是依靠我们的功德，而只能依靠天上来

的光照。这种光照，是我们同上帝之光的实际接触，它如此改变了我

们，以致今后即使不再有这种显圣，我们也成了新人，并且生活在一种

直接与上帝相通的状况里。这种状况，西门叫做“神化”（deification）。

进入这种状况，不是像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主义一般认为那样，要经过

逐步升级过程，也不是一种真的魂游仙境，仿佛沉浸于上帝之中。与此



相反，信徒在永恒之光面前，并没有失去自我知觉——这是西门神学最

有争论的一点。那些声称可能接受了此光却没有意识到它的人完全错

了，而且没有光照的真正体验。只有那些有这种体验的人，才是真正的

神学家，因为谈论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是不可能的，而且没有在一种知

觉的神秘体验中接受了上帝，就不可能认识上帝。

我很惊奇，大多数人，还没有从上帝得生，没有成为上帝的儿女，

竟敢瞎扯神学，谈论上帝。为此我心惊胆战，而当我听到一些人把上帝

和一些不可思议的问题加以哲学化，我就嗒然若丧，他们冒充神学家，

自己不圣洁，没有接受圣灵所赐的头脑，还要解说上帝的真理……

由于强调神秘体验是得救的唯一途径，是神学工作的必要条件，结

果西门后来就成了“纥息卡”（“Hesychastic”）或“帕拉马”（“Palamite”）
运动受欢迎的作者之一。但是这一运动的故事属于以后的一章。

哲学和古典学术的研究，与神秘主义神学毫不相干地独立发展着，

而神秘主义神学往往把这类研究看成是魔鬼的一种圈套，引诱信徒背离

天启真理和神秘静修。但是，10至12世纪的拜占庭文化表现出足够的生

命力和灵活性，其本身就拥有最负盛名的神秘主义者，也拥有研究、推

广，并效法古典学术知识的大批学者。尽管一些人热衷于神秘主义的静

修，还有一些人支持瑟如拉留与罗马的争论，然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

心，却有另一些人参与古典希腊学术研究的伟大复兴。像古时一样，有

一些基督徒再次试图把他们的信仰与古典文化的精华糅合起来。这种学

术发展在迈克尔·赛勒斯和他的门徒约翰·意大拉斯（John Italos）那里达

到了顶峰，对于他们俩，我们将于本章的下一节里研究。

从1054年到第四次十字军期间的拜占庭神学

当迈克尔·瑟如拉留和教皇的使节们就东西方之间冲突的各点进行

辩论的时候，君士坦丁堡大学正忙于大量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其中最出



色的学者是迈克尔·赛勒斯。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毫不迟疑地从任

何可能找到智慧的源泉那里汲取智慧，不仅包括教会的“教父们”和古典

希腊哲学家们的著作，甚至也包括广为流传的传说和谚语。他相信真理

应该是一个，因而他认为，无论来自何处的真理，都应当归属于同一个

最终的根源，并且可以吸收进总体知识里。结果，有些人指责他为了追

随异教徒的教导而放弃基督教教义。这种指责的根据，是他反对当时流

行的反理智的神秘主义。再者，他不愿停留在正统教义的神学的狭隘范

围里。但这并没有使他放弃基督教信仰；与此相反，他从古代教父的著

作中吸取教导，并发现教父们的理智探索精神和他自己的精神非常相

似。他总是认为，基督教教义和《圣经》研究是最高法庭，任何见解都

要在这里受审判。任何与《圣经》抵触的见解必须被宣布为错误的，但

仍然可以作为一种值得知道的见解而不是作为真理加以研究。

另一方面，他抨击他称作“迦勒底主义”（Chaldeism，参见《但以理

书》2章2节——译者）的一大批迷信行为。占卜，星象和魔法在拜占庭

很流行，不仅在无知的群众中间是这样，而且在很多社会和教会的身居

高位者中间也是这样。像君士坦丁堡大学的法律学校校长这样杰出的人

物，甚至连迈克尔·瑟如拉留，都研究星星的运行方向和其他占卜术，

而且经常企图用魔法来解决他们的难题。赛勒斯认为这种观点是没有根

据的。天体的运转是根据自然科学的规律，而且并非像新柏拉图主义说

的那样是理性之物。所谓的奇迹并非真的是奇迹。奇迹只不过是遵循一

些我们所不明白的规律而发生的事件。

至于古典哲学，赛勒斯表明了他在这方面的运用是合理，因为他所

采用的方式让人联想起早期的基督徒们——如查斯丁、克莱门特和奥利

金。他们也以同情的目光看待伟大的哲学传统。哲学是接受福音的一种

准备工作，所以哲学是来自上帝的，因为上帝是一切真理的源泉。

赛勒斯在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候，不能不力求解决共相这



个问题。他认为，存在于上帝头脑里的概念是永恒的，上帝用这些概念

为样板来创造一切理性之物。但存在于我们头脑的概念，即我们用来思

索的概念不是真正真实的。它们——像拉丁人说的那样——是后在的

（post rem）。因此，种与类是真实的，各个个体不是孤立的存在物；

但当我们在头脑里把它们聚集在一起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我们确

实是按照永恒概念的样板把它们归类在一起，但我们所用的概念的工

具，严格地说，是我们自己的，而不是永恒的。

赛勒斯死于1092年，但他的著作使人对古典学术产生了兴趣，这种

兴趣持续了几个世纪。因此，说他是文艺复兴的卓越的先驱者之一，不

为过奖。此后，除了第四次十字军造成的一次短暂的中断之外，有一长

串学者使古典学术的研究经久不衰，直至君士坦丁堡最后陷落为止，那

时学者们逃至西方，对西方文艺复兴精神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学者

中的许多人，例如12世纪的迈克尔·意大利克斯（Michael Italicus）明确

主张，《圣经》和基督教教义具有最高权威。但另一些人，例如约翰·
意大利拉斯和他的门徒尼西亚的尤斯塔修（Eustratius of Nicea），都把

推理的探讨方法用于一些崇高的问题上，从而引起了许多虔诚信徒的怀

疑。结果造成了一个反哲学潮流，这个潮流延续了好几个世纪。约翰·
意大利拉斯接替了赛勒斯在君士坦丁堡大学的教职，他教的是典型的希

腊教义，如灵魂轮回说和物质永恒说。他也彻底追随赛勒斯的理性主

义，否认神迹奇事，并断言信仰的一切奥秘都可以用推理解释。他受到

了圣议会（Holy Synod）的审判，谴责，并被监禁在一个修道院里。此

后，神学家与哲学家之间关系日益紧张。但哲学家们设法继续工作，直

至君士坦丁堡沦陷于土耳其人为止。

这期间的严谨神学研究，日趋繁琐，只注意一些鸡毛蒜皮的细节。

最后在这期间，拜占庭出现了波格米勒主义（Bogomilism），并对

波格米勒派进行了好几次审讯。但对这一派的讨论，属于论述保加利亚



的那一节。

概括地说，这一时期的拜占庭神学离开西方越来越远，而主要精力

都花在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问题上。由于边界方面和内部团结方面屡遭

威胁，而其历史也证明一系列内部分裂都是出自教义分歧，因而在拜占

庭这样一个国家里，坚持严格的神学正统性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当赛勒

斯致力于哲学探讨时，拜占庭国家已处于动乱的边缘。不久之后，皇帝

不得不乞援于西方以抵抗土耳其人。到了这时期的末尾，第四次十字军

就把君士坦丁堡变成了一个拉丁语王国。在风云多变之际，教义的正统

性成了维系拜占庭国家团结的纽带，因而必须避免那些因神学的标新立

异而自然会产生的冲突，并严格恪守古代教父们的教义和文本。虽然神

学上有这种严谨的趋向，有些人却在哲学研究里寻求自由，这种研究正

在一定程度上逐渐独立于神学。

保加利亚的基督教思想

在国王保利斯（Boris）皈依基督教之后，特别是在他儿子西门当政

期间，保加利亚几乎全成了基督教的。然而这样的皈依基督教，并不是

没有一定程度的群众性的抵制的。虽然这种抵制很快就被摧毁，但这种

抵制终于导致了波格米勒主义的发展。

甚至在保加利亚皈依基督教之前，就有很多摩尼教徒在这个国家

里。他们是拜占庭当局强行安置到这里来的，其双重目的是，既摆脱了

他们，又拿他们作为抵制蛮族的缓冲物。因此，当保利斯接受洗礼，他

儿子继而执行强迫臣民信教的政策时，摩尼教就成了抵制这一政策的象

征。在西门的后继者彼得当政期间，有一个自己起名叫“波格米

勒”（Bogomil）——“上帝所爱的人”——的宗教教师，他创建了一种新

的教派，其教义很多都是来自摩尼教。除此之外，关于波格米勒本人的

事很少得知。总之，这个新教派很快就取代了摩尼教，并且成了正统基



督教的强大对手。波格米勒主义从保加利亚传到君士坦丁堡，以后又传

到西方，在那里遭到严重的迫害。在保加利亚本土，波格米勒主义至少

存在到17世纪。由于波格米勒主义在这个国家的重要性，所以早期的大

部分保加利亚神学都关心对它的批驳。

早期俄罗斯神学

俄罗斯皈依基督教比保加利亚稍晚一些，俄罗斯的皈依为东方基督

教开辟了广阔的领域。最后，俄罗斯教会比拜占庭教会还要大。但是，

俄罗斯基督教即使在其初期阶段也开始出现了像图洛夫的西里尔（Cyril
of Turov），斯摩棱斯克的克莱门特（Clement of Smolensk），和基辅的

希拉连（Hilarion of Kiev）这样卓越的学者和神学家。

图洛夫的西里尔是一个神秘主义很深的传道者，关于他的生平我们

知道得很少。他最喜欢的话题之一是犹太人的愚昧，因为他们不相信已

经到来的弥赛亚。他常常是用比喻解释《圣经》，而且他似乎对《旧约

圣经》比对《新约圣经》更熟悉——他对《新约圣经》会错误地引用。

斯摩棱斯克的克莱门特仅存的著作，是他写给一个名叫托马斯

（To-mas）的教士的一封信，因为托马斯指责他在解释《圣经》时利用

了所谓的异教徒的智慧。克莱门特为他的释经学进行辩护，并顺便列举

了一些他的比喻解经实例。但有时他也的确是严格地根据字义解释《旧

约圣经》。他大概是一个折衷主义的著作家，只是从各种各样的来源搜

集资料而已。

基辅的希拉连无疑是早期俄罗斯教会最出色的神学家，也是这个城

市的第一个俄罗斯主教。他和图洛夫的西里尔以及斯摩棱斯克的克莱门

特一道，把《圣经》解释成为一个巨大的寓言，并一再地攻击犹太教。

不过，他超出了这样的范围，进而对历史进行解释。在他的讲道稿《论

律法与恩典》（On Law and Grace）中，他就是从整个救恩历史的更广



阔框架中来看待俄罗斯最近的皈依。尽管希拉连倾向于把《圣经》寓言

化，他却相信历史的这个庞大计划将不是仅仅以灵性的世界而告终，而

是会以一个新的世界和最后的复活而告终。

这三位，加上早期俄罗斯基督教对早期教父们的著作的翻译、选辑

和改编，是后来俄罗斯基督徒们中间活跃的神学活动的初兆。然而到了

1236年，由于蒙古人的入侵，俄罗斯基督教的早期发展被迫中断，等我

们再回头来研究东方神学时，我们将会发现俄罗斯基督教处在蒙古人的

统治之下。

聂斯脱利派神学

在我们正在研究的这一时期里，被正统派称为“聂斯脱利派”的教

会，表现出的生命力要比教会历史学家们通常所说的强一些。这个教会

虽然处于穆斯林统治之下，实际上却是超出了伊斯兰教地区，并且渗入

到了印度和中国。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它在这里最强大），它经久

不衰。在神学领域内它有大量的著作，但是，甚至经过几个世纪而保存

下来的其中的片断，也没有被人们好好地加以研究。另一方面，它的大

部分神学著作都是编纂，重复，和注解，而很少有创见，这也确属实

情。

在我们正在研究的这一期间，聂斯脱利社团产生的第一个著名的神

学家是提摩太（Timothy），他于780年与823年之间是这一教派的领

袖。他留到现在的著作有他的教规，一些书信，和他的《与马提辩论》

（De-bate with Mahdi）。在这篇可能是虚构的对话里，提摩太的对话者

是哈里发马提（Caliph Mahdi），他于775-785年当政。无论怎样，写出

这样一篇对话的事实本身就说明，聂斯脱利派基督徒并不是俯首贴耳地

屈服于穆斯林统治，倒是真想把穆罕默德的追随者们规劝到基督方面

来。只是在几个世纪之后，这个教会在限制性法律的不断压力之下，才



满足于成了穆斯林汪洋大海中的一个信徒们的小岛。有好几个著作家进

行了反对穆斯林教义的论战。其中最著名的或许是尼西比（Nisibis）的

以利亚·巴尔·西那亚（Elijiah bar Senaya），他在11世纪写的许多著作中

有一本《论信仰真理的证据》（Book on the Proof of the Truth of the
Faith）。通过这本书和其他类似的著作可以清楚看出，穆斯林们对基督

教教义提出的主要反对意见是，三位一体信仰里所暗含的隐隐约约的多

神主义。因此，聂斯脱利派神学家们倾向于多强调神的实质的统一性，

而少强调三位之间的区别。

也有很多圣经注释。其中最卓著的是：在9世纪有麦尔夫的伊朔大

德（Isho'dad of Merv）的注释；在11世纪有狄奥多尔·巴尔·科尼（The-
odore bar Koni）的《附注》（scholia）；在12世纪有伊朔·巴尔·嫩
（Isho bar Nun）的《关于摩西五经的问题》（Questions on the
Pentateuch）。这一释经传统避开了那种比喻释经法，而宁愿遵照经文

的字面意思和历史含义，这就与当时基督教世界其余部分的习惯做法明

显不同。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出安提阿学派的影响以及其伟大教师莫普苏

埃斯蒂亚的狄奥多尔的影响。聂斯脱利派认为狄奥多尔是正统信仰的伟

大战士，并尊称他是“释经家”。总的说来，聂斯脱利派的大多数释经家

认为，寓意解经法（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是“亵渎和谎言的根源”，
是这么多基督徒之所以追随“笨拙的奥利金”（Stupid Origen）而犯了错

误的主要原因之一。《圣经》经文应就其明确的字面意思加以理解，因

为《旧约圣经》的记载说的都是真事。这不是说，《旧约圣经》中的人

和事，不能作为《新约圣经》的象征，而是他们必须永远保留其历史的

真实性。

另一方面，在所有这些著作家那里，人们都看到了安提阿派基督论

的特点。他们认为，“道”所变成的那个“人”是“一个圣殿”，神通过自愿

结合，而住进这个圣殿里，而在这个结合中，人们必须在道与人之间加

以区分。正如以利亚·巴尔·西那亚说的：



当我们说“基督使死人复活和行神迹奇事”的时候，我们指的是具有

神性的“道”。而我们如果说“基督吃、喝、疲倦了、死了”，我们指的是

马利亚生的那个人。

而麦尔夫的伊朔大德在评注《约翰福音》1章14节的时候断言：

道成肉身，那就是说，住在肉身里，正如有人说“摩西是帐篷”，意

思是摩西住在帐篷里头，或者“约瑟是监牢”，意思是他被下在监牢里。

正如约瑟不是监牢和摩西不是帐篷那样……“道”依其本性不是肉体，而

是住在肉体里，仿佛住在圣殿里。

基督一性论的神学

那些由于拒绝卡尔西顿会议的决议而被称为“基督一性论者”（mo-
nophysite）的基督徒，现在大多数都住在穆斯林统辖区。这些基督徒没

有联合成一个单一的组织，而是分布在科普特教会——包括科普特教会

在埃塞俄比亚相对自治的分支、在雅各派教会和亚美尼亚教会中。

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之后，科普特语逐渐为阿拉伯语取代。因而，10
世纪之后的大部分科普特神学都是用阿拉伯文写的。然而，这些著作大

多数是：历史记事，教义问答提要，和改革教会组织的一些设想。12世
纪中，关于归正的必要性曾有过短暂的争论。但总的说来，人们可以说

这一时期的科普特神学缺乏深度和创见。埃塞俄比亚教会也是一样，它

唯一有创见的作品是论述有关圣徒们的传说。

雅各派教会确实有某种程度的神学活动。7和8世纪期间，埃德萨的

雅各（Jacob of Edessa）和阿拉伯的乔治（George of Arabia）写了一些

关于创造天地、基督论和圣礼的著作。其他的著作家对《圣经》经文和

对伪狄奥尼修斯进行了注解，而且对预定论和灵魂的性质之类的话题也

给予了一些考虑。到了10世纪，阿拉伯语就成了主要的神学语言。此



后，耶亚·本·阿提（Yahya ben Adi），经常被称为逻辑学家，致力于使

古典哲学对神学问题产生影响。雅各派神学的主要矛头是论战性质的，

指向穆斯林，聂斯脱利派和科普特派。雅各派教会内部也曾有过一次关

于上帝眷顾是否存在的小争论，但那些否认上帝眷顾的人很快就遭到谴

责。

亚美尼亚教会正在经历一段政治斗争的时期。亚美尼亚开始时隶属

于穆斯林，以后在拜占庭帝国的总的监督之下变成半独立，最后受到土

耳其人的入侵。与此同时，由于大量亚美尼亚人的迁徙，在西里西亚

（Cili-cia）产生了小亚美尼亚。在这样的动乱中，它没有很多的神学活

动，是不足为奇的。仅有的少量活动，是致力于反对保罗派

（Paulicians）和唐德拉克派（Thondrachians），以及致力于与拜占庭教

会的联合。



第八章　13世纪概况

13世纪是中世纪的黄金时代。正是在这时期，哥特式教堂的尖顶高

耸入云；也正是在这时期，英诺森三世仿佛从天国降到人间，以统治王

子们和皇帝们。同样是在这时期，宗教法庭正式成立，各大学发展起

来，亚里士多德打入了西方，托钵僧云游全世界。

哥特式艺术有着攀登无比高度的抱负，可以用于说明13世纪神学的

一些特色。第一，虽然哥特式建筑艺术最初是表现在一些大教堂和修道

院上，但它的伟大杰作是主教座堂。这表明了城市在13世纪具有的重要

地位，它们已成了工业和商业的巨大中心。这也表明，12世纪，在神学

活动中起最重要作用的是修道院学校；但到了13世纪，这种角色已经转

移给了大学。大学是大的城市学校，此后它们作为学术中心将使修道院

相形见绌。第二，哥特式主教座堂井井有条但非常复杂的建筑，与经院

学者们伟大的总结性论文颇有相似之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与中世纪

文学的盖世杰作，但丁的《神曲》（Divine Comedy）也有相似之处。

在所有这些结构中，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有其适合的位置；但实现这一

点，不是通过现实事物的表达方式的简单化，而是把所设想的现实事物

的每个组成部分——从地狱的最低深渊直至天堂的琼楼玉宇——放在宇

宙的大框框里适合这个组成部分的位置上。经院学者们的总结性论文包

括了撒旦的堕落、伊甸园、圣餐的奥秘、天使们的本性，以及数以千计

的其他主题，而且所有这一切也都描绘在哥特式教堂的石头上和玻璃

上。所以说教堂是没有学问的人的神学的总结性论文。而经院主义神学

家则是思想的建筑师。第三，哥特式教堂与13世纪的经院主义在这样的

方式上相似，即物质的冰冷不可塑性和建造者的神秘主义的热切抱负相

遇在一起。“希腊建筑术的表现形式，都是通过和依靠石头来表现的；

哥特建筑术的表现形式，是不顾石头的本质来表现的——而这就是其差

别所在”。哥特建筑师的任务在于使石头变得尽可能轻巧。其结果是一



根根柱子把信徒包围起来，这些柱子就像是许多祷告那样升入云霄。但

是，必须让石头的重量落在那些使建筑物安如磐石的外部拱门上。因而

建筑学的运用在于把石头的硬邦邦的现实和神秘主义的抱负结合在一

起。同样的，经院主义神学家产生出这样的作品，在其中可以找到理智

上的严谨的全部分量；但在其内部，在这些作者的内心深处，人们可以

发现那同一种启发人去盖教堂的神秘主义抱负。建筑师只能通过在教堂

的内部与外部之间实现设计上的平衡来表现神秘主义效果。神学家只能

通过理智上的要求与神秘主义的抱负之间的平衡来创造出伟大的经院主

义大厦。

英诺森三世与教皇权威

13世纪初，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做了教皇。在他领导下，

教皇制度的权力达到了高峰。英诺森在改组了教廷和加强了他控制教廷

诸国的权力之后，着手在全欧改革并强化教会生活。这促使他去干预几

桩政治同道德纠缠在一起的事务。这些干预涉及东方的亚美尼亚直到西

方的冰岛，包括大大地参与帝国事务和其他几个君主国的事务，如法

国、阿拉贡（Aragon）、里昂、卡斯提尔（Castille）、葡萄牙和波兰。

在匈牙利，他帮助结束了内战。在波希米亚（Bohemia），他给俄托卡

（Ottokar）加了国王称号。在英格兰，经过了长时期的斗争，他制服了

无领地王约翰（King John Lackland），迫使他把他的国家改作教廷的采

邑。他做了西西里的摄政者，而西西里也是属他管辖的采邑。在他做教

皇期间，第四次十字军因为威尼斯人的缘故而改变了原来的目的，攻占

了君士坦丁堡，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拉丁语帝国，并且迫使拜占庭的皇帝

们逃亡尼西亚。在君士坦丁堡封立了一个拉丁教长之后，东方教会从理

论上来说与罗马合一了。教皇本人，开始时还因为十字军把原来征服撒

拉逊人（Saracens）的刀剑加到了基督徒身上的这一过火行为而感到懊

恼，但终于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并且认为这是惩罚分裂者和重建教会

的统一。同时，另一支针对阿尔比派（Albigenses）的十字军在英诺森



的祝福下正在摧毁普罗旺斯（Proven-ce）。

最后，英诺森三世在他死前几个月，主持了第四次拉特兰会议的审

议工作。关于这次会议，本《思想史》的不同章节中一再提到，因为这

次会议公布了变质说（transubstantiation）和圣餐献祭说（eucharistic
sacrifice），谴责了菲欧瑞的约雅斤（Joachim of Fiore）的三位一体教义

说，重申了扩大研究范围的必要性，结束了用自己的新规设立新的修道

团体的做法，命令一切信徒每年至少认罪并领圣餐一次，宣布世俗王侯

封立的教职无效，作出规定禁止同族结婚和秘密结婚，限定只有教皇有

权引进新的古圣遗物，采取了反对犹太人的措施，号召一次新十字军东

征，采取了改革与限制教职人员生活的其他几项措施。如果人们注意

到，这么多事项——而且远远不止于此——仅仅在每天一次会议的三天

内就解决了，那就很清楚，这次会议的作用并不在于审议每个要点，而

只是对教皇及其教廷设想的整个改革方案表示同意而已。

改革教会和干预世俗国家政府的这一政策，是以英诺森对教皇地位

的看法为基础的。他把比较常用的“彼得的代表”（Vicar of Peter）这个

教皇称号放在一边，而宣称自己是“基督的代表”（Vicar of Christ）。作

为救世主的代表，他就是整个教会的牧师。主教们不能直接代表基督，

只能通过教皇才能代表基督。所以教皇不仅有权封立主教们，也有权废

黜他们。

再者，英诺森自称有统治世俗帝王的权威。教皇的设立是“高于民

众和国家之上的”，他享有“撒母耳用来封立大卫的那种权威”（参见

《撒母耳记上》16章13节——译者），并且他可以“根据犯罪的缘故和

原因”而废黜一个君王，把他的称号授给另一个人。

正如创造宇宙的上帝，在天上设立两大光，大的管白昼，小的管黑

夜，同样，他在普世教会的天上设立了两大权威，……大的可以管有如

白昼的灵魂，小的可以管有如黑夜的身体。这二者就是教皇权威和国家



权力。另一方面，正如月亮的光来自太阳……同样，王权的尊荣是来自

教皇的权威。

教皇权威在帝国之上，是无庸置疑的。当帝国发生内战时，英诺森

就进行干预说：“帝国的事务始终就归我们管，最初的实例是，帝国是

靠罗马教会的保护才脱离了希腊的。最终的实例是，像王冠总得由别人

加冕那样，皇帝的帝国冠冕是我们授予的。”

这就是教皇制度处在其权力的顶峰时自称它所享有的权威。不过，

这并不是一个激进的革新，而是自11世纪末以来，教皇制度对改革派显

得重要的结果。改革派掌握教廷之后，他们的改进教会的和宗教生活的

志趣就促使他们强调教皇权威。封多姆的哥德夫利（Godfrey de la
Vendo-me）可能是第一个人用“两把刀”这一比喻来表示属灵的和属世的

权力。伯纳德（Bernard）采用了这个比喻，并且说这两把刀都属于教

会，一把是它自己直接使用，另一把则通过俗人政府间接使用。

你应该更公开地告诫他们，但要根据主的话，不要强制。为什么你

要再次拔出你曾被命令入鞘的刀呢？然而，如果有人否认这刀是你的，

那么，我认为他是没有正确地听懂主的话，主这样说：“收刀入鞘

吧！”因此，它也是你的，或许它不应由你的手拔出，而只应通过你的

指示拔出。否则，如果它不属于你，那么，当门徒说“我们这里有两把

刀”的时候，主就不会回答说“这就够了”，而是会说“这太多了”。两把

刀，那就是属灵的刀和属物质的刀，都属于教会，其中一把是由教会通

过祭司的手拿着它，另一把则是由士兵在祭司的暗示和国王的命令下拿

着它。

在这段文中，伯纳德不是关心一般的世俗权威，而只是关心怎样使

用实力来惩治或制止心灵方面的坏事，如异端和不道德。不过，世俗统

治者和教会领导人之间的斗争促使神学家们去为教会和教会组织争取越

来越大的权威。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和他的同时代人索尔



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认为，帝王是从教会那里得到他们的

权威的。圣维克多的休（Hugh of Saint Victor）把帝王当做祭司的下

属。与这些观点相反，像弗勒里的休（Hugh of Fleury）这样一些温和派

主张这两种权力都是独立的，对于帝王，除了因为他们犯罪而提出告诫

之外，教士，甚至教皇都不再有任何更高的权力。最后，其他一些人持

有忠君立场。其中最著称的是卡提那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Catina），他宣称皇帝不但是帝国的，而且也是教会的元首。在13世
纪，由于英诺森三世及后继者们对政治事务的所作所为，就发展出这样

的理论，即教皇直接持有两把刀，因此他有权废黜帝王。持这样观点的

人有：图尔内的西门（Simon of Turnai），西班牙的劳伦斯（Lawrence
of Spain），条顿人约翰（John the Teuton），而最突出的是，苏撒的亨

利·巴多罗买（Henry Bartholomew）和他的门徒威廉·杜染特（William
Durand）。

这种对教皇权威的强调，到了13世纪最后一个教皇卜尼法斯八世

（BonifaceⅧ）的时候，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在其1302年11月18
日的教皇训令Unam sanctam中，在肯定了教会在“基督的代表”教皇的领

导下的团结合一之后，进而几乎一字不差地引用了我们上面引用过的伯

纳德的话，他接着又说：

但一把刀必须服从另一把刀，而且属世的权威必须隶属于属灵的权

威……因此，我们必须明确承认，属灵的权力在尊严和权能方面，都高

于属地的权力，就像属灵的事物先于世间的事物一样……因为拿真理作

为见证，属灵的权威有责任建立属世的权威，而且属世的权威作恶时，

应由属灵的权威加以审判……因而，如果属世的权力任意妄为时，就应

该受到属灵的权力的审判。而较低的属灵的权力背离正道时，就应该受

到较高一级的属灵的权力的审判。然而，如果最高的属灵的权威背离正

道，它就只能受到上帝的审判，而不受人的审判……所以，任何反对这

权力的人，就是抵制上帝的命令……另一方面，我们宣布、肯定和明确



为了全人类的得救，他们服从罗马教皇是绝对必要的。

颇有讽刺意味和颇有意义的是，卜尼法斯这个如此高举教皇权威的

教皇，竟然使一长串有权势的教皇的代代相传寿终正寝，这种代代相传

始于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Ⅶ），鼎盛于英诺森三世，到了卜尼法斯

那里就七零八落了，他不仅遭到了巴黎大学和公正者菲利普（Philip the
Fair，即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译者）的攻击，而且也受到了意大利

本身各派别的攻击。卜尼法斯死于1303年，而在1309年教廷就迁到阿维

尼翁（Avi-gnon）去了，在那里充当了法国政策的顺服工具。

异端裁判所

异端裁判所在13世纪开始成为罗马教廷的机构。自古以来人们就普

遍认为，主教们有责任批驳并铲除谬误。君士坦丁的时代之前，只能通

过神学辩论和开除教籍来达到这一目的，因为主教们别无其他强制权

力。尼西亚会议之后，皇帝流放了那些被与会者谴责的人。不久之后，

政府当局在几个主教的建议下处死了普利西利安（Priscillian），但使大

多数主教大为震惊。整个中世纪中，持异端者要受肉体刑罚，但一般限

于监禁或鞭挞。但在11世纪，特别是在法国和德国，持异端者被烧死和

吊死变得越来越普遍。这种行动往往是由民事法庭或激怒的群众采取

的。但到了1231年，格列高利九世委任了“异端败行裁判者”，成立了教

廷异端裁判所，这些裁判者像法官那样拥有特殊权力，借以根除异端。

有些史学家说，教皇的目的是要阻止审判异端过程中时常发生的流弊，

因为有些民事当局利用指责异端来达到政治和经济的目的。早期的很多

异端裁判者确实是些温和派人物，而教皇也确实采取了严厉措施来限制

那些似乎过分残酷的人——像保加利亚人罗伯特（Robert the
Bulgarian）之流。被指控的人一般都是被判进行特定形式的补赎或是关

入监狱。当教会法庭认为某人应处死刑时，那就把他转交给“世俗权

力”（secular arm），并附上宽恕请求书。但这种请求书纯属形式，而极



刑实际上都是自动执行的。一般说来，裁判者大部分是多米尼克会

（Dominican Order）的成员，但也有一些是法兰西斯会成员。

虽然异端裁判所在开始时对神学思想的主要中心没有多大影响，但

还是在这里谈一下它的起源，因为它终于成了阻碍自由和创新的巨大因

素之一。

大学的发展

在13世纪，对基督教思想史来说最重要的事态发展之一，是大学的

诞生及其发展。最初，这些组织机构叫做“总学堂”（general studies），

意思是，它们包括来自欧洲各地的学生和教授。后来，这个名称意味

着，从这些机构毕业出来的人，有权任教于任何其他教育中心——jus
ubique do-cendi。“大学”这个名称，原来是指学生与教授的协会，后来

意思渐渐改变，终于成了这个机构本身的名称。

最古老的现代大学——巴黎大学，萨勒诺大学（Salerno），波伦亚

大学（Bologna）和牛津大学——的起源始于12世纪，并且可以在各种

因素的结合中找到，如教堂学校的传统，城市的兴起，行会的组织，以

及科学的普遍发展。这些机构大都因为它们所专攻的某项学科而驰名天

下。由于巴黎和牛津拥有最好的神学教职人员，所以13世纪的西方神

学，总是以这两所大学为中心。

虽然入学的必备条件因地而异，但神学学科的报考者一般是十六七

岁的文科学生。他入学后就进入神学研究，要花一个很长的时期——在

13世纪是大约八年，在14世纪是大约十六年，在15世纪是大约十五年。

在这些年里，学生开始是旁听生，以后就是学士，他转过来要注释《圣

经》和彼得·伦巴德的《格言》（Sentences of Peter Lombard）。最后

是“成熟的学士”（formed bachelor），要再花几年时间进行各种学术训

练，主要是正式的“辩论”。然后他就得到硕士学位，再往后就是博士学



位。要得到博士学位，一个人至少要三十五岁——但在极为特殊的情况

下，如托马斯·阿奎那（Tomas Aquinas）的情况，这样的规章是暂不实

行了。

除了已经提到的注释《圣经》和《格言》之外，最主要的学术训练

有：各种考试，通常是口试；试讲，成熟学士们在下午讲道一小时左

右；以及“辩论”。辩论是学术训练的最高一级。根据学术训练的性质，

讨论的题目有时是事先选定的，有时是在训练开始时选定的。在场的人

——包括听众——就问题的各种答案提出赞成或反对的论点。最后，一

般是在另一次会上，主持这一训练的教师提出自己的答案，并解答上次

会上提出的反对意见。

作为这种方法的结果，经院主义写作的最终结构往往也是这样。首

先，提出一个问题；然后提出赞成不同主张的种种论点；继而提出答

案；最后批驳那些似乎是反对这个答案的不同论点。在这里，人们可以

听见阿伯拉尔的《是与否》（Sic et non）的回音。

可以说，大学不仅为13世纪神学大繁荣提供了适宜的气氛和必要的

便利，而且也提供了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决定了经院主义方法的结构。

托钵僧修道会

13世纪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禁欲主义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和传统

修道生活方式的不同在于，没有撤离巨大的人口中心，以便致力于神秘

主义的沉思默想，而是把“使徒使命”看做基本职责，因而改变了古代的

修道士生活方式，使之适应传道和教育的任务。随着城市的兴起和商业

的发展，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状况要求教牧工作有一个新的形式。各种异

端——特别是阿尔比派的异端——必须借助敏捷才思和圣洁生活的结合

来予以驳斥。在基督教的传统边界之外，正在为传教工作开辟新的领

域。托钵僧修道会（Mendicant Orders）就是西方基督教对这些挑战作



出的响应。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多米尼克修道会和法兰西斯修道会是两个最主

要的修道会。

多米尼克（Dominic）是俄斯马（Osma）的一个牧师，当时他和他

的主教阿兹维多的迪戈（Diego de Azevedo）被阿方索八世

（AlfonsoⅧ）派去执行一个外交使命。他们到了法国南部时遇到了一

些阿尔比派，就试图规劝他们改正错误。不久之后，迪戈和多米尼克请

求教皇授权他们俩做这些蛮族的传教士，但英诺森三世似乎把他们的志

趣转到了批判阿尔比派上面去。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通力合作，迪戈回到

了他的主教教区，多米尼克留下来负责这个工作。几年之后，他决定办

一个新修道会，这个修道会将追随修道生活的一些传统格调，但这个修

道会将通过发挥才思和通过作出圣洁生活的榜样来致力于批驳异端邪

说。1215年，他向教皇申请批准兴办这样一个修道会；但第四次拉特兰

会议按照英诺森三世的建议，决定不准兴办任何新修道会。于是，多米

尼克就和他的追随者们商量这件事，他们决定采用所谓的圣奥古斯丁教

规——因而有一个时期被称为“圣奥古斯丁的正规修道会会士”。

从一开始，这个修道会就坚持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以便完成其使

命。修道生活是为了适应学术研究、传道和照管灵魂的需要。开始时，

多米尼克派把他们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集中在他们自己的修道院里。

但不久，他们就在主要的大学，特别是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占有讲

座。早在1217年，在巴黎就有多米尼克派修士，多米尼克派在英国的第

一个修道院，是1220年在牛津设立的。在巴黎，多米尼克派有他们自己

的研究中心。1229年巴黎大学自行解散时，多米尼克派就开始接受世俗

的学生加入克利摩那的修士罗兰（Friar Roland of Cremona）的教学班。

当巴黎大学重新组建的时候，罗兰就留下来作为他们的一个教师，这

样，多米尼克派就在巴黎大学获得了第一个神学讲座。圣贾尔斯的约翰



（John of Saint Giles）原来就是巴黎大学教师，以后，穿上了多米尼克

派修士服，这时多米尼克派修道会就有两个教授在巴黎大学里。多米尼

克派于1227年插足于牛津大学，因为那时原来就是牛津大学教授的罗杰

·培根（Roger Ba-con）加入了该修道会。1240年前后，原来就是多米尼

克派修士的理查德·非沙克尔（Richard Fischacre）当了神学教授，于是

此后通常至少有两个多米尼克派在牛津大学教授神学。多米尼克派的两

个出类拔萃的神学家是，大阿尔伯特（Albert the Great）和托马斯·阿奎

那，我们将于以后的一章中予以研究。

法兰西斯修道会是阿西西的法兰西斯（Francis of Assisi）创办的，

其历史极为复杂，这里我们只能提纲挈领地谈一谈。法兰西斯的理想

是，过一种以贫穷、低微和默念基督为标志的绝对简单的生活。初期的

法兰西斯主义与原始的韦尔多派运动极为相似——不同的是，英诺森三

世很有眼力，看到了法兰西斯会可以怎样适用于整个教会结构。早期的

法兰西斯会大部分是普通信徒，他们成双结队地到各地去宣传和劝告人

们走贫穷道路。法兰西斯本人只有中等文化程度，从来都不重视学术研

究。他设计的最初的组织，松散到了几乎是没有组织的地步。

然而，这个修道会的发展本身使人感到有必要弱化原始的法兰西斯

会生活的严格要求。1223年的教规，不准法兰西斯会——作为个人或作

为修道会——持有财产。法兰西斯留下的遗嘱，禁止他的修士们要求对

教规作任何形式的降格，特别是有关财产方面的教规。但这个修道会惊

人的发展要求有更大的组织，这反过来就产生了财产问题。多年来，法

兰西斯会就分成了两派——严格派和温和派。1230年，格列高利九世宣

布，法兰西斯的遗嘱对修士们没有约束力。1245年，英诺森四世想解决

这个问题就宣布说：该修道会成员为了工作需要而持有的财物和土地，

都是教廷的产业。这显然是一种托词。当帕马的约翰（John of Parma）
当该修道会的总管时（1247～1257年），严格派得势，而且还渗入了菲

欧瑞的约雅斤的末世学观念。约雅斤派所盼望的至关重要的1260年即将



到来，法兰西斯会的一些严格派就把他们自己和约雅斤所说的“圣灵的

教会”等同起来。很自然，这样就使他们危险地接近于异端。正是在这

样的情况下，波拿文图拉（Bonaventure，1257～1274年）接替了帕马的

约翰的职位，波拿文图拉被称为该修道会的“第二创办人”。他是个有才

干的管理者，他做的许多事情使该修道会具有了最后的模式。他为了压

制严格派的抗议，就强迫该派的领导人引退到修道院里去。其反应是，

严格派离开该修道会越来越远，而且约雅斤主义在他们中间变得更加显

著。1274年之后，“属灵派”——法兰西斯会严格派所取的名称——公开

受到迫害，于14世纪终于销声匿迹。

法兰西斯会修士们进入各大学，是该会的严格主义趋于缓和的整个

历史的一部分。早期的法兰西斯会并不打算在神学活动的主要中心当教

师。但该修道会本身的号召力是如此之大，以致好几个大学教授决定加

入该修道会。在巴黎大学第一位这样做的是黑尔斯的亚历山大

（Alexan-der of Hales），他于1236年穿上了法兰西斯会的修士服，因而

成了该修会占据神学讲座的第一个成员。后来，继他之后的有：罗舍尔

的热安（Jean de la Rochelle），奥多·利哥（Odo Rigaud），以及波拿文

图拉。在牛津，第一个法兰西斯会教师是亚当·马什（Adam Marsh），

他从1247年至1250年在该校任教。在剑桥，法兰西斯会是在1230年前后

渗入的，当时该大学仍在兴办阶段。

修士们进入了各大学之后，不久就引起了原来的教师们的反对。在

巴黎大学，以圣阿模尔的威廉（William of Saint Amour）为首的一些教

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反对修士们，1253年达到了高峰并把修士们驱

逐出了大学。英诺森四世没有大力支持这些托钵僧教授，但他的后继者

亚历山大四世和法国国王路易是托钵僧教授们的坚强后台。1254年，圣

阿模尔的威廉出版了《论伪基督及其牧师们之书》（Book on the
Antichrist and His Ministers），攻击属灵派法兰西斯会士波尔古·桑多米

诺的热拉多（Gerardo de Borgo San Donino）。但在这本书里——以及



后来在他的论文《论末世的危难》（On the Dangers of the Latter
Times）里——他不仅攻击属灵派法兰西斯会士们，而且也攻击托钵僧

修道会的基本原则——自愿守贫。他遭到了波拿文图拉和托马斯·阿奎

那的批驳，受到了教皇亚历山大四世的谴责，并且被国王处以流放。阿

伯维尔的格拉尔德（Gerard of Abbeville）继续了他的斗争，招来了修士

们新的批驳。但大局已定，从此之后，修士们在大学里稳稳扎根——只

有文学院把他们排除在外。

亚里士多德以及阿拉伯和犹太哲学的引入

我们在研究12世纪时已经看到，关于在神学领域中运用辩证推理的

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这种辩论发生的时候，人们只知道亚里士多德哲

学的一星半点。到了亚里士多德逍遥哲学的其余部分被人们知晓时，特

别是这种哲学与作为中世纪神学哲学基础的奥古斯丁新柏拉图主义在许

多论点上发生抵触时，可以预料问题就成倍地增加了。

亚里士多德与传统哲学之间不能相容这一基本问题还由于其他一些

因素而复杂化了。第一，亚里士多德的许多著作，绕了一个大弯儿才传

到拉丁语西方，从希腊文译成叙利亚文，然后译成阿拉伯文，继而——
口头地——译成初期的西班牙文，最后译成拉丁文。很清楚，这些译文

并非总是忠实地反映原文，因而有些学者，如12世纪后期的两个学者，

克利摩那的格拉尔德和亨利·阿利斯提巴（Henry Aristippus），致力于

从希腊文文本直接进行翻译。第二，亚里士多德是与几个阿拉伯和犹太

哲学家一起出现在中世纪拉丁基督教里的。尽管这些哲学家往往自称仅

仅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阐述者，但实际上，他们所介绍的观点并不一定

都是从亚里士多德的体系那里来的。

阿尔-肯弟（Al-Kindi），一般被称为“阿拉伯人的哲学家”，他于9
世纪写的论文《论智能与可理解的事物》（On the Intellect and the



Intelli-gible），在13世纪被拉丁神学家们广泛阅读。他把亚里士多德的

基本观点与基本上是来自普罗提诺的一些原理结合在一起，但他认为这

些原理是真正的亚里士多德的原理。他关于主动智能（active intellect）
的看法——后世拉丁哲学家们倾向于把它看成是纯属阿威罗伊的看法

——在阿拉伯哲学家们中间似乎是很普遍的。他认为主动智能，即产生

出可理解的客体并把这些客体印到被动智能上的那种智能，是人人都有

的单一的和普遍的属灵物，而且不能把它与人们的个体灵魂混为一谈。

阿尔法拉比（Al-Farabi），在9世纪末和10世纪初，主张古代各种

哲学体系都是一致的，从而产生了一种折衷主义哲学，把逻辑和亚里士

多德的形而上学的一些方面与新柏拉图主义起源的神秘倾向结合在一

起。他把亚里士多德的心理学与新柏拉图主义结合在一起，并且把亚里

士多德的主动智能看成是天体的“诸智能”中的一个智能。

阿尔法拉比的主动智能统一说，被阿维森纳[Avicenna，伊本西那

（ibn-Sina）]采用，通过他传遍拉丁语西方。另一方面，阿维森纳发展

了阿尔法拉比提出的本质与存在之间的区别，从而树立了其存在是属于

其本质的必然事物与其存在是一个偶然事物之间的区别。这样的区别使

得他有可能遵循正统穆斯林教义，肯定创造天地与神的偶因论的教义。

但是他关于必然事物的概念不容许他这样做，因为这种事物的作为与其

本质密切相关，以致作为本身也是必然的；所以被造物虽然就其本身来

说是偶然的，但作为第一起因的结果则是必然的。因此，世界是上帝永

恒地创造的，而“阿维森纳的全部宇宙论，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的，即

以流溢说和一元论来理解上帝的创造之能”。

阿尔-加扎利（Al-Ghazzali）是一个正统的穆斯林，他写了《哲学

家们的意图》（The Intention of Philosophers）一文，打算指出他们的推

理的一些弱点。但拉丁语西方只有他的这一著作，而没有进一步的评

注，因而就认为他是他打算批驳的那些哲学家的一个门徒和卫护者。



最杰出和著名的阿拉伯哲学家，是阿威罗伊[伊本-拉什德（ibn-
Rushd）]，他于1126年生于科尔多巴（Cordoba）。他的知识欲驱使他

去研究神学，医学，法理学，以及其他一些学科。他认为在亚里士多德

那里找到了“至高真理”，但这没有使他抛弃《古兰经》，而只是使

他“从哲学上”解释《古兰经》。他同怀疑他观点的穆斯林当局发生冲突

之后，死于1198年。他对亚里士多德各种著作的注释不久之后就变得非

常著名，因而他被普遍称为“注释家”。

阿威罗伊的哲学有三个主要论点，不但与穆斯林正统信仰相抵触，

而且也与基督教正统信仰相抵触：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关系，世界的永恒

性，以及主动智能的统一性。

关于信仰与理性之间关系问题，阿威罗伊的内心思想，我们没有全

部弄清楚。毫无疑问，他基本上是从贵族的观点出发的。在他看来，有

各种不同水平的智能，每个水平相当于一个解释现实事物的水平：信仰

是为了那些满足于辩术和权威的人的；神学是为了那些希望有一个合理

认识的人的；而哲学是为了那些要求严格而不可否认的证据的特权知识

界的。问题是阿威罗伊怎样解决这三种水平中的一个主张与另一个主张

之间必然会产生的矛盾。“通过推理，我必然得出结论说智能是单独一

个的；但通过信仰，我坚定地认为情况恰恰相反。”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不是说，有两种水平的真理，而且是彼此矛盾的？这是不是说，哲

学家由于关心大家的好处，而表面上接受了那些他明知是虚伪的东西？

这是不是说，信仰校正了理性的一个隐蔽的谬误？阿威罗伊对这些问题

的回答是明确的：当理性得出的结论与信仰有抵触时，应以后者的权威

为准。不过阿威罗伊在这一点上是否真诚，或者只是为了避免被指责持

有异端，那就不得而知了。无论怎样，在13世纪，在巴黎大学，“阿威

罗伊派”（Averroists）这个称号被给予了这样一些人，他们争取哲学的

独立，要哲学走它自己的道路，即使哲学得出的结论与信仰的信条相抵

触，也在所不惜。他们也被指责持有“阿威罗伊派的”“双重真理”的学说



——而阿威罗伊或他们从来都未曾持有这一学说。

关于世界的永恒性，阿威罗伊认为，这是上帝作为最先的和不动的

动者的本性的必然结果，也是天体三十八个推动者或“纯粹行动”的说的

必然结果，这种学说是他从费解的天文学论点中演绎出来的。“为使这

些纯粹行动的推动行动继续永远存在。简言之，世界的期限是永

的。”不用说，这种理论在基督徒们中间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因为基督

们肯定无中造有的教义是基督教正统信仰的一个组成部分。

最后，阿威罗伊赞成阿拉伯哲学的主要传统之一，即肯定主动智能

的统一性（unity of the active intellect），这意味着否定个人的不朽性。

在他看来，个人只有被动智能，它属于肉体并随着肉体而死去。主动智

能光照被动智能，被动智能因而能够认识事物的形态。这种光照产生物

质智能，物质智能只是一个人主动智能暂时的个体化。当一个人死了的

时候，人格不复存在，因为唯一的幸存者主动智能是大家共有的。

阿威罗伊的著作普及开来以后，除了这三点广泛引起争论之外，他

在另一点上也是重要的，即他支持亚里士多德的经验主义，而反对传统

的奥古斯丁的光照说。他对于共相的观点，特别带有亚里士多德色彩，

加强了温和的唯实论者的主张，唯实论者认为，共相是在事物之中，而

且是通过抽象的过程而为人所知晓。

13世纪初期，两个生活在阿拉伯人中间的犹太哲学家，对西欧也颇

有影响：即所罗门·伊本·加比罗尔[Solomon ibn Gabirol，阿维斯布隆

（Avicebron）]，和迈蒙尼德[Maimonides，摩西·本·迈蒙（Moses ben
Maimon）]。这两位哲学家走向不同的方向，成了13世纪基督教神学两

大学派的先声。

伊本·加比罗尔生于安达卢兹亚的马拉加。虽然他也被看成是诗人

和政治家，但中世纪拉丁世界因为他是《生命的起源》（The Source of



Life）的作者而知道他。经院学者们似乎不知道他是犹太人——有人引

用他的话时把他当做穆斯林，其他的人把他当做基督徒。不管怎样，伊

本·加比罗尔因袭了斐罗的传统，把犹太教和柏拉图哲学糅合在一起，

虽然他确实表现出他受到了穆斯林神学的影响。他的宇宙论是典型的新

柏拉图主义的，而他对诸天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具体物体和物体的形态

或概念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也是这样。可是，关于世界起源问题，伊本

·加比罗尔放弃了新柏拉图主义，而肯定世界是通过“上帝的意志”创造

的，而不是通过一系列必要的流溢（emanation）创造的。在他的哲学

里，上帝的意志大体上相当于斐罗的“道”；但这种名称的改换说明，他

认为，“上帝的意志”先于理性，因而，造物主是一个有理性的意志，而

不是一个有意志的理性。上帝与他的被造物之间的区别，基本上在于后

者的合成性，因为一切被造物，包括灵魂和天体，都有形态和物质。这

个通常被称为“理性物的物形组合”（hylomorphic composition of
intellectual creatures）的理论，是13世纪的奥古斯丁派——他们接受这

种理论——与新生的托马斯主义之间有分歧的论点之一。另一方面，每

个被造的个体都接受几个附加的形态，这些形态逐步地决定了这个个

性。这种“多形态”（plurality of forms）的理论是13世纪经院学者们中间

有争论的另一个论点。

迈摩尼得斯的哲学与伊本·加比罗尔的哲学极为不同，因为虽然他

的哲学也是亚里士多德主义，柏拉图主义和犹太教的综合体，可是就迈

摩尼得斯的情况来说，亚里士多德主义要比新柏拉图主义的贡献大一

些。对他来说，就像后来对托马斯·阿奎那来说那样，亚里士多德是最

优秀的哲学家。他在基督教经院学者中最为著名的著作《迷途指津》

（Guide for the Perplexed），是写给那些认为很难使《圣经》的教义与

哲学推理的论据协调起来的人的。他认为，这类矛盾不是真实的矛盾，

因为尽管有些天启真理是不能用推理证明的，但这些真理并不真是与理

性相抵触，而是高于理性。这样一个真理就是创造天地的教义，因为反

对这个教义的论点和赞成世界永恒的论点，并非像一些人声称的那样是



确定无疑的。但是，相反的情况，即世界是上帝从无有之中创造出来

的，是不能加以证明的。所以，创造天地的教义，可以在没有任何明确

的理性论据的情况下，但也在不违反理性的情况下，用信仰加以接受。

这一主张与托马斯·阿奎那后来采取的主张十分近似。迈摩尼得斯用以

证明上帝存在的方法，可以说也是一样。这种方法在于，从我们凭着感

官而认识宇宙开始，并由此而证明，需要有一个第一起因来解释宇宙的

存在。这样，比方说，许多偶然性事物需要有一个必然性事物的存在，

必然性事物的存在是偶然性事物的存在的根源，而且运动需要有一个最

初的不动的推动者。

到了12世纪末，特别在13世纪，这些不同作者的著作的译本，向西

方教会敞开了前所未知的广阔领域。很多这样的著作，激励了自然科学

的研究——天文学、医学、光学，等等——在自然科学方面，阿拉伯世

界作为希腊古典文化的继承者要比基督教世界先进一些。但是，这些科

学的很大一部分都和这样一种哲学结合着，这种哲学与基督教传统用来

发展其神学的哲学大相径庭。尤有甚者，这种哲学似乎引出了一些显然

是非正统的结论，如：世界永恒，主动智能的统一性。因此，拉丁语西

方的哲学家们和神学家们，面临这种新科学的时候，就不得不作出一个

困难的决定。

巴黎大学文学院热烈欢迎这种新科学。结果，1210年在巴黎召开了

一个教会会议——就是那个谴责了本那的阿玛勒瑞克（Amalric of Be-
na）和狄农的大卫（David of Dinant）的教会会议——发布了取缔亚里

士多德关于“自然哲学”的著作的禁令——“自然哲学”指的是亚里士多德

的除逻辑和伦理学之外的一切著作。1215年，巴黎大学校长，库尔松的

罗伯特（Robert of Courçon）对这个禁令予以认可。然而，亚里士多德

哲学在其他地方仍有人研究，因为图卢兹大学（University of
Toulouse）说校内有自由，就号召人们阅读亚里士多德的书籍。1231
年，格列高利九世委派了一个委员会，来审查这些书并判定其中的谬



误；但是，其主要成员奥舍尔的威廉（William of Auxerre）之死，使得

该计划不了了之。1245年，英诺森四世把这个在巴黎大学实行了好几年

的禁令推行到了图卢兹大学。在这期间，牛津大学的罗伯特·格罗斯太

司特（Robert Grosseteste）和几个同事，翻译并注解亚里士多德的著

作。正是在这个世纪中期之前，从英国，通过罗杰·培根（Roger
Bacon）和罗伯特·基尔华德比（Robert Kilwardby）的影响，再次把研究

亚里士多德“自然著作”的兴趣引进了巴黎。这两位来自牛津的老师于

1237年和1247年在巴黎大学文学院任教，在那里重新引入了对那些早先

被禁止的著作的研究。此后，似乎很少有人再重视那些反对亚里士多德

的禁令了。同时——在1230年前后——阿威罗伊的第一批译本来到了巴

黎。其中的学说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紧迫。

新哲学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神学研究里被接受和被采用，对于这个

问题，13世纪提出了三个不同的回答，这三个回答大体上相当于这部

《思想史》的下面三章。

第一，有些神学家保持了传统的哲学体系，虽然经常把亚里士多德

的一些成分结合进去。这种立场在这个世纪的前半期最为普遍，当时亚

里士多德主义和传统哲学之间的矛盾的深度和广度还不那么明显。这一

态度最突出的例子是波拿文图拉，他懂得并尊敬亚里士多德，但不想使

他的全部形而上学体系适应新哲学。

第二，有些神学家比较大胆地面对这个新的挑战。他们吸收了亚里

士多德的思想，同时保留了大部分的传统奥古斯丁主义，这就产生了一

种紧凑的综合体。这就是大阿尔伯特和托马斯·阿奎那遵循的方向。

最后，巴黎大学文学院的一群教师争取哲学独立于正统做法的要

求。这些教师往往不但追随亚里士多德，而且也追随他的“注释者”阿威

罗伊，因此，他们被不确切地称为“拉丁阿威罗伊派”。这种主张的主要

解说者是布拉班特的西格尔（Siger of Brabant）。



以后的三章，将分别论述这些主张的主要代表人物——但讨论并不

限于他们怎样对新哲学作出反应。



第九章　13世纪的奥古斯丁传统

在中世纪最初几个世纪中，奥古斯丁是西方神学家们的主要教师。

人们引用他的著作作为神学问题里权威的来源。他在这个领域内的唯一

的对手是大格列高利；但这在实际上加强了奥古斯丁主义。另一方面，

格列高利在其他问题上是遵循奥古斯丁的教导的，但削弱了他关于预定

论，恩典，和自由意志的观点。因而，中世纪神学家们不把奥古斯丁看

成是关于恩典和预定论的大师，而把他看成是沉思默想与神学探讨的师

表。少数意识到奥古斯丁这个希坡大主教的神学的那些被遗忘了的方面

的人，被人们以传统神学的名义加以拒绝，甚至以奥古斯丁的名义加以

拒绝，例如，哥特沙勒克的情况就是如此。

然而，虽然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神学基本上是奥古斯丁主义的，但在

13世纪人们尤其意识到这个事实。在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早期的辩论之

后，对于奥古斯丁的神学和哲学，没有什么根本的反对意见，因为拉丁

语西方的整个文化传统是以新柏拉图主义为统帅的，而正是奥古斯丁运

用了它，并助长了它的优势。在哲学问题上，伪狄奥尼修斯和奥古斯丁

之间的分歧是较少的，而且中世纪早期的学者们找到了方法，使这些分

歧协调起来。虽然人们在学校里阅读和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但主要

是他的逻辑学，而这是比较容易适应奥古斯丁的哲学体系的。可是到了

13世纪，就出现了新的情况：随着新哲学的引进，传统的神学就有了真

正的不同选择。因此，那些遵循传统神学的人，就高举奥古斯丁旗帜，

并致力于创造一个强化奥古斯丁主义的神学。

本章我们先概述一下这个神学学派的基本特点，以便进而研究它的

两个主要代表人物——黑尔斯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Hales）和波拿

文图拉（Bonaventure）。



奥古斯丁派与其对手们之间的第一个争论论点是，关于柏拉图和亚

里士多德在神学上应起的作用问题。很自然，这里指的不是这两位哲学

家的原来形式的教导，而是指13世纪的学者们所想象的他们的教导。所

以，奥古斯丁派所卫护的，不仅仅是柏拉图，而且还有奥古斯丁和伪狄

奥尼修斯在基督教神学里所体现的整个新柏拉图主义传统。亚里士多

德，在他们看来则是过分理性主义，过分注意认识今生今世的事物。与

他相反，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主义倾向使那种哲学传统具有了宗教的气

息。奥古斯丁就是通过阅读“柏拉图主义者”的著作才被引向福音的，难

道这不是事实吗？

如所预料，这种新型的柏拉图主义延续了基督教传统那种使古代哲

学适应自己需要的做法。例如，永恒的概念被认为不是存在于它们自

身，而是存在于上帝的头脑里，所以严格地讲，只有上帝才是永恒的。

另一方面，所谓的柏拉图派与亚里士多德派之间的这种对立涉及到对神

学功能及其与哲学关系的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大多数的奥古斯丁派都

认为，天启真理与理性真理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归根结底，奥古斯

丁不是教导说一切知识都是上帝的光照吗？与此相反，亚里士多德派在

启示与理智之间作出明确区分，从而也在哲学与神学之间作出明确区

分。

这就导致了奥古斯丁主义的另一个特点，即关于认识的理论，这种

理论追随了奥古斯丁所阐述的光照说。这些神学家主张，真正的知识不

是从身体的感官那里得来的东西，而是一个人撇开身体感官而具有的东

西。与这种观点相反，那些追随亚里士多德和新哲学的人，持有另一种

认识论，认为感官在其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由于在认识论上有这种差异，在上帝存在的证据方面就必然有更大

的分歧。奥古斯丁派追随安瑟伦而宣称，身体感官不足以作为证明上帝

存在的恰当的出发点。总之，有关上帝的概念本身就暗含有上帝的存



在。那些接受新科学的人，则以感官所认识的事实和物体为起点，来提

出上帝的存在的证据——如下一章我们即将研究的托马斯·阿奎那的著

名的“五种方法”。

大多数奥古斯丁派都把意志放在理性之上，从而反映出奥古斯丁的

体验先于他的皈依。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不在于懂得理性真理，而在于

做善事。因而，他们的神学往往是实际的和道德的，而不是抽象的和形

而上学的。

关于灵魂，奥古斯丁派主张，灵魂是独立于身体的。即使脱离了身

体，灵魂本身也是一个实体。灵魂个体化的本原在它自己里面，而不在

它与身体的结合里面。

最后，13世纪的奥古斯丁主义的另外两个特点是，物质形态多样论

与属灵物的物形组合说。前者认为，物质的个体化是通过附加在物质上

的各种“形态”（forms）——或“样板概念”（exemplary of ideas）——而

发生的。另一方面，那些接受新哲学的人则主张，形态的个性是物质给

予的。物形组合说——不是来自奥古斯丁，而是来自伊本-加比罗尔

——认为，一切被造物，包括那些纯属灵性的被造物，如灵魂和天使，

都有物质与形态。

虽然这些是这样一种神学潮流的基本特点，这一神学潮流随着13世
纪的进展而更加明确定型，而且最后发展成了通常所谓的法兰西斯学

派。但人们必须指出，这种奥古斯丁主义的倾向并不是铁板一块的，而

且没有变成一种严格的正统信仰。所以，我们在此称为“奥古斯丁派”的
神学家们并非全都同意上述观点，尤有甚者，他们思想中都有一些起源

于亚里士多德的成分。但他们都不愿意彻底改变从奥古斯丁和新柏拉图

主义者那里得来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框架，在这一点上他们确实是一致

的。



13世纪初期，在托钵僧修道会插足各大学之前，大学里的神学教

学，一般都是由“俗人”——即没有进修道院的教师掌握。他们中间最著

名的是奥夫尔尼的威廉（William of Auvergne），虽然他也和13世纪其

他世俗神学家一样，因托钵僧而显得逊色了。

虽然多米尼克派自己的修道会终于采取了不同的立场，但是，13世
纪——特别是13世纪前半叶——几乎所有的多米尼克派神学家都追随传

统的奥古斯丁路线。

然而，13世纪的法兰西斯会神学家与传统路线极为一致，只接受新

哲学里那些似乎与奥古斯丁主义合拍的东西，并认为柏拉图与新柏拉图

主义者高于亚里士多德。总的说来，他们的神学浸染了一种神秘主义色

彩，其中伪狄奥尼修斯和维克多派（Victorines）的影响，与伯纳德和法

兰西斯的影响交织在一起。第一个法兰西斯派大师是黑尔斯的亚历山

大，他身边有几个出色的门徒。几年之后，到了波拿文图拉那里，法兰

西斯派神学在13世纪达到了高峰。

黑尔斯的亚历山大于1236年加入了法兰西斯会，当时他已五十岁左

右，而且已经写完了他的大部分著作。因此，亚历山大虽然是法兰西斯

学会的第一位大师，他的神学基本上不是按照法兰西斯会理想定型的，

与此相反，他的神学给早期法兰西斯派神学定下了基调。

亚历山大觉察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新趋势，但他不愿意随波逐流。无

疑，他知道亚里士多德的大部分著作，而且经常引用他的话来支持某一

特定的哲学论点。但是，尽管如此，他总是守着奥古斯丁的新柏拉图主

义。影响他的神学的主要人物是：奥古斯丁，安瑟伦，圣维克多的休，

以及其他几个基督教作家。他似乎认为亚里士多德支持了他在他最欣赏

的著作家中找到的一些观点。

亚历山大并不认为神学是一种活动，通过这种活动，智能建立了种



种体系，来解释上帝与宇宙。神学不是研究因与果的科学。神学实际上

是“众因之因”的一种“智慧”，是通过它本身的启示使人得知的。神学的

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好奇心，而是为了“根据钟爱之情，使灵魂臻于

完善，通过敬畏与慈爱的原则，感动灵魂向善”。因此，他的神学具有

实用的格调，成了13世纪法兰西斯派神学的特色。

亚历山大对于后来神学的影响是难以估计的。那种在评注彼得·伦
巴德《格言》的基础上口授课程的做法，也许是发源于他，这种做法终

于在巴黎大学和其他中心变得很普遍。波拿文图拉和13世纪其他几位杰

出的法兰西斯会神学家，都自称是他的门徒，对他至为尊敬。当时，他

是公认的“驳不倒的大师”。然而，波拿文图拉使亚历山大大为逊色，以

致不久之后就可以断言，亚历山大的《总论》（Summa）已在法兰西斯

会图书馆的阴暗角落里发霉了。因此，可以公道地说，亚历山大是法兰

西斯学会的第一个教师，他奠定了该学派的一些基本特点，不过，其功

绩的主要意义是，他为法兰西斯会神学的真正奠基人波拿文图拉开辟了

道路。

弗丹扎的约翰（John of Fidanza），以波拿文图拉或以“撒拉弗博

士”（Seraphic Doctor）之名而著称于世，1221年生于维特布（Viterbo）
附近的班诺瑞阿（Bagnorea）。他在巴黎大学文学院完成学业之后，加

入了法兰西斯修道会，并在黑尔斯的亚历山大门下，或许也在奥多·利
哥和帕马的约翰门下学神学。1248年，他以讲解《路加福音》开始了他

的教书生涯。两年之后，他讲解彼得·伦巴德的《格言》，并于1253年
前后取得了博士学位。作了一阵卓著的教师和辩士——因为他介入了关

于修士插足于大学的问题的争论——之后，于1257年罗马召开的牧师会

议上，被选为法兰西斯会的总管。由于他使该修道会度过了极为危难的

时期，因而被视为该修道会的“第二创始人”。1270年，他再度卷入了巴

黎大学的托钵僧们与其对手们之间的斗争。与此同时，他也介入了关于

亚里士多德和他的注解者阿威罗伊的价值与权威的辩论。本着这个目



的，他开始了一系列关于创造天地的讲课，但他被选为红衣主教时，这

些讲课就中断了。那时，他决定辞退该修道会的总管职位，并召开全体

牧师会来选举他的后继人。两个月之后，他在参加里昂会议的时候死去

（1274年）。

波拿文图拉的神学建立在三个基柱上。第一是教会与教会传统的权

威，以及《圣经》的权威。他认为，《圣经》与传统之间没有抵触和矛

盾，他也认为，他的整个神学与生活应以这种双重的权威来衡量。第

二，他的神学是以法兰西斯式的深度虔诚为基础的。他的神学目的，不

在于解答或发现上帝的最深奥秘，而是为了使人能够与上帝相通和默念

上帝。第三，他把他的整个神学建立在他从奥古斯丁、圣维克多的休和

黑尔斯的亚历山大那里得来的哲学体系上。

波拿文图拉认为，一切知识都来自“道”的光照。这反过来就是说，

所有门类的科学都是为了认识上帝，因此，科学的最高峰就是神学。所

以，理智虽然是好的，因为它是上帝创造的，哲学虽然是好的，而且是

获得某一类知识的必要手段，但是，任何哲学宣称是自立的，其本身就

是目的，那就必然犯错误。例如，亚里士多德教导说，世界是永恒的，

主动智能是单独一个的，否认存在着上天的奖赏和永世的惩罚，都是因

为他撇开了创造天地的教义而想认识世界。信仰不需要证据，因为所信

的事物是以意志的行动为基础的，而不是以理性的运用为基础的。由于

神学的题材是你所相信的东西，而这主要是取决于意志的钟爱之情，所

以神学不仅仅是一种科学——它是一种智慧（Sapientia）。

上帝的存在，对于任何一个听从内心真光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

的。为何还要举出上帝存在的证据，其唯一理由就是，我们的头脑因亚

当堕落而败坏，对于不证自明的事物也不能认识。因而，波拿文图拉尽

管经常使用有关上帝存在的各种传统证据，但他往往是笼统地提出这些

证据，仿佛是顺便提一提，从而暗示这些证据并非真是必要的。在这些



证据中，他看来最欣赏安瑟伦的本体论论证，因为这个论点的结论是，

上帝的存在是不证自明的，真正的理性是不能否认这一点的。然而，这

也并不是说，我们对上帝是生而知之的：

对于任何事物的思考都包括两个方面：思考其存在（si est），以及

思考其本质（quid est）。我们的智力在涉及到上帝的本质的时候是有缺

陷的，但在涉及到他的存在的时候就不是这样……正是由于我们在认识

上帝本质方面的这种缺陷，我们的智力往往把上帝想象成他所不是的偶

像，而不是把上帝想象成他所是的公正的上帝。

关于上帝的属性，已有一些传统的论述，这里无须讨论。然而，人

们应该指出，波拿文图拉更多地注意三位一体论，而较少注意那些消极

属性（不变，无限，等等）。在他的《简述》（Breviloquium）中，三

位一体论是神学的起点。正像后面将要看到的那样，上帝的三位一体，

在不同的等级上反映于他的被造物之中，而被造物通过悟念，并像登梯

子那样沿着那些等级逐步上升，灵魂就可以达到对上帝的悟念。

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天地万物都是从无有之中以及时间之内创造

出来的。根本无须理会亚里士多德或阿威罗伊的著作中可能说了些什

么。

一切被造之物都有物质——不是指有形的物体，而是不定形的潜力

——和形态。有形体的东西，以及灵性的东西，如灵魂和天使，都是这

样。这是典型的法兰西斯派的普遍的物形说。正是这种物形组合中——
即物质与形态的结合中——存在着万物的个体化的本原。

另一方面，虽然天地万物是在时间之内造出来的，但是有关被造万

物的“样板概念”，在上帝心目中则是永恒的。这是波拿文图拉反复强调

的一个观点。这些概念——虽然很多概念从我们理性的观点来看——实

际上是一个单一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上帝的永生之“道”。这就是《圣



经》为什么说，万物是通过“道”造出来的，而且这也是为什么说“道”是
一切知识的来源。

被造的宇宙怎样引领人到造物主那里，是波拿文图拉神秘主义的两

个焦点之一。另一个焦点是对基督人性的悟念。被造的宇宙引领人到上

帝那里，是因为三位一体在每一个被造物身上都留下了印记，通过这些

印记人们可以领悟被造物的存在的根源。这就是波拿文图拉最著名的作

品《人心归向上帝的旅程》（Itinerary of the Mind Towards God）的主

题。他的神秘主义的这个方面，发展了奥古斯丁的万物有三位一体踪迹

——vesti-gia Trinitatis——的学说，在这里，他又加上了万物的等级可

以作为通向上帝的阶梯的说法，而这种说法又是来自伪狄奥尼修斯的整

个传统的。三位一体在万物中的印记并不是同样清楚的，而是有不同程

度的——一种是踪迹，一种是形象，一种是相似。万物都有其存在，

真，与善。这三者——存在，真，善——是三位一体的踪迹。在理性之

物中，三位一体的形象可见于理性之物之有记忆、智能和意志。而与三

位一体的相似之处只有在那些有信、望、爱的理性之物那里才能看到。

通过这些不同的等级步步上升，灵魂就可以达到极乐的境界，在那里一

切理智活动都停息，而在心平若水的完全宁静之中，灵魂就可以领悟上

帝。

波拿文图拉神秘主义的另一个焦点是，悟念基督的人性。在他的

《格言卷三注释》（Commentary of the Third Book of Sentences）和《简

述》（Brevil-oquium）中的系统基督论，是完全符合正统和传统的。从

教义史的观点来看，最有意义的是，他不接受马利亚的纯洁受胎，并宣

称这样的否认“更为合理”，而且与“诸圣徒的见证”是一致的。这并不稀

奇，因为13世纪好几个杰出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就是其中一个

——都持有类似的看法。总之，波拿文图拉神秘主义中的耶稣，在他关

于悟念基督人性的一些著作中都有所论述。在这些著作中，他着眼于受

屈辱的，受伤的，并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而且不把他看成是科学探讨的



对象，而看成是使人发生爱慕和忏悔之心的悟念的对象。

因此，波拿文图拉的神秘主义，不能单独从《人心归向上帝旅程》

的角度来正确地加以了解，而是也必须从历史上的耶稣在波拿文图拉这

位“撒拉弗博士”的灵性里的中心作用的角度来加以看待。在这里，伯纳

德和法兰西斯的影响最为突出，而且这种影响使波拿文图拉摆脱了伪狄

奥尼修斯那样的仅仅是思辨的神秘主义。

至于其他方面，波拿文图拉的教会论以及他的圣礼教义和末世论，

首先是在巴黎大学的学术环境中形成的，后来又在法兰西斯会内部的具

体斗争中得以完善。在这些方面，波拿文图拉满足于重复前人所说过的

话。

总而言之，波拿文图拉遵循的是黑尔斯的亚历山大的传统路线。如

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他的神学较之他老师的神学更具有自觉一些的

奥古斯丁主义。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新哲学所引起的各种争论点，在亚

历山大的时代还没有像波拿文图拉的时代那样清楚。这时候，已经不可

能把亚里士多德仅仅当做传统神学的补充来加以接受了。矛盾论点已清

楚，现在就必得二者选一，要么是拒绝新哲学的绝大部分——特别是新

哲学那许多与新柏拉图主义传统不相容的论点——要么是设法在新基础

上重建神学的整个大厦。波拿文图拉选择了前一个做法。托马斯和他的

学派，虽然不放弃奥古斯丁并设法忠于传统的神学，却选择了后一个做

法。

那些生活在波拿文图拉与约翰·敦司·司各脱（John Duns Scotus）之

间的法兰西斯派神学家们，一般都持有与波拿文图拉这位“撒拉弗博

士”类似的观点，但托马斯主义——下一章将论述——出现之后，使他

们或者是更加公开反对托马斯主义，或者是在不背弃法兰西斯派传统的

基本主张的情况下接受托马斯主义的一些观点。这样，人们就能够

在“早期法兰西斯学派”（黑尔斯的亚历山大和波拿文图拉）、“中间学



派”（即我们现在就要提到的那些神学家）、以及“新学派”（产生于敦

司·司各脱）之间作出区分。中间学派的主要神学家，在巴黎的有，约

翰·培克哈姆（John Peckham）、拉美尔的威廉（William of La Mare），

和阿夸司帕尔塔的马太（Matthew of Aquasparta）；在牛津有密德尔顿

的理查德（Richard of Middleton）。在这同一时期里，有其他两个法兰

西斯会成员，约翰·俄利维的彼得（Peter of John Olivi）和特拉比布斯的

彼得（Peter de Trabi-bus），持有与该修道会的其余者不同的观点。最

后，加泰隆（Catalan）的神秘主义者雷蒙·律尔（Ramon Lull），虽然从

来都不是法兰西斯会成员，但与该学派关系很近。



第十章　多米尼克学派

我们所谓的“奥古斯丁派”认为，新哲学除了那些可以被整合进旧体

系的内容，其余一概应予拒绝。与他们相反，最初是以几个多米尼克派

神学家为代表的另外一种趋势则认为，亚里士多德哲学极有价值，不应

仅仅因为它与作为早期神学体系基础的哲学观点不同而否定它。不过应

该指出，那些持有这种立场的人，并不是要抛弃基督教的正统信仰，而

是要运用亚里士多德及其哲学作为哲学工具，从神学方面理解基督教。

如果我们在前几章里讨论的那些神学家被称为奥古斯丁派，那么，这完

全不是说，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些神学家是反对奥古斯丁这位伟大的希坡

主教的。与此相反，他们认为奥古斯丁是教会“教父”中最伟大的神学

家，但他们想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来解释他的神学。很自然，这样

一种尝试的结果，只能叫做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或广义的奥古斯丁主

义的。这一努力的初期阶段——表现在大阿尔伯特的著作中——是一种

折衷主义的堆砌，在其中来自这一来源和那一来源的不同成分并列在一

起，而没有清楚的有机联系。到了它的高峰——在托马斯·阿奎那那里

——这种折衷主义就被一种新的综合体取代，这种综合体不再是单纯的

亚里士多德主义，也不是带有亚里士多德成分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奥古斯

丁主义，而是一种新的体系：托马斯主义。

大阿尔伯特

阿尔伯特被后代尊称为“大阿尔伯特”（Albert the Great），曾有各

种各样的学院经历，开始是在德国各研究中心，以后到了巴黎，1245～
1248年在那里任教。再后到了科隆，任多米尼克派在该城新设立的“总
会堂”主任。由于他在多米尼克会和教会组织中负有多种职务，以致他

的教研工作不断受到干扰而停辍，尽管如此，他还是写了大量著作。

1280年，他死于科隆的多米尼克女修道院，比他最出名的门徒托马斯·



阿奎那晚死六年。

阿尔伯特的写作成就是巨大的，他以注解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为

己任，并把他的时代的所有知识的百科全书当做遗产留给了拉丁语世

界。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他的著作开辟了新天地，因为他对于天文学，

动物学，植物学的观察，启发了别人去研究这些学科。他的神学著作，

主要包括《圣经》各书的几卷注释，《格言的注释》（Commentary on
the Sentences），《万物总论》（Summa of Creatures），《神学大全》

（Summa of Theology），伪狄奥尼修斯注解，以及几本较小的著作。

如前所述，他的著作具有折衷主义色彩，缺乏创见，因而我们不停

下来阐述他的神学和分析他的各种观点的来源，而只限于讨论能够说明

他的哲学和神学方法的那几点。

阿尔伯特对于基督教思想发展的最大贡献是，他把哲学与神学加以

区分的做法。神学区别于其他科学，是因为它进行论证是根据天启法

则，而不是根据自主法则。在哲学领域内，阿尔伯特是一个理性主义

者，主张每一个论断都必须经得起推理和观察的检验。任何一个哲学家

试图证明不能证明的东西，即使他所说的就天启真理来说是正确的，他

也是一个蹩脚的哲学家。但在神学领域内，阿尔伯特坚决认为理性是有

限度的。这样，把哲学与神学以及把信仰与理性清楚地区分开来的过程

就开始了，这个过程先是表现于托马斯学派，而后还包括其他一些思想

家。这种区分终于导致了哲学与神学以及信仰与理性的完全脱离。不

过，阿尔伯特那个时代，这种脱离向基督教思想打开了广阔的天地：自

然科学可以自由地走它自己的道路，用它自己的方法从事研究，而不担

心犯教规的错误；哲学与神学可以作为两个平行的学科而自由发展，因

而一个人可以成为真正的哲学家，而不必变成理性主义者，或信仰事物

上的持异端者。

阿尔伯特是相信创造天地的，而且断言是在时间之内创造天地的



——这就是说世界不是永恒的。然而他承认，作为一个哲学家，他不能

用科学的论据，而只能用或然率的论据来证明这一点。

他的认识论试图把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奥古斯丁光照说调和起来。我

们有被动智能和主动智能。凭借上帝的光照，主动智能，从感官资料抽

象出认识，然后把这种认识印在被动智能上。

关于灵魂和灵魂的个体化本原问题，阿尔伯特不同意奥古斯丁派所

持的普遍物形组合说，而求助于波伊丢斯所确立的区分，即quod
est（本质，“是什么”）和quo est（完全的存在，“是那个”）之间的区

分。灵魂之所以成为个体存在物，是因为上帝把“是那个”加在早先

的“是什么”上面。

阿尔伯特的神学实际上是保守的。虽然他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伟大

的提倡者，但他的神学却是以传统的奥古斯丁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体系

为基础的。这是可以预料的，只就阿尔伯特的编纂和解说工作来说，就

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了。至于把这样大量的知识融会贯通，并发展成

为一个严密的体系，这一工作就得留给他的门徒托马斯·阿奎那来承担

了。然而，对于他的博学，他的同时代人都很佩服，他们把他引自亚里

士多德和其他古代作者的许多学说，都看成是他的学说。

托马斯·阿奎那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ainas）是多米尼克学派最为杰出的教

师，无疑也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多少世纪以来他都受到人

们的景仰，这不仅是因为他的著作浩瀚，更是因为这些著作精湛。他所

建立的托马斯学派，一直很活跃地存在到20世纪。他的天赋才智和他的

高深灵性相结合，使他博得了“天使博士”的称号。

阿奎那的大多数哲学著作，是关于亚里士多德的注释，以及关于普



罗克拉斯（Proclus）的一个匿名门徒的注释，这个匿名门徒著有《诸因

论》（Book on Causes），还有关于波伊丢斯的注释。但也有他自己的

哲学著作，如《论存在与本质》（On Being and Essence），及《论自然

界的原理》（On the Principle of Nature）。

在神学领域内，托马斯的三大著作是：《格言注解》

（Commentary on the Sentences），《反异教徒总论》（Summa contra
gentiles）以及《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

托马斯追随他的老师阿尔伯特在理性能领会的真理与理性不能领会

的真理之间作出区分。哲学只能处理那些理性能得到的真理；但神学，

其恰当的领域是天启真理的领域，不仅涉及到理性能得到的真理，而且

还涉及到一切形式的真理。

科学的分门别类，是因为认识事物的途径有各种各样。一个天文学

家和一个物理学家，二者都可以证实同一个结论，如地球是圆的……照

样，同一些事物，从自然原因的角度来看待的时候，不妨用哲学来处

理，从神的启示的角度来看待的时候，也不妨用另一种科学来处理。

在其他的地方，托马斯断言，有些理性可以达到的真理，上帝也给

予启示。这样，那些没有学问的人也可以懂得，也是因为人的头脑是无

力的和易于误解的，以致得出的结论不能绝对准确。

然而，信仰的真正内容，也就是只限于神学所研究的内容，有别于

理性所能达到的其他那些真理，但是由于人智力的软弱，其他那些真理

也包括在启示之中。

有关上帝的真理，如圣保罗所说，我们可以凭着我们推理的自然能

力来认识——如上帝的存在——这些真理不算在信仰内容里，但对信仰

内容来说这些真理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信仰以自然的认识为先决条件，



正像恩典以本性为先决条件，完美以其使之完美的对象为先决条件那

样。然而，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妨碍一个人用信心接受他自己不能证实的

某个真理，即使这个真理就其本身来说是这样的，以致论证可以使它成

为显而易见。

这样，哲学是一种能够达到人类理性最大限度的自主科学。不过，

这种科学并不是不会犯错误的，因为人的智力是软弱和易于出错的。再

者，这种科学要求具有特殊的天才，因而并非人人都能得出最高的结

论。另一方面，神学是研究已经启示的和不容怀疑的真理。这类真理的

某些部分——严格讲就是信仰的内容——是理性所不能达到的，不过也

不与理性矛盾。这部分真理是哲学不能得到的。也有其他一部分真理，

神学可以通过启示得知之，而哲学也可以通过推理得知之，但上帝为了

使我们万无一失地得到这些真理，还是把这些真理启示给我们，因为这

些真理是得救所不可缺少的。

理性不仅在哲学里有基本功能，而且在神学里也有基本功能。理性

可以证明那些严格讲不是信仰内容的天启真理，但这些天启真理之所以

被启示，是为了使这些天启真理更加确定无疑。即使对于信仰内容，理

性虽然望尘莫及，但也有一定的作用。因为理性可以说明，至高的天启

真理与普通真理并不矛盾，而且理性也可以用信仰内容作为原理，由此

出发去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本《思想史》主要关心的——以及托马斯·阿奎那本人主要关心的

——是神学而不是哲学，因而我们对托马斯体系的简介，将根据《神学

大全》的基本轮廓，集中该体系的神学的各个方面。不过，为了了解阿

奎那的神学，有必要了解一下作为他的神学的背景的形而上学，特别是

某些名词的专用含义。因此，我们现在停下来简短地阐述托马斯的形而

上学，以便进而转向这位天使博士的神学。几个对于神学具有重大意义

的哲学问题，如认识论，理性物的个体化本原，类推学，以及其他等



等，将在阿奎那神学体系里的恰当地方加以讨论。

托马斯的形而上学基本上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但也有起源于新柏

拉图主义的几个成分。其出发点是有关存在的概念，这是头脑想到的第

一个概念，而且在这一概念中，其各种观念都聚在一起。这种“存在”不
是脱离开个体存在的永恒观念。与此相反，形而上学研究的是具体的个

别的存在物。在这里托马斯使用了一系列术语，这些术语拼凑成对就可

以最好地加以理解。

这些术语的第一对是实体（substance）与偶然性（accident）。实

体存在于它本身之中，而不依附于其他；另一方面，偶然性只能存在于

实体之中。但这并不是说，实体就绝对意义来说，是一种必然的存在

物，存在于它本身之中或依其本身而存在。与此相反，实体是附带的存

在物，其实质与其存在不同。在这个永远是具体的和个别的实体中存在

着几个偶然性或品质。这些偶然性不是仅仅由于机遇而和某一特定实体

联系在一起，而往往是该实体的基本特性。事实上，每个偶然性对它存

在其中的具体主体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即使偶然性看来是“偶
然的”，但偶然性仍然和这个个别存在物的本质本身联系在一起。举例

来说，实体的“人”可能和偶然性“丑”结合在一起，这似乎完全是偶然

的，因为要做一个人不一定就得是丑的；但事情并不是这样，因为实体

总是个别的和具体的，所以我们谈论的不是一般的“人”，而是“这个”丑
的“人”，而他的丑是他这个个别的和具体的人的一部分。

这里要讨论的第二对术语是性质（nature）与实质（essence）。一

个实体的性质是实体活动的方式；因而性质是作为活动中心来考虑的实

体。实质是使一个实体——或一个偶然性——能够被限定的那种东西。

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实体”，“性质”，与“实质”不是指不同的东

西，而是指一个单一的现实事物的不同方面。

第三，物质实体是有物质（matter）与形态（form）的——即，它



们的组成是物形结合。“最初物质”（Prime matter）是一种绝对的混沌，

一切东西由于被赋给了一个形态而从混沌之中产生出来。那些存在于个

别东西里的物质，就不再是最初物质，因为，使这些东西成为个别的和

可限定的，是由于这些东西有了形态。很清楚，这里使用的“形
态”（“form”）这个词不同于“形状”（“shape”）的意思。实体的形态以

这样一种方式限定了物质，以致物质变成了一个具体的和个别的实体。

物质实体的个体化本原，就是存在于物与形的这种结合里。然而，理性

物，如灵魂和天使，就不是这样，他们没有物质。

第四，托马斯在现实（act）与潜能（potency）之间作出区分。这

一区分较之前面一些区分更为广泛，因为它可用于一切有限的存在物，

而不只用于物质的东西。这一区分本身是颇简单的：“那种可能有的，

但现在还没有的，存在于潜能之中；而已经有了的，存在于现实之

中。”这种区分可用来认识一切变化，包括变异（mutation）和变动

（movement）。如果一个小孩可以成为一个大人，是因为他或她在现

实方面是个小孩，而在潜能方面是个大人。如果一本书可以移动到另一

个地方，是因为它在现实方面是在这里，而在潜能方面是在别处。所

以，变异和变动都是早先处在潜能状态中的事物的现实化。绝对的完

美，必须是纯粹的现实，因为潜能意味着没有实现的存在。这就是为什

么说上帝是纯粹的现实。

最后，关于托马斯区分“实质”（essence）与“存在”（existence）的

问题，有必要谈一谈。像这里讨论的其他区分一样，这一区分不是托马

斯创始的，他这个特定的区分不是取自亚里士多德，而是取自阿拉伯哲

学家——阿尔-法拉比（al-Farabi），阿维森纳（Avicenna）和阿尔-加扎

利（al-Ghazzali）。他认为，在实质与存在之间，在事物的“是什

么”和“是那个”之间，有一种正式的区别。这不是说，有什么脱离具体

存在的实质，或者存在仅仅是实质的一个属性，而是说，存在是行动，

它是实体成为真实的。实质由于是可限定的因而是实体，而存在由于是



真实的因而是实体本身。

解说了托马斯的形而上学的这些基本论点之后，在进入他的神学正

题之先，有必要谈一下他对共相（universals）的看法。他认为，从严格

的意义来看，共相“不是存在于它们本身之中，而是存在于诸个体之

中”，这就是说，共相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in re）。但共相也确实

是“先在”（ante rem）于上帝的头脑中的，不是作为单独的现实事物

——因为上帝是绝对纯一的——而是作为上帝自己的实质。最后，共相

作为抽象过程的一个结果，是“后在”（post rem）于人的头脑中的。这

样看来，托马斯的主张是一种温和的唯实论。

这位天使博士反对安瑟伦所说的上帝的存在是不证自明的论点。固

然，在上帝里实质和存在恰好重合，因而，就其本身来说，上帝的存在

是自明的。但是，“对我们这些不了解神的性质的人来说，上帝的存在

并不是自明的”。所以，人们必须证明上帝的存在，而托马斯提出了“五
种方法或证据”。这五种方法的每种方法都是从人们通过身体感官而知

道的事物出发，来达到认识上帝的存在。

第一种方法是从运动的不能否认的事实（ex parte motus）出发的。

在世界上有运动的事物，那就是，从潜能移到现实。但任何事物都不能

靠自己从潜能移到现实，而必须有另外的事物给它推动，而这另外的事

物必须本身是现实的，这样人们就得出必然的结论，是一切运动的最初

必然的结论，一定有一个第一存在物，这个存在物是一切运动的最初起

源，这个存在物本身不是另外的存在物推动的。这样一个存在物，可以

正确地称为最初的不被动的推动者或纯粹现实，即上帝。

第二种方法是因果关系（ex ratione causae efficientis）。这个世界的

一切事物都有其因，而有些事物可能是其他事物的因，却没有任何事物

是它自己的因。那么诸因必有一个次序，而在这次序中必有个第一因，

因为如果第一因不存在，其他就都不存在。这个第一因就是上帝。



第三种方法是从偶然与必然之间的区别（ex possibili et necessario）
出发的。我们在这个世界看到的一切事物都是偶然的。因此，它们确实

存在着的这个事实说明，它们从另外一个存在物那里得到它们的存在。

如果那个另外的存在物本身是必然的，那就是上帝；如果其必然是由于

其他一个使它存在着，那么其他一个就是上帝；如果其必然是由一系列

其他存在物决定的，那么这一系列存在物必有第一个，而这就是上帝。

第四种方法是从万物完美的不同等级（ex gradibus）出发的。某些

事物比其他事物完美，其唯一的原因是它们更接近于最高级的完美。所

以，必然有最高级的完美者存在着，该完美者是其他万物中各种等级的

完美的因。这一至高的完美者就是上帝。

第五种方法是从宇宙秩序（ex gubernatione rerum）出发的，这也是

传统的神学论点。宇宙中的万物，甚至那些非理性物，都朝着一个适合

它们的目标前进，而它们不是靠自己这样做的，也不是碰巧这样做的。

引领它们奔向它们的目标的是上帝。

应当注意，这五种方法是相似的。每种方法都从通过感官而得知的

事物出发；每种方法都在这些事物里发现某种完善。然而，这种完善就

其不是自给自足的意思来说是不完全的——运动，存在，完美等级，秩

序；而且每种方法都在上帝那里找到那种完善的最终原因。这种类型的

论据部分是由于托马斯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因为他不再像安瑟伦那样感

到，在证明上帝的存在时，一定要用完全与感官知觉无关的论据。

上帝是绝对纯一的，因为上帝里没有身体或物形组合。上帝是纯现

实，在他里面本质和存在是同一的；在他里面有万物的完美；他就是至

善。

因而，人们可以参照这个依本性就是存在着的和善的第一物，而声

称事物是善的和存在着的，因为这些事物或多或少地分有第一物和类似



第一物，即使是遥远地和不充分地分有和类似第一物……而从这个意义

来说，万物都是因上帝的善而被说成是善的，上帝的善是一切善的典

范、根源和目标。不过，促使我们声称事物是善的那种同上帝之善的相

似之处，是该事物本身之中所固有的，这种相似之处作为一个形态而从

属于该事物，并且因而使该事物有了名称。因而，万物之中有一个善，

但又有许许多多的善。

上帝——只有上帝——是无限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这不是就泛

神论的意思来说的，而是就其作为万物的创造者和支撑者，以及就其使

得像地点这类事物的存在成为可能来说的。上帝是永恒的——这就促使

这位天使博士去讨论时间与永恒之间的区别。

时间与永恒之间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时间是有始有终的，而永恒则

不是。这些特点只是偶然性的，因为即使世界确实无始无终，这也不能

使世界成为永恒的。其区别确切地说是在于，永恒是持久物的尺度，而

时间是运动的尺度。

上帝是独一的，不但可以从上帝的纯一证明之，而且可以从上帝的

完美证明之（若是多于一个，就必然会有这样的差别，一个有什么东

西，而另一个没有，因而就不可能两者都是完美的），也可以从世界的

统一证明之（如果有好几个上帝，就不可能有世界统一的秩序）。再

者，上帝是最高级的独一，因为绝对纯一说明，上帝是不可分的，即使

就潜能来说也是不可分的。

关于上帝的性质，截至目前为止所说的大部分话都是消极方面的，

因为无限、永恒、不可分、纯现实等等，都是对不完美的否定，而不是

对诸属性的肯定。但是，假如神学家们不得不局限于这些对上帝的消极

论述，神学就必然成为一种极其狭窄的学科。所以，托马斯很想讨论，

是否可能和怎样才能认识上帝的本质，以及人们怎样才能谈论上帝。



关于是否可能认识上帝的本质这个问题，阿奎那宣称，这样的认识

在今生今世是得不到的。但蒙福的人在天上将看到上帝的本质，并将在

该本质中，通过对终极因的沉思默想而认识其他一切事物。这种认识并

不包括全部的上帝本质，甚至也不包括一切可以通过这本质来认识的事

物，因为理解上帝是不可能的。认识水平各有不同，因而有人对上帝的

认识就比别人强些，但没有人完全认识上帝。最后，达到这种认识，不

是通过理解的自然能力而是通过上帝的光照——lumen gloriae。

另一方面，即使在今生今世，我们借用类推法（analogy）也能够知

道和谈论有关上帝的一些事。当我们从另一个词来论述一个词的时候，

这样的论述可以是多义的，单义的或类推的。多义词可以在没有理由或

只有不充分的理由的情况下用于不止一个物体。例如，“犬属”这个词可

以指狗、星座或鱼。单义词在用于另一个词时就必须按照其唯一恰当的

含义，就像人们说一条狗或一个人是“瞎的”那样。但在多义和单义两个

极端之间，还有类推。有的词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并不精确地表达同一事

物，但这些词可以在所有这些上下文中正确地使用。例如“健康”这个

词，在下列的字句中意思并不完全相同：“这个动物是健康的”，“这种

药是有益于健康的”以及“这份小便试样是健康的”。这种类型的表达方

法，是基于一种实际的类似，而没有单义词的那种同一性，这叫做“类
推”。类推法可以分为好多类。但在这里，与我们有关的是人们可以据

以说明上帝的那种类推。由于我们是通过被造物来认识上帝，而上帝与

被造物之间的距离又是无限的，“那就不可能在上帝与被造物之间用单

义词来说明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在上帝与被造物之间存在着因果关

系。这种关系说明，被造物总有点类似造物主的地方。因而，通过类推

就有可能把我们通常用来说明被造物的完美的词，如“聪慧”，“善
良”，“有力”，“仁慈”等等，用于上帝。

这样，一些用于上帝和被造物的字眼，既不是单义的，也不是纯粹

的多义的，而是类推的，因为我们除了运用那些用于被造物的词句之



外，就根本无法来表达上帝，而且不论我们谈论上帝的和被造物的什

么，都是根据被造物是以上帝为渊源和起因这个关系来说的，而在上帝

里面，万物的一切完美都是超然先在的。

这种方法的用词，介于纯粹多义词和单纯单义词之间，因为所用之

词，既不像单义词那样是同一个意思，也不像多义词那样是完全不同的

意思。用作类推的词的几个意思所表示的，是某一个事物的不同关系，

如“健康”用于气色就是指一个人的健康状况，而用于食物就是指健康的

原因。

这种类推的学说不仅是为了用人的名词来论述上帝而求助于字义解

释，也不只是一个有关认识上帝的理论。它要比这更深一步。我们在知

识方面被给予的东西确实是与存在相呼应的。不是上帝与被造物相似。

实际是，被造物与上帝相似，因为每一个果总是或多或少地反映它的

因。如果有可能用类推词来论述上帝，那是因为有一个“存在方面的类

似”——analogia entis——而这是在我们发现它之前就有的。所以，“在
类似事物之中，实际的秩序与我们观念中的秩序是不同的”。

从这种类推的用法出发，托马斯进而讨论上帝如何是和在什么意思

上是智慧的、活的、有意志的、慈爱的和大能的。这里不可能一一讨论

这些属性的真切含义，而只能指出这些属性的每一个，都是从上帝是绝

对纯一的这个出发点来阐述的，所以它们彼此之间是同一的，而且实际

上和上帝是同一的。

论到神佑和预定论，就必须首先肯定，上帝的知识和大能完全可以

分辨那些必然发生的事物与其他那些偶然发生的事物。

“上帝决定使某些事物成为真正必然的，而其他一些成为偶然的，

为的是提供宇宙的运转机制。因此，他对一些事物规定了必然之因，这

些因是不会失误的，从这些因产生出必然之果，而对其他一些事物则规



定了不完全的和偶然之因，从这些因产生出偶然之果。而有了终极原

因，一些事物之所以偶然发生，不是因为它们的近因是偶然的，而是因

为上帝要它们偶然发生，因此上帝为它们准备了偶然之因。

然而，尽管有这样的区别，所有事物的发生都在上帝旨意的支配

下，上帝的旨意总是要实现的，不总是作为一种直接的“运筹”而实现，

但有时也不过是作为一种“容许”而实现。上帝命令某些事物发生，而只

是容许其他一些事物发生。因此，一切事物都在上帝的眷顾支配下，而

预定论则是神佑的一个方面。

预定论的教义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离开了上帝的帮助，我们就

不能得到永生。预定一个人得荣耀，是上帝方面的一种拣选，这种拣选

使得被拣选者行善——而在人类的挑选中，我们是根据我们在被挑选者

身上看到的善来进行挑选的。那些不是在上帝这个预定范围之内的人，

是上帝用“容许”的做法来摈弃的人，上帝不给他们那种人不应得的被选

之恩。拣选和摈弃都不局限于上帝预知我们的未来的行动。与此相反，

预定包含着上帝要把恩典和荣耀赐给一个人的意愿和想法，而摈弃包含

着一个容许的决定，允许另一个人去犯罪，继续不回头，并因罪而受惩

罚。最后，托马斯追随奥古斯丁而一再宣称，上帝的眷顾和预定与自由

意志不矛盾，因为上帝通过包括人的自由意志在内的各种次要起因而制

造出预期的结果。

一切存在着的东西，包括最初物质，都是上帝创造的。在这里托马

斯感到不得不背弃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假定有一种永恒的物质，巴

黎大学文学院的几位教师在这一点上追随亚里士多德，下一章还要论

述。托马斯声称，那种说上帝只是把形态加给了预先存在的物质的理

论，否认了创造天地的教义，因为如果上帝只是对于原来就有的东西加

以改变和移动，上帝就不是存在的共同起因了。托马斯认为，有好几种

合理的论点可以引用来否定物质永恒说，但这些论点没有一个是结论性



的。拿创造天地的时间来说，他驳斥那些声称能够证明天地万物是永恒

的人，虽然在这里他再次同意，在时间之内创造天地，是不能用推理来

证明得丝毫没有疑云的，这只能被确定无疑地得知，因为这已经被启示

了。

上帝同时创造了诸天、物质、时间和天使类。正是在这个时候，阿

奎那论述了天使有没有物质这个争论最多的问题。我们已经说过，法兰

西斯学派主张，理性物（当然包括天使）是物形组合的，该学派在这一

点上得到大多数保守派神学家的支持。与这种主张相反，托马斯断言，

灵质不可能有任何种类的物质，因而一切理性物必然是全部非物质的。

这样就使托马斯处于一个困难的境地。他相信，同一种类中的不同个体

之间的区别，是通过物形结合而来的。这样，所有的天使就是不能辨别

的了。他唯一自圆其说的办法，就是宣称每个天使都是一个不同的种

类。

托马斯详细地讨论了人类学。其中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人的本性、

认识论和人的存在的目的。

一个人并不仅仅是一个灵魂与一个身体联合在一起，而是灵魂与身

体二者的合一，因此，二者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单独地算是人。托马斯依

据理性物不是物形组合这个原理，断言灵魂没有正规的物质。灵魂是身

体的形态，身体充当灵魂的物质，因此人是由物与形组合的，灵魂就不

是由物与形组合的——前边已经说过，这种组合是一切被造物成为个体

的本原。存在于每个身体里的灵魂和其他的灵魂是不同的，尽管某些所

谓的亚里士多德评述家持有相反的意见。正是主要论点中的这个论点

上，托马斯感到不能不反对当时大家共同认为的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因

为肯定所有的灵魂的统一性将意味着否认个人的不朽性。另一方面，每

个人的灵魂是一个整体，尽管它确实有好几种不同的官能，因为它是一

个单一的和不可分的形态——这与奥古斯丁派传统的观点是对立的。



知识论在托马斯学说中是典型论点之一。他不得不面对的难题是，

把亚里士多德的主张和哲学的长期传统调和起来，亚里士多德主张，任

何东西没有先存在于感官里就不可能存在于智力里，而哲学的长期传统

声称，真正知识不能只限于个别的和一瞬即逝的对象，而必须或多或少

是有关共相本质的知识。一方面，他既不能接受柏拉图的回忆说（doc-
trine of reminiscence），也不能接受奥古斯丁的光照说，因为二者都企

图说明，在认识过程中可以不用感官的功能而认识本质。另一方面，走

到相反的极端——即只有感官感觉到的东西才能被认识，这样，知识就

只限于特定的和物质的对象，而永远达不到共相本质——也不能解决这

个难题。

托马斯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把认识说成是一个过程，在其中我们从

感官资料出发，达到对本质的认识。由于我们是身体与灵魂的合一体，

我们不能单独靠灵魂来认识，我们也不能单独靠身体来感觉。与此相

反，灵魂在感官知觉中起作用，而身体的感官在认识中提供最初资料。

感官提供的资料，并不是杂乱无章的一堆感觉，而是一个形象

（image）或“幻影”（phantasm），在其中各种感觉以这样一种方式联系

在一起，以致这些感觉呈现出了一个物质的和具体的物体。这种形象不

是该物体；但这种形象不是纯粹主观的，因为它忠实地代表着一个真实

的物体。然而，这样一个“幻影”还不是真正的认识，因为它是一个具体

的和暂时的形象，而真正的认识涉及到事物的本质。因此，智能必须从

幻影中抽出那种与幻影的本质相当的东西。人的头脑不是力图发现具体

物体背后隐蔽的现实，而是从出现在感官面前的物体本身之中辨认出那

种与物体的本质相当的东西。事物的基本现实不能撇开事物而被发现，

而是要在事物中去发现，因此，本质的被发现是一个抽象行动，而不是

超越可感觉事物的穿透行动。

抽象是主动智能的一种活动，主动智能“光照”幻影，从而发现幻影

中的本质。托马斯虽然在这里用了奥古斯丁的特用词，但他的学说与奥



古斯丁光照说极不相同，奥古斯丁的光照是通过上帝的行动发生的。托

马斯的“光照”是一种行为，通过这种行动，人的头脑发现了幻影中的本

质，就像光线揭示了事物里的颜色那样。主动智能在幻影中发现“可理

解的物种”（“intelligible species”），而后把可理解的物种印在被动智能

上。而被动智能就产生出“被表达的物种”（“expressed species”），亦即

共相的和本质的观念。这样，我们就得到了知识，但人们必须重申，观

念不是知识的对象，而是借以认识对象的手段。例如，“狗”这个观念不

是知识；知识是把这种观念应用在某个特定的和具体的个体上。因而，

托马斯的认识论是出发于具体而又终止于具体，但它之能够有效，是因

为在这一从具体到具体的过程中，智能穿透了本质的与共相的观念。

我们对于上帝和对于自己灵魂的认识，至少在今生今世，也是从感

官产生出来的。我们认识这种无形的现实事物，不是借助于直接的光

照，而是我们认识有形的现实事物的一个结果，这种有形的现实事物证

明了无形的现实事物的存在。这一点可见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证明上帝

存在的五种方法。

由于一切事物都受着命定目的的支配，因而道德神学的基础在于人

类存在的最终目的。在这里，托马斯同意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即我们的

目的是幸福。因此，道德学必须引领我们达到这一目标。但托马斯认

为，这种幸福是超出我们的自然能力的，因为这种幸福在于极乐的显圣

之中，而极乐的显圣只能在来世，通过超自然的助力才能达到。“因
此，人类的终极幸福在于认识上帝，人的头脑在今生今世之外将具有这

种认识。”另一方面，虽然只有上帝能够赐给这种幸福，但上帝的公义

要求我们通过积德使自己准备好接受这一不配得的恩赐。

关于律法的学说，是道德神学的起点。每条律法和每一命令的起源

是那一条“永恒之律”，即上帝是宇宙的最高统治者。从这个永恒之律中

产生了“自然之律”，“自然之律”就是万物参与这个永恒之律的途径。对



于理性物尤其如此。自然之律这样印在理性物之中，以致自然之律指导

理性物奔向道德真理。这种自然之律是普遍的或一般的道德——既不局

限于那一群知道上帝的天启律法的特定的人的道德，也不局限于那些遵

循一套人类特定法规的人的道德——的基础。自然之律之所以是普遍

的，是因为它写在每个人心里，它的教训是实用理性的第一批法则。

自然之律的第一批法则是不证自明的。但出自自然之律的其他一些

戒律，需要正确运用推理才能发现它们。这样，托马斯就能够在自然之

律的基础上，建立起他的大部分道德神学，并宣称他的结论是普遍有效

的。但是，自然之律必须有上帝之律使之完备，这种上帝之律是上帝更

明确和更详细地赐给人的。上帝之律的最高点是新律或福音律，其诫命

就是爱，并且也包括“道德完美的劝导”。这不是所有的人都要遵循的，

但它确实能使人达到更高的道德完美。

托马斯的基督论最显著的特色是亚历山大的西里尔的影响，这一点

西方大多数神学家们几乎一无所知。部分是因为托马斯研究过西里尔的

学说，所以他用非位格联合（anhypostatic union）的措辞来解释基督里

两性的结合。位或位格有其本身的存在，但是，二性就不是这样的，因

而正是在“道”的位格中存在着救世主的人性。由于这样的联合，并因为

每一性的运行和性质都和位格有关，所以就产生了属性交流，因此人们

就能够论断“道”里面纯属人性的那些东西，如为童贞女所生，受过苦，

等等。

托马斯基督论的另一方面，即他对于上帝在人要是不犯罪的情况下

会不会成为肉身的这一问题的答复，后来引起了许多争论。托马斯没有

清楚地否定反面的意见，只是说，那种认为如果人不曾犯罪上帝就不会

成为肉身的说法似乎是比较合理的，但人们必须承认，上帝是无所不能

的，并且能够作出另外的决定。

末了，由于和基督论密切相关，在这里谈一下托马斯的马利亚论是



恰当的。关于应给马利亚的荣誉，这位天使博士的教导成了罗马教会的

一般学说。然而，他的关于马利亚纯洁受胎的观点，明显地与该教会后

来的官方学说相抵触。虽然他对圣母马利亚极为尊敬，认为她从未犯过

任何实际的罪，她永远是童贞女，但他确实认，马利亚继承了原罪，这

种原罪是在她怀孕之后被圣洁化而洗净的，在此之前就不是。再者，即

使这种圣洁化也没有使她摆脱罪的处罚，因而她只有靠基督的献身才能

进入天国。

圣礼的威力来自成为肉身的道。圣礼是一个神圣的现实事物的标

志，这种神圣的现实事物能使人圣洁化。由于我们是肉体和灵魂组成

的，只能通过那些可感觉的东西才能知道那些可理解的东西，所以在圣

礼之中，可理解的现实事务是通过可感觉的现实事物来揭示的。然而，

这不是说，我们可以随便选择什么东西作为圣礼的标志；而必须只选用

上帝选定了而且建立了的那些标志。圣礼有物有形：那些用于圣礼的东

西就是物，而所用的词句就是形。“新律的圣礼——即基督受难之后成

为有效的圣礼——有能力把恩典赐给接受圣礼的人，并把一种磨灭不掉

的品质印在参加圣礼的人心里。只要愿意举行圣礼，任何时候都有这样

的效用，即使执行的人缺乏信心或爱心也无妨。

圣礼有七个。托马斯也许是把这个数字当做教会的传统教义而加以

接受的，但实际上是在最近，通过彼得·伦巴德的影响，才把这个数字

确定下来的。

托马斯无疑是中世纪最杰出的神学家。其一部分原因是他——尤其

是在他的《神学大全》里——提出了和解决了各种问题。他的著作就像

一座巨大的哥特式教堂，在其中，中世纪世界观的各个方面，从最高的

天国大厦到地狱的阴暗角落都展现出来，在其中，一切事物平衡有致，

运转自如，似乎都指向苍天。

然而，这一神学最重要的方面，并不在于它给人深刻印象的结构或



详细论述，而在于托马斯能够应付正在侵入拉丁语西方的新哲学的挑

战。多少世纪以来，神学一直是遵循着奥古斯丁和伪狄奥尼修斯的灵

感，而且通过他们，实际是遵循着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的灵感。这种哲学

系统对于早期基督徒们抵制偶像崇拜和唯物主义的斗争来说是非常有用

的，但是当这种哲学体系涉及到道成肉身和圣礼之类的教义时就成了一

种障碍，因为在这些教义里物质的和可感觉的因素是极为重要的。如果

说中世纪的前几个世纪，对于研究自然界及其规律不太感兴趣，其部分

原因是蛮族的入侵，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但也有部分原因是建立在新

柏拉图主义原则上的神学侧重于来世。因此并不奇怪，到了13世纪，就

出现了新哲学，坚决主张感官作为认识的出发点的重要性，也出现了自

然科学研究的觉醒。大阿尔伯特，既是深信不疑的亚里士多德派，又是

自然科学的热心研究者，这并不是巧合。

对于这种新哲学，托马斯的同时代人有两种基本的反应。有些人，

像波拿文图拉，是明白反对新哲学的，只在毫不影响传统神学的基本结

构的情况下，才采纳新哲学少数的零星论点。其他的人，如布拉班特的

西格尔，则热情地信奉这种新哲学，并把它放在他们思想的中心，以致

他们随时准备抛弃传统神学和哲学里任何与新哲学抵触的东西。前者宣

告他们自己停留在古代的思想体系里，从而失去新哲学中可能有的任何

积极价值。后者则与教会的传统信仰失去联系，从而缩小成了一个很小

的团体，终于很快就失去了他们的影响。

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阿尔伯特和托马斯试图创造出一种神学，这

种神学既忠实于教会传统和《圣经》权威，又符合新哲学的体系。阿尔

伯特只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头几步，而其著作仍停留在折衷主义的水

平上。但托马斯能够把这些不同的成分糅合成一个综合体，既不是亚里

士多德的，也不是奥古斯丁的，而是“托马斯主义的”。

托马斯这样做，不仅对神学作出巨大贡献，而且也对整个西方文明



作出巨大贡献。神学获益匪浅，因为神学能够更有力地强调《圣经》的

这一准则，即以色列人的上帝和教会的上帝是在历史的具体事件中现示

出来的。西方文明世界在重振亚里士多德对于物质世界的研究精神之

后，就能够遵循观察和探讨的途径，这个途径终于导致了成为西方文明

标志的技术发展。

托马斯主义的后期发展

一个神学和哲学学说，像托马斯的学说那样范围宽广，创见突出，

是不容易被大多数人接受的。一方面，布拉班特的西格尔及其追随者

们，指责他过分迁就传统神学，以致摈弃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原来的意

思。在另一极端，奥古斯丁主义神学指责他倒向极端亚里士多德派的主

张，而抛弃了传统神学的基本方面。二敌之前者从来没有严重威胁托马

斯主义的生存，因为西格尔及其追随者们就是在巴黎大学文学院里也是

个很小的少数派。但是，较为符合传统的神学家们的攻击倒是更加严重

的威胁。在早期支持托钵僧修道会抵制圣阿莫尔的威廉（William of
Saint Amour）和阿伯维尔的格拉尔德（Gerard of Abbeville）的指责的斗

争中，法兰西斯派和多米尼克派，曾是并肩作战的。当托马斯主义广为

人知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彻底改变了。以约翰·培克哈姆（John
Peckham）为首的法兰西斯派，许多世俗人士，甚至某些多米尼克派，

开始公开攻击“弟兄托马斯的标新立异”（innovations of Brother
Thomas），但是托马斯并不畏惧。他写了一篇短文《论世界的永恒》

（On the Eternity of the World），否认世界是永恒的，但也不同意传统

神学家们的意见，而宣称这样的永恒不是一种合理的谬误。

1277年，托马斯死后三年，这一斗争达到了高潮，当时巴黎主教司

提反·太姆皮尔（Stephen Tempier），发表了和谴责了219条主张的一个

单子，这219条大部分是摘自布拉班特的西格尔和巴黎大学文学院其他

教师，但也摘自托马斯及其追随者们。当时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罗伯特·



基尔华德比（Robert Kilwardby），好像配合了他的巴黎同事的行动，

在牛津也发表了和谴责了30条主张的另一个单子，其中包括托马斯的几

个论点。法兰西斯派成员拉美尔的威廉，发表了《纠正托马斯弟兄》

（Correc-tion of Brother Thomas）一文，恶毒攻击多米尼克派。1282
年，法兰西斯修道会的全体大会建议它的所有会员阅读这一著作。与此

同时，多米尼克派团结起来，保卫他们卓越的神学家。他们的1278年和

1279年的全体大会，采取了措施保证该会成员决不攻击托马斯。1309
年，托马斯这位天使博士的学说被多米尼克派宣布为一切教学和研究的

准则。还有，13世纪的最后几年里，好几个作者驳斥了拉美尔的威廉的

《纠正托马斯弟兄》——常常使用有启发性的标题《纠正托马斯弟兄的

歪曲者》（Correction of the Corruptor of Brother Thomas）。

尽管有神学研究的两个主要中心的谴责，但托马斯主义还是有好几

个维护者，他们在若干论点上追随这位天使博士，而避免与教令公开发

生矛盾，其中有罗马的贾尔斯（Giles of Rome），封腾的哥德夫利

（Godfrey of Fontaines），和奥夫尔尼的彼得（Peter of Auvergne）。

最后，于1323年，在阿维尼翁（Avignon）的教皇约翰二十二世

（John XXII），宣告托马斯为圣徒，此后他的影响有所增长。1324
年，巴黎的谴责撤销了。他的评论者和追随者与日俱增，即使是他的对

手们也承认他是13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1567年，教皇庇护五世（Pope
Pius V）加给了他“教会普世博士”（Universal Doctor of the Church）的

尊称。



第十一章　极端亚里士多德主义

我们已经谈过，13世纪争论的中心问题，是人们应当以什么态度对

待新近发现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和他的“解说者”。一些我们称为奥古斯丁

派的神学家，其中最突出的有黑尔斯的亚历山大和波拿文图拉，他们保

留传统的哲学和神学，而且只接受亚里士多德主义里面那些能与中世纪

早期遗产相容的东西。另外一些人，可以称为“温和的亚里士多德派”，
他们接受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基本原则，却作出自觉的努力继续忠实于

教会的传统教导，但又把教会传统教导置于基本上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

体系之内。还有一些人——即本章将要讨论的人——决心自由地探索他

们面前的新天地，全神贯注于新哲学并致力于理性的调查，但并不一定

放弃他们的基督教信仰。这群人的主要代表是布拉班特的西格尔（Siger
of Brabant）。

布拉班特的西格尔

西格尔是巴黎大学文学院的成员，他没有像当时流行的那样进入神

学院继续学院生涯，而是决定继续做一个“文人”，而没有成为一个神学

家。这一决定本身，反映了那种开始占领各大学的新气氛：哲学，这时

被新的传统丰富了，不再作为研究神学的一种工具，而成了一个独立的

研究学科。西格尔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个领域的探索。他的主要志趣

似乎是要弄懂亚里士多德主义，并运用其原则来探讨理性的真理。这种

努力势必使他与神学家们发生矛盾——看来他对此早已有所察觉，因为

他毫不犹豫地把奥古斯丁与亚里士多德当做两种不同观点的代表，而把

他们置于彼此对立的地位。然而，这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他否定

了启示的依据。或者他认为哲学真理可以对抗神学真理。与此相反，他

似乎一直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尽管他阐述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工作，常常

使他超出许多人所认可的正统化的限度。西格尔及其追随者常常被称



为“拉丁的阿威罗伊派”（Latin Averroists）。这一称号好像开始于托马

斯，这是由于这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西格尔沿用了阿威罗伊的主

动智能统一说。但是一般说来，西格尔只是把阿威罗伊看做亚里士多德

的一个解说者，除此之外就不承认他有别的权威，而他的解说也总是可

以争辩的。事实上，西格尔似乎从阿维森纳那里接受了强烈的影响，并

通过《论诸因之书》（Book on Causes）接受了普罗克拉斯（Proclus）
和新柏拉图主义影响。但他还是相信，哲学全貌必须得自亚里士多德，

而他自己的工作就是恢复和发挥这种哲学。

西格尔的哲学没有深刻的独到见解，但实质上是完整的亚里士多德

主义的重建。对他来说，亚里士多德是一个最杰出的哲学家，是创造哲

学的天才。他的哲学权威无敌于天下。在推理的领域内，西格尔从来没

有公开反对过亚里士多德的教导，却总是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解决办法优

于其他任何人。研究哲理就必须先调查一下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哲学家对

一个问题是怎样考虑的。

“阿威罗伊派”这个称号，以及他对神学之外的哲学探讨的兴趣，

是“双重真理”之所以常常被看做是他的学说的原因。其实这是弄错年

代，因为在13世纪似乎没有人持有这样的观点。实际情况是这样的：西

格尔总是坚持，哲学有权走推理调查的道路，直到得出最终的结果，即

使这样做迫使人们宣称，鉴于推理的结论和信仰的论据之间表面上的矛

盾，那就必须放弃前者，承认后者。所以，虽然在哲学领域内，他是一

个严格的唯理主义者，而在神学领域内，他称得上是一个信仰主义者。

表面上看来，他的断言是真诚的，而且他是一个深信不疑的基督徒。但

是尽管如此，他的信仰和理性之间的两分法，威胁着要搞垮经院主义的

整个大厦，因为这个大厦的基础是这样一个前提——有时是明说的，有

时不是——即，虽然有的真理是理性所达不到的，但这些真理与理性并

不矛盾，而是高于理性。因而，虽然理性也许不能发现和证明这些真

理，但也不能抗拒这些真理。所以，极端亚里士多德主义为神学家们所



不能接受的第一点是，该主义坚持哲学的独立性，即哲学可以撇开神学

的考虑而自由地走它自己的道路。

西格尔与正统信仰之间的第二点冲突是世界永恒问题。根据亚里士

多德对于第一物是第一个不被动的推动者的理解，西格尔由于推理的必

然性而感到不得不断言，永恒上帝造出来的果也必须是永恒的，所以，

一切“单独的实体”都是永恒的。世界、时间、运动、物质和灵魂，都应

该是永恒的。与这种主张相反，波拿文图拉声称，世界永恒说是荒谬

的；托马斯虽然否认世界永恒说是荒谬的，却说推理能够提出或然率的

论点来反对世界永恒说。

第三，西格尔认为，天体的物理运动决定着地上万物的运动，因而

历史的全部进程就像天一样，走的是一个圆圈，一次次地周而复始。正

如所料，这样一种学说，与自由意志相矛盾，并且也意味着当前的基督

教时代只不过是它之前和它之后已经和将要有的许多时代之一，这是神

学家们全然不能接受的。

最后，使西格尔及其追随者博得“拉丁的阿威罗伊派”称号的那个学

说，就是主动智能统一说。理性灵魂——有别于生成的有感觉的灵魂

——是单独一个的，普遍的，和永恒的。实际上，在西格尔所采纳的形

而上学体系里，完全非物质的灵魂是不可能成为多数的，因为一个非物

质的形态是不可能个体化的。结果，在我们每个人里面，除了一个身体

和一个生成的有感觉的灵魂之外，还有一个普遍的属灵物质，这个属灵

物质是大家都有的，这个属灵物质通常被称为理性灵魂。虽然在我们每

个人里面这一灵魂似乎是个别的和只是我们的，但实际情况是所有人的

灵魂是单独一个，它在每个人里面的个体化只是表面的和暂时的。理性

灵魂与一个人的联合，并不是实质的，而只是偶然的。人一旦死了，理

性灵魂就回到它的原体，西格尔大概把这个原体和上帝等同起来。这样

的观点，是直接来自阿威罗伊的，托马斯管他叫做阿威罗伊派，正是这



个原因；而神学家们据以反对西格尔及其追随者的，也正是这个关键论

点。

得西阿的波伊丢斯

在西格尔的追随者中间，最出名的是得西阿的波伊丢斯（Boethius
of Dacia），宣布1277年的谴责的一些原稿，把他直接排在西格尔后

面。虽然他的大多数著作均未发表，但有几篇论文在较晚的日期发表，

其中有《论至高之善》（On the Highest Good）和《论世界之永恒》

（On Eternity of the World）。第一篇把哲理的人生看做是人能达到的至

高之善。它的内容几乎与古代异教的最好的伦理学论文的内容一样，所

不同的是，波伊丢斯仿照了西格尔的榜样而宣称，哲理的人生是今生今

世的和人类理性的范围内的至高之善，而在信仰应许给来世的福分中还

有更高之善。在第二篇论文里，波伊丢斯提出了长长一系列论点，其中

既有反对世界永恒的，也有赞成世界永恒的，并且得出结论说，人的理

性对这件事情无法得出明确的判断，因此，人们可以根据基督教信仰来

断言，世界是“新的”，不是永恒的。然后，他以典型的经院主义程式，

进而驳斥他开头所提出的各种论点。这篇论文给人的最后印象，与西格

尔全部著作留给人的印象一样：人们在这里在哲学方面遇到了严格的唯

理主义，但哲学事务在信仰的事务上则又让位给了信仰主义。

1277年的谴责

不出所料，西格尔和波伊丢斯的极端亚里士多德主义首先遭到的攻

击，来自奥古斯丁派神学家。波拿文图拉于1267年和1268年，在他的讲

稿《论十条诫》（On the Ten Commandments）和《论圣灵的恩赐》

（On the Gifts of the Holy Spirit）中，开始攻击亚里士多德派论点，并

于1273年，在评论《论创造天地的六天》（On the Six Days of
Creation）时，为奥古斯丁的寓意解经法辩护。与此同时，托马斯于



1270年撰文《论智能统一》（On the Unity of the Intellect），攻击西格

尔提出的主动智能统一说，并给那些持此观点的人冠以“阿威罗伊派”的
称号。另一方面，正是在这期间，托马斯自己与我们称为奥古斯丁派的

保守神学家之间开始发生了裂痕，因而托马斯的中间立场，开始在两个

极端之间清楚地显示出来。

1270年，巴黎主教司提反·太姆皮尔谴责了极端亚里士多德主义13
条谬误的一览表，主要是关于世界永恒，否认上帝的眷顾，主动智能统

一论，以及宿命论。虽然主教采取了这个行动，但在巴黎大学里争论继

续不止。结果，教皇约翰二十一世责成太姆皮尔调查这个情况，并向他

汇报。这位巴黎主教没有照办，却召集了一个委员会，拟出了219条主

张的一览表。太姆皮尔于1277年正式谴责了这些主张。

前面已经谈过，这一谴责不只限于西格尔及其追随者，而且也包括

托马斯的一些观点。这一做法，不仅是企图把大学里的学者们置于神学

家们的权威之下，也是教会当局方面的一种干预行动，硬要人接受保守

的奥古斯丁主义，而排斥把亚里士多德主义引入13世纪思想的那些做

法。

1277年的谴责没能阻挡托马斯的最后胜利——他本人总算没有受到

攻击，因为他三年前已死去。但西格尔和波伊丢斯的情况就不同了。他

们俩甚至在被正式判罪之前，就被迫离开巴黎前往罗马。在罗马，他们

俩都被捕入狱。西格尔被一个狂人杀害，而波伊丢斯从此不再载入史

册。

极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余生

虽然有1277年的谴责和西格尔与波伊丢斯的悲惨结局，但极端亚里

士多德主义不但在意大利，而且在巴黎坚持下去。新的亚里士多德派比

西格尔和波伊丢斯走得更远，因为他们是真正的阿威罗伊派。他们接受



并捍卫这位“解说者”的全部学说，包括他所主张的信仰次于理性并应从

属于理性的学说——这一观点与西格尔和波伊丢斯的观点截然相反。这

些阿威罗伊派——他们是名副其实的——主张主动智能统一，永恒创

造，以及道德宿命论。这一传统在展丹的约翰（John of Jandum，1328
年）死后似乎就在巴黎消失了；但在意大利，这一传统仍坚持到17世
纪。在十六世期间，在巴丢阿，这种阿威罗伊派对亚里士多德的解说，

与那些追随阿夫罗底西阿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Aphrodisias）的解

说的人发生了矛盾，因为前者主张有一个普遍的主动智能，而“亚历山

大派”否认这一点，并且用唯物主义的措词来解释亚里士多德。



第十二章　君士坦丁堡陷落前的东方神学

我们在第七章里最后讨论东方神学的时候，君士坦丁堡被拉丁十字

军占领着；俄罗斯处于蒙古人统治之下；耶路撒冷、安提阿和亚历山大

这些古代教区——以及大多数聂斯脱利派（Nestorians）和基督一性论

派（Monophysites）——都隶属于伊斯兰。这种形势——只有君士坦丁

堡和俄罗斯有重大变化——是我们正在研究的这段时期里东方神学发展

的背景。这是东方基督教的一个黑暗时期。拜占庭教会处于这样一种光

景，总是看不清楚最险恶的敌人到底是土耳其人还是西方基督教徒。俄

罗斯分裂成好几个公国，这就引起了西方基督教徒的垂涎。他们侵入这

个国家，建立了罗马势力范围。最终，俄罗斯倒是在这个时期末变成了

一个统一的王国，但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却让位给了穆斯林的伊斯坦布

尔。

拜占庭神学

在前两个半世纪，拜占庭神学的主题是关于拜占庭与拉丁语西方的

关系的争论。这主要是因为政治形势迫使拜占庭最后几个皇帝在两大强

邻——东面的土耳其人和西面的拉丁语罗马天主教徒——之间寻求一种

艰难的平衡。从一个皇帝留给他儿子的政治教导中就可以清楚看到这一

点：

土耳其人最害怕我们与西方基督徒联合……因此，当你想叫他们怕

你的时候，那就让他们知道，你要举行一次会议，来同拉丁人达成谅

解。你考虑着这样的会议就到了，但注意一定不要召开这样的会议，因

我觉得，我们的人民是不会屈从和平与协约的条件的……这样一次集

会，结果只会增加我们的分裂，并使我们落到土耳其人控制之下。



这一预言被证实了，因为佛罗伦萨会议（Council of Florence）庄严

宣布东西方教会合一之后还不到十四年，君士坦丁堡就遭到了土耳其人

的占领和洗劫。

在传统上受着皇帝政策很大影响的东方教会里，要与罗马联合这件

事情在政治上是如此重要，以致必然要超过任何其他神学上的考虑。两

个半世纪以来，拜占庭神学都集中在那些赞成联合的与那些反对联合的

人之间的激烈争论上。这一斗争在很多方面都与反对拜圣像论相似，因

为在这里皇帝们再次发现他们自己支持一个不受群众欢迎的立场，而且

不能使那些处在君士坦丁堡政治势力范围之外的人民，修士和教会上层

人士服从他们的意愿。支持与罗马联合的主要人士中有教长约翰·威克

斯（John Veccus），他的神学主张与皇帝迈克尔八世帕来阿络哥

（MichaelⅧPalaeologus）的联合政策密切配合。除了这类人及其直接追

随者之外，绝大多数的群众和神学家都反对与罗马联合，并且在基督徒

中间经常听到人说——可能他们对第四次十字军事件还记忆犹新——如

果西方什么时候来营救君士坦丁堡，其目的与其说是拯救君士坦丁堡，

毋宁说是毁灭君士坦丁堡。

另一方面，大多数反对与罗马联合的神学家们，也并不比他们的对

手们有更多的独到见解。像君士坦丁堡教长泽曼二世（German Ⅱ）

——他因为君士坦丁堡仍在拉丁人手里，实际上住在尼西亚；和皇帝狄

奥多尔二世拉斯卡利斯（Theodore ⅡLascaris）——也在尼西亚，这样

的人，多半都满足于重复阜丢斯（Photius）时代得出的旧的论点。因

此，所争论的问题基本上与早期激烈争论的问题一样——如“和子”问
题，圣餐该用有酵饼或无酵饼问题，以及罗马至上问题。

东方和西方的教会当局和政府当局，曾两次达成了它们的教会的形

式上的合一——1274年在里昂会议（Council of Lyon）上和1439年在斐

拉拉-佛罗伦萨会议（Council of Ferrara-Florence）上。但是在这两个情



况下，群众的情绪是这样地反对这两个会议的决定，以致从来都没有实

现真正的合一。当拜占庭神职人员拒绝接受里昂会议的决议时，该会议

的尝试就松了劲，及至教皇尼古拉三世作出的反应是要求希腊人给予更

多让步时，该会议的尝试就彻底失败了。佛罗伦萨会议的决议在土耳其

人攻占君士坦丁堡时仍在辩论，不过到了那时已经很清楚，这种合一的

新尝试将不会成功。1443年，亚历山大、安提阿和耶路撒冷的教长们，

谴责了他们原先同意的这次会议的决议。不久之后，在政治上受君士坦

丁堡管辖的所有东方教会都跟着这样做。

Hesy-chastic）或帕拉马（Palamite）争论，因为在这里西方的经院

主义与东方的神秘主义发生了冲突。纥息卡运动的起源——之所以称为

纥息卡运动，是因为它的追随者都在神圣的寂静中生 ——可以追

随到拜占庭基督教的最初年代，或至少可以追溯到“新神学家”西门

（Simeon）那里。但实际争论，是由于一些西方经院主义传统训练出来

的神学家，嘲弄拜占庭各修道院里盛行的某些禁欲主义做法而爆发的。

把这种有争议的禁欲主义做法引进到拜占庭各修道院的，似乎是西

奈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Sinai），他在14世纪时曾游历了阿索斯山

（Mount of Athos）和君士坦丁堡的几个修道院。格列高利达到极乐

（ecstasy）境地的方法是静坐，下巴抵胸，目视肚脐，心血屏息而不停

地重复“主耶稣基督，怜悯我”。长时间地这样做，使灵魂离开头脑而转

向心房，这个神秘主义者达到极乐境界，看到那种上帝的和非被造的

光，就像门徒们在泰伯山（Mount of Tabor）上看到的一样。

这种教导引起了喀拉布里亚（Calabrian）的一个修士巴尔拉安

（Bar-laam）的嘲笑。巴尔拉安精通亚里士多德主义和西方经院主义。

他赞成与罗马团结。为此目的，他根据伪狄奥尼修斯观点而提出这样的

论点，说上帝是不可知的，因此不可能知道圣灵是只来自圣父呢，或是

来自圣父与圣子。这样的不可知论激怒了拜占庭的几个神学家，其中有



力图驳斥巴尔拉安的那位著名的格列高利·帕拉马（Gregory
Palamas）。这样，那些赞成与罗马联合的人就开始并继续攻击纥息卡

运动（Hesychasm）。

纥息卡修士们吁请格列高利·帕拉马出来，捍卫他们免遭巴尔拉安

的奚落。格列高利挺身出来支持他们，并设法把争论从纥息卡派那些极

易受攻击的禁欲主义做法上转移到所涉及的较深的神学争论点上。巴尔

拉安宣称，不可能有什么像他波山的光那样的东西，因为这种光就是上

帝自己，是看不见的。帕拉马答辩说，上帝的本质（divine essence）与

上帝的运筹（divine operations）之间是有区别的，上帝的运筹不是被造

的，因为它们是上帝本体的表现。如果上帝的这种表现是不存在的，人

也就不可能认识上帝了。

这一争论持续了好几年。一般说来，那些赞成与罗马联合而对西方

经院主义有研究的人，都站在巴尔拉安和他在争论中的后继人格列高利

·阿森达努（Gregory Acindynus）一边，而反对联合的“狂热者们”则站在

帕拉马和纥息卡派一边。情况由于一次内战而变得复杂化，因为纥息卡

主义的问题也纠缠在其中——虽然只是许多问题中的一个次要的争论

点。最后，于1351年，一次会议肯定了纥息卡派的教义，并且谴责了巴

尔拉安和阿森达努。帕拉马从此被东方正教教会视为圣徒。

虽然与罗马联合的问题占着舞台的中心地位，但拜占庭人仍然找到

时间来研究哲学和科学。当时古代古典学术一度复兴，这种复兴是赛勒

斯工作的延续，这种复兴终于对西方文艺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加上

了对于波斯人的天文学和数学知识的兴趣，就给了拜占庭科学极大的动

力。当君士坦丁堡正在消亡的时候，它留给后来的文明世界的遗产已经

完备。

终局不出预料。拜占庭人自己知道，一切希望都没有了，可也没有

停止他们的争吵。有人说：一万个交手打仗的土耳其人也没有像一百个



辩论神学问题的基督徒那样噪声喧天。1453年5月28日晚间，群众做了

最坏的打算，都集合到圣索菲亚大教堂准备死去。这大概是在圣索菲亚

大教堂举行的最后一次基督教仪式，因为那一夜土耳其人设法攻破了城

墙。接着是三天的洗劫，这之后苏丹进入了这座古城君士坦丁堡，把千

年来人们在里面求告救世主之名的那座圣殿献给了“先知”穆罕默德。

俄罗斯教会

蒙古人的征服使俄罗斯处于混乱状态。一座座城市都被破坏了，再

也不曾兴起。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国家分裂成了一些小公国，都是间接

受着蒙古人的统治。慢慢地，其中一些公国——主要是莫斯科——控制

了其他公国，这样就为沙皇的俄罗斯建立了政治基础。但是这个过程花

了两个半世纪，即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这整个时期，这个时期历史学家

们称为“俄罗斯的中世纪”。

这一段时期对教会生活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加强了教会

生活；而另一方面则削弱了教会生活。教会加强了在俄罗斯人民中的地

位，因为教会对人民来说，是把所有的俄罗斯人维系在一起的最容易看

见的纽带。教会成了俄罗斯民族的象征。民间艺术表明信仰普遍地深入

人心。修道运动蓬勃发展，而且具有俄罗斯的特征。当这个民族从它的

中世纪进入沙皇时代时，他们认为自己不但是古老基辅俄罗斯的后继

者，也是已经衰亡的拜占庭帝国的后继者——是它的皇帝，它的教长，

以及它自称的“新罗马”的后继者。

但俄罗斯的中世纪也削弱了教会。我们在前面曾经讨论过的俄罗斯

神学思想的萌芽，从来没有结出成果。反之，这一时期留给我们的著

作，实际上都是一些充满神奇描述的圣徒传记和一些历史学家颇感兴趣

的纪事，但几乎全都缺乏思想深度。一般的文学和知识竟衰落到了如此

地步，以致俄罗斯最出名的修道院，其最好的图书馆，只有《旧约圣



经》的《耶利米书》，而且把两本明显是伪经的材料包括在它的《圣

经》手抄稿里。尤其可笑的是，诺夫哥罗德（Novgorod）的大主教根拿

丢（Gennadius）写信给这个修道院时，竟然把公元前4世纪雅典一个喜

剧作者的摘录集，也列入《圣经》各卷里！

在这个“中世纪”期间，俄罗斯神学思想里最有趣的事态发展，是出

现了两个教派——14世纪的斯特利哥尔尼克派（Strigolniks）和15世纪

的犹太信仰派（Judaizers）。斯特利哥尔尼克派——这个名称的起源，

不得而知——开始是批评神职人员因为封职礼和其他教会服务而要人付

钱的做法。由于他们强烈认为神职人员不称职，所以他们否认圣礼，强

调《圣经》研究和个人虔敬比教会现行做法更重要。因此，他们就实行

向“土地”认罪——这种做法在俄罗斯宗教信仰里有长久的历史，甚至比

基督教的问世还更早。这样一个运动，开始是一群比较有知识的人抗议

神职人员滥用职权，结果是回到基督教以前的古代形式的宗教信仰上。

犹太信仰派的起源和斯特利哥尔尼克派的起源一样不清楚，而这个名称

对于他们的立场说来是否公道也弄不清楚。他们的对手们指责他们否认

基督的神性，否认弥赛亚已经来临，也否认三位一体，并拒绝敬拜十字

架、圣像和圣徒。据说，他们认为礼拜六比礼拜天更应该作为礼拜的日

子。无论怎样，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犹太信仰派在读《圣经》和圣徒

著作上，较之正统基督徒更具有批判眼光。总之，这两个运动，可以恰

当地说，是比较有知识的少数人方面试图更新教会的尝试，因为他们认

为教会已经陷入腐败和蒙昧主义。

聂斯脱利派的和基督一性论者的神学

几个世纪中，聂斯脱利派神学走的基本上是从前走过的道路。这段

时期的绝大部分著作是：翻译作品、灵修诗作和经典与礼仪的资料。然

而，有一个神学家值得一提，那就是诗人兼学者依伯德耶稣·巴尔·伯尔

瑞卡（Ebedjesu bar Berika），他的《论基督教教义真理的珍珠之书》



（Book of the Pearl on the Truth of Christian Doctrine）是一本精彩的系统

神学著作。全书共分五章，论述上帝，创造天地，基督论，圣礼和末世

论。第三章特别显得重要，因为基督问题在聂斯脱利派与其他基督徒之

间的分歧中占有重要地位，依伯德耶稣在这一章里发表了典型的安提阿

基督论，把基督的成为肉身看做是神性寓居其中的一个殿宇。他最喜欢

用的比喻是珍珠的比喻，太阳照着珍珠，人们可以从它看到太阳的光，

但它不是太阳本身。另外一个重要论点是，依伯德耶稣在排列基督教会

各教长的时候宣布，罗马教长应居各教长之首。这可能是一个迹象，说

明罗马想要把整个基督教置于它卵翼之下的努力，也使得聂斯脱利派的

主要神学家受到了影响。

科普特教会的基督一性论者的神学，可见于它的《圣经》注释，神

学辩论，和关于基督教信仰与实践的简明总论。但是这个古代教会缺少

创造性。

埃塞俄比亚教会比科普特教会表现出更多的生命力和独创性，但埃

塞俄比亚教会在组织上是隶属于科普特教会的。13世纪期间，埃塞俄比

亚开始摆脱长期的混乱和内部斗争。这基本上是通过“所罗门尼

得”（So-lomonid）王朝的建立才完成的。由于在这一政局改变中一些修

士起了作用，他们就获得了很大特权和土地持有权。这反过来导致了修

道和学术生活的复兴。不过这种新形势所带来的最终结果，不是团结的

有生气的教会生活，而是一些琐碎的和法律的事物的讨论，这种讨论终

于招来了对异端的指责和激烈的斗争。这里无须详述那些往往由于政治

纠纷而变得纠缠不清的争论。这样说就够了，所辩论的主要论点是：守

安息日问题，基督身体亲临圣餐问题，人是照着“上帝形象”创造的含义

问题，以及敬拜马利亚和十字架问题。

雅各派教会（Jacobite church）虽然由于纷争而四分五裂，但叙利

亚本身正在经历政治与文化的新生活时期的这一事实，使得该教会产生



出了它的最杰出的神学家之一格列高利·巴尔-希伯来（Gregory Bar-
Hebraeus）。他是一个犹太基督徒的儿子——巴尔-希伯来这个名字就是

由此而来——曾求学于安提阿与特里波利（Tripoli），后来在雅各派教

会内身居高位。他的职位要求他周游各地，因而有机会参观一些图书

馆，并收集以前散落各地的知识。在哲学上，他成了亚里士多德的信

徒，他似乎主要是从阿拉伯的一些评注者那里得知亚里士多德的。在神

学史方面，他之所以显得重要是在于他的编辑工作和他在基督论上的深

刻见解。在这里他既提出了新的信式，又承认各派教会之间的许多争

论，只不过是口角而没有真实意义。假如他这话早被人们注意了，那么

基督教由于繁琐字句争论而分裂的悲惨历史，必可缩短几个世纪。

亚美尼亚教会和它的雅各派姊妹教会一样，因政治的考虑而日益分

崩离析。当“小亚美尼亚”——在小亚细亚境内——越来越靠拢罗马时，

亚美尼亚教派的其余部分反对这个新的倾向。这就是亚美尼亚教会内部

不断摩擦的根源，而其最后结果是，在佛罗伦萨会议试图使东方的所有

基督教徒同罗马联合之后，小亚美尼亚（Lesser Armenia）的西斯

（Sis）的教长与原来的国家的艾克米阿曾（Echmiadzin）的教长之间的

长期分裂。不出所料，在这样的情况下，14世纪亚美尼亚教会的最主要

的神学家，德特夫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Datev），付出了极大努力来

驳斥那些加入了罗马教会的亚美尼亚人的观点。他在其《诸问题之书》

（Book of Questions）中就进行了这种驳斥，提出了一连串问题，借此

揭露对手们的谬误，因为这些问题都是他的对手们很难根据其预先假定

来回答的。例如，格列高利问那些声称基督有二性的人这样的问

题：“我们应该敬拜基督里的哪一个性？如果是神性，那你就是像犹太

人那样敬拜……如果只有他的人性（应该敬拜），那你就是陷入了亵渎

神明的拜人行为。”

总而言之，中世纪最后三个世纪的东方基督教最突出的特点是，与

罗马的关系问题压倒了其他各种问题，而且在东方各教派里以不同的方



式表现出来。这里我们虽然不打算概述此类故事，不过佛罗伦萨会议的

结果，在整个东方教会里，和在拜占庭教会里基本上一样。这是最为不

幸的，因为在寻求团结的幌子下，给那些已经被本地问题压得不可开交

的教会的生活，带来了分裂因素。无怪乎，16世纪中，当西方教会由于

重大的神学争论而四分五裂的时候，这种辩论在东方教会也有强烈的反

响。不过，这段历史应属本《思想史》下一卷的讨论范围。



第十三章　中世纪后期的神学

13世纪的最后年份是一个转折时期，从英诺森三世、托马斯·阿奎

那以及波拿文图拉所达到的顶峰，跌落到中世纪教会生活的低谷。如前

所述，卜尼法斯八世力争教皇至上，也标志着教皇权势开始衰落。托马

斯和波拿文图拉都死于1274年；在这之前不到十年，约翰·敦司·司各脱

（John Duns Scotus）出生，他是本章将要讨论的主要神学家。又像卜尼

法斯的情况一样，司各脱可以说是奥古斯丁神学学派的登峰造极，也可

以说是一个衰落过程的开端，这个衰落过程终于摧毁了经院主义的整个

大厦。

司各脱死于1308年，中世纪教会的败落是明显的，因为在司各脱死

后第二年，教廷迁到阿维尼翁，教皇在那里越来越成为法国王室手中的

工具。教廷驻在阿维尼翁几乎长达四分之三世纪（1309～1378年）。各

教皇为了支付他们在阿维尼翁的教廷的开支，建立了一种教会税收制

度，这就使整个教会容易受到买卖圣职的指责。欧洲各新兴国家，越来

越强调它们那种与普世帝国的概念针锋相对的国家地位，因而也就怀疑

普世教会权威的概念，特别是因为这样一种权威似乎过多地掌握在法国

君主政体手中——而且人们不要忘记，这时正值与英国交战的百年战争

时期（Hundred Year's War）。像激进的法兰西斯派——或小兄弟派

（Fraticel-li）——这样热衷于革新的人，开始谈到“教会被囚于巴比

伦”（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Church）。所有这一切的最后结果是，

教廷失去了威信，因为教廷似乎落到了最低水平。

而更大的耻辱还在等着教皇制度。1378年，教皇回到了罗马，可是

法国的红衣主教们索性就选举了他们自己的教皇。这就造成了一直延续

到15世纪（1378～1417年）的“西方大分裂”（Great Western Schism）。

结果，整个西欧分裂了，分别效忠于两个——有时是三个——不同的教



皇。

作为摆脱这种形势的一个方法，也是作为反对异端和推进改革的一

个方法，地方会议运动（conciliar movement）大为得势。地方会议主义

的倡导者们大都是温和的改革者，他们宣称，一个代表整个教会的会

议，有权威和权力来决定谁是合法的教皇，并医治分裂，革新教会和根

除异端。这个地方会议运动获得一个巨大的成就，因为康士坦斯会议

（Council of Constance）——就是谴责并烧死了约翰·胡斯（John Hus）
的那个会议——结束了教皇的分裂，从而恢复了一定程度的秩序。但

是，地方会议主义本身失败了，因为巴塞尔会议（Basel，1431～1449
年）由于教皇要求该会议迁往斐拉拉（Ferrara）而分裂了。这样，一个

以医治教会分裂为出发点的运动，其最终结果是该运动本身的分裂。

然而，恢复到了原来统治整个西方基督教地位上的教皇权力，再也

不能达到英诺森三世的权力的高度。15世纪下半叶的教皇们，都深深浸

染着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精神。他们都是世俗的王子们，争夺意大利境内

和境外的政治势力。他们热衷于修饰罗马，就像“赞助文艺事

业”（Maecena-ses）的其他任何王子一样，这就使他们把大量财力和人

力用于艺术上。尽管在波希米亚、荷兰、英格兰以及欧洲其他地区，处

处都有改革的呼声，但教皇们却只管在他们的领土上不停地收集美术品

和财富。有的教皇把参加战争当做消遣。当美洲新大陆被发现时，亚历

山大六世太忙了，以致没有派遣传教团去新大陆，他和他的后继人干脆

把这全部责任塞给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国王。结果，教皇失去了原来那种

众望所归的属灵权威，也失去了作为大家都应听从的政治调停者的作

用。

面对着教会属灵权威的全面衰落，信徒们以各种方式寻求解决途

径。有些人，像前面已经谈过的那样，希望一个全体会议——或一系列

会议——可以整顿局面并革新教会。其他一些人，更倾向于干脆把教会



和教会的难题撇在一边，而转向神秘主义，以此作为与上帝相通的途

径。最后，还有第三种人——如胡斯、威克理夫和萨沃那柔拉等人——
则寻求教会的比较全面的更新和改革，即使明知这种行动方针必然会促

使他们与现存的当局发生冲突。

从上面几段得出本章其余部分的提纲：我们先研究约翰·敦司·司各

脱；然后是地方会议运动——及其神学上的同盟者，唯名论（nominal-
ism）；第三，中世纪后期的神秘主义；最后是宗教改革的各种尝试，

这些尝试成了16世纪伟大的改教运动的先声。

约翰·敦司·司各脱

奥古斯丁-法兰西斯传统在此人身上达到顶峰，但关于此人的生平

我们知道得极少。在另一种意义上来说，他的著作也是如此，因为其文

本问题多而复杂。这种情况，再加上他难懂的文风以及经常使用细微的

区分，就使得没有什么人能够懂得他的形而上学和神学，也使得人们普

遍误解其著作的性质和目的。敦司·司各脱被誉为“精细博士”（Subtle
Doctor）而驰名四海，的确是名副其实的。他的种种区分对于传统上许

多不受怀疑就被接受的东西确实起了拆台的作用。不过，他的目的并不

仅仅是批评和破坏，而是要提供一个新的体系，既是奥古斯丁主义的和

法兰西斯主义的，又不忽视传统神学的亚里士多德派批评者们所提出的

难题。在这一方面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他的文体的晦涩难懂，托

马斯·阿奎那的相形之下的清晰，后世神学家们的利用他对传统观点的

批评，以及中世纪后期的全面衰落，都使得他的观点不可能像阿奎那后

来那样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们接受。

尽管司各脱的种种区分极为细微，但他基本上是一个法兰西斯派神

学家，因为对他来说神学是一个实用的学科。这并不是说，他认为神学

必须是简单的，而且必须直接适用于我们今天所谓的“实际的”事物，而



是说神学的意图是引领人们达到人类因之而被创造的那个目的。

司各脱发现，为了提供新的代替方法以避开托马斯主义和传统奥古

斯丁主义的种种难题，首先需要关注人类智能的恰当对象问题。传统的

奥古斯丁派的光照说，曾经促使巴黎教师根特的亨利（Henry of
Ghent）得出结论说，上帝是人类智能的恰当对象。诚然，如果真正的

知识在于永恒概念在我们头脑里的存在，那么，人类智能的恰当对象就

是上帝本身。另一方面，如果人们采取了亚里士多德-托马斯观点，那

么人们的结论必然是，人类智能有物质事物的本质作为它的恰当对象。

然而，这两种观点的每一种都涉及到种种困难。根特的亨利的观点势必

要求我们或多或少具有对上帝的直接的和直觉的认识，还要求这种认识

是足够清楚的，而使得人的头脑有可能在上帝的本质中思考特定的物质

的对象。这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因为我们在我们目前状况里对上帝的

认识，绝对不是直接的和原有的。与此相反，我们只是在认识若干实物

之后才认识上帝的。另一方面，托马斯的观点促使人们否认，人的头脑

能够超越物质对象。那么，对上帝的认识又是怎样的呢？人们可以像托

马斯那样求助于类推法的学说，但我们将看到，敦司·司各脱有理由不

满意类推法的学说。因此，正像司各脱对此问题的理解那样，剩下的唯

一选择就是宣布，人类智能的首要的和恰当的对象是存在（being）。

敦司·司各脱为了避免这些困难而断言，人类智能的首要的和恰当

的对象，既不是非物质的存在，上帝，也不是物质存在，……而是单纯

的和不加任何限定的存在，这就是说，作为存在的存在（ens in quantum
ens）。存在可以成为任何事物的谓项，而且没有任何不存在的事物是

能够被认识的。凡是存在着的事物，由于它是存在着的这个事实，它就

是可知的。它可以是至少一个谓语的主语：它存在着。因为存在具有和

可知物一样的限度，而且对我们和对其他任何智能来说，只有不存在或

无有才是不可知的。



这种“存在”被我们如此认知为存在而不带任何限定，这一事实翻转

过来就意味着，“存在”是从一切存在物方面用一个含义来加以说明的。

这就是司各脱主义与托马斯主义相抵触的主要论点之一——托马斯主义

主张，“存在”是从上帝方面和从被造物方面来类推地加以说明的——而

且也是有这两个学派的追随者卷入其中的长期争论的主题。司各脱本人

反对托马斯主义的这种理论，因为它引起的问题似乎比它解决的问题还

要多。确实，这种理论使得形而上学，即对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研究，成

为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就没有一个单一含义的意思，可以用来说明一

切事物——包括上帝和被造物——是存在着的。再者，没有存在的单一

含义，类推法是不可能的。因为，假如存在从上帝方面和从被造物方面

只是类推地加以说明的，那么随之而来的是，存在的概念是双重的——
有上帝的一个“存在”，和只能恰当地归属于被造物的一个“存在”。这一

观点引起了两个不可克服的困难：首先，这要求有某个第三连接物，这

个连接物的作用是把存在的两个概念连接起来；其次，考虑到托马斯的

认识论，那就不可能解释像用在上帝身上那样的存在概念的起源，因为

这个起源不能从通过物质事物而被认识的其他存在里简单地得出来。因

此，司各脱就建立了存在的单一含义的说明方法的理论，这个理论是其

体系的特点。

存在的单一含义的说明方法的这一学说，对于理解司各脱怎样证明

上帝存在来说是首要的。在这里，他再一次不满意传统的安瑟伦派和法

兰西斯派的观点，即上帝的存在是不证自明的，也不满意托马斯的“五
种方法”。司各脱可以同意原则上上帝的存在是不证自明的，那就是

说，对有关上帝的概念的恰当理解将促使人们去肯定上帝的存在。但他

坚决认为，这不是我们的实际情况，因而上帝的存在必须予以证明。另

一方面，托马斯提出的证据，都是“有形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那就是

说，这些语气是从偶然存在物的存在来证明必然存在物上帝的存在的。

这类论点显然有毛病，特别是如果人们把这两种情况下的存在的概念当

做是类推的而不是单一含义的，因为从存在这个词的一个意思上的偶



然“存在物”，跳到存在这个词的另一个意思上的必然“存在物”，其跨距

实在太远了。托马斯把他的论点建立在有形存在物的分离上，主要是现

实和潜能之间的分离，从而得出结论，必然有一个存在物是纯粹的现

实。这所能证明的只是这样一个存在物，这个存在物是从偶然存在物的

存在里必然地得出来的，因而这个存在物不是严格意思上的必然存在

物。

司各脱是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上，也就是在存在本身的基础上，着手

证明上帝的存在。由于这种存在总是单一含义地加以说明的，所以这种

存在从上帝方面以什么意思来加以说明，从被造物方面也必须以同一意

思来加以说明。因此，用来证明上帝的存在的那个过程，是从有关存在

的概念出发的，而且走了一条和托马斯类似的道路，即从偶然存在到必

然存在；不过不同的是，司各脱的证明不是基于有形物的偶然存在，而

是基于存在本身的概念。这样，司各脱就着手确定存在有某些特点是普

遍地用在存在上的——即他所说的passiones convertibiles simplices。诸

如独一，真实，善和美；还有其他的特点是成对的，其中的一个词必须

应用于每一个存在——即他所说的passiones disiunctivae，诸如必然与偶

然，无限与有限，非被造的与被造的，等等。然后，他就从一些应用这

些对子中不完备词语的存在物的存在开始，论证到一个应用同样对子中

的其他词的存在物的存在。因此，司各脱对上帝存在的论证，既有安瑟

伦的所谓的本体论论证的某些特点，也有托马斯论证的其他特点。司各

脱的论证基本上是从特殊到一般（a posteriori）的论证，因为司各脱同

意托马斯的主张，应以具体的存在物为出发点。但司各脱的论证不是从

存在物的偶然存在出发，因为司各脱的论证从存在着的偶然存在物中得

出了存在的单一含义的概念，而这才是论证真正的出发点。

用这种论证证明其存在的上帝，具有一切传统的属性——纯一，不

变，无所不知，等等。然而，在这方面引起最多议论的是，司各脱对于

上帝的意志所给予的强调——所谓的唯意志论。司各脱遵循全部奥古斯



丁传统，坚决认为意志高于理性。不仅上帝是这样，人也是这样。上帝

的意志——以及我们的意志——是这样的，以致它是它自己行动的唯一

起因。不过，这并不是说司各脱所描绘的上帝是一个任性的专横者。在

绝对纯一的上帝里，理性与意志是一回事，但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

们必须就上帝的意志高于理性——或者，换句话说，爱高于知。因此，

有人说司各脱主张，上帝的自由是这样的，以致上帝可以做任何事情，

而不管与理性多么抵触，这种说法实际是把一些后来的思想家的观点看

成是他的观点了——虽然这些思想家中有许多人确实把司各脱的唯意志

论当做他们的出发点，但接着却把唯意志论夸大了。

司各脱认为，作为上帝意志至上的必然结果，以及作为上帝无所不

能的必然结果，基督成为肉身不单纯是因为人犯罪，不单纯是因为我们

需要救赎，也不单纯是因为上帝预知这些事实。而实际是，基督被预先

注定作为上帝之爱的首要对象而成为肉身。因此，道成肉身不仅是古往

今来的人类历史的焦点，而且也是上帝整个意图的焦点，即使人不犯罪

也一样。

与司各脱的基督论有关联的其他三个论点特别值得注意，即他对位

格联合（hypostatic union）的看法，他的救赎论，以及他对马利亚纯洁

受胎论的倡导。他对于位格联合的观点，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因为他过

分着重基督的位中的区别，但人们应该注意，他关于二性在其中结合

的“位”（person）的概念，与西里尔对于位格（hypostasis）的理解非常

相似，而且，当司各脱谈到两个存在（esse）时，他在基督里确定的区

别，并不意味着在救世主里面有两个存在着的主体，而只是意味着在他

里面有两个真实的本质——神的本质和人的本质——而且这两个本质各

有它自己的存在（esse）。不过，司各脱过分强调基督的人性的实在性

和人性局限的实在性，以致被人们说成是危害了神人二性的合一。但

是，他这样强调基督的人性，只不过是因袭了这样一个传统，这个传统

自从有法兰西斯主义以来就是它的一部分。



司各脱的救赎论包含有从安瑟伦和阿伯拉尔所代表的两种思潮里得

出来的因素。他喜欢把基督的救赎工作既说成是克服我们背离上帝的一

种伟大的爱的行动，也说成是对于人类之罪的一种补偿行为。但关于补

偿问题，他不同意安瑟伦的主张，即这种补偿以及提供补偿的方式，或

多或少是出于合理的必然性的要求。上帝可以不用任何补偿就赦免我

们；如果一定要补偿，也未必要人神合一者来补偿；而且无论如何，基

督的功绩，由于是人性意志的功绩，那么就其本身来说就不是无限的。

如果需要一种补偿，而且进行了这种补偿，如果上帝承认了基督的功

绩，并认为这些功绩有无限价值，这也不是因为有什么内在的合理的必

然性，而只是因为上帝的自由意志，他决定要用这种方式来拯救我们。

这里我们有种种实例之一，说明司各脱虽然不全盘否定传统观点，也不

说传统观点本身是不合理的，但他的确削弱了这样一个暗含着的假定，

即救赎史的种种事件可以被表明是非常合理的。

司各脱基督论引起极大注意的第三点是，他提倡马利亚纯洁受胎

说。他由于主张这一观点而获得了“纯洁受胎说博士”（Doctor of Im-
maculate Conception）的尊称。他的基本论点是，纯洁受胎对于基督以

最佳方式为马利亚赢得得救来说是最恰当的，也就是说，使马利亚摆脱

了原罪。这样，他不同意这样的理论，即圣母马利亚继承了原罪，但怀

孕后被圣洁化了——这是托马斯所持的观点之一。1854年，教皇庇护九

世（Pope Pius IX）规定马利亚纯洁受胎说为罗马天主教教会法定教

义。

司各脱认为，我们是由身体和灵魂组成的。身体有它自己的形态，

但灵魂是人的形态。无论怎样，灵魂离开了身体，尽管还活着，但不真

的是一个人。在灵魂之中，意志高于理性。这样，司各脱的“唯意志

论”（voluntarism）又出现于他对于人性的理解中。然而，人们必须再

次注意，司各脱这样主张意志高于理性，并不是在为非理性辩护。他的

意思是：第一，我们的最大的完美，不在于理性，而在于自由；第二，



意志是自由的，意思是意志不一定要追求善。例如托马斯就说，只要是

我们清楚地认识了至高之善，我们就必然会选择这个善。司各脱反对这

种意志从属于认识的说法，而且竟然说，原则上，即使是在天堂里的蒙

福的人也仍有犯罪的自由——虽然事实上他们不会犯罪。

灵魂不朽的论点也和其他一些论点那样，使司各脱感到不得不拒绝

某些先辈们所笃信的见解。即人的理性有能力证明那些实际上是信仰的

表白的东西。真纯的理性可以证明，灵魂是人的特定形态。但是论到灵

魂的不朽性时，理性所能提出的只是一些或然性的论点，这些论点可能

有某些说服力，而且甚至也能证明灵魂不朽与理性要求不抵触，但这些

论点没有最后的论证权威。

敦司·司各脱对于基督教思想发展的贡献，有各种各样的评价。对

某些人来说，他是吹毛求疵的人，他开始拆中世纪神学体系的台。对其

他一些人来说，他是法兰西斯学派的顶峰，在他身上，波拿文图拉的直

觉知识结出了最后的果子。有人强调他的论证拐弯抹角，他对精细不厌

其详，并断言这本身就已经是没落的标志。其他一些人则肯定他有明察

秋毫的智力，并把他的著作看成是同托马斯的体系相似的体系。有的人

在他那里看到了信仰与理性之间分离的开始，这种分离最终将造成经院

主义的垮台。其他人则指出，他的显然是正统的信仰，他对教会权威的

服从，以及他之推进纯洁受胎说，都是他真诚信仰中世纪基督教的标

志。

以上两方面的见解都只是部分的正确。司各脱的确是中世纪神学的

一个高峰；而他和一切高峰一样，也是下坡的开始。他把经院主义的方

法——细致入微的区分和对推理的热衷——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但他这样做就不得不对早先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许多事情提出疑问。他

不是怀疑主义者，不是教会传统教义的批评者，也不是有意识的标新立

异者。毫无疑问，他把自己看成是法兰西斯传统的忠实追随者，力求解



决亚里士多德日益受欢迎和托马斯对传统神学提出替换方法所引起的难

题。因而，在很多点上他比托马斯更为保守。考普来斯吞（Copleston）
的下列评价是正确的：

总之，可以说司各脱的哲学（我们再加上他的神学），既是向前看

的，也是向后看的。作为一个积极的和建设性的体系来说，他的哲学是

属于13世纪的，这个世纪出现了圣波拿文图拉的哲学，尤其是圣托马斯

的哲学；但就其批判的方面来说，和就其唯意志论成分来说（尽管唯意

志论与奥古斯丁-法兰西斯传统有关联），他的哲学是向前展望14世纪

的。

如前所述，司各脱的唯意志论不能解释为上帝的行动专横独断。但

很多事例说明，司各脱的确主张，上帝是不受人的理性支配的。这样，

他对安瑟伦的救赎论的批判基本上是这样的，尽管安瑟伦的论点可能是

很有道理的，但就他的论点认为救赎是出于合理的必然性来说，那就不

一定有道理了。在讨论灵魂不朽时，司各脱再次断言和论证说，各种所

谓的证据，除了确定了灵魂不朽的或然性之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分量。

他对于上帝的传统属性的态度，例如，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

知，以及对于无中造有的态度，基本上也是这样。他确实相信，所有这

些教义都是真实的，但他清楚表示，他这样做是以权威为依据，而不是

以理性的论证为依据。正如中世纪一位有名的史家说的那样：“敦司·司
各脱使一个基督徒必须相信但不能证明的那些天启真理的一览表大大地

扩大了。”

这个一览表的逐渐扩大是14和15世纪西方神学的特点之一，也是造

成信仰与理性之间和谐统一的这个中世纪理想的解体的主要因素之一。

不过，说他的神学是“打开14和15世纪教义史的钥匙”，那是夸大其词，

因为还有其他许多因素——政治的、教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决定

了中世纪最后年代的神学的基调。



唯名论与会议运动

在中世纪那些不是从迫切的政治和教会问题的角度来发展神学的伟

大学者中间，司各脱可以说是最后一个。他死于1308年，而1309年，克

莱门特五世（Clement V）定居于阿维尼翁，这就开始了教会“被囚于巴

比仑”的时期，其后果是“大分裂”。这些和其他有关问题就成了14和15
世纪的压倒一切的争论主题，因此，最著名的学者们极其注意教会论问

题——比较具体地说，是注意改革与统一教会的恰当方法的问题。如果

我们在这里把会议运动和中世纪后期的唯名论放在同一个标题之下，那

是因为二者实际上密切相关，并且这两个运动的领导人基本上是同一些

人。这个时代的典型人物和最值得注意的神学家和哲学家，是奥卡姆的

威廉（William of Ockham，大约1280～1349年）。奥卡姆是唯名论者，

而且是在理性和启示之间打进一个楔子的过程中最突出的行动者之一。

后来，在他的追随者中间，这个过程被发展到了尽头。但是，奥卡姆本

人没有迟疑就利用他的才智来削弱教皇的权威。奥卡姆是一个支持属灵

派的法兰西斯会士，他同教皇发生了冲突。他和属灵派中间的其他领导

人到巴伐利亚皇帝路易斯（Emperor Louis of Bavaria）那里去避难，这

个皇帝发现他们在他自己和教皇的冲突中很有用处。为了配合这些斗

争，奥卡姆写了若干，论述教皇权威的论文。在这些论文里，他争辩说

上帝建立民事当局就像建立教会当局那样，这样，他就对独立国家论的

发展作出了贡献，独立国家论在16世纪变得很普遍。在比较严格的教义

事物上，奥卡姆是正统派，虽然他一再说，他相信各种教义——如圣餐

变质说——不是因为这些教义有道理而是因为权威是这样教导的。

奥卡姆以及他的时代的绝大多数神学家被称为“唯名论者”。然而，

关于中世纪后期的“唯名论者”所要说的第一件事情是，他们只是在一个

极为广义的和极不精确的含义上才是唯名论者，“因为这个所谓的‘唯名

论’从来都没有断言共相仅仅是名称，或者否认共相概念表达了对客观

现实的真正认识”。要不是“唯名论者”这个词已经被广泛使用了很长时



期，也许更应该称他们为“唯实论的概念论者”，因为就他们相信共相概

念恰当地代表了客观现实的这个意思来说，他们是唯实论者；而就他们

相信这样的共相具有真正的存在，但只是作为头脑里的概念才有真正的

存在的这个意思来说，他们是概念论者。

他们的神学里最具特色的标记或许是，他们在上帝的绝对能力

（po-tentia Dei absoluta）和上帝的规定能力（potentia Dei ordinata）之

间作出了区分。这种区分早在11世纪就被这样一些人使用，这些人争辩

说，辩证法的推理不能认识上帝奥秘。但是到了14和15世纪，对于那些

接受夸大了的司各脱唯意志论的人来说，这种区分就成了一个不变的指

导原则。对他们来说，绝对能力和规定能力之间的区分，是保证上帝里

意志绝对高于理性的一种手段，而且他们把这种区分用于他们的全部神

学。司各脱曾经说过，上帝不一定要把基督的功绩看做无限的来予以接

受，只不过是愿意这么做罢了；中世纪后期的唯名论者接受了这种神学

上的区分——其实这在司各脱那里例外——并把这种区分当做规律而不

是例外。虽然唯名论者中间比较温和的人使用这种区分的方式不同于比

较激进的人的方式，但所有的人都把这种区分理解成意味着，由于上帝

是无所不能的，上帝能够不按照理性所期望的或要求的那样去行动，因

此，试图用逻辑上的必然性的论点来证明只是因为上帝愿意使之成为真

实的才在事实上成为真实的那些事情，是徒劳无益的。论到上帝是怎样

行动的，我们只好在他的规定能力的范围里来谈，规定能力就是上帝出

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如此规定的能力。虽然里米尼的格列高利

（Gregory of Rimini）之类的神学家这样理解绝对能力，以致绝对能力

不能和天启的上帝属性抵触——尤其是不能和上帝的大慈大悲抵触——
但唯名论者中间比较极端的人却把绝对能力理解成独断能力。出于这种

绝对能力（De potentia absoluta），上帝甚至可以改变善与恶之间的基

本区别，以致今天的恶就是明天的善。

然而，这种区分并不仅仅是逻辑游戏。与此相反，这种区分具有重



要的宗教和神学意义，这一点唯名论者是深深意识到的。例如，这种区

分说明，现有的秩序，得救之道，甚至人的理性，之所以如此，不是由

于必然性，而是出于上帝的大慈大悲。在神学领域内，这种区分破坏了

信仰和理性的统一，而这种统一一直是伟大的经院主义体系的核心。吉

尔森（Gil-son）所说的“基督徒必须相信但不能证明的那些天启真理的

一览表”，这时扩大到了如此程度，以致实际上包括了整个神学，而神

学这时就不得不转而依靠天启真理，并且越发变成了一种对天启真理的

解说。如果通过绝对能力，上帝不仅可以化身为人，也可以化身为驴或

石头，那么试图说明道成肉身和基督受难以完成救赎是合理的，就是毫

无意义的了。同样，如果上帝可以赦免不悔过的罪人，那么，为补赎的

圣礼的辩护就只能依据这样一个天启事实，即上帝已经自由决定要把悔

过和赎罪与赦免连在一起。

这意味着，功德和得救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或者严格地说并

不是必要的。上帝自由决定拯救那些悔罪和行善的人。就其本身来说，

这类善行对得救来说永远是不够的。但是，根据规定能力，上帝决定使

那些行善的人得救。由于这些神学家大都声称，上帝把恩典赠给那些尽

其所能的人，因此路德宣布他们为贝拉基派，有一部分是正确的。另一

方面，他们的教义认为，善行和得救之间的关系是严格地依据上帝的最

高天命的，因此是一个恩典的行动，这个教义可以堪称是路德坚决认为

得救不靠任何东西而只靠上帝仁慈的和人不配得的恩典的作用的背景。

无疑这样的观点是一种大胆的论调。它是最大限度地承认上帝的无

所不能和人的有限。但是，人们一旦这样说，那么，至少就理性而言，

人们就没有什么别的可说。人们唯一能做的只是接受上帝随意赐给我们

的启示，而且不要提出疑问——不是因为提出疑问是不信的一种表现，

而是因为提出疑问是人们还没有真正理解人的一切推理的有限的和偶然

的性质的一种表现。基督教思想史里有了这样的发展之后，就出现了三

种不同的选择，一是试图重新发现启示的含义，二是回到伟大的中世纪



理论体系的时代那里去，三是寻求新的对理性的理解。正像本《思想

史》的下一卷的读者将要看到的那样，后来的各种神学家追随了这三条

道路中的每条道路。

在这里，我们不能详细研究中世纪后期的唯名论者关于基督教神学

每个传统主题的教导。最好还是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到他们那些比较直接

地影响教会生活的教导上，即他们的会议主义理论。

会议主义不应与唯名论完全等同起来，因为会议主义远在几个世纪

之前就有它另外的根源。其中一个根源是教会律例，教会律例确实是支

持教皇至上论点的，但是至少在理论上，教会律例从相当早的时期就谈

论到了出现异端教皇或分裂教皇的可能性。另一个这样的根源是对教皇

权威的批判，特别是对教廷的物质财富和腐败的批判，这种批判与约雅

斤主义（Joachimism）和属灵的法兰西斯派有关系，但不只限于他们。

然而，另一方面，中世纪后期的唯名论者与会议运动之间有密切的

关系。部分原因是，大分裂时期内，最著名的神学家们都是唯名论者。

但这也是因为唯名主义本身与会议主义的教会论之间有内在联系。如果

人们认为——这些所谓的唯名论者就是认为——共相概念是真实的，不

是作为单独存在着的实体，而是作为真正代表个体的概念，那么随之而

来的是，教会的真实性就不在于某个永恒的理念，也不在于教职阶层

——仿佛他们体现了教会的理念，然后把教会的真实性传递给了信徒

——而在于信徒们自己的联合体。信徒不是从教职阶层那里得到教会的

真实性的。与此相反，信徒的整体——the congregatio fidelium——就是

教会，而教皇、主教们、圣职人员和普通信徒，都是教会的成员。结

果，“教皇就不再是教会的独断者；他是教会灵修事务的执行者”。他会

犯错误，如果他犯了错误，就应该被废黜。这是尼埃姆的狄特立赫

（Dietrich of Niem）强烈主张的：

我甚至可以这样说，彼得是在基督受难之前第一个被主立为教皇



的，如果他坚持不认基督，因而犯了大罪，也没有悔改，那么，在基督

复活之后，他肯定是不能和别人一起接受圣灵的，也不再是众使徒之

首。

这样，教会的全体大会就有权废黜一个教皇，或在一个以上的教皇

争夺教廷时，有权判定谁是合法的教皇。在这种基础上，诸如尼埃姆的

狄特立赫，热松的热安（Jean de Gerson）和皮埃拉·德爱利（Pierre
d'Ailly）这样的会议主义者们都争辩说，结束分裂和改革教会的最好方

法，就是召开全体大会。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会议运动的领导人把会议看成是不会犯错误

的。奥卡姆曾经指出，德爱利也坚决认为，人们不能指望那些昨天还是

完全可能犯错误的基督徒，仅仅因为和另外一些同样可能犯错误的人聚

集在一起，今天就成了不会犯错误的。奥卡姆提出，很可能一个会议本

身，以及教皇，主教们和神学家们，都会犯错误，而维护基督教信仰真

理的，却是那些以谦卑心灵和理智的正当运用来阅读《圣经》的普通信

徒，或甚至是妇女和儿童。但是尽管如此，作为真正教会（the
congregatio fidelium）的代表的一个会议，有更大的可能性来捍卫真正

教义，来革新教会——德爱利在大分裂之后又补充说——来恢复统一。

在巴丢阿的马西利厄斯（Marsilius of Padua，大约1275～1342年）

的《和平保卫者》（Defensor Pacis）里——也许是和展丹的约翰合写的

——会议主义的思想被推演到了尽头。在这里，人们宣布，教会及其教

职阶层不应当有管辖权。耶稣服从了国家的权力，而且他和他的使徒们

都生活在贫困之中。因此，教会领导人也应当这样做。至于国家，最终

的权威不是在统治者那里，而是在人民那里——《和平保卫者》所说的

人民指的是成年男子。他们有权制定法律，统治者们所有的任何权威，

都是人民授给的。《和平保卫者》被学者们相当正确地看成是走向世俗

国家和民主政体的重要一步。



虽然这种观点受到一些批评，可是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被接受

了，而且当事实说明，除了召开全体大会之外，别无其他方法医治大分

裂的时候，这种观点终于被采用了。不过，会议观点一经实践，就发现

它有不足之处。最后，作为会议运动的一个结果，西方基督教庆幸自己

得以重新统一于一个单一的教皇的领导之下，但同时又因为两个对抗的

会议的争执而感到困惑不解。这样，在15世纪下半叶，会议理想继续存

在，可是，会议权威高于教皇权威的观点已退居幕后。这一点可见于加

俾尔·比力（Gabriel Biel）的态度，他是一个后期的唯名论者，他保留

了教会就是信徒全体这个观念，甚至主张，如有矛盾，会议应凌驾于教

皇之上，但与此同时，他并不认为这种冲突真的会发生。而他自己就是

一个教皇权威的维护者。教皇制度逐渐地恢复了它控制西方教会的权

威，虽然公会议理想的消失还需漫长的岁月。

中世纪后期的神秘主义

14和15世纪，出现了神秘主义虔诚的广泛复兴。虽然这在莱茵河流

域最为显著，可是这种莱茵河地区运动在不列颠，西班牙，和意大利也

有其相对应的运动。在莱茵河两岸，14世纪神秘主义的大师是多米尼克

派的约翰·埃克哈特（John Eckhart）。他是新的神秘主义倾向的典型代

表。他不是一个易动感情的狂热者，不是一个无知的煽动者，也不是一

个清静无为的隐士。相反，他是一个在巴黎大学受过教育的学者。他头

脑冷静，反对不当的感情主义，而且积极参加多米尼克会的实际生活和

行政管理工作。他的门徒约翰·陶勒尔（John Tauler）和亨利·苏所

（Henry Suso）也是这样，不过没有他们的老师那么有学问。在莱茵河

下游的那些“低地国家”（即荷兰、比利时、卢森堡）里，有另外一个有

学问的神秘主义者约翰·罗斯布鲁克（John Ruysbroeck），他影响了格

拉尔德·格罗特（Gerard Groote），而格拉尔德·格罗特是“共同生活弟兄

会”（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的创始人。很快，这个运动和其他

类似的运动遍及了莱茵河地区和更远的地区，提倡一种“新虔信”——



devo-tio moderna——参加的人过着一种共同生活，同时进行体力劳动和

内心生活的修养，不是通过极端的禁欲主义做法，而是通过读书和默

思，彼此认罪，并效法基督的生活。也许他们最典型的著作——而且肯

定是最有影响的著作——是《效法基督》（The Imitation of Christ），

这书在传统上被认为是肯佩斯（Kempis）写的。

神秘主义的这种新浪潮，并不是有意识地反对公认的教会的，但实

际上，他们过的生活常常处于有组织教会生活的边缘。埃克哈特被指控

为泛神论者，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又宣布他的一些观点为异端。他们彼此

认罪的做法，倾向于破坏教会组织中的例行的赎罪礼。尤其是，他们宣

称即使不用圣礼和教会教阶制度之类的有形的辅助，也可以做到与上帝

直接相通，因而使整个圣礼制度遭到了破坏。有时这种主张甚至说，与

上帝直接相通也不大需要基督的中保作用。结果，尽管大多数神秘主义

者公开宣称的和真诚的目的是加强和更新教会，但是在教会的腐败之

中，他们成功地过着堪为表率的和往往是喜气洋洋的生活，使很多人相

信，教会毕竟不是那么重要，没有一个腐败的教阶体制的帮助，也有可

能过一个善良的基督徒生活。由此出发，只要再向前迈出一步就是决定

——像16世纪莱茵河地区的许多基督徒所做的那样——为了忠于福音，

就必须与现在的教会的腐败做法和虚伪教义决裂。

这种类型的神秘主义，除了拆了教会权威的墙脚之外，也促成了经

院主义的衰落。虽然神秘主义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是在学校最好的传统里

培养出来的，但他们对于学术界搞的无聊繁琐研究极为厌恶，从而得出

结论说，这样的努力和宗教信仰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这样，他们就倾

向于强调理性的局限性，并断言，虽然理性知识是好的，但基督徒的基

本态度应该是“有学问的无知者”——docta ignorantia——的态度，就像

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所说的那样。再者，他们的哲学基本

观点，更接近于新柏拉图主义，而不接近于亚里士多德主义。这也是预

料之中的，因为新柏拉图主义是一种神秘主义的哲学，并且是伪狄奥尼



修斯和奥古斯丁的理论基础，而伪狄奥尼修斯和奥古斯丁是莱茵河地区

神秘主义者极为敬重的。于是，他们倾向于把各学派的神学——尤其是

奥卡姆这样的人的唯名论——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等同起来，并且和“人
的知识”等同起来，还倾向于拒绝各学派的神学而支持伪狄奥尼修斯的

基督教化了的新柏拉图主义。他们这样做就挖了13世纪以来所发展的经

院主义传统的墙脚。虽然他们有几个人是多米尼克会会士，而且到了这

个时候该会已经宣布托马斯为它的官方神学家，可是，这些神秘主义

者，在经院主义的最后垮台中，发挥了与他们的同时代人奥卡姆同等的

影响力。

改革的进一步尝试

从某种意义来说，会议运动和中世纪后期的神秘主义都是改革教会

的尝试。一个走的是组织更新的道路，另一个是借助属灵生活的加深来

寻求改革。现在我们必须转向寻求改革的第三种方式：即不经公认的权

威的同意，直接在本地采取实际的以及教义的和组织的改革行动，因而

经常引起分裂，并被指控为异端。

对传统教会的不满情绪的暗流，早在法兰西斯主义

（Franciscanism）和小弟兄会（Fraticelli）这类运动中就已显示出来，

这一暗流贯穿了整个中世纪。不过，早先的抗议运动大都是由一些笃诚

虔敬但缺乏学院训练的人领导的，而到了14和15世纪，就有不少学者起

来大声疾呼，抗议传统基督教里的许多东西。就他们的很多学说来看，

他们都是16世纪伟大抗议运动的先驱者。在宗教改革的这些前辈们中

间，最值得注意的有威克理夫、胡斯和萨沃那柔拉，虽然肯定不止这几

个人。

约翰·威克理夫是约克郡人（Yorkshire），在牛津大学度过大半

生，先是读书，以后任教。他在早年似乎把主要精力都用于哲学和神学



的研究。但到了他的事业后期，特别是在1378年开始的西方大分裂之

后，他越来越激烈地批评现有的教会。最初，他得到一些政治上的支

持，特别是来自爱德华三世（EdwardⅢ）的儿子，干特的约翰（John
Gaunt）的支持。不过，当他的观点变得更加激进的时候，他原先的政

治盟友就感到他用处不大了。1381年的农民起义之后（其实他并没有鼓

励这次起义，但很多人试图把这次起义与他的观点联系起来），他发现

自己日益孤立了。他失去了他的牛津同事们的支持之后，就退居于他的

拉忒温斯（Lutterworth）教区，留在那里直到1384年死去。虽然他的观

点一再受到教皇和英国各个主教的谴责，但他本人总算得以安然死去。

但后来，他派遣出去的那些“穷布道者”，通常被称为“罗拉

德”（Lollards）的那些人都受到了严重的迫害，在15和16世纪，他们中

的有些人被烧死于火刑架上。1415年，康士坦斯会议谴责了二百多条威

克理夫的主张，并下令把他的遗体从教会圣地抛出。这事发生在1428
年。当时他的遗体被掘出，焚烧，并被投入斯威夫特河中。

威克理夫的学说是在艰苦斗争和日益孤立的岁月里发展起来的，因

此，要详尽地研究他的思想，必须把这种事态发展考虑进去。但是，为

了简明起见，我们在这里只论述他的最后形式的观点。同样，我们也发

现有必要按逻辑次序来论述他的观点，而如果按年代发展来论述的话那

就会是不同的。不过，我们这样做，也不会损害威克理夫的思想，因为

他自己就是一个坚持逻辑的人，愿意把每一个主张阐述到底。他的主要

弱点恰恰在于，他不能妥善处理逻辑和理想为一方与政治和现实为另一

方的两方之间的差距。

威克理夫首先是中世纪传统的学者，他在共相问题上选择了唯实论

立场。在这方面，他深受奥古斯丁及其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因而他更欣

赏柏拉图的理念说，而不是欣赏当时流行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虽然他

也和他的同时代人一样，深受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影响。不过，威克理夫

之所以持有唯实论立场，并不是因为奥古斯丁如此，他也如此；相反，



唯实论是威克理夫思想方法和做人处世的核心。他不能容忍杂乱无章，

独断专行，不讲逻辑，而这些似乎简直就是中世纪后期的唯名论的一部

分。要问上帝根据他的绝对能力，是不是可能去做与他做过的不相同的

事，这样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不现实的事物——在上帝的头脑里

是现实的——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上帝并不是从一系列的可能性中选出

了现在的世界。这个世界，由于是上帝考虑的和创造的唯一的世界，所

以就是唯一可能的世界。同样，最终的道德范畴就是秩序，因为一种行

为之所以成为有罪的，就是因为它失去了与上帝所建立的宇宙秩序的和

谐。

对现实的这种理解在威克理夫对理性与启示之间的关系的看法上反

映出来。这二者不会彼此矛盾，因为二者都引向同一个普遍真理。虽然

人的理性的确因亚当的堕落而被削弱，因此我们需要启示来作为我们自

己理解能力的补充，可是，理性仍然能够证明很大一部分基督教真理

——包括三位一体和基督成为肉身的必要性。

直到这里为止，威克理夫看来是一个保守派，而不是一个激进派。

只是当我们谈到他对启示的理解时，他才背离了当时公认的观点。虽然

最初他承认教会和教会传统应当作为人们解释《圣经》的指南，可他越

来越相信，所谓的基督教传统有很多东西与《圣经》抵触。由于他热爱

逻辑和首尾一致性，厌恶他在教会里所见到的腐败和分裂，这就终于使

他断言，《圣经》的权威必须高于任何教会传统和上层人士的权威。

《圣经》是上帝当做他的话语赐给他的圣民的，而不是腐败的圣职人员

们的专利品。因此就有必要把《圣经》翻译成人民群众所用的英文——
这个计划是威克理夫启发的，是他的追随者们付诸实现的。

只要一个人对传统的权威和教会教导的权威采取了这样的态度，其

他人就跟着这样做。不过，在讨论威克理夫的教导里面与他同时代人不

同的其他那些方面之前，我们必须转向他的神学里的另一基本内容——



他对于“统治权”的看法。

统治权或主宰权，甚至在大分裂和其他事件促使威克理夫得出比较

激进的思想之前，就是他的神学的中心的主题之一。他主要是在《论上

帝的主宰权》（On Divine Lordship）和《论政府的统治权》（On Civil
Lordship）两篇文章中论述这个题目。上帝的主宰权是其他一切统治权

的基础，因为只有上帝才有统治其他人的公正的和必要的统治权。人，

甚至天使，能够具有统治其他被造物的统治权，只是因为正当地拥有这

种统治权的上帝，把这种统治权的微乎其微的一部分赐给了或“借给

了”一个被造物，让他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加以使用。诚然，人们往往会

不恰当地使用政府和教会的统治权；不过，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

的权力就不再是人在其中只是仆人的上帝赐给的统治权，而是强制的

或“人的”统治权。随之而来的是，教会当局——其统治权无论怎样也只

限于灵性事务——如果用之不当，也就失去了它的统治权，信徒们也就

用不着再对它表示任何忠顺。虽然人们把威克理夫说成是心里盘算着他

的观点可能造成的政治后果——他似乎天生就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就

会对他不公正，但毫无疑问，这样的观点必然会立刻得到许多人的注意

和支持，因为当时英国正在努力限制教会对政治事务的干预，并制止英

国金元源源不断地流往阿维尼翁教皇金库。可是，当他得出他的《圣

经》至上的理论和统治权性质的理论的最后结论时，甚至这种支持也失

去了。

这些后果可以最清楚地见于威克理夫的教会论和他对圣餐的理解。

他的教会论是以奥古斯丁的有形教会与无形教会之间的区分为基础的。

无形教会是被拣选者的团体，有形教会既包括被拣选者，也包括被摈弃

者。虽然人们无法绝对肯定地分清谁是被拣选者，谁是被摈弃者——的

确，人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落在哪个类别里——但是，有某些迹象可以使

人作出相当准确的猜测。这些迹象就是一种虔敬的生活和对上帝旨意的

顺服。在这些迹象的基础上，人们完全可以肯定，教皇不仅是被摈弃



者，而且就是伪基督本身，因此他已经失去了对信徒实施任何种类统治

的一切合法要求。

1380年，差不多在去世之前四年，威克理夫抨击了圣餐的变质说。

他感到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再也不能接受这样的见解，即圣餐里的饼

和酒一经祝圣就不再是真正的饼和酒了。这种说法等于是基督幻影说，

因为正像那个早期的异端否认主化身为一个真实的人那样，这种圣餐教

义否认主亲临于真实的有形的饼和酒之中。所以，即使在祝圣之后，饼

依然是饼，酒依然是酒。但是尽管如此，基督的身体和血还是亲临于圣

餐之中。主的身体和血在圣餐中，因为主的身体和血起了使信徒得救的

作用；主的身体和血是在一种属灵意义上降临到领圣餐者的灵魂里的；

并且，主的身体和血也是在一种圣礼的和神秘的意义上来临的，因为基

督实在的身体只在天上，同时，就像人的灵魂遍及全身那样，基督的身

体以一种属灵的方式使自己存在于圣饼之中。

不难看出，为什么威克理夫的学说被认为是危险的。他关于统治权

的理论，如果推演到其最终结果，就会大大地削弱教会和政府的权威。

他的教会观，他对苦行赎罪制度的否认，以及他的圣餐论，都将抛弃中

世纪基督教的大部分中心。这样，他发表这些理论的这个事实，就是中

世纪正在结束的一个标志；他的理论还没有被广泛接受的这个事实，又

说明中世纪的末日尚未来到。

然而，威克理夫的思想没有消失，我们已经谈过，通过“罗拉德

派”的宣传，在他死后很久，他的思想仍在英国流传，而这些“罗拉

德”一直坚持到16世纪，最后，他们尚存的人就与英国改教运动汇合在

一起。他的思想也传到了波希米亚，在那里以较为缓和的形式，在胡斯

及其追随者那里再次出现。

胡斯是布拉格“伯利恒圣婴”礼拜堂（chapel of Holy Innocents of
Beth-lehem）的牧师，也是布拉格大学的校长。他深受威克理夫著作的



影响，并且以类似这位英国学者的方式寻求教会改革。由于当时在波希

米亚有相当大的反日耳曼情绪，由于胡斯成了这种情绪的象征，政治上

的考虑对这种新运动的方针来说并不是完全不相干的——正像政治考虑

对于威克理夫及其运动的最后结果来说不是不相干的那样。经过一段长

期的斗争之后（这斗争我们不能在这里论述了），胡斯被召出席康士坦

斯会议，为此目的皇帝西基斯蒙德（Sigismund）发给了他安全通行证

书。但是，这个安全通行证被置之不顾，还有部分是由于皮埃拉·德爱

利和热松的热安之类“改革家”的插手，胡斯终于受到该会议的谴责，并

被处死在火刑柱上。当消息传到波希米亚时，胡斯就成了一位民族英

雄，他的许多观点就成了民族的骄傲。虽然他的追随者们不久发生了分

裂，而且这种分裂甚至促使他们诉诸战争，可是胡斯的学说没有消失。

到了15世纪中叶，他的追随者们与一些韦尔多派联合，并组织了“波希

米亚弟兄会”（Bohemi-an Brethren），该会终于信奉了“新教的宗教改

革”的思想。

虽然胡斯的学说和威克理夫的学说不完全一样，但可以公正地说，

在一些基本论点上，他和他的这位英国前辈是一致的。这里不可能就他

们的教导的每个方面对他们两人进行比较，但这样说就够了：总的来

说，特别在用词方面，胡斯比威克理夫较为温和；他所处的环境促使他

比威克理夫更多注意赎罪券（indulgences）的问题；并且，由于他是伯

利恒圣婴礼拜堂的牧师，就使他有机会把他的教义观点体现在礼拜仪式

的改革上。

最后，有必要谈一谈基如拉莫·萨沃那柔拉（Girolamo
Savonarola）。他是一个热心的改革者，把多米尼克派的托马斯主义训

练与约亚斤派（Joachimist）的末世盼望结合起来。萨沃那柔拉虽然不

是一个出众的神学家，但他在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他证明，即使在

意大利——在那里文艺复兴转向古老异教艺术的复兴，并且转向强调美

学高于宗教——人们对于宗教改革仍然十分关心，所以才有可能在萨沃



那柔拉领导下，在佛罗伦萨一再“焚烧贱物”（“burnings of vanities”）
（焚毁面罩，下流读物和图像等——译者）。如果人们转向西班牙，波

兰，或者拉丁基督教世界的任何其他部分，人们将发现，那里也同样在

寻求革新了的属灵生活。正是这样一种寻求，终于导致了16世纪的新教

改革运动，并且导致了通常称为反改教运动（Counter-Reformation）的

天主教运动。



第十四章　黎明抑是黄昏

我们这时来到了显然是一个时代的终点的地方。君士坦丁大帝的基

督教之城君士坦丁堡，已经不复存在。君士坦丁堡已改名为伊斯坦布

尔，在那里，“救世主”之名曾一度被称颂，而今则充满了对“先知”穆罕

默德的赞扬。君士坦丁堡自称是“新罗马”，这个称号这时被莫斯科捡起

来，莫斯科成了一个新兴帝国的中心。在西方，古罗马的处境也不比东

方的君士坦丁堡更好些。罗马已失去了原来那种作为世界中心的地位，

现在只不过是被民族主义搞得日益分裂的欧洲的一个政治因素而已。在

西班牙，各小国团结了起来，摩尔人已不复存在，新的天地又在更远的

西方展现，在那里，对那些想发财致富的人来说，有黄金吸引着他们；

对那些有更多宗教热情的人来说，则有千百万芸芸众生等待他们去搭

救。活字印刷机，以当时难以置信的速度，开始传播文字资料。来自君

士坦丁堡的操希腊语的流放者，再度把古典希腊文化介绍到意大利来。

像罗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这样的学者，对中世纪大部分世界观所

依据的文献的可靠性提出了疑问。其他的人则正在发现手抄稿的传抄在

什么程度上歪曲了古代基督教著作的准确文本。

许多参与这些伟大事件的人的普遍看法是，他们正生活在一个新时

期的黎明，其时，过去一千年的无知和迷信将被克服。人们认为过去的

一千年阻碍了人类的真正的发展，正是这种普遍的看法促使人们把那些

年代称为“中世纪”，而把新的时代称为“文艺复兴”——即新生的时代。

已过去时代的最高艺术成就，被称为“哥特式的”——即野蛮的——而今

日的建筑师、画家和雕刻师，则开始设法恢复古典的希腊-罗马艺术精

神。

如果认为现有教会反对这种趋势，那就错了。教皇们自己就和意大

利其他王侯们竞相招揽最优秀的艺术家们和学者们到他们的圈子里来。



罗伦佐·瓦拉由于证明《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Donation of
Constantine）是伪造的，而比其他任何一个人都更多地削弱了教皇的世

俗权力，但他仍然得到教皇的支持。虽然有修士们和一些普通信徒的普

遍反对，但教廷还是拜倒在这种时代精神的脚下。

关于“文艺复兴”的思想，在这里就不讨论了。不过我们应该停下来

推敲一下，文艺复兴时期给予中世纪的评价是否正确。

在这方面要说的第一点是，凡是仔细读过本卷的人都会觉得，这个

时期并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时期，不可能公正地对这个时期作出一刀切

的评价。日耳曼人入侵后的最初年代，以及加洛林王朝没落后的一个半

世纪，的确是黑暗时代。但是，如果说在西方文明史上有一个时期，人

们可以就其世界观的完整性，就其独创性，就其创造的美的境界，而称

其为“不朽的”时期，那肯定就是12和13世纪。因此，人们无论给中世纪

作出什么评价，都应该以其成就的顶峰为依据，而不应该以几个黑暗的

世纪为依据。

第二，很清楚，对中世纪的任何评价，即使对鼎盛期的中世纪的评

价，都反映着这个评价依据的神学观点。如果人们相信，历史的目的是

要演变到这样一个地点，在那里人类达到成年，从一切在传统上束缚人

类的事物中解放出来，那么，人们就会把文艺复兴时期及其以后的几个

世纪评价成为人类从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权威下解放出来的时期。另一

方面，如果人们认为人类的目的基本上是属灵的，而且相信这个目的只

有在基督教秩序的结构里和在基督教秩序的权威下才能实现，那么，人

们就会把中世纪评价成为宗教权威被最广泛地接受，人们最关心他们的

永恒目标，以及关键性的宗教问题最少被怀疑的时期。二者之中无论那

种情况，人们对中世纪的评价都反映出他们自己的观点。

然而，人们可以说，如果像本《思想史》第一卷所说的那样，基督

成为肉身是基督教信仰的焦点，那么中世纪的结束既是值得欢迎的也是



值得遗憾的。值得欢迎的是，中世纪的结束再次使人们全面地认识到人

生的价值。尽管拜占庭宗教艺术的僧侣式的风格给人的印象是，与基督

成为肉身有关的种种事件，脱离了人的正常经验，而西方中世纪绘画的

没精打采的表达方式似乎告诉人，要做一个基督徒就必须比人更低，但

是，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在西斯廷大教堂（Sistine Chapel）里

塑造的形象，叫人因为自己是一个人而感到骄傲，并因为自己是人类的

一个成员而感到骄傲，因为上帝还化身成为人类的成员之一呢。但另外

一方面，中世纪的消逝是值得遗憾的，因为只是到了20世纪——而且还

是由于不同的原因——人们才再次把自己看做是上帝创造的和谐万物的

一部分，纯粹是靠上帝的怜悯，才在动物、植物、青云和大海当中，生

存在这个地球上。中世纪的消逝也是作为不完善者的人的消逝，这个不

完善者的目标之所以能够实现，只是因为在基督成为肉身里，上帝使得

我们有可能生活在与上帝的和谐之中，生活在与天地万物的和谐之中，

既作为与上帝和谐的结果，也作为达到与上帝和谐的手段。在文艺复兴

时期作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和作为周围环境的主宰者而出现的新人，不

需要上帝屈尊道成肉身，很快就成为他的环境的开发者和破坏者。

继中世纪之后的是，新教的和天主教的改教运动，以及文艺复兴。

这两个改革，从一个意义来说，是中世纪的新发展，从另一个意义来

说，却是中世纪的继续。正像我们将要在下一卷里看到的那样，这两个

运动向人们提供了手段，使人们在新的环境里，重新宣布和实践基督教

信仰的这一基本信条——即上帝在基督里使世人与他自己重新和好。



附录

进一步阅读书目

与第一卷一样，在此列出一些参考书目供读者在阅读相应章节时一

起阅读：

Ⅰ.奥古斯丁（Augustine，第一章）

A. On the Nature of Good，1～20

1.LCC，6:326～332

2.NPNF，1st series，4:315～355

3.W.J.Oates, ed.,Basic Writings of Saint Augustine，2 vols.

（New York：Random House，1948），1:431～438

B. Grace and Free Will

1.NPNF，1st series，5：443～465

2.Oates，1:733～774

C. The Correction of the Donatists：NPNF，1st series，4:633～651

D.尽管这一部分内容的参考书目非常多，但我也要极力推荐读者阅

读《忏悔录》（Confessions）。此书有许多英文翻译。



Ⅱ.奥古斯丁之后的西方神学（第二章）

A. Vincent of Lerins, Commonitorium：NPNF，1st series，11:131～
156

B. Gregory the Great, On Pastoral Rule, Part I, and PartⅢ：1～8

1.ACW，11:20～44，89～106

2.NPNF，2nd series，12:1～9，24～29

3.C.J.Barry, Readings in Church History，3 vols.（Westminster,
Maryland：Newman Press，1966），1:135～140（相似的选集）

Ⅲ.东方神学（第三章，第七章，与第十二章）

A. Pseudo-Dionysius, Mystical Theology

1.J.D.Jones, trans.,The Divine Names and Mystical
Theology（Milwaukee：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1980），pp.211～
222

2.C.E.Rolt, trans.,Dionysius the Areopagite on Divine Names and
Mystical Theology, reprint（London：SPCK，1957），pp.191～201

B. Sixth Ecumenical Council, Sentence Against the Monothelites, and
Definition of Faith

1.NPNF，2nd series，14:342～346

2.LCC，3:383～385（简短的选集）

C. John of Damascus, On the Orthodox Faith，1:1～10：NPNF，2nd



series, vol.9（part 2）pp.1～10

D. Seventh Ecumenical Council, Decree：NPNF，2nd series，14:549
～551

E. Photius, Encyclical Letter：Barry，1:316～318

Ⅳ.加洛林王朝时期的复兴（第五章）

A. Paschasius Radbertus, The Lord's Body and Blood：LCC，9：

94～108

B. Ratramnus, Christ's Body and Blood：LCC，9:109～117

Ⅴ.第12世纪（第六章）

A. Anselm

1.Proslogion

a. LCC，10:69～93

b. M.J.Charlesworth, St.Anselm's Proslog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65），pp.111～155

c. J.Hopkins and H.Richardson, trans.,Anselm's Works，4 vols.
（Toronto：Edwin Mellen Press，1974～1976），1:89～112

d. Barry，1:357～361（优秀的选集）

e. Kerr, pp.84～85（简短的节选）



2.Why God Became Man

a. LCC，10：97～183

b. Hopkins and Richardson，3:49～137

c. Kerr, pp.85～94（总结了主要论点的优秀选集）

B. Abelard, Ethics, selections：LCC，10:288～297

C. Hugh of Saint Victor, On the Sacraments, selections：LCC，10:300
～318

D. Peter Lombard, Four Books of the Sentences, selections

1.LCC，10:334～351

2.Kerr, pp.100～101（不同的选集）

Ⅵ.第13世纪（第八章到第十一章）

A. Bonaventure The Journey of the Mind to God

1.LCC，13:132～141

2.L.S.Cunningham, trans.,The Mind's Journey to God（Chicago：
Franciscan Herald Press，1979），pp.23～121

3.E.Cousins, trans.,Bonaventure（The Classics of Western Spirit-
uality；New York：Paulist Press，1978），pp.51～116

B.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Part I, question 1.有几个英文

版本。最了的版本是Blackfriars Edition，60 vols.（New York：



McGrawHill，1964～1981）。所提及的文章可在这一版本的1:5～41中
找到。

Ⅶ.中世纪后期（第十三章）

A. Duns Scotus，各种的选集：

1.LCC.10:428～436

2.Kerr, pp.122～123

B. Ockham, On the Power of the Pope, selections：LCC 10:437～442

C. Marsilius of Padua, Denfender of the Peace, selections：Barry，
1:479～490

D. Eckhart, Sermon on the Eternal Birth

1.LCC，13:177～185

2.R.B.Blakney, Meister Eckhart：A Modern Translation（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41），pp.109～117

E. John Hus, On Simony，1～4：LCC，14：196～222





目 录

英译本第一版序言

第三卷 从宗教改革到20世纪

缩略语

第一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

第二章 马丁·路德的神学

第三章 乌尔里希·慈温利与改革传统的起源

第四章 再洗礼派与激进的宗教改革运动

第五章 协和信条以前的路德神学

第六章 约翰·加尔文的改革神学

第七章 英国的宗教改革运动

第八章 天主教改革运动中的神学

第九章 路德派正统化的神学

第十章 加尔文之后的改革宗神学

第十一章 个人宗教虔诚的新觉醒

第十二章 转变中的哲学背景

第十三章 19世纪的新教神学

第十四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罗马天主教神学

第十五章 君士坦丁堡陷落后的东方神学

第十六章 20世纪的神学

附录



英译本第一版序言

《基督教思想史》第三卷向作者提出的问题和前两卷所提出的问题

在性质上略有不同。这些难题之所以产生，主要是因为恰恰是在本书所

涉及的这段时期的开端，即16世纪，基督教出现了某些最痛苦也是延续

最久的分裂。因此，正是在本卷论述的那几个世纪里，要在范围方面包

括整个基督教会是很不容易的事。以往新教徒所写关于基督教的历史，

大都不仅带有新教的偏见，而且也受到了北大西洋地域偏见的影响。由

于过去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来看待罗马天主教，因此天主教的改革运动几

乎完全被说成只是一场反对新教的论战和关于耶稣会会士的一些简略论

述，而没有适当地谈到萨拉曼加神学（Salmantine theology）和苏尔雷

斯体系（System of Suárez）的背景。东方教会的传统往往被忽视，或者

被说成是对基督教的全面歪曲，例如，哈纳克就是如此。新教徒从英国

的经验主义和德国的唯心主义出发来研究神学的哲学背景，而对法国笛

卡儿哲学的重要性极少注意。法国和地中海沿岸天主教信徒的做法则往

往相反。简言之，由于大多数神学历史是几十年前撰写的，因此19世纪

被看做是标准的世纪，但正是在这个世纪里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的神学彼

此交流最少。

在本卷里，作为一个主要在天主教文化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教

徒，并且自认为仍然保持着不少这两方面的传统，我试图利用自己的个

人背景来克服上述观点的某些狭隘性。读者可以明显地看出，我是以一

个新教徒的观点来写这本书的。同样明显的是，在涉及的范围上，我试

图包括整个基督教会。然而我确信，在这一尝试中很快就会出现新的缺

点和错误。但是我希望，我的努力将在某种程度上对所有不同教派的基

督徒之间日益增长的团结感有所帮助。



本书结尾在论述20世纪神学方面不够详细，读者可能会感到若有所

失。正如我在最后一章里所说明的，像这样的论述，如果要有任何价

值，在涉及范围和方法上，必须不同于本书的其他部分。另一方面，最

后一章所探讨的种种问题非常简单的概括，将使研究当代神学的人士把

他们的研究同这些问题发生之前的事态发展联系起来。

此外，我认为第三卷比前两卷更需要压缩内容。这指的是书目注释

的范围。有关这段时期的书目提要在数量上是如此之大，以致我不得不

仅限于提到这样一些书和文章，因为对那些热心于对此问题进行充分研

究的读者来说，这些书和文章反过来又将向他们提出其他一些参考资

料。否则参考书目就必然会变得过于繁重。

我应再次向使这个作品得以完成的许多人士表示我的谢忱。我的秘

书，米雷拉·雷维尔塔·德·里瓦斯夫人，在准备将我的常常是杂乱无章的

手稿付印的艰巨工作中，不知花费了多少额外的时间。我的妻子，凯瑟

琳·贡萨洛斯·冈察雷斯博士，对我的帮助远远超过一般的支持和鼓励，

因为她对加尔文主义，对19世纪以及其他的神学事务具有深湛的见解。

她现任哥伦比亚神学院教会历史学副教授——因此她给我的帮助很大。

对于她们，作为其他许多人的代表，我谨此感谢。

最后，我甚至甘冒给人以敬神印象的风险，也要在这里承认，在整

个工作所需要的研究和思考的过程中，我愈加领悟到自古以来神学就试

图为之作证的上帝的恩典和爱。

胡斯都·L.冈察雷斯

圣何塞哥斯达黎加

1974年8月11日



第三卷　从宗教改革到20世纪

缩略语

ARG

Archiv für Reformationsgeschichte

ATGran

Archivo Teológico Granadino

BAC

Biblioteca de Autores Cristianos

BLittEcc

Bulletin de Littérature Ecclésiastique

BRAH

Biblioteca de la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BullPhMed

Bulletin de Philosophie Médiévale

CienTom



Ciencia Tomista

CR

Corpus Reformatorum

CTJ

Calvin Theological Journal

Denzinger

Enchiridion Symbolorum Definitionum et Declarationum（ed. Denz-
inger and Rahner），31st edition，1957

DicLit

Diccionario Literario

DTC

Dictionnaire de Théologie Catholique

DTT

Dansk Teologisk Tidsskrift

EncCatt

Enciclopedia Cattolica

EstEcl

Estudios Eclesiásticos



HumChr

Humanitas Christianitas

LCC

Library of Christian Classics

LuthOut

Lutheran Outlook

LW

Luther's Works（St. Louis and Philadelphia）

McCQ

McCormick Quarterly

Mansi

Sacrorum Conciliorum Noua et Amplissima Collectio（ed. Mansi）

Modsch

Modern Schoolman

MQR

The Mennonite Quarterly Review

NCatEnc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NSch

The New Scholasticism

QFRgesch

Quellen für Reformationsgeschichte

RGG

Die Religion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Dritte Auflage

RHE

Revue d'Histoire Ecclésiastique

RHPhRel

Revue d'Histoire et de Philosophie Religieuse

RivStIt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RThPh

Revue de Théologie et Philosophie

SchArchVk

Schweizerisches Archiv für Volkskunde



SJT

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

ThLZ

Theologische Literaturzeitung

ThZschr

Theologische Zeitschrift

VoxEv

Vox Evangelii

WZMLU

Wissenschaftliche Zeitschrift der Martin-Luther Universität

ZschrKgesch

Zeitschrift für Kirchengeschichte

ZSTh

Zeitschrift für systematische Theologie



第一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

在人类历史中有这样一些时刻，它们似乎充满了未来的种种可能性

——尽管这不是因为它们提出了明确的许诺，而是因为老的方式方法已

经过时，必须探索新的途径。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的情况就是这样。在

某种意义上，哥伦布的英雄业绩可以作为这个时期的象征，因为当通向

东方的传统贸易航路被封闭的时候，他出发去寻找新航路，结果反倒发

现了新大陆。与此相似，16世纪的宗教大动乱以及因此而开辟的新的神

学领域，是需要寻求新的航路所造成的结果，因为日益明显的是，中世

纪的统一思想体系再也站不住脚或无法复兴。

导致这统一思想体系解体的种种因素是互相关联的，无法把它们彼

此分割开来。但是为了有条不紊地加以说明，我们可以将其中最重要的

因素归纳为：现代欧洲国家的兴起，对教会等级制度的怀疑，神秘主义

提出的其他可供选择的办法，唯名论对经院神学的影响以及文艺复兴的

人文主义。现在我们将按以上顺序对这些问题一一加以探讨。

民族感情的增长

也许16世纪早期影响最大的政治现象就是现代国家的诞生。实际

上，这个时期标志着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向现代的君主集权国家的过渡。

虽然后来的西班牙历史学家把公元711年至1492年这段时期描述为

一场反对异教徒的长期而光荣的斗争，然而事实的真相是，在这个时期

基督教的西班牙内部处于严重分裂状态，各个统治者热衷于追求自身利

益，甚至曾联合摩尔人来反对一个基督教的邻国。只是到了15世纪最后

二十五年，卡斯提的伊萨贝拉（Isabella of Castile）和阿拉贡的斐迪南

（Ferdinand of Aragon）联姻后，才采取切实行动以促成一个统一的西



班牙的诞生。此后不久，这种统一似乎实现了，因为摩尔人于1492年被

驱逐出他们在格拉那大（Granada）的最后一个据点，1512年斐迪南征

服了葡萄牙（Portugal）和那瓦尔（Navarre）。

由于反摩尔人战争的结果，西班牙把它的国家地位和它的天主教信

仰密切地等同起来，它在收集整个半岛的战绩中所发扬的精神以及征服

新世界的精神是长期地、激烈地讨伐异教徒的精神。

然而，西班牙的天主教具有它独自的特点。它从来没有真正成为神

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从查理一世（Charles I）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

皇帝时许多西班牙人所表现的消极反应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当西班牙

这时参加了——不久还领导了——天主教教会的行列时，它是按照自己

的条件这样做的。由于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授予特权

（patr-onato real），教士的等级制度被置于王权管辖之下。这在西班牙

本土已成事实（de facto），在新世界也得到法律承认（de iure）——这

实际上使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成为他们海外领地教会的统治者。宗教裁

判所这个正统信仰的坚定捍卫者，被有效地控制在国王的手中，它所起

的作用是，通过对那些被认为是隐藏身份的犹太人和伊斯兰教信徒不断

进行审讯，借以保存天主教信仰，纯洁西班牙血统和文化。许多教皇最

终变成了西班牙政策的有效的，尽管有时是不情愿的工具。

法国是作为西欧一个极端君主集权制的国家进入16世纪的。在西班

牙和英国，王权受到种种限制；而在法国这类限制大都不存在。法国同

英国的百年战争所起的作用与西班牙讨伐摩尔人所起的作用有近似之

处，这场战争成为振奋法兰西民族情绪的中心力量。法国一度似乎变成

了基督教世界的新中心，甚至连教廷本身也迁往阿维农城

（Avignon），置于法国的庇护之下。等到教廷返回罗马时，它已无法

从法国国王手中夺回他对其领地里的教会的控制权。

英国在15世纪作为一个最近巩固起来的国家而出现。正是在15世纪



末，亨利七世（Henry VII）终于击败了约克家族最后一次重大的反抗。

此后，他同约克的伊丽莎白（Elizabeth of York）联姻所体现的和解政

策，一般说来都很成功。1509年，亨利七世逝世，其子亨利八世继承了

王位，此前他已是兰加斯特（Lancaster）和约克（York）的所有权的继

承人。导致并伴随这次政治联合的是民族感情的高涨。由于百年战争是

英国14世纪和15世纪对外政策的主要特点，还由于迁至阿维农的教廷与

法国的利益密切相连，英国民族主义的高涨带有这样的认识，即教廷的

利益往往同英国的利益背道而驰。结果，制订了种种法律以防止英国资

金流入教廷财库。因此，旨在与罗马脱离关系并使英格兰教会走向独立

的年贡法令、上诉法令和最高权力法令，是试图排除教皇对王国事务影

响的一系列长长的措施的顶点。

16世纪初及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日尔曼帝国是由一些实际上

自主的邦拼凑起来的。虽然这些邦按理应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统管之

下，但是事实上皇帝的权力受到有权势贵族的常常是冲突的利益的很大

限制。不仅如此，哈布斯堡家族（Habsburg）的历代邦主，作为既是日

尔曼帝国某些部分的世袭统治者又是整个帝国推选的统治者，往往把他

们的世袭利益置于整体利益之上，从而阻碍了民族统一的进程。但是日

尔曼帝国尽管在政治上是分裂的，民族主义却从两方面渗入这个国家。

首先是民族主义感情的高涨甚至冲破了封建的疆界。其次是一些独立国

家的成立，如瑞士、荷兰、波希米亚，这些国家脱离了习惯上被称为日

尔曼帝国的国土。从这两方面的情况来说，“民族主义”对一个以前把自

己视为神圣罗马帝国唯一中心的民族而言，成了日益明显的特点。

总而言之，16世纪初，西欧不再自认为是一个单一的帝国，在那里

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皇帝挥舞着世俗之剑，还有一个在罗马的宗教上的对

等人物手执精神之剑。与此相反，一大批新的民族要求成为自主的国

家；这些要求常常不但同皇帝的要求发生冲突，而且也和教皇的要求发

生冲突。现代民族主义便成为导致中世纪统一思想体系崩溃的重要因



素，从而为随着新教改革运动而来的宗教分裂敞开了道路。

导致变革的另一因素是商业与货币经济的发展。这个因素和城市的

发展紧密相联，城市的经济和政治势力迅速地压倒拥有土地的贵族的势

力。资本变成城市和大银行可以操纵支配的商品。贫穷贵族的队伍增加

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他们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城市财富的集中

以及这些财富来源于商业而不是来源于农业，进一步加深农民的贫困。

16世纪也经历了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大概是由于新世界贵重金属的涌

入而加快的。由于工资不能同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价格保持同步，农民

和城市贫民的命运变得非常糟糕。商业的增长和农业资本主义的萌芽，

在大部分的西欧挖了旧的封建制度的墙角。战争的各种新方法使那些以

战斗为生的骑士和其他次要的贵族变得日益潦倒和过时。在这种新的情

况下，教皇和皇帝，高级教士和公侯，要保持他们昔日所享有的控制权

便不容易了。从前整个教会行政系统的建立是为封建社会服务的。城市

和资本的势力在民事和教会的机构中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承认。受苦的农

民为革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失去权势的贵族寻求可以为之努力的新目

标，以便重新掌握领导权。简言之，欧洲走上变革的时机已经成熟，而

这正好发生在传统的等级制教会大大失去威望和权势的时候。

等级制教会权威的衰落

即使撇开民族主义增长的因素不谈，等级制的教会也一直在失去势

力和权威。就在教皇英诺森三世使教皇权势达到鼎盛时期之后，这种衰

落已经开始。但是，这个过程在14世纪和15世纪大大加速了，因为三个

接踵而来的事件导致教廷地位一落再落。这三个事件是：教廷迁至阿维

农，西方教会大分裂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精神对教廷的感染力。教廷衰落

的每一阶段都涉及到对财政的急需。阿维农教廷生活奢侈，必须靠巨额

款项来应付。教会大分裂时期，教皇和伪教皇竭尽全力筹集资金，以加

强他们争夺做圣彼得合法继承人的地位。文艺复兴时期的那几个教皇感



到不得不从欧洲筹集尽可能多的货币资金，以便赞助艺术，频频打仗和

搞阴谋诡计。

结果，当教廷需要越来越多的钱，并想出种种巧取豪夺的办法的时

候，这个教廷也就失去了它曾一度在全欧享有的威信。因此，教会的征

税变得愈加繁重和不合理，而这反过来又推动了正在席卷欧洲大陆的民

族主义浪潮。

征税的利益和教会的最佳利益经常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胡作

非为变得很普遍。例如，以征收名目繁多的教会捐税而闻名的约翰二十

二世（John XXII），在西欧各地着手利用吃空缺的手段聚敛钱财。只

要有一个职位空缺，这份收入即送交罗马教廷；于是，永远嫌不足的教

廷财政预算，就从职位的空缺中捞到好处。其结果是，空缺职位的激

增，以及一种实际上极似任职者长期不在岗的局面，而这是许多优秀的

教皇曾经极力反对的。虚设圣职然后出卖圣职的做法——这正是早期教

会改革者极力反对的买卖圣职之罪——在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和利奥十世（LeoX）时期变得很普遍。最后，赎罪券的销售——
这在路德宗教改革运动的初期阶段变成轰动一时的案件（cause
célèbre）——得到了新的推动力，并且变成大肆倾销，因为需要钱来完

成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富丽堂皇的艺术装饰。

如所预料，贪污腐化之风在教会低层也十分盛行。许多高级教士也

搞了一些和约翰二十二世的做法相似的征收捐税的办法，尽管规模较

小。在地方教区教会一级，买卖圣职（simony）和教士离职克扣收入

（absentee-ism）的做法又一次变得很普遍。

这并不是说整个教会阶层都变得贪污腐化。相反，教会里确有不少

有才干和正直的领导人，他们保持了与其职位相称的高尚的道德标准。

其中一位就是西班牙红衣主教佛兰西斯科·西密尼·德·西斯内罗斯

（Francisco Ximenes de Cisneros），他既有杰出的学术成就，又厉行禁



欲主义。但是，尽管西密尼及其类似的人作出许多努力，贪污仍然很盛

行。

这种事态在一般信徒的现实生活中所造成的结果，通常不是怀疑教

会执行宗教仪式是否有效——这件事情是不能怀疑的，因为圣礼的功效

是自然有效的（ex opere operato）——而是倾向于使这种行宗教仪式从

日常生活的道德要求中脱离出去。然而，一些比较有见识的人，意识到

福音的道德要求，必然会询问，做基督徒是否还有另一途径可走。某些

人找到的另一途径就是神秘主义的途径。

神秘主义作为可供选择的办法

如前所述，世纪和15世纪出现了神秘主义敬虔信仰的广泛复兴。一

般来说，这种神秘主义不公开攻击教会，其特点也不是通常称为神秘主

义感情的强烈迸发。恰恰相反，中世纪后期的多数神秘主义者是恬静的

学者，他们致力于学习、沉思和默想，而不按照他们所理解的基督徒的

生活去改变整个教会。可是，他们的存在本身以及他们的模范生活，加

上他们许多人对等级制教会不予重视，这就使许多人纳闷，这是不是做

基督徒的另一途径。

虽然在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国还有其他神秘主义的重要流派，但是

神秘主义运动最大的成果，也许是共同生活弟兄会（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的创立。该会的成员过着非常敬虔的生活，但他们不过

隐居生活或担任教会职务，而是以学习和教书作为他们自己的教牧职

务。

共同生活的弟兄会的成员把时间花在学习、默思和体力劳动上，而

不是遵循早期修会的严格禁欲的做法。他们作出的两项最重大的贡献

是，抄写大批手稿和创立学校，向青年提供当时最好的学识。鹿特丹的

伊拉斯谟（Erasmus of Rotterdam）就是这些学校之一培养出来的，他的



古典文学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解的精神和虔诚的信仰，都带有共

同生活弟兄会的痕迹。通过这个运动以及其他类似的运动，平信徒有更

多机会参加教会活动，并且更加了解基督教的性质。因此，它对16世纪

发生的重大事件所作出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唯名论的影响

中世纪后期，唯名论（nominalism）盛行一时，这或许最有力地表

明，中世纪的统一思想体系正在走向解体。处于全盛时期的中世纪壮观

的统一局面，只有在万物一体论（an ultimate unity of all things）的前提

下，以及在这种统一或多或少可以从人的角度看出的前提下，才成为可

能。名相是实在的；它们确实存在着，所具有的既定状况甚至比一个人

的自我存在还要真实。它们是可以万无一失地和自始至终地认识到的，

这比对个人存在的任何认识都远为确切和持久。从它们那里出发，整个

宇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等级体系，而教会的和世俗的等级制则是这个等

级体系的反映。中世纪初期正是在这个前提下进行运转和发展的，而这

个前提的渊源与其说来自于基督教，不如说源于新柏拉图主义。但是到

了13世纪末，日益明显的是，这种对实际存在的事物的理解越来越站不

住脚了。这个过程的开始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学说被重新介绍到西方

的时候；而且人们可以因此而说，成为中世纪统一思想体系的顶点的托

马斯主义，也给这个统一思想体系注入了灭亡的种子。之所以如此是因

为，随着亚里士多德学说而被重新引进的对个体的强调，终于推翻了上

述新柏拉图主义的概念。总之，统一思想体系的解体，从约翰·敦司·司
各脱（John Duns Scotus）的言论中比较容易看清楚，到了奥卡姆

（Ockham）的那个时候就十分明显了。

15世纪的唯名论者并不否定共相的存在。他们所否定的是，人类的

思想通过共相而对实际存在的事物的基本性质有了明确的感觉。在某种

程度上，后者的否定所起的破坏作用比前者的否定更大，因为后者的否



定就其极端的方式来说意味着，实际存在的事物并不受人类的逻辑的支

配，因此任何神学的统一思想体系都是不可能存在的——上帝的绝对权

柄和委任权柄之间的区别，人们坚持认为意志凌驾于理智之上的观点，

以及人们声称上帝可以合乎逻辑地以驴为化身，都可以证明上述这两

点。唯名论对中世纪统一思想体系的破坏，同它对大公会议主义

（conciliarism）的支持比起来，更深刻一些但不那么明显。唯名论挖了

该统一思想体系赖以建立起来的那些前提的墙角。

但是，唯名论在破坏中世纪统一思想体系的基础的时候，并没有提

出什么东西来取代它。尽管唯名论的许多领导人笃信宗教，但是，要比

较轻而易举地把虔诚行为和建设性的神学结合起来，对他们来说已经是

不可能的了。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有意破坏中世纪的神学，或拒绝

接受正统的天主教教义。正相反，他们在信仰上是非常正统的，而且他

们提出疑问的只是尚未被宣布为教会教条的教义中的某些论点。他们实

际上做的只是，宣布中世纪统一思想体系的某些前提是站不住脚的，并

试图根据新的前提来建立一个新的神学体系。他们确实建立了一些给人

以深刻印象的思想体系。但是，其中没有一种体系能经受得住他们自己

曾应用在早期神学家身上的那种神学考证方法。结果，神学辩论变得越

来越复杂，并与逻辑学的琐碎细节纠缠在一起。这些互相竞争的思想体

系，虽然作为知识探讨来说是给人深刻印象的，而且虽然常常是根据深

厚的宗教虔诚得出的，但很难应用在教会生活上。于是就产生了对神学

家的普遍的不信任感，而这种不信任感在早先几个世纪里是不太明显

的。这种不信任感在伊拉斯谟及其同时代的人文主义者的著作中得到了

最清楚的表达。

伊拉斯谟和人文主义者

15世纪和16世纪最突出和最重大的事态之一就是人文主义运动，这

个运动是在意大利开始的，但很快就遍及全西欧。在中世纪，总是有一



些人珍惜拉丁文经典著作，并用它们作为思考和写作的源泉。但是，在

15世纪，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对古典文物的兴趣，表现在建筑、绘画和

雕刻上面，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部分的，还有古典文学研究的复

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也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复兴起了推动作用，因为到

意大利来寻求避难的许多拜占廷学者，带来了他们的古希腊语言和文学

的知识。不久，古希腊文变成整个欧洲知识界的共同财富，从而开辟了

通向古代文物宝库的新的广阔道路。

活字印刷的发明进一步促进人文主义运动的发展。在这之前，必须

完全依靠手稿，由于抄写和再抄写的冗长过程，这些手稿对原文的忠实

性就变得很可怀疑。虽然中世纪时，有人曾经想过，通过仔细对照不同

的手稿，设法恢复原来文本的面貌，但是这项工作从来没有大规模地进

行过。说实在的，花费漫长的时间设法重新搞出尽可能完善的文本，而

只落得把这个文本交给人家去反复抄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种反复

抄写和早先那种歪曲了原文的反复抄写是类似的。但是在发明一种方

法，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按一份正文印出大批相同的副本后，这种情

况就改变了。因此，许多人文主义运动的首要人物专门从事艰巨的任

务：核对种种手稿，出版古典作品的校勘本以及教父著作和《圣经》文

本的不同校勘本。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1516年由伊拉斯谟出版的

希腊文《新约圣经》。四年后，在西班牙阿尔卡拉·德·埃纳雷大学

（University of Alcalá de Henares），一批学者在佛兰西斯科·西密尼·德·
西斯内罗斯（Francisco Ximenes de Cisneros）的领导下，出版了包括希

伯来、希腊、阿拉米（Arama-ic）和拉丁文本的“混合语种圣经合

参”（Complutensian Polyglot Bible）。在意大利，教皇的一个秘书，罗

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将文本校勘的新方法应用于所谓的君士坦丁

大帝御赐教产谕（Donation of Constantine），并宣布它是伪造的，而教

皇对世俗统治权力的要求正是以此为前提的。在整个欧洲，以前很少的

和难以得到的《圣经》版本现在随手可得，这一事实激发了那些试图追

溯其信仰和文化渊源的人的想象力。



回到源头的做法是多种多样的。在意大利，马西略·费栖纳（Mar-
siglio Ficino）和彼科·德拉·弥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想要搞出一

个真理的庞大体系，这个体系把基督教与新柏拉图主义结合起来，甚至

把基督教与犹太教的神秘主义结合起来。他们声称，在源头那里，所有

的真理必然是一个真理，因此他们设法把所有的古代渊源搜集在一起，

以求得真知灼见。在意大利，许多其他的人比这走得更远，并且设法以

古代异教的习俗和信仰来代替基督教传统，他们认为基督教传统挡在了

他们同古典文化之间。虽然路德不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然而可以说他本

人也主张回到源头那里，因为他坚持认为《圣经》的权威高于传统。但

是，人文主义者最常见的态度，至少在新教改革运动爆发前，是伊拉斯

谟所持的态度，他主张回到基督教的渊源那里。可是他认为，这种做法

本身需要一种温和与博爱的精神，但是他后来发现，不论在传统基督教

的捍卫者身上，还是在新教信仰的拥护者身上，都缺乏这种精神。

伊拉斯谟作为人文主义者的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在这

一历史背景中，特别值得一提。他的著作确实表明一个时代正在结束。

但是它也显示出前个时代和即将开始的时代之间的某些连续。如果伊拉

斯谟仅仅被看做是一位缺乏勇气把自己的主张坚持到底的温和的改革

者，那便无法正确理解伊拉斯谟其人。他没有变成新教徒，不是因为他

缺乏勇气，而是因为其笃信的信仰没有引导他朝那个方向走。他仍旧是

个天主教徒，因为他认为，尽管天主教教会存在着他所不断谴责的所有

那些腐化现象，但只有在那个教会内才能最好地做一个基督徒，而且只

有从那个教会中才能产生出他所期望的基督教的真正改革运动。

伊拉斯谟提倡的宗教改革不是在教义学方面，而是在伦理学方面。

其所以如此，不是因为他相信教会和中世纪后期神学家在每一点上都是

正确的，而是因为他觉得，与基督徒生活的实践相比，正确的神学论断

是次要的。他认为经院主义的神学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而且他感

到不得不谴责和讽刺它的琐细无益的分析；但是他并没有像新教改革者



那样建议以新神学取代旧神学。他满足于回到他认为是耶稣的朴素教训

的那些东西上面去。他也像他的许多前辈所作的那样，以斯多葛派和柏

拉图派的观点来解释这些教训。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基督的哲学”，
这种哲学基本上是一种合理的、温和的和有秩序的生活方式。

然而，这并不是说伊拉斯谟把基督教简化为一系列道德原则。他确

实相信教会所有的传统教义，特别是道成肉身的教义。他不声称，一个

人信奉什么是无所谓的事。他确实声称，真正的基督教教义不应该是比

较复杂的东西，而经院主义却把它讲得玄乎其玄，使人几乎无法理解。

当这类神学游戏在进行的时候，基督徒生活的实践就受到损失。伊拉斯

谟在他的《对话集》（Colloquia）中一再讽刺抨击修道士和他们的行

为。他谴责修道院制度的理由，一是他目击修道士现实生活中的虚伪

性，二是他深感修道院所订的教规不符合基督的要求。伊拉斯谟可以接

受并尊重禁欲主义。事实上，他本人多少可以算是一个斯多葛式（Stoic
fashion）的禁欲主义者，而且他最敬仰的一位古代基督教作家就是严格

实行禁欲主义的哲罗姆。可是，他不大喜欢那种认为一个人通过脱离尘

世和把时间花在宗教修行上就可以最好地侍奉上帝的想法。禁欲主义是

一种纪律，像士兵的军纪一样，必须用在基督徒的生活目的上。另一方

面，他鄙视那些抛弃这个纪律、放纵情欲的人，这一点可以从他对教皇

尤里乌二世的冷嘲热讽里看出来，他在《尤里乌被赶出天堂》（Julius
Excluded from Heaven）的论文里对这个教皇的世俗爱好大加抨击。

在伊拉斯谟看来，“基督的哲学”是从真理只有一个这样的事实出发

的，因此哪里有真正的智慧，哪里就有上帝的旨意在运行。在这方面，

他转向基督教的道的教义，并从中得出同查斯丁、克莱门特、奥古斯丁

和波拿文图拉以前得出的相似的结论。基督那里成为肉身的道

（Logos），和给哲学家们以启示的道是相同的，因此伊拉斯谟竟然走

到要求“圣苏格拉底”（St.Socrates）为他祷告的地步。



这反过来意味着，成为基督徒生活中心的基督的道德戒律，非常接

近于斯多葛派和柏拉图派的道德劝戒。当保罗说到“精神”和“肉体”之间

的敌对时，他的意思与斯多葛派提及的“理智”（reason）与“情欲”（pas-
sion）的敌对基本上是一样的。人生在世所要做的事，基本上就是运用

理智来支配情欲。“因此，这是走向幸福的唯一道路；首先，认识你自

己；其次，不要让任何事情受情欲支配，而应使一切听从于理智的判

断”。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具有基督精兵的两项武器，即祈祷和知识的

双重力量源泉。“向上帝作真纯的祈祷可以战胜情欲，因为它是敌人无

法接近的堡垒。知识给理智提供有益的判断，以免有所匮乏”。尤为突

出的是，伊拉斯谟强调祈祷必须真诚，至于祈祷的时间长短，形式如

何，并不重要。至于知识，其主要源泉是圣经的研究，因为“只要热心

攻读《圣经》，任何可怕的诱惑都是可以轻易地击退的”。在寻找其他

解经者以便得到智慧来理解《圣经》时，伊拉斯谟推荐那些“特别主张

竭力离开圣经的字面意义”的人，如保罗、奥利金、安布罗斯、哲罗姆

和奥古斯丁。虽然伊拉斯谟本人在用寓意法解释圣经方面从来没有像奥

利金走得那么远，但是他完全不受经文字面意义的束缚，这也是他的

《新约意译》（Paraphra-ses）或新约注释受到普遍欢迎的主要原因之

一。

因此，伊拉斯谟是置身在基督教思想家和学者的悠久传统中的，而

且他和公认的教会（established church）的其余部分关系紧张，这和那

个传统中的其他思想家和学者所经历的紧张关系很相似。克莱门特把自

己和那些能够理解他的教导的人称为“基督教灵智派”（Christian
gnostics）；奥利金和当时的教会当局发生严重纠纷；奥古斯丁的神学

遭到与他同时代的几位最有名望的神学家的拒绝。同样地，伊拉斯谟认

为自己，既站在公认教会的界限之内，又站在界限之外。他认为自己是

在界限之内，因为他一向是教会的忠实儿子，他相信教会的教义，而且



从来没有反抗过教会当局。另一方面，他感到不得不用他认为是福音的

那些标准来衡量教会，因此，也可以说，他不得不以批判的态度来对抗

教会，而这总是不受教会当局欢迎的。

把上述各方面都考虑在内，我们就可以了解伊拉斯谟对新教改革的

态度。他本人是一个宗教改革者。早在路德的名声传出德国之前，整个

西欧就在议论，伊拉斯谟是迫切需要的教会改革的提倡者。他进行了广

泛的通讯，大部分的通讯是为了促进全欧的教会改革事业。在欧洲主要

的宫廷中有他的赞赏者和追随者，其中还有几个君主。在需要有一个更

深刻、更朴素、更真纯形式的基督教这个问题上，越来越多的主教、红

衣主教和其他教会领导人同意伊拉斯谟的观点。有一个时期，西班牙教

会似乎很可能成为第一个按照伊拉斯谟路线进行改革的教会。英国也不

落在后面。法国和那瓦尔大概也会跟上来。然而，出乎意外，从德国刮

起了一阵强烈的风，改变了整个局势。当路德的改革运动在推进的时

候，当天主教的首脑们企图阻止其发展的时候，每个人都越来越需要对

这个运动表态。在西班牙，教会似乎即将经历一次深刻的改革，在那里

谈论教会改革就等于背叛查理一世，查理一世在沃尔姆斯（Worms）改

称查理五世，曾受到路德的冒犯。在法国、德国和其他地方，终将导致

宗教战争的双方阵线已经变得很分明。采取温和态度已经变得不可能

了。伊拉斯谟无论从性格还是信仰来说，都是个温和派，因此他的处境

就愈加困难了。

新教徒认为，如果伊拉斯谟要忠于他自己多年来所坚持的主张的

话，就必须站在他们一边。这是对伊拉斯谟的言论的曲解，因为他一贯

反对分裂，而且他觉得新教徒过分地沉浸于自身的神学辩论以及无法理

解福音的朴素教导。再者，他和路德对宗教改革的态度完全对立。伊拉

斯谟和解的精神发现路德的好斗是很讨厌的。在一段时间里，伊拉斯谟

不愿对路德进行公开攻击，认为新教的成功或许是一个迹象，说明上帝

认为教会是如此腐败，以致必须进行一次大手术。但是事态发展迫使他



改变策略。不久伊拉斯谟就被指控为骨子里是个路德派，而且新教徒还

利用他的著作和名声来推动他们自己的事业。英国的亨利八世（Henry
VIII）、教皇亚得良六世（Pope Adrian VI）、以及他的大批朋友和敌人

都极力主张他阐明自己的立场。最后，他决定写一篇题为《论自由意

志》（On Free Will）的论文来抨击路德，因为正是在这问题上他跟路

德有明确的和真实的分歧。路德在他的《意志的束缚》（The Bondage
of the Will）一文中向伊拉斯谟进行刻薄的回击，文中他再次表现出夸

夸其谈的倾向，而这曾经是伊拉斯谟对他深表遗憾的。在这个事件之

后，伊拉斯谟越来越离开新教徒，并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在他逝世

前还接受了许多他本人以前谴责过的天主教会的事情。虽然带有人文主

义色彩的新教徒，如菲利普·梅兰希顿（Philip Melanchthon），仍对伊

拉斯谟深为尊敬，但是新教徒中间的普遍看法是，伊拉斯谟只是一个软

弱胆小的人，他没有勇气坚持自己信仰。然而，这个评论不是对他的动

机的公正估价，并且是以错误地理解他的观点为根据而作出的。

伊拉斯谟在天主教阵营里的遭遇并不太好，因为他的温和精神在那

里也很难立足。虽然他能够在骚乱的世界里比较平静地度过了他的晚

年，他的许多追随者，特别是那些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追随者，处境并

不妙。伊拉斯谟本人曾受到巴黎大学神学院的指责，这个神学院把捍卫

新近规定的天主教正统观念当做自己的任务。伊拉斯谟死后二十三年，

当教皇保罗四世开列第一批禁书目录时，他的著作就包括在内。

这就是为什么说伊拉斯谟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他的时代之

后，在差不多四个世纪里，要在新教与天主教之间保持温和的和调和的

立场，就非常困难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成为中世纪西方基督教持久

特点的一大批温和的、不主张分裂的改革者中间，伊拉斯谟是最后一

位。

但是伊拉斯谟也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开始。这是一个发明印刷机，大



量著书和具有学术成就的时代。他评注校正的《新约圣经》版本以及早

期基督教作家的著作的版本，是一项延续到今天的伟大事业的开端。结

果这项事业带来了对一些历史事件的重新解释，而这些重新解释反过来

又对基督教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意义颇为重大的是，

正是伊拉斯谟通过编订希腊文《新约圣经》而开创了现代圣经研究的园

地。四个世纪之后，当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本着可以说成是伊拉斯谟的容

忍精神开始彼此对话时，他们在刚刚建立起来的对话中所迈出的第一

步，就是围绕着伊拉斯谟曾为之作过如此巨大贡献的圣经学识。



第二章　马丁·路德的神学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毫无疑问是16世纪最有影响的基督教神

学家，因此，按常例，我们从总结路德的神学着手来论述16世纪的基督

教思想，是适当的。不过，在这里有必要提请注意。尽管路德确实是一

个至为重要的人物，而且尽管16世纪的大多数基督教神学——不论是天

主教还是新教——都是关于路德的评论和争辩，然而同样真实的是，重

要的神学工作正在天主教阵营里和东方阵营里进行着，而且与人们对路

德主张的讨论很不相关。因此，需要告诫读者的是，假使他们要想看到

16世纪的神学的全貌，那么就一定不要让有关新教运动的重大争论问题

掩盖其他方面所进行的重要的神学工作。关于这方面工作的论述，读者

可参阅本书涉及天主教神学和东方神学的那几章。为了逻辑上清楚的缘

故，我不按年代顺序把这几章安排在早期新教思想全面论述之后。

既已提醒，我们现在可以转到马丁·路德的神学上了。

马丁·路德和奥古斯丁一样，是那些其神学和生活如此紧密相联的

思想家之一，以致撇开了他的生活，就无法理解他的神学。因此，既然

这可能是探讨他的神学的最好方法，我们将简要地概括那个终于导致他

同罗马决裂的精神上的人生历程，以此来开始这一章，以便再研究他比

较成熟的神学中的那些最重要的特点。

精神上的人生历程

年轻的路德除了两件事情之外，似乎同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青年没

有什么不同之处。一是他在情绪上极不稳定，经常意志消沉；二是他也

许比他周围一般的青年对宗教更感兴趣。年，路德进修道院时，他的动

机是出于在一次雷暴雨中曾向圣安妮（St.Anne）立过誓愿；可是后来



的事态发展似乎表明，他在雷暴雨中最怕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自己没

有准备好就要去死的这一前景。于是，他入修道院为死作准备——以便

使自己能在上帝面前无所羞愧。

在接受修道院生活方式之后，路德就一心一意地过修道院的生活。

当时他二十一岁，他不是轻率地对待自己新使命的人。当了一年见习修

道士以后，他立下了永远奉献的誓言，他的上司对他表示相当满意，决

定封立他为神甫。在这期间，没有迹象表明，路德是个不情愿的修道

士，或他觉得他立过的誓愿难于承担。恰恰相反，用路德自己的话来

说，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一个模范的修道士。他已经抛弃尘世而进

到修道院来，为的是使自己一定能得救，而且他这时不愿意受引诱去做

一个舒舒服服、沾沾自喜的修道士。他要继续进行当时促使他进修道院

的那项工作，并过着一种他所可能忍受的禁欲生活。他如此过分地禁欲

修行，以致他在晚年时相信长期的禁食和苦行给他的身体带来了永远的

损害。

但是这种紧张的灵性锻炼似乎对他的心灵甚少助益。上帝的圣洁和

上帝的公义使路德产生畏惧。他怎样才能肯定，自己已经做得充分了

呢？这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因为教会靠基督和他的圣徒赢得无数功

德，足够用于那些其工作不配蒙受得救的罪人。但是，甚至连这种信心

都破灭了，因为路德赴罗马朝圣时，看到圣物以及博取功德的其他手段

被人们肆意滥用。他到达罗马时充满着希望和信念，而离开时却痛苦地

怀疑，教会提供的得救的方法是否真正有效——这是我们获得的第一个

迹象，说明路德默许自己去怀疑当时公认的教义。

此后，他被调往维登堡（Wittenberg），这一调动对他余下的生活

和教会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是在这里路德遇到了他的奥古斯丁

会的同道兼上司，约翰·冯·施道比次（Johann von Staupitz）。施道比次

是一个富有同情心和有学问的人，他善于倾听路德的畏惧和忧虑，而不



急于对他进行指责。当路德向他吐露对自己得救的疑虑时，施道比次同

情地倾听着。但后来，路德开始对认罪产生疑虑。这种疑虑不是由于他

的不信而产生的。他仍旧相信，通过认罪和补赎，罪是可以赦免的。他

的问题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他发现，要坦白所有的罪是不可能的。不管

他尽多大努力，有一些罪依然没有认完，也没得到宽恕，因为罪是这样

根深蒂固和渗透人心，以致不可能连根拔除。尔后，施道比次将他介绍

给德国神秘主义派。从他们那里，他找到另外一条得救的途径，这条途

径不是依靠个别罪的赦免，而是简单地依靠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上帝。人

们需要做的只是，把自己的个人利益和骄傲放在一旁，以及信赖上帝。

在这里，路德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内心安宁，他后来坚持因信得救的想

法，人们从他的这种想法中可以听到这些神秘主义者教诲的回声。只但

是只做到这些还不够。一个人为消灭自我而作的努力本身，就是骄傲的

行为。而且，神秘主义者声称，得救之道仅仅在于将自己完全交托给对

上帝的爱，但是路德发现，在最圣洁的上帝面前，他内心深处的反应不

是爱而是怨恨，因为最圣洁的上帝要求于他的圣洁他无法达到。

就在这个时候，施道比次决定要路德去学习，成为一个神学博士，

并在维登堡大学教课。此外，还要交给他教牧的任务。我们无法知道施

道比次作此决定背后有什么打算。也许施道比次是学习哲罗姆的榜样。

当年，哲罗姆发现，他的不圣洁的梦追随他到了伯利恒的修道隐居地，

于是他就决定学习希伯来文并翻译《圣经》。也许施道比次认为，如果

路德被迫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别人的疑虑和需要上，那么他自己的疑

虑和需要就会退居次要地位。无论如何，这一决定的最后结果是，指引

路德去研究《圣经》，在那里他终将找到解决他的疑虑的答案。

按照施道比次的指示，路德全心全意地研究《圣经》。1513年，路

德开始讲解诗篇，到1517年，他也讲解《罗马书》和《加拉太书》。

到这时候，虽然路德和公认的教会的决裂即将开始，但是他的神学



已经基本上定型。从那以后，他在神学上的继续发展，将是进一步阐明

和应用他早年研究《圣经》时所发现的东西。因此，我们在这里应稍停

一下，试图将路德新近发现的对上帝的理解以及对上帝与人类关系的理

解的主要轮廓勾画出来。

概括地说，路德的问题是罪与恩的问题，或义与爱的问题。路德认

识到自己是一个不义的、不圣洁的罪人，像他这样的人怎能使最圣洁和

最公义的上帝息怒呢？路德在研究旧约《诗篇》时看到了一线希望，认

为可以找到这个答案。他像他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圣经注释家一样按基

督论来解释《诗篇》。在《诗篇》里，基督亲口说话，并使自己显现出

来。于是，当他读到《诗篇》第二十二篇基督自己在十字架上开始念

道“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时，路德发现，基督本人也像

他那样忍受着孤独的极大痛苦。基督本人也如同大多数可怜的罪人一样

被离弃。他这样做是为了路德的缘故。他不单是公义的审判者；他也愿

与罪人同席。不知怎地，这个路德认为不得不怨恨的公义的上帝同时也

是爱世人的上帝，他在基督的身上为了路德的缘故曾完全被离弃。公义

和爱这两者十分奥秘地互相结合起来。这就是路德神学的开端。

然而，路德的这一巨大发现发生在他后来研究《保罗致达罗马人

书》的时候。多年后，他这样叙述自己的经验：

我确实被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所驱使，想要理解《罗马书》中的保

罗。但是在这之前，并不是说我的心是冷血的，而是我被《罗马书》第

一章里的一句话所难，那就是：“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

来。”我恨“上帝的义”这个词，因为按照所有老师们的习惯用法，我学

会把这个词从哲学上理解为他们所谓的形式的或主动的公义，有了这一

点上帝是公义的，并且惩罚不义的罪人。

我虽然过着修道士的生活并问心无愧，但是我感到，我在上帝面前

是良心极度不安的罪人。我不能相信上帝由于我的苦行赎罪就会对我息



怒。我不曾爱过，说真的，我恨过那个惩罚罪人的、公义的上帝，而且

我在暗中，如果不是亵渎地，但确实是满腹牢骚地，对上帝发怒……

最后，靠上帝的怜恤，我夜以继日地默想，我注意到这句话的上下

文，即“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如经上所记，‘义人必

因信得生’”。从这里我开始明白，上帝的义就是，义人靠上帝的恩赐而

得生，也就是因信而得生。其含义是：上帝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即

慈悲的上帝借着这个被动的公义使我们得以因信称义……至此，我感到

我好像完全得到重生一般，并且通过敞开的大门已经进入乐园。整本

《圣经》以一个完全崭新的面目呈现在我的面前。

路德对此发现不甘缄默，因为他不是那样的人。这件事的重要性实

在太大，他认为不应将它埋没起来。他很快就说服了他在维登堡的大多

数同事。但是他认为他的新发现应当广为传播。为此，路德写了九十七

条论题，外表上是要让维登堡大学的学生进行答辩，因为学士学位的候

选人通常需要做这些答辩。但是，他也把这些论题拿去付印，他还提

出，他本人要向任何反对者就这些论题进行辩护。在这些论题中，路德

提出他深深感到人的罪孽的深远影响。“人好比一棵坏树，只想做坏

事”。“人们必须承认，想要努力朝着被称为善的方向去做的意志是不自

由的”。这和路德不让上帝把他从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亲身经历密切相

关：“人就其本性而论，不可能要上帝成为上帝。事实上，他自己想要

成为上帝，而不愿上帝成为上帝。”这反过来又归结到恩典的重要作

用：“然而，对人来说，除了恶意和甚至反抗恩典之外，没有任何东西

高于恩典。”人甚至无法拆除挡在恩典前面的障碍物，德行在这方面是

无关紧要的，因为“没有无骄傲或悲哀的也就是无罪的德行”。其原因

是，“没有上帝恩典的每一项遵法行动表面似善，而内里却是罪恶”。总

而言之，“我们不因行公义的事而成为义人，而只有被称为义人后，我

们才能行公义的事”。



尽管此时路德以为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天主教徒和有组织的教会的真

正儿子，但是他的确希望掀起一场争论，使人们注意到他的新发现。然

而，在这方面他失败了。“这件事在路德的生涯中本来可能会成为一次

经过精心策划的公开挑战，但是似乎完全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无疑，

这本来可能会变成一场大辩论的万炮齐发……但是结果什么也没有发

生……路德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发现，他最充分的计划变得毫无

结果，然而在这时，在完全未料到的情况下，影响巨大而突如其来的事

件终于来临了”。

这一“影响巨大而突如其来的事件”的发生关系到赎罪券的发行问

题。路德赴罗马朝圣以及他后来在神学上的造就使他确信，信赖功德和

圣人遗物是徒劳的。他感到，这种信赖在自己的灵性历程中，非但不起

帮助作用反而是个阻碍。在维登堡，智者（Frederick the Wise）搜集了

大批圣物。据称，这些圣物可使那些瞻仰过它们和作过适当捐献的人死

后免于进入炼狱。早在宗教改革运动爆发前，路德就已公开反对过这种

做法，从而招致弗雷德里克的不满，因为后者指望得到这笔来自信徒捐

献的收入。实际上，由于这项收益部分用于维登堡大学，路德本人也间

接地获得部分好处。不过，弗雷德里克不愿仅仅为了路德冒犯了他或影

响他的收入而使路德保持缄默。因此，尽管路德在这个问题上和他的君

主发生意见分歧，但是路德仍继续担任他的教牧职务。这就是当时的情

况。但这时教皇利奥十世宣布，授权勃兰登堡的艾伯特（Albert of
Brandenburg）在他的领地上出售新赎罪券，这样一来就使赎罪券的问

题变得很突出。路德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但有几个上层人士参与了促

成宣布这件事情的协商工作，而且所涉及的款额相当大。然而在表面

上，赎罪券的这次新的销售的目的，是因为需要完成罗马圣彼得大教堂

的长方形会堂，因为该项工作由于缺钱已中断多时。智者弗雷德里克不

准兜售赎罪券者进入他的领地，因为他们将会同维登堡教会发行的赎罪

券竞争。但是，路德教区的一些居民越境去购买新赎罪券，并在回来时

告诉路德说，兜售者大肆吹嘘，他们的货色如何灵验。



正是在这个时候，路德写成了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论纲的真

正名称是《关于赎罪券的力量与效验的争辩》（Disputation on the Power
and Efficacy of Indulgences）。论纲是用拉丁文写成的，因为路德的目

的不是要掀起一场骚动，而是要跟一些学者进行学术性的争论，以期证

明他的论纲的正确性。这不是什么新鲜的事。路德早些时候曾提出过其

他一些他期望能轰动一时的论纲，但毫无结果。而现在，当他不希望发

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他确实掀起了轩然大波。

由于写这些论纲的时候路德脑子里只想着一个问题，因此它们不像

上述《反经院神学论》（Disputation against Scholastic Theology）那样透

彻地阐明路德的主要信条。一般来说，其攻击矛头不是针对教皇，而是

针对赎罪券的鼓吹者。这些鼓吹者的主张不利于教皇，因为这些主张促

使平信徒不禁要问这样一类的问题：如果教皇真正掌握炼狱大权，他为

什么不本着爱心直截了当地把所有被投入炼狱的人全都释放出来，而硬

要等他拿到“用来建造教堂的这笔可怜的钱呢”。与此类似，路德通

过“平信徒”之口说出他的心里话的时候，他表达了那些认为德国再次被

罗马诈取钱财的人的愤慨情绪。因此，他声称，“平信徒”也许要

问：“教皇今天拥有的财富比最富有的克拉撒斯（Crassus）还多，那么

为什么他不用自己的钱来建造圣彼得大教堂的这个长方形会堂，而要用

这些穷信徒的钱呢？”但尽管如此，路德还是觉得，他先前被忽视的对

经院主义神学的攻击，比他在论纲中对赎罪券的攻击更深刻，本应引起

更大的震动。

当路德公布他的论纲时，他并没有意识到他是在触犯某些有权有势

的人物，也没有意识到他是在激起一些久待发泄的不满情绪。在路德本

人并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份原来用拉丁文写成的作为学术文献的《九十

五条论纲》被译成了德文，付印，并在全国广泛流传。教皇利奥十世是

有史以来登上彼得教座最不称职的教皇之一。他无法理解这场论战所涉

及的极为深刻的灵性问题；而且他也不想去理解这些问题。他只是简单



地认为，这个日耳曼修道士对他的计划是个障碍，因而委派奥古斯丁会

会长对路德进行压制。然而，他的这一企图没有取得成功，因为日耳曼

座堂董事会显然没有对路德采取行动。相反地它作出了决定，让路德与

保守的神学家莱昂纳德·贝尔（Leonard Baier）在海德堡（Heidelberg）
开展一场辩论，并要路德完成他一直在写的《对九十五条论纲的解释》

（Explanations of the Ninety-five Theses）。我们论述路德对神学家任务

的理解时，将有机会谈到海德堡的辩论。这里只提一点，虽然路德未能

说服他的反对者，但是通过这次辩论，他争取到了若干青年神学家站到

他一边来。然而，路德在他的《论纲的解释》（Explanations）中，表

露了他正在经历的内心斗争，他一方面努力坚持有关教皇权威及其掌握

天国钥匙的权力的传统教义，但另一方面却又感到，现行教皇制度与福

音是难以调和的。

我不能否认，教皇的每件事都必须加以容忍，但是使我伤心的是，

我不能证明他所作的事情是最完美的。虽然，要让我来说说教皇的意向

而不牵涉到他那些贪财的雇佣者的话，我可以简单而自信地说，对教

皇，我们必须假定他是最完美的。教会需要改革，这不是一个人即教皇

的工作，也不是好些人即红衣主教们的工作，这两点最近召开的会议业

已证实，而是全世界的工作，确实也是上帝独自的工作。但是，只有创

造了时间的上帝才能知道这个改革的时机。与此同时，我们无法否认这

些赤裸裸的邪恶的存在。教皇掌握天国钥匙的权力遭到滥用，并且受到

贪婪和野心的奴役。

路德希望，带着谦恭的歉意向教皇呈交他的《解释》就可使此事宣

告结束。但是他没有料到，那时利奥和他的教廷已决定谴责路德并开除

他的教籍。然而，由于当时的政治情况，这一行动被推迟了。这时，需

要选举一个皇帝来接替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最有希望的候选

人是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后来他改称查理五世——但是他的当选对

利奥的各项政策将是个灾难，因为那时查理可利用一个由西面的西班



牙、北面的德国以及南面的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形成的钳子将他紧紧地夹

在当中。智者弗雷德里克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选帝侯之一，甚至可能通过

妥协成为红衣主教。由于弗雷德里克要求给路德一次公正的审判，因此

教皇不得不给他一些照顾。随后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由著名学者兼红

衣主教迦耶坦——关于他的事情我们将在另外一章里论及——作为教皇

的主要代表。但是由于双方代表日益意识到，存在于他们之间的问题，

已经超出赎罪券具体问题的范围，而是关于基督教信仰的两种截然不同

的看法，因此谈判以失败告终。

随着岁月的推移，并由于路德逐步阐明他的神学基本立场的涵义，

他破的釜沉的舟越来越多。1519年，当他在莱比锡与约翰·埃克·冯·英哥

斯大（John Eck von Ingolstadt）展开辩论时，狡猾的埃克迫使路德宣

布，《圣经》的权威高于教皇和会议的权威，并且声称后者都曾犯过错

误。埃克指控路德是胡斯派。虽然路德当时感到惊讶，但是不久他终于

承认，他在许多观点上是同意约翰·胡斯（John Hus）的。1520年，路德

写了三篇重要论文：《一个基督徒的自由》（The Freedom of a
Christian），《致德意志贵族书》（Address to the German Nobility）和

《教会被掳巴比伦》（The 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Church）。第一

篇论文是路德写给教皇的，并随文附上一封和解的信，信中声称利奥好

比是“狼群中的羔羊”或“狮群里的但以理”。路德以基督徒的自由为题并

以和解精神评述了他对基督徒生活的基本认识。然而，其他两篇论文则

使他离开罗马天主教会更远些。《致德意志贵族书》否认教皇权威可以

超越世俗统治者和《圣经》，并且声称，现在必须由世俗权力，而不是

由教皇，来为教会改革召开宗教会议。然而，他明确声明，他不主张诉

诸武力，因为所需要的改革不能通过这种手段来取得。但是，这篇论文

的重要性在于通过这篇文章路德表达了德意志民族对罗马的诸多不满，

因而改革运动就和德意志民族主义感情交织在一起。在《教会被掳巴比

伦》一文中，他对教会的圣礼制度进行抨击。按照路德这篇论文，圣礼

只有三种：洗礼、圣餐和补赎。他否认圣餐的变质说和弥撒中的献祭。



他还坚持所有信徒都可以当祭司的主张，在《致德意志贵族书》中，他

已经为这个主张进行辩护。经过对圣礼制度的抨击，甚至对那些最不动

感情的人——伊拉斯谟就是其中之一——来说也很明显，这场分裂是无

可挽救的了。但是这已经无足轻重，因为正当路德准备发表他的论文

时，约翰·埃克带来了教皇颁布的开除他教籍的通谕。

“主啊，求你起来，审判你自己的案子吧……因为狐狸已经出来，

要想毁坏葡萄园了”。教皇的通谕就是这样开始的，接着，利奥在向上

帝、彼得、保罗和整个教会呼吁之后，列举了马丁·路德的种种错误，

对之进行谴责，并宣布开除制造这些错误的人及其追随者的教籍。通谕

结尾向路德提出呼吁，如果他肯撤回论纲，那就答应用“慈父般的爱”来
接待他。教皇通谕在罗马正式宣布时，还当众焚烧了路德的著述，后来

此通谕在德意志和荷兰各地的每一个新的城市公布时，都举行了类似的

仪式。对此，路德进行回击，他把他的学生召集在维登堡城门外，烧毁

一本本的教会律例，教谕和数种经院神学著作。此外，他还将那份通谕

的副本也付之一炬。按照法律来说，他还没有成为一个顽固不化的异教

徒，因为通谕在萨克森尼（Saxony）尚未公布；但是，就一切实际效果

来说，就教会当局来说，事情已成定局。路德是一个异教徒，凡是愿意

追随他的人就等于选择一条被开除教籍和可能遭到生命危险的道路。

现在该由帝国采取行动了。这个行动在1521年发生在沃尔姆斯召开

的帝国议会。那时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查理，对邀请路德出席议会

一事感到踌躇，但是智者弗雷德里克和其他一些人坚决主张，必须给路

德一次公正的审讯。路德本人去沃尔姆斯时深信，此行凶多吉少，除非

上帝决定饶他一命，否则难以逃生。在沃尔姆斯发生的事是人所共知

的。路德用激动人心和令人难忘的语言拒绝撤回论纲。议会经过一段犹

豫不决，决定将路德逐出教会，禁止任何人庇护他。从那以后，从国家

和教会的观点来说，路德和他的追随者不再属于唯一真正教会的一部

分，而是一帮为生活而挣扎并企图拉别人入伙的异教徒而已。



随后发生的事情对路德的神学的形成影响甚微。还在路德事实上仍

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大学教授时，他基本的神学观点已经确立。1517年至

1521年间，他的观点发展为对传统神学的全面对抗。到了1521年，路德

的神学已经得到充分发展。尔后，他写的九篇论文成为他的成熟神学的

一部分，因此，就我们的目的来说，没有必要在这里细述路德的余生。

相反，我们现在应该转到他的神学的最重要的特点上面。

神学家的任务

早在1518年，路德就在《海德堡辩论》（Heidelberg Disputation）
一文中为研究神学提出了类似一整套纲领的东西。他是一通过反对两种

神学提出这一纲领的：一种是“荣耀的神学”，另一种是“十字架的神

学”。就其题材而言，这两者是不相同的，因为一个主要是关系到在荣

耀中的上帝，而另一个则把上帝看成是在隐秘中受难。

荣耀的神学把恶说成是善，而把善说成是恶。而十字架的神学则把

事情实际是什么就说成是什么。

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凡是不了解基督的人也不会了解在隐秘中受

难的上帝。因此，他宁愿要善行而不要苦难；要荣耀，不要十字架；要

刚强，不要软弱；要智慧，不要愚蠢；一般地说，要善不要恶。这些人

就是使徒称之为“基督十字架的仇敌”的人（《腓立比书》3章18节），

因为他们憎恨十字架和苦难，而爱善行和善行的荣耀。这样，他们就把

十字架的善说成是恶，而把行为的恶说成是善。如前所述，只有在苦难

和十字架中才能找到上帝。因此，十字架的朋友们说，十字架是善的，

善行是恶的，因为通过十字架，善行被贬黜，受到善行的特别启发的老

亚当（按基督教教义系指未获得重生的旧人——译者）被钉在十字架

上。一个人除非先被苦难和恶弄得失掉威风和彻底失败，直至他认识

到，自己是不足道的，他的善行不是他的而是上帝的，否则他就不可能



不会因为他的善行而变得趾高气扬。

这几段话——和《海德堡辩论》中的一般内容——的含义极为重

要，因为路德在其中答复了每项神学中的那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即：神

学是什么？神学家恰当的任务是什么？神学家工作所依据的素材是什

么？十分明显，各神学家的神学是什么样的神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他对这些问题所作出的答复。

在这几段话中，路德论证说，有一种荣耀的神学，和一种十字架的

神学。荣耀的神学试图把上帝看成是显现在善行之中。十字架的神学则

相信，只有把上帝看成是在受难和十字架中，才能正确地提到他和正确

地崇拜他。荣耀的神学是盲目的，洋洋得意的。因为它声称，我们以我

们的罪孽深重的状态，能够看到上帝的善行本身，并看到善行中的上

帝。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中提到的神学：“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

拙。”站在这种神学对立面的是十字架的神学，这是唯一真实的神学。

这种神学并不宣称它发现上帝的本体，而是满足于通过启示中的上帝，

即通过在受难中的和十字架上的上帝，来认识他。

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着人们对上帝的自然认识。正相反：

对上帝的认识有两方面：一般的认识和具体的认识。所有的人都有

一般的认识，即：上帝存在着，他创造了天地万物，他是公义的，他惩

罚恶人，等等。但是，上帝对我们是怎么看法，他为了要把我们从罪恶

和死亡中解脱出来和为了要拯救我们，打算赐予什么和打算做什么——
这是对上帝具体的和真正的认识——这些是人们无法知道的。因此，常

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某人的脸面我也许熟悉，但是我却不真正认识他，

因为我不知道他想的是什么。因此，可以说，人们自然地知道有个上

帝，但是他们不知道，上帝要的是什么，他不要的是什么。

人们对上帝的一般或自然认识就是各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神的原



因。他们知道天上有个神，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神是什么。同样地，哲

学家对上帝也有个一般的认识，但是这种认识丝毫不能使他们去理解上

帝的本性。关于道德标准也是如此，这些标准铭刻在我们的心中；它们

表明上帝的存在，但是不能表明谁是上帝，或上帝打算为我们做些什

么。

在另一个地方，路德在《约翰福音》注释中，把这两种对上帝的认

识称为：“通过律法”的认识和“通过福音”的认识。这和律法——福音

（law-gospel）主题思想密切相关，我们不久将回到这个题目上来。总

之，路德在这里宣称，有两种对上帝的认识。理性可以提供对上帝

的“律法上的认识”。哲学家具有这样的认识，每个人也都具有这样的认

识，因为这种认识铭刻在我们心中。而另外一种认识，即“福音上的认

识”，“不是在我们的菜园里生长出来的，人的本性对它毫无所知”。路

德改用别的隐喻来说，认识上帝有“右手的”认识和“左手的”认识。后

者，我们可以通过上帝赐给我们的能力来获得，而前者是我们对上帝的

正确认识，它必须自上而来。

这就是路德所以拒绝荣耀神学的第一个理由：因为它所采用的是对

上帝的“一般的”或“左手的”认识；它不承认这种认识与对上帝的正确认

识之间的巨大差别；它试图通过类似人们用梯子爬上鸽子窝的那种办法

去得到对上帝的正确认识。

路德感到不得不拒绝荣耀神学的第二个理由是，它试图面对面地看

到上帝，而忘记了“没有人能见到上帝而还活着”。“以色列人也没有一

个可以被‘绝对地’看到的上帝，用个比喻来说，就像没有经验的修道士

带着自己的臆测升到天上，认为那就是上帝的本体那样。每一个不愿走

向灭亡的人都应该逃避这个绝对的上帝，因为人的本性和绝对的上帝

——为了便于教导，我们使用这个大家熟悉的专用名词——是誓不两立

的死敌。正如《圣经》反复提醒我们的，人的软弱无能不能不被上帝的



这种尊严所征服。”

《圣经》中的上帝总是在隐秘中彰显他自己；我们只能在具体之中

认识这个绝对的上帝，因为这是上帝所选择的启示方式，路德在几个不

同场合宣称，基督徒的上帝和土耳其人的上帝的不同在于，土耳其人在

提到上帝时不得不含糊其词，因为他们不认识隐秘中的上帝，而这正是

真正启示。“但是那些想要撇开这些掩蔽物接受上帝的人，千方百计地

想不借梯子（即不通过福音）就达到上帝”。

上面所引《海德堡辩论》中的文本一再提及“在隐秘中受难的上

帝”，原因就在于此。只有从这里面才能真正认识上帝——也就是说，

通过“福音上的认识”来认识上帝。

路德在拒绝承认“荣耀的神学”是真正的神学时，他所反对的既是唯

德论（moralism）又是唯理论（rationalism）。瓦尔特·冯·勒韦尼希

（Walther von Loewenich）在评论此文时，表示其中有含糊不清之处，

并且论证说这种含糊不清并非全然出于无意。不能赖以正确认识上帝

的“善行”到底是什么？在文中的大多数地方，善行似乎指的是创造，但

是在某些地方，善行也许说的是人用来取悦上帝的行为。路德否定这两

种意义的“善行”，而冯·勒韦尼希认为，在这双重否定之中，这种含糊

不清得到了澄清，而且在这种含糊不清之中包含有深刻的意义，因为在

这种含糊不清的两个截然相反的点上，路德反对的正是这种含糊不清的

两种平行的表现或产物中的同一个东西。路德在否定人能够靠善行得救

时，他是在反对唯德论。他在否定借着上帝的作为来认识上帝时，他是

在反对唯理论。伦理学与知识论并不是毫不相干地简单地并列在一起，

而是一起归属于那种想要与绝对的上帝直接交通的渴望，这种渴望构成

了荣耀的神学。在一个类似的含糊不清的概念里——这个含糊不清和前

者的含糊不清是对称的——路德用“十字架”这个词来指基督的十字架和

基督徒的十字架，这反过来又表明，十字架的神学不仅与那个神学的内



容相关，而且也和这一神学得以构成的方式和观点有关。

由于对神学的任务和方法的这一理解的结果，路德关于神学和哲学

之间的关系的观点与经院主义者的观点分歧很大。按照托马斯学派的观

点，信仰要在对上帝的自然认识上增添某些理性本身永远不能发现的东

西，这个观点是路德所不能接受的。这个观点并没有向这样一个事实提

供足够的说服力，即所有对上帝的自然认识都是“律法”，因此与福音中

所启示的对上帝的认识并不重叠。为了反驳这些观点，路德有时也运用

后期经院哲学曾经用来批判这些观点的批判法。但是他甚至连后期经院

哲学派的观点也都不能接受，因为他们所作的实际上只是，在没有完全

抛弃托马斯主义原则的前提下，瓦解托马斯主义原则。另一方面，路德

看到荣耀的神学——这种神学包含有托马斯主义和唯名论两者在内——
和十字架的神学根本上是对立的。哲学作为神学的入门应予否定，这不

只是因为理性是软弱的，而是因为它是在追求非常不同于《圣经》中

的“隐秘的”上帝和“绝对的”或“无瑕疵的”上帝。

既然有双重的对上帝的认识，理性也就有双重的用处。路德在谈到

理性时称它为“婊子”（whore），而同时又称它为“很有用的工具”（very
useful tool）。如果我们留意，这个表面上的矛盾是很容易解决的，因

为对路德来说，理性也和人的任何其他天赋才能一样，带着堕落的印

记，而只有在被拯救后才能发挥其正常的功能。理性能够在我们的横向

的（社会）生活中帮助我们；它可以帮助我们井井有条地管理社会；它

可以导致像印刷机那样的发明创造；它是人类在世上谋生的手段之

一。“毫无疑问，理性是万物中最重要也是最高级的东西，而且与现世

中别的东西相比，是最有价值的和类似神圣的。它是所有艺术、医药、

法律以及人在现世中或多或少拥有的智慧、权力、德行和荣耀的创造者

和良师益友。由于这一事实，应当说理性是使人有别于禽兽和其他东西

的主要因素”。



甚至在犯罪之后，理性还是被推崇为“万物中最美丽和最美好的东

西”。然而，这不会使它免于受到一切堕落事物的诅咒，因为理性“仍在

魔鬼权柄的支配之下”。当涉及到用“正确的”和“福音的”方法来认识上

帝时，理性就支持肉体，反对灵性，支持善行，反对信仰，支持律法，

反对福音。“只有上帝能决定，给我们以违背本性的信仰和违背理性去

相信的能力”。

虽然理性靠它本身获得的对上帝的认识是“律法的认识”，而且因此

理性与律法密切相关，但是这并不是说，理性靠它本身就能取代律法。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属于肉体的自然理性总是企图为自己辩解，因此就

不能听到上帝在律法中所发出的责备的话。我们靠自己是无法知道甚至

存在于我们的德行之中的邪恶。理性要对此加以分辨是绝对无能的，因

为它是我们的一部分，而且是投合我们的欲望的。

因此，只有律法才能表明这些（德行）是邪恶的——当然不是指德

行本身，因为它们是上帝的恩赐，而是由于那个埋藏得很深的罪根，人

们对这些没有被认为是邪恶的东西感到沾沾自喜，感到有所依靠，感到

无上光荣，其原因就是这个罪根……

在浩如烟海的智慧、仁慈、公义和虔敬之中，他们不愿意成为邪恶

的，他们也不可能认识到自己是邪恶的，因为他们不听。因此，你瞧，

律法超越自然理性到何等无可比拟的程度，律法让我们认识到的罪又是

何等地深不可测。

这就是为什么路德不太喜欢神学领域里的哲学。“诚然，除非一个

人不带有亚里士多德的色彩，不然他就不可能成为神学家。”哲学的真

理之对神学的真理，就像律法之对福音，或是人的公义之对神的公义一

样。从事物的表面来看，律法和理性在统治。但是，我们认为是正确的

判断，上帝并不一定认为是正确的，因为上帝的判断和我们的判断不一

样。神学的主题和哲学的主题是相同的，对路德来说，意味着在这两类



学科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而这种联系不是一种简单的、连续性的联

系。更确切地说，它是存在于对上帝的一般的或律法的认识与正确的或

福音的认识之间的联系。两者谈论的都是上帝，但是看法不同，而且其

中的一个不能简单地引导到另外一个。

路德对神秘主义的评价也很有启发性。在他的灵性生活历程中，他

从德国神秘主义者那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暂时的内心宽慰，也体验了他

们所描绘的某些喜悦。路德对他们一向非常尊敬。但是他也敏锐地觉察

到他认为是神秘主义的缺点的那些东西。在某些情况下，他对神秘主义

的批判有些过分，失之公正。路德赞成神秘主义的看法，认为在上帝面

前，唯一可能采取的态度就是谦卑。然而，他之所以要谦卑，不仅在于

神性与人性之间，创造主与创造物之间，差别悬殊，而是更确切地说，

在于上帝在基督里的自我克制。因此，路德在上帝面前的谦卑，不仅仅

是一个低微渺小者在至高无上者面前的谦卑，而是一个罪人在爱世人的

圣洁者面前的谦卑。虽然路德对德国神秘主义派比对经院神学更为赞

同，但是他认为神秘主义派的“被动的神学”，仍属于“荣耀的神学”的一

种类型，不属于“十字架的神学”。它具有受难和谦卑的概念，但是它的

这些概念不是来源于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而是来源于其本身的对

绝对的上帝的概念。神秘主义派强调经验的主张博得路德的好感。路德

坚持，真正重要的不是要认识上帝，而是要认识他是“为我的”。可是，

甚至这种强调他也不能完全接受。因为神秘主义的经验概念和隐秘在十

字架里的上帝没有直接关系。神学的出发点既不是理性也不是经验，而

是上帝自己的作为和“话语”。

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是神学的出发点。路德所说的上帝的“话语”是指《圣

经》，但是他也指比这广泛得多的东西。这“话语”是三位一体的永恒的

第二“位”，他和上帝永远同在；这“话语”是道成肉身的上帝；这“话



语”是为之作见证的《圣经》；这“话语”还是使信徒真正听到《圣经》

中的“话语”的声音。虽然“话语”这个名词在这里是明显地用于各种不同

的意思，然而在上帝的“话语”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形式中间存在着一种密

切而重要的联系。

首先，让我们谈谈这个永恒的“话语”，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在使

人联想到一些早期希腊神学家的一段话中，路德提到了上帝的没有说出

来的“话语”。在说明我们把话语说出来之前怎样在心中盘算这些话之

后，路德说：

同样的情况也可以应用于上帝。上帝在他的尊严和神性中，充满

着“话语”或他和他的神圣本体交谈的对话，这种话语或对话反映出上帝

内心的思想。这和上帝本身一样完全、美好和至善无瑕疵。没有人，唯

有上帝自己，看到、听到或理解这个对话。这是睁眼看不见的和无法理

解的对话。他的“话语”在所有天使和万物存在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为

上帝后来借着这“话语”和对话创造了万物。

但是上帝已经说话了；他的“话语”已经表达出来了。这是上帝在从

无到有地创造万物中显示的力量，因为上帝的“话语”不只是一种自我显

露的行为，它也是上帝本身的作为和力量。路德在解释《创世记》1章3
节“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时写道：“上帝通过他的讲话从无有中

创造出东西，这种表达方式确实是异乎寻常的，而且是所有其他各种语

言的作者所不知道的。因此，摩西在这里第一次提到上帝为完成他的作

为而运用的手段和工具，即‘话语’。”

因此，当涉及到三位一体的教义时路德的观点是十足的正统观点。

他对那些否认这个教义的人讲过一些非常激烈的话，他把他们叫着“新
阿利乌派”（new Arians）。但是，按逻辑次序来说，这个教义先于道成

肉身，但是按我们的认识的真正次序来讲只是有了耶稣基督这个重大事

件之后，这个教义才成为可能。这个重大事件就是上帝至高无上的“话



语”，要听到和理解任何其他的话，必须通过这个“话语”。

因此，《圣经》的价值不是要在上帝在基督里的“话语”上加添点什

么，“因为全部福音书都指向基督一个人，这些是无庸置疑的。”这就是

路德在解释《圣经》以及探讨《圣经》权威时的出发点。首先，让我们

转到《圣经》的权威这个问题上来。

众所周知，路德声称，传统——尤其是中世纪晚近的传统——必须

加以否定，而应以《圣经》为依据。他这样声称的理由不是出于革新的

愿望。恰恰相反，路德发现，在他的一生经历中反对他最厉害的对手，

不只是一些坚定的罗马天主教徒，而且还有新教阵营中那些想要抛弃教

会全部传统的人。他自己的做法是只抛弃那些与“《圣经》的明确意

义”相违背的传统的观点和习惯。他这样做的理由是，他相信那个传统

错了，并且必须通过《圣经》的权威使那个传统回到福音的真谛上来，

因为《圣经》的权威高于传统、教会、神学家以及路德本人。他在解释

《加拉太书》1章9节时，说道：“在这里保罗使他自己（天上来的天

使），世上的教师以及不论任何大师，都从属于神圣的《圣经》。这个

女皇必须统治，每一个人必须服从她，并且受她的支配。教皇、路德、

奥古斯丁、保罗（天上来的天使）——这些人不应该是大师、审判官或

仲裁人，而只是圣洁的见证人、门徒和《圣经》信仰者。”

针对这一点，罗马天主教论证说，教会创立了《圣经》，并制定了

《圣经》的正典，因此这说明，教会的权威高于《圣经》。路德对此论

点反驳说，虽然教会制订法规是个事实，但是福音建立了教会，再者他

所争论的，严格地说，不是《圣经》的最高权位，而是由《圣经》所证

实的福音的最高权位。事实上，表达福音的正确形式是它的活生生的口

头上的传扬。基督曾命令使徒们不要写而要去传福音。他们开始是这样

做的，只是在后一阶段作为防止福音被歪曲——如这时传统所带来的歪

曲——的手段。他们才把福音写成文字。因此，声称教会确立了法规的



这一说法是正确的；但是福音创立了教会，而且《圣经》的权威不是体

现在正典里，而是体现在福音里。

这就是为什么路德一方面仍旧坚持《圣经》权威高于传统，而另一

方面却对《圣经》的正典采取随便的态度。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关于《雅

各书》的例子，由于该书强调善行重于信仰；因此给路德造成一些困

难。路德在为该书写前言时，首先就指出古代教会不承认该书为具有使

徒权威的书。他自己愿意承认，这是一本好书，对上帝的律法作了有益

的陈述。但是他否认它的使徒权威性。

首先，《雅各书》在把称义归于善行这个观点上，与圣保罗和《圣

经》的所有其他部分截然相反。

其次，《雅各书》的目的是教导基督徒，但是在这全部教训中，它

一次也没有提到基督受难、复活或基督的灵。他几次提出过基督的名

字，但是他一点也没有用基督的言行来教导别人，而只是谈论对上帝的

一般信仰而已。现在，一位真正使徒的职责应该是，宣扬基督的受难、

复活和任务，并且为信仰他奠定基础……另外，凡是宣扬基督的都具有

使徒权威，即使是犹大、亚那、彼拉多和希律那样做。

尽管在为一般信徒写的这段文中，路德坚持认为，这本书信作为一

本律法书是有它的价值的，但是在大学里和在他的朋友们和学生中间，

他直率地承认，他倾向于将这本书剔除于正典之外。他对《启示录》这

本书也持有类似的态度。因此，路德绝不是一个拘泥于《圣经》的一字

一句的人。他认为的最高权威，不是《圣经》中的法规，而是他在《圣

经》中所发现的福音，福音是解释《圣经》的试金石。

为了了解作者的意图，解释任何一段特定文章的正确方法，是从它

的上下文的角度来着手。对于《圣经》也是如此，《圣经》里面每段经

文必须根据《圣经》和它的作者——即圣灵——的全部信息来加以解



释。当路德说，《圣经》必须由《圣经》本身来作解释时，他的意思不

光是说，《圣经》评注家应当比较各个经文。他指的也是，《圣经》的

重要信息，即福音，是解释《圣经》的唯一钥匙。但是，只有通过圣灵

的干预，才能领会和接受福音，因此必须在圣灵的指引下，才能解释

《圣经》。有表面的“话语”和内在的“话语”。前者是《圣经》里面

的“话语”；后者是圣灵。表面的“话语”就其本身来说，我们的耳朵可以

听见，但是我们的心听不见。因此，必须借助于圣灵的工作才能使心也

听见。在这一点上，路德是同两方面的对手进行斗争。一方面是那些罗

马天主教徒，他们坚持，只有通过传统的权威，才能正确地解释《圣

经》。另一方面，就是路德称之为“热心派”的激进的改革者，他们声

称，圣灵的启示超过了人们在《圣经》里找到的启示。针对这两个方

面，路德认为，《圣经》必须由圣灵来解释，但是作为《圣经》的作者

的圣灵，除了教我们《圣经》里面的福音之外，不教我们别的东西。当

他坚持认为《圣经》的意义是清楚的，但是不能通过我们自己的能力来

理解它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这个。

简而言之，《圣经》，正如它有两种含混之处，也有两种明晰之

处：一个明晰是外部的和涉及到“话语”的作用的，另一个明晰是存在于

心灵的理解之中的。如果你说的是关于内心的明晰，除非一个人得到上

帝的灵的助力，否则他就不能领悟《圣经》里面的一丝一毫的东西……
因为要理解《圣经》，不论是全部也好还是其中一部分也好，都须借助

于上帝的灵。另一方面，假使你谈的是外部的明晰的话，那么根本没有

什么事情是含糊不清的或模棱两可的，因为《圣经》里的每一件事都是

通过“话语”使之清清楚楚地显露出来，并且公布于全世界。

当一些“热心派”（enthusiasts）对《旧约圣经》中的诫命进行逐字

解释而开始造成社会秩序混乱时，《圣经》的明晰问题和每个人可以随

意解释《圣经》的做法就变得非常突出。路德感到不得不解释，在什么

意义上《旧约圣经》对基督徒来说是权威性的，又在什么意义上不是权



威性的。为此，他完成了一系列的著作，其中阐述得最清楚和最简明的

是一篇题为《基督徒应如何看待摩西》（How Christians Should Regard
Moses）的讲道。在这里，路德非常清楚地说明，摩西律法是打算用来

作为犹太的民法的，它对基督徒不具有约束力。“首先，我不考虑为以

色列人制订的诫命。对我来说，这些诫命不起鞭策和强制性作用”。摩

西律法确实是上帝的“话语”；但是它是上帝向犹太人说的“话语”，然而

基督徒毕竟不是犹太人。这不仅对所谓的正式律法适用，而且对摩西的

包括《十诫》在内的全部律法也都适用。摩西是上帝为犹太人派遣的法

典制订人，而不是为我们。如果摩西律法里有某些东西我们应当接受，

那么我们不是根据摩西的权威，而是根据自然律法的权威，认为这些东

西对我们适用。诚然，摩西律法包括的许多东西，如：不可偷盗，不可

奸淫，不可杀人的诫命，是人所共知的，因为这些是铭刻在人们心里

的。因此，基督徒对这些律法必须遵守，不是根据摩西的权威，而是根

据自然的权威。然后，还有一些像什一捐和禧年律法，我们可能认为很

好，也希望在帝国内予以采用。但是，这些律法的价值不在于它们是由

摩西制订这一事实，而在于其固有的合乎情理的价值。再者，体现在摩

西身上的“信仰、慈爱的榜样和十字架的榜样”，以及反面的榜样和它所

产生的后果，都值得基督徒予以重视和警惕。不过，所有这些不应用来

迫使基督徒仅仅因为这些犹太人的诫命来自《旧约圣经》而加以服

从。“现在假使任何人拿摩西和他的诫命来到你面前，并强迫你遵守这

些诫命，你就干脆回答说，‘你到犹太人那里讲你的摩西去吧；可我不

是犹太人’”。

另一方面，无论在摩西里还是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都有许多对

基督徒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我在摩西的教导中找到一些我从本性里找

不到的东西：上帝所作的关于基督的应许和保证”。《旧约圣经》是指

向基督的，根据基督论来加以解释，《旧约圣经》对基督徒来说是极为

重要的。



确实，《旧约圣经》是如此重要，以致《新约圣经》除了实现了已

经许诺的东西和启示了这个许诺的全部意义之外，没有增添什么其他的

内容。

律法和福音

路德看到的《圣经》中的主要差别，不是《新旧约》两本书之间的

差别，而是存在于律法和福音之间的差别。虽然在《旧约》中律法多于

福音，而在《新约》中则福音多于律法，但是不能简单地把《旧约》和

律法等同起来，也不能把《新约》与福音等同起来。相反，在《旧约》

里也有福音，在《新约》中仍然能听到律法。事实上，律法和福音之间

的不同与上帝的“话语”在信徒心中所起的两种作用有关，因此，同样一

句上帝的“话语”由于对信徒叙说方式的不同，而可能变成律法或是福

音。为了澄清这个问题，需要探讨一下路德提出这两个名词是什么意

思。

律法是上帝的意志，这可以从人所共知的自然律中看出来，也可以

从体现自然律的诸如国家制度和家庭制度中看出来，并且可以从上帝意

志在启示里的明确表达中看出来。律法起两个主要作用：作为民法来

说，它管束坏人，并为社会生活和宣扬福音建立必要的秩序；作为“神
学的”律法，它在我们面前暴露我们巨大的罪恶。

正是在这种神学作用里，律法对于理解路德的神学是重要的。律法

是上帝的意志；但是当这个意志同人类现实发生冲突时，它就变成惩罚

的信号，并激起上帝的愤怒。律法本身是美好的、可爱的；但是人在堕

落后变得不能实现上帝的意志，因此，律法对我们来说变成审判和愤怒

的信号。“所以律法揭示了双重的邪恶，一个是内在的邪恶，另一个是

外部的邪恶。第一个邪恶，是我们施加在自己身上的，是罪和本性的败

坏；第二个邪恶，是上帝施加的，是愤怒，死亡和被诅咒”。



换言之，律法是向我们和我们办的所有的事情宣布的神圣的“诫
令”。虽然律法的起源是神圣的，但是它既可以被上帝利用来引导我们

走向福音，又可以被魔鬼利用来使我们陷于绝望并憎恨上帝。这不仅对

《旧约》是这样，对《新约》甚至对基督的话语也是这样；因为如果我

们不接受福音，基督的话语只等于向我们受折磨的良心提出更严厉的要

求。就其本身来说，律法使我们陷于绝望，因而变成了魔鬼的玩物。

但是律法也是上帝引领我们到基督那里去的手段，因为当我们听到

上帝向我们和我们所作的一切努力发出“诫令”时，我们是乐于听从上帝

慈爱的“赞许”的，它就是福音。福音不是简单地阐明上帝对我们的要求

的一种新的律法；它不是我们能够平息上帝愤怒的一种新方法；它是上

帝在基督里面向我们宣告的受之有愧的“赞许”。福音将我们从律法中解

放出来，不是通过使我们能够履行律法，而是通过宣布已为我们履行

了。“福音只宣告一点，那就是因恩典而得救，而这个恩典是在人没有

任何善行和功德的情况下给予人的”。

然而，甚至在福音里面，并且在听到和接受上帝恩典的信息之后，

律法并没有完全被置于脑后。尽管称义，我们仍然是罪人，上帝依然会

把我们的情况告诉我们。差别在于现在我们用不着感到绝望，因为我们

知道，尽管我们自惭形秽，上帝还是接纳我们。然后我们就能够真正悔

罪，而无须通过否认有罪或通过相信我们的本性来设法掩盖罪行。在论

述路德的称义教义时，我们会再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在这里我们只讲一

点就够了，即，这个律法-福音的辩证法是路德神学的中心点，离开它

就无法理解他的关于诸如称义、预定论和伦理学的观点。

人的状况

关于我们人的现状这个问题，要说的第一点就是，我们是罪人。这

并不就是说，我们已经犯了罪，甚或我们仍在犯罪，而是我们的整个本



性浸透了罪。路德在解释《诗篇》第五十一篇时写道：“此后，我们知

道我们只有罪这一点，是极其明智的，因此我们就不会像教皇的神学家

们那样把罪等闲视之。他们把罪解释为：‘违反上帝的律法而说的、做

的或想的任何事情。’而应按这个《诗篇》来解释罪，即一个人在他能

够说、做或想什么事情之前，从娘胎里带来的一切都谓之罪。从这样一

个恶根里，不能引出任何在上帝面前是好的东西。”

我们的罪是如此深重，以致我们靠自己无法发现。我们拿我们的所

作所为和自然律对我们的要求进行比较，就会知道我们犯了律法。我们

能够意识到我们违反社会秩序的罪行。所有这些都会使我们感到内疚。

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做一个罪人意味着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

罪恶和道德败坏的程度，因为我们的有罪的本性使我们看不到自己的有

罪。罪是普遍的人的现实。

此外，特别是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应该注意到没有人能够看到他所

有的罪的这句话。当你观察一下原罪的严重程度时，这变得尤其明

显……

因此，确实，罪是其大无比的，正像被罪触怒的上帝是其大无比的

一样。而上帝是天地都包容不了的。

因此，摩西十分确切地称罪为奥秘之物，其深广的程度是人脑所不

能包含的。甚至像上帝的愤怒是无穷无尽的那样，甚至像死亡是无穷无

尽的那样，罪也是无穷无尽的。

在《圣经》里，我们的罪孽被称为“肉体”。重要的是，路德和大多

数早期释经家不同，他指出了现代学者一致同意的一个事实，即，保罗

用来指人的状况的“肉体”和“灵性”，和我们身上的有形体和无形体并不

是一样的。他一方面接受《圣经》将人性区分为身、魂、灵的观点，而

另一方面他并不把这和保罗所说的肉体与灵性之间的争战等同起来。肉



体不是指人的身体的卑鄙的情欲——虽然这些情欲确实和肉体分不开

——而是指追求自我称义的那整个人。我们的困境不是我们受到肉体的

引诱，而是我们本是肉体。

当伊拉斯谟起来为自由意志辩护时，驱使路德对他进行尖刻攻击的

原因就在于此。按路德的看法，伊拉斯谟对福音的本质毫无概念，这从

下列事实可以看出：伊拉斯谟认为手头上的这个问题是无关宏旨的，在

他随后列举他认为是重要的事情时，他“提出的单子是任何对基督一无

所知的犹太人或外邦人都一定能轻易拟出的单子”。诚然，伊拉斯谟把

基督徒的生活理解为美德和正直的生活，对他来说，自由意志的概念只

不过是他对基督徒生活的这种理解所要求的某种东西。另一方面，路德

则认为，承认自由意志——仿佛我们能够靠自己去选择做好事——是对

人的罪孽的否定，也是人们既没有在律法中，也没有在福音里听到上帝

的“话语”的证明。对路德来说，意志被邪恶奴役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这

和律法与福音之间的辩证性紧密相联，也和人的罪的普遍性紧密相联。

我们只能想要作恶。我们最高尚的德行，虽然从民法观点来说值得

钦佩，但决不会使我们接近上帝一步。这不是因为我们的意志受到压

抑，而是因为它浸透了罪，从而只能自由地选择邪恶。我们身上没有剩

下什么东西可以用来主动地取悦上帝，甚或向他靠拢。我们的意志——
用一个常用的形象来说——好比一匹野兽站在两个骑手，即上帝和魔鬼

中间。按我们的现状来说，魔鬼变成了骑手，但是要想把它拉下马，我

们是无法办到的。

我们没有剩下什么值得夸口的东西，我们所有的只是我们能够被转

到正确方向上去的能力，这种能力是绝对被动的，因此我们无法使这种

能力变为现实。但是对上帝来说这就够了。上帝在“话语”里针对的正是

意志的这种被动能力，使我们的意志跟随他，这样，我们甚至在罪孽深

重的情况下，有可能再次与上帝交通。这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救赎的福



音。

新的创造

路德对基督事迹的理解，包含了成为他那个时代的传统的所有话

题，在此无须细述。意义重大的是，我们在基督那里听到将我们从罪

恶、死亡和魔鬼的束缚中解救出来的信息。

这就是称义的信息，称义并不是我们取得或应得的东西，甚至也不

是上帝根据我们未来的成就而赐给我们的东西。首先，称义是上帝向我

们宣布的赦罪令，尽管我们有罪，仍宣布我们称义。这就是路德关

于“被归给的义”的典型教义。称义不是上帝对我们的公义作出的反应，

而是上帝发出的慈爱的、宽恕的宣告，说尽管我们有罪，但现在得到赦

免并被称为义人。路德在解释《使徒行传》中上帝告诉彼得某些不洁净

的走兽乃是洁净的那段经文时说：“正如上帝宣布那些走兽是洁净的而

按他自己的律法来说仍是不洁净的一样，他也向外邦人和所有我们这些

人宣布我们称义，虽然我们事实上也像那些不洁净的走兽一样都是罪

人。”因此，一个称义的人所遇到的事情，不是某些所谓的功德被承认

和被接受，而是“宽恕和慈爱的上帝把他看做是完全的和无瑕疵的义

人”。这好像是苛刻的教义。诚然，所有那些仍然生活在“自然人”状态

的人，将会认为这种教义是苛刻的，因为“人的本性是败坏的和被原罪

的污点蒙蔽的，它不能想象和设想任何超乎善行和善行之外的称义”。
但是，如果人们不否认福音的真正本质，他们仍会接受这个教义，因为

这个教义对真正理解基督教信仰是如此必不可少，以致“这个教义甚至

靠它本身就能造就出真正的神学家”。

路德对称义的理解，通常被称为“因信称义”（Justification by
faith）。这是恰当的，因为路德确实声称，称义只有来自信仰。实际发

生的事情是，上帝将基督的义归给了我们，基督的作用“好像一把伞挡



住了上帝灼炽的激怒”。但是，由于除了信仰之外，我们别无其他办法

来理解基督和他的义，因而是信仰把我们置于这把伞的保护之下，“因
此，不靠善行而只有靠信仰称义”。人们借着上帝的恩典所能做的只是

相信，这样他们就把基督的义归给自己。

另一方面，“因信称义”这一术语可能易于被人误解，好像路德就是

在说，得救所需要的唯一善行就是信仰。但是对路德来说，信仰不是善

行。信仰不是靠理智努力去相信就能办到的，也不是靠意志努力去信靠

就能成功的。而信仰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作的工作。如果你把信仰说成

是一种工作，你可以那样做；但是信仰是上帝的工作，而不是人的工

作。再者，这一点只能根据路德的律法和福音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正确

地加以理解。善行——即所有人的努力——属于律法的范畴，而信仰和

称义——神的作为，不具有人的特性——则属于福音的范畴。

把信仰说成是我们按照《圣经》而行的善行是不恰当的，但是它时

常被说成是上帝的一种作为。这里有两项教导：律法和应许；而律法和

善行是一对相关物，就像应许和信仰是一对相关物那样。因此，我们不

应该称信仰为善行，而应当称信仰为应许的信仰，不是律法的信仰。反

过来，善行是律法的善行，而不是信仰的善行。所以，信仰不依赖于律

法，它也不是一种善行。因为凡应称为善行的，均属于律法范畴。由于

信仰只依赖于应许，因而它不是一种善行。

“被归给的义”的概念导致这样的主张，即一个基督徒既是义人又是

罪人（simul justus et peccator）。如果称义不是取决于我们本身的义，

而是取决于上帝的慈爱的归义，结果则是“凡是称义的人仍旧是罪人”。
称义并不意味着，我们已变成毫无瑕疵的完人，或是我们不再犯罪。路

德认为，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所叙述的经验就是这样。基督徒在

他的整个现世生活中继续是一个罪人；但是他是一个称义的罪人，因而

可以从律法的诅咒中释放出来。



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像人们歪曲路德思想时经常声称的那

样——称义对基督徒的现实生活毫无意义。相反地，称义也是上帝的工

作，它除宣告我们为义人之外，还引领我们走向公义，以便我们服从这

个命令。因此，“称义的人还不是义人，而是在奔向公义的途中”。于

是，“伴随着信仰而来的是一个新人的开始”。“因为他首先用‘归义’使我

们洁净，然后他赐圣灵给我们，通过圣灵使我们甚至在本质上洁净。信

仰借赦罪使我们清洁，而圣灵则通过效果使我们清洁”。

这就是基督徒生活：一段从义走向义的灵性历程；从上帝归义于我

们开始，到上帝使我们真正称义时为止。在这段历程中，善行起着重要

的作用，虽然它不是作为达到得救的一个手段，而是作为真正接受信仰

的标志。当《雅各书》的作者——尽管不总是一位措词恰当的作者——
说：“信无善行乃是死的”时，他是正确的。他之所以正确，不是因为善

行赋予信仰以生命，而是因为只有死的和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信仰才结不

出善行的果子来。“我们应该用我们的善行来证明我们确实有信仰和我

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不应该像假冒为善的人那样，只在数目上成为

教会的一个部分，而也应该靠善行成为教会的一个部分，以便归荣耀给

我们在天上的父”。

正是在这一点上，律法——特别是《十诫》和《新约》的诫命——
对信徒起着新的作用。为社会秩序所需要的律法的世俗功能依旧有效。

律法在“神学上”的功能，即表明我们有罪的功能，仍然是需要的，因为

称义的人还是罪人。但是基督徒这时跟律法这方面的关系不同了。“现
在我发觉律法是珍贵的、好的，律法是为了我的生命而赐给我的；因而

我现今对它感到满意。过去它告诉我做什么；而今天我开始按它的要求

去做，因此我现在要颂扬，赞美，并侍奉上帝。我是通过基督这样做

的，因为我相信他。圣灵进入我的心，并启发我里面的灵，使我对上帝

的话语和作为感到喜悦，即使他惩罚我并且使我接受十字架和试探的

话”。



这样，现在律法具有一种不同的功能，因为它既惩罚仍然是罪人的

基督徒，又向他们指明他们想要做使上帝喜悦的事所必须遵循的道路。

路德认为必须坚持实施律法的理由是，因为一些热心派曾经声称，他们

有灵性，因此不必再服从律法的命令。路德看到这一主张可能会引起混

乱后果，因此纠正这种主张说，虽然基督徒不再受律法的诅咒，但是律

法仍旧是表达上帝意旨的一种真正和正当的方式。显而易见，这不是指

《旧约圣经》整部律法而言，因为，如已经指出的那样，那部律法是为

犹太人写的，并表达了上帝那时对他们的意旨。律法指的是新旧约两部

《圣经》中规定的道德律法。道德律法既符合自然律法，也符合《新约

圣经》里至高无上的爱的原则。

教会

由于路德对公认的教会的反抗，也由于他坚持单个基督徒在《圣

经》的支持下也有权威这一主张，他往往被描绘为个人主义的提倡者和

撇开教会而与上帝进行直接的和个人的交通的倡导者。这是毫无事实根

据的。路德是积极参加教会活动的人，并且在他的一生中，他坚持认为

教会在信徒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会谈到“母教会”，并且肯定

地说，“她是一个真正的女管家和基督的新妇。她通过福音把基督的家

装饰得华丽美满，孩子满堂”。他也会带着感激的心情说，“借着上帝的

恩典，我们在维登堡这里终于建立起一个有形的基督教会了。”路德在

脱尔高（Torgau）参加献堂仪式时这样说：“上帝非常奇妙地为我们作

出了各种安排，创立了为会众施行圣礼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同聚一

堂，一起祷告并感谢上帝。”“当我们听到上帝的‘话语’时，我们也向他

献上我们大家的同声赞美，那就是，我们向上帝祈求，一同向他祷

告。”此外，路德与数世纪前的西普里安所认为的那样，坚持得救不能

来自教会以外。甚至可以肯定，路德在“圣徒相通”（communion of
saints）这个历来被肯定的信念里发现了深刻的意义。



因此，路德同他那个时代的教会的分歧，不在于教会的重要性，而

在于教会的性质和它的权威的真正含义。众所周知，路德起来抵制教皇

的权威，并且声称，“教皇掌握的钥匙，不是真正的钥匙，而是钥匙的

皮壳”。类似这样的言论在路德之前也曾有许多人发表过，特别是在教

廷迁至阿维农和大分裂时期。不过路德在这方面更进了一步，他认为教

会的最高权威是上帝的道。使真正的教会具有特点的不是使徒权威的各

代相传，而是宣扬和聆听上帝的道，因为教会是上帝的道所生，是它所

养育，并且没有它就死。这也就是说，任何阻碍上帝的道的运行的教会

其权威将被取而代之。

另一方面，路德对历史和传统的理解使他意识到，正是教皇教会长

久以来保存了上帝的道。这一点路德是愿意承认的，尤其是在他发觉自

己同那些完全抛弃传统并试图直接回到《圣经》那里去的比较激进的新

教派互相对抗的时候。

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就我们来说，我们承认，在教廷统治下许多

事情是符合基督教教义的，是好的；说实在的，凡符合基督教教义的与

好的东西教会里都有，并且都是从这个来源传到我们这里。比如，我们

承认，在教皇教会里有神圣的《圣经》，有真正的洗礼，有真正的祭坛

圣礼，有真正的赦罪的钥匙，有真正的教牧职务，有采取主祷文形式的

真正的教义问答，有《十诫》，还有信经条目……我坚持认为，在教廷

里有真正的基督教，甚至有正确的基督教，以及许多伟大的和虔诚的圣

徒。

因此，路德既不是一个对基督教的一体性缺乏见识的个人主义者，

也不是一个对基督教传统毫不同情的激进革新者。虽然路德相信上帝的

道的权威，并促使他去拒绝传统遗留给他的许多东西，但他仍然认为他

是该传统的一部分。正如一位路德思想的阐述者所说的，路德“对传统

的这个‘否定’，不是根本的和全盘的‘否定’，而往往是在特定的情况下



说出的”。无数事实证明，路德说出这种否定的话，总是抱着极其遗憾

的心情。

路德教会论的最重要的特点，似乎也是确定他的教会论大部分其他

内容的一个特点，就是所有信徒都是祭司论。在这一点上，路德再一次

被人误解，好像他只在强调每个基督徒成为他自己的祭司。这当然是对

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每个基督徒也当别人的祭司，“因为我们作为祭

司才配得上来到上帝面前，彼此代祷并在神的事物上相互劝勉。”这种

为了所有信徒人人都是祭司的主张使教会结成一体，因为基督徒不接受

祭司的这一光荣和职责就不可能声称自己是基督徒。

很明显，路德从他对《圣经》的解释中得出的关于祭司职务的理

解，摧毁了罗马天主教徒所捍卫的教会等级制观念。路德深知这一点，

并早在1520年就在《教会被掳巴比伦》中指出这一点。因此，所有信徒

都是祭司的主张变成一股力量，既使路德的教会团结一致，又使它免于

服从等级制教会的权威。

另一方面，路德不愿为“那些自认为合格并随心所欲地讲道的人”大
开方便之门。公开宣讲福音是一项令人敬畏的职责，不应把它随便交给

任何人去做。上帝是从所有信徒祭司当中呼召一些人到圣职岗位上来。

这个呼召必须由社会作证，因为“今天上帝通过中介呼召，即通过人这

个工具，呼召我们大家进入执行上帝的道的职务”。这通常意味着这种

呼召是通过诸侯、地方行政官或会众发出的。那些“教派主义者”（sec-
tarians）自称被召而到处讲道，并声称呼召直接来自圣灵，其实都是“说
谎者和骗子”。

圣礼

首先，上帝的道是在基督里降临到我们的。但是，从引申的意义上

来说，上帝的道也是通过《圣经》，通过宣讲福音和通过圣礼降临到我



们的。圣礼是上帝选择来作为象征他的应许的一些有形的动作。圣礼和

信仰密切相关，也和上帝的道密切相关，因为它们的功能恰恰是要成为

在信仰中聆听上帝的道的另一方式。一个动作要真正构成一项圣礼，必

须由基督设立，也必须与福音的应许相结合。因此，只有两种圣礼：洗

礼和圣餐。

洗礼是称义的标志。“那么，洗礼表明两件事：死亡和复活，即完

全的和无瑕疵的称义”。通过称义，上帝的道降临到我们，这样它就等

于是福音本身。可是，在称义这个问题上，“被归给的义”和“义是末世

的应许”之间存在着矛盾，同样地在洗礼问题上也有矛盾。洗礼意味着

基督徒生活的开始，但它也是那整个生活借以实现的标志。这个既称义

而又有罪的人必须不断地死而复活。

洗礼和信仰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没有信仰就谈不上真正的洗礼。

但这并不是说，信仰必须先于洗礼。而事实上，正像在信仰里那样，在

洗礼里，主动性是上帝的，信仰是由他所赐给的。“不错，我们应该既

有洗礼又有信仰，但我们不是把洗礼放在信仰的基础之上。保持信仰是

一回事，而依靠信仰并使洗礼有赖于信仰则是另一回事，这两者之间有

很大的区别。凡凭信仰而受洗的人不仅仅是摇摆不定的，而且也是一个

否认基督的偶像崇拜者。因为他所信赖的和他所寄托的是属于他自己的

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路德坚持给婴孩施洗的主要理由：以婴孩无信仰为理

由来拒绝给他们施洗，就意味着，洗礼的力量——因而也就是福音的力

量——决定于我们是否有能力接受它。这简直就是一种新形式的“因善

行而称义”。

然而，路德发觉，正是在关于圣餐的问题上，自己不但与一些罗马

天主教徒，而且也与一些更极端的改教派，甚至是与一些比较温和的瑞

士改教派，卷入了一场最激烈也是旷日持久的争论。



在他的《教会被掳巴比伦》论文中，路德提出了针对天主教关于圣

餐的教义和圣餐的举行的主要反对理由。他声称教会举行这种圣礼在三

个方面背离了福音，成为“俘虏”。首先是拒绝给平信徒喝圣餐的杯；其

次，变质说的教义使圣礼变成亚里士多德玄学的俘虏；第三，以弥撒象

征“善行和祭物”的教义。后来，路德还抵制天主教其他的宗教仪式，如

为个人作弥撒。但是，在他写这篇论文时，他在这方面反对天主教已经

说得很清楚。由于这些论点遭到天主教会的抨击，也由于其他问题变得

更为重要，因此这一特殊论争就不显得突出了，虽然路德仍旧坚持他在

《教会被掳巴比伦》中所阐述的观点。

当新教阵营中有些人开始认为，路德走得不够远，并且认为应该否

认圣礼中基督身体的存在时，一场长期而复杂的论战展开了。我们不拟

在此叙述这场论战。以后，在涉及瑞士改教派和再洗礼派时，再较为详

细地论述他们的观点。总的来说，反对路德的人声称，在圣餐中基督的

存在，不是身体上的存在，而是“象征性的”或“灵性上的”存在，因而举

行圣餐主要是纪念基督受难。

这些观点路德无法接受。他这样做的理由，不是因为这些观点过激

——情况需要的话，他表示愿意趋向激进——而是因为它们与他所认为

的《圣经》的明确意义有抵触，而且它们是建立在与《圣经》的教导背

道而驰的观点上的。《圣经》经文中清清楚楚地明确无误地说道：“这
是我的身体。”因此，这正是基督的意思。在这一方面，路德确信，天

主教徒要比他的新教反对派更加接近《圣经》的真意。于是，他宣称，

他宁愿与教皇派一道吃基督的身体，而不想跟热心派一同吃饼。

路德的反对派提出两点主要反对理由；而这两点反对理由路德都不

能接受，因为它们和他对《圣经》内容的基本认识相矛盾。

第一个反对理由是，基督的身体是在天上，在上帝的右边，因而就

不可能在祭坛上。而路德则反驳说，基督的身体不像鸟在巢里那样也在



天上。所谓在“上帝的右边”，是指处处而言，因此应该说，基督的身体

到处存在——换言之，它是无所不在的。这个观点和路德对道成肉身的

理解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关于神人二性的教义倾向于联合而不是分

割，特别强调属性交流（communicatio idiomatum），基督的身体，通

过道成肉身，并未失去其作为具有形体的身体；而是它被赋予神性的含

义。因此，基督的身体能够做到同时到处存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正如在更为一般情况下的上帝的启示那样，无所不在也就等于是处处都

不在，除非上帝选择一个特殊的地点，并说“这是我的身体”。我们在这

里所说的情况同荣耀的神学与十字架的神学的情况类似。荣耀的神学家

当寻找绝对的上帝，即存在于创造万物的一切工作中的上帝，并没有找

到上帝。而十字架的神学家去寻找隐没在祭坛圣礼中的上帝，却找到了

他。

第二个反对理由同物质的东西与灵性的东西之间的关系有关。简而

言之，反对意见是：信仰是属于灵性的事务；灵与肉体无关；因此，基

督身体的存在就与信仰毫无关系。路德清楚地看出，正是这种想法促使

大多数反对派去反对基督身体存在的主张。同时，他也看到，这和他对

《新约圣经》中所说的“肉体”和“灵性”的理解发生矛盾。灵性的对立面

不是身体，而是肉体，这不是关于我们身体方面的事，而是我们的自我

信靠和反叛。灵性的东西通过物质的东西降临到我们。它通过钉在十字

架上的基督的身体降临到我们。它还通过存在于饼和酒里面的基督的身

体降临到我们。

在被问到基督身体的存在是怎样出现时，路德回答说，他不清楚，

又说他无权过问。他拒绝接受变质说，首先是因为这个说法使圣礼成为

亚里士多德的俘虏，其次是因为它也否定了饼和酒的不变。路德本人的

教导是，饼和酒依然是饼和酒，而同时也充当基督的身体和血在其中存

在的工具。后期神学家称这种观点为“合质说”（consubstantiation），以

说明饼和酒的物质仍在，而基督的身体和血也在里面，基督的身体在饼



里面；但饼仍然是饼；其余的事情是个秘密，而且最好听任它是个秘

密。

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这些观点是其他的改革者所不能接受的，因

此，这些观点变成了争论的要点之一，首先是路德同瑞士改革者之间争

论，后来是路德宗同改革宗之间的争论。

两个国度

路德对于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理解，通常被称为关于两个国度

的教义，或关于两个独立王国的教义。这是正确的，虽然这个观点必须

加以阐明。两个国度的教义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政教分离。相

反，这个教义是与路德区分律法和福音的观点密切关联的教义，离开这

个区别就无法理解这个教义。

基本上，路德关于教会与国家的看法是，上帝建立了两个国度。两

者都是上帝的创造，都接受他的统治。但是一个是用律法来管辖——通

过它的第一个或“世俗的”职能——而另一个则通过福音来统治。上帝建

立世俗秩序是为了管束坏人，并制止他们的犯罪所造成的极其严重的后

果。这一国度的统治者不一定是个基督徒，因为管理人们的基本律法，

可由自然理性来辨明。而且，大多数统治者不是基督徒，出现一个基督

徒统治者，比出现一个非基督徒统治者，更会引起人们的惊异。然而，

信徒属于另一个国度。这是福音的国度，在那里人们不再受律法的约

束。在这个国度里，世俗统治者没有权威，就像信徒作为信徒在世俗统

治里没有权威那样。但是，在这里我们不要忘记，每个信徒在现世中既

是义人又是罪人。因此，我们作为罪人全都应该服从世俗的统治。

两个国度之间的区别产生某些实际后果。其中主要的两点就是，基

督徒为了真正宗教的缘故，不应寄希望于国家或物质力量的支持，而且

统治者不应把教会只当做他们的世俗政府的一个工具。当有人警告路德



说某一公爵在诅咒他倒霉时，路德本人断言，他得到的保护要比任何王

侯的剑强大得多，并坚决表示，即使有比所提到的这位公爵凶恨九倍的

公爵，连续九天不断地对他进行打击，他也无所畏惧。他坚决主张，国

家不应使用其权力迫害异教徒，因为信仰问题是不能用强力来解决的。

当萨克森尼的约翰由于受到基督徒良心的困扰而考虑放弃公职时，路德

劝他仍留在上帝为他们安排的岗位上。另一方面，当一些热心派开始想

要建立神权政治时，路德对他们的这种努力进行抨击。

总之，两个国度的教义不是划定上帝在世上行动范围的一种方法。

两个国度均为上帝所统治。而且它们并不仅仅是同教会与国家同等久

远。而是，两个国度的教义是在我们的历史处境中应用于我们日常生活

的律法-福音原则。因此，由于律法与福音之间的界线，既非常重要，

又没有明确地加以规定，所以这两个国度之间的分界线尽管很重要，但

不能简单地同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区别等同起来，也不能同宗教的与世俗

的这两种不同活动之间的区别等同起来。

路德于1546年2月18日在他的诞生地艾斯勒本（Eisleben）逝世。那

时，他发动的改教运动已遍及全欧洲，而且很清楚，这个运动的火焰是

不容易扑灭的。也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改教运动的追随者由于偏狭的民

族主义和神学上的分歧已趋于分裂。路德认为，他们里面的一些人比他

那么严厉攻击的天主教会更加不符合基督教的精神。许多人开始把他实

际上看做是个教皇派。但是，不管是天主教徒，路德派或是再洗礼派，

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受到这个人物和他的工作的巨大影响。至于这种影

响持续多久，我们将在随后几章中有所论及。



第三章　乌尔里希·慈温利与改革传统的起源

路德发动的宗教改革运动使欧洲各地迅速地涌现出一批批的拥护者

和支持者。在整个欧洲大陆，宗教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在各地这项宗

教改革运动朝着新教方向发展。整个运动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路德的影

响。但是，路德发动起来的这股力量不是任何一个人所能控制得了的

——当然路德本人也不能。因此，就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观点，这些观点

在某些方面赞同路德，而又在另些方面和路德发生严重分歧。起初这些

观点似乎无法定型，因为其中细微分歧甚多，因此，要仔细地描写16世
纪的新教神学，就必须分别讨论至少二十几位重要的神学家。然而，幸

好我们可以把16世纪的新教神学基本上分为四类或四种传统：路德宗

（Lu-theran）、改革宗（Reformed）、再洗礼派（Anabaptist）和英国

国教派（Angli-can）。也许这样划分不是过分简单化，因而在这里使用

这种分类，是为了条理清楚之故。正像在前章里我们论述了路德传统的

起源那样，我们现在必须转到改革宗传统最早的一位神学家乌尔里希·
慈温利（Ulrich Zwingli）。在随后的几章里，我们将讨论再洗礼派和英

国国教派的传统以及在梅兰希顿及其同时代人那里路德主义的进一步发

展和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那里改革宗神学达到的顶峰。

乌尔里希·慈温利和路德在许多方面不同。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

他们两人获得基本信仰的途径不一样：路德经历了涉及到他与上帝关系

的根本问题的一段极端痛苦的灵性生活历程，而慈温利是出自爱国主义

的和理性的考虑。

在慈温利的时代，当雇佣兵是瑞士许多城镇和乡村收入的主要来源

之一，这种当雇佣兵的做法激起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多少世代以来，

瑞士人以骁勇善战著称，因此瑞士人利用此盛名向外国诸侯提供雇佣

兵。那个时候，当雇佣兵是大家都接受的做法，而且很少人对此提出反



对意见，虽然许多人承认，雇佣兵靠抢劫来补充收入，其生活方式有损

于最高道德标准。慈温利本人支持当雇佣兵的做法，并从中获得经济利

益。但是，在1515年马利纳诺（Marignano）战役——该战役中大批瑞

士兵为别人的毫无价值的事业而送了命——之后，以及在其他的人为了

更高的代价而干脆把自己出卖给法兰西斯一世（Francis I）的时候，慈

温利开始谴责当雇佣兵的做法。在葛拉路斯（Glarus）镇，慈温利教区

的一些居民不能接受他的这种谴责，于是他不得不离开该教区。随着岁

月的流逝，这些爱国主义的忧虑变得和教会的改革紧密结合起来，所以

慈温利的改革运动始终具有民族主义的和政治的色彩。这一点从他坚持

福音的律法不但为个别基督徒而订也应为国家所遵守的主张中可以看

出。慈温利对国家荣誉和对战士生命的关切，导致他同公认的教会的早

期摩擦，因此，他在卡匹尔（Cappel）战役中任苏黎世部队随军神甫而

为国捐躯，是恰如其分的，也是具有象征性的。

慈温利在智育方面的兴趣是沿着伊拉斯谟的人文主义道路发展起来

的。他的父亲和其他亲属使他能获得良好的教育。他后来有机会到维也

纳和巴塞尔两所大学去读书。他在巴塞尔大学结识的若干同学后来变成

他在宗教改革工作中的亲密同僚。在那里，他还在托马斯·威吞巴赫

（Thomas Wyttenbach）的教导下学习过。威吞巴赫甚至早在路德之前

就对出卖赎罪券这件事进行抨击。慈温利后来说，他是从威吞巴赫那里

领会到依靠基督就足以得救的道理的。而尤其是伊拉斯谟这个人物强烈

地感染了这位青年学者的思想。

1515年，慈温利在巴塞尔拜访过伊拉斯谟。这位著名的人文主义者

给这位年轻的瑞士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但是伊拉斯谟对慈温利产生

的影响多半通过书面文字。慈温利年轻时，由于对雇佣兵问题的关注，

曾经在伊拉斯谟的和平主义里找到支持。随着事情的发展，慈温利卷入

和新教州保卫宗教改革运动有关的政治和军事事件时，他放弃了和平主

义的主张。1523年，乌尔里希·冯·胡登（Urich von Hutten）来到苏黎世



避难，并从那里撰写论文攻击伊拉斯谟。伊拉斯谟因苏黎世庇护胡登而

责备慈温利，这件事情终止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尽管如此，慈温利对这

位荷兰学者一直非常钦佩，并对他的著作和探究真理的方法表示高度尊

重。因此，甚至在他们的友谊终止后，伊拉斯谟对慈温利思想的形成仍

然有重要的影响。

神学的源泉和任务

路德在长期的思想斗争中发现了《圣经》与传统之间的矛盾，他通

过这种思想斗争，终于确认《圣经》应先于传统；而慈温利所走过的道

路则不相同。他采用基督徒人文主义者的方法来研究《圣经》。他回到

《圣经》那里去，是作为人文主义运动特点的对源头的普遍回归的一部

分。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慈温利相信，重新发现基督教的真正本质的

途径，是去发现《圣经》的信息，并将这种信息应用在基督教的复兴上

面。即使撇开《圣经》的灵感不谈，《圣经》成书较早，因此作为证据

来说，较之后来的传统更具有说服力。但是《圣经》也是受到圣灵的启

示的，因此《圣经》的优先地位，不但是历史和人文主义确认的，而且

也是人们根据信仰而确认的。慈温利在1523年初出版的十五个用来辩论

的论题里清楚地说明，除非有神的带领，《圣经》是无法理解的。他不

是简单地像人文主义者研究任何其他的经文那样去研究《圣经》。但

是，他确实将他在他的人文主义研究中学到的原则应用于《圣经》的解

释，因此他的解经在使用隐喻法方面要比通常的做法少一些。

像路德一样，慈温利认为，凭借“上帝的话语”，不但能理解《圣

经》，而且也能理解上帝的创造的行动。关于上帝的能动的“话语”，他

作了这样的解释：“宁可要自然界的整个进程有所改变，而决不能让‘上
帝的话语’落空而得不到应验。”然而，《圣经》既然是“上帝的话语”的
一种表达方式，那么它也应该是正确无误的，并且一定会得到应验

的。“在他的话语里面，我们永远不会迷失方向。在他的话语里面，我



们永远不会受到欺骗，惊惶失措，或走向毁灭。假若你对灵魂觉得没有

保证或把握，那么就倾听上帝对你说的肯定无疑的话。灵魂能够得到教

诲和亮光……这样，灵魂就能领悟到，置身于基督耶稣里面，它才能得

到全面的得救和公义或称义”。

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能够认识上帝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圣

经》。相反地，上帝的存在可以通过人的理性去认识。“上帝是什么，

也许人是无法理解的，但是上帝存在着，人不是不能理解的”。所有异

教徒曾经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去认识上帝，尽管有些人竟然发展到把

上帝分成多种不同的神的地步，而其他一些人则认为只有一个上帝。这

种原因并不意味着，凡是人都具备“自然”认识上帝的能力，因为“我们

归因于某种自然力量的对上帝的认识其实是来自上帝”。

另一方面，真正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究竟是什么——只有通过

《圣经》里面上帝的启示才能够临到我们。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和上帝的

真实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相比之下，一个甲虫对我们的认识还要比我

们关于上帝的认识多些。这是因为在创造主与创造物之间有着一道难以

逾越的鸿沟——这是慈温利敏锐地和不断地意识到的一道鸿沟。

这就是说，虽然哲学家们确实对于上帝有些认识，而且我们也很可

能发现他们的认识符合《圣经》的教训，但是我们不要把他们的认识当

做我们的神学的源泉。

因此，凡是神学家从哲学那里引证的所有关于上帝是什么的说法全

是冒牌的和假的宗教。如果某些人关于这个问题曾经说过一些真实的

话，那是出自上帝之口，因为上帝甚至在异教徒中间也曾那怕是少量地

和暗中地撒布过一些关于他本身是什么的种子；否则这些话不会是真实

的。但是，上帝本身是通过他的儿子和圣灵向我们讲话的，我们自然不

要从那些倚仗人的聪明而妄自尊大因而玷污了所得到的纯洁的东西的人

那里去寻求这类的东西，而要从神谕那里去寻求这类的东西。因为当人



们开始无视神谕时，他们进入全属肉体的世界，即哲学的捏造……这就

是自称为神学的肉体方面的骄傲自大。我们希望从上帝的口中领会上帝

是什么，免得我们败坏堕落并干出无耻的勾当来。

因此，至少在理论上，慈温利想要按照《圣经》来构成他的全部神

学。然而，在他发表过这些话之后，当他紧接着论述上帝的本性时，他

的大部分论证不是来自《圣经》，而似乎是取之于哲学家。这说明了人

文主义在慈温利的神学中所起的作用：需要回到源头那里，是奔向作为

唯一权威的《圣经》这一方向，但是人文主义者对古代的高度评价，又

使他看到《圣经》与古代的精华之间有许多一致之处。在我们论述上帝

的眷顾（providence）和预定论之间的关系时，又可以看到这一点。

上帝的眷顾与预定论

慈温利对上帝的看法与绝对物的概念密切关联。他的一神论的论点

与其说是基于《圣经》，倒不如说是来自那种认为多于一个绝对物的存

在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论断。因此，万物都在上帝里面这一《圣经》论

断，是应当按照字义来理解的，意思就是说，“对上帝来说，无所不

明，无所不知，无所不及，万物皆服从于他。”甚至连蚊子的螫叮，上

帝也是预先知道并预先安排好的，要问上帝为什么做这件事和其他类似

的坏事，是“徒劳和无用的女人气的大惊小怪”。关于上帝的创造以及在

他的创造中似乎存在着的矛盾之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去接受它，并

相信他做这一切的事情都是按照他的无限智慧不想向我们透露的一项计

划。因此，这里所阐明的关于上帝的眷顾的教义不但是说，我们可以依

赖上帝得到我们的生计和幸福，而且也意味着，上帝与世界之间的关系

是如此密切，以致世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通过上帝的旨意。

慈温利研究预定论的教义就是从上述观点出发的，“因为预定论、

自由意志和功德这整个问题系于上帝的眷顾这一论说”。上帝不仅知道



一切事情，而且所有的事情也都是他做的，因为导致一切事情发生

的“次要原因不应该叫做真正的原因”，而只有上帝才是导致一切事情发

生的主要原因。甚至连异教徒哲学家都知道，如果人们否认这一点的

话，他就是否定上帝的真正本质。任何削弱绝对预定论的说法都会是对

上帝的统治和智慧的一种冲击。

上帝知道当他创造人类和天使时，他们当中有些将会堕落。他不但

知道这件事，而且这也是他自己规定好的。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所有

的人通过义与不义的比较，更好地认识义的本质。撒旦的堕落以及亚当

和夏娃的堕落并不违背上帝的旨意。“这些事情都是上帝安排的……但

是上帝本身不是不义的，就上帝来说，他所作的也不是不义的事，因为

他不受律法的支配”。而且，我们也不应由此而得出结论说，上帝是邪

恶的，或者他不喜欢他的创造，实际上他做这些事情是出乎爱，以便使

我们所有的人都能认识虔诚和公义的真正意义。

根据预定论这个教义，慈温利可以轻而易举地反驳人们企图把得救

归因于善行的任何说法。人的得救是上帝拣选的结果，而不是由于他本

人的任何努力。《圣经》中不少经文好像把得救说成与善行有关，那又

怎么解释呢？假使人们只要记住，人的善行——乃至宇宙间发生的其他

任何事物——都是上帝预先规定的结果，这些经文就不难得到适当的解

释了。在那些被拣选的人中，上帝为他们制造善行，因此善行为得救所

必需，不是说得救乃出自于他们，而是说拣选也是拣选去行善行。另一

方面，一个被摈弃的人的情况则正好相反，上帝安排在他身上行恶；可

是这个恶是算作那些服从律法的人的，而不能归给超越律法的上帝。

因此，被上帝拣选，还是被摈弃，从表面的迹象上会自行显露，从

而人们可以相当准确地识别出那些被拣选的人，尤其是他自己的被拣

选。那些自称被拣选而在艰难时刻背离上帝的人，不能真正列入被拣选

者的行列。那些过着罪恶生活的人也在被摈弃者之中，虽然他们也有可



能属于被预定为得救的人，因为他的被拣选尚未显现出来。至于那些古

代的异教徒以及任何其他尚无机会听到福音的人，他们很可能是在被拣

选者的行列中，因为将按不同标准来判定他们——在这方面，慈温利断

言，他宁愿选择塞尼卡（Seneca）或苏格拉底（Socrates）的命运，而

不选择教皇的命运。

慈温利的神学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他的关于上帝想要和人进

行交流的这一主张。他认为，创造万物的整个过程是上帝与人交流的过

程。上帝创造了我们，作为创造万物的顶峰，因为我们能够与上帝交

流。

我们在堕落中是不可能认识我们自己的。我们就像墨鱼那样难于捉

住，一旦有人要抓住我们时，我们也善于把水搅混以便隐藏。“他乱造

谎言，善于冒充和掩饰，以致当你认为你已经几乎逮住他时，却又发现

他早已从别处溜掉了”。因此，正如我们需要神的启示来认识上帝一

样，我们也需要神的启示来认识我们自己。原因在于我们的堕落，堕落

存在于亚当由于自私而违反上帝的律法的这一行为中。自私是一切罪恶

的根源，亚当就是因为竭力想要像上帝一样，从而违反了律法。亚当的

这个原罪严格地说不会传给后代，所传的是这个罪的结果，慈温利喜欢

把它叫做“一种疾病”。但是这决不能使原罪的后果有所减轻，因为慈温

利断言，“肉欲的神学家和假冒为善的人”主张选择的自由的原因是，他

们不认识原罪的后果的严重性——这一断言跟他声称上帝的真正本性排

除自由意志的另一个主张不完全一致。

总之，预定论和否认选择的自由决定于上帝的本性和我们人的现

状。

律法与福音

由于慈温利对神学采用不同的探讨方法，结果他对律法与福音的理



解也和路德不同。对于律法在哪些方面应予废除和在哪些方面仍然有效

这个问题，他的答复比路德的答复要简单得多，因而缺乏那位德国宗教

改革家的深度。慈温利从区分三种律法开始：反映在道德戒律里面的上

帝的永恒的律法，礼仪法和民法。后两者与此问题无关紧要，因为它们

关系到外表的人，而罪和义的问题则涉及到内在的人。因此，这里要谈

论的只是《旧约》中的道德律法，这些律法决没有被废除。民法涉及到

人的具体情况。礼仪法是在基督以前的时代制订的。但是道德律法表达

了上帝永恒的意志，因此就不能废除。《新约圣经》里的情况是，爱的

诫命已经把道德律法概括进去了。在实质上，福音和律法是一回事。因

此，凡侍奉基督的都要受到爱的律法的约束，爱的律法和《旧约》的道

德律法以及铭刻在所有的人心中的自然律法是相同的。这样，慈温利跟

路德在这方面发生的第一点分歧是，他断言律法依然存在，而福音与它

毫无抵触。

这两位宗教改革家关于律法第二点分歧同他们对律法的评价有关。

慈温利没有体验过这种的经历，即感到受到律法的诅咒，而这样的经历

对路德的性格形成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慈温利无法接受路德的理

论，路德认为律法是可怕的，律法的作用是向我们宣告上帝审判。当慈

温利讲下面这句话时，他是就路德而说，这是十分明显的：“在我们的

时代，有些自认为是首要的人物随便谈论律法，说什么律法只起恐吓、

诅咒和施痛苦于人的作用。其实，律法所起的作用完全不是那回事，相

反地，它向我们说明神的旨意和本性。”

由此产生了慈温利对福音的理解，它在许多方面同路德的理解相

似，而在不少方面又有所不同。像路德一样，慈温利相信，福音是奉基

督之名使罪得以赦免的佳音。他也和这位德国宗教改革家一样，主张只

有当人们认识到自己是卑鄙肮脏时，他才能接受这种宽恕——虽然他认

为不是律法而是圣灵使人知罪。但是他比路德更多地强调福音在客观上

所产生的效果，它使我们完美并能遵守律法。“对上帝来说，未来要发



生的一切事情都看做如在眼前，如果他决定要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去拯

救人，而在人被拯救后，他又有意地让他立即在昔日的罪恶里打滚，那

不是十分荒唐的吗？因此，他从开头就宣告，我们的生活和性格必须改

变”。

因此，归根结底，律法与福音几乎是一样的。从逻辑上来说，这个

观点是产生于慈温利对上帝的眷顾和预定论的理解。上帝的旨意永远不

变，而且在律法中启示出来。这样，福音的作用就是，将我们从违法所

造成的后果中释放出来，并使我们能够服从律法。

教会与国家

慈温利关于教会的教义和他的预定论的教义密切相关。从严格的意

义上说，教会是被拣选者的团契。既然这些被拣选者只是到了末日才能

清楚地显明出来，那么这个教会是人的肉眼看不出来的。但是，承认基

督的名字并在生活上按他的诫命行事，是被拣选的合理迹象，因此那些

具有这些迹象的人的团契也叫做教会。前者是“基督的新妇”，也可以恰

当地称之为“无瑕疵的”教会。这个教会不会犯错误，因为它被预定是服

从基督的。而后者——即那些显示出被拣选的迹象的人的团契——可能

会犯错误，然而它是真正教会的一个必要的尽管是暂时的标志。因此，

区分可见的教会和不可见的教会，不是要贬低地上团契的重要性，而是

要表明教会既是被拣选的一群人又是生活在拣选尚未清楚显明时期的一

个团契。

我们也相信只有一个圣而公，即普世教会，并且相信这个教会或者

是可见的，或者是不可见的。按照保罗的教训，不可见的教会是由天而

降，那就是说，这个教会得到圣灵的光照而认识并信奉上帝。全世界各

地，凡信他的人都属于这个教会。它之所以被称为不可见的教会，不是

因为信徒是不可见的，而是因为人看不见自己是什么人：因为信徒只有



上帝和他们本人才知道。

可见的教会不是罗马教皇和其他掌握教会大权的人，而是全世界各

地所有那些宣称信奉基督的人。在这一群人当中，还有一些看来是没有

内在信仰的假基督徒。因此，在可见的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不是不可见

的被拣选的教会的成员。

由于可见的教会是要成为不可见的教会的标志，也由于教会的任务

是宣扬福音，因此它负有训练其会众的责任和职权。此外，既然这个教

会存在于地方社会之中，这个任务就交托给地方教会会众。“因此，这

些教会的职责是……摈弃道德败坏的犯罪者”，并决定他们的哪些牧师

是正统的。虽然任何一个人不能开除另一个人的教籍，但是教会会众作

为一个整体，对一个“肆无忌惮的罪人”可以这样做。然而，这毫不影响

这个罪人与上帝的关系，因为那只属于上帝拣选的问题；但它是一个迹

象，表明那个有关的人看来好像是个被摒弃者。如果后来这个罪人显示

出被拣选的迹象，他可以重新被接纳为会众。会众也必须以同样方式去

委派那些要成为他们的教牧人员并培养他们信仰的人，同时也必须按上

帝的“话语”对他们作出评价，以识别他们是否能成为真正执行上帝

的“话语”的教牧人员。

当论述到教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时，慈温利在这两者之间建立了比

路德更为密切的联系。这又和他对神的律法的作用的理解有关。虽然基

督教的律法高于民法，但是两者都体现了一个神的旨意，两者中间不存

在矛盾。这样，即使那些不在被拣选之列因而不按福音律法行事的人也

须服从上帝的律法，而上帝的律法是彰显在掌权者身上和民法中的。而

且，由于苏黎世当时的历史情况，慈温利在他的谈话中常常表示，仿佛

教会与国家在时间与空间上是共同存在的，或不如说，它们仿佛是属于

一体，称为“教会”，并具有两项职能或作用：政务和教务。“在基督的

教会里，政务和预言都是需要的，虽然后者居领先地位。正如人必然由



身体和灵魂两个部分构成，而身体为次要和低级部分一样，因此没有政

府，教会也就不能存在，虽然政府监督并管理着那些与圣灵的事情毫不

相干的、更为世俗的事项”。

因此，慈温利在谈论这些问题时似乎运用了这样的词语，它们与为

几百年前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活动辩护的那些观念非常接近，虽然他所影

响的基督教世界的范围已经大为缩小。由于慈温利在组成苏黎世政府的

议会内起着重要作用，政府的实际做法非常接近于一个神权政权。

圣礼

慈温利关于圣礼的理论是在反对其他三方面的，即路德宗、天主教

和再洗礼派的观点中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在他的《论真假宗教》（On
True and False Religion）一文中十分明显。在该文中，慈温利对圣礼的

全面理论作了最简明的论述，并通过对这三派的观点的叙述以及随后对

这些观点作出的答复为论述这个题目勾画出一个轮廓来。在反驳天主教

派的观点时，他的论点认为，按“圣礼”（Sacramentum）这个词的原

意，它是一种入教或宣誓的仪式，因此他否认圣礼“具有使良心免受责

备的能力。”在反对路德——他未指名——时，慈温利论证说，不能说

圣礼是这样的性质——即举行圣礼时人在内心里也起变化——的外部标

志。“因为这样，圣灵的自由……就会受到限制”。最后，慈温利针对再

洗礼派的观点反驳说，如果圣礼仅仅被视为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标志的

话，那么它是毫无意义的了。慈温利在反驳所有上述主张后，提出一项

以信徒团契为中心的主张：“因此，圣礼是一种标志或仪式……借此某

人可向教会证明他立志要成为一个，或者他就是一个基督的精兵，这与

其说是向你自己宣告，倒不如说是向全教会宣告你的信仰。因为倘若你

的信仰没有完美到不需要一种礼仪上的表示来加以肯定的话，它就不能

成其为信仰了……因为信仰是我们借以毫不动摇地、坚定地、一心一意

地依靠上帝的慈悲的手段。”



圣礼有两种：一是洗礼，基督徒通过接受洗礼加入教会，二是圣

餐，举行圣餐使基督徒记住基督的受难和胜利并成为他的教会的成员。

假使我们对圣礼是这样理解的话，那么就不能说洗礼会使受洗人洗

掉他的罪孽。这种见解看来似乎要把慈温利引入再洗礼派阵营中去，因

为他们坚持儿童不应接受洗礼。为此，他不得不进行大量著述以说明他

的主张是与婴孩受洗的主张一致。他的论点是根据作为上帝与人立约的

标志的割礼和洗礼两者之间的类比法而产生的。正如古人以接受割礼作

为加入以色列的标志一样，基督徒今天也同样地以接受洗礼作为进入教

会的标志。至于婴孩不可能信的这一事实，那是次要的，因为，无论如

何，洗礼意味着，不是靠人的成就而得救，而是靠上帝的恩典而得救。

因此，给婴孩施洗是一种提醒的方式，使教会记住它自己是根据什么而

得救的。

但是，首先在慈温利与路德之间，而后又在他们的追随者之间所引

起的一场长期争论，就是关于圣餐问题。对慈温利来说，也像对路德那

样，这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因为我担心，要是说在敬奉和崇拜唯一

真神上发生什么有害的错误的话，那就是滥用圣餐的问题”。必须避免

在圣餐方面常犯的错误的原因是，这些错误是多少世纪以来悄悄地渗入

到教会内部的所有形形色色的偶像崇拜的开端。事实上，圣餐，顾名思

义，只不过是“那些宣告基督之死的人的感恩和共同喜悦”的表示而已。

《约翰福音》第六章里基督提到要我们吃他的肉，这段经文必须根据那

段谈到要信他的上下文来理解：因为“他就是我们得救的一种手段，但

不是他的被吃，而是通过他的被杀害”。在习惯用语方面，动词“就
是”应作“意味着”的意思来理解，如基督在其他多种情况下说，他就是

门，就是牧羊人或就是道路一样。

出于两个基本原因，慈温利不得不坚持认为，基督的身体不在圣餐

里面。第一个原因是他对于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关系的理解；第二个原因



涉及到他对道成肉身的看法。由于他同路德在这两点上都有分歧，因此

当路德说“我们不是本着同样的精神”时，路德是对的。

我们从慈温利下面一句话中可以看出他否认基督身体存在的第一个

原因：“我不认为得救的力量来自任何属于这个世界的饼和酒，即属于

感官的东西。”“因为肉体和精神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东西，两者中取

此必舍彼”。因此慈温利否认基督身体存在的观点至少部分地基于这样

一个前提，即圣礼为了在灵性上有所裨益，必须是纯粹属灵性的。强调

其反面，那就有接近于偶像崇拜的危险。

慈温利反对路德观点的第二个原因是出于他对道成肉身的理解。如

果说路德的基督论是属于神人两性的统一式（unitive type），这种统一

式与教父时期亚历山大城有关，那么慈温利的基督论则属于带有安提阿

特点的可分式（divisive type）。他不能接受这样的看法，即道成肉身是

如此神通广大，以致通过属性交流（communicatio idiomatum）人性竟

然变成无所不在。如果基督升天并坐在上帝的右手边，那么他的身体就

不会在别处。

由于他们两人的前提不同，尽管路德和慈温利对教会的改革运动抱

有同样的热忱，也尽管他们热切希望在马尔堡（Marburg）达成一项协

议——虽然这不是许多历史学家所描绘的情况——但他们终于未能达成

这样的一项协议，这是不足为奇的。

总的来说，慈温利在某些方面是比路德更激进的改教派，而在另些

方面却又比较保守。在反对中世纪教会的传统习惯方面，慈温利比路德

更为激进。人们几乎可以这样认为，路德只反对传统中那些被证明同

《圣经》的明文相抵触的东西，而慈温利则采取相反步骤，除《圣经》

能证明者外，所有其他一概予以拒绝。他致力于恢复古代基督教。慈温

利的苏黎世废除了大教堂的风琴，尽管他本人是一位颇有才艺的音乐

家。在圣礼问题上，慈温利比路德更走极端。可是在慈温利的神学中，



已经失去路德经历中某些带有根本性的东西。在那里，人们再也找不到

对路德来说是如此基本的叛逆与救赎和律法与福音的辩证关系了。路德

用上帝的话来彻底审判人的每一句话，在慈温利的教义中也看不到了。

凭上帝的恩典得救的教义而今在慈温利的神学中几乎被说成是从上帝的

无所不能的教义演绎出来的一些东西了。律法再一次变成我们的朋友。

因此，要说慈温利是一位比路德更为激进的宗教改革家，那是不确切的

——事实上他把路德的若干发现给淡化了。但是，要说慈温利比他的德

国对手较为温和，那就更加不确切，因为在许多事情上，他比路德走得

更远。也许正确的评价是，由于慈温利的缘故，瑞士的宗教改革运动在

路德和人文主义的深刻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模式，但也是瑞士当

时出现的特殊的政治和社会情况的一种产物。如果作出这样的评论，认

为通过加尔文和后来的整个清教徒传统，慈温利和瑞士的宗教改革运动

的影响最低限度是同路德的影响同样地重要，也是公正的。



第四章　再洗礼派与激进的宗教改革运动

路德和慈温利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对传统教会的许多教导和做法

提出了疑问，但却没有太多顾虑就接受了许多关于国家及其权威的传统

观点。虽然路德和慈温利对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大不相同，但

他们一致同意国家的正面价值和权威。他们两人都教导，在某种限度

内，基督徒必须服从国家，而且他们是被召唤来在他们不同的职务上为

国效劳的。然而，不可避免的是，当人们进一步寻求原来的和纯粹根据

《圣经》的基督教的时候，有些人就会声称：在基督教的头几个世纪

里，教会与罗马帝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或多或少合乎常规的；教会不应

当同政府结盟；真正的教会总是招来迫害；因而君士坦丁的皈依是标志

着纯真的基督教的终结的大背教。

这是紧跟在路德的宗教改革之后发展起来的各种各样的运动的共同

特点之一。这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而是中世纪就有长久传统的一个现

象，韦尔多派（Waldensians）、早期的法兰西斯派（Franciscans）、小

兄弟派（Fraticelli）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运动，体现了许多人对公认的

事态的不满，尤其是在涉及基督徒生活与现存政权之间的关系方面。因

此，在16世纪，尤其是在这样多的传统型的权威受到质问或被废除的新

教地区，这类运动蓬勃发展，是不足为奇的。在宗教改革运动初期，路

德及其追随者不得不同安德烈亚斯·博登斯坦·冯·卡尔斯塔特（Andreas
Bodenstein von Carlstadt）的极端主义进行争论。卡尔斯塔特是路德在维

登堡的同事之一，他觉得教友马丁·路德走得不够远，因而利用路德被

放逐到沃特堡（Wartburg）的时机，使维登堡的宗教改革运动激进化。

在兹维考（Zwickau）产生了这样一个运动，其“预言家们”声称，《圣

经》是不必要的，因为他们有圣灵。虽然路德设法使维登堡摆脱这类观

点，但这类观点继续在德国的其他部分扩散。1524年，农民揭竿而起。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农民起义的悠久传统的又一次延续。这一次，这个运



动导致了全面的起义和血腥的镇压。这个运动的预言家之一是托马斯·
闵采尔（Thomas Müntzer），他曾经受到路德观点的深刻影响。虽然路

德否认同闵采尔的关系，但许多人仍然把路德同这次起义联系在一起。

路德鼓励王公们用暴力扑灭这次起义，后来又呼吁他们怜悯这些被击败

的农民。这个事件以及其他类似的事件，使许多比较激进的人确信，路

德的宗教改革运动走得不够远，而一些比较保守的人则更加认为，路德

及其追随者打开了他们无法控制的潘朵拉盒子（Pandora’s box，据希腊

神话，宙斯命潘朵拉带着一个盒子下凡，潘朵拉私自打开盒子，于是里

面的疾病、罪恶、疯狂等各种祸害全跑出来散布到世上——译者）。

但是，并非所有的激进改革都是政治上的革命者。这就是天主教、

路德宗以及改革宗所描绘的图景，以便使公认的基督教的所有分支都认

为是恼人的和甚至危险的这一运动失去信誉。为了要描绘这个图景，他

们把矛头指向了激进的改革者中间的几个真正的极端主义者，并把他们

说成是这整个运动的典型人物。因此，为了要纠正这个图景，我们必须

区分：这个运动的早期领导人——他们大都是和平主义者，在迫害的压

力下发展起来的极端主义派，以及这个运动终于幸存下来时的最终形

式。再者，我们也必须区分：那些其最终的权威是《圣经》的人，以及

其他那些其主张是根据圣灵或根据理性的人。从这里得出了这一章的轮

廓，这一章将在三个题目下——“早期的”、“革命的”以及“后期的”——
论述再洗礼派，然后再转而论述那些灵性的和理性的改革者。

早期的再洗礼派运动

虽然反对再洗礼派运动的人试图把再洗礼派运动同兹维考的预言家

们和托马斯·闵采尔联系起来，但事实似乎是，真正的再洗礼派运动始

于苏黎世，是在那些认为慈温利的神学和政策太温和太谨慎的人中间开

始的。这些人里面有些是苏黎世当地人，其他的人是到这个城市来的被

流放者，因为宗教改革运动正在这个城市取得进展。有一个时期，他们



争论说，《新约圣经》要求基督徒们要比慈温利走得更远。他们相信，

宗教改革运动不但必须使神学洁净，而且也必须使基督徒的实际生活洁

净，尤其是在涉及到社会和政治关系这个方面。因此，教会不应当受到

国家的支持，既不是通过国家的什一税和捐税，也不是通过国家使用武

力。基督教是个人信仰的问题，信仰是不能强加在任何人身上的，而是

需要个人对此作出决定。因而得出结论，婴儿不应当受洗，因为他们不

能作出这样的决定。起初，这些称呼自己为“弟兄们”的人，只是对婴儿

洗礼提出疑问，但没有对那些孩提时曾受洗的人进行再洗礼。

1525年1月21日，迈出了重大的一步，这时被流放的教士乔治·布劳

罗克（George Blaurock），要求另一个弟兄康拉德·格里贝尔（Conrad
Grebel）给他施洗。格里贝尔这样做了，紧接着布劳罗克就开始给这个

团体里的其他成员施洗。由于这些人都出生于基督教家庭，都曾经受

洗，因此反对这个运动的人称他们为“再洗礼派”。这个名字并不完全确

切，因为再洗礼派并不相信，他们是在给任何人重新施洗，而是认为，

他们是在施行唯一有效的洗礼。再者，这个名字的不确切在于，再洗礼

派坚持若干信条，这些信条对他们来说其重要性并不亚于成人受洗，因

此，给他们起的这个名字，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同其他基督徒分

歧的结果而不是基本原因上。无论如何，给他们自己和其他的人重新施

洗的这个决定是一个致命的决定，因为罗马皇帝西奥多修斯

（Theodosius）和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的古老律法曾宣布，

判处任何实行再洗礼的人死刑。这些律法是针对多纳徒派（Donatists）
制定的，他们之所以被惩罚，更多的是因为他们的民事反叛，而不是因

为他们的信奉异教；但是，尽管如此，这些律法这时被应用在再洗礼派

身上，于是有几百人被杀。

另一方面，虽然最有影响的再洗礼派运动确实是在苏黎世开始的，

但是，这个苏黎世团体同至少其他两个似乎是独立地发展了类似的观点

的地方——奥格斯堡（Augsburg）和波瓦利（Po Valley）——之间似乎



没有什么联系。奥格斯堡的秘密宗教集会的领导人是汉斯·登克（Hans
Denck），他似乎既受到莱茵河地区（Rhineland）神秘主义者的影响，

又受到路德的影响。虽然他最知名的门徒汉斯·哈特（Hans Hut）早先曾

经是托马斯·闵采尔的追随者，但是，闵采尔这个预言家关于革命的教

导所给他的影响，似乎只限于使他深切关注社会的正义。在波瓦利及其

附近地区，在卡米洛·雷纳托（Camilo Renato）的领导之下兴起了一个

类似的团体。这个团体受到迈克尔·塞维塔斯（Michael Servetus）的间

接影响，不但否认婴儿洗礼，而且也否认三位一体和灵魂不朽的传统教

义。

由于我们不能在这里跟踪再洗礼派分分合合时的所有派系，我们必

须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似乎最能代表这整个运动的领导人身上。其中的

两个是康拉德·格里贝尔和汉斯·登克。因此，他们将作为我们阐明早期

再洗礼派神学的依据。

康拉德·格里贝尔（大约1498～1526年）和其他的再洗礼派领导人

所致力的目标，是要全面恢复《新约圣经》的基督教。不但要在神学的

根本问题方面这样做，而且要在礼拜仪式和教会政务方面这样做。因

此，当格里贝尔及其苏黎世的同事们听说，托马斯·闵采尔正在否定婴

儿洗礼——但不否定再洗礼，而且他改变了礼拜仪式的形式并用德文谱

写了若干赞美诗的时候，他们因他在洗礼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而写信祝

贺他，但在信中也争论说，在教堂里唱诗，在《新约圣经》没有依据，

因而应当予以拒绝。正是想要恢复原始的基督教的这一愿望，促使他们

形成了他们的有关教会和教会同国家的关系的观点。

很明显，《新约圣经》里的教会的性质同天主教与新教使教会与世

俗社会同久远的这一传统做法大不相同。在《新约圣经》里，教会是从

整个世界聚到一起的一个社团，这个社团同世俗社团大不相同，而且只

是由那些亲自决定要加入基督的团体的人组成的。有一回，格里贝尔及



其朋友们向慈温利建议，在苏黎世组成这样一个教会。登克和其他的人

宁愿用“社团”（community）和“会众”（congregation）这两个词儿，而

不愿意用“教会”这个词儿。我们加入这个教会所需要做的事情，只是悔

罪和不再犯罪，坚决信奉基督，并且过新的生活。我们一旦这样做了，

并向这个社团表示我们愿意加入，我们就在基督里被接受为弟兄和姐

妹。

这个社团不应当接受尘世及其政权的支持。这个社团的教牧人员是

这个社团选择的，而不是国家选择的，并且靠成员们的自愿捐赠为生。

国家不应绝对地被拒绝。国家具有一种作用，只要国家的律法不侵犯良

心，基督徒服从国家律法是对的。但是，国家处理的是外在的、“尘世

的”事务，因此不能听任国家去支配灵性的事务。不应当把剑抽出来捍

卫信仰。相反，信徒的团契必须准备成为一个受难的社团；说实在的，

信徒的团契将成为一个受难的社团，因为尘世不理解它的方式方法，而

是鄙视它的方式方法。虽然有一些再洗礼派不同意，但格里贝尔认为，

基督徒可以设法选举一些信徒去担任政府职务，希望他们按照上帝的旨

意进行治理。但是，基督徒不应当推翻邪恶的统治者，除了准备好面对

迫害之外，他们也不应当以任何方式保卫自己免受邪恶统治者的侵犯。

真正的信徒甚至不能拿起武器来反对外国的敌人，或反对土耳其人。可

以清楚地看出，在受到土耳其人威胁的基督教世界里，在像苏黎世那样

受到天主教州威胁的瑞士各州里，这些观点被当局看成是颠覆性的观

点。这是再洗礼派受迫害的主要原因之一。

引领一个人——男人或女人，因为大多数再洗礼派在这方面是平等

的——进入真正的信仰的，并不是预定论。预定论的教义，尤其是慈温

利所教导的预定论的教义，是可恶的东西，是因为我们的罪而原谅自己

和怪罪上帝的手段。绝对不能说上帝是造成邪恶的原因，因为上帝是善

良的。正是我们的意志在反抗上帝的时候造成了邪恶。罪存在于自我追

求之中，存在于不服从上帝之中。“服从”在上帝的意志里是典型的。正



是由于上帝屈从人的意志，不违背人的意志，我们才被允许保存故我。

在基督和基督的受难里，我们得到了明显的表现：神是愿意屈从的。如

果我们要成为真正的基督徒的话，我们必须反过来服从上帝。在上帝面

前，我们做什么，是无关紧要的；我们不做什么，我们服从上帝，我们

让上帝来接管，这些才是重要的。

信仰的开始在于聆听上帝的话语。但是，随之而来的必须是皈依，

借此我们离开了我们的罪和我们的固执已见，而去服从上帝。在皈依的

行动中，通过基督的血，所有的罪被洗涤掉，皈依者进入了一个崭新的

和圣洁的生活。这并不是说，我们摆脱了罪恶，而是说，我们这时有能

力抵制罪恶。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声称我们皈依了，可是缺乏这种能

力，那么，我们的信仰就不是真的。这样一个人是伪善者，必须从信徒

的团契里驱逐出去。这一点，以及罪恶的生活和随着罪恶的生活而来的

沉沦，是人们应当畏惧的，更甚于畏惧在迫害者手下死去。在迫害者手

下死去，不应被畏惧，而应当被欢迎，因为这是一个标志，说明我们是

屹立在预言家们、使徒们和早期的基督徒们的传统之中。

一切宗教仪式都必须是简单的和没有过多的程序的。宗教仪式必须

严格遵照《新约圣经》的做法。如上所述，不应当有礼拜仪式的唱诗。

礼拜的中心活动是朗读和讲解上帝的话语。洗礼和圣餐是精神事务的象

征。洗礼是皈依的象征和洗掉罪过的象征，因此只给成年信徒们施洗。

应当指出，大多数早期的再洗礼派是通过浇水而不是通过浸水进行洗礼

的。只是后来当再洗礼派设法尽量接近《新约圣经》的时候，他们才开

始通过浸水进行洗礼。圣餐通常是在小组里施行的，圣餐的象征性是同

那个把基督徒们团结在一起的团契联系在一起的，也是同基督联系在一

起的。不允许卑鄙的人参加圣餐，因为这将破坏人神交流的象征性。

概括地说，新教主张回到《新约圣经》的权威那里去，早期的再洗

礼运动就是想要同这种主张保持一致的一种尝试。如果这一点是真的



——他们说是真的——那就必须抛弃若干世纪以来渗透到教会生活里来

的所有那些做法。首先，人们必须严格按照字义去理解登山宝训的那段

经文，并按照这段经文去生活，而不要去理睬非信徒就这个行动方针提

出的种种反对意见。

革命的再洗礼派

早期再洗礼派的教导并没有被天主教徒和大多数新教领导人欣然接

受。判处一切实行再洗礼的人死刑的古老律法，不久之后就恢复了，于

是再洗礼运动的历史变成了殉教者和被流放者的长长的名单。起初，新

教徒们不愿意迫害再洗礼派，因为他们知道，被帝国明令禁止意味着什

么。因此举行了一系列的辩论，在辩论中任何一方都没能说服另一方。

最后，这种迫害扩展到所有的地方，只有几个新教地区除外，那里的领

主们对于使用国家权力来惩罚异端信奉者仍然感到不安。在几年之内，

再洗礼运动的大多数早期领导人都死了。格里贝尔因为死于瘟疫而逃避

了殉教的命运。巴尔萨泽·赫布梅尔博士（Dr.Balthasar Hübmaier，1485
～1528年），沃尔德舒特（Waldshut）的改革者兼再洗礼运动最杰出的

皈依者之一，在火刑柱上英勇就义。无数其他的人遭遇了类似的命运。

但是，尽管有这种迫害——而且部分是由于这种迫害——再洗礼运动发

展了和扩张了。许多逃避迫害而背井离乡的人，在欧洲的其他部分传播

再洗礼派的教导。大批的再洗礼派信徒移居到了比较宽容的中欧各地。

这种迫害的另一个后果是，这个从来都不是团结一致的运动内部进

一步分化了，比较激进的主张发展起来了。从一开始，这个运动中就有

一些人认为，他们应当共同拥有一切东西，而其他的人则持有相反的看

法。正像在迫害的压力下常常发生的那样，期待末世的到来对一些人来

说变得非常逼真和近在眼前，以致他们相信，他们是生活在世界的末

日。比较温和的瑞士领导人已经死了，于是没有人来制止极端主义的扩

散。其他比较温和的人逃到多少有些生命保障的摩拉维亚去了。比较激



进的分子很快就来到前台。

早先的再洗礼派和激进的再洗礼派之间的过渡，可以在梅尔基奥尔

·霍夫曼（Melchior Hoffman大约1500～1543年）这个人身上看出来。霍

夫曼以处理皮革为业，他最初是路德派，后来是慈温利派，最后是再洗

礼派。他接受再洗礼大概是在多少有些宽容的斯特拉斯堡。部分是由于

他的影响，斯特拉斯堡成了这样一个再洗礼派运动的中心，这个运动沿

着莱茵河流域扩张，并深入荷兰。他的正统性甚至比其他的再洗礼派的

正统性更受到怀疑，因为他坚持，基督的肉体是从天上下来的。他的说

教越来越带有启示的色彩，他开始声称，他得到了末日即将到来的启

示，基督将要再来，并在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建立他的王国。由于这个运

动正在斯特拉斯堡发展壮大，许多人相信，这个城市将成为新耶路撒

冷。霍夫曼的追随者蜂拥到斯特拉斯堡来。当局作出的反应是，压制更

加厉害了。霍夫曼预言，他将被监禁六个月，然后末日就到来。当他真

的被监禁起来的时候，其追随者的盲信达到了新的高度。然而，由于他

的预言的第二个部分没有实现，他的追随者就开始重新解释他所说过的

话。霍夫曼曾经拒绝早期的再洗礼派的绝对和平主义，声称上帝到来的

时候，他将要求他的追随者拿起剑来，以便建立他的王国和摧毁他的敌

人。霍夫曼以前对未来的期望，这时在他的许多追随者那里成了拿起武

器的当前号召。上帝正在号召他的信徒们拿起武器，在世上建立神圣的

东西。

这就是来自荷兰哈尔莱姆（Haarlem in the Netherlands）的面包师傅

约翰·马西斯（John Matthys）的激进的说教，也是他最著名的门徒莱顿

的约翰（John of Leiden）的激进的说教。由于斯特拉斯堡的形势对激进

的再洗礼派来说变得越来越艰难，他们的目光开始转向韦斯特费利亚

（Westpha-lia）的主要城市明斯特（Münster），在那里天主教徒和新教

徒之间一个不稳定的休战协定，造成了比其他地方有更多宽容的局面。

激进的再洗礼派开始蜂拥到这个城市来，并且在长期的和复杂的政治手



腕和甚至军事花招之后，终于在该城掌握了权力。他们那时从他们自己

的人那里选出一个新的政府，并宣布末日即将到来。到了这个时候，约

翰·马西斯和莱顿的约翰已经在这个城市里，他们的说教有助于使群众

热血沸腾。每一个事件都被当成是来自天上的一个迹象，与此同时许多

人产生幻觉并得到其他形式的启示。随之而来的是普遍的紧张局面。主

教在城外正在拚命杀害尽可能多的再洗礼派。再洗礼派在他们那一方面

则开始焚烧或毁掉所有的手稿、艺术品以及其他令人想起传统信仰的东

西，然后，他们进而把所有“不信神的人”——指天主教徒和温和的新教

徒——驱逐出城。马西斯在出击主教的围城部队时死去之后，莱顿的约

翰成了这个运动的领导人，而这个运动甚至变得比以前更为激进。明斯

特的“圣徒们”越来越转到《旧约圣经》那里去寻求指导。一个妇人声

称，她被召唤来当新的尤迪（Judith，尤迪是《次经·尤迪传》中的一个

犹太妇女，她在围城的亚述军队的司令官睡觉的时候砍掉他的头，从而

使她的城镇得以解围——译者）。她进入主教的营帐，希望杀死他，但

她的计划被发现了，她受到拷打和杀害。到了这时，这个城镇的女性人

口远远超出男性人口，于是，莱顿的约翰依据《旧约圣经》里族长们的

做法，颁布法令实行一夫多妻制，而且城镇里的每一个妇女都要委身于

男人。此后不久，约翰及其追随者击败了一个要向主教交出该城镇的阴

谋。当他们似乎由于某种奇迹而在交手中击败了主教的部队时，约翰让

人们宣布他为新锡安（锡安原指耶路撒冷的锡安山，这里泛指天国——
译者）的国王。但是，这个新的以色列并不是注定要维持很久。虽然主

教由于财源枯竭而不能继续围城，但城里已经饿殍遍地，并且由于一小

伙逃兵的背叛而被攻占。随之而来的残暴行为丝毫不亚于早先这些自封

的预言家们所犯的残暴行为。“国王”被放在一个笼子里，在整个附近地

区游行示众，最后被拷打和处决。

再洗礼派运动内部后期的事态发展

新耶路撒冷的陷落是对革命的再洗礼派的致命打击。当明斯特巍然



屹立的时候，它对德国各地和荷兰各地的许多人来说是一个象征和希

望，他们希望，上帝的时代即将到来，那时高高在上的人将被拉下来，

而身居下层的人将被提上去。但是，在那个堡垒陷落和它的“国王”屈辱

而死以后，比较温和的再洗礼派再一次来到前台。那些从来没有消失不

见的和平主义的小组这时重新得势。明斯特事件从来都没有被忘记，反

对再洗礼运动的人常常指着这个事件说，它标志着再洗礼运动可能导致

的后果。但是，尽管如此，这个目前恢复了原先的和平主义的运动还是

设法残存下来。

这个运动的新领导人里面的典型人物，也肯定是他们里面最有影响

的人物，是门诺·西蒙斯（Menno Simons，1496～1561年）。他是荷兰

天主教教士，他早在1536年就决定加入再洗礼派。最初，他在梅尔基奥

尔·霍夫曼的追随者和奥贝·菲利普斯（Obbe Philips）的追随者之间犹豫

不决，但是不久之后他就决定加入奥贝派（Obbenites）。当奥贝·菲利

普斯离开这个运动的时候，门诺就成了这个运动当然的领导人。

门诺·西蒙斯不喜欢明斯特运动所提倡和实行的暴力行为，在他看

来，这种暴力行为使基督教徒的心变坏了。“一个吹嘘自己是基督徒的

人，把精神的武器放在一边，而拿起世俗的武器，这怎么能同上帝的话

语协调一致呢”？因此，门诺派的和平主义不单纯是这个运动的表面特

点，而是属于门诺对福音的理解的实质问题。这就是若干世纪以来和平

主义一直是所有的门诺派团体的固有特点的原因之一。

门诺的主要任务是在明斯特的激进再洗礼派和这个运动的比较温和

的派别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别。因此，门诺在《基督教教义的基础》

（Foun-dation of Christian Doctrine）里说，他的这本书的目的是要表明

这种区别，这本书在语气和目的方面和早期的某些辩解极其相似，这本

书成了他的流传最广的书。“鉴于撒旦能够使自己变成光明的天使，并

在上帝的麦子中间播种稗子，诸如：剑、一夫多妻制、外表的王国和国



王，以及其他类似的错误，因为这个原因无辜的人大大受苦，因此，我

们不得不公布我们的这一信仰和教义”。

门诺神学的基本意思是同尘世分离开的意思，尘世的“精神、教

义、圣礼、礼拜和行为，与基督的圣灵、话语、圣礼、礼拜和榜样大不

相同，因而只不过是新的所多玛（罪恶之地）、埃及和巴比伦”。这种

分离的基础，和早期的再洗礼者遇到的情况一样，是洗礼所象征的和宣

布的个人的皈依和悔悟。因此，真正的教会再一次成了信徒们的团契。

团契里那些表明自己不是真正的信徒的人应当被驱逐出教会，而且整个

会众都要回避他们——尽管门诺说得很清楚，这种回避不应当是惩罚性

的，而是慈爱地号召他们悔悟。

在两个问题上，人们指控门诺背离了早期的大公会议的基本教义，

即有关三位一体的问题和有关道成肉身的问题。在谈到前者这个问题

时，他确实避免使用“三位一体”这个词儿，但他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

人们所说的他拒绝三位一体的教义，而是他强烈地希望只使用《圣经》

的语言。诚然，他的《关于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声明》（Confession of the
Triune God）明确地肯定了传统的三位一体教义。在道成肉身这个问题

上，门诺确实背离了正统的教义，因为他断言，基督的肉体是从天上降

下来的，圣母马利亚的贡献只不过是养育了这个肉体。这是一个引起长

期辩论的观点，门诺派最终放弃了这个观点。

概括地说，门诺以及同他在一起的其他后期再洗礼派领导人，回到

了早期再洗礼派的原来的和平主义立场上。虽然他们有些人把自己的独

特的理论，如门诺的关于道成肉身的理论，加在“瑞士弟兄们”（Swiss
Brethren）的原来的神学上，但是，普遍的舆论不久之后就使绝大多数

的再洗礼派信奉比较保守的信条。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在所有的神

学问题上都取得一致，因为在后来的四百年里，再洗礼派运动的历史是

由于教义原因而一再分化的历史，而且所提出的许多表明信仰的表白书



从来都没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灵性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

描述再洗礼派运动和划分该运动的不同团体和不同领导人，是相当

困难的。但是，要论述那些我们称为“灵性主义者”（spiritualists）和“理
性主义者”（rationalists）的人，就更加困难了。这些人大都有强烈的神

秘主义倾向，因而他们倾向于更多地关心个人的灵性生活，而不关心整

个教会的改革。他们许多人觉得，圣灵的启示高于《圣经》，有些人甚

至声称，书面写的“话语”应当放在一边，而去倾听上帝向人的灵性直接

说的“话语”。其他一些人坚持把人的理智用于推理《圣经》的信息，因

而提出了这样一些关于福音的解释，这些解释常常否认三位一体和道成

肉身。我们这时必须转到这些思想家身上，我们知道，他们中间有很大

的不同，我们也知道，只是为了清晰和方便的缘故，而不是因为他们形

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紧密结合的运动，才把他们包括在一个共同的标题

下面。

卡斯珀·施文克费尔德（Caspar Schwenckfeld，1489～1561年）提出

了他所认为的天主教主义和路德主义之间的折中办法。但是，这种折中

办法实际上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不接受的其他代替办法。所说的这种

折中办法起源于“内在”的东西和“外在”的东西之间，或精神的东西和物

质的东西之间的二分法。这意味着，圣灵可以自由行动，不受教会或

《圣经》约束。因此，虽然《圣经》是没有错误的，因为《圣经》在先

知们和使徒们那里表达圣灵的行动，但重要的不是研究《圣经》，而是

接受圣灵的启示。没有这样的启示，《圣经》就不能被正确地理解——
于是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有了圣灵的启示，《圣经》就不怎么需要

了。还有“内在”的教会和“外在”的教会；这两个教会绝不会恰好重合，

参加外在的教会并不能保证得救。在使徒们的时代之后，最好的教牧人

员所能做的只是指向基督，希望他们的听众也能听到内在的话语。圣礼



也是从基本的二分法的角度来解释的。圣餐里的饼和酒是物质的东西，

因而绝不能成为灵性的东西的媒介。饼和所能做的事情，充其量只是引

领外在的人到基督那里。但是，这里又有一个灵性的范畴。“有双重的

饼：尘世的饼来自尘世，天上的饼来自天上。如果饼是双重的，那么，

把饼咬碎也必然是双重的，即，为了外在的人和为了内在的人。尘世的

和外在的饼是为了外在的人而象征性地被咬碎的；天上的饼，即上帝话

语的化身，是为了内在的人或重生的人而当真地被咬碎的”。

很明显，这类解释的难题是，圣餐里物质的东西和灵性的东西之间

的联系并没有讲清楚。如果圣灵仍然能够绝对自由地行动，那么，人们

还能够声称有任何这类联系吗？避开这种似乎使许多人误入歧途的物质

方面的人神交流，而只参加精神方面的筵席，不是更好些吗？这实际上

就是施文克费尔德所推荐的东西，尽管只是作为一个临时的措施，直到

人们受到适当的教育为止。

当涉及到道成肉身的时候，施文克费尔德采取的主张同梅尔基奥尔

·霍夫曼和门诺·西蒙斯所采取的主张很相似。他没有说，基督的肉体来

自天上，但他坚持说，基督的肉体不是创造出来的。这使他卷入神学方

面的复杂的辩论和细微的区分，这些辩论和区分从来都没有被反对他的

人接受，他们指控他有神人一性论和若干类似的左道邪说。虽然施文克

费尔德总是说，他同卡尔西顿会议的界说（Chalcedonian definition）基

本一致，但他的基督论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不清楚的。

塞巴斯蒂安·弗兰克（Sebastian Franck，约1499年～约1542年）是另

一个灵性主义的改革者，他深受伊拉斯谟的影响。他基本上同意施文克

费尔德，但是把后者的观点推演到合乎逻辑的结论上去。《圣经》的书

面上写的字这时变成了永恒的话语的一种神秘的和不清楚的表现形式，

这样，人们只有得到那个永恒的话语的启示，才能理解《圣经》的真正

意思。这个话语他称之为“基督”，但他没有把这个话语同耶稣等同起



来。相反，上帝常常彰现于人。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一点点神性的火

花，灵性的实体使自己针对的正是这一点点火花。所有外在的东西都是

不必要的。早期教会需要圣礼，因为早期教会在灵性方面是不成熟的。

成熟的灵性事物不需要外在的手段。

西班牙人胡安·德·瓦尔德斯（Juan de Valdés，大约1500～1541年）

遵循了不同的路线。他的宗教信仰是把伊拉斯谟的完善的理智同“光照

派”（alumbrados）的神秘主义结合起来的产物。“光照派”是一个定义不

确切的团体，一再受到西班牙宗教法庭的谴责。他通过沉思默想设法同

上帝交流，并在那不勒斯聚集了一大群杰出的门徒。由于他主要关心的

是内心的虔诚，因此他同公认的等级制教会当局的冲突总是比较缓和。

但是，正是由于强调内心的生活，使他受到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怀疑。

在他的门徒伯纳迪诺·奥奇诺（Bernardino Ochino，1487～1563）那里，

他的教导转向反对三位一体的教义。奥奇诺一直是卡普钦（Capuchin）
的杰出的传道士，有一个时期加入了日内瓦的新教徒，但是终于被迫一

再过被流放的生活，这使他迢迢千里到了波兰，最后到了摩拉维亚。

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灵性主义的种种倾向是由贵格会运动的创始

人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1624～1691年）表现出来的。福克斯是一

个织布工人的儿子，在神学方面从来没有受过正式的训练。他花了若干

年的时间进行认真的灵性探索，直到1646年发现了他后来称为“内心之

光”的东西。内心之光就是活在信徒心里的基督。他相信内心之光促使

他拒绝那些历来被认为是恩典的外表手段的东西，如教会和圣礼。对他

来说，灵性上吃和喝基督的身体和血，比实际上吃和喝圣餐里的饼和

酒，意义要重大得多——事实上，后者的做法可能成为真正的人神交流

的障碍。然而，福克斯强调内心之光，并没有使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认

为，不需要基督教的团契，或没有义务寻求社会的正义。对前者（指需

要基督教团契）的关注是成立“真理之友会”的原因——1650年以后也称

为“贵格会”（Quaker）。对后者（指寻求社会正义）的关注的表现是，



贵格会教徒插手种种社会问题——通常是从和平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后

者的关注还可以在福克斯本人下面这段话里找到根源：

当城里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里，盲人、病人、跛子和拐子，东倒西

歪，到处啼哭的时候，当男人们和女人们娇娇滴滴，穿金戴银，而不知

道该怎么走路的时候，你本着纯真的宗教，怎么去访问那些病人、孤儿

和寡妇呢。当然，当然，你们不知道，你们生活在世上是同种同族。难

道你们不能从万贯家财中拿出一点来，给这些贫苦的孩子、跛子、拐子

和瞎子，或给那些能工作的人找个工作，给那些不能工作的人找个救济

他们的地方；难道这不是你们的光彩？

在迈克尔·塞维塔斯（1511～1553年）和福斯塔斯·苏西尼（Faustus
Socinus，1539～1604年）那里，反对三位一体教义变得很突出。塞维塔

斯是有深刻的宗教信仰的人，然而，他觉得，三位一体的教义不健全。

在他的出生地西班牙，多少世纪以来这个教义一直是犹太人和回教徒的

绊脚石。因此，他也持有中世纪后期对三位一体教义的合理性的那些怀

疑，他在抱着这些怀疑的同时，还像16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和新教徒那

样，致力于回到《新约圣经》里基督教的源头那里去。他拒绝三位一体

和圣子的永恒的产生，认为这些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在《圣

经》里是找不到的。大家都知道，他逃避了天主教的宗教法庭，只落得

在加尔文的日内瓦被当做异教徒烧死。然而，他的观点并没有消失。他

的观点在一些一直怀疑三位一体教义的再洗礼派中间博得同情。他的观

点也在莱利厄斯·苏西尼（Laelius Socinus）那里引起反响。福斯塔斯·苏
西尼成了波兰最有影响的反对三位一体教义的神学家之一，他的门徒在

波兰成倍地增加。 1605年，也就是他死后一年，这些追随者把他的教

导写进了拉科维安的教义问答（Racovian Catechism）里。在17世纪，

苏西尼著述和思想被引入英国，是神体一位论神学（Unitarian
Theology）诞生的几个构成因素之一。



这样，路德发动的宗教改革运动得出了最后的结果。路德及其追随

者看到这些极端的改革者，感到厌恶和恐惧。瑞士和斯特拉斯堡的改革

的神学家们也是这样。他们觉得，人们长期以来认为对基督教信仰来说

是极其重要的许多东西，这些极端的观点都予以否认。天主教的争辩者

指出，基督教会的权威的堤坝一旦被冲破，就没有办法制止极端主张的

浪潮，因而各种异端教派的蔓延滋生，就成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合乎逻辑

的结果。这有一部分是真的。可是，人们必须指出，16世纪的欧洲是这

样群情鼎沸，以致传统形式的权威正在坍塌下来，而宗教改革运动既是

这种坍塌的原因，也是这种坍塌的结果。路德之所以有可能成功，是因

为古老的权威体制正在失去对欧洲的控制。另一方面，也由于路德获得

成功，传统的权威才终于在大部分的欧洲垮下来。

这时，比较传统的改革者——路德宗和改革宗——在他们那一方面

还需要做的事情，是在比较系统的基础上建立他们的神学，而这在早期

的斗争年代里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必须转向的正是这些事态的发展。



第五章　协和信条以前的路德神学

两个伟大的新教传统的创始人，路德和慈温利，为其他的人所追

随，这些人既使这些传统成为体系，又使这些传统趋于缓和。正像我们

将要在下一章看到的那样，加尔文成了慈温利宗教改革运动的接班人，

这两个人可以说是改革传统的创始人；但是，加尔文神学的总趋势是渐

渐离开慈温利而转向路德。关于那个在路德传统中起了类似作用的人，

菲利普·梅兰希顿，也可以说同样的话，因为可以看出，他的神学发展

趋势是渐渐离开路德而转向布塞和加尔文。这一点以及梅兰希顿在其他

若干问题上缓和了路德的神学的这一事实，在路德派的各教会里引起了

几种争论。当一些次要的人物，例如奥西安德（Osiander），提出一些

似乎要威胁到新教的核心问题的观点的时候，其他一些同梅兰希顿和路

德之间的分歧无关的争论就产生了。这些各种各样的争论终于导致了

《协和信条》（For-mula of Concord，1577年），大多数的路德派教会

都团结在《协和信条》周围。因此，这一章将分成两个部分：首先我们

将论述梅兰希顿的神学；然后我们将总结那些在16世纪使路德派分化的

最重要的争论，我们将看到，《协和信条》怎样对这些争论作出反应。

菲利普·梅兰希顿的神学

1518年，正当路德派宗教改革运动初见规模的时候，梅兰希顿加入

了维登堡大学的教师队伍。他的教学领域是希腊文，他的学术兴趣是哲

学，但他很快就对路德入了迷，并转向《圣经》和神学的研究。与路德

不同，梅兰希顿有人文主义学术研究的背景，甚至在路德和伊拉斯谟之

间就自由意志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之后，他对这个伟大的荷兰人文主

义者仍然推崇不已。诚然，人们可以说，路德的神学和梅兰希顿的神学

之间的大多数分歧，都是从两者中较年轻的那个人所受到的人文主义精

神的影响中产生出来的。



路德深知他和他的得意门生之间的不同，尤其是在性格和天资方

面。他在谈到这种不同的时候说，“我是粗鲁的，吵吵嚷嚷的，雷厉风

行的，和非常好战的……我必须搬掉树桩和石头，披荆斩棘，清理荒芜

的森林，而菲利普少爷依仗上帝大量赐给他的天资，轻轻而文雅地跟上

来，欢快地播播种和浇浇水”。他的这段话常常被人引用。这就是为什

么当需要写一份表白信仰的声明以便递交给奥格斯堡议会（1530年）而

很显然，所需要的是一份大多数新教徒都能签名而又不致失去各方支持

的和解声明的时候，梅兰希顿就被选来做这件事情。

梅兰希顿的特殊的天资使他成为使路德派神学系统化的重要人物。

这种天资也是他逐渐形成这样一些观点的原因，这些观点被许多人认为

是对原来的路德主义的背叛。梅兰希顿作为有条理的思想家的天资在

1521年充分发挥出来，那时他出版了《教义要点》（Loci communes
rerum theologicarum），这本书实际上第一次使新教主要信条系统化。

这本书获得巨大成功，不久之后就印刷了几次，译成几种文字，并进行

几次修订——后面这项工作是由梅兰希顿本人做的。

在《教义要点》的每一个新的版本里，梅兰希顿都表现出，他正在

背离原来的路德主义和越来越受到人文主义和改革宗传统的影响。因

此，同一本书的这几个不同的版本对那些想要跟踪梅兰希顿神学的按照

年月顺序的发展的历史学家来说是很有价值的。很明显，在这一章的短

短的篇幅里，要跟踪这种发展的种种细节，是不可能的。然而，考虑到

梅兰希顿的变化着的观点对16世纪路德神学的发展方向极为重要，当我

阐述梅兰希顿的神学的时候，我将指出，他的早期观点和后期观点之间

的不同在哪些问题上最为重要。

第一版的《教义要点》和路德的观点很少不同。事实上，这本书使

路德变得这样热心，以致在一段典型的夸张的话里说，这本书应当包括

在宗教法规里。但是，后来一些版本开始表现出一种不同的精神，致使



路德派的各教会——尤其是在这两个神学家死后——分成“路德

派”和“菲利普派”。

1521年的《教义要点》在开头时就表达了路德的十字架神学的一些

原则，尽管辩证法的用语比路德的少一些。

我们最好敬仰上帝的种种神秘事物，而不去调查这些神秘事物。再

者，探索这些奥秘总是带有巨大的危险，甚至圣洁的人也常常体验到这

一点。全能的上帝赋予他的圣子以肉体，这样他就可以引领我们不去思

索他自己的威严，而去考虑肉体，尤其是考虑我们的弱点……因此，我

们没有理由在诸如“上帝”、“上帝的一体和三位一体”、“创造天地万物

的秘密”以及“基督成为肉身的方法”之类的崇高的话题上花费这么大的

力气。我问你们，那些经院哲学家们在许多时代里一心只探索这些问

题，又取得了什么成果呢？

因而神学必须有一个实际的目的，必须谈论诸如罪及其力量、恩

典、律法和称义之类的问题，因为“认识基督意味着认识他的恩惠，而

不是像学者们所教导的那样，去思考他的一性或两性以及他的道成肉身

的方式”。

基督教神学家们之所以在不同时期教导有关自由意志的教义，是因

为他们听任自己受到哲学的影响。然而，在这一点上，哲学家们的教导

和《圣经》的教导是截然相反的，因为前者承认自由意志，而《圣经》

则否认自由意志。这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因为有关自由意志的教义使

人看不清基督的恩惠。这只是《圣经》的明确教导被放弃而倾向哲学的

许多例子中的一个。其结果是，“除了正典的《圣经》以外，教会里没

有可靠的文献。一般说来，在注释里流传下来的任何东西都散发着哲学

的臭味”。

对人的力量的这同样消极的看法，可以从梅兰希顿谈论异教徒的美



德的态度中看出来。他承认，从纯粹的人的角度来看，苏格拉底、芝诺

（Zeno）和卡托（Cato）身上有许多东西是值得人们羡慕的。“然而，

由于这些特点是在不纯洁的脑子里，再者，由于这些假冒的美德是从爱

自己和爱受表扬之中产生出来的，所以这些美德不应当被认为是真正的

美德，而是罪恶”。自然律虽然是上帝赐给的，但不是可靠的向导，因

为人的理智被罪蒙蔽和败坏到如此地步，以致人的理智不再能够准确地

谈到自然律。这样，当人们阅读第一版的《教义要点》时，得到的总的

印象是，梅兰希顿深信，理智和启示之间，堕落的人和上帝的目的之

间，现在存在的天地万物和赎罪之间，是完全脱节的。

如果我们这时拿第一版和1555年的《教义要点》进行比较，我们将

看到，有重大的改动。首先，这个版本的《教义要点》开头就用了很长

的篇幅来阐述上帝、三位一体和创世——他在早期的版本里避而不谈的

正是这三个话题，不是因为这些话题不真实，而是因为人的头脑琢磨不

透，而且和“基督的恩惠”没有直接关系。当谈论到异教徒中间的聪明人

所具有的对上帝的认识的时候，他这时不否认这一点，而是同意说，色

诺芬（Xenophon）、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Cicero）知道，有

一个全能的、明智的、公正的和善良的上帝。他们对上帝的认识虽然是

真实的，但也是不充分的，因为他们知道上帝的存在和本性，但不知道

上帝对他们的意图，也不知道福音。这一点仍然没有超过路德在“一般

地”认识上帝和“正确地”认识上帝之间所作的区分。但是，具有意义的

是，梅兰希顿认为，用这个一般说来是积极的措辞来代替早期的版本里

的消极的措辞，是恰当的。再者，在讨论三位一体的时候，以及总的说

来在这整本书里，他这时愿意把很大的权威——尽管总是一种从《圣

经》里得出来的权威——归给“早期基督教著作家们”和注释者们，而这

些人是他在1521年如此刻毒地予以拒绝的。

较新的《教义要点》的不同的精神，在这样一个问题上表现得最为

明显，即关于罪、我们的堕落的状态和自由意志的讨论。第一版里有关



罪的那一部分，强调的是人的腐化，而这时强调的是要表明，上帝不是

罪的制造者。在讨论原罪的时候，这一点没有构成很大的问题，因为梅

兰希顿可以附和大部分的基督教传统而声称，上帝不打算要也不引起

罪。正是魔鬼和人，在没有任何来自上帝的强制的情况下，出于他们自

己的自由意志而坠入罪中。正是讨论堕落的人的意志的时候，梅兰希顿

表明，他不是背离了路德原来的教义，而是他所关心的事情和路德所关

心的事情大不相同。这里他在人们可以在其中谈到自由意志的两个领域

之间作出区分。第一个领域是人们决定自己的外部肢体将要做什么的能

力，即，人们决定自己的行动的能力。这种意志仍然存在堕落的人里

面。第二个领域涉及到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以及我们自己的本性的腐化。

在这里我们没有自由意志，“因为我们不能在自己里面和自然而然地在

心中点燃起对上帝的坚定的信仰”。因此，虽然我们不能自然而然地得

到称义的信仰，但是，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按照那仍然保存在我们身上的

意志的力量去指导我们的各种行为。再者，甚至在涉及到称义的事务

上，梅兰希顿也设法避免路德教导中最极端的推论，并表明人的意志也

起作用。“我们不能设想，人是一根木头或一块石头，而是当我们听到

上帝话语的时候——话语中提出惩罚和给予安慰——我们不应当鄙视或

抵制上帝的话语”。而且在引用克利索斯托（Chrysostom）那段关于上

帝引领我们得救的话的时候，梅兰希顿评论说，“然而，他引领的是那

些愿意的人，而不是那些抵制的人”。因此，梅兰希顿说，在皈依时里

面有三个同时发生的原因：上帝的话语、圣灵和人的意志。这就是那些

反对他的人——以及那些反对我们后面将要讨论的《莱比锡临时文件》

（Leiptzig Interim）的人——称为“协同作用”的东西，意思是说，在得

救里面上帝和人共同协作。

梅兰希顿被指控放弃了他早先比较符合路德的主张的另一点是关于

圣餐的教义。在1521年版的《教义要点》里，只是简单地提到圣餐，其

中的强调之点不是基督的存在——这在那时不是争论之点——而是否认

圣餐使人称义的力量和否认基督的一再献身。在梅兰希顿撰写的1530年



的《奥格斯堡信经》（Augsburg Confession）中，基督的身体和血真正

存在于饼和酒里，是完全被肯定的，而相反的观点则被拒绝。然而，那

时梅兰希顿主要关心的是慈温利和再洗礼派的纯粹灵性主义的教义。当

许多温和的改革者——如布塞和加尔文——开始提出梅兰希顿认为可以

接受的关于真实临在的观点时，他自己的观点渐渐接近他们的观点，以

致到后来他被指控为隐蔽的加尔文派。然而，为了对梅兰希顿公平起

见，人们必须注意到，首先，他在圣餐问题上从来没有同路德的观点完

全一致，其次，他所具有的，并曾经为路德所赞扬的那同一种和解的精

神，迫使他设法同改革派取得谅解。然而，不幸的是，他试图同其他的

新教团体和解的努力，促使他去改动《奥格斯堡信经》的内容，从有关

圣餐的那个条款里删去“真实临在”的字样，并且把那段关于拒绝相反的

观点的话也给省略掉。同样的，在几处人的能力似乎被论述过分苛刻的

地方，他缓和了《奥格斯堡信经》的原文的语气。由此而得出的《奥格

斯堡信经》的文本，通常被称为《更改》（Variata）版。虽然他这样做

的动机可能是值得称赞的，但做这件事情是很不明智的。诚然，他是

《奥格斯堡信经》的作者。但是，到了这时《奥格斯堡信经》已经是路

德派各教会的正式文件，因此，《更改》版非但没有促成同改革派各教

会的友好关系，反而在路德派阵营内部造成激烈的争论，并进一步巩固

了路德派关于圣餐的主张，从而同加尔文派对圣餐的解释针锋相对。

这种情况由于这样一个事实而更加复杂化了，即，梅兰希顿由于接

受了《莱比锡临时文件》，他在路德派各教会里的领导地位被大大地削

弱了。查理五世在战场上击败了新教徒，并在1548年把一个由两个罗马

天主教徒和路德派的约翰·阿格里科拉（John Agricola）写的文件强加在

他们身上。这个文件被称为《奥格斯堡临时文件》，是要在暂时的基础

上使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走到一起，直到一个宗教会议解决了争论中的种

种问题为止。由于种种特殊的情况和由于梅兰希顿及其他的人的反对，

《奥格斯堡临时文件》在萨克森尼被改得缓和一些，由此得出的文件是

《莱比锡临时文件》，这个文件梅兰希顿接受了。正像教会历史里许多



类似的情况一样，这种“法令颁布的信条”是不成功的，因为群众纷纷起

来反对。但是，当奥格斯堡和莱比锡《临时文件》生效的时候，许多新

教领导人由于拒绝接受《临时文件》而不得不受苦。其结果是，路德的

这个老伙伴的信心动摇了，路德派的神学家们开始指出，梅兰希顿和路

德相距有多么远。梅兰希顿声称，他所接受的《临时文件》里的东西

是“拒绝与接受两可的”（adiaphora），即，人们在没有不忠于《圣经》

的情况下可以自由接受或拒绝的东西。这引起了“拒绝与接受两可的”争
论（adiaphoristic controversy，见这一章里下面的部分），而且起的作用

只是进一步削弱了梅兰希顿在路德派中间的权威。

当我们转到那些在16世纪使路德派各教会分化的争论时，我们将有

机会进一步提到梅兰希顿，因此，无须在这里讨论他的神学的每一个方

面。然而，说一句概括的话似乎是合宜的。毫无疑问，梅兰希顿的精神

和路德的精神大不相同，因为路德强调正确的教义超过强调团结，而梅

兰希顿努力的一般趋向是，强调团结超过强调教义方面的完全一致。再

者，梅兰希顿把一种人文主义的精神引进到路德的神学里面去，而这种

精神并不是路德的精神。在许多方面，这使得他不可能继续忠于路德的

所有信条——而且那些说他是在巧妙地歪曲路德的神学的人是有几分正

确的。但是，这也使得他能够使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比较接近人文主义

的传统。他得到“德国导师”（Praeceptor Germaniae）的称号并不是无缘

无故的，因为他确实是德国伟大的教师，而且德国神学的学术研究的悠

久传统在他身上得到了第一个杰出的阐述者。另一方面，作为在他们的

时代之后产生的争论的结果，路德和梅兰希顿之间的分歧或许被过分夸

大了。那些坚持路德的反对背离教义的坚定立场的人倾向于忘记，在马

尔堡的会谈中（Colloquy of Marburg），路德似乎愿意接受同慈温利和

瑞士人的互相联系，直到梅兰希顿指出这可能造成同皇帝和天主教徒的

不可调和的麻烦为止。但是，同样真实的是，梅兰希顿的灵活性是这样

过分，以致在他的晚年，他的灵活性非但无助于路德派基督教团体的团

结，反倒成了进一步分化的原因。意味深长的是，在我们现在将要研究



的种种争论中，每当梅兰希顿被卷进去的时候，他的声音很少是争论的

结果中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梅兰希顿由于他的灵活性——尤其是对待

《临时文件》的灵活性——而失去了他的领导地位，从而使路德派各教

会陷入剧烈的争论中，这些争论分化和削弱了这些教会，直到在1577年
的《协和信条》里达成某种协议为止。

路德阵营内部的种种争论

16世纪中叶在路德传统内部发生的种种争论，人们以几种不同的方

法加以分类。这些分类都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因为这些不同的争论是这

样互相关联，以致很难确定一个争论在哪里结束，另一个争论在哪里开

始。因此，为了简明起见，我们将按照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对这些争论

加以分类：首先，我们将论述路德派同菲利普派或梅兰希顿派之间的尖

锐分歧之前发生的那些争论，然后，我们将转到作为路德神学和梅兰希

顿神学之间的种种不同的结果而产生的其他那些争论。第一个范围包括

反律法的争论和奥西安德的争论，我们现在转到这些争论上。

反律法的争论（antinomian controversy）分成三个阶段。头两个阶

段围绕着约翰·阿格里科拉（John Agricola），并牵涉到路德和梅兰希顿

两人。最后一个阶段可以说是1556年在艾斯纳赫（Eisenach）的一个会

议上开始的。

约翰·阿格里科拉（1494～1566年）是路德在维登堡大学的早期伙

伴之一。他出生在路德的出生地艾斯勒本。 1519年，他同路德一起参

加莱比锡辩论。他也出席了标志着宗教改革运动的各个主要阶段的大多

数会议——1526年和1529年在斯佩厄（Speier），1530年和1547～1548
年在奥格斯堡（Augsburg），1541年在里根斯堡（Regensburg）。当路

德让人派他去艾斯勒本的时候，阿格里科拉因为被调离维登堡大学而责

怪梅兰希顿。他后来的抨击，首先是对梅兰希顿的抨击，继而是对路德



的抨击，很可能同他的自尊心受挫有关。1548年，他由于是《奥格斯堡

临时文件》的撰写人之一，而失去了在新教徒中间充当领导人的资格。

当阿格里科拉攻击梅兰希顿的《给来访者的指示》（Instructions for
Visitors）的时候，第一个阶段的争论就发生了。梅兰希顿是在路德的要

求之下写出这些指示的，他在这些指示里主张，必须帮助信徒们更好地

理解，就道德生活来说，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因此，他推荐说，应当

经常宣讲律法，尤其是宣讲《十诫》，这不但是为了促使罪人悔悟，而

且也是为了让信徒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上帝的旨意，并设法服从上帝的旨

意。阿格里科拉反对这些指示，在他看来这些指示似乎是对罗马天主教

徒的让步。他的反对很可能带有嫉妒的色彩，因为他不得不离开维登堡

大学，而梅兰希顿则是该大学的最杰出的教授之一。无论如何，路德使

他们在脱尔高（Torgau，1528年）走到一起，并设法进行调解。在第一

个阶段的争论里，问题大部分是，悔悟跟随在信仰之后呢，还是信仰跟

随在悔悟之后。阿格里科拉坚持第一种意见，而梅兰希顿则坚持第二种

意见。作为脱尔高的会见的结果，《指示》的后来几个版本包括有下面

这段话：

但是，有些人认为，不应当教导有什么东西发生在信仰之前，而且

悔悟来自信仰和跟随在信仰之后，这样，反对我们的人（即天主教徒）

就不能说，我们宣布放弃了我们的教导。人们应当记住，悔悟和律法是

属于一般信仰的。因为人们当然首先必须相信，上帝是那个威胁、命令

和吓唬人的等等。因此，对没有受过训练的普通人来说，这个阶段的信

仰最好保留有悔悟、戒律、律法、畏惧等等的名称，以便他们可以更好

地区分和理解对基督的信仰，使徒们称这种信仰为使人称义的信仰，

即，使人成为正义和去掉罪恶的信仰。从戒律和悔悟之中产生出来的信

仰不能做这件事情，可是，这种信仰使一般人对信仰的意义产生怀疑，

并在他的脑子里引起没有意义的疑问。



这样，第一个阶段的争论就以妥协而告终。然而，这件事情并没有

就此了结，因为九年以后，即1537年，阿格里科拉再一次来到维登堡，

在那里他发表了一系列论题，他在论题里攻击了梅兰希顿和路德两人。

他的主张这时变成了直截了当的反律法主义。按照他的主张，律法在宣

讲福音中没有作用，因此，律法的恰当的地方是在法院里，而不是在布

道坛上。摩西应当被送到绞刑架上，而且任何宣讲他的教导的人都没有

开始理解，福音到底是怎么回事。宣讲律法并不能带来悔悟，因为真正

的悔悟需要信仰，而信仰只能来自聆听福音。律法作为基督徒的道德指

导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基督徒遵照上帝的旨意，不是出自外部的戒律，

而是出自内部的推动力。在某种程度上，他的主张片面地夸大了路德早

先对律法的非难。但是，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路德才必须驳斥他，以免

人们误解他自己的观点。这样，阿格里科拉的原来的目标梅兰希顿就坐

到一旁，而路德则在一系列公开辩论的论题里驳斥阿格里科拉。阿格里

科拉把这件事情交给选帝侯处理，结果不得不离开维登堡前往勃兰登堡

（Brandenburg）。他最后宣布放弃主张，但当他试图再一次在维登堡

会晤路德的时候，路德不愿意接见他。

第三个阶段的反律法的争论是从乔治·梅杰（George Major）的教导

引起的辩论中发展出来的，关于这个辩论我们将在这一章里进一步加以

讨论。在这个争论中，尼古拉·冯·阿姆斯多尔夫（Nicholas von Ams-
dorf，1483～1565年），坚决捍卫路德神学免受许多革新者侵犯的人之

一，断言善行绝对不是得救所需要的。安德鲁·波奇（Andrew Poach，
1516～1585年）拾起了这个话题，并补充说，律法在基督徒生活里的作

用，只是指责罪人和向他表明他有罪。波奇及其追随者把路德关于基督

徒的自由的原则推向极端，声称基督徒不受任何管辖，并回到阿格里科

拉的论点上，说应当只宣讲福音，而不应当宣讲律法。换言之，他们绝

对拒绝“律法的第三种用途”作为基督徒的向导。

反律法的主张最后在1577年被《协和信条》拒绝。正像我们将要在



后面看到的那样，《协和信条》的主要目的是要结束严格的路德派和菲

利普派之间的分化——到了那个时候，路德和梅兰希顿都已经死了。但

是，《协和信条》也试图解决其他那些削弱了路德基督教团体的争执。

这些争执之一是反律法的争论。由于严格的路德派和菲利普派在这个问

题上是一致的，因而《协和信条》第六条肯定了律法对信徒们的第三种

用途，即，“在他们重生之后，虽然肉体仍然附在他们身上，但为了这

个缘故而给他们一个明确的规则，他们将按照这个规则来规划和调整他

们的整个生活”。在一系列正面的肯定之后，继之而来的是对反律法主

义的谴责：“因此，那种错误的教导，说律法不应当按照上述的方式方

法施加在基督徒和真正的信徒身上，而只施加在非信徒、非基督徒和不

悔悟的人身上，我们认为，那种教导对基督徒的纪律和真正的虔敬行为

来说是危险的和起破坏作用的。”

虽然反律法者的观点被《协和信条》所拒绝和排斥，但这类意见稍

加修改在其他的场合里再次出现。加尔文不得不同“放浪

派”（libertines）争论，他们实际上是反律法者。在17世纪的英国，“反
律法主义”（antinomi-anism）是比较保守的神学家们贴在那时兴起的众

多派别身上的方便的标签之一。在新英格兰在安妮·哈钦森（Anne
Hutchinson）那里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这样，虽然正统的路德主义通

过《协和信条》而排斥了反律法主义，但在新教神学的整个过程里这个

问题一再被提出来。

奥西安德的争论是围绕着安德鲁·奥西安德（Andrew Osiander，
1498～1552年）的教导而产生的，关于奥西安德，R·西伯格

（R.Seeberg）曾经说过，“在宗教改革时期的第二等重要人物里面，他

或许是最伟大的”。他是纽伦堡（Nuremberg）的宗教改革领导人，于

1529年出席了马尔堡的会谈，1530年出席了奥格斯堡的议会。在《奥格

斯堡临时文件》时期，他不得不离开纽伦堡，去康尼格斯堡

（Königsberg）大学当教授。在他的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即1550年，



他发表了《关于称义的辩论》（Disputation on Justification），这个《辩

论》后来成了这场争论的原因。继这个《辩论》之后，除了其他的论文

之外，是另一篇论文《论唯一的中保耶稣基督和因信称义》（On the
Sole Mediator Jesus Christ and Justification by Faith）。

虽然这场争论中的主要问题是关于称义的教义，但奥西安德并没有

脱离神学的整个体系而提出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相反，他对称义的理

解是这样一种总的神学观点的组成部分，这个总的神学观点在许多问题

上同其他的改革者的总的神学观点大不相同。简言之，奥西安德是一个

神秘主义者，一般说来，他的神学是同基督——上帝的永恒的话语——
神秘结合的神学。其他的改革者大都害怕这一点，因为这一点倾向于使

人看不清上帝和我们之间的距离，并把注意力集中在永恒的话语上，而

不是集中在上帝在历史中的启示上。

奥西安德在上帝的话语方面的神秘主义可以在他论述亚当和上帝在

亚当身上的形象的那种方式中看出来。上帝的形象不是在作为创造物的

亚当身上可以找到的某种东西。这个形象是圣子本身——这是早期基督

教神学一个经常的话题。亚当据说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因为在建立

世界之前，上帝已经决定，圣子将成为肉身。因此，基督成为肉身是上

帝永恒的目的，而不是对罪作出的反应。即使亚当没有堕落，基督也会

成为肉身。但是，甚至在基督成为肉身之前，人类就被创造出来，为的

是上帝的形象——即圣子——可以寓居人类身上。这就是亚当在堕落之

前的情况，因为圣子寓居在他身上，并使他成为正义的。当他犯罪时，

他失去的正是这个。

这意味着，我们现时为我们的称义而需要的东西，是圣子重新寓居

我们身上。由于亚当的堕落，基督成为肉身就有了另外的目的：人类的

赎罪和称义。基督的救赎工作意味着：他无辜地承受上帝的愤怒，这样

就为全人类赢得了对罪的宽恕；他以我们的名义履行了律法，这样，为



了使我们被宣布为义，就不再要求我们严格服从律法。然而，为了使这

种义对个人来说是真实的，人们必须称义。基督通过寓居在那个人身上

而做了这件事情。因此称义不是像路德所说的那样是上帝出于慈爱的恩

典而归给人的，而是由于基督寓居在我们身上，上帝才在我们身上找到

的某种东西。信徒的义是存在于信徒内心之中的上帝。奥西安德使用令

人想起迦帕多西亚派论述基督人神合一的语言，断言基督前来寓居在信

徒身上时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他的神性的义的汪洋大海淹没了我们的

一小滴罪恶，然后上帝看着纯洁的大洋，而不是一小滴罪恶，并宣布我

们是义的。

基督在我们身上的这种使人称义的寓居是通过《圣经》的“外在的

话语”和宣告而实现的；但是，在这个场合重要的是“内在的话语”，即

作为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的话语。基督的人性以及他作为人而说的话语是

他的神性传达思想感情的工具。但是，归根到底，是基督的神性使我们

称义，并且可以被恰当地称为中保。

这些观点引起了来自几个方面的攻击。正像我们将要在下一章里看

到的那样，加尔文一再驳斥奥西安德的理论。梅兰希顿和奥西安德之间

的紧张关系是有缘由的，因为奥西安德拒绝接受《临时文件》，并被流

放到康尼格斯堡，而梅兰希顿这个维登堡教授则声称，他可以接受《临

时文件》的莱比锡版本，而不放弃福音的任何基本的东西，并选择留在

维登堡。因此，梅兰希顿利用这个机会表明，他的对手并不是像自己声

称的那样正统，是不足为奇的。在一系列的论文里，以及在1551年的所

谓的《萨克森尼信仰声明》（Saxon Confession）里——实际上是另一

个改头换面的《奥格斯堡信经》——梅兰希顿宣称，奥西安德背离了福

音的明确教导，而且由于声称上帝根据基督在罪人身上的义而使我们称

义，奥西安德这个康尼格斯堡的教授是在放弃被归给的义的教义，并且

危险地靠近了罗马天主教。意大利神学家法兰西斯科·斯坦卡罗

（Francesco Stancaro）在驳斥奥西安德时做得这样过分，以致声称，基



督是中保，只是根据他的人性，而不是根据他的神性——这是彼得·伦
巴德（Peter Lombard）和其他的人早先持有的主张。但是，对奥西安德

的最有说服力的反驳，或许是马赛厄斯·弗拉西厄斯（Matthias Flacius）
的反驳。

马赛厄斯·弗拉西厄斯（1520～1575年）被高呼为最好的第二代路

德派神学家。他确实是最坚决捍卫严格路德主义免受梅兰希顿和其他人

的“革新”的人之一。他认识路德只有几年，因为他是在路德这个改革者

去世之前大约五年来到维登堡的。尽管如此，他成了路德的虔敬的推崇

者和其教导的坚定的追随者。《临时文件》被公布时，他是维登堡大学

的希伯来语教授，他决定过流放的生活，而不愿意服从《临时文件》。

后来，他成了杰纳大学（University of Jena）最著名的教授之一，杰纳

大学之所以成立是为了捍卫严格的路德主义免受那些占据了维登堡大学

的菲利普派的侵犯。我们将看到他卷进了其他一些争论。他总是捍卫严

格的路德派的主张。在反对奥西安德的时候，他声称，除了奥西安德的

关于称义的教义不再是被归给的义这个明显的问题之外，奥西安德这个

康尼格斯堡教授还使基督替世人赎罪与信徒的称义相分离，从而使人看

不清那种苦行赎罪的中心地位。奥西安德曾经说，赎罪和称义不可能是

相同的；因为赎罪是在一千五百年以前进行的，而称义则仍在基督徒个

人身上进行着。在反对这样一个论点时，弗拉西厄斯反驳说，赎罪和称

义之间的联系比奥西安德所认为的要密切得多。赎罪的作用并不仅仅是

使称义成为可能的事情。赎罪的行为和称义的行为是相同的，因为当我

们称义的时候，上帝根据赎罪而干脆把我们看成是义的。这种区分是很

重要的，因为奥西安德的主张倾向于强调上帝永恒的话语，由于上帝永

恒的话语的存在，上帝才使罪人称义。如果情况是这样，那就很难看出

成为肉身的话语的献身行为的作用是什么。按照弗拉西厄斯的主张，上

帝使我们称义，不是因为我们身上的永恒的话语，而是因为基督的服

从。最后，奥西安德声称，基督成为肉身是预先注定为创造天地万物的

顶点的，而与亚当的堕落无关，这种主张再一次模糊了基督的有历史意



义的服从和罪人的称义之间的关系。因此，奥西安德的观点歪曲的不仅

是称义的教义的一个方面，而且是破坏了福音的核心。

正像这一部分里所讨论的其他争论所遇到的情况一样，《协和信

条》对所提出的这些问题作出了反应。为此，《协和信条》把注意力集

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基督使人称义，是根据他的神性（奥西安德），

还是根据他的人性（斯坦卡罗）呢。

一个问题产生了：基督是我们的义，是根据哪一性呢。两种错误的

和互相矛盾的教导侵入了某些教会。

有一些人认为。基督是我们的义，只是根据他的神性。当他因为我

们的信仰而寓居在我们身上时，与这个寓居在内的神性相对，所有人的

罪被看做是一滴水之于一片汪洋大海。然而，其他人则认为，基督是我

们在上帝面前的义，只是根据他的人性。

和刚才所说的这些错误相反，我们一致相信、教导和声明，基督是

我们的义，既不是只根据神性，也不是只根据人性。而是根据包括二性

的完整的基督，只是在他的服从中才是我们的义，他作为神和人把他对

天上的圣父的服从变成了死亡本身。

在进一步的解释中，《协和信条》断言，上帝宽恕我们的罪，“纯
粹是由于他的恩典，而没有任何早先的、现在的或随后的善行、功德或

应得无愧”。最后，在被谴责的种种观点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信仰

并不是只指望着基督的服从，而是也指望着他的神性（就基督的神性寓

居在我们身上和在我们身上起作用而言），而且由于这种寓居在内，我

们的罪就被掩盖起来”。

我们刚刚讨论过的这两个争论，即奥西安德争论和反律法争论，从

来没有使路德主义的主要领导人分化。菲利普派和严格的路德派在拒绝



奥西安德的观点和反律法者的观点方面是一致的。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那

些争论造成了较深的分化。在所有的争论中，在这点或那点上，争端是

以严格地遵守路德的原则为一方和以菲利普派冲淡这些原则为另一方

的。在某些情况下，梅兰希顿本人站在这种争执的中心；在其他的情况

下，其他的菲利普派是那些反对严格的路德主义的人。另一方面，所谓

的严格的路德派并不永远忠于路德这个改革者原来的精神。这一点在这

样一个问题上最值得注意，即他们尽力讲清楚教义的每一点，并且看到

真正的信仰动辄受到威胁。这并不是路德的精神，因为虽然他非常关心

正确的信仰，虽然他在他的神学立场上总是很坚定，但他比他后来的追

随者允许有更大的教义方面的自由。

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将要叙述的种种争论是一个单一的大争

论，这个相当荒谬的争端就是路德对因恩典而称义的自由的发现是否有

约束力。很明显，这个争端是不可能解决的争端，因为无论人们转向哪

里，都是拒绝路德的伟大发现的一个基本的方面。因此，这些争论可以

比做随着奥利金和奥古斯丁而来的那些争论，而且是天才人物被次要人

物接替所造成的后果。

我们将要讨论的第一个大争论和《临时文件》有关，这个争论也被

称为接受与拒绝两可的争论。虽然我们已经简短地提到了这个争论，但

我们现在必须比较充分地考察这个争论，因为这个争论说明了菲利普派

和严格的路德派之间冲突的性质。当查理和奥格斯堡议会（Diet of
Augs-burg，1548年）公布《奥格斯堡临时文件》（Augsburg Interim）

时，大多数新教徒都拒绝接受这个文件。虽然路德派神学家阿格里科拉

参加了文件的撰写，但《临时文件》事实上是一个罗马天主教文件，在

文件里所有的传统教义和做法都被恢复了。对新教徒作出的重要让步只

是：教士可以结婚、两种圣餐和因信称义。但是，甚至最后这一点也说

得含含糊糊，以致相当于因善行而称义。由于许多新教徒拒绝接受《奥

格斯堡临时文件》，因而有几百人被杀，有许多牧师被流放。然而，在



选举区萨克森尼，这种局面由于这样一个事实而复杂化了，即，莫里斯

公爵（Duke Maurice）通过阴谋反对合法的统治者约翰·弗雷德里克

（John Frederick）而获得了对这个地区的统治权。事实上，正是由于莫

里斯公爵的叛变，才使他得到了这个选举权，并使查理五世成为帝国的

没有争议的君主。但是，莫里斯意识到，他不能在选举区的坚定的新教

徒的反对下统治该选举区。因此，他邀请梅兰希顿回到维登堡，重新开

办维登堡大学。但是，只要《奥格斯堡临时文件》继续生效，梅兰希顿

及其追随者就不肯做这件事情。莫里斯被放在皇帝和新教徒之间的一个

微妙的位置上。他一再试图说服路德派的教授们回到维登堡大学来。梅

兰希顿坚持说，《临时文件》违背上帝的话语，因此他不同意这个文

件。他的同事们支持他。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的处境并不容易，因为

他们看到，他们最终不得不在坚持立场并让新教各教会被摧毁和达成某

种妥协之间作出决定。在长长的一系列协商和辩论之后，梅兰希顿和大

多数维登堡神学家们感到，他们可以不昧良心而接受《奥格斯堡临时文

件》的一个修改了的版本，这个版本后来被称为《莱比锡临时文件》。

这拯救了因信称义的教义，但在其他大多数事情上回到了宗教改革之前

的做法上。另一个重要的让步是，弥撒不再被认为是值得称赞的献祭。

在这个基础上，梅兰希顿、巴根哈根（Bugenhagen）以及其他的维登堡

神学家们，把《莱比锡临时文件》当做两害之中的较小者而加以接受，

并设法确保他们认为是福音的核心的因信仰而称义的宣讲得以在萨克森

尼各地继续下去。他们在神学上说明这种妥协合理的原因在于基本事务

和非基本事务——即接受与拒绝两可的事务——之间的区别。在基本事

务上，尤其是在福音的核心问题因信称义的教义上，人们绝不可妥协。

但是，为了教会的安宁起见，在接受与拒绝两可的事务上作出妥协常常

是必要的。混淆基本事务和接受与拒绝两可事务，并坚持后者的每一个

细节，是否认基督教的自由，并可能重新导致因善行而称义的教义。

但是，在所有这些事情里面，他们没有把德国其他部分的新教徒考

虑在内，他们由于拒绝接受《奥格斯堡临时文件》而正在受苦。在他们



看来接受莱比锡的修改了的文件似乎是背叛。萨克森尼的合法的选帝侯

被关在监狱里。他的儿子们过着被流放的生活，希望在杰纳大学新教神

学的新的中心。维登堡的神学家们怎么能够仅仅由于他们从《临时文

件》里拯救了一两个项目而声称他们忠于福音呢？他们断言，他们保存

了基本的东西，而只是在接受与拒绝两可的事务上屈服了，他们这样说

合理吗？

严格的路德派的领导人是马赛厄斯·弗拉西厄斯，我们在论述奥西

安德争论时曾经遇到他。他拒绝了解《奥格斯堡临时文件》和在莱比锡

采取的修改了的版本之间有什么重要的区别。诚然，他在莱比锡的妥协

之后在1549年发表的《反对临时文件》的论文，是针对这个奥格斯堡法

令的，而且他干脆声称，他在论文里所说的一切，都适用于萨克森尼的

情况。人们还说，为了使梅兰希顿显得不光彩，他还发表了梅兰希顿这

个维登堡教授的一些被篡改的或被歪曲的所谓的信件。在这整桩事情

里，宽厚和节制确实不是他的最突出的特点。

弗拉西厄斯以及其他采取他的立场的人——尼古拉·冯·阿姆斯多尔

夫（Nicolas von Amsdorf）、小约翰·奥里费伯（John Aurifaber the
Youn-ger）以及其他的人——的主要论点是，在必须明确地表白信仰的

时候，没有什么东西是接受与拒绝两可的。《临时文件》里被接受的许

多东西，虽然就它们本身来说是不重要的，但是，当它们被当做是否定

福音的象征时，就变得非常关键了。再者，那些不理解基本事务和接受

与拒绝两可事务之间的区别的单纯的老百姓，由于所有的礼仪和仪式而

有理由感到愤慨，因为他们必然会把这些礼仪和仪式当做是意味着旧的

宗教被恢复了。

梅兰希顿答复时坚持了基本事务和接受与拒绝两可事务之间的差

别。弗拉西厄斯及其一派所作的，只是提出一种新形式的教皇制度，在

这种制度里所有的事务将受到控制，“基督教的人将没有自由”，而且重



点将再一次落在外部事务上，而不是落在使人称义的信仰上。如果人们

正确地理解因信称义的教义，那么，人们就必然会认识到在莱比锡作出

的让步实际上是多么不重要。

《临时文件》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它被证明是彻底的失败。查理

五世退位给斐迪南（Ferdinand），在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结束了《临时

文件》的时代。但是，《临时文件》的废除并没有结束弗拉西厄斯及其

支持者——梅兰希顿称他们为“上帝的法庭”（God’s Chancery）——和

维登堡神学家们之间的争论。这种对峙，甚至在梅兰希顿去世之后，是

这一章其余部分讨论的大多数争论的背景。

又一次，这个争论是由《协和信条》解决的，《协和信条》承认梅

兰希顿的基本事务和接受与拒绝两可事务之间的区分，但是也同意弗拉

西厄斯，说在某些情况下接受与拒绝两可事务就不再是接受与拒绝两可

事务。这个争论点简单明了地陈述如下：

奥格斯堡基督教团体的神学家们中间，关于这样一些仪式或教会惯

例，也存在着分歧，这些仪式或教会惯例既不是上帝的话语里所命令

的，也不是上帝的话语里所禁止的，而是为了良好的秩序和全体的福利

而引进到教会里来的。

主要的问题是，在迫害盛行的时候，当需要表白信仰的时候，当福

音的敌人在教义方面没有和我们取得一致的时候，我们可以不昧良心而

屈从他们的压力和要求，重新引进一些仪式——这些仪式已经不再使

用，并且就其本身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事物，而且既不是上帝所命令的，

也不是上帝所禁止的——从而在这些仪式和无关紧要的事物方面同福音

的敌人取得谅解吗？一些人对这一点说“可以”，另一些人说“不可以”。

那一部分表示肯定意见的人同意，既不是《圣经》里所命令的也不

是《圣经》里所禁止的仪式和其他做法，是每个教会可以自行决定的事



务，只要信仰方面不坚定的人不感到愤慨就行。但是——这是弗拉西厄

斯的论点——“在迫害盛行的时候，当要求我们明确地表白信仰的时

候，我们不敢在这类无关紧要的事务上面屈从敌人……在这种情况下，

这不再是无关紧要的事务的问题，而是涉及福音的真理、基督教的自

由、认可公众的偶像崇拜和防止信仰方面不坚强的人感到愤慨的问

题”。最后，《奥格斯堡信经》的各教会既谴责那些试图用暴力强加或

取消接受与拒绝两可事务的人，也谴责那种认为在迫害盛行的时候在接

受与拒绝两可事务方面屈从是可以允许的观点。

梅杰的争论（Majoristic controversy）可以看做接受与拒绝两可的争

执中的进一步的插曲。乔治·梅杰（George Major，1502～1574年），是

维登堡大学的校长，他在《临时文件》这件事情里面追随了梅兰希顿。

作为梅杰为维登堡神学家们所采取的主张进行辩护的一部分，他断言，

善行对得救来说是必要的，对保持得救来说也是必要的。在这一点上，

他并没有比梅兰希顿走得更远，虽然梅兰希顿使用比较谨慎的语言，避

免在同一个句子里使善行和得救并列。因此，他愿意说，善行作为信仰

的成果来说是必要的，信仰对得救来说是必要的；但是，他不愿意把这

两件事情相提并论，以免它们被解释为因善行而称义的意思。梅杰的不

谨慎的断言引起了严格的路德派的两个主要领导人弗拉西厄斯和阿姆斯

多尔夫的攻击。弗拉西厄斯的攻击只限于重申路德的因信称义的主要主

张，并指出梅杰的话对那个教义是有害的。阿姆斯多尔夫走得更远，他

把路德对善行的夸张的攻击提高到教条主义的论断的水平上，而声称善

行有损于得救。

在这个问题上，《协和信条》采取了中间立场，重新肯定了因信仰

而得救的教义，指出了《奥格斯堡信经》确实谈到了善行的必要性，并

拒绝了争执双方的极端的论断。“因此，我们拒绝和谴责口头的和书面

公式化语言，说什么善行对得救来说是必要的；同样地，从来没有人在

没有善行的情况下得救……我们也拒绝和谴责，那种说善行有损于得救



的大胆说法，对基督徒的纪律来说，是可恶的和起破坏作用的”。

协同作用的争论（synergistic controversy）是菲利普派和严格路德

派之间的连续的辩论的另一个插曲。《莱比锡临时文件》提出，在得救

的过程中，人的意志和上帝合作。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随着岁月

的推移，梅兰希顿越来越强调意志的自由，他说，意志的自由使人不同

于一根木头或一块石头。 1555年，菲利普派神学家约翰·普费芬格

（John Pfeffin-ger）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自由意志的陈述》

（Propositions on Free Will），他在其中重复了梅兰希顿的皈依中同时

发生的三方原因的公式，即话语、圣灵和意志。再者，他提出，有些人

响应信仰的号召，其他一些人不响应，这个事实就是由于意志的自由。

1560年维克多林·斯特里格尔（Victorin Strigel）在同弗拉西厄斯的公开

辩论中，坚持了一系列类似的论点。在这件事情里，就像在这个时期的

大多数其他争论里一样，严格的路德派的领导人是阿姆斯多尔夫和弗拉

西厄斯。

然而，在这个特殊的争论里，严格路德主义的坚定捍卫者弗拉西厄

斯，听任自己超越了传统的基督教正统的界限。这是他垮台的原因，因

为当他拒绝放弃信仰的时候，他不得不过被流放的生活。最后，他，一

个狼狈不堪的人，在他避难的一个天主教女修道院里死去。辩论中的这

个争论点——这使他失去作为严格路德派代言人的地位——是原罪。协

同作用的争论自然而然地从皈依中意志的参与的问题转移到原罪的问

题，因为如果意志是或多或少被束缚的；那么，这是原罪造成的结果。

弗拉西厄斯在同斯特里格尔的争论中以及在他后来发表的论述意志自由

的文章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原罪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堕落的

人的生存的本质。当亚当被创造的时候，他能够具有上帝的形象，因为

他仍然有他的原来的义。因此，他有一个能够同上帝合作的意志。但

是，堕落使种种事情彻底改变，因为作为堕落的后果，亚当失去了他原

来的义，失去了他的自由意志——不是在外部事务方面，而是在他能够



转向上帝的能力方面——甚而失去了上帝的形象。我们所有的不再是上

帝的形象，而是撒旦的形象。换句话说，“亚当在堕落之前的本质”——
或至少是这种本质的“最重要的部分”——是他的原来的义。我们现时的

本质是罪。当我们皈依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是撒旦的形象和上帝的形

象之间的战斗——或者是旧的创造物的本质和新的创造物的本质之间的

战斗。这个主张不久之后就招来几个方面的炮火，因为这个主张既否定

了路德的既称义又是罪人的教义（simul iustus et peccator），又靠近了

摩尼教。在这一点上，甚至严格的路德派也感到，他们不再能够支持他

们从前的斗士，正像已经说过的那样，这个斗士坚持他的主张，结果被

迫过流放的生活，并且终于在默默无闻中死去。

然而，协同作用的这个争论点，或者是皈依中意志是否同上帝合作

的这个争论点，仍然没有解决，而且继续是菲利普派和严格路德派之间

分歧的一个主题。《协和信条》在头两个条款里使自己针对着这个问题

和其他的有关问题。《信条》在刚一开始就提出了原罪的问题：

这个争论的主要问题在于，严格地和毫无差别地，原罪是人的腐败

的本性、本质和实质，抑或确实是他的存在的主要的和最好的部分

（即，他的处于最高形式和最大能力的理性灵魂）。或者，甚至在亚当

堕落之后，人的本质、本性、实质、身体和灵魂为一方同原罪为另一方

之间有没有区别，这样，人的本性是一回事，而原罪——原罪自来就存

在于腐败的本性中并且使本性腐败——则是另一回事。

《协和信条》在答复这个争论的时候断言，人的本性和原罪之间有

区别，不仅在创造天地万物的原来的状态中是如此，而且在目前也是如

此。堕落的人仍然是上帝的创造物，而且上帝不创造邪恶的本质。因

此，“那种教导，说原罪严格地和毫无差别地是腐败的人的本质、本性

和实质，因而甚至在头脑里也不应当做出区分，”被《协和信条》谴责

为“摩尼教的错误”。另一方面，《协和信条》也防止相反的错误，即认



为罪是人的本性小小的腐化的错误，这种错误将导致伯拉纠主义。这

样，《协和信条》断言，“这种破坏作用是这样不能以言语表达，以致

不能用推理的过程来加以认识，而只能从上帝的话语里来加以认

识，”而且“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人能够把我们的本性的腐化和本性本身分

割开来”。

《协和信条》的第二个条款论述了自由意志，并对协同作用这个问

题作出答复：“问题是，在人的第一对父母堕落之后和在人重生之前，

人在灵性事务方面具有什么能力呢？在人通过圣灵而重生之前，人能够

依靠自己的能力，使自己倾向于接受和准备好接受上帝的恩典吗？他能

够还是不能够接受上帝在话语里和神圣的圣礼里提供的恩典？”

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答复是，没有这样的能力，因为堕落的人的意

志“不但从上帝那里转移开，而且也变成了上帝的一个敌人，因而他希

望和愿意做的，只是邪恶的事情和反对上帝的事情”。我们不能使自己

皈依上帝，我们也不能够朝着我们自己的皈依作出一个开端，我们在皈

依之后也不能够服从上帝的律法。另一方面，上帝并不强迫意志，而是

圣灵引领意志和打开心扉，使人们能够听到福音。因此，皈依只有两个

有效的原因：圣灵和上帝的话语，意志不能说是第三个同时发生的原

因。然而，至于外部的事务，诸如我们的四肢的移动，我们是有自由

的，宿命论（deter-minism）是被拒绝的。

我们将要讨论的下面三个争论和早先那些争论的不同在于，它们基

本上不是严格路德派和菲利普派之间的对峙引起的，而是路德主义和加

尔文主义之间的对峙引起的。这并不是说，这些争论总是路德派和加尔

文派之间的辩论，因为真正的加尔文派很少参与这三个争论中的头两个

争论。这些争论主要是路德派中间的争论，这些争论涉及这样一个问

题，即在路德主义里面能够容忍多少加尔文的影响。在这些争论里，那

些受到加尔文影响的人，或那些受到类似的但独立的观点影响的人，被



严格路德派称为隐蔽的加尔文派。

圣餐争论的背景是，在基督临在于圣餐里的这个问题上路德和慈温

利之间的分歧。正像众所周知的那样，在1529年马尔堡会谈中，他们的

分歧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具体化了。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新教徒都赞成这

两个改革者中间的任何一位的观点。相反，在莱茵河盆地和德国南部，

有许多人在象征性的回忆和身体的临在之间寻求一个中间的立场。最

初，这种情绪在斯特拉斯堡的改革者马丁·布塞那里得到最明确的表

达。1536年，布塞同路德及其同伴达成协议。人们希望，这个《维登堡

协约》（Wittenberg Concord）将被德国南部各城市和至少某些瑞士人接

受。然而，这种情况从未发生。1549年，加尔文、布塞以及若干瑞士领

导人和德国南部领导人，在《苏黎世共识》（Zurich Consensus）里走到

一起。这个文件又一次是慈温利观点和路德观点之间的中间文件。但

是，路德派——路德本人已在三年前去世——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个文

件。

这样，当汉堡的严格路德派牧师乔基姆·韦斯特法尔（Joachim
West-phal）出版一本书，指出加尔文和路德之间的分歧，尤其是有关圣

餐方面的分歧时，情况就如上述。直到那时（1552年）为止，这种分歧

几乎没有被人们注意到。韦斯特法尔的攻击在加尔文派中间没有造成很

大的影响，加尔文本人也以几分看不起的态度作出答复。但是，在路德

派阵营内部，反应不大相同，因为许多在这个问题上不完全同意路德的

路德派，这时被迫表态。从严格路德派的观点来看，慈温利和加尔文之

间的分歧，如果有的话，也是不重要的，因为他们两人都否认基督荣耀

的身体的无所不在，基督在圣餐里的身体的临在以及非信徒对这个身体

的分享。

梅兰希顿拒绝采取公开的立场。他清楚地感到，进一步的争论只会

破坏教会的安宁。他本人是加尔文的朋友，他于1539年在法兰克福曾经



见过加尔文。他也有这样一个事实作为先例，即路德知道加尔文的《基

督教要义》（Institutes）和其他著述，对加尔文这个瑞士领导人总是表

示好感。但是，梅兰希顿的沉默不语，加上许多菲利普派出来支持加尔

文的或类似的观点这一事实，使梅兰希顿及其伙伴得到了“隐蔽的加尔

文派”（crypto-Calvinists）的称号，在德国各地掀起了辩论。在海德堡

（Hei-delberg），严格路德派蒂尔曼·赫斯胡森（Tilmann Hesshusen）和

威海姆·克莱比茨（Wilhelm Klebitz）展开了争论，克莱比茨声称，他从

一个英国人那里得到他的圣餐的教义，但是，他的观点和加尔文的观点

一致。在布雷门（Bremen），在阿尔伯特·哈登伯格（Albert
Hardenberg）和约翰·廷曼（John Timann）之间进行了类似的辩论。虽

然哈登伯格追随梅兰希顿的榜样，设法避免这个争端，但廷曼迫使他明

确表白他的主张，最后的结果是整个布雷门城倒向了加尔文的阵营。在

海德堡的争论的结果最后也是一样，因为当选帝侯弗雷德里克三世

（Frederick III）通过征求梅兰希顿意见而设法解决这个争执的时候，梅

兰希顿简单地回答说，这个争执的答案并不难找到，虽然作出这个答案

将是危险的。这个选帝侯把这理解成为赞成加尔文主义，而且由于他自

己的信念也使他倾向那方面，因而弗雷德里克三世的整个领地变成了加

尔文派，不仅在圣餐的教义方面如此，而且在礼拜和其他事务方面也是

如此。这种情况在改革神学家扎卡赖亚斯·厄西纳斯（Zacharias
Ursinus）和卡斯珀·奥利维安纳斯（Caspar Olevia-nus）1563年撰写《海

德堡教义问答》（Heidelberg Catechism）里表现出来。在萨克森尼当地

斗争很剧烈。严格路德派再一次在战场上和菲利普派交火。菲利普派之

一乔基姆·柯雷尤斯（Joachim Curaeus）发表了一篇匿名论文，他在其中

宣称，非信徒并不真正分享圣餐里的基督，而且“属性交流”不是像路德

听说的那样，不能这样加以理解，即基督荣耀的身体可以说是无所不在

的。这种对路德教义的公开攻击，使严格路德派有机会在1574年对加尔

文主义进行谴责。由于梅兰希顿这时已经去世了，他的教义被说成是和

路德的教义一样。作为这些辩论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关于基督复活的身



体无所不在的理论也被广泛讨论。有些人在试图坚持路德对圣餐的理解

的同时，拒绝无所不在的理论。其他的人声称，路德的教义和这个理论

这样密切相联，以致二者共存亡。

《协和信条》又一次试图解决这些争端，它的第七个条款就针对着

这些争端。“问题是，如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真正的身体和血随着饼

和酒被分配，如果它们是被那些领圣餐的人用嘴接受，而不论那些人是

配得上还是配不上，是虔诚还是不虔诚，是信徒还是非信徒，信徒为了

他们的生命和得救，非信徒为了他们的被审判，那么，在圣餐里，我们

的主耶稣基督的真正的身体和血是真正地和实质上临在吗？圣礼形式论

者（Sacramen-tarians）说，不；我们说，是”。

和早期严格的路德派一样，《协和信条》拒绝承认慈温利和加尔文

之间的差别有任何意义。《协和信条》称慈温利的追随者为“极端的圣

礼形式论者”，而加尔文派则是“最有害的狡猾的圣礼形式论者”。后

者“在某种程度上非常动听地操我们的语言，并声称相信基督的真正

的、实质的和活生生的身体和血在圣餐里的真正的临在，但又断言，这

是因信仰而在精神方面发生的。但是，在这种动听的措辞之下，他们实

际上保留了早先的极端见解，即在圣餐里只有饼和酒，而且是用嘴领受

的”。

人们在反对这两种“圣礼形式论者”的时候肯定，基督的身体和血在

饼和酒里真正存在着，真正被分配和领受，而且这既是为了信徒也是为

了非信徒——虽然那些没有皈依和没有悔悟的人是冲着他们自己的被审

判和谴责而吃下去的。

圣餐的争论必然导致基督位格的统一问题，因为路德和改革神学家

之间的分歧同他们对基督本人的两性结合的不同看法密切相关。路德派

的主张需要有基督的身体的无所不在，这个主张是以这样的见解为基础

的，即，两性的结合是这样的，以致神性的性质确实是被转移到人性上



——“属性交流”——因此，基督复活的身体从他的神性那里得到了同时

存在于几个不同地方的能力。另一方面，改革神学家的主张强调两性之

间的差别，并且对“属性交流”有一个比较受限制的看法，因而坚持说，

基督的身体存在于天上同时又存在于众多的教堂里是不可能的。这

样，“隐蔽的加尔文派”或者是限制或者是拒绝“属性交流”，而严格路德

派则强调“属性交流”。虽然许多人卷进了这个争论，但最重要的贡献是

马丁·切姆尼茨（Martin Chemnitz，1522～1586年）作出的，他在1571年
发表了《论基督的两性》（On the Natures of Christ）的论文。他在这里

提出了对基督位格统一的理解，按照这种理解，当神性和人性结合时，

人性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具有神性的属性，就在多大的程度上得到了神

性的属性。这不是在基督复活时发生的，而是在基督成为肉身时发生

的。我们在基督的历史生活中看到的局限性是真实的，但这只是因为神

性的本性约束它自己。这样，这些局限性不是本性强加的局限性，而是

意志强加的局限性。因此，基督愿意在哪里，他的身体就能够存在于哪

里。这并不是说，他的身体是无所不在的，仿佛这是他的身体的性质的

一部分，而是说，他愿意在哪里，他的身体就能够存在于哪里。因此，

比无所不在更好的词是“多处随意存在”——即他能够随意存在于几个地

方的能力。把意志的因素包括进去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意味着，基督的

身体并不是不加选择地存在于各个地方，而只是存在于他所选择的地方

——即人神交流的圣餐里。切姆尼茨也阐明了“属性交流”的意思，他指

出这意味着：首先是两性的特性对于一个“本人”的交流；其次是两性之

间的交流，这样，一个性的行动可以由另一个性来推断；第三是神性赋

给人性以能力，这样，人性就能够做那些为拯救人类而必须做的事情。

这种说法后来被路德派的经院主义采纳了。

《协和信条》对这个争论作出答复时肯定，“属性交流”“真正地和

确实地”发生了，这样“神就是人，人就是神”，而且圣母马利亚是“神的

母亲”。人们追随切姆尼茨而肯定，由于位格的统一，基督永远具有“神
的无上权威的尊严和无所不能的能力”，但是，他“在屈辱的状态下”放



弃了这种尊严和能力。这些基督论的断言那时和圣餐里基督身体存在的

问题有关，这个问题是这场辩论的原来的起因。“因此，他能够而且很

容易把他的临在于圣餐里的真正的身体和血分给我们”。

最后，必须谈一谈有关预定论的争论，这个争论不是发生在路德派

神学家们中间，而是发生在路德派和改革派之间。这个争论从来没有发

展成为广泛的公开辩论，而且于1563年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友

好地解决了。然而，虽然争论解决了，但《协和信条》的撰写者们意识

到，预定论的教义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探讨，而这些不同的探讨可

能导致严重的争论——三个世纪之后在美国路德派中间确实发生了严重

的争论。因此，《协和信条》把第十一个条款用在预定论上面。人们在

这里声称，被拣选的教义不是通过推理或律法来加以探讨，而是通过信

徒所具有的得救靠基督的这一认识来加以探讨。这个区分是很重要的，

因为不是以福音为基础的预定论的教义，将导致怀疑和失望，而正确理

解被拣选则是最令人宽慰的保证。换句话说，预定论不能被看做是前

因，仿佛预定论是从对上帝的自然认识里得出来的，而应当看做是后

果，是从对上帝在基督里显示的爱的认识中得出来的。因此，虽然每一

个基督徒都必须宣称，得救是神圣的和不应得的被拣选的结果，但我们

必须克制自己不试图解释被上帝摈弃者的命运而搞出一个双重预定论的

教义。

在宗教改革运动的第一个大高潮之后，尤其是在路德逝世之后，在

路德传统形成的年代里，上述这些就是该传统内部的辩论中的主要问

题。正像我们一再看到的那样，《协和信条》设法——并且在很大程度

上成功地——结束了这些争论。《协和信条》的撰写过程是很复杂的，

我们无须在这里赘述，只须指出，它的主要设计者，除了其他许多次要

人物之外，是雅各布·安德烈亚（Jacob Andreae）和马丁·切姆尼茨。至

于它的语调，可以公平地说，它是试图使一个分裂的教会本着梅兰希顿

的协和的精神和围绕着路德派的正统而团结起来的一种尝试。因此，在



这两个伟大的改革者明显不一致的地方，《协和信条》选择了路德的主

张，但是，《协和信条》里仍然有很多梅兰希顿的精神。

至于《协和信条》的成果，它成功地在路德主义和加尔文主义之间

划出了一个明确的分界线，成功地使大多数的路德派团体团结在一起。

前者（划出明确的分界线）是为后者（使路德派团体团结）付出的必要

的代价，而且《协和信条》可以说是结束了这样一个时代，那时“大家

感情用事，而且对一些信条的崇拜令人想起了拜占廷地区的教条主义斗

争的最坏的时期”。《协和信条》实际上是在1577年完成的——在随后

三年里做了一些次要的修改，尤其是在前言里——在1580年正式发表。

不久之后，8，188个神学家和牧师，以及51个王子和次要的领主，连同

35个城市，签署了《协和信条》。《协和信条》便同《使徒信经》、

《尼西亚信经》和《亚他那修信经》，连同《奥格斯堡信经》以及路德

派若干其他基本文件一起发表，后来被称为《协和书籍》（The Book of
Concord）。在四个世纪里，《协和书籍》一直是路德派基督教团体内

部的主要团结因素。



第六章　约翰·加尔文的改革神学

路德和慈温利之间在圣餐解释上的冲突，象征着对神学的两种不同

的探讨方法。一般说来，路德的影响在德国北部比较强烈，而慈温利的

影响在瑞士和德国南部最为显著。在莱茵河盆地，尤其是在斯特拉斯堡

及其改革者马丁·布塞（1491～1551年）那里，人们试图搞出一个中间

的立场，这种立场将使新教的两个分支走到一起。这些尝试从政治意义

上说失败了，因为1536年的《维登堡协约》——这个协约使北部的路德

派同布塞及其伙伴联合在一起，是本着将被瑞士人和南部德国人接受的

希望而拟定的——并不成功。年，几个德国南部领导人和瑞士领导人达

成了《苏黎世共识》（Zurich Consensus），这些领导人里面有：在苏黎

世接替了慈温利的亨利·布林格（Henry Bullinger，1504～1575年），以

及这时被公认为日内瓦宗教改革领袖的约翰·加尔文。布塞同意后面这

个文件，因为影响到《共识》的形成的加尔文观点，带有布塞的痕迹。

路德派从来没有接受这个新的协议，结果瑞士和德国大部分地区追随了

加尔文的改革神学，这种神学——部分是由于布塞的影响——实际上是

慈温利主义和路德主义之间的一种中间的主张。这样，虽然布塞没能使

路德主义和慈温利主义走到一起，但他通过对最后的比较温和的形式的

改革神学作出贡献而间接地获得成功。使实际上的失败和神学上的成功

的这种相反效果达到顶点的是，布塞由于天主教徒反应强烈而被迫在

1549年放弃斯特拉斯堡；但是他后来去了剑桥，在那里对英国国教改革

的最终形式作出了重要贡献。

使改革神学具有其独特形式的是约翰·加尔文（1509～1564年）。

虽然加尔文早年的外表上的发展过程，可以比较详细地调查清楚，但有

关他的智力的和宗教的发展过程的资料却很少。加尔文本人，和路德相

反，不愿意在这方面多谈。他一定是在早年同人文主义有过接触，因为

他年轻时是国王的医生威廉·科普（William Cop）的朋友，而科普反过



来又同伊拉斯谟和布德（Budé）过从甚密。然而，有意义的是，当他的

两个律法教授皮埃尔·德·莱斯托伊尔（Pierre de l’Estoil）和安德烈亚·阿
尔恰蒂（Andrea Alciati）卷进一场剧烈的争论时，加尔文站在比较保守

的德·莱斯托伊尔一边，而反对人文主义的阿尔恰蒂。事实上，他发表

的第一个作品，是他给他的朋友杜切明的反阿尔恰蒂的《反自辩书》

（Antap-ologia）写的前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拒绝了人文主

义，因为他在其中活动的那个小圈子完全是由人文主义者形成的——其

中有杜切明（Duchemin）——而且在给《反自辩书》写了前言不久之

后，他开始对塞尼卡的《论人道》（Seneca’s De Clementia）进行评

注，他希望这项工作将使他得到一些人文主义小圈子的推崇。

作为出版物，这个对塞尼卡的著作的评注是个失败，因为这个评注

并没有引起这个年青的人文主义者所期待的那种注意。但是，这个评注

作为研究加尔文的信念发展过程的资料，却是很有价值的。虽然有些人

声称，这个评注是打算用来为被迫害的新教徒进行含蓄的辩护，但这样

一种解释很难站得住脚。尽管如此，这个评注在两点上很有意义。第一

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评注证明了人文主义在最晚到1532年的岁

月中对加尔文的深刻影响。虽然加尔文后来拒绝那些他认为是人文主义

者的自豪和怯懦的东西，但他对人文主义本身总是十分推崇。这种情况

可以从他对待传统的态度和对待需要回到源头那里去的做法的态度中看

出来，也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中看出来，即他同其他那些有类似背景的

人交谈，如梅兰希顿和布塞，总是很坦然。第二点，人们已经可以在这

个对塞尼卡的著作的评注里看到一些迹象，说明加尔文后来将对异教徒

的天生的美德进行责难。

要确定加尔文皈依的确切日期是不可能的。似乎可以肯定，在1533
年和1534年之间的某个时候，他感受到了那种“突然的皈依”，因而他放

弃了“罗马教廷的种种迷信”。几乎紧接在这之后，他完成了《心灵觉

醒》（Psychopannchia），这篇论文试图驳斥某些再洗礼派的教义，说



基督徒死后灵魂沉睡，等待最后的复活。不幸的是，这篇论文本来可能

是研究加尔文神学发展过程的重要资料，但只存在于1542年及其后的各

版本里。由于加尔文经常为新的版本修改他的著述，因而很难知道，现

有的文本里有多少内容是1532年的版本里已经有的。

总之，到了1535年，加尔文已经在撰写第一版的《基督教要义》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的前言，《基督教要义》将在1536
年在加尔文这时被流放的地方巴塞尔发表。虽然第一版的《基督教要

义》只不过是1559年的最终产品的梗概——1536年版本有六章，而1559
年版本有八十章——但它已经是一部立即引起宗教改革的几位领导人注

意的重要著作。其中之一是日内瓦宗教改革领导人吉劳姆·法雷尔

（Guillaume Farel，1489～1565年）。加尔文认为自己主要是个学者，

并打算把时间用于研究和写作。但是，当战争迫使他在从法国到斯特拉

斯堡的旅行中绕道西行的时候，这些计划被改变了。他由于绕道而来到

日内瓦，在那里法雷尔要求他留下来并领导宗教改革。由于加尔文不愿

意接受他的请求，法雷尔警告他将被永远罚入地狱。加尔文决定留下

来，就这样开始了他作为宗教改革的一个领导人的生涯。他以这样的身

份，同时也是受到一些新的问题和争端的启发，而继续扩充《基督教要

义》，直到这本书于1559年达到最后的定稿形式为止。只要跟踪相继几

个版本的《基督教要义》在结构以及篇幅和内容方面的扩充过程，就有

可能跟踪加尔文的神学发展过程以及各种不同争论提出的争论点。1536
年的版本只不过是一部教义问答手册，作为致法国国王的信仰辩护书。

这个版本没有表现出什么独创性，而且大部分是取材于路德。第二个版

本（1539年）表现出布塞和其他改革神学家们的越来越大的影响，也反

映出较多地卷入教会生活，以及热衷于驳斥塞维塔斯（Servetus）关于

三位一体的教义和再洗礼派关于婴儿受洗及教会性质的教义。到了1559
年，《基督教要义》扩充成为改革神学的系统的说明书，不但同罗马天

主教徒有明显的分歧，而且同路德派、再洗礼派和反三位一体教义者也

有明显的分歧。新教信仰的这个系统的说明书，成了改革传统的基本文



件之一，而且也是我们研究加尔文神学的主要资料。

对上帝的认识

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中一开始就断言，人能够知道的几乎

所有的事情包括两个部分：对上帝的认识和对自己的认识。对自己的真

正的认识——在其中我们发现了自己的悲惨和不足之处——也使我们意

识到，我们需要寻求对上帝的认识。但是，由于我们在目前的状态中，

太容易欺骗自己，我们不是什么而声称我们是什么，并且遮掩我们的弱

点，因而真正智慧的恰当的出发点，是从认识上帝出发。仅仅知道上帝

的存在是不够的，在这一点上加尔文和路德一致，虽然当他讨论对上帝

的“正确的”认识时，重点不是落在上帝对我们的态度上，而是落在我们

对上帝的正确态度上。“现在，按照我的理解，对上帝的认识是，我们

不但由此而设想有一个上帝，而且由此而领会什么事情有利于我们，什

么事情对上帝的荣耀来说是恰当的，总而言之，认识上帝在哪些方面对

我们有利”。

每一个人都自然而然地意识到有神，甚至连偶像崇拜的做法也证实

了这一点。但是，这种意识只足以使人们变得不可宽恕，因为这种意识

只是通过上帝的神秘的感召而播种在我们身上的一粒“宗教的种子”，只

有几个人培育这粒种子，而没有人能够使这粒种子开花结果。用一般的

话来说，通过创造天地万物和通过世界的秩序——上帝的能力在那里显

示出来——而得到的对上帝的认识，情况也是如此。

又一次，这种神在世界及其秩序上的印痕足以使人们成为不可宽恕

的，但是，由于人心里的邪恶，这种神的印痕并不产生对上帝的真正认

识。

这样，我们不能认识上帝，因为我们是这样被罪奴役，以致这种认

识是不可能的。但是，还有另一种局限性强加在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上，



这种局限性同造物主和创造物之间的巨大距离有关。我们不能认识上

帝，不但因为我们是罪人，而且因为我们是有限的创造物，而上帝是无

限的。这反过来意味着，我们不得设法认识处于最高荣耀的上帝，而只

能设法认识主要是通过《圣经》而显示出来的上帝。

我们要非常小心谨慎，以免我们的思想或言谈超越了上帝的话语本

身所规定的限度。因为人的头脑尚且不能确切地确定太阳天体的性质，

虽然人的眼睛天天看着太阳，人的头脑怎么能够按照它自己的小小的度

量，去度量出上帝的不可度量的本质呢？诚然，当人的头脑甚至不能触

及到它自己的本质的时候，人的头脑怎么能够靠它自己的引领而去找出

上帝的本质呢？那么，让我们欣然把对上帝本身的认识留给上帝吧……
但是，如果我们按照上帝使自己彰显于我们的那样去设想他是什么，而

不从他的话语之外的其他地方去打听他，那么，我们就是“把对上帝本

身的认识留给上帝。

这样，上帝的启示并没有使神的本质被我们认识，因为神的本质我

们既不能领会也不能忍受。在启示里，上帝使自己“迁就”我们有限的知

觉。这是《圣经》的作用，也确实是一切启示的作用，启示“使神具有

人性”不是由于神的本质本身，也不是由于启示里的不完善，而是由于

我们有限的能力，上帝使一切同我们的交流适应这种能力。

虽然严格地说上帝的话语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但《圣经》也可以

说成是上帝的话语，因为《圣经》是上帝给我们的证据，而且《圣经》

的内容是耶稣基督本身。《圣经》并没有从教会那里得到它的权威。相

反，教会是建立在先知们和使徒们的基础上的，现在这个基础应当在

《圣经》里寻找。虽然有一些合理的理由来相信，《圣经》是权威性

的，但这些理由不足以证明，《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圣经》是上帝

的话语这一点，只能通过圣灵内在的证据来加以认识。另一方面，这并

不意味着，宁愿要圣灵的所谓启示，而不要书面文本的明确的语言。任



何想象中的神灵，如果不引领到《圣经》那里，并通过《圣经》而引领

到基督那里，都必须加以拒绝。当保罗说“字句是叫人死”时，他指的不

是《圣经》的书面文体，而是指字面上对律法的理解，这种理解没有看

到《圣经》里的基督；同样，灵性上对《圣经》的解释，是看到《圣

经》里的基督的那种解释。

《圣经》明确谴责一切偶像崇拜和“罗马天主教的迷信”（Papist su-
perstition），例如使用偶像。在这里，加尔文把《旧约圣经》对异教徒

的偶像的一切责难转移到天主教的使用偶像上。试图通过偶像来代表上

帝或神圣的事物，是缩小神的荣耀。虽然上帝确实有时使用物质的标记

——云彩或火柱——但这些标记是暂时的，而且这些标记在一瞬即逝的

这个过程中是打算用来表示，不能用物质的标记来恰当地代表上帝。至

于圣格列高利（St.Gregory）的论点，说偶像是无知者在其中获悉基督

教信仰的书籍，那么，人们必须注意到，通过偶像而获悉的一切东西，

充其量也是肤浅的。崇拜天使和崇拜上帝之间的传统区分只是说说而

已，并不能使那些崇拜偶像的人免于受到偶像崇拜的指责。虽然加尔文

拒绝使用偶像，因为他认为这不符合《圣经》，但他并没有像慈温利走

得那么远，慈温利和再洗礼派一致，拒绝任何没有得到《圣经》的明确

批准的事物。这样，在加尔文和后来的许多加尔文派使用教会的传统礼

拜的大部分做法的同时，其他那些大大受到慈温利影响的加尔文派，把

礼拜里音乐的使用减少到可以在《圣经》里清楚地找到的那种程度上，

即，唱赞美诗。由于这些不同的方针，在产生基督教音乐艺术和绘画艺

术方面，改革传统远比路德传统和天主教传统少。

在《圣经》里显示出来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在这一点上，加尔文

的神学并没有背离被大家认为是正统的那种事务。他确实承认，三位一

体教义里使用的名词术语，在《圣经》里是找不到的。但是，他争论

说，必须保留这种名词术语，因为面对着塞维塔斯之类的异教徒，这是

明确阐明《圣经》教义的唯一方法。确实是由于塞维塔斯的缘故，以及



由于类似性质的其他一些次要事件的缘故，才促使加尔文去注意这个教

义。第一版的《基督教要义》简单地提到和肯定三位一体，而随后的每

个版本都用较多的篇幅来谈这个教义，直到最后一个版本用长长的一整

章来谈这个教义为止。总之，加尔文对三位一体的理解完全是正统的和

符合传统的，在这里提一提只是要表明，虽然加尔文坚持《圣经》的唯

一权威，但他也愿意按照早期普世大公会议的见解来解释《圣经》。关

于那些古代的基督教作家，也可以说同样的话，因为他时常引用他们的

话并对他们表示赞许。

上帝、世界和人类

真正的上帝是作为造物主而显示出来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上帝和

异教崇拜的众神区别开来。这就是摩西为什么要叙述创世的六天的原

因：为了制止关于上帝本质的无聊推测，为了表明上帝和人所制造的异

教诸神的不同。创造天地万物的终点和顶点是亚当，虽然他不是一切创

造物的最高者，因为他上面还有众天使。如果摩西没有提到众天使，那

是因为他打算尽可能简单明了地提出《创世记》的故事，而且为了达到

他的目的也无须论述众天使这个话题。但是，天使们确实存在着。天使

们是上帝的灵性仆人。那些堕落的天使变成了魔鬼。天使虽然高于人，

但不应当被崇拜。总之，加尔文避开了关于天使等级制度的复杂推测

——这种推测在伪丢尼修之后的中世纪成为传统做法——因为，“神学

家的任务不是用闲谈来悦耳，而是教导真正的、确实的和有益的事物来

坚定人的良心”。再者，众天使同我们交流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基督的

中介作用，因此，人们应当比较关心对基督的认识，而不是对众天使的

认识。

考虑到加尔文用来讨论众天使的篇幅的长度，他似乎对魔鬼比对天

使更感兴趣。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双重的：认识魔鬼及其行动方式对基

督徒的生活来说是重要的；魔鬼及其一伙以及他们同上帝的旨意的关系



的问题，同神的意志和预定论的种种问题密切相关。魔鬼们不是由于本

性而邪恶，而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罪恶的腐败而邪恶，因为正像奥古斯丁

所说的那样，没有任何本性就其本身来说是邪恶的。魔鬼是有位格的存

在，那些说魔鬼仅仅是我们自己的不良倾向的人最好小心一点，以免落

入魔鬼的圈套。

了解创造天地万物，重要的不是其起源或其目前的运转的一切细

节，而是这样一个事实：天地万物是上帝脑子想着我们而创造的。这就

是为什么亚当是最后创造的。人是由身体和灵魂组成的。灵魂，加尔文

称之为“最好的部分”，是不朽的，虽然是创造的。这最后一点是加尔文

为了反对塞维塔斯而加以强调的。塞维塔斯声称，当上帝向亚当吹生气

时，神本体的一部分就给了亚当，而这就是灵魂。这种观点加尔文断然

拒绝。灵魂是上帝从无有之中创造出来的，并且不分享神的实质。

上帝在亚当身上的形象，不是在身体里，而是在灵魂里。在引申的

和几乎是比喻的意义上说，人们可以把神的形象（imago Dei）也归给身

体；但严格地说，神的形象是属于灵魂的。至于“形象”（image）和“样
式”（likeness）之间的区分——到了这时几乎成了传统做法，加尔文是

加以拒绝的。他断言，我们在这里所有的只不过是希伯来人习惯使用平

行的表达方法来谈论同一件事情的另一个例子。这么说，上帝在亚当里

的形象基本上是存在于他的灵魂里，而且同上帝给他的统治天地万物其

余部分的权威有关。然而，所有这些都涉及到堕落之前的亚当，因为在

亚当犯罪之后，所剩下的神的形象已经不再能够辨认出来。“毫无疑

问，当亚当从他的状态堕落的时候，他由于这个缺陷而远离了上帝。因

此，即使我们同意，上帝的形象在亚当里没有完全消灭和毁坏，但这个

形象是这样被败坏，以致所剩下的只是可怕的畸形”。

这样，堕落是我们大家在其下面生活的标记，因此，关于亚当像他

当初被创造的那样可以说的许多话，关于我们像我们现在实际生存的那



样却不能说这些话。这对加尔文来说是重要的，因为正是在亚当堕落的

这个基础上，他才能够既坚持人本性的败坏，又坚持上帝爱世人的仁

慈。然而，当我们讨论我们目前的困境时，我们将回到这一点上。

虽然有亚当的堕落，但上帝仍然是整个天地万物的统治者。在这

里，人们听到了慈温利的回声，因为眷顾的教义是同预定论密切联系在

一起的。一切事情都是在上帝的统治和作用之下发生的。这不是简单地

意味着，上帝是一切事物的主要起因，而且也意味着，上帝干预一切特

定的事例。这包括自然界的秩序，以及所有人的一般生活和信徒们的生

活，虽然上帝以不同的方式统治这当中的每一项事务。再者，眷顾不仅

仅是先见，而是所说的种种事件的实际制造。而且，如果人们指控加尔

文提倡斯多葛派的宿命论，那么，他会反驳说，情况不是如此，因为他

不相信事物里面的内在的必然性，而相信神的遍及一切的统治。

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教义——加尔文就是这样断言的——因为这个

教义表明，我们应当为了一切美好的事物而感谢上帝，而且在处于逆境

的时候，我们应当忍耐和信赖上帝。没有理由看不起那些我们本来会认

为是我们的恩人的人，因为如今我们看到，是上帝选择他们来效劳的。

而且也没有理由不负责任地行事，因为那些真正理解这个教义的人愿意

使自己服从上帝的统治权，也不会觉得这种统治权难于承受，而那些拒

绝这种统治权的人，是在剥夺上帝的荣耀，从而表明了他们自己的反

叛。

因此，把一切荣耀归于上帝吧。上帝就是荣耀，不但在被拣选者那

里是如此，而且在被摈弃者那里也是如此，被摈弃者也在履行神的旨

意。因为即使是邪恶者和被摈弃者也在执行上帝的“隐蔽的”旨意。他们

的邪恶在于抵制上帝的“显示出来的”旨意，为此他们将受到惩罚。但

是，他们仍然在上帝的手里，上帝利用他们的邪恶来伸张正义和表达神

的荣耀。最后，如果任何人试图在上帝的主动的旨意和容许的旨意之间



作出区分，然后又声称，上帝主动地愿意要善美，但只是容许邪恶，从

而使这个教义更宜人，那么，就让这些人知道，这是要缩小上帝的荣耀

和使上帝屈从我们自己的判断的另一种企图。

虽然从前文可以看出，眷顾和预定论之间有直接的关系，但有意思

的是，加尔文对预定论的比较详细的讨论排在后面，在讨论基督的拯救

工作之下。在《基督教要义》的其他版本里，这种情况甚至更为明显。

这种情况的重要性在于，对加尔文来说，预定论不应是这样加以研究的

一个教义，仿佛这个教义是从神的无所不能和无所不知那里得出来的，

而是这样一个教义，它只能从感恩的信念的角度才能正确地加以理解，

这种信念知道，它虽有缺点但它将得救。预定论的教义是被拣选者因得

救而把一切荣耀归于上帝的一种方法。

人的状况

如果像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的开端所说的那样，人几乎所有的

智慧在于对上帝的认识和对我们自己的认识，那么，基督教神学的一个

重要的部分就必须研究人论。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第二卷里转

向了这个主题，然而，他在其中明确地说，他这时寻求的认识同哲学家

们说“认识你自己”时所说的那种认识不是一样的。不同之处是，哲学家

们并不知道亚当的堕落，因此当他们寻求对人的本性的认识时，他们寻

求的是人的价值和美德，而事实上他们应当看到人的无足称道和腐化堕

落。对我们这些知道亚当的堕落的人来说，对我们自己的认识首先意味

着上帝用来创造我们的那种原来的完整。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人们在

肯定这种完整的时候，也是在肯定造物主的智慧和仁慈。但是，亚当的

堕落这一概念也是重要的，因为它让我们看到，在我们所有的困窘和苦

难里，我们自己真正是什么，但又让我们坚持上帝的仁慈。

因此，上帝的真理同意一切凡人的共同判断，智慧的第二个部分在



于对我们自己的认识；可是，在我们怎样获得这种认识方面有很大的分

歧。按照世俗的判断，人似乎善于知道他自己，当他对他的理解能力和

正直不阿充满信心的时候，他变得大胆，敦促自己去做有德行的事情，

向罪恶宣战，满腔热情地使自己朝着卓越的和荣誉的方面去努力。但

是，那个按照神的判断标准来细看和检查他自己的人，没有找到什么东

西来鼓舞他的心情，使他达到自信的程度。而且他越深刻地检查自己，

就变得越气馁，直到完全丧失这种自信，没有给自己剩下任何可以正确

指引自己生活的东西。

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处于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亚当的罪，这种罪被他所

有的子孙继承。亚当的大罪不仅仅是不服从上帝，而首先是不相信的

罪，因为他不相信上帝告诉他的话，并听信了蛇的怂恿。这反过来导致

了野心、傲慢和忘恩负义，结果亚当失去了原来的完整性，这种完整性

是上帝给他，让他不但为了他自己而且也为了他的子孙后代而妥善保存

的。这么说，原罪不仅仅是我们通过模仿而得知的某种东西。原罪也不

是身体的腐败，像人们遗传身体的特征那样，由父母遗传给子女。原罪

是“我们本性的一脉相传的腐化堕落，扩散到灵魂的各个部分，首先是

使我们易于遭受上帝的愤怒，然后又从我们那里招引出种种行为，这些

行为《圣经》称为‘肉体的行为’”。因此，这意味着，虽然原罪是一脉相

传的和已经存在于子宫里的，但原罪的世代相传的原因，不在于一个人

被孕育的那种色情活动里，而仅仅在于人是亚当的子女的这个事实里。

再者，被世代相传的不仅仅是亚当的过错，而且还有罪，这种罪反过来

又在我们身上衍生更多的罪。

这就是加尔文所坚持的人天生的腐化堕落的教义。然而，说这种腐

化堕落是“天生的”，并不是说它来自被创造出来的人的本性。相反，人

的本性就其本身来说是好的。邪恶的东西是由罪带到人的本性里来的腐

败。在亚当的堕落里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亚当原来有的超自然的天赋

这时丧失了，而自然的天赋这时又被腐化了。这时丧失的超自然的天赋



是永世幸福美好所需要的信仰和完整。另一方面，自然的天赋是理智的

意志；这两者由于亚当的堕落而被腐化了。

人的理智的被腐化并没有达到理智被完全毁坏的地步。事实上，堕

落的人的理智仍然保存有追求真理的自然的愿望，而这是它的原本的状

况的一个提醒物。但是，甚至这种追求真理的愿望也把我们引向傲慢和

虚荣。在世俗的事务当中，我们自然而然地知道需要社会秩序，虽然我

们必然会搞坏这种秩序。我们也或多或少地理解我们周围的事物的运

转，尽管我们用这种理解来干坏事。这样，甚至在亚当堕落之后，上帝

的恩典继续在祝福我们，因为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圣灵的恩赐。

正是当我们涉及到对“天国的事物”的认识时，理智的被腐化变得最

明显，因为在这个方面最敏锐的头脑比最瞎的人还要瞎。如果人们在哲

学家们的著述的“这里或那里”找到关于上帝的点滴真理，那么，之所以

如此的原因不是他们的聪明才智，而是上帝“把他的神性的一点点滋味

给他们，免得他们用愚昧无知的借口把他们的不敬神掩盖起来。”我们

用以听到或知道任何关于上帝的事情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只有圣灵才能

给予的耳朵和头脑。另一方面，我们通过通常被称为“自然律”的那种东

西，确实对上帝的旨意有某种自然的认识。保罗本人就肯定了这种律法

的存在。但是，在我们目前的状况里，这种律法的作用不是让我们知道

上帝的旨意，而是使我们变成不可宽恕的。没有上帝的显示出来的律

法，自然律不足以使人知善恶。

意志也被腐化了。我们仍然有一种自然的倾向去寻求那种对我们是

好的东西，但这只不过是人们能够在一切事物身上找到的“自然欲望”。
我们的意志这时被拴在罪上，因此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真正寻求

上帝的。我们称之为异教徒身上的“美德”的东西，只不过是华丽的罪恶

而已；而他们拥有真正的美德，不是多亏了他们的本性，而是多亏了上

帝的恩典。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的意愿而移向好的方面。“由于意志被



罪奴役而受到束缚，意志不能移向好的方面，更谈不上致力于好的事

情；因为这样一种移动是皈依上帝的开端，这在《圣经》里完全被归因

于上帝的恩典”。意志好像是一匹由骑者牵领的马；而在我们的堕落的

状况里，骑者是魔王。我们做魔王要我们做的事情，但我们还是自愿去

做。我们欣然同意了魔王的种种提示，因为我们的意志和这些提示相吻

合。甚至在这件事情里，上帝也被侍奉和被颂扬，因为为了实现神的旨

意，上帝既使用堕落的人类，也使用撒旦。仍然是，凡非上帝主动意愿

的事情都不会发生。

律法的作用

当加尔文谈到“律法”的时候，他通常用这个词来指的东西，和路德

所指的不同。他所说的律法一般不是指福音的对等物，而是指《旧约圣

经》和“摩西的书”里上帝对古代以色列人的启示。这样，律法和福音之

间的关系不是辩证的，而变成几乎是相继相承的。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

那样，《新旧约圣经》之间有一些不同，但基本上它们的内容是相同

的：耶稣基督。这是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因为没有基督的恩典，对上帝

的旨意的认识将是没有用处的。礼仪的律法有基督作为它的内容和目

标，因为没有他，一切礼仪都是无用的。古代祭司的祭品之所以是上帝

所能接受的，唯一的原因是耶稣基督里被应许的救赎。考虑到我们的腐

化，就祭品本身来说，我们可能呈献给上帝的任何祭品都必定是不能接

受的。

但是，正是在道德律法里，人们能够最清楚地看到《新旧约圣经》

之间的连续性。事实上，道德律法有三重目的。

律法的第一个目的——在这里加尔文和路德一致——是向我们指出

我们的罪、悲惨和腐化堕落。当我们在律法里看到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

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正视我们自己的缺点。这并不能使我们执行上帝



的旨意，但这确实迫使我们不再信赖我们自己，并寻求上帝的帮助和恩

典。

律法的第二个目的是管束坏人。虽然这不能导致重生，但这是社会

秩序所需要的。由于许多人出于畏惧而服从律法，律法里所包含的种种

威胁，就起了加强这种作用的效果。在这个话题下，律法也为那些虽然

预定要得救但还没有皈依的人服务。律法在迫使他们听从上帝旨意的时

候，使他们准备好接受他们预定要得到的恩典。这样，许多终于认识到

上帝恩典的人证实，在他们皈依之前，他们感到由于畏惧而被迫服从律

法。

最后，律法的第三种用途是向那些相信的人显示上帝的旨意。强调

这一点后来成为改革传统的典型做法，也使改革传统在伦理道德方面极

其严肃认真。加尔文本人根据律法的这第三种用途，不得不用他的《基

督教要义》的很大一个部分来阐述道德律法。加尔文的基本论点是，基

督去掉的是律法的诅咒，而不是律法的有效性。反律法主义的错误在于

声称，因为上帝在基督里去掉了律法的诅咒，基督徒们就不再受律法的

约束。事实上，律法不能被废除，因为律法表达了上帝的永远不变的旨

意。除了道德律法的诅咒之外，已经废除的是礼仪的律法。之所以如此

的原因是很清楚的：古代礼仪的目的是要指向基督，但一旦真相大白，

这种指向基督就不再需要了。

“律法的第三种用途”意味着，基督徒们必须仔细研究律法，不但把

律法当做是罚入地狱的话语，这种话语经常使他们去重新依靠上帝的恩

典，而且也把律法当做是他们据以确定他们的行动应当是什么的依据。

在这样研究和解释律法的时候，必须牢记三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

上帝是个灵，由于这个缘故，上帝的戒律既涉及外在的行动，也涉及内

心的思想感情。整个律法的情况就是如此，因此，基督在登山训众里所

作的事情，只是把没有明言但已包含在内的事情一语道破，而不是颁布



一种新的律法。基督的律法不是别的，而正是摩西的律法。第二个原

则，每一个戒律都既是正面的也是反面的，因为每一个禁令里都暗含有

一个命令，反过来也是这样。因此，上帝的律法是应有尽有的。第三个

原则，《十诫》是写在两块石板上的，这个事实表明，宗教和司法必须

携手并进。第一块石板论述我们对上帝的义务；第二块石板涉及到我们

同邻居的关系。正义的基础因而是尊崇上帝，而没有公正地对待他人，

尊崇上帝是不可能的。

这样，《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之间有一种根本的连续性。基

本上，这种连续性和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即上帝在《旧约圣经》里显示

出来的旨意是永远相同的，也和另一个事实有关，即《旧约圣经》的核

心是基督的被应许，《新约圣经》谈到这一点时，把这当做是既成的事

实。然而，《新旧约圣经》之间也有一些重要的不同之处。这些不同之

处有五个。第一，《新约圣经》明确地谈到来世，而《旧约圣经》只是

借助尘世的征兆来应许来世。第二，《旧约圣经》提供的只是《新约圣

经》里实际上存在的东西的影子，即基督。第三，《旧约圣经》是暂时

的，而《新约圣经》是永恒的。第四，《旧约圣经》的实质是律法，因

而是奴役，而《新约圣经》的实质是自由的福音。然而，在这里我们必

须注意，在《旧约圣经》里任何被应许的东西都不是律法，而是福音。

最后，《旧约圣经》是针对着一个民族，而《新约圣经》的信息是全球

性的。但是，虽然有这些不同，加尔文讨论律法和福音时的基本侧重点

是连续性，而两者之间的不同是应许和履行应许的不同。在这上面加尔

文和路德大大不同。而这也是使得加尔文主义能够形成比路德派更为详

细的道德方案的部分原因。

耶稣基督

像在三位一体这个事例里一样，当加尔文讨论基督的位格及其工作

的时候，他追随了传统的正统做法。在基督里，二性在一个位格中，这



样，“原来是上帝圣子的他，就变成了人的圣子——这不是由于两个本

质的混淆，而是由于位格的统一”。虽然宗教会议可能有错误——而且

事实上有过错误——但第一批普世会议正确地提出了《圣经》关于基督

位格的证词。因此，我们无须在这里赘述加尔文基督论的主要线索。

然而，研究加尔文的基督论在三点上可能证明是有意义的。第一点

是他试图捍卫传统的教条免受其诋毁者的侵犯。这是很重要的，既因为

这迫使加尔文讲清楚他自己的基督论，也因为这促成用例子说明理性主

义者和其他的人所持的某些非正统的见解。第二点，加尔文从君王、先

知和祭司的三重职责（triplex munus）的角度来描述基督的工作，这在

改革神学里成了惯常的做法。第三点，他对基督位格联合（hypostatic
union）的理解同他关于基督临在于圣餐里的主张密切相联。

当时的种种争论在第一点上迫使加尔文去充实他的神学，这第一点

是基督成为肉身的原因。他在这里的主要对手是奥西安德，虽然塞维塔

斯也是想象中的对手。奥西安德声称，即使亚当没有堕落，基督也仍然

会成为肉身。他为此辩解的主要论点是，亚当按照上帝的形象——上帝

的形象就是基督——的被创造，已经应许基督将以人类为己任。因此，

基督成为肉身的目的，不是救赎人类，而是完成天地万物的创造。使基

督成为肉身具有目前的目的的，是亚当的堕落，因此基督成为肉身是伴

随着而来的。这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因为中世纪的大多数法兰西斯神学

家一直持有这种论点。但是，加尔文把这当做是徒劳的推测而加以拒

绝。按照《圣经》的证据，我们所知道的基督是为了我们的救赎而变成

肉身的。除了奥西安德的“发痒痒的好奇心”（tickling curiosity）之外，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基督成为肉身除了我们的救赎之外还有任何其他的

目的。这个争论是重要的，因为这个争论倾向于使加尔文的基督论建立

在灵性得救论上。

加尔文时代的种种争论在另一点上帮助他充实他的基督论，这另一



点和基督的人性有关。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门诺·西蒙斯和其他

一些再洗礼派认为，基督没有尘世的肉体，他的身体是从天上下来的，

并且在圣母马利亚的子宫里成形。有些人也试图说，耶稣和亚当的血统

无关。加尔文称之为“新马吉安派”（new Marcionites）的这些人，迫使

他坚持基督的人性，并坚持基督在身体方面从亚当那里相传下来。

我们将要简短地讨论的加尔文关于基督位格联合的教义，是在反对

塞维塔斯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塞维塔斯拒绝三位一体的时候——三位

一体一直是传统基督论赖以发展的背景——也就必然拒绝传统基督论里

的许多东西。这里争论的要点是，基督在成为肉身之前能否被称为上帝

的圣子。塞维塔斯声称，“上帝的圣子”这个称号意味着，耶稣是圣灵在

圣母马利亚的子宫里生育的。在成为肉身之前，他应当被称为“话语”，
只是在成为肉身之后，他才恰是“圣子”。再者，塞维塔斯还在另一个方

面和加尔文不同：加尔文常常坚持使上帝和人类分开的那种距离，而塞

维塔斯觉得，这一点被夸大了。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点上帝的圣灵的东

西。因此，对塞维塔斯来说，问题不是两个相互冲突的性的结合，而是

这个独特的人怎么能够在一个不适用于其他的人的特殊意义上被称为上

帝的圣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塞维塔斯把基督里面的统一强调到加尔

文所不能接受的程度。因此，加尔文指责他恢复了古代基督人神一性论

者的异端邪说。加尔文怎样做这件事情，是不怎么重要的，因为他只是

利用了一些传统的论点，这些论点到了那个时候已经变得很普通。重要

的是，在这种讨论里，加尔文搞出了这样一种基督论，这种基督论在继

续是正统的同时，倾向于强调基督里两性之间的差别，而不是强调自身

的统一和“属性交流”。正像我们将要在本章后面看到的那样，这完全符

合加尔文关于基督临在于圣餐里的理论，也完全符合他关于人类在上帝

面前的价值的见解。

最后，帮助形成加尔文的基督论的另一个对手，是法兰西斯科·斯
坦卡罗（Franceso Stancaro）。斯坦卡罗认为，基督是我们的中保，只



是通过他的人性。很可能，斯坦卡罗是在设法驳斥奥西安德的时候得出

这个结论，因为奥西安德声称，基督只是根据他的神性才成为中保。在

反对这两个人的时候，加尔文断言，由于救赎工作是通过基督位格联合

而进行的，因此基督里一切和救赎有关的事物，都应当归因于位格的统

一，而不应当归因于一个性或另一个性。这一点的重要意义是，虽然加

尔文从来没有否认“属性交流”，但到了晚年，他终于比早先更多地强

调“属性交流”。

加尔文从三种职责的角度来讨论基督的作用。基督既是先知，又是

王者和祭司。“基督”这个称号本身就意味着这种三重职责（triplex mu-
nus），因为这个称号意思是“被涂油”，而在《旧约圣经》里，君王、

先知和祭司都是被涂油的。基督是杰出的先知，因为在基督里所有的预

言都实现了。《旧约圣经》的种种预言除了基督本人之外没有别的内

容。基督的这种预言的功能，不但扩及他的口，使他的话是预言性的，

而且也扩及他的整个身体，这样在他的每个行动里，以及在目前宣讲的

福音里，人们可以看到圣灵的力量。基督是信徒个人的君王，也是教会

的君王。他作为这样的人而统治我们。但他的统治是这样的：他同他的

臣民们一起分享他所得到的一切东西。《旧约圣经》的诸王，和众先知

一样，指向了这个至高无上的和独一无二的君王。作为祭司，基督来到

上帝面前，在祭品里奉献自己。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完成了古代的一切

献祭，这些献祭除了在基督里以外没有别的有效性。而且他也使他的追

随者成为祭司，因为他现在使他们能够作为活的祭品而把自己呈现在上

帝面前。

最后，加尔文的基督论的第三个主要特点是，他经常注意避免基督

里人性和神性的混淆。在这一点上，他倾向于同意慈温利而反对路德，

路德强调位格的统一超过强调两性的差别。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加尔

文和慈温利一样，不能接受路德的做法，路德用“属性交流”作为论点，

论证基督复活身体的无所不在，因此也论证基督复活的身体存在于圣坛



上的可能性。和慈温利一样，加尔文争辩说，神性的无所不在并没有传

授给基督的身体，因此他不可能存在于天上又同时存在于几个圣坛上。

在这个场合里，他指出，虽然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的神性完全存在于耶稣

里，但这种神性并没有被他的人性包容起来。他的神奇的下降是这样

的：他仍然在天上，但他也在耶稣里；当他从圣母马利亚的子宫里生出

来的时候，他仍然充满在整个宇宙里。这就是后来的神学家们称为“加
尔文特殊论点”（extra calvinisticum）的东西，这个论点成了改革派基督

论的独特的强调之点。

如果人们要用几句话来说出加尔文的基督论的特点，那么，人们可

以说，他的基督论既是严格正统的，也更多地倾向古代的安提阿学派，

而不是倾向亚历山大学派，还有他的基督论的强调之点，是灵性得救

论，而不是形而上学。

救赎和称义

加尔文从苦行赎罪（satisfaction）的角度来理解基督的作用。基督

通过他的服从到死，而为我们赢得了对罪的宽恕，这样，上帝的公义和

慈爱就得到了满足。

但是，基督死了并为人类赢得了得救的这个事实，并没有使这种得

救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有效的。使基督和他的一切恩惠成为信徒所可能

得到的，是圣灵内在的和秘密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保罗称三位一体的

第三位为“儿子的心”（the spirit of adoption，见《罗马书》8章15节——
译者），也称为我们的继承行为的“凭据和印记”（the guarantee and
seal，见《以弗所书》1章13～14节——译者）。圣灵把人引领到基督那

里。圣灵的主要作用不是别的，而是使人信仰基督。

由于这对理解加尔文对基督徒生活的看法来说是基本的，因此我们

必须停下来讨论加尔文所解释信仰的性质。“如果我们说信仰是对上帝



施恩泽于人的坚定确凿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基督被慨然应许的这

个事实上，而这个事实是通过圣灵向我们的头脑显示的和铭刻在我们心

上的，那么，这时我们就有了信仰的正确定义。”

这意味着，信仰有一种认识的成分。信仰不仅仅是信赖的一种态

度。但是，信仰也不是头脑靠它的天然的能力而发现的某种东西。信仰

是上帝的恩赐，而不是人的成就。然而，并不是每一种以信仰这个名称

出现的事物都真正配得上这个名称。信仰有明确的内容。信仰是信仰基

督。“信仰”这个词的任何其他的用法都是不准确的和可能导致严重错误

的。因而，比方说，天主教神学家们提出“不言明的信仰”（implicit
faith）的概念，就是不正确地使用了这个词，因为这个概念的目标是教

会，而不是耶稣基督。诚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我们生活在世上时，

我们的信仰永远是不完善的；但是，信仰的完善不在于教会，而在于最

后的圆满。信仰含有“坚定的和确凿的认识”的意思的这个事实，并没有

把灵性对肉体的征战排除在外，也没有把伴随着这种冲突而来的怀疑排

除在外。但是，当人们有真正的信仰的时候，甚至在这种冲突当中，人

们也有得到上帝爱的潜在的保证。这种保证是建立在上帝的应许上的，

上帝的应许不是别的，而是基督本人，并且是由圣灵铭刻在信徒心里

的。因此，信仰是只有真正的信徒——被拣选者——才能有的东西。信

仰不仅仅是对上帝及其旨意的认识。魔鬼有这样的认识，但没有信仰，

因为他不分享上帝的应许。

由于对信仰的这种理解，加尔文坚持新教因信称义的教义。像路德

所遇到的情况一样，这基本上不是建立在上帝在信徒身上发现的某种东

西上的那一种称义，也不是人们因之而被宣布为义的那一种称义。说上

帝使人称义，主要不是意味着，罪人被变成在客观上是义的。这样说的

意思是，上帝宣布罪人为义的。基督的义好像是罪人因信仰而披在身上

的袍子，而罪人披上这个袍子，就被宣布为义的。在这里存在着因善行

而称义和因信称义之间的不同。因善行而称义是这样一种称义，这种称



义试图肯定它自己的义，从而满足上帝对义的要求。“相反，因信仰而

称义的人是这样的人，他被善行的义排除在外，他通过信仰而抓住了基

督的义，披上这种义之后，他就不是作为罪人而是作为义人而出现在上

帝眼前。因此，我们把称义简单地解释为，上帝把我们当做是义人而使

我们得到他的恩宠。而且我们说，称义存在于罪的被宽恕和基督的义的

被归给人”。

这就是信仰的真正的和唯一的作用。信仰不是这样一种信赖，我们

由于这种信赖而接受我们不能用理智证明的但却是权威告诉我们的那种

事物。我们根据《圣经》的权威而确实相信某些事物，但相信这些事物

并不是信仰。信仰的作用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把信徒和基督联系起来，以

致信徒虽然有罪，但基督的义还是归给了信徒。

像加尔文的基督论所遇到的情况那样，当因信称义的教义受到攻击

或曲解的时候，他感到需要把这个教义讲得更清楚一些。他早年在这方

面的对手是罗马天主教徒；但是，当奥西安德——他本人是新教徒——
提出一种加尔文不能接受的对称义的理解时，这种论战也有助于澄清加

尔文的观点。奥西安德的神秘倾向和他想要表明义的被归给不是专断的

天意的这一愿望，促使他提出，称义里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基督的实

质存在于信徒里，而且这种实质是这样地和人的灵魂结合起来，以致人

们是“实质上称义的”（essentially justified）。这样说的意思是，义不是

像路德所说的那样“被归给”（imputed），而是上帝实际上看到了我们身

上的神的义。这同我们上文说过的事情密切相关，如奥西安德教导说，

基督是中保，只是根据他的神性。称义是神性存在于我们身上。由于这

种神性，上帝宣布而使得我们成为义的。这些观点加尔文由于两个主要

的原因而不能接受。首先，这些观点倾向于抹掉上帝和我们之间的距

离。加尔文愿意肯定，称义是通过同基督的结合而发生的。但是，他不

愿意接受像奥西安德那样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含有加尔文称为上帝和信

徒之间的“本质的混合”（mixture of substances）的意思。其次，奥西安



德称义的教义是加尔文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他的教义去掉了基督成为肉

身和遭受苦难的必要性。如果上帝使我们称义是因为基督的神性——基

督的神性毕竟是同圣父的神性和圣灵的神性一样的——那么，为什么需

要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呢？“因为即使基督——如果他不曾是神——不

能用他的血来清洗我们的灵魂，也不能用他的牺牲来平息他的圣父的愤

怒……因为肉体的能力承担不了这样大的重担，那么，可以肯定的是，

他是根据他的人性而进行所有这些的”。

因信称义的教义的重要性是这样的：没有这个教义就没有真正的宗

教。像路德所遇到的情况一样，这样声称的原因是，对称义的任何其他

的理解都会导致傲慢，而人们只有抱着谦卑的态度才能得到上帝的怜

悯。强调在上帝面前的谦卑，强调那种把神的性质和人的性质分开的距

离，以及强调需要信赖上帝而不是信赖自己，贯穿着加尔文的整个神

学，并且是他的神学的主要特点之一。

然而，因信称义并不意味着，基督徒应当满足于义的被归给，而又

继续在罪里打滚。诚然，称义的基督徒仍然是罪人，而且在世的一生

中，将继续是罪人。但是，同样真实的是，称义的基督徒设法表现出称

义的成果。这是《基督教要义》里的一个部分的主要论题，这个部分通

常被称为《论基督徒生活的论文》（Treatise on the Christian Life），这

篇论文一再从较大的作品里摘出来单独发表。这篇论文很受欢迎的这一

事实，把它的印记印在后来的加尔文主义上，尤其是印在清教徒的传统

上。这个论文的论题在论文的第一段里简单明了地表达出来：“重生的

目的是……在信徒们的生活中显示出上帝的义和信徒们的服从之间的一

种和谐和一致，从而进一步证实信徒们被接纳为儿女。”

虽然称义的罪人继续是罪人，但神使人称义的作为也是使人重生的

作为。在被拣选者那里，上帝通过神的圣洁的榜样和通过被拣者同基督

的交流，而创造出被拣选者对义的热爱。重生的作用是上帝在信徒身上



的作用，逐渐地重新创造出那个由于罪而被歪曲了的神的形象。其结果

是基督徒充满善行的生活。然而，这些善行并不使人称义。善行是称义

的结果和标记。

基督徒生活的基本准则是，基督徒们不属于自己，而属于主。这反

过来又导致自我克制，在对待他人的关系上是如此，在对待上帝的关系

上也是如此。在对待他人的关系上，基督徒们通过宽恕和谦卑而克制自

己，也通过本着爱心为他人服务而克制自己。在对待上帝的关系上，自

我克制意味着，使自己服从上帝的审判，除了执行上帝的旨意之外不做

别的事情，并且举着十字架。举着十字架并不是发生在某些不幸的基督

徒身上的事情，而是基督徒生活的必要的标记。然而，基督徒对待自己

的十字架的态度和斯多葛派的态度大不相同。斯多葛派寻求自我控制和

坚忍刚毅；基督徒只是信赖上帝和承认弱点。因此，斯多葛派的种种苦

行只是添加在傲慢和罪上，而基督徒的十字架则引领人离开自己而走向

信赖上帝。

虽然基督徒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能够思考来世，作为防止过分

喜爱今生和害怕死亡的一种补救方法，但基督徒仍然需要学会怎样利用

今生的美好事物。这种进退两难不能通过简单地求助于简朴或无节制来

解决，因为这两者都不是上帝对基督徒的要求。无节制使人为今生而生

活，忘记人是世上的旅客，并且不服从上帝的律法。像苦行者所宣讲的

那样的简朴也是错误的，因为它把上帝律法里所没有的准则添加在神的

戒律上。在这两种极端中间，基督徒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每一件东

西是为了什么目的而创造出来的，就按照这种目的去使用它。这反过来

意味着四个基本规则，这四个规则应当在使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的时候

加以运用：第一，我们必须在所有被使用的东西里看到造物主，并表示

感激。第二，我们应当像不需要这个世界那样去利用这个世界，准备好

忍受贫穷，并且在富裕的时候有所节制。第三，我们所有的一切东西都

应当被看做是来自上帝的一种信托物，将要求对这种信托物清算账目。



最后，我们应当重视我们自己的职业，即，上帝把我们一生放在其中的

那种作用，因为东西的正当使用取决于我们的作用。

这样，在称义的教义和重生的教义的场合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加

尔文和路德不同的对律法和福音的理解，以及怎样促使他比路德更多地

强调一个基督徒必须过的那种生活。这两个改革者之间的这种不同，在

我们比较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似乎不大，但终于造成了路德宗传统和改革

宗传统之间的显著差别。

预定论

加尔文由于他的预定论的教义而众所周知，许多学者宣称，这个教

义是他的神学的中心。但是，对加尔文神学的这样一种理解，是后来的

种种争论所产生的看法被歪曲的结果。加尔文确实肯定了双重预定论的

教义，并且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渐扩大了《基督教要义》论述这个教义

的那个部分。但是，论述这个问题的那四章，在《基督教要义》里占据

了一个不显眼的地方，这一点应当使人们注意到，预定论的教义虽然可

能是重要的，但不是打开通向加尔文神学其余部分的大门的线索。不像

慈温利的情况那样，加尔文预定论的教义也不是神的眷顾的一个必然的

结果。具有意义的是，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的第一本书里讨论了眷

顾，然后把预定论的问题推迟到第三本书的末尾——在那里他论述了基

督徒的生活——并推迟到正好在他进而论述教会论之前。这样做的原因

是，对加尔文来说，预定论首先是一个实用的教义，这个教义加强了因

信称义，同时也为教会论提供了基础。

再者，把预定论和上帝的一般的眷顾分开的这一做法表明，加尔文

不试图从神的无所不能和无所不知里面证明预定论。这样做将是试图深

入到上帝的秘密的意图里面去，并且将是傲慢和不敬神的顶点。“因
此，让我们首先看到这一点：除了上帝的话语所透露的东西以外，寻求



任何其他的对预定论的认识，不啻是想要在没路的荒野里步行或在黑暗

中看东西的疯狂行为”。预定论确实是一个困难的和危险的教义。但

是，预定论是符合《圣经》的，因此应当被教导和宣讲。再者，这个教

义里面所包含的危险，对真正的信徒来说并不是危险，而只是对非信徒

来说才是危险，因为他寻找方法来嘲笑真正的基督教教义，而且这样一

个人将嘲笑基督徒们是否教导预定论的这一事实。

“我们说预定论是上帝永恒的天命（decree），他按照这种天命而同

他自己确定，他意要每个人成为什么”。加尔文就是这样给预定论下定

义的。他论述这个问题的四章的其余部分，只是解释这个定义，答复反

对的意见，和引用《圣经》的材料来支持这个定义。

被拣选的教义贯穿着《旧约圣经》，在其中以色列人常常被描绘成

上帝的特选子民——不是由于以色列人方面的某种行动或决定，而是由

于上帝的至高无上的天命。再者，并不是亚伯拉罕的血统的所有的人都

被拣选，而只是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最后，一些人是被单个地选出来

的，正像《新约圣经》的许多经文里明确证实的那样——尤其是在《罗

马人书》和《加拉太书》里。

上帝拣选的天命并不取决于神的预见先知。预定论不单纯是上帝根

据他预先知道的一个人的未来的行动和态度而决定怎样处理那个人。相

反，拣选是至高无上的天命的这一事实意味着，拣选并不取决于人的过

去的、现在的或未来的任何行动。拣选是上帝方面的独立的决定。

被摈弃者的情况也是如此。上帝主动决定，不让他们听到上帝的话

语，或者是使他们这样听到话语，以致话语使他们的心变硬了。以一种

没有人能够揣测的神秘的方式，他们受到了公正的谴责，而且在他们的

被罚入地狱里，上帝的荣耀得到尊崇。

另一方面，被拣选者可以确信他们将得救。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



要信赖他自己的信仰，并声称这种信仰将保证他的得救。但这确实意味

着，一个有真正信仰的人看着《圣经》，看到《圣经》里的基督，并在

基督里找到得救的保证。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撇开《圣经》而试图看出神

的意图的人使自己陷入绝望的深渊的原因，而那些怀着真正信仰而去接

近《圣经》的人则在被拣选的教义里找到安慰和保证。那些有真正信仰

的人不是信赖自己，而是信赖基督，从而得到一种保证，这种保证也是

谦卑的。这并没有使他们成为无罪的。他们仍然是迷途的羔羊。但是，

他们得到的保证使他们保持住那种对基督的信赖，而这是通向得救的唯

一道路。

人们能够对这个教义提出几种反对意见。第一，虽然上帝确实拣选

一些人使他们得救，但上帝并没有预定其他的人被罚入地狱。加尔文把

这样一种可能性当做是幼稚的概念而不予考虑。除非有被摈弃，不然被

拣选就毫无意义。再者，神的一切天命都是主动的，虽然那些泯灭的

人，确实是因为他们的罪而被罚入地狱，但上帝是主动地决定摈弃他们

的。第二，一些人可以反对说，这个教义表明，上帝因为一些人尚未犯

的罪而谴责这些人是不公正的。加尔文对这一点的答复是，上帝的旨意

就是正义的标准，上帝的旨意本身就是律法，因此上帝的天命必然是公

正的，而不管我们对这些天命是怎么想的。第三，看来似乎是，上帝先

预定我们将犯罪，然后因为我们的罪而惩罚我们。对这一点不能作出答

复，而只能肯定，上帝的旨意是不能理解的和神秘的，但我们通过启示

而知道上帝是公正的，知道我们犯罪了，并且知道被摈弃者将由于他们

的罪而被谴责。所有这一切怎么能够在同一时间里都是真实的，这是我

们不能揣测的。

因此，概括地说，加尔文的预定论的教义是建立在——或至少是声

称建立在——《圣经》的证据上，而不是建立在对上帝的无所不能和无

所不知的推测上。预定论被当做是从理智所声称的对上帝的性质的认识

里得出来的合乎逻辑的结论，这一点加尔文拒绝接受，他认为这是人的



傲慢试图逞能的另一个例子。《圣经》里的预定论是双重的——即，既

有被摈弃的预定，也有被拣选的预定——而且不取决于上帝对人的未来

行动的预知先见。虽然这是非常神秘的事情，但这种双重预定论决没有

减损上帝的公义和爱。就基督教来说，预定论的教义起了双重的作用，

既完全肯定了因上帝的唯一的恩典而得救，又为教会论提供了基础。我

们现在必须转到后者上。

教会

加尔文在可见的教会和不可见的教会之间作出了一个明确的区分。

严格地说，只有一切活着的和死去的被拣选者所组成的后者，才是真正

的普世的教会。只不过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因为只有被拣选者才是

他的身体的成员，而在可见的教会里则有许多不是被拣选的人，然而，

加尔文并没有把这种区分推演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使两种教会对立起

来。相反，可见的教会是不可见的教会的一种必要的和有用的表现方

式，而且只要我们留在今生今世里，可见的教会就必须是我们的教会。

因为我们说过，《圣经》以两种方式谈到教会。有的时候，《圣

经》使用“教会”这个词，指的是这样一个教会，这个教会确实是在上帝

跟前，除了那些由于收容的恩典而成为上帝的儿女的人和那些由于圣灵

使成圣洁而成为基督的真正成员的人以外，这个教会不接受别的人。这

么说，教会不但包括目前生活在世上的圣徒们，而且也包括开天辟地以

来的所有的被拣选者。然而，“教会”这个名称常常指遍及世界各地的芸

芸众生，他们宣称信奉一个上帝和基督……在这个教会里混杂着许多伪

善者，他们没有基督的一点点东西，只有虚名和外表……因此，正是由

于我们相信，前者的教会对我们是不可见的，只有上帝的眼睛才能看

见，所以我们才被命令去敬仰后者并且同后者保持联系，这后者被称为

涉及人的“教会”。



因此，不可见的教会和可见的教会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

而是这样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里，可见的教会，即交给我们在今生今

世里去认识的唯一的教会，是被拣选者的不可见的人神交流的一个标

记。基督徒们不应当假借是一个不可见的团体的成员而抛弃可见的教

会。上帝把可见的教会放在世界上，作为宣布上帝的话语的“外在的手

段”（exteri-or means）和作为使信徒圣洁的“外在的手段”。上帝的自由

并没有由于愿意把我们束缚在可见的教会之类的世俗手段上而受到损

害，因此，那些声称由于上帝是个灵所以教会只能是灵性的人是小看了

上帝。可见的教会被上帝委任为虔诚的信徒们的母亲，而且只有那些有

教会作为母亲的人才能得永生。

因此，加尔文的教会论所涉及的正是可见的教会。不可见的教会永

远在背景里，因为可见的教会只是不可见的教会的一个标记和仆人。但

是，除了加尔文在少数几个事例里明确地说他指的是被拣选者的团契以

外，当他说“教会”的时候，他指的是尘世上的可见的团契，在其中麦子

和稗子相混杂。这段文章的其余部分所涉及的正是这个教会，即一个可

见的、尘世的、易犯错误的社团。

虽然只有上帝才知道谁是被拣选者，但有迹象表明谁将被认为是被

拣选者。这些人是那样一些人，他们表明信仰上帝和基督，参加圣礼，

并过善良的生活。因此，教会的两个标志是宣讲上帝的话语和施行圣

礼。“我们在哪里看到上帝的话语被不折不扣地宣讲和聆听，看到圣礼

按照上帝的制度被施行，那么，不用怀疑，哪里就存在着上帝的教

会”。这两个标志使得有可能判断一个教会是不是真正的。不像再洗礼

派所声称的那样，教会成员们的个人的圣洁并不是真正的教会的恰当的

标志，因为真正的教会的成员们不都是被拣选者，而且甚至那些是被拣

选的人也继续是罪人。教会的圣洁不在于教会成员们的道德纯洁，而在

于教会首脑的圣洁和在于被拣选者所得到的应许。另一方面，罗马教会

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因为罗马教会背离了上帝的话语的真正的宣讲。



在哪里上帝的话语没有被承认，哪里就没有教会。和这种情况相对照，

求助于使徒传统（指主教等的权力是由使徒开始各代相传而来——译

者）是没有用处的，因为真正的使徒权力相传不是从行按手礼那里得来

的，而是从宣讲使徒们的教义那里得来的。可是，在罗马教会里教会的

某些“痕迹”——主要是洗礼——因此，虽然教皇是反基督的统治领域的

主要领导人，但在罗马的教派里仍然可能有一些真正的教会。

加尔文比路德更多地注意教会的组织。一般说来，他同其他的改革

领导人——如慈温利和布塞——都相信，基督教的恢复需要回到教会的

原始的组织那里去。在这一点上，他同路德不一致。路德认为，只要福

音被恰当地宣讲，这类事物就是次要的。结果，路德传统里的各教会有

五花八门的组织形式，而大多数改革宗教会则按照加尔文提出的基本原

则进行管理。这种不同不是细枝末节的，而是涉及到在宗教改革的目标

方面路德和改革宗神学家们之间的根本不同。路德认为，只需把教会传

统里那些同《圣经》相抵触的成分放在一旁就行了，而加尔文和改革宗

神学家们则认为，所需要的宗教改革必须更进一步，并按照《新约圣

经》的形式恢复原始的基督教。因此，对路德来说，教会制度是永远要

取决于世俗情况的某种东西，而对加尔文和改革传统来说，教会制度是

教会性质本身的一个部分。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说，加尔文从来

没有把他自己的关于教会制度的指示理解成为，要当真地恢复《新约圣

经》时代的种种做法，而是要认真领会《新约圣经》所说的关于教会的

话，并且在教会制度的某个形式里体现这些话。后来的改革传统倾向于

声称，加尔文提供的样板是首先得到《圣经》批准的样板。

虽然我们不能在这里深入到加尔文所建议的那样的教会制度的细节

里面去，但有两点是重要的，因为这两点用例子说明了加尔文的教会

论。这两点是选举牧师和执行纪律。

选举牧师应当由教会（他所说的教会是指牧师为之服务的地方教



会）和牧师（他所说的牧师是指来自其他教会的其他牧师）共同进行。

这种做法的意义是，对加尔文来说，地方教会就是教会。教会并不是包

揽整个世界的上层建筑。但是，另一方面，每个地方教会都必须用宣讲

上帝话语和施行圣礼的标准来进行衡量。因此，地方教会选举它自己的

牧师们，这些牧师必须是地方教会判断为在教义和生活方面都是楷模的

人。但是，其他那些必须符合这种判断的牧师是来这里保证，地方教会

不会走入歧途而背离《圣经》的教导。这就是“长老制”形式的教会政务

背后的教会论的基本考虑，这种形式的教会政务成了各改革教会的典型

做法。

其次，施行纪律也遵循同样的形式。纪律在教会里是必要的，不是

要确保教会的圣洁——教会的圣洁在基督里——而是要设法维护基督的

荣誉，因为基督的名字由于人们公然违背他的旨意而遭到践踏。教会可

以用私下的和公开的告诫来使它的成员们遵守纪律，而且在屡教不改的

极端的情况下，可以宣布开除教籍。纪律有三重目的：避免基督的身体

被玷污和圣餐被亵渎，防止教会里其他的人腐化，以及号召罪人悔悟。

与罗马天主教的做法相反，加尔文断言，纪律应当由牧师们和教会共同

施行。与他所声称的再洗礼派的做法相反，应当本着爱的精神来施行纪

律，要认识到那些施行纪律的人本身并不是纯洁的。因此，在加尔文的

对施行纪律的指示里，可以再一次看到他的教会论的基本特点。

圣礼

加尔文用他所特有的简单明了和直截了当的方法开始了他在《基督

教要义》里关于圣礼的长篇讨论，他提出了他所理解的圣礼是什么的两

个定义。

首先，我们必须考虑圣礼是什么。依我看，一个简单的和恰当的定

义是，圣礼是一种外在的标记，主借助这种标记把他要好意对待我们的



种种应许铭刻在我们的良心上，以便使我们的信仰持久不衰；而我们反

过来又在主和他的众天使跟前和在人们面前证实我们对他的虔诚。另一

个比较简短的定义是：人们可以说圣礼是神对我们的恩典的一种证据，

这种证据是由一个外在的标记确定了的。是用我们对他的虔诚的共同表

白确定了的。

加尔文在发展他的圣礼观的时候，一方面设法避开罗马天主教的和

路德的主张，另一方面也设法避开慈温利的和再洗礼派的理论。

同慈温利和再洗礼派相反，加尔文争论说，圣礼确实是有效的。根

据圣礼既可以被虔诚信徒们接受又可以被非信徒们接受的这一理由而否

认这种有效性，其含意等于因为一些人听到上帝的话语但不予重视而否

认上帝话语的力量。至于这样的论点，说信仰是圣灵的恩赐，因此圣礼

不加强或扩大信仰，那么，那些这样主张的人必须认识到，正是圣灵使

圣礼成为有效的。再者，在这里人们可以在圣礼和上帝的话语之间再次

做个比较，因为后者只有通过圣灵的作用才是有效的。那些声称圣礼仅

仅是象征的人，把事实上是次要的东西看成是主要的东西；因为，虽然

圣礼的目的之一，确实是用来作为在世人面前的证明书，但同样真实的

是，这只是次要的作用，而且圣礼的主要目的是，为参与圣礼者的信仰

服务并加强这种信仰。

另一方面，那些声称圣礼有使人称义和赐给恩典的能力的人也是错

误的。他们的错误在于把圣礼的“象征性”（figure）和圣礼里面的“真实

性”（truth）混淆起来。“因为这种区分不但意味着，象征性和真实性包

括在圣礼里面，而且也意味着，象征性和真实性不是这样连接起来，以

致不能把它们分开；再者，甚至在这种结合本身里面，物质也必须永远

和标记区分开，这样我们就不会把属于其中的一个东西转移给其中的另

一个”。这样的混淆导致迷信，而迷信在于把一个人的信仰放在非上帝

的事物里。这歪曲了圣礼的性质本身，而圣礼的目的正是要把对称义的



任何其他的要求排除在外，并把信仰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事实上，基

督本人是一切圣礼的真正的实质，因为他是圣礼的力量源泉，而且圣礼

除了他之外并不应许和给予其他的东西。因此，圣礼除了上帝之道的目

的之外没有其他的目的，而上帝之道的目的是提供和呈献耶稣基督。

概括地说，如果人们遵循加尔文关于圣礼的观点，那么，“不应当

给予圣礼的东西都不给予，反过来，属于圣礼的东西都不能被拿走”。

人们在《旧约圣经》里找到了圣礼，如割礼、洁净礼和献祭。这些

圣礼和《新约圣经》里的圣礼没有不同，因为它们的实质和意义也是耶

稣基督。不同在于，《旧约圣经》的圣礼宣告他将来的到来，而《新约

圣经》的圣礼则表明，他已经被给予和被显示。然而，它们的有效性是

相同的，因为它们的内容是相同的。

《新约圣经》的圣礼只有两种：洗礼和圣餐。其他那些通常得到圣

礼的称号的仪式并不真正是圣礼，因为《新约圣经》里任何地方都没有

迹象表明，上帝制定这些仪式作为他的恩典的标记，而且古代教会的著

述者们并没有给予这些仪式以圣礼的称号。

洗礼的目的，像每一种圣礼的目的一样，是双重的：洗礼为信仰服

务，洗礼是在其他的人面前表白信仰。那些把这两个目的的第一个目的

放在一边的人——他指的是慈温利和再洗礼派——是未看到洗礼的主要

作用。作为对信仰的一种辅助，洗礼是罪的被宽恕的真正的标记，是信

徒同基督一起死去和复活的真正的标记，是同基督结合的真正的标记。

同洗礼联系在一起的罪的被宽恕，不但涉及原罪和其他以往的罪，而且

也涉及未来的罪。在洗礼里进行的洗涤并不是这样的：洗礼只对既往有

效。如果信徒是用水洗掉罪的，那么，情况就是如此。但是，洗掉罪的

是基督的血，而这血对信徒的整个一生都有效。因此，洗礼后的罪的问

题——这在教父时期是一个重要的争论点，并且终于发展成为苦行赎罪

的制度——对加尔文来说并不是难题。他的答案只是，洗礼是终生有效



的，而不只是在举行洗礼的那个时刻有效。很明显，这种想法是同被归

给的义的教义密切相关的，因为在洗礼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一个

人真正地被洗清和被涤罪，而是基督的义被宣布为信徒的义。由于这种

义具有永久的价值，所以洗礼是为了终生的，并且洗涤了既往和未来的

一切罪。结果是，洗礼并没有使一个人恢复到亚当堕落之前的状态。洗

礼的作用是严格地以基督为中心的，洗礼的力量在于同基督结合，因为

洗礼意味着同基督结合。

与再洗礼派相反，加尔文断言，儿童应当受洗，而且不论什么人施

行洗礼，洗礼都是有效的，为后一点并没有使他多费口舌，因为他所需

要做的只是坚持，洗礼的力量不是来自施行者，没有人真正配得上施行

这样神圣的仪式，因此，一个人要信赖在洗礼里起作用的上帝的力量，

而不是信赖施行洗礼的人的权威。第二点，即婴儿应当受洗，给他带来

了较大的麻烦。他坚持要为这种做法找到《圣经》的依据，但《新约圣

经》里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这种做法，这就使他不得不提出几个论点

为婴儿洗礼辩护，这些论点没有一个是特别成功的。但是，无论如何，

婴儿洗礼作为由于恩典而称义的一个标记和作为上帝不但仁慈地关怀我

们而且也仁慈地关怀我们的子孙后代的一个标记而被实行。

至于施行冼礼的方式，加尔文认为，浸水和洒水都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这两种形式之间的选择是无关紧要的事情。重要的是，基督徒们把

自己局限在《新约圣经》的那种简单的做法上，并拒绝若干世纪以来添

加到这种仪式上的一切铺张做法。作为教会的公众教牧工作的一个部

分，洗礼应当只由牧师们施行，而不应当由接生婆或其他的私人施行。

圣餐是《新约圣经》的另一个圣礼。加尔文认为，这个圣礼是上帝

为了哺育虔诚信徒们而给予的，但是，这种圣礼被撒旦模糊了，既由于

传统的圣餐教义的“迷信”，也由于新教徒们中间的辩论而被模糊了。因

此，他把他对这种圣礼的讨论分成两个部分：首先是正面的部分，在这



个部分里表明了圣餐的必要和好处，然后是反面的部分，在这个部分里

他使自己针对着撒旦引进到圣餐的神学里面去的种种过分的做法和种种

辩论。这表明，他在这里主要关心的是教导虔诚信徒们，他感到，设法

阐明教义的细微之处是形势加在他身上的义务。因此，不像加尔文的反

对者们常常声称的那样，他的圣餐的神学不是从一种想要阐明教义的每

一点的好奇的理性主义那里发展出来的。然而，考虑到本书的目的，我

们将不探讨加尔文在神学论述的两个标准之间所作的区分，而只是简单

地说明他对圣餐的理解的最突出的特点。

加尔文的圣餐教义总结在摘自《基督教要义》的下列文章里，文章

的其余的大部分只不过是评注和解释：

首先，标记是饼和酒，饼和酒对我们来说代表了我们从基督的肉和

血那里得到的不可见的食物。因为像在洗礼里一样，上帝在使我们重生

的时候，把我们移植到他的教会团体里，并通过收容（adop-tion）使我

们成为他的人，因此我们说，他履行节俭的管家职责，不断供给我们食

物，使我们维持和保持他用他的话语创造我们使我们投生其中的生命。

现在，基督是我们的灵魂的唯一的粮食，因此我们的在天之父邀请

我们分享基督，这样，分享他而精神倍增之后，我们就可以一再积蓄力

量，直到我们达到命归西天永垂不朽为止。

然而，由于基督同虔诚者秘密结合的这一神秘事物，就性质来说是

不可理解的，所以他在最适合我们的小小的理解能力的可见的标记里，

表明这种结合的象征和形象。诚然，通过给予保证和信物，他使我们确

信这种结合，仿佛我们亲眼看到这种结合那样。因为这种非常类似的比

拟深入到甚至是最笨拙的头脑里面去：正像饼和酒维持身体的生命那

样，我们的灵魂是由基督哺育的。我们现在理解了这种神秘的祝福的目

的，即，向我们证实这样一个事实：基督的身体是这样彻底地为我们而

牺牲，以致我们现在可以分享他的身体，并且通过这种分享而感到这种



独一无二的祭品在我们里面的作用；而且他的血曾经这样为我们流出

来，以便成为我们的永久的饮料。

因此，关于圣餐要说的第一件事情是，圣餐是同基督结合的可见的

标记，而同基督结合本身是不可见的。圣餐并没有带来这种结合。而

是，同基督结合是信仰的结果，因此是圣灵的作用的结果。那种认为圣

餐或多或少地实现了这种结合的概念，必须被当做是不可思议的而被排

除在外。再者，“标记”（signs）应当和“实质”（substance）区分开来。

在这里，加尔文使用了“实质”这个词，不是按照形而上学的意思，而是

按照“意味”（meaning）和“意义”（significance）的意思。因此，当他在

标记和实质之间作出区分的时候，他所说的是，人们决不能把饼和酒同

基督的身体和血混淆起来，也不能把吃和喝的动作同人们与基督的身体

和血的灵性结合混淆起来。

然而，另一方面，加尔文并没有把圣餐缩小为仅仅是一种回忆的仪

式，或把饼和酒的作用缩小为灵性的象征手段。上面用“代表”表达的这

个词，意味着被代表的东西的存在——或许较好的诠释是“表明”。这不

仅仅是，饼和酒代表了基督的身体和血，而是饼和酒向分享者表明，基

督的身体和血通过圣灵的作用是可以得到的。“现在在这里我们应当防

止两种错误。首先，我们不应当由于过分小看这些标记，而使这些标记

脱离了它们的神秘性，而这些标记可以说是附属在它们的神秘性上的。

其次，我们不应当由于过分赞美这些标记，而似乎或多或少地模糊了这

些神秘性本身”。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必须同灵性主义者分道扬镳，灵

性主义声称，当基督说他的肉必须被吃的时候，他的意思只是，人们必

须信仰他。这种解释反过来意味着，物质的圣餐是不必要的，而且甚至

是真正的信仰的阻碍物。加尔文反驳说，这是对的，而且除了通过信仰

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去吃基督的肉，但这种信仰导致在物质上吃饼和

酒。“或者，如果你想要把这件事情说得更清楚一些，那么，对他们来

说，吃就是信仰；对我来说，吃似乎是随着信仰而来的”。



当人们在圣餐里在可见的标记和灵性的真实性之间作出区分之后，

在那种真实性里面仍然有三种东西需要加以考虑：含意、物质和效果。

含意在于应许，而物质的标记指的就是应许。圣餐的物质是基督本身，

因为信徒所得到的东西是在灵性上分享他的身体和血。效果在于信徒，

他得到了救赎、正义、圣洁和永生。因此，圣餐的中心，即圣餐的内

容，是基督本人，基督在圣餐里继续执行他的祭司职务；因此，这样说

是正确的，即一个人在分享圣餐的时候，就成了基督的身体和血的分享

者。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把基督的存在局限在他的灵性上，将等于是

基督幻影说（Do-cetism，指早期基督教的一种异端，认为基督只是幻影

而已——译者）。赢得我们的救赎的，正是基督的身体和血，而我们在

圣餐里分享的，也正是基督的身体和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基督的

身体是就地存在的。基督的身体在天上，正是通过圣灵的力量——“功
效”（virtue），信徒才同那个身体结合并得到它的好处。这通常被称为

加尔文的“功效主义”（vir-tualism）。

因此，很明显，加尔文既拒绝天主教的和路德的关于基督在圣餐里

存在的观点，也拒绝慈温利的和再洗礼派的观点。然而，他用他的大部

分时间来反驳天主教的和路德的观点。天主教关于变质说的教义，以及

这个教义对使饼和酒变为圣餐的话语和对话语的效果的理解，被加尔文

宣布为近乎“不可思议的妖术”。他也拒绝对圣餐的崇拜，和不让平信徒

碰到酒杯的做法。但是，在他看来，关键的争论点是基督的身体的实质

的和就地的存在，这是天主教徒和路德派持有的信念，这种信念他是拒

绝的。像慈温利的情况一样，加尔文反对路德的和天主教的主张的这一

做法，是从他的基督论里产生出来的。为了要说基督的身体是物质地存

在于圣餐里，也就必须说基督被赞美的身体这时以这样一种方式分享神

性，以致基督的身体是无所不在的。加尔文十分当真地对待基督的升

天，而且似乎认为，他的身体这时在九天之上——虽然他也像路德那样

说，“在上帝的右边”等于是说，基督这时坐在统治整个天地万物的最高

权威的位置上。正像已经说过的那样，他的基督论是“可分的”形式



（divisive type）的基督论，这种基督论通常和安提阿（叙利亚古王国首

都——译者）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自身的统一不应当是这样的，以致

这种统一破坏了两性之间的区分。当路德派声称，基督的被赞美的身体

无所不在的时候，他看到他们所作的正是上述这一点。这样一种声称损

害了基督的人性，因此加尔文不能接受。结果，他坚持这样一点，即基

督的身体留在天上。然而，他避开对基督的存在的一种纯粹象征性的理

解。他补充说，虽然他身体没有下降到我们这里，但圣灵把我们提升到

他的身体那里，这样我就和他的身体结合起来并分享它的好处。再者，

如果有人问，这究竟么是可能的，那么，加尔文想要冒昧地说的只是，

这种神秘性太大了，人的头脑理解不了，人的语言也表达不了。

最后，重要的是指出，虽然加尔文的对手们常常指责他，说他在对

圣餐的理解方面是过分理性主义的，并且没有高度重视圣餐，但事实

是，他总是对上帝在圣餐里的作用的这种神秘性感到敬畏。“因为，每

当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当我试图说出所有的话的时候，我感到，和这

件事情的价值比起来，我所说过的只是很少。而且，虽然我的头脑所能

想的超过了我的舌头所能表达的，可是，甚至我的头脑也被这件事情的

硕大无比征服和压倒了。因此，除了对这种神秘性感到惊奇之外，无其

他事情可做，因为这种神秘性显然不是头脑所能设想的，也不是舌头所

能表达的”。

加尔文的圣餐教义的历史重要性，以及他由于这个教义而同路德派

进行的争论的历史重要性，在于这个教义和争论标志着改革传统和路德

传统之间的明确的决裂。1549年的《苏黎世共识》，在瑞士和德国南部

使慈温利分子和加尔文分子联合在一起。加尔文的立论分明和文采，使

他的种种观点在德国其他部分受到欢迎。当乔其姆·韦斯特法尔发表五

卷集，指出路德和加尔文之间的种种不同，尤其是圣餐方面的不同的时

候，许多人深信，有一种运动要在德国各地把路德主义排挤掉。梅兰希

顿持有被怀疑为加尔文派的观点。结果，我们在前一章里讨论的路德派



中间的种种争论，发展成为一种想要把路德主义里的加尔文主义的每一

种痕迹清洗掉的企图。这两个基督教团体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分明，

而且经常不断的论战倾向于找出分歧的隐蔽的各点，并使它们呈现在众

人面前。然而，在所有这些事情里面，加尔文只扮演了次要的角色，而

且不像比较极端的路德派声称的那样，他似乎从来都没有兴趣使加尔文

主义渗入德国各地。

教会与国家

《基督教要义》的最后一章，几乎是作为事后的思考，提出了民事

政府的问题。这对加尔文本人来说是一个非常热门的问题，因为他在日

内瓦的一生中，一直在为与民事政府相对的教会当局争取较大的独立性

而奋斗。日内瓦从伯尔尼得到了它的改革，并按照后者这个城市的形式

进行组织，在伯尔尼获得胜利的资产阶级保持着对一切政治事务和宗教

事务的控制。1538年，加尔文和法雷尔（Farel）两人决定过被流放的生

活，而不愿意接受地方议会颁布的向一切人提供圣餐的法律。加尔文回

来的时候，坚持要地方议会定出某些法令，这些法令将保证教会当局有

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宗教法庭”（consistory）的起源就是加尔文和地

方议会之间在这方面的一种妥协。如果说到了他的晚年，他发现自己实

际上成了日内瓦城市的主人，那么，这不是因为他相信教会当局应当超

越民事当局，而是因为这是他的斗争的实际上的结果。

至少在理论上，加尔文的观点是，教会和国家之间在管辖范围方面

是有所不同的。

因此，为了我们没有人在这块石头上绊倒，让我们首先考虑，在人

里面有一个双重的政府：一个方面是灵性的，人的良心靠它而得到指

导，要虔诚并且要尊敬上帝；第二个方面是政治的，人靠它而受到教

育，要履行作为人和作为公民的种种义务，而这些义务是必须在人们中



间保持的。这些通常被称为“灵性的”管辖和“世俗的”管辖（这不是不恰

当的词），这意味着，前者涉及到灵魂的生命，而后者则涉及到今生今

世的种种事物——不但涉及到衣食，而且也涉及到制定种种律法，一个

人靠这些律法而在其他人中间圣洁地、体面地和有节制地生活着。因为

前者存在于人的内心里，而后者只是管制外在的行为。其中的一个我们

可以称为灵性的王国，另一个我们可以称为政治的王国。现在这两个王

国，正像我们把它们分开那样，必须永远分别加以检查；而且当其中的

一个被考虑的时候，我们必须使头脑转移开而不去想另一个。在人里面

可以说有两个世界，不同的国王和不同的律法拥有管理这两个世界的权

威。

因此，在《基督教要义》里，他没有兴趣搞出关于国家的一个独立

的理论，这个理论既要被非基督徒们接受，也要被基督徒们接受。他关

心的反倒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基督徒们应当怎样看待国家并和国家相

处。因此，他拒绝再洗礼派的观点，再洗礼派认为，国家是不干净的，

基督徒们必须避而不同它有任何接触。相反，国家是上帝创造的，上帝

号召国家的行政官们执行他们的职责，而他们的职责是为神的正义服

务。作为结果，国家有合法的权力执行死刑、征税以及进行正义的和必

要的战争。这同一的神的权威是民法的基础，民法是大家都知道的自然

律法的表达手段。因此，基督徒们当行政官，以及求助于民事当局和对

他人起诉，都是合法的——虽然起诉永远要避免本着仇恨和报仇的精

神。

政府的所有的三种基本形式——君主政体（monarchy）、贵族政体

（aristocracy）和民主政体（democracy）——都是很容易腐化的。经常

发生的是，行政官们背离了正确的道路。许多人变成了暴君。但是，尽

管如此，他们仍然有来自上帝的权威，并且必须受到服从。如果人们阅

读《旧约圣经》关于统治以色列人的许多暴君的叙述，那么，很明显，

首先，上帝给他们以权力，是为了惩罚以色列人，其次，当暴君们的死



期到来的时候，上帝总是有办法消灭他们。因此，身为平民的基督徒们

不能抵制他们的统治者们的权威，即使统治者们是虚弱的或邪恶的。然

而，在两点上，这个普遍的规则有例外——这两点在后来加尔文派抵制

他们所认为的暴政的事件里证明是意义重大的。第一个例外是，下层的

行政官们——他们的义务是保护人民的利益——如果不责备暴君，那

么，他们就是逃避责任。第二个例外——建立在基督继续为君王的基础

上，我们必须永远服从上帝先于服从人的统治者，这样，一个基督徒必

须拒绝服从任何与上帝的律法相抵触的民法或要求。由于人们可以按照

他们认为什么是上帝的戒律和认为谁是下层行政官，而把这两个例外应

用在许多不同的情况上，因此，加尔文主义的很大一个部分后来能够采

取非常革命的立场，虽然加尔文本人的态度基本上是保守的。

加尔文神学的重要意义

上面所说的可能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加尔文在使新教改革运动的神

学系统化的时候，失去了可以在路德和早期的改革者那里找到的某些新

鲜性和生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因为《基督教要义》的任何

读者都很容易看出加尔文的有条不紊的、几乎是拘泥细节的文风和路德

的戏剧性的和振振有词的立论之间的不同。随着岁月的推移和新的争论

和反对者的产生，加尔文把新的章节和部分添加到他的《基督教要义》

里，仿佛需要在《基督教要义》里处理当时人们辩论的每一个问题。这

显然意味着，原来是论述基督教信仰的一本小手册，终于变成了基督教

教义的卷帙浩繁的和包罗万象的系统著述。

但是，这个系统化的过程不应当被看成是消极的事态发展。加尔文

把涉及到当时人们辩论的种种问题的一些大块文章包括在他的《基督教

要义》里，这个事实表明了他作为牧师所关注的事情。他不是打算用他

的《基督教要义》来作为基督教教义的经久不衰的系统著述，而是打算

用它来作为那些在困难的日子里试图作为基督徒而生活的人的一本实用



的手册——甚至在撰写他的著作的庞大的最后版本的时候，这也是他的

打算。再者，《基督教要义》本身的那种性质——人们在那套书里很容

易找到加尔文对任何一个特定问题的论述——促使人们不去注意他的其

他著作，尤其是他的《圣经》的评注，而这些其他的著作会使我们比较

全面地看到加尔文作为人和牧师的全貌。

还有，加尔文通过使新教神学去注意灵性得救之外的其他一些问

题，确实对新教神学作出重大贡献。路德没能获得得救，因而需要上帝

的恩典，由于路德的这种压倒一切的体验，所以大部分新教神学——尤

其是路德本人——论述的几乎完全是得救的问题。神学是通过灵性得救

论来加以探讨的。当使人看不清福音的性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经院神

学的过分的和庞大的系统论述的时候，上述这种做法是必要的。但是，

如果这种做法走向极端，那么，结果就会忽视基督教信仰的其他一些基

本的方面。加尔文本人指出了这一点，他说——虽然这时是批评天主教

徒萨多莱特（Sadolet）而不是批评路德——“把一个人的思想这样过分

地局限在他自己身上，而且不把热心表彰上帝的荣耀当做他的生存的主

要动机，这不是十分健全的神学。因为我们首先是为了上帝而不是为了

我们自己而出生的……比仅仅是寻找和谋求他自己的灵魂的得救更高瞻

远瞩一些，确实是一个基督徒的义务”。

在许多方面，加尔文介于路德和后期的加尔文派之间，而且我们必

须注意不要从排他的角度来看待他，而后来其他的人发展他的神学时采

用的方式就是从排他的角度出发的。因为人们必须永远记住，虽然路德

派和改革派之间有种种争论，虽然在若干问题上加尔文感到只能同路德

不一致，但事实是，加尔文永远把自己看成是路德的宗教改革的基本信

条的忠实讲解者。要不是因为路德和加尔文的正统教义的演变，那么，

这两个阵营里的后期的神学家们会发现，加尔文要求得到的这一称号，

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一点可以从——比方说加尔文对待《圣经》

的权威的态度上看出来，他的态度是不同于后期的加尔文派的。对他来



说，《圣经》不是出发点，不是要像律师解释法律书籍那样加以解释

的。相反，对他来说，《圣经》之所以是权威性的，是对上帝的恩典的

体验。他的出发点不是《圣经》，而是上帝的眷顾和慈爱。他的目标不

是正确的教义，而是上帝的荣耀——虽然很明显，这涉及这种神学的侧

重点和结构，而且他从来都不愿意把这两者（正确的教义和上帝的荣

耀）分开。

这也可以从涉及教会制度的一些事物里看出来。后来许多人终于把

加尔文主义和长老制形式的教会政务等同起来。毫无疑问，加尔文在他

的《基督教要义》里所概括的东西，以及他为日内瓦而提倡的东西，是

后来的长老制政体的模型。但是，他并没有认为，这种形式的教会政务

对教会的性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的政体是建立在他对《新约圣经》

研究的基础上的。但是，任何教会只要正确地宣讲上帝的话语和恰当地

施行圣礼，就应当被认为是真正的教会。在这里，他再一次介于路德和

后期的加尔文派之间，因为路德远远不像加尔文那样注意教会的实际的

政体，而许多后期的加尔文派则把加尔文关于教会制度的观点提高到这

样的水平，以致这些观点几乎成了教会的必不可少的标志。

这么说，加尔文是不能等闲视之的。当人们指责他由于使新教改革

变得过分刻板和过分有条不紊而破坏了新教改革的时候，当人们只是从

后来几代声称他是他们的神学的良师益友的人的角度来看待他的时候，

这种等闲视之的情况就发生了。人们必须重新看待他，从他作为牧师而

深切关注的事物的角度和从他命中注定要在其中生活的历史时刻——即

新教神学的形成年代的最后时刻——的角度来重新看待他。从这个角度

来看，他不愧是古今最重要的基督教神学家之一。



第七章　英国的宗教改革运动

除了路德派传统、改革派传统和再洗礼派传统之外，从新教改革里

产生出来的第四个主要传统是英国国教传统，这个传统经过一个复杂的

过程而在英国逐渐形成。这个过程开始于亨利八世（Henry VIII）统治

期间，并且在伊丽莎白统治下达到顶点。这个发展过程中的两个特点将

确定我们在这一章的前半部分里的叙述方法。第一个特点是，英国宗教

改革的历史受到种种政治事件和各君主的不同态度的巨大影响。不像人

们通常所假定的那样，这并不是说，亨利八世或任何其他的君主从无有

之中制造出了宗教改革。相反，早在约翰·威克理夫的时代就有了庞大

的宗教改革运动，威克理夫的宣传对英国圣公会所采取的最后的方向有

很大影响。但依然真实的是，英国这场斗争中的主要领导人不是改革者

们本身，而是他们侍奉的或抗拒的——有时抗拒到死——各君主。英国

宗教改革的另一个特点是，这种宗教改革不是由一两个杰出人物控制

的。英国宗教改革的主要倡导者都没有达到路德或加尔文那样杰出的神

学地位，虽然诸如克兰默（Cranmer）、朱厄尔（Jewel）、拉蒂默

（Latimer）、里德利（Ridley）、胡珀（Hooper）及其他的神学家们每

个人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考虑到英国宗教改革的这两个特点，当人们

试图全面介绍英国宗教改革的神学的时候，最好的办法似乎是，先着手

简短地叙述伊丽莎白的解决方案达成的过程，然后再讨论主要的改革者

们的神学——尽管在此是按照主题来讨论，而不是按照每个个人来讨

论。

英国国教的改革

正像我们上面说过的那样，约翰·威克理夫的宗教改革运动并没有

消逝。一切迹象表明，在16世纪开始时，在英国各地威克理夫主义大量

残存下来。约翰·科利特（John Colet，约1467～1519年）所领导的人文



主义者们，也在寻求教会的改革，但以不同的方式和本着同伊拉斯谟类

似的目标。这个人文主义小圈子的一个成员是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年），后来，当他拒绝接受同罗马的决裂时，他宁愿

作为殉教者而死去。最后，还有欧洲大陆的新教影响。在1521年的查禁

之前，路德的著述在英国被广泛阅读，而且从关于设法销毁这类著述的

一些报告来判断，在查禁之后，路德的著述仍然是很容易得到的。威廉

·廷代尔（William Tyndale，约1494～1536年）在被流放到欧洲大陆的时

候，把《新约圣经》翻译成英文，并让人把译本偷偷带回他的祖国。他

在荷兰被当做异教徒绞死。遵循新教路线的宗教改革的其他早期倡导者

是：约翰·弗里思（John Frith）、罗伯特·巴恩斯（Robert Barnes）和乔

治·乔伊（George Joye）。

但是，要不是亨利八世由于政治形势而被迫同罗马决裂，那么，所

有这些努力大概都会落空。这种决裂是由于亨利八世要求他同阿拉贡的

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的婚姻被宣布无效而引起的。亨利总是

怀疑他的婚姻的合法性，因为凯瑟琳是他的哥哥阿瑟（Arthur）的遗

孀。当阿瑟去世的时候，西班牙的斐迪南（Ferdinand）坚持要凯瑟琳带

着她的亡夫留下的产业回到她的祖国。由于亨利七世（Henry VII）舍不

得失去这份产业和西班牙的善意，他提出，凯瑟琳嫁给他的小儿子亨

利，亨利这时是王位的继承者。至于这样的婚姻是否可以允许，人们有

很大的怀疑，但是，两位国王终于说服教皇给予特许。虽然如此，亨利

总是对他同凯瑟琳结婚的合法性感到不安。当他们的所有孩子，除了玛

丽（Mary）之外，都在早年夭折的时候，他的怀疑似乎得到了证实。王

位的继承本身受到了威胁——而英国刚刚从王位继承问题上的长期内讧

中摆脱出来。这就是亨利要求宣布他的婚姻无效的原因。至于他不忠实

于他的妻子，那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为了这个缘故，他无须乎把她打

入冷宫。难题是，他必须有一个合法的儿子来保证王位的继承。有一个

时期，人们的建议是，宣布他的私生子里士满的公爵（Duke of
Richmond）为合法的。但这是不可能的，红衣主教坎佩乔（Cardinal



Campeggio）甚至建议，里士满的公爵同他的同父异母姐妹玛丽结婚。

最后，亨利要求教皇宣布他的婚姻无效。教皇不能同意这件事情，因为

凯瑟琳是查理五世（Charles V）的姑姑，而查理实际上控制着罗马。

亨利求助于欧洲一些主要的大学——天主教的大学和新教的大学

——而它们的裁决是，教皇没有权力违背《圣经》的戒律而给予特许，

因此，亨利同他哥哥遗孀的婚姻从来都不是合法的。然而，各大学虽然

可以发表意见，但事实上的宣布无效得由教皇来进行。后者建议，亨利

秘密地娶第二个妻子——在多少有些类似的情况下，路德向黑森的菲利

普（Philip of Hesse）提出了同样的劝告。于是，亨利决定自行解决。在

一系列的措施里，他逐渐把教会控制起来。他恢复了禁止向罗马上诉的

古代的法律，并且削减了送交教皇的钱款。当坎特伯雷的主教职位出现

空缺的时候，他让人指派托马斯·克兰默（Thomas Cranmer，1489～
1556年）担任这个职位。克兰默是一个曾经受到路德影响的稳健的改革

者。但是，亨利选择克兰默的原因是，克兰默认为，各大学关于亨利的

婚姻的判决就足以使之无效。到了这个时候，亨利已经往前走了一步，

并且私下里娶了安妮·博林（Anne Boleyn），因为她这时怀孕了，亨利

打算使她的孩子成为合法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个孩子结果还是一

个女孩，她后来作为伊丽莎白女王而统治英国。教皇命令亨利在十天之

内离弃安妮并恢复凯瑟琳的原位，要不然就开除教籍。于是，亨利采取

了大胆的行动方针，在1534年议会的一系列法令里，国王被宣布为他的

领地里的教会的最高首脑，他同凯瑟琳的婚姻被宣布无效，安妮被接受

为英国王后，她的女儿伊丽莎白被变成王位的合法继承人，除非亨利将

来有个男孩。

亨利没有兴趣改变新近设立的英国教会的种种做法和教义。相反，

他感到，只要各教区的生活大体上保持不变，拒绝承认教皇的权威，将

不会造成他同他的臣民们之间的许多麻烦。但是，也有其他一些因素在

起作用，而使他走向相反的方向。他想要德国的新教神学家们宣布，他



把凯瑟琳打入冷宫是正确的。这些神学家们说，这种婚姻根本就不应当

举行，但是一旦同她结婚，亨利就无权离弃她。亨利希望劝诱他们，便

开始为一个他本来无意签署的政治宗教联盟而进行谈判。这反过来迫使

他不那么苛刻地对待英国的新教徒，而他本来是很苛刻的。克兰默利用

这些形势而推进种种改革。结果是，在教会的生活里作出了一些次要的

变革，但教会的神学和种种做法远远不是新教的。

1536年的“十条教规”肯定了《圣经》的权威、古代的信条和头四个

普世大公会议——从而不言而喻地否定了后来的传统的权威。提到了三

种圣礼：洗礼（baptism）、圣餐（eucharist）和补赎（penance）。在圣

餐里，基督是真正地并在身体上存在着。得救是靠信仰和善行。偶像、

为死者祈祷、炼狱、教士的法衣、圣徒们的乞灵以及其他这类传统做

法，都保留下来了，并且禁止否定它们。稍晚些时候，主要是由于克兰

默的影响，教区的牧师们被命令把一本大的英语《圣经》放在教堂里一

个方便的地方，以便平信徒能够阅读。在亨利统治期间，克兰默完成的

另一重要的变革是，用英语歌唱连祷（Litany）。虽然平信徒中间对这

种做法大为反对，但这种新的风俗不久之后就开始被接受。

在国王至上的法令之后，亨利在宗教事物方面采取的最重要的步

骤，或许是解散各修道院。这是通过一系列措施完成的，这些措施最初

是针对着一些较小的会所，然后是针对着整个修道士的运动。亨利这样

做的原因似乎是，他想要占有一些修道院若干世纪以来聚集的财富，以

及也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各修道会所是他宣布独立于罗马的反对力

量的聚集点。那些反对他的种种措施的人遭到镇压；有一些人甚至被处

死。这样，亨利就成了大量财富的主人，他把财富慷慨地分给了他的支

持者们。这些人反过来成了独立教会的坚定的捍卫者，因为他们自己的

财富取决于教会的独立。

到了1539年，亨利感到，他不再需要欧洲大陆的新教徒们的支持，



因此，他着手使他的教会具有他所喜欢的那种强烈的正统的色彩，他希

望这种色彩将防止正在新教徒们中间发生的分裂。这是在“六条教规”里
完成的，这些教规是在克兰默的抗议之下但却是在国王的指示之下由议

会通过的。在这里，人们宣布，否定变质说，或提倡两种圣餐说，都是

左道邪说，可受死刑或没收财产的处罚。关于教士的独身生活也说了这

样的话，结了婚的牧师们这时必须把他们的妻子放在一边。为了要表明

既不屈从教皇也不屈从新教徒，亨利使一小群天主教徒和路德派由于他

们的思想而被处决，以儆效尤。

亨利于1547年驾崩的时候，事态就是如此，他把王位留给了他的唯

一的男性继承人，他的第三个妻子的儿子爱德华六世（EdwardⅥ）。爱

德华是一个九岁的多病的孩子，他的统治持续了六年稍多一点。在那个

时期，这个王国最初是由萨默塞特公爵（Duke of Somerset）统治，后

来是由诺森伯兰公爵（Duke of Northumberland）统治。这两个摄政者，

虽然可能是由于不同的原因，但都支持按照新教路线的宗教改革的事

业。克兰默在这个时候身价倍增，并利用他的影响使英国的教会倾向新

教。在新政权时期采取的许多措施包括：在礼拜的时候朗读英语《圣

经》，出版“十二个布道”——其中三个是克兰默的布道——以保证全国

各地的讲道符合正确的教义，废除“六条教规”，命令向平信徒施行两种

圣礼，允许教士结婚，以及其他等等。但是，在宗教领域里，爱德华六

世的统治的最重要的成就是，编写和出版了《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这是在克兰默的领导下由几个神学家准备的。1549
年引进到各教堂里的该书的第一个版本，除了整个礼拜仪式这时用英语

之外，是模棱两可地倾向于保守。1552年出版的第二个版本就激进得多

了。克兰默本人这时终于否定变质说和合质说，并坚持和加尔文类似的

观点。由于这时正是查理五世击败德国的新教徒的时候，所以许多德国

新教徒前来英国避难——值得注意的是，斯特拉斯堡的改革者马丁·布
塞——从而进一步增加了新教思想的影响。许多被流放到欧洲大陆去的

英国人这时回来了，带来了比较接近慈温利而不接近路德的种种思想。



这些领导人，例如约翰·胡珀（John Hooper，约1495～1555年）和尼古

拉·里德利（Nicolas Ridley，大约1503～1555年），对宗教改革运动正

在采取的形式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结果，1552年的《公祷书》在其

灵感方面明显地是新教的。圣餐不再被认为是一种献祭可以从这个事实

里看出来，即这本书不再谈到“祭坛”（altar），而是谈到“餐
桌”（table）。这些模棱两可之处保留下来了，因为宗教改革的所有领

导人都知道，英国还没有准备好进行激进的变革；但是，在英国教会的

早期的模棱两可的文件里，最明显的解释一直是按照传统的天主教的路

线，而这时这个第二版的《公祷书》，虽然仍旧是模棱两可的，但似乎

倾向于新教的——甚至是慈温利的——对圣餐的理解。这个时期的宗教

改革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除了托马斯·克兰默之外，是尼古拉·里德利、

约翰·胡珀和休哥·拉蒂默（Hugh Latimer，约1485～1555年）。

国王爱德华在1553年的驾崩彻底地改变了事态。虽然采取了种种步

骤来防止这件事情发生，但玛丽还是继承了王位。她立即让议会宣布，

她母亲同亨利八世的婚姻一直是有效的，而且爱德华六世的一切宗教法

律今后都是无效的。在一系列的复杂的谈判之后，同罗马的关系恢复

了。她同西班牙的菲利普的联姻，加强了天主教的手中之牌。然后，接

踵而来的是殉教者的长长的名单，这使她博得了“血腥的玛丽”（Bloody
Mary）的名称。克兰默到了这时已是一个老人，他被迫签署了声明撤销

书。后来，当他被领到火刑柴堆上的时候，他首先伸出右手去烧，因为

他的右手签署了撤回声明书。这样的行动使他成为名噪一时的英雄。其

他的人毅然奔赴刑场的时候，受到了群众的欢呼。当玛丽开始把教会的

一些古老的修道院所有物归还给教会的时候，对她的统治的反抗达到了

新的高度。然而，在一点上，她没有下毒手，她没有听从她的公公查理

五世的一再劝告而去处决她的同父异母妹妹伊丽莎白。

这样，当玛丽在统治了五年零几个月之后于1558年驾崩的时候，伊

丽莎白接替了她。新的女王沿着通向国家教会的道路小心地但坚定地前



进，这个国家教会将拢住她的尽可能的臣民。她允许有某些表白的自

由，但通过恢复《公祷书》——带有一些进一步的修改的第二个版本

——而坚持礼拜仪式的统一性。当玛丽任命的主教们拒绝接受伊丽莎白

对教会的统治权的时候，伊丽莎白罢免了他们，并且用爱德华六世时期

被流放的主教们或新的主教们来取代他们。虽然一般说来她避免流血，

但当时机要求断然行事的时候，她是知道怎样自行其是的。在她的许多

死刑处决里面——大约和她的同父异母姐姐玛丽的死刑处决一样多，虽

然统治的时间几乎长十倍——最著名的是处决苏格兰人的王后玛丽·斯
图尔特（Mary Stuart）。当约翰·诺克斯（John Knox）领导下的长老制

和玛丽·斯图尔特自己的不明智的政策使她失去王位的时候，她到英国

来避难。当伊丽莎白获悉要由她的表妹玛丽·斯图尔特来取代她并在英

国恢复罗马天主教的阴谋的时候，她不大情愿地下令处决了玛丽·斯图

尔特。

在伊丽莎白统治期间，使英国国教具有明确形式的，是“宗教的三

十九条教规”的颁布。“三十九条教规”基本上是爱德华六世的“四十二条

教规”的修订版。“四十二条教规”是克兰默拟定的，他希望，“四十二条

教规”将在路德主义和加尔文主义之间取得平衡，而把罗马天主教和再

洗礼主义排除在外。1563年，宗教集会恢复和修订了爱德华六世的诸教

规，在大都是涉及到政治的权宜之计的一系列拖延之后，诸教规的最后

定稿形式于1571年被确定和颁布。由于这些教规是英国改革者们的神学

结晶，当我们阐述这种神学时，我们将讨论这些教规的内容。

像在欧洲各地一样，英国的宗教改革的基础是《圣经》的权威。在

英国本土，威克理夫及其追随者的传统是这种趋向里的重要影响因素。

廷代尔翻译《圣经》的工作就是建立在这个原则上的，这个原则是使他

和欧洲大陆的宗教改革联系起来的主要纽带——诚然，他对律法主义的

偏好是和路德神学的核心大不相同的。年，克兰默在他的《圣经前言》

（Preface of the Bible）里写道：



如果有任何事情是必须知道的，那么，我们可以从《圣经》里知道

这件事情。如果错误的信仰应该被遣责，那么，我们就可以因此而积蓄

力量。如果有任何事情需要改正和纠正，如果需要任何告诫或安慰，那

么，我们可以从《圣经》里知道和得到。在《圣经》里有灵魂的肥沃的

牧场；在那里没有腐肉，没有不卫生的东西；这些牧场提供美味佳肴。

愚昧无知的人将在这里找到他应当知道的事情。堕落的罪人将在那里发

现他被罚入地狱，使他吓得浑身发抖。努力侍奉上帝的人将在那里找到

他的荣耀和永生的应许，从而使他更加勤奋地去侍奉上帝。

约翰·朱厄尔（John Jewel，1522～1571年），伊丽莎白时代的主要

神学家之一，撰写了《英国教会的信仰辩护》（Apology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他在其中试图表明，《圣经》和教会的古代传统都支持

英国圣公会的观点。因此，他常常提到传统和早期的基督教作家们。但

是，当涉及到最后的权威存在于哪里的问题时，那么，很明显，这种权

威只属于《圣经》。

因此，如果说我们是异教徒，而他们是（像他们愿意被称呼的那

样）天主教徒，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看到，早期基督教著作家们——
他们是天主教的人——是怎样做的？他们为什么不用神圣的《圣经》来

说服和制服我们？他们为什么不号召我们再一次去受《圣经》的考

验？……如果说我们是异教徒，我们把我们的一切争论都提交到《圣

经》那里，我们求助于我们知道是上帝本人铭刻在我们心里的同一的话

语，而且同这些话语相比较而把其他一切事情看得无足轻重了……而他

们害怕《圣经》的审判，也就是上帝本人的审判，而且宁愿不要《圣

经》而要他们自己的梦想和毫无趣味的发明，那么，我们怎样称呼他们

才合适呢？

他们所作的和所教导的可以在《圣经》里找到根源的这一看法，是

英国国教改革的支柱之一。这就是为什么廷代尔和克兰默按照威克理夫



的传统尽量设法使英国的每一个人都能得到本国语言的《圣经》的原

因。这一点可以从“三十九条教规”里看出来，其中的第六条说：“《圣

经》包含有得救所需要的一切东西：这样，凡不是在《圣经》里所能读

到的东西，也不是由《圣经》所证实的东西，都不要求任何人把它当做

是信仰的条规而加以相信，也不要求任何人去认为它是得救所需要的或

必不可少的。”

同样，《尼西亚信经》、《亚他那修信经》和《使徒信经》应当被

当做是权威性的而加以接受，原因是“它们是可以由《圣经》的最确凿

的根据加以证实的”（第八条教规）。而且，虽然教会有权力确定礼拜

仪式的种种做法和甚至裁定涉及到信仰问题的种种争论，“可是，教会

要规定与书面的上帝的话语相抵触的任何事情，都是不合法的，教会也

不能把《圣经》里的一处解释成这样的，以致同《圣经》里的另一处截

然相反。因此，虽然教会是《圣经》的证人和保管者，可是，由于教会

不应当发布任何与《圣经》相反的命令，所以除了《圣经》之外，教会

不应当实施任何被认为是得救所需要的东西”（第二十条教规）。

这意味着，使徒的各教会——耶路撒冷、亚历山大、安提阿和罗马

——可能犯错误，事实上也曾犯过错误（第十九条教规）；而且全体的

宗教会议，情况也是如此（第二条教规）。

另一方面，英国的改革者们——或至少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

为，传统里有积极的价值，而且虽然传统教会当保留，只有那些同《圣

经》的权威相抵触的事例除外。这使得英国的宗教改革在开始进行时，

情况不像欧洲大陆的宗教改革那样混乱。比方说，《公祷书》就包括了

一些激进的变革。该书规定，举行神圣的礼仪用本国语言。在教义的实

质受到威胁的地方，该书改变了有关传统礼仪的措辞。但是，该书尽可

能多地保留了传统的礼拜仪式。在教会制度方面也是这样办的。因此，

平信徒能够适应新的情况，而没有引起不必要的骚乱。这种政策有一部



分是由于，伊丽莎白的目标是达成她的绝大多数臣民都能接受的某种折

中方案。但是，这种政策也是由于大多数英国国教改革所持的态度，他

们认为，礼拜仪式和教会制度的事务是接受与拒绝两可的，而且情况既

然如此，就无须乎坚持要改变礼拜仪式的每一个细节而使它符合《圣

经》的做法。朱厄尔表达了英国教会的这种思想感情，他写道：

然而，我们不但保留和推崇那些我们确信是由使徒们传递给我们的

仪式，而且除了我们认为无损于上帝的教会而可以容忍的仪式之外，还

保留和推崇其他一些仪式……但是，至于所有那些我们认为是非常迷信

的、无益的、有害的、开玩笑的、不符合《圣经》的事物，或所有那些

不适合严肃的和谨慎的人的事物……那么，我说所有这些事物我们都概

无例外地断然拒绝，因为我们受到这类蠢事的玷污，就不能够再正确地

崇拜上帝。

在这一点上，他追随了克兰默。克兰默教导说，种种仪式——甚至

那些可以在《新约圣经》里找到的仪式——不是古今的教会必须遵循

的。克兰默把通常只应用在《旧约圣经》上的道德戒律和礼仪戒律之间

的传统的区分也应用在《新约圣经》上，因此他能够说，保罗的礼拜仪

式的特殊规定，或耶路撒冷会议的决定，只有一瞬即逝的权威，不要求

当代的所有人都遵照执行。

“三十九条教规”的第三十四条表达了这一点，这条教规论述了“教
会的传统”：

各地的传统和仪式无须乎都是同一的或完全相似的；因为古往今

来，传统和仪式一直是多样的，而且可以随着国家、时代和人的风俗的

不同而有所不同，这样就不会违背上帝的话语而规定出任何事情。任何

人通过他的私人判断，乐意地和故意地公然违反教会的传统和仪式，而

这些传统和仪式不与上帝的话语相抵触，并且是共同的权威所规定的和

批准的，那么，就应当公开指责他（这样，其他人就会害怕而不做类似



的事情），因为他触犯了教会的公共秩序，损害了行政官的权威，伤害

了懦弱的教友的良心。

每一个特定的或国家的教会都有权规定、改变和取消那些只是由人

的权威规定的教会的礼仪或仪式，以便使一切事情都是为了教诲而作出

的。

然而，在这一点上，这条教规超出了克兰默的教导。在这里所能肯

定的是，由于礼拜仪式的特定的做法不是《圣经》里所命令的或禁止

的，所以确定这些做法的权力属于教会，而且任何个人都无权改变这些

做法。因此，礼拜仪式的做法虽说是《圣经》允许有很大的自行斟酌权

的事务，但这种斟酌权只限于教会当局，在实践上，只限于民事当局。

这对伊丽莎白的政策来说是很重要的，她的政策是要创建一个分歧尽可

能少的国家教会，因为礼拜方面的一致性必然会造成信仰方面的某种一

致性，而欧洲大陆的经验表明，如果允许有完全的自由，那么，不久就

会滋生出各种教派。这是伊丽莎白所不能容忍的事情，因为这违反了她

要扩张英国的权力的计划。但是，她对于宗教改革的各教会内部的分裂

问题的解决方法，正像人们在这条教规里所看到的那样，是她的许多臣

民所不能接受的解决方法。那些受到慈温利和加尔文的改革神学影响的

人，以及那些因而相信中世纪教会的礼拜仪式的传统破坏了《圣经》的

简单纯朴因而应当被废除的人，尤其不能接受这种解决方法。因而产生

了清教徒运动，这个运动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将震撼英国的根基。

因信称义是新教改革的另一个大支柱。因信称义也是英国的改革者

们的神学里的一个常见的特点。廷代尔在他的《罗马人书》的序言里断

言，“这本使徒书信的要点和撰写的整个原因，是要证明一个人只因信

称义”。约翰·弗里思也感到，这是福音的核心。虽然他认为，这样说比

较确切：不是上帝把义归给了信徒，而是上帝决定不把罪归给信徒。克

兰默用同样的语调写道“我们的信仰确实是由于上帝的怜悯油然而生



的……没有我们的任何受之无愧或理所应得”。虽然亨利八世的“六条教

规”断言，称义是通过信仰和善行而实现的，从而试图安抚改革者们，

但改革者们清楚地看到，这等于是否定因信称义的教义，并且反对对这

种教义的任何这类的理解。因此，“三十九条教规”的第十一条断

言，“我们在上帝面前被认为是义的，只是由于因信仰而蒙受的我们的

主和救世主耶稣基督的功德，而不是由于我们自己的善行或理所应

得。”然后，第十二条教规重申关于善行的价值，虽然是按照严格的新

教的意思说的。“虽然善行——善行是信仰的成果，并且是随着称义而

来的——不能去掉我们的罪，也不能经受上帝的严厉的审判；但善行是

基督里的上帝所喜欢的和所接受的，善行是必然会从真正的和强烈的信

仰里产生出来的；正像通过果子能够识别一棵树那样，通过善行也能够

明确地认出强烈的信仰”。

称义之前完成的善行“是上帝所不喜欢的，因为这种善行不是从信

仰耶稣基督那里产生出来的，这种善行也不能使人适于接受恩典”（第

十三条教规）。同样，“教导额外善行（works of supererogation）的概

念，只能导致傲慢和不敬神”（第十四条教规）。

像欧洲大陆的宗教改革的情况一样，肯定因信称义和拒绝教会的苦

行赎罪的制度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这两者是互相矛盾的。这包括拒绝炼

狱。一旦人们决定，一个人的永久的命运，同完成了多些或少些善行无

关，也同犯了多些或少些罪无关，而是同上帝的毫无缘故的恩赐有关，

那么，炼狱就没有容身之地了。拉蒂默在他的一次激烈的布道里，罗列

了各种各样的赎罪券，然后又谈到了“我们的古老的炼狱的扒窃”和“这
个炼狱怪物的弊端”。几十年之后，朱厄尔坚持说：“由于他们吹嘘自

夸，他们习惯于用他们的炼狱大做文章，虽然我们知道炼狱不是新近从

他们中间产生出来的东西，但炼狱几乎等于是老妇人的笨拙的发明

物。”最后，“三十九条教规”的第二十二条，连同炼狱一起拒绝的还有

赎罪券和罗马天主教的若干其他的做法。“罗马天主教的关于炼狱的教



义，免罪符，偶像和圣骨的崇拜和敬慕，还有圣徒们的乞灵，都是枉费

心机地发明出来的一厢情愿的东西，都不是建立在《圣经》的根据上

的，而且是上帝的话语所厌恶的”。

我们已经表明，“三十九条教规”怎样给予国家教会以权力，在礼拜

仪式、教会制度以及既不是《圣经》命令的也不是《圣经》禁止的其他

这类事务方面，作出一切决定。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设法识别英国改革

者们的教会论的某些东西。

英国的改革者们常常提到可见的教会和不可见的教会之间的传统区

分。然而，通常使用这种区分，不是为了要贬低可见的教会，而是为了

要解释，可见的教会怎么能够声称是被救赎者的团契，而又这样充满了

罪和罪人。在这种意思上，里德利提到了奥古斯丁的“混杂的教会”的概

念，在这个教会里麦子和稗子不能彼此分开。在这个可见的混杂的教会

里存在着真正的信徒们的不可见的教会，虽然在目前可见的教会里混杂

着许多不是被救赎的人。由于这个缘故，可见的教会可能犯错误，而且

事实上曾犯过错误。但是，另一方面，这是不可见的教会在世上采取的

唯一形式，因此，一个人没有权力干脆从这个混杂的教会里撤出来，以

便从属于一个不具有世俗的形体的想象中的不可见的社团。由于伊丽莎

白的解决方案变成了现实事物，所以强调之点不再落在这种区分上，而

是转向肯定，英国的教会确实是基督在英国的教会。这个教会并不正好

相当于不可见的教会，这一点仍然是事实；但是，可见的教会虽然

有“混杂的”情况，但却是信徒们的灵性的家。英国的教会在这个特定的

王国里是这个可见的教会的恰当的表达手段，虽然英国的教会不声称是

基督普世的团体。

我们相信有一个上帝的教会，这个教会不是（像古时在犹太人中间

那样）关闭在某个角落或王国里，而是这个教会是普遍的、全体的和遍

及整个世界的。因此，现在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真正地抱怨说，他们被关



闭起来，而且不是上帝的教会和人民之一。而且这个教会是基督的王

国、团体和新妇；只有基督才是这个王国的王子；只有基督才是这个团

体的首脑；只有基督才是这个新妇的新夫。

“三十九条教规”表明了改革神学尤其是加尔文对这一点的影响，加

尔文的影响在爱德华六世统治期间变得强烈了，而且在许多被玛丽·图
德（Mary Tudor）强迫去欧洲大陆避难的英国改革者们在伊丽莎白统治

期间回到祖国的时候大大地增加了。和加尔文所说的一样，真正的教会

的两个识别的标志是，宣讲上帝的话语和施行圣礼。第十九条教规的前

半部分说：“基督的可见的教会是信徒们的会众，在那里上帝的纯正的

话语被宣讲，圣礼按照基督在所有那些必定是可见的教会所需要的事务

里的命令而被恰当地施行。”

到了这个时候，在圣礼的教义里加尔文的影响也是清晰可见的。克

兰默在他早年作为改革者的时候，坚持基督的身体确确实实存在于祭坛

上的教义。他后来得出结论，基督被献祭没有在圣餐里重复，于是传出

命令，用餐桌代替祭坛。 1550年，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在他的观点和

罗马教会的观点之间进行比较，他丑化了后者的观点，以便使它们显得

尽可能不光彩。在这些比较里面，他的加尔文派的倾向是很明显的。虽

然这些过于冗长而不能全文引用，但从中选出一段就足以表明这些比较

的总的趋向。

因为他们教导说，基督是在饼和酒里：但是我们说，根据事实，基

督是在那些配得上领受饼和酒的人里。

他们说，基督是在嘴里被接受的，而且随着饼和酒进入人体：我们

说，基督是在心里被接受的，而且由于信仰而进入人体。

他们说，每一个人，善人和恶人，都吃基督的身体：我们说，这两

种人确实吃了圣餐的饼和饮了圣餐的酒，但是，只有那些是基督的团体



的生机勃勃的成员，才确实吃了他的身体和饮了他的血。

他们说，基督在同一个时间里是在肉体上存在于许多地方。他们断

言有多少圣饼，他的身体就在肉体上真正地存在于多少地方：我们说，

像太阳的形体永远在天上而不在其他地方那样……同样，我们的救世主

基督是身体地和肉体地在天上，坐在他的圣父的右边，虽然在灵性上他

曾经应许，与我们同在世上，直到世界末日。

很明显，在拒绝罗马天主教的教义的时候，克兰默在这一点上也拒

绝了路德的观点，而采取了加尔文的主张。圣餐不仅仅是心里发生的事

情的一个象征，但它也不是确确实实地吃了基督的身体。这必然是如

此，因为基督的身体是在天上，因此我们只能是灵性地分享基督的身

体。只有信徒们才是基督的身体和血的真正的分享者，因为非信徒们吃

的和喝的只不过是饼和酒而已——并且因为亵渎了主的餐桌而使他们自

己受到谴责。这些观点在“三十九条教规”里反映出来，其中的第二十八

条说，“只是按照天上的和灵性的方式，基督的身体在圣餐里被给予、

被接受和被吃。”下面的一条教规谈到了邪恶的人，“他们绝对不是基督

的分享者”，虽然“导致他们被谴责，他们确实是吃了和喝了这样伟大的

一件事情的标记或圣餐”。

这种显著的加尔文的影响对17世纪英国基督教历史来说将证明是非

常重要的，因为那时发生的种种事件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英国国教的稳

健的加尔文主义和那些认为伊丽莎白的解决方案出卖了加尔文的宗教改

革的人的比较激进的观点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冲突。

伊丽莎白的解决方案里的教牧工作的理论和实际做法，提供了这种

冲突的一个例子。在同罗马天主教的争论中，英国的改革者们常常争辩

说，使徒传统（指主教等的权力是由使徒开始各代相传而来的——译

者）不是使徒权威的标准。1550年，约翰·胡珀写道：“至于教会的牧师

们，我相信，教会不受任何一种人的约束，也不受主教们、红衣主教们



或类似的人的正规的继承次序的约束，而只受上帝话语的约束。”同
样，甚至在伊丽莎白的解决方案之后，朱厄尔对天主教的论点答复

说，“你们说，传承是任何基督教徒避免反基督的主要方法。我同意你

们的说法，如果你们指的是教义的传承的话”！但是，这种论点是用来

驳斥罗马教会方面对权威的要求的，如果在英国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应

用，那就会破坏纪律。如果国家教会不能或多或少地控制任命圣职的仪

式，从而使一些人通过任命成为国家教会的领导人，那么，国家教会的

这一概念将是行不通的。由于这个缘故，朱厄尔——他曾经争辩说，权

威来自教义的传承——说，“没有人有能力随心所欲地使自己钻到神圣

的教牧工作里面去”。如果英国的教会不以某种方式把任命牧师和管理

礼拜的独家权力保留给它自己，那么，伊丽莎白及其顾问担心，再洗礼

派那样的混乱将席卷整个王国。因此，“三十九条教规”的第三十六条批

准了爱德华六世的圣职授任形式书，肯定该书“确实包括了这类任命圣

职和授给圣职所需要的一切东西：该书没有任何东西就其本身来说是迷

信的或不敬神的”。那些按照这本书的仪式和规定被委任为牧师的人，

被宣布为是“正确地、按规则地和合法地被任命和被授给圣职的人”。

这一神学，作为伊丽莎白的解决方案的后盾，其最好解说者是理查

德·胡克（Richard Hooker，1554～1600年），他的《关于教会政体的律

法》（Of the Laws of Ecclesiastical Polity）的八本书着手为这个解决方

案提供一个基础。由于在他的有生之年只出版了头五本书，因此，至于

其他的书的内容是否被更改以适应后来的种种争论，是有一些疑问的。

无论如何，不用怀疑的是，胡克认为，“国家教会”（State
Ecclesiastical）和“民事国家”（Civil State）是同久远的。教会和国家是

相同的，由同样的人组成，只是由于这些人的角色不同才有所区别。为

了教会的政务，应当采用三个标准：《圣经》、传统和理性。就《圣

经》所明确地谈到的事务来说，《圣经》是决定这些事务的最后的权

威，而且不应当受到怀疑。但是，有许多事务——包括教会政务的形式

——《圣经》没有关于这些事务的明确教导。那些被传统支持的事务，



以及那些不是和《圣经》相抵触的事务，只要不违反理性，就应当被保

留。但是，甚至在这些事务里面，虽然传统提供了一些指导方针，但这

些方针并不是绝对的。因此，在主教统治的这个极有争议的事务上，虽

然胡克是主教统治的热情支持者，但他并不认为，缺少主教统治是拒绝

各改革教会的合法性的充分的理由。

不信奉国教的起源

“三十九条教规”否认爱德华六世的圣职授任形式书里有任何“迷信

的或不敬神的”东西，这个事实表明，确实有一些人认为该书有这样的

东西。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因为许多在玛丽时代离开英国的流放者后

来受到欧洲大陆宗教改革的直接影响。他们认为，英国的教会在恢复对

上帝的真正的礼拜方面走得不够远。关于仪式、法衣等等是拒绝与接受

两可的，是要由每个国家里的教会规定的，这个概念并不投合这样一些

人的口味。他们在被流放到荷兰、法兰克福和日内瓦期间，终于相信改

革礼拜的简单纯朴是《新约圣经》所要求的。由于这些激进的加尔文派

要求按照《新约圣经》的教义和做法对教会进行清洗，因而他们被称为

清教徒。正像众所周知的那样，他们对英国历史的影响是很大的。但

是，由于他们代表了改革传统内部的事态发展——改革传统可以在谈到

它的那段文章里最好地加以理解——所以我们将在论述加尔文主义内部

的后期事态发展的那一章里讨论他们的神学。

当伊丽莎白统治英国的时候，在大不列颠发生的另一重大事件是，

约翰·诺克斯领导下的苏格兰的宗教改革。在政治上，这造成了玛丽·斯
图尔特的被流放和最后被处决。在神学上，这表明，加尔文主义发展成

为标准形式的长老制。然而，这也将在论述后期的加尔文主义的那一章

里加以讨论。

这样，伊丽莎白的解决方案可以看做是想要在罗马天主教和新教改



革在欧洲大陆采取的形式之间走中间道路的一种尝试。结果，这个解决

方案不得不同其内部的比较激进的分子进行斗争——而且这种斗争确实

造成了政治动乱。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英国国教的中间道路将作

为基督教最独特的形式在英国幸存下来，而其他一些形式——从罗马天

主教的形式到极端的新教的形式——将继续同它并存。



第八章　天主教改革运动中的神学

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期，一个进行内部改革的强大的运动席卷了罗

马天主教。由于这个运动有一部分是对新教改革作出反应，所以这个运

动通常被称为对应改革（Counterreformation）。这个名称是有一些道理

的，因为这个时期的大部分神学受到了新教运动的影响，这种神学或者

是试图驳斥新教运动，或者是试图确保，新教徒们对天主教会的指责今

后将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另一方面，试图仅仅从对新教威胁作出反应

的角度来描绘这个庞大的运动，是历史学家们表达的错误的观念，对他

们来说，整个世界似乎包含在那些在德国、瑞士和英国发生的事件里。

从天主教的——尤其是西班牙的——观点来看，事态似乎大不相同。西

班牙——16世纪天主教神学活动的主要中心之一——只是在表面上受到

新教改革的影响。诚然，西班牙的士兵们发现自己在德国和佛兰德

（Flanders）作战。但是，甚至在这类战争发生的时候，那些使大多数

西班牙人想入非非的战役，是在“东西印度群岛”进行的战役。因此，16
世纪西班牙神学活动，虽然意识到新教的存在和坚决要驳斥新教，但也

关心其他许多引起神学反省的问题。比方说，弗兰西斯科·德·维托里亚

（Francisco de Vito-ria）的情况就是如此，我们在这一章里将进一步研

究他，他所关心的事情之一是，在神学上说明征服新世界的合理性和意

义。甚至恩典以及恩典同人的接受能力的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一

部分是由于新教的挑战而提出的——在天主教徒们本身之间讨论的热烈

程度，就像在新教徒们和天主教徒们之间的争论里一样。耶稣会会士们

通常被说成是由于对新教作出反应而产生的，但他们远非如此，他们不

久之后就派遣传教士到全球各地，而与任何新教的挑战无关。在耶稣会

的伟大神学家弗兰西斯科·苏尔雷斯（Francisco Suárez）的思想里，热衷

于驳斥新教，只起一个次要作用。因此，从那些卷入我们现在称为对应

改革的这一运动里的天主教徒们的观点来看，这一运动不仅仅是——或



不主要是——企图对新教作出反应。

把16世纪天主教改革说成是对应改革是不确切的，其第二个原因

是，当新教改革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天主教改革已经开始了。我们已

经指出，在路德抗议赎罪券的出售之前，伊拉斯谟怎样为教会的改革而

辛勤劳动——而且事实上成了教会改革的一个象征。伊拉斯谟有一个庞

大的通信者网络，其中有许多人致力于同样的目标。在西班牙，教会的

改革是从红衣主教西密尼·德·西斯内罗斯（Ximenes de Cisneros）那里开

始的。这是打算作为彻底的改革的。改革的基础将是回到基督教信仰的

《圣经》的源头那里去，为此目的，西密尼让人编辑（1517年）和出版

了（1522年）混合语种圣经合参。这样一种回到源头去的做法，以及拟

议中的宗教改革的内部的其他任务需要受过良好教育的领导人，而这种

教育是创建阿尔卡拉大学（University of Alcalá）的内在目的。最后，整

个西班牙民族必须被纳入这个更新了的教会，这导致了犹太人的被驱逐

（1492年），导致了宗教法庭的发展，而且后来还导致了摩尔人的被驱

逐。这个两条战线上的改革方案——健全的神学学术研究和坚决镇压持

异议者——后来成了整个天主教改革的时期的特点。虽然这个方案终于

被应用在对新教的斗争上，但这个方案在16世纪初已经存在于西密尼·
德·西斯内罗斯的政策里。

由于这些缘故，我们必须避免大多数新教的神学史学家们的错误，

对他们来说，16世纪的天主教神学只不过是驳斥新教而已。相反，我们

必须同样地注意天主教神学家们所致力的其他一些运动和事业，这些运

动和事业与新教无关，或至少是没有太大的关系。为了我们的讨论简单

明了和逻辑顺序起见，我们将不完全遵循种种事件和各神学家的严格的

年月顺序，而试图把讨论中的这个时期分成一些比较便于理解的单子。

我们承认，这个时期的这种分类叙述是多少有些人为的——每一种分类

叙述都是人为的——而且我们将发现我们在不止一个场合提到诸如巴内

兹和苏尔雷斯之类的一些神学家。但是，读者牢牢记住下列的轮廓，就



能同我们一起跟踪这个时期的复杂的神学发展过程。

首先，我们将总结16世纪反新教的论战。这大概是这个时期的最没

有兴味的事态发展，因为这种论战大体上只是重新提出早先用来反对其

他那些被教会谴责为异教徒的人的论点。然后，我们将转向多米尼克会

（Dominican School），这个教派包括了诸如红衣主教迦耶担

（Cajetan）、弗兰西斯科·德·维托里亚和多明戈·巴内兹（Domingo
Báňez）之类的神学家。他们每一个人都对天主教的神学作出了重要的

贡献。第三，我们将研究耶稣会的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终于造成了

弗兰西斯科·苏尔雷斯的庞大体系。然后，我们将总结天主教教会内部

进行的有关恩典的教义的种种争论。我们将把莫林纳主义（Molinism）

和詹森主义（Jansenism）的理论包括在这些争论里，虽然这将使我们超

出16世纪的范围。最后，我们将回到16世纪中期去研究特伦特会议

（Council of Trent），并表明该会议怎样总结了和象征了会议前后神学

的事态发展。

这样，让我们转向16世纪的反新教的论战。

反新教的论战

新教改革在其早年的最重要的反对者，是英哥斯大（Ingolstadt）的

教授约翰·埃克（John Eck，1486～1543年）。当争论爆发的时候，他已

经是知名的神学家，因为他在1514年发表了一篇关于预定论和恩典的论

文，他在其中为有条件的形式的预定论辩解，这种预定论是建立在波拿

文图拉（Bonaventure）的教导上的。他也提议，利息高达百分之五的贷

款是可以允许的，为了这个缘故，他的反对者们称他为“富格尔斯的神

学家”——富格尔斯（the Fuggers）是德国的主要银行之一，并且参与了

路德在其九十五条论题里所抗议的赎罪券的交易。

埃克用一篇简短的论文来答复路德的论题，这篇论文反过来又招来



了路德方面的一个简短的答复。于是，在莱比锡的辩论会上，他首先同

卡尔斯塔特辩论，然后同路德辩论。他在1520年的一篇论文里发表了他

的关于这次辩论的报告，这篇论文是《论彼得反路德的权力》（On the
Pri-macy of Peter against Luther）。为了反对梅兰希顿的《教义要点》

（Loci communes），他在1525年发表了《当代主题手册》（Enchiridion
locorum communium），这是他最重要的著作。然后，他转而反对瑞士

的改革者们，并且写了《论弥撒的献祭》（On the Sacrifice of the
Mass，1527年）来反对慈温利，三年之后又写了《拒绝慈温利的教规》

（Rejection of Zwingli’s Arti-cles）。与此同时，他发表了《驳斥奥格斯

堡信经》（Refutation of the Augs-burg Confession）。最后，他转而驳斥

马丁·布塞，他最后的著作——主要是他的《为天主教原则辩护》

（Apology for Catholic Principles）——就是针对着布塞的。

这样，埃克在他的生涯中有机会既驳斥路德派又驳斥改革派。虽然

新教徒们通常把他描绘成蒙昧主义的斗士和坚决要用武力压制他所不同

意的观点的人，但这样的描绘并不十分公正。诚然，埃克是负责在德国

发表教皇训令《起来吧》（Exsurge）的三个人之一，而且他以这样的

身份而常常求助于政治势力。同样真实的是，只要新教徒方面不全面撤

回声明，他就拒绝人们一切调解的企图。但他是能干的学者和他的信徒

群众的好牧师。具有意义的是，他着手把《圣经》翻译成德文，他在

1537年出版了德文《圣经》。他也遗留下了他作为教区牧师的工作记

录，这些记录表明，他深切关怀他的教区居民们的灵性的培育。虽然不

是从和路德一样的角度出发，但他也抗议出售赎罪券的种种弊端，并且

要求罗马教廷彻底改革教会。然而，他的神学没有什么独到见解，而且

大部分是局限于重新提出人们在他之前提出的论点。正像预料的那样，

考虑到当时辩论的种种争论点，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权威、恩典和预定论

的问题和圣礼上。

更加具有蒙昧主义色彩的是詹姆斯·霍克斯特拉坦（James Hoch-



straten，1460～1527年）的态度。甚至在新教改革开始之前，他就同一

个意大利法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个法官声称，德国的王子们使被处

决的犯人的尸体暴露在外是道德上的罪恶。霍克斯特拉坦出来为王子们

辩护，这场辩论变得纠缠不清和旷日持久。他后来当了科隆的修道院院

长，这也使他成了科隆和其他两个教会辖区的宗教法庭审问官。作为审

问官，他卷进了鲁彻林（Reuchlin）事件。他在支持普费弗科恩

（Pfefferkorn）的时候说，除了《圣经》之外，所有犹太人的书籍都应

当没收和销毁。鲁彻林争辩说，从霍克斯特拉坦和普费弗科恩建议销毁

的书籍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于是，霍克斯特拉坦运用了他身为审问官

的权威，指控鲁彻林为左道邪说。但是，鲁彻林上诉了，这个事件拖了

好几年。所有这些事情使霍克斯特拉坦遭到德意志境内外的一些人文主

义小圈子的嘲笑。事实上，他是《讽刺蒙昧主义书信体诗文》

（Epistolae obscurorum virorum）的攻击目标之一，这种书信体诗文作

为反对霍克斯特拉坦之类的人的讽刺作品而在1515年开始出现。

在宗教改革刚开始的时候，霍克斯特拉坦的地位岌岌可危。他被解

除了科隆的修道院院长的职务，人文主义者们使他成了他们嘲笑的对

象，而且罗马似乎倾向于把他当做是过分的狂热者而置之不理。后来，

路德的抗议改变了整个形势。当鲁汶大学（University of Louvain）要求

科隆大学审查路德的著作时，霍克斯特拉坦变成了反路德的一伙人的领

导人。他在这个新的争论里的主要作品是一个对话集，在这个对话集里

奥古斯丁驳斥了路德在莱比锡所坚持的论题。从那时起，他发表了一系

列反路德的论战作品，大都是关于因信称义的问题。

约翰·（多布内克）·科契拉厄斯[John（Dobneck）Cochlaeus，1489
～1552年]是新教的对手们中的雄辩家。他把他的攻击集中在路德身

上，路德是他的190部作品里的大多数作品的攻击目标。除了其他的作

品之外，最重要的作品是他的路德传记，这是一个有高度偏见的叙述，

若干世纪以来是天主教研究路德生平的主要资料之一，因而大大地阻碍



了天主教传统和新教传统之间的对话。他的论证方法是很大胆的，而且

常常是异想天开的。比方说，为了要表明随便审查《圣经》的危险性，

他根据一些散失的经文而试图证明，撒旦应当被服从，耶稣基督不是

神，圣母马利亚失去了童贞。虽然他并不相信这些事情，而是用它们来

使新教要求解释《圣经》的权力显得可笑而被撤销，他在其中耍弄评注

的花招的这些著作，后来被放在禁书目录里。这样，新教徒们常常认为

他是他们的最糟糕的敌人之一，与此同时天主教徒们则发现，他为他们

的主张进行的辩解，和他试图驳斥的那些左道邪说同样危险。

彼得·卡尼西厄斯（Peter Canisius，1521～1595年），德国的第一个

耶稣会会士，常常被称为“德国的使徒”。他的任务确实是严格意义上的

对应改革的任务，因为他对他在其中工作的天主教辖区的教会状况深感

不安，因此坚决认为需要“真正的”改革，以便至少对新教徒们的“虚假

的”改革作出部分反应。由于他在他的旅行中发现，愚昧无知是较大的

坏事之一，因此他非常注意各大学的改革和各神学院的建立。他的大学

改革方案把坚决反对新教和热衷于教学结合在一起，因为他把健全的教

义和扎实的学术研究作为任命大学教职员的两个主要标准。他也追随新

教的榜样和中世纪许多天主教改革者的榜样：他使讲道成为他的主要职

务之一，而且当他成了德国、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宗教团体的大主教

时，他指示他的手下人也这样做。他的宗教改革方案包括参与政治事

务，以便使这些政治事务有益于教会，因此他出席了帝国的几个议会。

在特伦特，他是反对向新教作出任何让步的人之一，虽然他也争辩说，

天主教教会内部需要进行彻底改革。

卡尼西厄斯是多产作家，但他的作品中有两部值得特别注意：他的

教义问答的三部曲，还有他对马格德堡的“世纪撰写

者”（“Centurisators”of Magdeburg）的反驳文章。他的三本教义问答手

册是针对着三种不同的读者的——儿童、青年和知识分子——在德国各

地有重要的影响。然而，对“世纪撰写者”的反驳文章更加有趣。在马格



德堡，一群路德派神学家，在弗拉西厄斯的领导下，着手从新教的观点

撰写教会历史。由于这分成若干世纪，这部作品的每一卷涉及一个世纪

（这部作品从来都没有超出13世纪），所以这整部作品被称为“马格德

堡的若干世纪”。卡尼西厄斯着手反驳这部作品，虽然相当有趣的是，

他不是求助于历史，而是试图表明，新教徒们诋毁为无中生有的那些做

法起源于《圣经》。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滑稽的场面：新教徒们试图通过

传统来证明，罗马天主教教会背离了《圣经》的权威，而天主教的卡尼

西厄斯试图根据《圣经》来表明，新教重建传统是错误的。卡尼西厄斯

在他从来都没有完成的这个庞大计划里的神学方法是很独特的，因为他

打算写五本书，每本书谈论《新约圣经》里耶稣身边的主要人物里的一

个，只有第五本书将包括约翰和雅各两人，并且把天主教的若干教义和

做法同他们每一个人联系起来，而这些教义和做法被马格德堡的历史学

家们称为是对原始信仰的后来的颠倒。因此，第一本书谈的是“施洗约

翰”，把天主教关于苦行和称义的教义归到他那里，而第二本书则把独

身生活、童贞和尊敬圣徒之类的问题和圣母马利亚联系起来。其余的三

本书从来都没有写出来。

霍克斯特拉坦是科隆的反路德队伍的斗士，而詹姆斯·拉托马斯

（James Latomus，1475～1544年）则是鲁汶大学的反路德的斗士，他是

该大学的校长。对他说来不幸的是，他倾向于把新教和人文主义混淆起

来，从而招来了这两方面的炮火。能够说明他的态度的是，他在1519年
发表的论哲学研究和神学研究之间的关系的对话集。他的结论是，一个

神学家在教会的传统里有足够的依据来理解《圣经》，关于教会的传统

人们可以用拉丁文阅读，因此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知识是多余的。还

有，拉丁文的中等知识对神学家来说就足够了，他不需要最近变成时尚

的那种花哨的文体。正像所预料的那样，这引来了伊拉斯谟及其人文主

义同伴的劈头盖脸的炮火，他们正确地把这理解成为对他们和他们的努

力的一种攻击。翌年，在一篇说明鲁汶大学教职员谴责路德的原因的论

文里，拉托马斯开始了持续几年的同路德的争论。路德总是认为，拉托



马斯是他最不屑一顾的对手之一，他写来反对这个鲁汶神学家的答复表

明，他不屑于对他的论点花费许多的时间或给予极大的注意。拉托马斯

后来扩大了他的活动范围，写了一些论文来反对这样一些不同的神学

家，如奥科兰帕迪厄斯（Oecolampadius）、威廉·廷代尔和梅兰希顿。

一个天主教的学者在评论他的作品的时候说，其作品“完全能够代表他

的时代。结构松散，没有足够的文献可资佐证，立论未经证实而没有分

量”。可是，这同一个学者进而指出，拉托马斯的作品为红衣主教贝拉

明之类的神学家们的后期作品布置了舞台。

威廉·范·德·林登（William Van der Linden，1552～1588年）的探讨

方法是大不相同的。他确实在许多问题上攻击新教徒们。他的《全副甲

胄》（Panoplia）一书坚持书面的和口头的上帝的话语的教义。书面的

上帝的话语是《圣经》，口头的上帝的话语是传统；当正确地加以解释

的时候，这两者是吻合的。他也为天主教关于其他许多问题的教义进行

辩护，如独身生活的誓言、彼得的最高权力、弥撒等等。但是，他总是

表现出一种和解的精神，尤其是对路德派，而对改革派则不同。最晚到

1568年，他还试图表明，路德派和天主教徒们在一个彼此同意的基础上

重新团结起来仍然是可能的。与此同时，他敦促天主教的主教们改革他

们的教会，因为没有这样的改革，他认为，团结将仍然是不可能的。

阿尔伯特·皮格（Albert Pigge，1490～1542年），也叫做皮格希厄

斯（Pighius），是教皇权威的热情捍卫者，这可以从他在1538年发表的

《肯定教会等级制度》（Affirmation of the Ecclesiastical Hierarchy）里

看出来。他在其中断言，从来没有教皇犯过错误，并且试图表明，诸如

利伯里乌（Liberius）、霍诺里厄斯（Honorius）和其他人的事例，是历

史误会的结果和古代文本被窜改的结果。这些观点最晚到19世纪还被许

多人持有，它们有助于这样一些事态发展，这些事态发展促使第一次梵

蒂冈会议宣布，教皇不会犯错误。然而，在其他的事务上，他证明是远

离了天主教的正统做法。他被认为是莫林纳主义的先驱者之一，莫林纳



主义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还有，他在1540年的沃尔姆斯议会上试图促成

同新教徒们的和解的时候，搞出了“双重称义”（double justification）的

理论——一种称义是义人所固有的；另一种称义是基督的被归给的义。

这个观点并没有使卷入争论的各方感到满意，而且后来受到特伦特会议

的谴责。他在对罪的看法上也同天主教神学发生冲突，他宣称罪是“被
归给的”（imputed）。他的有关这些话题的著作在1624年被列入禁书目

录。然而，他的著作确实有持久的影响，尤其是因为他对教会历史的许

多看法被两个红衣主教贝拉明（Bellarmine）和巴罗尼厄斯（Baronius）
采纳了，并且通过他们终于形成了天主教公认的编史传统的一部分。

然而，伟大的反新教神学家们是后来一代人的成员，他们能够从他

们的先辈们的著作中汲取材料，并且也有更多的时间查看改革者们在实

践中作出教导的那种方式。虽然在16世纪下半叶和17世纪初期有许多反

新教的论战者，但有两个人是试图驳斥新教徒们的最佳代表。这两个人

是贝拉明和巴罗尼厄斯。

罗伯特·贝拉明（Robert Bellarmine，1542～1621年），在1930年被

宣布为天主教教会的圣徒，毫无疑问，他是他的时代的最重要的教会领

导人之一。虽然神学工作绝不是他的唯一的活动，但是，当人们决定在

罗马设立一个“争论”讲座的时候，他要求在神学领域里享有声誉的时机

就到来了，这个讲座是专门为了使这样一些学生受益而设立的，这些学

生将回到德国和英国之类的地方去，而在那里新教有强大的势力。贝拉

明在1576年被召来负责这个新的讲座，他保留这个职位直到1588年，那

时他被派去担任其他的职务，他在1599年成了红衣主教。作为争论的教

授，贝拉明有机会编辑和整理反对各种新教教义的那些论点。这些论点

在《反当代异教而为基督教信仰辩护的辩论集》（Disputationes de
controversiis christianae fidei adversus hujus temporis haereticos）的标题下

发表，这个辩论集从1586年开始，到1593年结束。虽然这部作品主要是

编辑了早先的种种论点，但它的简单明了和系统叙述达到这样的程度，



以致若干世纪以来成了反新教论战的主要武器。这部作品实际上包括了

天主教徒们和新教徒们之间的所有的争论点，从有关上帝话语的教义开

始，然后又涉及到这样一些问题，如教皇的权威、修道生活、炼狱、圣

礼、赎罪券等等。一般说来，贝拉明避开了经院神学的复杂的争论点和

微妙的区分。相反，他的论点通常都是明白无误地求助于权威，首先是

求助于新教徒们会承认的圣经权威，而且也求助于早期的基督教作家们

的权威、各宗教会议和甚至神学家们的一般共识。

然而，贝拉明的种种争论不只是反对新教徒们。1590年，西克塔斯

五世（Sixtus V）即将把贝拉明的著作添加到禁书目录里，但死亡阻止

他这样做。这样做的原因是贝拉明的观点，他认为，教皇没有直接统治

整个世界的世俗权力。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他的时代的许多杰出

的神学家们也持有他的观点。1609年，当威廉·巴克利（William
Barclay）的《论教皇权力》（De potestate papae）的论文在伦敦发表的

时候，贝拉明用一篇反驳文章做了答复，他在其中争辩说，教皇确实有

间接统治基督教世界的世俗权力，因此教皇能够废黜异教的王子们。这

个观点是早先他同英国的詹姆斯一世及其神学家们争论的结果。贝拉明

也参与了有关恩典问题的争论，他在其中倾向于赞成莫林纳的“中间的

知识”（scientia media）的概念（这个问题将在这一章的另一个部分里讨

论）。后来，作为宗教法庭的一个成员，他参与了对伽利略的审判，这

个审判在1616年结束时宣布，地球围绕太阳转动的概念是左道邪说。然

而，贝拉明参与审判程序并没有像通俗历史所说的那样采用高压手段，

因为他对伽利略的学识总是表示推崇和赞赏。

贝拉明在系统的论战领域里所作的事情，正像红衣主教西泽·巴罗

尼厄斯（Cesar Baronius，1538～1607年）在历史领域里所作的事情。他

是通过出版《基督教会编年史》（Ecclesiastical Annals）做这事情的，

这部编年史从1588年开始出版，到1607年他去世时告终。他能够出版的

那十二卷，讨论了直到1198年为止的教会历史。这部编年史的目的是要



驳斥马格德堡的神学家们的《若干世纪》（Centuries），因为《若干世

纪》试图表明，天主教会背离了早期基督教的原始教义和做法。虽然他

的作品有这类工作必然会有的错误，但它被当做是近代基督教会编史工

作的开端而受到欢呼。诚然，它论战的目的减损了它的客观性；但是，

虽然如此，天主教一方的巴罗尼厄斯，和新教徒一方的马格德堡的“世
纪撰写者”，迫使基督教世界去注意它自己的历史。随着辩论继续下

去，双方都不得不搞出不容易被对方驳倒的科学研究方法，这样，近代

的评论性的编史工作就迈出了第一步。

多米尼克会的神学

16世纪期间，多米尼克会的神学比法兰西斯会（Franciscan）的神

学表现出强大得多的生命力。在法兰西斯会传统内部，这个时期独立的

分支数目倍增，但在有创见的神学著述方面没有什么建树。法兰西斯会

庞大家庭的大多数成员认为，司各脱是该会最伟大的神学家。其他人

——主要是法兰西斯会的托钵僧们——终于把波拿文图拉看做是他们的

神学的良师益友。他们对波拿文图拉的兴趣促使教皇西克塔斯五世在

1588年把他的名字列入公认的教会大师的名单里。有一些人试图以不同

的方式把波拿文图拉和司各脱结合起来。但是，一般说来，16世纪法兰

西斯会的神学没有表现出它在前三个世纪里显示出来的那种生命力。

因此，在16世纪初期，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受到了多米尼克会会士们

的支配，直到他们不得不同新近成立的耶稣会的神学家们分享这种霸权

为止。

多米尼克会的这种支配地位同这样一个过程有关，在这个过程中，

托马斯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取代了彼得·伦巴德的《格

言录》（Sentences）而作为各学校里评论的主要文本。这样，托马斯的

影响越来越大，在1567年庇护五世（PiusⅤ）宣布他为教会大师时达到



顶点。这种情况的直接结果是，从13世纪到15世纪的伟大的神学著作大

多数都是对《格言录》的评论，而16世纪的伟大的神学著作大多数都是

对《大全》的评论。头两个发表这类评论的人是康拉德·科林（Conard
Kellin）和托马斯·德·维奥·迦耶坦（Thomas de Vio Cajetan）。然而，迦

耶坦的评论被认为好得多，以致使科林的评论相形见绌。除了迦耶坦的

著作之外，多米尼克会的神学在一系列杰出的学者们中间找到了它的最

能干的解说者，这些学者占据了萨拉曼卡大学的神学的主要讲座，他们

是维托里亚、卡诺、索托、梅迪纳和巴内兹。因此，在讨论迦耶坦的神

学之后，我们将跟踪托马斯主义在萨拉曼卡的发展过程。

托马斯·德·维奥·迦耶坦（1468～1534年）是活跃的教会领导人，他

与同时代的几个最重要的事态发展有关系。当政治形势以分裂威胁教会

的时候，他向教皇建议，召开全体会议，以便处理手头的种种问题和处

理教会的改革。当会议于1512年召开的时候，他出现在与会者面前，并

把下列事宜列入议事日程：教会的改革、道德的恢复、非信徒的皈依以

及争取异教徒（主要是帕杜阿的阿威罗伊派）回到教会的信徒行列的任

务。1517年，他被提名为教皇派往德国的使节，他作为使节而被召去处

理两个非常重要而困难的问题，即新皇帝的选举和路德的抗议。他在奥

格斯堡同路德会见，他比大多数传统基督教捍卫者表现出大得多的耐

心。他后来是派往匈牙利的使节，最后成了红衣主教。

迦耶坦的文学产品是众多的，就一个这么多地卷进教会具体政务的

人来说尤其如此。他意识到，为了捍卫罗马天主教，应付新教的挑战，

需要有较好的《圣经》依据，于是他着手进行一系列的《圣经》评注。

当他在1534年去世的时候，他完成了整个《新约圣经》的评注——只有

《启示录》除外，他说，他不能理解《启示录》——以及直到《以赛亚

书》开头为止的《旧约圣经》的评注。他在这些评注里的注释方法是很

重要的，因为他通常总是避开盛行了数世纪的寓言方法，而肯定经文的

字面上的意思，只有其结果与《圣经》其余部分明显抵触或与教会教导



截然相反的除外。他也写了若干哲学评论以及许多次要的神学作品。但

是，他最大的名望是由于他的《对神学大全的评论》（Commentaries on
the Summa），这些评论从1507年到1522年相继出版。这些评论达到这

样的影响程度，以致利奥十三（Leo XIII）在1879年下令编辑和出版托

马斯·阿奎那的作品时——通常称为利奥版本（Leonine edition），目前

仍在进行之中——他也指示说，迦耶坦的评论应当和《神学大全》本身

一起出版。然而，这种权威的地位并不是没有斗争就达到的，因为在

1544年巴黎神学院——在同宗教改革有关的斗争期间成为正统做法的堡

垒——谴责了迦耶坦的评论，而且在1570年庇护五世把评论中那些他和

他的顾问们认为是错误的东西删除掉，例如，未受洗的婴儿可以得救。

迦斯坦显然是在同一个时间里置身两个时代的人。他意识到，在新

的时代里必须使以往三个世纪的经院神学具有新的形式。可是，他自己

的文风是典型的经院派的，丝毫没有人文主义者的清新优雅的影响的痕

迹。虽然显然不可能在这里回顾他的全部神学——总之，他的神学大部

分和托马斯的神学相同——但有可能指出，他的著作在哪些点上最有影

响，并且在后来的年月里引起辩论。他试图反对司各脱提出的生存的单

一意义（univocity of being）而捍卫托马斯的类比的理论（theory of
analo-gy），这促使他在三种实际事物之间作出区分：事物的本质、事

物的生存和事物的存在。这反过来意味着，本质是先于存在的，正像巴

内兹后来指出的那样，这一点歪曲了托马斯的观点，对托马斯来说，存

在的行为是生存的基本行为。然而，迦耶坦的解释获得胜利，并且通过

苏尔雷斯和其他人的影响而成为对托马斯的形而上学的传统理解。

迦耶坦在另一点上背离了阿奎那，这另一点是他对理智的能力和局

限性的看法。这一点在他同帕杜阿的阿威罗伊派（Averroists of Padua）
的辩论里变得很明显，他在辩论中坚决相信，个人的灵魂是不朽的，但

他得出结论说，不能靠理智来证明这一点，而是要根据启示来相信这一

点。由于这个缘故，当拉特兰会议（Lateran Council）谴责新的阿威罗



伊派的倾向时，迦耶坦同意它的决定；但是，当该会议更进一步命令所

有的哲学教授都教导个人灵魂不朽的时候，他投票反对这样的步骤，因

为他相信，哲学不能证明教会只是根据启示而持有的这一教义。迦耶坦

同公认的传统有分歧的另一点是，他否认，圣餐里照惯例说的“这是我

的身体”的话证明了基督的身体真正地存在于祭坛上。他确实相信这样

的存在，但声称这要根据教会的权威来加以接受，因为《圣经》的经文

并不是绝对清楚的。

迦耶坦的观点，尤其是他的评注的方法，引起了安布罗斯·凯瑟林

纳斯（Ambrose Catharinus，1487～1553年）和约翰·克利索斯托·杰夫利

（John Chrysostom Javelli，约1470～约1538年）的反对。在攻击迦耶坦

和攻击路德的过程中，这些神学家们在恩典和预定论的问题上搞出了一

些理论，这些理论是这个问题上的大争论里的头几步，这个大争论使16
世纪的许多最杰出的罗马天主教神学家卷入其中。

虽然迦耶坦的著作极为重要，但16世纪多米尼克会神学的巨大中

心，是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大学，它的神学的主要讲座几乎没有间断地由

一些杰出的学者相继占据。这个传统是从1526年开始的，那时弗兰西斯

科·德·维托里亚（Francisco de Vitoria，1492～1546年）在萨拉曼卡

（Salamanca）赢得了神学的主要讲座。维托里亚在巴黎度过了若干

年，并且终于赞赏人文主义者的著作。因此，他把优雅的文风和对古代

教父时期的资料的强烈兴趣带到这个有声望的讲座上来。他也深信，托

马斯的神学提供了新时期的种种问题的最佳答案，因此，即使他不得不

用一个借口来规避大学的章程的明文规定，他还是把那时已在巴黎确定

的评论托马斯而不评论伦巴德派的习惯做法引进到萨拉曼卡来。这样，

他就带来了一种带有人文主义的优雅的托马斯主义和一种对现实问题的

关怀。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这将是他的所有的门徒和追随者的特点，

而且从这个或那个方面来讲，16世纪所有伟大的西班牙多米尼克会神学

家都是他的追随者。



维托里亚对他作为神学家的工作的概念是广阔的。“一个神学家的

任务是这样广泛，以致没有任何论点，没有任何辩论，没有任何问题，

似乎是同神学家的职业无关的”。因此，他讲授各种各样的主题，通常

是评论托马斯，以及在较少的程度上评论《格言录》。然而，在他所讨

论的许多问题里面，征服新世界和西班牙人进行这种事业的权力的问

题，最好地说明了他对现实问题的兴趣。他在这个领域里的著作对征服

新世界的实际做法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作为国际法理论的开端却是极其

重要的。

维托里亚在他的《论印第安人》（On the Indes）和《论战争的权

力》（On the Right of War）的讲稿里，着手摧毁可以引用来支持征服

美洲的七个传统的论点。这些错误的论点的第一个是，声称皇帝是整个

世界的主宰。这是中世纪鼎盛时期大家共同持有的观点，但这从来没有

完全付诸实践，甚至在西欧也没有。因此，维托里亚拒绝这个观点，并

且进一步评论说，即使皇帝确实有这种主宰整个世界的权力，他的权威

也从来都没有达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他可以废黜东西印度岛的合法君

主，正像皇帝不能够废黜欧洲的一个合法的国王那样。赞成征服美洲的

第二个可能有的论点是，教皇有普世的权威，并把这些土地给了西班牙

的诸王。这个观点有许多支持者，因为许多人把亚历山大六世的谕令

——他在其中把新世界的土地给了西班牙王国政府——解释成为教皇对

国王的实际上的赠品。维托里亚是第一个拒绝这种论点的人，而且也拒

绝这个论点所依据的先决条件。按照维托里亚的说法，教皇没有统治整

个世界的民事权力，而且即使他有这种权力，他也不能把这种权力干脆

给了另一个君主。再者，由于教皇没有统治非信徒的权威，所以印第安

人方面拒绝接受他的权威，并不是向他们宣战或剥夺他们的土地的正当

理由。维托里亚在这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而且到了16世纪末大多数神

学家都持有这样的观点，即教皇没有直接统治整个世界的世俗权力。这

就是为什么西克塔斯五世准备把维托里亚的名字连同贝拉明的名字一起

添加到禁书目录里的原因，但死亡阻止了他这样做（1590年）。



发现的权力也被引用来作为征服美洲的正当理由，这也同样被维托

里亚拒绝。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西班牙人声称被他们发现的土地，事

实上并不是废弃的土地。这些土地有其合法的拥有者，而且不能在严格

的意义上说成是“被发现”。

赞成征服美洲的第四个错误的理由是，印第安人在拒绝基督教信仰

的时候，使西班牙人有理由因为他们的无信仰而惩罚他们，并迫使他们

接受真正的信仰。维托里亚拒绝这个论点，他指出，在印第安人有机会

听到福音之前——并且以足以相信的理由聆听福音之前——他们并没有

因为不相信福音而犯了罪。只有在向印第安人宣讲了信仰，用足够的征

兆——爱的征兆和神迹的征兆——使信仰显得可信之后，他们才可能会

因为无信仰而有罪。但是，甚至在印第安人听了这样的宣讲，并且由于

拒绝这种信仰而犯了无信仰的罪之后，他们仍然是他们的领地的合法统

治者，而且他们缺少信仰并不是试图迫使他们去信仰的理由。

维托里亚拒绝的第五个论点是，声称当“野蛮人”不服从自然律法的

命令时，基督教的统治者有权把道德规范强加在他们身上。这样一种声

称将使每一场反非信徒的战争变成正义的战争，因为所有的非信徒都是

盲目崇拜的，而且在所有的人民中间据了解都有违反自然的罪。

第六个论点是，西班牙人是印第安人给予他们的土地的合法统治

者。对这一点维托里亚答复说，只有这种割让是在没有武力的炫耀或欺

骗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是在割让的土地的统治者和臣民都充分理解转

让的含意而同意这种转让的情况下进行的，上述这一点才是真实的。

最后，西班牙人将有权征服新世界，如果上帝给予他们这些土地，

就像上帝给予以色列人迦南地那样。这类声称维托里亚拒绝了。他断

言，古代给予以色列人的分配物现时已是过去的事情，而且能够保证这

样一种授给物的先知的授予权已经不再给予了。



然后，维托里亚为征服美洲提出了若干合法的理由。在这里无须乎

罗列这些理由。一般说来，这些理由是建立在自然律法上的，而且主要

的论点是，如果印第安人使他们的臣民遭受活人祭祀之类的事情，或者

如果他们攻击西班牙人的盟友，或者如果他们迫害他们的领地上的基督

徒，等等，那么，西班牙人就有权和有义务向他们开战。

这些观点对国际法的发展有很大的意义。在这里基督教的神学家们

第一次从各国家的共同体的角度来发表议论，每个国家有它的合法的统

治者，既包括非信徒也包括基督徒。这样，很明显，这类国家之间的关

系必须用基督教律法和传统之外的其他原则来加以调节。虽然维托里亚

确实是一个西班牙人，而且作为西班牙人愿意以今天看来可能是不合法

的方式来证明西班牙的事业是合理的，但重要的是，他对西班牙的良心

产生了影响，而且查理五世有一个时期考虑，全面从新世界撤出来。维

托里亚也影响和鼓舞了西属美洲印第安人的伟大捍卫者多米尼克会的巴

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

梅尔基奥尔·卡诺（Melchior Cano，1509～1560年）接替维托里亚

而占据了萨拉曼卡大学（University of Salamanca）的神学的主要讲座，

他采取和他的前任一样的路线。他在文风方面也是优雅的人文主义者，

在神学方面是坚定的托马斯主义者。虽然当他相信光照派

（alumbrados）的神秘主义是异端的和近似新教的时候，他攻击了这种

神秘主义，但他本人写了一篇灵性的论文《论战胜自我》（On Victory
over the Self）。然而，他的最重要的作品是他的《论神学主题》（De
loci theologicis），他在其中系统地讨论了神学的方法和基督教真理的来

源。这些来源有十个：《圣经》、口头传说、普世的教会、各宗教会

议、罗马教会、“教父们”、经院神学家们、自然的理智、哲学家们以及

历史。讨论了每个来源的相对价值以及理解和解释这些来源的方式之

后，卡诺进而阐述了使用这些来源的一些原则，首先是用在论战方面，

然后是用在《圣经》的讲解方面。这篇论文的重要性是，它是“第二种



经院主义”里的神学的方法论的缩影，既表明了它同早先的经院派的一

致性，也表明了它深受人文主义影响的新的精神——尤其是在它的优雅

文风的受到人文主义的影响方面。再者，卡诺以这样一种系统的方式承

认所有这些来源，这个事实意味着，神学变成了引用种种权威和表明这

些权威的一致性的事务，而不是使用自然理智和逻辑的事务。这样就提

出了一种新的方法，而和中世纪各教派所搞的方法大不相同。

多明戈·德·索托（Domingo de Soto，1494～1560年）曾经是维托里

亚和卡诺在萨拉曼卡大学的同事，他在卡诺成了主教的时候继承了他们

的讲座。他是凯瑟林纳斯的恩典论的主要反对者之一，他用托马斯的教

导来反对凯瑟林纳斯的恩典论。他也继承了维托里亚对国际法基础进行

探究的传统。

巴托洛梅·梅迪纳（Bartolomé Medina，1528～1580年）在道德神学

方面同萨拉曼卡的多米尼克会会士们有同样的兴趣。他在1577年和1578
年发表的对《神学大全》（Summa）的评论里，提出了“盖然说”（prob-
abilism）的理论，这个理论后来被广泛讨论。这个理论的基础只是，既

然持有一个盖然的见解是合法的，那么，遵循大概是正确的道德行动方

针，也就是恰当的。一个盖然的见解并不仅仅是一个人可以持有的见

解，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所有的见解都将是盖然的，而且甚至左道邪说

也将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有些人确实持有这类观点。梅迪纳所说的“盖
然的”（probable）指的是，受到理智和明智的忠告支持的观点，但不是

受到最后的和不能否认的权威支持的观点。一个不合理的见解并不是盖

然的。但是，在盖然的见解的情况里，必然性的程度是这样的：在一个

人有理由遵循那个见解的同时，另一个观点仍然有可能表明是更加盖然

的。那么，这意味着一个人必须永远遵循最盖然的见解吗？当然不是，

因为只要盖然的没有改变，那么，遵循盖然的所命令的行动方针之外的

另一个行动方针就是合法的。至于梅迪纳将把这些观点推演到什么地

步，解释者们是不一致的。有些人认为，梅迪纳所说的“盖然的”指的



是，人们在依情况而定的事物里面所掌握的必然性，其他的人则声称，

他指的只不过是多少有些可疑的见解。如果他所持的是后者，那么，他

可以说是“盖然说”的创立者。最终形式的盖然说——不是梅迪纳所持有

的形式——声称，如果一个人对一个行动是不是有罪的有怀疑，那么，

一个人可以假定这个行动是无罪的而行事，即使较大的盖然性是在有罪

的那一边。这个观点被一些耶稣会的诡辩家持有，这个观点后来受到詹

森派的攻击，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应当采取比较严格的行动

方针。盖然说终于受到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er VII，1667年）和英诺

森十一世（Innocent XI，1679年）的谴责；但是，各种修改了形式的盖

然说继续在耶稣会神学家们中间被接受。

萨拉曼卡的多米尼克会最后的伟大作家是多明戈·巴内兹（Domingo
Báňez 1528～1604年），他的文风和神学探讨方法和他的先辈们比起

来，较多地倾向经院派而较少地倾向人文主义派。由于他的重要性大部

分是因为他参加了有关恩典、预定论和自由意志的争论，所以我们必须

把讨论他的这方面的神学推迟到我们接触到那场辩论的时候。然而，巴

内兹在其他方面也是重要的。比方说，为了要驳斥新教的观点，他作出

了一个最赤裸裸的断言，说教会和教会传统的权威超过了《圣经》的书

面经文。按照他的说法，绝对必要的是，“断言神圣的《圣经》是在基

督的教会里：神圣的《圣经》首先是在教会的心里，其次是在书本里和

版本里”。虽然这样生硬的断言从来没有被当成是天主教的正式教义，

但这些断言在18和19世纪确实有助于形成许多神学家的思想。

巴内兹的教义在另一点上值得讨论，这另一点是，他坚持存在的行

为超过永恒的本质而居第一位。在这里他在对托马斯的解释方面和迦耶

坦不同，因为在他看来迦耶坦的本质先于存在论是对托马斯这个天使博

士（Angelic Doctor）的错误解释。存在（Esse），即生存的行为，既不

是本体也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先于本体和偶然事件。这些形而上学的观

点给巴内兹造成了来自两个方面的麻烦。第一个方面的麻烦是耶稣会会



士们，他们对托马斯的形而上学的理解是不同的，而且他们认为，形而

上学的不同是他们在恩典、预定论和自由意志的问题上和巴内兹以及多

米尼克会会士们不一致的核心。这样，耶稣会的哲学家们一再试图表

明，巴内兹对托马斯的解释不正确。巴内兹不得不面对的来自另一个方

面的麻烦是宗教法庭，因为他的存在是第一位的教义，当应用在圣餐上

的时候，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留在圣饼里的是饼的原来的存在物。著

名的诗人但不太著名的神学家路易斯·德·利昂神父（Fr.Luis de León）以

及后来的路易斯·德·莫林纳（Luis de Molina），使宗教法庭注意到这些

观点。莫林纳在有关恩典和预定论的争论中是多米尼克会会士们的主要

对手。他的论点是，巴内兹提出的关于圣餐的理论，接近于路德的“合
质说”（con-substantiation），而“合质说”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受到特伦特

会议的谴责巴内兹在答复的时候明确地说，他相信，饼的实质不再存在

于圣饼里了，但是上帝在使饼变成圣餐的行为中并没有创造出一种新的

存在物这样他就肯定了变质说的教义，但指出，饼的存在的行为仍然是

一的。然而，这些解释并没有使他的反对者们——尤其是耶稣会会士中

间的反对者们——感到满意，他们一再提醒宗教法庭去注意巴内兹圣餐

教义。

耶稣会的神学

在16世纪震撼基督教教会的许多事件里面，耶稣会的悄悄地建立毫

无疑问是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这对天主教教会作为一个机构的历史来说

是如此，对天主教教会的神学的历史来说也是如此。耶稣会的创立者罗

耀拉的伊格内修斯（Ingatius of Loyola，1491～1556年），是一个富有

的巴斯克人（Basque）最小的儿子，这个巴斯克人把他的血统追溯到摩

尔人入侵之前的时代。他早年从军，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从军追求荣

耀。当他英勇保卫帕姆普洛纳城（Pamplona）免遭法国人侵略的时候，

他的一条腿断了，于是，这些梦想突然结束了。虽然他让人把腿骨重新

折断两次，以便把腿骨重新接好，但他的腿从来没有治好，而且所造成



的瘸拐使他再也不能在战场上为自己博得美名。这件大大令人扫兴的事

情使他转而去阅读灵性的读物，在痛苦中寻求安慰。在那里他读到了许

多圣徒们和殉教者们的事迹，他们通过贫困、英雄般的勇气和使徒般的

热情而侍奉圣母马利亚。他的思想在军事和宗教这两个理想之间摇摆不

定，直到他在梦幻中见到显圣为止，后来他用第三人称叙述了他的所

见：

一天深夜不寐，他清楚地看到了圣母马利亚和圣婴耶稣的形象，这

个显圣在很长的时间里大大地安慰了他，后来，他对他过去的生活感到

这样厌恶，尤其是对肉体的事物感到厌恶，以致早先深深印在他灵魂上

的一切想法，这时似乎都被抹掉了。这样，从那时开始直到1553年8月
写下这些话为止，他从来都不同意肉体的事物；而且这种热情表明，这

整桩事情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虽然他本人那时不愿意肯定这样一件事

情，而且只敢说发生了什么。

后来，他到蒙特塞拉特（Montserrat）的隐士居地去朝圣，蒙特塞

拉特是在阿拉贡（Aragon）享有圣名的小山，在那里他用令人想起传统

的骑士制度里的守护武器的仪式，把自己献给圣母马利亚。从那里他前

进到曼雷萨（Manresa），以极端的苦行过乞丐的生活。可是，他作为

修道士的生活的早期阶段和路德极其相似。他在蒙特塞拉特坦白了他的

罪，但他仍然认为，他没有把所有的罪都坦白出来。他设法找出那些被

认为是这一地区最好的灵性领导者的人，但完全无用。最后，一个“非
常有灵性的人”——伊格内修斯似乎对他很崇拜——让他把所有的罪写

下来。伊格内修斯不折不扣地遵循了那人的劝告，可是这并没有使他的

良心平静下来。他希望，他能够摆脱开而不需要去回顾和发现他的每一

个罪行，他很想从他听取忏悔的神父那里求得这种状况，这时后者建议

说，他只坦白以往那些非常清楚的罪。但是，对伊格内修斯来说，他以

往的所有罪都是非常清楚的，因此，忏悔的严格纪律的这种网开三面对

他并没有帮助。他在直接从上帝那里寻求帮助的时候，在他的小屋里一



天祈祷七个小时。他在他的祷告里大声疾呼：“主啊，帮助我，因为我

在人们那里得不到治疗，在任何东西那里也得不到治疗。如果我知道到

哪里去寻求，那么，我将竭尽全力。主啊，指示我到哪里去寻找，我将

做任何需要做的事情，即使我不得不让一只狗来引领我。”

在这些祈祷里，他的失望使他走到了亵渎神明的边缘；与此同时，

他一再考虑，自杀是解决他的苦恼的一个办法，而且只是由于想到自杀

将是大罪，才没有从窗户跳出去。他后来想到，上帝在给他宽恕之前，

或许要求他作出大的牺牲。因此，他决定禁食，直到上帝答复他为止，

或者直到他这样接近死亡以致继续禁食就会自杀。在整整一个星期里，

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吃，但是，当他告诉他的听取忏悔者他在做什么事情

的时候，他被命令停止禁食。这以后，他享受了两天的安宁，但在第三

天他的疑虑又一次袭击了他。他又一次祈祷和向上帝坦白他的罪行，一

件一件地坦白，从头到尾重新坦白，同时还考虑放弃这整桩事情的可能

性，这时他忽然意识到，上帝并不要求这样详细地坦白以往的每一个罪

行，“而且从那一天起他就摆脱了这些忧虑，因为他确信，我们的主在

他的怜悯里希望解放他”。

他新近发现的自由的结果是，他巨大的生命力这时被解放了，促使

他去从事伟大的事业。他前往巴勒斯坦，希望在那里定居下来，给土耳

其人当传道士。但是，主管拉丁语教会的各神圣场所的法兰西斯会会士

们不允许他留在圣地。他们大概是担心，这个过分热心的、神秘的、没

有什么学问的巴斯克人，将是一个碍事的人而于事无补。伊格内修斯后

来决定，他必须回到学校去，因为他的神学学识的不足将永远妨碍他的

工作。他本来可能加快事务的进程，并且在几年之后被任命圣职。但

是，他深信他需要扎实的学识，因此，虽然他已是壮年，他还是回到充

满了年纪比他小得多的学生的教室去，并且花了十二年的时间进行学

习。他先去巴塞罗那（Barcelona），然后去阿尔卡拉（Alcalá）——西

密尼（Ximenes）建立的作为教会改革中心的著名大学。到了这个时



候，他聚集了一小批追随者，大都是他的同学中间的追随者，而且宗教

法庭开始用怀疑的目光看待他。在被宗教法庭监禁、审判和宣布无罪之

后，他和若干同伙离开了阿尔卡拉，前往著名的萨拉曼卡大学。但是，

在那里他们又一次同宗教法庭发生麻烦，这一回整群人都被监禁和审

判。虽然发现他们没有左道邪说，但伊格内修斯被命令不得教书，直到

他的学业完成为止。

伊格内修斯同西班牙宗教法庭发生的麻烦，促使他前往巴黎，在那

里巴黎神学院成了罗马天主教的正统化的中心。他是作为学生和乞丐去

的，但不久之后在这个具有非凡魅力的人周围就聚集了另一群追随者。

这个九个人的小组——其中有法兰西斯·泽维尔（Francis Xavier）和迪

戈·莱纳兹（Diego Laínez）——将成为耶稣会的核心。1535年8月，伊

格内修斯带领他的追随者去蒙特马特，在那里他们发誓要过贫困的纯洁

的生活和服从教皇。他们也发誓要到耶路撒冷去朝圣和做使土耳其人皈

依的工作，除非教皇解除了他们这样的誓言，并派他们去做另外的工

作。最后，在1539年，这个小组决定组成一个永久的组织，在他们中间

选出一个长者，他们将向这个长者立誓服从。1540年，保罗三世批准了

这个新的宗教团体，伊格内修斯被选为该团体的第一个会长。几乎紧接

在这之后，耶稣会就成了那个时期里教皇们手中的强有力的工具，这些

教皇非常认真地致力于天主教教会改革和驳斥新教徒的任务。法兰西斯

·泽维尔，耶稣会刚一成立时伊格内修斯的原来的伙伴之一，成了派往

东方的传教士，他在若干国家建立了教堂和耶稣会。我们已经看到了彼

得·卡尼西厄斯和贝拉明试图挡住新教潮流的工作。当伊格内修斯在

1556年去世时，已经有一千多名耶稣会会士散布在欧洲各地，以及巴

西、印度、刚果和埃塞俄比亚。

虽然在最初伊格内修斯并没有把耶稣会设想成为一个教学团体，但

他确实高度重视学习并且深信，耶稣会的成员们必须有可能得到最好的

训练。为了这个目的，他在耶稣会的《章程》（Constitutions）里清楚



地说明了耶稣会未来的成员们必须遵循的灵性训练和学院教育的大纲。

这些《章程》对一致性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并且列出了一些书籍作为

学习的主要资料和作为课堂里讨论的课本。在哲学领域里，亚里士多德

受到推崇；而且“在神学方面将阅读《新旧约圣经》和圣托马斯的经院

教义”。这样，托马斯就成了这个新的宗教团体的正式的大师。但是，

这不是最后的和排他的决定，因为伊格内修斯补充说，《格言录》也应

当阅读，而且如果将来出现了另一种神学体系，这种体系不和托马斯相

抵触而又“较好地适合我们的时代”，那么，这种体系也可以包括在阅读

的书籍里面。虽然要加倍小心和要在耶稣会的审慎的批准之后。伊格内

修斯似乎还希望，耶稣会能够搞出这样一种神学，因为他要求迪戈·莱
纳兹撰写一本神学手册，用以教育耶稣会会士。莱纳兹着手完成这个任

务，但是他的许多其他工作不允许他完成这个任务，他所遗留下来的只

是他在他可能使用的资料上做的一些笔记。再者，一些早期的耶稣会会

士是司各脱派而不是托马斯派。科英布拉（Coimbra）的教授佩德罗·德·
方塞卡（Pedro de Fonseca，1528～1599年）的情况就是如此，他的主要

兴趣是形而上学而不是神学，而且他对耶稣会神学历史的重要性在于，

他把“中间的知识”（scientia media）的理论应用在预定论的问题上，当

我们接触到有关恩典和预定论的争论时，我们将有机会讨论“中间的知

识”。耶稣会的神学不久之后就在另一点上形成了它自己的特点，这另

一点是，它集中全力在“积极的神学”（positive theology）上，主要是源

于“教父”和《圣经》，而不是只使用经院派的方法。这一点已经可以从

莱纳兹遗留下来的笔记里看出来，并且在法兰西斯科·德·托利多

（Francisco de Toledo，1532～1596年）的著作里变得很明显。

在16世纪的耶稣会神学家们中间，我们已经讨论了贝拉明和卡尼西

厄斯。他们的主要作品是驳斥新教。我们将在这一章的下一部分里讨论

路易斯·德·莫林纳，因为他的名字同有关恩典和预定论的争论密切相

关。因此，我们这时将转向16世纪和17世纪初期最杰出的耶稣会神学家

法兰西斯科·苏尔雷斯（Francisco Suárez，1548～1617年）。



苏尔雷斯出生在格拉纳达（Granada），就读于萨拉曼卡。在那里

他接触到了多米尼克会神学的悠久的和有声望的传统。他在十几岁时加

入了耶稣会，并把整个一生都献给了耶稣会。他毕生在西班牙的几个城

市——阿维拉（Avila）、塞戈维亚（Segovia）、瓦拉多利德

（Valladolid）、阿尔卡拉（Alcalá）和萨拉曼卡（Salamanca）——教

书，也在罗马教书，而且在他人生的最后二十年里，在葡萄牙的科英布

拉教书。他内心里是个学者，他避免过多地卷入他的时代的政治事务；

而且甚至在神学和哲学问题上，他也避免不必要的争论。然而，正像我

们将在我们阐述他的思想时看到的那样，他不可避免地卷进了几场辩

论。

虽然确实有苏尔雷斯体系，但他从来没有编写出系统的神学。在形

而上学的领域里，他的《形而上学辩论》（Disputationes metaphysicae）
确实系统地叙述了他的观点。他的神学论文虽然论述了基督教神学的几

乎每一个方面，但却是作为一些独立的专题文章而这样做的。然而，他

的著作的编辑们试图使他的神学系统化，而把这些不同的论文按照托马

斯的《神学大全》（Summa）里所讨论的题材的同一次序加以编排。因

此，虽然按年月编排的次序被破坏了，但苏尔雷斯的二十七卷的著作形

成了名副其实的总结。

《形而上学辩论》是一篇有关系统的形而上学的论文。截至那时为

止，形而上学的教学和著述采取了对亚里士多德进行评论的形式，作者

或者是同意或者是不同意某些论点。但是，苏尔雷斯重新组织了形而上

学的整个题材，按照他认为是最好的次序，而不是按照亚里士多德的

《形而上学》所规定的次序——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毕竟只是一

些独立的论文的并列——讨论各种不同的问题。还有，在每一个标题下

面，苏尔雷斯汇编了一些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博学多才的见解，从而

使一些背景大不相同的哲学家们——希腊人、犹太人、穆斯林、经院

派、文艺复兴的学者——彼此进行对话。然后，他提出了他自己的见



解，而总是把他所遇到的众多的可供选择的事物考虑在内。

在这里无法总结五十四个《形而上学辩论》的内容。一般说来，这

样说就够了，苏尔雷斯是曾经受到司各脱影响的托马斯派。虽然对苏尔

雷斯有一些不同的解释，尤其是在他同意或者不同意托马斯的各点上，

但应当指出苏尔雷斯的形而上学的若干特点，以便说明他在什么方式上

不同于托马斯。托马斯和苏尔雷斯之间的最典型的分歧——后来的学者

们辩论的最多的分歧——或许是他们看待本质和存在之间的关系的那种

方式。托马斯曾经说，在生物里面在本质和存在之间有真正的区分。相

反，苏尔雷斯否认有这样一种真正的区分，并且争辩说，这种区分是在

人的脑子里，而不是在生物本身里，虽然这种区分有一个客观的基础。

这个“客观的基础”（cum fundamento in re）的确切意思，是后来的解释

者们中间的辩论之点，因为对这个短语的解释确定，苏尔雷斯是接近阿

奎那呢，还是远离了阿奎那。但是，无论如何，人们确实没有在苏尔雷

斯那里找到明确的断言，说存在的行为是第一位的，而这一点正像巴内

兹曾经指出的那样，是托马斯的形而上学的基石部分。这两个哲学家之

间的其他的分歧可以在这样一些问题里找到，例如：潜能和行为（苏尔

雷斯将会说，纯粹的潜在可能性是不可设想的，因此主导事物必须或多

或少是现实的），本质和偶然事件，等等。

然而，苏尔雷斯作为神学家的重要性，不是在于他在形而上学方面

的巨大的能力，而是在于他接受了经院派的整个传统，而且在他在大部

分神学里忠实于托马斯的同时，还搞出了一个对新的挑战作出反应的体

系。因此，关于苏尔雷斯的神学，要说的第一件事情是，在这里就像在

他的形而上学里一样，他表现出了孜孜不倦的学术研究和博览群书的成

果。苏尔雷斯在比任何其他的神学家都更紧密地追随托马斯的同时，并

没有因为不知道有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法而受到托马斯的束缚。因而，他

的作品读起来不但像是庞大的总结，而且像是对经院派的总结性论文的

总结。他如何对待托马斯可以从他如何对待托马斯从运动的这一事实里



论证上帝的存在的这件事情上看出来。苏尔雷斯指出，这个论点需要这

样一个原则，即每一个运动的东西，都是被另一个东西运动的。虽然这

在物理学里是正确的，但这不是形而上学的真理，因此苏尔雷斯宁愿

说，凡是制造的东西都是由另一个东西制造出来的。这种不同似乎不

大，但这表明，苏尔雷斯注意到了司各脱对托马斯的五种方法的批评。

同样，在基督成为肉身的原因的这个问题上，苏尔雷斯追随了法兰西斯

会教派而断言，即使亚当没有犯罪，基督也会成为肉身。他在肯定圣母

马利亚的纯洁受胎方面，也追随了法兰西斯会会士们，而超过了追随托

马斯及其追随者。因此，说苏尔雷斯的体系是后司各脱（post-Scotist）
和后唯名论者（post-nominalist）的形式的托马斯主义，并不是完全不

恰当。关于他的恩典的教义，也可以说同样的话，他是在答复莫林纳主

义而修改托马斯主义——或者说修改莫林纳主义而使之符合托马斯主义

的时候形成这个教义的。这个恩典的教义，和苏尔雷斯的大部分神学一

样，成了耶稣会里公认的教义。

有关恩典、预定论和自由意志的争论

虽然这些争论是在特伦特会议（Council of Trent）之后进行的，但

它们同我们讨论的教义方面的事态发展的联系是这样密切，以致在我们

把注意力转到该会议之前，似乎最好先讨论这些争论。但是，说一说该

会议在恩典问题上所采取的行动也是必要的，以便理解这个争论的背

景。该会议在它的第六次会议里着手处理称义的问题，这是处在天主教

和新教之间的关键问题之一。在答复路德提出的观点的时候，该会议宣

称，一个人没有在前的恩典就不能转向上帝，在前的恩典被给予和一个

人可能有的任何功德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人的意志通过接受恩典和通

过在善行里配合恩典而能够并且必须和恩典合作。该会议进而强烈谴责

了那些教导说在前的恩典不是必要的人，另一方面，也强烈谴责了那些

声称意志既不能使自己准备好接受称义也不能在恩典被提供时拒绝恩典

的人。



伊格内修斯也持有这些观点。他指示他的追随者们说，他们应当谈

到神的恩典，并且因为神的恩典而赞扬神的威严。但是，“尤其是在我

们这个非常危险的时代，不应当以善行和自由意志可能被损害或被当做

零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在写下这些话的时候，他显然是想到了路德

和加尔文的教义，并且想要确保这类观点在他的追随者们中间将不会被

接受。这样，甚至在争论爆发之前，在耶稣会会士们中间就有一个心照

不宣的传统——佩德罗·德·方塞卡（Pedro de Fonseca）和巴塞洛缪·卡梅

拉里厄斯（Bartholomew Camerarius）之类的神学家们代表了这个传统

——这个传统坚持意志的自由，并且找出方法使意志的自由同恩典和预

定论的教义协调起来。

然而，在萨拉曼卡（Salamanca），自从梅迪纳（Medina）的时代

以来，一个观点似乎盛行一时。那个学校早期的教师们——维托里亚

（Vito-ria）、卡诺（Cano）和索托（Soto）——曾经说，一个人是否倾

听神的召唤是由一个人选择的。但是，梅迪纳尤其是巴内兹深信，过分

地承认人的量，从而缩小恩典的作用，是危险的。梅迪纳说，善行没有

使我们准备接受恩典，而上帝可能决定给予恩典，这同我们通过善行准

备好接受恩没有什么关系。巴内兹走得更远。在一段奇怪的令人想起慈

温利的文里，巴内兹争辩说，神的本性是这样的：神的本性之外的任何

东西都是其行动的起因，而且神的本性是包括罪在内的一切事物和事件

的起因。上帝知道所有未来的意外事件，因为上帝知道所有的起因，罪

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皈依的实际起因是来自上面的帮助，无信仰的

起因是缺少这样的帮助。这样，上帝把有效的恩典给予了被拣选者，而

不给予被摈弃者，然而，被摈弃者由于他们的罪而受到正当的谴责。

这些观点在萨拉曼卡大学没有被所有的人很好地接受，这一点可以

从这样一个事实里看出来，在1582年，巴内兹在涉及到基督功德的辩论

里争辩说，即使基督预先注定要受苦，他的死亡也还是有功劳的。紧接

着就有若干同事和他辩论起来。他在这方面最知名的对手是路易斯·德·



利昂神父，该神父也指责巴内兹持有非正统的有关圣餐的观点。这件事

情最后闹得这样不可开交，以致告到宗教法庭那里，宗教法庭在两年之

后，作出了有利于巴内兹的判决，虽然不是在预定论的问题上，而是在

基督功德的问题上。

在鲁汶大学也有类似的事态发展，在那里迈克尔·贝厄斯（Michael
Baius，1513～1589年）教导说，由于亚当的堕落，我们失去的不是超

自然的天赋，而是我们这时已经腐败了的本性中的某种东西。作为结

果，我们不能转向上帝，因为我们缺少这样做的能力和真正的愿望。我

们腐败了的自由意志不能想望好的事情。贝厄斯持有的七十九个主张在

1567年受到庇护五世（Pius V）的谴责。贝厄斯服从了教廷的命令，但

不久之后又教导他的新修改了的教义，格列高利十三世（Gregory
XIII）在1579年发现，必须再一次谴责他的观点。鲁汶大学支持它的这

个教授，他后来被选为名誉校长。当耶稣会会士莱西厄斯（Lessius）试

图驳斥贝厄斯所持的观点时，鲁汶大学谴责了莱西厄斯提出的论题作为

答复，莱西厄斯反过来发表了辩护其主张的文章。界线划得很清楚。鲁

汶大学的教授们指责莱西厄斯有伯拉纠主义，他反过来则指责他们有加

尔文主义。在争论的每一个方面，这两者的观点是截然对立的。教授们

说，在皈依里上帝决定了意志的行动；莱西厄斯说，意志决定了它本

身。教授们说，只有一些人从上帝那里得到得救的有效的辅助；莱西厄

斯认为，这种辅助给了所有的人。教授们肯定，神的预定论和上帝预先

知道一个人的功德绝对没有关系；莱西厄斯断言，预定论取决于上帝预

先在被拣选者身上看到的功德。最后，这件事情引起了西克塔斯五世

（Sixtus V）的注意，他指派了红衣主教们的调查委员会去研究这件事

情和宣布判决。红衣主教们在莱西厄斯的教导里找不到错误，教皇命

令，争执就此了结。但是，这两方的主张是这样固执和这样截然相反，

以致不能用妥协来调和。因此，教廷的使者干脆下命令，每一方都克制

住不去攻击另一方。



当耶稣会会士路易斯·德·莫林纳（Luis de Molina，1536～1600年）

于1588年在里斯本发表他的《自由意志和恩典的授予的一致性》（The
A-greement of Free Will with the Gifts of Grace）论文时，事态就如上

述。这本书刚一出版，多米尼克会会士们就开始怀疑它的正统性。这本

书的销售被停止了，巴内兹写了一系列文章反对这本书。当这本书终于

发行的时候，它在附录里收录了巴内兹提出的反对意见和莫林纳对这些

意见的答复。这样，就其版式来说，这本书是注定要引起争论的。

正像书名所表白的那样，这本书的目的是要表明，自由意志为一方

同恩典、预知和预定论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一致性。这本书的目标显然

是要为教义辩护，因为莫林纳试图答复新教徒们的指责，新教徒们说，

天主教的自由意志和功德的教义，是伯拉纠式的否认恩典是第一位的。

这本书的观点是托马斯式的，因为这本书声称，它只不过是对《神学大

全》（Summa）里某些涉及到手头的争论点的简短篇章的评论。最后，

这本书的基本轮廓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它分成四个部分，论述上帝的知

识、上帝的意志、眷顾和预定论。

这样，莫林纳就从讨论上帝的知识开始。在这个场合里提出的第一

个问题是，上帝的知识是不是万物的起因。莫林纳的答复是，人们必须

在上帝的“自然的”知识和“自由的”知识之间作出区分。上帝的自然的知

识包括了一切可能的事物，甚至包括了那些不是上帝有意要创造的事

物，因此，上帝的自然的知识不是事物的起因。但是，上帝的自由的知

识是由神的意志确定的，而且只扩展到上帝有意要的那些事物。因此，

上帝的自由的知识是万物的起因。

上帝的知识里的这种区分，反映了莫林纳对自由的理解。自由不但

是“摆脱强迫性的自由”，而且也首先是“摆脱必然性的自由”。一块落下

来的石头，只是因为它在半空中被释放的时候依其本性而落下来，因此

不是被迫落下来；但这块石头不是自由的，因为它出于必然性而落下



来。当新教徒们说，一个人自由地选择上帝所预定的事物时，他们的意

思是，一个人不是被迫进行选择，因此，他们是把缺少强迫性和自由混

淆起来。如果一个人是自由的，那么，一个人进行选择，不是出于必然

性，而是出于一个人自己的自由意志。所谓自由按照定义是依情况而定

的，因此，实现无穷程度的预定论不能说是意味着人那一方面的自由。

当亚当被创造的时候，他被赋予信仰、希望和仁爱的超自然的美

德，也被赋予“原义”（original justice），这些辅助并加强了他的自然的

自由，这样他就能够服从上帝和得到永生。这样，亚当不仅仅是“自然

的人”，因为超自然的天赋被添加到他的自然的能力上，这些超自然的

天赋使他的自由意志能够作出正确的选择。作为堕落的后果，在他身上

所发生的事情是，他既失去了超自然的美德，也失去了原义。严格地

说，原罪并没有影响人的本性，而只是影响了添加在人的本性上的超自

然的天赋。因此，当传统的反伯拉纠的神学说，罪削弱了人的自由的时

候，这种神学实际上的意思，不是人的自然的自由被损坏了，而是这种

自由这时缺少了它原来被赋予的那种超自然的辅助。

在我们目前的状态里，就我们在堕落之前是自由的同一个意思来

说，我们仍然是自由的。面对着每一个决定，我们自由选择我们自己的

行动方针。但是，我们不能靠自己自由选择那些导致我们的超自然的命

运的事物，因为这类事物要求这样一些能力，这些能力现在是而且一直

是超出了我们的本性。现在和以前一样，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然而，

为了要相信，向每一个人提供的“上帝一般的帮助”就足够了。因此，虽

然一个人相信，仅仅因为一个人决定要相信，是不真实的。但是，相信

与不相信之间的差别在于意志的自由选择，而不在于上帝，却是真实

的。

虽然使人称义的信仰远远超过了同意或相信，而且确实需要上帝的

在前的和促进的恩典，但这种信仰也取决于意志的自由行动，意志命令



理智去相信。跟随在信仰的第一个行为之后的是“信仰的超自然的习

惯”，这种习惯是上帝给予信徒的，这种习惯使得今后可能只需上帝

的“一般的帮助”，就能完成信仰的行为。如果上帝把圣灵的进一步的恩

赐添加到这种习惯上，那么，这不是因为这些恩赐是信仰的行为所需要

的，而是因为这些恩赐加强了信仰的行为。这样，像奥古斯丁所断言的

那样，信仰的开端是在上帝的行动里；但是，我们的自由意志仍然起了

重要的和必要的作用。再者，上帝决定，在正常的情况下，在前的恩典

将被给予那些尽力去相信和尽力去抛弃罪行的人，因此，人们可以大概

地说，对那些希望选择恩典和得救的人来说，恩典和得救总是近在咫

尺。声称有些人被拯救而有些人没有被拯救的原因在于上帝的意志，或

者在于一种据说是不可抗拒的恩典的赐予，是否认上帝的普救众生的意

志。人们反倒应当说，那些选择去相信的人和那些选择不去相信的人之

间的原来的差别，在于他们对其意志的自由运用。

莫林纳的恩典和预定论的理论同他对上帝的行动和次要起因的行动

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密切相关。莫林纳断言，上帝在次要的起因里是“同
时”主动的——而同巴内兹和其他的托马斯主义者的“物质的预先运

动”的理论形成对比。当火产生热的时候，有一个单一的行动，在这个

行动里次要起因火和主要起因上帝，一道起作用。然而，这两者是大不

相同的，因为火在产生热里的行动是“特殊的”，而上帝的行动是对次要

的起因的“一般的辅助”。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上帝从创造天地万物的

时刻起就决定，某些事物将是其他事物的次要的起因，而且知道某些事

物将不能靠自己而行动，上帝决定，每当次要的起因将成为主动的时

候，“一般的辅助”将和次要的起因同时起作用。当自由意志应用在那些

没有超出自然领域而进入超自然领域的决定上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

当我们作出一个决定的时候，上帝用一般的辅助来支持这个决定。这并

没有使上帝要对邪恶的行为负责，因为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决定，上

帝将把这种一般的辅助给予我们的意志。因此，虽然作恶和为善的能力

是由于神的辅助，但是，上帝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就向万物应许的这种一



般的辅助，就其本身来说并不是邪恶的起因。邪恶的唯一起因，就要对

邪恶负责的道德意义来说，是选择邪恶的意志。

当涉及超自然的行为时，上帝一般的帮助和意志之间仍然存在着同

时发生的合作，但这时在前的恩典被添加到这些超自然的行为上了，这

种在前的恩典也可以称为上帝“特殊的”辅助。特殊的辅助所作的事情

是，使意志在一般的辅助的帮助之下能够完成具有超自然的意义的行

为，例如信仰。因此，只有一个起因，在其中起作用有三种成分：意

志、上帝的一般辅助和上帝的特殊辅助。这样，恩典——正像一般辅助

那样——不是对意志起作用，而是同意志一道起作用。这意味着，在前

的恩典和合作的恩典之间的差别，不是两种不同的恩典之间存在着的差

别，而是要表明，意志没有特殊的辅助就不能完成超自然的行为。合作

的恩典只是意志所同意的在前的恩典。这种同意一旦发生，超自然的习

惯——信仰、希望、博爱——就充满信徒心灵，他这时就能够在上帝的

一般辅助之下完成超自然的行为。

如果我们现在回到有关上帝的知识的原来那个问题上，那么，我们

将发现，除了我们已经讨论的自然的知识和自由的知识之外，我们还必

须假定一种“混合的”或“中间的”知识。这样做的原因是很明显的，因为

有一些未来的依情况而定的现实事物和事件，上帝知道不仅是可能的或

上帝所意要的，而且是上帝决定创造的其他自由意志所意要的。因此，

中间的知识是上帝赖以知道自由的万物将引起的未来的偶然事物的知

识。简言之，上帝有对一切可能的事情的自然知识，对上帝所意要的那

些事情的自由知识，以及对那些将由其他的意志决定的事情的中间知

识。因此，未来的依情况而定的事件并不取决于神的预知。相反，上帝

预先知道自由的万物将自由地决定的事情。就绝对的意义来说，每一件

事情也不都是上帝所意要的，因为人们必须在上帝绝对的或有效的意志

和上帝的有条件的意志之间作出区分。凡是上帝按照绝对的意志而希望

的事情必定会发生，但是，上帝按照有条件的意志而希望的事情，只有



在其他自由的起因起来履行这种意志的时候才能发生。上帝的普救众生

的意志是有条件的。虽然上帝希望所有的人都被拯救，但只有那些接受

上帝所提供的得救的人才将真正被拯救。

考虑到这些前提，被拣选和被摈弃的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来答复，即

这个问题和意志的自由是一致的。预定论取决于神的预知，不是就上帝

决定不把神的辅助给予那些将拒绝它的人而言，而是就上帝知道谁将自

由地决定恰当地利用给予所有人的辅助而言。由于恩典不是不可抗拒

的，所以恩典的给予，或换句话说，特殊辅助的给予，并不能保证得

救。所有的恩典对于得救都是有效的和足够的。但是，只有通过我们自

由地决定接受恩典，恩典才是有效的和足够的。

巴内兹和其他的多米尼克会神学家们对莫林纳的体系的反对，是直

接的、剧烈的和不畏缩的。当萨拉曼卡的教职员被指定去准备最近的出

版物中的禁书名单的时候，巴内兹本人试图把莫林纳的作品包括在禁书

目录里。争论终于在卡斯提（Castile）的首府瓦拉多利德（Valladolid）
爆发出来，在那里耶稣会和多米尼克会都有重要的学校。有一个时期，

多米尼克会会士们在讲课里批评莫林纳，这时耶稣会会士们通过举行公

开的辩论（1594年），而使这件事情大白于世。多米尼克会会士们宣

称，莫林纳的观点是左道邪说，并且要求宗教法庭对这个问题作出判

决。布道坛被多米尼克会会士们用来攻击耶稣会会士们，耶稣会会士们

反过来则利用他们在教廷里的影响让人撤销那些敢于冒犯的传道士们的

职务。最后，在第二次辩论之后——这次辩论差一点引起暴乱，每一方

对这次辩论做了不同的报道——莫林纳在宗教法庭上受到多米尼克会会

士们的指责，他反过来又指责巴内兹及其宗教团体的其他成员。西班牙

宗教法庭感到不能在这样有影响的两方之间作出判决，而且当局担心，

这种辩论将造成分裂。因此，这整桩事情被提交给罗马。

多米尼克会会士们反对莫林纳主义，因为他们正确地感到，这个耶



稣会会士对恩典的理解和他们在托马斯和奥古斯丁那里找到的东西相抵

触。主要的争论点是足够的恩典和有效的恩典之间的差别。正像我们看

到的那样，莫林纳主义者教导说，这两者之间没有差别，而且，使足够

的恩典成为有效的是意志的行动。这一点多米尼克会会士们不能接受，

因为这意味着，恩典从意志那里得到它的效验（ab extrinseco）。他们

很清楚，奥古斯丁和他之后的托马斯都教导说，恩典就其本身来说就是

有效的。再者，他们从和莫林纳截然不同的角度来设想恩典和意志之间

的关系。依他们看，后者的关于同时发生的辅助的概念，不能恰当地表

达奥古斯丁的关于恩典对意志起作用的概念。因此，多米尼克会会士们

宁愿谈到恩典对意志的“物质的预先运动”（physical premotion）。这一

点被莫林纳主义者看成是否认自由，因为一个被其他的东西左右的意

志，不是在自由地行动——在这里人们必须记住莫林纳对自由的理解，

自由不仅仅是摆脱强迫性的自由，而且也是摆脱必然性的自由。因此，

争论中的这些问题同路德和伊拉斯谟之间的辩论中所涉及的那些问题极

其相似。

意识到这场辩论的严重性和这场辩论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克莱

门特八世（Clement VIII）决定亲自处理这些事务。他下命令停止争

论，每个宗教团体把它的主张的总结送交他。与此同时，还向若干大学

和几个教会领导人征求意见。这个暂时的解决方法并没有使多米尼克会

会士们感到高兴，他们这时发现，他们的传统观点和稣会会士们的“标
新立异”受到同等的对待。由于多米尼克会士们那时似乎比较贴近教皇

的耳朵，他们终于成功地说服克莱门特委派一个调查委员会去审查莫林

纳的书。这个调查委员会是在1597年被委派的，因此，在神对人的自由

的援助这件事上开始了长长的一系列神学的磋商——the congregationes
de auxiliis。1598年，调查委员会决定，莫林纳的观点同奥古斯丁和阿奎

那的观点对立，而且在许多点上，莫林纳的观点和伯拉纠派的见解一

致。莫林纳的被谴责似乎迫在眉睫，而且多米尼克会会士们已经在庆祝

他们的胜利，这时若干有影响的人物乞求说，这件事情要处理得慎重一



些。当这样的乞求来自西班牙的国王以及来自皇帝的母亲和若干教会领

导人的时候，克莱门特决定改变他的策略，并且号召在两个派别的代表

们之间举行一系列会谈，以期达成妥协。这些会谈并不成功，克莱门特

又一次准备谴责莫林纳。在西班牙，阿卡拉大学的一些耶稣会会士开始

对教皇的权威表示怀疑。于是，克莱门特召开了一系列新的会议，他本

人主持了这些会议。这些新的会议在1602年开始，当克莱门特在1605年
去世时，会议仍在进行之中，而没有什么重要的结果。克莱门特的继任

保罗五世，继续主持了一些集会，直到1606年为止，那时他决定，这场

争论的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不了了之。他宣布，多米尼克会会士们和莫林

纳主义者们所声称的不同，多米尼克会会士们的观点并不是加尔文派

的，因为他们说，恩典使自由变得完善了，并且不损害自由。至于莫林

纳主义者们，虽然多米尼克会会士们这样指责他们，但他们不是伯拉纠

派，因为他们把信仰的开端放在神的恩典里，而不是放在人的意志里。

因此，两派的观点都可以被持有和被教导，只要每一方克制住不去指责

另一方是左道邪说就行。五年之后，保罗五世加强了这个决定，他下命

令，今后一切有关恩典的著作在出版之前必须送交宗教法庭。几年之

后，乌尔班八世（Urban VIII）在1625年和1641年重复了这道禁令，并

使这道禁令变得更加严厉。然而，虽然有这些禁令，但莫林纳主义者们

和多米尼克会会士们继续进行他们的辩论达几个世纪。

迫使莫林纳的争论退居次要地位的是另一场辩论，这场辩论基本上

涉及同样一些争论点，但这时却是围绕着一个其观点与莫林纳截然相反

的人：荷兰神学家科尼利厄斯·詹森（Cornelius Jansenius，1585～1638
年）。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贝厄斯的领导下，鲁汶大学认为，

预定论先于预知，我们失去了转向上帝的自由，而且在皈依的行为里恩

典驱动意志。虽然莫林纳的争论使人们的注意力离开鲁汶而转向西班

牙，但贝厄斯持有的一再受到罗马谴责的观点，继续在荷兰流传。这些

观点在詹森的主要著作《奥古斯丁》（Augustinus）里再一次浮现出

来。1640年在鲁汶出版的《奥古斯丁》是他的遗作。



《奥古斯丁》是对莱西厄斯和莫林纳的观点进行攻击的多卷集的学

术著作。它的第一卷研究了伯拉纠主义，强调了它关于原罪和关于堕落

之后人的自由的能力的观点。第二卷阐述了奥古斯丁关于恩典、自由意

志和预定论的教义；最后一卷试图表明，莫林纳主义和其他类似的观点

同伯拉纠一致，而不是同奥古斯丁一致。

有可能用一句话来说出《奥古斯丁》的特点：它驳斥莫林纳主义，

不是在多米尼克会会士们冲淡了的奥古斯丁主义和整个中世纪传统的基

础上，而是通过超越那个传统而回到以最极端的方式解释的奥古斯丁那

里去。按照詹森的说法，神学的方法和哲学的方法大不相同。哲学是建

立在理智上的，而且不能超出无谓的争论。神学是建立在权威上的，而

且它的知识是确凿的。注意有趣的一点是，声称是在解释奥古斯丁的詹

森，在这里采取了早期人们用来反对奥古斯丁主义的典型主张。这样做

的原因是，詹森没有兴趣阐述这个希波主教的整个体系，而是要在当前

的辩论里把他的关于恩典和预定论的观点作为权威。总之，詹森通过求

助于奥古斯丁而试图证明的主要论点是，亚当堕落的结果是这样的，以

致意志的自由大大地受到限制。虽然亚当在堕落之前有“不偏不倚的”自
由，即他可以选择犯罪或是不犯罪，但这种不偏不倚被原罪破坏了，足

够引领天真无邪的亚当到上帝那里去的恩典，这时变得不足够了。如果

一个人失去了视力，只有光线是永远不足以使他重见天日的。他需要的

是另一种帮助，能够治好眼睛的帮助。同样，我们的意志这时变成了罪

的奴隶，而且变得不能为善。我们除了我们自己和别的生物之外不能爱

任何东西。我们不能够爱上帝。虽然我们能够以外在的方式服从戒律，

但我们这样做，只是出于自豪或出于畏惧，而从来都不是出于爱。虽然

我们通过自然律法仍然能够看出上帝的旨意的某些东西，但服从这种律

法并不是美德，而只是善的空壳。

詹森在这样解释人的困境的时候相信，恩典的主要任务是把我们从

我们被欲念奴役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恩典是必要的，不但是为了使意志



能够完成超自然的行为，而且也是为了使意志能够做哪怕是最小的好

事。撇开了恩典，意志只能做坏事——虽然意志能够自由地选择去做哪

一件坏事。再者，由于我们的困境和盲人的困境一样，因此，对亚当来

说是足够的那种恩典不能帮助我们。莫林纳的错误恰恰在于，没有在堕

落之前状态的自由意志和目前状态的自由意志之间作出区分。他似乎认

为，意志所需要的只是恩典的帮助——这就好像是把更多的光线作为处

方开给盲人那样。和这种对我们的困境的解释相反，詹森争辩说，亚当

需要的只是一种将加强他的意志的恩典，而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将确定我

们的意志的恩典，指导我们的意志转向上帝。这种恩典詹森称为“治病

救人的恩典”，它成了人的意志的最高主宰，它以这样的从容不迫引领

意志到上帝那里，以致意志本身并不知道自己正被引领。恩典是不可抗

拒的和确实可靠的。因此，凡是得到恩典的人必然会转向上帝，而且是

心甘情愿地这样做的。在这里詹森再一次拒绝了莫林纳的观点，因为这

个耶稣会会士曾经说，真正的自由不但把强迫性排除在外，而且也把必

然性排除在外。与此相反，詹森断言，任何心甘情愿地完成的行为都是

自由的，即使这种行为是由内在的必然性产生出来的。预定论是绝对的

和双重的——有一些人预先注定要得救，有一些人预先注定要永远罚入

地狱。这是随着这样一个事实而来的，即，没有恩典，人类只不过

是“罚入地狱的乌合之众”，而且那些得到恩典的人必须接受恩典。因

此，被拯救和被罚入地狱之间的差别不取决于每个人的选择，而是取决

于永恒的天命（eternal de-crees），上帝根据这种天命而决定把恩典给

予一些人而不给予其他一些人。

詹森声称，这不是加尔文主义，因为加尔文使自由成为恩典的必然

结果，而事实是，自由恰恰在于意志对恩典的赞成，恩典既召唤意志也

驱动意志。但是，虽然詹森试图表明，他怎样不同于加尔文，但他和他

的追随者一再被指责为新教的秘密追随者。

随着《奥古斯丁》的出版而来的是安托万·阿诺尔德（Antoine Ar-



nauld，1612～1694年）的《论经常的交流》（On Frequent
Communion）的论文，这篇论文把詹森提出的原则应用在实际的虔诚行

为和教会纪律的领域里。这样，这个运动就开始采取抵制教会权威的形

式，这种形式成了运动后期的特点。甚至在《奥古斯丁》出现之前，鲁

汶的耶稣会会士们就设法阻止该书出版。在该书出版后，鲁汶的一些教

授支持詹森的观点，而反对耶稣会会士们用来反对他的观点的六个论

题。《奥古斯丁》后来在巴黎再版，在那里该书得到了巴黎神学院的一

些教授的支持。这样，这个事件成了国际事件，并且威胁着要重复“神
对人的自由的援助”（de auxili-is）这一争论所引起的那种濒临的分裂。

宗教法庭在1641年禁止人们阅读《奥古斯丁》；但是，鲁汶的教职员拒

绝接受这个命令，并且在这种主张上受到越来越多的法国人的支持。

1643年，乌尔班八世在他的训令《论完善》（In eminenti）里谴责了

《奥古斯丁》。由于这没有使这场辩论结束，英诺森十世采取了同样的

行动，在1653年谴责了据说是反映了詹森观点的五种主张。然而，詹森

派声称，这五种主张不是詹森的思想的准确反映，因此，他们可以继续

持有詹森的观点，而又同意对这五种主张的谴责。

这场争论导致了分裂。波特-罗亚尔（Port-Royal）的西多会（Cis-
tercian）修道院在阿诺尔德的领导下拒绝服从。阿诺尔德不得不躲藏起

来和过被流放的生活。但是，这个火炬由布莱斯·帕斯卡尔（Blaise Pas-
cal，1623～1662年）拣起来，他为阿诺尔德辩护的《大主教们》

（Provin-ciales），在影响和受欢迎程度上超过了《奥古斯丁》。后来

准备了一个要由法国的所有教士签署的“表白书”（Formulary），这个表

白书明确地说，这五种主张确实可以在詹森那里找到，而且这五种主张

受到了公正的谴责。许多人拒绝签名。由于国家——尤其是在路易十四

世的时候，支持对詹森派的谴责，这个运动变得越来越具有政治色彩。

到了18世纪初期，这个运动显然是主张限制教皇权力运动的盟友。1713
年，克莱门特九世（Clement XI）在他的训令《独生子》（Unigenitus）
里再一次谴责了詹森主义。在荷兰，由于进一步试图镇压这个运动而造



成了永久的分裂。在法国，詹森主义加入了那些终于导致革命的势力，

詹森主义的最后一个解说者可以说是修道院院长亨利·格雷戈尔（Henry
Gregoire，1750～1831年），他是一个热心的雅各宾派（Jacobin），在

他身上政治目的超过了对宗教事务的关心，而对宗教事务的关心在詹

森、阿诺尔德和帕斯卡尔那里是居主导地位的。

特伦特会议

罗马天主教的改革在西班牙有其最重要的根源。当西密尼

（Ximenes）的方案已经在西班牙扎实地进行着的时候，罗马仍然由一

系列不称职的教皇统治着。16世纪前半叶大多数教皇感兴趣的是教会改

革之外的其他事务。15和16世纪之交在位的亚历山大六世，由于用他的

政策来扩张他的儿子西泽·博贾（Cesare Borigia，1475～1507年）的权

力而为人所周知。在庇护三世（Pius III）非常短暂的统治之后，尤里乌

二世（Julius II，1503～1513年）戴上了教皇的三重冕，他作为朱利安

诺·德拉·罗韦雷（Giuliano Della Rovere）曾经是博贾派的最不共戴天的

敌人。虽然尤里乌为教会的改革采取了几个措施，并且是派遣传教团去

新世界、亚洲和非洲的提倡者，但他也着手破坏亚历山大的国际政策的

成果。为了要这样做，他变得像军人，而不像主教。除了军事的和政治

的兴趣之外，尤里乌把他的注意力用在美化罗马上面。正是他给圣彼得

大教堂新的长方形会堂奠下第一块石头。尤里乌逝世后，乔万尼·德·梅
迪西（Giovanni de Medici）成了利奥十世（Leo X，1513～1521年）。

他虽然不是穷兵黩武的人，但他有他的前任的大部分弱点和小部分魄

力。他被文艺复兴的风气迷住了，他支持了若干艺术家和学者，但对照

管他的信徒群众却没有做什么事情。不得不同早期路德的宗教改革打交

道的正是他。亚得良六世（Adrian VI，1522～1523年）是20世纪以前占

据彼得宝座的最后一个非意大利人，他可以说是进行改革的教皇里的第

一个，虽然他非常短暂的统治不允许他实施他的整个改革方案。克莱门

特七世（ClementVII，1523～1534年）是稳健的改革者。但是，他的教



皇任期里的两个最重要的事件是，查理五世的军队洗劫罗马，以及罗马

教会由于亨利八世和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婚姻问题而失去英国。保罗三世

（Paul III，1534～1549年）也是稳健的改革者，虽然有任人唯亲的倾

向。

虽然保罗三世有缺点，但正是在他任内改革的风气占据了罗马。他

任命的几个红衣主教是洁净教会的热情提倡者。其中之一是卡拉法

（Ca-rafaa），他后来成为保罗四世，而且作为教皇将推进改革和加强

教会的工作。但是，保罗三世对新型的天主教教会的最大贡献是，他提

名了一个委员会来拟出改革的方案，他后来召开了特伦特会议，这个会

议将采取步骤走向改革，与此同时将面对着新教的信条而明确天主教教

会的信仰。虽然尤里乌三世（1550～1555年）的统治使进行改革的一伙

人感到失望，但16世纪后期的教皇们大都认真对待改革——保罗四世

（Paul IV，1555～1559年），庇护四世（Pius IV，1559～1565年），庇

护五世（Pius V，1566～1572年），格列高利十三世（Gregory XIII，
1572～1585年），西克塔斯五世（Sixtus V，1585～1590年）和克莱门

特八世（Clement VIII，1592～1605年）。

在讨论特伦特会议的行动之前，应当注意这些教皇进行的宗教改革

有几个特点。这种改革的第一个特点是，这种改革是集中在教皇的权力

上。为了要避免新教正在表现出来的四分五裂，这似乎是必要的。保罗

四世为教皇的权威提出了一些主张，这些主张使人想起了英诺森三世的

鼎盛时期。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西克塔斯五世打算把维托里亚和贝拉

明列入禁书目录，因为他们否认教皇有直接统治整个世界的世俗权威。

这种强调集中后来造成了教皇们和这样几个君主之间的摩擦，这些君主

的祖先在他们的领地的教会的事务里有极大的影响。人们也必须注意

到，这种改革是设想成从教会首脑到教会成员自上而下地进行的。正是

在这个时候，耶稣会证明是进行改革的教皇们手中的最得力的工具。他

们是一支军队，愿意以军事的准确性执行交给他们的指示。没有他们，



罗马天主教的改革是不可设想的。还有，人们必须注意，这种宗教改革

是打算成为严格正统的。教会的传统信仰，甚至中世纪最后几个世纪里

发展起来的那些传统，是不能进行改革的。需要改变的是教会及其成员

的道德和宗教生活，而不是制度和教会的教义。读者可能注意到，天主

教改革的大多数主要的神学家都同宗教法庭发生过麻烦。这是这样一种

强烈的一致意见造成的，即正统化要在每一个细节上和不惜任何代价加

以保存。宗教法庭被复兴和加强了。宗教法庭这时搞出了一个新的做法

来保存正统：《严禁书籍目录》（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虽然

谴责某些书籍的做法是很古老的，但是，由于印刷机的发明，以及随后

的书籍的激增，发表天主教徒们禁止阅读的书籍名单，似乎是可取的做

法。《禁书目录》是罗马宗教法庭在1559年第一次出版的，并且经历了

一个不断修改和增添的过程，直到保罗六世最终在1966年禁止该书发行

为止——在这之前的一年，他把宗教法庭改变成“信仰教义的红衣主教

会议”，该会议的权力和目标受到较多的限制。最后，人们必须注意

到，这种对宗教改革的有限的理解，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里看出来，特

伦特会议并没有试图修改礼拜仪式，以便使之更适合新的时代。这个任

务留给了梵蒂冈第二次会议和该会议发动的宗教改革。在16世纪，人们

认为，通过明确天主教教会的信仰而谴责新教，并且改革和管理教会的

道德生活，就足够了。

特伦特会议（Council of Trent，1545～1563年）的历史是漫长和复

杂的。虽然我们不能在这里叙述这段历史，但人们应当注意到，该会议

的最终成果是一系列的政治和神学麻烦被克服的漫长过程的结果。在政

治上，主要的麻烦是，皇帝和教皇彼此争夺对该会议的控制。在神学

上，主要的麻烦是，那些认为该会议应当通过同意新教徒们的一些要求

而至少把一些新教徒争取过来的人和那些认为该会议的任务只是谴责新

教并制定出它自己的改革的议事日程的人之间的紧张状况。双方都有强

大的政治上的支持，而且甚至在那些希望看到新教徒们被谴责的人里面

也有一些人希望该会议把新教徒们所敦促的某些变革引进到罗马天主教



教会里来。因此，比方说，查理五世就希望，该会议将允许神甫结婚，

提供两种圣餐，以及用本国语言举行部分礼拜仪式。作为这些紧张状况

的结果，该会议常常被打断，而且只差九天就持续了十八年。最后的结

果是现代的天主教教会。

特伦特会议按照两个基本方针行事：改革教会的习惯和律法，给和

新教的观点相反的教条下明确的定义。有关改革的一些教令试图纠正新

教和天主教的改革倡导者都表示抗议的一些弊端，例如：旷工

（absentee-ism），兼圣俸（pluralism），不读《圣经》（ignorance of
Scripture），不负责任地授任圣职（irresponsible ordination），等等。

该会议着手处理的教义争论点，基本上是新教改革提出的那些争论

点：《圣经》的权威，原罪的性质和后果，称义、圣礼、炼狱以及对圣

徒及其圣骨（relics）的崇拜。在几乎所有这些事务上，该会议都采取了

与新教改革者的主张截然相反的主张。这样，新教的改革对天主教教会

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天主教教会这时感到不得不明确直到那时为止尚未

明确的许多事务。

《圣经》的权威及其和传统权威的关系问题，情况就如上述。在对

新教的“唯有圣经”（sola scriptura）的原则作出反应的时候，该会议不

但肯定了传统的权威，而且甚至把传统和《圣经》放在同等地位上。

会议也清楚地看到，这些真理和规则包含在书面写的书籍里和非书

面写的传说里，这些传说是使徒们从基督本人的口中得到的，或者是来

自使徒们本身的。据圣灵命令，这些传说世代相传而到了我们这里。于

是，会议以正统的基督教教父为榜样，怀着虔诚和敬意而接受和推崇

《新旧约圣经》各书，因为唯一的上帝是这两者的作者；而且也接受和

推崇种种传统，不管它们是涉及信仰或是涉及道德，因为它们或者是基

督口头命令的，或者是圣灵口头命令的，而且从不间断地保存在天主教

教会里。



然后，在罗列了一些教规书籍之后，该会议进而强烈谴责任何拒绝

接受这些书籍的权威的人，“因为这些书籍是人们在天主教教会里习惯

于阅读的，也因为这些书籍包含在古老的拉丁文《圣经》版本里”。和

把传统和《圣经》同等地当做权威来源的做法一致，该会议命令，任何

人解释《圣经》“都不能违背神圣的母教会过去以及现在所认为的意

思，因为判断《圣经》的真正的意思和解释的权力属于教会”。而且，

为了保证这道谕令被服从，该会议进一步命令，没有教会当局的批准，

任何书籍都不得出版，而且这种批示将以书面形式出现在书籍的卷首。

履行这种手续，不要作者或出版者花钱——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该

会议真正关心把任何假借神圣事务谋利的事情消除掉。

该会议的第五次会议着手处理原罪的问题。在肯定了原罪的真实

性，原罪对身体和灵魂的后果以及原罪从亚当传到他的后代那里之后，

该会议进而谴责那些拒绝婴儿受洗的人，以及任何声称通过洗礼的恩典

而原罪的过没有被赦免的人，“他们或者说，属于原罪的实质的那整个

东西没有被去掉，或者说，那整个东西只是被取消了或者是没有被归

咎”。和这种观点相反，特伦特会议断言，那些接受洗礼的人被变成

了“清白的、无瑕的、纯净的、无罪的”，而且在他们身上所剩下的只

是“犯罪的倾向”。

关于原罪的赦令可以说是关于称义的教令的序言，关于称义的教令

是由第六次会议（1547年1月）发布的。关于称义的教令毫无疑问是该

宗教会议的神学工作的核心。这个教令包括十六章，随后是关于被诅咒

的事物的三十三个教规。这个教令在介绍这个问题的时候宣称，堕落的

人类不能达到称义，对犹太人和对外邦人来说都是如此，因为无论是律

法或是人的本性都不足以使人称义（第一章）。这就是基督降临的原因

（第二章），这样那些被传给了基督的功德的人就可以称义（第三

章），并且通过第二个亚当，从他们作为亚当的子女的悲惨状况，转变

到上帝所接纳的子女的幸福状况（第四章）。



在这个总的介绍之后，就着手处理新教徒们和天主教徒们之间辩论

的那些问题，甚至还有天主教徒们内部的争论点。第五章断言，称义是

随着之前的恩典而开始的，而与任何功德无关；但是，第五章也肯定，

自由意志于是必须接受或拒绝向它提供的得救。

我们进一步宣称，在成年人里这种称义的开端必须来自上帝预设的

恩典……在没有他们那一方面的任何功德的情况下，他们被召唤；这

样，那些因为罪而同上帝割断的人，可以通过自由地同意和配合上帝加

快的和帮助的恩典，而倾向于使自己转向他们自己的得救；这样，当上

帝通过圣灵的启发而触动人的心弦的时候，人本身既不能在接受这种感

召的时候毫无作为，因为他也可以拒绝感召，也不能靠他自己的自由意

志和撇开上帝的恩典而在上帝的目光里使自己走向义。

成年人准备接受称义的方式是靠信仰、希望和爱。首先，他们靠聆

听得到信仰。这使他们把自己看成罪人，并且转而希望，上帝为了基督

的缘故将善意地看待他们。这使他们把上帝当做义的源泉而信赖和爱戴

上帝，并且憎恨罪恶。这种对罪恶的憎恨叫做悔悟，而且对于成年人悔

悟必须在洗礼之前进行（第六章）。

在这种准备工作之后，称义本身就到来了，称义是用这样的措辞来

描写的，而同路德对这件事情的理解明显对立。称义“不仅仅是罪被赦

免，而且也是内在的人通过自愿接受恩典和恩赐而变得圣洁和得到新

生，由此一个非义的人就变成了义的”。而且“我们不但被认为是义的，

而且我们在内心接受了义，我们被真正称为义的并确实是义的”。“因为

信仰，除非希望和上帝之爱被添加于其上，既不能使人很好地和基督结

合起来，也不能使人成为基督的团体的活跃成员。”这样，称义不是被

宣称为基督的义被归给了信徒，而是被宣称为上帝在人的自由意志的配

合之下用来使信徒成为义的那种行为。特伦特的高级教士们和神学家们

清楚地看到，这是使新教徒们和天主教徒们分离的关键问题之一，并且



使他们自己直接地针对着这个问题。关于称义教令的其余部分只是进一

步阐述这一点。当保罗谈到因信称义的时候，他实际上指的是，称义的

开端是靠信仰而产生的，不是靠功德而产生的（第七章）。没有必要知

道一个人已经称义；称义可以是一个人不知不觉的情况下的一种实际存

在的事物，因为一个人从来都不能肯定已经得到了恩典（第九章）。称

义是信徒身上的客观现实，可以用善行来增加称义的程度（第十章）。

称义的人即使在他们的善行里也是犯罪的这一概念，也必须被拒绝，因

为称义的人在他们身上有一种客观的义，能够而且必须做好事，即使他

们偶尔陷入小罪里（第十一章）。除非靠少有的特殊启示，我们不能知

道我们自己的预定情况，因此，我们不应当把期望寄托在预定论上（第

十二章）。同样，那些倾向于信赖持守信仰的恩赐的人，最好小心一点

以免跌倒，并且使自己战战兢兢地致力于善行（第十三章）。第十四章

表明，这种对称义的理解怎样同苦行赎罪的制度联系起来，因为那些在

洗礼的恩典之后犯罪的人，这时必须通过补赎的圣礼来设法重新得到他

们失去的恩典。这种圣礼——或者是接受这种圣礼的愿望起的作用是，

赦免了对罪的永恒的惩罚；但是，必须通过苦行赎罪来对待世俗的惩

罚。

因此，必须教导说，一个基督徒在他堕落之后的悔悟和在他洗礼时

的悔悟是大不相同的，这种悔悟不但包括决心避免罪恶和憎恨罪恶……
而且也包括这些罪的圣礼形式的坦白，至少在愿望上，这种坦白是要及

时地和在神甫主持的忏悔仪式里进行的，还包括通过禁食、施舍、祈祷

和灵性生活的其他虔诚做法而进行的苦行赎罪，这确实不是为了永恒的

惩罚，永恒的惩罚连同罪过一起，或者是由这种圣礼赦免了，或者是由

接受这种圣礼的愿望赦免了，而是为了世俗的惩罚，正像神圣的著述所

教导的那样，世俗的惩罚不像是在洗礼里所作的那样，不是永远全部地

向这样一些人赦免，这些人辜负了他们所得到的上帝的恩典而使圣灵悲

伤。



道德罪恶造成失去恩典，虽然没有造成失去信仰——无宗教信仰的

情况除外，在那种情况里，这两者都失去了。因此，那些陷在道德罪恶

里的人，虽然可能还有信仰，但将不被拯救（第十五章）。

最后，那些这样而称义的人必须富有称义的成果，这些成果是善行

和善行的功德。这样，信徒得到了永恒的救赎，“既作为通过耶稣基督

而仁慈地应许给上帝的儿女的恩典，也作为上帝应许的要守信地给予他

们的善行和功德的奖赏”。称义的人通过他们的善行，可以完全符合神

的律法，从而赢得永生。

这个教令的末尾的种种被诅咒的事物太长和太详细了，在这里不能

加以讨论。一般说来，在相当于对伯拉纠主义进行谴责的三个诅咒之

后，其余的诅咒都是针对着新教徒们的。这些诅咒不局限于称义的问

题，而且也涉及恩典、自由意志和预定论这类有关的事物。其中的一些

诅咒只是针对着某些改革者提出的观点，其他的诅咒显然是对新教的教

导的夸大或丑化作出答复。但是，一般说来，这些诅咒表现出了对那些

使这两个阵营分离的问题的准确理解。这些诅咒对最后的分道扬镳来说

是这样关键，以致最好引用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诅咒。

第九条教规。如果任何人说，罪人只是因信称义，意思是说，为了

要得到称义的恩典，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来合作，而且绝对不需要靠他

的意志的行动来使他做好准备和倾向于接受，那么，就让他受到诅咒

吧。

第十一第教规。如果任何人说，人们称义只是靠基督的义的被归

给，或者是只靠罪的被赦免……而且还说，我们赖以称义的恩典是上帝

的善意，那么，就让他受到诅咒吧。

第十七条教规。如果任何人说，称义的恩典只是由那些注定要生活

下去的人分享，而所有其他那些被召唤的人确实被召唤了，但没有得到



恩典，仿佛他们被神的力量注定是邪恶的，那么，就让他受到诅咒吧。

第十八条教规。如果任何人说，上帝的戒律甚至对一个称义的和被

纳入恩典的人来说也是不可能遵守的，那么，就让他受到诅咒吧。

第二十五条教规。如果任何人说，义人在每一个善行里至少是犯了

小罪，或者，更加不可容忍的是，犯了道德的罪，因此应受永恒的惩

罚；还说，他不只是因为这个缘故而被罚入地狱，因为上帝并没有把这

些善行归因于害怕被罚入地狱，那么，就让他受到诅咒吧。

第三十条教规。如果任何人说，在得到称义的恩典之后……无须乎

在这个世界里或炼狱里还清世俗的惩罚的债务……那么，就让他受到诅

咒吧。

第三十一条教规。如果任何人说，当一个称义的人为了永恒的奖赏

而完成善行时是在犯罪，那么，就让他受到诅咒吧。

该会议的其余的教义方面的工作涉及圣礼。高级教士们感到，应当

讨论这些圣礼，以便使天主教称义的教义臻于完善。第七次会议只是列

出了一个被诅咒的事务的单子，这个单子只是把圣礼的数目固定为七

个，坚持圣礼的客观价值和必要性，并且拒绝再洗礼派和其他人在洗礼

和坚信礼方面的观点。各种不同的政治的和实际的困难阻止该会议进一

步讨论圣餐问题，直到四年之后第十三次会议于1551年召开为止。后

来，在停顿了几乎十一年之后，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会议于1562年
重新着手处理祭坛的圣餐问题。在间歇期间，其他一些争论点引起了该

会议的注意，虽然在大部分时间里该会议没能召开。因此，关于圣餐的

教令是在长时期里产生出来的，而且那些参与第一个教令的使节在许多

情况下不同于那些参与最后两个教令的使节。然而，一般说来，特伦特

会议只是肯定了那些那时已经成为传统的信念和做法。变质说的教义已

经被明确，但重新受到肯定。圣餐应当同只为上帝保留的礼拜一起被保



存和推崇，因为上帝临在于被保留的圣餐里。在圣餐之前，平信徒和神

甫都应当按照圣礼坦白自己的罪行，虽然没有机会这样做的神甫也可以

在实在不得己的情况下举行圣餐。为了接受基督的身体和血，两种圣餐

并不是必要的。虽然在古代两种圣餐是惯常的做法，但教会有权确定圣

餐被给予的形式，而且教会的关于不给平信徒酒杯的现行的律法必须被

服从，至少是直到教会本身作出其他决定为止。弥撒是基督在其中重新

被奉献的献祭，虽然是以不流血的方式。这种献祭使上帝息怒，因

为“被这种献祭平息之后，主给予悔罪的恩典和能力，并且宽恕哪怕是

最严重的罪恶和罪行”。虽然该会议宁愿，在圣餐的时候所有在场的人

都参加，但是，只有神甫在其中分享圣餐的饼和酒的弥撒才被宣布为有

效。母教会在弥撒方面所规定的一切仪式，都是为了信徒们的好处而确

定的，而且必须被遵守。这包括禁止用语言作弥撒，虽然责成神甫们向

人们解释弥撒的神秘性。在作出这些正面肯定的同时，该会议强烈谴责

那些被它认为是和天主教信仰相悖的观点。

至于其他一些圣礼，特伦特会议再一次重新肯定天主教教会的传统

教义。和这种重新肯定相关，该会议也讨论了其他一些争论点，如炼狱

的存在，圣徒们的圣骨的价值，以及在授任圣职的行为中被授予的权

威。在每一种情况下，该会议的决定是，重新肯定或者是已经明确了的

教义，或者只是中世纪教会的全体一致意见。然而，在其中的每一方

面，尤其是在婚姻和授任圣职方面，该会议通过立法，反对成了新教徒

们的攻击目标的各种弊端。

这样，特伦特会议以双重的方式对新教的挑战以及要求改革的普遍

呼声作出了反应。在教义的事务上，该会议始终如一地站在保守的一

方。凡是成了西方教会的公认的信念的东西，凡是新教徒们所攻击的东

西，这时都成了天主教教会的正式的和最后的教义。但是，在道德事务

上和在灵性上关心其信徒群众的事务上，该会议采取了厉行改革的路

线。买卖圣职、旷工、兼圣俸以及违背独身生活的誓言，将不再被容



忍。特伦特会议的精神同耶稣会的精神和宗教法庭的精神是一样的：严

格坚持传统的教条，严肃的道德生活，以及真诚的关心使教会的教牧工

作能够为教会的所有的信众所获得。

特伦特会议可以说是象征了天主教的改革，因此也象征了现代的罗

马天主教教会的开始，而上述情况是这样说的两个原因之一。另一个原

因是，在该会议旷日持久的过程中，就教皇的权威来说，发生了一些重

要的变化。当该会议即将召开的时候，手头的争论点之一是教皇的权

威。不仅仅是新教徒们否认这种权威；而且教皇也发现自己处在其权威

受到善良的天主教徒们怀疑的地位上。会议被认为是必要的，原因是教

皇的声音没有被人们注意。召开该会议花了这样长的时间，以及该会议

后来发现，很难继续工作而不得不长期中断，主要是因为一些天主教的

君主——在早期的协商期间，主要是查理五世认为，他们必须在某种程

度上控制这个集会，因此并不总是配合教皇的召开该会议的努力。然

而，在这个集会的后期，情况大大改变了。庇护四世毫无疑问是该会议

的主人，该会议在最后一次会议上，祈求他肯定该会议发布的一切教

令，不但是在他统治期间发布的教令，而且还有在保罗三世和尤里乌三

世统治下发布的教令。庇护在一道通谕里做了这件事情，他在其中宣

布，该会议是全基督教的和对一切人都有约束力的，他在其中还下命

令，没有罗马教廷的明确批准，任何人都不得对该会议的决定发表评论

或作出其他的解释。

这样，这个教皇既被当做是该会议的权威的来源，也被当做是该会

议的最后的解释者。中世纪后期的会议运动结束了。现代的罗马天主教

教会诞生了。



第九章　路德派正统化的神学

在欧洲大陆，17世纪是基督教各大宗派的正统化时期。路德派以及

改革传统和罗马天主教教会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大

宗派都使它们在前一个世纪里采取的种种教义系统化和得到澄清。在英

国，情况多少有些不同，因为在17世纪，伊丽莎白及其大臣们所提倡的

有控制的改革突破了其界限，而且一些新的和比较激进的运动跃居突出

的地位。在欧洲大陆和英国，以及在新教徒们和天主教徒们中间，哲学

有了越来越独立的地位。虽然这个时期的大多数哲学家宣称他们自己是

真诚的基督徒，但他们进行的工作和神学家们的工作没有关系。结果，

神学暂时沿着保守的路线移动，回顾每个基督教团体的创始人及其基本

文献。另一方面，哲学则得益于经院主义的终结，寻找新的可以遵循的

路线，并且展望未来。从17到19世纪，基督教神学的历史是这样一个过

程，在其中在一个坚定的正统化时期之后，神学开始注意到哲学家们和

科学家们的工作从而背离了严格的正统化，而移向理性主义。

这一章和下面两章将概述这一时期的神学发展。在这里我们将说

明，17世纪路德派正统化的性质是什么。在下一章里，我们将转向改革

传统的一些平行事件。最后，我们将回顾哲学的一些发展，这些发展后

来对神学极为重要。在这一卷书的后半部，我们将看到，在18和19世纪

这些不同的倾向怎样在几个方面互相影响。

17世纪的路德派正统化过程不能和16世纪严格的路德派混淆起来。

诚然，在我们所讨论的前一个世纪的大多数问题上，正统的神学家们和

严格的路德派一致。但是，他们的整个神学观点是大不相同的。严格的

路德派解释路德和梅兰希顿，是把他们彼此对立起来，而正统的神学家

们则认为，梅兰希顿所说的许多话很有价值，因而设法使他的观点和路

德的观点协调起来。他们的许多人承认，他们深深地受惠于梅兰希顿，



并且将他的《教义要点》（Loci）作为他们的课本。随着17世纪的推

进，他们利用形而上学，尤其是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是背离严

格路德派神学的另一重要做法。因此，路德派正统化在基督教思想史里

值得单独考虑。

然而，另一方面，17世纪的路德派神学，和其他大多数正统化一

样，并没有产生出一个其著述大大超过其同辈人的人物。因此，阐述这

个时期的神学的最好方法，似乎是着手用简短的段落介绍每一个主要的

神学家，指出发生的某些事态发展，然后转向比较系统地阐明整个运动

的主要信条。

主要的神学家们

路德派正统化的伟大先驱是马丁·切姆尼茨（Martin Chemnitz，1522
～1586年），我们在谈到他的基督论和他参与拟定《协和信条》

（Formula of Concord）的时候已经提到他。他也写了一部四卷集的著

作，他在其中试图表明，特伦特宗教会议不但抛弃了可以在《圣经》里

找到的信仰，而且也抛弃了早期的基督教传统。这样，切姆尼茨就成了

路德派方面的贝拉明，在后来的岁月里，罗马天主教反新教的论战大部

分是驳斥切姆尼茨的种种指责。他也作出巨大努力试图使圣经神学系统

化。这是在他去世之后用《神学主题》（Loci theologici）这个书名发表

的。我们已经提到了他的《论基督的两性》（On the Two Natures of
Christ）的论文，这篇论文在后期的基督论讨论中很有影响。但是，切

姆尼茨可以称为路德派正统化的先驱者的原因，是他把调解路德派传统

内部对立各派的伟大工作当做己任。他在接受严格路德派的许多信条的

同时，也十分赞赏梅兰希顿，他从梅兰希顿那里得到他的大部分方法和

文风。因此，由于切姆尼茨和他最重要的成就——《协和信条》，路德

派传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神学将是比较有建设性的，

而且论战一般说来将针对着非路德派。



埃吉迪厄斯·亨尼厄斯（Aegidius Hunnius，1550～1603年）在马尔

堡大学执教一个时期之后，加入了维登堡的教师团，并且被认为在维登

堡大学开始了路德派正统化的传统。虽然他没有写出伟大的系统的纲

要，但他论述了他的时代的大多数最紧迫的神学问题。他也写了广泛详

尽的圣经注释，这些注释后来被其他一些比较系统的神学家利用。他是

我们后面将要遇到的另一个正统神学家尼古拉·亨尼厄斯（Nikolas Hun-
nius）的父亲。这是具有意义的，因为正像已经指出的那样，在路德派

正统化的时期里，神学的主要讲座是由父子相继占据的，而且神学像其

他所有行业一样，成了子承父业的职业。

伦纳德·赫特（Leonard Hütter，1563～1616年）也是维登堡的教

授，在那里他对亨尼厄斯已经开始的支持路德派正统思想的工作作出了

贡献。亨尼厄斯做的大部分工作是圣经研究，而赫特则把注意力集中在

教义学上以及信条和认信文的研究上。赫德同格哈特一起阐述了一种关

于《圣经》的灵感的理论，这个理论成了整个路德派正统化时期的标准

理论。虽然他最知名的系统著作《神学基本主题》在许多方面受到梅兰

希顿的影响，但他比较接近于路德，而不接近于梅兰希顿。他效法路

德，在神学和哲学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并且试图在《圣经》和一些信

仰声明的基础上建立他的神学体系，而与哲学的或形而上学的考虑无

关。他使路德认信文体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点可以从或许是他的最重要

的著作的书名里看出来，《取材于神圣的圣经和协和书的神学主题的总

结》（A Sum-mary of Theological Themes Gathered from Sacred Scripture
and the Book of Concord）。他也卷进了同天主教神学家们和改革宗神学

家们的论战。在反对天主教徒们的时候，他写了《反贝拉明的二十个辩

论》（Twenty Dispu-tations against Bellarmine），驳斥这个著名的红衣

主教的论点。他反改革宗的主要论战作品，是他反对苏黎世神学家鲁道

夫·霍斯皮尼安（Ru-dolph Hospinian）而为《协和信条》进行的辩护。

路德派正统化最伟大的神学家毫无疑问是约翰·格哈特（Johann



Gerhard，1582～1637年）。他在维登堡和耶拿（Jena）学习，花了若干

年时间做教会行政工作，最后于1616年回耶拿当教授。他的圣经学术研

究的主要工作，是完成了切姆尼茨开始的《福音书作者们的一致性》

（Har-mony of the Evangelists）。这部作品的目的不仅仅表明不同的福

音书之间写作上的类似之处，而且表明各福音书的神学上的内在连贯

性。因此，这部作品不是圣经学术研究的书籍，而是圣经神学的书籍。

但是，格哈特的主要作品是他的《神学主题》，它的庞大的九卷——一

个后来的版本用二十三卷出版——成了路德派正统化的伟大的系统神

学。虽然它的书名是《神学主题》，但是，格哈特的作品遵循的方法

学，和早先梅兰希顿的《教义要点》大不相同。他试图做的事情不仅仅

是阐明一系列联系松散的神学主题，而且要表明整个神学知识的内在的

系统的联系。这样，格哈特就对后来被称为系统神学的东西作出了重要

贡献。他也感到，这种系统的神学需要健全的形而上学来加强基础，他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尤其是在萨拉曼卡的西班牙形而上学者和苏尔雷

斯所解释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寻找这种东西。这明显地背离了路德，

因为路德声称，任何人和亚里士多德搞在一起都不能成为神学家；但

是，大多数路德派正统神学家不久之后都效法格哈特，运用亚里士多德

的形而上学成了路德派正统化的特点之一。他也攻击乔治·卡利克斯塔

斯（George Calixtus）的“不同信仰调和论”，虽然这个争论发生在他的

晚年，因此他不能像后来一些神学家那样，从这个问题的角度来建立他

的整个神学体系。由于格哈特将是我们阐述路德正统神学的主要资料来

源之一，我们将不在这里赘述他的神学的特定内容。然而，应当注意

到，在《圣经》的灵感和基督论等问题上，他的思想是很有影响的。

尼古拉·亨尼厄斯（Nikolaus Hunnius，1585～1643年），埃吉迪厄

斯的儿子，接着赫德在维登堡当神学教授，而且也担任了教会的几个重

要职务。他的重要性是双重的，因为他既对路德派正统化的发展作出贡

献，也对在平信徒中间宣传路德派正统神学思想作出贡献。他对路德派

正统化的主要贡献是，他在信仰的基本条文和次要条文之间作出明确的



区分。通过建立区分这两者的一系列标准，他使他的后继者们有可能不

顾神学上的次要分歧而保持团结。然而，应当指出，这绝对不是试图把

基督教缩减成为一种公分母，因为亨尼厄斯所认为是基本的东西，是大

量的传统的路德神学。因此他争辩说，路德派和改革派之间的分歧涉及

一些基本问题，并且不能调和。亨尼厄斯也通过发表他的《那些应当相

信的事情的总结》（Summary of Those Things Which Are to Be
Believed），从而有助于在平信徒中间普及路德派正统化神学。这篇论

文是用德文写的，不久就成为那个时期最为广泛阅读的宗教论文之一。

约翰·康拉德·丹豪厄（Johann Konrad Dannhauer，1603～1666年）

大概是路德派正统化最著名的宣讲者。他在十卷集里发表的讲章，在后

来的路德派的讲道里很有影响。作为斯特拉斯堡的教授，他也写文章反

对罗马天主教、加尔文主义和卡利克斯塔斯提倡的新教的“不同信仰调

和论”。他的《良心的公开书》（Open Book of the Conscience）论述了

伦理道德，他的《行道智慧论》（Wisdom of the Way）把基督徒的生活

当做朝圣历程来讨论。但是，丹豪厄对基督教思想史的重要性在于：他

是斯彭纳（Spener）的老师，因此是路德派正统化和敬虔主义之间的纽

带。这样，虽然敬虔主义在许多方面确实是对于17世纪的冷漠的正统化

的一种反动，但同样确实的是，在这种正统化的界限之内也有像丹豪厄

这样的人，他们的极度虔诚行为和对教会生活的关切，是敬虔主义的来

源之一。

亚伯拉罕·卡洛夫（Abraham Calov，1612～1686年）是路德派正统

化后期最重要的神学家。他是普鲁士人，在康尼格斯堡（Königsberg）
大学开始了他的学习和教学生涯，后来成了维登堡的教员。和路德派正

统化的其他多数神学家的情况一样，他也参与了教会内部的不同的行政

工作。他的作品丰富，因此质量不均，而且常常重复。他的《圣经例

证》（Biblia Illustrata），对《圣经》全部经文的庞大的评注，是他在

维登堡关于圣经注释的极受欢迎的讲课的成果。从1655年到1677年，他



发表了他的《神学主题体系》（Theological Themes）的十二卷集，这部

作品不久就在格哈特的《主题》之后成为路德派正统化的最有影响的系

统神学。但是，卡洛夫最擅长的事务是在论战方面。他卷进了他的时代

的几乎每一个争论，并且对每个争论都写出了大块文章。比方说，关于

不同信仰调和论的争论，他就写了二十八部作品。他也卷进了反对天主

教徒、加尔文派、阿米尼乌派（Arminians）、索西尼派（Socinians）、

灵性主义者（spiritualists）、理性主义者和其他的人的论战。只要看一

看他的书目，就能得到这样的印象：卡洛夫是设计用来进行争论的一部

电脑。当人们看到他对待他周围的人和他的家人的态度的时候，这种印

象就加深了。（他比他先后五个妻子活得长）。因此，在卡洛夫那里，

路德派正统化达到了最高点，在好的特点方面是如此，在坏的特点方面

也是如此。卡洛夫毫无疑问是《圣经》的严肃的研究者，他的聪明才智

是令人惊愕的。他对他的信仰深信不疑，并且把自己看成是“基督徒的

健将”。但是，另一方面，他的深信不疑和他的聪明才智，促使他倾向

教条主义的僵化和论战的态度，这同他试图为之作证的福音是不怎么和

谐的。

约翰·安德烈亚斯·昆施泰特（Johann Andreas Quenstedt，1617～
1688年）和卡洛夫形成鲜明的对比。虽然昆施泰特也卷进了论战——他

的时代的每一个神学家都不得不卷进论战——但他的探讨方法和卡洛夫

比起来，更多地倾向于和解。他的家庭纽带说明了我们已经谈到的正统

化时期路德派神学家们之间的那种关系，因为他是格哈特的外甥，是卡

洛夫的众多的岳父之一，并且是另一个神学家约翰·沙夫（Johann
Scharf）的女婿。虽然他不是有创见的思想家，但他的博学多才和系统

叙述的能力，使他能够在1683年发表的《神学体系》里，把路德派正统

传统的最好的东西集中在一起。这部作品是路德派正统化的系统叙述的

顶点。虽然这部作品仍然使用反天主教和加尔文主义的措词，但它从来

都不是主要出于论战的考虑，而不像这个时期早些时候的许多著述那

样，那些著述给人的印象常常是，仿佛议事日程是由路德派的反对者们



制定的。这部作品仔细地考察和利用了早期的神学作品——尤其是路德

派中间的神学作品的成果，但它的总的文风是清晰和简明的。由于这些

原因，昆施泰特的作品同梅兰希顿、切姆尼茨和格哈特的作品一起，在

路德派正统化的基本丛书里占有一席之地。

大卫·霍拉兹（David Hollaz，1648～1713年）通常被认为是路德派

正统化的最后一个神学家。他从来都没有成为大学教授，但在他的一生

中始终是一个牧师和青年人的导师。他是卡洛夫和昆施泰特的门徒，非

常精通路德的正统思想，他试图在他的《神学探究》（Theological
Examina-tion，1707年）里为他的年轻的学生们总结的，正是路德派正

统化的神学。在这里他遵循了路德派正统化的一些伟大的系统的论文的

方法和次序，但常常包括有个人离题的话，他在其中试图表明某个特定

的教义对基督徒生活的重要性。在这一方面以及在他坚持真正虔诚生活

的重要性方面，他受到了正在出现的敬虔主义的影响，并且反过来对敬

虔作出贡献。在这一方面，他的儿子和孙子追随了他。他们两人也起名

叫大卫。这样就可以看出路德正统化和敬虔主义的发展之间的联系，虽

然这两者终于认为它们彼此是对立的。

乔治·卡利克斯塔斯和调和论的争论

路德派各教会内部的梅兰希顿分子和“隐形加尔文分子”（crypto-
Calvinistic）并没有因为16世纪的辩论而完全被摧毁。虽然《协和信

条》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达成这些教会内部的和解，但仍然有一些人认

为，严格的路德派事实上否认了路德本人在福音里发现的自由。由于

《协和信条》在德国一些地方被接受和具有约束力，因此那些赞成有较

大灵活性的人倾向于转往赫尔姆斯泰特（Helmstedt），因为那里的大学

反对《协和信式》。赫尔姆斯泰特的路德派，比较倾向于梅兰希顿的主

张，因此赞成研究人文学科，尤其是研究哲学。诚然，正是在赫尔姆斯

泰特，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形而上学被重新引进到路德派的德国。因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反对16世纪严格的路德派和反对17世纪生硬的正统

化的赫尔姆斯泰特大学，向这种正统化提供了大大加强其基础的亚里士

多德的形而上学。

乔治·卡利克斯塔斯（George Calixtus，1585～1656年）正是在这个

大学里接受了他的人文主义的和神学的教育。也正是在这里，他后来成

了教授，并第一次阐明他的关于教会团结的观点。他也曾在西欧到处旅

行，因而有机会看到不同基督教团体的人民所实行的和信仰的不同形式

的基督教。他在赫尔姆斯泰特受的教育，他的旅行的经验，以及甚至他

的出身——他的父亲曾在维登堡师事梅兰希顿——都向卡利克斯塔斯为

自己规定的任务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背景，他的任务是号召基督教世界的

各个不同的传统承认彼此都是真正的基督教教会。

卡利克斯塔斯希望达到这一点的方式是，依靠信仰的基本信条和次

要信条之间的区分。正像我们已经在尼古拉·亨尼厄斯的情况里看到的

那样，一些正统的神学家承认有这样一种区分，但并没有试图用这种区

分来促成同其他的神学传统的和解。卡利克斯塔斯争辩说，这种区分应

当使不同基督教团体的基督徒们能够承认，彼此都是基督徒伙伴，因为

这种承认所需要的只是坚持信仰的基本信条，即使在其他的问题上可能

有重要的分歧。

为得救所需要的信条是基本的信条。其他的每一种信条都是次要

的。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应当对次要的问题漠不关心。相反，信仰的次

要的东西也是基督教真理的一部分，人们应当既在基本的也在次要的信

条上尽量遵从真理。比方说，关于基督临在于圣餐里的不同观点是重要

的，而且很明显其中只有一个是正确的。一般说来，神学家们和基督徒

们应当设法找出哪一个是正确的见解，并且坚持这个见解。卡利克斯塔

斯本人相信，一般说来，路德的观点比其他人的任何观点都要接近于真

理。但是，基督临在于圣餐里的确切方式，并不是信仰的基本东西，因



为这不是得救所需要的。因此，路德派应当承认天主教徒们和改革派是

基督徒伙伴，即使在圣餐的问题上同他们不一致。

人们怎么就知道什么是一切基督徒都应当相信的信仰的基本的东西

呢？卡利克斯塔斯是研究教父时期的学者，他用他称为“起初五个世纪

的一致意见”（consensus quinquasaecularis）进行答复。传统会同《圣

经》一起，在神学里有一种作用。《圣经》是基督教教义的唯一来源，

而且在《圣经》里可以找到得救所需要的每一种东西。但是，《圣经》

所揭示的不止于得救所需要的东西，因为有可靠的《圣经》依据的若干

教义确实是真实的，但不是得救所需要的。说实在的，甚至因信称义的

教义——这个教义肯定是符合《圣经》的，因此是真实的——在教父时

期里一般也是找不到的。如果人们声称，这个教义是得救所需要的，那

么，人们就会被迫得出结论说，大多数早期的基督徒没有被拯救。那

么，人们怎么能够把《圣经》的基本真理同其他那些也是从《圣经》里

得来的但不是得救所需要的真理区分开呢？正是在这里教会的早期传统

——“起初五个世纪的一致意见”——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使我们能

够在基本的真理和次要的真理之间作出区分。只有最早的传统的那一部

分才是要求大家遵从的。其余的部分是重要的，因为所有的真理都是重

要的，但其余的部分不是基本的。有的时候，卡利克斯塔斯甚至超出

了“起初五个世纪的一致意见”，并且断言，得救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可以

在《使徒信经》里找到。但无论如何，在这里重要的是，通过重新肯定

传统的价值，卡利克斯塔斯已经向天主教教会作出主动表示——虽然，

让我们再说一次，他坚持路德的主张，认为传统不应当被看成是教义的

一个来源。这种重新引用传统显然是比较严格的正统路德派神学家们为

什么要攻击他的原因之一。

随着基本的东西和次要的东西之间的这种区分而来的是这样的结

论：在基督徒们中间已经有一种联盟。如果人们对普世性的真正性质有

恰当的理解，那么，就必须承认这种“内在的共有”。在某种意义上说，



基督徒们已经是一体的，即使神学上的分歧使他们分离。然而，这不足

以达成“外在的共有”，因为每一个不同的基督教团体都在指责其他的基

督教团体在基本问题上犯错误。另一方面，如果不同的教会承认，它们

的分歧虽然是重要的，但对得救来说不是基本的和实质的，那么，就有

可能达成“外在的共有”，这种“外在的共有”将包括共同分享圣餐。为了

达到这一点，各教会必须看到异端和错误之间有区别。异端是背离了信

仰的基本东西，而错误则涉及到不是得救所需要的基督教的其他许多真

理。异教徒们不是普世教会的一部分，真正的基督徒们同他们没有共

有，既没有“内在的共有”，也没有“外在的共有”。但是，有可能相信，

有的人是错了，但仍然赞同信仰的基本东西。在这一点上，卡利克斯塔

斯使自己成了他的反对者们的方便的目标，因为在他努力把基本的东西

缩减成最少的内容的时候，他断言，只有那些拒绝《使徒信经》的明确

教导的人才是真正的异教徒。于是，他的反对者们答复说，按照这类标

准，那些不信三位一体教义的人并不是异端，因为在《使徒信经》里三

位一体并没有明确表达出来——三位是被肯定的，但三位的永恒共存并

没有被肯定。然而，他的反对者们通过强调这一点，只是把注意力集中

在卡利克斯塔斯的观点里的枝节问题上，而且是他并非始终如一地坚持

的一个问题上，因为“起初五个世纪的一致意见”显然是比《使徒信经》

的经文更大的标准。

卡利克斯塔斯提出的种种建议受到了路德派神学家们的几乎一致的

反对。他的唯一的成功是在波兰，在那里国王拉迪斯劳斯四世

（Ladislaus IV）召集了索恩的“恳谈会”（“amicable colloquy”of
Thorn），这个恳谈会在1645年召开。但是，这种试图达成重新联合的

努力终于落空了。在德国本土，路德派正统化把卡利克斯塔斯的建议看

成是否认它的最珍贵的原则。但是，即使如此，正统的路德派就他们应

当怎样和在什么程度上反对他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路德派中间

的这种不一致可以通过比较卡洛夫和耶拿的神学家约翰·穆索斯

（Johannes Musäus）对卡利克斯塔斯的驳斥看出来。



卡洛夫的态度说明了他的性情和神学立场。他干脆拒绝《圣经》里

所揭示的任何东西都不是基本的这一概念。每一个揭示出来的真理都是

得救所需要的。早期各大公会议的信经所规定的和路德派的信仰声明基

本上是一致的，即，清楚地阐明《圣经》里所包含的，但那时被一些人

否认的真理。因此，路德派的信仰声明，不但是真理的陈述，而且是基

本真理的陈述。拒绝路德派的信仰声明，不仅仅是犯错误，而且是异

端。于是，需要有一个新的信仰声明，明确地说，一切揭示出来的真理

对得救都是基本的和必要的，并且把那些持相反观点的人——即卡利克

斯塔斯和追随他的“赫尔姆斯泰特派”——谴责为异端。为了满足这种需

要，卡洛夫撰写和提出了他的《重申一致意见》（Consensus
repetitus），这是一个僵硬的信仰声明，没有给基督徒中的分歧留下什

么自由的余地，并且几乎把分歧同异端邪说等同起来。这个信仰声明是

这样极端，以致虽然卡洛夫发表了二十多个作品设法说服他的路德派伙

伴们接受这个信仰声明，虽然他个人的影响很大，但没有任何路德派的

教会把这个信仰声明作为其正式的信仰。不妨看一看这个信仰声明的总

的要旨，它不但把天主教徒和加尔文派斥为异端，而且甚至谴责那些断

言天主教徒和加尔文派可以得救的人。同样，那种认为在《约翰福音》

第六章里耶稣提到了圣餐的见解，也被谴责为异端，而且那种认为神学

无须乎证明上帝存在的断言，也将落得同样的下场。概括地说，卡洛夫

以及维登堡的一般的神学家们，由于拒绝基本东西和次要东西之间的每

一种区分，而把他们自己放在这样的地位上，在那里教义的每一个细节

似乎和每一个其他的细节一样重要，在那里几乎每一个次要的分歧都必

须被认为是极可恨的异端邪说。

然而，在耶拿，著名教授约翰·穆索斯（Johannes Musäus，1613～
1681年）采取了不同的行动方针。他和卡洛夫一样不愿意接受卡利克斯

塔斯的“折中式调和论”。但他认为，有可能拒绝折中式调和论，而不走

向卡洛夫的极端的僵硬性。他拒绝“折中式调和论”，因为这似乎意味

着，路德派教会并不真正相信，它的教义是可以在《圣经》里找到的，



而否认这些教义是严重的错误。教会必须为《圣经》里所揭示的真理作

证，即使这意味着指责其他的教会陷入错误。诚然，在其他教会里，可

能有许多犯错误而执迷不悟的人和上帝将拯救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

路德派教会应当接受那些其他团体作为真正的和福音的教会。如果上帝

没有希望所有的基督徒都坚持《圣经》里所揭示的真理，那么，这些真

理就根本不会被提示出来。另一方面，卡洛夫在这方面错了，在他对卡

利克斯塔斯作出反应的时候，他干脆没有看到，在基本真理和次要真理

之间确实需要作出区分。如果这样一种区分被抹掉了，那么，神学在细

节的事务里面的分歧就成了异端邪说，神学的探讨研究就会被窒息。这

样，穆索斯就使耶拿大学走向这样一种形式的路德派正统化，这种正统

化远比维登堡的路德派正统化开明。这个传统在耶拿由穆索斯的后继者

和女婿约翰·威海姆·贝尔（Johann Wilhelm Baier，1647～1695年）保持

下去，他的《建设性神学纲要》（Compendium of Positive Theology）试

图表明，耶拿牌号的路德派神学不是折中调和论的。

虽然折中调和论的争论终于烟消云散，但它在基督教思想史里起了

两个作用。首先，它有助于刻板的路德派正统化的发展。其次，虽然卡

利克斯塔斯对基督教团体之间的关系的问题采取了过分简单化的处理方

法，但他的观点在他去世后流传下来，并且传到20世纪的普世基督教会

运动。他的门徒杰勒德·沃尔特·莫拉纳斯（Gerard Walter Molanus，1633
～1722年）拾起了基督教团结的火炬，并且在这样一个运动里致力于这

个目标，这个运动包括像莱布尼兹和博休特（Bossuet）这样著名的思想

家。

正统路德派神学简释

显然不可能在这里阐明路德派正统化时期所提出的神学体系，我选

择了另一种描述方法，我希望，将使读者对这种正统化的特征和它的神

学家们讨论的主要问题有一个总的概念。这个方法是简单地说明这个时



期的神学，取材于不同的神学家们，而不是试图在他们中间作出区分。

考虑到路德的“唯有圣经”（sola scriptura）的原则，不可避免的

是，17世纪的正统路德派将把大部分的注意力集中在《圣经》的起源、

灵感和权威上。诚然，这个教义常常成为神学前言的核心，因为如果

《圣经》是神学的唯一来源，那么，在任何其他神学问题能够被提出来

讨论之前，这些争论点必须先加以澄清。虽然路德及其早期的伙伴们坚

持《圣经》的唯一权威，但他们没有树立《圣经》的起源和灵感的理

论，因为这些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在17世纪，路德派正统化急

于要对宗教改革所提出的一切主要问题作出答复，便设法提出了关于

《圣经》的比较全面的理论。

相当有趣的是，这个关于《圣经》的教义大部分是建立在亚里士多

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上，正像我们在下面要看到的那样，亚里士多德的形

而上学在路德派正统化的神学家们中被广泛地接受。为了要避免过分崇

拜《圣经》的指责，这些神学家把亚里士多德在实质和形式之间的区分

应用在《圣经》上，这种区分到了这时已成为圣礼传统神学的根据。

《圣经》的实质内容是经文本身，由字母、文字和词句组成。形式是经

文的意义，即上帝希望通过经文而传递的信息。因此，说《圣经》的经

文是上帝的话语，并不是完全正确的，仿佛《圣经》的实质就其本身来

说就是上帝的话语。然而，另一方面，这些神学家希望确保，实质和形

式之间的区分不导致过分地从灵性上来解释《圣经》。因此他们赶紧补

充说，这种区分是概念上的，而不是真实的。在其他的情况下，是在内

在的形式和外在的形式之间作出区分。但是，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如何表

明，虽然《圣经》的实质的经文和上帝的话语之间有区别，但这个区别

不是使两者可以真正地被分开。

《圣经》的经文是由圣灵给予灵感的。灵感不是对一些信徒——如

先知们和使徒们的一般的启发，然后，他们把思想写下来。灵感是圣灵



的特殊的行为，是专门和经文的写作联系在一起的。有了灵感的作者只

是在写作的时候才是有了灵感的作者，而且他们的任何其他的行动和言

词都不能声称具有他们在圣灵的指引下写下的话语的那种权威。这对路

德派正统化来说是一个重要之点，因为要不然天主教关于传统的观点就

可以用这样的话来支持，即一般都是被给予灵感的使徒们，在《圣经》

里写下了一些东西，又把其他的东西传给了他们的后继者，从而保证了

传统的确实可靠的权威。在反对这类声称的时候，路德派争辩说，灵感

既包括被写下的东西的内容，也包括写下这些内容的命令。因此，凡是

由圣灵给予灵感的东西也都被写下来了，而且这时成了《圣经》的一部

分。

《圣经》的灵感是全面的和逐字的。它是全面的，因为每一件事情

都是由神的感召而写下的。最简单的和最平凡的断言是如此，最高的神

秘事物也是如此。诚然，当摩西写下他的《五经》的时候，有些事情他

只能靠神的启示才知道，如创造天地万物、巴别塔和《十诫》，而其他

许多事情是他靠自己就知道的，如那些和出埃及有关的事件。但是，当

涉及书写《圣经》经文的这个行为时，他写下了他所知道的事情，并且

在圣灵的感召下也写下了他早先不知道的事情。因此，圣灵给摩西灵感

去写下创造天地万物，这一点他除了启示是无法知道的；也给他灵感去

写下出埃及，这一点他是从个人的经验知道的。而且在这两种情况下，

灵感包括写下某个特定的主题的命令，也包括要在这种写作里使用的准

确的话语。

关于《圣经》全面的灵感的教义，导致了字句的灵感。圣灵不仅仅

是给《圣经》的作者们以一般的指导方针，要他们去写些什么，而且是

真正地指导他们写下每一个字。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些作者只不过是圣

灵的听写员。然而，另一方面，圣灵确实考虑到了作者们的不同的个性

和处境，因此他们对圣经正典的撰稿表现出了文风、个性和处境的不

同。随着17世纪的推进，声称《圣经》逐字灵感的主张，就得越来越彻



底。到了这个时期的末尾，霍拉兹声称，《旧约圣经》里马索拉（用来

作为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的指南的注释——译者）学者们加在希伯来

字母上的元音符号，同经文本身一样古老，而且同辅音字母一样也是被

给予灵感的。

《圣经》是神学的第一个原则，此外，还有自然神学。自然神学是

建立在上帝铭刻在每一个人的普通理智上的，并且是通过观察可见的万

物而发展起来的。神学不是科学，而是信仰的教义。这意味着，神学不

是任何非信徒仅仅通过查考《圣经》的经文就能够掌握的一种客观的学

科。由于神学的题材不是别的，而是基督本人，也由于只有在信仰里才

能认识基督，所以神学只能由那些相信基督的人来从事。神学的任务是

实际的，不是把神学缩减为道德学，神学的目的是要产生导致得救的正

确信念和虔诚。因此，神学不是一种学科，在其中寻求知识是为了知识

本身的价值。在这个基础上，正统的路德主义拒绝一切试图出于好奇心

而搞出神学的做法，也拒绝一切试图探究上帝没有在得救的号召里揭示

出来的事务的做法。

虽然《圣经》被看成是神学的第一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神学

家的任务里没有哲学的地位。与此相反，16世纪末期，在赫尔姆斯泰特

开始了亚里士多德的复兴，并且从那里传到几乎其他每一所德国大学。

在最初的起步之后，这种亚里士多德的复兴大部分开始取材于苏尔雷斯

（Suárez）和其他的西班牙形而上学者。最后，格哈特把形而上学重新

引进到神学里面来，并且取材于苏尔雷斯及其德国追随者。这样，在路

德派和耶稣会会士们之间的争论达到不可开交和彼此误解的最高点的时

候，双方仍然在同样的形而上学基础上进行工作。这是路德派正统化的

神学常常被称为“新教经院主义”的原因之一。

然而，另一方面，路德派正统化感到不得不避开那时由索西尼主义

代表的理性主义的陷阱。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索西尼主义的最独



特的信条是，在理性主义的批评法的基础上否认三位一体。他们对宗教

事物的整个探讨方法也是如此，所有这些宗教事物都是用理性主义的和

人文主义的措辞来加以解释的。这被路德派正统化看成是对信仰的巨大

威胁，不仅仅因为索西尼主义否认一些个别的教条，而且尤其是因为索

西尼主义在信仰的事务里使人的理智成为最高的仲裁者。在对这种威胁

作出反应的时候，路德派神学家们继续坚持被启示的教条的基础，以及

接受每一个教条的必要性，以便避免犯傲慢之罪。这一点加上经常反对

卡利克斯塔斯的信仰折中调和论，就促使正统的神学家们去搞出一些刻

板的和详细的体系。

这类详细的体系通常是从德国各大学的神学讲座那里制定出来的，

由于存在着这类体系，所以产生了17世纪的“新教经院主义”这个名称。

通常，这个名称具有贬意，意思是说，17世纪的神学或多或少地失去了

路德的一些伟大的发现，并退回到这样一些目标和方法学上，这些目标

和方法学重新产生出中世纪经院主义的一些最坏的成分。毫无疑问，这

种判断是有一些道理的，但也有很大的谬误。路德派正统化确实缺少路

德和早期的改革者们的闯劲和自由。它试图使每一件事情系统化的做法

常常接近于路德本人大概会拒绝的那种墨守成规。它利用亚里士多德的

形而上学——这是它被称为“经院主义的”的另一个原因——是路德会感

到痛惜的做法。它对因信称义的理解，听起来常常像是另一种因善行称

义。可是，在它的系统化的做法里以及由于它注意细节的事务，它使路

德派传统能够一脉相传。它坚持启示的必要性，确实使它比理性主义者

们更接近于路德，这些理性主义者在18世纪指责它抛弃了路德的见识。

总的说来，正统路德派神学家们之于路德，正像亚历山大大帝的追随者

们之于亚历山大大帝：后一代人的成员们缺少创始人的天才，但没有这

些成员，创始人的工作就会落空。



第十章　加尔文之后的改革宗神学

虽然人们通常把改革宗神学和加尔文主义等同起来，但这种等同并

不完全确切。改革宗神学的一些特点已经由加尔文之前的慈温利

（Zwingli）、布塞（Bucer）、奥科兰帕迪厄斯（Oecolampadius）和其

他的人发展起来。加尔文在世的时候，若干神学家正在对改革派传统作

出贡献，而和加尔文这个《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的作者没有什么

关系。他们用来描写自己的名字是“改革派”，而“加尔文派”这个称号是

由他们的反对者们——路德派和天主教徒——最初加在他们身上作为异

端邪说的标记的。再者，那种终于被称为“加尔文主义”的东西，虽然主

要来自加尔文本人，但在一些微妙的方面却不同于《基督教要义》的神

学。为了表明这种事态发展是怎样发生的以及这种事态发展怎样影响加

尔文主义的最终形式，我们在开始这一章的时候，将简短地评述16世纪

改革派神学的发展情况，这种发展情况既同加尔文无关，又是在加尔文

之后。然后，我们将看一看，改革宗神学——人们越来越频繁地把“加
尔文主义”这个名字加在改革宗神学上——怎样先后在欧洲的瑞士、德

国、荷兰、法国、苏格兰和英格兰等国家发展起来。我希望这个评述将

有助于表明：所谓的“加尔文主义”事实上在什么程度上忠实于加尔文本

人，又在什么程度上不忠实于加尔文本人。

16世纪的改革派神学

加尔文作为无可否认的伟大的神学家、组织者和教会领导人，倾向

于使与他同时期的和他前后的瑞士和其他地方的一些次要人物显得不那

么重要。慈温利的情况显然就是如此，他毫无疑问是第一个伟大的改革

派神学家，通常却被加尔文夺去了光彩。在1549年的《苏黎世共识》

（Zur-ich Consensus）之后，由于加尔文关于圣餐的观点越来越被瑞士

的新教接受，慈温利的神学便退居次要地位。可是，在一个关键的问题



上，大部分后期的“加尔文主义”比较接近于慈温利，而不接近于加尔

文。这个问题就是预定论这个教义。慈温利把这个问题和创造与神祐

（Providence）放在一起讨论。而加尔文则把这个教义放在救恩论的范

畴里。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造成了预定论的“加尔文派”教义的

发展，这种发展大大地超出了加尔文自己的教义。我们已经有机会表明

布塞对加尔文的影响，尤其是在圣餐和教会论方面的影响。约翰·奥科

兰帕迪厄斯（John Oecolampadius，1482～1531年），巴塞尔的改革

者，在他的神学和对外政策里支持慈温利。他的教父学和圣经研究，是

对加尔文和其他的改革派神学家的重要贡献。沃尔夫冈·法布里修斯·卡
皮托（Wolfgang Fab-ricius Capito，1478～1541年），布塞在斯特拉斯

堡的支持者，是一个有医学、法律和神学的博士学位的博学多才的人，

他在德国南部积极地推广改革派神学；而且路德派影响逐渐减少的那个

地区的大部分的所谓加尔文主义，实际上是卡皮托起的作用。因此，加

尔文有若干前辈，他们的工作终于汇入了通常被称为加尔文主义的洪

流。

在描述16世纪加尔文之外的改革派神学运动的时候，有四个名字作

为最重要和最有代表性的名字而突现出来：彼得·马特·弗米格利（Peter
Martyr Vermigli）、哲罗姆·赞奇（Jerome Zanchi）、狄奥多尔·贝扎

（Theo-dore Beza）和扎卡赖亚斯·厄西纳斯（Zacharias Ursinus）。

彼得·马特·弗米格利（1499～1562年）生于佛罗伦萨，在那不勒斯

受到胡安·德·瓦尔德斯（Juan de Valdés）的影响。在几次试图在意大利

进行宗教改革失败后，他逃往苏黎世，后来逃往斯特拉斯堡，在那里他

成了神学教授。1547年，在大主教克兰默的要求之下，他到英国去当牛

津的神学教授。很可能，他的观点影响了1552年的《祈祷书》（Prayer
Book）以及翌年的“四十二条信纲”。1553年，他回到斯特拉斯堡，三年

后他在苏黎世成了希伯来文教授。他保持这个职位直到1562年去世为

止。



彼得·马特·弗米格利对改革派正统化的发展的重要性，更多地在于

方法论方面，而不在于有实际内容的问题上。这一点的原因是，虽然在

其神学的内容里，弗米格利非常接近于加尔文和布塞，但他的方法论表

明，和他同时代的任何其他改革派神学家比起来，他在更大的程度上受

到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他曾在帕杜阿花了八年时间学习，而这个意大利

城市的大学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伟大复兴的中心。当他还在意大利的时

候，就在卢卡创办了一所学校，在那里既学习《圣经》也学习亚里士多

德，以便发动教会改革。正是在这个学校里，赞奇得到了他的大部分的

神学修养。后来，当彼得·马特在斯特拉斯堡当教授的时候，他把亚里

士多德的《伦理学》（Ethics）包括在他讲授的课程里。

这样，彼得·马特·弗米格利就把方法论的探讨引进到改革派神学

里，这种探讨对改革派神学的后期发展有深刻影响。加尔文从上帝的具

体的启示出发，并且总是对上帝的旨意的神秘性抱着肃然起敬的感觉，

而后来的改革派神学则越来越倾向于以演绎的方式从神的神祐出发直到

各个细则。因此，虽然彼得·马特本人没有卷进这样一种辩论，但堕落

后预定论者和堕落前预定论者之间的后期争论，是他引进改革派神学里

的方法的结果。这一方法论的探讨是后期改革派神学家们把有关预定论

的教义放在有关上帝教义的标题下的原因，从而抛弃了加尔文把有关预

定论的教义放在得救论的标题下的做法。

杰罗姆·赞奇（1516～1590年）也是意大利人，并且是彼得·马特·弗
米格利的门徒。1550年，在弗米格利离开意大利的几个月后，赞奇由于

担心有生命危险也被迫这样做。在日内瓦短暂逗留之后，他在斯特拉斯

堡成了神学教授，在那里他停留了将近十一年。在那个时期的大部分时

间里，他被那个城市的比较严格的路德派领导人们冷眼看待。压力是这

样大，以致他终于同意了《奥格斯堡信经》（Augsburg Confession），

虽然声明他是“以正统的方式”解释这个信仰声明的。这些以及其他的争

论终于促使他离开斯特拉斯堡，起初是当牧师，四年之后在海德堡



（Heidel-berg）接替了厄西纳斯的神学讲座。正是在那里他写出了他的

大部分神学作品，论述预定论之类的问题和三位一体的教义。

从上文可以看出，赞奇不是过分拘泥于刻板的正统化的人，也不是

异端的追逐者。他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因而不会这样做。可是，当涉

及他对预定论的看法时，他也参与了使观点系统化的过程，这种系统化

标志着加尔文和后期加尔文派之；间的不同。

赞奇在他的论文《绝对预定论教义的说明和肯定》（The Doctrine
of Absolute Predestination Stated and Asserted）里非常系统地阐明了他的

预定论的教义。他理解这个教义以及这个教义与整个神学体系的关系的

那种方式，可以从这个事实里看出来：他在开始他的论文的时候，“对
神的属性进行了一系列的观察，这些属性是必须提出来作为前提的，以

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预定论的教义”。从一开始，赞奇就说，预定论

的教义的基础是上帝的预知，因为“上帝现在是而且过去一直是这样明

智，以致没有任何事情过去或现在能够逃出上帝的所知。上帝从开天辟

地以来就不但知道他自己打算做什么，而且也知道他将促使和允许其他

的人做什么”。神的无所不知加上神的无所不能意味着，每一件事情

——而且不仅是人类的永恒命运——都是上帝预先确定的。“凡是发生

的事物，都是由于上帝的这种绝对的无所不能的旨意而发生的，上帝的

旨意是一切事物的主要的和最高的起因”。根据这段文字，“预定论”不
但意味着神的决定，按照这种决定，一些人被拯救，一些人不被拯救，

而且也意味着神对一切事物的统治，按照这种统治，一切事件都是预先

确定的。考虑到这样一些前提，关于有限的救赎的典型加尔文派教义是

不能驳斥的：“由于上帝并没有决心要人类的每一个人都被拯救，所以

上帝也没有决心要基督为人类的每一个人而恰当地和直接地死去，因而

得出结论，虽然基督的血从它本身的固有的尊贵来说，足够救赎所有的

人，可是，由于其圣父的指定的缘故，他是有意识地流血的，因此只是

为被拣选者而有效地和直接地流血的。”



具有意义的是，在用这样冷酷无情的逻辑确立了双重预定论的教义

和有限的救赎论教义之后，赞奇转而试图表明这些教义的教牧的和虔修

的价值。因此，我们在这里所得到的不是冷酷的和无人性的理性主义。

但事实仍然是，赞奇改变加尔文的预定论的教义，不是在其内容方面，

而是在其语调方面，使之成为可以从上帝的本性那里推断出来的教义，

而不是神学家试图借以表达对恩典的感受的教义。

狄奥多尔·贝扎（1519～1605年）被加尔文召到日内瓦学院去教

书，他在加尔文去世后，成了日内瓦和瑞士各地的改革派运动的一位领

导人。虽然他是有才能的《新约圣经》学者——他编辑的希腊文《新约

圣经》为学术研究和经文考证树立了新的标准——但他在这里主要是作

为神学家而使我们感兴趣。作为神学家，他的主要作品是他的《基督教

信仰的认信》（Confession of the Christian Faith，1560年）和他的《神

学论文集》（Theological Treatises，1570～1582年）。贝扎的神学和赞

奇的神学的类似之处在于，在声称只不过是加尔文的观点的解释者和继

承者的同时，他以微妙的但断然的方式歪曲了这些观点。比方说，他也

把预定论的教义放在神的知识、意志和力量的标题下，从而倾向于把这

个教义和预定论混淆起来。和赞奇一样，他坚持有限的救赎论——这又

一次是可以从加尔文的某些前提得出来的结论，但加尔文本人拒绝得出

这个结论。长老制教会制度是加尔文和其他的人在日内瓦搞出来的，但

他们从来没有声称这种制度是必不可少的。而贝扎则说，这种制度是

《圣经》的明确教导所要求的。加尔文在断言人们有权抵抗残暴的统治

者方面超过了路德，但他总是坚持传统的教义，说这种抵抗是下层的当

局的权力和义务，而个人不能揭竿而起；贝扎则非常接近于煽动暴君们

——对他来说意味着天主教的统治者们的一切臣民奋起反抗。

那么，简单地说，贝扎在许多方面是加尔文神学的清楚明晰和始终

如一的解说者，但这种清楚明晰和始终如一意味着，他失去了可以在他

的前辈的作品里找到的大部分神秘感和新鲜性。对他来说，《圣经》成



了一系列的陈述，全都是同样地被给予灵感的，因此全都是同样地重要

的，而且这些陈述在加尔文派的神学体系里被结合在一起。在加尔文总

是拒绝说出明确的和准确的教义的地方——《圣经》的灵感，事先拣选

论，有限的救赎，等等，贝扎干脆把加尔文派的体系推演到其最终的必

然结果。

扎卡赖亚斯·厄西纳斯（Zachrias Ursinus，1534～1583年）在维登堡

度过了他的大部分青年时代，在那里他是梅兰希顿的门徒和朋友。他也

广泛旅行，而且他对瑞士的访问很可能促使他更加倾向于“加尔文派”的
圣餐的观点。总之，当我们早先研究的那些争论在路德阵营里爆发出来

的时候，他被指责为隐伏的加尔文派，而且终于被迫到王室领地去避

难，这是通过彼得·马特·弗米格利的干预而被叫到那里去的。由于路德

派和加尔文派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尤其是在基督临在于圣餐里的方式

的问题上距离扩大，厄西纳斯被召来同卡斯珀·奥利维安纳斯一起撰写

后来被称为《海德堡教义问答》（Heidelberg Catechism，1563年）的文

件，这个教义问答成了德国的改革派教会的认信文。

厄西纳斯同弗米格利、赞奇和贝扎形成鲜明对比。这显然同王室领

地的政治情况和教会情况大大有关，因为在那里人们必须是温和的和和

解的。但无论如何，他不但不像他的其他同时代的加尔文派同伴那样教

条，而且他甚至似乎比他们更能理解加尔文——至少是在某些问题上。

因此，比方说，《海德堡教义问答》——学者们认为大部分是出自他的

手笔——并没有试图证明，预定论是上帝本性的必然结果，而是把预定

论放在有关教会的教义之后，当做对得救的感受的一种表达方式。在评

论《教义问答》的时候，厄西纳斯又一次没有试图通过把预定论和神的

属性联系起来——而赞奇显然是这样做的——来证明这个认信文所说的

东西，而是试图表明预定论在教牧上的重要性。“关于被摈弃，任何人

都不应当十拿九稳地确定任何东西，涉及到他自己是如此，涉及到生命

结束之前的另一个人也是如此，原因是，尚未皈依的人在去世之前可能



皈依。因此，任何人都不应当在涉及其他人的时候断定，他们是被摈弃

者，而应当抱最好的希望。然而，关于他自己，每一个人都应当很有把

握地相信，他是被拣选者之一；因为我们有一个普世的命令，要求所有

的人悔悟和相信福音。”

这样，在加尔文去世之后不久——而且甚至在去世之前，他的神学

就被弗米格利、赞奇和贝扎之类的神学家们系统化了，虽然也有一个厄

西纳斯，他对于加尔文体系的推动力和清新似乎有所理解。这个早就开

始的巩固过程，在17世纪，由于加尔文主义发现自己也卷入其中的种种

争论而进一步被加强。我们现在必须转向这些争论和加尔文主义的进一

步发展，我们讨论的次序如下：首先，我们将研究加尔文主义在瑞士和

德国的进一步的历史。然后，我们将转向荷兰，在那里发生了一些事

件，其重要性值得单独考虑。这之后将是一个简短的部分，说明法国的

加尔文主义所采取的非常有趣的形式。最后，我们将研究加尔文主义在

大不列颠的历史——首先是在苏格兰，然后是在英格兰。

加尔文主义在瑞士和德国

加尔文去世之后在瑞士产生的最重要的和最有影响的神学文件是

《第二个瑞士认信文》（Second Helvetic Confession）。正像我们已经

注意到的那样，加尔文和布林格（Bullinger）所同意的1549年的《苏黎

世共识》（Consensus），同加尔文主义和慈温利主义联合在一起而成

为一个改革派传统。但是，这个《共识》从来没有成为改革派教会的各

分支普遍接受的认信文。这个荣誉留给了《第二个瑞士认信文》。严格

地说，这个认信文不是由一个加尔文派撰写的，而是由慈温利派的布林

格撰写的。布林格在1561年就写下了这个认信文的大部分内容，但是，

直到王室领地选帝侯弗雷德里克三世（Frederick III）要求他准备一个类

似路德派呈交奥格斯堡会议的文件的改革派认信文的时候，他才使这个

认信文广泛流传。弗雷德里克需要这个认信文的原因是，帝国议会即将



召开，他担心，他必须表明，他的领地里的教会所信奉的神学，并没有

背离教会的真正的传统。当布林格接到选帝侯的要求时，他感到，他几

年前写下的文本将是恰当的答复，因此他把这个文本送交选帝侯。与此

同时，他把文本送到日内瓦和伯尔尼，以便得到这些城市的改革派教会

的反应和评价。在一些通信往来和一些次要修改之后——尤其是前言里

的修改，前言整个改写了——《第二个瑞士认信文》被瑞士的几乎所有

的改革派教会接受和签署了（1566年），最重要的例外是纽查特尔和巴

塞尔，纽查特尔（Neuchatel）是在两年后签名的，巴塞尔直到下一个世

纪才同意这个《认信文》。在这个《认信文》发表的当年，格拉斯哥的

苏格兰宗教会议就采纳了这个《认信文》。翌年匈牙利改革派教会同意

了这个《认信文》。1570年波兰改革派教会颁布的《波兰认信文》

（Polish Confession），只不过是《第二个瑞士认信文》的修订版。虽

然法国的改革派没有接受这个《认信文》作为他们的信仰声明，但这样

做的原因只是，他们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认信文，因此1571年在拉罗切

尔的宗教会议上，他们宣布《第二个瑞士认信文》是正确的基督教教义

的认信文。

《第二个瑞士认信文》是布林格写的——严格地说，在许多方面是

走向刻板的加尔文正统化的动向里温和的影响因素。诚然，在这个《认

信文》被颁布的大多数地区，都避免了这个正统化的最极端的后果。

毫无疑问，这是带有强烈的加尔文影响的改革派文件，和《苏黎世

共识》一致。圣餐是以典型的加尔文派的措辞加以理解的（第二十一

章）。在预定论的问题上，这个《认信文》介于加尔文本人和我们在前

一部分里讨论的后期加尔文派神学学者们之间；因为这个《认信文》像

他们做的那样把这个教义放在有关上帝教义的末尾，这样，这个教义看

起来几乎很像是有关得救教义的前言。因此，《第二个瑞士认信文》有

关预定论的教义可以说是加尔文本人和后期加尔文派之间的联系环节。



《第二个瑞士认信文》在另一点，即有关《圣经》灵感的教义看起

来像是加尔文和加尔文正统化之间的桥梁，加尔文确实相信《圣经》是

被赋予灵感的。但他并没有从讨论这种灵感来开始他的神学。事实上，

他从来没有充分地讨论《圣经》的灵感，而且他甚至似乎意识到极端地

拘泥于《圣经》字面解释的危险性。另一方面，《第二个瑞士认信文》

在第一章里就开始宣布，神圣的《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全部是由上帝

给予灵感的。神学结构里的这个改变，似乎依然没有大大地影响到这个

《认信文》本身的内容。但是，这是倾向把《圣经》树立为神的种种天

命的书籍的开端，然后从其经文里得出作为一系列陈述的神学。正像我

们将在后面看到的那样，在这一方面，《第二个瑞士认信文》是《威斯

敏斯特认信文》（West-minster Confession）的先河。

然而，在日内瓦当地，贝扎的影响是很大的，而且通过他，他自己

独特的加尔文主义在瑞士的其他部分取得进展。这可以从塞缪尔·休伯

（Samuel Huber）对牧师亚伯拉罕·马斯卡勒斯（Abraham Musculus）的

指责中看出来。他认为后者主张事先拣选论的形式的预定论是超出了加

尔文所教导的范围。他也批评了贝扎，因为贝扎写文章说，鼠疫是传染

性的，基督徒们逃避鼠疫是合法的。在一系列无须乎在这里叙述的辩论

之后，他在1588年受到了伯尔尼大宗教会议的谴责——这个大宗教会议

在二十年前禁止对神护祐的一切讨论，并且禁止洛桑学院使用《基督教

要义》。克劳德·奥伯里（Claude Aubery）的案件在神学上是不同的，

但结果是一样的。他持有的观点和安德鲁·奥西安德的观点类似——
即，称义不是神的义的被归给，而是基督以某种方式寓居于或“存在

于”我们身上，而且上帝所看到的正是基督在我们身上的义。他也在同

一天被同一个当局谴责，这部分是由于贝扎的影响和加尔文的权威。这

样，加尔文主义的势力，尤其是贝扎所理解的加尔文主义的势力，正在

瑞士各地扩张，而在那里这种扩张原先是受到许多人抵制的。

在贝扎去世之后，加尔文主义正统化在瑞士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是本



尼狄克·特雷廷（Benedict Turretin）和弗兰索瓦·特雷廷（FranÇois
Turre-tin）父子。本尼狄克·特雷廷或称特雷蒂尼（Turrettini，1588～
1631年）生于意大利，并且是我们已经说过的由弗米格利和赞奇代表的

极端预定论者同一教派的成员。他在使瑞士改革派支持多特宗教会议的

决定方面起了作用，这个宗教会议谴责了阿米尼乌派，我们在这一章里

将进一步研究这个宗教会议。然而，应当注意到，他在晚年提倡对阿米

尼乌派要宽大和温和。

本尼迪克特的儿子弗兰索瓦（1623～1687年）大概是欧洲大陆加尔

文正统化最重要的系统神学家。虽然他参与了来自法国的索默（Sau-
mur）的神学所提出的种种争论——我们不久之后将转向这些争论——
但他获得声誉主要是因为他在1679年和1685年之间发表了他的三卷集

《神学原理释疑》（Institutiones Theologiae Elenchticae）。这大概是加

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之后改革派阵营里论述教义神学的最系统和最彻

底的论文集，简短地检查一下这个论文集的一些主题，将足以说明17世
纪欧洲大陆的加尔文主义的性质。

在一系列绪论之后，这些绪论极其类似可以在任何其他的经院神学

里找到的东西——特雷廷转向圣经权威的问题。他在这里所关心的事情

是要表明，《圣经》是基督教神学的唯一权威，传统不能和《圣经》并

列。这是新教传统神学，是他从16世纪的改革者们那里得来的。但是，

他进而讨论这样一些细节，如“旧约圣经七十士希腊文”（Septuagint）是

否被给予灵感，《圣经》的经文是否由于手稿的相传而有些讹误。关于

这两种情况他的答复都是否定的，但是，具有意义的是，他关于经文可

能存在讹误的论点，是建立在经文本身的权威上面的：人们必须肯定，

《圣经》的经文保持了其原始的纯正性，因为否认这一点将是否认神的

天意。诚然，上帝决心要在《圣经》里向我们启示我们的得救所需要的

一切东西，上帝也决心要，除了这之外将没有其他的启示。如果上帝后

来允许启示出来的话语的经文被抄写者们抄错，那么，这将是天意里的



一个失败。把有关《圣经》的教义放在系统神学的开端，然后着手明确

和阐明《圣经》的绝对正确，这种方式是后期加尔文主义的典型做法，

但在加尔文本人那里找不到。在特雷廷和其他两个神学家撰写的1675年
的《瑞士共识》里，这种倾向达到了顶点。这个《共识》声称，希伯来

文经文的元音符号是神给予灵感的，因此是绝对正确的。

当涉及预定论的教义时，特雷廷是后期加尔文主义的典型人物。他

的父亲是多特（Dort）教令的热心捍卫者。这时在《神学原理释疑》

里，弗兰索瓦把有关预定论的教义正好放在我们看到其他正统加尔文派

放的那个地方：在有关上帝的教义后面，几乎像是从神的本性那里得出

的必然结果。像我们已经研究的其他的人——赞奇、弗米格利及其他的

情况一样，这意味着，他的有关预定论的讨论，更像是猜测上帝的心

思，而不像是宣布不应得的上帝的恩典。因此，他和大多数后期加尔文

派一样，被拉扯进了神的种种天命的次序的问题，以及上帝是否预定了

亚当堕落的问题。加尔文认为详细地讨论这些问题是不合适的，因为它

们似乎超出了神秘性的限度。特雷廷同其他许多和他在一起的人，长篇

累牍地谈论了这些问题。他的结论是堕落前预定论

（supralapsarianism）——那些认为拣选和摈弃的天命先于有关亚当的

堕落的天命的人的见解是“和救恩的依据不一致的”。他自己的主张是，

上帝规定首先要创造人类；第二，容许亚当的堕落；第三，从沉沦的芸

芸众生里拣选出一些人，而让其他的人停留在他们腐化和悲惨的状态

里；第四，派遣基督到人世间作为被拣选者的中保和救星；最后，号召

这些被拣选者奔向信仰、称义、成圣和最后的得荣耀。严格地说，这是

原来对“堕落后预定论”（infralapsarianism）的理解。特雷廷在这里说

的，不是上帝在亚当堕落的事件后规定了预定论，甚至也不是上帝没有

规定亚当的堕落——虽然是通过宽容的天命而不是通过主动的天命而是

在神的种种天命的次序里，预定论在亚当堕落之后，而非与此相反。然

而，“堕落后预定论”这个词后来的用法变得模棱两可，因为它终于既意

味着特雷廷在这里所采纳的观点，也意味着这样的见解，即拣选的天命



跟随在上帝预知亚当的堕落之后，或者有时甚至是跟随在亚当的事实上

的堕落之后。

至于基督是否为全人类而死的这个问题，特雷廷同意到那时已经确

立的加尔文派观点，即他只为被拣选者而死去，虽然他的死就其本身来

说将足以救赎所有的人，如果上帝决心要这样的话。在几乎每一个其他

的问题上，包括基督临在于圣餐里的方式，他的观点都是典型的加尔文

派的。然而，具有意义的是，他谈论和注意圣餐的问题，要比谈论和注

意预定论和有限救赎的一些问题少得多。这是一个标记，说明我们将发

现，加尔文正统化一般都是如此，即，原来是加尔文主义与众不同的主

要标志的圣餐问题，不久之后就被预定论、有限救赎、完全败坏之类的

问题遮盖了。

在另一点上，在他的经院派的文风和方法论上，特雷廷是新教正统

的典型的解说者。我们在这里又一次找到：无穷无尽的和细微的区分，

刻板的大纲，严格的系统叙述以及立论的探讨方法，而这些都是中世纪

后期经院主义的特点。因此，有充分的理由称特雷廷及其同时代人

为“新教的经院派”。

然而，这种严格的加尔文主义甚至在日内瓦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这

一点可以从弗兰索瓦的儿子琼·阿方斯·特雷廷（Jean Alphonse Turren-
tin）领导趋向自由的反弹看出来，这个反弹到了1725年成功地促使“多
特的教令”以及《第二个瑞士认信文》在日内瓦被撤销。

在16和17世纪，德国加尔文主义的历史和国家复杂的政治历史同时

共存的。我们在这里不能重述那段历史。我们这样说就够了：加尔文主

义在德国经常处在压力之下，因为给予路德主义的那种容忍的措施并没

有加诸加尔文主义。因此，以前加尔文主义影响很强烈的地区——主要

是斯特拉斯堡终于加入了路德派基督教团体的行列。由于这些情况，16
世纪加尔文主义的最重要的中心，是王室领地及其首府海德堡，在那里



由于特殊的政治条件，改革派的信仰受到选帝侯的偏袒。《海德堡教义

问答》不久就成了德国加尔文主义的最具特点的文件。然而，其他的加

尔文派常常指责海德堡的神学家们把新奇的东西引进到他们的神学里。

在这一方面，托马斯·伊拉斯塔斯（Thomas Erastus）可为代表。

托马斯·伊拉斯塔斯（1524～1583年）是海德堡大学的瑞士出生的

医学教授，并且是教会宗教法庭的成员。他在神学方面是慈温利派，他

试图在圣餐神学里抵制路德主义的影响，并且试图在教会制度的事务里

抵制加尔文主义的影响。1570年，他被指责有索西尼主义，并且被海德

堡的教会开除教籍。然而，他的名声是从他去世后出版的一部作品那里

得来的，这部作品包含一系列关于开除教籍的论题，他在其中认为，惩

罚犯错误的基督徒，是民事当局的任务，而且教会本身没有开除教籍的

权力。他的名字终于和这样的观点联系在一起，即国家凌驾于教会之

上，甚至在教会纪律的事务里也是如此——这种见解得到了“伊拉斯塔

斯主义（Erastianism）”这个名字。

加尔文主义在荷兰

在荷兰，在16世纪初期，发生了加尔文正统化的最重要的事态发展

之一。这个事态发展的中心是雅各布斯·阿米尼乌及其追随者的教导和

终于谴责他们的多特宗教会议。

阿米尼乌（Arminius，1560～1609年）生于荷兰，他主要是在莱顿

大学（University of Leyden）和在日内瓦形成他的神学的。他是一个坚

信不疑的加尔文派，并且终生都是如此，虽然在所辩论的许多问题上，

他明显和有意识地背离了加尔文的教导。因此，虽然“阿米尼乌

派”（Arminian）最终成了反加尔文派的同义词，但这样做的原因，不

是阿米尼乌反对加尔文一般的教导，而是他和正统加尔文主义都把注意

力集中在预定论、有限救赎之类的问题上，以致他们没能看到，这种争



论不是加尔文派和反加尔文派之间的辩论，而是深受加尔文影响的两个

不同团体之间的分歧。

作为年轻的加尔文派学者，阿米尼乌受到了德克·科恩赫特（Dirk
Koornhert）的观点的影响。科恩赫特发现，严格的加尔文派所教导的预

定论的教义，是不能接受的，并且否认了上帝的义。在研究科恩赫特的

反对意见时，阿米尼乌深信，科恩赫特在许多观点上是正确的。然而，

要不是四年之后（1603年）阿米尼乌被任命为莱顿的神学教授，在那里

他的观点不久之后就和他的同事法兰西斯卡斯·戈马拉斯（Franciscus
Gomarus，1563～1641年）的观点发生冲突，那么，上述情况本来是不

会引起任何大的争论的。

戈马拉斯不但是严格的加尔文派，而且是堕落前预定论者。按照他

的说法，上帝规定要拣选一些人和摈弃其他的人，然后规定允许亚当堕

落，作为被拣选和被摈弃得以生效的方式。再者，在亚当堕落后，所有

人的本性全面败坏了；而且基督只为被拣选者而死去。他对阿米尼乌教

导的反应并不是迟迟才作出的，而且当阿米尼乌去世后（1609年），空

缺的讲座由西蒙·比斯肖普（Simon Bisschop，1583～1643年）接任，而

比斯肖普的信念遵循了和阿米尼乌一样的路线的时候，他就更加怒不可

遏了。当戈马拉斯——他已经不在莱顿了——及其追随者试图施加压力

使人们撤销所有的阿米尼乌派的教学职务时，四十六个牧师签署了《抗

议书》（Remonstrance，1610年）。这个文件大概是由约翰·尤滕博盖尔

特（John Uyttenbogaert）撰写的，虽然有的时候被说成是比斯肖普撰写

的，这个文件拒绝：堕落前预定论和堕落后预定论，被拣选者不会从恩

典那里落空的教义，以及有限救赎——即基督不是为所有的人而死去的

理论。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抗议者们依照那时的做法，他们被称为“抗议

者”——一味坚持阿米尼乌所教导的，由于这个缘故，他们被恰当地称



为阿米尼乌派。因此，为了要了解他们的观点，不妨停下来说一说，阿

米尼乌在这场辩论的一些主要之观点方面教导了什么。

关于预定论，阿米尼乌一开始就不同意戈马拉斯的极端的堕落前拣

选论，但得出结论说，堕落后预定论也是错误的。虽然他在许多方面确

实是理性主义者，但人们应当指出，他的反对者们就他们试图证明预定

论是上帝的本性的必然结果这一点来说也是理性主义者。还应当指出，

阿米尼乌深切关心的是，有关预定论的任何教义都必须是以基督为中心

的和有助于教诲信徒的。这样，在反驳极端的堕落前预定形式的预定论

的时候，除了其他许多原因之外，他引用了他不能同意这种预定论的两

个原因：“（1）因为这个预定论并不是上帝的谕令（Decree），上帝指

派基督为那些注定要得救的人的救星、首脑和基础。可是，这种谕令是

基督教的唯一的基础。（2）因为这个预定论的教义并不是那个教义，

按照那个教义，我们通过信仰像活生生的石块那样被垒砌到唯一的基石

基督里面去，并且像身体的四肢被连接到头脑上那样被插入到基督里面

去。”

这样，他自己的预定论教义在两个基本点上和戈马拉斯派所教导的

不一致。首先，他的预定论是比较严格地以基督为中心的，在这一点

上，他比戈马拉斯更接近于加尔文。其次，他的预定论是建立在上帝对

被拣选者的未来信仰的预知上面的预定论。因此，阿米尼乌声称，“上
帝关于有罪的人得救的第一个绝对的谕令是这样的谕令，根据这个谕

令，他指派他的圣子耶稣基督为中保者”。第二个和第三个神的谕令

是，上帝将拯救那些悔悟和相信的人，而且上帝将提供手段使这种悔悟

和信仰成为可以得到的。然后，阿米尼乌谈到了第四个谕令，这个谕令

清楚地表明了他对预定论的理解：“在这些之后是第四个谕令，根据这

个谕令，上帝规定要拯救和罚入地狱某些特定的人。这个谕令在上帝的

预知里有其基础。根据这种预知，按照上述的提供那些对于皈依和信仰

来说是恰当和适当的手段，上帝从开天辟地就知道，哪些人将通过他



的“先行的恩典”去相信，并且通过他的随后的恩典去坚持；根据这种预

知，上帝同样知道，哪些人将不相信和不坚持。”

因此，严格的加尔文派这样说是对的：阿米尼乌对预定论的理解摧

毁了这个教义的目的，即，没有人能够吹嘘他们自己的得救。诚然，如

果我们被拣选的起因是上帝对我们的悔悟和信仰的预知，那么，随之而

来的是，我们得救的决定因素，是我们自己对福音号召的响应，即我们

自己的信仰，而不是上帝的恩典。

为了避免这种结果，阿米尼乌求助于他所说的“先行的恩典”（pre-
venting grace）。按照他的说法，这种先行的恩典由上帝给予了所有的

人，这种恩典对相信来说是足够的——虽然我们败坏有罪——因此这种

恩典对得救来说也是足够的。这样，被拣选者和被摈弃者之间的差别在

于，有些人相信，有些人不相信，也是由于上帝。上帝总是预先知道，

每一个人的决定将是什么。因此，“足以得救的恩典被给予了被拣选

者，也被给予了非被拣选者；这样，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可以相信

或不相信，可以被拯救或不被拯救”。因而，不像戈马拉斯派

（Gomarists）所坚持的那样，恩典不是不可抗拒的。

这反过来意味着，基督为全人类而死去，而且必须拒绝有限救赎的

教义。

争论之点是……是否可以真的这样说，当上帝决心要他自己的圣子

成为人并且为罪恶而死的时候，他是以这种区别对待决心而要这样的，

圣子只为某些少数的人而呈现出他和一切人共有的人的本性；圣子只为

少数人而蒙受这样的死亡，而这种死亡本可以成为所有人的所有罪的代

价以及所有人都在亚当犯下的第一个罪的代价……我断言，这就是问题

的所在：你们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因而承认，这个用真理得出

的辩解与你们的教义相悖。



最后，阿米尼乌争辩说，正是由于恩典不是不可抗拒的，因而有可

能从恩典那里落空，或者，像他说的那样，“确实，重生的人有时失去

了圣灵的恩典”。这种见解对这样一些加尔文派似乎特别不利，他们认

为，预定论教义的最可贵之处是随着这个教义而来的得救的保证。

当《抗议书》发表的时候，这整个争论变得和许多政治的和社会的

问题纠缠在一起。大多数的沿海省，尤其是这些省里的众多的和有势力

的资产阶级，采取了阿米尼乌的主张。农村的下层阶级以及那些来自海

岛靠捕鱼为生的人，则支持戈马拉斯的严格的加尔文主义，而且许多外

国流亡者加入他们而持这样的主张，对流亡者来说，信仰的纯真是必不

可少的。由于沿海各省支持约翰·巴尼维尔德（John Barneveldt）反对纳

索的莫里斯（Maurice of Nassau）的日益增长的势力，阿米尼乌派便依

靠巴尼维尔德的支持，而莫里斯则偏袒戈马拉斯派。当鹿特丹采取了相

反的行动方针，它的长期的对手阿姆斯特丹却采取了相反的主张。总

之，到1618年，纳索的莫里斯及其同伴巩固了他们的势力，因此，当多

特宗教会议召开的时候，它显然会谴责抗议者的主张。

为了了解多特会议怎样答复抗议者的这些信条，我们将讨论其中的

每一个信条，说明《抗议书》的主张，然后着手说明多特会议在这件事

情上作出什么决定。

《抗议书》的第一个条款谈到了预定论。第一个条款并没有否认预

定论，而是恰恰相反，它肯定了预定论。第一个条款甚至没有攻击堕落

前预定论，虽然措辞是这样的，以致堕落后拣选论的解释似乎最自然，

因为第一个条款说，根据永恒的和不变的谕令，上帝“决定从陷入罪恶

的人类中拯救出”那些将被拯救的人，并且让“那些拒不服从的和不相信

的人”停留在罪恶里。因此，《抗议书》这时所做的只是以这样一种方

式解释预定论，以致预定论可以从堕落后拣选论的角度来加以理解，而

且预定论也可以被解释为不是上帝的主动性的结果，而是神预知哪些人



将相信和哪些人将不相信的结果。

多特会议对预定论的这种理解的答复，没有留下怀疑的余地。拣选

完全是无条件的，因此拣选不是建立在预知上，而只是建立在上帝的最

高决定上。“上帝良好的愿望是这种仁慈拣选的唯一起因；这种拣选并

不在于，上帝预先看到人的行动的一切可能存在的品质，选择某些品质

作为得救的条件，而是在于，如经文所述，上帝喜欢从有罪的芸芸众生

里收容某些人作为他自己的特殊的人”。

《抗议书》的第二点又一次针对阿米尼乌的教导而断言，耶稣“为
所有的人和每一个人而死，这样，他通过他的死在十字架上为他们所有

人谋得罪恶的清偿和宽恕”。这并不意味着，抗议者们是相信全人类终

将得救者。与此相反，他们明确地断言，“除了信徒们之外，没有人真

正享有这种宽恕”。所讨论的不是多少人将被拯救，而是基督的死亡是

否为了全人类。

和这种观点相反，多特宗教会议肯定了戈马拉斯和其他加尔文派早

先在基督的种种功德在其本身里的足够性和这些功德在神的意志里的有

效性之间所作的区分。这样，基督的死亡“是有无限的价值的，完全足

以抵偿整个世人的罪恶”。但是，“上帝的旨意是，基督通过十字架上的

血……将有效地救赎……所有那些和只是那些从开天辟地以来就被拣选

的人”。这是有限救赎的教义，这个教义将成为后期正统加尔文主义的

区别标志之一。

在有关完全败坏的问题上，抗议者们和多特宗教会议都常常被歪

曲。人们通常持有的概念，即抗议者们否定这种败坏而多特会议肯定这

种败坏，并不十分确切。抗议者们实际上断言，“人……在背教和罪恶

的状况里，靠他自己既不能思考、希图任何真正好的事情，也不能做任

何真正好的事情”。另一方面，多特会议断言，“然而，自从亚当堕落以

来，人里面仍然有自然之光的闪烁，他因而保存有对上帝的一些认识，



对自然事物的一些认识，以及对善恶之分的一些认识，并且显示出对美

德和良好的社会秩序的一些关心，以及对保持端正的行为举止的一些关

心”。

这并不是说，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完全一致。但是，他们的分歧要比

人类是否完全败坏的这个问题微妙得多。不同之处反倒是，《抗议书》

拒绝把人的这种败坏和不可抗拒的恩典联系起来，而多特确实确立了这

样一种联系，因为只有恩典是不可抗拒的，才能打动完全败坏的罪人的

心。

然而，在有关不可抗拒的恩典的问题上，这两个派别绝对地分道扬

镳了。《抗议书》说，“就这种恩典的起作用的方式来说，这种恩典不

是不可抗拒的”。和这种声称相反，多特宗教会议断言，人类的败坏是

这样的，以致上帝为了要引领任何人奔向信仰，就必须感动意志。

信仰因而被认为是上帝的恩赐，不是因为信仰被上帝提供给人，由

人随意去接受或拒绝，而是因为实际上信仰被给予了、被吹进了和被注

进了人；也甚至不是因为上帝给予人相信的力量或能力，然后指望人根

据自己的自由意志的运用，同意得救的条件，并且真的相信基督；而是

因为在人里起作用使人希图和做事的上帝，而且也确实是在一切事物中

起作用的上帝，既促成了相信的意愿，也促成了相信的行为。

最后，在有关圣徒的持守（preseverance of saints，即所谓“一次得

救，永远得救”——译者）问题上，抗议者们又一次被歪曲了。他们并

没有声称，这样一个教义是不正确的。他们甚至没有攻击这个教义。事

实上他们做的是，在没有《圣经》的进一步的证据的情况下，拒绝教导

相反的教义——即有可能从恩典那里落空或“倒退”的教义。很明显，这

样一个声明意味着，他们不完全相信有关圣徒们持守的理论。但是，他

们显然没有使相反的理论成为他们的神学支柱之一。正是多特宗教会议

使有关圣徒们的持守的教义成为真正的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必要的标志，



从而促使后期的阿米尼乌派为从恩典那里落空的可能性辩护。在有关持

守的教义的重要性方面，多特宗教会议的话没有留下怀疑的余地：

世俗的头脑不能理解有关圣徒们持守这个教义，也不能理解这个教

义的确凿无疑。上帝为了他的名字的荣耀和为了安慰虔诚的人们，在他

的话语里最充分地揭示了这个教义，而且上帝把这个教义铭刻在信徒们

的心里。撒旦厌恶这个教义，世人嘲笑这个教义，无知的人和伪善的人

滥用这个教义，异端分子反对这个教义。但是，基督的新妇（指教会

——译者）把这个教义当做无价之宝，而总是最精心地爱护这个教义和

不断捍卫这个教义；而且任何意图或力量都不能战胜的上帝，将促使基

督的新妇继续这种行为，直到最后。

总之，阿米尼乌的争论以及因此而引起的多特宗教会议，是这样一

个过程里的一个插曲，通过这个过程，宗教改革的神学被系统化了，并

且符合严格的正统化。按照16世纪的标准，阿米尼乌和抗议者们本来会

被天主教徒和路德派看成是加尔文派。他们的圣餐的教义以及他们对教

会性质的理解，是典型的加尔文派的。可是，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

里，有关预定论的教义——这个教义路德至少是和加尔文一样热心地提

倡的，成了正统加尔文主义的检验标准。当人们考虑到，加尔文对新教

神学的最重要的贡献恰恰是在于他没有像路德那样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

灵性得救的问题上，上述这种变化就更加有意义了。

在我们离开荷兰之前，其他两个重要的荷兰神学家由于他们的影响

远远超出他们的国家的界限而值得专门谈一谈。这两个人是雨果·格罗

蒂厄斯（Hugo Grotius）和约翰尼斯·科西厄斯（Johannes Cocceius）。

格罗蒂厄斯（1583～1645年）是阿米尼乌派，而且一般说来支持宽容和

温和的做法。因为这个缘故，也因为他自己的国家由于政治的和宗教的

剧烈斗争而四分五裂，他在流亡中度过了大半生。他的两部最有影响的

作品是《论基督教信仰的真理》（On the Truth of the Christian Faith，



1622年）和《论战争与和平的律法》（On the Law of War and Peace，
1625年）。第一部作品是阐述基督教信仰的基本信条，尽可能把这些信

条建立在自然神学上，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强调基督教的共同传统，而

不强调不同的基督教认信方面的主张。由于这个缘故，这部作品受到了

很大的欢迎，尤其是在那些从事传教士工作的人中。有关战争与和平的

论文试图把国际法建立在自然神学上，因此构成了从维托里亚到现代国

际法的链条里的重要一环。最后，格罗蒂厄斯提出了有关救赎的有趣的

理论，他断言，基督不得不受难的原因，不是要为人类的罪恶付出代

价，也不是要给我们一个榜样，而是要表明，虽然上帝愿意宽恕我们，

但上帝仍然认为，触犯神的律法是不能没有后果的严重过失。

约翰尼斯·科西厄斯（1603～1669年）在他的《神的立约和声明的

教义的总结》（Summa doctrinae de foedere et testmento dei）里，提出了

一个经典的声明，后来被称为“立约”（covenant）神学或“联
盟”（federal）神学。按照这种观点，用来作为解释《圣经》的指南的

《圣经》解释原则是，上帝同人类建立了契约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

在圣父和圣子之间的预先存在的契约上面的。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

上帝同亚当建立了一个善行契约。在亚当堕落之后，上帝建立了一个新

的恩典契约，它有两个阶段：《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这个观点

是厄西纳斯早先持有的主张的进一步发展，这个观点后来在清教徒中被

普遍接受。

加尔文主义在法国

新教在法国的情况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支配，即新教的生存本身常

常受到威胁。就在1559年，法国新教徒们大都持有改革派的见解，组织

了法国的国家宗教会议。两年之后，他们卷进了反王室的战争。《拉罗

切尔认信文》（Confession of La Rochelle，1571年），是倾向加尔文派

的，并没有严格地应用在那些希望加入胡格诺派（Huguenots）的行列



的人身上，因为人数不多。只是到了1598年，随着南特法令（Edict of
Nantes）的颁布，胡格诺派才得到保证，有权按照他们认为恰当的方式

去礼拜和信仰，即也只是在某些指定的城市和区域里。为了保证这种自

由，亨利四世——早先曾是新教徒，曾七次改变宗教信仰给了胡格诺派

二百个武装据点和保持一支军队的权力。然而，这样做的最终结果是，

改革派教会成了国中之国，而且作为国中之国遭到了那些希望看到强大

的和集中的君主政体在法国发展起来的人——其中有红衣主教里奇利厄

（Cardinal Riche-lieu）——的冷眼看待。作为结果，在17世纪初期又一

次爆发一些宗教战争，当这些战争在1629年结束时，胡格诺派的政治和

军事力量都被瓦解了。1659年，王室取消了国家宗教会议，表面上是试

图分化改革派教会。最后，在1658年，路易十四世撤销了南特法令，相

信胡格诺派已经成了不重要的少数派，但惊奇地看到他的将近五十万臣

民离开了他的领地。到了那时，胡格诺派已经成了富有的商人阶级，他

们的离开是法国的重大的经济损失。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法国的新教从来都没有接受17世纪的严格的加

尔文正统化。最普通的解释是，这最初是由于种种战争造成的不安定，

后来是由于胡格诺派的舒适的经济地位。这很可能有一部分是真实的。

但同样真实的是，法国新教在许多方面比日内瓦和多特的加尔文正统化

更接近于加尔文原来的神学和精神。因此，法国新教拒绝遵循17世纪正

统化的道路的主要原因是，它比较准确地理解加尔文的神学。

17世纪法国最著名的新教神学家莫伊斯·阿米罗（Moïse Amyraut，
1596～1664年）的情况肯定是如此，他的观点如此不同于传统的加尔文

主义，以致他的外号叫“贝扎的鞭子（天谴）”。他的观点在法国改革派

教会里绝对没有被普遍接受，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出来，他在

1637年的阿朗索恩（Alençon）宗教会议上因被指责为异端而受到审

判。然而，他的被判无罪表明，许多人至少是同情他的教导的。



阿米罗的事例最有意思的是，他大概是他的时代最勤奋和最透彻的

加尔文研究者，而且他声称，他所作的事情大部分是针对着那些声称是

比较严格的加尔文派的不正确的强调和解释而坚持加尔文的教导。因

此，比方说，他拒绝有关有限救赎的正统教义，并且用大量的引语来表

明，加尔文本人从来没有持有这样的教义，而是恰恰相反。通过从加尔

文在其中得到人文主义倾向的那同一个源泉里汲取材料，他在这一点上

也保存了加尔文的精神，而这一点完全被加尔文派的经院主义忽略了。

而且，在有关预定论的教义方面，他相当正确地坚决认为，所谓的正统

加尔文传统，试图通过从有关上帝的教义里得出预定论来证明预定论，

并且试图把预定论从加尔文放置它的那个灵性得救的范畴里拿出来，是

损害了加尔文。在所有这些问题以及其他几个次要问题上，常常被正统

加尔文传统说成是加尔文神学的反对者的阿米罗表明，他比他的毁谤者

们更清楚地理解加尔文的神学。

因此，似乎很清楚，至少在某些问题上，通常被说成是抛弃了加尔

文的观点的法国加尔文主义，比许多比较热情的加尔文主义捍卫者更加

接近于加尔文的观点。

加尔文主义在苏格兰

在欧洲新教改革的早期年代里，苏格兰的政治局势至少可以说是不

稳定的。这种不稳定由于这样的事实而加剧：苏格兰是比较小的王国，

它的对外政策在法国势力范围和英格兰势力范围之间摇摆不定。亲英派

和亲法派的冲突的利益常常给内部政治事务投上阴影，或至少是使内部

政治事务复杂化。由于英格兰到了这时已经成了新教派的，而在法国天

主教派则占了上风，所以苏格兰亲英的利益集团倾向于和新教派联合在

一起，而大多数热心的天主教徒则是亲法派的成员。然而，在苏格兰凌

驾于其他一切之上的思想感情是坚定的独立意识，这种意识在不同的时

候似乎受到了法国或英格兰的威胁。因此，当英格兰似乎占了上风的时



候，许多人倾向于偏袒天主教和法国派；而当法国在苏格兰似乎变得影

响过大的时候，则发生相反的情况。

无须乎在这里叙述长长的一系列政治变迁，这些政治变迁终于导致

了新教在苏格兰的最后胜利，而且有讽刺意味的是，导致了一个苏格兰

国王继承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联合王位。这样说就够了，在1557年，一

群新教徒和反法的贵族们立约结盟，这个契约使他们博得了“乌合的老

爷们”（Lords of the Congregation）的称号——这个称号最初有些贬意。

正是由于这些贵族的影响，玛丽·斯图尔特（Mary Stuart）的政治上的和

婚姻上的古怪行径，英格兰的协助，民众的起义以及约翰·诺克斯的热

心的和坚定的领导，宗教改革才终于在苏格兰获得胜利。

约翰·诺克斯（John Knox，约1513～1572年）被认为是苏格兰加尔

文主义的塑造者，并且通过苏格兰的加尔文主义而成为世界上一些地区

长老会传统的塑造者。他的令人着迷和胆大妄为的一生是一些良好的传

记题材，尤其是因为世界上一些地区的许多人把他当做是他们的灵性的

先辈之一。然而，在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他在基督教思想史上的地

位，尤其是加尔文主义的历史里的地位。

诺克斯通常被说成是苏格兰的加尔文解释者，因而也是英语世界的

大部分地区的加尔文解释者。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诺克斯确实

在日内瓦度过一些时间，在那里他受到了加尔文神学的深刻影响。再

者，他显然相信，加尔文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影响之一，而且他确实鼓

励在苏格兰研究加尔文的神学。然而，正像我们试图纠正传统上对加尔

文和其他形式的加尔文主义之间的关系的理解那样，我们也必须纠正传

统上对加尔文和诺克斯之间的关系的看法。

像其他加尔文派的情况一样，研究诺克斯的有关预定论的教义，在

这个时候是有启发性的，因为这样一种研究将表明，在某些方面，诺克

斯更多地受到了慈温利而不是加尔文的影响——他是通过布林格而受到



慈温利的影响的，因为他同布林格一起在苏黎世度过了一些时间。正是

在预定论这个问题上，诺克斯写下了他唯一重要的神学论文，在其中我

们再一次找到了——虽然不是那么显著——我们已经在贝扎、赞奇、弗

米格利和其他人那里找到的东西，即，有关预定论的教义是在神的本性

的基础上加以阐述的，而不是在恩典的感受的基础上加以阐述的。

慈温利和苏黎世对诺克斯的影响也可以从他对民事当局的态度里看

出来。在这一点上，加尔文比慈温利保守得多。加尔文尤其是对王室的

态度，总是毕恭毕敬的。由于苏格兰的形势和玛丽·斯图尔特反对宗教

改革的事业，诺克斯大量地引用了慈温利的文章。

然而，虽然如此，诺克斯大概是16世纪下半叶最真正的加尔文派改

革者，而且似乎主要是出自他的手笔的1560年的《苏格兰认信文》

（Scot-tish Confession），毫无疑问比更加著名的《威斯敏斯特认信

文》（Westminster Confession）更加接近于加尔文原来的思想。

清教徒运动

伊丽莎白的解决方案并没有满足英国大量的虔诚和热心的人们，他

们认为，宗教改革的工作没有推进到应当被推进的地步。由于这些人希

望清洗掉教会一切非《圣经》的信念和做法，因此他们被称为“清教

徒”。早期的清教徒们和英国国教徒们之间分歧的实质，可以从主教格

林德尔（Grindal）于1566年写给布林格的信里看出来。他在信中

说，“很难令人相信，这种关于无关紧要的事情的争论，大大地扰乱了

我们的各教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继续这样做”。对主教来说是无关紧

要的东西，但对这样一些人来说却是福音的实质。他们坚持彻底的宗教

改革，并且相信，这种宗教改革要求在每一个方面严格遵循《新约圣

经》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只是追随了早期的英国改革者们的教

导，并且追随到底；而且毫无疑问，在某些方面，他们可以声称，他们



继承了主教胡珀（Hooper）之类的神学家们的遗产，并且在一定的程度

上甚至继承了克兰默（Cranmer）和其他人的遗产。但同样真实的是，

他们的精神大大不同于早期的英国改革者们的精神。他们认为，试图使

教会的传统和《圣经》的记录协调起来的宗教改革，必然会不忠实于

《圣经》的记录。因此，他们同女王的矛盾是从利益的冲突里产生出来

的：伊丽莎白设法搞出一条她的大多数臣民都会同意的巧妙的中间道

路，而对清教徒们来说，教会生活的唯一标准，是遵从他们所理解的那

样的上帝的话语，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达成妥协。

清教徒们并没有着手摧毁英国国教会。与此相反，他们在这一点上

和英国国教一致，即应当有一个国家教会。他们原来的目标不是要取消

英国国教的教会同国家的结合，甚至也不是要建立另一个和英国国教并

列的教会。他们最初试图做的事情是，促成英国国教会里的彻底改革。

然而，虽然如此，这些提倡进一步宗教改革的人不止在一个方面有损于

伊丽莎白的解决方案。他们许多人坚持一种契约神学，这种神学认为，

按照《圣经》的说法，上帝同人民订立了一些契约，如果上帝要遵守这

个协议，那么，人民就必须服从这些契约。这种契约神学在欧洲大陆有

厄西纳斯作为其倡导者，在17世纪则有约翰尼斯·科西厄斯为其倡导

者。但是，使契约神学在英国特别有破坏作用的是，许多清教徒终于得

出结论，国家本身是以一种契约的形式而存在的。这反过来可以作为一

种依据，来试图修改或甚至彻底改变政府的结构。虽然这种革命的特征

在早期的清教徒们那里，即使有的话，也是看不出来的，但这种特征终

于使查理一世（CharlesⅠ）掉了脑袋。早期的清教徒们中间的其他人认

为，教会真正的政务应当是长老制的，而且主教统治应当取消。有一些

人采取了中间立场，接受主教团的圣职任命，但不愿意管理会众，除非

是会众叫他们这样做。其他一些人走得更远些，而终于相信，英国国教

教会永远不会按照上帝话语所要求的方式去进行改革，便成立了他们自

己的单独的教会。这样的人之一是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e，约

1550～1633年），他早先是牧师团体的清教徒成员，他因为他的清教思



想而被英国国教会剥夺了选举权。1581年，布朗在诺奇（Norwich）建

立了英国的第一个公理会教会，并且成了它的牧师。这个事例以及一些

类似的事例，是脱离国教的运动的开端，这个运动在随后的世纪里将成

为英国的最重要的宗教力量之一。但是，在16世纪，试图改变教会体制

的这些不同做法，没有得到伊丽莎白当局的同情，因为这些做法将使比

较保守的人疏远，并且也将破坏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密切合作，而这正是

伊丽莎白的政策的目标之一。

虽然清教徒运动在威克理夫主义和16世纪初期的各种宗教改革的潮

流里有深深的根源，但不久之后清教徒运动就和加尔文主义密切结合起

来。这有一部分是由于，许多到加尔文有很大影响的日内瓦、法兰克福

和其他城市避难的人，在玛丽·图德（Mary Tudor）去世的时候从流放中

回来。清教徒运动也由于马丁·布塞在剑桥得到的许多门徒而进一步加

强，布塞在爱德华六世（Edward VI）统治期间曾在剑桥教书。因此，

清教徒们倾向于把伊丽莎白的解决方案解释为介于罗马和日内瓦之间或

是——看起来似乎是一样的介于罗马和“圣经基督教”之间的折中措施。

然后，部分是由于宗教改革在苏格兰的成功和由于新教教会在那个邻国

里采取的形式，清教徒们终于越来越相信，长老制形式的教制是圣经基

督教的一部分。

作为真正的加尔文派，清教徒们是预定论者。然而，对他们来说，

至少是在运动的早期，有关预定论的教义不是从上帝的本性那里得出来

或总结出来的，而是恩典的感受的一种表达方式。预定论并不是所有的

人——信徒和非信徒一样都能理解的，而是在信仰的范畴里表达出来的

一个教义。

有关被拣选的这个教义绝对没有产生出清静无为或自满情绪。预定

论的许多毁谤者声称，清静无为或自满情绪是预定论的必然结果。与此

相反，清教徒们深信，上帝拣选他们，不但是为了永恒得救，而且也是



要他们配合神为人类拟定的计划。因此，行动主义（activism）——有

时是那种活动里的成功成了被拣选的一个标记。时间、金钱或精力不应

当浪费在那些似乎和神的严肃目的无关的琐碎事务上。由于这些清教徒

中有许多人是新兴的中产阶级的成员，这些观点不久就同英国和英属美

洲殖民地的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联系在一起，并且对这种经济作出贡

献。

虽然所有的清教徒都同意，需要使教会的制度符合《圣经》的基督

教，但不久之后他们中间就在这种基督教的确切内容方面产生了不同的

观点。大多数人继续忠实于长老制的观点。但是，其他的人——其中有

布朗，认为《新约圣经》里的教会组织是地方教会自治形式的，因此长

老制只是另一种折中办法。其他人甚至走得更远，声称加尔文和一些主

要的改革者对传统作出太多让步。他们声称，《新约圣经》的教会严格

地说是信徒们集合的团契，由一个彼此订立的和与上帝订立的契约结合

在一起。这个教会应当摆脱与国家的一切联系，国家不是自愿的团体。

教会的成员必须作出个人的选择来归属于教会，因此只有作为成年人才

能加入教会。结果是，婴儿的洗礼被拒绝了。由于需要在每一个细节上

都符合《圣经》的做法，最后只有浸水礼才被这些团体接受，这些团体

被称为“浸礼会”（Baptists）。所谓的“一般的浸礼会教徒”（General
Baptists）拒绝严格的加尔文派对预定论的理解，而其他人——“特殊的

浸礼会教徒”（Particular Baptists）——在这方面仍然是加尔文派的。

当伊丽莎白越来越明显地将由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接替的时候，清

教徒们抱着很大的希望。然而，当詹姆斯不同意清教徒的一个相当温和

的请愿书的要求时，这种希望被粉碎了，他只同意授权出版新版《圣

经》，其结果是1611年的詹姆斯钦定译本（King James version）。不久

之后就变得很清楚，詹姆斯不打算鼓励任何步骤，按照很难驾御的苏格

兰教会，来塑造比较顺从的英格兰教会。到了詹姆斯由他的儿子查理一

世接替的时候，清教徒们中间的不满即将达到高潮。



查理的宗教政策是不明智的。在苏格兰，他的父亲通过迎合贵族阶

层而设法克服了长老制。查理这时把詹姆斯的政策颠倒过来，长老制再

一次得到贵族们的支持。在英格兰，他让威廉·劳德（William Laud）当

他的宗教事务的主要顾问，并且终于使他当了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劳德

是诚实的和虔诚的人，他相信，清教徒的新潮流必须制止，英国的教会

必须以某种方式与罗马讲和。他本人不是罗马天主教徒，但他对罗马天

主教教会的主动表示是这样的，以致他甚至被提供了一顶红衣主教的帽

子。他也是坚定的反加尔文派，并且始终如一地偏袒那些被指责有阿米

尼乌倾向的人。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清教徒派非常不喜欢他。由于议会

或多或少地偏袒清教徒的主张，查理在1629年解散了议会。但是，在

1638年，他试图把统一的礼拜仪式强加于苏格兰，而引起苏格兰的反

叛。到了1640年，国王不得不召开议会，以便得到议会的支持来同苏格

兰作战。于是，议会便抓住这个机会来推广清教徒的主张。在这个“长
期议会”的许多法令里面，对基督教教义历史来说，最重要的是，召集

威斯敏斯特大会，这是一百五十一人的大会，其任务是在宗教事务上向

议会提出建议。这个大会除了其他的文件之外，产生了著名的《威斯敏

斯特认信文》以及《较短的和较大的教义问答手册》。这些文件，尤其

是《威斯敏斯特认信文》，成了长老制加尔文主义的标志之一。

《威斯敏斯特认信文》由于它的重要性和由于它常常被说成是加尔

文神学的代表作，因此值得进行一些详细的考虑，并且值得和加尔文本

人的神学做一番比较。

《威斯敏斯特认信文》开头的一章是论述神圣的《圣经》。它在这

里断言，《新旧约圣经》的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经文，是世世代代以来完

善无缺地保存下来的，是由上帝“直接给予灵感的”。解释《圣经》的确

实可靠的规则不是别的而是《圣经》本身，在《圣经》里得救所需要的

种种要素都清楚地表达出来了——即使有些次要的问题对未受教育的人

来说可能是比较难于解释的。虽然加尔文会同意《认信文》给予《圣



经》的重要性，但在两点上这个文件和加尔文不同。第一点是把这个教

义本身放在神学的结构里面。加尔文把人的状况和人的生存目标当做他

的神学的出发点。在这个结构里，《圣经》作为帮助我们达到我们为之

而被创造的那个目标的一种工具来说是重要的。另一方面，在《认信

文》里，《圣经》几乎成了一本法理学的书籍，在其中可以找到经文来

证明和支持各种论点——包括对做人意味着什么的正确理解。在这一点

上，注意下面的情况是有趣的：威斯敏斯特大会产生的两个教义问答手

册——由不同的人草拟的和加尔文一致，而不是和《认信文》一致。

《认信文》和加尔文不同的另一点是，它强调《圣经》的绝对正确。虽

然加尔文相信《圣经》的神的灵感，但他从来没有以详细的或机械的方

式讲清楚这个教义。加尔文强调的是圣灵在信仰的共享里尤其是在讲道

的行为里对《圣经》的使用。《认信文》以比较个人主义的方式论述神

圣的经文，把它当做是每个基督徒的信仰指南。

《威斯敏斯特认信文》在下面一点上和大多数后期加尔文派吻合，

即把有关预定论的教义放在神学结构里的这样一个地方，仿佛这个教义

是从上帝的本性那里得出来的，而不是从信仰的共享对恩典的感受得出

来的。这一点可以从下列情况里看出来：紧接在肯定《圣经》的权威之

后，《认信文》进而在它的第二章里讨论全能的上帝，在第三章里讨论

神的种种永恒的谕令。

清教主义和加尔文神学不同的两个明显的例子可以从《认信文》论

述祈祷和安息日的方式看出来。关于祈祷，加尔文说，祈祷是我们最接

近于我们心中的目标的时刻。在祈祷里，我们赞美上帝，并且以这样一

种方式和神联系起来，我们明确地指望，上帝成为我们是什么和需要什

么的源泉。《认信文》以相当墨守教规的方式探讨祈祷，肯定祈祷

是“要求所有的人进行的”，祈祷应当以圣子的名义进行，以大家都知道

的语文进行，并且不能为已故的人祈祷。关于安息日，《认信文》的这

一章采取了和加尔文断然相反的主张。加尔文这个日内瓦的改革者断



言，安息日是未来的事的一个象征，因此被基督取消了，基督的复活是

最后的安息日的开始。于是，庆祝星期天，不是“迷信地守日”的一种新

的形式，而是一个实际的方式，使教会的成员能够一起做礼拜，并且使

那些劳动的人得到休息。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基督徒这时是在休息的

日子里，因为我们不再依赖我们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认信文》断

言：

上帝在他的话语里，根据在世世代代里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的一个

明确的、道德的和永恒的诫命，特别指定七天里的一天作为侍奉他的安

息日：从世界的开始起，到基督复活止，安息日是星期的最后一天；并

且从基督复活起，改变成星期的第一天，在《圣经》里，安息日被称为

主日，并且作为基督徒的安息日而继续到世界的末了。

这个安息日是用来侍奉主的，那时，人们事先使他们的心情平静下

来，料理了他们的公共事务之后，不但得到一整天的圣洁的休息，不去

从事、谈论和思考世俗的职务和娱乐，而且也用整个时间在公众的场合

里和私下里礼拜上帝以及施舍济贫。

加尔文和《威斯敏斯特认信文》之间这种显著的不同，可以看做是

从这两者论述《圣经》的上述方式里产生出来的。

加尔文的影响可以从《认信文》里这样一个地方看出来，在那里

《认信文》说，律法和福音都是属于恩典的契约的。通过这样说，《认

信文》避开了律法和福音之间显著的不同，这种不同是路德强调的，而

加尔文设法避开的。但是，《认信文》接着说，亚当像他原来被创造那

样，是处在“善行的契约”（covenant of works）之下，而且只是在后

来，在亚当堕落之后，才建立了“恩典的契约”（covenant of grace）。加

尔文是永远不会说这样的话的，因为这似乎使信仰成为我们不再能够完

成的善行的代替物。如果信仰属于一个新的契约，那么，随之而来的

是，不是像后来的世世代代要求人们具有信仰那样要求亚当和夏娃具有



信仰。

这样，《威斯敏斯特认信文》，和17世纪的大部分加尔文主义一

样，使加尔文神学系统化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失去了加尔文神学的大部

分原来的精神。

总之，我们刚才关于《威斯敏斯特认信文》所说的话，也可以用于

17世纪的大部分加尔文主义——只有法国改革派教会里的阿米罗及其小

圈子是显著的例外。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学家们常常把这个时期说成

是“加尔文正统化”的时期。这种正统化通常集中在预定论的问题上，这

个问题这时成了加尔文主义的检验标准。这是极为有趣的，因为在16世
纪，加尔文派和路德派之间的主要分歧，不是预定论——在这一点上，

这两个宗派是一致的——而是基督临在于圣餐里的方式。

加尔文正统化损害了真正的加尔文主义，因为后来的几代人相信，

加尔文正统化是加尔文观点的正确的表达手段，因此倾向于把他看成是

比较刻板的，而他事实上不是那样，这反过来意味着，加尔文这个日内

瓦改革者没有像他应当得到的那样得到人们的聆听。



第十一章　个人宗教虔诚的新觉醒

新教正统化对新教神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因为新教正统化有

助于清楚地说明16世纪伟大见识的一些含义。最初，新教正统化是非常

虔诚的，因为新教正统化试图尽可能详细而清楚地为那些参加这个运动

的人规定什么是具有个人宗教意义的事务。然而，由于随后几代人继承

了他们先辈们的神学工作，使这项工作变得越来越陈旧和客观化，仿佛

神学的意义首先是要在一系列真理中去寻找，这些真理可以在一代人传

给另一代人的主张里正式地加以阐明。

两种不同的反作用反对这种相当枯燥的正统化。其一是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对正统化的许多理智基础表示怀疑。这种理性主义不是一个新

的运动，而是文艺复兴思想的开花结果。文艺复兴既协助也抵制了16世
纪的宗教改革。在17和18世纪，理性主义在法国和英国很有影响。然

而，正像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理性主义只是到了18世纪末期才在德

国有巨大影响。与此相反，敬虔主义，另一个主要的对严格正统化的反

作用，于17世纪时在德国开始，而且只是在下一个世纪里，才在英国有

其对等物——卫理公会（又译循道会主义）。因此，理性主义和敬虔主

义是同时发生的运动，虽然它们的年月顺序的关系随着国家的不同而不

同。在英国，理性主义先于敬虔主义，而在德国则相反。因此，很难确

定先讨论哪一个运动。然而，由于19世纪的大部分新教神学，可以在紧

接着讨论康德哲学里的理性主义的最后结果之后最好地加以理解，所以

似乎最好是推迟研究新的哲学潮流，而先转向重新强调个人虔诚的做

法，个人虔诚看起来是对新教正统化的主要反作用之一。

在德国作为对神学功能的正统理解的反作用，以及后来在英国作为

对冷酷的理性主义的反作用，有几个互相关联的运动出现了。虽然这些

运动在每个不同的地方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但很明显，这些运动是由这



样一种思想感情联系在一起的，即基督教信仰要比经院神学家们的探究

或哲学家们的推测更有生命力，而且必须找出方法来恢复这种生命力。

这些运动声称，它们不是怀疑那个时代被普遍接受的正统化。它们

试图做的事情是，重新发现基督教信仰的深刻的个人含义。如果它们实

际上只做了这一点，那么，它们就不配在基督教思想史上占据一个地

位，因为基督教思想史必须论述其他种类的问题。但是，神学和基督徒

生活的具体实践之间的这样一种明确的区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最

初，一些正统的神学家同情地看待这种运动，但后来发现，这种运动里

确实有深远的神学含义和预想，而且在许多方面基督徒实际生活里的新

趋向，对正统神学的大部分观点表示怀疑。这就是这些运动配得上在基

督教思想史上占据一个地位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20世纪大量的

新教徒是这些运动的继承者，与此同时神学和哲学都受到了这些运动的

深刻影响。

我们将在这里研究的种种运动是：敬虔主义（Pietism），摩拉维亚

派（Moravians），循道公会主义（Methodism），以及英属北美殖民地

的大觉醒运动（Great Awakening）。

敬虔主义

德国敬虔主义发起人是菲利普·雅各布·斯彭纳（Philipp Jakob
Spener，1635～1705年）。他成长在一个虔诚的路德派家庭里，但看不

出他在家庭里得到的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信仰与各大学里所教导的神

学之间有什么联系。他到瑞士去旅行时，接触到了琼·德·拉巴迪（Jean
de Labadie）的教导。拉巴迪早先是耶稣会会士，他坚持说，圣灵的直

接灵感是正确理解《圣经》所需要的。虽然斯彭纳从来没有接受拉巴迪

的所有教义——尤其是关于基督徒和非信徒的婚姻，拉巴迪这个早先的

耶稣会会士认为这种婚姻是无效的——但他对他在拉巴迪运动里看到的



信仰的生命力有深刻印象，并且决定，他将试图在路德派教会里唤起类

似的热情。他回德国之后，最初是在斯特拉斯堡，而后在法兰克福当牧

师。正是在法兰克福，他开始用一些在他家里聚会做礼拜的小组进行试

验。也是在法兰克福，他发表了（1675年）简短的但有影响的书《虔诚

的愿望》（Pia desideria），这本书可以看做是敬虔主义运动的真正开

端。他后来在德累斯顿（Dresden）当宫廷牧师，在那里他吸收奥古斯

特·赫尔曼·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作为他的观点的追随者。

路德正统化很快便起而反对敬虔主义。不久之后，斯彭纳和弗兰克卷进

了同莱比锡、维登堡和其他地方大学的神学家们的争论。维登堡神学家

之一J·多伊奇曼（J.Deutschmann）指责他们有二百八十三项异端教义，

而且大多数正统神学家同意指责其中的许多教义。作为结果，敬虔派被

迫创办哈利大学（University of Halle，1694年），这个大学不久之后就

变成一个中心，他们的灵感从这个中心扩散到德国各地，并且通过敬虔

派对传教活动的兴趣，甚至扩散到世界的其他地区。

斯彭纳的书因之而得名的六种“虔诚的愿望”，是这整个运动的纲

领。第一个这样的愿望是，基督徒们通过在小集会或家庭集会里的虔诚

的学习，可以更清楚地和更深刻地理解《圣经》，斯彭纳称这种集会

为“敬虔学会”（collegia pietatis），因此，他的反对者们称他的追随者们

为敬虔派。第二，斯彭纳希望，通过让平信徒在这些集会里担任负责的

职务，而让平信徒重新发现信徒们人人可当牧师。第三，他敦促所有人

看到，基督教的性质是这样的，它不能局限在教义的公式化里，而是信

仰的全面的感受和整个人生的态度。教义是重要的——斯彭纳一再肯

定，他接受所有的正统教义——但更为重要的是基督徒生活的实际的体

验和实践。第四，作为他的第三个愿望的结果，斯彭纳希望，所有的争

论——因为他并不怀疑，有的时候争论是必要的——都本着爱的精神来

进行，因为否认这种精神，至少是和教义的错误一样严重的罪过。其

次，斯彭纳希望，牧师的培训将超出冷酷的逻辑和正统的神学，而且包

括深入到虔诚的作品和实践里面去，还包括实际的教牧工作中的一些培



训和体验。最后，作为这种新的培训牧师工作的结果，斯彭纳希望看

到，布道讲坛重新具有它原来的目的，即指导、感召和哺育信徒们，而

不是被用来对隐藏有或不相干的教义论点进行学术探究。这样，《虔诚

的愿望》已经表明，什么是敬虔主义的主要标志：强调个人的虔诚；组

织一些小组来促进这种虔诚，同时暗示，一般的教会不能完成这个任

务；强调个人阅读《圣经》；认为基督教教义的核心必须是简单的，而

神学家们使之复杂化了；以及强调平信徒担任教牧工作。所有这一切都

放在这样一个认识论的范畴里，在这个范畴里个人的体验比共有的信仰

更为重要，有时甚至比历史上的启示更为重要。

斯彭纳的朋友和追随者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1633～1727
年），通过建立一些慈善中心，如一所穷孩子们的学校和一所孤儿院，

而在社会事业方面延续了这个运动。当他加入新成立的哈利大学的时

候，他把这个大学变成了培训敬虔派领导人的中心，这些领导人不久到

德国各地去，甚至到海外去。他把斯彭纳对个人体验的强调推演到更远

的地步。他声称，真正的信徒们必须能够指向他们自己的“悔悟的斗

争”（struggle of repentance），在这种斗争里，面对着律法和他们自己

的有罪，他们在他们能够指出的时间和地点，终于有了皈依的体验。他

也强调用单纯的头脑阅读《圣经》的重要性，以致有时他似乎反对过多

的学识。“我们可以向那些用虔诚和纯朴来阅读经文的人万无一失地保

证，他们通过这样一种实践和通过把沉思默想同经文联系起来，将比通

过苦心钻研没完没了的琐碎细节得到更多的启迪和好处”。

虽然没有人怀疑，这种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但这样一种主张确实

引起了正统神学家们和教会领导人们的反对——虽然不是因为这种主张

实际上表述的，而是因为这种主张所没有表述的。这里的强调之点完全

落在个人信仰和他们同上帝的关系上，而教会似乎完全被绕过去了。虽

然路德确实说过，一个有《圣经》的基督徒要比没有《圣经》的宗教会

议或教皇更具有权威，但他还是非常重视教会和圣礼，他相信，教会圣



礼是同福音牢牢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把教会和教会的教牧工作放在一

边的倾向，是正统路德派神学家们要攻击敬虔派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敬虔主义和正统新教之间的另一个重要的不同在于，他们对世界传

教运动的不同态度。由于一些大都是同新教领导人的历史情况和政治情

况有关的原因，16世纪的主要新教领导人全部不赞成传教工作，有些人

甚至还反对传教工作。在这一点上，像在其他大多数的问题上一样，新

教正统化紧紧地追随他们。比方说，格哈特说，使徒们和今天的基督徒

们的不同，除了其他的不同之外，是使徒们被命令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

个地方，而基督徒们这时必须停留在上帝放置他们的地方。和这种观点

相反，斯彭纳和弗兰克都声称，基督把“伟大的使命”交给了所有的基督

徒，而且所有的基督徒都有责任使非信徒皈依。因此，哈利大学也成了

培训传教士的中心。这样，当丹麦的弗雷德里克四世决定在印度建立传

教团的时候，他在他的国家的正统路德派中间找不到任何合格的人来率

领这个传教团，并且不得不请求哈利大学派给他一些传教士，他再把这

些传教士派到印度去。敬虔主义的这种兴趣以及它在传教工作方面的各

种类似的运动，是甚至在20世纪世界各地的较年青的教会里其影响也是

如此之大的原因之一。

亲岑道夫和摩拉维亚派

尼古拉·路德维格·冯·亲岑道夫伯爵（Nikolaus Ludwig von Zinzen-
dorf，1700～1760年）是有深刻宗教信仰的人。他曾在哈利大学学习。

他在那里受到了敬虔主义的影响，并且总是从那个角度来理解基督教的

性质。1722年，一群正在受迫害的波希米亚弟兄会会员接受他的邀请，

到他在萨克森尼的一个领地来定居。起初，亲岑道夫甚至不是这个社团

的成员；但是，最后他的真诚的宗教信仰加上他自己的个人天资，使他

成了这个社团的领导人。这些波希米亚弟兄会会员由于他们的籍贯，而

终于被称为“摩拉维亚派”，并且按照他们在亲岑道夫领地里建立的赫恩



哈特村，也被称为“赫恩哈特派”（Herrnhuters）。

和大多数敬虔派一样，亲岑道夫在他信仰方面是真正的路德派和正

统派，虽然与此同时也反抗路德正统化的僵硬的精神。因此，摩拉维亚

派终于接受《奥格斯堡认信文》作为他们的信仰声明。但是，他们总是

坚持，虔诚的和道德的生活比神学的公式化重要。这种虔诚的生活集中

在思念基督上和思念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在基督里，他们找到了全部

神学，因为不能靠任何自然的或哲学的手段来认识神，只能通过基督里

的启示来认识神。这种对基督的不断思念，促使信徒为了罪的宽恕和为

了整个人生而完全信赖主。这就是卫斯理在一次暴风雨中横渡大西洋时

遇到的那些摩拉维亚派，由于他们对主的信赖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原

因。

摩拉维亚派由于人数有限，因而对基督教历史可能无足轻重。然

而，他们的重要性和他们的人数完全不成比例。他们对传教工作的兴趣

促使他们把信仰传播到世界各地，在那里他们不但影响了他们自己的灵

性上的直系后代，而且也影响了和他们并存的其他一些新教教会。他们

对卫斯理（Wesley）的影响，不但可以从卫斯理本人看出来，而且——
虽然不那么直接——可以从整个卫理公会传统中看出来。通过他们对弗

雷德里克·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的影响，他们对19和
20世纪的神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卫斯理和卫理公会

当敬虔派和摩拉维亚派在欧洲大陆设法提供另一种选择，以代替冷

酷的、立论严谨的正统信仰的时候，英国的许多人也正在发现，他们所

接受的传统形式的基督教没能够向他们和群众讲清道理。这是农村人口

向城市大迁徙的时代，表面上的经济机会吸引了许多农村贫民到城市里

来。但是，这产生了大批不属于教会的人，传统的英国国教的正统生活



和礼拜似乎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英国国教徒和不信奉国教者似乎都满

足于一种温和形式的基督教，这种基督教停留在礼仪的和外表的例行公

事上，但对哺育信徒们的信仰却没有做什么工作。讲道常常变成只不过

是道德规劝。这之外还加上了理性主义的影响——我们将在下一章里研

究理性主义——其结果是大家都信奉“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

这种神学除了把耶稣基督当做道德典范之外，关于他似乎无话可谈。

因此，人们在英国提出的问题，虽然起因不同，但和人们在欧洲大

陆提出的问题基本上是一样的，即，这种似乎很冷酷的传统基督教很少

向群众讲话，怎样才能使它向群众讲话呢？怎样才能以简单而令人信服

的和神学上正确的方式提出福音呢？

这个问题的种种答案来自四面八方。然而，特别有趣的是，答案的

这些来源大都求助于那些和斯彭纳的“敬虔学会”（collegia pietatis）类似

的方法。因此，比方说，在1678年，一系列宗教集会的第一个聚会在伦

敦成立了。这些集会的目的不是要取代教会，而是要用小组的祈祷、学

习和感受来补充教堂的礼拜。和德国的敬虔派小组的情况一样，这些聚

会不久就参与了好善乐施的事业，它们设法减轻那些陷入时代的社会悲

剧——贫穷、监禁、缺少根基，等等的人的痛苦。在苏格兰长老派中间

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在那里一些祈祷集会在18世纪初期变得很受欢

迎。

循道公会（Methodists）正是得名于这些基督徒小组中的一个。早

在1702年，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的父亲塞缪尔·卫斯理（Samuel
Wesley）在他的埃普沃思（Epworth）教区里组织了一个宗教集会。几

年之后，当约翰·卫斯理（1703～1791年）和他的兄弟查理（Charles，
1707～1788年）就读于牛津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小俱乐部的成员。这个

小俱乐部原来是由查理和其他人为在学习上彼此帮助而组织的。然而，

这个俱乐部不久之后就变得和斯彭纳提倡的“敬虔学会”类似——有一个



显著的不同是，这个原来的卫理公会俱乐部也继续是学院的和学术的活

动的一个中心。由于他们的活动逐渐被同学们知道，他们最初的外号

叫“神圣俱乐部”（the holy club），并且最终被称为“循道公会”。

约翰·卫斯理不久之后就成了循道公会俱乐部的领导人，他是非常

有才能的学生，他的学术成就为他赢得了林肯学院研究员的职位。他也

是一个认真的人，他像他父亲塞缪尔那样深深地信奉高教会派的英国国

教，并且也像他母亲苏珊娜那样信奉宗教，极端敏感和极其虔诚。他也

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一个天生的行动主义者，他和清教徒们一样有一

种强烈的愿望，想要经常做一些建设性的事务，来为上帝服务。他在

1725年当了英国国教的执事，在1728年当了牧师。七年之后，他到英属

北美殖民地佐治亚去当传教士，正是在他横渡大西洋中暴风雨威胁船只

安全时，他看到了旅客中一群摩拉维亚派对上帝的安祥的信赖。在佐治

亚，不久之后就变得很明显，他不适合他所担任的工作。他在英国国教

的礼拜和纪律方面拘泥细节——常常超过了人们在英国的实际做法——
这在不久之后就给他招来了一些敌人。他和一个妇女已经订婚，到了谈

婚论嫁的程度，但却决定在这个问题上拈阄——他总是有一点迷信的成

分，并且据此断绝了双方的关系。而当这个妇女嫁给了另一个人，并且

不再参加卫斯理模仿他父亲和“神圣俱乐部”而建立的宗教小圈子的时

候，他又借口她没有准备好接受圣餐，而拒绝给她圣餐。这个事件以及

许多类似的事件，使他成了几桩民事诉讼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卫斯

理深信，他作为牧师失败了，便决定返回英国。回到不列颠后，他重新

建立了和摩拉维亚派的联系，他们帮助他追求信仰和自我价值的斗争。

最后，在1738年5月24日，发生了著名的奥尔德斯盖特（Aldersgate）的

体验：“傍晚时分，我勉强地走到奥尔德斯盖特大街的一个集会，在那

里一个人正在宣读路德写的《罗马人书》的前言。大约差一刻九点，当

他描述上帝通过人们信仰基督而在人心中引起变化时，我感到我的心奇

怪地温暖起来。我感到我确实信赖基督，只靠基督得救：于是我被给予

了一种保证，基督除去了我的罪，甚至拿走了我的所有，并且把我从罪



恶和死亡的律里拯救出来。”

由于摩拉维亚派在若干场合里给卫斯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

决定到德国去旅行，在那里他会见了亲岑道夫，并且参观了赫恩哈特

村。和以前一样，他被摩拉维亚派的信仰的深度以及他们的道德和宗教

生活感动了。然而，他并没有完全相信他应当在一切事情上追随他们，

尤其是那种对他的积极的性格来说似乎是没有道理的清静无为和他们的

神秘倾向。他返回英国后，有一个时期同摩拉维亚派保持友好的关系。

但是，他终于被迫卷入同他们的争论，并且被迫把他的运动同他们的运

动区分开。从一开始，他就反对摩拉维亚派的清静无为和神秘主义。在

他同他们最后决裂的时候，他发表了他的日记的一些部分，他在其中写

出了他对摩拉维亚派——尤其是因为他们存在于英国——的一些反对意

见。很明显，卫斯理在这里所提出的，丑化了摩拉维亚派的信念。但无

论如何，为了要了解他的反对意见的性质，引用他的一些话，可能是有

益的。

在信仰方面，你们相信：

1.在一切事情在人里面变成新的之前，在他有了信仰的充分保证之

前，在他有了圣灵的永久的证据之前，或者在他清楚地感到基督寓居在

他身上之前，不存在着任何程度的信仰，而且没有人有任何程度的信

仰。

2.因此你们相信，除了这之外……没有使人称义的信仰，也没有称

义的状态。

而我们相信，

1.在一切事情在人里面变成新的之前，在他有了信仰的充分保证之

前，在他有了圣灵的永久的证据之前，或者在他清楚地感到基督寓居在



他身上之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信仰，而且一个人可能有某种程度的信

仰。

2.因此，我相信，除了这之外，而且通常是在这之前……有一定程

度的使人称义的信仰（所以，也有称义的状态）。

至于得到信仰的方式，你们相信：

得到信仰的方式是，等待基督，并且安静；即，不去利用（我们所

说的）恩典的手段；不去教堂；

不去分享圣餐；

不守斋戒；

不多利用私祷；

不读《圣经》；

（因为你们相信，这些手段不是恩典的手段；即，这些手段通常不

把上帝的恩典传递给非信徒；而且，一个人利用这些手段，而不倚重这

些手段，是不可能的）；

不做世俗的好事；

也不试图去做灵性上的好事。

（因为你们相信，那些其本身没有圣灵果实的人，不能给予圣灵的

果实；而且，那些没有信仰的人是十足的瞎子，因此不能引领其他的

人。）

而我相信，



得到信仰的方式是，利用恩典的一切手段，

等待基督和保持安静。

因此，我相信，对那些知道自己没有信仰（即，没有战胜一切的信

仰）的人来说，这样做是对的；

去教堂；

分享圣餐；

斋戒；

尽可能多地利用私祷，并且读《圣经》；

（因为我相信，这些手段是“恩典的手段”；即，这些手段通常确实

把上帝的恩典传递给非信徒；而且一个人利用这些手段，而不倚重这些

手段，是可能的）；

去做一个人所能做的世俗的好事；

并且尽力去做灵性上的好事。

（因为我知道，圣灵的许多果实是由那些其中本身没有圣灵的果实

的人给予的；

而且那些没有信仰的人，或只有最低程度的信仰的人，可能有来自

上帝的更多的启迪，更多的智慧，来引领其他的人，而许多有强烈信仰

的人却不能。）

在这些反对意见里人们可以看出卫斯理的虔诚和神学的大部分性

质。他建立他的“卫理公会各协会”（Methodists societies）的目的，不是



要同英国的教会对立或竞争。与此相反，他总是相信，英国的教会里施

行的圣礼是恩典的正当的和有效的手段，而那些是英国教会成员而不是

卫理公会运动成员的人，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确实有使人称义的信

仰，虽然他们可能没有他在奥尔德斯盖特体验里所发现的那种程度的信

仰和保证，而且他希望，他的讲道和他的各协会将一帆风顺。他把自己

看成不是在异教的国度里宣讲福音，而是在基督徒同胞中间为了更新和

加强他们的信仰而工作。

再者，虽然卫斯理是一个具有深刻的和真诚的信仰的人，但他强烈

反对任何试图绕过有历史意义的恩典手段的神秘主义，这些手段是：教

会的圣礼和教牧工作以及《圣经》的启示和上帝的使耶稣基督成为肉

身。

由于这些考虑，可以预料，卫斯理的神学和英国教会持有的神学大

体上一致。而且确实是这样，因为卫斯理总是肯定“三十九条教规”的教

义，并且向他的追随者们推荐《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

然而，在两点上，他的神学值得特别注意。这两点是他的有关基督徒生

活的教义和他的教会学。

当卫斯理被指责为阿米尼乌派的时候，他不得不阐明他对基督徒生

活和得救过程的理解。他欣然同意这种指责，虽然他反对阿米尼乌派

（Arminianism）和加尔文派（Calvinists）之间的没有意义的谩骂，并

且指明，阿米尼乌主义被多特宗教会议的捍卫者们过分地诋毁了——他

用讽刺的口吻说，多特宗教会议（Synod of Dort）“人数不多，学问不

大，但和特伦特宗教会议一样公正”。虽然有种种相反的指责，但他声

称，无论他或阿米尼乌派都不否认原罪或因信称义。按照卫斯理的说

法，争论中的三点是：预定论是绝对的抑或有条件的，恩典是不是不可

抗拒的，以及圣徒的持守。卫斯理声称，归根到底只有一个问题，即预

定论的问题，因为其他两个问题只是它的必然结果。只有在这样的意义



上卫斯理才接受绝对的和无条件的预定论，即有时上帝挑选某些个人从

事特殊的任务，而且这些任务是不能避免的。但是，就和永恒的得救有

关的意义来说，预定论永远是有条件的，并且取决于个人的信仰。

我将十分坦率地和简单明了地告诉你们。我相信，拣选通常意味着

这两件事情之一：首先，神指定一些特殊的人，在世界上做一些特殊的

工作。而且我相信，这种拣选不但是涉及个人的，而且是绝对的和无条

件的。这样，赛勒斯（又译古列王，公元前600～529年）被拣选了……

其次，我相信，拣选意味着，神指定一些人去享有永恒的幸福。但

是，我相信，这种拣选是有条件的，与之相反的被神摈弃（在救恩之

外）也是有条件的。我相信，关于这两者的永恒的天命是用这样的话来

表示的：“相信的人将被拯救；不相信的人将被罚入地狱。”而且毫无疑

问，上帝将不改变这个天命，人也不能抗拒这个天命。

无条件的拣选他不能接受，因为这必然暗含着无条件的摈弃，而在

他看来，这是和《圣经》关于上帝的本性的见证相抵触的。至于《圣

经》谈到“创造天地之前”的拣选的那几段经文，卫斯理声称，因为上帝

是永恒的，从神的角度来看，一切事务在实际上发生之前都被看成是已

然发生的，就像上帝称亚伯拉罕为“多国之父”的时候那样。

这显然意味着，虽然在一些少有的事例里恩典可能是不可抗拒的，

但这是例外的情况，而不是正常的情况，而且一个人不能把没有提供不

可抗拒的恩典当做是不去相信的理由。不去相信的原因恰恰是对恩典的

抗拒。

那么，卫斯理怎样避免声称，信仰的第一个动作（initium fidei）是

在人这一方面呢？这样一种声称他确实必须避免，因为要不然他就会被

正当地指责有伯拉纠主义倾向，并且使上帝的恩典成为不必要的，或成

为人的功德的结果。他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只是，有一种普世的先行的恩



典（pre-venient grace）。由于这种恩典是给予所有人的，所有的人都能

够——不靠他们自己，而是通过恩典在他们身上起作用——接受信仰的

进一步的恩典，这种恩典将促使他们得到使人称义的信仰，并且最终得

到他们得救的保证。

因为考虑到人们的所有的灵魂依照本性都沉沦在罪恶里，这并不能

为任何人开脱，因为没有人是仅仅处于本性的状态里；没有任何人，除

非他把圣灵泯灭了，是完全没有上帝恩典的。没有任何活着的人是完全

没有“天然的良心”的东西的。但这不是天然的：称之为先行的恩典更为

恰当。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先行的恩典，先行的恩典并不等待人的请

求……因此，任何人犯罪，不是因为他没有恩典，而是因为他没有利用

他所有的恩典。

卫斯理关于基督徒生活的观点里的另一个要素，在他的同时代人中

间引起了一些争论，而且自那时以来一直被卫理公会辩论，这个要素是

有关成圣的教义。卫斯理并没有把成圣理解为称义之后发生的某种事

情，或是同善行有关的某种东西，而称义则同信仰有关。“我们因信仰

不但称义而且也成圣”，而且“没有任何人在信仰之前是被圣洁化的：每

一个人在他信仰的时候也成圣了。”严格地说，成圣是我们被宣布为义

的这件事情在我们身上的效果，因为通过一个单一的行动，上帝既使罪

人称义，也开始使罪人成圣。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成圣。与此相反，成

圣是一个过程，是每一个信徒都必须动身去完成的朝圣历程。其目标是

完全的成圣，或基督徒的完美无缺。这种完美无缺并不意味着，达到完

美无缺的基督徒不再犯错误，或不再需要来自上帝的恩典和支持。这种

完美无缺实际上意味着，达到完美无缺的人不再故意触犯上帝的律法，

而是出于爱心而行事。卫斯理并不相信，每一个基督徒在今生今世的过

程中达到这种状态。但是，他确实相信，应当宣讲成圣，既把这当做是

为未来的天国的准备，也当做是在一切信徒面前经常保持的目标，以便

他们能够稳步地走向成圣。因为，他坚持说，得救和基督徒生活不进则



退。

这是把我们带到卫斯理对基督徒生活的理解的最后一个要素：他对

基督徒的确信的观点。拒绝了有关无条件的预定论的教义之后，他不得

不拒绝加尔文派的有关圣徒们的持守的理论，他把圣徒们的持守看成是

预定论的必然结果。然而，这个教义在加尔文主义里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尤其是在清教主义里，因为这个教义向信徒们保证，如果他们是在

被拣选者中间，他们就不必再为他们的得救而担心。有关基督徒的确信

的教义，或者有关圣灵的见证的教义，在卫斯理的神学里扮演了类似的

角色。这意味着，圣灵向人的灵性证明，我们被宽恕了，并且被收容为

上帝的儿女。毫无疑问，在创立这个教义的时候，卫斯理受到了他的奥

尔德斯盖特的体验的影响，这种体验恰恰在于，突然相信他的种种罪行

被宽恕了。但是，他并没有使他的这个特殊形式的体验成为一切基督徒

的标准体验。“我并不否认，上帝难以察觉地在一些人里面起作用，使

他们感到上帝的爱的逐渐增大的保证；但是我同样肯定，上帝在其他的

人里面起作用，使他们刹那间感到充分的保证”。

然而，这种保证和加尔文派的有关圣徒们的持守的教义的不同在

于，卫斯理并不相信，这担保有了这种保证的人将永远是有圣徒持守。

加尔文派的有关圣徒持守的教义是建立在一个人的被拣选上面的，既担

保一个人的被救赎的目前状态，也担保一个人将来永远停留在这种状态

里。卫斯理的关于保证的教义只是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罪都被宽恕

了；但丝毫没有谈到从恩典那里落空的时刻存在的可能性。

如果卫斯理满足于宣讲这些教义，那么，循道公会运动本来是不会

成为基督教教会内部一个独立教派的。诚然，卫斯理确实不希望发生这

样的分裂，并且总是坚持他在英国教会里的会员身份。即使是卫斯理的

满腔热情的讲道，虽然受到英国国教当局的斜眼看待，本来也不会导致

一个独立团体的产生。促使循道公会成为一个独立教派的原因是：卫斯



理决定为他的追随者们按立牧师，以及他作为组织者的能力。起初，他

依赖英国国教牧师向他的人们施行圣礼；而且他总是坚持说，他的各协

会绝对不是英国国教教会的替代物，而是英国国教教会的补足物。但

是，当他发现，只有很少的牧师参与这个运动，而且不得不派一些领导

人到新大陆去管理英属殖民地的循道公会时，他和其他几个人就任命了

这样的领导人。他采取这样一种步骤的神学的和历史的依据是，在早期

的教会里，长老们和主教们之间没有差别，因此，由于他被任命为长

老，他也可以任命其他的人担任同样的职务。他的论点从历史角度来看

大概是正确的。但是在实际做法上，这意味着，这种同英国国教传统的

决裂将是难于愈合的。这样，在声称没有建立一个新教会的同时，卫斯

理采取了一些事实上促成这种教会建立的步骤。

这种含混不清后来在循道公会教会的教会论里反映出来。卫斯理建

立的各协会，对他来说并不是教会，因此他能够保持他的大部分的高教

会派的教会论，而不必让这种教会论来决定协会的形式。循道公会是英

国国教派，而且他们的教会是英国的教会。然而，随着这两个团体的最

后分离，循道公会成了一个组织机构，这个组织机构和其他的独立教会

的传统极其相似。与此同时，在循道公会创始人的神学里继承了教会的

一些观点，这些观点与循道公会的实际做法不大相同。试图解决这种含

混不清的不同做法，部分地说明了英国循道公会和美国卫理公会之间的

不同。（Methodist Church在英国称为循道公会，在美国则称为卫理公

会——译者）

在我们离开循道公会运动之前，必须谈一谈乔治·怀特菲尔德

（George Whitefield，1714～1770年）的贡献，他是牛津“神圣俱乐

部”的成员，他的工作在许多方面和卫斯理的工作类似，虽然这两个人

在他们的神学观点上有所不同。怀特菲尔德对基督教思想史的重要性只

是在于，虽然他在其他每一个方面都是循道公会派，但他在他的神学方

面是坚定的加尔文派，而不是阿米尼乌派——尽管他本人否认曾经读过



加尔文的作品。他的同时代人认为，他是比约翰·卫斯理更有说服力的

牧师，而且他的工作终于导致了威尔士的加尔文派循道公会教会。人们

很容易假定，阿米尼乌主义似乎比严格的加尔文主义更“适合宣讲”，但

他作为牧师的成功说明这种假定是错误的。

大觉醒

英属北美各殖民地在18世纪目睹了一系列运动，这些运动在许多方

面和我们刚才在欧洲看到的个人虔诚的复兴很相似。这两者之间有一些

联系，因为乔治·怀特菲尔德是新世界的最有影响的牧师之一，而且法

兰西斯·阿斯伯里（Francis Asbury）和其他人也从大西洋彼岸带来了卫

斯理的卫理公会。但是，各殖民地里也有一些情况在许多方面促使人们

提出和敬虔派、摩拉维亚派以及卫理公会派类似的答案。在这里宗教也

变得陈旧，并且局限在各教会和各教会的正统化里，而大批仍然有某种

基督教信仰的人却和有组织的宗教没有什么关系。对这种局面作出的反

应是，产生了和欧洲类似的运动，这个运动坚持个人的虔诚和得救，但

和欧洲不同的是，这个运动冲破了一切教派的界线，从而有助于形成基

督教新教在最终成为美国的那个地方的形式。

包括在“大觉醒”这个共同称号下的不同的运动，在其神学里提出了

可能设想的形形色色的见解。然而，在实践方面，他们一致强调：皈

依，个人的体验，私下里阅读《圣经》，以及倾向满腔热情的礼拜。

美洲大觉醒的最重要的神学家是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
wards，1703～1758年）。1717年在耶鲁大学当学生的时候，爱德华兹

受到了洛克（Lock）哲学的影响——我们将在下章里讨论洛克的哲学

——而且甚至在他的兴趣转向神学之后，洛克这个英国哲学家的影响仍

然可以在他的方法论里看出来。若干年后，他有了和卫斯理类似的皈依

的体验，虽然较多地集中在上帝的压倒一切的荣耀上。这种体验以及他



的教养，使他成为深信不疑的加尔文派，尤其是在有关拣选的教义方

面，因为他认为，加尔文主义所教导的那样的无条件预定论是必然会随

着上帝的至高无上而来的。作为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的北安普敦

（Northampton）的公理会牧师和大觉醒的最有口才的演说者之一，他

把有关神拣选的教义宣讲成为正确理解基督教生活的线索。然而，他的

清教徒的加尔文主义促使他这样严格地执行教会的纪律，以致他被他的

会众撤销了职务。在他作为牧师的最后几年里，他写出了他的《关于宗

教感情的论文》（Trea-tise concerning Religious Affections，1746年），

他在其中试图在那些谴责大觉醒的感情冲动的人和那些试图助长和利用

这种感情冲动的人之间取得平衡。为了要在这件事情上引导他的读者

们，他提出了若干标准，按照这些标准，那些是圣灵作用的结果的“感
情”可以同那些不是圣灵作用的结果的“感情”区分开来。在他被撤离他

的会众之后，他写出了《仔细地和严格地探究有关意志的自由的现行概

念，意志的自由被认为是道德力量、善恶、奖惩、褒贬所必不可少的》

（A Careful and Strict Enquiry into the Mod-ern Prevailing Notions of that
Freedom of the Will Which is Supposed to be Es-sential to Moral Agency,
Virtue and Vice, Reward and Punishment, Praise and Blame，1754年）。在

这里他为无条件拣选进行辩护，无条件拣选成了加尔文主义的标记。按

照他的说法，这种拣选并不损害自由，自由在于能够做一个人决心要做

的事情，因为上帝的不可抗拒的恩典所做的，恰恰是引导意志去进行正

确的选择。因此，虽然一个人因为恩典起作用而产生意念，但一个人仍

然可以自由地按照他的意念进行选择和做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觉醒呈现出了更多的感情色彩。虽然大觉醒最

初出现在长老会派和卫理公会派中间，但不久之后就扩散到卫理公会派

和浸礼会派那里，在他们中间这个运动扎下了根，对他们来说大觉醒成

了形成信仰的体验。在未来的年代里，尤其是在浸礼会派和卫理公会派

中间，大觉醒的经历将大大影响各教会的生活和他们对自身使命的理

解。



第十二章　转变中的哲学背景

本卷第一章提供了16世纪初期欧洲的酝酿中的事态的简短的大纲。

由于一些明显的原因，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新教改革和天主教改革以及

这些宗教改革内部出现的不同神学观点上。但是，16世纪巨大的动荡不

安不能局限在教会的神学范畴里，不管是新教的神学也好，天主教的神

学也好。当宗教改革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宗教兴趣之外的许多新的兴

趣，正在吸引欧洲人的想象力。这些兴趣基本上属于两类：对自然界的

发现和对头脑的能力的发现。自然界越来越吸引16世纪的人们的注意

力。哥伦布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旧世界里，印刷机、指南针和火

药之类的发现表明，宇宙是有大量刚刚开始发掘的资源。这样，16世纪

看到人们对科技越来越感兴趣。伦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是

新时代的象征，因为他不但是画家和数学家，而且是物理学家和工程

师。与此同时，其他的人们正在发现头脑的其他能力。有的时候，这种

发现同哲学资料的巨大财富有关，拜占庭人和人文主义者们把这种财富

引进到拉丁语世界里。这样，在16世纪，哲学又一次沿着它自己的道路

前进，而很少去注意神学家们的辩论和命令。

因此，对世界的兴趣和对人的头脑的兴趣，构成了思想的两种潮

流，这两种潮流在后来几代人期间将一再会合、缠绕和分离。这两种潮

流在17世纪有很好的代表人物，第一种潮流由伽利略和培根代表，第二

种潮流由笛卡儿代表。由于他们对神学的进一步发展很有影响，因此我

们必须停下来简短地谈谈他们。

伽利略·加利莱（Galileo Galilei，1564～1642年）是一心一意地致

力于观察宇宙的人。然而，这种观察不仅仅是边观察边记笔记的好奇的

博物学家的观察。伽利略在内心里是数学家——事实上，他教数学多

年，最初是在比萨大学，后来是在帕杜阿——而且他坚定地相信，“大



自然的书籍是用数学的语言写成的”。按照他的说法，除了经验之外没

有别的知识来源，经验向人类揭开了整个世界。如果经验里有一个似乎

真实的错误。如：部分浸在水里的手杖似乎上折断了——那么，这个错

误不是在经验主义的数据本身里，而是在头脑解释经验主义的数据的那

种方式里。那么，经验必须是真正的哲学的源泉。伽利略不怎么喜欢这

样一些“哲学家”，这些哲学家试图通过阅读亚里士多德的作品来发现宇

宙的性质。他们的“书本世界”永远不能揭开真正的世界，而且任何蠢人

的观察都能表明，古代的作者们常常是错误的。但是，经验必须归结为

数学，才能成为真正的知识。质的语言不能恰当地描绘世界。只有能够

用量的措辞来表达的事物才能正确地被理解。这就是比萨大教堂里的插

曲的依据——这个插曲很可能是谣传——当时伽利略观察一个摇摆的灯

而得出结论，钟摆的移动永远是等时的。他在比萨斜塔对降落物的速度

进行的观察，情况也是如此。但是，人们一旦有了这种量的知识，他们

就能够应用量的知识来发现新的知识；因此，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并

且通过他的观察而得出结论，哥白尼是正确的，地球是围绕太阳旋转

的。概括地说，伽利略提出的是观察宇宙的一种严格的经验主义的和数

学的方法。这大概是他对现代科学的发展的最大的贡献。

法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62年）超过了伽利略，因

为他不但把科学设想成了解宇宙的手段，而且把科学主要设想成统治自

然界的手段。如果人们设法了解了统治自然界现象的种种原理，那么，

就有可能通过遵从和运用这些原理来控制自然现象。赖以得到这种知识

的方法，在《新工具》（Novum organum）里被阐明，培根写这本书是

用来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工具》的。这是他计划的但从来没有写出的伟

大作品的一部分，这个作品是打算用来作为庞大的科学百科全书的。这

里所提出的方法基本上是实验的方法。仅有经验是不够的，因为人们必

须按照某种次序来观察种种现象。通过实验，并且依靠一系列煞费苦心

的步骤，就有可能发现现象下面的“形态”（forms）。



人们在这种探索里所发现的主要障碍，培根称之为“谬
见”（idols）。这些谬见有四种：部落的谬见、洞穴的谬见、市场的谬

见和剧场的谬见。第一种谬见是整个人类所常有的谬见，例如，从几个

特殊的例子跳到总的结论上的这种倾向。洞穴的谬见和每一个人的特殊

气质有关，因为每一个人都倾向于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看待事物。市场

的谬见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用来进行交谈的语言，把自己强加在头脑

上，并且侵占了现实事物的地位。最后，剧场的谬见来自早期的哲学体

系及其错误的和谬误的论点。在所有这些谬见里面，培根极力攻击的谬

见是那些从大家所接受的见解里产生出来的谬见。为什么较老的见解一

定是较好的呢？事实上，如果人们对这件事情进行一些考虑，那么，很

明显，所谓的较老的观点事实上是较年轻的观点，因为较老的观点是一

个较年轻的世界的产物。随着世界变老，新的见解反映出较多的成熟性

和经验，因此应当比老的观点受到更大的欢迎。这可以从这样一种习惯

里看出来，即剧场的种种谬见仍然被大家接受，虽然事实上它们是错误

的。要不是因为有这些谬见，那么，人们就会承认，亚里士多德只不过

是一个诡辩家，他比较感兴趣的是，口头上给种种事物下定义，而不是

寻求真理，而且柏拉图的作品只不过是哲学和神学的迷信的混合物。如

果古代的所有这些错误的知识都被甩在后面，那么，人类就能满怀信心

地奔向“新的大西洋岛”——一个神话里的岛屿，培根把这个岛屿设想成

这样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完全致力于发现那些统治自然界的原理，并且

从这种发现中得到好处。

虽然培根的方法论从来没有完全被应用在科学研究上，但他的工作

以及伽利略的工作的意义在于：他们的工作表明，16世纪和17世纪初，

现代技术的基础正在奠定。方法和手段可能还没有创立，但是在那时已

经有了目标和不明言的价值观念。再者，培根对大家所接受的知识的批

评——他的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都赞成这种批评——必然导向寻求探索

的新手段，即不容易受到批评的方法，而古代哲学家们是常常受到这种

批评的。培根试图在自然现象的领域里做的事，正是笛卡儿试图在形而



上学的领域里做的事，他创立一种理性主义的唯心论作为理解整个现实

事物的基础。

笛卡儿和理性主义的传统

勒内·笛卡儿（René Descartes，1596～1650年）和伽利略一样，是

一个非常好奇的人。在耶稣会会士们的指导下接受了传统的经院主义教

育之后，笛卡儿感到，他必须得到对世界的更广阔的阅历，为此目的，

他加入了纳索的莫里斯的部队，后来加入了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的

部队。他在荷兰的时候遇见了一个医学博士。他发现这个医学博士在科

学和数学方面的研究和实验很吸引人，而且从那时起笛卡儿就用大部分

时间来研究数学和物理现象。然而，1619年11月10日当他在德国的一个

小村子里的时候，他有了他的伟大的哲学发现。他本人描写这个体验的

措辞，和奥古斯丁叙述他在米兰花园里的体验时所用的措辞相似，也和

卫斯理描写奥尔德斯盖特的体验的措辞相似。虽然我们没有当时关于这

个发现的内容的报道，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定，这个发现的内容是他

后来在他的《关于方法的讲话》（Discourse on Method，1637年）里和

他的《关于哲学的沉思》（Meditations on Philosophy，1641年）里所概

括和运用的方法。他并没有把他的发现理解成为在任何方面反对基督教

教义，这一点可以从这个事实里看出来，即作为一个感恩的行动，他许

愿要去参观洛雷托的贞女的圣殿。虽然他清楚地知道，他的哲学和他在

拉弗莱彻（La Flèche）的耶稣会学校受到的教导大不相同，但他相信，

他的哲学是完全符合天主教的信仰的，而且他指望，哲学家们和神学家

们一样，都是心怀善意的人，因而将会欣然接受他的哲学。当伽利略的

观点受到宗教法庭谴责时，他大为惊奇，因为那些观点构成了《关于世

界的论文》（Treatise on the World）的大部分背景，这篇论文他是准备

要出版的，但后来慎审地收藏起来。使他大为沮丧的是，他的观点受到

乌得勒支的神学家们如此强烈的反对，以致在1642年人们禁止教导和讨

论他的观点。在随后的年月里，其他的大学和学术中心采取了类似的步



骤，与此同时笛卡儿申明和解释他的观点，但徒劳无益。

笛卡儿提出的方法由四点构成。第一，不接受任何事物为真实的，

除非这种事物被清楚地证明为真实的。第二，分析和分解在前进途中所

发现的每一个疑难之处，以便能够在不同的部分里解决这些疑难之处。

第三，从简到繁，理清思路。第四，弄清楚每一件东西都是这样列举的

和清点的，以致没有任何东西被遗漏。然而，如果人们记住，对笛卡儿

来说，最确凿的知识莫过于数学的知识，因为数学的知识不是来自可能

会错的经验主义的观察，而是来自推理的性质本身，那么，这四点就可

以最好地加以理解。数学知识是真实的，即使撇开了数学知识可以应用

在其上面的那些有形的物体。另一方面，经验主义的知识并不是绝对确

凿的，因为我们大家都记得这样一些场合，那时我们的感官欺骗了我

们，而且，如果我们感官欺骗了我们一次，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知道，

我们的感官不是始终在欺骗我们呢？

因此，笛卡儿的方法的出发点是，怀疑所有得自感官的知识，加上

绝对肯定纯粹的推理的知识。他本人在他的方法的第一个原则里表明了

这一点，即，任何事物在被证明毫无怀疑余地之前，不能信以为真。这

也是他试图建立他自己的哲学体系时以无所不疑的态度开始的原因。

笛卡儿的这种怀疑被他的许多同时代人误解为纯粹的怀疑主义。但

事实上，笛卡儿的怀疑和通常所说的怀疑主义大不相同。他的怀疑不像

怀疑主义那样，不是出自一切知识都是可疑的这一概念和没有确实无疑

可言的这一概念。

与此相反，他决心要怀疑，因为他相信，绝对的肯定是一种可能

性，但这种肯定只有通过区分可能的事物和无疑的事物才能得到。这正

是笛卡儿的怀疑的作用，因为这种怀疑被当做一个过滤器，只有绝对肯

定的事物才能通过这个过滤器。



由于这种无所不疑的态度，哲学家寻求真理，必须从头脑本身开

始。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笛卡儿从他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的著名论断里，开始推演出他的体系。当头脑决定要怀疑一切事

物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是头脑所不能怀疑的，即，头脑自己的怀疑的行

为。很明显，为了要怀疑，头脑必须存在。

具有特点的是，笛卡儿并没有接着试图证明经验主义的现实事物的

存在。在他能够证明这种存在之前，他必须证明上帝的存在。他通过遵

循圣托马斯的“五种方法”的任何一种方法，都显然做不到这一点，因为

所有这些方法都把依情况而定的（contingent）存在物的存在当做出发

点。因此，他遵循一条和圣安瑟伦类似的道路，试图在那些是肯定无疑

的概念的唯一基础上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笛卡儿提出的论点和安瑟

伦的论点的不同在于，他并没有试图表明，有关上帝的概念逻辑上包括

了存在。他所做的是，看一看他头脑里的有关上帝的概念，然后设法发

现这个概念的起源是什么。在这样从依情况而定的事物——他自己关于

上帝的概念——论证到必然的事物的时候，他的论点和圣托马斯的论点

类似，因此，他在这一点上介于托马斯和安瑟伦之间。他的论点是简单

的，虽然他在不同的章节里以不同的方式重复了他的论点。他所说的实

质上是，他在他的头脑里发现了有关一个无限的和完善的存在物的概

念。他试图怀疑这个概念，但他发现，他不能，因为他必须以某种方式

来解释这个概念的存在，而且有关一个完善的存在物的这个概念能够被

放置在他的头脑里的唯一方法，是由这样一个存在物来放置。他的有限

的头脑靠它本身肯定不能设想出这样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显然比头脑本

身大一些。那么，难道一个人不能声称，头脑只是把几个成分凑在一

起，并且以一处不符合现实的方式把这些成分放在一起，就像有关马的

要领和有关人的概念被放在一起，而形成了一个不存在的半人半马的怪

物那样？肯定不能，因为有关上帝的概念是绝对简单的，并且不能被解

释成为一些不连贯的想法的混合物。再者，上帝的存在也可以从这样一

个事实来证明，即我们或多或少能够按照我们的概念的完善程度来整理



我们的概念，而且如果有种种程度，那就必然有绝对的标准，即上帝

——在这里笛卡儿接近于“出自比较程度”（ex gradibus）的传统论点，

虽然不是把这个论点应用在事物上，而是应用在概念上。

“我思，故我在”已经使笛卡儿证明了他自己作为“思索的实体”（res
cogitans）的存在。但是，他对他的身体的存在能够同样肯定吗？很清

楚，身体的存在以及一般的物质世界的存在，并不是头脑以直接的和不

容置疑的方式而知道的纯粹的推理的真理。那么，至于我们自己的身体

的存在和世界的存在，我们要被迫停留在怀疑之中吗？绝对不是，因为

我们这时能够肯定上帝的存在，而且不能设想，上帝会劝诱我们去相信

这样大的一个谬误。这样，有趣的是，笛卡儿从灵魂的存在和上帝的存

在出发，证明了身体的存在和世界的存在。

我们所能有的关于我们的身体的最清楚的概念，是身体的延伸，

即，身体占据空间，而且有体积，就像几何学所研究的体积那样。因

此，笛卡儿谈到人的身体时，把人的身体说成是“有延伸物的实体”（res
extensa），而和“思索的实体”——即灵魂形成对照。他从来没有讲清楚

的是，这两个实体怎样彼此联系起来。那么，问题是，思想怎么对身体

产生作用，以及身体怎样对思想产生作用呢？当我的头脑产生一个思想

的时候，头脑怎样把思想传递给我的身体呢？当我的身体遇到什么事情

的时候，我的头脑怎么会知道呢？这就是“实体的交流”的问题，这个问

题将引起后来的笛卡儿派的注意。

笛卡儿总是很小心，不去招致教会当局的不愉快。正像我们已经说

过的那样，当他听说伽利略的观点遭到谴责的时候，他克制住不去发表

他自己的作品，因为这个作品提出了一些类似的观点（他后来发表了这

个作品的一些部分，他认为这些部分不会触怒正统派）。再者，这不但

是小心谨慎的事务，而且是深刻信仰的事务。他毕生都是一个虔诚的

人，除了和神学知识小组有一些联系之外，他严格地忠实于正统的信



念。可是，他和他的追随者常常受到教会当局和学院当局的斜眼看待，

而且他的著作被不止一个大学取缔。这样做的原因是很明显的，如果人

们考虑到，笛卡儿正在提倡这样一种体系，在这种体系里最终的权威不

是启示，而是理智。诚然，在笛卡儿的框架里，如果人们相信历史上的

启示的价值，那么，这种信仰只是在一个推理的过程之后才是可能的，

这个推理过程证明物质世界的事物和事件是可以信赖的。因此，虽然笛

卡儿本人相信，他实际上是在表明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但许多人在证

明这种合理性的做法本身里看到了这样的含意，即启示不再是可以信赖

的。在他之后，哲学家们倾向于试图把他们的整个体系只建立在理智的

基础上，而且神学家们常常发现自己面对着这样的抉择：或者是建立在

理性主义的哲学的基础上，或者是声称，理智靠它本身不是认识永恒的

现实事物的有效工具，因此理性主义的哲学家们是错误的。

不久之后，笛卡儿主义就在欧洲各地有许多追随者。虽然大多数笛

卡儿派比较感兴趣的是笛卡儿的物理学、数学和生理学，而不是他的形

而上学，但有若干神学家把他的哲学当做他们所致力的工作的工具。阿

德里安·希尔博德（Adriaan Heerebord）和雅克·杜·鲁尔（Jacques du
Roure）设法以传统的经院主义的形式提出他的论题。在罗马天主教徒

们中间，尤其是在法国的神父团体成员们中间，有许多人试图表明，笛

卡儿和奥古斯丁之间大体上一致——常常是通过对照摘自这两个作者的

文章。在荷兰，若干新教神学家在笛卡儿主义里看到有可能表明正统加

尔文主义的基本的合理性，尤其是因为数学对现实事物的探讨方法，似

乎证实了加尔文的有关预定论的教义所演变成的宿命论。这些人里面最

值得注意的是克里斯托夫·威蒂克（Christoph Wittich），他在1659年发

表了一篇论文，他在其中设法表明，《圣经》的真理和“笛卡儿所发现

的哲学真理”一致。

然而，笛卡儿主义在神学里所采取的最有特点的形式，可以从奥拉

托利会成员（Oratory——天主教在俗司铎修会——译者）尼古拉·德·马



尔布兰奇（Nicolas de Malebranche，1638～1715年）的作品里看出来，

他几乎不能被称为笛卡儿派，因为他把哲学和奥古斯丁的灵感的强烈的

神秘倾向结合在一起。然而，由于他影响了博休特（Bossuet）和费内伦

（Fénelon）等法国的著名学者，并且被他们驳斥，因此，他的牌号的

笛卡儿主义在法国变得最流行，而且将使法国天主教教会具有特色，在

19世纪里法国天主教教会因为这种特色而引人注目。

马尔布兰奇的神秘主义促使他把他的整个哲学集中在上帝上。在这

里他的最重要的贡献有两个：他认为，一切概念都是在上帝那儿被知晓

的，而且他声称，上帝是一切事物的唯一“有效因”。在这两点上，他显

然超过了笛卡儿。第一点意味着，上帝不但是一切知识的保证——这一

点笛卡儿已经说过了——而且也是一切知识的对象。当我们想到二加二

等于四的时候，正是在上帝那里，我们看到了这个真理，因为正是在神

的光照中，我们看到了每一个真理，而且上帝也看到了我们所做的事

情。他这个观点是建立在他自己对奥古斯丁的上帝光照理论的解释之上

的。虽然这种解释在历史上是不正确的，但这种解释有助于为18世纪的

法国的大部分神秘主义定下调子。

马尔布兰奇声称，上帝是一切事物的“有效因”，这种声称同实质

（substances）交流的这个问题有关，我们已经提到，这个问题是后来

的笛卡儿主义不得不解决的难题之一。笛卡儿的意思是说，灵魂同身体

直接交流。但是，他把这两者对比起来的那种方式，使人们很难看出，

这种交流是怎样发生的。马尔布兰奇解决这个难题时声称，灵魂和身体

不是彼此直接交流，而只是通过上帝来交流。当我们的灵魂似乎要让我

们的身体完成一个动作的时候，事实上发生的事情是，上帝鉴于我们的

灵魂的愿望，使身体完成相应的动作。当我的身体似乎要同我的灵魂交

流的时候，甚至当一个物体似乎要向另一个物体起作用的时候，如两个

台球，情况也是如此。在所有这些事例里，以及在每一个可以想象的事

例里，上帝是每一个结果的有效因。在这里人们再一次看到马尔布兰奇



感兴趣的是，把每一件事情都集中在上帝上，因为他声称，把有效性归

给任何次要的起因，将使次要的起因具有某种程度的神性。

那么，人们怎样才能避免宇宙里没有秩序的这个结论呢？人们怎样

解释这样的事实，即似乎有自然的规律，而且类似的物体在类似的情况

下似乎以类似的方式作出反应，仿佛这些情况是它们的动作的起因？答

案是很简单的：上帝不是反复无常的。与此相反，上帝建立了一种秩

序，在另一个生物行动的时候，这种秩序通常将指导神对一个生物的行

动。因此，比方说，上帝决定，在一个物体来到另一个物体所占据的地

方的时候，上帝将促使这另一个物体以某种方式移动。由于这个缘故，

撞击另一个台球的那个台球，可以说是另一个台球的移动的“偶然的起

因”（occasion-al cause）；但是有效因永远是而且只是上帝。比笛卡儿

稍微年长的同时代人是英国人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
1679年），他创立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理性主义体系。霍布斯也希望在完

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他的哲学，但是，他的出发点是感官的感觉，而不

是头脑在它本身里所发现的概念。在这一点上，他是英国的经验主义的

先驱者，我们下面将在这一章里研究英国的经验主义。但是，他强调推

论的思维是科学的目标，这种做法使他接近于笛卡儿。无论如何，对霍

布斯来说，他的哲学的出发点是，除非有“运动中的变化”，不然没有任

何东西能够被感官感觉出来。凡是和早先完全一样的东西，不能给我们

的感官留下印象，因此不能通过感官来认识这些东西。运动的规律是惯

性、因果关系和物质不灭。在这些规律上霍布斯建立了一个自然主义的

体系，这个体系不但包括物理学，而且也包括伦理学、心理学和政治理

论。由于这些原因，他常常被认为是现代的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

的先驱者。然而，对神学历史来说，他的重要性在于，他致力于从自然

知识里得出所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他用例子说明了理性主义的基调。比

方说，他的全部伦理学和全部政治理论，是建立在自我保存的这个普遍

的推动力上的。他认为，上帝和真正的知识完全无关，因为如果神学家

们所说的是真实的，而且上帝里没有运动的变化，那么，随之而来的



是，我们无从知道上帝。虽然在内容方面有所不同，但这种自然主义的

和理性主义的态度，在整个18世纪在哲学家中间将是很普通的，并且将

向神学提出挑战。

巴鲁克·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1632～1677年），虽然肯定不

是笛卡儿派，但他深受笛卡儿著作的影响，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霍

布斯著作的影响。他是葡萄牙的隐蔽身份的犹太人父母在阿姆斯特丹生

的，他的父母逃避宗教法庭而到了荷兰。斯宾诺莎是有深刻的神秘倾向

的人。他早年在家庭和犹太会堂里所得到的有关至高无上的和唯一的上

帝的概念，在他因为异端而在1656年被逐出犹太会堂之后很久还继续给

他的哲学以灵感。斯宾诺莎认为，笛卡儿主义对他自己的哲学来说是良

好的预备训练，因为他同意笛卡儿，获得真正的知识的最好方法，是数

学所遵循的方法。但是，他比笛卡儿把数学的方法学推演到更远的地

步。事实上，他的主要作品《几何学程序证明的伦理学》（1677年他去

世后出版），包括一系列逻辑上互相联系的定理，这些定理的论证遵循

了几何学的严格的原理。

但是，他和笛卡儿的分歧远远地超过了这一点。他认为，笛卡儿在

灵魂（res cogitans）和身体（res extensa）之间作出了没有道理的区分。

这些在实际上不是两个不同的实体，而是一个单一的实体的两个属性。

事实上，整个现实事物只不过是单一的神圣的实体，而且由于这个原

因，斯宾诺莎的哲学被正确地解释为泛神论的理性主义的表达方式。这

个实体有无限的属性。思想和物质是这些属性中的两个属性，而且我们

相信思想和物质包括了全部现实事物的唯一原因是，思想和物质是我们

有能力知道的仅有的两个属性。上帝是现实事物的唯一的实体，是一切

事物的唯一的本性，这个本性在我们通常称为“上帝”的东西里作为有创

造力的本性而出现，在世界里则作为被创造的本性而出现。至于哲学

家，或者，至于任何人，生活中的目标不是别的，而是这样去理解这个

遍及一切的现实事物，以及这样去和现实事物协调起来，以致一切情欲



都平静下来，以致一个人安于他的现状和命运。这个现状不是自由的现

状，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预先确定了的，而且自由只不过是一种错觉，

这种错觉是由于我们对现实事物的片面看法而产生的。我们的命运仅仅

在于回归到“一体”那里，就像一滴水回归到大海里那样。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
1716年），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人们认为他发现了（与牛顿无关）微

积分学的数学原理。他的神学工作虽然远远不像他的哲学那样重要，但

致力于在理性主义所特有的那种“普遍常识的神学”的基础上，使天主教

徒们和新教徒们重新联合起来。另一方面，他的哲学避开斯宾诺莎的一

些难题，尤其是避开笛卡儿主义的一些难题。他发现斯宾诺莎的哲学里

不可取的东西是这样一个概念：包括世界在内的每一件东西，是作为神

的本性的必然结果，出于必然而发生的。这一点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泛

神论的教义，莱布尼兹认为是不能接受的。与斯宾诺莎相反，莱布尼兹

提出了“理性的真理”和“事实的真理”之间的区分。理性的真理是必然的

真理，因为属性包含在主体里。因此，比方说，当我说一个三角里的各

角加起来等于一百八十度的时候，我所作的只是说清楚了已经包含在三

角的概念里的东西，因此这是必然的真理，与之相反的情况是不可能

的。但是，当我说“这个特殊的东西如此这般地存在着”的时候，这是事

实的真理。这是依情况而定的真理，因为与之相反的情况是可以设想

的。再者，在现实事物的实际世界里，我们从来没有遇到像理性的真理

所暗指的那样的赤裸裸的必然性。理性的真理属于逻辑的范畴，而事实

的真理则属于现实的范畴。因此，世界的实际的秩序并不是必然的秩

序。世界存在的原因，以及这个特殊世界存在的原因，并不是必然的原

因。上帝满可以合乎逻辑地制造另一个世界，或根本不制造世界。但

是，世界的存在有足够的原因，即，上帝决心要充分利用所有的可能存

在的世界，仅此而已。结果是，上帝和世界之间的关系，虽然是合理

的，但不是必然的。这样，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就被拒绝了。



然后，莱布尼兹转向了大家都知道的笛卡儿的关于实体的交流的这

个难题。他用双重否定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难题，否定有两种不同的实

体，也否定身体和灵魂之间有任何交流。没有两种实体，因为所有存在

着的东西都是灵性的。物质只不过是一些个别的实体的混合物，这些实

体的每一个都是灵性的。这些实体的每一个，莱布尼兹称为单子

（monads），是完整的和自我包含（self-contained）的。正像莱布尼兹

所说的，单子没有窗口；它们不同其他的单子交流。但是，这些单子的

每一个，从它自己的看法出发，包含有整个宇宙的一种再现，即所有的

其他的单子的一种再现。上帝是一个单子，虽然和其他的单子不同，第

一，因为上帝是其存在是必然的真理的唯一的东西——在这里莱布尼兹

提出了他自己的那种本体论的论点。第二，因为上帝对整个宇宙有一个

普世的看法。

如果这些单子“没有窗口”，因此不能彼此交流，也不能受到外部的

影响，那么，我们通常称为“实体的交流”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预先确

定了的和谐。

我们现在不得不询问，灵魂怎样意识到身体的运动，因为我们看不

出有什么方法来解释，一个延伸的质体的活动通过什么渠道传入一个不

可分割的存在物里。一般的笛卡儿派宣称，这种结合是不能给予解释

的……就我来说，我以一种自然的方式来解释这种结合。有关一般的实

体或具体物的概念宣称，实体或具体物的目前的状态，总是它的先前的

状态的自然的结果，随着这个概念而来的是，每一个个别的实体的本

性，因而也是每一个灵魂的本性，是表现宇宙。每一个实体自从最初被

创造以来就是这样的，以致由于它自己的本性的规律，必然会发生的

是，它和一些物体里发生的事情是和谐的，尤其是和它自己身体里发生

的事情是和谐的。那么，我们发现这一点是不足为奇的，即实体有能力

把针刺的感觉传递给它自己，当针刺发生在它的身体上的时候。



在另一段文章里，莱布尼兹争论说，灵魂和身体应当被看成是两个

时钟，这两者经常保持同一个时辰。有关实体的直接交流的理论仿佛是

设想，为了能够保持同一个时辰，这两个时钟必须彼此联系在一起。有

关上帝的偶然的主导作用的理论仿佛是说，钟表匠必须不断地摆弄这些

时钟。有关预先确定了的和谐的理论只是断言，上帝好比是一个完善的

钟表匠，他的创造是这样的，以致每部分和其他的部分保持同步，即使

它们之间没有真正的联系。因此，“按照这个体系，身体行动时，仿佛

（假定不可能的事情）没有灵魂似的，而灵魂行动时，仿佛没有身体似

的，而且这两者行动时，仿佛是一个影响另一个似的”。

按照他的有关单子的理论，人的灵魂没有窗口，不能通过窗口来获

悉外部的世界，随之而来的是，对莱布尼兹来说，所有的概念都是固有

的。这不但包括“理性的真理”——笛卡儿和整个笛卡儿传统会同

意，“理性的真理”确实是固有的——而且也包括“事实的真理”。头脑通

过经验学不到任何东西，因为头脑对其本身之外的任何东西不能有任何

体验。更确切地说，似乎是对外部世界的观感的东西，只不过是上帝所

创造的那样的头脑自己的本性的展开。从这个角度来看，莱布尼兹——
他不认为自己是笛卡儿派——是笛卡儿开始的趋向的顶点，这种趋向设

法在固有的概念里发现真正的知识，而固有的概念是在头脑里而不是在

感官感受的世界里找到的。

就某种意义来说，莱布尼兹的哲学是笛卡儿提出的方法论的自然的

结论。笛卡儿从怀疑全部现实事物的存在着手，然后证明他不能否认他

自己的思索本身的这个现实事物。他所建立的哲学的唯心主义传统的最

典型特点是，头脑及其概念成了首要的现实事物。笛卡儿接着在我们头

脑里有关上帝的概念的基础上表明，感觉的世界和身体确实是存在着。

但是，那些追随他的灵感的人总是很难解释，这两个现实事物——头脑

和身体——是怎样彼此交流的。马尔布兰奇提出了他的关于上帝是一切

运动的偶然的起因的理论。斯宾诺莎提出，事实上头脑和身体只不过是



一个单一的无所不包的存在物的两个属性。这时莱布尼兹快刀斩乱麻而

简单地说，没有这样的交流。单子没有窗口。在我们看来是外部世界给

我们的头脑留下印象的东西，只不过是我们身上已经有的东西的展开。

因此，严格地说，不存在知识，因为知识暗含着被认识者和认识者之间

的联系。这就是唯心主义传统在莱布尼兹那里发现自己所处的死胡同，

而且只是等到唯心主义传统在康德及其后继者的作品里找到新方向的时

候，唯心主义传统才从这个死胡同里走出来。但是，在我们转向这些后

期的哲学家们之前，我们必须停下来考虑经验主义者们的工作，他们试

图提供另一种选择来代替唯心主义，而且他们在休谟那里发现自己处在

死胡同里，就像唯心主义在莱布尼兹那里发现自己处在死胡同里那样。

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

在这一章开始的时候，我们指出，促使理性主义产生的因素之一，

是现代的种种发现太多了。这些发现表明，在许多方面现实事物的结构

和头脑的结构一致，因此这些发现被当做笛卡儿方法的灵感，笛卡儿的

方法把对世界的认识建立在头脑的知识上。但是，这些发现也表明，仔

细地观察自然现象有助于纠正许多错觉，这些错觉原来被头脑当做是真

实的。这就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法兰西斯·培根的工作的着重点。我们

也表明，托马斯·霍布斯怎样试图把理性主义的体系建立在感官感觉的

基础上。培根和霍布斯两人代表了经验主义的早期阶段，经验主义后来

成为英国的另一种选择，来代替欧洲大陆的唯心主义。这种经验主义对

英国的神学产生巨大的影响，英国的神学一再试图把一些理性的体系建

立在经验主义者们对理智的理解的基础上。后来，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

那样，这种经验主义对欧洲大陆的神学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虽然

这大部分是通过康德的间接影响，康德试图提供另一种选择，来代替经

验主义在大卫·休谟那里发现自己所处的那个死胡同。

虽然英国的经验主义有培根和霍布斯作为它的先驱者，但约翰·洛



克（John Locke，1632～1704年）通常被认为使这个体系有了最具说服

力的表达手段。他于1690年在他的《关于人的理解的论文》（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里做到了这一点。在这里他断言，

除了感觉之外，头脑就像一块白板，因为固有的概念是没有的。笛卡儿

及其追随者所采纳的有关固有的概念的这一想法，最近在剑桥柏拉图派

的作品里找到了新的和强有力的表达方式。例如，拉尔夫·卡德沃思

（Ralph Cud-worth，1617～1688年）在1678年发表了《宇宙的真实的理

智体系》（The True Intellectual System of the Universe）。他在其中试图

表明，有关上帝的概念，基本的道德原则以及有关自由和责任的想法，

都是固有的，因此基督教是最合理的宗教。洛克确实相信基督教的合理

性；但是他对理智本身有不同的看法，而且他相信，在试图表明这种合

理性之前，必须澄清有关理智及其作用的这个想法。试图在所谓的固有

的概念上面建立种种体系的做法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这些做法把未经

证实的原理当做是必然有效的。与此相反，人们必须从拒绝一切事先想

好的和未经证实的想法入手——“固有的”（innate）概念实际上就是这

类想法——而且承认，一切知识都是来自经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

一切知识都是来自感官所提供的外部的信息，因为也有我们本身的内在

的经验和我们自己的头脑的活动的内在的经验。

那么，让我们假定——正像我们所说的头脑是一张白纸，没有任何

文字，没有任何概念；头脑是怎样有了这些东西的呢？……对这个问题

我用一句话来回答，来自经验；在经验里我们找到了我们所有的知识，

从经验里知识终于产生出来。我们对外部的可觉察的物体的观察，或者

我们对我们的头脑的内部运转的观察，是我们自己看到的和思考的，正

是这种观察向我们的理解能力提供了思索的一切材料。这两者是知识的

源泉，从那里产生出了我们所有的或我们自然会有的一切概念。

这并不是说，洛克在宗教事务方面是怀疑主义者。与此相反，他相

信，即使在去掉固有的概念和首要的原则的时候，他仍然能够持有传统



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再者，使神学去掉固有的概念并表明所有的知识必

须建立在经验上，这种做法将有助于使基督教恢复它原来的合理的简单

纯朴，并且去掉各种各样的神学经院主义的没完没了和毫无用处的推

测。因此，他试图表明，例如有关上帝的存在的教义，将不会因为他否

认固有的概念而受损。很自然，他论证上帝存在的论点，采取了传统宇

宙论的论点的形式，即，他从看到的种种事物开始，并且往回追溯到这

些事物的原来的起因。再者，洛克并没有否认启示是知识的一个来源。

他所说的“经验”不只是指普通的感官的体验。启示也是一种经验主义的

现实事物，这不是说启示可以在实验室里加以控制和检验的意思——无

论如何，这不是洛克所说的“经验主义”指的东西——而是说启示也是作

为一种经验临到人类。

从这个角度来看，基督教一旦去掉了它的所有的经院主义的包裹，

就可以被表明是最合理形式的宗教。基督教基本上在于相信上帝和相信

基督是弥赛亚，基督是被派来展示上帝和上帝对我们的旨意。基督的这

种神圣的使命是由他的许多神迹证实了的——洛克并不否认神迹，虽然

他清楚地表明，看到显圣的神迹，要求观看的人具有某些条件。

洛克试图使基督教简单化，与此同时又保留他认为对基督教来说是

基本的那种东西，这种做法有非常实际的目的。他看到他的国家被神学

的种种争论搞得四分五裂，这些争论涉及一些在他看来是无关紧要的和

常常是不可理解的事物。因此，去揭示超过某些限度的神学探究是毫无

用处的，以及界定基督教的实质，在他看来是使国家以及国家里的基督

徒们和解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这一点可以在他的《论宽容的书信》

（Letters concerning Toleration）里最清楚地看出来，他在其中提倡所有

人的宗教自由，只有天主教徒和无神论者除外，他认为，他们对国家是

起破坏作用的。

霍布斯和洛克在哲学里提倡的经验主义，在神学方面从自然神论表



现出来。在这个范畴里，自然神论这个词不像它后来那样意味着这样的

观点，即，虽然有上帝，但这个上帝并不关心当前人类的状况。更确切

地说，这个词意味着，把宗教缩减为它的基本的、最被普遍接受的和最

合理的组成部分。就这个意义来说，自然神论的主要先驱者是彻伯里的

赫伯特勋爵（Lord Herbert of Cherbury，1538～1648年），他拒绝有关

特别的启示的概念，并且试图表明，所有的宗教都有共同的五点：上帝

的存在，礼拜上帝的义务，这种礼拜的道德性质，需要悔罪以及来世的

奖赏和惩罚。这些就是18世纪英国自然神论者们的基本信条，他们的实

力由于洛克批评教条主义的神学和坚持基督教的合理性而得到加强。

然而，自然神论者们远远超出了试图表明基督教的合理性。他们的

主题是自然宗教的合理性，一切宗教都必须符合自然宗教。只要基督教

和自然宗教相一致，基督教就是真实的和合理的；但是，当基督教试图

添加特殊的或明确的启示的这一成分时，基督教就陷入了迷信。这就是

约翰·托兰（John Toland，1670～1722年）在他的《基督教不是神秘

的》（Christianity not Mysterious）一书里所表达的观点。他在书中试图

表明，基督教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可以被人的头脑理解的，启示是

不必要的，而且人们在传统基督教里找到的一切神秘的成分，要么是从

异教那里借来的，要么就是牧师们编造的。与此类似，马修·廷德尔

（Matthew Tin-dal，1655～1733年）写了《基督教和创世一样古老》

（Christianity as Old as Creation）一书。他在书中声称，福音的目的不

是要带来客观的救赎，甚至也不是要给予新的启示，而只是要表明，有

一个普遍的自然的规律，这个规律是一切宗教的基础和内容，从而使人

类摆脱迷信。

自然神论者们的想象中的“普世宗教”，事实上是把选拣一些最相调

合的传统的基督教教义，把它们凑在一起，而且他们相信，这些教义可

以由运用理智来支持。因此，比方说，他们常常通过因果关系的次序来

证明上帝的存在——这是传统的神学家们长期以来所作的事情——而且



他们这样证明其存在的上帝，原来是和基督教正统化的上帝极其类似

的。同样，他们相信，他们能够表明灵魂是不朽的，而且他们能够证

明，死后善有善报和恶有恶报。他们的伦理学大都是从斯多葛的禁欲主

义那里来的，在这种主义里有关自然律法的概念已经起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因此，《新约圣经》的伦理的禁令是按照斯多葛的关于自然律的理

论来加以解释的——总之，这一点在基督教传统里有充分的先例。

虽然自然神论在不列颠找到了它的最肥沃的土壤，但不久之后自然

神论就扩散到世界的其他部分。自然神论通过本杰明·富兰克林（Ben-
jamin Franklin）、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托马斯·佩因

（Thomas Paine）等人物而在美国的早期有塑造未来的影响——佩因宣

称，“我相信唯一的上帝，仅此而已”。在法国，自然神论在伏尔泰这个

人身上有了特殊的性质，他嘲笑英国的自然神论者们，因为他们声称他

们知道的比人们可能知的还要多。

自然神论从那些把它看成是对基督教信仰的威胁的人那里招来了许

多攻击。这些攻击大都不去过问自然神论者们的论点和反对意见，而只

是借助《圣经》的启示来驳斥他们。约瑟夫·巴特勒（Joseph Butler，
1692～1752年）在他的《宗教的类比法》（Analogy of Religion）里，

从正统观点的角度提出了最有说服力的答复。在这个作品的第一部分

里，巴特勒论述了自然宗教。在这里他和自然神论者们一致，而且甚至

重复了他们论证上帝的存在、灵魂的不朽、死后的奖惩等等的论点。在

论述天启宗教的第二部分里，巴特勒试图表明，自然神论者们在拒绝启

示的资料方面犯了错误。在这里他并没有证明启示的内容基本上是合理

的。更确切地说，他承认，在有关特殊的启示的这个概念里有疑难之

处；但是他又补充说，在宇宙是一个协调的和有序的体系的观点里也有

疑难之处。在这两种情况中，人们必须凭或然性来指导。整个生命都是

由这种或然性指导的，而且与此相似，我们对启示的信赖也必须遵循同

一道路。在这样重新确定了启示之后，巴特勒接着表明，基督教里有若



干成分，自然神论者们或者是拒绝了或者是忽略了，但这些成分对真正

的宗教来说是基本的。巴特勒的书作为驳斥自然神论的工具，不久就很

受欢迎。试图驳斥自然神论的这一做法，采取了“理性的超自然主义”的
形式，人们希望在其中用理性的论点来证明，自然神论者们是错误的，

而且理智迫使我们假定超自然的东西是真实的，尤其是假定有关创造天

地万物和启示的教义以及《新约圣经》的种种神迹是真实的。这种主张

的主要解说者是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1743～1805年），他推广

了这样的论点，即创造天地万物的复杂性指向了一个造物主，正像一个

钟表要求有一个钟表匠那样。虽然这类论点立即很受欢迎，而且最晚到

19世纪甚至20世纪还被人们使用，但这些论点不久就被那些意识到康德

作品的强烈冲击力的知识分子放弃了。

然而，对自然神论的最沉重的打击，不是来自反对自然神论的神学

家，而是来自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年）。休谟

把洛克的经验主义当做他的出发点，把经验主义推演到其最后的结果，

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表明经验主义本身的种种不当之处。在《关于人的

理解的探究》（I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里，休谟在这

样一点上同意经验主义的传统，即没有事先体验过的事情是无从知道

的。头脑像一块白板，在那里没有固有的概念。但是，这意味着，我们

并不真正知道若干事物，其存在被我们当做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我

们既不知道因果关系，也不知道实体。我们从来没有体验过一个事件引

起另一个事件。我们体验过的事情是，在从前，某事件之后总是跟随着

另一个特定的事件。于是，我们告诉自己，由于事件甲是事件乙的起

因，因此，另一个和甲类似的事件将造成和乙类似的某种事情。在这里

我们在两点上犯了错误。第一，我们并没有真正看到事件甲引起事件

乙。我们所体验到的只是这两个事件的巧合，而且从来不是这两个事件

的联系。第二，我们预先假定一个次序的未来的延续，而这显然是我们

没有体验过的事。因此，因果关系可能是日常生活中的有用的知识概念

——诚然，如果我们不把因果关系当做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就不能安排



我们的生活——但是，因果关系既不是经验主义的现实事物，也不是推

理的必然事物。同样，实体是我们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但我们不管怎样

还是把某种东西当做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所察觉到的只是一系列印象

——尺寸、颜色、气味，等等——然后，我们把所有这些归给一个我们

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东西”或实体。我很可能察觉到一些质量，诸如尺

寸、颜色等等；我也可能察觉到，在这些质量中间有时间和空间的巧

合；然后我假定有一个实体X，并且认为这个实体有这样的气味，有那

样的尺寸，等等。再则，假定这类实体的存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

能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人们不应该声称拥有关于一个实体的知识，因

为知识来自经验，而且没有人曾经体验过实体。再者，不但被认为和外

部感觉有关的种种实体的情况是如此，而且头脑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

从来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的头脑。我们察觉到的是一些操作运转，我们把

这些操作运转归给了一个叫做“头脑”的假定的实体。

休谟的重要性是双重的，因为他既表明了自然神论里所固有的疑难

之处，也表明了纯粹的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是不可能的事。

休谟敲响了自然神论的丧钟，他指出，自然神论试图用来证明自然

宗教的合理性的那些论点，并不像原来看起来那样合理。比方说，论证

上帝的存在的宇宙论证，是建立在有关因果关系的概念上的，而休谟这

时表明，因果关系只不过是一个方便的假设。而且论证灵魂不朽的那些

论点，是建立在灵魂是非物质的实体的这一概念上的，而当有关实体的

这一概念受到怀疑的时候，这些论点就失去了大部分的说服力。

至于经验主义，休谟在这方面起的作用，和莱布尼兹在早期唯心主

义方面起的作用相似：休谟把经验主义推演到了死胡同里。如果我们果

真既不能体验实体，也不能体验因果关系，如果思维没有这类知识概念

就果真不可能的，那么，很明显，严格的经验主义的认识论用来解释人

的认识，就是不恰当的。哲学在休谟的经验主义那里和在莱布尼兹的唯



心主义那里陷入了困境，而把哲学领出困境的任务则留给了伊曼纽尔·
康德。

康德和他对现代神学的重要性

伊曼纽尔·康德（Imamanuel Kant，1724～1804年）在东普鲁士度过

整个一生，大部分是在柯尼斯堡（königsbarg）。他生活的地域局限性

使他涉及宇宙范围的作品显得很惊人。他从欧洲各地的种种不同来源广

泛汲取材料，包括休谟和莱布尼兹的哲学，牛顿的物理学以及敬虔派的

宗教信仰。然后，他在早期哲学的认识论和批判法里把以上这些拼凑在

一起，反过来又在同样多样的范畴里改变了随后几代人的思想方式。

和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康德最初是受到笛卡儿和莱布尼兹的理性主

义的影响。但是，正像他后来说的那样，休谟把他从“教条主义的睡

梦”中唤醒。他不能接受怀疑主义，而怀疑主义是休谟的结论。另一方

面，他同意休谟的说法，经验从来都不能知道因果关系和实体。再者，

他不久之后就发现，这两者并不是经验所不能说明的知识的唯有的成

分。于是，他着手罗列这些成分，并且设法给这些成分寻求一种解释。

他把这种探索的结果写在他的不朽的《纯理性的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1781年）和《未来形而上学导论》（Prolegomena to Any
Future Metaphysics，1783年）里。

康德同意经验主义者的观点：知识的所有数据都来自经验。他和休

谟一样看到，人们从来都不能体验一个物体的存在——即他称为有别

于“现象”（phenomena）的“本体”（noumenon）。感官知觉所给予我们

的只是一系列现象。然而，这些现象并不是以有组织的方式来到我们这

里的，因为声称宇宙里有这样的次序，将会再一次成为休谟提出的反对

意见的对象。那么，人们怎样解释从感官的杂乱无章的数据到我们称之

为知识的井井有条的和有意义的概念的这一转变呢？



这样的解释在笛卡儿主义和其他形式的唯心主义所提倡的固有概念

里是找不到的。这样的解释在经验主义者的有关头脑像一块白板的概念

里也是找不到的。康德的哲学的重要性恰恰在于，他既注意了这两方提

出的有效之点，又提出了他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解决方法。这个解决方法

在于断言，在知识的一切数据有一个经验主义起源的同时，头脑本身里

有一些结构，头脑在接受和组织这些数据的时候必须使用这些结构。头

脑只有通过把种种现象放在时间和空间的基本结构里才能知道这种种现

象。时间和空间不是像知识的对象那样可以在“那里的什么地方”找到。

时间和空间反倒是在我们里面，作为固有的格局，感官的杂乱无章的数

据在其中被组织起来。如果有一些现象不适合这些格局，那么，头脑从

来都不能知道这些现象，因为这些现象落在人的认识和经验的范围之

外，就像呼唤狗的高音哨子那样，人的耳朵是听不见的。再者，除了时

间和空间之外，还有认识的其他结构，康德称之为“范畴”。范畴有十二

个，分成四组：关于量的（个体、复数以及全体），关于质的（现实、

虚无以及局限性），关于关系的（实体、起因以及共同性），还有关于

形态的（可能性、存在以及必然性）。这些是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头脑里

的基本结构。这些结构是普遍的和不可更改的。

感官知觉向头脑提供的东西不应当叫做“经验”。感官提供的只不过

是一堆乱七八糟的感觉，这些感觉之间没有关系。“经验存在于意识里

的种种现象（种种感觉）的综合的联系，如果这种联系是必要的话”。
经验是头脑用来整理感觉数据的过程的结果。如果康德生活在两个世纪

之后，那么，他或许会用电脑做例子，某些结构被当做程序编入电脑

里。这个电脑能够接受、组织和利用向它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数据，但只

是在这样的程度上，即这类数据适合它的程序。因此，人的头脑有一些

非常重要的局限，头脑的结构本身给予的局限性。但是康德所理解的那

样的头脑，具有更为积极的和创造性的作用，其程度远远超过了经验主

义者一直以来所愿意给予头脑的这种作用。



康德的哲学对神学和哲学的未来发展有巨大的意义。在哲学领域

里，他的工作被比作哥白尼在天文学方面的革命。他的哲学的神学意义

远远超过了他本人所预见的地步——我们将有机会回到这种意义上面

来。然而，首先，我们必须注意，他在神学领域里实际上写了些什么，

因为在这一方面，他的作品不只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更是18世纪理性

主义的顶点。由于他用有条理的彻底性探讨他的神学的任务，就像他用

有条理的彻底性探讨认识论的问题那样，因此，他的神学思想作为神学

的理性主义的有说服力的表达手段，值得在这里给予一些注意。

康德以典型的理性主义的方式把宗教看成是具有协助道德生活的唯

一作用。这并不意味着，宗教是我们对道德责任的认识的来源。声称宗

教有这样的作用，将有这样的含意：那些不信宗教的人，如果道德生活

有缺欠，是可以原谅的。道德的基本原则，康德称之为“道德的最高律

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是人所共知的。道德的基本原则坦率地

告诉我们，我们行为的准则必须是我们愿意看到这些准则被提高到全人

类的普遍规则的水平上。理智，而不是宗教，是我们认识这种绝对要求

的来源。真正的宗教的作用是协助履行这种义务。宗教里有什么东西减

损这种做法，或者是不致力于这种做法，那么，这种东西就是迷信。再

者，真正的宗教是普世的和自然的宗教。真正的宗教不是建立在一个特

定的或历史的启示上，而是建立在人类生活的本性上。

就某种意义来说，这种真正的宗教是理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宗

教的信条可以用理智来论证。当涉及到宗教事务，诸如上帝的存在，灵

魂的不朽，自我的自由时，纯理智只能是“二律背反”（antimonies）
的。即在其中肯定的和否定的答案似乎是同样合理的。之所以如此，原

因是不存在关于这些问题的经验主义的论据，因此也就不能有严格意义

上的知识。然而，仍然有有效的理由来肯定上帝的存在、灵魂的不朽和

自我的自由。这种肯定的根据超出了纯理性的限度，而要到康德称之

为“实践的理性”里去寻找。在《实践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1788年）里，康德争辩说，有某些信条必须被看成是真实的，

因为这些信条是道德生活的基础。因此，肯定上帝作为道德行为的审判

者的存在，肯定灵魂的来世作为因果报应的时刻，肯定自我作为一个负

责任的行动者的自由，在实践方面是合理的。这些构成了真正的、自然

的宗教的核心，而基督教是这种宗教的一种表达手段。

虽然基督教是自然宗教的一种表达手段，但基督教也是历史的、特

殊的宗教。基督教有其他宗教所没有的某些特点。拿撒勒的耶稣并没有

创建一种宗教。真正的宗教是自然的和普世的，不能由任何一个人来创

建。耶稣只是教导这种真正的宗教。然而，他确实创建了一个教会。基

督教是结合了教会的、历史的组成部分的真正的宗教，这些教会的、历

史的组成部分是为了要专门致力于实现普世的伦理的神召。这些教会的

组成部分包括这样一些“恩典的手段”，如个人的私祷、参加教堂活动、

洗礼。恰当的私祷帮助我们考虑我们的责任，并且加强我们完成责任的

决心。去教堂使我们置身于一个献身于真正的宗教团契的场合里，去教

堂也是当众证明，需要严肃承担道德义务。洗礼是我们借以加入团契的

入会的行为。而圣餐礼则保持和加强教会内部的社团凝聚力。所有这些

手段，在被恰当地运用的时候，对道德生活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绝

对不能让这些手段本身变成目的。

康德的道德兴趣在这样的程度上确定了他对宗教的理解，这种程度

可以从他论述恩典这个问题的方式里看出来。他确实有关于恩典的概

念，他相信这种概念是必要的，因为要不然那些犯了罪的人将会得出结

论，任何试图改正他们的生活的做法都是毫无意义的。恩典因而向信徒

保证，在决定遵从道德的生活之前做的坏事，可以看成是被宽恕了。还

有，甚至在这种决定之后，没有任何生活是完善的，因此，恩典在这里

起的作用是向我们保证，如果我们竭尽全力去做，上帝将为我们的种种

不足之处做好准备，而且给我们的奖赏将不会落空。这种对恩典的道德

主义的理解，和路德所反对的那种理解极其相似，这种理解导致这样的



断言：“必须反复谆谆教诲的是，真正的宗教不在于知道或考虑上帝为

了我们得救在做什么或做了什么，而在于我们必须做什么才能配得上我

们的得救。”

康德的作品对后来哲学和神学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在理论物

理学的领域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也赞扬康德对他的思想的影响。

关于康德对神学的重要性，要说的第一件事情是，他的作品宣告了

肤浅的和不费力气的理性主义的终结，而这种理性主义在前几代人期间

是这样地居于统治地位。通过声称头脑不能穿透现象而达到本性，他使

一切有关实体、上帝、灵魂、自由等等的谈论受到了怀疑。再者，在诸

如上帝的存在、灵魂的不朽和道德的自由的问题上，他表明，头脑能够

得出两套互相矛盾的结论，而且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在这种情况下，

头脑是试图解决超出了它的掌握范围的问题。试图证明上帝存在的一切

传统论点，似乎都失去了它们的价值。因此，18世纪在英国盛行一时的

自然神论，被证明在理性方面是和任何求助于天启真理的做法一样可疑

的。这反过来意味着，在这些问题上后来的思想家们可以有若干选择。

第一个和最明显的选择是，试图把宗教建立在纯理性之外的头脑的

某种本能上。康德本人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以及《在理性的范围内

的宗教》（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s of Reason Alone）里遵循了这个方

向。对他来说，宗教的恰当的根源，不是纯理性的，而是伦理的。人依

本性是有道德的人，而且这种道德证明有上帝的存在，有灵魂的不朽和

自我的自由。因此，康德所作的只是试图营救宗教里理性主义传统的某

种东西，而且不是通过求助于纯理性而是通过求助于实践的或道德的理

性来这样做。在19世纪，有一些人——主要是里奇尔（Ritschl）及其一

派——将追随这种榜样，试图把宗教建立在道德的价值观念上。其他的

人在拒绝试图把宗教建立在伦理学上的这一做法的同时，仍然设法在人

的头脑里寻找某种根源，这种根源既不同于推测的理性，也不同于道德



的理性。在某种意义上，施莱尔马赫可以被看成是对康德作出了反应。

第二个选择是回到启示那里去。如果纯理性被证明不能解决最重要

的宗教问题，那么，纯理性就不再能够指点那些断然相信神的启示的

人。理性不再能够成为最高的裁判者。归根到底，这个问题是意志的一

种决定。如果人们选择去相信启示，那么，理性不再能够宣称，这种相

信是站不住脚的。另一方面，如果人们选择不去相信，那么，理性也不

能做任何事情来证明启示的确实性。这就是19世纪索伦·克尔凯郭尔

（Seren Ki-erkegaard）和20世纪卡尔·巴思（Karl Barth）所遵循的选

择。可是，在康德之后，这不再能够简单地回到早期的神学公式化那里

去。如果像康德所表明的那样，头脑在知识里以这样一种方式起着积极

的作用，以致头脑实际上塑造了和确定了我们所能知道的东西，那么，

随之而来的是，头脑在那一类和启示有关的认识里也起着作用。因此，

启示的性质不再是由上帝独自确定。不是就我们创造了启示而是就启示

将永远是上帝以人的措辞来讲话的这个意思来说，我们这些接受者也是

启示的塑造者。全能的上帝本身，就像任何本体那样，是无从知道的。

上帝只能在启示里被知道。很明显，这和路德的十字架神学之间有很大

的近似之处，因此，在以往的一百年里，人们重新研究路德，是不足为

奇的。

第三种选择是同意康德的观点，头脑在知识里起着积极的作用，但

后来又引申这一点，断言合理性是事物的本性——宇宙及其历史就像一

个庞大的宇宙头脑那样行事。这就是黑格尔和德国唯心主义所遵循的道

路。

这样，我们就将结束我们对改革中的哲学背景的非常迅速的观察，

这种哲学的背景将成为19世纪神学的背景。这种观察必须是有限度的。

可是，这种观察应当足以表明现代神学将被迫与之作斗争的一个大问题

的起源和重要性。我们描写过的哲学的演变，以理性的名义，使对神所



启示的基督教的传统看法受到怀疑。可是，到了18世纪末，这种理性本

身开始怀疑它自己的种种预先假定。理性主义和法国大革命一样，正在

毁灭它自己的成果。那么，我们怎样理解人的处境以及基督教和人的处

境相关的地位呢？我们超越了人类的笃信宗教的状态了吗，因而整个宗

教都变得过时了吗？或者是作为人的生命有某种方面需要宗教，尽管我

们有这些进步以及对教条和启示的怀疑？这就是19世纪神学背后的一个

关键问题。



第十三章　19世纪的新教神学

19世纪是一个很难说明其反差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

化的形势似乎宣布了基督教信仰的终结——至少是传统形式的基督教信

仰的终结。开创了这个世纪的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是这样一个过程的

开端，在这个过程里越来越多的国家抛弃了任何支持教会的义务。工业

革命这样彻底地打乱了早先的社会格局，以致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教会旧

有的结构将继续适用。工业发展本身是建立在一系列科学的发现上的，

这些发现使基督教的大部分世界观——六天的创世，在上的天堂和在下

的地狱，等等受到怀疑。新的科技似乎会带来物资大大丰富的时代，造

成了人生目标的激烈变化，大多数教会领导人并不是热情地看待这些变

化。可是，19世纪也是新教各教会——新的情况在其中有最大影响的各

教会——内部的宗教大觉醒的时代。这是新教传教活动的伟大世纪，在

几十年里传教活动遍及全球各地。这个时代基督徒的良心被唤起来反对

奴隶贸易，并且发誓要结束奴隶贸易。这也是16世纪以来新教内部最积

极的和最有创见的神学作品的时期。

这种神学作品是这样宏大和多样，以致不可能在这里加以概括。这

种神学作品包罗万象，从费尔巴哈试图表明所有的基督教教义都是人推

测的结果，到最极端的蒙昧主义者试图压制和嘲笑进化论。再则，历史

学、考古学、语言学等等神学辅助学科的重要发展，和这种神学活动并

驾齐驱，并且支持了这种神学活动。神学无法避开发生在19和20世纪的

知识大爆炸。

然而，在这种复杂的事物当中，有几个神学家对基督教思想的发展

似乎是最重要的，而且也可作为例子说明在康德之后从事神学的一些可

能存在的不同方法。在这些人里面，我选择了最重要的四位，我将用这

一章来依次论述他们每一个人：弗里德里克·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年），G·W·F·黑格尔（G.W.F.Hegel，1770
～1831年），索伦·克尔凯郭尔（Seren Kierkegaard，1813～1855年）以

及阿尔布雷克特·里奇尔（Albrecht Ritschl，1822～1889年）。然后，我

将转向其他一些值得给予某种考虑的问题和运动。

施莱尔马赫的神学

弗里德里克·丹尼尔·厄思斯特·施莱尔马赫是一个改革派随军牧师的

儿子，这个随军牧师皈依了摩拉维亚派，并且相信，应当送年轻的弗里

德里克去摩拉维亚派的学校，以便抑制他过分的自信。在这个学校的气

氛里，施莱尔马赫形成了深深的罪恶感以及恩典的必要感和可得感。他

然后去神学院，在那里他发现正统派用来反对宗教怀疑主义的论点是脆

弱的，并且失去了他对基督神性的信仰和对用基督的血来救赎的信仰。

他随后去哈利大学，在那里在受到康德哲学深刻影响的同时，他开始形

成他自己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1794年，他被任命为改革派牧师，而且

当他在柏林当牧师的时候，受到了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1799年，他发

表了《论宗教，对宗教的有文化的鄙视者的讲话》（On Religion,
Speeches to Its Cultured Despisers），书中已经出现了他的神学体系的大

致轮廓，虽然浪漫主义对他的思想影响在当时要比后来大一些。最后，

在1821年和1822年，他发表了《基督教信仰》（The Christian Faith，
1830年出版了修订本），他在其中阐述了他的成熟的神学思想。

1799年的《讲话》在欧洲各地极受人们欢迎。施莱尔马赫在《讲

话》里试图做的事情是，通过表明宗教的恰当的根源既不是知识也不是

道德，而为宗教谋求一个位置。他对宗教的“有文化的鄙视者”说，“为
了向你们讲清楚，宗教原来的和特有的所有物是什么，宗教当即放弃对

任何属于科学或道德的东西的所有权。凡是宗教被借走的或被给予的东

西，这时都被归还了”。那么，宗教的恰当的领域是感情——在这里我

们看到摩拉维亚派的施莱尔马赫利用敬虔派的传统来感动他的浪漫主义



的读者们。宗教是同“总体”结合的感情，以及随着这种感情而来的浑然

一体的感觉。宗教是直接的意识，不是一系列理智上持有的教义，也不

是道德体系。因此，在《讲话》里，施莱尔马赫不喜欢神学作为一种理

智性的学科，不喜欢教会的传统，也不喜欢宗教的伦理原则。

然而，《讲话》的成功迫使施莱尔马赫去较多地考虑他没有包括在

他的这时很出名的作品里的基督教信仰的一些成分，随着他的神学的逐

渐成熟，他终于处于这样一个地位：在依然声称感情是宗教的恰当的根

源的同时，他设法澄清感情的含意以及感情同生活的其他两个领域——
知识和道德的关系，其成果是《基督教信仰》。这本书大概是19世纪最

有影响的神学作品。

两个重要的新成分在《基督教信仰》的头几页里表现出来。其中的

第一个成分是用更大的清晰性和准确性描写了宗教感情。第二个成分是

这时给予教会和教会信仰的理智上的系统阐述以重要性。

在《讲话》里，宗教感情是以不准确的方式来描写的。宗教感情是

同“总体”的一体感。在《基督教信仰》里，我们明确地被告知，宗教感

情——他称之为虔诚——是“对绝对依赖的状态的意识，或者，换句话

说，对和上帝联系的状态的意识”。这种对绝对依赖的意识是一切宗教

里——甚至那些没有组织起来的宗教里的虔诚的性质。施莱尔马赫把虔

诚进一步描写成“直接的自我意识”，他指的是，虔诚不是建立在理智的

反思上，而是属于“感情”（Gefühl）的范畴。这不是我们日常使用“感
情”这个词儿所表达的意思，不是转瞬即逝的情感。这反倒是我们对一

个“他者”的经常的、深刻的意识，这个“他者”的存在是所有在世的东西

——包括我们在内的源泉和基础。

然而，在这里施莱尔马赫主要感兴趣的不再是一般的宗教。他试图

做的事情是描述基督教信仰，尤其是新教信仰。在《讲话》的第四篇

里，他指出了特定的社团对宗教的钟爱之情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性。这



种见识贯穿了《基督教信仰》全书，在其中施莱尔马赫以准确的、理智

的措辞着手描述这样一些教义，新教教会用这些教义表达它绝对依赖上

帝的特殊体验。有关教会的种种教义是重要的，因为这些教义有助于保

持促使该社团产生的原来的体验的纯洁性。对新教徒们来说，有两个关

键的历史时刻，而教义的任务是表达这些历史时刻的意义。其中的第一

个时刻是拿撒勒的耶稣对他的直接的追随者们的影响。《新约圣经》是

这种影响的直接见证。对新教会来说，第二个关键时刻是16世纪的宗教

改革，这种宗教改革促成了几个教义陈述的产生，这些教义陈述表达了

新教与众不同的实质。在这个基础上，很明显，《旧约圣经》不能作为

基督教社团的基本权威。同样明显的是，新教的系统神学的第一个来源

是新教的信仰声明的陈述，只有当这些陈述不适用的时候，才有必要回

到《新约圣经》那里去。这表明了对传统的赞赏，这种赞赏在理性主义

的神学里或敬虔派的神学里都是找不到的。

施莱尔马赫把基督教定义为“一神论的信仰，属于目的论类型的宗

教，而且由于这样的事实而基本上有别于其他此类信仰，即在这种信仰

里，每一件事情都和拿撒勒的耶稣所完成的救赎联系在一起”。这是一

个经仔细斟酌得出的定义。基督教是一神论的，因为在基督教里我们的

依赖的感情是针对一个单一的源泉的。基督教是目的论的，因为基督教

导致了世界内部的有目的的活动，带有建立上帝国的目的。这种有目的

的活动是基督教伦理学的内容——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虔诚和伦理学之间

的比较密切的联系，而这在《讲话》里是找不到的。最后，基督教里的

每一件事情都和拿撒勒的耶稣联系在一起，因为他是新的宗教意识——
特有的虔诚的源泉，这种意识是基督教信仰的特点。这种信仰是建立在

对救赎的体验上的，这种体验不是一切宗教都有的组成部分。耶稣不止

是教师，而且是我们的救赎者，因为通过他本人和他同我们的相互作

用，我们被带到生存的新的水平上，即基督徒的生活。通过这样强调耶

稣的本人和把他当做不仅仅是一个教师，施莱尔马赫向18世纪的理性主

义传统提出了挑战，因为这种传统把耶稣看成主要是开明的自然道德的



教师。

《基督教信仰》的结构是由施莱尔马赫根据对一般人的意识，尤其

是对基督徒的意识的理解而确定的。人的自我意识有三个水平。第一个

水平，施莱尔马赫称之为“动物的等级”。我们大家都在这个水平上开

始。在这里，自我和世界之间没有区分。但是，随着人的发展，两个明

显的过程便发生了。第一，自我和世界之间有越来越大的区分。然而，

这种区分不是简单的对立，因为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随着我们对自我

的感觉的增长，我们对世界的感觉也发展了，而且反过来也是这样。在

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康德对施莱尔马赫的影响，因为“世界”不单纯

是“在那里的什么地方〔的什么身外之物（out there）〕”，而是由我们

把我们的感官知觉组成有意义的统一体的那种能力确定的。这种对“世
界”的理解对施莱尔马赫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神论只能在这样一

个文化背景里产生出来，在这个背景里世界被看成是一个统一体，因此

是一个单一的神的创造工作的结果。第二，随着自我和世界之间的区分

的增长，我们对我们和世界相对自由的感觉——即我们对我们影响世界

的能力的感觉——也增长了。另一方面，我们对我们依赖这个世界的感

觉，情况也是如此。这就是有限自由的性质。世界是既定的，我们不能

改变这种既定性。但是，与此同时这个世界本身是我们运用我们的自由

的场所。作为有限的存在物，我们既不能体验也不能设想绝对的自由

——即完全由我们创造的环境里的自由。由于意识的这第二个层次和感

官知觉这样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因此，纯粹是在这个层次上作出的价值

观点的判断，是由快乐和痛苦的对立来确定的。随着达到这第二个层次

——这通常发生在人发展的自然过程中——早先的动物的层次就逐渐被

取代了。然而，这第二个层次是永远留在今生里的一个经常的成分。

人的意识的第三个层次——即对上帝的意识是明确的宗教方面的。

这个层次和自由无关，而和依赖有关。在第二个水平上，不可能谈到人

的绝对自由，而在这第三个层次上，则有可能而且必须谈到人的绝对依



赖。在这里我们意识到，自我和世界都绝对依赖一个“他者”，这个“他
者”我们或世界都不能影响。这个“他者”有绝对的自由。在这个“他
者”面前，我们是完全被动的。然而，关于这个世界，我们仍然被召唤

来从事活动。

这样，宗教的自我意识就确定了这样的事实，即系统神学必须论述

三个主要的题目：自我、世界和上帝。由于意识的第二个层次从来没有

被克服，而且在这个层次上，一切事物都是建立在快乐和痛苦的对立

上，因此，第三个层次——在基督教信仰里面——这时把这第二个层次

的早先的存在和延续判断为罪恶。但是，基督教信仰是集中在对救赎的

体验上，因此，从这第三个层次的角度出发，罪恶本身是在恩典的背景

中加以看待的。

因此，施莱尔马赫的《基督教信仰》论述三个主要的题目：自我、

世界和上帝。这三者在一个简短的引言里先是笼统地加以论述。然后这

三者按照这个次序又从罪恶和恩典的对立的角度加以论述，这种对立是

基督教的宗教意识的特定内容。

在引言里，施莱尔马赫首先讨论了有关创世和保持的教义；第二讨

论了上帝那些和创世及保持有关的属性；第三讨论了世界和人类原来的

完整无缺。有关上帝创世的教义说，上帝是一切存在着的东西的源泉，

因此，我们对上帝的依赖应当是绝对的。上帝创世并不涉及史前学，也

不涉及世界的起源的年代学，因为这不包括在我们目前的宗教体验里。

然而，这个教义确实断言，从无有之中创造出天地万物，因为这是必要

的，以便确保我们的绝对的依赖。有关保持的教义并不是和有关创世的

教义分开的。保持和上帝继续支持一切存在着的东西和支持这些东西的

全面的相互联系有关。存在于世界上的因果关系——即每一个东西都是

和其他东西相关而不管是多细微地相关的这一事实——应当被看成是上

帝创造天地万物的延续的工作。因此，在自然和超自然之间不能作出区



分。上帝在一切时候，对于一切事物都是同样相关的。这样，虔诚和科

学在它们对世界上的因果关系的兴趣上是吻合的。“在每一个情况里，

我们应当意识到和同情地体验到对上帝的绝对依赖，正像我们设想每一

个东西都完全是由自然界的互相依赖决定的那样”。施莱尔马赫用这些

话反对“隙缝中的上帝”（God of the gaps）的观点，这种观点迫使我们

在事件的自然起因和超自然起因之间进行选择。在这一点上，在反对理

性主义者的同时，他表现出了康德的影响。

上帝与创世和保持有关的属性是永恒、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和无所

不知的。很明显，这些和我们每时每地地绝对依赖上帝的感觉有直接关

系。

《基督教信仰》最有趣的部分之一是论述有关世界和人原来的完整

无缺的教义的那个部分。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第二个层次上的自我意

识是建立在自我和世界之间的被动的和主动的——依赖的和自由的关系

上的。有关原来的完整无缺的教义说，世界过去一直在，而且每时每刻

仍然在向我们提供充分的促进因素，以便形成对上帝的意识。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世界是完整无缺的：世界足以引领我们奔向对上帝的意识。

与此同时，我们对这个世界是主动的，而且世界永远有足够的可塑性，

使我们能够在对上帝的意识的基础上塑造世界。世界是这种意识充分发

挥作用的恰当的场所。因此，基督徒的自我意识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

一，我们没有在事先形成对上帝的意识是我们这方面的罪过，因为我们

为达到这个效果所需要的每一种东西都被提供了；第二，我们没能把世

界塑造成上帝的国——或至少是开始这个过程——也是我们这方面的罪

过，因为世界对我们作为人类大家庭的行动总是欣然接受的。有关人原

来的完整无缺的教义同样意味着，我们总是能够具有对上帝的意识，而

且我们缺少这种意识是一种罪过。因此，关于伊甸园的种种故事，不应

当解释为在历史上是真实的；但是，这些故事应当被看成是对上帝的意

识的有效表达手段，并且不应当被忽视。



施莱尔马赫然后转而从对罪过的意识的角度，后来又从对恩典的意

识的角度，来考虑自我、世界和上帝。这样做的原因是，“基督徒的虔

诚的与众不同的特点在于：在我们所经历的各阶段，只要存在任何疏远

上帝的情况，我们都意识到这种疏远是我们里面产生出来的一种行动，

我们称之为‘罪’；但是，只要存在任何与上帝的伙伴关系，我们都意识

到这种伙伴关系是依赖于来自救赎者的信息，我们称之为‘恩典’”。

关于自我，我们已经看到，对上帝的意识将把形成这种意识之前的

整个生活称为罪。同样真实的是，在对上帝的意识开始之后，继续抵制

对上帝的意识的增长，那么，在这种意识本身的基础上，这种抵制将被

列为罪。但是，在我们看着救赎者耶稣的时候，最高程度的对罪的意识

便来到我们这里。他向我们表明，要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在完整无缺的种

种可能性中间活过来，生活对我们来说本来会是什么样的。正是通过看

着耶稣，而不是通过看到史前的某个伊甸园，我们才看到原来的完整无

缺的真正性质。有关原罪的教义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知道我们

具有要抵制对上帝的意识的一种倾向，而这是我们的种种实际的罪的基

础。有关原罪的教义也指向了存在于世界上的罪的共同的相关性，因为

一切行动都是相互联系的。我的罪最终将影响整个世界，而且我也受到

整个世界的种种罪的影响。

从罪的角度来看，世界被看成是阻碍对上帝的意识的。世界上的消

极成分，即在意识的第二个层次里引起痛苦的那些成分，这时被认为是

上帝由于我们的罪过而给予的惩罚。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这些成分要是

没有罪就不会存在，而只是意味着，对这些成分的存在要给予不同的解

释。这些成分可以很容易地被看成是对上帝的意识的进一步增长的促进

因素。“因此，自然界的灾害，客观地加以考虑，并不是从罪里产生出

来的；但是，因为人，要是他没有罪，是不会把仅仅是妨碍感官方面的

功能的东西当做恶害的，而他确实把这种东西当做恶害是由于罪，因而

这种类型的恶害，主观地加以考虑，是对罪的惩罚”。



有两个神的属性直接建立在对罪的意识上。这些属性是神圣和义。

上帝的神圣和我们在上帝命令的仁慈面前的不恰当感有关。上帝的义建

立在我们认识到我们不符合上帝旨意的意识上和我们感到世界上的恶害

是对我们的罪的惩罚的感觉上。在这一点上，施莱尔马赫补充说，“怜
悯”不是教义学里的有用的词，因为怜悯似乎暗指，上帝按照意识的第

二个层次行事，增加我们的快乐和减少我们的痛苦。

最后，施莱尔马赫转而从对恩典的意识的角度来考虑自我、世界和

上帝。

当观察处在对恩典的意识之下的自我的时候，有两个主题应当加以

讨论：基督的位格和事工作为恩典的起因，以及自我通过恩典的改造。

耶稣的救赎活动是由于他的无罪的完整无缺——也就是说，他对上帝的

绝对意识，这种意识从来都没有和他的意识的第二个层次发生冲突。这

种完整无缺不能解释为是人类历史上完整无缺的种种先例造成的，因为

人类历史中所有的都是罪。这种完整无缺只能用上帝在基督里的存在来

加以解释。耶稣基督既是神也是人。“在神性和人性的结合中，只有神

性是主动的或自我分享的，而且只有人性是被动的或处在被采取的过程

中；但是，在结合状态中，每一个活动都是两性的共同活动”。在这个

陈述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人性被明确为对于上帝是完全被动的，而且

上帝被明确为对于人性是完全主动的。耶稣作为人是完全被动的——因

而是绝对地依赖的——这一事实是他的无罪的完整无缺。这也是手段，

按照这种手段，上帝可以被看成在基督里是完全主动的，于是发生了结

合。这样加以理解之后，关于耶稣里两性结合的传统说法，对施莱尔马

赫来说是可以接受的。然而，这种结合并不取决于有关童女生子的教

义，这个教义是不应当刻板地加以理解的。有关复活、升天和再来审判

的诸教义，情况也是如此，这些教义并不是基督徒的意识的必要的表达

手段。十二门徒没有这些教义也知道耶稣是救赎者。很明显，在这里我

们在施莱尔马赫那里找到了早期理性主义的一些常有的成分，这些成分



在19世纪的大部分神学里继续存留下去。

救赎者的工作是建立在有关他的位格的这个定义上的。这个工作是

他的绝对的对上帝的意识传递给了其他的人们。他是通过接纳信徒们进

入他自己对上帝的意识而做这件事情的。救赎者在我们里面是主动的，

正像上帝在他里面是主动的那样；我们对于他是被动的，正像他在他的

人性里对于上帝是被动的那样。他的救赎活动是上帝通过他在我们里面

的作用。听起来可能是似非而是的，但我们在我们的救赎里的行动是被

动的，正像耶稣通过他自己的被动的人的行为而和上帝结合那样。我们

变得对我们自己的生活无所知觉，而变得对他的生活有所知觉。这就是

从罪到完整无缺的过渡。这对救赎者和对我们来说都是自由的行为。我

们在他里面被形成了新人，因而变成了新的被造物的一部分，这种新的

被造物表现出了原来的完整无缺。这就是从对恩典的意识的角度来看的

我们作为信徒的状态，但是我们必须记住，罪和恩典的对立仍然存在于

基督徒的生活中。然而，即使如此，我们现在对恶害有了新的看法，因

为恶害看上去不再是对罪的惩罚，而是我们在世界上进行活动的机会。

我们对被宽恕的意识促使我们把消极的刺激——我们早先认为消极的刺

激是惩罚——看成是在世界上从事伦理活动的号召。

施莱尔马赫以典型的改革派的方式，在基督作为先知、祭司和君王

的三个职能的标题下，讨论了基督的工作。作为先知，基督宣告了上帝

国的到来。但是，人们必须记住，他也迎来了他所宣告的国度，因此他

也是预言的终结。人们不能把他的教导同他的位格和工作分开——在这

里施莱尔马赫反对了理性主义的传统，这种传统把耶稣当成仅仅是教

师，并且在耶稣的教导和有关耶稣的教导之间作出根本的区分。作为祭

司，这个救赎者把整个世界的种种罪的负担加在他自己身上。这并不意

味着，在确确实实的意义上，他代替我们而死去。这意味着，由于他的

无罪的完整无缺是对我们的审判，他遭到了整个世界的敌视，并且为此

而死去。由于他出自完全的对上帝的意识，不是出自罪而对这种局面作



出反应，因此他在我们的世界和历史上开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爱、

宽恕以及重新和好的可能性。因此，他的受难是他作为我们的救赎者的

工作的必然的顶点，并且结束了所有的祭司工作，只有那种是他的救赎

工作的延续的祭司工作除外。在这些陈述里，施莱尔马赫反对有关救赎

的所有的这样一些观点，这些观点把基督的工作集中在他的生命的一个

特定的时刻上。作为君王，这个救赎者创造了人民，他通过他所建立的

法令继续统治这些人民。他是一个为未来筹谋的统治者，他给了我们一

切我们作为他的人民的生活所需要的东西。从这里得出来的结论是，不

可能有政治的宗教、神权政治以及教会和国家的结合。

然后，施莱尔马赫转而讨论自我通过恩典的改造。很明显，在基督

的位格和工作的标题下刚刚说过的大部分话都触及到了这个主题。《基

督教信仰》的这个部分包括了从对上帝的意识的观点出发的传统教义的

种种定义。这个讨论包括了重生、称义、皈依、悔悟、信仰、宽恕、被

收为嗣子、圣化和持守之类的词汇。通过这些词汇所指的自我改造，我

们变成了世界上的积极的工具，通过这种工具基督的救赎活动被带给了

其他的人。

正像在意识的第二个层次上，没有对“世界”的感觉，就不能有对自

我的感觉那样，从恩典的角度来看，没有自我在其中存在的环境的改

造，就不会有新的自我。再者，由于基督教的定义把新的对上帝的意识

同拿撒勒的耶稣的位格和工作联系起来，因此必定有一个在历史上和这

个救赎者联系在一起的社团，这个社团为基督徒的自我生活提供了上述

环境。这个社团就是教会。因此，《基督教信仰》里从恩典的角度论述

世界的那个部分包括有关教会的教义。在总结这个冗长的部分的内容的

时候，施莱尔马赫说，“在全面总结我们基督徒的自我意识关于信徒们

的团契所要说的话的时候，我们必须先论述教会的起源，教会成形以及

教会使自己脱离世界的那种方式；然后是教会在同世界的对立中维持自

己的那种方式；最后是这种对立的取消，或教会的尽善尽美的前景”。



施莱尔马赫的《讲话》里所持有的见识，即孤独信仰的这种东西是

没有的，在这里被延续和发展。虽然耶稣创建了一个团契，但是，直到

他的个人活动结束为止，教会并没有变成一个有组织的统一的实体。这

种新的实体的开端，就是说圣灵被给予时所指的那个意思。圣灵只是在

基督离开之后才被给予，因为在他面前十二门徒必须是被动的，而且圣

灵的任务是促成建立在我们的对上帝的意识上的自发的活动。一个真正

的社团在这时形成了，恰恰是因为没有任何人直接依赖任何其他的人，

但所有的人都和所有的人联系在一起，而且全体的人都和救赎者联系在

一起。

整个教会是基督的象征，而且每个人是这种象征的一个必然的部

分。

教会里面有可变的和不可变的成分。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是，教会是

历史里的一个社团，可是，在这个历史的整个过程中，教会保持了救赎

者的同一的、不可变的、绝对的对上帝的意识。可变的成分是世界的和

我们的人的本性的作用。不可变的成分是基督的经常的活动的结果。这

些不变的特点共有六个。头两个，即《圣经》和关于上帝的话语的教牧

工作——可以被看成是基督在这个社团里的见证，并且被看成是救赎者

在他的教会里继续进行预言的活动。下面两个是洗礼和圣餐，既是这个

社团用来同基督保持伙伴关系的方法，也是用来在这个社团里继续进行

基督的祭司活动的方法。由于强调在圣餐里发生的同基督的伙伴关系，

施莱尔马赫既拒绝了天主教的变质说的观点，也拒绝了新教的否认真正

临在的极端观点。教会生活里的最后两个不可变的成分——钥匙的权力

和以耶稣的名义进行的祈祷——是个人和这个社团用来相互联系的手

段，也是基督的君王的活动借以在教会里继续下去的渠道。钥匙的权力

——传统上称为开除教籍的权力——是这个社团在那些是社团里的人和

那些不是社团里的人之间作出区别对待。“钥匙的权力是这样的权力，

教会凭借这种权力而决定，什么是属于基督徒的生活的，并且按照每个



人遵从这些决定的程度来处置每个人”。这个陈述——这在“自由主义神

学之父”那里似乎是令人惊奇的——意味着，这个社团，而不是个人，

是基督徒生活的性质的裁判者。祈祷绝对不能被理解成信徒用来影响上

帝意旨的一种手段，而是我们用来使自己更便于接受救赎者的改造活动

的一个过程。由于这个缘故，真正的基督徒的祈祷是以耶稣的名义进行

的祈祷，即符合教会作为社团对上帝的意识的祈祷。祈祷由于改变了我

们对现实事物的感觉而确实影响了世界，而且世界恰恰是由这种感觉形

成的一个构成物。

教会可变的成分是分裂、谬误和罪恶。所有这些在都存在于目前状

态的教会里。然而，所有这些在教会的真正的性质里没有地位，因此，

基督教的社团将不断努力用团结克服分裂，用真理克服谬误，以及用恩

典克服罪恶。施莱尔马赫使用了可见教会和不可见教会之间的传统区

分，虽然他警告说，最真正的基督徒们在他们在世界上的行为方面通常

是最引人注目的。

与教会的最终极和顶点有关的教义是四个：基督复临，肉身复活，

最后的审判以及永恒的福泽。这些指向了一个超出历史范围的目标，那

时教会所有可变的成分将消逝，而且教会对上帝的意识将实现。对这些

教义的字面理解是由于不加批判地利用传统。

最后，从对恩典的意识的角度来看，上帝的属性是两个：爱，即上

帝要和我们联合的愿望，还有智慧，即一切事物是这样安排的，以致这

种愿望将实现。

20世纪，在卡尔·巴思的作品和新正统主义之后，批评施莱尔马赫

似乎是很简单的事情。他被指责是自由主义神学所设计的“人的神化的

伪装”的出发点。他在这样一点上受到最严厉的批评，即他强调的是人

对上帝的意识，而不是启示，而且他愿意在这个基础上抛弃基督教福音

的基本的“他者”。在这个基础上，他的批评者之一写道，“这样说大致



上是对的：他用发现代替启示，用宗教的意识代替上帝的话语，并且仅

用‘尚未完善’代替罪”。这同一个批评者也断言，“因此，只是在比较的

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施莱尔马赫的《教义》说成是一本真正的基督教的

书”。

可是，这样的批评常常没能就事论事地看待施莱尔马赫，也没能考

虑20世纪的神学在什么程度上受惠于他。巴特本人对这种受惠于他表示

了敬意，他把施莱尔马赫的画像挂在他在巴塞尔的书房里。从19世纪初

期的环境来看，施莱尔马赫对新教神学的贡献是有巨大意义的，而且直

到今天还能被感觉出来。他出自敬虔派的背景，但他通过强调教会的重

要性而克服了敬虔主义的个人主义。他是在浪漫主义的追随者中间作为

基督教的辩护者而起家的，但他通过同样强调共同的经验以及共同的经

验在传统里的反映而避免了浪漫主义者的主观主义。虽然受到了理性主

义者和康德的巨大影响，但他纠正了理性主义者的主张，他坚持耶稣本

人对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地位，并且坚持这种信仰不是仅仅赞成公民道

德。

虽然自由主义神学确实是从施莱尔马赫那里得到它的出发点，但同

样确实的是，在20世纪，甚至在标准的自由主义消亡之后，在许多积极

的方面仍然可以感觉到他的影响。当代的大部分神学之以基督为中心，

以及这种神学对教会的强调，都是施莱尔马赫的遗产。有关救赎的知识

概念，现在被给予了重要性，也是施莱尔马赫的遗产。施莱尔马赫对传

统的正面的评价——这促使一些人指责他有“罗马天主教信仰”——是对

全基督教运动的有价值的贡献。他坚持罪的涉及全体的性质以及坚持基

督徒有义务在世界上积极行动，促使现代的神学去关心福音的社会性。

在不止一个方面，我们仍然在施莱尔马赫的影子下面从事神学。

黑格尔的哲学



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黑格尔（1770～1831年）在图宾根以学习神

学而开始他的学术生涯。在那里他论述了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后来证

明对他的体系是有决定作用的。第一个问题是基督教的历史性，以及一

个和种种特殊事件如此密切相关的宗教，怎么能够声称有普世的有效

性。另一个问题——他在其中看到了第一个问题的部分答案——是耶稣

所教导的爱的作用。在这里他看到了对立面的调和，这样在上帝的爱

里，罪恶和美德在律法上的对立被克服了，而且自由的新生活随之产生

了。

黑格尔总是认为自己是神学家。然而，他所探索的神学，决不是仅

仅说明传统形式所表达的基督教教义，而是彻底了解现实事物的性质，

包括基督教在这个总体里的地位。

就某种意义来说，黑格尔实际上做的是，把康德对头脑的积极作用

的设想推演到其最终的结果，而抛弃了康德体系的其他成分。因此，黑

格尔把实在不是主要看成理智必须掌握的某种东西，而是看成理性的这

一原则在宇宙里的展开——他称之为“精神”。不但实在是符合逻辑的，

而且逻辑是实在。然而，这种逻辑不是希腊哲学家帕梅尼迪斯

（Parmenides）或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者们的静态逻辑。这种逻辑是动

态的逻辑，即经历过辩证法的逻辑，永远寻求新的和更充分的真理。正

是在这个范畴里才能理解黑格尔的关于肯定命题、对立命题和综合命题

的著名的三合一的论断。这并不是一切思维都必须遵从的刻板的格局

——实际上，黑格尔用这三个名词指的东西并不永远是始终如一的。更

确切地说，辩证法是肯定了实在以及与其同在的理智是动态的。

正是对理智和实在的动态的性质的这种直觉，使得黑格尔能够创建

他给人的深刻印象的历史哲学。整个历史是“精神”通过符合逻辑的过程

的展开，在这个过程里，一个肯定命题被提出来了，只落得在它自己里

面发现一个对立命题，然后在一个综合命题里解决这两者。但是，这个



新的综合命题从来都不是最后的，因为它也是一个带有它自己的对立命

题的肯定命题。这样，这个过程就继续下去。黑格尔由于在试图把每一

件事情都包括在他的概念的框框里的做法中歪曲了历史，而受到严厉的

批评。毫无疑问，他的体系确实倾向于过分简化历史的复杂的现实事

物。但是，让我们为他说句好话，他对历史和实在之间关系的理解，大

大地推动了历史的研究。黑格尔并没有把历史看成是揭开历史背后或历

史之外的一个隐蔽的真相。与此相反，历史本身就是真相——动态的真

相，辩证的真相。因此，研究历史变成了研究最终的、纯粹合乎逻辑的

现实事物。研究历史不再是寻求历史的特殊性背后纯粹实质的一件事

情。历史学家们设法理解种种事件的时候可以有这样的信心，即他们是

在研究宇宙的性质本身。现代的历史研究——尤其是对神学事物的研究

是在F.C.鲍尔（F.C.Baur，1792～1860年）和D.F.斯特劳斯

（D.F.Strauss，1808～1874年）之类的黑格尔派的领导下在图宾根开始

的，这绝不是巧合。虽然这种历史研究的很大部分将对传统上被大学接

受的大部分基督教正统信仰表示怀疑，但这种历史研究最终将把基督教

神学推回到它的历史的源泉那里。

在这种历史哲学的框框里，黑格尔进而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解释基

督教，以致基督教被看成是“精神”的展开的顶点——因此，被看成是绝

对的宗教。他拒绝理性主义者这样的理论，即在所有的“积极

的”（positive）宗教背后潜在一种普世的自然的宗教，而且被这些宗教

遮掩了。所有的宗教都揭示了实在的最终性质，虽然必须在“精神”展开

的这一历史过程中去看待这些宗教。这个过程在基督宗教里达到顶点，

这种宗教里常常受到鄙视的教条事实上是实在的性质本身的深刻表现。

因此，比方说，有关基督成为肉身的教义是上帝和人类最后来到一起的

宗教上的表达方式，上帝和人类不再被认为是对立的。有关三位一体的

教义是肯定最终的实在本身的辩证的特性。

黑格尔对基督教神学后来的发展的重要意义远远超过了他创立的给



人如此深刻印象的体系。事实上，这个体系本身不久之后就垮台了，因

为这个体系的无所不包，使得它很容易遭到各方的攻击。但是，黑格尔

思想的不同的组成部分，后来被其他的人采纳，这些人对基督教神学的

影响是很大的。两个这样的例子是查理·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
～1882年）的进化论的观点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
年）的辩证唯物主义。黑格尔关于“精神”逐渐展开的观点，是达尔文进

化论的背景的一部分，而达尔文的理论对通俗神学的影响是人所共知

的。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转换到了唯物主义的

框架中。虽然19世纪中马克思普遍受到神学家们的忽视，但他对20世纪

神学的影响至少在两点上是很明显的。第一点是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之

间经常的对话，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上变成了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

力量。第二点是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思想

和理想受到了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环境的影响——就像奥地利心理

学家弗洛伊德使我们意识到这些思想和理想的不可测的心理深度那样。

克尔凯郭尔的神学

索伦·奥比·克尔凯郭尔（Se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年）

既是最有吸引力的，也是最令人反感的19世纪神学家。就某种意义来

说，这正是他所希望的。他的一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的一出戏剧，他

意识到他的天才，但他也非常不喜欢自己，并且极力唤起其他人对他类

似的感情。他的自我贬低的评语在这里是有启发性的。他说，他出生的

那一年政府破产了，他就像当时流通的一张钞票，空有巨额的票面，但

实际上没有价值。他把他的声音比做海鸥的吱吱乱叫。他的身体有点畸

形，而且他意识到这一点。他预料在他父亲之前死去，因为他的兄弟姐

妹有几个已经死了，而且他的父亲告诉他，这个家庭遭了殃，他所有的

子女将在他之前死去。这个预言没能实现，克尔凯郭尔开始把自己说成

是不大可能的和毫无价值的幸存者。另一方面，他深深知道他的聪明才

智，而且他常常把自己说成是天才。他确信，他被给予了巨大的才能，



是为了执行一个伟大的使命，而且他终于得出结论，这个使命是要讲清

楚做一个基督徒所涉及的艰难险阻。他与里贾纳·奥尔森（Regina
Olsen）订婚。他总是声称，他非常喜欢这个年轻的妇女，但由于一些

和他自己的个性一样讲不清的原因而放弃了她——他不应当用他的病态

的郁郁寡欢来增加她的负担；她不能像他矢志要过的那样去过紧张的和

热烈的宗教生活；他像亚伯拉罕根据来自上天的非伦理的命令等而把他

的亲爱的以撒献为燔祭那样献出了她。他办事就好像他不在乎其他的人

可能对他形成什么看法似的，但他又荒谬地费尽心机给自己制造一个几

乎是神奇天才的形象。因此，比方说，他有时出现在歌剧院里，让大家

都看到他，等到灯光一熄灭，他就回家去写作。然后，他在演出刚要结

束之前回来，以便用他的似乎毫不费力的作品来使大家感到惊奇。

虽然克尔凯郭尔被欢呼为伟大的哲学家和现代存在主义的创始人，

但他不是把自己看成哲学家，而是看成信仰的卫士，被给予了使基督教

变得艰难的使命。他说这话不是指他希望阻止其他的人成为基督徒，而

恰恰相反，他希望表明，基督教是多么艰苦的和花费一生的事情，以便

促使有抱负的人来信奉基督教。“基督教世界的基督教”并不是真正的基

督教。在他的路德派的丹麦，所有的人都因为出身的缘故而被称为基督

徒，黑格尔主义和理性主义变成了用来表明基督教毕竟是最合理的宗教

形式的流行的方法，克尔凯郭尔感到有责任使用他的笔杆子的力量来摧

毁这样的概念，即基督徒的生活是与模范公民的美好的、有益的、体面

的生活完全相同的。在1854年发表的一篇短文里，他抨击了与他同时代

的受欢迎的和成功的牧师们，他说，“声称一个人由于宣讲基督教而在

最大的程度上得到了和享有一切可能有的世间的物品和乐趣，声称他是

真理的见证，就像说一个身边围绕着众多儿女的人是未婚女子那样荒唐

可笑”。在其他的地方，他表明了真正的基督教对信奉基督教的人必须

产生的根本的影响：

作为一个个人，确确实实地说作为一个个人，亲自使自己和上帝联



系起来，是做一个基督徒的准则……如果这一旦发生了，那么，这是远

比一场欧洲战争和一场涉及地球各个角落的战争更重要的事件，这是一

个天翻地覆的大事件，这个事件使得天旋地转……其生活没有呈现出这

种相对的大变动的人，从来没有，甚至一丝一毫都没有作为个人而求助

于上帝的希望——这就像触摸电器而不受电击那样不可能。

因此，一个人使基督教变得艰难的方式，是通过表明最高水平的人

的正派行为和基督徒的生活之间有巨大的差距。确实有“生活道路的三

个阶段”——审美的阶段、伦理的阶段和宗教的阶段。这三者并不是连

续的，因此从一个过渡到另一个并不是因为较低阶段达到顶点而简单地

发生。与此相反，这种过渡需要一个“飞跃”（leap）——这是克尔凯郭

尔思想里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这并不是黑格尔式的“过
渡”（mediation），在其中通过早先的冲突的合乎逻辑的解决而达到一

个较高的阶段。黑格尔的“过渡”作用，也确实是黑格尔的整个体系，抽

象的推理代替人的真正存在。这个“体系”（System）——克尔凯郭尔讽

称为带引号的体系，给人的印象是，每一件事情都有其意义，每一件事

情都各得其所。“既然这个‘体系’几乎完成了，或至少是在建造之中，并

且将在下个星期天完工”，那么，一切难题似乎都解决了。但是，这

个“体系”没有解决的一个难题——这个“体系”甚至没能看到的一个难题

——是有关存在的难题。黑格尔的给人深刻印象的建造物仿佛是某个人

兴建的、然后又用其余生从谷仓里观看的美丽的城堡。

黑格尔及其追随者必须忽略生活道路的各阶段的不连续性，因为这

个“体系”给各阶段安排了先后次序。克尔凯郭尔争论说，存在是首要

的，任何试图使现实事物系统化的做法，都必须去掉存在。像黑格尔所

作的那样建立一个符合逻辑的体系是可能的。但是，“任何同存在有任

何关系的东西，任何对存在不是无关紧要的东西，都不能被结合到一个

符合逻辑的体系里面去”。另一方面，“一个关于存在的体系是不能被系

统地提出的。这意味着不存在着这样的体系吗？绝对不是，我们的断言



里也没有暗示这一点。现实事物本身是一个体系——对上帝来说是一个

体系；但现实事物本身对任何存在着的精神来说不能是一个体系”。实

际的人的存在总是卷进了自相矛盾的事物和感情因素（pathos）里，而

这些是抽象逻辑所不能包括的两个范畴。

那么，生活道路的三个阶段并不是处在彼此的合乎逻辑的关系中。

伦理的阶段绝对不能从审美的阶段里演变出来。同样地，宗教的阶段也

不可能从伦理的阶段的夸大之中产生出来。这反过来意味着，一个生活

在宗教的阶段里的人对另一个生活在审美的或伦理的阶段里的人的直接

号召将不会被聆听。生活在其他这些阶段之一的人很可能相信，他或她

已经是一个基督徒。总之，“使基督教变得艰难”的任务必须间接地完

成。“不，一个错觉永远不能直接地加以摧毁，只有通过间接的手段才

能彻底消除一个错觉。如果这个错觉是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基督徒的错觉

——如果要对这种错觉做什么事情的话，那么，就必须间接地做这件事

情，不是由某人大声疾呼地宣称自己是一个非凡的基督徒的人来做，而

是由一个受到较好的指导而愿意宣布他根本不是一个基督徒的人来做。

即，人们必须从背后来接近那个处于错觉之下的人”。

因此，需要趁读者们不提防而抓住他们，是克尔凯郭尔的作品大都

采用假名的原因之一。他用假名出版的许多书籍，是从审美的和伦理的

阶段的角度写的，并且试图促使处在这些阶段里的读者们进行飞跃，这

种飞跃最终将引领他们到宗教的阶段。使用假名的另一个原因是，使读

者们不去注意他自己，这样，读者们就不能说，“这是克尔凯郭尔的见

解，”而将会直接由他们自己去面对真理。克尔凯郭尔用他典型的讽刺

口吻说，“如果任何人这样有礼貌，以致假定我有一个见解，如果他把

他的献殷勤推向极端而采纳这个见解，因为他相信这个见解是我的，那

么，我会因为他的客气而感到遗憾”。由于这个缘故，克尔凯郭尔的作

品好像是“一个活动木偶的剧院”，在那里维克多·埃雷米塔（Victor
Eremita）、引诱者约翰（John the Seducer）、约翰尼斯·德·西伦修



（Johannes de Silentio）、约翰尼斯·克利马卡斯（Johannes
Climacus）、反克利马卡斯（Anti-Clima-cus）以及其他的人，表达了一

些常常不是克尔凯郭尔的不同观点——虽然大家都知道他是作者——但

这些观点表明了对生活的不同看法。在他发表这些署真名的作品的同

时，他也用他自己的名字从宗教的观点发表了一系列《启发性的讲话》

（Edifying Discourses）。

如果我们现在回到人生道路的各阶段上，我们将看到，克尔凯郭尔

的全部作品，恰恰在于尽量设法号召他的读者们去进行相继的飞跃，这

些飞跃将引领他们去过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他在《关于我作为作家的

工作的观点》（The Point of View for My Work as an Author）里正是以

这种态度来描写他的作品，虽然他明确地说，这个庞大的计划里的一些

组成部分的准确位置，在他写作的时候对他来说并不是明显的，还说，

是天意指导他沿途走去。他“因为她”——里贾纳·奥尔森——而写的那

些书，情况尤其是如此。

这三个阶段的第一个是审美的阶段。那些生活在这个水平上的人，

没有目标，只是追求乐趣。他们为眼前的时刻而生活，因为正是在这一

刻他们享受乐趣。然而，这种乐趣并不局限于粗俗的肉体方面的呵痒

痒。这也包括追求美感的优雅的艺术家，甚至包括喜欢玩弄概念的哲学

家。因此，人有可能既不是伦理的又不是宗教的阶段，从审美的角度去

思考伦理和宗教。哲学家和艺术家可能不喜欢同享乐主义的伊壁鸠鲁派

排列在一起。但是，所有这三者都是生活在同一个水平上，因为他们为

了眼前的时刻所能给予的乐趣而生活。正是为了要说明，他所指的那些

审美者不只是那些沉迷于酒色的人，他这里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较高形

式的审美生活上。这种生活的最后结果是失望。为了眼前的时刻而生活

最终意味着，眼前的时刻本身是没有意义的。生活只不过变成一系列快

感，甚而这些快感也失去了它们的吸引力，因为审美者经常预想着未来

的快感，或者回忆着以往的快感。因此，失望是审美生活的必然后果。



然而，这种失望并不总是被意识到。有些审美者仍然处在这样一点上，

以致他们甚至没有察觉到他们自己的失望。这些人是最没有希望的人，

因为没有人能够被从未曾意识到的失望之中拯救出来。其他的人——大

多数的人——对他们的失望秘而不宣，并且通过装出一副快乐的样子来

设法隐藏这种失望。然而，失望并不是完全消极的，因为正是审美的生

活受到怀疑，才促使人们飞跃到伦理的阶段上。

克尔凯郭尔关于伦理的阶段有许多积极的事情要说。生活在这个水

平上的人遵循的原则是普遍真实的，而且在使生活符合这些原则的时

候，发现了某种程度的真实性。审美者迷失在延续快乐时刻的烟消云散

之中。伦理的生活涉及到发现自己处在他个人对一般原则的运用之

中。“在伦理方面，最高的感情因素是关心个人利益的感情因素，是通

过积极改造个人的整个生存方式以便与个人利益的目标相一致来表达

的；在审美方面，最高的感情因素是不关心个人利益的。当一个人放弃

他自己而去抓住外面的某种美妙的东西的时候，他的积极性是审美的；

当他放弃一切来拯救他自己的时候，他的积极性是伦理的”。

因此，在伦理的生活里，一个人遵循在社团里被认为是正派的和良

好的正常模式。这是承当义务和担负责任的生活。一个人是好的父亲或

母亲，好的配偶，诚实的公民，以及负责任的雇员。这个阶段，和审美

的阶段不同，涉及到承认其他人的生活对自己有一种要求。伦理的生活

不应当被贬低，因为这是大多数人生活的基础，而且只有在这个基础上

社会才是可能存在的。

但是，伦理的阶段也导致失望。伦理的阶段不能妥善处理罪恶和悔

悟的事情。当一个人无法在具体的情况里运用伦理原则的时候，他怎么

办呢？当一个人意识到，没能做到这一点不仅仅是一个错误，而且是他

自己的素质的一部分的时候，他怎么办呢？这就是失望的根源，这种失

望能够推动一个人去进行信仰的飞跃，而进入宗教的阶段。在这一点



上，克尔凯郭尔拒绝了整个理性主义传统——包括康德在内——这种传

统把宗教看成只是道德的辅助或向导。

从伦理的阶段向信仰的阶段的飞跃，是一种令人害怕的经历。当一

个人不再把伦理看成是行动的指导，而看成是诱使自己去信赖人的，而

非上帝的道德正派时，或者是去信赖普遍的原则，而非个人的神召时，

信仰的飞跃就发生了。绝对信赖上帝——这是“信仰的卫士”的标志——
意味着，在一个人仍然认为伦理原则普遍有效的同时，他也看到了这样

的可能性，即，就某个特殊的情况来说，伦理原则可能被一个更高的诫

命压倒了。当他在《恐惧与战抖》（Fear and Trembling）里写道，“亚
伯拉罕所作的事情的伦理的表达方式是，他将杀害以撒；宗教的表达方

式是，他将把以撒献为燔祭；但是，正是在这种矛盾里存在着那种能够

使人失眠的畏惧，可是，亚伯拉罕要是没有他的畏惧就不成其为亚伯拉

罕了”，毫无疑问，他脑子里想的是他处理他同里贾纳的婚约的那种非

伦理的方式。添加到这种畏惧上的东西恰恰是，没有外部的迹象来向世

人表明，一个人实际上是在神的“为达目的而暂时取消伦理”的基础上行

事。因此，似乎是高度宗教性的事情，可能只是十足的非伦理的事情！

亚伯拉罕可能即将杀害他自己的儿子。克尔凯郭尔在对待里贾纳方面可

能只是不负责任的。信仰的卫士没有办法避开这种畏惧——诚然，正是

这种畏惧表明，一个人不仅仅是在伦理的水平上行事。唯一的出路是求

助于信仰——而信仰依其性质永远是难于断定的。这就是做一个基督徒

为什么是艰难的原因。

只有出自伦理的阶段所产生的对罪的意识才能达到宗教的阶段。但

是，这不是伦理的生活所导致的失望的必然结果。在伦理阶段和宗教阶

段之间没有连续性，没有黑格尔式的过渡作用，而是一个可怕的鸿沟，

只有通过信仰的飞跃才能跨过这个鸿沟。伦理阶段和宗教阶段之间关键

性的不同是，在前一阶段里，一个人的生活是由普世的原则指导的，而

在后一阶段里，“绝对”进行最高的统治。普世的东西不应当和“绝对”等



同起来，因为“绝对”在具体的和独特的情况里抓住了个人，并且在那里

提出了它的独一无二的要求。生活在宗教的水平上的人知道，上帝的律

法和上帝不是完全相同的。诚然，律法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因此，普世

的原则一般说来是有约束力的。但是，知道上帝处在律法之上意味着，

人生道路的这第三个阶段的神学要旨是罪被宽恕。信仰和上帝直接有

关，而不是和律法直接有关。由于这个缘故，伦理的人知道上帝的种种

戒律，而不知道上帝的宽恕。另一方面，信仰宗教的人既知道上帝下命

令，也知道上帝宽恕。伦理的人生活在失望之中，而且只知道善和恶，

而信仰宗教的人坚持信仰，而信仰克服了失望。信仰确实是失望的对立

面，因此唯一真正的罪是失望。最后克服罪恶的不是美德，因为美德和

罪恶都是伦理阶段的组成部分。克服罪恶的东西——罪恶的真正的对立

面——是信仰。美德并不拯救。只有信仰——个人和“绝对”的直接关系

才能拯救。这样，很明显，克尔凯郭尔是在反驳整个理性主义传统——
包括康德在内——这种传统把信仰看成只是美德的辅助。同样明显的

是，克尔凯郭尔在这一点上深受路德的影响，路德对信仰、律法和得救

的理解，在大部分路德传统里被长期忽视之后，由克尔凯郭尔重新断然

肯定了。

然而，克尔凯郭尔不是为一般宗教信仰的某种扩散的形式辩护。他

认为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号召其他的人接受基督里所揭示的“绝对”的要

求。那么，问题是，一个生活在19世纪的人怎样和某个生活在如此之早

的时代中的人联系起来呢？这只是通过耶稣的那些存在于世世代代的和

那些使他的信息存在的追随者们的继承吗？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随

之而来的难道不是，原来的信息的力量经过世世代代的人而削弱了，因

此我们和耶稣的同时代人比起来，是处于不利的地位？这就是克尔凯郭

尔在《哲学片断》（Philosophical Fragments）里要解决的问题。他的答

复是，即使对那些看到活着的耶稣的人来说，这种目睹对信仰也不一定

是有益的。



看见耶稣只是使他们可能成为门徒；但是，这种可能性的实现只是

在他们进行信仰的飞跃的时候才能发生。同样，我们这些生活在这件事

情之后的若干世纪里的人，需要那些看到耶稣的人的证言，因为没有这

样的真实的感觉，就显然不可能成为他的门徒。但是，使我们成为信徒

的，仍然是信仰的飞跃，而不是这种证言的使人信服的力量。在这两种

情况里，启示都是必要的。“正像历史上的事情使耶稣的同时代的人有

机会成为一个门徒那样，只是必须注意，这是从上帝自己那里得到做门

徒的条件……耶稣同时代的人的证言也使每个后继者有机会成为一个门

徒，只是必须注意，这是从上帝自己那里得到做门徒的条件。”

同样，成为一个门徒绝对不是容易的事情。在第一世纪做一个加利

利的打渔人是不够的，而在19世纪做一个丹麦的路德派也是不够的。

克尔凯郭尔的时代并没有准备好听取他的信息。他所抨击的教会的

组成部分以及“体系”，并没有被他的大多数同时代的人看成是问题。因

此，他对19世纪的影响是很小的。但是，当他在20世纪重新被发现的时

候，当早先几代人的许多古老的毫无疑问的事情分崩离析时，他的影响

是很大的和深远的。

除了他的基督徒的使命之外，在哲学的一般领域里，克尔凯郭尔是

现代存在主义的主要来源之一。他所坚持的有关人的存在的范畴——这

种范畴黑格尔的体系或任何其他的人类体系都不能掌握——是促使各种

形式的当代存在主义产生的最初的见识。

在神学上，克尔凯郭尔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使人们注意到历史和信仰

之间的不连续性以及伦理事务的等级和宗教事务的等级之间的不连续

性。基督教并不是人里面的最好的东西的自然而然的顶点。这种见识的

影响可以从年轻的巴特对自然和恩典之间的关系的理解里看出来。再

者，克尔凯郭尔有助于表明，路德对恩典的彻底的“它者”（radical
other-ness）的看法，被并非故意地放在一边了。在这方面，他有助于复



兴路德的种种研究，这种复兴是20世纪神学的特点，尤其是在斯堪的纳

维亚。

通过表明罪的对立面是信仰，而不是美德，克尔凯郭尔使20世纪的

神学注意到了理性主义者探讨信仰和伦理学时所涉及到的道德主义，并

且迫使随后几代人看到需要按照有关因信称义来发展基督教的伦理学。

克尔凯郭尔也着重指出，正统化是不够的。信仰不是教义的公式化

的事情，而是和上帝的关系。

最后，克尔凯郭尔关于“间接的交流”的理论，以及他为这种交流提

出的神学和心理学的根据，有助于促使人们试图通过戏剧、小说和其他

这类间接的宣传工具来表达基督教的信仰。

然而，另一方面，克尔凯郭尔的思想里的一些组成部分必须被看成

是消极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夸大了个人主义。他不但是一个不合群的

人，而且还把他的不合群反映到整个神学里。一个人必须单独面对上

帝。信仰是个人的决定。在宗教的阶段，不可能把一个人的行动的原因

传递给其他的人。这样一种对信仰生活的理解在两点上有缺欠：第一，

这没有给有关教会的教义留下什么余地；第二，这忽视了罪和非正义的

涉及全体的性质，因此无助于号召信徒在社会圈子里积极行动。由于20
世纪被迫重新提出教会学的问题以及社会正义和社会行为的问题，因此

克尔凯郭尔在这一点上帮助不大。

最后，虽然在克尔凯郭尔对宗教生活的抒情描写里有一些令人钦佩

的东西，但“信仰的卫士”是用这样的措辞描写的，以致有关恩典的教义

有时被模糊了。他说重要的事情是，勇往直前，进行飞跃，接受随着信

仰而来的畏惧。很难看出，这怎样和恩典联系起来。

概括地说，克尔凯郭尔里有许多东西在20世纪是很难遵从的。可



是，这或许是他的最大的成功之处。因为他不是着手为自己谋求追随

者，而是为“另一位他者”（Another）谋求门徒。他会高兴地知道，他

的“海鸥般的声音”（seagull-like voice）只招来了极少的追随者，但却得

到许多人的洗耳恭听。

里奇尔的神学

阿尔布雷克特·里奇尔（Albrecht Ritschl，1822～1889年）是我们将

在这一章里研究的第四个有代表性的神学家。他早年受到图宾根学派的

影响——我们在这一章的下部分里还要谈到这个学派——但他很快就感

到需要抛弃这个学派解释早期基督教时所依据的黑格尔主义。黑格尔主

义以及任何其他形式的形而上学的推测，都必须从神学里排除出去，这

个信念可以被看成是里奇尔自己的神学出发点。他认为，理智上的推测

从来都不能导致基督教的教义。宗教的根源不是形而上学的知识，而是

道德的价值观念。宗教基本上是实用的，而且宗教知识必须和理论知识

区分开。理论知识是表达生存，宗教知识是表达价值观念。这种对宗教

的实用性质的强调，显然是从康德那里得来的。拒绝形而上学，情况也

是如此。因此，就某种意义来说，里奇尔所做的事情是，越过黑格尔而

回到原来的康德那里去，并且比那些干脆把后期的唯心主义看成是哲学

缩影的人更认真地对待他所遇到的挑战和机会。

另一方面，里奇尔希望尽可能清楚地把他的主张和施莱尔马赫的主

张区分开。他在施莱尔马赫身上看到的是，浪漫主义者试图回避康德所

提出的挑战。他倾向于忽视施莱尔马赫关于历史上的耶稣和团契的重要

性的所有言论，因此，他认为——施莱尔马赫的神学受到了主观主义的

祸害，这种主观主义冒着向神秘主义敞开大门的危险。而且里奇尔认

为，神秘主义是基督教可能有的最糟糕的歪曲之一，因为神秘主义促使

个人脱离世界和道德责任，并且损害信徒们中间的团契感。由于这些原

因，里奇尔的作品里充满了对施莱尔马赫的攻击。可是，当人们现在从



后来的时代的角度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很明显，他受惠于施莱尔马赫

这个较早的神学家以及和这个神学家一致的地方，要比他所知道的大一

些。

里奇尔神学的方法和总的要旨可以从他在1870年开始发表的《基督

教关于称义和重新和好的教义》（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and Reconciliation）的三大卷里最好地看出来。他在书里说，基督教不

是像从一个单一的中心那里画出来的图形，而是像一个椭圆形带有两个

焦点：救赎和上帝的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密切，以致它们从来

都不能分开。神学家们过于频繁地试图说，仿佛这两个焦点的第一个是

神学的恰当的领域，而后一个是伦理学的基础。这是一个错误，因为这

两个焦点的每一个只能“在另一个的建设性影响之下”才能正确地加以理

解。

罪的被宽恕意味着，和上帝分离的这一处分被撤销了。然而，这并

不暗指，基督为我们的罪完成了抵罪的客观行动。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反

倒是，因为没有实现上帝为我们规定的道德的命运而产生的对罪的意

识，失去了它使我们从上帝那里分开的力量。上帝无须和我们重新和

好；我们才是需要重新和好的人。在这里，里奇尔拒绝了通常和安瑟伦

（An-selm）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有关救赎的“客观的”（objective）
或“司法的”（juridical）理论，而赞成现代化了的那种形式的阿伯拉尔

（Abelard）的“主观的”理论。里奇尔和阿伯拉尔之间在这一点上的主要

不同是，人们在里奇尔那里找不到对超自然的事物和对基督的基本的神

性的强调，而这种强调在阿伯拉尔那里却是非常明显的。换句话说，里

奇尔的关于救赎的理论是路德的“被归予的义”的夸大了的翻版，这个翻

版变得很片面，因为里奇尔相信，关于上帝的“义”或“愤怒”的任何谈

论，都会和神的中心属性——爱——相抵触。

重新和好含有的意思比称义多一些，因为后者只是谈到罪的被宽



恕，而前者指的是建立在这种宽恕上的新生活。

按照有关称义的概念，罪人们只是被动地被确定了，而且这没能告

诉我们，通过神对他们的情况的处理，对他们施加了什么促进因素。另

一方面，有关重新和好的概念表达了这样的事实，即那些早先主动和上

帝作对的人，通过宽恕，被带进了奔向上帝的和谐的方向，而且在这样

做的时候，首先是被带进了和上帝所抱的意图的完全一致。从这个观点

来看，我们可以指望，上帝成功地施与的称义，在那些被重新和好的人

的明确的活动里面得到表现和回应。

正是在这里，上帝的国开始起作用，因为重新和好所带来的和上帝

的新关系并不纯粹是个人的事务。这是共同的，既因为这是从信仰的团

契里产生出来的，也是因为这是向着上帝国的。这个国度并不是通过来

自天上的干预而将在未来某个时候产生的一个超自然的秩序。这反倒是

耶稣开始的新秩序，耶稣的个人使命恰恰是创建这个国度。在内容方

面，这个国度是一个共同的生活状态，在其中灵性统治自然本性，而且

在人们之间有表示爱的和免费的互相服务。在这个国度里，每一个人都

有特殊的使命，因此，道德的责任——这是宗教生活的实质——在于完

成这种使命。

里奇尔的重要性——同施莱尔马赫和克尔凯郭尔形成对比——不是

在严格说来是他的神学的东西里找到的，而是在他反映神学在19世纪下

半叶采取的方向的那种方式里找到的。这至少可以从下列四点上看出

来。第一，他强调上帝的爱，达到了不顾神的公义和愤怒的程度，这是

这个时期的特点。评判和过问人的一切活动的上帝的超然存在，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自由主义神学里大都失去了。第二，作为第一点的结

果，罪和恩典的重要性都大大地削减了。罪是从愚昧无知产生出来的，

并且存在于邪恶的行为里，而不是存在于生存的状态里。恩典只不过是

我们对上帝之爱的意识。第三，研究基督教基本性质的最好的方法是通



过历史研究。这种强调和我们将在下一部分里谈到的历史的研究有直接

的关系，而且就某种意义来说，是施莱尔马赫强调耶稣的中心地位和强

调团契的信仰是系统神学的恰当课题的结果。最后，里奇尔强调道德是

宗教的中心，这一点他是从康德那里汲取来的，这种强调在这个时期变

得越来越重要。里奇尔本人把基督徒的道德和他的时代的流行做法这样

等同起来，以致人们在谈到他关于基督徒生活的理想时说，他的理想

是“俾斯麦时代的德国民族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缩影”。因此，他的神

学很容易促使人们把德国文化和基督教等同起来，这种做法在20世纪有

非常悲惨的后果。另一方面，他强调道德价值的判断，并且强调把这种

判断应用在上帝的国上，这种强调导致了沃尔特·劳申布什的社会福

音，并且在晚些时候促使人们把基督教信仰应用在重新安排社会的任务

上。然而，在不止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里奇尔是德国神学的领导人

物，而且正是在他的追随者们身上，神学的历史学家们最严格地使用

了“自由主义神学家”这个名字。

历史的问题

19世纪贯穿在神学探究里的一个主题是历史。这有一部分是黑格尔

试图把历史放在现实事物的中心的结果，有一部分是那时人们的乐观主

义以及对进步的信心的反映，有一部分是历史领域里批判性的学术研究

的结果。在18世纪，自然神论者们以及其他的人已经对《圣经》的叙述

——尤其是有关神迹的叙述——的历史真实性提出疑问。赫尔曼·塞缪

尔·雷马路斯（Hermann Samuel Reimarus，1694～1767年）的作品《上

帝的理性的礼拜者的辩护》（Apology for the Rational Worshippers of
God）的一些部分在他逝世后发表，在德国引起很大震动。这促使圣经

学者们去接受《圣经》的批判性学术研究的挑战。这个事业里值得注意

的人是约翰·萨洛莫·塞姆勒（Johann Salomo Semler，1725～1791年），

他是哈利的神学教授，他在圣经研究里成了历史批判性方法的先驱者之

一，还有约翰·奥古斯特·欧内斯蒂（Johann August Ernesti，1707～1781



年），他的作品集中在语法和语文学上。也是在18世纪，戈特霍尔德·
伊弗雷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年）发表了《人

类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the Human Race），他在书中争辩说，历

史的整个过程是这样一个过程，人类在这个过程里正在奔向较高的和较

精确的宗教的理解，因此，这样一个时刻正在到来，其时，《圣经》的

传统教导以及信条将不再是必要的。这些教导和信条作为人类教育过程

里的一种措施曾经是很重要的。但是，这样一种措施不应当加以绝对

化。只有这种措施背后的原则——人们能够通过理性的手段逐渐接近这

种原则——才应当被绝对化。

19世纪采取了这些全都是指向历史的中心地位的不同趋向，并且以

不同的方式把这些趋向汇总在一起。我们已经看到，克尔凯郭尔在十九

个世纪之后提出了门徒的身份问题，施莱尔马赫强调了信仰团契的连续

性，黑格尔创立了有关历史的整套哲学。

在图宾根，F.C.鲍尔——我们已经提到他是黑格尔的追随者——设

法把黑格尔的方法应用在《新约圣经》的研究上。这个“图宾根学派”研
究了《新约圣经》里出现的不同的神学趋向，图宾根学派认为《新约圣

经》是早期神学观点的综合物。尤其是，图宾根学派强调“彼得神学”和
后来的“保罗神学”之间的反差。这种冲突的回声可以在《新约圣经》里

听到，虽然正典本身的形成是将把这些回声一起带进早期基督教里的那

个综合物的一部分。后来在美国，菲利普·沙夫（Philip Schaff，1819～
1893年）和“默瑟堡学派”（Mercersburg school）将把这些原则应用在教

会历史上，同时提出，罗马天主教体现了彼得的原则，新教体现了保罗

的原则，并且寻求一个新的综合物。

1835年，D.F.斯特劳斯发表了他的《耶稣的生平》（Life of
Jesus），他在其中争辩说，那些认为神迹和涉及超自然事物的叙述是确

确实实的人错了，而那些认为它们是杜撰的而干脆加以拒绝的人也错



了。《新约圣经》不仅仅是编年史；它是那些相信耶稣的人的信仰证

言。因此，《新约圣经》的记事不应当做事实的陈述来阅读。《新约圣

经》的记事事实上是“种种神话”。神话，就斯特劳斯使用这个词的意思

来说，并不是纯粹的谎言。与此相反，神话表达了最高等级的真理。因

此，关于《新约圣经》，重要的不是耶稣本人，也不是他的神迹，甚至

也不是他的教导，而是这些事物所指向的基本真理：上帝和人类的最终

结合。

这就是阿尔伯特·施韦策（Albert Schweitzer）于1906年在他的名著

《探索历史上的耶稣》（The Quest for the Historical Jesus）里所回顾的

漫长过程的来龙去脉。这本书原来的全名是“从雷马路斯到里德

（Wrede），耶稣生平研究的历史”。在这里施韦策指出，对耶稣的种种

看法，以及对他的生平进行研究的那种方式，在这个世纪的进程中演变

了。最初，争论集中在神迹和超自然事物的问题上。然后，人们试图发

现耶稣头脑的内部活动，并且把他当成是表现我们大家内在的英雄气概

的榜样而呈现出来。这种探索方法的最初例子是厄恩斯特·雷南（Ernst
Renan）的《耶稣生平》，这本书许多年来是受欢迎的畅销书，并且向

大多数受过教育的欧洲人提供了他们的耶稣形象。然后，鲍尔及其同事

们的作品对早先的作者们从《新约圣经》里拿出来作为他们的耶稣传记

依据的种种事实论据的可靠性提出疑问——尤其是对那些从“第四部福

音”里找出来的事实论据的可靠性提出疑问。最后，在1892年，约翰尼

斯·韦斯（Johannes Weiss）发表了《耶稣关于上帝国的讲道》（The
Preaching of Jesus on the Kingdom of God），他在文中表明，有关耶稣

的所有这些研究都未看到启示的成分，这种启示的成分对理解他的讲道

和他的生平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耶稣早期的“种种传记”把他变成了19世
纪的一种理想，忘记他的恰当的背景是他的犹太人的社会环境关于末世

的期望。“种种耶稣传”里的友好的、经过润饰的耶稣从来都没有存在

过；他只是他的传记作者们希望的投影。



施韦策本人深信，韦斯强调耶稣教导中关于末世的方面是正确的。

他也认为，需要重新发现的重要的东西，不是历史上的耶稣，而是他所

说的“耶稣的精神”。这样，他就用下面这段著名的话作为结束语，然后

他用在非洲舍己为人的生活来证明这些段落。

但真相是，对我们的时代来说是重要的，并且能够帮助我们的时代

的，不是历史上所知道的耶稣，而是灵性上和人们一起来的耶稣。征服

世界的，不是历史上的耶稣，而是从他那里发扬出来的并以人们的气概

去谋求新的影响和统治的那种精神。

使耶稣的生存里的持久和永恒的东西脱离它得以生成的历史形态，

并把它引入我们的世界作为现存的影响的工作，并没有交给历史去

做……他作为一个陌生者来到我们这里，没有名字，在湖边他来到那些

不认识他的人那里。他用同样的话对我们就：“来跟从我！”并且使我们

去从事他要为我们的时代完成的任务。他发布命令。在他们与他同在时

所经历的劳累、冲突和苦难里，他将向那些服从他的人——不管他们是

聪明或是愚蠢——展现他自己，而作为一个无法表达的神秘，他们将在

他们自己的经历里得知他是什么人。

从这段引语里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些试图从现代的角度来描写耶稣

的做法的失败，和巴特在几年之后响亮地宣布有一个谈到恩典和审判的

至高无上的“他者”之间有一种联系。同样明显的是，施莱尔马赫被证明

正确，而且试图把耶稣本人和耶稣的教导分离的做法，或者是试图超出

基督教团契的信仰的做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在比较晚近的时代，人

们对历史上的耶稣进行了新的探索。但是，虽然有较好的工具，这种新

的探索从前一个世纪里学到了谦卑。

当对历史的兴趣促使19世纪去进行这种探索的时候，这种兴趣也在

对基督教历史的大量研究中表现出来。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人物是阿道

夫·冯·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1851～1930年），他的《教条史》



（History of Dogma）是历史研究的不朽作品。哈纳克是里奇尔的热心

追随者，他称里奇尔为“最后一个教父”。因此，他认为，耶稣的教导可

以总结成三点：

第一，上帝的国以及这个国的到来。

第二，圣父上帝以及人的灵魂的无限价值。

第三，更高的义和爱的命令。

当把这种观点应用在基督教思想史上的时候，这整个历史就呈现为

一个扩大的希腊化过程，由此，注意力的焦点从耶稣的教导转移到耶稣

的位格。这促使哈纳克号召新教徒们摆脱这个过程的教条主义的、礼拜

仪式的和教会论的结论，回到耶稣原来的教导那里去。这也促使他去严

厉批评东正教的传统和罗马天主教的传统。

另一个有关的发展是“宗教历史学派”（Religionsgeschichtliche
Schule）。这个学派试图把基督教放在宗教的历史环境，尤其是放在基

督教在其中诞生的那些宗教的环境里。正是在这个学派里出现了关于早

期的灵智派神话和神秘的宗教对基督教的影响的最激进的理论。J.F.W.
布塞特的《Kyrios Christos（主基督）》于1913年出版。这本书是这个

学派的探讨方法的典型例子，因为在这里布塞特设法揭

示“Kyrios（主）”这个称号从其他的宗教传入基督教以及耶稣怎么被提

高到主的崇高地位的过程。

这个学派产生的最有影响的作家是厄恩斯特·特罗尔契（Ernst
Troeltsch，1865～1923年）。特罗尔契感兴趣的首先是宗教和文化之间

的关系，或者是宗教在整个生活里的地位。他反对马克思在这方面的理

解，并且坚持说，有一种影响社会的“先验的宗教感”（religious a
priori），而且这不仅仅是社会和经济的关心造成的。与此同时，他感



到，宗教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需要进一步研究，而且他着手在基督教

的环境里这样做。虽然他作为一个神学教授，但他认为，许多系统神学

的书，正是由于排除了文化的和历史的因素，所以即使被当做学术研究

也是宗教虔诚的。他认为，德国人在用他们的信仰来影响政治的和社会

的问题时所遇到的大部分困难，是在律法和福音之间作出严格区分的路

德主义的影响造成的，因此他成了加尔文、加尔文主义及其与当代社会

的关系的学者。他的最著名的著作是《基督教教会的社会教导》（The
Social Teaching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es）。在这里他按照不同的基督

教团体同周围社会的联系方式而把它们分为教会、教派和神秘团体——
这种分类在宗教的社会学家们中间被广泛使用。

社会福音和沃尔特·劳申布什

美国对基督教思想发展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社会福音。社会福音

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产生的。那时极端的资本主义大行其道，没有

什么法律可以约束它。正是在这个时候，这种形式的工业的和经济的发

展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已经被感觉出来，而且社会方面没有设法对这种新

的形势作出反应。这个新的国家是本着“为大家谋求自由和正义”的希望

而在一个多世纪以前诞生的，这个国家开始受到显然是经济的和社会的

非正义的结果的城市贫民窟的祸害。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各教会似

乎满足于继续进行号召一些个人去悔悟和皈依的工作，并且常常声称，

一些个人的皈依足以改造社会。

正是针对着对基督教工作的这种理解，社会福音运动提出了强有力

的抗议。虽然这种运动是在几年前开始的，但这种运动在沃尔特·劳申

布什（Walter Rauschenbusch，1861～1918年）的工作里，尤其是在他的

两本书《基督教和社会危机》（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Crisis）和

《社会福音的神学》（Theology for the Social Gospel）里得到最清楚的

和最有说服力的表达。劳申布什是德国一个浸礼派教授的儿子，这个事



实意味着，他在系统阐述福音的社会性的时候，能够从德国的自由主义

神学那里汲取材料。他在纽约市最糟糕的地区之一当了十一年牧师的这

一经历，使他能够深入洞察折磨着这个国家的种种弊端的性质。正是由

于他能够把他的经历和他的洞察结合在一起，才使他成了这个运动公认

的领导人。

部分是通过里奇尔的影响，劳申布什才意识到罪的涉及全体的性质

和《新约圣经》里上帝的国的重要性。把这些见识和分析社会的科学方

法的运用结合在一起，他得出结论，在纽约贫民窟里这样明显的问题，

不能光靠慈善事业或靠一个接着一个的个人的皈依来解决。为了要向人

的生活提供一个比较公正的环境，必须影响社会本身以及社会的法律和

制度。

社会的宗教也要求悔悟和信仰：对我们的种种社会罪行的悔悟；对

新的社会制度的可能性的信仰。只要一个人在我们目前的社会里只看到

几种不可避免的弊端，并且不承认目前的制度的组成里有根深蒂固的罪

恶和邪恶，那么，他就仍然处在道德上盲目和不相信有罪的状态中。那

些相信一种较好的社会制度的人常常被告知，他们不知道人心的有罪。

他们可以正当地反驳那种对福音派的人们的指责。

基督徒们被号召来攻击的，正是社会制度里的这种根深蒂固的罪

恶。这要通过宣讲福音来进行。但不是随着个人的得救和个人主义的道

德而结束的那种福音。耶稣基督的真正的福音号召所有的信徒为上帝的

国而工作，上帝的国是正义的国度。

对于这个国度，就像对于基督教信仰的其他许多方面一样，劳申布

什是从基本上是自由主义的角度加以理解的。虽然在他的神学里有许多

东西超出了自由主义，但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没有看到这个事实，因此

他的思想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自由主义的遮蔽。然而，在

比较晚近的时候，由于社会问题再一次成为基督教关心的事物，由于人



们从不同的角度来阅读他的作品，劳申布什被认为是20世纪的大部分神

学的先驱者，并且被认为是比早先人们设想的远为深刻的神学家。

新认信主义的发展

在对这些不同形式的神学——这些神学似乎对许多传统的假定提出

了挑战——作出反应的时候，以及在对敬虔主义的个人主义作出反应的

时候，人们在19世纪不同时期的各种各样的圈子里重新强调认信主义。

在德国，认信主义采取了新路德派运动的形式，这个运动的领导人关心

理性主义之侵入正统，敬虔主义之侵入对基督教和对教会的共同理解，

以及自由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概念之侵入社会结构。

在美国，新的认信主义是对一些类似的挑战的反应。这些挑战是：

理性主义——尤其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奋兴运动的个人主义，以及政

治自由主义和平均主义概念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这个国家的基

督教团体的多元化，这种反应采取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这两条道路

有时合并在一起。一条道路是某些传统——尤其是路德派传统、改革派

传统和英国国教传统中间的一种运动，以便加强他们的信仰特点和立

场，常常是通过加强同欧洲母国的联系来做到这一点。另一条道路

是“基要主义”运动，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1895年尼亚加拉瀑布城的一

次会议所宣布的五个“基本信仰”。这些基本信仰是《圣经》的绝对正

确，以及与耶稣有关的四点：他为童贞女所生，他的替代性的死亡，他

的肉体的复活，以及他的即将再临。虽然基要主义不是从新认信主义产

生出来的，而是从信仰奋兴的成分里得到它的大部分力量，但基要主义

有时也确实和认信主义联合起来，例如，当长老派教会的全体大会采纳

了一个稍加修订的“基要主义”版本时。

最后，关于牛津运动必须说几句话。这大部分是牛津和牛津周围一

群能干的和虔诚的学者们的一种努力，以便抵销英国教会里的自由主义



和福音派信仰的影响。虽然自由主义和福音派信仰在许多方面是对立

的，但它们在缺乏传统观念方面和强调个人权威超过社团权威方面是一

致的。牛津运动的成员也被称为“书册作者”（Tractarians）。他们认

为，新教在拒绝传统和强调个人判断方面走得太远了。然而，对他们来

说，这不仅仅是抽象神学的事情，而是具体信仰的事情。自由主义者和

福音派由于脱离传统而失去了基督教礼拜的大部分丰富内容。他们对

《圣经》的权威的强调，由于缺乏任何传统观念，而促使他们在无意之

中把个别解释者的权威放在《圣经》的权威之上。传统本身将被证明是

对这种情况的一种矫正措施，因为那时个别的基督徒将不会随便提出他

们自己特殊的解释。使教会的教父时期的传统复活的礼拜仪式，将是把

基督徒生活的共同性质重新恢复到恰当的位置上的手段。这也将由于英

国的教会和东方的教会之间增加接触而得到帮助。再者，教会有神委托

的目的和权威，因此国家不得干涉教会的事务。

这个运动在1833年显露出来，当时著名的学者和作家约翰·基布尔

（John Keble）在牛津讲道，反对议会削减英国国教在爱尔兰的主教职

位的数目。同一年，《时代的书册》（Tracts for the Times）开始面世。

这些短文是若干学者的出版物，他们试图表明，与“教皇制度和不信奉

国教者”（Popery and Dissent）相反，真正的天主教传统对英国教会的

价值。第一篇短文和最后一篇短文——第九十篇短文——是约翰·亨利·
纽曼（John Henry Newman）写的，他不久之后就成了这个运动的最知

名的领导人。随着岁月的推移，很明显，这些《短文》变得越来越偏袒

罗马天主教。

其中最后一篇于1841年发表，向罗马作出了这样的让步，以致牛津

的主教下命令结束这个短文系列。四年之后，纽曼宣布自己为罗马天主

教徒，并且终于当了红衣主教。其他的人遵循同一条道路，从而增加了

这个运动的反对者们的疑心。



然而，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的绝大多数成员留在英国的

教会里面，并且在那里有很大的影响。由于他们的缘故，礼拜仪式大大

地复兴了，修道士的团体恢复了，和一般教会的传统更为密切相关的一

种形式的虔诚复苏了。最后，他们的影响超出了英国国教教派的范围，

并且可以在其他几个新教团体里被感觉出来。这个运动的影响也可以从

英国的教会终于对全基督教的事业作出的贡献里看出来。至于纽曼，我

们讨论罗马天主教神学时将再一次提到他。

上述文章只是简短地回顾了19世纪新教里面的一些主要的神学家和

运动。在随后两章里，当我们评述同一个时期里的罗马天主教神学和东

正教神学时，那个时期的新教神学的生动性和独创性将变得越来越引人

注目。当基督教教会的其他两个主要分支正在千方百计地使传统的正统

化免于受到现代的污染的时候，若干新教神学家却寻找方法把神学和新

思潮联系起来。想要创建综合的神学体系的愿望，是这个时期的最显著

的特点之一。这种愿望促使人们彻底地重新系统阐述基督教信仰。新教

神学家们试图不但考虑抽象的哲学和逻辑，而且也考虑当时的社会的、

政治的和经济的条件。教会直接的政治影响由于世俗国家的成长而正在

减少，但新教的影响由于更多地卷入世界事务而正在增加。

因此，虽然19世纪常常受到后来的神学家们的严厉批评，虽然19世
纪里的很多东西不能用来作为我们的时代的指南，但19世纪连同16世纪

仍然是新教神学的两个伟大的时代。



第十四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罗马天主教神学

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罗马天主教教会在16世纪经历了一个紧张的

神学活动和深刻的宗教改革的时期。罗马天主教教会在这个时期之后

——至少在理论上成了高度集中的团体，因为经过一些犹豫之后，罗马

在宗教改革运动中承担了领导地位。这种集中恰恰是在欧洲各新兴国家

——常常是在独裁君主的统治之下——强调它们自己的自治权的时代发

生的。这样的统治者们不会善意地看待他们自己的领土里存在着这样一

个教会，它似乎是忠诚于另一个君主。因此，他们鼓励天主教教会里的

这样一些人，这些人由于不同的原因而感到，教皇的权力应当受到约

束。作为结果，17到19世纪主要的神学争论点之一是，教皇权威的确切

的性质和范围。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高卢主义（Gallicanism）、

费布罗尼厄斯主义（Febronianism）和约瑟夫主义（Josephism）试图限

制这种权威，而越山主义（ultramontanism）则持相反的态度。就某种

意义来说，第一次梵蒂冈宗教会议是这个争论的结果，而胜利归于越山

主义者的阵营。

这个时期神学家们的头脑所关心的第二件事情是，教会应当以什么

方式向世界的种种新趋向作出反应。这个问题在这样一点上变得最为尖

锐，这一点就是新的科学、哲学以及政治概念似乎对天主教的正统信仰

构成了威胁。在这一方面，这个时期的罗马教会的历史是一系列几乎不

间断的努力，试图肯定与新观点相对的传统观点的价值——这个趋势的

发展终于导致了1907年对现代主义的谴责。另一方面，在基督教和社会

正义的事务上，罗马教会在利奥十三世的领导下确实也采取了积极的态

度。

前面两个段落将用做这一章的提纲。首先我们将讨论教皇权威的问

题，直到这个问题在第一次梵蒂冈宗教会议里的最后结果。然后，我们



将转向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把它们列为涉及到了教会和现代世界之间关

系的问题。

然而，在我们转向其中的第一个问题之前，关于詹森主义

（Jansenism）必须作些说明。在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个阶段的早期，这个

问题仍然十分突出。由于我们已经讨论了詹森主义的发展和最后结果，

我们现在将不再讨论它。但是，我请读者们注意到17和18世纪詹森主义

作为罗马天主教整个图景的一部分的重要性。

教皇权威的问题

当新教正在攻击教皇权威的时候，罗马天主教教会内部有许多人也

对这种权威表示怀疑，并且试图给这种权威规定限度。15世纪的教会公

会议至上（conciliar）的观点从来都没有完全消逝——尤其是在法国。

在那里，有一个时期，巴黎神学院继续教导这些观点。对英国、苏格

兰、德国和荷兰的新教改革作出贡献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存在于西班

牙、葡萄牙和法国这样的天主教国家里。天主教的统治者们由于教会权

威越来越集中在罗马而感到不安。许多高级教士也有这种不安，因为随

着教皇权力和权威的增大，他们的权力和权威是一定要减少的。在这种

观点上，他们得到了历史研究的支持。历史研究表明，在早期，教会并

不像罗马这时所声称的那样集权。

虽然这种对教会过分集权的反对，在天主教的欧洲各地相当普遍，

但是这种反对在法国最为强烈，因此终于被称为高卢主义。那些反对高

卢派而捍卫教皇权威的人，被称为“越山派”（ultramontanes）——因为

他们望着阿尔卑斯山的“山那边”去寻找教会权威的根源。

法国有充分的历史原因来变成反对罗马权力的中心。天主教廷居留

在阿维农期间，曾向法国君王作出若干让步——这些让步历代国王急于

保留。公会议至上运动的许多最能干的领导人是法国人，在法国国土上



许多人仍然持有他们的想法。1516年，由于一些复杂的政治原因，利奥

十世和法兰西斯一世签署了一个契约，使国王及其后继者们对他们领地

内的教会拥有很大的权力。因此，当法国人提到“高卢的自由权”的时

候，他们说的不是未来的目标，而是这时似乎受到威胁的传统做法。

在法国人对特伦特宗教会议作出反应的那种态度里可以看到所有这

些因素在起作用。当特伦特宗教会议正在筹备的时候，甚至当该宗教会

议正在举行的时候，许多人在法国反对进行该宗教会议的那种方式。对

他们来说，特伦特宗教会议只不过是意大利的宗教会议。作为结果，在

法国领土上颁布该宗教会议的法令的问题，变成了高卢派和越山派之间

斗争的早期阶段里的中心争论点。

法国反对颁布特伦特宗教会议法令，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那些仍然

坚持教会公会议想法的人认为，这个特殊的宗教会议向教皇的权威作出

了太多的让步。神职人员中间许多最热心提倡宗教改革的人相信，他们

的目标在君主的支持下可以最好地实现，而且罗马通过它的特伦特会议

的干预以及最后通过教皇的教令的干预，将妨碍他们得到他们心目中的

宗教改革所需要的政治支持。国王们及其最密切的支持者们担心，颁布

特伦特宗教会议的种种决定，将等于宣布罗马高于王室——至少是在教

会事务方面。但是，最坚定的反对来自议会，议会是由年长的贵族们的

多数派控制的，这些贵族们绝对不会同意在法国国土上颁布外国的法

律。

1580年，亨利三世按照那些希望看到他带头进行教会改革的人的劝

告，在布罗伊（Blois）发表了有关教会纪律的六十六条条例。这些条例

大都是取自特伦特宗教会议的教令。但是，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认为，

这是民事当局擅自篡夺权力。按照他及其支持者们的说法，这个国王应

当做的事情，不是给教会的改革下命令，而只是签署特伦特宗教会议的

诸决定。随后发生的辩论无助于加强罗马在法国的地位。



当亨利三世被暗杀，王位空缺，继承人未定的时候，教皇通过宣布

谁有资格和谁没有资格当君王而试图进行干涉。这引起了许多人的愤

怒，并且进一步加强了高卢派的地位。当那瓦尔的前新教徒亨利变成了

亨利四世的时候，他已经处在开除教籍的禁令之下，这是罗马把他当做

堕落的异端教徒而加在他身上的。因此，严格根据法律意义，只有教皇

才能恢复他同教会的交往。这使法国教会处于困难的地位，因为法国教

会要么就得接受一个异端教徒作为国王，要么就得祈求罗马教廷撤销开

除教籍的禁令——因而同意教皇在这类事务上的管辖权。法国的神职人

员们所做的事情是，干脆根据他们自己的权威而恢复国王同教会的交

往，而不同罗马教廷磋商。罗马由于这个行动而谴责法国的神职人员们

和国王，并且施加了这样大的压力，以致两年之后，亨利四世不得不祈

求教皇宽恕他，并且象征性地屈从罗马教廷的纪律。作为他恢复同罗马

交往的交换条件，国王同意签署和颁布特伦特宗教会议的教令。他一再

试图这样做，但是法国议会的坚决反对从来都不允许他这样做。当亨利

在1610年被狂热者弗兰索瓦·拉瓦叶克（Fronçois Ravaillac）暗杀的时候

——拉瓦叶克的动机和越山派赞成诛戮暴君的种种论点有关——高卢派

作出了强烈的反应。结果是，特伦特宗教会议在法国仍然没有被认为是

有约束力的。

1615年，法国的大多数神职人员——他们到了这时普遍相信，需要

使特伦特宗教会议在法国成为有约束力的——采取了重大的步骤。他们

决定，由于王室和议会都不准备颁布该宗教会议的法令，由于总的说来

这些法令涉及到灵性事务而不是世俗事务，所以他们作为王国里基督徒

们的灵性指导者，将干脆干下去和自行宣布，今后特伦特会议的教令将

是有效的和对一切基督徒有约束力的。虽然这意味着，特伦特会议的权

威的问题这时解决了——不是没受到民事当局的反对——但这也意味

着，这个解决方法是来自法国的神职人员的。因此，在1615年采取的步

骤是含糊不清的。这个步骤的大多数支持者是试图提高教皇在法国的权

威的越山派，但这样做需要“高卢教会”的一个法令，这一事实终于被用



做有利于高卢主义的一个先例。

在高卢主义的这个早期阶段，有四个人作为反对罗马权力的最初领

导人而引人注目：盖伊·科奎尔，皮埃尔·皮图，埃德蒙·里谢尔，以及让

·杜维吉埃·德·奥兰——他以圣西兰这个名字而更为人所知。

盖伊·科奎尔（Guy Coquille，1525～1603年）发表了《关于法国教

会的自由权的论文》（Treatise on the Liberties of the Church of France）
和《关于法国教会的自由权的讲话》（Discourse on the Liberties of the
Church of France）。他是一个贵族、人文主义者和律师，他把他的论点

建立在贵族对教会的理解上。主教们是确实有权威的人，教皇的首席地

位，只是荣誉方面的，而不是权威方面的。因此，教皇没有废黜国王的

权威。但是，国王确实有统治神职人员的权威，尤其是在财政和司法事

务方面。

皮埃尔·皮图（Pierre Pithou，1539～1596年）撰写了《高卢教会的

自由权》（The Liberties of the Gallican），这篇论文在这场争论期间印

刷了五次。他的作品比科奎尔的作品更面向历史，而且他更加准确地运

用了法理学——因为他也是律师。他的论点只是，教皇在“最真正的基

督教国王”的领土上没有世俗的权威，而且教皇的灵性上的权威受到了

古代宗教会议的教规的严格限制。“高卢的自由权”是八十三种——大都

涉及到法国主教们和宗教会议的权威以及国王的教会方面的权威。皮图

也是布罗伊条例的幕后策划者之一，并且是法国神职人员决定不同教皇

磋商就宽恕亨利四世的幕后策划者之一。

埃德蒙·里谢尔（Edmond Richer，1559～1631年）改变了高卢主义

的调子。科奎尔和皮图是律师，因此主要是从司法的角度来讨论这件事

情。另一方面，里谢尔是来自巴黎神学院的博士，并且是神学系的理

事。因此，科奎尔和皮图的高卢主义主要是政治方面的，而里谢尔的高

卢主义则显然是神学方面的。他的非常简短的书——三十页——《论教



会的和政治的权力》（On Ecclesiastical and Political Power，1611年），

变成了整个争论期间的最有影响的作品。在某些方面，这本书彻底否认

像贝拉明所阐述的那样的罗马至高无上的传统论点。里谢尔拒绝这样的

概念，即教会是一个等级制度的实体。他引用公会议至上论者的早期论

点声称，教会唯一的首脑是基督，他把他的权威委托给了全体信徒。这

些信徒反过来又把他们的权威委托给了神职人员和主教们。神职人员各

自在自己的教区里被给予了圣职的权威，在这里谢尔被指责接近于长老

制。主教们被给予了管辖的权威，他们每个人在自己的主教管区里行使

这种权威。主教们在宗教会议里联合在一起，是教会内部最高权威的中

心。那么，教皇是宗教会议的教长，执行宗教会议的政策和命令，并且

定期向宗教会议汇报。

里谢尔的主要对手是安德烈·杜瓦尔（André Duval，1564～1638
年），他赞成可以在贝拉明那里找到的那种等级制的对教会的理解，也

赞成颁布特伦特宗教会议的教令。然而，具有意义的是，尽管他的态度

大体上是保守的，但他仍然捍卫“高卢的自由权”——虽然不是作为法国

教会自身固有的权利，而是作为他希望罗马教廷遵从高卢教会的古老习

惯而给予的特权。

圣西兰（Saint-Cyran，1581～1643年）是詹森的朋友，而且是詹森

主义借以在法国牢牢站住脚的工具之一。然而，他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探

讨高卢问题的。一些修道士的团体，尤其是耶稣会会士们，被看成是罗

马教廷在不同国家里的军队。由于耶稣会会士和罗马的直接关系，他们

不但受到世俗的王子们的斜眼看待，而且也受到若干高级教士的斜眼看

待。圣西兰在耶稣会会士们和统治集团之间因为管辖在英国的工作而引

起辩论时提出了这个问题。在以彼得勒斯·奥里利厄斯（Peteris
Aurelius）的名字发表的一篇论文里，圣西兰反对教皇和正规的神职人

员而捍卫主教团的权威。主教们直接从上天接受他们的权威，而且一切

权力都属于他们。他们和教区的神职人员分享这种权力，神职人员的权



威反映出主教们的权威。在这个意思上，可以说神职人员是“较小的高

级教士”。这种权威来自他们的被任命，而不是来自他们的誓言。不同

团体的誓言和规则只是人所设立的制度，并不增添神职人员的权威。因

此，教会里的权威的地位在于主教团及其神职人员，而不在于罗马的主

教或声称从他那里得到委任的团体。

高卢理论的下一步发展，是在皮埃尔·德·马卡（Pierre de Marca）的

作品里完成的。在里奇利厄统治期间，马卡是图卢兹的大主教。里奇利

厄政策的准确目标是不确定的。但无论如何，在他同乌尔班八世的猫捉

耗子的游戏中，有一个与此同时向教皇提供某种重新和好的希望的高卢

声明，对他是有好处的。这个声明是皮埃尔·德·马卡（1594～1662年）

在他的论文《论全体教士和帝国之间的和谐》（On the Concord between
the Priesthood and the Empire）里提供的，这个论文是奉国王的命令也就

是奉里奇利厄的命令写的。他的理论的细节在这里是不重要的。概括地

说，他赞成教皇的最高权力，拒绝公会议至上论者的旧观点，同时也坚

持国王的最高的权威，并且坚持君主有义务维持法国教会的特殊的教规

——这些教规教皇没有权力取消。这样，在德·马卡的作品里我们看到

了一个例子，说明什么东西将永远是高卢主义遇到的最糟糕的诱惑之

一：屈从于国家的支配，并且把它对国家教会自治权的捍卫变成一种手

段，使教会成为国家政策的工具。

里奇利厄死后，正当法国在路易十四统治下达到权力顶点的时候，

这场争论变得更加尖锐。教皇是否有权取消高卢教会的特殊教规这一问

题，促使一些越山派用比以往更加断然的措辞肯定教皇不会犯错误。在

对此作出反应时，当局干脆试图用武力压制这类观点，因为这些观点反

对路易十四的政策。虽然教皇权威的问题仍然在辩论之中，但压制的政

策对建设性的对话是没有益处的。这个时期最有意义的神学文件——之

所以有意义，不是因为有创见，这个文件缺乏创见，而是因为它后来的

重要性——是1663年巴黎神学院发表的《六条教规》（Six Articles）。



这些教规断言，在世俗事务方面，国王完全独立于教皇，而且按照古代

的高卢教规，教皇没有权力废除法国主教。比较含糊的是，这些教规进

而宣布，巴黎神学院的教职员并不肯定教皇凌驾于宗教会议之上，并且

不相信教皇的不会犯错误应当被大家当成是一个教条。在这些陈述的非

常胆怯的和含糊的性质里，人们可以看出，巴黎神学院的神学家们认

为，国家的权力太大了，以致不能冒得罪国家的风险。这样，捍卫“高
卢自由权”就造成了教会对国家的相对自由权的大大丧失。到了1682
年，很明显，路易十四正在利用高卢主义作为一种手段，使教会从属他

的旨意，尤其是在财政和用人的事务方面。在那时，由国王召开了一个

破例的神职人员大会，满足了国王的愿望，然后又根据高卢的理论说明

大会的行动是合理的。其结果是1682年的《四条教规》，是由著名的宫

廷牧师雅克·博休特（Jaques Bossuet）撰写的。这些教规肯定了国王的

世俗权力，通过断言教皇必须按照古老的高卢自由权行事而限制了教皇

的权威，并且宣布，虽然教皇在信仰的事务方面是教会的首脑，但他的

判断并不是没有被纠正余地的——换句话说，否认了教皇的不会犯错

误，至少是就其最广的范围来说。教皇拒绝接受这些决定，宗教法庭谴

责这些决定，若干神学家从其他地区写论文反驳这些决定。法国那些在

这件事情上追随罗马的人，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可是，甚至在法国本

土，对这种新牌号的高卢主义——这种高卢主义是一种变相的国王高于

教皇主义（caesaropapism），也总是有反对的潜流，虽然这种反对大都

没有采取越山主义的形式。

因此，18世纪标志着高卢主义的最高点。然而，到了那时，变得很

明显，至少有两种高卢主义。一种是主教们和一些神职人员真正试图捍

卫国家教会的权威和自治权。另一种是国王及其宫廷希望扩大他们对教

会的权力。正像一些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这两种高卢主

义在性质方面基本上都不是民主的。无论如何，那些希望教会进行真正

改革的人越来越相信，这种改革不能由王室来促成，这种信念是导致高

卢主义终于衰亡的主要因素之一。另一个因素就是法国大革命。



但是，在我们转向法国大革命对教皇权威问题的影响之前，必须先

说说两个和高卢主义密切相关的运动：费布罗尼厄斯主义和约瑟夫主

义。费布罗尼厄斯主义的名字来自贾斯廷·费布罗尼厄斯（Justin Febro-
nius），他的真名是约翰·尼古拉·冯·杭泰姆（Johann Nikolaus von Hon-
theim，1701～1790年）。费布罗尼厄斯在1763年发表了一篇关于罗马

教皇合法权威的论文，这篇论文说，君主们并不从属于教皇，教皇的权

威直接来自整个教会。这意味着，教皇从属于整个教会，整个教会可以

在宗教会议的集会上审判他和废黜他。再者，他并不高于其他的主教，

而且他在不属他自己的主教管区里没有直接的权威。他在这方面所拥有

的权威，只是作为教规的捍卫者和整个教会的命令的执行人才得到的。

不难看出，费布罗尼厄斯主义只不过是德国方面的高卢主义。像在法国

一样，在这里君主们也把这种教义看成是他们的政策的有价值的工具。

这样，当神圣罗马皇帝约瑟夫二世决定在帝国内部应用费布罗尼厄斯主

义的理论时，费布罗尼厄斯主义就导致了约瑟夫主义。这同一系列反对

一些宗教团体的措施结合在一起，约瑟夫不无理由地把这些宗教团体看

成是教皇在他的领地上的军队。当约瑟夫的兄弟利奥波德（Leopold）
在他的塔斯卡尼领地上应用同一些原则的时候，约瑟夫主义似乎扩大

了。但事实上，在约瑟夫于1790年去世之后，约瑟夫主义几乎随即就消

失不见了。费布罗尼厄斯主义在1764年受到宗教法庭的谴责，约瑟夫主

义在1794年受到庇护六世（Pius VI）的谴责。

宣告高卢主义以及费布罗尼厄斯主义和约瑟夫主义的终结的，是法

国大革命。波旁王朝被推翻，大革命血流成河，以及19世纪教会和国家

分离的总的趋势，都导致了高卢主义的衰亡。正像18世纪目睹了高卢主

义的顶点那样，19世纪也看到了这样一个迅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越

山主义占了上风。这个过程是随着约瑟夫·德·梅斯特（Joseph de
Maistre）和F.R.德·拉门奈（F.R.de Lamennais）的作品而开始的，并且

终于导致了第一次梵蒂冈宗教会议，该宗教会议宣称，教皇无讹论。



约瑟夫·马利·德·梅斯特伯爵（1753～1821年）体现了法国贵族对大

革命的反应。他把秩序看成是社会里的最高价值，而且他相信，这种秩

序是由上帝以固定的方式一劳永逸地建立起来的。由于现实事物既是物

质的也是精神的，上帝规定了两种不同的等级制度来统治世界。这两种

等级制度都是君主政体的，因为国王处于世俗权力的首位，而教皇是精

神事务方面的最后权威。国王和教皇都是用神权进行统治的。然而，由

于在事务的次序里精神事务总是高于物质事务，因此教皇有凌驾于国王

之上的最后权威。他能够训斥和废黜国王，因为他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

代表，而且他除了上帝之外不对其他的人负责。如果国王似乎办事公

正，那么，他的臣民们没有权力反对或废黜他。他们所能做的只是诉诸

更高的法庭，即教皇。抵制教皇是不合法的，而且没有比他更高的上诉

法庭。

费利西特·罗伯特·德·拉门奈（Félicité Robert de Lamennais，1782～
1854年）具有19世纪最有趣的神学经历之一。他的第一个重要的作品针

对着拿破仑控制教会的计划。他后来成了法国保皇党的支持者，虽然他

在这一点上的兴趣，不是王权本身的制度，而是这种制度将对真正的和

有秩序的宗教作出的贡献。他把权威看成是这样一种推动力，没有它秩

序和信仰都不能继续存在，因此，他把新教和高卢主义同宗教上的漠不

关心联系起来，并且同无神论联系起来。他也因为笛卡儿主义相信个人

的思维而攻击笛卡儿主义。高卢主义对他来说是“这样一个体系，它指

的是在做异教徒的情况下，尽可能少地去相信，以便在不做叛乱的情况

下，尽可能少地去服从”。在早年，他认为，天主教和民主主义之间不

可能有联盟，因为天主教和民主主义信奉相反的原则，而且从长远来

看，民主主义对社会本身是起破坏作用的。再者，教皇必须被宣布为不

会犯错误的，而且一切权力必须归属于他，因为没有他，基督教的信仰

就会崩溃，而且没有这种信仰，社会就不能继续存在。可能有的最好的

制度是由教皇担任其首领的神权政制。



但另一方面，拉门奈把这些教义推演到更远的地步。反对教皇的权

力的，恰恰是公认的民事当局。那么，为什么不拆散王室和教廷之间的

传统联盟，而加入政治自由主义的势力呢？他早些时候说，臣民们不应

当服从不按基督教原则办事的统治者。这时他又补充说，基督徒们遵循

的最好的政策是，以教皇为他们的领袖，着手进行十字军运动，争取政

治自由。归根到底，基督教必须保证政治自由，而保证这种自由的，恰

恰是教皇的权力和权威。在他的事业的早期阶段，他得到了利奥十二世

的支持，利奥十二世大概打算让他当红衣主教。这时他动身去罗马，设

法使格列高利十六世支持他的观点和他的十字军运动。但是，与此相

反，教皇在教皇通谕Mirari vos（1832年）里谴责了他的教义。在这里格

列高利里说，这类想法煽动叛乱，而且拉门奈提倡的出版自由和教会的

准则相抵触。拉门奈接受了这种谴责，并且引退到他在拉切斯奈的庄

园，他在那里写出了《一个信徒的话》（Words of a Believer），向教皇

作出答复。当他的见解再一次被教皇通谕Singulari nos（1834年）谴责

时，他的许多朋友屈服于教皇，但拉门奈离开了教会。

在这之后，拉门奈把他的精力集中在政治领域里，他在1848年的大

革命里终于成了议会的成员。在神学领域，他放弃了正统信仰，否认超

自然的事物，并且倾向于泛神论。由于他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他可以被

说成是现代的政治思想以及现代主义的先驱——我们在这一章后面将讨

论现代主义。

虽然拉门奈受到了教皇的谴责，但他所被拒绝的观点正表明了在天

主教教会里越山主义终于获得胜利。诚然，只要传统的制度站住了脚，

只要教会和国家有密切的联系，民事政权就会千方百计地设法控制其领

地内的教会。这在高卢运动中变得很明显，尤其是在高卢运动的后期阶

段。但是，教会一旦开始失去它在各国的政治权力，统治者方面对教会

集权的反对就会减少。因此，19世纪期间两种似乎是相反的但实际上是

互补的事态发展正在发生：在教皇正在增加他对整个天主教教会的权威



的同时，这个教会的实际权力正在减少。

教皇权威的事态发展里的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是庇护九世的训令

Ineffabilis Deus（1854年）。几个世纪以来，圣母马利亚无原罪成胎的

问题，一直在天主教的神学家们中间进行辩论。问题不是马利亚是否没

有罪而怀耶稣——这在很早以前就由一致意见决定了——而是马利亚本

人是否被保护而没有受到原罪的任何玷污，甚至在她怀胎的那个时刻。

一些早期的神学家——其中有安瑟伦——反对在这方面不断提升圣母马

利亚的地位的倾向，并且说，她是在罪中受孕和被生出的。托马斯·阿
奎那以及他之后的多米尼克会会士们认为，圣母马利亚是在原罪里被怀

的，但在她出生之前被圣洁化了。和他们相反，法兰西斯会会士们坚持

无原罪成胎。到了15世纪末，这场辩论变得这样剧烈，以致西克塔斯四

世（Six-tus IV）不得不进行干涉，在这样一件教会没有作出教义宣告的

事情上，禁止任何人指责其他人有左道邪说。耶稣会会士们在马利亚的

无原罪成胎方面和法兰西斯会会士们一致，而且通过这两个强有力的团

体的影响，这个理论在保守的天主教徒中间得到发展。当庇护九世成为

教皇的时候，事态就是如此。关于教皇无讹的理论，有一个类似的但比

较新近的过程正在发生。和高卢主义相冲突，许多越山派断言，教皇是

不会犯错误的。有些人超越了在教义问题上的教皇无派论，甚至声称教

皇在伦理学和政治学问题上也不会犯错误。庇护九世这时决定，颁布有

关无原罪成胎的教义，将是一个良好的时机，他可以借以肯定他在教义

问题上的权威。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因为有关马利亚是否没有原罪就

成胎的问题，不大可能引起政治统治者方面很大的兴趣。政治统治者通

常对于任何试图加强教皇权威的做法都投以怀疑的目光。因此，教皇训

令Ineffabilis在没有大争辩的情况下被普遍接受了。在这里庇护断

言，“通过无所不能的上帝的独一无二的恩典和特免，”马利亚受到保护

而免受原罪的玷污，而且这个教义是上帝揭示的，因此所有的人都必须

相信。然而，这个声明的意义远远超出了马利亚学的问题。这时，在教

会历史上第一次，一个教皇根据他自己的权威而给教义下了规定。对这



个声明，没有什么人反对，也没有什么消极的反应，这个事实促使越山

派相信，在教义上正式宣布教皇不会犯错误的时机正在到来。这将是第

一次梵蒂冈宗教会议的主要议题。

第一次梵蒂冈宗教会议是教皇庇护九世在1868年正式召开的，而且

在翌年无原罪受胎节（Feast of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12月8日）开

始它的会议。梵蒂冈宗教会议在1870年末暂停，因为当时普鲁士和法国

之间的战争使得会议不能继续进行。虽然该宗教会议涉及很多问题，但

最为重要的是教皇无派论。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分歧，虽然大多数人赞

成宣布教皇无派论为教会的教条。一些赞成这个定义的人希望看到，对

教皇无派论不加上任何限制，而且这一派里的极端主义者甚至断

言，“当教皇沉思默想的时候，是上帝在他里面思索（quando egli
medita，è Dio che pensa in lui）”。其他的人——多数派认为，教皇的不

会犯错误应当被宣布为教会的信条，但应当以这样一种方式做这件事

情，以致一些教皇曾经陷入异端——主要是利伯里乌和霍诺里厄斯的这

一事实，将不会阻碍人们去接受该宗教会议的定义。从天主教徒居于少

数派的地方——尤其是东欧来的很多主教们赞成这个教义本身，但认为

颁布这个教义的时机尚未成熟。有一些人——诸如巴尔的摩的主教提出

这样一个教义上的定义，在这个定义里不使用“不会犯错误”这个词儿。

由维也纳和布拉格的大主教们率领的少数派，干脆完全反对这个教义。

由于反对这个教义本身的人很少，由于该宗教会议在终止辩论方面采取

了严格的规章，因此不久之后就很明显，该宗教会议将会颁布教皇的不

会犯错误。这是在1870年7月18日作出的，五百二十二人投票赞成，两

人反对，一百多人弃权。这个定义的一部分说：

因此，忠实地坚持从基督教信仰之初得来的传统，坚持我们的拯救

者上帝的荣誉，坚持天主教的崇高地位，并且坚持基督教各国的得救，

我们教导和明确，这是一个天启的教条：当罗马教皇执行他作为一切基

督徒的牧者和长者的职务的时候，当他凭借他的最高的使徒传统的权威



而给一个由普世的教会信奉的信仰或道德的教义下定义的时候，在蒙福

的彼得里应许给他的神的帮助，给予了他这样一种不会犯错误，我们的

神的救赎者愿意，教会在给信仰或道德的教义下定义的时候，被赋予这

种不会犯错误；因此，有关罗马教皇的这类定义，是不能自行更改的，

而且不是基于教会的同意的。

这样，那些希望看到这个教义被宣布的人获得了胜利。虽然这个定

义本身明确了这样一点，即教皇不是永远不会犯错误——这就使得有可

能解释利伯里乌和霍诺里厄斯的事例——但这个定义使他在信仰和道德

的问题上有最后的权威。在同一个教会的另一个部分里，人们断言，教

皇对整个教会有直接的管辖权，不但在信仰和道德事务方面是如此，而

且在纪律和行政事务方面也是如此。公会议至上论运动终于衰亡，而给

这个运动致命打击的，恰恰是一次宗教会议。

这个新的教义没有遇到什么抵制就被接受了。领导反对派的巴伐利

亚的教会历史学家约翰·约瑟夫·I.多林格（John Joseph I.Döllinger）拒绝

接受这个定义，并且被开除教籍。荷兰、德国和奥地利的一些人，离开

了罗马天主教教会，采用了“老天主教徒”（Old Catholics）这个名称，

并且形成了一些小的国家教会。俄国东正教和希腊东正教以及许多新教

徒，干脆把这个教义当成是罗马异端的进一步的证据。但是，在罗马天

主教徒们本身中间没有什么骚动。

这样，高卢主义及其类似的运动终于结束了。可是，这是教廷的毫

无意义的胜利，因为有关教皇不会犯错误的教义遇到这样少的抵制的主

要原因是，教会在世界上失去了大部分的影响。这次宣布之后两个月，

教皇把罗马城交给了意大利王国。教皇是否被宣布为不会犯错误，这时

在传统的天主教各国的许多人看来，大体上是不相干的事务。这有一部

分是由于罗马天主教对现代世界的挑战作出反应的那种方式。



教会和现代世界

虽然最清楚地提出教会和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是具有新的哲学

和政治观点的19世纪，但这个问题在早些时候在两场争论里已经出现，

这两场争论很少受到人们的注意，但却可以说明罗马天主教教会不得不

处理的一些棘手的问题。这两场争论涉及到法国的寂静教

（Quietism），并且涉及到耶稣会在中国和印度的传教活动。

寂静教是17世纪在法国发展起来的神秘主义的一种形式。寂静教起

源于早些世纪在西班牙出现的神秘的虔诚的半异教的形式，而且这部分

是受到了穆斯林神秘主义的影响。总之，西班牙人米格尔·德·莫利诺斯

（Miguel de Molinos）把寂静教介绍到法国，他的门徒之一，让-玛丽·
德·盖恩（Jeanne-Marie de Guyon）夫人，不久之后就把寂静教推广了。

这种形式的神秘主义的主要信条是，基督徒要达到完美无缺在于不断默

祷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信徒变得对一切不是上帝的东西都漠不关心。

在这种状态中，一个人不关心得救，一个人不需要施舍的善行，而且整

个世界都被忘却。德·盖恩夫人把她的灵性上的顾问弗兰索尼·费内伦

（François Fénelon）争取到这种形式的神秘主义上来。费内伦是法国最

杰出的教会领导人之一，并且不久之后就成了坎布雷（Cambrai）的大

主教。当布塞特——我们在谈到高卢主义时已经提到他——攻击寂静教

时，费内伦起来为寂静教辩护，这样，这个国家里的两个最受尊敬的高

级教士就卷进了激烈的争论。当罗马在1699年谴责费内伦的时候，这件

事情就了结了。但是，寂静教的影响在法国持续下去。总之，这场争论

的重要性是，它表明，天主教教会没有准备好接受那些提倡对世界完全

不关心的人的理论。

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引起的争论根源于利马窦（Matteo Ricci）
所采取的政策。1601年利马窦在克服了极大的困难之后在北京建立了一

个天主教传教团。他是通过对中国文化表示极大的赞赏并因此而得到皇



帝的信任，才做到这一点的。虽然利马窦本人在这件事情上犹豫不决，

但他的后继者们感到，中国人所实行的大多数的儒教礼仪，在性质上是

民俗的和有教养的，因此基督教的皈依者们可以继续参加这些礼仪，而

不陷入偶像崇拜和迷信。后来到达的多米尼克会会士们和法兰西斯会会

士们并不理解传教团借以在中国呆下去的那种不稳定的平衡力量，并且

对耶稣会的让步困惑不解和大为反感。1645年，一个多米尼克会会士从

罗马那里得到一个反对中国礼仪的决定。耶稣会会士们让中国的皇帝作

出一个庄严的声明说，所涉及的礼仪不是宗教的，但却是民俗的，而且

这个声明在中国各地被宣布。结果，中国皇帝由于罗马的某个“野蛮

人”坚持和他作对而感到亲身受辱。最后的结局只是到了1742年才发

生，那时中国的礼仪受到天主教教会的正式谴责。所有这些的最后结果

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传教团几乎完全消失了。虽然是在一个多少有些不

寻常的环境里，但在这里我们看到，关于教会应当以什么态度和在什么

程度上使自己适应不同的文化，罗马天主教教会内部是存在着各种各样

的见解的。

然而，尖锐而紧迫地提出这个问题的，正是19世纪。我们在前几章

里讨论的科学和哲学的新发展，对天主教教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越来

越增长的理性主义向传统上对超自然事物的看法和对启示的看法提出了

挑战。历史的研究对《圣经》的可靠性表示怀疑，并且对这时正在露出

阴暗面的传统的权威表示疑惑。在正统信仰妨碍科学进步时期的那些不

幸的岁月——诸如伽利略的案子，经常被人们指出来。但是，首先，教

会感到最大的威胁是有关世俗国家的概念的扩散。罗马天主教的领导人

们把所有这些潮流看成是提出了权威这一基本问题，因此，对他们来

说，有关世俗国家的概念，连同出版自由和宗教多元化，是一切威胁和

否认信仰的缩影。

教会方面的这种担心是有一些理由的。虽然法国大革命宣告了高卢

主义终结的开始，但高卢主义关于一个世俗国家的理想得以保持，并且



扩散到欧洲各地。大部分拉丁美洲在19世纪初期独立了，而罗马在各国

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及其后支持西班牙，这在新国家的统治阶级的许多人

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教士的感情。1848年，《共产党宣言》

（Communist Manifesto）发表了，1864年“第一届国际工人协会”成立。

也是在1848年，“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宣告成立。同一年，意大利独立战

争开始了。在罗马，人民揭竿而起，迫使教皇任命一个民主的代理者，

并且宣告罗马共和国成立。1860年，通过公民投票，大多数的教皇领地

都移交到君主的权威之下。十年之后，教皇失去了罗马，他的世俗的统

治只限于梵蒂冈。

天主教教会对这些威胁和损失作出的反应只是，捍卫它的传统地位

和特权。在教皇和教会的权威仍然被承认的地方，这种权威被加强了。

比方说，在西班牙，同教皇签署了一个契约，按照这个契约，天主教是

唯一合法的宗教，而且教育和出版审查权完全放在教会手中。把书籍列

入禁书目录（Index）的政策，以及谴责那些持有与教会相反观点的个

人的政策，这时在欧洲各地被用来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分子。我们

已经提到了拉门奈的例子，他是教皇权力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可

是，当他接受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并且提出，支持政治上的自由主义

最符合教会利益的时候，他受到了谴责。

教会反对新概念，这在庇护九世于1864年发表的《谬误摘要》

（Sylla-bus of Errors）里得了到最强烈的和最彻底的表达。这是各种不

同派别的但都反对教会权威的人持有的，或被认为持有的八十种谬误的

一览表。这个文件里所谴责的最后一种谬误，完全可以成为第一种谬

误，因为它表达了整个一览表的基调。这种谬误是，“罗马教皇能够和

应当使自己和进步协调一致，和自由主义协调一致，并且和现代文明协

调一致”。这样断言也是一种谬误即“古代的学术大师们用来从事神学的

方法和原则，不适合我们的时代的需要，而且不适合科学的进步”，甚

或“罗马教皇的过分专断的行为促成教会分裂为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



然而，《谬误摘要》（Syllabus）着重强调的是从有关世俗的和多元的

国家的概念里产生出来的那些问题。这可以从下面选录的《谬误摘要》

里谴责的一些谬误里看出来：

45）任何基督教国家的青年在其中受教育的公立学校的整个管

理……可以和应当交给民事政权；而且是就这样的意思被交给的，即任

何其他的当局参与学校的管理、教学的指导、学位的授予、教师的选择

和试用等的权力，都不被承认。

47）民事社会的最好的组成要求，向每一个阶层的儿童们开放的民

众的学校，以及致力于教授文学和科学和致力于向青年提供教育的一般

公立机构，都免于受到教会的任何权威的管辖……

55）教会应当和国家分离，国家应当和教会分离。

57）哲学和道德的科学，还有国家的法律，可以和应当从神的和教

会的权威的管辖那里撤出来……

77）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天主教被当做是国家的唯一的宗教，所有

其他的礼拜都被排除在外，这种做法不再是得当的。

然而，《谬误摘要》并不反映所有的天主教徒的心情。在欧洲的不

同地区——尤其是在法国和大不列颠，有一些天主教领导人对现代世界

表现出比较开明的态度，并且表现得比较愿意在新时代的越来越多元化

的背景下进行工作。在公布《谬误摘要》时候，这些人里面的最知名者

是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年），这个人我们

在讨论牛津运动的时候已经遇到了。在1845年皈依了罗马天主教之后，

纽曼在英国以及爱尔兰成了最著名的天主教领导人之一，他在爱尔兰当

了四年都柏林大学校长。然而，在1858年，他和亨利·爱德华·曼宁

（Hen-ry Eward Manning）之间发生了冲突，曼宁是来自牛津运动的另



一个罗马天主教的皈依者，他变成了教皇权威和教皇不会犯错误的发言

人。作为结果，当《谬误摘要》问世的时候，纽曼同罗马的关系已经紧

张起来。要不是他生活在一个新教的国家里，在那里他从事有利于罗马

天主教重要的辩护工作，看来很可能，他将受到谴责。事实上，当罗马

对纽曼的自由主义倾向眨眼示意的时候，他几乎对《谬误摘要》置之不

理。他的最重要的作品是《关于教义的发展的短文》（Essay on the
Development of Doc-trine），《为人类信仰辩护》（Apologia pro vita
sua），以及《赞成的基本原理》（Grammar of Assent）。在这些书的

第一本里，他试图表明，教义确实演变的与大多数罗马天主教神学家所

持观点相反，但这种演变是在圣灵的指导下发生的，而且是原来的基督

信仰的恰当的结果，就像橡树从橡子里成长起来那样。这些观点，以及

他反对有关教皇不会犯错误的定义——这个教义刚被明确时他曾加以接

受——使他在传统的罗马天主教徒们中间有许多反对者。然而，当利奥

十三世在1879年让他当红衣主教时，他被证明是正确的。

比较年轻的一代天主教学者也试图把天主教信仰和现在的时代联系

起来，他们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崭露头角。由于那时《圣经》和历

史的考证在德国发展到怀疑主义的地步，因此他们的观点比纽曼的观点

更为激进，常常对基督教的历史起源表示怀疑，并且批评在教会里盛行

一时的“中世纪主义”。这些学者被比较合乎传统的天主教徒戏称为“现
代主义者”，而且他们的观点终于在20世纪初受到谴责。在意大利，安

东尼奥·福加扎罗（Antonio Fogazzaro）在小说里表达了现代主义的观

点；但是，他的最著名的小说《圣徒》（The Saint）在1905年被列入禁

书目录。在不列颠，弗里德里克·冯·休格尔男爵（Friedrich von Hügel，
1852～1924年）提倡《圣经》的批判研究，并且设法使天主教和现代文

化协调起来。虽然他从来没有受到谴责，但他在罗马天主教圈子里的影

响由于教会的消极态度而受到阻碍，因此他在新教徒们中间的影响远比

他在他的天主教徒伙伴中间的影响大。冯·休格尔的朋友，耶稣会会士

乔治·蒂勒尔（George Tyrrell，1861～1909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蒂勒尔是深切地和持久地赞赏天主教的虔诚信仰的前英国国教徒。他感

到，他的时代的干巴巴的和教条的经院主义正在贬低天主教。然而，他

一再试图给神学定一个新调子，使他被驱逐出这个团体，并且终于被开

除教籍。在1908年，他的书《中世纪主义》（Medievalism）表明，他

对这样一个教会怎样怀恨在心，这个教会是他所爱戴的，但这个教会不

能接受他那种形式的爱戴。

然而，是在法国，现代主义吸引了最多的追随者。这个国家的现代

主义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是艾尔弗雷德·弗明·洛伊西（Alfred Firmin
Loisy，1857～1940年），他是《圣经》和历史学者，受到了德国批判

研究的巨大影响。从他的事业的开初，他就受到天主教教会里比较保守

的分子的斜眼看待，天主教教会怀疑他持有和雷南在他的理性主义的

《耶稣生平》（Life of Jesus，1863年）里提出的观点类似的观点。然

而，洛伊西并不真的是传统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者。他相信，教会的实际

的宪章，尤其是弥撒，是有价值的，而且应当被保留。他不是寻求普世

的和自然形式的基督教，而是试图使目前形式的信仰免于受到历史研究

的挑剔。当他答复哈纳克的《基督教是什么？》（What Is
Christianity？）的时候，上述这一点变得很清楚。在洛伊西的答复里，

在《福音和教会》（The Gospel and the Church，1902年）的书名下，他

声称，耶稣是否试图建立一个教会，或者是否试图制定种种圣礼，是不

重要的。寻找基督教的实质，不是通过回溯它的起源，而是通过了解它

在圣灵的指导下变成了什么。不用说，这本书立即遭到教会当局的谴

责，一年之后，洛伊西的几部作品出现在禁书目录里。1908年，他被开

除教籍，但是到了那个时候，他在法国成了最有影响的宗教作家之一。

他把他的三十一年余生用在教学、写作、研究基督教起源、研究神秘崇

拜、以及研究现代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虽然受到谴责，但洛伊西是使法

国天主教教会具有独特的自由主义色彩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洛伊西那里我们看到了现代主义运动的主要特点。其中的第一个



和最重要的特点是，运用新教的《圣经》和历史学家们在德国形成的批

判的方法。在这一点上，具有意义的是，洛伊西不是试图反驳哈纳克对

基督教起源的全部理解，而只是试图否认这种理解的含意。他后来研究

福音和研究神秘宗教，从同时代的德国学术研究那里汲取了很多材料。

其次，洛伊西和现代主义者们与新教的自由主义的学术研究相反——并

不认为，这些历史研究应当促使一个人去拒绝目前形式的基督教信仰，

因为他们坚持圣灵按照上帝的目的和目标指引教会历史的作用。最后，

现代主义者们和新教的自由主义一致肯定，需要一种新的神学，这种神

学不同于传统的正统化——而且主要是和经院主义截然不同。这种新的

神学应当配合基督徒生活的具体实践。

当利奥十三被选为教皇的时候，现代主义者抱着很大的希望，因为

人们知道他是一个勤学的人，尊重健全的学术研究。利奥确实在1893年
发布了教皇通告Providentissimus Deus，这个通告赞成在《圣经》研究里

使用现代的种种发现，但同时要人们提防滥用这些发现的危险。现代主

义者们在这个通告里看到了来自罗马教廷的某种程度的鼓励，而传统主

义者则把这个通告看成是反对现代主义的一个警告。在后来的年月里，

当传统主义者们占了上风的时候，这个通告一般是以最保守的方式加以

解释的。利奥的后继者庇护十世回到庇护九世的毫不含糊的保守政策

上。宗教法庭遵循教皇的指示，在1907年发布了教令Lamentabili，在其

中现代主义的六十七种主张受到谴责。同一年晚些时候，庇护十世在他

的教皇通告Pascendi里肯定了对这些主张的谴责。

教皇通告Providentissimus Deus在有关现代批判的学术研究方面的模

棱两可，反映出了利奥十三对当时教会遇到的一系列挑战的态度。因

此，虽然他绝对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教皇，但他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开明

的稳健派，试图寻找使传统的信仰能够影响现代的途径——而且在庇护

九世和庇护十世的统治之间，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喘息时机。他的教

皇通告Aeterni Patris（1879年）谴责了对托马斯·阿奎那的研究；然而，



这样做的原因，不是由于需要干脆回到以往的时代，而是由于阿奎那的

哲学似乎最适于把基督教的教义和人类的科学联系起来。这是托马斯研

究的复兴的开始。在向学术研究敞开梵蒂冈的档案的这一做法上，他鼓

励了对基督教起源和历史的批判研究。他的教皇通告Rerum
Novarum（1891年）是教会发表有关社会正义问题的公告的历史中的里

程碑。这个教皇通告支持工人们和雇员们组织起来的权利，并且宣称，

合理的工资应当足以使一个工人及其家庭过某种程度的舒适生活。通过

勤俭节约，这样一个工人应当能够购买他自己的房地产。这个教皇通告

也断言，妇女的位置是在家庭里——虽然这不应当只被看成是试图限制

妇女的活动，但也应当被看成是给防止妇女被剥削的保护性立法的指

示。这个教皇通告也肯定了拥有私有财产和继承私有财产的权利，而与

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相反。这个教皇通告意义是这样重大，以致四十年

之后，庇护十一世在Quadragesimo anno里把这个通告应用在新的情况

上，而且约翰二十三世在这个通告颁布七十周年之际在他的Mater et
magistra里也做了类似的事情。然而，现代世界有一个方面，利奥认为

是有义务拒绝的。这就是有关世俗的和多元化的国家的概念。利奥在他

的教皇通告Immortale Dei（1885年）里，支持关于一个天主教国家的理

想，他断言，谬误和真理并没有同等的权利，因此宗教的信仰自由只应

当在非天主教各国里受到支持，而且只是作为权宜之计，并且不能认为

其本身就是好的。良心的自由只应当为真理而存在，不应当为谬误而存

在。这个陈述在美国有严重的反响，在那里外来的罗马天主教移民正在

增加，在那里许多人开始担心，天主教徒们一旦得势，他们将试图实现

利奥的关于一个天主教国家的理想。然而，从长远来看，结果正好相

反，因为第二次梵蒂冈宗教会议（1965年）的关于宗教自由的陈述，部

分是由于来自美国的罗马天主教徒们的影响，他们中有许多人感受到了

对利奥观点的消极反应。

有关罗马天主教神学的这个简短的评述应当足以表明，19世纪是罗

马天主教历史上最保守的世纪，甚至比16世纪还要保守。在日新月异的



世界面前，天主教教会宁愿——至少是官方宁愿——系统地提出对它自

己的这样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反映了那些不再存在于世界上的情况。在

一个对每一种权威都越来越表示怀疑的时代里，教皇被宣布为不会犯错

误。当耶稣的纯洁出生受到怀疑的时候，教皇宣布了马利亚的无原罪受

胎。欧洲正在受到新的和激进的思想的冲击，而教会仍然依靠禁书目录

和宗教法庭来同这些思想做斗争。当现代批判研究的形式确立的时候，

罗马谴责那些设法把这种批判研究和宗教问题联系起来的人。所有这些

都说明新教徒中间共同持有的观点是合理的，即天主教教会是世界上最

反动的势力之一。

可是，这些谴责本身也可作为见证，说明教会官方的保守主义绝对

不是普遍的，而且在教会里仍然有很大的思想活力。这种尺度的和这样

坚决的谴责，通常只是针对着那些已经存在于教会里的见解发布的。正

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些见解确实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存在于罗马天主教

的圈子里。在这种背景的映衬之下，约翰二十三世和第二次梵蒂冈宗教

会议所带来的戏剧性的变化，就比较容易被理解。



第十五章　君士坦丁堡陷落后的东方神学

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陷落之后，大部分的东方基督教所处的环境，

是无益于伟大神学的创建的。土耳其的扩张并没有随着古老的牧首教廷

的陷落而停止，而是进而征服希腊，并且入侵欧洲直到维也纳。这种政

治扩张是同伊斯兰教狂热结合在一起的，这种伊斯兰教狂热对被征服地

区的教会施加严格的限制。虽然基督徒由于是“圣经之民”而免于被迫皈

依伊斯兰教，但土耳斯人把他们放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之下，以致许多人

放弃了他们的信仰，而成了穆罕默德的追随者。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常常

变成只不过是一个官员，其主要职责是在苏丹和他的基督教臣民之间充

当联络员。能够在友好的政权下继续生存的唯一的东方教会，是俄国正

教教会。其他的东方教会，这时进一步和西方隔离，延续着中世纪就已

经开始的缓慢的衰落过程。

希腊正教教会里的神学

像以前一样，希腊神学里的主要因素是同西方的关系问题。由于土

耳其人征服后小亚细亚和希腊的大多数神学学校普遍衰落，因此许多希

腊神学家是在西方受训的。由于16和17世纪西方被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

间的冲突搞得四分五裂，因此，那场争论以及争论所涉及的争论点，被

移植到了希腊教会里来。后来，当理性主义的问题以及科学和神学之间

的关系问题在西方变得突出的时候，这些问题也被介绍到东方来。因

此，虽然有若干其他的问题在希腊教会里进行讨论，但两个最突出的争

论点是，第一，就应当对新教改革采取恰当态度而进行的辩论，其次，

新的科学提出的种种问题。因为其中的第一个争论点是在西里尔·卢卡

里斯当牧首期间达到了紧要关头，我们在讨论这个争论点的时候，将把

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神学和事业上——同时还谈一谈争论的最后结

果。然后，我们将转向现代哲学和科学对希腊神学的影响以及那些反对



这种影响的人所作出的反应。

西里尔·卢卡里斯（Cyril Lucaris，1572～1638年）可能从他的比较

年长的朋友和教父梅勒提乌·佩加斯（Meletius Pegas，约1537～1601
年）那里得到了他对罗马天主教的某些反感。佩加斯是亚历山大的牧

首，他写了一篇论文《论真正的普世的教会及其真正的首脑》（On the
True Catholic Church and Its True Head）来反对罗马人。西里尔在意大利

当学生时，尤其是后来他被派到波兰工作时，曾直接接触到罗马天主

教。在那里罗马天主教正在早先是东正教派的人中间取得巨大进展，而

奥斯特罗格（Ostrog）的君士坦丁王子则试图通过既偏袒东正教也偏袒

新教来阻止这种潮流。卢卡里斯介入王子的策划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

他被指责信奉加尔文主义，而且在1601年不得不拿出一个信仰声明来反

驳这类指责——正像接下来的事件表明的那样，这类指责大概不是完全

没有根据的。卢卡里斯回到埃及后于1602年成了亚历山大的牧首，1620
年，他被晋升到君士坦丁堡的牧首教座。在亚历山大任职期间，他遵循

的政策是试图加强新教在东方教会里的影响，以此作为一种手段来抵消

天主教的影响和促进某种程度的宗教改革。作为结果，他晋升到君士坦

丁堡，得到英国和荷兰的大使们在苏丹面前的支持，但遭到法国、威尼

斯和奥地利的代表们在苏丹面前的反对。接着而来的阴谋诡计使卢卡里

斯失去他的牧首教座和自由，因为他被废黜了并被押往罗得斯岛——按

照法国大使的说法，这样他就可以有闲暇来评注加尔文的《基督教要

义》（Institutes）。但是，多亏了他的许多神职人员的忠诚的支持，他

自己的政治才能，以及荷兰大使的斡旋，他不久之后就回到他的牧首教

座上。

正是在当君士坦丁堡牧首的第二任期里，卢卡里斯发表了他的著名

的《认信文》（Confession of Faith，1629年），这个文件不仅在西方而

且在东方引起了轩然大波。诚然，一个君士坦丁堡牧首发表加尔文派信

仰声明——许多人把这个文件解释为加尔文派认信文——并不是一般平



常的事情。在这里，卢卡里斯断言，《圣经》的权威高于口头流传下来

的教义的权威，因为口头流传下来的教义可能有错误，而圣灵通过《圣

经》的话语是不会有错误的。按照《圣经》的说法，上帝预定一些人得

救，一些人永世被罚入地狱，而且这样做不是由于神预知未来的信仰的

行为，而是根据一个最高的，不因人的功德而定的谕令。虽然卢卡里斯

没有明确地拒绝圣徒们的代祷，但他确实肯定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唯一

的中保”（our sole mediator），而且是教会唯一的首脑。称义惟靠信

仰，因为得救的唯一源泉是基督的义，基督的义是在有利于那些悔悟的

人的情况下伸张的。但另一方面，这种悔悟不是人的自由意志的结果

——在未重生的人那里不再有人的自由意志——而是预定论的结果。只

有两种圣礼——洗礼和圣餐。在圣餐里，基督真正地存在着，但以这样

一种方式存在着，以致信徒们吃他的身体“不是用他们的牙齿，而是用

他们灵魂的官能。”最后，虽然那些制造宗教圣像的人的艺术是应当嘉

奖的，但崇拜这类偶像必须被当成是迷信而加以拒绝。

随着《认信文》的发表，围绕着牧首的宝座而搞的阴谋诡计变得更

加尖锐了。西里尔一再被废黜和复位——他共计七次登上君士坦丁堡牧

首的宝座——直到他在1638年被谋杀为止。他的后继者——这个后继

者，连同土耳其当局，一些西方大使，以及甚至一些耶稣会会士，要对

他的死亡负责——立即召开了一个宗教会议，谴责了卢卡里斯及其教

导，然后新的牧首签署了罗马教会递交给他的一个信仰声明。然而，这

件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因为新的牧首不久之后就被谋杀，而卢卡里斯

本人被当做殉教者而开始受到崇拜——虽然这时有一些人声称，他的著

名的《认信文》是伪造的，而且他从来没有持有这类观点。最后，1672
年在耶路撒冷召集的一个宗教会议宣布，“如果卢卡里斯确实是加尔文

派的异教徒”，那么，他已经被谴责了。

西方在另一点上显然对东方基督教有巨大影响，这一点是以神学为

一方和以新的哲学和科学为另一方之间的关系问题。18世纪末，当尤金



尼厄斯·巴尔加里斯（Eugenios Bulgaris，1717～1806年）开始阐述笛卡

儿、洛克和莱布尼兹的观点时，他把新的哲学介绍到希腊教会里面来。

但是，他被迫离开他在阿索斯圣山（Mount Athos）的教学职位，因为

他的努力在保守派中间没有博得什么同情，那时保守派在教会里占了上

风。他后来响应凯瑟琳女皇的邀请前往俄国，在那里他终于成了大主教

和皇家学院的成员。尼斯福罗斯·提奥托基斯（Nicephoros Theotokis，
1736～1800年）有类似的观点和相同的经历，因为他的后半生也是在俄

国度过的——那时俄国对来自西方的新思想比较开放。

这个争论点因为19世纪在君士坦丁·埃科诺莫斯（Constantine
Economos）和西奥克莱塔斯·法马基德斯（Theocletus Pharmakides）之

间的对立成为一场危机。埃科诺莫斯深信，一切传统的教导必须被当成

是真实的，免得谬误乘虚而入和信仰的整个大厦被搞垮。在他的四卷集

《论旧约圣经七十译者》（On the Seventy Translators of the Old
Testament）里，他赞成有关“七十士希腊文旧约圣经”的起源的传说中的

叙述，七十人的灵感由于这些叙述而得到证实。怀疑这些叙述将等于是

怀疑圣经本身的灵感——因为“七十士希腊文旧约圣经”是神给予灵感

的。作为必然结果，他反对把《圣经》翻译成现代希腊文。他也拒绝任

何试图缩短礼拜仪式的做法，拒绝任何情况下的一切誓言，并且拒绝那

样一些人的观点，那些人声称，既然希腊已经独立于土耳其，新国家里

的教会也应当独立于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君士坦丁堡归根到底也是土

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法马基德斯曾经在戈廷根学习神学，他在每个方面都同埃科诺莫斯

对立。他在真正的传统和那种只不过是毫无根据的后来的添加物的东西

之间作出区分。人们用来确定一个既定的见解或做法是否是真正的传统

的一部分的那种方式，是通过科学的历史研究。这种研究一定不能由于

人们通常持有的成见的影响而受到阻碍，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人们将冒着

让假传统不受怀疑而保持下去的风险。“七十士希腊文旧约圣经”不是神



给予灵感的，虽然上帝使用它来向教会讲话；因此，现代教会把《圣

经》翻译成现代希腊文是合理的，就像古代教会使用“七十士希腊文旧

约圣经”是合理的那样。由于目前的情况和由于现代世界里时间的紧

迫，礼拜仪式应当缩短。最后，既然希腊在政治上独立于土耳其，新国

家里的教会应当通过独立于君士坦丁堡的牧首来反映出新的情况。

埃科诺莫斯和法马基德斯之间的争论点，并不是全都立刻解决了。

希腊的新政治地位以及它同西方的日益增进的接触，有利于法马基德斯

提出的更新的方案。虽然如此，但教会还是相当保守，以致法马基德斯

从神学系被调到哲学系。从长远来看，虽然步伐不快，但19和20世纪的

新科学世界观和西方哲学潮流，终于被希腊神学普遍接受。

俄罗斯神学

正像我已经在前一卷里指出的那样，在佛罗伦萨宗教会议（Council
of Florence）上俄国教会根据法律是和罗马联合在一起的。然而，这件

事情发生的那种方式是，那时莫斯科的大主教是君士坦丁堡当局提名的

一个希腊人，这种安排恰好是要让他赞成在佛罗伦萨提出的联合——对

于面临着土耳其威逼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来说，这种联合在政治上是重

要的。然而，当新的大主教及其随员到达莫斯科的时候，他们对罗马的

屈从遭到俄国人的拒绝。君士坦丁堡牧首同罗马签署了一个有关联合的

文件，这一事实使俄国人感到，希腊教会失败了，俄国这时成了正教的

保护人。这种感情由于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陷落而受到巨大鼓励。不但

第一罗马，而且第二罗马，都陷入错误和成了非信徒们的俘获物。正教

的火炬这时传递给了第三罗马——莫斯科。16世纪初，普斯科夫的修道

士菲洛西厄斯（Philotheus of Pskov）提出这个理论的时候，是把这个理

论放在普世历史的巨大框框里，其目的是要表明，除了其他的事情之

外，在野蛮人攻占罗马之前，君士坦丁把罗马转移到了君士坦丁堡，而

现在轮到俄国的莫斯科。1547年，伊凡四世采用了沙皇的称号，他根据



这个称号声称，他是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早先的皇帝的继承者。最后，在

1596年，莫斯科的大主教变成了牧首。这种对其历史命运的理解是几个

世纪以来俄国教会生活里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然而，应当指出，在引用

来支持这个理论的种种论点里，帝国比教会起了更重要的作用。莫斯科

由于它的皇帝而成了第三罗马。正教是重要的，因为第三罗马的任务恰

恰是支持正教的信仰。但是，正教的主要依靠是皇帝而很少提到牧首。

作为这种理论的结果——同时也是因为政治形势和君士坦丁堡的前例

——俄国的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不久之后就以高度的君主高于主教主

义（Caesaropapism，政权高于教权）为其标志。

在我们简短地纵观现代俄国神学进程的时候，我们将从观察它同其

他基督徒的关系问题开始，这个问题似乎支配了16和17世纪。然后，随

着18世纪一些新的神学学校的建立，我们将看到俄国神学采取了比较独

立的行动方针。

虽然俄国教会总是写出相当数量的反天主教的论战作品，但同罗马

天主教的关系问题在鲁里凯德（Rurikide）王朝结束和罗曼诺夫（Ro-
manovs）王朝建立之间的艰难的空位期（1598～1631年）起了很关键的

作用。那时波兰人卷入了皇位继承的战争，试图把他们自己的人放在莫

斯科的空缺的宝座上。最后，他们攻占了莫斯科，并且任命波兰国王西

基斯蒙德（Sigismund）的独生子为沙皇。罗马天主教徒随着波兰人到

来了，尤其是耶稣会会士们，他们试图使俄国教会和西方联合和保持一

致，遭到了俄国人的强烈愤恨。然而，波兰的沙皇宝座觊觎者，从来都

没有戴上他的皇冠，因为俄国修道士们领导的一次起义，把波兰人驱逐

出莫斯科，并且推选迈克尔·罗曼诺夫（Michael Romanov）为沙皇

（1613年），这样就结束了使俄国听任邻国摆布的无政府时期。

反天主教的反应并不是迟迟才作出的。在1620年召集的一个宗教会

议上，人们宣称，罗马人是异教徒，而且他们施行的洗礼是无效的。人



们声称，罗马人通过把有关圣灵所从出的“和子”（Filioque）条款包括

在《使徒信经》里而破坏了三位一体。通过这样做，他们宣称三位一体

里有两种分别的本原。这确实是反圣灵的罪，耶稣说，这种罪将不被宽

恕。罗马人是信仰犹太教者，因为他们在星期六斋戒；而且是孟他努主

义者，因为他们拒绝婚礼，并且纳妾。他们改变了纪念复活节的日期，

并且以真正的摩尼教的方式用星辰来确定这个日期——在某些情况下，

他们甚至走向极端，而在和犹太人的逾越节相同的时候庆祝复活节！他

们用洒水而不是用浸水进行洗礼，他们在告解之前不要求补赎，而且他

们按照犹太人的方式，用不发酵的饼举行圣餐。因此，那些希望加入真

正的正教教会而又曾经在西方的异教里受洗的人，在对西方皇帝、一长

串教皇、圣灵的由来的“和子句”条款、未发酵的饼、认可牧师纳七个妾

（！）等等进行一系列诅咒，并宣布放弃他们的一切错误之后，必须重

新受洗。

俄国这时成了真正的信仰保护者，并且在它的新的角色里，它想当

然地认为，所有其他的人都在一切可能的方面犯了错误，并且愿意在甚

至不听取案情申诉的情况下，就相信对其他的基督徒的最糟糕的指责。

这种孤立状态就是它为它声称是第三罗马所付出的代价。

在新教改革的早期，新教渗入了俄国西部的一些省，但新教并没有

变成俄国教会的主要问题。虽然如此，在16世纪前半叶希腊人马克西姆

——他的籍贯可能是他对俄国外部的事务感兴趣的原因之一——已经写

了《反对反崇拜圣像者路德的讲话》（Discourse against Luther the
Icono-clast）以及《反对那些亵渎天主的最纯洁的母亲的人》（Against
Those Who Blaspheme the Most Pure Mother of God）。

到了16世纪下半叶，莫斯科已经有了一个新教教会，虽然它的成员

大都是旅居该城市的德国商人。说来奇怪，这个时期的最重要的反新教

的论战文章是恐怖的伊凡（Ivan the Terrible）写的。伊凡对新教徒采取



了比较宽容的政策，这促使摩拉维亚派约翰·罗基塔（Moravian John
Roki-ta）试图使沙皇皈依新教。为此他要求谒见，伊凡（Ivan）准予接

见，同时向这个摩拉维亚派的牧师保证，他将不会由于发表他的见解而

受到惩罚。在这次会见中，伊凡被罗基塔的见解激怒了，他后来写了呵

斥罗基塔的《来自国王的答复》（Reply from the King），他在其中把

痛骂和《圣经》引语结合起来而为正教派的基督教进行辩护。然而，恐

怖的伊凡虽然名声在外，并且十分震怒，但他饶了罗基塔的命，而且满

足于命令他不在沙皇的领土上教导他的异端。

1620年，为皈依的罗马天主教徒的洗礼规定出标准的同一个宗教会

议，也为早先的新教徒的洗礼规定出类似的标准。这有一部分是对瑞典

方面的做法的一种反应，因为在1598～1613年的空位期间和国内斗争期

间，瑞典试图把它的信仰和它的影响带到俄国的几个省里来。在这里，

人们再一次断言，新教的洗礼是无效的，并且向来自新教的皈依者们发

出指示，要他们宣布放弃他们的异端。像罗马天主教的情况一样，该宗

教会议对新教徒的实际上的信仰和实践似乎一无所知。

16世纪后期，波洛克的西门（Simeon of Polock），一个来自基辅的

修道士，在莫斯科开办了一个学校，他写了一系列反新教的作品。西门

曾经在波兰学习，在那里他受到了罗马天主教的经院主义的影响，以致

他后来被指责为教皇的秘密追随者。虽然这类指责是错误的，而且他永

远是俄国正教的忠实成员，但他确实非常赞赏地看待罗马天主教，而且

他从来没有写文章反对罗马天主教。由于强烈地倾向于天主教的经院主

义，他的反新教的论点大都是从拉丁人那里得来的，而且在他的神学里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说成是俄国对新教作出的反应。

反新教的论战的下一个阶段是在丹麦王子沃尔德马（Waldemar）去

莫斯科和爱利尼·米哈伊洛夫娜（Irene Mikhailovna）公主联姻的时候发

生的。虽然丹麦王子被许诺，他将被允许保留他的新教信仰，但他刚一



到达莫斯科，人们就要求他信奉正教。他拒绝了，告诉沙皇，他愿意为

沙皇而流血，但不愿意放弃新教信仰。于是，王子接到来自牧首的一封

信——由神父伊凡纳塞德卡（Ivan Nasedka）写的——试图向他表明，

为什么俄国正教是真正形式的基督教的种种原因。沃尔德马请求他的神

父马修·维尔哈伯（Matthew Velhaber）作出答复，这样就开始了一系列

神学辩论和谈判，这些辩论和谈判终于促使沃尔德马返回他的老家丹

麦。然而，这场争论里的重要之点，像纳塞德卡——以及和他在一起的

牧首——这样的神学家，为了要驳斥新教的观点，会走向什么样的极

端。在纳塞德卡的一封信中，他甚至声称，教会的早期基督教作家们是

和撰写《新约圣经》的信徒们一样被授予灵感的，因此，他们的教导应

当被接受，就像人们接受《圣经》的教导那样。后来，他又把教会里的

口传教义添加到早期教父们的教导上。虽然他没有直说，所有口传的教

义和《圣经》本身一样有权威性，但这就是他所说的话的明确含意。

作为信仰的新的保护人，俄国神学又一次把自己放在这样一个位置

上，使自己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有助于教会的更新。《圣

经》，“早期教父们”，以及口头流传下来的教义，都有相等的和确实可

靠的权威，这种观点使得俄国教会即使是在似乎不重要的事务上也很难

承认自己的错误。虽然是在不同的环境里，牧首尼康和他试图更新礼拜

仪式所遇到的情况就是如此。

当尼康（Nikon，1605～1681年）于1652年成为莫斯科的牧首时，

俄国正在蒸蒸日上和增加政治权力。这似乎符合莫斯科是第三罗马以及

它应当领导东正教的这一论点。但是，这个想法里有一个不言而喻的矛

盾，因为有关第三罗马的这个概念本身是建立在君士坦丁堡犯错误和失

败了的这一理论上的；只要莫斯科坚持这样一种对希腊教会的消极看

法，希腊教会就不会接受俄国的领导。沙皇亚历克西斯（Czar Alexis）
有为基督教重新征服君士坦丁堡的幻想，也有在所有五个牧首都参加感

恩祈祷这一壮举的情况下再一次在圣索菲亚教堂举行圣餐的幻想。走向



这个目标的第一批步骤之一，是必须得到其他的东方基督徒的信任。但

是，只要俄国教会办起事来，仿佛基督教世界的其余部分全都陷入异端

邪说，他就做不到上述这一些。牧首尼康命令把俄国的礼拜仪式修改得

和希腊人的做法一致，其背后的政治考虑就是上述这些。

但是，反对尼康的命令，也有强有力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动力。帮助

俄国渡过无政府状态和外国侵略时期的，是修道士们和下层阶级的坚定

的正教。结果正教变成了这时对俄国提出了权利要求的这些下层阶级的

集合点。他们怀疑贵族们所喜爱的恰恰是他们反对过的外国的影响。铁

匠的儿子尼康成了牧首，这个事实是新生的俄国的象征。但这时尼康本

人似乎被权力腐化了，而且正在放弃使俄国获得自由的那种信仰。莫斯

科，第三罗马，不应当迎合已陷落的君士坦丁堡及物质上富有但道德上

破产的权贵们。让君士坦丁堡把它的礼拜仪式调整得适合莫斯科的礼拜

仪式，并且因此而更接近于真理吧。

那些反对尼康改革的人不久之后就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和人数众多的

教派，他们取名为“老信徒派”（Old Believers）——也称为斯塔罗维里

（Staroveri）和拉斯科尔尼克派（Raskolniks）。他们的领导人是修道士

阿伏瓦坎（Avvacum），他有这样一个对他有利的事实，即他被流放到

西伯利亚，因而带有殉教者的光环。1666～1667年召集的莫斯科的大宗

教会议谴责了他们，并且要求波洛克的西门——就是驳斥新教的那个人

——写出教会官方的反驳来反对“老信徒派”。由于西门深受罗马天主教

派基督教的影响，他的作品只是进一步地激怒了反对派。接着，武装力

量被用来反对他们。一个被围困的修道院抵抗了几个月，当修道院终于

被攻占的时候，修道士们惨遭屠杀。于是，“老信徒派”中许多人转而热

烈盼望末世的到来。这些是大背教的最后的时刻，因为甚至第三罗马这

时也陷入异端邪说。而且在这最后的时刻里，宁可死去，而不屈服于伪

基督。结果是，数千人通过自我牺牲而自杀。这个运动里的其他人谴责

这种做法。阿伏瓦坎从他的流放地开始教导奇怪的三位一体的教义，这



个运动变得更加混乱。然而，随着一些比较极端的小组的消失，所有这

些问题终于平静下来。继续使“老信徒派”分化的一个问题是神父圣职问

题。有一些人接受来自牧首教会的神父们，而其他的人干脆决定，神父

是不必要的。前者被称为“拥神父派”（Popovtsy），后者得到“无神父

派”（Bezpop-ovtsy）的名字。由于“无神父派”继续了一个因种种争论而

分裂的复杂过程，因此仍然存在着的“老信徒派”是“拥神父派”。

西方对俄国神学的影响随着彼得大帝的登基（1682年）而增加了，

彼得大帝认为，俄国是一个野蛮的地方，因此想方设法使俄国接触到他

认为是比较文明的西方。由于彼得废除了牧首职位，代之以他自己创造

的“神圣宗教会议”（Holy Synod），所以他的政策对教会的影响是决定

性的。彼得本人赞成同罗马天主教徒的比较密切的联系，因此他统治期

间及其后的大部分俄国神学受到了这样一些人的支配，这些人在继续是

俄国正教派的同时，从罗马天主教神学那里汲取了他们的大部分灵感。

这种特殊的神学方向同彼得·莫吉拉（Peter Moglia）和基辅学派的名字

联系在一起。同他们相反，西奥法尼斯·普罗科波维克（Theophanes
Prokopovic）及其追随者们试图使俄国神学接近新教。普罗科波维克学

派在19世纪初期达到顶点，在那时一种反作用开始了，这种反作用设法

回到传统的正教的和俄国的源头那里去。

我们现在将把我们的注意力依次转向其中的每一件事情上。

虽然在彼得·莫吉拉（1596～1664年）之前在基辅就有一个学派，

但正是他使这个学派具有其独特的方向。莫吉拉是一个能干的学者，曾

经研究和赞赏拉丁的经院学者们，然而，他抵制罗马天主教徒那时试图

使乌克兰屈从教皇的做法。1633年，他成了基辅的大主教，于是他采取

措施，确保他的牧师们得到可能受到的最好的教育。由于那时反天主教

的反作用处于高峰，所以他对莫斯科神学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他的

《普世的和使徒的东方教会的正教信仰声明》（Orthodox Confession of



the Catholic and Apostolic Eastern Church），被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

亚历山大和安提阿的牧首们接受，并且是拉丁在东方的影响的主要来源

之一。他对俄国神学的影响在彼得大帝的时代增加了，并且延续到整个

18世纪。

莫吉拉和基辅学派是传统的俄国正教的严格追随者，但在一切尚待

辩论的事物上，他们都采取罗马天主教的立场。他们的文风和神学的方

法论都是模仿中世纪的拉丁经院学者的。他们肯定马利亚无原罪成胎

——这一点虽然还没有被宣布为一个教义，但正在西方得到普及。在圣

餐什么时候化质的问题上，他们拒绝希腊人的观点，即化质是在祈求圣

灵到来的祷告（epiclesis）的时刻发生的，而同意罗马人的说法，即化

质在于基督设立圣礼时的话语。最后，他们肯定炼狱的存在——这个理

论当时在东正教派中间并不是很普遍的。基辅人只在两个关键的点上不

愿意追随罗马神学，这两点是教皇的最高权力和有关圣灵所从出的“和
子句”的条款。

在彼得大帝统治期间，在基辅神学处于顶峰的时候，另一个学派正

在形成，这个学派不久之后向基辅神学提出挑战。这另一个学派在西奥

法尼斯·普罗科波维克的领导下，也向西方寻找神学灵感。但是，这个

学派发现新教的神学学者比罗马天主教徒更志趣相投。普罗科波维克感

到，未经调查的口传的教义压在俄国教会上的分量太大了，而且这种口

传的教义包括许多其起源是可疑的东西。因此，为了要寻找纯正的基督

教教义，就必须回到《圣经》那里去。虽然他确实常常提到古代教父及

其教导，但他是以和路德或加尔文类似的方式这样做的，从来不肯定或

甚至暗示，他们的权威是可以和《圣经》的权威相比拟的。他是良好的

俄国正教派，因此他拒绝新教关于圣餐的观点，并且坚持圣像崇拜和圣

灵只来自圣父。但是，在称义、善行的性质、《旧约圣经》的正典、预

定论和自由意志之类的事物上，他的观点显然接近于新教徒所持的观

点。到了1715年，普罗科波维克的种种教义大大地侵入了俄国的神学，



以致莫吉拉在基辅教书的那个学校也被这些教义渗入了。二十五年后，

莫斯科的都主教教座由普罗科波维克派的柏拉图·列夫辛（Plato Lefsin）
占据。到了那时，凯瑟琳二世（Catherine II）正坐在沙皇的宝座上——
当时是在圣彼得堡——而她致力于使俄国更近地接触到世界的其余部

分，有助于加强普罗科波维克派的实力。

19世纪初期，普罗科波维克派在俄国教会里的影响达到顶点。连同

新教的观点一起，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的哲学正在渗入俄国。最初，所

有这些新的思想使俄国人不知所措，他们似乎认为，他们的国家必须按

照西方的方式着手“现代化”。但是，到了19世纪中期，一种反作用明显

地开始了。这种反作用采取了两个显著的形式：回到俄国基督教的早期

的源头那里去，以及试图在哲学的理想主义的框框里发现做俄国人意味

着什么。

回到俄国基督教的源头采取的形式是：进行历史探索，出版教会的

文件和历史书，以及试图搞出这样一种神学，这种神学比较接近于彼得

大帝和外国影响高涨的时期之前人们在俄国所共同信奉的那种东西。这

个运动产生出许多神学手册和教会历史手册，但没有产生出任何杰出的

神学家。

试图把理想主义的范畴应用在俄国的认同上的做法，引起了“亲斯

拉夫运动”。这个运动的主要发言人是亚历克西斯·柯米阿科夫（Alexis
Khomyako），他深受黑格尔和谢林的影响，柯米阿科夫着手搞出一种

对传统的俄国教会学的看法，这种看法表明传统的俄国教会学是罗马天

主教的肯定命题和新教的对立命题之间的综合命题。罗马天主教徒们和

基辅神学家们一样，都强调教会的统一，而新教徒们和普罗科波维克派

则强调福音所需要的自由。真正的正教的对普世性的理解，把这两者包

括在一个完整无缺的综合物里。新教徒们有自由，但没有统一。天主教

徒们有统一，但没有自由。正教有这两者，因为正教的成员所享有的统



一是这样的，以致福音的自由仍然被允许，而统一本身是爱的统一，不

是律法的统一，因而是一种自由的统一。因此，俄国教会无须乎在基督

教的西方两个分支之间进行选择。俄国教会已经包括了这两者最好的东

西。柯米阿科夫的理论并没有被俄国内部的教会当局欣然接受，因为这

些理论似乎过分重视自由的精神，而自由的精神在俄国正教的实际结构

里并不是容易吸收的。作为结果，亲斯拉夫者变成了统治集团的高压态

度的批评者，他们把统治集团看成是俄国正教的真正精神相抵触的。在

这一点上，他们最知名的和最有影响的讲解者是俄国著名小说家费德尔

·陀斯妥耶夫斯基（Fëdor Dostoevski，1821～1881年）。

1917年的俄国大革命为这个国家的神学创造了新的情况。这样说就

够了：大革命后的最初几十年，俄国正教的神学家们的最重要的神学作

品是在流亡中写出的——尤其是在巴黎。然而，在20世纪晚些时候，俄

国教会再一次开始产生出它自己的神学家，常常是论述基督教在一个马

克思主义国家里的作用的问题。

景教和基督一性派的神学

蒙古人于1258年攻占了巴格达，景教（Nestorian，由聂斯脱利创

始，否认马利亚是天主之母，认为人性和神性在耶稣身上分别存在等

——译者）的社团从来没有从这样的打击中恢复过来。结果，景教的神

学进一步衰落了。15和16世纪保存下来的景教作品，大都是把早期的圣

徒传记、编年史和其他这类材料改写成诗。唯一比较重要的神学活动是

在那些屈服于教皇的人——“迦勒底天主教徒”——中间进行的。其中最

重要的人物是约瑟夫二世，土耳其的迪亚巴柯（Diyarbakir）的联合派

牧首，他在《明镜》（The Pure Mirror）的标题下撰写了罗马天主教的

辩护书。在比较晚近的年代里，景教徒们在近东遭到的迫害，使他们的

人数减少到几千人。



在所有的基督一性派的教会里面，唯一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神学活力

的教会，是亚美尼亚教会。科普特人（古埃及人的后裔——译者）的教

会，已经由于阿拉伯人的统治而削弱，在土耳其人的统治下（1517～
1798年）进一步失去地盘。埃塞俄比亚的教会，以前和科普特人总有密

切联系，但由于缺少同其他的基督徒的接触而受损失。当伊斯兰教徒于

1520年侵入埃塞俄比亚时，基督教信仰成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集合点，因

此教会在这场冲突之后比早先更有力量。但是，在神学作品的领域里，

这场冲突的环境本身，只产生了一些圣徒传记的材料，其目标是要使信

徒们坚持斗争。在土耳其人挺进之后，叙利亚的雅各派没有产生出什么

值得一提的东西。亚美尼亚的教会也命途多变，因为在16世纪这个国家

被波斯征服了，而且再也没有恢复独立。然而，这造成了亚美尼亚神学

的复兴，因为许多流亡的人接触到了新的思想，他们接着产生的作品，

后来被介绍到亚美尼亚里面来。不久之后在维也纳、威尼斯、莫斯科、

伊斯坦布尔、加尔各答和耶路撒冷，就有了亚美尼亚人的学习中心和出

版中心。亚美尼亚的复兴大概在17世纪达到最高点，当时约翰·阿戈帕

（John Agop）或霍洛夫（Holov）写出了重要的辩护的、注释的和系统

的作品，而陶里兹的阿拉凯尔（Arakel of Tauriz）在他的《诸史书》

（Book of Histories）里则叙述了亚美尼亚教会的遭遇和荣誉。19世纪，

威尼斯的亚美尼亚人由于出版了非常有价值的古代文本而著称，这样，

他们的教父时期的研究就对神学的学术研究作出了谦虚的但重要的贡

献。然而，总的说来，这样说是公平的：整个基督一性派的传统里的神

学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进一步衰落了。

这样，我们就该结束对16世纪以来东方神学的极其简短的评述了。

我们希望，这个评述将表明，东方神学活动里有许多有趣的东西。比方

说，西里尔·卢卡里斯的故事，将是那些关心新教在世界各地的影响的

历史的人所感兴趣的，而且也将有助于表明，希腊教会里有一些人设法

更新这个教会。莫吉拉学派和普罗科波维克学派之间的对立，表明一些

相同的争论点在俄国也是非常热门的。“老信徒派”的兴起以及随后的历



史，将使那些设法发现神学和社会斗争之间关系的人感兴趣。但更有甚

者，这一整章将提醒西方基督徒，他们只不过是世界各地全体基督教信

仰者的一部分——将在他们同最近两个世纪在亚非拉兴起的较年青的教

会的关系方面对他们有所帮助。可是，即使这么说也显然是从典型的西

方观点说的，西方观点把神学的辩论和发展看成是生命力的基本标志。

很可能，未来考验的时代将向西方基督徒表明东方观点的重要性。东方

观点强调，礼拜仪式的虔诚行为是真正的教会生命力的核心。说实在

的，当本书写到这里的时候，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是，他们的传统力量

——尤其是他们的礼拜仪式的力量——甚至在最艰难的年代里，已经支

撑住，并仍将支撑住东方教会。同样明显的是，随着“基督教世界的终

结”的全部后果在西方各教会里显示出来，他们将从他们的东方同行那

里学到很多东西。



第十六章　20世纪的神学

在欧洲，19世纪是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繁荣的时期。19世纪有相对说

来是局部的战争和未遂的革命的一些小的中断，但19世纪是进步和扩张

的世纪。在美国，除了南北战争这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事例之外，19世纪

也是这个新的国家的国界内的和平时期和西部边界继续扩张的时期。在

大西洋两岸，科学和技术开始解决许多自古以来就折磨人类的难题。物

质世界终于似乎处在人类的支配之下，并且似乎证明它是顺从人类的愿

望和企图的。蒸汽和其他形式的动力的利用，使距离缩短了，并且使社

会某些阶层——恰恰是那些进行大部分神学思考的阶层——可能有较多

的闲暇。

在大西洋两岸，人们相信，西方文明世界特别被号召去创造历史的

新时代，不但在其传统的地理区域里，而且也在世界各地。这个时期的

种种扩张主义倾向，在美国是用“天定命运”的理论来证明其在思想上的

合理性，在欧洲是用“白色人种的负担”（出自英国作家基普林，他污蔑

有色人种是白色人种的负担——译者）那种欺骗性的利他主义概念来证

明其在思想上的合理性。这两者都意味着，上帝赋予西方文明世界的使

命，是作为指引世界其余部分通向未来的灯塔。在这个基础上，美国从

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那里夺取土地，很少遭到国内的基督教领导人的抗

议，而欧洲的扩张则受到这样一些人的巨大鼓励，这些人把扩张看成是

基督教差会的机会。

这就是19世纪的神学背景。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罗马天主教神学

和东正教神学一般没有像新教徒们那样用乐观主义来看待新形势及其所

应许的东西。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盛行的那些地方在新形势下所得到的

好处，并不像传统上新教的那些地方从新形势中所得到的好处那样大。

与天主教神学和正教神学方面的沉默或甚至敌意形成对照的是，新教神



学家们倾向于用几乎是无限的乐观主义来看待新环境。施莱尔马赫、黑

格尔、里奇尔和特罗尔契都同意，基督教是其他所有的人指向的最高形

式的宗教——即去掉了以往时代遗留下来的迷信的新教派基督教。克尔

凯郭尔独有的与众不同的声音，在一日千里的进步中很少被人注意。这

是一个相信人类的才能和技术进步的时代，一个相信把人类带向其预定

目标的进化过程的时代，一个相信西方文明是新时代的报晓雄鸡的时

代。

接着，战争爆发了。这是人类所曾见过的代价最高的战争，因为这

场战争席卷全球。在这场战争里，恰恰是那些其义务被假定为是要使人

类走向文明的列强，实际上把整个世界拖进了它们的冲突中。在这场战

争里，进步和科技表现出了它们的阴暗面，大大地增加了人类仇恨的破

坏力。而且这场战争没有解决多少问题，因为在战争结束后几年，全球

又卷进了另一场武装冲突，它与第一场战争的不同仅仅在于，它的规模

甚至更大了，并且它所释放出来的破坏力，使早先那场战争的破坏力相

形见绌。西方文明世界固有的种族主义——以及大部分的19世纪神学所

理解的那样的基督教的种族主义——在几百万犹太人的死亡中，以及用

原子弹轰炸日本城市的决定中清晰地表现了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后不久，很清楚，人们第一次有能力毁掉全人类——以及连同人类一起

的地球的大部分。

两次战争及其后果也改变了世界其余部分对西方文明世界的看法。

在西方扩张的高潮期间，这曾经被许多人接受，不但被当做是优越的物

质力量的结果，而且也被当做是优越的文明的结果。西方的方式和宗教

被亚非和太平洋沿岸各国的民众采纳，而在拉丁美洲，许多人遥望不列

颠和美国，把它们看成是他们的政治上的未来模型。现在，在两次战争

和几十年疯狂的和似乎不能停止的军备竞赛之后，变得很明显的是，在

深受人们嘲笑的西方文明的优越性里有一些严重的缺点。一些国家和一

些个人开始辨别这种文明的各个不同的方面，并且开始设法自行决定保



留哪些方面和扬弃哪些方面。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第三世界”争取独

立。在非洲，1914年只有两个国家是独立的，而现在整个殖民体系已经

解体。在亚非拉，两个超级大国有理由害怕彼此直接对抗，于是便通过

代理人来打仗——这些战争使地球的一整片一整片的地区陷入恐怖和饥

馑。结果，地球的其余部分日益感到，西方文明决不是幸福的新时代的

报晓雄鸡，而是正在把整个世界拖进它的内部冲突里，而且这些冲突有

摧毁全人类的危险。于是，这样一个问题被越来越频繁地和紧迫地提出

来，即有可能接受西方的某些科技进步，而又用我们自己的丰富文化来

使这些科技进步有利于人吗？

当所有这些正在全世界发生的时候，在教会里也发生着类似的变

化。最值得注意的变化是，直到19世纪初一直同西方文明密切联系在一

起的基督教，真的变成了一个世界范围的运动。在这一章后面，我们将

看到，这是第二次梵蒂冈宗教会议的新的积极性背后的原因之一。在20
世纪下半叶的某个时候，基督教的信徒从北大西洋扩及南半球，并且从

白色人种扩及“有色”人种——非洲人、亚洲人和拉丁美洲人。来自教会

的这些不同分支的人们，开始坚持他们从他们自己的角度从事神学的权

利和义务，并且开始处理他们自己的问题和论述他们自己的见证。这

样，一种真正的全基督教的神学就诞生了——在这种神学里有世界范围

的对话，不总是完全一致，但肯定是互相丰富。

与此同时，北大西洋的神学活动和教会活动的传统上的中心，也正

经历着彻底的变化。当然，这些变化中最重大的变化是“基督教世界的

终结”。自从君士坦丁（Constantine）的时代以来，基督教就依靠国家

的支持和围绕着国家文化的支持。世界的那个其统治者和民众称自己为

基督徒的部分，被称为“基督教世界”。各教会正是在这里有势力，各修

道院和基督教各教学中心正是在这里建立起来，大部分的神学活动正是

在这里进行。这时，通过一个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开始的过程，这些大都

正在接近尾声。教会和国家的分离早些时候在美国、在法国以及在模仿



它们的立宪形式的政府的各国里成了标准做法。在大不列颠，虽然这种

分离不是正式的，但教会从国家那里得到的支持正在减少。19世纪末，

当意大利王国夺取了罗马城的时候，罗马教廷失去了它的世俗权力的最

后痕迹——只有它对梵蒂冈本身的统治除外。20世纪初期，正当第一次

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俄国大革命结束了沙皇政权，并且结束了沙

皇政权同俄国正教教会的合作。不久之后，只在很少几个国家里，国家

正式支持教会。

在政治支持的层面上是与宗教分离，在更加个人的层面也是如此。

在基督教的传统中心，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旧的信仰不再站得住脚了。

在西欧，到教堂的人数和参加教会生活的人数急剧下降了。在美国有类

似的下降，虽然不是那样显著，也不是那样经常。在大西洋两岸，在许

多人看来，现代的世界观没有给基督教留下余地——也没有给任何一种

宗教留下余地。这样，神学家们的社会越来越世俗化，将是20世纪西方

神学家们关注的许多主题之一。

这就是20世纪期间基督教神学发展的背景。考虑到这种背景，我们

将不会惊奇，20世纪的神学是以其生命力和以其多样化为特征的，而且

即使不是不可能，但也是很难把神学思想的不同潮流组织到一个有条理

的系统或框框里面去。然而，看来确实清楚的是，人们可以在神学仍然

受到神学活动的传统中心支配的20世纪前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

20世纪后期之间作出区分。

新的开端：卡尔·巴思的神学

毫无疑问，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基督教神学界出类拔萃的人物是卡

尔·巴思（Karl Barth，1886～1968年）。巴思的父亲是一个有保守倾向

——虽然不是在政治事务方面——的改革派神学家，他指导了巴思的早

期研究，巴思对他总是非常尊敬和感激。巴思在伯尔尼、图宾根和马尔



堡学习之后，在他的老家瑞士当了牧师，最初是在日内瓦（在该城的操

德语的教区），然后是在萨芬威尔村（Safenwill，1911年）。作为他受

的神学教育的结果，他担任牧师职务的时候，深信自由主义神学的许多

信条，但不久之后就得出结论，有其他一些学科比神学更和他的工作有

关。虽然在他当牧师的早些年，他继续阅读神学读物，但他后来宣称，

在萨芬威尔，他变得深深卷入社会民主党的运动，以致他只是因为讲道

和教学的需要才阅读神学，并且把他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工业法规、

工会组织以及类似的事物。他深信，上帝正在致力于带来上帝的王国，

但不是通过死气沉沉的教会，而是通过社会民主主义。1915年，他正式

加入社会民主党。

当他在关心他的农民和工人信徒的权利的时候，他周围的世界陷入

灾难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他失望。他早先的老师以及所钦佩的他的

同时代人，被穷兵黩武的精神冲昏了头脑。和他一起工作的许多社会主

义者也是如此。再者，随着有关战争暴行的消息的不断传来，他发现越

来越难于把他所学到的神学和他的时代的严峻现实联系起来。新的神学

读物，尤其是J.C.布隆哈特（J.C.Blumhardt）写的神学读物，使他意识

到需要恢复基督教的末世论的方面。在与终身的朋友爱德华·特尼森

（Edu-ard Thurneysen）交谈的时候，他深信，必须修改他所学过的大部

分神学。最后，他答应特尼森，他要撰写《罗马人书注释》

（Commentary on Ro-mans），不是为了出版，而是为了在一些志趣相

投的朋友中间私下里传阅。然而，因此而写成的作品，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结束后不久在1919年出版，并且很快就为作者博得广泛的声誉。

当巴思应邀在哥廷根大学教授改革宗神学的时候，他正在彻底修订

他的《罗马人书注释》。他在1921年担任了这项教学职务，就这样开始

了教学生涯，这种生涯使他离开哥廷根来到明斯特，然后来到波恩，最

后——在因为希特勒而被迫离开德国之后——来到巴塞尔，在那里他度

过了余生。



巴思在他的《注释》里，尤其是在该书经修订的第二版里，提出的

神学，不是建立在人和神之间的连续性上，而是建立在他们的不连续性

上。不像19世纪的许多人设想的那样，基督教并不是人类的最高成就。

正像他后来说的那样，“谈论上帝与大声谈论人是不一样的”。和他的先

辈们强调上帝存在于宇宙之中不同，巴思反而极其强调上帝的神圣超越

性，以致他谈到上帝时，把上帝称为“完全的他者”——这促使这时已是

风烛残年的哈纳克惊喊，“又一个彻头彻尾的马吉安（Marcion 2、3世纪

的灵智教派创始人——译者）”！

罪恶和恩典之间，人类的成就和上帝的行动之间，我们在恩典下面

的存在和我们试图在神学体系里或伦理学体系里表达这一点的做法之

间，也有不连续性。

这样，罪恶和恩典不能并排地放在一起，也不能串联在一起，也不

能被当做具有相同的重要性，就像生和死不能被当做具有相同的重要性

那样。没有跨过把它们分开的鸿沟的桥梁。罪恶和恩典没有可以拼揍在

一起的模糊的边缘。这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十分明显地贯穿了善和恶之

间、有价值的东西和无价值的东西之间、圣洁的东西和不圣洁的东西之

间的裂缝……对上帝的认识——这是我们进行观察的条件——迫使我们

在罪人和正直的人们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但是，产生的人类认识立刻

被它赖以被创造出来的那个标准本身驱散了。只是因为我们处在顺从之

中而得到力量，才使我们能够理解和抓住不可能中的可能性。

由于这个缘故，巴思创始的神学流派被称为“辩证神

学”（Dialectical theology）——虽然人们在使用这个词儿的时候应当注

意，人们所说的这种辩证法，比较接近于克尔凯郭尔的辩证法，而不是

接近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尤其是在早期阶段，巴思和他的同事们的神学

也被描绘成“危机神学”（theology of crisis），意思是这种神学强调人类

站在上帝面前时人性的危机。最后，尤其是在同存在主义决裂时，许多



人称这种新的趋向为“新正统主义”（neo-orthodoxy），因为这种趋向设

法恢复传统基督教教训里被19世纪领导人物们放弃在一边的许多东西。

不久之后巴思发现，其他一些人也同意他对自由主义神学的大部分

批评。他的朋友特尼森、路德派神学家弗里德里克·戈加滕（Friedrich
Gogarten，1887～1967年）以及其他的人，在1922年创办了神学杂志

《时代之间》（Zwischen den Zeiten），这个杂志不久之后就成了当时

最有影响的神学出版物之一。这个杂志的经常合作者之一，虽然不是创

办人之一，是改革宗神学家埃米尔·布伦纳（Emil Brunner，1889～1966
年），他在苏黎世教书。在那些早期的年月里，圣经学者鲁道夫·布尔

特曼（Rudolf Bultmann，1884～1976年）也普遍被认为是新的“辩证神

学”的领导人之一。

然而，巴思本人正在从他早期的见识那里得出推论，这些推论不久

将促使他同这些早期伙伴中的大多数人决裂——只有特尼森是明显的例

外，他始终是巴思亲密的朋友和同事。

第一次决裂是在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并且是以戈加滕和布尔特曼

为一方的坚持曾经也是巴思的早期主张的存在主义辩证法和以巴思和布

伦纳为另一方的坚持需要离开人类学而进入神学本身的结果。如果像存

在主义的神学倾向断言的那样，我们所有的只是“在上帝面前的瞬间”，
而且我们不能谈论任何其他的事情，那么，神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和阐明

对信仰的体验和理解。巴思和布伦纳两人认为，这把神学归结成为对人

的体验的研究，因此，他们两人便转向一种比较牢靠地建立在上帝的话

语上的神学，而且尤其是集中在基督论上。

就巴思的情况来说，这是同他日益增长的信念密切相关的，他相

信，上帝的话语是有一个要旨的。这不仅仅是偶然相遇的事情。也有一

种“道”，一种合理性，这样上帝的话语就引领我们去理解它自己。这既

意味着，必须把强调在上帝面前的瞬间的存在主义哲学抛在后面，也意



味着，神学能够和应当走向这样一个方向，而设法去理解上帝的话语，

并且设法去阐明它的含意，但不是在存在主义或任何其他的哲学的基础

上，而是在“信仰的逻辑”的基础上。1927年，巴思发表了他希望是他伟

大的系统作品的东西——《基督教教义学》（Christian Dogmatics）
——的第一卷。但是，在他发表第二卷之前，他在1931年出版的对安瑟

伦的“信仰寻求理解”的研究使他深信，他必须走向“信仰的逻辑”的方

向，而且存在主义不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恰当的工具。因此，到了1932
年，他放弃了他对系统神学的最初的尝试，并且发表了《教会教义学》

（Church Dogmatics）的第一卷。

这种重新开始是一个明显的迹象，说明巴思的思想里有了重要的转

变。这种转变基本上是在两个方向上发生的。如上所述，他对安瑟伦的

研究以及他自己对上帝话语的意义的思考，促使他拒绝使用任何哲学作

为神学的恰当的工具。第二个新的方向是，在神学的工作里更多地强调

教会的作用。

当书名里用“教会”这个词儿代替“基督教”这个词儿的时候，这意味

着……教义学不是一种“自由的”科学，而是和教会的领域密切关联的科

学。在教会的领域而且只有在教会的领域里，教义学才是可能的和切合

实际的。

在这样拒绝存在主义的时候，巴思就同戈加滕和布尔特曼决裂了。

下一个决裂将是同布伦纳的决裂，而且在某些方面将是巴思的思想在发

展的延续。随着时间的推移，巴思终于深信，“自然神学”必须被拒绝。

要不然，他担心，人们将再一次把神和人之间的距离以及理智和启示之

间的距离弄得模糊不清。

虽然在《时代之间》的一些早期文章里有可能看到越来越大的鸿

沟，但实际上的决裂是在1933年开始的，那时巴思发表了一篇论“神学

原则的第一诫命”的文章。这场辩论不久之后就导致了该杂志的停刊，



并且导致了巴思和布伦纳之间的继续辩论。巴思在他的文章里发起了一

个反对歪曲了神学的“异教诸神”（alien gods）的运动。所有这些神所共

有的一件事情是，他们依靠“和”（and）这个简短的但极为重要的连接

词而渗入神学。“和”这个词儿暗指，有别的东西可以放在上帝附

近。“和”是盲目崇拜的第一标记。“和”是把神学引入歧途的谬误。

18世纪这样说：启示和理智。施莱尔马赫是这样说：启示和宗教意

识。里奇尔及其追随者们是这样说：启示和诸宗教的历史。而今天人们

在各处是这样说的：启示和创世，启示和原先启示（protor-

evelation），《新约圣经》和人类的存在，诫命和创造天地的命

令。

在提到“《新约圣经》以及人类的存在”的时候，是指他拒绝戈加滕

和布尔特曼的神学纲领（我们将回到这个神学纲领上来），这一系列里

的最后一对，“诫命以及创造天地的命令”，是直接拒绝布伦纳，布伦纳

在几个月以前用这个标题出版了一本书。几个月之后，巴思在他的文

章“永别”里坚持他的主张，并且同那时停了刊的《时代之间》决裂。

1934年，布伦纳用他的小册子《自然和恩典》（Nature and Grace）
做了答复。这个小册子的语气是相当和解的，虽然布伦纳坚持说，巴思

从有关上帝话语的教义里和有关“唯有恩典”（sola gratia）的教义里得出

了若干错误的结论：（1）巴思，相信上帝在人们里面的形象被罪损坏

了，而布伦纳则宁愿说，上帝在人们里面的形象在实质上被损坏了，但

在形式上仍然存在；（2）巴思在把启示局限在基督里的启示方面犯错

了，因为必须为上帝给异教徒们的证据留出余地；（3）巴思在拒绝布

伦纳称之为“保护的恩典”的东西方面犯错了，因此巴思看起来只能从一

时一刻的角度来讲话；（4）同样地，在拒绝“创造天地的命令”或“保护

的命令”的时候，巴思拒绝了基督教伦理学的关键性的基础之一；（5）
巴思在拒绝人们里面和社会里面为了上帝的恩典和行动而存在着“接触



点”（“point of contact”——Anknüpfungspunkt）方面犯错了；（6）最

后，巴思曲解了旧的创造和新的创造之间的关系。按照布伦纳的说法，

这最后一点是辩论的基本争论点。巴思似乎深信，旧的秩序和新的秩序

之间的任何连续性，都会把人类的罪减到最少，而且，更甚的是把上帝

的恩典减到最少。另一方面，布伦纳希望以这样一种方式描述福音，即

福音是上帝对人类需要的答复。在这一点上，布伦纳引证说，像托马斯

·阿奎那宣称的那样，恩典不损坏自然（gratia non tollit naturam sed
perficit），而是使自然完善。再者，布伦纳争辩说，巴思误解了他最近

的作品的书名，因为那上面的“和”与巴思所罗列的其他的“和”不一

样。“那是一个问题的‘和’，一个提问的关系的‘和’，而不是并列

的‘和’”。总之，布伦纳总结说，他的观点和巴思的观点，可能都有道

理，而且他们的分歧可能是气质方面的，而不是意图方面的，因为“上
帝既利用偏爱的天才……也利用中庸的精神”。

然而，巴思不愿意被软化。他用《不对！答埃米尔·布伦纳》

（Nein！Antwort an Emil Brunner）的赤裸裸的标题下的一篇短文做了答

复。不对，布伦纳错了，他相信，把“和”假定成一个问题，这本身不是

假定某种仅次于启示的东西。不对，布伦纳错了，他在上帝的道路和人

类的种种道路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不对，布伦纳错了，他认为，人

们不根据事实本身去实践自然神学就能够讨论自然神学。自然神学不是

恰当的神学问题，因为恰当的神学知道，它的题材不是别的，而是上帝

的话语。“真正地否认自然神学是在这种做法抓不到一个独立的神学问

题的知识概念的时候发生的”。因此，正像巴思看待这件事情那样，整

个讨论不是关于一个特殊的神学争论点，而是关于某种先于任何神学作

品的东西和某种必须用定义排除在外的东西。自然神学不能成为神学的

一部分；自然神学不能成为一种平行的事业；自然神学不能成为一个神

学问题；自然神学必须被看成是和上帝话语的神学截然相反的。

虽然这种辩论给人的印象可能是，巴思一味坚持他的极端主义，但



如果人们记得这时正是第三帝国（指1933～1945年纳粹统治的德国——
译者）兴起的时候，那么，人们将会对这种辩论作出不同的理解。巴思

深切关注，自由主义者愿意把福音和人类的最高成就混淆起来，这种做

法将有利于这样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设法利用教会来达到它自

己称霸世界的目的。他深信，为了要抵制纳粹主义的诱惑，基督徒们应

当弄清楚，权威的唯一来源是上帝的话语，而且他称之为“和”的神学的

东西，可能被歪曲来达到第三帝国的目的。说实在的，当1934年一群改

革派的和路德派的德国教会领导人，在巴门发表那个成了“认信教

会”（Confessing Church）的集合点的“宣言”的时候，毫无疑问，“巴门

宣言”（Barmen De-claration）从巴思那里汲取了它的大部分力量和灵

感，这一点可以从该宣言的开场白里看出来：

耶稣基督，像《圣经》向我们证实的那样，是上帝唯一的话语，我

们能够听到这种话语，我们今生今世应当信赖和服从这种话语。

我们拒绝接受这样错误的教导，即教会可以而且必须承认还有其他

的事件和政权，形象和真理，是同上帝这唯一的话语并列的神的启示，

是教会讲道的一个来源。

这个宣言以及随后的事件，迫使巴思离开德国，返回老家瑞士，在

那里他在巴塞尔度过了余生。作为这些动荡的后果，他的《教会教义

学》的第二卷（更确切地说，是第一卷的第二部分）在第一卷之后六年

才问世。从那时起，他继续定期出版这部伟大的作品，直到他在撰写第

四卷第四部分时死去为止。

虽然不可能在这里提供《教义学》（它的四“卷”实际上是一些部

分，把相当于十三厚卷的东西聚集在一起）的内容的哪怕是最概括性的

轮廓，但人们至少必须指出它的一些一般特点。

第一个和最明显的特点，正是这件工作的浩大和范围。在许多人认



为“总结性论文”的时代已经过去的时候，巴思写出的不朽的作品，可以

和中世纪的最好的作品或新教经院学者们的最好的作品媲美。在始终忠

实于自己的方法和基本见识的同时，巴思不但论述了有关三位一体的教

义和创世，而且也论述了天使和其他类似的话题。

其次，这部作品的显著特点是它的连贯性。在从一卷到另一卷的着

重点里确实有发展和变化。尤其是，巴思慢慢地缓和了他早期对上帝的

基本的“他者性”的一些强调的语气。虽然如此，给人的主要印象仍然是

连续性的印象。巴思一旦第二次开始他的《教义学》，他的神学的基本

路线已经大体上定下来，以致他能够继续写作三十多年，而始终忠实于

自己。

最后，这部作品由于它的“集中于基督论”而显得突出。虽然这部作

品的每卷都论述一个不同的话题，但归根到底它们都论述上帝在基督里

的启示。它们不像一个梯子的相继的梯级，而像是一系列仔细的观察，

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一个主题。人们在谈到这四卷的主题的时候说：

这四卷不是作为论述相当个别的话题而被提出来的，这样，从一卷

转移到另一卷就不是主题的改变，这四卷是作为贯彻始终的同一基调的

四个同样基本的和连锁的方面而被提出来的，这个基调是：耶稣基督在

时间上和历史上体现了和实现了上帝想要成为为了人的和与人同在的上

帝的永恒的决定；耶稣基督本人是上帝同我们立的永恒的契约，被创造

出来的宇宙的意义和目的就是包含在这个契约里；

而且依靠耶稣基督，通过神学否定十字架而肯定复活来揭露和克服

人对上帝的疏远。

把重点集中在基督论上，这是巴思方法的实质，但是，他的神学成

就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整个作品的方法和形式，而是在于他通过这

种手段，在经典的正统信仰的一切首要的主题之上，都成功地进行了新



的综合，并且投下了崭新的亮光。巴思对神学的影响被比做爱因斯坦对

物理学的影响，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种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怎么说都不过分。他的神学不但推动了

德国的“认信教会”，而且也推动了那时在成形的普世基督教运动。当第

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世界教会联合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组成的时候（1948年），该理事会的许多领导人深受巴思的

神学的影响。“世界学生基督教联盟”的情况也是如此，该联盟为普世基

督教运动以及世界各地的教会，提供了大部分的下一代的领导人。在第

三世界的新教领导人中间，没有任何神学像卡尔·巴思的神学那样有影

响——这种影响今天在第三世界的大部分新教神学里仍然可以看到。

巴思创立的神学超出了正统化的种种束缚，但没有因此而放弃正统

主义的任何传统主题。同样地，他的神学避免了自由主义的极端的可变

性，但没有因此而拒绝历史研究、圣经评论和其他现代事态发展的成

就。这有助于恢复教父时期的和宗教改革的大部分遗产。这也意味着，

巴思被同时代的天主教神学家们广泛阅读和尊敬，而且他的影响可以从

大部分现代天主教思想里看出来。

鲁道夫·布尔特曼和非神话化

20世纪初期，鲁道夫·布尔特曼由于他在圣经研究方面的领导作

用，尤其是在圣经学者们称为“体裁考证”方面的领导作用，而为人所周

知。然而，他也认为自己是“辩证神学”的解说者之一——在他同巴思和

布伦纳决裂后很久，他仍然要求用“辩证神学”这个词儿。他主要是《新

约圣经》学者，但他特别感兴趣的是，把《新约圣经》的信息解释得能

够被他的同时代人理解和接受。

为了要对《新约圣经》作如此解释，布尔特曼提出，第一个任务是

使《新约圣经》“非神话化”（demythologizing）。布尔特曼争辩说，



《新约圣经》是在神话的框框里写成的，必须在《新约圣经》神话的东

西和基督教早期教会基督福音宣讲（kerygma）的实质的东西之间作出

区分。这个过程布尔特曼称为“非神话化”（Entymythologisierung）。一

旦做了这件事情，我们将发现，《新约圣经》的信息是直接针对着我们

的，即使我们处在现今的时代。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拒绝遵循这个过

程，那么，我们就把《新约圣经》变成了种种思想、形象和事件的一个

文集，这个文集我们的同时代人是可以正当地拒绝的。诚然，福音书是

丑闻和绊脚石。但是，如果我们简单地决定，所有人必须把《新约圣

经》说的一切话都当成是确确实实的，那么，我们就是把整整一系列伪

造的绊脚石放在通往信仰的道路上——诸如奇迹、魔鬼、童贞女所生，

等等——而这些将模糊福音书的真正的传闻。

然而，重要的是，澄清“神话”是什么意思，在这里批评者们指出，

布尔特曼使用这个词儿有些含糊不清。一方面，布尔特曼在提出他的方

案的时候，对《新约圣经》的神话性质做了如下的描绘：

《新约圣经》的宇宙论在性质方面基本上是神话的。世界被看成是

三层的结构，大地在中间，天堂在上面，阴间在下面。天堂是上帝和天

上的人们——天使们——住的地方。阴间是地狱，是折磨人的地方。即

使是大地也不仅仅是自然的、日常的事件的场所，日常琐事和普通工作

的场所。大地是以上帝及其天使们为一方面的和以撒旦及其魔鬼们为另

一方的超自然活动的场所。这些超自然的力量介入了大自然的过程，并

且介入了人们思索的、意要的和所做的一切事情。神迹并不是罕见的。

人不能控制自己的生命……

在这段文章里，布尔特曼关心的是《新约圣经》涉及神迹的和显然

是过时的性质。然而，在其他的段落里，布尔特曼提供了对神话的不同

理解，这种理解同他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密切相关。在其他段落里，他

追随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



年）而断言，上帝是一切存在的第一存在。在这里他和海德格尔在两种

形式的“存在”——Dasein（克尔凯郭尔有关这个词的意思里的“在那

里”，“在一个境况里”的存在）和Vorhandenheit（传统的和静态意义上

的存在）——之间作出区分。一旦确定了这种区分，很明显，上帝的存

在必须从Dasein的角度来谈论。《圣经》的上帝是一个有位格的存在。

上帝的行动和启示的主体不是别的而是上帝。把上帝转变成一个客体，

不管是多么细微的转变，都是神话。在这个背景下，神话的实质是把神

的存在和行动转变成可以客观地证实的现实事物。因此，非神话化的任

务在于阐明隐藏在使上帝和神的行动成为观察对象的种种神话后面的神

的行动的真正性质。

总之，布尔特曼提出的方案是，设法使《新约圣经》成为对他同时

代人来说是可信的。按照布尔特曼的意思，现代人不再能够接受《新约

圣经》的神话框架。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神灵居住的三层的宇宙里。我

们不再相信神迹，而是深信，一切事件都可以用自然的起因来解释。

《新约圣经》谈到了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一个“圣灵”和种种圣礼。

死亡是对罪的惩罚的这一理论，是和一切现代思想相抵触的。我们大家

都由于一个人的死去而得救的这一概念，是和我们的最高的道德观念相

抵触的。而且耶稣肉体的复活也是遭到种种异议的。

所有这些使得早期教会基督福音的宣讲成为对现代的人们来说是不

可信的，现代的人们深信，神话对世界的看法过时了。对他们来说，世

界不是一个“开放的”实体，受到神秘的超自然的干预，而相反是一

个“关闭的”实体，在其中每一件事情都是通过不间断的一连串因果而发

生的。当然，意志凌驾于理智之上的力量能够使我们的一些人接受和相

信理性上不可接受的东西。但是，这种强迫接受不可信事物的做法，使

得着重点离开了真正的和存在主义的信仰，而转向同意一系列非理性的

命题的信仰。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信徒躲藏在这种同意的后面，从

而避免同《新约圣经》的真正信息的存在主义的相遇。布尔特曼通过剥



夺我们的这种掩蔽物，希望迫使我们同《新约圣经》的主直接相遇。

由于这就是他的目的，所以我们不能把布尔特曼的方案和19世纪设

法去掉《新约圣经》的每一件和神话联系起来的事情的那些方案混淆起

来。按照布尔特曼的说法，实施这后一类方案的方式必然会导致不但放

弃神话，而且放弃《新约圣经》的信息本身。比方说，宗教历史学派把

上帝在耶稣里的行动变成了只不过是永恒的现实事物的象征。这类探讨

方法的错误在于剥夺了基督教的历史性，把《新约圣经》的种种事件变

成了只是永恒真理的一个例子或证明。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这类探讨

方法取消和拒绝了《新约圣经》的信息本身，即上帝在耶稣里是为人类

的救赎而行动。

布尔特曼深信，这些早期尝试的错误同这些尝试的哲学的预设密切

相关，这些哲学的预设促使这些尝试去拒绝拯救事件的可能性。和这类

早期的尝试相反，布尔特曼相信，通过利用存在主义哲学，他可以重新

解释《新约圣经》的神话，而不失去早期教会基督福音的宣讲的基本性

质，因为存在主义不是寻求“永恒的真理”，而是在具体事物里、在历史

事物里、在存在里寻找真理。

布尔特曼并没有声称，他是在完成《新约圣经》的非神话化的整个

任务。正像他所想的那样，这是需要整整一代的学者和神学家来完成的

任务。他确实设法做的事情是，提出这种非神话化应当包括的工作的一

个大纲。简言之，有三个主题必须是去掉了神话的早期教会基督福音所

宣讲的内容：没有信仰的生活，有信仰的生活，以及使得有可能从没有

信仰的生活过渡到有信仰的生活的事件：耶稣。

没有信仰的生活，《新约圣经》称为“按肉体”（according to flesh）
而生活。这不是指有形的肉体，不是指身体及其感官。这反倒意味着建

立在对我们周围事物的信赖、对不经久事物的信赖、对我们自己的信赖

上的生活。那些“按肉体”而生活的人，一心只想着他们自己，想着他们



自己的安全，并且受到焦虑的折磨。有的时候，我们诱使我们自己去认

为，我们或多或少地得到了保证和安全。像保罗说的那样，正是在这个

时候，我们对自己“感到荣耀”。但结果是一种扭曲了的生活——或者，

用海德格尔的措辞来说，整个创世变成了《新约圣经》称为“今世”的东

西，即，由人们寓居的和甚至由邪恶力量操纵的一个实体，这些邪恶力

量剥夺了人们的自由和真实性。

另一方面，有“真实的”（authentic）生活，“建立在不可见的实体上

的”生活。这暗指放弃一切建立在我们自己上面的保证。这就是《新约

圣经》所说的生活“在圣灵里”或生活“在信仰里”。在这种真实的生活

里，人们把一切信赖都放在上帝的恩典里，上帝的恩典意味着对罪的宽

恕。我们不再需要寻求我们自己的安全。我们不再需要把我们的信赖放

在“客观的”现实事物的世界里。我们不再受到焦虑和苦恼的折磨。当保

罗说，成为“对世界来说已经死去”，或者成为“基督里的新人”的时候，

他的意思就是上述这一点。而且这也是存在主义者称为“真实的”生活的

东西。

第三，我们必须使这样一种手段非神话化，这种手段使得从不真实

生活迈向真实生活的步子成为可能的。这就是“耶稣的事件”。这是关键

性的，因为《新约圣经》的信息的历史是不能否认的。《新约圣

经》“声称，信仰只是由于某个事件——即基督的事件——的缘故才在

历史的一个确切的时刻里成为可能的”。信仰就顺从的自我承担义务和

内心脱离世界的意思来说，只是在信仰是信仰基督的时候才成为可能。

然而，在这里我们必须再一次记住，“《新约圣经》是以神话的措辞提

出耶稣基督的事件的”。而且“同钉十字架的历史事件并排的是复活的明

确的非历史事件”。他的死亡就其本身来说是胜利，当《新约圣经》谈

到复活的时候，是用神话的措辞来表达这种胜利的。通过他的死亡，他

战胜了死亡的力量，死亡的力量也是不真实的生活的力量。因此，这种

为我们而死的价值不应当从抵偿我们的罪或战胜魔王的神话的角度来加



以理解，而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说，这种为我们而死的价值是“时刻存

在的现实事物”，这个现实事物的意义在于，我们也能和他一起被钉在

十字架上，从而分享真实的生活及其胜利。

布尔特曼的非神话化的努力有多少成功，取决于人们对他的存在主

义的探讨方法的评价。诚然，他受到了人们的挑剔，因为他不但过分依

赖存在主义，而且过分依赖一种特殊形式的存在主义，即海德格尔的存

在主义。但是，毫无疑问，通过提出将《新约圣经》的形象化描述和世

界观解读到我们的时代所涉及的种种困难的问题，布尔特曼为现代神学

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欧洲新教神学的其他潮流

就在巴思和他的《时代之间》的伙伴设法阐明他们的神学任务的性

质的那几十年里，重要的事态发展正在瑞典发生，而同巴思的工作没有

什么关系。在那里，终于被称为“伦德学派”（Lundensian School）的东

西，深深地扎根于在19世纪提出和实践的教义历史研究。诚然，古斯塔

夫·奥伦（Gustaf Aulén）在1917年的第一个主要出版物是教义历史书。

从这个基础开始，并且一部分是由于伦德学派的历史研究，伦德学派带

头重新解释路德，并且带头重新发现艾雷尼厄斯。在这件工作中，他们

遵循了伦德学派所特有的方法，即“主旨研究”（Motivforschung）的方

法。这个方法寻求的东西是去发现各种各样的系统阐述背后的主旨和独

特思想。在诸教的历史里，以及在基督教的历史里，这类主旨相互影

响、冲突和结合。但是，历史学家和神学家必须在这类主旨中间进行辨

别，以便把基本上是基督教的主旨和基本上不是基督教的主旨分开，从

而澄清基督教信仰的性质。

有两本众所周知的作品可以说明伦德学派的工作：安德斯·尼格伦

（Anders Nygren）在1930年和1936年发表的《挚爱与欲爱》（Agape



and Eros），以及古斯塔夫·奥伦在1948年发表的《胜利者基督》

（Christus Victor）。

在《挚爱与欲爱》里，尼格伦比较了两个希腊名词，这两个名词通

常都作为“爱”译成英语和现代欧洲语言，并且争辩说，这两者代表了两

种对生活和得救的看法，这两种看法在基督教历史里被混淆起来了，而

且宗教改革——尤其是路德的神学——是企图恢复挚爱的独特性。

奥伦的《胜利者基督》是类似的对主旨的探究，虽然这时是涉及到

基督的工作。有一段时间，尤其是自从里奇尔关于这个问题的作品以

来，人们习惯于对比两种相反的对基督工作的看法，即安瑟伦的“客观

的”理论，以及阿伯拉尔的“主观的”理论。然而，奥伦声称，在古代的

教会里有第三种对基督工作的看法。这就是“戏剧的”或“古典的”理论，

而且这个理论是从不同于其他两种看法的“主旨”里产生出来的。安瑟伦

的理论认为基督为我们的罪提供代替的抵偿，阿伯拉尔的理论把他看成

是我们的榜样，而古典的或戏剧的理论则强调基督工作里的冲突和胜利

的成分。基督是我们处在其统治下的邪恶势力的征服者。奥伦拒绝学者

们把谈到基督是邪恶的征服者的那些古代文本解释成为仅仅是隐喻的倾

向。恰恰相反，这类文本必须认真对待，因为这类文本是早期基督教对

基督工作的理解的见证。

再者，这不仅仅是有关历史兴趣的事情。这涉及到信仰的核心，因

为这些不同的理论表明了对人类的困境和对整个得救过程的不同看法。

在“客观的”和“主观的”看法里，由于把邪恶同上帝的旨意的根本对抗放

在一边而减少了罪的力量。与此对照，在“古典的”理论里，有真正

的“救赎的戏剧”，因为有对抗的势力彼此进行斗争。因此，人类的罪不

是仅仅用一个榜样或仅仅用一次抵偿就能消除的某种东西。人类被邪恶

的势力所奴役，只有通过战败邪恶的势力，才能消除。

这使我们看到伦德学派的另一个特点，即它的“有限的善恶二元



论”。在没有因此而陷入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的情况下，伦德学派坚持

说，不认真对待上帝和邪恶势力之间的真正对抗、冲突和斗争，就不能

理解《新约圣经》的信息。

伦德学派的神学在几点上是重要的。伦德学派神学恢复了邪恶对理

解基督教信息的重要性，这种做法对自由主义作出了一个答复，这个答

复和巴思的答复类似和互补。伦德学派的神学不但是对邪恶涉及全体性

质的理解，而且是对救赎涉及全体性质的理解，它把注意力集中在教会

上，并且对后来的教会论讨论作出了贡献。最后，伦德学派神学重新发

现早期基督教和宗教改革里被遗忘的组成部分，以及伦德学派神学和瑞

典教会的密切联系——伦德学派神学的几个领导人物成了瑞典教会的主

教——在普世基督教运动里是有影响的。

迪特里希·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年）大概是紧

接在巴思之后的一代最有影响的德国神学家。在作为牧师、学者、教师

和“认信教会”的领导人的光辉的和有希望的生涯之后，他在监禁他的地

方在解放前几天被盖世太保处决。

潘霍华的早期作品不久之后就说明他既是一个杰出的神学家，也是

一个对基督徒生活实践有深刻见识的人。1937年，在《跟随基督》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里，他写出了现在很出名的关于“廉价恩

典”（cheap grace）的话，哀叹路德关于“唯有恩典”（sola gratia）的原

理——对路德来说，这个原理是对苦恼斗争的答复——变成了一个使我

们无须乎去斗争的教义的那种方式。确实，只有相信的人才是顺从的，

但同样确实的是，只有顺从的人才相信。

廉价恩典意味着，恩典是一个教义，一个原理，一个体系。廉价恩

典意味着，对罪的宽恕被当做一个普遍的真理来宣布，上帝的爱被当做

基督徒对上帝的“概念”来教导。



在《圣徒相通》（Sanctorum Communio）里，他强调了基督教信仰

共有的性质，写出了常常被引用的名言：“教会是作为团契而存在的基

督。”在《行动和存在》（Act and Being）里，他超出了他早期的巴思

主义而坚持说，巴思在肯定上帝的全面统治权方面是正确的，上帝的启

示永远是“法令”，但人们也须记住，通过进入历史，上帝在基督里和在

教会里借我们使用——这个主题后来被一些“上帝之死”的神学家推演到

更远的地步。在《共同生活》（Life Together）里，在他所指导的一

个“修道院似的”秘密的神学学派的体验的基础上，他对这种共同生活的

价值和实践进行了思考。

然而，他最大的影响是通过强调一种“世俗的”基督教的价值。在他

去世后出版的他给一篇伦理学论文写的注释里，已经断言：

在基督里我们被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参与上帝的现实和参与世界

的现实，但不是参与其中的一个而不参与另一个。上帝的现实提示其本

身，只是通过把我完全放在世界的现实里，而且当我遇到世界的现实

时，世界的现实总是已经在上帝的现实里被证实、被接受和被调解。这

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对人的启示的内在意义。

在他的《狱中书简》（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里，他用死

来证明他服从福音的一生后出版的——他提出了他在这方面的最吸引人

的评论——正像在任何通信里的情况一样，这些评论是片断的、探索性

的和建议性的，而不是系统的和完整的，因而就更加吸引人。在那里他

谈到了一个“成年的世界”（world come of age），在其中人们依本性是

笃信宗教的这一预设将不再有效。他自问，在“宗教的先天

性”（religious a priori）一直是一切基督教讲道的预设的十九个世纪之

后，当这个预设不再有效的时候，将发生什么事情呢？他的答案——他

认为这个答案和他自己的神学观点完全一致——是将需要有一种“无宗

教的基督教”（religionless Chris-tianity）。



虽然潘霍华从来没有机会充分说明他所说的“无宗教的基督教”是什

么意思，但很清楚，这不只是“成年的世界”里的一种为基督教辩护的方

法。在更早的时候，巴思曾经坚持宗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对比。潘霍华在

这一点上和巴思一致，但走得更远。巴思大都是从人类的努力和神的恩

典之间对比的角度来谈论宗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对比，但潘霍华也从“世
俗化了的”基督教的角度来谈论“无宗教的基督教”，即这样一种基督

教，这种基督教将不再从一种与一切生活在其中进行的领域相区别的某

种“宗教的”领域，或者某种“信仰的”领域出发来思索和行事。他坚持

说，《圣经》不是一本宗教的书，因为宗教关心个人，关心心灵深处，

关心天外的世界，而《圣经》关心的事物是相反的东西。

正像可以想象的那样，潘霍华关于“成年的世界”和“无宗教的基督

教”的评论，被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解释，而且一些大不相同的和截

然相反的思想派别把他看成是它们的先驱者之一。

总之，潘霍华对世俗化过程的正面评价是不能怀疑的。在这方面，

有戈加滕在他之前和继他之后，戈加滕在几年之前就开始探索这个主

题，但是戈加滕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作品在战后才问世。

沿着这条路线的进一步探索是由沃尔夫哈特·潘南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进行的，他在1961年编辑了《作为历史的启示》

（Revelation as History）这卷书，这卷书拒绝“世界历

史”（Weltgeschichte）和“得救的历史”（Heilsgeschichte）之间通常的区

分。一个神学家能够从事的任何方面都不是超出历史的。历史本身是上

帝启示的舞台，不过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成为舞台，以致人们不能简单地

推断这个历史的一些组成部分和时刻并把它们变换成一种较高的“得救

的历史”。如果人们要认真地对待历史，那么，历史就必须有一种一致

性，而且历史的一切事物必须是神学家关心的事物和基督徒关心的事

物。同样，这样的历史，为了要有意义，必须有一个目的。这就是耶稣



复活的意义，耶稣的复活是末世论的事件，靠这个事件就能辨出这个目

的，这样基督徒们就能断言，历史有意味和意义，并且也能声称有了这

种意味和意义是什么的线索。

与此同时，神学探究的另一个领域正在发展，这个领域最后将和上

述的领域结合在一起，形成20世纪后期的大部分神学。这就是马克思主

义——基督教的对话。这种对话的早期阶段的一个领导人是约瑟夫·L.赫
罗马德卡（Josef L.Hromádka），他从1920年到他于1964年退休为止在

布拉格教授神学——1939年和1947年之间有一个穿插事件，在那个期间

他由于纳粹的占领而离开了捷克斯洛伐克，并且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执

教。在他返回布拉格之后的年代里，一部分是通过他编辑的杂志《共同

的旅途》（Communio Viatorum），一部分是通过他的教学和他的书

籍，他探索了在马克思主义者控制的社会里，顺从对基督徒们来说意味

着什么。

赫罗马德卡的神学观点在许多方面和巴思的神学观点相似。像巴思

那样，他感到，基督教神学家的主要任务是从上帝话语的角度来评论和

纠正教会的声明和生活。像巴思那样，他深信，神学是教会的任务，单

个神学家必须在教会的背景里和为了教会的利益而进行他们的工作。最

后，也是像巴思那样，他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基督论上。虽然毫无疑问

的是，巴思对赫罗马德卡有很大的影响——赫罗马德卡感激地承认这种

影响——但这些类似之处不能全部解释成是这种影响的结果，因为也有

其他的经历和思潮促使赫罗德卡的神学走上和巴思类似的方向。由于新

教的捷克斯洛伐克的胡斯运动的传统（胡斯是15世纪捷克爱国者和宗教

改革者——译者），他的神学永远是这样一种神学，这种神学看到了上

帝的话语和社会的话语之间的悬殊差别。作为一个东欧人，他比大多数

西欧人更意识到大部分西方文明的阴暗面。他大体上同意德国哲学家斯

彭格勒（Spengler）的论点，即西方的衰落近在咫尺，而且他感到，教

会意识到这种事态发展，并且应当认为这是一个获得更大的顺从的机



会。这样，当他开始阅读巴思作品的时候，他能够看出一种类似的精

神，并且从中得到益处。

在道成肉身的基础上，赫罗马德卡感到，对于做人意味着什么这个

问题的理解方法，是看一看在基督里的上帝话语。然而，这并不意味

着，基督徒们应当只关心传统上的“宗教的”东西，因为在基督里我们被

告知，上帝来到世界上。因此，相信基督必然使信徒立即介入上帝已经

来到的世界。再者，这甚至不是因为教会和基督徒们存在于世界上的一

种选择，而且我们宣布任何对世界的评价，根据事实本身就是对我们自

己和对教会的评价。

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目标是上帝的国。赫罗马德卡的著述经常回到

这个末世论的盼望上，这种盼望既意味着，人类的一切制度只能是设法

接近上帝的目的，也意味着，在每一种制度里基督徒们必须为接近这个

目的而工作。因此，基督徒们的任务，不管是在东方或者在西方，是同

社会上致力于和平和正义的目标的那些人员和个人一起工作。尤其是，

这意味着，做工作要有利于那些被压迫的人，饥饿的人，或在其他方面

被剥夺了人类尊严的人。这也意味着，为了世界上和人类社会中那些被

分裂的地方的重新和好而工作。基督前来使上帝和人们重新和好，而且

也使人们在他们自己中间重新和好。因此，教会的使命首先必须是使人

们重新和好的使命。

这就是赫罗马德卡为什么感到基督徒们应当拒绝反共产主义的原因

之一。反共产主义是这样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寻求一些人的胜利和其他

一些人的失败，而不是寻求重新和好。再者，反共产主义常常养成一种

自以为公正善良的态度，在这种态度里只有共产主义的种种弊端受到指

责，而反共产主义者在其中生活的社会的种种弊端则被忽略或被掩盖。

虽然共产主义需要认真的纠正，但基督徒们必须小心，不要把他们的信

仰和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等同起来。



就马克思主义而论，赫罗马德卡由于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有罪的肤浅

理解而批评它，这种理解促使人们声称，在没有阶级的社会里，一种新

的人类将诞生，而且贪婪和仇恨的种种问题将得到解决。还有，古典的

马克思主义用这样一种历史观使人失去人性，这种历史观没有给自由和

责任心留出什么余地。

至于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赫罗马德卡争辩说，这必须被看成是一

个既消极又积极的特点。消极的方面是促使人们产生这样一种对世界、

对人们和对历史的看法，这种看法是肤浅的，而且到头来是没有意义

的。然而，积极的方面是，基督徒们必须记住，马克思主义者否认其存

在的上帝并不是基督教的上帝。它反倒是这样一个上帝，这个上帝像是

《圣经》的先知已经攻击过的那些异教崇拜的神。虽然基督教的神学和

实践确实常常看不到这种区别，因而成了盲目崇拜的牺牲品，但消灭这

样一个异教崇拜的神必须被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积极贡献。

在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改善人类社会的地方，基督徒们必须在设法

达到这个目标方面同他们合作。在具体的政治环境里，在决定支持什么

人的时候，一个人不能简单地决定，他将支持那些称自己为基督徒的

人。更确切地说，一个人必须支持那些在这个特殊的问题方面奔向和上

帝国目标一致的人。自然，在不同的环境里，这将采取不同的具体形

式。但是，在每一种环境里，基督徒们必须做的是，不是为了某个特殊

的意识形态或党派的胜利和失败而工作，而是为了和平与和解的目标而

工作。

无论如何，在这整个讨论里需要记住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基督教神

学并不同马克思主义或同任何其他的意识形态竞争。基督教神学的言论

基础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不能被包含在任何意识形态里，但上帝

的话语是作为对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和人类的每一种形态的评判和恩典而

到来的。



在简·M.洛克曼（Jan M.Lochman）的作品里巴思和赫罗马德卡的神

学甚至更加接近。洛克曼早先是赫罗马德卡的门徒，他教授神学，最初

是在布拉格的科米尼厄斯神学院——赫罗马德卡也在那里教书——然后

是在巴塞尔大学——巴思在那里度过了他的大部分教学生涯。和赫罗马

德卡一样，洛克曼继续探索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冲突。和巴思一

样，他设法提出一种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的系统神学，虽然他比巴思更

多地注意世俗化所提出的挑战和机会。

目前在活动中的最有影响的德国神学家，大概是朱尔根·莫尔特曼

（Jürgen Moltmann），他自从1958年以来一直教授神学，目前在图宾根

执教。不但通过他的书籍，而且通过经常的访问和讲课，他在美国很有

影响。他也同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家们进行活跃的对话。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他被英国人俘虏，而且正是作为战俘，开始了他的神学研究。

后来，他受到了上面所说的大多数主要人物——尤其是巴思——的影

响。但正是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厄思斯·布洛克（Ernst Bloch）的作

品，使他走上了新的神学方向。关于布洛克，他说：

我很清楚地记得，拿着他的书《希望的原理》（Das Prinzip Hoff-
nung），在特辛度过了整个假期，而没有留意瑞士群山的美景。我自

问：“为什么基督教神学避开了这个主题，而这个主题实际上应当是它

自身的主题？原始基督教的希望的精神在当前的基督教里的地位是什么

呢？”于是，我开始撰写我的《希望神学》。

在1965年第一次出版的这部巨著，设法为基督教信仰恢复末世论的

中心地位，与此同时也设法表明，末世论不只是“有关种种最后的事情

的教义”。恰恰相反，末世论既包括教会所希望的事情，也包括教会赖

以生活的希望本身。因此，“从头到尾，而且不仅仅是在结尾部分里，

基督教是末世论，是希望”。而且，在说明了这种希望怎样和耶稣基督

的复活联系起来，以及这种希望对启示和历史之间的关系来说意味着什



么之后，莫尔特曼总结说：

作为这种对上帝未来的希望的结果，这个当今世界在信徒的眼里变

得摆脱了一切通过劳动来自我救赎或自我生产的尝试，而且这个当今的

世界变得开放了，敞开为了使种种状况变得仁慈博爱和为了从上帝的即

将到来的正义的角度来实现正义而进行爱怜他人的、照顾他人的自我消

耗。然而，这意味着，对复活的希望必然带来一种对世界的新的理解。

这个世界不像理想主义里所说的那样，不是自我发挥才能的天堂。这个

世界不像是浪漫主义和存在主义著述所说的那样，不是自我疏远的地

狱。世界尚未终结，而是被理解正在撰写一部历史。因此，世界是充满

了种种可能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能够为未来、被应许的真理和

正义与和平而服务。这是一个人们散居各地、播种希望、自我投降和牺

牲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处在一个新的未来的地平线上。这样，世界里

的自我消耗，希望里的日常的爱，在超越这个世界的期望的地平线上，

变成可能的和变成凡人皆有的。

由于基督教末世论的核心是对上帝的国的希望和应许，因此末世论

的信仰必然是政治的。谈论一种无政治意义的福音是蠢事和自相矛盾的

说法。与所有其他的宗教形成对照，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是政治的”。基

督教信仰是政治的，因为基督由于政治的原因而被钉在十字架上，作为

叛徒而被钉在十字架上。想起基督的这种政治的死亡，就迫使信仰去追

随基督的救世主的工作，即也是在政治的意义上解放人类。

这样，莫尔特曼提出的东西是，一种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这种理

解发现上帝处在历史里——具体地说，处在历史的那些带有十字架的痕

迹的方面里，即，处在那些被剥夺的人、被压迫的人和被折磨的人里。

这种理解也是这样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号召我们在十字架那里加入基

督。然而，这不是敬虔主义的神秘的十字架，也不是宗教感情的神秘的

十字架，而是一部上帝在其中蒙难的历史的十字架。这是莫尔特曼的另



一本最有影响的书的书名《被钉十架的上帝》（The Crucified God），

书中强调的和他早期的作品多少有些不同，虽然神学的方向是一样的。

他坦白说，当他撰写《希望神学》时，他对立即的政治变革的可能性过

分热心了。第二次梵蒂冈宗教会议正在给天主教教会开辟新的背景。世

界教会联合会以及构成该联合会的一部分的大多数教派，对于用桥梁来

连接许多使人类分裂的鸿沟的未来的可能性是乐观的。在铁幕后面，在

捷克斯洛伐克，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开始呈现出比较近乎人情的

面貌。然而，接着回复原状开始了，而且在所有这些领域里，近距离的

希望不像早先那样指日可待了。因此，莫尔特曼这时写了第二本书，不

但把基督教的希望和复活联系起来，而且和钉在十字架上联系起来。然

而，这两者是属于一件事情，而且人们不应当过分强调它们之间的差

别。正像莫尔特曼本人说的那样，“只有当你接受往昔，连同包裹在往

昔里面的一切罪过，连同往昔所包括的一切折磨人的经验时，才能有对

新的未来的希望。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被钉十架的上帝》比《希望

神学》有更多的希望。破坏的种种迹象成倍增加，而且我们的希望必须

不再是幼稚地乐观的。”

美国的新教神学

当人们观察美国的神学进程，尤其是各教会的实际生活的时候，人

们会对美国同20世纪许多急剧变化隔绝的程度感到惊奇。虽然科技的变

革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美国那样显著和有影响，但20世纪巨大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的动荡，没有在美国生活和思想的层面上激起浪花。因此，

比方说，虽然美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国，但在这两个情况下的直接

后果是胜利感和欢欣感，一种和欧洲的情绪——甚至那些可以算做“战
胜国”的欧洲国家的情绪——截然不同的乐观主义。还有，殖民主义崩

溃的冲击在美国也要微妙得多，美国在第三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帝国是经

济的，而不是明显属于政治性的。



由于这些原因，巴思及其教派在美国不像在欧洲那样甚至不像在第

三世界的神学家和教会领导人中间那样有直接影响。只是在有了大萧条

（指1929年到三十年代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大萧条——译者）的令人

清醒的效果的情况下，巴特——他的《上帝的话语和人的话语》（The
Word of God and the Word of Man）最近被翻译出来——才使自己在较大

的美国教会圈子里被认识。除了巴思和布伦纳——他在美国比巴思有更

多的读者——的作品的直接翻译之外，这种新的神学在莱因霍尔德·尼
布尔（Reinhold Niebuhr，1892～1971年）和H.理查德·尼布尔

（H.Richard Niebuhr，1894～1962年）兄弟两人的作品里表现出来。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是底特律的一个牧师，他在那里的经历和巴思

在萨芬威尔的经历相似。面对着劳动阶级的苦难，面对着机器以及社会

和经济结构的使他们失去人性，他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

判。虽然他没有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深信，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

内在作用的大部分话是真实的，而且基督徒们必须拒绝那种把自由民主

的资本主义和公正的经济制度等同起来的简易做法。他也变得深信，社

会以这样一些方式起作用，这些方式同社会的个体成员们的原则和行动

形成对照。这就是他的书《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的论题，他后来开玩笑地说，这本书应当叫做“不
道德的人和更加不道德的社会”。他说这话指的是，他发现了人的罪的

一些深度，以及人的罪怎样不但在个人里面起作用，而且也以混合的方

式在社会里面起作用。后来，在《人的本性和命运》（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里，他发展了这个主题，而且正是通过这本非常有影

响的书，整整一代美国神学学者终于理解了罪的深度和恩典的意义。

与此同时，他的兄弟H.理查德·尼布尔一直在从事美国宗教生活的

社会学的和神学的分析。在《宗派主义的社会根源》（The Social
Sources of Denominationalism）里，他指责各教会向阶级和自我保存的

诸神投降。



由于阶级的和自我保存的教会的伦理学凌驾于福音的伦理学之上，

才造成了西方基督教大部分的道德无效。不但是因为或者主要是因为宗

派主义分化了和分散了基督教世界的精力，而且更因为宗派主义突出地

表明，社会等级的伦理学击败四海皆兄弟的基督教伦理学，是基督教道

德弱点的根源。个人伦理的有效性，取决于他的性格的结合到他最崇高

的精神所支配的体系里面去，取决于他的价值观念和愿望的综合到他的

最崇高的精神所支配的体系里面去；群体伦理的有效性也同样取决于一

种士气对这群人的控制，在这种士气里一切从属的目的都围绕着一个主

导的理想而被组织起来。而各教会是无效力的，因为它们缺少这样一种

共同的士气。

尼布尔争辩说，宗派主义里所发生的事情是，基督教放弃了它的领

导作用，而且听任自己被“国家的和经济生活的社会力量”所铸造。当这

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教会就不能给世人什么希望，因为教会失去了它先知

的特性。他在1937年在常常被引用的对温和神学的总结里重复了这种指

责，按照他的说法，温和神学抓住了大部分国民：“一个没有愤怒的上

帝通过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的帮助把没有罪的人们带进了一个没有审

判的王国。”

从这个时候起，H.理查德·尼布尔作为基督教伦理学教授而度过了

余生，致力于摧毁文化的和社会的这样一些偶像，这些偶像妨碍基督徒

和教会在上帝面前成为充分负责的。这就是他的比较成熟的作品《激进

的一神论和西方的文化》（Radical Monotheism and Western Culture）的

主题，在其中他探索了在上帝的统治权之下基于一切人的和文化的权威

的相对性的伦理学意义。

由于纳粹主义正在德国取得进展，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帮助保罗·蒂
利希（Paul Tillich，1886～1965年）前往美国并谋得协和神学院的教学

职位，蒂利希在那里度过了大半生。蒂利希曾经招来了纳粹政权的敌



意，而且不得不离开德国。很可能，尼布尔希望，他在协和神学院的新

同事——这个新同事由于他在德国的社会主义立场而著称——将向他对

美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批判提供额外的支持。然而，情况并不是这样，

因为蒂利希始终认为自己是“文化神学家”。作为这样的人，他对现代心

理学非常感兴趣，也对存在主义和东方宗教感兴趣，而且不久之后这些

成分就遮掩他对经济学和社会制度的兴趣。

和巴思形成对比，蒂利希感到，神学的任务首先是护教的任务，而

且为了要这样做，神学必须立足于哲学。这就是为什么他赞成“关联的

方法”，这种方法基本上在于分析人类生活所提出的关于存在的问题以

及从福音的角度来答复这些问题。

系统神学使用关联的方法。系统神学始终是这样做的，有时比较自

觉，有时比较不自觉，而且必须自觉地和坦率地这样做，尤其是如果护

教的观点要取胜的话。关联法通过互相依赖里的关于存在的问题和神学

的答案而解释了基督教信仰的内容。

当我们分析人的存在的时候，我们发现，人的存在是不完整的，在

我们试图谋求安全的一切仓促的做法之外，在我们试图肯定我们自己的

存在的一切仓促的做法之外，有一种“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

无论现代的人们怎样设法掩盖这种终极关怀，或者设法逃离这种终极关

怀，但终极关怀总是在那里，因为我们的存在不能立足于其本身，而是

立足于“一切存在的基础”（ground of all being）。这个基础不是别的而

是上帝。上帝不是一个存在物。上帝不像存在物那样存在着。上帝是一

切存在物和一切实在的基础。

在我们的不完整之中，在我们寻找方向之中，我们可能会坚持我们

自己的足够性。这就是蒂利希称为“自律”（autonomy）的东西，而这种

东西是浅薄的和自我欺骗的，因为我们不是而且不能成为我们自己存在

的基础。选择“他律”（heteronomy），把我们的存在立足在另一个人



上，把我们的生活立足在另一个人的权威上，确实肯定了我们的不完

整，但是又试图把我们的存在建立在一个虚假的立足之地上，从而产生

了不真实的生活。唯一的选择是“神律”（theonomy），神律把我们的存

在建立在它的恰当的基础上，从而使我们能够恰当地——不是“自律

地”或“他律地”——和其他的人联系起来。

在这种背景里，基督教的信息是“新的存在”（New Being）的信

息。这就是，“存在条件下的本质的存在，克服了本质和存在之间的鸿

沟”。这个“新的存在”是耶稣基督，他在他的整个存在里体现了这个新

的存在。“新时期的带来者不会最终向旧时期的势力屈服”，正是从这个

必然的事情出发，才产生了对复活的信仰。“正是一个人自己战胜存在

主义的疏远的死亡的必然性，创造了基督的复活作为事件和象征的必然

性。”这样，我们在这里有一种奇怪的颠倒，在其中耶稣的复活不是他

的生命的象征，而是对他和对我们自己的胜利的信仰是他的复活的保

证。

蒂利希在世时，他的神学是非常有影响的，尤其是在美国。然而，

近年来，这种影响衰落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当一个英国批评家宣称“他
的高度有个性的作品已经有了奇怪的过时的性质”的时候，似乎是有道

理的。

虽然这种评价可能是真实的，但同样真实的是，还没有可以取代它

的地位的相当的体系出现在美国神学的地平线上。诚然，最近二十年的

美国神学可以很容易地描写成“支离破碎的光谱”（shattered
spectrum）。

曾经有人追随查理·哈茨霍恩（Charles Hartshorne）的早期的榜样，

试图在经过特殊加工的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一种神学。这就是约翰·B.科
布（John B.Cobb）的工作，他争辩说，在这个基础上有可能搞出一种

新形式的自然神学，而且这种自然神学是必要的，如果信仰要同当代生



活积极联系起来的话。有几个神学家着手处理世俗化和世俗化的积极的

保值作用的问题，并且从不同的方向继续探讨这个问题。黑人神学和女

权运动神学正在对教会的整个生活作出显著的贡献——然而，这些神学

如果和第三世界正在出现的神学放在一起讨论，那么，就可以最好地加

以理解。

最后，必须注意，近年来美国最重要的神学发展，大概是甚至在福

音派中间也存在的在一种新的福音派神学和另一种神学之间的日益扩大

的鸿沟，这种新的福音派神学是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的——有时达到接

近于法西斯主义的程度——而且这种新的福音派神学把教会的主要任务

看成是加强美国在世界各国中间的地位，而另一种神学响应巴门宣言，

并且深受世界范围的福音社团的影响，则肯定基督对一切生活的绝对权

威，并且设法把美国的生活和政策放在主耶稣的裁判之下。这后一种形

式的福音派神学，深深地意识到世界上社会和经济的非正义，并且深深

地意识到美国在这些非正义里的共犯关系，代表这后一种形式的福音派

神学的是，“福音派信徒们采取社会行动”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基本观点

在1973年的“芝加哥宣言”（Chicago Declaration）里清楚地表达出来。

天主教神学的新方向

当我们在第十四章里最后讨论罗马天主教神学的时候，我们看到，

在19世纪，面对着现代世界的各种各样的挑战，罗马天主教神学的总的

趋向是保守的修筑防御工事的趋向——只有利奥十三的教皇通谕Rerum
novarum和受到教会当局谴责的“现代主义”是有限的例外。在20世纪前

半叶，罗马教廷采取了类似的政策，虽然现在可以看出，即使在那时种

种倾向也是致力于第二次梵蒂冈宗教会议的较大的开放性。

像以前一样，教皇们的神学保守主义可以从他们对现代世界作出反

应的方式看出来。1903～1958年之间四个教皇中的三个用了庇护这个名



字，从而表明他们想要仿效庇护九世的种种政策，他们是庇护十世

（1903～1914年），庇护十一世（1922～1939年）和庇护十二世（1939
～1958年）。第四个教皇本尼狄克十五世（Benedict XV，1914～1922
年），曾经由庇护十世任命为大主教，他显然是要着手继续他的前任的

种种政策。在这个世纪的早期，罗马教廷主要关心的事情之一是世俗的

权力控制罗马城，教皇们对失去罗马城耿耿于怀。最后，在1929年，同

墨索里尼达成了一项协议。能够解决这件事情的是墨索里尼，这个事实

是重要的，因为当时的教皇庇护十一世支持早期的法西斯主义。

在比较严格意义的神学问题上，这些教皇的保守主义可以从他们设

法压制正在天主教教会里出现的新思潮的那种做法里看出来。德日进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大概是20世纪最有创造性的天主教思想

家，但他被命令不得出版他的著述。他的作品在他于1955年去世后问

世，并且被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圈子热情接受。但是在1962年，当耶稣

会神学家亨利·德·吕巴克（Henri de Lubac）出版第一卷对德日进的研究

时，他被禁止出版第二卷，也不得让人把已经用法文出版的第一卷翻译

成其他语言。另一个主要的天主教神学家伊夫斯·康加（Yves Congar）
也受到罗马的压制。

另一方面，有种种迹象预示着天主教神学的新时代。一个这样的迹

象恰恰是，德日进、吕巴克、康加以及他们周围的其他许多人，正是开

辟教会统治集团认为太危险而不得探索的神学道路。第二个迹象是罗马

天主教教会正在变成真正的普世性的宗教教派的程度。20世纪前半叶保

守的教皇们不管怎样还是认识到了第三世界越来越大的重要性。庇护十

一世任命了第一批中国本国主教。庇护十二世仿效他而设法把各教会置

于当地主教的领导之下。他也意识到，殖民主义时代已经过去，而在将

来，必须同世界各地的独立国家打交道，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同拥有殖

民地的列强打交道。因此，他强化了民族教会，并且在不放弃自己最高

权力的同时，在处理它们自己的问题方面给了它们一点自治权。最后，



新时代的第三个迹象是礼拜仪式改革运动，这种运动又一次在非常严格

的限制下受到教皇们的鼓励。虽然感觉到的这种改革需要，大都是来自

内部的神学考虑，但这种需要有一部分确实反映出这样一种意识，即教

会必须注意到现代世界。这些进行变革的应许将在第二次梵蒂冈宗教会

议上实现。

20世纪的早期受到了雅克·马里坦（Jaques Maritain，1882～1973
年）和埃廷恩·吉尔森（Etienne Gilson，1884～1978年）这样的哲学神

学家的新托马斯主义的支配，他们批评说，早期形式的托马斯主义

从“本质先于存在的”角度而不是从“存在主义的”角度解释托马斯。托马

斯所假定的存在先于本质，被这新一代的托马斯者看成是提供了同存在

主义对话的机会。

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神学的不平静和更新的其他迹

象。那时正在新教徒中间迅速发展的历史的和考证的科学，在天主教神

学家中间也找到了位置。1942年，人们作出新的努力来出版早期的基督

教著述。在亨利·德·吕巴克和琼·丹尼诺（Jean Daniélou）的指导之下，

《基督教来源》（Sources chrétiennes）这套丛书不久之后就超出了一百

卷。科学和神学的种种问题由若干神学家着手处理，其中的第一位是耶

稣会神学家德日进，他论述人种起源和进化概念的文章，在他的古生物

学领域的同事们中间受到广泛推崇。1933年，伊夫斯·康加发表了他的

论述平信徒神学的第一部主要作品。

到了1946年，这种“新神学”变成了争论的主题。多米尼克会神学家

M.M.拉布德特（M.M.Labourdette）指责说，《基督教来源》的编辑者

们选来出版的那些文本，似乎是要使经院神学的有效性受到怀疑，或者

是要和现代思想的种种组成部分一致。R.加里古-拉格兰奇（R.Garrigou-
La-grange）指责说，“新神学”向来自现代世界的有关进步和进化的思想

投降。有一个时期，这个问题作为耶稣会会士们和比较保守的多米尼克



会会士们之间的辩论而出现。其结果是对许多“新神学家”的压制，还有

1950年发出的教皇通谕Humani generis的颁布，这个教皇通谕重申了早

先对现代主义的谴责，并且警告说不要在神学里标新立异。1950年教皇

庇护十二世颁布有关圣母马利亚升天的教义，这个教义进一步增加了天

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距离。

在这个时期被压制的神学家们中间，最有创造性的和最有创见的神

学家是德日进。他的神学在广义上是护教的，因为他试图向科学世界表

明基督教的有效性。但是，他的神学超出了传统的辩护，因为他的神学

也寻求对基督教的新的理解，并且感到，现代的科学可以对这种理解作

出重要贡献。德日进宣称，现代思想的基础是有关进化的原理，而且他

全心全意地同意这个原理。然而，他不同意达尔文对这个原理的理解，

达尔文的理解把这个原理看成是在“适者生存”的基础上起作用。与此相

反，德日进提出，宇宙的进化是由“复杂化——意识的规律”（law of
complexity-consciousness）指引的。一切现实事物都朝着更大的复杂性

进化，较大的复杂性和较高程度的意识是同样的。物质和意识不是像笛

卡儿说的那样，不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与此相反，在“宇宙的要

素”（stuff of the uni-verse）里，甚至在它的最细微的粒子里，也有一种

向意识召唤的力量。在这种规律的基础上，原来的“地理领

域”（geosphere）进化成了“生物领域”（biosphere），在其中生命出现

了和发展了，而这反过来促成了“思维领域”（noosphere）的产生，即智

力生活的领域。

这整个过程并不是直线发展的。有种种摸索，在其中各种各样的实

体沿着一些将不再延伸的道路进化，因为这些道路是死胡同。但是，这

类摸索终于产生了一个较高的实体，而这反过来又产生了新的摸索。这

就是为什么当分开来看的时候，这个过程似乎是无意义的，而当总的来

看的时候，人们可以看出这个过程的移动。



这种移动的目的地是“最后终点”（omega point），这个最后终点不

是别的而是耶稣基督。耶稣是“未来的人”（homo futurus），即进化的

目的地本身，因为目的是同上帝交流的目的，而且在耶稣里这种交流达

到其最高点。依照耶稣的形象，在这个最高点上，既有同上帝的完善的

联合，又有完善的自我验明身分。这样，从一个观点来看，进化的过程

是“宇宙产生经过”（cosmogenesis）——物质进化成一个宇宙，并且朝

着上帝进化——但就另一个意思来说，进化的过程是“基督产生经

过”（Christogene-sis）——上帝来到物质那里，道成肉身。

这个过程也可以在历史里看出来。有可能把人类的兴起和人类的种

种文明当做朝着“未来的人”的摸索中的进化来加以研究。在这种摸索

中，地中海文明世界和西方文明世界被带到这样一个点，在那里耶稣能

够在这些文明世界里出现和工作。但是，现在我们处在“行星

化”（plane-tization）的时代，朝着这样一个新的文明世界摸索，这个文

明世界将是进化过程的新阶段。教会作为基督的团体，作为基督的头脑

所统治的社团，被号召来在这个过程中起中心的作用。

德日进的著述在他在世的时候受到压制，而且在他去世后的头几年

里他受到教会当局的斜眼看待，这个事实推迟了他的影响，因此就一个

奇怪的意思来说，他变成了在他去世十年之后开始发现他的许多哲学家

和神学家的同时代人和指路人。这种影响可以从各种各样的当代神学里

看出来，这些神学拒绝早期形式的善恶二元论，也可以从那些坚持“这
个目的”正是神学的最好出发点的人那里看出来。（英语中“目
的”（end）也是“终点”的意思——译者。）

虽然德日进的高瞻远瞩在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上影响了当代神学，

但20世纪天主教神学的伟大教师和使系统化者是卡尔·拉纳（Karl Rah-
ner，1904～1984年）。拉纳早先是海德格尔的学生，他保留了存在主

义的一些着重点，但他超出了存在主义侧重于“瞬间”（moment）和“遭



遇”（encounter）的偏见，他认为这种偏见是对人类存在的看法的过分

化大为小。他是极其正统的，与此同时他坚持每一代人都需要重新理解

隐藏在正统化的公式后面的真理。这样，他就能够把无可指摘的正统信

体和令人震惊的创造性结合在一起。神学的传统主题他几乎都检查了、

讨论了、重新解释了和重新使之有活力。他的卷帙浩繁的著述以及他编

辑的许多百科作品和期刊，论述了基督教教义的每一个标题，也论述了

若干常常被现代神学家忽略了的主题。贯穿着他的著述的一个明显的基

调是“神秘”。神秘使神学家在神学的题材面前战战兢兢。但是，神秘决

不是使人在脑力方面懒惰和在信仰方面抱着蒙昧主义的借口，而是使人

去振奋和去思考的一种召唤。这样，他在他的一本书的开场白里写道：

信仰的旧的神学总是知道，对粗鲁的人或未受教育的人来说，通过

对可信性的一切智力依据进行适当思考而走向信仰，是不可能的，而且

是不必要的。

所以我愿意系统地提出，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大家虽进行很多神

学研究，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可避免地是而且继续是粗鲁的人，而

且我们应当坦率地和勇敢地向我们自己承认这一点，也向世人承认这一

点。

由于拉纳的作品太庞大，不能在这里总结，所以最好是集中在两个

具有特殊意义的话题上。第一个是拉纳的基督论，以及来自基督论的对

人论和对恩典的理解。在同意卡尔西顿公会议（于451年召开，是基督

教分裂前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译者）的定义的同时，拉纳感

到，人们过于频繁地以基督一性论的方式或者几乎以基督幻影说的方式

解释基督论，仿佛基督成为肉身或多或少地减少了或缩减了耶稣真正的

人性。与此相反，他在《新约圣经》里找到了真正有人性的耶稣的见

证。这对拉纳来说是重要的，因为基督教的人论必须建立在我们在耶稣

里看到的真正的和充分的人性是什么上面。基督成为肉身不仅仅是上帝



对人类的罪作出的反应，而是创造天地的目标本身，是人类的存在的原

因本身。这种存在是可能的，只是因为上帝愿意是通人情的。然而，这

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把自己说成或当成是微不足道的，因为——由于

基督成为肉身——这将是过低地谈论和想象上帝。这确实意味着，我们

的存在本身是恩典的一个作为。没有恩典的“自然”人之类的东西是没有

的。因此，虽然不得搞混教会及其圣礼作为恩典手段的作用，但同样真

实的是，每一个良好的人类的行动，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完成的或由什么

人作出的，都是恩典的一个作为。

拉纳神学里的另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主题是，他对教会普世性的理

解。他周围的大多数神学家从一致性的角度来理解这种普世性，而拉纳

则从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情况里道成肉身的角度来理解这种普世性。他

也深深地意识到一些比较年轻的国家的兴起，并且意识到它们坚持它们

自己的文化和传统的价值。这样，在其他的人把使用拉丁语看成是普世

性的一个标志的时候，拉纳则欢迎人们使用本国语言作为这样一种形式

的普世性的一个标志，这种形式的普世性表现为教会真正存在于——
即，道成肉身地存在于——世界的每一个部分里。还有，也是关于普世

性这个主题，在其他人坚持把教皇的权力和集中的权威当做是这种普世

性的保证的时候，拉纳则提出有关所有主教的同事关系（collegiality）
的主题，这种同事关系不是作为对教皇权威的一种限制，而是作为教会

的普世性的另一个标志。正像众所周知的那样，这两个主题都被第二次

梵蒂冈宗教会议采纳和支持，并且在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徒生活中有重要

的影响。

这样，在教会的统治集团仍然设法压制人们以积极的方式把基督教

和现代世界联系起来的几乎每一种努力的时候，整个神学观点正在发

展，最后将成为20世纪天主教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第二次梵蒂冈宗

教会议——的推动力。



当1958年教皇约翰二十三世被选出来的时候，人们希望，枢机主教

秘密会议选择的这个老人将只是一个“过渡的教皇”，对教会生活没有什

么影响。但是，正像教皇约翰明显地表现出来的那样，他有别的想法，

在他当选后不到三个月，他宣布了召开教会全体宗教会议的计划。罗马

教廷和教会保守分子不久便提出反对意见；但是，教皇的权威占了上

风，第二次梵蒂冈宗教会议终于在1962年10月11日开始。

从一开始，很清楚，关键的事情是，天主教教会至少在本世纪其余

时间将要采取的整个方向，尤其是在有关它同现代世界关系的事务方

面。准备种种文件供该宗教会议考虑的神学委员会，是由保守分子控制

的。在该宗教会议召开前一年的一次讲话里，神学委员会的秘书宣称，

与会者的目的将是保护信仰的积累，免受现代谬误的威胁，并且加强教

会队伍内部的纪律，以此对“权威的危机”作出反应。

然而，教皇对该宗教会议的目标的理解是不同的。他早先曾经谈到

需要现代化（aggiornamento）。1962年10月11日，向与会者宣读的开幕

词里，他敦促那些出席的人寻求两个目标：使启示的积累适应当代的需

要，而又继续忠实于传统，并且把“怜悯的药物”而不是把权威之武器施

加在那些不是教会的忠实儿女的人身上。

该宗教会议的人员组成情况是这样的，以致与会者热情地接受了教

皇的邀请，而不怎么热情地接受了筹备委员会提交给与会者的陈旧的文

件。多亏早先几个教皇致力于使教会国际化，出席该宗教会议的主教大

多数是从第三世界来的。还有，若干欧洲的主教感到，“新的神学”有许

多东西可以贡献给教会的生活。结果，应邀到该宗教会议来的神学专家

包括有拉纳、康加和德·吕巴克。因此，该宗教会议的早期会议的特点

是以筹备委员会和罗马教廷为一方和以该宗教会议本身为另一方之间的

经常斗争。在与会者的一再坚持之下，新的文件草拟出来了，其结果是

给天主教神学带来了新的一天。



该宗教会议发出了有关礼拜仪式改革的重要文件（包括授权使用本

国语言举行弥撒，并且鼓励来自世界各个部分的主教的协商会议按照每

种文化的需要修改礼拜仪式），有关宗教自由和宽容的重要文件（在其

中该宗教会议完全撤销了庇护九世的《谬误摘要》），有关普世主义、

东方教会、宗教团体、非基督教宗教的重要文件，还有有关其他问题的

重要文件。然而，最清楚的地表达了教会新的精神状态的文件是“主教

的有关现代世界的教会的章程”，也根据该章程的每个字的开头字母而

被称为Gaudium et spes。这个文件甚至不在筹备委员会最初提交的种种

问题中间，但论述了最近几代里发生的变化，并且看到了这些变化中有

许多是基督徒们应当支持的，这一点可以从文件开头几行和最后几段之

一里看出来：

我们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在任何方面贫穷或遭难的人——的

欢乐和希望，悲伤和苦恼，也是基督的追随者们的欢乐和希望，悲伤和

苦恼。任何真正有人性的都不会不在他们的心灵里找到回声……这就是

为什么基督徒们怀有一种同人类及其历史休戚相关的感情。

大批的人尖锐地意识到，他们由于非正义的和不公平的分配而被剥

夺了世界上的物品，并且强烈要求得到这些物品中他们应得的一份。像

最近独立的国家那样的发展中国家，急于要分享现代文明的政治的和经

济的好处，并且急于要在世界上自由地扮演它们的角色，但是，它们由

于在经济上依赖迅速扩张的较富有的国家和由于它们之间的日益扩大的

鸿沟而受到阻碍。各饥饿的国家向它们的富裕的邻国大声疾呼：在妇女

尚未得到平等的地方，妇女要求不但在权利上和男人平等，而且在事实

上和男人平等；农民和工人不仅仅坚持要有生活的必需品，而且坚持在

组织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生活方面要有机会通过他们的劳

动来发挥他们个人的才能和起到他们应有的作用。现在在历史上第一

次，人们敢于设想，文化的好处是为了所有人的，而且每一个人都应当

能够得到。



这些话标志着20世纪下半叶天主教大部分神学的精神状态。第二次

梵蒂冈会议的精神并不总是占上风，而且一再出现这样的事例，即教皇

权威设法抑制那些违背教皇的意愿而把这种新的开放性的结果推演到更

远的地方的人。当该宗教会议仍在开会的时候，保罗六世认为，甚至在

与会者批准了有关普世基督教主义的教令后，把他自己的谨慎的插话添

加到该教会会议上面是恰当的。最近，在约翰·保罗二世统治期间，对

欧洲、拉丁美洲和美国的神学家们采取了纪律措施。但是，该宗教会议

在使教会面向现代世界方面——尤其是在使教会面向第三世界的各种各

样的问题方面——的种种行动，在整个天主教教会上留下了痕迹，并且

使天主教神学有了新的新鲜性和多样性以及新的从事普世教会运动的开

放性。

第三世界的神学

神学里的这种新的精神状态或许可以在这样一点上最清楚地看出

来，这一点是第三世界神学的发展。这里所指的神学——天主教神学和

新教神学，以及常常是广泛的普世基督教神学——是由这样一些人创

立，这些人由于他们传统上的无权，通常不是处在神学对话的最前方。

因此，这包括了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神学以及“发达”世界里表达妇女们

和被压迫少数民族们的经历、抱负和观点的神学。

这类神学早些时候在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中——尤其是在马丁·
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的布道和著述中——部分地表现出

来。虽然金作为演说家和领导人的天才以及勇气，常常被人们着重指

出，但他也应当被看成是重要的神学家。他在波士顿大学得到他的博士

学位，他熟悉白人新教神学的最新进展，并且常常利用这些进展。但

是，他自己的神学深深地扎根在黑人教会的传统里，这种传统强调《出

埃及记》和抱着激进的末世论的希望。这样，后来被称为“黑人神

学”的，大都可以在金的著述里找到。



在大约同一个时期，部分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女权运动

正在得到新的动力。最初是在北大西洋，最后是在世界各地，妇女们坚

持她们有权在人类的事业上被看成是平等的伙伴和参加者。在神学领域

里，有一些人得出结论说，基督教是如此偏向男人，以致必须加以拒

绝，而其他的人则朝着比较全面地理解基督教信仰作出重要贡献。

最后，在通常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各国里，新的神学也正在发展。

在不同的地区，神学采取了不同的方向。在亚洲，社会正义永远是一个

问题，而中心主题则是基督教同每个国家的文化传统的关系。在非洲，

问题是类似的，而在南非共和国，神学是围绕着种族隔离这个主题以及

黑人和“有色人种”对种族隔离的反应而发展的。在拉丁美洲，压倒一切

的问题是社会的和经济的正义，通常是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来理解当

前压迫的性质。

虽然这些神学本身差别很大，但它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它们大都

拒绝把古典的自由主义当做是一个特殊时期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形势的

表达方式，并且设法把它们的言论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在这一点上，

尤其是在新教徒中间，可以看到巴思的影响。在第三世界的几种神学里

也有强烈的末世论的成分——在这一点上，它们发现德日进和莫尔特曼

的作品特别重要。第三，这些神学的大多数基本上是强调基督道成肉身

的。这不只是意味着，它们在耶稣基督里看到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而

且也意味着，从有关道成肉身的教义里，它们设法得出它们对上帝在世

界上的作为的性质的理解，对人类历史的一致性的理解——“世界历

史”和“得救历史”之间没有二分法——对基督徒同非基督徒一起参加政

治的和其他的舞台的理解，等等。第四，有强烈的普世教会运动的侧重

点。第三世界的大多数神学或者是设法克服或者是干脆不顾若干在传统

上使西方基督教分裂的争论点。最后，虽然这些神学的每一种都专门致

力于它所关心的具体问题——社会正义，基督教和文化，妇女权利，等

等——但他们通常超出了只是试图把传统神学和所关心的这些问题联系



起来的做法。确切地说，它们设法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构成全部神学，

以致所关心的这些事物在每一点上都被反映出来。在这方面，它们不同

于早先试图把神学“应用”在各种各样的人类问题和情况上的做法，而是

把这些问题和情况看成是对神学新发展的挑战和召唤。

这些神学由于它们的“地方观念”（parochialism）而常常受到批评，

但这些神学指出，所谓的传统神学也是狭隘的地方观念的，因为传统神

学反映了北大西洋的情况和观点，而且传统的神学看上去之所以不像是

狭隘的地方观念的，是因为北大西洋传统上的优势地位。总之，当本书

写到这里的时候，这些不同的神学正在进行越来越多的对话，这些神学

中的每一种和北大西洋的男性神学家之间也有越来越多的对话。

最后总的看法

20世纪向基督教思想的历史学家提出的问题，和早先19个世纪提出

的问题大不相同。之所以如此，不是由于本世纪的神学场景的复杂性

——这种复杂性是很大的——而是由于这个特殊的世纪是历史学家观察

基督教教会历史的每一个其他时期的有利的出发点。因此，当我们涉及

到20世纪的时候，我们的方法学必须是完全不同的。正是由于这个缘

故，研究当代的神学在正常情况下是由不同于历史神学的学科进行的。

作为一种假想的练习，让我们设法想象，某个处在21世纪的人将怎样看

待我们这个时代。然而，必须强调这纯粹是假想的构思，因为我们不可

能知道21世纪提出的问题将是什么，而且这些问题将确定人们从什么角

度看待我们。说实在的，正像我们的20世纪的观点影响我们对早先各时

期的理解那样，当我们的后继者看待我们的时候，他们的情况也将如

此。

我们假想的观察者将在我们这个世纪里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大概

是神学赖以发言的权力基础被大大地削弱了。俄国大革命及其在东欧、



远东、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的反响意味着，现在比第四世纪以来的任何

时候，人们更必须从政治上软弱的立场来从事神学。关于我们已经在19
世纪看到其起源的世俗的自由主义状态的发展，也同样如此。在法国、

波兰和拉丁美洲，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是，一些最有创造性的罗马天主教

神学，恰恰是作为对这种挑战作出的反应而写出来的，并且是在接受这

种新情况的基础上写出来的。新教徒们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一点可以从

神学对纳粹德国、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和世俗的北美洲作出的反应

里看出来。撇开了这些环境，就不能理解任何当代的神学家。

其次，部分是作为上述情况的结果，神学的范围也被缩小了，因为

在大多数情况下神学的读者越来越受到限制。神学不再是“一切科学的

佼佼者”，而且神学家将最先断言，神学从来都不该如此。总之，神学

家主要是向教会讲话，或者是向那些正在考虑信教的可能性的处在教会

边缘的人讲话。但是，他们在人类论坛上的声音，常常几乎是听不见

的。这种新形势的影响可以从卡尔·巴思拒绝从事护教的神学的做法里

看出来，也可以从许多其他的人试图从事这种神学的大都不成功的做法

里看出来。神学在这样一点上在整个世界里最经常被人们感兴趣地——
或至少是好奇地聆听，这一点是神学的有关社会正义以及暴力、革命等

等之类的问题的声明。各种各样试图把基督教福音和我们的时代的种种

哲理联系起来的做法，将由未来的几代人来评价。这些做法可能有助于

向一些信徒提供一种对他们的信仰的较深刻的理解。但是，这些做法同

整个世界交谈的能力，仍然是大可怀疑的。各种各样试图从存在主义、

新托马斯主义、过程哲学、逻辑实证论等等的角度来阐述神学问题的做

法，情况也是如此。

然而，另一方面，神学的范围有很大的扩张。这种扩张是地理上

的，教派上的和社会学上的。神学范围的地理上的扩张从长远来看可能

证明是20世纪的最重要的事态发展。神学不再是北大西洋的事业。亚非

拉的所谓较年轻的教会正在对神学作出重要贡献。神学的这种扩大了的



范围由于几种原因将证明是重要的。这显然将有助于抵消以往常常使神

学家们发生兴趣的狭隘的地方主义和甚至民族主义。这也将以这样一种

激进的方式提出基督教和文化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自从教会的早期几个

世纪以来就一直没有以这种方式被提出来过。基督教思想的整个发展是

在希腊的哲学背景中产生的，因此，较年轻的教会将要询问的问题和将

对基督教神学有巨大后果的问题是，是否需要变成一个希腊人，就像一

个人变成基督徒那样。其他的哲学的和文化的观点能不能被看成是“福
音的准备”（praeparatio evangelica），就像早期希腊“基督教教父”看待

他们在其中诞生的那个文化那样？与此相比，西方神学在16和19世纪提

出的种种问题似乎一点都不激进。而且这对神学的未来的形态所可能有

的影响，很可能由于这样一个事实而加大了，即从人数上说，基督教的

中心从北大西洋那里移开了。

神学的范围在教派上也扩大了。总的说来，直到目前为止有可能沿

着种种教派的路线来叙述基督教神学的发展。虽然一个教派和另一个教

派之间有辩论，有时甚至有积极的影响，但是，和存在于基督教每个主

要传统神学里的内聚性比起来，这些辩论和影响是次要的。在20世纪

里，情况不再是这样。我们假想的一百年以后的历史学家将发现，撰写

一个有关“20世纪改革派神学”的篇章而撇开了改革派神学在罗马天主

教、路德宗等等里的对等物是不可能的。跨越教派界限的对话变得太活

跃了和太重要了，以致不能作出这种简易的划分。神学家们正在阅读他

们的其他传统里的同事们的作品，这不仅仅是出于好奇，也甚至不是要

反驳他们，而是为了向他们学习和同他们对话。19世纪新教的情况已经

大致如此，但20世纪使得罗马天主教徒和东正教派的情况也是如此。第

二次梵蒂冈宗教会议和第一次截然不同，反映出了罗马天主教里的新的

精神状态——尤其是当人们想起在该会议的教令被发给全体与会者之前

新教神学家能够在其中某些教会中添加内容的时候。东正教也由于种种

政治事件以及这样一个事实而被迫脱离它在最近几个世纪里孤立主义，

这个事实就是东正教的广大成员现在居住在这样一些国家里，在那里基



督徒们的大多数或者是罗马天主教徒或者是新教徒。不可能预言这将对

整个神学产生的影响。已经变得明显的是，《圣经》的和教父时期的种

种研究从这种新的形势里得到好处。同样变得明显的是，神学家正在被

迫重新看待表明他们自己的教派的与众不同之处的那些信仰声明的标

准，并且询问这些信仰声明的标准能否以比较合乎普世基督教的方式重

新加以解释。这可以从当代罗马天主教神学家解释特伦特会议和第一次

梵蒂冈会议的那种方式里看出来，可以从新教徒中间路德研究的复兴所

取的形式里看出来，甚至可以从正统神学家和所谓的基督一性论神学家

之间关于卡尔西顿会议的决定的一些比较新近的谈话里看出来。当所有

这些都结出果实的时候，基督教会的整个历史将不得不改写。

最后，我在这里所说的“社会学上的扩张”意味着两件事情。首先，

这意味着神学题材的扩张，以便包括基督徒在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中的

态度这一关键问题。这之前的一些章表明，这并不是神学圈子里的崭新

的主题。新的东西是现在用来从事这项工作的更强的政治的、经济的和

社会学的现实主义，而且这种现实主义促使神学家们得出结论，问题不

再是基督徒靠他们自己能为改造社会做些什么，而是他们应当怎样看待

和发现上帝已经在社会里做的事情。人们应当在这个背景里看待基督教

神学家和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当前的对话。可能也应当在这里指

出，心理学的种种研究对神学也有类似的影响，而且这个过程的最后结

果还未见分晓。

其次，当代神学的社会学上的扩张意味着，早先被排除在神学事业

中心之外的所有群体，现在得到了自己依名分应得的东西。这在美国最

为明显，在那里黑人和妇女正在对神学作出独一无二的和重要的贡献。

拉丁美洲新教徒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的声音现在被罗马天主教徒和其

他的人聆听。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已经在上面提到的较年轻的各教会的

贡献，是这个运动的一部分。不过我们仍然不可能预言，我们假想的未

来的历史学家将在这种新的形势里看到什么。然而，看来重要的是，像



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在大部分神学思考要从政治上软弱的立场来进行

的时候，这些传统上属于社会的无权者的人，正在使人们听到他们的声

音。

如果所有这些确实是真实的，那么，很可能，我们未来的历史学家

将回顾我们的时代，并且将能够断言，在我们的神学场景的几乎难以置

信的复杂性中间——这种复杂性使我们困惑不解——一种跨越教派、阶

级、民族、种族和性别的传统界限的团结正在发展，而且这种增长中的

团结是一个迹象，说明像在以往的每一代那样，上帝又一次在利用教会

来宣告基督教信仰的最初的和中心的信息，即上帝在基督里正在使世人

与他重新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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